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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版说明

《社会分层十讲》第一版出版转瞬间也已经三年了，承蒙读者厚爱，此次得以再版。

借此次再版机会，笔者在编辑、校对的协助下，做了不少文字上的勘误工作。

同时，笔者特对两处做了修改。一是第三讲第一节，在达伦多夫社会分层理论的最后，增加了“七 关于冲突理论的小结”；二是第十讲第四节的最后部分，笔者根据新近的形势做了修改。

特此说明如上！

李强

2011年6月28日于清华大学


总序

《清华社会学讲义》历经两年筹备，首批终于面世了。在我国社会学 恢复、重建已二十余年，似乎臻至成熟，各种各样的社会学教材可谓品类繁多、汗牛充栋的今天，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为什么还要组织这样一套讲义并付诸出版，理应在这里先行交代一番。

大体上说，清华大学社会学系诸同仁筹办这套讲义，基于三点考虑。

第一，社会学必须有能力面对各种新的经济、组织、政治和文化现象。自20世纪末期以降，高新科技的发展、经济结构的演变、社会-政治体制的改革而引发的巨大、深刻的变迁，使整个人类社会面对着一系列前所未闻的新问题。本系同仁认为：社会学这门学科，如果要在21世纪中生存下去，就必须有能力面对和处理这些新的问题，而要培育此种能力，就必须努力发展新的知识系统。本套讲义就是创新社会学知识系统的一个尝试。从列举的篇目中就可以看到：本套讲义的重点，是力求选取那些对研究新问题至为关切的社会学分支学科加以介绍，而不复拘泥于传统的知识体系和结构。

第二，社会学应当对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相关领域的知识加以融会贯通，努力实现跨学科知识交流与创新，或者说，努力变成“新社会学”。这里所谓“新社会学”有两层意思。一层意思是说：社会学本身的知识内容，必得吸取人文社会科学诸相关领域的知识，才能实现发展和创新；另一层意思是说：社会学这门学科，亦有能力跨入人文社会科学诸相关领域，成为其他学科基本建设的一个环节。例如，组织行为研究就是商学院的一门基础课程，而社会研究方法则是当代各门社会科学学科所普遍使用的调查研究方法之一。所以本套教材的又一个特点，就是在这个方面用力，力求展示出社会学知识与相关学科知识的交流与融合，力求变成“新社会学”。这也是当代社会学发展的一个国际性的潮流。

第三，社会学的教科书在学术上应当有一个高起点。在社会学的各类著作中，教科书承担着导引和教育下一代学科从业人员的任务，其质量的高低、选材的优劣，直接模塑下一代学人，因而关系到社会学学科的未来。就此意义而言，教科书对于学科和学术建设具有特别的重要性，撰写教科书必须慎之又慎，将就不得。基于此种考虑，本套教材主要邀请那些在海内外学有所成，常年从事教学工作，而对中国国情又不陌生的中国学者撰写。在内容上，尝试将社会学的前沿理论与中国社会的实际状况勾连起来，在两者之间架设一座桥梁；在形式上，则采取“讲义”形式，基本保留口语化特点，学理纵然艰深，但力求做到通俗易懂。

为确保出版质量，本套讲义选择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众所周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是近年来在出版、刊行社会学著作方面用力最多的一家出版社，本套讲义凭借此家出版社之力，无疑是获得成功的一大保障。

自2000年正式建系伊始，清华大学社会学系诸同仁即明确提出了本系学科和学术建设的宗旨：“面对中国社会的真问题，与西方社会学前沿理论开展有建设性的对话。”这两句话是本系同仁总结了国内社会学界的发展状况才提出来的。所谓“面对中国社会的真问题”，是说社会学的研究问题，不应来自依据经典大师的语录而对社会生活的直接剪裁，也不应来自权力机构的“长官意志”的提示，而应来自社会学者作为一个掌握了社会学知识的社会行动者，在这个社会里经由积年累月地探索和体验而提出的那些问题，那些问题必定是靠近这个社会的实际逻辑的；所谓“与西方社会学前沿理论开展有建设性的对话”，是说社会学对于这些本土问题的研究，其所形成的概念和理论，又不应仅仅囿于本土范围，而必须超越本土，尝试着与西方社会学的前沿理论对话，以期丰富甚至推动整个社会学学科的发展。由此可见，这个宗旨提出的是一个“一体两面”的任务。单独实践一面已很困难，要同时做到两面则可谓难上加难。本系同仁深知实践这一宗旨殊属不易，而将之作为长远的努力方向。希望本套教材的出版，向着达致此一目标前进了一步，哪怕只是一小步。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诸同仁

二○○三年十月


自序

本教材是笔者整理多年来讲授“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课程讲稿的一点成果。“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这门课程，虽然笔者已讲授多年，但是，一旦要见诸文字，还是颇费精力。整理这部教材的工作，断断续续地持续了两三年的时间。其间，虽然经笔者的学生们的帮助，对笔者的讲课进行了录音，再誊写成文字，但由于涉及的文献很多，为求准确，都要一一核对原文，再加上整理过程中不断产生许多新的想法和观点，所以，基本上还是重新撰写了。

现在，稿子终于完成，借此写序的机会，特别回顾一下笔者讲授“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课程的经历。笔者接触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理论，要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初。1982～1985年，笔者在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政治系（现已改名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读研究生，所写的硕士学位论文是关于欧美发达国家的“白领阶层”。为准备论文，笔者阅读了大量有关社会分层、阶级阶层的英文文献。当年，外文资料藏书最多的当属“北京图书馆”（现已更名为“中国国家图书馆”）。当时的“北京图书馆”还没有搬到京城西郊白石桥附近的新址，而是坐落在北海公园南门文津街，文津街的名字听起来就那么有文化感。在两三年的时间里，笔者成为“北图”的常客，日复一日地读遍了所有可以找到的有关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的英文著作。这对笔者来说，确实是一种很好的社会学训练。也可能正是这一时期的阅读，促使笔者后来走上社会学的道路。

1985年暑期，笔者从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政治系研究生毕业后，在人民大学留校任教，但并没有继续原来的专业，而是“改行”踏入社会学领域。在社会学方面，笔者最初讲授的课程，也并不是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记得当时讲过的课程有：社会学概论、社会指标体系、社会调查研究方法、美国社会问题等。笔者最初讲授“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的课程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最开始是为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的研究生开设专业课，后来也为社会学系的本科生讲这门课。这一阶段的部分讲稿，后来结集出版，就是由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的《当代中国社会分层与流动》（1993）一书。这本书更多侧重实证研究，分层的基础理论都集中在前两章，后面的十章主要是对中国阶级阶层的实证分析。自90年代初开设这门课以后，一直到笔者离开人大，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的本科生和研究生课程主要由笔者承担。讲授该课程的次数究竟有多少，笔者自己已经记不清了。但是，讲课虽然多，却没有专门撰写供学生用的教材。倒不是不想写，主要还是由于课题、调研，以及撰写其他论文的事情太多，来不及写教材。1999年，笔者离开中国人民大学，加盟清华大学，与同仁在清华大学建立了社会学系。在招收社会学研究生后，笔者即开始开设“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的课程，在大约七八年的时间里，也是多次讲授这门课程。

掐指算来，笔者讲授这门课程也有16年以上的历史。按道理，讲了这么多年，早就应该有专门的教材。但笔者的习惯，是并不安于用一种固定的讲稿来讲课。古希腊先贤赫拉克里特讲得有道理：“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回顾笔者多年来的讲授，也是每次都有所变化，有时候着重讲收入分配，有时候则着重讲声望分层或权力分层。起先的讲授，比较偏重对中国社会分层的实证分析。如果看1993年的《当代中国社会分层与流动》一书，就会发现，该书比较多的是分析中国阶级阶层的实际状况和现实问题。该书特别对中国社会的六个主要社会群体进行分析。这六个群体是：农民、工人、知识分子、干部、个体户与私营业主，以及社会贫困层。所以，如果与1993年的书相比较，本书的侧重点则完全不一样了。

本书侧重介绍社会分层与流动的理论，将社会分层与流动的主要理论流派都涵括在内。这样就遇到一个问题，即这些源于欧美社会的理论，究竟如何与中国的社会分层与流动的实践相接轨，换言之，怎样用这些理论来分析中国的阶级、阶层的实际问题。在这一点上，笔者同意特雷曼（D.Treiman）的观点：人类社会在结构上是具有相似性的。
 
[1]

 因此，解释社会结构、社会分层的理论也是具有普遍性的。所以，本书的一个特点是，在阐释各个流派的理论和代表人物之后，总是要联系中国社会分层的实际状况做一些分析。比如，运用达伦多夫调节社会冲突的思想分析今日中国的和谐社会；运用涂尔干和新涂尔干主义的社会共同体思想分析中国的社会整合；运用帕金的“文化缓冲带”思想剖析中国的“社会缓冲带”现象；等等。总之，本书介绍社会分层与流动的理论，目的还是为了研究中国的社会分层与流动的实践。

社会分层与流动的理论体系极为庞大，而本书只有十讲，这样就必须有所取舍。那么，究竟应该讲哪些，不讲哪些呢？本十讲的内容都是社会学社会分层的最主要理论，包括传统分层理论的最主要流派，以及从传统理论框架中发展起来的新马克思主义流派、新韦伯主义流派、新涂尔干主义流派、功能主义流派、新自由主义分层流派、后现代文化分层流派等。本书还特别从研究方法的角度介绍了社会结构测量的方法，包括定性的测量方法和定量的测量方法，并探索了用这样的测量方法，怎样测量当今中国的社会结构。那么，舍掉的内容有哪些呢？首先是舍掉了社会流动方面。本书第七讲在介绍戈德索普的观点时，虽然也涉及社会流动的理论，但社会流动不是本书的重点。也正因为如此，本书书名强调的是“社会分层”，而不是“分层与流动”。如果对社会做简单分层的话，可以分为：社会上层、社会中间层和社会下层。所以，在社会分层的讲课中，笔者过去也分别讲授过有关社会上层或社会精英的理论、社会中间阶级或中产阶级的理论以及社会下层阶级的理论。此次由于篇幅所限，整理讲稿时间又紧迫，这一部分没有包括，以后再版时争取能够囊括进来。

本书成书过程中笔者的学生叶鹏飞等帮助录音笔者的讲课和誊写文字；另一位学生李卓蒙帮助笔者做了本书附录三个量表的整理工作。另外，本书的编辑过程中，清华大学毕业的童根兴编辑做了很多工作，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对于所有帮助笔者完成本书的学生、友人，在此一并表示深深的谢意。

笔者深知，成就一部书稿而又没有任何错误，实在是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本书稿虽然经笔者本人和童根兴阅读多次，但每读一次还是能够发现错误，这着实也令笔者心惊胆战、诚惶诚恐。在此，也真诚地希望广大读者，在阅读本书时给予指正，不吝赐教。

李强

2008年4月15日于清华园蓝旗营小区




 [1]
 Treiman，D.J. 1977. Occupational Prestige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 Academic Press，New York. Pp.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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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讲 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概述

第一节 什么是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

一 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的定义

我们知道，社会分层现象是普遍存在的，我们还没有发现哪一个社会完全没有层化现象。当然，开宗明义，先要澄清概念。“社会分层”，英文是social stratification。这个词，对于有些人来说恐怕比较生疏。如果从字面上推测，大约可以理解，是指社会有高低不同的分层次现象。在社会学里，这个词最初是从地质学中引入的。地质学中称为stratify，指的是地质的沉积成层现象。后来，这个词被引入社会学，用意在于：采用地质中的分层现象比喻人类社会各社会群体之间的层化现象。如果从学术上给社会分层下定义的话，笔者认为可以理解为：社会分层是指社会成员、社会群体因社会资源占有不同而产生的层化或差异现象，尤其是指建立在法律、法规基础上的制度化的社会差异体系。这里之所以采用“社会资源”概念，是因为造成地位差异的因素是多方面的。社会资源是指对人有价值的全部资源的总称，它包括：政治资源、经济资源、文化资源等等。当然，在社会资源中最核心的还是包括财产、收入在内的经济资源。既然社会资源是多元的，那么，造成的层化现象也是多种多样的。比如，因经济资源不同而形成富裕层与贫困层，因教育资源不同而分成高学历群体和低学历群体等等。

那么，什么是社会流动呢？社会流动，英文是social mobility，指人们的地位、位置的变化。更准确地说，它包括个人或群体在社会分层结构中位置的变化和在地理空间结构中位置的变化两个方面。当然，社会学更注重研究前一个方面，即社会地位高低的变化。像农民工流入城市、工人调动工作、家庭成员几代人的变迁、干部升迁、富裕集团的形成等，都属于社会流动的领域。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两者密切相关，一个讲的是社会分成高低不同的层次，另一个讲的是人们怎样进入这种层次。两者的关系详见本章第三节。

二 社会差异、社会不平等、社会不公平、社会不公正等概念辨析

社会分层的本质是说人们的社会地位是高低不同的，是不平等的。这样社会分层就具有了价值判断。是不是一切社会差异、社会差别现象都可以说成是社会分层或社会不平等呢？当然不是。

让我们从最简单的差异现象开始，无论自然现象还是社会现象，差异、差别都是普遍存在的，自然界没有两片完全一样的树叶，人类社会没有两个完全一样的人。当然，对于人类社会来说，其差别要比自然界的差别复杂一些，因为，人同时具有自然差别和社会差别两个方面。人从出生以后，就会发生和遇到各种各样的差异，首先会遇到自然差别，比如男孩、女孩，随之而来的就是社会差别。所谓自然差别是人与人之间因生理原因而形成的差别，比如：年龄的差异、高矮的差异、相貌的差异等。所谓社会差别则是人们因政治、经济、文化以及交往关系等社会因素而形成的差别。虽然我们试图从理论上对这两类差别予以区分，但实际上，这两类差别常常互相交织在一起。譬如，直观地看，男人与女人是明显的生理差别，但无论在传统的女权社会或男权社会，还是在现代社会，男人和女人都被赋予重要的社会意义。所以，自然差别与社会差别的区分也是相对的。

以上分析说明，差别、差异是普遍存在的。那么，差别与不平等是什么关系呢？差别就是不平等吗？社会学认为，仅仅有差别还不意味着就是不平等。当我们说“穷人与富人”的经济地位“不平等”时，显然赋予了“穷人与富人”这种现象以一定的价值判断。那么，什么样的说法有价值判断，什么样的说法没有价值判断呢？笔者在此作一下词义上的辨析。我们中国人讲究“春秋笔法”，用词常常有褒贬含义在里面，这样，在使用的术语上就更为复杂一些。首先，在这方面，最不具价值倾向、取向的术语是差别、差异，而“分化”（division）则指差别、差异的形成过程，最初也不具有价值倾向、取向。

其次，有一对概念，含义很不清晰，常常引起争议，这就是“平等”、“不平等”概念。之所以常常引起争议，是因为人们常常在两重意义上使用这对概念。一方面，它被用来描述“均等”或“不均等”（有人爱用“平均”或“不平均”概念，意思是一样的）现象，即完全客观的数量上的一致或不一致。比如体力劳动者与脑力劳动者的收入水平是不均等的、不一样的，这里只是做客观描述，没有做主观上的公正或不公正、合理或不合理的评价。但是，也有些人在使用“平等”、“不平等”概念时，不是在完全客观的意义上讲的，而是加上了主观评价。所以，为了使学术表达更为准确，避免引发歧义，笔者以为，当我们试图表述纯粹客观上的差异现象时，应尽量使用“均等”或“不均等”（“平均”、“不平均”）概念；而当我们想表现主观上对一种差异现象的评价时，应尽量使用明确的主观评价术语，比如不公正、不合理等等。

再次，我们还需要对合理或不合理、公平或不公平、公正或不公正等概念做一下辨析。这类概念的共同特点是有明显的价值判断，虽然各对概念之间略有差异。比如，合理是讲道理的意思，是指对事物的判断要合乎人们的理性思考。合理与平均不是一回事，合理的不一定是均等的。比如，根据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多劳多得、少劳少得”是合理的，这样，有贫富差别也可以是合理的，没有贫富差别也可能是不合理的。而公平或不公平虽然被用得最为广泛，但在含义上就容易产生一点歧义。因为“公平”这个概念里有一个“平”字，所以，有些人误以为“平均”的才是公平的，不平均的就不是公平的。“公平”这个词确实容易导致歧义。因为从字面上看，这个词同时跨了“公正”和“平均”两个领域，第一个领域是有明确价值判断的领域，第二个领域是表述一种纯粹的客观现象，没有价值判断。笔者以为，在严格的意义上，中国人在使用“公平或不公平”概念时，是想表达一种明确的价值判断，但由于字面上有“平”这个字，却很容易导致误解。所以，为了使表述更为严谨，笔者主张，在表述有明确价值判断时，我们还是使用“公正或不公正”、“合理或不合理”好一些。笔者在此做的词义辨析，可不是简单的文字游戏。在中国目前的现实生活中，人们频繁使用“公平或不公平”、“平等或不平等”这样的概念，而有的时候，一些人没有辨析清楚要表述的真实含义，所以，仅就词汇本身已经造成很大的思想混乱。比如，有些人在论证收入分配的合理与不合理时，使用的是“公平或不公平”、“平等或不平等”概念，而在他们的潜意识中，似乎“公平的”或“平等的”与“均等的”是同义语，这样，讨论就进入了误区。笔者以为，如果要表述明确的立场、观点、价值判断，最好还是使用“公正或不公正”、“合理或不合理”这样的词汇，以使得观点更为澄清。笔者认为，在今日中国的分层问题、分配问题上，尽管测量贫富差距的数值和系数偏高，但最为核心的问题还不是“均等不均等”问题，最为核心的还是“合理不合理”、“公正不公正”问题。老百姓意见大的还是一些不合理和不公正的现象，比如权钱交易、以权谋私、贪污腐败、侵吞国有资产、欺压百姓、违法乱纪等。老百姓最不能容忍的是这些问题。至于一些真正有贡献的人获得数百万元奖金，比如，水稻专家袁隆平、计算机专家王选各获得500万元国家科学技术奖奖金，老百姓不但没有意见，反而认为很合理、很公正。

总之，通过以上的概念辨析，我们知道，在研究社会分层时，我们会遇到两种现象，一种是纯粹客观的社会差异现象，另一种是对社会差异现象的主观评价。所谓社会分层研究就是研究这两种现象的关系。

三 社会分层与社会结构的关系

按照上文的叙述，社会差异现象是普遍存在的，但不是任何一种社会差异都可以被称作社会分层。那么，什么样的社会差异可以被称作社会分层，什么样的社会差异不可以被称作社会分层呢？也如上文所述，社会分层是指社会形成一种制度化的不均等体系，该体系大多有明确的法律、法规的规定。对于这种稳定的、制度化的社会不均等体系，社会学通常称之为“社会结构”或“社会分层结构”。所以，对于社会结构，不同学科往往有不同的侧重，社会学更加关注社会群体的地位结构，也就是上下、高低不等的垂直结构。最典型的社会分层结构就是“阶级结构”，它是指各阶级群体因为经济地位、经济资源占有不同而形成的地位差异结构。当然，阶级结构是社会结构的一种而不是全部。比如社会还有经济结构、产业结构、职业结构、组织结构、城乡结构等等。这些结构也会表现出地位差异的制度化体系。比如，在我国当前的城乡结构中，城市处于较高位置，农村处于较低位置。总之，社会学在理解社会结构时比较强调这种地位不同的社会差异体系，也就是本书的核心：“社会分层体系”或“社会分层结构”。

笔者曾经在阐述社会结构定义时说：“社会结构是指社会各要素或各部分相互之间的一种比较稳定的关系模式或互动模式。”社会的要素有多种结合方式，而社会学和社会分层特别重视社会要素的这种上下、垂直的结构形态或结合模式（李强，2004a：369～381）。

第二节 研究社会分层与流动的意义

一 社会分层研究在社会学理论中占有重要地位

社会分层是社会学这门学科的根基所在，是社会学研究赓续不绝的主题之一。我们知道，尽管社会学涉及领域很广、问题很多，社会学的分支也很多——目前社会学已经有107个分支，包括家庭社会学、人口社会学、政治社会学、经济社会学、体育社会学、军事社会学等等，但是，对于所有这些分支来说，社会分层研究都是很重要的基础。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知道，社会学研究的对象是整个人类社会，偏重于强调社会整体，而你面对芸芸众生，比如，中国现在有13亿人，面对如此巨大的人类聚合体，13亿人，你怎么下手研究呢？我们知道，一个最基本的科学方法就是对复杂的聚合体、研究对象进行分类。社会分层实际上就是对人群的一种基本分类，而且是一种本质的分类。对于人群分类，有多种方式，比如按体质特征分类、按血型分类、按人格分类等。再比如，按地域可以分成河南人、河北人、浙江人、山东人等等，不同地域的人，可能乡土口音就不一样。社会上的差异现象有千千万万，有差异就可以进行分类，所以，分类也有千千万万种。但在所有这些分类中，分层研究的问题是非常本质的问题，分层首先关注的是人们社会地位高下的不同。什么造成社会地位高低不同呢？最为核心的还是经济方面的原因。所以，社会分层研究的是个人之间、群体之间的利益差异，特别是经济利益的差异，这涉及对社会群体分类的最根本问题。这一点符合马克思主义，即人与人之间尽管有多种关系，但经济利益关系是最为本原的关系，其他关系都是从这种本原关系中派生出来的。从经济、物质利益上去剖析人类的行为，是最为深层次的解剖。

二 几乎所有重要社会学理论家，对分层问题都有所关注

社会学这门学科，从19世纪30年代算起，到现在差不多有170多年的历史。在这样长一段历史过程中，涌现出很多重要的社会学家。从孔德、斯宾塞、马克思、韦伯、涂尔干到帕克、帕森斯、米尔斯、吉登斯、布迪厄、福柯等等，几乎每个重要的社会学家都从某个方面阐释了社会分层现象。所以，我们只要讲社会学，就要讲社会分层。

三 社会分层研究对于中国社会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

在中国人的社会生活中，社会分层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十分讲究等级层次的社会，连落草的水泊梁山兄弟们，也要隆重地排一排座次。迄今为止，无论是出席礼仪、会议发言、电视上镜头、报纸上排名之先后，都常常遵循非常严格的级别顺序。说起社会分层对中国社会的巨大影响与作用，老百姓人人都十分关心的“子女教育”就是一个明显例证。教育原本的功能是对人的教化和培育，即古人云：传道、授业、解惑；今人讲：教书育人。然而，如果我们考察一下社会现实，就会发现，很多老百姓关心的并不是教育原本的功能，而是关心教育所造成的社会分层。在中国，考大学几乎成了教育的终极目的。可怜天下父母心，家长所希望的就是孩子考上大学或考上名牌大学。而一旦考取名牌大学，无论是家长还是孩子就都松了一口气。对于大学里究竟教些什么、怎样教育，多数人并不关心。这也难怪。自古以来，中国教育制度的首要功能就是通过“教育筛选”而实现社会分层。最为典型的就是“科举制”，它通过考试筛选出各级官员。科举制显示出，“筛选人”是当时中国教育的第一位功能。这一点一直影响到今天。以“高考”为指挥棒的教育体制说明，筛选和分层仍然是现行教育体制的首要功能。结果，教育本来的教化、培育、传道、授业、解惑的功能反倒位居其次。这是我国教育体制的最大悲剧。

四 关于中国社会急剧分化的现实与社会分层

为什么要研究社会分层，其实对我们中国人来说，最为重要的意义还在于，中国目前正面临非常严峻的社会分层问题。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迁。迄今为止，中国社会仍然处在分化、解组、整合、流动比较剧烈的时期。举个例子，改革以前，中国社会的私营企业主、民营经济主，以及所谓富翁阶层都已经消失多年。而今天，动辄就是富翁排行榜，亿万富翁有很大一批。而中国社会又是长期有“不患寡而患不均”传统的社会，贫富分化以后，一些人有很大的不满情绪。譬如，社会上流行的歌谣称：“大饭店往里看，里面都是贪污犯，先枪毙后审判，基本没有冤假案。”说里面都是贪污犯，不一定是事实，但这样的歌谣在社会上传诵却是事实，歌谣所反映的社会仇恨情绪却是存在的。研究证明，社会分化和社会分层已经成为激化社会矛盾的重要背景。几乎所有社会冲突都与分层问题有关，比如，城市向农村征地造成“失地农民”问题，城市房地产开发造成“拆迁”中的利益冲突；再比如近年来房产主、业主与居住者的维权运动，城市外来人口与城市管理的矛盾等等。所有这些方面的社会矛盾、社会冲突，都与社会分层研究密切相关。所以，社会分层是今日中国关乎社会安全、社会和谐、社会稳定的研究领域。

第三节 社会分层的形成过程

一 形成社会分层的机制是什么？

上文分析了社会分层与社会结构的关系。那么，一种既定的社会分层结构是如何形成的呢？形成的机制是什么呢？社会分层形成的机制有三个方面。

第一，社会制度、社会文化定义了社会资源的价值。不同制度、不同文化的社会关于什么有价值、什么无价值的定义并不一样。比如，在家族、宗族盛行的中国古代社会，一个人年龄越大，辈分越大，他在家族、宗族中的地位就越高，所以，那时候，年龄大是一种社会资源。而今天，中国进入市场竞争社会，实施了比较严格的退休年龄限制，这样，年纪轻成为重要资源，年龄大反而不利于市场竞争。当然，在这个定义的过程中，资源本身的特性也有一定影响。首先，这类资源是为人们所需求的，如果没有需求，也就谈不上价值。其次，资源是稀缺的，如果供给无限也就体现不出价值。比如，在古代没有空气污染问题，所以也就体现不出空气的价值。而近年来城市空气污染严重，所以，与旷野、草地、树林临近的空气质量好的居住区也就被定义为有较高居住价值的地区，于是，其价格攀升。当然，影响资源价值的最主要因素还是社会制度和社会文化。

第二，社会分配规则决定这些资源在不同位置的社会群体中如何分配，比如，私营企业主、医生、干部、农民、技术工人、体力工人等，他们得到多少和多大比例的资源。譬如，1956年我国对全国的企业、事业和国家机关进行了全方位的工资改革，确定了新的社会分配规则。这个规则将干部分为30个级别，又将全国划分为11类工资区，对每一个级别上的不同工资区的工资数额做了具体规定；并且比照干部的工资分层标准，对企业和事业单位的管理者、教学人员、工程技术人员、医务人员、实验人员、编辑出版人员、图书馆人员、技术工人、一般生产工人等，都做了严格的工资级别上的规定，其中，专业技术人员分为10～20级不等，工人分为8级。所以，1956年以后直到改革开放初期的社会资源分配，基本上都按照这样的规则执行。当时资源配置的内容不仅是工资，而且连住房标准、电话安装、汽车配备、秘书服务人员、医疗、食品定点供应、家具、生活用具等等，都有明确规定。这些体现了计划经济时代的社会分配规则。

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1992年以后，市场原则在社会分配规则中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换言之，“看不见的手”、竞争等在资源配置中发挥重大作用。于是，一方面，有些企业，包括不少私营企业迅速崛起，在分配中获得越来越大的份额，甚至出现了一批亿万富翁。市场冲破了原来计划经济的各种福利配置格局。另一方面，一些企业破产、不景气，工人下岗，他们得到的资源大大缩水。新的社会分配规则也是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当然，这个新的规则也还有很大的不合理成分，因为我国中央政府首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就是十几年的时间，市场经济肯定还有很多不完善的环节、很多漏洞。所以，在资源的分配上，有些人就钻了空子，甚至有些人靠走私、偷税、贪污、不正当交易攫取了大量资源；而另一些人由于分配规则不完善而利益受损。所以，今天我国在改革上面临的一项艰巨任务就是理顺和完善社会分配原则。正因为如此，2005年10月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要“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逐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有效调节高收入，规范个人收入分配秩序”。

第三，社会分层机制形成的最后一个方面是“社会流动”。社会流动将社会中的个人或社会群体引导到社会分配的高低不同的层级位置上去。大经济学家和大社会学家熊彼特（Schumpeter）曾经说过：既有的社会结构或职业结构就像一个旅馆，旅馆总是要住人的，但是，居住在旅馆客房里的人却总是流动的，不同的人都可能住在一个高档的客房或一个低档的客房里（转引自Giddens，1975：107）。所以，在稳定的和按照常规运作的社会里，社会分层是一种社会结构或高低不同的位置结构，至于谁进入哪一种位置，则是由社会流动决定的。考察不同社会的社会流动的特点，我们可以根据流动率的高低，将其分为两种不同类型的社会，即高流动率的社会和低流动率的社会。如果一个社会中处在下面的阶层能够以较高比率流入社会上层，比如，贫苦农民的子弟经过自己的奋斗，后来比较多地变成富有者，我们就称之为“高流动率的社会”。反之，如果一个社会大多是自己阶层内部的流动，比如，农民的子女还是农民，富商的孩子仍是富商，很少有跨阶层的流动，我们就称之为“低流动率的社会”。当然，无论是高流动率社会还是低流动率社会，制约流动的最主要因素还是社会制度、社会文化等。换言之，高流动率或低流动率也还是有规律的，是按照一定的社会规矩、社会常规进行的。

如果社会不稳定，不按照常规运作，比如，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期，原来的社会层级结构被破坏了，如果用熊彼特的比喻，就是连旅馆的结构也被打碎了，这时候，社会流动和社会分层就会处于混乱的状态。改革30多年来，中国社会的分层结构逐渐“定型化”（李强，2004b：93～99），也就是说，社会流动开始形成一定的规矩和规律，开始有秩序了，这样人们能够预期自己的社会流动和社会位置。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说，中国开始形成按照常规运作的社会。

二 构成社会分层的两个基本方面

对于上述社会分层的形成过程，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看，这就是构成社会分层的两个基本方面。对此，社会分层研究的大师伦斯基通俗地解释为，每一种分层理论所涉及的基本问题都是两个方面：第一，谁得到了什么？第二，为什么得到？（伦斯基，1988：2）

用规范的学术语言表述，这两个方面，第一是社会的不均等结构或者说“地位差异结构”，即社会分为地位高低不等的结构或社会地位差异的网络。这是我们考察任何一个社会、社区时，一眼就可以看到的，譬如，收入分层、级别分层，社会上有的人穷，有的人富。

第二个方面研究的是人们究竟是怎样进入地位差异结构的，比如从各级学校毕业的学生如何进入职业的分层位置，有的穷人后来变成富人，有的富人后来变成穷人。社会学家管这种进入的程序叫做“地位准入”（recruitment）机制（Parkin，1971：13）。

由此，我们可以发现两种截然不同的公平观。一种公平观认为，社会分层结构本身就是不公平的，要实现公平就必须消除此种层级结构。另一种公平观认为，分层结构本身的差异是难以消除的，公平是指人或人群进入这些结构的过程是公平的。我们暂将第一种称为“消除地位差异”的公平观，将第二种称为“地位准入”的公平观。

从“地位准入”的角度看，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如下一些准入机制。第一，血统的或等级的“地位准入”。例如，中国古代皇权的承继、欧洲资本主义以前的等级制社会，那时，贵族的地位是通过家族血统继承的。第二，通过关系网或私人介绍。从世界各国的精英集团的来源看，关系网或熟人关系都对“地位准入”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三，推荐制度。据传说“禹爷”以前的时代，一国之主是由推荐产生的。中国自古就有举孝廉、举秀才的举荐制度。“文化大革命”中，中国大学生的选拔也曾奉行“群众推荐”制度。第四，考试制度。中国的科举制开世界上通过考试实现“地位准入”之先河。今天世界各国的文官制度、公务员考试制度也都是通过考试来筛选政府管理人员。目前，考试制度的领域已经大大拓展，诸如律师、会计、评估师以及各类技师考试，五花八门，不一而足。第五，文凭制度、学位制度，它们是考试制度的进一步延伸。它们使“地位准入”更加标准化、规范化。第六，选举制度，通过选票的多寡决定“地位准入”。第七，市场竞争或经济竞争，即在商业经营、市场交易过程中，或被淘汰，或获成功。从历史变迁的角度看，近代以来，地位准入的渠道变得越来越多地依赖竞争体制，例如上述第三至七项都属于竞争型。这是符合“地位准入”公平观的理念的。

如果对中国改革开放以前和以后的社会进行对比的话，就会发现，改革开放以前占上风的是第一种公平观，即认为只有消除分层结构、缩小地位差异才是公平。而在改革开放以后，随着邓小平同志提出“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口号的普及，主导意识形态开始注重“地位准入”或“进入过程”的公平观，即并不一般反对分层本身，而是主张竞争型的“地位准入”，这样就给社会各阶层的地位上升提供了更多的竞争机会。30多年来的中国社会，既经历了社会分层结构的巨大变迁，也经历了公平观念的巨大变迁。

第四节 怎样看待各类社会分层标准

一 社会分层标准的目的与意义

如上文所述，社会分层理论研究的是人们的利益差别、地位差别和不均等、不公正现象。利益地位的差别和不均等是一种客观事实，对它可以有不同的观察角度，不同的分层理论家也有着不同的研究视角，如主要考察收入差别、职业差别以及财产、权力、声望、教育等方面的差别，由此便形成了社会分层的多种标准。而不同理论家在采用某种视角、某种分层标准的时候，总是与一定的研究目的相联系；换言之，不同的理论家之所以采用不同的标准常常是为了实现他们的不同目标。

从宏观上看，社会分层、阶级分层标准的目标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旨在发动和组织社会运动、阶级斗争，因而它更强调社会不平等对立与冲突的一面。依此目的，社会分层、阶级划分的标准必须十分严格，各阶层、群体、阶级之间应有本质区别并需要揭示冲突的内在根本原因。另一类则旨在调和各利益群体或阶级，依此目的划分的阶层、阶级的标准则可以较为宽泛。各群体、阶层、阶级的区分多是非本质的。

对于采用上述第一类的人员，著名社会分层理论家伦斯基称之为“激进主义者”，对于第二类，称之为“保守主义者”。他指出，激进主义者的信念是认为现存分配制度基本上是不合理的，而保守主义者的信念则是认为现存分配制度基本上是合理的。伦斯基认为，第一类常常采用从性质上区分的方法，而第二类常常采用从数量上区分的方法。伦斯基总结了“激进主义者”与“保守主义者”观点的八方面的不同，即对于人性、对于社会性质、对于强制在不平等中的作用、对于冲突、对于获得权力与特权的手段、对于不平等是否可以避免、对于国家和法律的性质，以及对于阶级看法的不同（伦斯基，1988：31～33）。伦斯基还认为，“激进主义者”与“保守主义者”的观点可以综合。他认为，韦伯、戴维斯、帕森斯、达伦多夫、索罗金、帕累托、奥索夫斯基等，都为综合作出过贡献。伦斯基认为，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是社会科学的两大主要探讨方式；两种观点都正确，但都有缺点，因为两种观点在强调现实的某些方面时，都忽视了其他方面，而“人类社会比这两个理论体系中的任何一个所承认的都更为复杂”。所以，他认为，对两种观点进行综合是必须的（伦斯基，1988：27）。

在过去的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的目的是要组织人民进行革命斗争，于是很自然地采用了具有激烈冲突含义的阶级、分层标准，并将它作为发动和组织群众的一件锐利武器。而到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和国家的主要目标是调整和协调社会各阶层、各阶级、各群体的利益关系以实现社会整合。然而，在1979年以前的一段时间里，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不适当地夸大了这一武器的作用，曾经伤害了广大民众的利益，这是一个重大的教训。2004～2005年，中国共产党十六届四中全会和十六届五中全会以来，中央明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这既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半个多世纪以来经验教训的总结，也是对发展目标和建设手段的重要调整。而为了实现和谐社会，从社会分层理论的角度看，我们也需要探索适合“和谐社会”战略目标的社会分层理论工具。

为此，在这一部分，笔者将剖析各种各样的区分社会地位、利益差别、阶级阶层差别的标准和方法；研究的目的在于探索什么是与“和谐社会”战略目标相适应的社会分层理论、方法。

二 社会分层的十种标准

前文已述，分层本质上讲的是社会资源在各群体中是如何分布的，因此，资源的类型和占有水平也就常常成为划分阶层、社会地位的标准。而“社会资源”的内容很广泛，那么，可以用来分层的资源主要有多少种呢？相比较而言，以下十种资源最为重要，即生产资料资源、财产或收入资源、市场资源（以上三种属于经济资源）、职业或就业资源、政治权力资源、文化资源、社会关系资源、主观声望资源、公民权利资源，以及人力资源。格伦斯基（David B.Grusky）曾提出七种资源的区分，笔者在此的分类也吸收了他的思想（Grusky，2001：4；李春玲，2005）。

经济资源毫无疑问在社会分层中居于首要位置，前文已经讲过经济资源的本原特性，经济资源分配的差异会导致多方面资源配置的差异，而经济资源的内容又比较广泛，所以，以下第一到第三种分析经济资源，第四种以后分别分析其他七种资源，总共是十个方面。

第一，根据生产资料的占有或剥削与被剥削划分社会阶层。虽然多数社会分层理论家都非常重视经济资源在分层中的重要作用，但他们所注重的经济资源的内容有很大不同；这种内容的不同，导致分层目的和目标的重要差异。

根据生产资料的占有或剥削与被剥削划分社会阶层是一种冲突色彩最为浓厚的分层理论和方法，提出这一思想的首推马克思。马克思不愧为阶级分层理论的大师，他揭示了阶级分层的根本属性。他认为社会对立、阶级对立的实质是生产、付出与占有剩余价值、剩余劳动的问题。而为什么有的人成为剩余价值的付出者，有的人成为剩余价值的占有者，关键在于所有权，比如土地、农场、企业、公司等的所有权。此种理论的意义在于它可以解释各冲突群体、各阶级之间的斗争。还有一些分层理论大师也持此种观点，比如传统马克思主义者美国的米尔斯（C.W.Mills）、布雷弗曼（Harry Braverman）等，以及新马克思主义大师赖特（Erik Olin Wright）等。

就我国目前的情况看，运用此种标准有助于揭示社会分层现象的本质，由此可以对中国体制改革中的阶级分层的长远发展趋势做出预测，并有助于对阶级对立将产生的社会后果做出政策性修正。但是，此类标准具有明显的冲突色彩，如果在传媒上广为宣传显然容易激化社会矛盾，不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

第二，按照收入划分社会分层群体。按照此种标准，低收入者构成社会下层或弱势群体，中等收入者是中间层或中产阶级，高收入者是社会上层，此种分层虽然理论基础并不强却被人们广泛采用。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平均主义的利益格局被打破，出现了社会分化、利益差别，这些很大程度上反映在收入方面。收入分层比较容易操作，有很大的应用价值，目前国家统计局每年都公布按照收入划分的各阶层收入户的情况。

在社会分层中，按照收入划分社会群体也有利于社会协调。因为，高收入、中等收入、低收入只是陈述社会事实，并未有明显的褒贬含义，使用此种划分标准不会引起人们的反感。正因为如此，中央的一些文件目前也较多地采用此种分层方法。比如，2006年3月十届人大第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就使用了“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逐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有效调节过高收入”这样的说法。

第三，按照市场地位划分阶层。这是韦伯的观点。按照韦伯的说法，所谓市场地位是指人的生存机会或控制商品与劳务等的能力，即人们在市场中可以得到的或交换到的经济资源。它比按收入划分阶层更进一步。因为，有些人的分层地位高或低并不来自收入而是来自占有其他经济资源，比如占有财产、占有某种商品、占有某种信息、占有某种机会、占有某种市场的能力等。此种标准综合了一个人多方面的生活机会和生活状况，反映了人的实际生活地位。虽然它与传统从生产关系上划分阶层并不一致，但也不可被忽视。生产关系标准注重的是内在本质，市场关系则反映的是外在表现。本质固然重要，外在表现也不可缺少，两者合一才是社会分层的事实。运用此种标准有助于区分社会上因交换关系形成的不同利益集团，比如房主与房客、销售者与消费者、债权人与债务人等。

第四，根据职业划分社会阶层。从职业角度解释社会分层的当首推社会学大师涂尔干，他从社会分工角度辨析了社会分层的必要性，剖析了职业地位高低的原因。美国社会学家彼得·布劳和奥蒂斯·邓肯在他们有重要影响的专著《美国职业结构》一书中，提出了以职业地位为基础的阶级分层模式。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社会阶层的变化速度太快，人们是否属于某一集团已无意义，唯一可以作为分层标准的只有职业。他们说：“阶级虽然可以根据经济资源与利益来定义，但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决定这些的首要因素是其职业地位”，“马克思曾经用雇佣与被雇佣作为划分阶级的标准……然而，这一标准已不再适用了，因为今天在大公司掌权的经理本人也成了公司的雇员。在当代社会中，如果阶级指的是人们所占据的经济角色以及他们对企业经营发挥的作用，那么，这些更精确地反映在他们的特定职业上而非雇佣地位上……虽然职业并非包含阶级概念的一切方面，但它是阶级最好的单独指标”（Blau and Duncan，1967：6）。

此外，根据职业划分社会阶层的社会学家还有很多。比如后工业社会理论的先驱丹尼尔·贝尔认为，在工业社会的发达阶段，诸如科学家、工程师、技术人才将成为新的统治阶级。他们在分工中的特殊地位使他们垄断了科学知识，而科学知识使他们能够控制发达工业社会的主要机构。“在未来的科学城里，已经展现出三个阶级：有创造性的杰出科学家和高层专业管理人员；工程师和具有教授地位的中产阶级；以及由技术员、低级教职员和教育助理人员组成的无产阶级”（贝尔，1984：240～241）。再者，新韦伯主义者戈德索普（John Goldthorpe）也属于按职业分层的理论家（详见本书第七讲）。陆学艺主编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一书提出的当代中国社会“十大阶层”也主要以职业分层为基础。

根据职业划分社会阶层可以看做是上述伦斯基所说的“保守主义者”的一种战略，因为它在揭示人们多层次社会差别的同时，却使人与人的关系不具有冲突色彩。从职业分工体系出发，也可以对社会分层作出合理解释，即人们地位的不同，是因为分工的不同，因而具备不同专业知识、不同技术水平的人去从事不同的工作，处在不同职业位置上就是合理的。

第五，根据政治权力划分阶层。在韦伯的三元分层理论中，政治权力是重要的一元，所以，韦伯可以被看做政治权力分层理念的较早提出者。其他社会分层理论家，比如，达伦多夫、普兰查斯（Nicos Poulantzas）等也都尝试按照政治权力分层（参见本书第三讲）。

此种理论具有较强的冲突色彩。我国自古以来就是有突出特征的官僚等级社会，迄今为止，权力之大小、高低依然是社会差别的重要标志，权力资源所能够发挥的作用常常超过财产、收入。因此，根据权力大小划分不同阶层确实可以反映社会利益群体的重大差异和对立。当然，应用此种标准必须小心，要避免因为此种划分而产生的集团对立情绪。

第六，按照文化资源区分阶层。如果就文化分层理论溯源的话，那么，凡勃伦（Thorstein Venblen）于1899年发表的《有闲阶级论》一书可以看做是开山作品之一。凡勃伦在该书中研究了闲暇生活、服装、古代遗风、宗教信仰、高级学识等文化现象与金钱和阶级之间的关系（凡勃伦，1964）。文化分层理论的另一位突出代表是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他在《区隔》一书中研究了不同阶层的生活方式与文化，探讨了阶级文化与“惯习”的关系（参见本书第九讲）。此外，迪马季奥等也是研究文化分层的重要理论家（DiMaggio，1992）。其实，对于中国社会来说，文化分层有久远的历史。比如，从语言文字上看，古代上流社会、士绅阶级书写和使用的是文言文，而普通老百姓使用的是白话文，所以，语言上已经形成了两个世界。对于文化差异表现出的阶级差异，鲁迅小说《孔乙己》中也有记录。到鲁镇酒店来喝酒的穿长衫的和“短衣帮”就代表了服饰不同的两个阶级。孔乙己本属于穿长衫的阶级，却落魄到“穷人”的队伍中来，尽管他还保留着士绅阶级的文化特征。所以，经济分层、阶级区分与文化分层并不总是有一种固定的搭配，并不总是一致的。在按照常规运作的稳定社会状态下，富人阶级会形成“贵族文化”、绅士文化，穷人阶级形成“短衣帮”的文化，文化分层对经济分层、阶级区分起到了固化的重要作用。但是，在社会发生巨变时期，文化分层与经济分层常常会错位。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处于巨变时期，仅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就发生了毛泽东主席领导的土地改革、社会主义革命、历次政治运动、“文化大革命”，以及邓小平先生开创的改革开放。由于社会总是处于巨变之中，文化分层与经济分层错位的现象就变得十分普遍。笔者试列出几种表现。首先是“文化破碎”。自古以来，高品位的文化当然容易与士绅阶级联系在一起，结果，在打碎士绅阶级的同时，高品位的文化也被打碎了。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试想如果连“旗袍”、西装、高跟鞋也要毁掉，哪里还有高品位的服饰文化呢？改革30多年来，我们确实恢复了很多高品位文化，但是，文化的建设需要“练内功”，需要比较长的时间。其次是“文化张扬”。中国的富人阶层正在出现，这并不是坏事情，但由于时间太短，一些富人阶层仍然具有“暴发户”的特征。他们唯恐别人不知道他们的财富，在文化的外在符号上极力张扬。比如，用豪华轿车张扬富裕，宾利、法拉利、悍马、劳斯莱斯等牌子的轿车成为他们竞相购买的对象。据报载，英国皇室的御驾宾利牌轿车在中国18个月内售出82辆，售价高的上千万元一辆。此种张扬的文化和生活方式表现为“纸醉金迷”的特征，与中国的国情十分不协调。再次，“文化拾人牙慧”。由于自己的文化破碎了，于是就模仿外来文化。引入外来文化本是好事情，但在太短的时间内大量引入，不辨优劣、鱼龙混杂，结果将负面因素也当作好东西引入。最后是“文化复古”。同样，由于文化破碎了，一时找不到替代物，于是就从老祖宗那里寻找。文化复古也不是坏事情，但是，要复古首先要读懂古代的文化，如果根本就不懂古代文化，结果把一些糟粕也当作好东西来恢复，那就是坏事情了。

第七，社会资源（社会关系资源）。中国人自古就重视社会关系，可惜，我们没有很好的理论构建和理论总结，反而是西方学者提出了系统的社会关系理论。从理论脉络来看，在社会分层中最早重视社会关系资源的有沃纳（W.Lloyd Warner）等人。他们在1949年出版的《美国社会阶级》（Social Class in America
 ）一书中分析了社会网络、社会关系对人们进入上层社会的重要作用等。当然，如果就“社会资本”概念溯源的话，有主张追溯到雅各布斯（Jane Jacobs，1961）的，也有主张追溯到布迪厄的。后者在1980年发表的《社会资本随笔》中认为：社会资本是“实际或潜在资源的集合，这些资源与由相互默认或承认的关系所组成的持久网络有关，而且这些关系或多或少是制度化的”（李蕙斌、杨雪冬，2000：3）。科尔曼（James Coleman）则认为：“社会资本基本上是无形的，它表现为人与人的关系。”（科尔曼，1990：335）此外还有格兰诺维特（Mark S.Granovetter）和林南（Lin Nan）等人，他们则更注重实证研究和对中国社会关系的研究等等。其实，论起社会关系，在实践层面上，中国最为发达。

改革30多年来，在中国社会分层关系发生巨大变迁的过程中，社会资本、社会关系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其发挥作用的渠道，大多是“熟悉人”关系、社会网络、社会圈子等。笔者在这里使用“熟悉人”一词而没有使用“熟人”一词，因为前者涵括了所有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关系，而后者仅仅是社会关系中的一种。在此，笔者有必要对所使用的“熟悉人”概念做一点解释。“熟悉人”特指在中国的场景下，因多种社会联系而形成的具有比较频繁社会互动的社会关系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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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统上，人们常说中国是“关系社会”，笔者所说的“熟悉人”就是对我国“关系社会”的概括。在中国，“熟悉人”是社会信任的基础，而社会信任是社会成员能够相互联结、社会得以正常运转的基础。费孝通先生曾经用“差序格局”来概括中国关系社会的基本特征和基本结构。笔者所说的“熟悉人”与“差序格局”是一致的，差别仅在于解释的向度不同。“差序格局”是解释中国人以己为中心而形成的像水波纹一样“近强远弱”的社会关系结构，而“熟悉人”是解释中国人相互联结的本质特征。

改革30多年来，在中国的场域里，“熟悉人”对于资本、资源、财产、收入等的调整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知道，改革的本质就是人们或人群利益关系的调整。在不同的社会里，利益调整的渠道是不一样的，在中国，“熟悉人”就是利益调整的重要渠道。

“熟悉人”的类型多种多样，比如，亲属关系。中国社会历来重视亲属关系，传统中国社会是家族、宗族型社会，亲属关系的队伍十分庞大。亲属关系是社会信任、社会团结的主要纽带。正因为如此，责任也是连带的，于是才有所谓“诛九族、满门抄斩”的被视为最严酷的处罚。改革以来的中国社会虽然以小型家庭为主，但家庭、亲属的社会纽带作用仍然十分突出。在急剧转型的中国社会里，当众多业缘关系随着企业、单位的转制而解体以后，传统的社会纽带和信任关系瓦解了，于是亲属关系作为社会依赖、社会信任的地位有所上升。20世纪90年代末，笔者对失业下岗现象的研究曾经发现，根据全国的调研数据，职工失业下岗后，生活来源的主要依靠，排在第一位的是家庭成员和亲戚，其他关系和因素的比例都远远小于亲属关系。同样的道理，在转型中，当家庭某一个成员获得巨大利益后，他往往会将资源在亲属内部再分配，因此，亲属关系也就成为改革以来物质利益再分配的重要渠道。譬如，迄今为止，在中国的私营企业里，老板多是将最重要的经营管理权托付给亲属来控制。所谓“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就反映出中国“家庭伦理本位”社会的基本特征。以上仅以亲属关系为例，说明中国“熟悉人”体系怎样调节利益分配。至于其他的“熟悉人”，比如老同事、老战友、老首长、老部下、老乡、老同学等等，也莫不如此。

由此我们可以总结，转型时期“熟悉人”关系对分层的影响同时存在两个方面：聚集财富的作用和分散财富的作用。在聚集财富方面，特别体现出“关系就是财产”的特点。一些人通过“熟悉人”关系获得了各种具有垄断型的特权，比如土地使用“批件”、各种特殊经营许可证等。通过“熟悉人”来聚集财富，手法十分隐蔽，能够钻很多法律的空子，表面看来是公平竞争，实际上是资源为极少数“熟悉人”群体所控制。而且，很多的腐败、贿赂、回扣、资金返还，也是通过熟悉人实现的。当然，“熟悉人”也有分散财产的作用。如前所述，一些失业下岗人员从家庭其他成员、亲属那里获得救助，就是分散财富的重要例证。那么，“熟悉人”究竟是聚集财富的作用大，还是分散财富的作用大呢？这当然需要实证的数据证明。笔者在此提出一个假设，即亲属关系所起的作用，还是以分散财富为主。其原因如下。

改革以来，我们所承继的是毛泽东的革命所塑造的社会结构和家庭结构。该结构的主要特征是阶级结构被打碎了。这样，无论在家庭内部还是在社会组织中，社会网络均表现为较强的成员异质性，即同一个社会网络里有处于不同地位上的社会成员。改革30多年来也没有能够改变成员异质性的特征。比如，在同一个家庭里，有的人发财了，有的人却下岗了。正因为如此，中国家庭内部常常通过社会关系网络交换资源。比如，当兄弟姐妹之间出现很大经济地位差异时，常常是父母出面进行再分配。这种现象是中国社会所特有的，在其他社会很少见到。所以，这是中国“熟悉人”社会经济资源再分配的一种特殊途径。这一途径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贫富差距的危机。

此外，还有一种区分社会群体的因素也可以归入社会关系资源的分层标准，这就是“社会距离”（social distance）。不同社会层次，不同社会阶级之间有着不同的社会距离。按照这种理论，社会距离是反映社会关系亲密程度和等级的指标，它可以用来区分社会阶级。同一阶级或群体成员之间有社会交往的可能性，有社会认同感，可以形成社会交往关系，甚至有密切的接触，社会距离很小。不同阶级之间有社会障碍、社会阻碍，社会距离比较远，人们甚至可以发现不同社会阶级之间的鸿沟现象。奥索斯基曾认为，社会距离是阶级的基本特征之一，是划分社会阶级的行为标准，不同阶级的行为不同，它也会产生多方面的影响（Ossowski，1963：Chapter 9）。美国社会学家埃默里·博格达斯（Emory Stephen Bogardus）最早设计了社会距离的态度量表，称为“博格达斯社会距离量表”（Bogardus Social Distance Scales），试图用量化的方法测量人们之间的社会距离（Bogardus，1925）。

第八，因社会声望资源不同而形成的分层群体。这是一种主观分层模型。社会学历来重视主观评价对社会地位的影响，这是有道理的。因为一个人社会地位的高或低，必须要得到别人或公众的认可。如果没有公众的认可，他的所谓社会地位也就失去了意义。比如，社会上有一些所谓“暴发户”虽然赚了很多钱，经济地位很高，但是不被上流社会认可，结果就进不了上流社会的圈子。

传统的主观分层模型的主要代表有沃纳等人，亦称沃纳学派（Warner School）。沃纳与伦特（P.S.Lunt）、米克（Marchia Meeker）、伊尔斯（Kenneth Eells）等人于1949年发表《美国社会阶级》，提出主观的阶级模型。他们采用了社区居民相互之间声誉评价的方法，提出了六个阶层的观点，即上、中、下三个阶级各自分为两层，六个层为：上上层，下上层，上中层，下中层，上下层和下下层。

帕森斯也是主观分层的倡导者，他认为一个人在社会上地位的高低是由他人的评价决定的，而这种评价是根据这个人所能够做到的与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价值观相一致的程度决定的（Parsons，1964：83）。所以，主观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是第一位的，而经济的地位是第二位的。此外，特雷曼（Donald Treiman）也是专门研究声望分层的。他用数据证明，世界各国对于职业声望高低的评价非常接近，也就是说，职业声望的排序并不因各国文化之不同而发生差异，并解释说这是因为社会结构相似所致（Treiman，1977：5-12）。

我们知道，声望地位与经济地位常常不一致，比如声望地位很高的人财产地位却可能比较低，对于这种不一致的情况，社会学称为“地位相悖”（status inconsistency）。比如改革前期（20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曾出现“脑体倒挂”现象，就是指声望地位较高的知识分子，当时的收入地位变得很低，结果引发了他们的不满情绪。再比如，山西煤矿主的一些“暴发户”到京城来狂购豪华轿车，虽然财产很多，但是声望地位很低，被人们嗤之以鼻。同一个社会群体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下声望地位也会不同。比如，传统中国社会里老人的声望地位高，村庄里一些争端常常由德高望重的老人来裁决。而改革以来，村庄里以年轻人为主体的农村精英，在流动中获得了较多的经济资源、技术资源和文化资源，因而在村庄中的声望地位有很大上升，甚至超过了老人。

改革以来，我国的声望地位处于很不稳定的状态。笔者曾经用数据证明，我国目前存在“冲突型”的职业声望评价，即社会上对同一种职业的评价产生重大分歧，声望评价的“标准差”很高。数据显示，我们的职业声望评价与国际上多数国家的职业声望评价有着明显的差异，职业声望评价的一致性低于多数国家，冲突性的、分裂性的职业声望评价高于其他国家。笔者以为究其原因，是中国社会正在经历重大的社会结构变迁，传统价值观念体系解体，新的价值观念体系又还没有形成，于是声望评价失衡。所以，声望分层的优点是能反映社会心态，表现出真实互动的社会成员的地位评价，缺点是很不稳定。

第九，民权资源的分配。这是一个比较典型的西方概念。社会学认为民权包括三个方面：第一，公民权利，包括言论、集会、结社和自由行动等权利，即在法律面前的平等权利；第二，政治权利，包括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等；第三，社会经济权利，包括享受社会福利、社会保障的权利等。英国社会学家马歇尔（Thomas H.Marshall）在其1950年的著作《公民、社会阶级等论文集》中作了较为详细的探讨。马歇尔认为，早期社会，民权资源是阶级区分的重要标志，有公民权的与没有公民权的、有选举权的与没有选举权的是不同的阶级；随着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发展，一般的公民权利扩大到了社会的各个阶级，既然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民权就成为各个阶级共享的资源（Marshall，1950）。批评者认为，马歇尔是过于乐观了。民权资源在社会阶级、社会群体中的分布仍然是不平等的，特别是在社会经济领域，社会福利、社会保障的分层差异还非常明显。

民权资源分配所造成的社会分层对于中国是否有意义呢？笔者以为不仅有意义，而且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笔者在以往的研究中已经多次论证过，自古以来中国就是一个十分注重身份等级的社会，身份等级将人分为三、六、九等，这在共和制建立以前的时代是司空见惯的现象，所谓“礼不下庶民，刑不上大夫”。然而，共和制建立以后，确实产生了矛盾，一方面按照宪法的原则，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另一方面，民权资源又确实不是平等分配的。远的不说，直到今天，民权资源在中国公民中的分配也有巨大差异，这方面的例证最突出的莫过于户籍制度。户籍制度将中国的公民按照他们的户籍登记地而区分为享受不同公共资源的区域群体，人们在教育、社会福利、社会保障方面当然就会出现民权资源的重大差异。更突出的一个事例是2003年6月20日，中国国务院废止了《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在这个《办法》废止以前，“无合法证件、无固定住所、无稳定经济来源”的所谓“三无”人员（主要是外来农村人口）是可以被关押在收容所里、被限制人身自由的。虽然这个《办法》与宪法的民权原则相抵触，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却被社会认可。所以，研究民权资源的分配，对于我们确实有重大现实意义。

第十，人力资源或人力资本的分配。这研究的是由于资历、教育、工龄等的不同而产生的分层现象。人力资本理论的创立者是舒尔茨（Theodore Schultz）、贝克（Gary Becker）等人，他们的研究大大扩展了物质资本的内容（Schultz，1963）。科尔曼认为，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是不同的，社会资本存在于人与人之间，而人力资本存在于一个人的自身之内，并认为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相互补充（科尔曼，1990：335～336）。由于人力资源的差异而造成的分层地位的不同，被认为符合“后天努力”原则。在研究社会分层时，社会学常常使用两个概念，一个是“先赋地位”（ascribed status），指一个人与生俱来的、不经后天努力就获得的地位，比如贵族爵位的继承；另一个是“自获地位”（achieved status），指不是先天具有的，而是通过后天努力而获得的地位。这一对概念所内含的价值观认为，先天的地位差别是不合理的，而因后天努力所形成的地位差别是合理的。从这种视角看，因人力资源不同而形成的地位差别属于“自获地位”。

然而，如果比较中国在改革以前和改革以后，人力资源对经济地位、经济收入的影响，就会发现有很大的差异。改革以前，我国人力资源中的年功、资历对工资的影响巨大，一个人在单位工作的年头越多、资历越高，工资就越高。所以，老年人的工资水平高而年轻人的工资水平低。改革以后，工资分为基础工资和奖金两个部分。在多数单位，基础工资比例很小，而奖金部分比例很大，而年功、资历仅仅对基础工资部分有影响，而比例很大的奖金部分与年功、资历没有关系，是由业绩、成果、劳动量决定的。这样，老年人当然比不过年轻人的业绩、效绩、成果、劳动量，所以，近年来，我们越来越明显地看到青壮年的工资高于老年人的工资。而且，作为退休金计算的仅仅是基础工资部分，奖金部分完全没有，所以，就出现退休后收入剧减的情况。从经济地位上看，我国社会总体趋势是年轻人的地位上升，老年人的地位下降。

总之，按照以上十种不同的资源可以区分不同的社会分层群体。十个方面的侧重点各自不同，由此划分了不同的分层组合。而这些不同的分层组合所划分的阶级、阶层、社会集团、社会群体又常常相互交叉。在一种标准下处于同一个阵营的群体，在另一种标准下又可能被分解为不同的社会群体。反之，在某一种标准下有差异的多个集团，在另一种标准下却可能被划为同一个集团。韦伯曾经提出三元分层视角，其实，社会分层的体系远比三元分层复杂得多。如果说韦伯的三元标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社会群体的利益冲突的话，那么，本讲提出的十种标准当然可以在更为广泛的领域缓解群体间的对立关系。

既然分层的标准是多样的，不同的社会学家自然会采用不同的标准。那么，某一位社会学家，之所以采用某一种标准而没有采用另一种标准，显然有其目的、目标或价值取向。本节一开始，笔者就曾经指出，作为处在市场转型和社会巨变最为重要时期的社会学家，面对十分复杂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探索区分社会地位、利益差别、阶级阶层差别的标准和方法，其目的和目标是想寻找缓和社会矛盾、协调社会关系的有效途径。从这个角度看，以上所阐述的分层的十种标准就是分层研究的十种工具，至于我们采用哪一种标准，那要看哪一种工具更有利于缓和社会矛盾、协调社会关系，更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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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笔者所提的“熟悉人”概念曾受到笔者友人郑也夫先生的启发。


第二讲 传统社会分层理论

讲到传统社会分层理论，以往人们主要关注的是两个流派，即马克思的阶级理论和韦伯的分层理论。其实，除了这两大流派外，涂尔干的分层理论也不应忽视，因为，后来的功能主义分层理论主要是从涂尔干这里发源的。而且，涂尔干所阐述的分工和职业分层，在今天的社会中日益重要。所以，将传统分层理论分为三个流派有其道理。从后来的发展看，如果说有新马克思主义、新韦伯主义的话，那么也有新涂尔干主义。下面分别述之。

第一节 马克思的阶级理论

马克思是经济理论、分层理论的大师，因此，开宗明义，首先介绍一下他的观点。

一 关于阶级与社会分层起源的思想

马克思认为，阶级现象的出现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马克思认为，这是他对于阶级理论所作出的三个新贡献之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1972：332～333）。对于这一思想，恩格斯后来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中，作了较为清晰的说明。他认为，所谓阶级现象“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就是说，当生产力有一定发展而又未高度发展，当社会的总产品还不能充分满足全体成员的需要，当社会的剩余产品还只能满足少数人的较高需求时，社会就必然产生阶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1972：439）。

那么，阶级产生的具体过程如何呢？马克思认为，它起源于分工和私有制。马克思较多地从分工的角度研究了社会分层。

在分工问题上，马克思区分了自然分工与社会分工。他认为，自然分工是分工发展的起点。他说，分工起初是性别差异造成的，后来，由于天赋（比如体力的差异）而发生了自然分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1972：36）。当然，在有些场合他也强调，自然分工是自然环境不同而引起的，他认为社会分工或社会内部分工是从自然形成的分工上发展起来的。他阐述了社会分工的两个起点，即一个起点在于氏族内部因生理差异而形成的自然分工，另一个起点在于不同的氏族由于所处的自然环境不同、所拥有的生产和生活资料不同，于是他们之间进行产品的互相交换，在这种交换中产生了社会分工（《资本论》第一卷，1975：389～390）。自从有了社会分工，私有制便产生和发展起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说：“分工和私有制是两个同义语，讲的是同一件事，一个是就活动而言，另一个是就活动的产品而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1972：37）而分工和私有制使社会上形成了对立的阶级。如果将马克思的思想用图展示则为：

[image: ]


二 关于阶级形成的思想

要理解马克思的所谓“阶级形成”，首先要理解什么是阶级。虽然马克思从来没有给“阶级”下过一个明确的定义，但他的众多著述都表明，阶级是占有同样经济地位的群体，特别是指一个集团与生产资料的关系，或是否占有生产资料。这样说来，阶级讲的是经济地位。

如果阶级仅仅是经济地位，那么，我们可以在统计上将所有具有同样经济地位的人放在一起而称之为阶级。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阶级还具有行动上的意义吗？阶级在多大程度上是一个有真实社会互动的、有社会行为意义的社会群体呢？

对于韦伯来说，这并不是个最为核心的问题，因为，韦伯完全把阶级和阶级行动分隔开来，他不认为阶级必然会产生共同行动。然而，对于马克思来说，这却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因为，马克思预言工人阶级会联合起来，形成共同行动。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他们被社会抛到了底层，共同的被剥削的经济地位会促成他们的共同行动。马克思曾被这个问题困扰，他多次预言工人阶级革命的到来，但又一次次没能够实现。

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文中，当分析阶级能否形成时，马克思说：“既然数百万家庭的经济条件使他们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与其他阶级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各不相同并互相敌对，所以他们就形成一个阶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1972：693）这就是说，阶级的形成首先是人群要具备经济地位的一致性，在此基础上，这一群体形成的生活方式、利益、教育也具有一致性，特别是不同群体利益的对立，促成了阶级的形成。然而，在同一篇文章中，马克思又说：“由于各个小农彼此间只存在有地域的关系，由于他们的利益同一性并不使他们彼此间形成任何的共同关系，形成任何的全国性的联系，形成任何一种政治组织，所以，他们就没有形成一个阶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1972：693）这样看来，马克思认为所谓经济地位的一致性、经济利益的统一性还不足以导致阶级形成，阶级的形成还必须具备真实的社会关系和社会互动，要有联系和政治组织。

那么，阶级的形成到底是一个群体具备经济地位、经济利益的一致性就可以了呢，还是，阶级的形成必须是一个群体具有真实的社会联系、社会互动和建立政治组织呢？

如果仔细考察马克思的思想的话，可以发现，马克思认为阶级形成有两个阶段，即“自在阶级”（class in itself）与“自为阶级”（class for itself）。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说：“经济条件首先把大批的居民变成工人。资本的统治为这批人创造了同等的地位和共同的利害关系。所以，这批人对资本说来已经形成一个阶级，但还不是自为的阶级。在斗争中，这批人逐渐团结起来，形成一个自为的阶级。他们所维护的利益变成阶级的利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1972：159）所以，马克思的观点是，阶级的形成有两个阶段，有了共同的经济地位和利害关系只是第一个阶段，有了真实的社会互动、社会行动和政治组织以后才是第二个阶段。

马克思以此解释经济地位与阶级行为、社会态度不一致的情况。他认为，一个人所处的客观经济地位最终一定会通过这个人的思想行为表现出来，但这要有一个过程。比如，工人的思想态度可能与其经济地位并不一致，但这并不意味着工人的经济地位不起作用，而只是说明，这些工人尚处在“自在”阶段。

三 关于“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的思想

马克思说：“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1972：250）斗争是压迫者和被压迫者的斗争；斗争的结局，或者是整个社会受到革命改造，或者是斗争中的各阶级同归于尽。

怎样看待这个思想呢？过去，我们的理解曾有一定偏差，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将人类社会的历史仅仅理解为阶级斗争的历史，结果，一方面是人为地挑拨阶级斗争，另一方面，我们编写的历史书全都是农民起义、阶级斗争，历史书简直没法看了。

自有文字以来的历史，因群体经济利益的对立而产生的冲突是普遍存在的，但不能认为人类社会只有阶级冲突，不能认为人类历史仅仅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马克思绝不是这个意思。人类社会也有和谐相处的一面。我们中华民族的历史，也是中华民族经济和文化发展的历史、物质进步的历史，也是中华民族所特有的精神文明——仁义理智信、礼义廉耻进步的历史。那么，怎样理解马克思所说的阶级斗争呢？

阶级斗争的思想，揭示了人类社会关系的本质，但绝不是人类社会关系的全部。人类社会关系的本质确实是经济利益关系，这是马克思用阶级关系表述的。但除了经济利益关系以外，人类也还有多种社会关系。人类当然也有和谐相处的一面，中华民族的历史还是和平的时间长、战争的时间短。但是，从马克思的观点看，即使和平时期人类社会关系的本质也是经济利益关系，也存在人们经济利益上的矛盾和冲突。所以，笔者以为，马克思的意思是，对于任何时期的社会历史和社会活动，都可以做阶级利益或经济利益的剖析，都可以从中发现阶级利益冲突的痕迹。而且，正是这种阶级利益或经济利益，成为经济发展、文明发展的动力，促使人类社会进步。举个例子，改革开放30多年，是近百年来中国经济发展最为迅速的时期。表面上看来，这30多年是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快速发展，是城市的大规模建设。如果用马克思的阶级理论剖析，就可以发现隐含在内部的利益冲突和利益驱动，比如一方面，城市的迅速扩张与房地产商所获的巨大利益密切相关，而另一方面，房地产商与许多拆迁户的利益冲突又是绵延不断的。从这样一个特殊的视角看，就正如马克思所说的：“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1956：82）

四 关于资本主义工业社会必然形成重大社会冲突的思想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由于其内在的矛盾，必然会产生重大的社会冲突，并最终导致革命的发生。对于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这种内在矛盾，马克思有过哲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的多种表述：“劳动和资本的这种对立一达到极限，就必然成为全部私有财产关系的顶点、最高阶段和灭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二卷，1979：106）；还说：雇佣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鸿沟，随着现代大工业的逐渐占有一切生产部门而变得越来越深，越来越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二卷，1965：110）。那么，矛盾为什么会愈演愈烈呢？

马克思论证的逻辑是这样的：第一，工业化发展越迅速，社会不平等问题就越严重。第二，工业化越发展，社会就会有更多的被统治者或无产者，他们会形成一个紧密团结的阶级。第三，随着被统治者形成紧密团结的阶级，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冲突的频率和强度会增加。第四，在冲突中，阶级成员通过交往会发展出自己的意识形态，认识他们自身的阶级利益，从而更增加他们的团结。第五，随着社会的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两极分化，冲突不断加剧。第六，冲突的加剧导致革命的发生。

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证逻辑最初表述在《共产主义原理》和《共产党宣言》中，后来，他们又在其他很多著作中对此观点作了论证。马克思关于社会两极分化、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冲突越来越激烈的观点，也是受到他哲学上异化（alienation）思想的影响。

关于社会矛盾导致重大社会冲突并最终导致革命的问题，后来又有许多学者从实证角度作了论证，比如戴维斯和格尔（Gurr，1968），以及斯梅尔塞（Smelser，1962）等。

然而，事实的发展是，后来欧洲工业化资本主义国家并没有发生马克思所预言的革命，为什么呢？仔细考察，马克思的论证逻辑也并没有错，问题是资本主义的实践发生了重大变化。

笔者以为，主要有三个变化。第一，这已经被库兹涅茨“倒U形曲线”的实证研究证明，即资本主义“不平等”的发展并不是沿直线上升的，而是在达到一定程度后，又会沿着“倒U形曲线”的路径下降。第二，就是本书后面分析达伦多夫的理论所揭示的，资本主义建立了制度化的调节社会矛盾的机制。第三，就是本节下面第五点所谈的，中间阶级在西方社会发展壮大起来。

五 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化和中间阶级的思想

总的来看，马克思在他的著作中比较鲜明地阐述了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无产阶级队伍会不断扩大的思想。这主要表现在两方面。

第一，无产者队伍的扩大。马克思说：“资本愈增长，雇佣劳动量就愈增长，雇佣工人人数就愈增加，一句话，受资本支配的人数就愈增多。”（《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1972：367）

第二，中间阶层不断落到无产阶级队伍中来。他说：“以前的中间等级的下层，即小工业家，小商人和小食利者，手工业者和农民——所有这些阶级都降落到无产阶级的队伍里来了，有的是因为他们的小资本不足以经营大工业，经不起较大资本家的竞争；有的是因为他们的手艺已经被新的生产方法弄得一钱不值了。无产阶级的队伍就是这样从居民的所有阶级中得到补充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1972：259）

如何评价马克思的这一思想呢？如果仅从资本主义社会关系雇佣劳动化这一点上看，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几乎所有劳动都被打上了雇佣劳动的烙印，绝大多数有经济活动能力的人口，都变成要么是雇主，要么是领取工资的受雇者。仅从这一点上看，马克思的预言是对的。但我们知道，所谓无产阶级通常是指处在社会下层的阶级或贫困者。如果从这种观点看，当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下层阶级或贫困者的规模不仅没有扩大，反而有所缩小。

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本人在其著作中也确实曾经表达过中间阶级并不是日益缩小，而是有所扩大的观点。

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中写道：马尔萨斯的“最高希望是，中等阶级的人数将增加，无产阶级（有工作的无产阶级）在总人口中的比例将相对地越来越小（虽然它的人数会绝对地增加）。马尔萨斯自认为这种希望多少有点空想，然而实际上，资产阶级社会的发展进程却正是这样”（马克思，1976a：63）。

马克思在批判李嘉图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为资本主义制度下采用机器作辩护时说：“李嘉图在这一章中要努力解决的正是这些矛盾。他忘记指出：介于工人为一方和资本家、土地所有者为另一方之间的中间阶级不断增大，中间阶级的大部分在越来越大的范围内直接依靠收入生活，成了作为社会基础的工人身上的沉重负担，同时也增加了上流社会的社会安全和力量。”（马克思，1976b：653）

所以，如果全面考察马克思的理论，也会发现，马克思对于中间阶级的发展也表达过不同于他的“无产阶级化”的理论见解。

六 马克思关于阶级模式的思想

所谓阶级模式指阶级体系是怎样构建的。对于马克思的阶级模式思想，学界存有争论。归纳起来，主要是三派观点，即认为马克思是两个阶级的模式、三个阶级的模式和多个阶级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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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两个阶级的模式，学者一般是引用《共产党宣言》中的话：资产阶级时代的一个特点是，“它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1972：367）。上文已经讲过，如果仅仅从西方工业社会就业已经充分雇佣化了的角度看，今天的欧美社会还真的具有雇主和雇员两个阶级的特点。当然，如果从其他角度看，情况则要复杂得多。

所谓三个阶级的模式，有两种解释。一种是根据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一段话。马克思说：“单纯的劳动力所有者、资本的所有者和土地的所有者，——他们各自的收入源泉是工资、利润和地租，——也就是说，雇佣工人、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形成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础上的现代社会的三大阶级。”（《资本论》第三卷，1975：1000）研究者认为，马克思的这个模式显然受到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一分为三职能图式的影响。

另一种是按照人与生产资料的关系，占有大规模生产资料的、占有有限生产资料的和不占有生产资料的，分别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

所谓马克思的“多阶级的模式”，是指马克思在具体的国别研究中列举的阶级。比如，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马克思列举了六个阶级：金融资产阶级、工业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农民阶级、无产阶级和游民无产阶级；在《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中，马克思列举了七个阶级：封建贵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富农与中农、佃农、农业工人和工业工人。

第二节 韦伯的分层思想

韦伯关于分层的思想主要表述在他的一篇论文《政治社会中的权力分化：阶级、身份群体与政党》中。文章虽然不长，但对社会学分层理论的影响却十分久远。

一 韦伯关于社会是多元分层体系的思想

传统上，说起韦伯的分层理论，人们首先要谈的就是他的多元分层思想。人们认定为韦伯的多元分层理论，常常是这样表述的（波普诺，1999：239～242）：韦伯确定了社会分层的三个基本方面或基本维度，即财富和收入（经济地位）、权力（政治地位）、声望（社会地位）。财富指全部经济财产的构成，因财富的不同，人们区分为穷人和富人。权力是指一个人或一群人对他人实施控制和施加影响的能力。声望则是一个人从他人那里获得的良好评价或社会的公认。实际上三种地位并不分立，而是交织在一起的。

那么，这三个基本方面相互之间是什么关系呢？在马克思看来，经济地位具有本原的特征，人们占有了经济地位、拥有了生产资料就可以直接或间接地拥有政治权力，并进而影响控制意识形态。韦伯则认为，三者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影响是互相的，而不是单向度的一方决定另一方的关系。韦伯认为经济的权力也可能来自非经济的权力，比如任何一种法律秩序的结构都会对经济权力的分配发挥影响作用，并不占有生产资料的政府或官僚机构的雇员也可以行使很大的经济权力。人们追求权力不一定仅仅就是为了经济上的发财致富，权力也有其自身的价值。同样，权力与声望以及金钱与声望的关系也是如此，并非任何权力都能带来声望，赤裸裸的金钱权力绝对不是被人们认可的社会声望的基础。相反，社会荣誉、社会声望却常常可以成为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的基础，事实就是如此（Weber，1994a：113）。

笔者以为，韦伯多元分层的意义绝不仅仅在于他提出了社会分层的三个基本维度。就分层的维度来说，可以区分社会层次的主要维度还有很多方面，本书第一讲就提出了十个方面：即生产资料、财产或收入、市场资源、职业或就业、政治权力、文化、社会关系、主观声望、公民权利，以及人力资源等。韦伯多元分层更突出的意义在于“多元”，即区分社会阶级、阶层、社会地位群体可以有多种标准。由于标准众多，各个阶级、阶层、社会地位群体的关系也就变得是交织在一起的。这样，所谓利益分化的界限也就变得模糊起来，该理论的倾向是要调和阶级利益。过去在革命战争年代，革命组织者的责任是要激化阶级矛盾与冲突，当然就要采用锐化阶级界限的定义，当然就要摈弃调和阶级利益的理论。然而，今天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从构建“和谐社会”的角度看，这样的模糊当然有利于调解社会矛盾、缓和社会紧张关系。所以，寻求社会稳定、社会和谐的研究者都比较倾向于采用韦伯的多元分层标准。

二 共同体与社会分层

韦伯频繁使用“共同体”的概念。什么是共同体呢？韦伯说：如果“参与者主观感受到的（感情的或传统的）共同属于一个整体的感觉，这时的社会关系，就应当称为‘共同体’”（韦伯，2000：62）。那么，仅仅是主观感觉就可以成为共同体吗？情况还不这样简单。韦伯说：“关于共同境况和其后的简单‘感觉’，还不能造就一个共同体。他们只有在这种感觉之上，不仅仅在他们各人和环境之间，而且以某种方式在他们各人之间，在双方的相互行动中互为取向，他们之间才出现了社会关系。而只有到这一社会关系打上了同属于某一整体的感觉印记时，才产生了‘共同体’。”（韦伯，2000：64）所以，共同体是一种特定的社会关系，其成员有着互为取向的行为作为基础，而外在表现为成员的相互认同的感受。

韦伯关于社会分层的思想表现在他对“共同体”的分析之中。他在剖析共同体内部权力分配的时候，提出了三种共同体，即阶级、身份群体和政党。他认为，这三种共同体都具有如下四个特点：第一，有一定的区域界限；第二，有提供为其统治所需物质力量的能力；第三，对于共同体内的社会互动有明确规定；第四，有一套被成员认可为合法的法律规范体系。

韦伯认为，阶级、身份群体和政党是社区内部权力分配的三个重要方面。阶级与经济秩序相联系，身份群体与社会秩序相联系，政党与政治或法律秩序相联系。如果与马克思的思想比较的话，韦伯的意思是说，人们频繁地在三种共同体里生活，而不仅仅是在阶级这样一种共同体里生活。韦伯甚至认为，阶级实际上还谈不上是共同体，因为阶级还仅仅是在经济方面有着一致利益的人，这些人很可能并没有形成互动，彼此没有关联。这就是为什么韦伯在定义“阶级”时还特别强调：阶级不是确定意义上的共同体。相比之下，韦伯更强调身份群体的互动特征，比如在同一所大学上学的学生，尽管他们来自不同的阶级，但他们的社会身份相似性可能更强，他们之间的互动和认同更强。同样，政党也是促使其成员产生实质的、密切的社会互动的共同体。所以，在三种共同体比较中，韦伯更看重的是身份群体和政党的实际社会互动意义，而或多或少地轻视阶级的共同体意义。

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社会也有一些具有本民族特色的、有着实质社会互动关系的共同体。比如，中国传统社会的家族、宗族共同体所联合的成员规模比西方社会就要大得多。再比如，中国改革以前的“单位”共同体创造了一种成员（职工）对于单位依赖的特殊模式，单位包揽了其成员广泛的社会福利、社会保障的职责，单位共同体是当时中国城市社会最重要的社会整合模式。

分层原本强调的是垂直的地位差异，而共同体强调的是横向的互动和认同，所以，共同体显然是一种弥合地位差异的视角。韦伯在分层的研究上突出共同体的特性，这与其缓和利益冲突的倾向相一致，当然也可以成为我们构建社会和谐的理论工具。

三 韦伯的阶级定义

韦伯认为，阶级是指在生活机会、商品占有和经济收入等方面有着一致利益的群体。他给阶级下了一个定义：“在我们的术语中，‘阶级’并不就是共同体，它仅仅代表一种共同行动的可能性和经常的基础。只是在下列情况下，我们才可以说阶级：第一，在生活机会特定的作为原因的构成上有着一致性的人们；第二，这种构成仅仅是指商品占有与收入机会上的经济利益；第三，这种构成是处在商品的或劳动市场的条件下。”（Weber，1994a：113-114）

怎样理解韦伯的阶级定义呢？韦伯定义阶级时的核心术语是“生活机会”（life chance）。他在强调阶级的三要素时，将生活机会放在了第一位，其次才是商品占有和收入。生活机会概念的优点是涵括力强，它将造成地位差异的各种类型的资源都包含在内。当然韦伯重视的是经济资源。在韦伯看来，占有或不占有房产、车间、矿山、牲畜、资本等，最终都会对生活机会发生影响，但最重要的还是生活机会。而且，韦伯强调只有在市场的条件下才形成阶级，如果没有市场就没有自由交换和自由流动，那就只会形成等级而不是阶级。在市场上，不同地位的人在利用商品或劳动的机会上有着明显的差异。韦伯认为，市场上的这种机会对于个人命运来说是一致状况的决定因素，在这个意义上，阶级地位就是市场地位（Weber，1994a：114）。总之，韦伯重视的是阶级的市场关系而不是生产关系。

韦伯区分了阶级与阶级地位（class situation），认为，阶级地位是指个人或群体所能够获得的以下三方面的典型的可能性或机会：第一是商品获得，第二是外在的生活状况，第三是内在的主观的满意和不满意。而在这三方面占有同样地位的人群就是阶级（Weber，1994b：122）。

就好比韦伯在分层上是多元标准一样，在阶级的区分上韦伯也是多元标准。韦伯认为根据不同的标准可以区分三类不同的阶级体系。

第一类叫做“财产型阶级”（property class），即主要根据占有财产的不同类型来区分的阶级。财产型阶级分为正向的获利者和负向的利益受损者。正向获利的有产者有如下垄断特权：购买价格十分昂贵的消费品；销售中的垄断地位；垄断了财富迅速积累的机会；垄断了投资等资本积累的机会；垄断了社会方面的一些优势、特权（比如教育）。典型的有产者如“吃租息者”、债权人等。与此相反是负向的利益受损者，比如连他们自己也被当作财产占有对象的、没有人身自由的人，失去社会地位的古代的无产者，负债人，穷人等。

第二类叫做“获得型阶级”（acquisition class），即主要根据在市场中获得服务的机会决定的阶级，也分为正向的获利者和负向的利益受损者。获得型阶级中的正向获利者，比如企业家、商人、船商、银行家、金融家等，也包括在技术和教育方面享有特权的自由职业者，比如律师、医生等，以及包括占据垄断位置的具有特殊技能的工人等。获得型阶级中的负向利益受损者，比如各种工人，包括熟练的、半熟练的和不熟练的工人。

第三类叫做“社会型阶级”（social class）。韦伯用这个词来表现成体系的阶级，但他并没有明确定义什么是社会型阶级。他只是说：社会型阶级的结构是由多元的阶级地位构成的。在这里，个人之间的地位变化以及代际的变化频繁发生（Weber，1994b：122-123）。韦伯举了如下四个例子说明社会型阶级：第一，作为一个整体的工人阶级，劳动过程越自动化，该阶级就越发展；第二，小资产阶级；第三，受到特殊技术训练的阶级，如没有独立财产的知识分子、主要依靠技术为生的工程师、商业职员、政府官员等；第四，垄断财产和教育等特权地位的有产阶级。

韦伯的阶级定义与马克思的有什么相同点和不同点呢？相同点在于，他们都是从经济角度考察阶级，都认为阶级是一种由客观经济指标决定的分层体系；然而在区分阶级地位的客观经济指标的内容上却存在很大差异。马克思主张生产资料的占有或不占有是区分阶级的核心指标，这样生产资料的占有者——资本家与劳动力的出卖者——工人就被视为社会的两大阶级。而韦伯强调的是因为生活机会的不同而产生的地位差异，占有不占有生产资料只是影响生活机会的一个因素，而影响生活机会的其他因素还有很多。由于人们的生活机会的内容是如此之多，所以，如果仅仅因为生产资料的占有或受雇佣就将他们视为同一个阶级，这样的分类会出现诸多漏洞。比如，律师、矿工、医生、清洁工、经理和卡车司机都是受雇的雇员，如果将他们都视为无产阶级，那是滑稽可笑的。在阶级区分上，韦伯不注重所有权，认为工人不具有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并不异常，官僚也并不具有行政管理工具的所有权，军官也并不拥有武器和军队的所有权，但是，这并不影响他们操纵社会活动的运行。总之，马克思是从生产的领域去区分阶级，而韦伯是从市场的领域去区分阶级。

四 韦伯关于阶级行动的观点

韦伯也分析了阶级行动（class action）。他认为，阶级行动本质上是一种经济行动。什么是经济行动呢？经济行动是旨在获得社会上所能够提供的商品和服务的行动。在韦伯看来，经济行动属于工具型合理行动（means-ends rational action），这种行动建立在对手段与结果进行精心筹划、权衡比较利弊得失的基础上。因此，作为经济行动之一的阶级行动，是比较个体化的行动，不太容易形成共同的集体行动。韦伯说：“整个经验表明，生存机会哪怕有再大的分化，本身绝不会产生‘阶级行为’（阶级所属成员的共同体行为）。”（韦伯，1997b：250）因为作为一种经济行动，阶级行动是要获取收入、利润、利益的行动，它只出现于能够获得这些收益的市场之上，每个人都在追求自己的特殊经济利益。所以，那种为了共同阶级利益而作出共同努力的阶级行动并不普遍。相似的经济利益并不一定形成共同的有组织行为。因为这样的行动取决于每一个人的抉择，而绝大多数人并不一定能够认识到他们的共同利益是什么。所以，韦伯既质疑阶级利益的概念，也质疑建立在共同阶级地位上的那种“共同行动”（communal action）。韦伯认为，阶级利益（class interest）概念本身就是模糊的，因为每一个个体的工人之间的利益差异也很大，这种差异源于工人自身也有劳动技能上的高、中、低之分。韦伯常用“群众行动”（mass action）来描述共同的阶级地位所能够带来的行动，他还说，这甚至连“群众行动”都够不上，仅仅是一种“无定形的共同行动”（amorphous communal action）（Weber，1994a：115）。总之，韦伯认为：“任何阶级虽然都可能是某一种可能以无数形式出现的‘阶级行为’的体现者，但它不是必然会这样。”（韦伯，1997b：250）正是在这种意义上，韦伯常常说阶级本身并不就是共同体。他的意思是说，仅仅有阶级还不能构成共同行动的群体。

从以上韦伯关于阶级行动的观点中，我们更可以体会出韦伯与马克思关于阶级是生产领域的概念还是市场领域的概念之区别的重大意义。韦伯认为阶级是市场领域的概念，所以，由此导出的阶级行动的目的是要在市场领域的讨价还价中获取工资、商品、服务方面的经济利益。因而，韦伯所能够提出的社会策略必然是改良的、调和的和温和的。而马克思认为阶级是生产领域的概念，由此导出的阶级行动的目的是对生产中的指挥权、生产资料的控制权提出挑战，其结论必然是激烈的、冲突的、革命的。

五 韦伯关于阶级斗争形成的条件

韦伯并不讳言阶级斗争，他认为，在古代和中世纪因为生活机会不同而导致的阶级斗争是出现过的，但这种斗争主要是因为垄断、囤积居奇等经济原因刺激产生的。他认为，当生活机会的巨大反差不仅仅作为一种事实存在，而且还进一步促使人们将不公平分配的结果归因于财产分配制度的不公正和具体的经济秩序结构的不公正时，阶级的成员才能够意识到他们相同的阶级地位。所以，韦伯特别重视阶级斗争形成的主观意识条件。应该认识到，在任何社会里，大规模集体行动都与成员主观的归因有直接联系。笔者在研究转型时期中国的社会矛盾时，提出“在‘公正失衡’的舆论环境下，社会矛盾自然会频繁发生”（李强，2004：47）。这与韦伯的观点是一致的。

韦伯还专门总结了阶级成员组织起来进行阶级斗争的条件，他提出了四个环境条件（Weber，1994b：124-125）。

第一，有直接的、集中的利益冲突的目标或敌人。比如，工人反对每天都在直接控制他们的经理，而不是反对一个看不见的股份持有人。这一点强调利益冲突的直观性。

第二，人数众多的成员处在一种相似的阶级地位上。

第三，大型人群在空间上的相对集中，比如在现代的工厂里，众多工人聚集在小的区域里。

第四，斗争的目标明确。这种目标往往是知识分子提出的或解释的，该目标是成员们都能够清楚理解的。

韦伯实际上是在思考一种冲突的社会生态条件，他虽然仅仅提出了四个条件，但却启发了人们的思考。后来，达伦多夫在研究冲突的条件时，也循着这种社会生态的思路进行。

六 关于身份和身份群体

在韦伯看来，身份是人们相互之间所做的主观声望评价。他频繁使用身份群体（status group）的概念，认为，身份群体是由受到同样的肯定或否定社会声望评价的人构成的群体。韦伯提出，身份群体虽然是一种主观声望评价的结果，但并不是没有基础。身份群体的基础有三种：第一，生活方式；第二，正式的教育；第三，出身的声望或职业的声望（Weber，1994b：125）。也就是说，同一身份群体的成员之所以具有相似的社会声望、社会地位，是源于他们长期相似的生活方式、经验的与理性的教育以及家庭的和职业的熏陶。韦伯认为身份群体至少要有以上三个方面之一为基础。

韦伯认为，身份群体与阶级不同，阶级是由经济地位决定的，而身份群体则是由“社会评价”所制约的声望决定的。阶级与身份群体当然会有联系，比如占有财产也会对维持身份起作用，在企业界，富有也会是一种身份。但身份群体与阶级并没有必然联系，两者甚至常常是对立的。富有者与贫穷者也可能属于相同的身份群体，比如在同一所大学的学生无论贫和富都属于同一个身份群体。韦伯还举例说，很富有的老板和没有钱的雇员可能同属于一个俱乐部的身份群体，在打台球和打牌的时候，他们的地位是平等的，这正是身份群体吸引人之所在。

身份群体对于阶级的市场原则是一种障碍。因为按照市场原则，有钱就有地位，没钱就没有地位。然而在身份群体的标准中，一个暴发户的亿万富翁，由于没有教养而可能没有地位，为上流社会所鄙视。而一个没有财产，但受过很好教育、很有君子风度的人，却可能很有地位，为上流社会所接纳。

身份群体的区分显示了韦伯的所谓“价值合理行动”（value rational action），即建立在行动者对事物的价值判断、信仰基础上的行动。这种行动并不计较经济上的利益得失，而是价值观判断的结果。正如上文所述，身份群体的行为导向受到相似生活方式、相似教育背景的影响，于是社会上就形成了很多超越阶级的交往的小圈子，甚至有跨越阶级的通婚。

那么，身份群体依靠什么来维持其“共同体”界限呢？依靠什么来阻止不同声望的人进入共同体呢？换言之，具有特殊生活方式的人如何来维持自己的特定生活方式的交往圈子呢？从韦伯的文章中可以发现如下一些手段。

第一，门当户对的婚姻。韦伯的说法是：家庭依据选择同样身份地位者的兴趣，垄断或控制了女儿的婚姻和求婚者。

第二，垄断特权获得方式，设置一些禁忌使得他人难以进入，比如通过政治的或宗教的权威而垄断社会资源。身份方面的分层总与对精神的、物质的或机会的垄断相联系，比如特殊的服饰、特殊的物品、特殊的优先权等。

第三，发展出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包括职业文化的一些特殊类型，于是非本群体的人就难以进入。

第四，行为惯例。与上一点有相似之处。在任何社会中，身份群体之所以发挥作用都是依靠行为惯例的控制，想进入该圈子的人都按照此种惯例行事，并且是一种默契的共同体行为而不是模仿做作的行为，这样身份群体就形成了。行为惯例可以制造非理性的消费条件，阻碍自由市场的形成。这一点也与前面的“垄断特权获得方式”有关，某些身份群体垄断的物品不能进入自由流通的市场。

第五，来自出身的排他，韦伯称之为出身“继承魅力”（hereditary charisma），即由高贵的出身所带来的声望，或相反的负向因素。

正是在论述身份群体共同体的界限的时候，韦伯使用了社会屏蔽（social closure）、社会接纳（social inclosure）和社会排他（social exclosure）的概念。后来，新韦伯主义者帕金（Frank Parkin）作了较为详尽的阐发和论证。

笔者曾经对中国户籍制度进行分析，认为户籍制度的本质是一种身份制度；并认为，构成中国改革前身份制度的不仅是户籍，还有一整套复杂而又相互匹配的身份体制，比如根据参加工作时间、级别、工作单位性质以及家庭出身等进行筛选的体制。笔者认为，区分身份地位的指标多是一些非连续型的、异质型的指标。比如，收入是个连续型指标，它难以区别身份；而职业是个非连续的、异质型的指标，它可以区分出工人、农民、知识分子这样的身份群体。区分身份地位指标的再一个特点是，它们多与一些“先赋因素”（ascribed factors）有关。所谓“先赋因素”指一个人与生俱来的、不经后天努力就具有的因素，比如，一个人的年龄、性别，又如一个人的家庭出身。因此，出生地、户口类别显然是个典型的“先赋”指标。以先赋因素来确认人的身份地位，这样一种体制的最大特点就是讲究等级、秩序。当这种身份得到法律、法规的认可后，各身份群体也就难以越轨，没有了跨越身份界限的非分之想。每一个人都被定位在一定的等级上，整个体制井然有序。此种体制的最大弊端是束缚社会成员的活力和积极性，因为它将每个人定位在先天决定的身份体系上，人们很难突破此种先天限制，很难超越级别。在此种体制下，人们的后天努力与地位变迁没有太大联系。因此，这是一种缺少公平竞争机会的体制。身份制突出，反映出改革以前中国社会基本上还属于一种传统的社会结构，它是市场经济不发达的产物。

韦伯还认为，所谓身份群体有两种，一种以分工为基础，另一种以世袭为基础，后者如等级、种姓，这是身份群体的极端形式。在这种极端形式里，身份群体成为一种封闭的体系，并且有法律、宗教、经济权力的保障。

总之，从理论上说明了经济地位与社会地位的区别，这是韦伯的贡献。

七 政党与政治权力

韦伯认为：阶级的真正故土在“经济制度”里，身份群体的真正故土在社会制度里，政党的真正故土在“权力”领域里（韦伯，1997b：260）。政党的活动旨在获得社会的“权力”，所以，政党活动的目标是要获得权力，是要施加自己的政治影响。

韦伯认为，政党是一种自由联合的协会。参加者的目标，作为领导者是为了获得权力，作为积极的党员是为了理想或物质利益。政党有明确的政治目标，总是在有计划地争取某种目标，而阶级和身份群体就不是这样，它们并没有明确的政治目标。韦伯认为，原则上讲，大的共同体内部都会有党派化的倾向，无论是国家还是俱乐部，内部都会有派别。所以，政党是追求派别的政治利益的群体。对于它来说，最重要的是政治权力，因为有了权力才能够施加自己的影响。所以，如果用经济区分阶级，用声望区分身份群体，那么，就可以用权力区分政党。

一个政党，既有可能代表阶级的利益，也有可能代表身份群体的利益，还有可能同时代表两者的利益。同样，政党既有可能从阶级也有可能从身份群体中吸收其党员，或者从两者中吸收。所以，三种政治共同体是互相交叉的关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一个政党的内部结构与其政治目标，会依它受到阶级或身份群体控制的程度之不同而有所变化。在合理的法律体系内，政党是阶级或身份群体为取得控制而进行斗争的形式。斗争的焦点是影响、管理和争夺社会成员，它会采取合法的形式。所谓合法的形式，即政党为其成员建立了机构，或影响那些掌权的人，但这些活动都遵守他们在其中从事斗争的政治共同体的规则。这样，一个合理的法律权力体系就提供了政治活动的场所，提供了政党这一工具。使用这个工具，阶级和身份群体就可以进行斗争。

韦伯将政党分为“庇护型政党”和“主义型政党”两种，他认为，前者旨在维护其党员的利益，后者则为某种信仰而奋斗。他认为，信奉主义的政党也会趋向官僚化，最终难免走上“庇护型政党”的道路，即党徒越来越热衷于中饱私囊，而不再贯彻党的崇高理想。对于后者的这种演变，米歇尔斯的“寡头论”已经作了十分详尽的说明（笔者将在以后关于社会精英的部分讲授）。

第三节 涂尔干的分层理论

一 功能主义的分层思想

一般认为，涂尔干是功能主义思想的奠基人。

功能主义认为，社会是由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众多部分所构成的统一体，每一部分都为维持社会整体的平衡发挥着一定功能。例如，经济系统的功能是将人们衣食住行的物质条件提供给社会，而教育系统的功能是将知识、技术提供给社会成员。社会的稳步发展有赖于各个组成部分功能的正常发挥。任何一个社会要想维持良好的运转而不发生大的问题就必须具备一些基本条件。

涂尔干是在探讨分工的社会功能时阐述了他的思想。他认为，所谓功能是指有机体的系统与有机体的某种需要之间的相互关系（涂尔干，2000：13）。他在《社会分工论》一书中，首先从当时的一个时髦话题谈起，即关于社会发展与道德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大思想家卢梭早年所写的那篇檄文的主题，即认为，科学与工业的发展带来了道德的堕落。涂尔干认为，分工的发展与道德的需要并没有什么关联。他认为，分工的最大意义也并不在于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劳动生产率仅仅是分工的一个附带功能。分工的最大意义在于它对社会整体发挥作用，它将整个社会紧密地结合起来，使社会成为可能。没有分工的这些功能，社会就不可能存在。所以，分工具有整合社会机体、维护社会统一的功能，并且是凝聚社会的主要因素（涂尔干，2000：24～27）。这里实际上阐述了结构功能主义的核心思想，即部分与社会整体之间十分密切的相互作用关系。涂尔干曾经用一个很好的比喻说明整体与局部的这种相互关系，他说：“如果能够使肌体得以成活的重要器官被分割下来，那么整个生命就会陷入极端混乱的状态。”（涂尔干，2000：111）

作为功能主义社会分层理论的先驱，涂尔干解释了社会分层体系的必要性，实际上也是在为社会分层辩护。笔者将他的主要观点概括为以下五点。

第一，社会分工是必须的，并且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分工体系会越来越复杂。

第二，在任何社会的分工体系中，总有某些工作被视为比其他工作更重要。

第三，社会上人们的才能、知识、智力、技术水平各不相同。

第四，所以，让最有才能者去担负最重要的工作，让弱者去承担较轻的工作，应是社会分层的基本原则。他说：“一个病人完全可以在社会组织的复杂结构里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如果他的身体比较柔弱，精神却比较健康，那么他就可以从事某种研究工作，把自己的思辨才能发挥出来。如果他的大脑不太健全，‘当然就不应该加入知识领域的激烈竞争，但社会的蜂房还会给他提供一个不太重要的巢室，使他幸免于难’。”（涂尔干，2000：111）

第五，社会分工体系中各种社会角色、职位的配置有一定比例，不是任意的。他说：“如果公职人员、士兵、经纪人和牧师的人数过多，其他职业就不免会受到这种过度亢奋的损害。”（涂尔干，2000：228）所以，处在高层位置上的人必然是少数。

二 关注的基本点是社会整合

涂尔干认为200年来，经济的不断发展使得社会出现最为严重的混乱，为了解决社会失范问题，就必须建立一个群体，建立起规范体系；而能够完成这一任务的只有职业群体（涂尔干，2000：15～17）。他认为传统社会是通过机械团结的方法联系的。传统社会瓦解后，社会出现了极端混乱的状况。其实他所说的状况，有点像我们今天的社会：道德滑坡、信任断裂；用社会学家的术语说，就是严重的“社会失范”。涂尔干说的是当时的法国和欧洲，原来联系人们的是熟悉关系和熟悉群体，村庄、村落、家庭、邻里等，但由于社会的转型，传统的维系社会的方式很难继续存在。于是，涂尔干想寻找一种东西，能够把社会重新联系起来，用社会学的术语说就是“社会整合”。正是在寻找实现社会整合的新的途径和方法时，他提出职业群体这一渠道：“相互依存的职业群体将变成国家与个人之间的协调者，创造出有机团结。”

与涂尔干所讲的情况非常相似，中国社会目前处在一个比较混乱的时期，职业体系还没有形成。最为典型的就是今天的农民工群体，一方面他们似乎进入了现代工业职业群体，另一方面，他们又没有形成一个真正的职业群体。如果形成了，我们就不会称已经进城、在工业体系中劳动的人为“农民工”。农民工的多数处在一种临时职业的位置上，城市里一般称为“临时工”。农民工的多数还处于循环流动的地位上，即候鸟式的流动，他们随时都可能回到农村。由于其人数十分巨大，一般认为，目前已经达到1.4亿人之多，其年龄在20～30岁，是中国最具经济活动能力的群体。所以，农民工对中国的影响极其巨大。按照涂尔干社会整合的思路看，如果不能将农民工变成稳定的工业劳动职业群体，我们就无法结束社会转型期的混乱状态。所以，仅从农民工一个群体看，在我国，稳定的职业体系还远远没有形成。由于稳定的职业体系没有形成，社会失范就比较严重。对这一问题的分析，后文将有详述。

三 以职业群体为基础的“有机团结”的新社会结构

涂尔干认为，职业群体之所以能够成为社会群体的基础是因为如下原因。

（1）人们寻找职业、自我选择的力量会使相似心态的工作者进入相似的职业。

（2）频繁的社会互动。分工和从事职业是人们每天的活动，每天的见面使人们形成相互依赖的关系，而其他关系比较起来都相对短暂。

（3）共同工作的社会互动，使同一职业的工人之间产生合作和共享的价值观。

（4）各种专业化培训是一种社会化，加上非正式互动，产生了同质化效果。

（5）职业的责任、义务使得就业者形成了可以追求的共同利益。

（6）在以分工为基础的职业群体内，会形成一种行为规范和组织形式，而这些形式会变得非常稳固和明确，成为职业内的法律法规。

（7）在职业群体内部，还有很多不成文的习俗，职业内部的习俗又可以大大巩固法律法规（涂尔干，2000：28-29）。涂尔干（2001：17）还进一步认为：“任何职业活动都必须得有自己的伦理。”职业伦理是确保整个社会正常运转的重要基础，他还提出将职业伦理推广到各个职业群体中去，以实现社会的和谐。他说：“如今，我们已经有了为牧师、士兵、律师和官员等制定的职业伦理。为什么不为贸易和工业制定这样的伦理呢？为什么没有制定雇主和雇工之间的相互义务呢？为什么不制定商人之间的义务呢？这样可以减弱和调节他们彼此的竞争，使他们不再像今天这样，时常卷入像战争那样残酷的冲突。”（涂尔干，2001：33）所以，他对社会的和谐，寄很大希望于职业伦理的建立。

（8）分工的有机团结的特点。涂尔干认为，表面看来分工造成人与人的分化，实际上，“劳动越加分化，个人就越贴近社会”（涂尔干，2000：91）。“群体的各个部分都具有了各自的功能，相互已经难以分割”（涂尔干，2000：110）。分工使人与人形成了内在的相互依赖关系。分工“在人与人之间构建了一个能够永久地把人们联系起来的权利和责任体系”（涂尔干，2000：364）。所以，涂尔干就将“归因于劳动分工的团结称为‘有机’团结”（涂尔干，2000：92）。

（9）从分工的角度研究社会分层还有一个特点，即比较容易缓和矛盾，比较有利于社会的团结。因为在解释人们地位差异的时候，一个比较温和的说法是“分工的不同”。比如，当刘少奇告诉时传祥说，我们之间只是分工的不同时，比较容易为处在下层地位上的人所接受。涂尔干说：“各种不同的职业可以同时存在，互不侵害，因为它们追求的目标是不同的。士兵追求的是赫赫战功，牧师追求的是道德权威，政治家追求的是权力，资本家追求的是财富，科学家追求的是学术声誉。每个人可以在不妨碍他人实现目标的同时达到自己的目的。”（涂尔干，2000：224～225）他还说：“幸亏有了分工，不然竞争对手就会把对方置于死地，不能共同生存下去。在某些同质性较强的社会里，绝大多数的个人都是注定要被淘汰掉的，然而正因为有了分工的发展，这些人才能够自保和幸存下来。”（涂尔干，2000：228）

总之，涂尔干认为，在实现社会整合方面，现代职业群体所具备的条件是其他任何一种社会群体都难以比拟的。涂尔干更多地是从积极意义上论证分层，重视职业分层的积极意义；强调职业群体的职业壁垒与社会屏蔽是一致的。他比前面两派分层理论更加强调“共同体”的形成不是外力强加的，而是自发形成的。结论是，如果充分发挥职业群体的社会整合功能，则因社会转型所带来的社会失范、社会无序和道德沦丧就可以被克服、纠正。

四 涂尔干与马克思和韦伯的比较：三种分层理论所涉及的实质问题

从一个角度看，涂尔干的分层，也属于韦伯的多元社会分层思路，不过他突出了另一种共同体，即分工基础上的职业共同体。职业共同体的特点是兼顾马克思的经济和韦伯的身份群体。要理解为什么涂尔干探讨分层问题，最后把落脚点放在职业共同体上，就要回到分层的本原问题：为什么要研究社会分层？

为什么要研究社会分层呢？不同的人当然有不同的目的，然而，从大的宏观政策的角度看，研究社会分层的重大意义在于，可以发现具有真实社会活动和社会互动意义的社会共同体。于是，我们就更能够理解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开宗明义所提出的关键问题：“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下面试比较一下马克思、韦伯和涂尔干的分层思想，看看他们各自关心的最主要的社会共同体是什么，以及这种共同体对于今天的意义何在。

马克思强调阶级的共同体。他设想失去生产资料的雇佣工人会由于经济地位、经济利益的一致性而形成紧密联合的共同体，他甚至提出跨越国界的“工人阶级无祖国”、“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战略构想。如果社会的有产者与无产者之间的经济差异，真的断裂成如此巨大的鸿沟，那么，因经济利益一致而形成的阶级，也可能形成具有密切互动意义的共同体。但是，西方社会后来的发展证明，有产者与无产者之间的经济差异并没有那样巨大，所以，阶级作为共同体的意义是下降了的；更何况，阶级的共同体过于巨大，在今天形成社会互动和社会活动的能力较弱。

如果仔细考察韦伯的分层思想，就会发现，韦伯陈述了三种社会共同体：即阶级、身份群体与政党。在三种共同体中，韦伯不是很看重阶级的共同体社会互动意义，认为阶级形成共同行动的可能性不大，形成的多是一种“不完全的大众反应”。阶级组织起行动来，需要的条件太多。政党作为共同体是韦伯的视角，他认为党派是通过建立一种理性的制度，并且执行这种制度，而形成的共同体（韦伯，1997b：261），当然这是有重要的社会互动意义的；但其范围必定窄小，只是对那些进入政党派别的人有约束，对普遍的社会人群不具有约束力。

所以，作为韦伯分层理论特色的，以及作为韦伯的更为实质的贡献，是其提出了“身份群体”。身份群体是社会声望、社会荣誉地位相似的人组成的群体。但是，韦伯的身份群体内容十分庞杂，包括从等级群体直到俱乐部、兴趣群体的各种类型的共同体；韦伯认为有两种最为主要的身份群体：一种是以分工为基础的，也就是职业群体，另一种是以世袭为基础的等级群体。所以，韦伯实际上是将各种类别的共同体凑在一起，将这个大杂烩称为身份群体。

而涂尔干对共同体的思考，则要清晰得多。他强调的就是因分工不同而形成的职业群体，实际上是提出了不同于前两位理论家的另一种社会共同体，即分工基础上的职业共同体。职业共同体的特点是兼顾马克思的经济和韦伯的身份群体。因为职业有明确的经济含义，有些职业本身就同属一个阶级，比如，公司老板。职业作为共同体，内部具有实质的社会互动，是有真实意义的社会群体。

所以，虽然韦伯分析了三种共同体，但从对社会整合的意义看，还是涂尔干的职业共同体更为现实。

尤其是，当一个社会由于社会转型、社会规范巨变而变得分崩离析，人与人之间连基本的社会信任关系都失去的时候，依靠什么能够重建社会整合呢？职业显然是最有利的渠道。其原因，在上述涂尔干阐述的九点中已经很清楚了。所以，当今日中国，由于急剧的社会转型而造成社会解组、社会信任链条断裂以后，依靠职业群体重建社会整合就显得尤为必要。所谓职业共同体，是覆盖人群最广的社会共同体，通过职业共同体实现社会整合具有广泛的社会包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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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关于阶级模式的观点摘引自王宏周《欧美学术界研究马克思恩格斯阶级理论的基本动向》，《马克思主义研究参考资料》总第103期，1981年第51期，第1～9页。


第三讲 新马克思主义分层理论

第二讲是关于传统分层理论，那么，听完之后，人们自然会问，传统理论到今天怎么样了？应该承认，今日的各主要流派，仍然是对传统理论的承继。正如第二讲一开始所说的，传统马克思主义分层理论演变为今日的新马克思主义分层理论，传统的韦伯分层思想演变为新韦伯主义分层思想，而传统的涂尔干分层思想则演变为新涂尔干主义。本书的第三讲、第四讲和第五讲就分别对这三个新的理论流派进行阐述。当然，除了这三个流派以外，还有其他一些新的派别，本书第九讲则单辟出来，对这些新流派进行分析。

本讲既然要谈新马克思主义分层理论，那么，首先就必须阐述清楚，新马克思主义分层理论是在什么样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我们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即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世界的总体格局是稳定的。欧美学术界、思想界在意识形态上，是保守主义思潮占上风。在社会学界甚至社会科学界，帕森斯的功能主义思想占据了统治地位。这期间，西方学术界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处于低潮，仍然从马克思主义视角探讨问题的学者为数不多。然而，到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以后，潜伏着的社会矛盾逐渐浮出水面，各种各样的社会运动开始兴盛；到了60年代中后期，声势浩大的社会运动甚至社会冲突已经形成，诸如美国的民权运动、欧洲的工人运动，以及欧美的学生运动、妇女运动、环境运动等等，风起云涌，一直持续到70年代中后期。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国家的学术界、思想界表现出复兴的趋势。不少学者采取马克思主义的、冲突的理论视角，根据变化了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状况，重新对马克思的理论以及变化了的社会现实进行新的阐释。人们将这一时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流派称作“新马克思主义”。在新马克思主义流派中，对变化了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分层的研究占有重要地位。本讲就对新马克思主义的分层理论作一介绍，并有针对性地剖析该理论对于中国社会的意义。

在欧美学术界，最早对保守倾向的帕森斯功能主义思想提出质疑的理论家有三位，他们是米尔斯（C.W.Mills）、洛克伍德（David Lockwood）和达伦多夫（Ralf Dahrendorf）。他们对帕森斯的批评始于20世纪50年代，当时，帕森斯及其理论如日中天，因此，这几个人颇有反潮流的意味。从理论倾向看，他们都属于冲突派。也就是说，当大家都比较强调社会和谐一面的时候，他们比较强调社会不和谐的一面。到了60～70年代，西方社会出现了矛盾、冲突激化的形势，于是，理论界受到他们思想影响的新马克思主义派别变得流行起来。这时候，涌现了众多新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包括沃勒斯坦（I.Wallerstein）、布雷弗曼（Harry Braverman）、普兰查斯（Nicos Poulantzas）、赖特（Erik Olin Wright）、奥索斯基（Stanislaw Ossowski）以及法兰克福学派等。

本讲着重介绍的人物有五位，即达伦多夫、沃勒斯坦、布雷弗曼、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以及希腊的普兰查斯。

第一节 达伦多夫的社会分层理论

达伦多夫1929年出生于德国汉堡的一个工人家庭。他先后拿过两个博士学位，先是1952年在德国的汉堡大学得到哲学博士学位，后来又到英国一所社会科学非常好的学校——“伦敦经济与政治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s）学习和研究，并于1956年得到博士学位。达伦多夫拿到学位以后，曾先后在一些大学任教，包括：萨拉布朗肯（Saarbrucken）大学、德国汉堡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德国杜宾根大学、德国康士坦兹大学等。1974～1984年曾出任伦敦经济与政治学院的院长。达伦多夫也曾获得众多荣誉，仅荣誉博士学位就有12个之多，比如美国马里兰大学、英国曼彻斯特大学、比利时鲁汶大学等都曾授予他荣誉博士学位。此外，他还是英国上议院议员，并被英国女王授予贵族称号。总之，达伦多夫真可谓是功成名就，享有很高的社会声誉。

本书将达伦多夫列入新马克思主义行列是因为：第一，他在改变当时流行的理论趋势、开创冲突论视角方面的贡献；第二，他在批评保守主义社会模型方面的贡献；第三，他根据马克思以后社会关系变化的情况，提出了新的系统的冲突理论。但是，达伦多夫同时也接受了韦伯的分层思想，虽然人们一般不将达伦多夫列入新韦伯流派。所以，将他列入新马克思主义流派也仅仅是相对而言的。

达伦多夫的社会分层和社会冲突理论，对于我国的现实有特殊的重要意义。近年来，社会矛盾、社会冲突在我国比比皆是。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仅2005年，全国的“群体事件”就有87000起之多。根据达伦多夫的理论，冲突是工业生产的一种必然结果，无论什么性质的社会，冲突都是必然存在的。我们要研究冲突的规律，从而控制冲突的发生。

达伦多夫的著作数量并不是很多，但论证都十分精彩。在社会分层和冲突理论方面，主要著作有两种。其一是他的成名之作，即《工业社会的阶级与阶级冲突》（Class and Class Conflict in Industrial Society
 ），剖析了马克思以来的阶级冲突学说和阶级冲突状况，对后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冲突作出了全新阐释。其二是前一书的姊妹篇：《现代社会冲突》（The Modern Social Conflict
 ），着重研究了社会冲突而不是阶级冲突。达伦多夫提出的基本问题是，阶级冲突和社会冲突究竟是一种什么性质的现象？它们究竟是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独有的呢，还是它们的存在是工业生产的一种必然结果，因而，它们会是工业社会的一种持续特征？如果冲突是工业社会的一种持续的特征，那么我们应该怎样对待冲突，换言之，我们的对策是什么？

达伦多夫的论述表明，一方面，他与功能主义者的观点不同，他持比较激进的冲突立场；另一方面，他又与传统马克思主义不同，他不认为阶级冲突必然导致社会的崩溃，他认为冲突是可以被控制在制度之内的。下面第一、二点就表明了他的这两方面立场。

一 关于两种社会模式的对比

“冲突型社会模式”是达伦多夫理论最为重要的基本假设和出发点，它表明达伦多夫对当时在理论界占统治地位的帕森斯的整合型模式的公开宣战。他告诉世人不要一味地歌功颂德，要回到现实中来，而社会冲突就是不可回避的社会现实。

达伦多夫尖锐地抨击帕森斯关于社会系统的构想是乌托邦主义。他说：乌托邦者以为社会是一个持续的、稳定的、各要素很好整合的结构，以为社会中有普遍一致的价值观和制度；乌托邦者否认价值观的冲突，否认制度的冲突，这是不合理的、错误的。乌托邦不过是知识分子的一个梦，现实生活中根本不存在。

作为一个理性主义者，达伦多夫提出了新的冲突型假设：社会是建立在一些要素被另一些要素强制的基础之上，解体、冲突和变迁不断发生。社会并不稳定，而是处于不断的变动、动荡之中，强制、冲突和变迁随处可见，这些倒是社会的更为真实的写照。

笔者将达伦多夫关于两种社会模式的对比加以归纳，列为表3-1。

表3-1 达伦多夫关于两种社会模式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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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两种社会模式也是人们观察社会的两种不同角度，对此达伦多夫有清醒的认识。他说：社会好比是一个具有两副面孔的人，这两副面孔同时都代表着相同的社会实体；从社会学理论来看，有些社会问题可以通过社会整合理论提供的假设来解释，而另一些社会问题可以通过社会强制理论所提供的假设来解释（Dahrendorf，1959：159）。他还说：“在社会学理论框架里，两种理论模式中的任何一个都不是唯一正确和适用的模式，在分析整个社会结构和结构中的每一种要素时，两种模式是互相补充的，而不是互相排斥的。”（Dahrendorf，1959：163）

二 认为马克思以后的社会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

在《工业社会的阶级与阶级冲突》一书中，达伦多夫从剖析马克思的阶级理论开始，分析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冲突的基本逻辑，即占有生产资料的工业资产阶级与不占有生产资料的雇佣劳动者形成了对立，这种经济地位的差异造成冲突的利益，形成冲突的群体（阶级）；冲突最初是个别企业的经济型的，但最终将导致政治冲突。达伦多夫将马克思关于阶级结构和阶级冲突发展的逻辑分解为如下四个步骤：第一，资本主义社会有一种固有的阶级阵营两极分化的趋势，一极是人数很少的大资本家，另一极是雇佣工人，小资产者也都落入无产者阵营中来了。第二，也是资本主义固有的，无产阶级贫困化（pauperization）的趋势。第三，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个阶级，各自内部越来越同质化，这样都各自形成团结的阶级。第四，上述趋势的必然结果是社会结构的断裂（social structure breaks）、革命的发生、资本主义的终结、无产者掌握政权，最终是阶级的消亡和无阶级社会的出现（Dahrendorf，1959：32-35）。

然而，接下去，达伦多夫话锋一转，提出，马克思以后的阶级关系和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换言之，他试图否认上述逻辑，以及为他提出新的有关冲突的逻辑展示社会背景的基础。

那么，马克思以后西方工业社会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呢？他提出了四个重要变化。

第一，资本方面的重大变化：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达伦多夫认为，马克思在资本主义生产领域寻找资本主义变迁之根源是对的，但是，资本主义变化的结果与马克思预测的却相反。马克思晚年在分析股份公司时已经多少预感到了这一点。19世纪后半期股份关系已经占有一席之地，但到了20世纪，它已经在各类行业中发展为一种新的经济形式。今天，在发达工业化国家，三分之二的公司是股份制公司，其财产超过全部企业财产的五分之四。那种同时既是所有者又是经营者的资本家，已经不是今天的主要形式。既然所有权与经营权已经分离，那些没有所有权的经理与工人之间的距离反而缩小了。与此相反，所有者则完全被排除出生产领域，其功能专一化为“剥削”。这样，没有了功能的资本家让位于“发挥重要功能但没有了资本的群体”。工业上的这样一个新的统治群体，完全不同于那种“完全的资本家”（full capitalists；Dahrendorf，1959：42-43）。

从工业社会结构的角度看，这意味着企业家权威合法性基础的巨大变化。老式资本家有权威，因为他们拥有生产工具，权威是财产所有权的一部分，反过来，财产所有权只不过是权威制度化的一种形式。经理的权威在很多方面类似于政治机构领导人的那种。经理有两方面的权威，一方面是以财产所有权为基础的权威并没有丧失，经理的发号施令产生于所转让来的、代表财产的权利；另一方面，经理由于接近生产者，不得不寻求第二种权威合法性的基础，即那些服从其指令的人的一致性认可。经理与“完全资本家”不同，他们不能总是违背被管理者的意志（Dahrendorf，1959：43-44）。

随着资本功能的分化，企业家阶级也分化为三种：资本家（capitalists）、财产继承者（heirs）和专业管理官僚（bureaucrats）。三种群体都有不同的准入机制。资本家拥有企业，自己创业和发展企业，有管理企业的经验。遗产继承人则相反，他们先天就拥有企业，但可能不懂得如何经营企业。而经理则有两种准入方式，一种方式是通过管理工作的职业生涯，在企业中一步步爬上来；另一种方式是文凭准入，今天，一个人担任高层经理主要是由于获得了高文凭。他们既不同于传统管理型资本家，也不同于现今的纯粹资本家（Dahrendorf，1959：45-46）。对于上述变化，达伦多夫称为资本的分解（decomposition of capital）。

第二，劳动方面的重大变化。达伦多夫认为，今日的工人阶级与马克思时代的有很大差别，他们不是马克思时代的那种无技术的、贫困的、同质型群体。工人分解为众多群体，就像资本的分解一样。马克思曾认为，机械化取代了工人的技术，工业越发展工人就越没有技术。19世纪确实发生过这样的变化，但20世纪以来有两种新的趋势：第一，体力工人变成半技术工人，他们与无技术的工人不同；第二，由于机器的复杂化，对技术工人的需求增加，新的趋势是无技术工人需要变为技术工人。

达伦多夫认为发达工业社会的劳工至少分化为三个分层群体。第一，高技术的工人是增长的阶层，他们越来越多地与工程师和白领雇员相融合。第二，半技术工人是一个稳定的阶层，他们具有特殊的工业劳动经验，技术水平的跨度很大。第三，无技术工人，这是一个日益减少的阶层。这三个阶层的不同不仅是因为技术水平的差异，也存在很多社会阶层特征的差异，包括工资的差异、福利的差异和社会声望地位的差异，因此工人内部也形成了层级的差异结构。他们的利益要求也不一致，还常常相互冲突甚至相互对立。所以，要想让工人为了一个共同目标而团结起来十分困难（Dahrendorf，1959：50-51）。

第三，中产阶级的变化。达伦多夫说，直到马克思去世的时候，每20个雇员中仅有1人可以称作是属于职员阶级或中产阶级，而今天，每5个雇员（如果是第三产业则每3个雇员）中就有1个属于中产阶级。达伦多夫将这个阶层称为“新中产阶级”。而新中产阶级内部的差异性是如此之大，以至于无法为它设定一个上界和下界。

达伦多夫说，资本和劳动的分解和分化是社会发展所致，而中产阶级则从它一出生就处于分解、分化状态。达伦多夫更倾向于将中产阶级区分为上层和下层两个集团。

那么中产阶级对于阶级结构和阶级冲突的意义是什么呢？达伦多夫认为，按照我们既有的阶级模式去设想，中产阶级的上层是资产阶级的延伸，而中产阶级的下层——白领工人是工人阶级的延伸。其社会后果是什么呢？达伦多夫认为，其结果是使得阵线更为混淆，这是一个比分化和分解还要复杂的异质型群体。虽然白领工人与产业工人一样没有产业和权力，但他们的社会特征却与产业工人大相径庭。同样，中产阶级的上层官员虽然占有权力，但也不同于统治阶级。达伦多夫认为，由于中产阶级造成的复杂局面，很难想象传统的阶级模式对于解释后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冲突会具有什么应用价值。

总之，冲突的参加者、内容、类型都变化了，所以，人们无法再用传统马克思主义去解释发达工业社会的结构与冲突（Dahrendorf，1959：52-57）。

第四，阶级冲突的制度化，即形成了处理阶级冲突的制度结构。发达工业社会为什么没有发生马克思所预言的暴力革命呢？达伦多夫用冲突的制度化去解释。达伦多夫同意盖格（Theodor Geiger）的观点，即认为资本与劳动之间的紧张关系已经被制度化缓解了，制度使得两者之间的关系合法化，从而阶级斗争的方法、武器和技术就被置于制度的有效控制之下。这样，阶级斗争就走出了误区，它变为相互平衡的权力之间的合法斗争，资本与劳动的冲突就变成关于工资水平、劳动时间、劳动条件的谈判或协商。

传统的观点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完全不能处理好由于它的结构所产生的阶级冲突。达伦多夫认为，实际上，如果采用制度化的办法，任何一个社会都有能力处理其内部产生的新问题。在处理阶级冲突方面，制度化虽然已经有了一套成功的、完善的模式，但在创立之初也曾有过教训。在经历惨痛的过程后人们才认识到，互相竞争的政党都是合法的利益群体。在这样一种制度化框架下，在产业关系中，工人和企业家都能够形成自己的联合体保护自己的利益。在非产业的政治领域，也具有相似的模式。建立组织是制度化的必要手段。当然，在组织发展的一定时期，冲突有可能出现强化的趋势，但组织化的最终结果会导致如下两种情况。第一，组织预先假定了冲突群体的合法性，这样就将暴力冲突永久地排除了。第二，组织使得对于冲突的系统的管理规则成为可能。总之，组织是制度化的构成部分，组织的显在功能是保护组织成员的利益。然而，组织的潜在功能却使得冲突制度化了，从而避免了因为利益差异导致的暴力冲突。

阶级冲突的制度化意味着，阶级冲突还是存在的，但制度化的冲突与残酷的、绝对的阶级冲突完全不同。没有人可以保证一种特定的冲突管理模型会永远成功。罢工等冲突还会继续发生。但事实已经证明，工业社会是能够处理由于其内在的结构所造成的利益冲突的，各个利益群体（interest groups）是能够与工业社会和平相处的。在这里，群体冲突已经变成一种市场关系，在这个市场中，相对自治的各种力量根据特定的游戏规则互相竞争，没有永久的胜利者或失败者（Dahrendorf，1959：64-67）。

三 论证了权力、权威关系，使用了“强制型协作团体”的分析模式

达伦多夫认为，社会分层起源于这样的事实，即在任何一个社会中，个人或群体都要被强制性地实施奖惩。这种实施奖惩的能力，不管是正的还是负的，都意味着权力关系的存在。他认为，所谓社会分层的不平等体系，只不过是社会权力结构的派生物。权力、权威是社会结构中普遍存在的因素，权力、权威比财产地位、经济地位更为普遍，财产不过是权力或权威的一种特殊形式。只要权力、权威存在，就会有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所以他认为，不平等反映的是权力关系，而不是简单的经济关系。

达伦多夫试图辨析“权力”（power）与“权威”（authority）的定义。他认为诸多的社会学家对此并没有形成共识，他大体上还是遵循了韦伯对这两个概念的定义。韦伯认为：“权力指在一种社会关系内，行动者即使遇到反抗也能够贯彻自己意志的可能性，不管这种可能性是建立在什么样的基础之上。”（Dahrendorf，1959：166）达伦多夫也转引了韦伯的权威定义：“权威是有特定内容的命令被特定的人群服从的可能性。”（Dahrendorf，1959：166）那么权力和权威的根本区别在哪里呢？达伦多夫认为，最重大差异在于：权力总是与个人人格相联系，而权威总是与社会位置、社会角色相结合。比如，政治煽动家对于听他演说的大众有权力，或具有控制他们行动的可能性。而权威指官员对于下属的控制，经理对于工人的控制。在这里，占据官员、经理位置的特定的人行使了一种人们对于该位置的社会期望的行为规范。所以，权力说的是一种现实的社会关系，而权威说的是一种统治与服从的合乎社会期望、合乎法律的关系。在此意义上，权威就是合法的权力。在合乎法律和期望的条件下，权力便转变为权威。于是，一些社会角色（而不是个人）就用一种合法的权力去统治和强制那些处在从属地位上的社会角色。

达伦多夫总结了权威关系的五个特点。第一，权威关系总是表现为一种上级与下级的关系。第二，只要有权威关系存在，为社会期望所认可的关系模式就是，上级通过命令、要求、指示、警告、禁止来控制下级的行为。第三，这样的社会期望与稳定的社会位置相联系，而不是与个人的品质相联系，因此，这是一种合法的关系。第四，权威与权力不同，它不是一种随意控制他人的一般关系，权威总是明确地指明哪些人必须接受控制，以及在什么范围内允许控制。比如，一个企业家在企业组织内具有权威，但到了他的教区却可能只是一名教徒，他必须接受教区内其他人的权威。第五，既然权威是一种合法的关系，那么，拒绝服从权威的命令就要受到惩罚；支持合法权威关系的有效实施，确实是法律制度的一项重要功能（Dahrendorf，1959：166-167）。

那么，用什么样的一种概念才能够表现上述这种具有强制特点的、具有冲突特点的组织模式呢？达伦多夫认为“社会体系”（social system）这个概念显然不合适，于是他从韦伯那里借用来一个概念，叫做“强制型协作团体”（imperatively coordinated association，简称ICA），他认为这个概念比较符合他对团体冲突的分析。任何一个组织，不管是政府、教会、企业、政党还是工会、俱乐部等，表面看来都是协作型联合体，但只要有权威关系存在，我们就会发现，这种协作或结合是具有强制性的，具有压制、约束性的，所以，需要采用冲突的模式分析，而不应该采用整合的“社会体系”模式去分析（Dahrendorf，1959：167-168）。

他认为，权威引起社会冲突，因为它是相互对立的群体去争夺最为基本的稀缺资源。他写道：“权威存在于一切工业社会的结构之中，它为绝大多数冲突和冲撞提供了决定性的支撑因素。”（Dahrendorf，1959：71）所以，凡是有行使权威之处，便一定会有群体冲突。他认为，在社会里，不同的地位有着绝对不同的利益，这样社会建立在一种非此即彼的分化之中，或者占有权威，或者不占有权威。这种两极的分化模式造成绝对的利益冲突：统治者总是要保持现状，而被统治者总是要改变现状。因此，权威也是不稳定的，利益关系不断在发生变化，而达伦多夫更为关注的是这样一种变化的过程模式。下面就专门谈谈他的这种过程模式。

四 关于社会分层、社会冲突的过程模型

达伦多夫建立了关于社会分层、社会冲突的一种过程模型。这里的所谓过程模型表现的是社会分层和冲突如何一步步形成，以及产生什么样后果的全部过程。用他自己的话说：“我将试图展示，在社会结构具有强制特性这一假设下，权力或权威关系是如何造成角色利益的冲突，这种在某些条件下的角色利益导致在有限社会组织内以及在整个社会上组织化的、对抗型群体的形成。”（Dahrendorf，1959：165）

他大体上的论证思路是从“社会角色”分化开始，分析潜在的利益如何变成显在的利益，又如何转化为冲突的群体，如何导致阶级的冲突，最终引发社会的变革。

从强制（coercion）的视角出发，达伦多夫认为，社会组织的形成不是因为成员出于自愿的合作，而是由于一些成员对另一些成员的强制、限制、约束。在任何一个社会组织中，为了保证运行的效率，一些位置被赋予权力行使对于另一些位置的控制权。换言之，组织内有一种不同地位的权力、权威结构的分布。而这种不同权力、权威结构的分布不可避免地成为社会冲突的决定因素。冲突的根源在于占据统治地位的和处在服从地位上的社会角色的安排。达伦多夫所说的社会角色（social roles）指组织中的一组位置以及与此位置相关联的行为规范。关键是，这些社会角色的差异结构反映的是行使权力或权威的差异结构，所以，所谓社会角色的行为规范就是各种社会角色通过强制实施肯定的或否定的奖励与惩罚而形成的规范。所以，只要组织中有这些统治和服从的角色存在，群体冲突就是不可避免的。所以，要进行冲突分析，首先就要确认与权力、权威的分布相联系的不同角色。

所有社会组织都存在社会角色的统治与服从的对立的分化，但是，为什么有些发生了冲突，而另一些却没有转化为冲突呢？关键是这里有一个转化的机制或转化的过程。达伦多夫的贡献在于剖析了这个转化的机制或过程。

为了说明这种转化，达伦多夫使用了两个概念：“潜在利益”（latent interests）与“显在利益”（manifest interests）。所谓潜在利益，指这样一种行为取向，即在“强制型协作团体”内部，固有地就存在两个地位互相对立的聚合体，虽然他们并没有主观地意识到这种对立。而显在利益则是指另一种行为取向，即上述地位对立的两个聚合体的成员已经意识到了这种对立，并且已经形成相互对立的群体行为。与上述两种不同利益取向相对应的，是存在两种不同的群体现象：“准群体”和“利益群体”。“准群体”（quasi-group）是达伦多夫创造的一个概念，指该群体的成员虽然占有相似的地位，但却处在潜在利益的状态，他们还没有组织起来。准群体概念的提出很有意义，因为它可以解释，为什么有的时候对立的利益可以风平浪静，有的时候却又变成狂风暴雨。也就是说，它是一个有可能变为有组织的冲突群体的有潜在力量的群体，之所以会发生冲突是因为其成员享有共同的角色与利益。尽管在潜在利益的状态下，他们可能对此一无所知。而“利益群体”（interest group）则是指群体成员处在显在利益的状态下，成员已经组织起来形成了集体行动。

在达伦多夫看来，“利益群体”的形成是导致冲突的非常关键的一步。利益群体有其自身的结构、组织形式、目标和成员队伍。利益群体不断从规模更大的“准群体”中吸收成员，所以，总是准群体更大，而利益群体是由准群体成员的一部分转化而来的。利益群体是群体冲突的真正代表。利益群体从来都不是“初级社会群体”，而是“次级社会群体”，成员之间的关系是利益驱动形成的。那么，利益群体是否就是冲突群体呢？不是的。冲突群体都是利益群体，但反过来说就不对了。

那么，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利益群体就会发展为冲突群体呢？冲突的形成需要具备什么条件呢？达伦多夫用了很大的篇幅进行讨论。对于这些条件的具体内容，我们将其归纳为社会冲突的理论命题，在后面具体论述。这里只介绍一下达伦多夫论述冲突形成时的逻辑结构。达伦多夫认为，冲突的形成需要具备四个方面的条件：第一，组织的技术条件；第二，组织的政治条件；第三，组织的社会条件；第四，组织的心理条件。对每一种条件，他提出了一些假设或命题。比如，将干部、领导者等视为冲突群体形成的技术条件；又如，将非专制的政治制度等视为冲突群体形成的政治条件；再如，将地理上的相对集中等视为冲突群体形成的社会条件；还比如，将群体成员的互相认同等视为冲突群体形成的心理条件。总之，达伦多夫认为，只有以上四个方面的条件都具备，冲突群体和冲突才会形成。

在这里我们要注意，达伦多夫有时候使用的是冲突群体、利益群体概念，有时候使用的是阶级概念。有什么区别吗？达伦多夫注意到了理论界在赞同阶级概念和反对阶级概念上的争论。反对派认为，阶级的模式不适宜分析“后资本主义社会”，其理由有四。第一，历史的理由。阶级的性质已经发生变化，资产阶级和劳工阶级都已发生重大变化，阶级更适用于分析19世纪的状况。第二，理论的理由。阶级强调的是经济的原因，而冲突可能是经济的原因，也可能不是经济的原因。第三，阶级概念本身也是含混不清的。比如，究竟是“自在阶级”还是“自为阶级”？第四，阶级和阶层的说法使得分析更为复杂。而赞同使用阶级概念的人也提出三点理由：第一，认为阶级是冲突群体的最好的替代概念；第二，马克思的阶级概念对于冲突研究具有很大启发；第三，马克思以后，许多学者已经对阶级概念作出修正和新的贡献。而达伦多夫认为，在冲突和冲突群体的分析中，应该维持使用阶级概念，但他在使用阶级概念时特别强调以下两点：第一，这是一种系统的社会冲突并且具有结构方面的原因；第二，阶级冲突是一种特殊类型的社会冲突（Dahrendorf，1959：201-204）。

那么冲突造成什么样的社会后果呢？达伦多夫认为，这涉及价值判断。从维持社会秩序的角度看，冲突破坏了社会稳定，可能导致社会控制的崩溃，所以，冲突是坏的，是负功能，是病态。达伦多夫则持相反的价值判断，认为，冲突是社会结构和过程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基本的构成部分，因此，冲突也有正功能。他强调两点正功能：第一，冲突有助于社会体系的整合；第二，冲突有助于创造变迁（Dahrendorf，1959：207）。达伦多夫比较详细地探讨了冲突的组织化程度、冲突的强度、冲突的暴力程度等对结构变迁的影响，以及利益多元的冲突和利益重叠的冲突对结构的影响等，提出了一些命题和假设。对于这些本节下面会专门介绍。

他认为，冲突引发的结构变迁至少有三种模式。第一种，在“强制型协作团体”中处于统治地位的人员的整个更换（total exchange of personnel）。比如革命导致政府的整个更换；再如在某些特例中，执政党下台后，统治集团进行了近乎全部的更换。这种模式往往是突发性的，在现代国家，突发的概率不高。第二种，对于统治集团的部分更换，这往往是一种改良而不是革命。比如，在选举制度的国家，在野党通过选举变成执政党，他们仅仅部分更换政府成员，法官、外交官、一些高级公务员等还会留任。第三种，统治集团在人员上并没有发生更换，冲突对结构的影响并不是表现在人员更换上，而是表现在立法和政策变迁上。比如，多数党与反对党的位置并没有更换，但多数党却将反对党的建议吸收到自己的立法和政策中。过去，人们以为不更换统治集团社会结构就不会变化，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历史上有无数事例说明，不更换统治者也可以出现变迁。达伦多夫说：“结构变迁的这第三种模式，是一种最为缓慢的革新，它要求统治者具有特殊的技巧，以避免因为压制反对派而激起反抗。但毫无疑问，这种模式可以使得统治阶级在相当长时期里维持其权威的合法性。”（Dahrendorf，1959：232-234）

对于上述全部论证，如果我们用图示的方法，就可以更好地理解达伦多夫关于社会冲突的过程模型。美国教授特纳（J.H.Turner）在《社会学理论的结构》一书中，也曾试图用图示的方法对比达伦多夫的过程模型（特纳，1987：183）。笔者参考了特纳的分析，并另外做了一些补充。下图中这样一些概念的变化趋向和演变，显示了达伦多夫从权力或权威关系造成“社会角色”分化，并由此开始，直至引发社会结构变迁的全部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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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关于社会冲突的理论命题

通过上述对过程模型的分析可以看到，冲突形成的关键是出现转化。比如，准群体向利益群体的转化，潜在利益向显在利益的转化。达伦多夫提出了一些理论命题来说明这种转化。他在论证中提出的命题很多，他自己在书中虽然试图对这些命题进行归纳，但其线索并不是很清晰。因此，不少社会学家都曾试图对他的命题进行重新归纳。比如，特纳就曾试图总结这些命题，可惜条理也不是很清楚（特纳，2001a：176）。笔者参考了这些归纳，下文试将达伦多夫的这些命题分为三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关于组织或群体在何种条件下形成的命题。主要探讨的是潜在利益究竟如何变为显在利益，准群体究竟如何转变为利益群体。达伦多夫在这方面提出的命题很多，笔者以为以下十点比较重要（Dahrendorf，1959：185-191）。

（1）“准群体”转变为有组织的利益群体，依赖于其成员中的奠基人，有责任心、事业心的领导者或干部（cadre）。

（2）有组织的利益群体的形成，依赖于“准群体”中系统的理论和“意识形态”的形成。

（3）高度控制的政治环境下，根本不允许建立社会组织，这样，尽管有准群体和潜在利益存在，社会控制也可以阻止准群体向利益群体转化。

（4）准群体成员沟通的机会越多，这个群体就会变得越有组织。

（5）准群体成员在地理生态分布上越分散，就越不容易组织；越集中，就越容易组织起来。

（6）利益群体的形成需要社会结构的支撑。如果进入某一群体的人员，形成一种结构化的模式，而不是一种偶然的进入，这时组织就容易形成。换言之，由于结构化的社会原因，人们进入一种社会地位，这样的人员容易形成利益群体；反之，如果个人仅仅是偶然原因进入某一社会位置，就不容易形成组织。达伦多夫以马克思的论证为例：由于犯罪、疾病等原因而落入社会底层的无业游民无产者就不容易形成组织。

（7）准群体成员对于其所处地位的主观认同，有助于形成利益群体。

（8）从属人员越是占有相似的角色，就越容易形成组织。

（9）社会流动的比率越高、群体的开放程度越高，就越不容易形成组织。

（10）一个处于从属地位的群体越有组织，就越有可能与统治的群体相冲突。

第二个方面主要是探讨哪些因素会影响冲突的激烈程度。对于冲突程度的分析，达伦多夫主要使用两个概念，一个是强度（intensity），另一个是暴力（violence）。他说：所谓冲突的强度，是指参与冲突群体之力量、能量的消耗程度和卷入程度。而所谓冲突的暴力程度，是指参与冲突的群体为表达其仇恨、愤怒而选择的不同斗争武器的差异。它是一个连续的变量，从最为和平的谈判直到最为激烈的战争等军事冲突。如果有一个暴力程度量表的话，它包括：讨论、争论、比赛、竞争、斗争、战争等。笔者试将他在此领域的命题或假设归纳为以下十二点（Dahrendorf，1959：211-229）。

（1）冲突中的群体越有组织，他们之间的冲突强度就越高。

（2）冲突重叠的程度越高，冲突的强度就越高。达伦多夫举例说，比如，在一个国家里有三种主要冲突——阶级之间的冲突，城市和农村之间的冲突，基督教与天主教的冲突；如果这三种冲突都是重叠在一起的，则会大大提高冲突的强度。达伦多夫还举例说明了经济地位、声望地位与权力地位的重叠与分散的关系。

（3）反之，如果冲突是分散的和多元的（pluralism），那么冲突的强度就会降低。

（4）相对剥夺会增加冲突的强度而不是暴力。

（5）绝对剥夺再加上被权力排斥，会增加暴力。

（6）阶级之间的流动率越高，他们之间冲突的强度就越低，反之亦然。

（7）阶级之间的流动有“代际流动”和“代内流动”两种形式。“代内流动”显示一个人地位变化的幅度，如果一个社会建立了一种制度化的个人改变阶级归属的机制，它就处于“准无阶级状态”（a state of quasi-classlessness），这样，冲突自然会大大弱化。

（8）冲突中的群体越有组织，冲突中的暴力就会越少。

（9）冲突群体越是整合进社会，暴力的可能性就越小。

（10）冲突双方所同意遵守的规则越多，暴力就会越少。

（11）冲突双方越是更多地认识到对方的客观利益，暴力就越会受到限制。达伦多夫以议会为例，认为如果两个敌对的团体都有机会陈述其反对意见，“那些同意用讨论的方式来解决争端的人，通常不会实施物质的暴力”（Dahrendorf，1959：226-227）。

（12）一个群体内的不平等程度越高，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冲突的暴力程度就越强。

第三个方面是关于社会变迁，即冲突造成的结果的命题。这方面达伦多夫的命题不多，他总的想法是，冲突有重大社会功能，冲突可以推进社会变化、社会变革，甚至社会进步。从成本效益比的角度看，如果以最小的成本获得社会变革和进步当然最好。所以，达伦多夫在上文论证冲突引发结构变迁的三种模式时，他的价值取向是想说明，不更换统治集团也可以实现改革或社会变革。同样，如果能够不出现暴力而实现变革，当然也是最好的。他在这方面提出的命题如下（Dahrendorf，1959：232-236）。

（1）阶级冲突会影响统治地位占有者，而统治地位占有者的变化会引起社会结构的变化。

（2）冲突的强度和暴力程度是两个不同的向度，强度影响的是社会变迁的深刻程度，暴力影响的是变迁的突发性。冲突的强度越高，对社会结构变迁的影响就越深刻。

（3）冲突的暴力越强，社会结构的变迁就越具有突发性。所以，降低冲突的暴力可以防范社会结构变迁的突然发生，比如，防范前面所说的突然发生整个统治集团的更换。

（4）如果对冲突进行调节，缓和它的强度和暴力程度，这样社会变迁的速度就会十分缓慢，其变迁模式接近于上述结构变迁的第三种模式，即在统治集团没有更换的情况下发生改革或变革。

（5）冲突的强度和暴力程度对社会变迁的影响也受到团体性质和结合方式的限制。比如，对于政治团体来说，领导人的更替是现实的、可能的，所以，突发型变迁可以应用于此；而对于工业团体而言，根本就不存在政治团体里的选举制度，工人不可能变成老板，所以，结构变迁的方式就只能是在领导人不变更前提下的政策的变化。

六 对于社会冲突的调节

从表面上看，上述所有命题讨论的都是被统治群体组织起来进行冲突的条件，马克思在研究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进行斗争时，分析的也是这些问题。但我们一定要看到，达伦多夫与马克思研究的目标、取向完全不同。马克思研究的是如何利用上述条件，组织无产阶级的斗争。而达伦多夫研究的目标、取向是什么呢？他总结说：“在任何‘强制型协作团体’中，有两个，也只有两个‘地位聚合体’应加以区分，即统治的地位和从属的地位。这两种聚合体，特点都在于：有共同的潜在利益，与其构成准群体相一致的个人的集合体，潜在利益被明确地表达为显在利益，准群体变成有组织的利益群体……而如果通过在实际上干涉形成组织条件的各种变量，就可以阻止显在利益的表达和利益群体的组织。”（Dahrendorf，1959：239）可见，他研究的目的是探索控制和管理冲突的办法。

当然，对于冲突的控制和管理，他不同意采用“冲突平息”（conflict resolution）的做法，因为从原因上看，冲突是不可能被平息或清除的。他也不同意采用压制社会冲突（suppression of social conflict）的做法，冲突是不可能被长期压制的，压制的结果只能是积蓄能量，最终总会爆发出来。达伦多夫主张对社会冲突采用“调节”（regulation）的方式。所谓冲突的调节是指对冲突的表现的控制方式，而不是对冲突原因的控制。因为达伦多夫认为，利益群体之间的对立是持续存在的事实，无法消除。他认为，有效的冲突调节需要具备三个条件。

第一，正在冲突的群体双方都必须正视和承认冲突的必要性与真实性，承认冲突对方的利益是一个客观事实，如果一味否认对立，一味强调共同利益，抹杀冲突的界限，反而不利于冲突的调节。第二，冲突的利益群体必须具有组织，如果没有组织，一片混乱，冲突就无法调节。第三，冲突的双方必须遵守一些正式的“游戏规则”（formal rules of the game），这些规则提供了双方关系的基本框架。所以，最为关键的是将社会冲突制度化。制定规则可以保障两个敌对群体双方的利益，减少双方受损害的程度，增加冲突行动的可以预测的特性。当然，达伦多夫还强调冲突双方立足点的平等，不要预先就认为自己优于对方，只有这样，制度和规则才能发挥作用（Dahrendorf，1959：225-227）。

对于调节冲突的制度化机制，他后来讲得更为直白：“有些社会对立会导致政治的冲突。然而，这种冲突并非变得日益诉诸暴力和日益具有破坏性，而是通过各种组织和机构得到抑制。通过组织和机构，冲突可以在宪法制度之内得到表现。政治党派、选举和议会，使得冲突成为可能，又不至于爆发革命。”（达仁道夫，2000：141）

很明显，达伦多夫的目的不是激化冲突而是缓和冲突。所以，对于前述关于冲突的二十多个命题，我们也应从缓和冲突的方向上去解读。比如，准群体转化为利益群体的条件有：干部因素、理论或意识形态因素、政治控制因素、地理生态因素等，那么，干涉这些因素就可以延缓利益群体的形成。再比如，建立规则、增加流动率和降低不平等程度可以减少暴力，这样，缓解社会矛盾就有了采取措施的切入点。

目前，转型中的中国社会面临高风险，社会矛盾丛生，各种类型的社会冲突频仍。如前所述，仅2005年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就有87000多起。因此，如何处理社会矛盾、缓解社会冲突就变得异常重要。所以，为构建和谐社会，我们可以从达伦多夫的理论中吸取很多东西。

至此我们可以对达伦多夫的理论做个小结。本节一开始笔者就试图说明，将达伦多夫的社会分层理论放在新马克思主义这一讲中讲授，是因为，达伦多夫的社会分层与冲突思想，在很多方面受到马克思的影响。他同意马克思关于阶级冲突是社会基本冲突、阶级斗争是社会变迁动力之一的思想。他的分析范畴、分析形式与马克思的也非常相似。比如，他所说的潜在利益与显在利益就很近似于马克思的自在阶级与自为阶级的观点。当然，他的很多观点与马克思的大相径庭。

比较突出的差异是，一方面，马克思认为，阶级冲突的根源是财产的所有制关系，而权威等只不过是建立在经济关系之上的上层建筑。权威关系是因经济关系变化而变化的。达伦多夫则以权威关系为基础，建筑起了冲突的关系模式。另一方面，由于达伦多夫的理论比马克思的理论迟了将近一个世纪，因而他的理论也确实反映了一些新时代的新关系。比如，资本家阶级内部的分化、工人阶级内部的分化以及中产阶级的兴起，这些都是马克思当年没有遇到的。达伦多夫在分析马克思所预言的革命并没有在西方发生的原因时说，这一预言的失败，理论逻辑上的原因是：马克思对于冲突的调节机制不够重视。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冲突会越来越激烈，而在西方社会的现实中，这种冲突找到了制度化的调节方式。而达伦多夫关于社会冲突、阶级冲突的众多命题和理论，就是在探索冲突的调节机制。

七 关于“冲突理论”的小结

至此，笔者试对“冲突理论”做一个小结。冲突理论与功能主义对于社会分层的看法是根本对立的。与功能主义强调协调、平衡相对立，冲突理论强调冲突与斗争。冲突理论又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流派。

第一，阶级冲突论。该理论认为，自文明时代以来，阶级就是最主要的社会分层群体，阶级之间因利益不同而引起的冲突是造成多数社会问题的根本原因。阶级冲突理论最重要的代表是卡尔·马克思，本书第二讲已作了阐释。当然，持阶级冲突论观点的并不都是马克思主义者，也有很多社会学家对阶级的理解与马克思完全不同。比如，也有人认为阶级是一种主观的东西，是主观心理和行为方式具有一致性的群体等等。

第二，权力冲突论。本节介绍的达伦多夫是权力冲突论的代表，他将权力、权威视为冲突的关键，本节已有详述，此处不赘。

第三，群体冲突论。这里的所谓群体冲突比阶级的对立要缓和一些。例如，齐美尔（G.Simmel）提出“陌生人”或“外来人”、“外乡人”群体的概念，指的是因地域空间、漫游与定居而产生的群体差异现象（西美尔，2002：512）。在此意义上，我国近来不少学者对于“外来人口”、“流动人口”，以至关于征地、拆迁中的一些冲突的研究，也可以归入此类视角。群体冲突的研究还包括关于种族偏见、种族冲突、社会距离、边缘群体、弱势群体等的研究。

第四，价值冲突论、文明冲突论。这种理论认为现代社会的突出特点就是价值观的多元化，持不同价值观的人在交往中会发生分歧、冲突，由此造成社会矛盾、社会问题。价值冲突论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有影响。近年来，亨廷顿关于“文明冲突”的观点亦可以归入这一派（亨廷顿，2002）。当然，亨廷顿讲的是国际关系中的冲突与世界上七八种主要文明之间的关系。

第二节 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

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于1930年出生，目前还在世。他获得了很高的学术荣誉，曾任国际社会学协会的主席。2004年7月中国开第36届世界社会学大会时，他也曾来参加会议。他是新左派的著名代表。当然，在学术生涯的初期，他的观点并不是如此激进。思想转变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到了非洲，他比较同情当时的民族主义运动，于是开始了对非洲的研究。对非洲的研究使他感到，如果要更好地认识非洲，就必须将其置于一定的世界体系之内，作为那个框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加以研究，才能得到清楚的认识。从此，他便关注世界体系的研究（沃勒斯坦，1998a：2～3）。

沃勒斯坦在理论体系上属于新马克思主义派别，不过他对分层的解释更多是从全世界的范围内作出的，从这点来讲他还是有创造性的。他认为，发端于16世纪的、以西欧北欧为中心的世界性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将全世界分为核心区、半边缘区和边缘区，从此，形成了全世界范围内的不平等体系。这个体系在开始建立的时候虽然很薄弱，但在几个世纪之后的今天，已经形成了世界范围内的政治、经济、文化强大的核心国家与弱小的边缘国家的基本格局。每个国家都是这个世界体系的一部分，都不能逃脱或者处在核心，或者处在边缘的位置，即或者剥削他人或者被剥削的地位。由此，他提出了世界范围内的两极分化问题。所以，要想了解一个国家内部的阶级差异和阶级斗争，就必须将这个国家放到世界体系中才能够搞清楚。

他认为，世界体系观点的提出是欧洲政治优势受到挑战后的结果（沃勒斯坦，1985b：307）。

他的这套理论和我们讲的“三个世界”有些相似。中国政府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了“三个世界”的观点，与沃勒斯坦的中心区、半边缘区和边缘区的说法几乎是同时。当然，沃勒斯坦早期的著作是20世纪60年代就发表了的。有人曾就此问题问过沃勒斯坦，他回答说，当然是毛主席影响了我。

一 对资本主义的批评态度

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中文版有三大厚本，在中文版序言中，他提出了三个十分重要的观点。

第一，他认为，“创立资本主义不是一种荣耀，而是一种文化上的耻辱。资本主义是一剂危险的麻醉剂，在整个历史上，大多数的文明，尤其是中国文明，一直在阻止资本主义的发展。而西方的基督教文明，在最为虚弱的时候对它屈服了。我们从此都在承受资本主义带来的后果”（沃勒斯坦，1998a：1）。他认为，资本主义是所有生产方式中唯一这样一种生产方式，就其本身而论，它实现了剩余价值创造的最大化。他激烈抨击资本主义，他本来认为中国可以避免资本主义。所谓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是以增值也就是赚钱为目的，人们渴望资本在短时间内的迅速增值。那么目前我们目睹的千百万人的行为，不正是以此为目的的吗？一些人为了赚钱，甚至不择手段。假冒伪劣商品充斥于市，违法违规赚钱比比皆是，这种状态还谈不上是成熟的资本主义，而只能说是早期资本主义，或原始积累时期的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发展到后来的成熟时期，建立了比较完善的法律体系，以制约和约束人们的行为。当然，其追求剩余价值的本质依然如故。

沃勒斯坦在序言里又重新提起人们讨论了长达两个世纪之久的问题：资本主义作为一个世界性的体系，为什么发端于西欧而不是中国？我们知道，韦伯曾在其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探讨过此问题，将资本主义在西欧的产生归因于基督教新教伦理。后来他又发表《中国宗教：儒教与道教》一书，认为中国之所以一方面具备发展资本主义的很多有利条件，另一方面却没有发展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受到中国固有宗教和意识形态的阻碍；儒家蔑视工商业、崇尚人格化的伦理道德，妨碍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沃勒斯坦则认为，资本主义之所以没有发端于中国，不仅仅因为伦理的阻碍、意识形态的障碍。他分析了中国与西方在集团利益和经济发展动力方面的差异。中国由于幅员辽阔，经济扩张仅通过内部扩张就可以实现，而不需要向海外扩张。中国在境内的东南部建立了强大的稻米生产基地，从而解决了对经济发展的需求。而欧洲人的内部空间有限、内部资源枯竭，这促使他们革新技术、采用新工艺和向海外扩张（沃勒斯坦，1998a：40～45）。这个道理与改革以来中国国内区域之间发展差异颇有相似之处。比如，温州地区人均土地资源十分有限、内部自然资源枯竭，结果反而刺激了该地区工商业的发展；改革30多年后，温州已经成为中国民营资本、民营经济最为繁荣的地区。

所以，阻碍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原因可以分为精神因素与物质因素两个方面。精神方面是因为“农本商末”的意识形态，物质方面是因为：内部的扩张余地较大，缺少刺激出新科技和新经济模式的动力。然而，弗兰克在《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一书中提出，在非资本主义的经济模式下，中国的经济在相当长历史时期里，曾经达到过很高的发展水平。他用重金属白银流通数量证明，在18世纪末的工业革命之前，中国曾经是全球经济体系的中心。如果没有资本主义的外部入侵，中国恐怕仍然会在原有的经济模式内循环。所以，沃勒斯坦认为中国文明一直在阻止资本主义的发展，他把这看做一件好事而不是坏事。这也并非没有道理。为什么呢？因为资本主义这样一种以追求剩余价值最大化为目的的生产方式对于资源的耗费是历史上任何一种生产方式都无法比的。在工业化以前，中华民族维系了五千年的运转，在环境和资源上没出现太大的危机。然而，近年来，环境和资源的破坏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如果不加控制，民族生存都会出现危机。因此，沃勒斯坦的警告值得我们深思。

第二，他认为：“我们并非处于资本主义胜利时期，而是处于资本主义混乱的告终时期。”（沃勒斯坦，1998a：1）这是他对全世界形势的分析，观点确实与众不同。自从苏联、东欧的所谓社会主义阵营瓦解以后，我们听到的都是一边倒的大唱资本主义的赞歌。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独占花魁。然而，左派大师沃勒斯坦却说是资本主义混乱的告终时期。其实，这涉及如何定义资本主义。如果资本主义就是最大限度地追求剩余价值、追求利润，连损害环境、损害公共福利、损害社会利益也在所不惜的话，那么，这种制度会受到世界上多数人唾弃。

第三，他说：“资本主义是一个不平等的体系。”（沃勒斯坦，1998a：2）他认为，到21世纪中期的时候，会有一个或多个体系取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他当然希望后面的这个体系会比目前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更平等一些。我们目前的这个世界体系，不平等的特征当然是十分突出的。仅从中国的角度看，我们数以千万计的农民工在各类“三资企业”、跨国公司里工作，工资不及这些企业国外同行的十分之一，甚至几十分之一。看看我们农民工的劳动和生存条件，再与这些国际大公司本国的职员的条件比较，不啻天壤之别。所以，我们无奈地被这个不平等的世界体系控制。沃勒斯坦寄希望于中国人民，问题是我们真的能够为创造一个更为平等的世界作出贡献吗？

二 世界体系论的基本概念

我们先来看沃勒斯坦提出和使用的一些主要概念。

他把全世界分成三种区域，一种是核心区域（core area）或称核心地带（core zoon）。区域（area）和地带（zoon）这两个词沃勒斯坦都使用，含义没有区别。另一种是边缘区域（periphery area）或边缘地带（periphery zoon），而居于这两者之间的是半边缘区域（semiperiphery area）或半边缘地带（semiperiphery zoon）。

与上述三个区域相对应，沃勒斯坦也常常使用“核心产品”与“边缘产品”、“核心国家”与“边缘国家”的概念，其含义大体相近。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分工中，上述三种区域承担了不同的经济角色，它们的地位是不平等的，从世界经济体系中获得的利益也是大相径庭的。核心区域与边缘区域的交换是不平等的，从边缘区域转移来剩余价值，换言之，核心区域在剥削边缘区域。而“半边缘”居于核心与边缘之间，半边缘国家出口“边缘产品”到核心国家，而出口核心产品到边缘国家，并且两者差不多等量。也就是说，半边缘区域一方面剥削边缘区域，另一方面又受到核心区域的剥削。在这个意义上，沃勒斯坦有时候也使用“次帝国主义”（sub-imperialism）的概念来解释这种“半边缘”现象。半边缘对于核心来说是边缘，但对于边缘来说又是核心，它们常常起到协助核心国家的作用。总之，这三个区域形成了一个三元的世界分工体系。

核心与边缘的概念最初并不是沃勒斯坦提出来的，而是“联合国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的普雷比希（Raul Prebisch）及其同僚提出的，但沃勒斯坦确实对这个理论作出了比较全面的阐释（Hopkins and Wallerstein，1985：339）。

而“边缘化”（peripheralize）概念则指，边缘是一个过程。边缘化有两种向度，一种是两个地区之间，核心与边缘的强度更为加深，贫穷与富裕的两极分化更为严重；另一种是“广度”，即更多的区域被卷入世界体系。所以，边缘国家或地区被卷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过程就是边缘化。他以印度为例，认为，17世纪虽然印度与欧洲存在贸易，但还不属于边缘化，因为那时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还没有形成，而19世纪的印度则被边缘化了。按照这种理论，如果不卷入世界体系就不会被带入边缘化的过程。所以，如果坚持经济上自力更生，创造出自己独立的工业体系，就不会被边缘化。当然，这里我们国家也遇到一个悖论，如果不开放，经济上仅仅靠自己，没有外资投入和技术引进，我们的发展就会变得很迟缓；而如果采取开放的政策，经济的发展速度会比较快，但却不可避免要被卷入边缘化的过程。

而核心与边缘相互之间是一种特定的生产组合，核心国家生产的核心产品价格高昂，而边缘国家生产的边缘产品价格低廉，所以，两者之间存在“不平等交换”。

“不平等交换”（unequal exchange）这个概念最初是伊曼纽尔（Arghiu Emmanuel）在1972年提出的，沃勒斯坦又给予进一步解释，即剩余价值不仅从生产者身上转给其他受益者，而且，转移的方向是朝向核心国家。这样不仅核心区域的无产阶级与边缘区域的无产阶级是不平等的分配关系，核心区域的资产阶级与边缘区域的资产阶级也是不平等的分配关系。换言之，核心国家的资产阶级既从边缘国家的无产阶级身上获利，也从边缘国家的资产阶级身上获利。于是，在不同的国家，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结构比例也是不一样的。因为西方发达国家从经济落后国家转移的剩余价值多，所以其资产阶级的比例也比经济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的比例高。

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解释，为什么马克思当年预言的社会主义革命没有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生，倒反而在东方经济落后国家发生了。那是因为，东方经济落后国家是沃勒斯坦所说的边缘国家，这里的无产阶级受到来自核心国家、半边缘国家以及本国资产阶级的三重剥削，当然矛盾就更容易激化，革命就更容易发生。

与“不平等交换”相关联的一个概念叫做“厚利贸易”（the rich trades）。沃勒斯坦认为，这个概念指：“在A与B贸易中，生产者A认为他卖给B的是非常没有价值的东西；而生产者B认为他卖给A的也是没有价值的东西。可是，两者却都认为他们所买的东西相当棒。”（沃勒斯坦，1985b：329）虽然表面上看，双方都认为很值得，似乎是公平的，但由于核心国家处在产业的高端，边缘国家处在产业的低端，实际上还是核心国家更能够由此获得丰厚的超额利润。

三 关于世界范围内分工的理论

沃勒斯坦的“核心—边缘”理论，实际上讲的就是世界范围体系内的分工问题。马克思始终重视分工的研究，他曾区分了自然分工、社会分工、生产分工，以及研究了工厂企业的分工等。不过马克思所说的分工指的是一个国家、一个区域之内的分工，而沃勒斯坦讲的是跨区域的分工，在此意义上他大大扩展了马克思的分工概念。他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是以世界范围的劳动分工为基础而建立的，在这种分工中，世界经济体的不同区域（我们名之为中心区域、半边缘区域和边缘区域）被派定承担特定的经济角色，发展出不同的阶级结构，因而使用不同的劳动控制方式，从世界经济体系的运转中获利也就不平等。”（沃勒斯坦，1998a：194）他从全世界国家的角度，把世界分成以欧美为经济中心的核心国家，以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发展中国家为代表的边缘国家，以及处在两者之间的中间地带——半边缘国家。这三种不同的国家和地理区域在世界经济体系中有着不同的生产功能。当然，这种功能也会随着时间推移而变化，但不平等和互补性确实始终存在。核心地区总是以较高水平的机械化、高技术而获得较高利润和较高工资，边缘地区提供的则大多是初级产品、农产品或资源，而半边缘地区则表现为一种核心和边缘的混合体。所以，世界经济体系也可以看做一种世界范围内的阶级体系（Hopkins and Wallerstein，1985：353）。

在中国，大家都知道“三个世界”的观点。三个世界的观点是由毛泽东主席提出、邓小平先生在联合国大会上宣布的。当然，沃勒斯坦有系统的理论著作，相比之下，我们还缺少大部头的、系统的理论著作。从理论角度说，沃勒斯坦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诺贝尔奖获得者、经济学家缪尔达尔（Gunnar Myrdal）“循环累积因果原理”（Principle of circular and cumulative causation）的影响。该理论指出，在资本与市场的作用下，一些地区的发展是以另一些地区的不发展为代价的。传统上人们以为，一些中心区域资本积累了、富裕了，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引起这些富裕区域土地价格的暴涨、劳动力供大于求。这样资本在经济发达区域的增长就受到限制，于是资本和劳动力就会从经济发达区域流到经济不发达区域。这是一种传统的均衡观点。缪尔达尔反对这个传统观点，认为事实根本不是这样。他论证说，实际上，高水平的经营人才、高技术人才还会持续不断地流往发达地区。因为发达区域越是聚集了高水平的人才，经济发展的能力就会越强，极高素质劳动力的价格不但不会下降反而会继续上升。于是，发达区域从不发达地区吸引了更多的人才，聚集了更高水平的劳动力，发展的动力更强，利润率会更加上升（Myrdal，1957）。所以，这是一种循环累积的效应，也可以叫做“马太效应”。沃勒斯坦在著作中赞同缪尔达尔的理论。此外，学者纳克斯（Ragnar Nurkse）曾提出“贫困恶性循环”（vicious circle of poverty），讲的是循环累积的另一端，即贫困地区陷入贫困的程度会越来越深（Nurkse，1953）。

沃勒斯坦认为，三个区域的分工是一种世界范围内的生产关系结构，表现为一种在全世界空间地域结构中分布的生产关系。以往对生产关系的研究多在一个国家、一个区域范围内，多是对生产过程各要素之间关系的研究。沃勒斯坦将生产关系拓展到世界范围，开拓了区域之间、全球布局中的生产关系研究。在世界经济贸易交换中，可以发现众多一对一的对偶关系，即一方属于核心区域，另一方属于边缘区域。于是，整个世界形成一个完整的分工体系，不同区域、不同国家之间是一种分工关系。由于世界型的分工体系形成了，任何一个国家，只要被纳入这个世界型的分工体系，不管该国自己主观上想处于怎样的位置或采取怎样的政策，它在世界体系中的位置都已由分工关系决定。经济不发达国家必定被置于边缘区域的位置，无法逃离这个位置。

四 世界体系中的国家关系

世界体系形成后，国家之间处于竞争型和冲突型的关系之中。沃勒斯坦从三个层次上分析了国家关系：即强国与弱国之间的关系，强国与强国之间的关系以及国内不同阶级之间的关系（Hopkins and Wallerstein，1985：344）。

首先，我们看看强国与弱国之间的关系。沃勒斯坦认为，这表现为一种“帝国主义”的支配模式，即强国对弱国的控制和支配。帝国主义的动力是来自输出资本、攫取资源的需要。有人认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经济的一个特殊时期，是与殖民主义相结合的模式，似乎到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民族国家独立后就不存在帝国主义了。沃勒斯坦则认为，直接殖民统治的结束并不意味着帝国主义的结束，直接殖民统治结束后，又出现了“新殖民主义”（neo-colonialism），出现了“无形的帝国”（informal empire）。这两个概念均是指，核心国家对于边缘国家的政治经济干预，不是直接的殖民统治或控制，而是多通过经济手段、多采用改变市场安排的方式（Hopkins and Wallerstein，1985：345）。

其次，我们看看强国与强国的关系。强国与强国之间，经济与军事的实力如果相似的话，就会出现权力平衡现象。国家关系中的权力平衡有两种不同方式。一种是由众多的强国组成两组联盟，双方的力量相近，谁也压不倒谁，这时候就会出现暂时的停战或和平。但是双方的对立依旧，所以也可以说是一种冷战状态。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英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与苏联东欧的华沙条约组织的对立就是这样一种状态。双方的对立、斗争、冲突从来没有中断过，但两个联盟都有相当的约束力，都有所控制，使得冲突不会无限升级。如果平衡被破坏，双方的力量失衡，反而更容易演变成战争状态。第二种是，某一个强国，力量太强大，没有其他国家可以向它挑战和抗衡，这时就会出现独霸（hegemony）现象。沃勒斯坦认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的独霸现象与历史上的帝国时代的绝对统治并不一样。历史上的帝国是政治上的绝对控制，而今天的独霸主要是采用市场等经济手段实现的（Hopkins and Wallerstein，1985：345-346）。如果考察今日世界，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瓦解以后，国际上的超级大国只剩下美国，几乎没有其他力量能够与之抗衡。目前，美国就处于独霸地位。

最后，国内阶级关系与国家关系。即考察形成世界经济体系之后，国内的阶级关系是否会对国家关系产生影响。马克思曾经认为，阶级关系可以超越国界，因此他曾提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甚至引用过“工人无祖国”的观点。沃勒斯坦也试图探讨，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冲突是否可以演变为国家之间的冲突。也有的学者提出，将世界上的国家分成资产阶级国家和无产阶级国家。这样，马克思本来是用于解释一国之内的阶级关系的观点——社会两极分化（polarization），现在被世界体系论者应用于解释世界范围内的阶级关系和国家之间的两极分化。但这些是否真的可以解释国家关系，迄今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Hopkins and Wallerstein，1985：346）。

五 周期韵律与世俗化趋势

如果不是仅从个别国家的角度看，而是从所有国家构成的总的体系看，就可以发现，世界经济体系存在着循环的、周期的变迁现象，沃勒斯坦称之为“周期韵律”（cyclical rhythms）。该韵律表现为一种“扩张”与“紧缩”的周期模式：当世界经济总产量小于世界经济的有效需求总量时，世界经济就呈现扩张的趋势；而当世界经济总产量大于世界经济的有效需求时，就会呈现紧缩的趋势。沃勒斯坦认为，大约每75年至100年，世界经济就会出现一次循环，在循环中，当出现经济紧缩问题时，就必须通过政治力量对经济做重新安排（沃勒斯坦，1985b：314）。

马克思在其著作中很早就注意到英国、美国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再生产的周期性，并将这种周期性总结为危机、萧条、复苏、高涨四个阶段的循环。四个阶段相互连接，前一个阶段便孕育着下一个阶段，危机是上一个周期的终点，又是下一个阶段的起点。一些学者又将此种循环的周期分为“短周期”与“长周期”。沃勒斯坦认为，短周期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供应与需求调节的一种基本模式，像钟摆的运动一样周而复始，其弧形运动是可以控制的（Hopkins and Wallerstein，1985：347）。最早提出“长周期理论”的是俄国经济学家康德拉捷夫（Nikolai D.Kondratieff），他在1925年的一篇论文中提出长波（long waves）观点，认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周期是长度大约50年的长波。他通过对法国、英国、美国等的统计资料分析，发现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的三个长波：第一，1789～1849年，上升期为25年，下降期为35年，总共60年；第二，1849～1896年，上升期为24年，下降期为23年，总共47年；第三，从1896年开始，上升24年，1920年以后是下降期，直到他发表论文的时候还是下降期。康德拉捷夫的理论以及后来熊彼特（Schumpeter）提出的长、中、短三种周期的理论，和“库兹涅茨周期”（Kuznets Cycles）理论等都对沃勒斯坦的经济周期观点产生影响（许涤新，1980：567～568）。

“周期韵律”是在商业化、“世俗化趋势”（secular trends）里发生的。沃勒斯坦所说的“世俗化趋势”指的是资本主义发展的走向与特征，与“周期韵律”同步。虽然沃勒斯坦有时也讲这是两个趋势，但实际上这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沃勒斯坦所阐述的“世俗化趋势”或资本主义化的具体内容，包括如下一些方面。第一，扩张，即资本主义在全世界范围的扩张。资本主义扩张与传统帝国扩张的根本不同在于，传统帝国扩张是核心国家将边缘国家纳入宗主权范围，原封不动地保留原有的生产体系，而资本主义的扩张改变了边缘国家的生产体系，将边缘国家纳入上述世界分工体系。第二，商品化（commodification）。资本主义扩张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将自然经济中的土地、劳动力等各种资源市场化、商品化，将几乎一切生产要素都纳入可以买卖的、可以获取利润的机制之中。第三，普罗化或无产阶级化（proletarianization）与资产阶级化（bourgeoisification）。既然劳动力商品化，变为被雇佣阶级，另一极则变为雇佣阶级，于是，资本主义的阶级关系在世界范围内形成。第四，机械化（mechanization）。工业革命和科技革命大大推动了机械化的发展，而机械化的发展又对资本和劳工关系产生重大影响。马克思曾经论证，机械化的发展，会日益剥夺劳动者的技术，使得资本与劳工更加对立，而相反的观点则认为，机械化的发展缓解了资本与劳工的对立关系。究竟哪一派观点更符合事实呢？本讲在阐述布雷弗曼与马尔库塞的观点时会作出进一步分析（Hopkins and Wallerstein，1985：349-351）。

六 世界体系论对于中国的意义

从世界体系论的角度，可以发现中国目前发展战略中存在的巨大隐患。表面上看，中国经济发展十分顺利，GDP总量从改革前1978年的3624亿元，增长到2010年的39.80万亿元，后者为前者的109.8倍，年均增长速度接近10%，而同期世界经济平均增长速度仅约3%。在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出口外贸经济占有重要地位，目前我国外贸进出口总额排名全世界第三位，看起来成绩斐然。但如果细心考察增长的内在结构的话，就会发现，我国出口的大多是低端产品，进口的大多是高端产品，这样一进一出，实际上在世界体系的分工中更为边缘化了。中国现在出口的还是以服装、鞋帽、玩具、手工产品、原材料等初级产品和资源型产品为主。按照世界体系论的观点，只要你是以出口初级产品、边缘产品为主，你就肯定是一个边缘国家。在世界体系中，核心产品与边缘产品的交换本身就是不平等的。对于这个不平等的交换，如果用马克思主义术语表达的话，就是边缘国家的剩余价值被转移到核心国家去了。这方面也确实有很多证据。据报载，中国每出口8亿件衬衫所得利润才能换回一架空客A380飞机。中国国家统计局前局长邱晓华于2006年5月24日在“中国高新企业发展国际论坛”上举的两个例子更能够说明问题。他说：江苏DVD企业出口一台DVD，交给外国的专利费是18美元，生产成本是13美元，企业每出口一台仅仅能挣1美元的利润；而一台售价79美元的MP3，国外要拿走45美元的专利费，加上制造成本32.5美元，留给我国企业的利润只有1.5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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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表面看来我们的进出口贸易额很大，而实质上获利甚微。为什么甚微呢？按照沃勒斯坦的解释，这是由世界经济体系的核心与边缘关系决定的，我们受到经济发达国家的剥削。这样，我们就遇到一个进退维谷的窘境，当我们没有被纳入这个体系的时候，当我们的基本国策是自力更生的时候，当我们生活在世界体系之外的时候，我们没有受到剥削，剩余价值没有被大量转移到经济发达国家，但由于经济不开放，没有资本和技术的引入，国家和老百姓都很贫穷。当我们采取开放政策的时候，经济总量的膨胀很快，但受剥削却很重。唯一的解决出路就是中央最近强调的，提高自己的自主创新能力、掌握自主知识产权、优化产品结构、实现产品升级；用世界体系论的术语说，就是摆脱边缘地位。当年的日本、韩国等，也曾经历过出口产品从边缘产品向核心产品过渡的过程，所以，中国也应该走出一条自己的摆脱边缘地位的道路。

按照世界体系论的观点，我国的社会结构也会受到核心与边缘关系的重大影响。如上所述，在国际经济交往中，我国劳动者的收入被压得很低，他们创造的剩余价值被转移到了经济发达国家。也就是说，经济发达国家的社会各阶级可以从经济不发达国家的社会各阶级身上获利。这样，经济发达国家与经济不发达国家就塑造出了不同的社会结构。经济发达国家可以形成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而这个庞大的中产阶级的经济支撑，恰恰是经济不发达国家劳动者剩余价值的转移。而经济不发达国家则由于转出巨额的剩余价值而形成了巨大的底层社会。以中国的情况看，目前我国有大约1亿4000万城市农民工，无论就他们的技术水平看还是就他们所提供的劳动的质量和数量看，都达到了相当的水平。然而，他们的工资水平无论就国际标准讲还是就国内标准讲都是十分低廉的，他们生产的产品很多都廉价地销往海外。在欧美市场上，我们到处可以看到价格低廉得难以置信的中国制造的商品。有的人还以此为荣，认为这显示了中国出口贸易的竞争力。殊不知，从世界体系的角度看，边缘国家低廉工资的劳动者，造成了比例过高的底层社会。这是一种很不稳定的社会结构。因为底层巨大的社会必然是一种两极分化的结构，社会上的利益群体和阶级群体处于对立的状态，社会关系是一种紧张的状态，社会矛盾容易激化。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当然与剩余价值的大量转移有关。

那么，什么是稳定的社会结构呢？社会学认为，菱形的或纺锤形的结构是稳定的社会结构，这种结构即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社会。

问题是，在世界体系中，被转移了大量剩余价值的边缘国家，难以形成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社会。所以，我们只有摆脱边缘区域的窘境，才可以改变底层社会过于巨大的状况。我们当然也希望中国能够形成中产阶级社会，多数国民达到小康水平，衣食无忧，医疗、就业、住房、养老都有保障。问题是中国有没有可能形成这样一个中产阶级为主体的社会呢？这就涉及沃勒斯坦所说的边缘与核心的关系。在世界体系中，如果我们不摆脱边缘地位，大量剩余价值通过不平等交换输送到了核心国家，其结果是我们为富裕国家培养着中产阶级，而形不成中产阶级在本国的主体地位。中国是一个有13亿人口的大国，如果我们能够培育出自己的中产阶级主体，完全可以不依赖出口外贸经济，而形成本国的巨大消费市场，形成良性的国内市场。从这个角度看，我们不应该一味地任由雇主压低广大劳动者的工资水平，不应该任由雇主过度地压低农民工的工资。笔者的研究证明，由于中国的农民和农民工受到制度的排斥，中国社会结构呈现倒丁字形的图形，也就是说底层过于巨大。所以，扩大我国的中产阶级，改变底层过于巨大的现状与摆脱我国在世界体系中的边缘地位，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

第三节 布雷弗曼与马尔库塞关于工人阶级变迁的理论

马克思对进入大机器生产时期的工人阶级作出了分析，认为机器的推广使工人的劳动失去了独立的性质，工人变成机器的附属物，劳动已经异化为劳动者的对立物，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则工人变得越贫困，预言工人阶级是具有特殊利益和负有特殊历史使命的特殊阶级，预言工人阶级最具有革命性，将推翻资本主义制度（马克思，1972：257～263）。然而，马克思逝世100年以后，大机器生产方式本身也发生了重大变化，那么工人阶级会发生什么变化呢？如何看待马克思预言的劳动者雇佣化、社会两极分化观点？随着机械化、自动化的发展，白领阶层在就业队伍中占据了主体地位，他们还属于工人阶级吗？怎样看待这种变化呢？

针对上述变化，在新马克思主义阵营里，也产生了两派对立的观点。一派认为，虽然工人阶级的构成和特征发生了巨大变化，但资本与劳动对立的本质没有变化，工人阶级仍然具有战斗性。另一派则认为，工人阶级已经不是马克思时代的状况了，工人阶级已经融入资本主义社会，所以，工人阶级已经失去了战斗性。新马克思主义者布雷弗曼与马尔库塞就是这两派观点的代表。

一 布雷弗曼关于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劳动分化的理论

布雷弗曼（Harry Braverman）是美国社会学家，他是典型的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代表。他自己曾经做过工人，所以他对生产过程特别熟悉，他的主要著作《劳动与垄断资本》很早就被翻译成中文了。这本书主要是研究马克思逝世近100年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动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他试图探讨，在发达资本主义时期，各种产业技术的变化对劳动的性质和对工人阶级的构成究竟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布雷弗曼的研究有两个特点：一是他对具体的劳动过程非常熟悉，所以在书中对劳动过程的分解和解释非常详细；另一个是他当过工人，对工人有感情，所以，是站在工人的立场上看问题。他说：“我在那些年中不仅有机会亲自看到各种工业劳动过程的变化，而且还看到了这些劳动过程是如何重新组织的，而被有系统地剥夺了一种手艺遗产的工人又如何得不到代替这种遗产的东西。我象所有手艺工人，甚至最不善表述内心思想的手艺工人一样……我感到其中不仅有一种社会的义愤感，而且也许还有个人的受侮辱的感觉。”（布雷弗曼，1978：9）他的主要观点如下。

1.对于分工的研究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最早的创新原则就是制造业方面的分工。分工的本质是降低劳动力价格，而降低价格的最好办法就是将劳动力分解成最简单的成分，易于操作，谁都可以干，即使不是从事这个专业的进城的农民也可以很快学会。

布雷弗曼在书中剖析了马克思的分工思想。马克思关于分工的一个思想对布雷弗曼影响很大，即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工厂分工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剥夺了工人的技术。问题是到了高技术、高信息时代，马克思的这个思想还符合实际吗？布雷弗曼认为仍然符合实际。他证明在现代科学技术的生产条件下，分工和管理的精髓仍然是使劳动过程的每个步骤尽可能细化，尽可能脱离专门知识、专门训练。因为训练高技术者需要很高的成本，比如说训练出一个博士、一个科学家需要很长时间。而分工可以让很复杂的事情非常简单化，把复杂劳动变成简单的劳动环节，于是，工人就被安置在从事非常单一劳动的环节上。

这样，在号称技术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分工使得劳动者在技术上出现两极化。一极是那些高技术的劳动者，他们的劳动时间具有极其高昂的价值，享受极高的薪金；另一极是简单操作的工人，他们的劳动时间几乎分文不值。布雷弗曼说：“这甚至可以说是资本主义分工的一般规律。”（布雷弗曼，1978：77）

他分析，劳动过程的分工分成两步，第一步是把劳动过程分解，分成不同步骤、环节，第二步是在工人当中进行细的分化，把工人分解开。分工使得资本更容易控制劳动，资本家获得双重好处，不仅在生产效率上获益，而且在管理控制上获益。

我国的高技术企业也有类似的劳动结构两极化现象。比如深圳、珠海的很多外资企业，听起来是高新技术产业，但如果去观察它们的劳动过程，就会发现，在号称现代化的劳动生产条件下，劳动过程和劳动环节非常简单，操作的工人并不需要什么知识、技术，工厂里所需要的就是眼力比较好、手比较快、行动敏捷的工人，所以，受过较低教育的女工在这里十分受欢迎。这些企业也需要懂技术、会维修的技术工人，但需要的数量很少。现代工业中的这种两极化的劳动结构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因为，这涉及我们如何培训自己的劳动者，过去以为劳动者受教育水平越高越好，实际上并不是如此。布雷弗曼告诉我们，只要是在劳动力商品化的情况下，劳动者就必然是个两级化的过程，掌握高技术的只是极少数人，绝大多数人并不需要掌握很高的技术。而中国目前的人口结构恰恰是这种两极化的特点，所以，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解释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原因。

2.传统的泰勒制与劳动分化

布雷弗曼认为，劳动分化有两个完全不同的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泰勒制的劳动分化，第二个阶段是科技革命之后的新的劳动分化。我们先看看泰勒制的劳动分化。我们知道泰勒也是具有一线劳动经验的，他做过普通工人、机工班长，后来又成为总工程师。他很聪明，创造了劳动分化的、技术分解的大规模的生产方式。他的一个贡献就是把劳动过程分解，把工人的技术分解。他仔细研究生产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到底需要几秒钟。他是一个很严肃的研究者，把整个生产过程分解成完全都是非常单纯的动作，这就好比当年喜剧大师卓别林在电影《摩登时代》中所表演的人变成像机器、齿轮一样的动作。布雷弗曼认为，泰勒制奉行的原则有三个。

第一个原则，就是使劳动过程与工人的技术分离开来。也就是说，从前工艺技术与劳动者是合为一体的，劳动者占有工艺技术，由于是高技术的劳动者，复杂劳动等于倍加的简单劳动，所以，工资水平就比较高。泰勒制以后，技术被标准化为一系列的动作，技术与劳动者被剥离开来。这样，劳动者从事的是简单劳动，工资水平自然就变得比较低下。

第二个原则是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分离的原则。布雷弗曼说，这就是概念和执行相分离的原则。在工厂里，发号施令和执行命令相分离，管理和被管理相分离。当然，脑力劳动者、管理者总是少数，多数是体力劳动者、被管理者，所以，这还可以节省生产成本。

第三个原则就是利用对知识的垄断来控制劳动过程的每一个步骤以及劳动过程的执行方式。所以，布雷弗曼是想证明泰勒制的本质是资本控制劳动。

当然，不可否认，泰勒制以后，美国创造了流水线的大规模生产方式，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降低了生产成本，使得过去价格极高的商品现在能够为普通人所享用。其结果是提高了国民的基础生活水平。

3.科技革命与布雷弗曼命题

布雷弗曼认为，劳动分化的第二个阶段，是20世纪50～60年代的科技革命之后，大量白领阶层产生、办公室自动化、计算机化以后出现的新的劳动分化，这个分化是布雷弗曼论述的重点，也可以说是他的贡献。他在书中详细分析了这种劳动分化。他分析办公室自动化的劳动过程，人们开抽屉用多长时间，关抽屉用多长时间，每写一封信用多长时间，贴一张信纸用多长时间等等，分析在大量白领阶层产生之后出现了怎样的劳动分化。布雷弗曼论证了如下几个主要观点。

第一，他认为，科技革命的本质是“科学本身化为资本”（布雷弗曼，1978：149）。以往对科技革命的解释多是从“非阶级”的角度作出的，比如丹尼尔·贝尔强调后工业社会中阶级的淡化、理性主义至上、知识技术的重大功能等。而布雷弗曼则描述了一幅完全不同的场景：资本以科学的面目出现。

第二，科技革命对工人的影响是后者被高度控制。他认为，科技革命以前，管理者对劳动者的控制也只能是部分控制或某一方面的控制，而科技革命之后却变成管理部门能够掌握整个劳动过程和控制劳动过程的一切要素，科技越发达，控制手段越突出。

第三，科技革命以后，垄断的特性更强了，政府的作用加强了。为什么会这样呢？他分析说，因为垄断资本总是生产出大大超过它吸收能力的经济剩余，要靠政府来购买。他强调，军事冲突的加剧也导致国家作用的增强。以美国为例，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不断参与战争和军事冲突，当然，它的军队得到了很好的训练，冲突也导致国家力量的增强。此外，救助贫困、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教育作用的增长等也导致国家力量的强化（布雷弗曼，1978：252～253）。这一点对我们有启发，即现代社会，国家的管理作用究竟是强化了，还是弱化了？布雷弗曼证明国家的管理功能是大大强化了。过去，中国是强势政府的社会，那么，改革的方向究竟应该是强势还是弱势呢？这值得我们深思。

第四，针对科技革命对工人的影响，他提出，办公室机械化、自动化、计算机化的结果是劳动者日益被剥夺了技术。他提出一个概念：“去技能化”或“非技术化”（deskilling），即技能与工人相分离，多数劳动者是更加没有技能了。他认为，办公室人员出现了两极分化，一极是雇佣劳动者的队伍越来越大，在职业条件上，他们已经丧失了从前高于工业工人的那些优越条件；绝大多数所谓白领，包括销售人员、服务业人员，都是低薪劳动者。关于科技革命对工人的这样一种影响，理论上也称作“布雷弗曼命题”（Braverman’s thesis）。所以，布雷弗曼的结论是，如果将低层白领也归入工人阶级的话，那么，西方的总体社会结构、资本与雇佣劳动的关系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社会的本质仍然是资本与劳动的对立、垄断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对立。

布雷弗曼证明，在现代科技革命下，社会结构两极化的倾向仍然很严重，一方面是高层管理者、高层技术人员，但另一方面是人数众多的低层白领人员和蓝领人员。布雷弗曼这套理论对中国的意义在哪儿呢？布雷弗曼解释了现代科技革命后，在高度科技化之下，劳动者的分化也是不可避免的。这就告诉了我们中国巨型人口和大量劳动力的未来出路。笔者曾经证明，中国的人口和劳动力的结构是比较两极化的。但如果布雷弗曼所证明的是事实的话，我们的这种两极化的劳动力结构就完全可以与现代科技革命接轨，这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30多年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社会结构原因。中国现在是以制造业为主体的产业结构，将来产业升级了，会变为以第三产业甚至信息产业等为主体的结构。如果如布雷弗曼所说，劳动的结构仍然是两极化的，那么，我们在劳动力上仍然会占有极大的优势。

二 马尔库塞关于发达工业社会劳动阶级变迁的理论

上述布雷弗曼的理论倾向于仍然采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解释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与雇佣劳动关系。而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的理论是倾向于采用不同于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视角解释变化了的劳资关系。

这种所谓非传统的视角，在理论上被称作“法兰克福学派”（Frankfurt School）。法兰克福学派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流派，它试图对科技革命以后西方发达工业社会的社会关系与阶级结构做出新的解释。当然，法兰克福学派的最初历史可以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德国法兰克福大学的社会研究所。后来由于受到希特勒法西斯主义的迫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该研究所迁到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直到50年代初又迁回西德。马尔库塞是“法兰克福学派”最重要的理论代表。早在20世纪50年代，他就发表了《爱欲与文明》（1955）、《苏联的马克思主义》（1958）等一系列著作，认为传统马克思主义已经无法解释变迁了的社会现实，试图对传统马克思主义进行修正。

1964年马尔库塞发表《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一书，认为，在现代发达社会里，人们丢失了批判力和创造力，变成了单向度的人（One dimensional man）。也就是说，人本来应该是双向度的，人有满足的一面还有不满足的一面，人有赞同、保守的一面还有批判的一面。但到了发达工业社会阶段，社会环境将人改变了。他认为当代工业社会是一种新型极权主义社会，它成功压制了这个社会中的反对意见，压制了人们内心的否定性、批判性向度，从而使社会变成单向度的社会（马尔库塞，1989：2）。这种单向度表现在社会的各个方面，无论在政治领域、经济领域还是意识形态、思维领域，批判已经停顿，反对派已经消失。在经济发达的环境下，人的需要得到满足，这样，他们对于社会批评和抗议的理由也被消除了，丧失了批判精神。由此，他阐述了工人阶级所发生的重大变化。

在发达的工业社会里，马克思原来设想的，可以承担特殊历史使命、推动社会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工人阶级，已经由于生活水平的提高、基本需要得到满足而失去了革命精神。他认为，工人阶级的决定性变化有如下四个方面。

第一，发达工业社会的机械化、自动化使得工人体力劳动的数量和强度都大大下降，这与马克思当年论证的工人阶级状况完全不同。马克思所分析的工人阶级是受到残酷压榨的、处于极端贫困状态下的群体，当年工人的劳动强度大、工资低下、劳动环境差、工作场所拥挤，劳动使人厌恶。因而，马克思得出工人阶级具有特殊品格的结论，证明工人阶级会成为潜在的革命主体。

然而，到了发达工业社会，早期资本主义的那种重负的奴役已经消失，工人也过起了比较富裕的生活。马尔库塞（1989：24）说：“发达资本主义愈益完善的机械化劳动却在改变着被剥削者的态度和地位。”工人生存条件的危机消失了，工人的革命性也就消失了。

第二，在职业分层中出现了同化的趋势。在重要的产业部门，蓝领劳动者的队伍不断缩小，白领劳动者的队伍不断扩大，非生产工人数量不断增加。过去是两极化的职业分层，现在是人们的职业差异在缩小，地位在趋同。

他认为，技术变化、自动化也从根本上改变了死劳动与活劳动的关系。他说：“这种变化似乎取消了马克思主义有关‘资本有机构成’的概念及其有关剩余价值的创造的理论。”（马尔库塞，1989：28）他的意思是说，在自动化的条件下，我们很难计算剩余价值在哪一个环节中产生。

第三，发达工业社会里劳动特点和生产工具的上述变化，改变了工人阶级的态度和意识。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原理，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社会意识。在工厂里，工程师、大学生、高学历的人员在增长，工作中形成了技术组织，这使得工人与工厂形成更为紧密的相互依存关系。工人开始参与管理，在解决生产问题上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在企业中获得了既定的利益。

工厂内、物质生产过程中的一体化，必然造成社会意识的一体化。这样，人们的需要、愿望、生活标准、闲暇生活、政治见解也变得一体化，劳工阶级与资本主义社会一体化了（马尔库塞，1989：29～30）。

第四，科学技术的进步削弱了工人阶级的否定地位，一方面，工人阶级不再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对立物。在另一方面，老板也在发生变化，过去是阶级的统治，现在变成了管理，阶级统治消失在合理化的外表后面。这样，阶级冲突和阶级仇恨也大大淡化了，技术进步的面纱掩盖了社会再生产的奴役和不平等。社会控制方式也改变了，过去用饥饿、强力进行控制，现在则采用合理的行政控制，职业分层趋同以及消费领域平均化等等，所有这些加在一起，改变了工人阶级的否定地位（马尔库塞，1989：30～32）。

总之，马尔库塞认为，马克思当年所设想的无产阶级革命已经失去了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和意识形态的基础。随着科技革命的推进，机械化、自动化大大降低工人的劳动强度，白领和非生产型工人比例大增。马克思当年所阐述的造成工人阶级革命性的环境条件不复存在，发达工业国家的工人阶级已经丧失了否定性与革命性，不再具有承担领导阶级历史使命的能力。技术的进步、劳动生产率的日益提高、生活水平的上升以及富裕起来的人们对于核战争的恐惧感，合在一起，化解了社会矛盾，缓和了社会冲突，冲淡了阶级斗争，“使国内显示出一种在工业文明的先前阶段闻所未闻的联合和团结。这是在物质基础上的团结”（马尔库塞，1989：21）。

可见，马尔库塞的结论与“布雷弗曼命题”完全相反。布雷弗曼是典型的传统马克思主义，他强调劳动分化还在继续，强调在新的形势下，在发达工业社会里工人阶级仍然具有否定地位。而马尔库塞认为，在发达工业社会里，既然过去那种非人条件下的劳动不复存在，工人阶级的否定地位也就失去了。当然，从理论观念上看，马尔库塞仍然属于马克思主义派别。他激烈地抨击发达工业社会的社会现实，认为一个社会如果连批评和抗议都没有了，一个社会如果它的各阶级都提不出不同的观点了，这个社会就要死亡了，所以他把著作定名为“单向度的人”。

那么，马尔库塞的上述观点对中国有什么意义呢？首先，我们要看到，中国工人阶级的状况和结构也在发生变化，我们要研究这种变化。科技革命也在中国发生了，所以，科技革命所带来的劳动关系的变化也会在中国发生，在这方面我们可以参考马尔库塞的观点。其次，对于工人阶级的认识，我们也要与时俱进。对于工人阶级的组成部分，过去，毛泽东主席否认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而比较强调我国知识分子的资产阶级属性，邓小平同志把党的理论修改为：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近些年来，中央一再强调，要推动当代中国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发展，要维护和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所以，我们对于先进生产力的阶级构成也要做深入研究。最后，马尔库塞认为，在发达的工业社会，阶级冲突、社会矛盾、社会对立会出现大大缓解的局面。其实，这正是我们在社会管理方面求之不得的。中央提出构建和谐社会，我们也要研究如何通过提高全体人民的生活水平来缓解社会矛盾、缓和社会冲突、化解社会仇恨。

第四节 普兰查斯的阶级理论

一 生平与主要著述

普兰查斯（Nicos Poulantzas）于1936年9月21日出生于希腊雅典，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的一位重要代表。他曾就读于希腊雅典大学、德国海德堡大学和法国巴黎大学索邦本部等著名学府，上大学期间加入了希腊共产党国内派。获得博士学位后，他在法国巴黎第八大学社会学系执教，也曾到法兰克福、雅典等地讲学；还担任了法国大学出版社《政治丛书》的主编。后因法国左派联盟失败而患抑郁症，于1979年10月3日自杀身亡，死时年仅43岁。

普兰查斯发表的主要著作有：《政治权力与社会阶级》（1968）、《法西斯主义与独裁》（1970）、《当代资本主义中的阶级》（1974）、《独裁的危机：葡萄牙、希腊、西班牙》（1975）、《国家、权力和社会主义》（1978）。其中，《政治权力与社会阶级》是他阶级与社会分层理论的主要代表作。

普兰查斯的主要贡献是在政治理论方面。他认为，马克思并没有系统地阐述其政治学理论，而他自己则试图完成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理论。他对于政治学理论做了很多基础研究，剖析了国家、权力、阶级等基本概念。他认为，国家不可能是一种完全独立的权力，因此，应该从经济方面寻找它的基础。他并不赞同经济决定论，而是主张“多元决定作用”，认为国家权力的特点是“相对自主性”（波朗查斯，1982：2）。

在社会分层方面，他的主要贡献是比较全面地分析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并提出了自己的阶级定义。所以，下面我们就专门介绍一下他的阶级理论。

二 对于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的剖析

什么是阶级？普兰查斯首先想搞清楚马克思是怎样回答这个问题的。马克思从来没有正式给阶级下过定义，《资本论》第五十二章标题就是“阶级”，马克思似乎要在这里专门探讨阶级理论。可惜，这一章刚开了个头，手稿就在这里中断了。如果仔细阅读这一章的开头部分，就会发现，马克思提出：什么事情形成阶级？什么事情使雇佣工人、资本家、土地所有者成为社会三大阶级？表面看来，同一收入源泉的人属于同一阶级，比如，工人依靠劳动力获得工资，资本家依靠资本获得利润，土地所有者依靠土地权获得地租。如果是这样形成阶级的话，那么，有多少种收入和收入源泉就会有多少种阶级。马克思显然不同意这个观点。可惜，手稿中断了，他没有回答到底什么事情形成阶级。

普兰查斯认为，《资本论》即使手稿没有中断，也回答不了什么是阶级的问题。因为，《资本论》是马克思的经济学著作，马克思在此集中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经济部门和环节进行探讨，如果有第五十二章全文的话，也仅是从经济方面研究阶级。经济是重要的，但这绝不意味着，仅仅经济方面就可以决定阶级。普兰查斯分析了马克思的众多著作，认为马克思对于阶级的研究有三个方面。

第一是经济斗争，指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个人冲突”，是个别工人与个别资本家之间的冲突，在这个阶段，工人的斗争是分散的。

第二是阶级的经济利益的斗争，即工人所维护的利益不再是个人的和个别的，而是开始维护共同的利益了。为阶级经济利益的斗争有助于工人联合起来，团结起来，这样就更能够认识到阶级的利益。

第三是阶级的政治斗争。工人在反对有产阶级联合权力的斗争中，建立了自己的组织，建立了政党（波朗查斯，1982：56～57）。

普兰查斯反对对马克思阶级理论做“历史循环论”的解释，后者将社会结构、生产承担者、阶级、阶级斗争、社会结构的转化，看做一种循环的过程。

普兰查斯也不同意对马克思阶级理论的“经济主义”解释，认为，按照经济主义解释，阶级仅仅存在于生产关系方面，即阶级被说成是人们在劳动过程中的地位、他们与生产资料的关系。普兰查斯认为，经济固然十分重要，但阶级绝不只是经济一个方面的问题。“经济主义”在这个问题上歪曲了马克思主义，在概念上将社会关系与生产关系混淆了。

我们知道，列宁在解释阶级的时候，强调阶级是社会生产体系中地位不同的集团。如果按照普兰查斯的看法，列宁也是偏重于从经济方面定义阶级的。列宁说：“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大的集团，这些集团在历史上一定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对生产资料的关系（这种关系大部分是在法律上明文规定了的）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领得自己所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列宁，1972：10）列宁的阶级定义对于中国的社会科学界、政治界有广泛影响，但普兰查斯不同意列宁的阶级定义。他认为，单纯的经济理解忽视了阶级的政治意义和意识形态的意义，阶级的政治意义一点不亚于它的经济意义。在这个问题上，确实有一个长期困扰我们的问题，即阶级究竟是一个纯粹的经济范畴还是一个广泛的社会范畴？对此下文还有进一步阐述。

普兰查斯总结说，马克思对于社会阶级的分析从来都不是单单指经济关系或生产关系，而是指社会形态、生产方式结构的整体，讲所有这些关系的整体（波朗查斯，1982：60）。

三 普兰查斯的阶级定义

在对马克思思想进行总结的基础上，普兰查斯提出了自己的阶级定义：“社会阶级是这样一个概念，它表示结构的整体，表示一种生产方式或者一种社会形态的模式对承担者——他们构成社会阶级的支持者——所产生的影响。”（波朗查斯，1982：64）在这个定义里，他采用了两个概念来表述什么是阶级，一个概念是“生产方式”（mode of production），另一个是“社会形态”（social formation）。这两个概念都十分宏大，而阶级就是受这两个宏大体系影响的社会行动者的群体。他的意思是说，制约阶级的是社会的整个体系而不仅仅是生产过程、生产关系或生产体系，虽然生产过程或经济因素起了主要作用。他认为，阶级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在经济方面，其次在政治方面，再次在意识形态方面；社会阶级就是各种结构的整体及其相互之间关系的产物。所以，分辨一个社会阶级既可以从经济方面，也可以从政治方面，还可以从意识形态方面（波朗查斯，1982：60）。他认为，阶级是三个方面的统一体，如果仅仅有一个方面是不能构成阶级的。他主张，当使用社会阶级这个概念的时候，所指的对象必须是既有经济上的、物质上的利益，也有政治上的诉求和政治集团，同时还有其意识形态的表现。只有具备了这些条件，才有阶级可言。

所以，普兰查斯认为，阶级并不如很多人所设想的，仅仅是一种经济关系。他认为，经济确实有重要的或首要的作用，但是，“纯粹的经济标准并不足以决定社会阶级、不足以确定社会各阶级的位置。当我们考察一个具体的社会形态时，这一点就变得非常清楚了。考察阶级在社会劳动分工的意识形态与政治关系中的位置也是绝对必要的”（Poulantzas，1982：107）。阶级是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的结构的整体，这是普兰查斯的解释。他试图解决长期困扰人们的一个难题，即经济地位如果与政治行为、政治态度、意识形态不一致怎么办？上述列宁的阶级定义，主张阶级是人们在社会生产体系中的一种地位或位置，普兰查斯不同意这个观点，认为这样的话就完全忽视了作为政治现象的阶级，忽视了作为意识形态现象的阶级。普兰查斯认为，如果认真阅读马克思的著作，就会发现，马克思的观点是：仅仅社会关系与经济结构之间的关系不能构成阶级的概念（波朗查斯，1982：71）。他认为，马克思主张“阶级的存在完全只是政治斗争方面所构成的”（波朗查斯，1982：70），认为马克思对于“政治阶级斗争”特别重视。普兰查斯说：“政治阶级斗争是阶级斗争（即社会关系）领域内起多元决定作用的方面，它集中各方面的矛盾，并且反映阶级斗争其他各方面之间的关系。之所以如此，因为在一种形态中，国家的政治上层建筑起着调和因素作用，而政治阶级斗争的目标也就是这个国家。正是根据这些论据，我们可以弄清楚‘政治阶级斗争是历史动力’这种提法的确切意义。因此，明确承认只有在政治斗争方面才实际存在着阶级的这个马克思的公式。”（波朗查斯，1982：73）所以，普兰查斯的观点是，如果只是讲经济上的利益群体，那还不是阶级，那仅仅是经济上的利益群体，与阶级没有关系，只有当一个经济的利益群体形成政治实体的时候，它才具有阶级的意义。他阐释马克思的思想说：只有当阶级组成一个政党的时候，它才能作为一个阶级而存在（波朗查斯，1982：71）。

那么，怎样看待普兰查斯关于阶级是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三位一体的整体这个思想呢？怎样看待，与列宁的定义相比，普兰查斯更加突出政治和意识形态的问题呢？笔者试图将普兰查斯的观点放到中国的场景下作一个剖析。笔者以为，普兰查斯的阶级定义是将阶级视为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统一体，而列宁的阶级定义强调阶级是生产体系中的不同集团。根本的分歧在于：阶级究竟是一个纯粹的经济范畴，还是一个意义广泛的社会范畴。这个问题在我国政治界和理论界曾经有过激烈的争论。

为什么会产生激烈的争论呢？因为遇到了理论上和实践上的难题。

第一是理论上的难题。因为人们的经济地位与政治行为、态度常常不一致，比如，恩格斯就他的经济地位而言，是个资本家，但在政治行为、态度上他是工人阶级理论的创立者。如果考察中国历史上历次农民起义的领导者，就会发现，他们绝大部分也不是农民。中国工人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组织者、领导者，大部分也不是工人，但他们却能够代表工人的利益。相反，由于共产国际片面强调要从具有工人阶级成分的人中选领导，1928年7月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了工人成分的向忠发为党中央政治局主席（习惯上称总书记），结果向忠发不但代表不了工人阶级的利益，后来还当了叛徒。所以，如果仅仅从经济上划分阶级，而不管他们的政治行为、态度，那么这种划分也没有什么意义，说明不了问题。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社会意识，经济地位决定人们的政治行为与态度，但无数的例证都说明事情绝不是这样简单。因此，这始终是困扰理论界的一个难题。对于这样一个难题，后来新马克思主义者赖特试图区分出阶级位置、阶级结构、阶级形成、阶级意识与阶级斗争来加以解释。具体内容参见本书第七讲。

第二是实践上的难题。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曾经领导过大规模的划分阶级的实践。先是1950年8月由政务院通过文件，在农村开展划分阶级成分的运动，后来1956年在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中又对城市在业人员划分了阶级成分。划阶级成分的标准大体上是经济型的，但后来在实践中遇到一系列难题，一个人的阶级成分与政治行为、政治态度、政治地位是什么关系？一个人被划为某种阶级成分以后，就是一种终身的身份吗？如果是终身的，身份岂不成了落后的身份制度了？如果不是终身的，那又根据什么来改变？1950～1978年近30年的实践，证明这种划分成分的做法引发了诸多问题，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还曾经因为“出身论”引起了激烈的辩论。由于难以解决政治行为、政治态度与阶级成分之间的关系，在实践中，还出现了按照思想划分阶级的做法，即一个人被认定为具有资产阶级思想于是就被归属于资产阶级。这样的做法引发更多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所以，1979年元月，中共中央决定为地主、富农分子摘帽，从此开始实行淡化阶级成分和淡化阶级斗争的政策。实践证明，这样的政策是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的。

所以，普兰查斯将阶级视为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统一体，从理论上来说似乎想探索和解决政治行为、政治态度与阶级成分不一致的问题，但在实践中难度很大。如果将政治行为和意识形态也作为划分阶级的标准的话，那岂不又成为以思想定阶级？而如何判定某种思想属于何种阶级，本身就是个十分有争议的问题。我们国家在这个问题上有着重大的经验教训。

四 阐释什么是权力

普兰查斯关于权力的概念与阶级的概念密切相关。他给权力下的定义是：“权力标志着一个社会阶级实现其特殊的客观利益的能力。”（波朗查斯，1982：108～109）他认为，权力的概念是由阶级实践的领域构成的，他甚至说，阶级关系就是权力关系。他认为，阶级和权力两个概念的领域是相同的，是同类的概念，权力关系不是阶级关系的基础，阶级关系也不是权力关系的基础。

普兰查斯对比了他的权力概念与其他理论家的权力概念的差别。

拉斯威尔（Lasswell）认为，权力是参与决策的事实。普兰查斯认为这只是一种表面现象，本质问题是阶级对于权力的分配。韦伯认为，权力是一个合法的概念，是某个集团的人遵从特定命令的概然性。帕森斯认为，权力是坚持某些职责以造福于整个社会制度的能力。达伦多夫认为，权力是行动者贯彻自己意志的可能性。普兰查斯认为，这些人都属于统治阶级的理论家，而认为自己是代表被统治阶级说话的理论家。

在所有理论家中，只有普兰查斯是从阶级的角度来阐释权力的。他认为：第一，只有阶级的社会才有权力，在那些没有阶级统治或从属关系的社会里不应该使用权力的概念。在有阶级存在的时候，权力就是一个阶级通过实践来实现其自身利益的能力。由于阶级利益不同，一个阶级总是与其他阶级实现利益的能力处于对立状态。普兰查斯认为，权力的概念不适用于个人之间的关系。

第二，普兰查斯这样一种权力的定义，与他对阶级组织的分析有关。作为一种社会力量的阶级，它的表现形式就是阶级必须组织起来。如果不组织起来，阶级就没有力量，也就行使不了自己的权力。比如分散的小农，处于孤立状态，没有任何组织，所以，马克思一般拒绝赋予小农明确的阶级性质（波朗查斯，1982：111～112）。

第三，既然权力是阶级实现其客观利益的能力，那么，什么是阶级的客观利益呢？普兰查斯认为，阶级与阶级的个体成员不是一回事，与个体的需求可能并不一致。阶级的客观利益是阶级拓展自己作为一种社会力量的能力。一个阶级要拓展自己的能力就必然与其他阶级产生矛盾。所以，一个阶级实现客观利益的能力也取决于它的对手的能力。他还分析了阶级的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的区别等（波朗查斯，1982：116～117）。

第四，权力也表现在各种各样的阶级实践方面，既然阶级利益分为经济利益、政治利益和意识形态利益三个方面，权力也就分成经济权力、政治权力和意识形态权力三个方面。正像阶级利益并不仅仅表现在经济方面一样，权力关系也不仅仅表现在政治方面。经济权力固然重要，但政治权力和意识形态权力也不简单就是经济权力的表现形式。一个阶级在经济上处于统治地位，在政治上或意识形态上也可能并不处于统治地位。所以，三种权力可能是一种错综复杂的关系（波朗查斯，1982：118～119）。

由权力的概念，他又论述到“国家权力”。对于国家权力，他仍然坚持“阶级本位”的观点，认为，国家的那些机构、部门本身并没有任何权力，这些机构只有在与掌握权力的社会阶级联系在一起时才有权力。在执行权力的时候，社会阶级的权力被置于特殊的机构中，这些机构就成为权力中心。“在这个意义上，国家就是执行政治权力的中心”（波朗查斯，1982：120）。当然，普兰查斯也并不认为国家的这些机构、部门就仅仅是社会阶级的工具或附属物，他认为，国家还是有相对独立性和相对自主性的。

总之，普兰查斯认为马克思的著述中没有对政治学原理的系统表述，而普兰查斯自己的研究就是为了填补马克思主义的这个空缺。至于他是否填补了这个空白，那只有由学界去评价了。


参考文献


〔德〕盖奥尔格·西美尔，2002，《社会学：关于社会化形式的研究》，北京：华夏出版社。

〔德〕贡德·弗兰克，2000，《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美〕哈里·布雷弗曼，1978，《劳动与垄断资本》，北京：商务印书馆。

〔美〕赫伯特·马尔库塞，1989，《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列宁，1972，《伟大的创举》，《列宁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1～22页。

马克思、恩格斯，1972，《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228～286页。

〔澳〕马尔科姆·沃特斯，2000，《现代社会学理论》，北京：华夏出版社。

〔希腊〕尼科斯·波朗查斯，1982，《政治权力与社会阶级》，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美〕乔纳森·特纳，1987，《社会学理论的结构》，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美〕乔纳森·特纳，2001a，《社会学理论的结构·上册》（第6版），北京：华夏出版社。

〔美〕乔纳森·特纳，2001b，《社会学理论的结构·下册》（第6版），北京：华夏出版社。

〔美〕塞缪尔·亨廷顿，2002，《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北京：新华出版社。

〔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1998a，《现代世界体系》第1卷，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1998b，《现代世界体系》第2卷，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2000，《现代世界体系》第3卷，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1985a，《当前对世界不平等的争论》，载萧新煌编《低度发展与发展》，台北：巨流图书公司，第303～317页。

〔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1985b，《世界体系分析：理论与诠释的问题》，载萧新煌编《低度发展与发展》，台北：巨流图书公司，第319～334页。

〔英〕拉尔夫·达仁道夫，2000，《现代社会冲突》，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李强，1993，《当代中国社会分层与流动》，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

李强，2004，《转型时期中国社会分层》，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

徐崇温，1980，《法兰克福学派述评》，北京：三联书店。

徐崇温主编，2000，《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海口：海南出版社。

许涤新主编，1980，《政治经济学辞典》（中册），北京：人民出版社。

Braverman，H. 1974. Labor and Monopoly Capital.
 New York：Monthly Review Press.

Dahrendorf，Ralf. 1959. Class and Class Conflict in Industrial Society
 .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Stanford，California.

Dahrendorf，Ralf. 1969. “On the Origin of Inequality among Men.” in A. Beteille edited，Social Inequality
 . Harmondsworth：Penguin.

Dahrendorf，Ralf. 1987. “The Erosion of Citizenship and its Consequences for Us All.” New Statesman
 ，12 June.

Dahrendorf，Ralf. 1992. “Footnotes to the Discussion”，in D.J. Smith edited，Understanding the Underclass
 . London：Policy Studies Institute.

Wallerstein，Immanuel. 1979. The Capitalist World-Economy
 .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Wallerstein，Immanuel. 1983. “Rethinking the Concepts of Class and Status-Group in a World-Systems Perspective.” Review，Vol.6
 ，pp.283-304.

Wallerstein，Immanuel. 1991. “The Construction of Peoplehood：Racism，Nationalism，Ethnicity.” In E. Balibar and I. Wallerstein edited，Race，Nation，Class
 . London：Verso.

Grusky，David B. edited. 2001. Social Stratification：Class，Race，and Gender in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
 . Boulder：Westview Press.

Grusky，David B. edited. 1994. Social Stratification：Class，Race，and Gender in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
 . Boulder：Westview Press.

Marcuse，H. 1964. One Dimensional Man
 . London：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Myrdal，Gunnar. 1957. Economic Theory and Underdeveloped Rigions
 . London.Gerald Duchworth Co.

Nurkse，Ragnar. 1953. Problems of Capital Formation in Underdeveloped Countries
 . Oxford.

Poulantzas，Nicos. 1969. “The Problem of Capitalist State.” New Left Review
 ，No. 58.

Poulantzas，Nicos. 1973. Political Power and Social Classes
 . London：NLB and Sheed and Ward.

Poulantzas，Nicos. 1976. “The Capitalist State：A Reply to Miliband and Laclau.” New Left Review
 ，No. January-February.

Poulantzas，Nicos. 1982. “On Social Classes.” Pp.101-111 in Anthony Giddens and David Held（eds），Classes，Power and Conflict
 .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Robinson，Robert V.，and Jonathan Kelley. 1979. “Class as Conceived by Marx and Dahrendorf：Effects on Income Inequality，Class Consciousness，and Class Conflict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Great Britai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4：38-58.

Terence Hopkins与Immanuel Wallerstein，1985，《当代世界体系的发展模式：理论与研究》，载萧新煌编《低度发展与发展》，台北：巨流图书公司，第335～376页。

Theda Skocpol，1985，《论Wallerstein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理论与历史的批判》，载萧新煌编《低度发展与发展》，台北：巨流图书公司，第403～422页。




 [1]
 参见《中国高新企业发展国际论坛24日上午实录》，载于http：//finance.sina.com.cn 2006年5月26日14：49《新浪财经》。


第四讲 新韦伯主义分层理论

什么叫做新韦伯主义呢？我们知道韦伯在解释分层时一个很重要的思想就是多元思想。马克思是从一个向度去解释分层现象的，韦伯强调的是多元性；马克思更多从剥削的关系、生产过程中的位置去解释阶级关系，韦伯更多是从市场去解释；马克思更多讲的是生产的过程，韦伯则讲的是消费的过程。韦伯认为，阶级是我们实际看到的人们生活水平不同的群体。人们的生活机会不一样，即我所观察到的人们在实际消费过程中过着不同的生活，他解释这就是阶级。自20世纪70年代以后，凡是按照这个思路去解释的理论家，我们一般把他归为新韦伯主义的派别。

新韦伯主义的阵营十分强大，主要代表有：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弗兰克·帕金（Frank Parkin），皮奥里（Michael J.Piore），戈德索普（John Goldthorpe）以及大卫·洛克伍德（David Lockwood）等。本讲仅介绍三个人物，即吉登斯、帕金和洛克伍德，三位都是在分层理论上很有影响的人物。当然，戈德索普的研究也十分重要，由于他在阶级测量上的贡献很突出，所以，笔者将他放到第七讲阶级测量中去介绍，并且与新马克思主义的测量方法做对比。

第一节 吉登斯的社会分层理论

今天在中国，无论是学术界还是在知识分子中，吉登斯已经是大名鼎鼎的人物。吉登斯在一般公众中的声名鹊起可能与他的参政有关，与他作为英国首相布莱尔的顾问帮助工党调整战略，以及与他的现实政治著作《第三条道路》有关。他的很多著作都已经被翻译成中文，包括《社会的构成》、《民族—国家与暴力》、《现代性与自我认同》等。吉登斯1938年1月出生于伦敦北部的爱德蒙顿。据说他年轻的时候，在中学里的成绩不是很突出，不是很优秀的学生，后来他上了大学，最初也不是最好的大学（赫尔大学，Hull University）。一开始他想到政府去工作，不想去上学，但后来因为有个教授比较欣赏他，所以他就改变主意到伦敦经济学院去读书。伦敦经济学院是一所非常好的文科学校，到该校读书以后，他才开始展露才华。在取得硕士学位后，他到莱斯特大学任讲师，讲授社会心理学。后来，他于1966～1968年到加拿大温哥华和美国加州任教，1969年又回到英国。我们知道，他后来做到伦敦经济学院的院长，做到布莱尔的很重要的政治参谋，甚至他提出所谓第三条道路，分析整个政治格局（吉登斯，1998：3；郑曦原、李方惠，2002）。

吉登斯在社会分层方面的主要著作，是他在1973年发表的《发达社会的阶级结构》（The Class Structure of the Advanced Societies
 ）一书。当时的世界，与20世纪八九十年代保守主义占上风的局面迥然不同，受到60年代中后期民权运动、学生运动、工人运动的影响，左派和激进主义声势浩大，阶级的讨论是热门话题，新马克思主义蜂起。在这样一种局面下，吉登斯表现得相当冷静，对马克思和韦伯的著作进行了再思考。吉登斯的著作体现了阶级分析中相当温和的立场，这也正是韦伯主义的特色。

一 阶级与阶级结构的基本概念

1.简单的阶级结构与复杂的阶级结构

吉登斯指出：马克思在阶级概念上强调的是对生产工具所有权的占有和不占有，这样，马克思创造的是一种相对简单的阶级结构，除“过渡”型阶级稍复杂一些。韦伯的观点则要更为复杂，他的阶级概念在保留生产工具所有权的同时，还引入“市场技能”（marketable skill）的因素。这样，在非所有权的体系内就产生了众多的群体分化。达伦多夫用占有和不占有权威（authority）、权力定义阶级，此模式看似简单，实际上在应用于任何一个具体社会时，人们都会发现潜在的数量众多的阶级群体（Giddens，1975：100）。

2.市场能力的概念

吉登斯提出了“市场能力”（market capacity）的概念，这个概念最能体现他的韦伯主义立场。他认为，占有生产工具确实使得所有者比非所有者处在更有利的地位上，但是，工资劳动者也占有一定的能力，这就是他们的劳动力。他们虽然所处地位不利，但也不是完全的单向受控关系，工资劳动者所拥有的财产正是雇主所需要的。所以，无论是生产工具还是劳动力，都可以在市场的讨价还价中起作用。由此，吉登斯提出了“市场能力”的概念，其含义是个人可以带到市场上增强其讨价地位的各种形式的相关属性（attributes）。他认为，由于马克思过于强调“生产劳动”，过于强调现代技术将生产操作降低到无技术的、无差别劳动的水平，所以，马克思没能认识到“市场能力”并不是直接来自财产所有权（Giddens，1975：103）。吉登斯认为从市场能力的角度看，工资劳动者也拥有特殊的“财产”：“就是他带到契约关系中等待售卖的劳动力。”（格伦斯基，2005：134）那么，在吉登斯这里，财产所有权、生产资料所有权的所有者资本家与技术、技能的所有者雇员就处在市场的平等竞争关系中；在吉登斯看来，他们之间并不存在谁控制谁的问题，而是取决于谁是“稀缺价值”（scarcity value；Giddens，1975：103）。如果生产资料在当时的市场上是稀缺价值，那么资本家就处在有利地位上；如果技术、技能在当时的市场上是稀缺价值，那么“工资劳动者”就处在有利地位上。所以，吉登斯充分展示了韦伯主义保守立场的本质特点，所谓市场的阶级地位就是平等的阶级地位，在冲突论那里是互相冲突的阶级，而在韦伯或吉登斯这里是平等竞争的双方，双方互有胜负，谁更有力量，那要看谁是稀缺价值。这样一种理论的目标当然是要弥合阶级矛盾、缓和阶级对立。在过去的革命战争年代，我们是鲜明地反对这种弥合阶级矛盾的观点的，然而在今天，我们的目标是要构建和谐社会，这种缓和阶级矛盾的观点显然有其价值。

近来，在国内有所谓“知本家”的说法，就是将产业关系中知识的占有者也看做一种特殊财产的所有者。在高科技发展的今天，知识、技术、技能作为一种市场能力，确实有地位越来越重要的趋势。当然，即使根据吉登斯的理论，在中国目前劳动力总数超过7亿人的情况下，劳动力过剩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会是我们的基本格局。因而，财产所有权、生产资料所有权会在长时期内成为稀缺价值，因而，资本的一方会长期处于有利位置，而劳动力一方则会长期处在不利位置。

3.关于界定阶级概念

吉登斯认为阶级有两重含义。就阶级概念而言，在方法论上产生混淆不清问题的根源就在于，它常常被用来同时指两个方面：一方面，阶级是一个经济范畴，另一方面，阶级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群体的聚合。韦伯是在两种意义上使用这个词的。当然，韦伯采取分别使用“阶级”和“社会阶级”的说法，来表明两者的区别。吉登斯强调，他是在韦伯的“社会阶级”含义上进行探讨的（Giddens，1975：105）。

吉登斯提出了阶级“不是”什么的问题，他讲了三点。他说，第一，阶级不是一个实体、统一体（entity）。就是说，不存在加入一个阶级群体的问题。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一点与前述韦伯关于共同体的观点是一致的，韦伯之所以说阶级实际上还谈不上是共同体，就是说阶级内部的成员还不具有实质的社会互动。吉登斯认为，阶级不是实体，而是一种特殊的“聚合体”，其特殊就在于该群体十分巨大，其成员之所以被隶属该阶级仅仅是因为其经济地位相似，成员之间并没有真正的社会互动。这在一定程度上大大降低了阶级的重要性。有没有道理呢？也并非完全没有道理。对于阶级的意义确实应给予适当评价。在中国，改革以前有一段时间，阶级的意义被大大高估，什么问题都试图从阶级上给予解释，把阶级理论看做“包治百病”的理论，结果酿成很多荒诞的事件，甚至造成社会的动荡不安。反思当时的很多事情，其实本来和“阶级”没有关系，阶级对于这些问题并没有足够解释力。所以，适当降低对阶级意义的估计还是符合我国国情的。笔者以为，作为巨型聚合体的阶级成员之间的关系，具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相互之间认同，另一种是相互之间不认同。那么，什么情况下阶级成员相互认同，什么情况下阶级成员相互不认同呢？笔者以为，只有在阶级利益十分锐化的局面下，阶级成员的认同感才会加强。所以，阶级能够发挥较大作用的时期，往往是一个国家或地区阶级矛盾、利益冲突比较激化的时期。如果社会上大体是一种和平发展的局面，社会各群体之间的利益比较缓和，那么，阶级的地位也就下降。当然，从这个意义看，我们目前的局面很尴尬。所谓尴尬是指，20世纪50年代，当我国打碎了阶级体系的时期，明明社会上已不存在经济意义上的阶级，但我们却在社会政策上大搞所谓“阶级斗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从身份分层向经济分层演变，最需要的是一个稳定发展的时期，但这一时期却又是利益分化、阶级分化、矛盾最易激化的时期。这就是中国在社会分层方面遇到的最大难题。换言之，吉登斯可以大谈降低阶级的意义，而我们今天却还不敢忽视。

吉登斯说，第二，阶级不是阶层（stratum），阶级不是数量分层。作为分层，为了分析的目的，人们可以确定一个指标，比如收入分层，根据收入水平将人群分组，而阶级之间的区分从来都不是这个样子。这就是说，阶级是一种关系。第三，阶级与“精英”（elite）、“大众”（mass）的区分不是一回事（Giddens，1975：107）。

4.三种市场能力与三个阶级

吉登斯提出，有三种重要的市场能力，即对于生产资料的财产的占有，对于教育或技术资格（qualifications）的占有，和对于体力劳动力的占有。由此产生出资本主义社会的三个基本阶级：上层资产阶级、中产阶级和下层阶级或称工人阶级（Giddens，1975：107）。然而，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固有特征就是，它并没有为阶级之间的流动设置正式的、合法的障碍。

二 阶级关系的结构化及其两种基本类型

“结构化”思想是吉登斯阶级理论的重要内容，他在1973年的著作中提出的“阶级关系的结构化”思想，恐怕对他后来关于整个社会构成的理论都有重要影响。那么，吉登斯提出“阶级关系的结构化”思想的意义何在呢？应该说这涉及阶级、分层理论的最核心内容。为什么众多的人都研究和关心阶级、分层问题？因为阶级、分层总是与利益分化、阶级矛盾、阶级冲突、阶级斗争联系在一起。对于历史上多次发生的、重大的、有震撼力的社会冲突，人们常常用阶级理论去解释。所以，谈起阶级和阶级斗争，没有人敢忽视它。但是，阶级这个现象很奇怪，有时候它会形成重大的社会行动，有时候它却毫无动静。马克思曾预言欧洲国家无产阶级的联合行动很快就会到来，但这种愿望却一次次落空。为了解释为什么阶级有的时候有行动、有的时候却没有行动，马克思提出了“自在阶级”与“自为阶级”的区别，达伦多夫提出了“准群体”与“利益群体”的区别。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吉登斯研究了“阶级关系的结构化”（structuration of class relationship）问题。为了阐述他的理论，吉登斯分成两步。他先是纯粹学术型地、形式主义地探讨“阶级关系的结构化”，然后，他才亮出了自己的目标，解释“阶级感知”、“阶级意识”与阶级行动的关系。下面，笔者就分几个问题来介绍。

吉登斯是沿着上述三种市场能力怎样形成阶级的话题谈起阶级关系结构化的。他认为，从市场能力到阶级形成之间，还有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些因素在发挥作用。对于这个过程，吉登斯称为结构化（structuration）。他认为，结构化有两种，一种是“阶级关系的间接结构化”（mediate structuration of class relationships），另一种是“阶级关系的直接结构化”（proximate structuration of class relationships）。下面我们就分别解释这两种结构化，然后解释一下阶级关系的结构化与中国现实社会的关系。

什么是“阶级关系的间接结构化”呢？吉登斯用它来表示阶级形成中的一些中介因素的作用，这些中介因素的作用导致可以从市场中分辨出来的阶级群体的形成。所以，过去国内曾将这个概念翻译成“阶级关系中介结构化”。近来，华夏出版社翻译出版格伦斯基编辑的《社会分层》一书，翻译成“间接结构化”，笔者以为这样很好，更容易理解，所以也遵从了这个译法。间接结构化是居于市场能力与阶级形成之间的现象，它一头联结着市场，另一头联结着形成结构体系的阶级关系。

什么是间接结构化的主要社会机制呢？吉登斯认为，是社会流动机制，是“流动机会的分布”（distribution of mobility chance）。表面看来流动与阶级结构似乎无关，其实不然，流动是促成阶级形成的重要因素。社会流动将人们输送到不同的阶级位置上，每个人的流动机会是不一样的，所以，流动机会控制和制约（governed）着社会的阶级结构。社会学家常说，有两种不同类型的社会流动机制，一种是开放型的，另一种是封闭型的。无论是父母、子女两代人之间的代际流动，还是一个人一生中的职业变迁流动，流动的封闭性越强，则阶级内部成员的一致性就越强。因为，代际流动的封闭性（closure）有助于形成一代有着共同生活经验（common life experience）的群体。在这里，吉登斯使用了再生产（reproduction）概念，即封闭性可以很容易地再生产出与父辈更相似的一代人。所以，吉登斯说，与市场能力相关联的流动的封闭性，决定着阶级结构化的形成（Giddens，1975：107）。

所谓“阶级关系的直接结构化”是指直接决定和形塑阶级结构的过程。吉登斯认为，直接结构化包括相互关联的三个方面：一是在生产企业内部的劳动分工；二是企业内部的权威、权力关系（authority relationships）；三是吉登斯称作“分配群体”（distributive groupings）的影响（Giddens，1975：108）。

下面就简单解释一下这三个方面。

第一，生产企业内部的劳动分工，即生产组织中职务位置的分配对结构化的影响。吉登斯说，马克思是在十分广泛的意义上使用“劳动分工”概念，该概念既是指市场关系，也是指生产组织内部的专业任务的分配、配置。而吉登斯则专指后者。在资本主义情境下，企业中的劳动分工是由与利润最大化相关联的生产效率的提高决定的。劳动分工既是阶级关系分裂的基础，也是阶级关系团结的基础。它对阶级形成的推进作用在于，它创造了同质的群体。分工中对结构化影响最大的是技术，而工业技术创造了体力、非体力工人之间的最主要分化（Giddens，1975：108）。

第二，权威关系（authority relationship）对于阶级关系结构化的影响。在管理人员参与权威指令或仅仅是执行命令的过程中，他们便与从属于这些指令的体力劳动者分离开来（Giddens，1975：108）。

第三，阶级关系直接结构化的第三个源泉来自消费方面而不是生产方面。马克思的传统阶级结构理论认为，阶级是一种生产领域的现象，消费关系完全区别于和从属于生产关系。吉登斯认为，没有理由完全偏离这一重点。但是，在维持阶级最终是在资本主义市场的经济结构中建立的观点的同时，完全可以将消费模式视为影响阶级结构化的重要因素。韦伯所说的“身份”与“身份群体”，将两种不同的因素混淆在一起了。一方面是在消费中群体的形成；另一方面，是不同类型的社会分化形成，它们是建立在对群体赋予荣誉、声望等非经济因素基础之上的。虽然两者可以一致，但并不必然如此。这样，吉登斯所说的“分配群体”专指在经济物品的消费模式上具有共同特征这样一种关系，而不管所涉及的个人在意识上对于荣誉、声望的评价。而吉登斯所说的“身份”则专指这样一种主观评价（Giddens，1975：109）。

吉登斯提出了“分配群体”概念：指经济物品消费模式上的共同群体，如同社区的成员、邻里。“分配群体”与上述另外两个方面，在不同市场能力的分化中起重要作用。在这方面，最有意义的分配群体就是分割的社区或邻里的分化。这类分化趋势的形成，并不仅仅是由于经济收入的分化。例如，工人阶级邻里与中产阶级邻里的分化，体力劳动者在购房时大多不采取抵押贷款（mortgages）形式，而非体力劳动群体则不费吹灰之力就获得了此种贷款，所以，分化与金融体制有关。工业厂区一般坐落在主要城区以外，而主要依靠工厂提供住房的工人阶级，其社区便聚集在这些地区（Giddens，1975：109-110）。

三 阶级意识与阶级冲突

在分层与阶级的理论中，阶级意识从来都是最为复杂的问题，因为它涉及主观与客观、阶级结构与阶级行动的关系问题。吉登斯做了如下的理论阐释。

1.阶级感知与阶级意识

吉登斯首先区分了阶级感知（class awareness）与阶级意识（class consciousness）。阶级是一种结构化的现象，在阶级成员中一般会存在一种相同的感知，他们接受一种相似的态度和信仰，属于一种共同的生活方式。他使用“阶级感知”一词，指这种态度、信仰并不涉及阶级的隶属问题，也不意味着认识到不同态度、信仰、生活方式的其他阶级的存在。相反，吉登斯使用“阶级意识”一词，却涉及阶级隶属问题，以及意识到其他阶级的存在。阶级感知与阶级意识区分的意义在于，如果仅仅是阶级感知，那么也可以没有认识到阶级的隶属，这个群体就很可能采取一种否认阶级存在和否认阶级真实性的立场，吉登斯认为，中产阶级就常常是这样的（Giddens，1975：111）。

吉登斯认为，阶级意识是有程度上的差异的，并进而将阶级意识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最初级的、最低程度的阶级意识，就是社会群体只感觉到了阶级身份，感觉到了和其他阶级有差别。比初级的再高一个层次是有了“阶级冲突的概念”，即社会群体意识到有对立的利益、有对立的阶级存在。第三个层次，最高的层次，是“革命的阶级意识”（revolutionary class consciousness）。吉登斯认为，与阶级冲突的意识不同，革命的阶级意识是指，认识到对社会制度进行“全面重组”（overall reorganization）的可能性，并且相信只有通过阶级行动才能实现此种重组。马克思认为，革命的阶级意识会直接由阶级冲突的意识中产生，当然，吉登斯知道，列宁讲过社会主义理论不会自发地从工人阶级中产生。吉登斯不同意马克思的观点，他认为，“革命意识”的产生与冲突意识产生的过程不一样（Giddens，1975：113）。

吉登斯的阶级感知和阶级意识都是与阶级结构化密切联系在一起的，阶级结构化既意味着阶级感知，也意味着阶级意识。这样，感知和意识也是结构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上讲阶级结构的时候，人们往往仅仅将它看成一个纯粹的客观结构。吉登斯认为，其实马克思的思想也并不完全像那些正统的唯物论者表述的那样，认为意识就仅仅是真实社会的附属物和伴生物。马克思也表述过意识并不是物质世界中人类行为的“effect”，意识构成了指导行为的精神的特质，与行为分不开（Giddens，1975：113）。

而阶级现象很特殊。阶级是一群地位相同的人，他们对于自己地位的认同，对于其他群体的区别、敌对是一种主观意识，如果这种主观意识不强烈，他们也就不会走向阶级行动。所以，形成结构的阶级必须将阶级意识包括在内，而不能将阶级意识看做仅仅是附属物，阶级意识甚至在阶级的形成中起到最为关键的作用。所以，它也是结构化的最为主要的构成部分。所以，在分析结构化的时候如果仅仅分析结构化的客观因素，那还不够，那几乎是仅仅关注了阶级的一半而忽视了另一半。

2.阶级冲突与阶级矛盾

为了说明阶级意识的起源，吉登斯还分析了冲突与矛盾（contradiction）的区别。他说，马克思使用这两个概念，但并没有清楚地辨析二者的区别。作为一个阶级社会，资本主义是建立在资本与雇佣工人利益冲突的基础之上。在马克思的理论里，正是阶级对立这一矛盾，作为资本主义特殊的社会与经济“矛盾”的最终源泉，最终会从内部摧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吉登斯所说的阶级“冲突”是指阶级利益的互相对立，而“冲突意识”是指认识到了这样一种利益的对立。然而，吉登斯使用的“矛盾”一词，则是指不平衡现象，一种工业控制的现存模式与原本固有的模式之间的差异现象。所谓“工业控制”，即企业内部控制的调解手段，它存在于各级权力结构之中。吉登斯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稳定依赖于将经济与政治隔离开来，这样，工业组织就变成一种非政治组织。这一点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如果不分离，任何一种对资本主义工业控制系统的威胁，都立即是一个政治问题。而如果将经济与政治分离，将工业企业与政治分开，就可以大大降低风险。笔者以为，吉登斯表述的，关于将政治与经济和经济管理分离是资本主义社会寻求社会稳定的一种统治经验。此种统治经验对于我国也有一定的参考意义。经济和经济管理涉及人们经济利益的分配，涉及集团的利益，当然与政治有关。但如果将这些总是与政治、政府、国家政权联系在一起，显然容易激化利益群体与政府、国家管理者的矛盾，容易强化阶级意识和阶级冲突，所以，分离经济与政治显然有利于实现社会稳定。

吉登斯还提出，只有当阶级冲突产生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之中时，冲突意识才会变为革命意识。这种革命意识的发展与资本主义社会的成熟发展并没有直接关系（Giddens，1975：114）。也就是说，如果没有革命的意识形态的创造，如果没有政治的组织和政治力量的干预，仅仅由于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产业模式不断走向成熟，是不可能自己产生革命意识和革命行动的。所以，吉登斯同意列宁的观点：工人阶级仅凭自己的力量，只会产生工会主义意识。

吉登斯认为影响冲突意识发展的因素，很大程度上涉及阶级结构化的直观特点（visibility）。比如，马克思所说的促进无产阶级变成自为阶级的那些因素，如机械化使得工人的劳动变得更为同质性，大工厂使得工人在一个地方大量聚集。在这种状况下，工人很直观地看到了他们的一致性。吉登斯认为，其他因素，马克思较少涉及，而韦伯则提到了。韦伯说，体力工人会对直接接触的经理更为仇视，因为经理总向他们发号施令，而工人由于不接触银行家、金融家自然也就谈不上仇视。而如果阶级与种族、民族等身份群体的界限一致，则会大大强化直观性。这一点与本书上一讲达伦多夫的群体或冲突的重叠效应是一致的。

那么，组织与阶级的关系是什么？在与对立阶级的比较中形成的阶级利益的认同会促进组织机构的发展，后者反过来也会推进前者。毫无疑问，在工会和政党中，冲突的意识会更加清晰地表达出来。于是，这些组织就会指导大众的阶级意识，会促进阶级利益的发展，会强化冲突的意识，但却不能解释为什么这类意识采取了革命的形式（Giddens，1975：116）。

如果促进冲突意识的最主要因素就是阶级差异的直观性，那么，影响革命意识的最主要因素就是在一种既定的生产体系内经历的相对性。吉登斯所定义的革命意识是，认为现存的社会经济秩序不合法，要在一个新的基础上重新加以组织。这样一种意识的产生意味着这样一种结构，在该结构中个人可以使他们的经历远离现存的社会现实，设想着一种激烈否定现实的可能性。只有当人们受到一个具体计划的鼓励，只有当人们有了一种可以带到现实中来的可以选择的秩序，不满的情绪才能变成一种革命的意识。吉登斯也不认为相对剥夺可以促进革命意识，认为剥夺也只能促进冲突意识，只有明确的政治目标才能促进革命意识。但问题是工人阶级能否认识到这样一种明确的政治目标呢？吉登斯实际上针对西方发达国家的状况给予了否定的回答（Giddens，1975：116）。总之，革命意识的形成相当困难。吉登斯在前面已经表述了，资本主义的走向成熟并不会产生革命的意识。

四 “阶级关系结构化”与中国的“阶级关系定型化”

笔者曾经引用吉登斯的“阶级关系结构化”思想来分析今日中国的分层现象。对于社会阶层以及阶层之间关系愈来愈趋于稳定的现象，吉登斯称为“阶级关系结构化”，而笔者则将该概念改造为“阶级关系定型化”或“阶层结构定型化”（李强，2004a）。那么吉登斯所说的“阶级关系结构化”与笔者所说的“阶层结构定型化”是什么关系呢？吉登斯的“阶级关系结构化”试图从理论上阐释阶级形成，从经济分异直到阶级观念形成。而笔者的“阶层结构定型化”仅仅是指，在中国当前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出现了社会分层群体、利益集团社会关系固化的现象。笔者的观点显然受到前者的影响。但是，“阶层结构定型化”与吉登斯讲的“阶级关系结构化”显然不能等同，且不说吉登斯构建的略显繁琐的理论体系与定型化没有关系，单就阶级形成的过程看，定型化显然没有包括结构化的全部过程。比如，笔者以为，目前中国的定型化所涉及的更多是客观社会指标和客观社会关系，而基本上没有形成阶级和阶级冲突的意识形态。笔者认为，目前我国阶层结构定型化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阶层之间的界限逐渐形成。20世纪50年代中国进行打碎阶级的实验以后，阶层变得界限不明显了。从50年代到70年代，各社会群体在经济地位上的差异性不是很大，阶层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80年代初市场改革以来，直到90年代中期，各社会群体之间的流动比较频繁，阶层之间的界限也仍然不很清晰。当时，有一大批原来经济地位比较低下、生活十分贫苦的人，甚至是社会边缘群体，在市场经营中赚了很多钱成为富有阶层的成员。然而，到了90年代后期和21世纪以来，阶层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明显，富有阶层准入的条件比以前严格多了，包括注册资本的限额、土地或铺面房的价格等，这些准入标准越来越成为难以逾越的鸿沟。从产业结构看，20世纪80年代进入市场的多是小商品经营者，这些小商品经营者有些逐步积累做大，到90年代成为富有阶层。但是，90年代中期以后，房地产、金融、高技术产业兴起，进入这些产业的准入条件大大提升，一般社会群体难以进入。“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的数据证明，从学历等看，经营层、企业家层，大多有较高的学历、文凭，这些也成为阶层结构定型化和界限形成的重要标志，产权和文凭证书的排他作用开始出现。

第二，社会下层群体向上流动的比率下降。阶层界限形成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阶层之间流动率发生变化。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很多低收入层也可以竞争进入高收入层，笔者曾将此种现象称为市场转型的一个“特殊阶段”：“社会边缘群体从市场中获得利益”；当时的研究发现，社会下层群体向上流动的比例，比社会上层群体向上流动的比例还高，甚至引发“脑体倒挂”现象。到了90年代末期，底层向上流动的机会大大下降。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李春玲博士等人通过全国调研的数据证明，总的流动率虽然比以前的高，但如果区分社会上层和社会下层，则社会上层向上流动的比率更高，社会下层向上流动的比率较低，社会下层流入上层的机会减少。笔者分析一些区域调查的数据，发现了类似的现象：社会下层群体、社会边缘群体获利明显下降，向上流动比例减少。

第三，具有阶层特征的生活方式、文化模式也逐渐形成。社会各个阶层都开始形成一些作为本阶层所特有的生活方式。在20世纪50～70年代打碎阶级实验的时期，中国城市的居住模式是“阶层混杂型”。比如，在城市“单位大院”的居住模式中，高层人员和低层人员都居住在同一个大院，甚至同一幢楼房里。由于当时采取非市场型“分房模式”，家庭人口、是否结婚、参加工作年限等被看做最重要的分房记分标准，所以，分房、居住与经济分层没有关系。近来，一方面，随着居住房屋的市场化，因房地产价格的巨大差异造成的阶层区隔正在形成，城市中形成了一些高档社区、高档物业小区，在这里，房屋的价格和物业管理的价格都十分昂贵，只有一些富有阶层可以承担。另一方面，社会边缘群体聚集的地方，也形成了一些低收入和边缘群体的社区。从消费上看，不同的消费档次开始区分开来，从富有者消费的极高档次的商品和服务，到专为社会边缘群体服务的小商店、小理发馆、小诊所等，各个档次等级次序分明。对于不同阶层的生活方式、品味，布迪厄曾经作过详细描述（Bourdieu，1996：128）。其实，具有阶层特征的生活方式、消费方式、文化模式，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过去有一段时间里，在激烈的社会动荡下，分层的文化模式受到严重冲击，而在稳定的社会局势里又出现了复归的倾向。

第四，阶层内部的认同得到强化。阶层之间流动率的下降与阶层内部互动的加强几乎是一个同步的过程。富有阶层的交往形成了一些新的社会组织，比如，近年来有一些高会费的俱乐部、会馆等。如果要进入这些俱乐部、会馆就要交纳很高的费用，这一点将低收入者阻挡在门槛之外。又如，目前一些大学开设新型高学费的E-MBA教育，学费高达25万～26万元，结果许多企业的经理、老板以参加这样的学习组织为荣。这类学习加强了企业高层管理者的互动，促成了富有阶层内部的社会网络。当然，这些社会网络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建立商业信任关系的作用。

如何评价阶层结构定型化的趋势呢？其实，对此也不必惊讶。任何市场经济社会，经济分化、分层的最终结果必然是分层结构定型化。虽然现阶段出现一些阶层向上流动率的下降，但阶层结构定型化本身也并不一定造成长久的流动率下降。阶层结构定型化的主要作用是使社会流动循着一定的标准进行，因而更有规律。中国过去的社会流动确实没有规律，更多表现为阶级、阶层瓦解所造成的社会流动；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甚至出现了靠“造反”起家向上流动的现象。阶层结构定型化以后，其社会流动会变得常规化。记得大经济学家熊彼特曾经讲过，阶级就好比是一节一节的火车车厢，阶级成员就好比是从这些车厢里上上下下的过客。他讲的就是阶层结构定型化以后社会流动的特点。阶层结构定型化以后人们社会地位的上升更有规律性，人们争取地位的上升采取更为常规型的手段，比如考试、文凭、职务晋升、市场竞争等，其结果是社会变得更为稳定。

读者也许会注意到，笔者所阐述的阶层结构定型化并没有提到阶级、阶层意识的问题。是的，笔者所说的阶层结构定型化的四个方面都是客观地位、社会关系方面，都没有涉及主观阶级意识。为什么没有提及呢？因为，笔者发现，在我国现阶段，虽然社会群体层化的现象已经出现，但这种层化现象还主要表现在客观经济方面，主观阶级意识的色彩还不突出。国内的一些研究证明：我国的主观阶层认同与收入、教育、职业和消费等各项客观分层指标之间，虽有一定联系，但“关联强度不大”（李培林等，2005：87）。所以，中国的主观阶级意识状况，如果用吉登斯的术语来说，就还仅仅是一种“阶级感知”，还称不上是阶级意识。

为什么我国阶级阶层意识分化不明显呢？在上文中，吉登斯分析了促进阶级意识形成的因素，这对我们有启发意义。吉登斯指出，阶级意识、冲突意识的形成，需要阶级分化的直观（visibility）环境，即人们对于这种分化直观地就可以看到。而笔者曾经分析了，当前中国社会分化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利益的“碎片化”，多种因素造成直观的“多元与碎片”，所以，此种环境并不利于阶级意识、冲突意识的形成。笔者曾经分析了中国当前阶级阶层利益碎片化的三个特点（李强，2004a：98～99）。

第一个特点是阶层分化与身份群体交织在一起产生了多元利益群体。虽然改革以来中国社会产生了经济利益的分化，产生了贫穷与富裕的巨大差别，但这种差别与身份群体交织在一起，是相互交叉的复杂关系，而不是简单的叠加关系。

第二个特点是户籍、地域的差异与阶层差异交织在一起，而形成多元利益群体，直观的并不是阶级整体，而是户籍或地域分化群体。比如，同是在一个城市里经商的老板、经理，由于户籍身份的不同，就形成阶层内小的利益群体。虽然都是农民，但在不同区域他们的经济地位会有巨大差别。很多情况下，区域的差异远远大于阶级的差异。

第三个特点是体制的差异与阶级阶层的差异交织在一起而产生多元利益群体。新产生的体制五花八门，包括私营，个体，外商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合作单位，联营、合资企业，香港、澳门、台湾商人投资企业等等。这还仅是一些大的分类，笔者在实地调查中发现，实际运作中的体制比这些还要复杂得多，比如：承包的、转包的、出租的、租柜台的、包工队式的、挂靠式的、交管理费式的等等。体制的“碎片化”与阶层分化交织在一起，就形成了利益的碎片化。

所以，直观的利益的碎片化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阶级冲突意识的形成。换言之，碎片化和多元利益群体的特征，虽然并不能阻碍小群体的冲突意识和冲突行为，但却可以阻止规模比较大的阶级、阶层冲突意识的形成。

在此，我们还可以反省一下吉登斯关于阶级意识的最高层次——“革命意识”的论述。吉登斯同意列宁的观点，革命意识不可能由阶级阶层自发产生，而只能由意识形态方面的专家——知识分子去生产。所以，如果没有意识形态精英的创造，如果没有知识分子的外在推动，如果没有政治组织和政治力量的干预，而仅仅依靠资本主义产业模式不断发展和成熟，是不可能自发产生出革命意识和革命行动的。吉登斯用这样的理论阐释了英国社会为什么长时期保持政治上稳定，为什么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当成熟的英国始终没有出现阶级阵营的重大革命行动。今天，我们也可以用同样的道理来解释中国。今日中国社会，一方面社会问题确实很突出，比如群体性事件层出不穷。据报载，仅2005年一年发生的群众上访、上告式的“群体性事件”就有87000多起。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发现，这些事件都只是局限在小的范围内，并没有形成大范围的、阶级阶层的行动。吉登斯的解释是有道理的，如果没有知识分子的外在推动，如果没有政治组织，如果没有革命的意识形态，冲突就只可能局限在小的区域里。所以，就像吉登斯解释为什么英国可以长期保持稳定一样，用同样的道理，我们也可以解释，尽管今天中国还存在社会风险，但实现长期稳定也是完全可能的。

总之，笔者所说的阶层结构定型化，主要说的是客观因素。由于利益碎片化等影响，我国阶级阶层的主观阶级意识并没有形成，而这恰恰是社会稳定的重要原因。换言之，按照这个原理，如果能够阻止阶级意识的形成，就可以防止社会矛盾的激化。

此外，吉登斯在该书中还阐述了他的“精英理论”。我们将其放到精英理论部分去讲，此处不赘述。

第二节 帕金的社会分层理论

弗兰克·帕金（Frank Parkin）是新韦伯主义分层思想的重要代表，他的贡献主要在理论方面，比如他十分清晰地阐述了韦伯主义的社会屏蔽思想等。

帕金比吉登斯的年龄要大些，他于1931年出生于英国格拉摩根（Glamorgan）郡的阿伯戴尔（Aberdare）。他和吉登斯一样都曾在伦敦经济学院学习，1958～1961年帕金在伦敦经济学院读了三年本科，后来于1966年获得博士学位。在读博士期间，他曾在吉登斯读书的赫尔大学任助理讲师。得到博士学位以后，他到肯特大学（Kent University）社会学系教书，历任讲师、副教授（Reader）、教授。1992年他在肯特大学建立“社会与政治运动研究中心”，该中心的学术取向体现了与社会政策、社会实践相结合的特点。直到21世纪以来，他仍然参与很多教学和学术活动，曾任英国牛津大学莫德林学院（Magdalen College）的指导教师（Tutor）。

帕金的著述颇丰，其中《中产阶级激进主义》（Middle-Class Radicalism
 ）一书发表于1968年。该书研究了英国中产阶级在和平运动以及核裁军（nuclear disarmament）运动中的作用，认为阶级的视角在分析当代社会运动中仍然重要，与阶级的解释相比，男女性别差异等视角的解释是次要的；指出中产阶级激进主义有重要意义，因为传统上关于中产阶级的韦伯主义解释常常谈它的社会稳定功能，而忽视了中产阶级推进发展、变革社会的功能。帕金的《阶级、不平等与政治秩序：社会分层与共产党社会》（Class，Inequality and Political Order：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Communist Society
 ）一书，发表于1971年，对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的基础理论做了很多研究，特别是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与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社会在分层与流动上的差异做了对比研究。《马克思主义与阶级理论：一个资产阶级的批判》（Marxism and Class Theory：A Bourgeois Critique
 ）发表于1979年，这是帕金对自马克思、韦伯以来的阶级理论做的一次全面反思，详细阐释了帕金新韦伯主义的立场。下面，笔者尝试归纳一下他的主要理论观点。

一 什么是区分阶级的界限？

在《马克思主义与阶级理论：一个资产阶级的批判》一书中，帕金首先分析了区分阶级的界限（Parkin，1979：11-15）。他认为，传统的社会学比较强调体力劳动与非体力劳动的阶级界限，这样一种界限的优点是好测量、好区分，因此在实际社会调查的操作上被广泛采用。但这样一种阶级界限区分的理论前提，是主张和谐的和整合的社会模型；如果理论前提相反，研究者根本就是主张冲突的模型，那么，体力劳动与非体力劳动的区分就无法解释。如果是冲突的理论前提的话，那么马克思主义的那种按照财产权划分阶级的方式就更为适合。

更进一步的分析可以发现，体力劳动与非体力劳动的关系，在两种不同的社会背景下，情况是不一样的。一种是在传统的大工厂的社会背景下，体力劳动与非体力劳动的区分很大程度上还可以反映管理与被管理的对立，因此，还可以应用体力劳动与非体力劳动的阶级模型。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非体力劳动的队伍急剧扩张，这样就出现另一种社会背景：新产生的大批中下层白领劳动者，他们与体力劳动者并不存在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体力与非体力的阶级模型在这里失效了。

所以帕金认为，我们应该将体力、非体力的区分看做两种生活机会和机遇（life-chances and opportunities）不相同的群体，而不是传统上那种对立的、统治与被统治关系的阶级群体。帕金不仅不同意现在的群体关系模型是冲突模型，而且认为，连韦伯所说的共同体内的权力分配差异的群体也不是。

那么，怎样看待马克思主义冲突型的区分阶级的界限呢？帕金认为，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的队伍已经大大分化了，以至于很难说还存在一个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比如，有的新马克思主义者用权力、权威区分阶级，实际上是用它来取代财产权的概念。所以，帕金认为，今天的马克思主义已经很难用财产权来区分阶级，比如，为了区分白领雇员内部的差别，就采用高级雇员、中级雇员、低级雇员的说法。这样的区分实际上已经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已经与韦伯主义走到一起了。

二 社会屏蔽与社会排他理论

社会屏蔽（social closure）是帕金社会分层理论的主要概念。从思想来源看，帕金的社会屏蔽思想来源于韦伯。韦伯是怎样讲社会屏蔽与社会排他的呢？韦伯认为，各个社会集团都试图将获得资源和机会的可能性归属到具有某种资格的小圈子里，社会屏蔽就是为此设定的这样一套资格的程序，符合资格者能够获得最大的收益。于是，集团就必须选择某种社会的或自然的属性，作为排除他人（exclusion）的正当理由。韦伯认为，任何一种集团型属性，比如民族、语言、社会出身、宗教等都可以作为排他的理由，这实际上也是由一部分人垄断了社会的、经济的机会（Parkin，1979：44-45）。

帕金认为，社会排他的一个突出特征是它的合法性，本质上，它是一个社会集团采用合法手段牺牲另一个集团的利益。从这一角度看，任何一种社会分层制度都是社会屏蔽与社会排他。新韦伯主义扩展了马克思的剥削概念，认为，剥削不仅仅是指资本对剩余价值的占有，任何一种社会排他都可以定义为剥削；只要是统治集团和从属集团的关系，都可以被视为剥削。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基督教徒对天主教徒，白人对黑人，男人对女人的关系都具有剥削的性质（Parkin，1979：46-47）。

帕金进一步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屏蔽的特点。历史上所有社会都采用一定形式的社会屏蔽，比如等级制、血统制、贵族制等。资本主义社会屏蔽制度的特点在于，它不采用家庭、血统方面的资格限制，表面上看，它是开放的，在原则上，成员资格的条件对于每个人都是开放的。现代资本主义设计了两种精巧的排他制度，据此保住了资产阶级的利益。第一是财产制度。这涉及一系列关于收益、报酬、经济权力的法律制度，宣布了产权所有者的权利，使得其他人不得占有生产资料及生产资料的成果，将其他群体屏蔽到产权利益之外（Parkin，1979：48）。

第二是专业资格、技术证书制度。帕金认为，在社会屏蔽方面，专业资格、技术证书制度与财产制度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技术证书监控着劳动分工中的关键职位，决定着谁可以进入这些职位，谁不能进入这些职位。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由于白领职业的增长，人们更加重视技术证书的排他性，所以，在决定阶级结构方面，技术证书的功能丝毫不亚于财产制度的功能。帕金认为，社会上流行的所谓“文凭主义”（credentialism）现象，就是极力提高教育证书的地位，用证书来控制劳动分工中的关键位置。所以，所谓专业化本身就是社会屏蔽和社会排他，为某些职业设立门槛，限制进入者的资格和人数，用这样的办法来保障该职业的市场价值（Parkin，1979：48-55）。

帕金又分析了现代资本主义的社会屏蔽与阶级再生产之间的关系。他认为，社会屏蔽也是阶级再生产的一种途径。在任何制度下，处于社会优越位置上的人都会希望他们的子女也保持住同样的地位。不过，具体的做法有区别。有一些制度试图实现世代相传，如老一代统治者通过血统、门第将自己的特权完全传给后代，这是资本主义以前的制度。而现代资本主义不是这样。在现代社会，无论是财产制度还是文凭制度，都不能保证优势代代相传。与传统社会相比，在一个商业迅速发展的社会，财产变化无常，资产阶级不可能保障自己的后代不发生向下流动的现象，也不可能阻止暴发户进入本阶级。有人说，证书是一种文化资本，它可以使阶级优势传递下去。帕金对此表示怀疑，他用数据证明，英国高级专业、管理人员中，其父辈也处于高级专业、管理地位的仅占四分之一，甚至低于父辈是无产者的子弟。

这样就出现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是利用财产制度、证书制度为一代人服务，另一种是试图将地位优势代代传递。资本主义的竞争者是靠自己的竞争实现地位上升的，它不可能停止社会竞争的机器。所以，资本主义表面上反对血统继承，主张个人奋斗，但实际上它也形成了一种阶级再生产的模式——不仅是阶级的再生产，而且是个人主义价值观的再生产。资产阶级的高明之处在于，他们把个人主义的原则进一步延伸，结果产生了一种表面上是个人主义原则的社会屏蔽制度。例如，用笔试制度保证了有产者子女的总体考试水平总是高于工人子女的总体考试水平。个人主义认为，只有允许竞争，只有充分发挥个人天赋能力的社会屏蔽制度才是公正的制度。然而，这种制度建立的结果，仍然是保证了社会优势集团代际上的优势地位（Parkin，1979：60-66）。

三 集体排他与个体排他

于是，帕金比较了两种不同的社会屏蔽制度。一种是集体排他（或集体屏蔽），另一种是个体排他（或个体屏蔽）。所谓“集体排他”（collectivist exclusion）就是将某些社会群体整体地排斥在资源的享有之外，比如以种族、民族、宗教作为社会屏蔽的标准。所谓“个体排他”（individualist exclusion）就是所制订的屏蔽、筛选标准有利于个人竞争，而并不将某一个身份群体整体地排斥在外。例如，通过考试来选取人才，这样被选取者和被淘汰者都是以个体形式出现的，并没有一个身份群体被整体排斥。前面讲的财产屏蔽和文凭证书屏蔽都属于个体排他。帕金认为，集体排他的结果是产生了一个“共同集团”（communal group），由于这个共同集团是被整体排斥的，它必然会作出比较激烈的反应，由此常常会激化社会矛盾。与此相反，个体排他的结果产生的是“分散的身份群体”（segmental status group）。在个体排他的体制下，每个人都有参与的机会，一个人之所以被排斥，通常被认为是这个人的能力不够或水平不行。帕金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演变的基本趋势是从集体排他转向个体排他。他说：政治不满的引擎一向是由集体排他发动的，当社会引入个体排他的机制后，政治不满的引擎就失去了燃料。帕金进一步用这个理论解释了当代西方社会实现社会稳定的原因（Parkin，1979：68-70）。

当然，帕金也注意到，当代社会的实际制度，都是“两种排他”的结合，而不是某一种排他的纯粹类型。帕金对于号称“社会主义”的苏联社会以及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研究，结果发现，尽管两种社会都标榜说不问社会出身，主张选拔人才，但实际上，社会屏蔽的结果都是对统治集团更有利，统治集团的子女更容易实现地位承继，所以，都存在集体排他现象，尽管他们并不公开承认集体排他。因此，两种社会都成功地利用社会屏蔽，实现了阶级的再生产。

所以，他认为阶级制度本身就是两种排他的结合。因而，当代的“阶级”既不是仅仅由于集体排他而产生的“共同集团”，也不仅仅是个体排他而产生的“分散的身份群体”，而是居于两者之间一种中间状态的群体。他认为，19世纪早期和中期，由于社会上集体排他比较盛行，当时的无产阶级受到整体的排斥，因此，更接近于一种“共同集团”。正是这种状况，造成当时风起云涌的工人阶级运动。而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由于集体排他衰落，个体排他兴起，作为两种排他结合物的阶级，就更接近于“分散的身份群体”，这正是当代阶级运动衰落的制度原因。

笔者以为，帕金的理论对于我们有很大的启发意义。笔者曾经运用该理论分析我国的农民工政策（李强，2004b：123～142）。改革以前，根据我国的户籍制度，农民不能进城打工，而只能待在农村务农，这样的政策当然属于集体排他。改革以后，我们虽然允许农民进城了，但在大城市的户籍上，多数情况下，还是不允许他们正式落户。由于不能够正式落户，他们就不能享有城市居民的诸多社会福利。从这样一种户籍制度的角度看，我国迄今对城市农民工采取的还是集体排他的政策，即，农民工由于不具有城市的正式户口，他们在整体上就被排斥在城市的正式居民之外。

笔者的研究发现，在我国的户籍上受到集体排他的不仅仅是农民工，在主要的大城市里，由于户籍政策的限制，所有不属于该城市的外来人口、流动人口，都受到了排斥。近年来，大城市流动人口中的白领阶层、中上层群体，提出了明确的权利要求。流动人口中的白领层要求取消就业中的户籍限制的呼声甚高，流动人口中的企业经营者要求给予企业经营所在城市的正式户籍等等。在此种呼声之下，政府管理部门也作出了反应。公安部提出，允许各地根据当地情况进行户籍改革实验，实验的基本原则是：当地需要，当地受益，当地负担，当地有效。例如，上海、广州推出“蓝印户口制度”，外来人口取得当地蓝印户籍后，符合在该地生活、工作一定期限就可以申请该市常住户籍。北京市人事部门也对流入人才的户籍管理做出了比以前更为宽松的调整。石家庄、宁波等城市甚至更推出全面放开准入标准的户籍改革。

根据帕金所提出的原理，精英群体被集体排他，必定会激化社会矛盾。解决的办法就只能是从集体排他转为个体排他，这样可以大大缓解社会矛盾。所以，无论是户籍制度还是其他分层制度，我国改革的基本方向都应该是趋向个体排他。当然，制度的变革总要有一个过程，操之过急也不行，通过一种渐进的变革，最终社会可以走向更为稳定与和谐。

四 社会流动与政治安全阀

作为新韦伯主义者的帕金，他对社会分层研究的基本目标是要寻求社会稳定和政治秩序。他指出，社会的基本事实是，上层地位优越者总是少数，下层总是多数，上层试图控制下层，于是不稳定是必然的。那么怎么办呢？帕金试着这样提出问题：具备什么条件或机制，下层就不造反？传统上，我们说，统治者的基本手法是两种：“胡萝卜”和“大棒”。帕金实际上也是这个观点，一方面，靠镇压和强制也可以实现政治秩序；但另一方面，帕金认为，这不是好的解决办法。帕金认为，好的持久的解决办法是，统治者一定要使得管理一个社会财富分布、收入分配的基本原则、规则，看起来合理合法，即使低收入者也认同这样的原则或规则，这就是所谓社会共识（consensus）。实现了社会共识，稳定的政治秩序就可以实现。帕金在他的另一本著作《阶级不平等与政治秩序》中，对这样的问题进行了研究。他试图探讨实现稳定的社会根源（social source of stability；Parkin，1971：48）。

帕金认为强制和共识是任何社会实现社会控制的两个基本方面，虽然不同的社会两个方面的比例会有所不同。他强调，不要忘记，即使是最讲“仁政”、人权的社会，也少不了采取强制的控制功能。然而，现代社会并不轻易动用强制手段，因为一些巧妙的、温和的社会机制被创造出来维持社会稳定。于是帕金提出了安全阀的概念。他认为，最重要的、具有政治意义的社会安全阀就是社会流动。他认为社会流动就是实现政治稳定的社会根源。

怎样利用社会流动实现社会稳定呢？帕金研究了向上流动的重大政治意义。他指出，粗略地估计，现代西方国家的平均值为，有1/4～1/3的出身于体力劳动工人家庭的人，将会流入中产阶级行列（Parkin，1971：49）。向上流动（upward social mobility）的政治含义是什么呢？流动给下层阶级中那些精力旺盛、雄心勃勃的人提供了逃离下层阶级的渠道，于是就减轻了因不平等造成的社会紧张（tensions）。一个人升入中产阶级，意味着他通过个人的努力解决了社会地位低下的问题，这样就削弱了那种试图通过集体活动，解决整体的社会下层阶级命运的努力。上升流动之所以削弱了下层阶级的政治基础，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它将那些潜在的政治领导人吸收殆尽（Parkin，1971：50）。帕金认为，也不要夸大现有教育制度和就业制度在选拔吸收高才能者方面的作用，实际上，现有制度还远不是充分的人才竞争机制，很多有才能者就没有被选入中产阶级。所以，潜在政治精英不能上升流动的危险性是存在的。

向上流动是一种政治安全阀（political safety-valve）。向上流动常常伴随着政治态度从左翼转向右翼，因为地位的改变常常使人们对自己进行再定义；而且，向上流动的距离越远，个人自我定义地位调整的幅度就越大，比如长距离流动到专业技术和管理型中产阶级的人，其自我地位认同就会与仅仅是短距离流动到普通办公室职员的人完全不同。研究证明，多数的社会流动是短距离的，因此，这些人的社会态度、自我地位认同就不会有太大幅度的变化。体力工人的子女虽然也有向上流动的机会，但流动的距离不是很远，多数仅流入诸如职员、销售人员、商店店员、小学教师等普通白领位置。如果要流入中产阶级专业阶层，他们则需要较长时间的训练和教育，所以不十分普遍。总之，这种短距离的流动，对于工人阶级价值观和社会态度的影响并不很大。而且有研究证明，短距离流入白领中较低层次的出身于工人阶级的子女，在一定程度上还持有原来阶级的某些价值观念，也就是说他们很难突然放弃在儿童时代形成的社会观念。所以帕金认为，向上流动进入中产阶级的人与原先就出身于右翼的中产阶级在政治态度上也是有区别的。但这种上升流动也在改变着右翼队伍的社会基础，即由于原先出身于工人阶级家庭的，现在进入白领阶层，并且队伍越来越大，所以，保守主义队伍的基础发生了变化。由于这种变化，英国保守党也就比较容易接受一些体现社会福利和集体主义的社会政策。这些福利政策比较容易得到白领下层群体的支持。所以，阶级分层本身及其政治特征也受到上升流动的影响。总之，地位上升确实可以缓和分层上的对立，可以成为稳定政治秩序的机制（Parkin，1971：51-52）。

那么，向下流动（downward mobility）的社会影响是什么呢？很多工业化国家显示，向下流动的比率高于向上流动的比率。例如，在英国，超过40%的出身非体力劳动家庭的人会落入体力劳动工人阶级队伍。其他西方国家也显示了相似的情况。整体社会地位的下降，可以被视为政治不稳定的源泉。那些出身中产阶级，并且已经习惯于该阶级所具有的保障和地位的人，当他们落入社会环境较差的体力工人队伍后，显示出对于该社会制度的疏远。社会指标也显示，与社会地位没有下降的人相比，地位下降的人对于前途更失去信心。但是，从整体上来看，这种不满意的表示一般并不会采取公开的政治形式，至少对社会秩序不会采取敌视、反对的态度。多数国家的调研显示，向下流动并不会改变该人群的政治隶属感。威伦斯基（H.L.Wilensky）发现，在美国，与出身工人阶级家庭的体力工人相比，向下流入体力工人队伍的人更多还是认为他们自己是中产阶级甚至上层阶级，出身工人阶级家庭的体力工人中81%认为自己是下层阶级或工人阶级，而向下流动到工人阶级的人群中，此比例仅为46%。英国的研究也证明，那些体力工人，如果他的父亲是白领阶层，则他们更倾向于认为自己是中产阶级，而且他们也期望不久离开工厂工人的职业。利普塞特（Lipset）和戈登（Gordon）对于旧金山的研究得出类似结论。这部分人比较抵触工会主义，对向上流动的可能性更多持乐观态度。所以，这种现象很奇怪，向上流动导致政治态度的从左翼转向右翼，而向下流动却并不常常伴随着政治态度的从右翼转向左翼（Parkin，1971：53-54）。

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帕金认为，这与人们的心理特征有关。向下流动以后，人们心理上还不承认地位低下的局面，还在心理上存有希望，还不太愿意抛弃他们过去的政治认同。地位下降造成一个人的自我与其真实社会地位之间的冲突，为了减轻心理上的这种冲突，人们常常自认为这种下降只是暂时的，总认为地位最终会得到恢复。所以，下降流动的社会后果，并没有像有些人原先预想的那样，会对社会分层秩序产生重大威胁。其中一个原因还在于，那些原来是中产阶级的成员，他们历来接受的是个体主义的社会化，而不是集体主义的社会化，因此他们对于地位下降的反应，也往往是采取个体的、个人自我调整的应对方式，而不是求助于集体的、共同的行动（Parkin，1971：54）。

五 社会文化缓冲带

在对社会流动作出详细分析以后，帕金提出了“社会文化缓冲带”（a social and cultural “buffer zone”）的理论。他认为，在中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存在一个“社会文化缓冲带”，这个缓冲带是由大量低层白领职业群体构成的。他认为，大量社会流动是围绕缓冲带进行的，最上层阶级与最下层阶级之间的流动很少见，因为两极之间距离太远、流动困难，而流入和流出缓冲带的阶级流动要更容易一些。上文对西方社会的研究已经证明，社会流动多数是短距离的，也就是说，流动不管是上升还是下降，都会先进入这个缓冲带。

帕金认为，缓冲带具有重要的社会稳定功能。由于有了这个缓冲带，社会流动就不会引发明显的社会不适应问题（adjustment problem）。比如，出身工人阶级家庭的人，向上流动，进入中产阶级下层的缓冲带。在这个缓冲带里，他们的行为模式、所认同的社会符号，就不会与周围有太大差距。他们就不会显得很不适应，就不会有外来感。所以，大量所谓社会流动，只不过是边缘阶层进出缓冲带的流动，是同一个家庭两代人之间发生的边缘地位的流动。

如果父母向下的流动所失去的地盘能够通过子女的成功又重新获得，那么父母社会地位下降的感觉就会有所减轻。研究证明，由于他们子女地位又上升了，那些地位下降的父母心理上得到很大满足。这些向下流动以后，又在下一代具有上升能力的家庭，不仅反映了很多的阶级交换，而且减轻了地位下降所造成的心理紧张。所以，要将两代人的流动综合起来看，一代人的损失通过另一代人得到补偿，也可以起到缓冲作用。

阶级之间的流动也可以带来原来阶级的文化，这也是一种文化缓冲。研究显示，那些家庭里曾经有过中产阶级经历的工人阶级的孩子，比那些家庭里没有过中产阶级经历的工人阶级的孩子，在学校里的学习表现要好得多。那些出身中产阶级但是嫁给工人阶级的妇女，她们在促进该家庭子女学习上进方面起了很大作用。科恩（Elizabeth Cohen）对美国工人阶级家庭的中学生的研究表明，如果母亲曾经是白领家庭出身，那么孩子中有80%能上大学，而如果母亲是工人阶级家庭出身，则孩子只有42%能上大学。既然受教育水平与职业成就之间有十分密切的关系，那么，这个数据就可以证明那些母亲曾经是中产阶级出身，后来下降流动到工人阶级家庭，其子女具有明显高的上升流动的潜在动力。对此，还可以找到更为直接的证据。杰克逊与马斯登的研究证明（Jackson and Marsden，1962），那些通过取得教育成就而流入非体力职业的工人阶级子女，大多是或者有父母出身于中产阶级家庭，或者父母处在工人阶级与中产阶级边缘位置，而不是出身于那种典型的、传统的工人阶级家庭（Parkin，1971：56-57）。

各阶级的向下流动，由于受到上述因素的制约，社会紧张就得到很大的缓和，因此就可以避免造成严重的政治后果。所以，帕金的缓冲带理论是在解释，为什么西方国家大量的下降社会流动并没有产生危及整个社会体制的政治后果。

帕金认为，专业和管理阶层中产阶级及其子女在下降流动中会比下层白领职业成员受到更大的文化震惊。对于体力工人的生活方式、工作经历、报酬水平，那些已经习惯于中产阶级特殊地位的人，显然需要做出很大的适应调整。在工业社会中，有时确实会发生这种类型的长距离地位下降流动。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专业技术中产阶级家庭能够保证他们的子女承继某种白领地位。这里所说的承继更多不是指继承私有财产，而是指通过提供给子女较好的教育、较好的家庭环境而有助于子女的成功。目前，对于中产阶级上层家庭下降到体力工人队伍的研究还很不够，但一些事例证明，那些长距离下降流动的家庭往往存在具体的弱势原因，比如精神疾病、残疾、个人人格问题等等，常常是这些特殊的原因使他们被淘汰。此外，在富裕的西方社会也出现过出身很好的年轻人自动放弃中产阶级地位的现象，但这毕竟是极少数。

当然，长距离下降流动，除了上述所说的个人病理、自动放弃等原因外，也不排除竞争淘汰方面的原因。那些出身富有阶级家庭的子女，当然也会有人由于能力较弱而落入报酬很低的体力劳动者行列，但其比例十分小。由于上层阶级子女所获得的在文化、教育、环境方面的优越条件，即便是最为愚钝的人，他们也可以得到大量的知识、重要的社会技能，从而使得他们比较容易适应白领的工作。所以，较高家庭地位出身的人，即便是下降，也会有很多缓冲的因素（Parkin，1971：57-58）。

总之，长距离下降流动不是主流，主流是进入临近的阶级，而“社会文化缓冲带”大大缓解了社会紧张和社会不适应。这就是西方社会得以稳定的重要原因。

笔者以为，帕金的“社会文化缓冲带”理论，对于当前中国也有重要意义。中国目前处在改革与社会巨变的时代，社会流动规模和速度都扩大与加快。上升流动和下降流动频繁发生。地位上升固然是好事，但一部分人的地位上升，比如迅速富裕起来，也会导致其他群体的地位相对下降。而且在这一时期，地位下降也并不少见，比如，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大批城市职工失业下岗、城市存在相对和绝对贫困阶层等等。传统上，对于地位下降，人们集中于探讨它所造成的社会动荡、社会不稳定、社会矛盾、社会冲突，而帕金却提出这样一个命题：下降流动也可以因为缓冲带的机制而转化为社会稳定。这是一个很好的思路，沿着这个思路考虑，我国当前可以探讨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缓冲带”机制有哪些呢？

笔者以为，近些年来，一方面，我国部分城乡居民确实出现了地位下降的情况，但另一方面，从历史的纵向比较看，我国当前还是比较好的发展时期，还属于“大治”之世，与“文化大革命”的“大乱”之世形成鲜明对照。从社会流动的角度看，有哪些机制起到了缓冲带的作用呢？笔者试列出如下几种。

第一，基层组织“缓冲带”。中国是组织资源最为发达的社会。改革以前的计划经济时代，我们曾利用层级管理的组织体系，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市场，通过组织管理和票证制度，居然将物质资源配置到每一个个人。当然，这样一种人为配置资源的做法扼杀了个人的积极性，一般被视为计划经济的严重弊端。但如果从社会资源的角度看，这又确实是一种极为强大的组织资源。长期以来，我们通过这套组织资源实现了极为罕见的社会动员。改革以后，从表面上看，层级的组织管理体系有所弱化，但2003年对于突发“非典”危机的处理再次证明，即使在市场转型以后，我国的组织资源仍然是极为强大和有效的。既然是强大有效的资源，我们就应该充分发挥它的效能。目前，在社会转型中，与老百姓联系最为密切的组织资源是城市里的街道、社区居委会，农村的村委会等。单从城市的社区居委会的工作看，近年来，它在辅助城市弱势群体，实施城市最低生活保障线，照顾老弱病残，建立城市社区医疗保障体系，协助城市失业下岗人员再就业，解决家庭困难、纠纷与矛盾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缓冲带功能。在全世界，能够像中国这样，通过极为庞大的基层层级街道、社区居委会组织体系实现社会救助、社会帮助的，确实不多见。所以，这应被看做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缓冲带。

第二，传统单位体制的“缓冲带”功能。近来关于单位制的探讨大多集中在市场转型时期单位制的变迁和衰落方面，而对市场转型中单位制为缓和社会矛盾继续发挥功能方面关注得不够。其实，即使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国有企业转制，失业、下岗、离岗、内退等人员激增的时期，单位制还是在发挥作用的。下岗、离岗、内退等人员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仍然与单位保持一定的联系，不少单位在不同程度上为曾经工作过的职工提供了一些福利。90年代中后期，单位房屋体制改革，将原属于单位的住房用比较低的价格卖给了职工，因此最近的数据显示，中国城市居民住房的自有比率在全世界位居前茅，而居民拥有住房的主要渠道就是“单位房改”。调查显示，多数城市居民拥有自己的住房是来自“单位房改”，而拥有自己的住房成为社会稳定的重要原因，所以，“单位房改”实际上也起到了社会缓冲的功能。

第三，政治身份群体“缓冲带”。在我国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城市体制大转轨中，随着大批国有企业的转制，很多原来处在中间阶层地位上的国企职工经济地位明显下降。但是，这也分为不同情况，其中的某些群体，特别是具有传统优秀政治身份的群体，在不同程度上得到一些社会照顾和福利。比如，市级以上的劳动模范、革命伤残人员、军属、烈属等受到一些政策的保护，这缓解了他们的一些危机。

第四，新的社会保障机制起到了缓冲带的功能。20世纪90年代以来，针对城市里出现的地位下降群体或新的贫困层，国家逐步建立了一系列新的社会保障机制。比如，城市最低生活保障线，即对城市居民中的贫困阶层给予经济上的帮助。又比如，针对失业下岗，各个城市均建立了多种再就业机制，一些城市提出防止“零就业家庭”的出现，即保证家庭中至少有一人就业。再比如，近来一些城市尝试在市民中建立“广覆盖”的医疗保障机制等。

第五，子女地位上升对父母地位下降的补偿功能。帕金的研究证明，在西方国家，一代人的地位下降，从另一代人的地位上升中得到补偿。在我国，这种现象也很突出。改革以来，由于产业更替很快，很多中老年群体的技术被淘汰了，他们出现了明显的地位下降状况，但是，新生代由于受教育水平高、掌握新技术的速度快，所以，出现了某些新生代地位迅速上升的现象。笔者曾将此种现象称为“中国中等阶层的代际更替”（李强，1999），即认为改革以前的国有企业职工层在我国当时的社会是类似于中产的阶层，改革以后大部分衰落了，随着国有企业的解体而地位明显下降，但是，年轻的一代却迅速成长起来，所以，家庭中工作不久的孩子收入明显超过父亲和母亲的现象比较普遍。这里面有明显的代际补偿，这也是一种重要的社会缓冲现象。

第六，家庭内部的经济互助，这是最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缓冲机制。改革以来，我国同一家庭内部成员的上升和下降流动是很不一样的。常常出现同一家庭，兄弟姐妹之间，有的人迅速致富，有的人失业下岗。在多数西方国家，兄弟姐妹之间很少有经济往来，因此也就缺少一种缓冲机制。而笔者的研究证明，在我国，家庭内部的经济互助、金钱帮助十分普遍。家庭中一个成员富起来了，父母就会出面调解，让兄弟姐妹之间能够互相帮助。这种家庭成员之间的互助使得下降流动的成员得到了经济补偿，缓解了他们的危机，这是一种特殊的缓冲带机制。

总之，下降流动是任何一个社会都无法避免的。虽然好的社会体制应该能提供更多的上升流动机会，但是，如果发生了下降流动，也并不可怕。上面的分析就说明，很多因素可以起到缓冲作用，可以起到补偿作用。

第三节 洛克伍德的分层思想

大卫·洛克伍德（David Lockwood）是社会分层研究的老前辈。他出生于1929年，在英国有名的中学Honley Grammar School受的中等教育，后来在伦敦经济学院得到学士学位，1957年在这里获得博士学位。在伦敦经济学院读博士期间他已经开始做助理讲师，获得博士学位后成为正式讲师。一年以后，1958年，他获得洛克菲勒奖学金到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访问一年。1960～1968年，他受聘在英国剑桥大学四大学院之一的圣约翰学院（St.John’s College）任讲师；期间，于1966～1967年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系做访问教授。1968年后到英国Essex大学任教授，后来一直做到该校的校长；期间，曾于1973～1976年任英国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洛克伍德的著述甚多，最主要的著作有两部，一部是1958年发表的《职员》一书，该书的副标题是：“对于阶级意识的研究”；可见他延续了自马克思、韦伯以来的阶级研究的主题。这本书奠定了他韦伯主义立场的社会分层基础理论。另一部是1968～1969年陆续发表的三卷本大部头著作《阶级结构中的富裕工人》（The Affluent Worker in the Class Structure
 ），继续探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经济地位大大改善后的工人的意识与社会态度。后一部书是与戈德索普（John Goldthorpe）合作完成的，戈德索普当时与洛克伍德同在剑桥大学教书，后来则成为韦伯主义阶级测量方法和阶级分类标准的创立者。这些将在本书第七讲中介绍。

一 将阶级地位与阶级意识的关系作为研究主题

这个主题源自马克思主义的争论。马克思预言，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雇佣工人阶级必然会从自在阶级走向自为阶级，阶级意识与阶级地位最终会走向一致。但是，从实际历程看，这种不一致却长期存在。洛克伍德认为，马克思在论述阶级地位与阶级意识问题上存在基本矛盾。洛克伍德选择了一个人数迅速增长的雇佣劳动阶层——职员为例。为什么选择职员呢？他指出，半个多世纪以来，职员人数的迅速增长超过其他任何职业集团。对于英国的工会来说，它已经无法忽视这样一个巨大的社会集团（Lockwood，1989：13）。职员处在一种很特殊的社会地位上，可以说是一种边缘的地位，它也是工人阶级向上流动的一个主要渠道。职员的地位很具有典型意义，一方面，职员处在雇佣劳动者的位置上，与体力工人属于同一类型的受雇劳动者；另一方面，他们的意识和社会态度却又有很大不同。

那么怎样研究职员的阶级意识呢？他认为，就是研究那些影响着职员，使他们产生与体力工人认同（identification）或不认同的（alienation）感觉的因素。

很明显，职员的阶级地位是与生产资料所有权相分离的，他们出卖劳动力是雇佣劳动者，但他们在意识上完全不同于工人阶级。这是为什么呢？

从历史上看，职员的政治表现一直大大区别于工人阶级。从1871年英国通过承认工人罢工合法的《工会法案》以后，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职员阶层对工会运动始终不感兴趣。这样，人们就常常用“虚假的意识”（false consciousness）来描述职员的表现。

怎样解释这种奇怪的现象呢？通常的解释是，同样的一种经济地位可以产生不同的思想。洛克伍德认为，这种解释不准确，这种不准确首先表现在空泛的阶级定义上。他认为，应该对职员的地位做出实证的研究，对他们实际的地位做出细致的考察，而不要仅仅根据一种空泛的“无产”或“受雇佣”概念就认定他们的社会地位。于是，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洛克伍德提出了一种新的关于阶级地位的定义。他认为，按照这种关于阶级地位的新定义就可以比较，在工业发展的不同阶段，职员与体力劳动工人在多大程度上具有相同的地位，在多大程度上具有不同的地位。

洛克伍德认为，所谓阶级地位，是由三个方面构成的。第一方面是市场地位（market situation），狭义上是指经济地位，主要是指经济收入，也包括经济机会和所有福利型的经济指标。第二方面是工作地位（work situation），是指一套社会关系，在这些关系中，个人的地位由他在劳动分工中的地位所决定。第三方面是身份地位（status situation），或者说是个人在全社会声望等级体系中的地位，包括社会地位、出身、教育地位、通婚情况。

洛克伍德的所谓身份地位，很明显是来自韦伯，而他的工作地位则比较接近于马克思所理解的“阶级地位”。至于市场地位，应该说，主要是来自韦伯的观点，尽管在细节上它与韦伯的市场地位有些差异。

洛克伍德考察了大规模产业化以前公司职员发展的历史。在现代化的公司以前，企业的规模比较小，职员的劳动分工也不发达，办公室的工作也就是管理一些账目；要求职员具备的才能不是很专门，因为什么样的工作都需要做，但基本上是管理文件、起草文件的秘书工作。职员与雇主之间的关系比较密切，建立了私人关系。他们的职位具有不可替代性。职员需要具备的是商人的才能。由于与雇主之间有密切的关系，所以职员容易受到提拔。职员的收入没有一个固定的标准，因人而异。那时候职员的很多工作，在今天属于经理的工作。当然，洛克伍德也指出，这个时期的职员也分为两个不同的阶级，一个是银行、保险业职员以及政府公务员等，他们是真正的中产阶级；另一部分则是职员下层，与技术工人的地位相近，他们在经济上称不上是中产阶级，虽然他们很想进入中产阶级。

接着，洛克伍德考察了现代公司、现代办公室产生后职员的情况。由于现代企业组织的发展，职员在劳动力中的人数激增。以英国为例，职员在总体劳动力中的比例，1851年仅占0.8%，1901年为4.0%，1951年则为10.5%（Lockwood，1989：36）。职员的性别比例也发生很大变化，历史上，1851年职员几乎都是男性，女性只占0.1%；而到1951年，女性在职员中所占比例已经上升到59.6%。

办公室自动化的发展改变了职员的劳动方式，该方式更像一种机械化的方式。普遍教育水平的提高，使得职员的潜在队伍不断扩大，打破了职员阶层的垄断性。

于是洛克伍德开始研究，在现代办公室的条件下，职员的三种地位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变成了什么样子？

洛克伍德指出，研究这些变化的目的，是想说明职员的这些变化与他们阶级意识的发展是有关系的。

二 职员的市场地位

洛克伍德对市场地位（market situation）的解释要更为详细。他主要测量了三个指标，一是测量收入的来源与多少，二是职业的保障性，三是向上层职业流动的机会。他收集了大量关于英国职员收入的数据及其与体力工人相比较的数据。通过考察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第一次世界大战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这样几个阶段，他指出，总的趋势是收入差距缩小了。在比较职业的保障方面，在养老金上，职员比体力劳动者要好些。比如，“二战”后的英国，非体力劳动者的40%和体力劳动者的21%享受到了养老金（Lockwood，1989：55）。

洛克伍德认为，传统上，人们以为体力工人与职员有着相同的市场地位，因此不能理解他们在阶级意识上的重大差异。传统观点之所以不能分辨两者的市场地位差异，是因为它仅仅将所谓“有产”和“无产”作为划分阶级的标准。而洛克伍德证明，所有进入无产状态和雇佣劳动者状态的社会阶层，完全可能处在不同的市场地位上。所以，对无产阶层进行考察时，一定要注意他们的不同群体在市场地位上的重大差异。所以，洛克伍德认为，意识上的差别不过是一种现象，更为核心的是这些群体在市场地位上就是不同的。以往的误解在于仅仅关注表现出来的意识的不同，而忽视了作为客观的市场地位的不同。发生误解的原因在于过于笼统地使用“有产”和“无产”的概念，定义十分粗泛，而没有认真分析市场地位的细节。

虽然职员与体力工人表面上一样都不占有生产资料，但从他们的收入看，从职业保障看，从职业流动机会看，他们与体力工人是完全不同的。作为一个集团，职员比体力工人更具有如下物质利益。第一，洛克伍德认为，在他所考察的绝大部分历史时期内，职员比体力工人获得了更多的收入，历史上给他们较高的薪金是因为职员稀缺，今天还给他们较高薪金是因为他们的地位特殊，他们的忠诚对于企业特别重要。所以，他们的较高薪金是因为他们的特殊地位。所以，决定他们收入的原则与决定体力工人工资的原则是不一样的。第二，职员比体力工人享有更高的职业保障，这种保障虽然还没有成为像财产权那样的独立因素，但也是社会地位的重要选项。洛克伍德认为这是体力与非体力工作在市场地位上的最大不同。第三，职员有更多上升流动的机会，可以流动到管理、监督的位置上。第四，职员市场地位的特殊性，还应包括享有退休金、养老金，以及办公室工作的优势：干净、舒适、劳动时间短、带薪假日等。所有这些均应被视为经济上的好处。这些经济上的好处或市场地位的好处历来是职员地位优越的体现。虽然在大家工薪普遍上升时期和充分就业时期，这些好处有时并不明显，但它们确实可以解释职员阶层在社会态度、意识形态方面的差异（Lockwood，1989：202-204）。

三 职员的工作地位

市场地位强调的是物质利益指标，但是，显示地位的还有很多非物质的社会关系指标。洛克伍德所说的工作地位（work situation）就是后一类指标，指的是劳动者在就业中的关系。人们对于这种关系、位置的满意、不满意也是十分重要的。在现代社会中，人们的首要地位是职业地位，塑造个人心理状态最重要的社会条件来源于生产、管理、分配的组织之中。由于现存的分工体系，每一个雇员都被置于一种无法逃避的关系之中，与其他雇员处于或者是监督、或者是管理、或者是客户的关系中。工作地位涉及就业者个人的分离与集中，与他人的一致或不一致造成孤立、敌对或团结的感觉。

对于现代工厂里体力劳动工人的工作地位，人们已经有过很多研究。马克思正是根据对这些工作条件的分析提出了工厂工人的社会特征。洛克伍德同意这些分析，也认为，现代工业企业的工作地位是比较容易将阶级的对抗扩大到最大程度的。工厂工人的这些工作地位因素包括：工人与资本家的相互之间不接触、隔离与社会疏远，工人们的集中劳动，工人们相互之间的地位相近。机械化生产的精确性、计量性、合理性促进了管理者与工人之间的非人格关系。这种关系在工厂以外也被再生产出来。洛克伍德认为，这些因素比较容易造成阶级之间的对抗、分裂（Lockwood，1989：205-206）。

如果将上述体力工人的这些因素与职员的工作地位比较的话，会发现两者完全不同。那么职员的工作地位特点是什么呢？

第一，工作的单元比较小，规模不大，比较分散；在办公室里与雇主有私人的交往，关系比较密切，容易建立个人关系，反而与工人疏远。工作的个人化比较突出，工作环境有利于促进个人奋斗。

第二，办公室内部的劳动分工、部门级别的设立，比较容易导致职员内部分化，分隔成小的群体，这样职员个人与资方比较容易形成私人的接触和私人关系。

第三，职员个人的技术水平、资格很难形成统一标准，所以，职员工作的劳动力市场化发展也比较缓慢。所以，职员提升并无统一标准，多是由个人任命提升的。

第四，职员办公室工作的机械化，与一般工厂的机械化有很大区别。

洛克伍德进一步指出，现代办公室也需要区分两种不同情况。一种是“家长制”仍然盛行，另一种是现代“科层制”已经形成。先看第一种情况。在这里，一般是办公室规模很小，办公室内部的分层还只是一些非正式的地位差别，还没有形成任何制度化的提升渠道，等级报酬标准也是非制度化的。这些说明劳动市场上还只是个人关系和特殊主义（particula-rism），这些均阻碍了职业共同意识的发展，阻碍着集体行动（Lockwood，1989：207）。再看第二种情况。在这里，办公室的规模比较大，形成了严格的等级制度，向上流动有了障碍，因此更容易形成水平流动，产生非人格的和标准化的工作关系。这种工作地位，比较有利于职员产生集体的、相互倚赖的感觉，这种感觉是一致行动的先决条件。洛克伍德指出，即使在第二种情况下，即使在这种容易产生集体意识的工作地位中，物质上的分化和社会的分化仍然是职员与体力工人之间的一道障碍，使得他们相互之间并不认同。他们之间的社会距离感主要起源于他们与当权者的关系不同，由于这种不同，他们两个群体之间处于相互不满和敌视的状态。

由此，洛克伍德提出了他的论断：在职员的阶级意识形成过程中，工作地位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洛克伍德专门分析了阶级意识是怎样起源的，他认为，阶级意识起源于两个相互关联却又各自独立的过程。第一是雇主与雇员之间利益分化的意识，第二是雇员中利益共同体形成的意识。只有当个人对立的意识发展成、构成集体的对立和团结意识时才可以说是阶级的意识。看来，影响职员与体力工人意识不同的、起到决定作用的不是无产、受雇佣的市场地位，而是他们不同的工作地位。

因此，同样是无财产的市场地位，却可以包含多种多样的不同工作地位。洛克伍德认为，阶级地位由三种地位构成，三者缺一不可。所以，尽管职员与体力工人都处在受雇佣、无产的市场地位上，但他们的工作地位很不相同，因而他们的阶级地位是不同的（Lockwood，1989：208）。

四 职员的身份地位

洛克伍德接着又说明了身份地位（status situation）对于职员阶级意识的影响。他与韦伯的看法一样，认为身份属于主观声望等级评价体系，是人们对相互之间行为的一种价值判断。表面看来，阶级注重客观，身份注重主观，阶级注重实际利益，身份注重价值观念，似乎两者距离很大，洛克伍德认为实际并不是这样。他认为，统治阶级从来都是给与自己联系最为密切的那些品质、活动赋予最高的价值评价和声望，从而使自己的地位合法化。在现代工业社会中，作为身份地位基础的、占统治地位的价值观是企业家、专业技术阶层以及中产阶级的价值观。具有最广泛影响的声望标准是，个人的职业成就越高，社会声望就越高。在这里，职业是核心，职业所需要的教育、收入和所担负的职责，也就成了个人社会地位最主要的决定因素。更进一步引申，于是，与非体力劳动相结合的要素，如办公室、白领、洁净的工作场所等也就变成决定人的社会位置的重要因素。

洛克伍德指出，他之所以使用占统治地位的价值观这样的说法，是因为，只要阶级冲突存在，就永远不存在完全一致的身份标准。在英国，虽然中产阶级的价值观念受到很多人的尊崇，但身份意识比较强的土地贵族就完全拒绝中产阶级的观念。所以，阶级分化实际上制约了占统治地位的价值观的影响范围。

而身份差别的不同状况，既可以强化阶级意识，也可以缓和阶级意识。先看强化阶级意识的例子。在欧洲国家，体力和非体力劳动的身份差异十分突出，其结果是强化了工人阶级与中产阶级对立的意识。作为对比，在美国，身份差别不很严格，体力劳动不但没有背上恶名，反而被人们看重，这样一种社会价值观的结果是淡化了体力劳动工人的阶级意识。所以，对于美国为什么没有强大的工人运动有多种解释，洛克伍德试图从身份地位淡化的角度来说明阶级矛盾缓和的原因。

身份影响阶级意识的另一个例子，表现在那些与中产阶级接近的或可以说是处在中产阶级边缘位置的工人身上。这些人可能原来出身中产阶级，也可能是希望他们的子女可以上升到中产阶级。他们总是试图表现出中产阶级的价值观、社会态度，例如尽力保持小的家庭规模、重视教育、强调声望，他们总是表现出个人主义的文化，而不是工人的那种集体主义的文化。他们通过个人行动而不是集体行动来求得个人地位的上升，所以，他们对于身份地位的渴望削弱了他们的阶级意识（Lockwood，1989：210）。

总之，身份对于阶级意识的影响证明，不仅在职员身上，而且在所有阶级地位上都可以找到社会声望、社会地位的印记。所以，阶级分化并不简单就是利益分化，而且也与上流社会或下层社会的观念密不可分。体力非体力的区分，提供了一道清楚的界限。这种区分覆盖了众多领域，包括可以对比的收入、保障、提升机会、权威、教育等方面，所以，也就成了现成的身份分界线。职员与体力工人的这种身份鸿沟，其影响不亚于经济地位和工作地位的作用。

那么，怎样看待办公室科层化以来的新变化呢？洛克伍德认为，半个世纪以来的变迁，并没有完全排斥非体力工作的传统优势，职员虽然失去了中产阶级的一些身份，但并不意味着就获得了工人阶级的身份。所以，洛克伍德还是认为，职员与工人的身份差异是主要方面。

最后让我们来总结一下洛克伍德关于阶级地位与阶级意识关系的观点。洛克伍德认为，一个社会阶层的社会态度、阶级意识完全可以从他们的阶级地位上找到根据。那么，怎么理解，同样是雇佣劳动阶级，职员与体力工人在意识形态上有重大差异的现象呢？洛克伍德认为，仅仅根据生产资料的占有与否以及与生产资料的关系来划分阶级，那是太简单化了。那种认为某一个阶层或某些人的态度、行为偏离了他们阶级地位的说法，是因为简单地贴上“无产”的标签的方式造成的。如果将阶级的概念不简单地拘泥于与生产资料的关系，而是扩大为洛克伍德所说的三个方面，那么，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职员的阶级意识与他们的地位是完全一致的。所以，传统的意识与地位偏离论，是因为观察太粗泛。如果考察地位的细节，特别是如果分为市场地位、工作地位、身份地位三个方面考察地位的细节，那么就可以发现地位与态度、意识之间的真实关系（Lockwood，1989：212-213）。

五 洛克伍德的职员地位理论与我国知识分子的阶级地位问题

洛克伍德将阶级的概念区分为三个维度，即经济的、劳动关系的和社会声望的，这有些像韦伯社会分层的三元标准。洛克伍德的贡献在于解释三个维度与阶级意识、社会态度的关系。他的研究发现，人们社会态度、社会意识、阶级意识的状况，总是能够从人们的三维地位上找到原因。这应该说是合乎逻辑的。以往理论确实有这样一种困惑，即不能解释为什么阶级意识与阶级地位可以不一致。洛克伍德解释说，那是因为探究不细，如果细心探究的话，当然可以找到依据。

在中国，一个长期困惑人们地位与意识关系的问题，就是知识分子的阶级地位与阶级意识的问题。知识分子的阶级地位与阶级意识的关系在两个方面与洛克伍德所分析的职员的地位与意识，有相似之处。第一方面，中国知识分子的阶级归属，即知识分子究竟属于哪个阶级，一直有不同意见和争论。第二方面，对于知识分子的阶级地位与他们的意识、社会态度之间的关系，传统上认为，知识分子，仅凭他们的经济地位不足以解释其社会意识、社会态度。而且，中国知识分子的阶级地位与阶级意识的关系，恐怕比洛克伍德阐述的职员地位与意识的关系还要复杂。这里面牵扯了很多政治因素。

在此有必要分析一下我国知识分子的阶级地位问题的各派观点，主要有三种说法。其一，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论；其二，认为我国知识分子多数属于小资产阶级；其三，认为属于劳动人民，或者认为属于工人阶级。前两种说法都是源于毛泽东的观点。

毛泽东在他的名著《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将中国知识分子的多数归于小资产阶级。他说：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多数是小知识阶层，即学生、中小学教员、小员司、小事务员、小律师等，他们属于小资产阶级。为什么要这样归属呢？后来，他在1939年12月发表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解释说：“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并不是一个阶级或阶层。但是从他们的家庭出身看，从他们的生活条件看，从他们的政治立场看，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多数是可以归入小资产阶级范畴的。”（毛泽东，1969a：604）这样，毛泽东提出了知识分子阶级归属的三因素观点，第一是家庭出身，第二是生活条件，第三是政治立场。用一个人的家庭出身，而不是一个人自己的经济地位来决定其阶级地位，确实有“血统论”之嫌。当然，考虑到1939年的中国，刚刚从封建社会过渡到半封建社会，根深蒂固的封建式家庭关系和宗法制度还笼罩着整个社会，所以，强调一个人的经济地位与家庭的经济密不可分，还算是有一点道理吧。然而到了1957年以后，甚至到了20世纪60～70年代，如果还是认为家庭出身决定阶级地位，那就显然完全没有道理了。第二个要素是生活条件，这是指经济方面。这当然是决定阶级地位的要素之一，生活条件有些类似于韦伯或洛克伍德的市场条件。然而，在这里，毛泽东的理论有一个明显缺陷，即忽略了工作条件或工作地位。第三个要素是政治立场，这里是明显的本末倒置，应该是阶级地位决定政治立场而不是相反。这种观点后来更发展为主观思想可以决定阶级地位，在政治上造成了惨痛的教训。

很奇怪的是，新中国成立前，多数属于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到新中国成立以后，反而变成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毛泽东在1957年2月27日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认为，中国“几百万知识分子”的多数，还没有完成抛弃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改造。他说：“知识分子必须继续改造自己，逐步抛弃资产阶级世界观……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根本的转变，现在多数知识分子还不能说已经完成了这个转变。”（毛泽东，1977a：604）当然，这里强调了知识分子的多数还没有抛弃资产阶级世界观，但是，关于我国知识分子的多数究竟归属于什么阶级，在这里还不甚清楚。到了1957年3月12日发表的《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毛泽东则对于我国知识分子的人数以及他们的阶级归属，有了明确的说法。毛泽东说：“有人估计，各类知识分子，包括高级知识分子和普通知识分子在内，大约有五百万左右。”（毛泽东，1977b：404）那么他们多数的阶级属性是什么呢？毛泽东说：“我们现在的大多数知识分子，是从旧社会过来的，是从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有些人即使是出身于工人农民的家庭，但是在解放以前受的是资产阶级教育，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他们还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毛泽东，1977b：409）在这里，怎样分析阶级属性呢？毛泽东提出了四个要素：第一，认为社会来源是“从旧社会过来的”。其实这一点很没有道理。因为，从旧社会来的不仅仅是知识分子，所有社会阶级凡年龄大一些的，都经历过旧社会，难道各个阶级的成员仅因为年龄大了一些就都属于资产阶级？第二，家庭出身论。其实，到了1957年，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了，完整的经济地位上的资产阶级家庭已经不存在，如果在这时候，还要强调家庭出身决定阶级地位，那岂不是“血统论”了？第三，认为新中国成立以前人们受的是资产阶级的教育。这产生两方面的疑问：一方面，教育并不都是意识形态，教育中的科学技术部分就难以贴上阶级的标签；另一方面，如果教育就可以决定阶级，那等于完全否定了阶级作为一种经济地位的本质属性。第四，认为知识分子的世界观是资产阶级的，所以知识分子属于资产阶级。世界观是一种主观思想意识，判断它很难有客观标准，说它属于哪个阶级也是一种主观判断，以主观来判断主观，随意性很大。这几乎等于，想说你是什么阶级，你就是什么阶级，“说你行你就行，说你不行你就不行”。阶级，本质上是一种客观的经济地位。上述这种主观阶级论，认为主观思想意识就可以决定客观经济地位，完全是把理论颠倒了。

在这方面，我们可以比较洛克伍德的理论。洛克伍德研究的主题是阶级地位与阶级意识的关系，他是这个领域的大家。洛克伍德从来都是将阶级地位与意识形态、社会态度分得很清楚。他发现职员的阶级地位与职员的意识形态、社会态度有很大的一致性，而不是像以往说得那样是不一致的。他认为，这种一致性的原因在于，职员的阶级地位影响了他们的意识形态和社会态度而不是相反。

关于中国知识分子的多数属于劳动人民，以及属于工人阶级一部分的说法，可以从1949年以来的多种官方文献中发现。最早提出这一观点的是刘少奇同志。1949年4月25日，刘少奇在天津的一次讲话中说：国营企业中的职员，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是无产阶级中的一个特殊阶层，是整个工人阶级中的一部分（贾春增，1996：157）。当然，刘少奇当时讲话的范围有限，影响面并很不大，所以，一般社会上很少知道他的这一观点。对全社会影响比较大的是周恩来总理的报告。他在1956年1月14日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会议上，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他在报告中提出：我国知识分子“他们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周恩来，1956：2）。所以，一年多以后，毛泽东主席提出的知识分子属于资产阶级的论断，与周恩来、刘少奇的观点显然是尖锐对立的。当然，由于毛泽东主席1957年3月12日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报告是代表党中央作的，所以，我党在理论上当然要统一到毛泽东的观点上去。不过，关于知识分子多数究竟是属于资产阶级还是属于工人阶级、劳动人民的理论分歧并没有解决。到了1962年1～2月中央的“七千人大会”以后，周恩来总理在3月的关于文艺工作的广州会议上，作了《论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提出知识分子属于劳动阶层的观点（贾春增，1996：166）。紧接着，在3～4月召开的全国人大二届三次会议上，周恩来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毫无疑问，他们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我们应该信任他们，关心他们，使他们很好地为社会主义服务。如果还把他们看作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显然是不对的”（周恩来，1984：426）。不过，此后形势发生很大变化，先是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后来又发生“文化大革命”，于是，知识分子的多数又重新被定性为资产阶级。1978年3月，邓小平同志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讲话，重新提出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邓小平，1994：89），这是重新回到周恩来、刘少奇的观点。此后，中国共产党所有关于知识分子的文件都始终坚持这一观点。

怎样看待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的观点呢？应该说，这样的提法更多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我国宪法强调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所以，讲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是中国共产党在理论上肯定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作用。在实践上，这样的归属，纠正了过去长期贬低知识分子地位、忽视知识分子作用的错误做法。

今天，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作用已经得到全社会的认可，已经完全没有贬低知识分子地位、作用的社会环境了。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倒需要仔细考察一下知识分子的实际社会地位。洛克伍德关于职员的分析，给我们提供了一些可以参考的思路。如果采用洛克伍德的分析方法，对知识分子的市场地位、工作地位和身份地位进行细致分析，就会发现，正像洛克伍德描述的职员那样，知识分子与体力劳动工人的地位还是有重要区别。在今天，认识这种区别也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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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讲 新涂尔干主义与中国的社会整合

本书第二讲在谈到传统分层理论的时候，笔者表述为三个大的派别，即马克思主义分层理论、韦伯分层理论和涂尔干分层理论。第三、四、五讲则分别讲述这三个大的流派在今天的延续。所以，本讲试图阐述涂尔干的分层理论在今日是如何延续的。我们将近年来在国际上流行的，注重从分工和社会整合角度来探讨分层的理论，称为“新涂尔干主义”。

笔者以为，涂尔干和“新涂尔干主义”分层理论，对于当前中国的社会转型有着特殊重要的意义。我国当前遇到的社会解组、社会失范问题，与涂尔干当年遇到的问题颇有相似之处。涂尔干当年为转型中的社会开的药方是：重建社会共同体，实现新的社会整合。以往，我国社会学界对于涂尔干分工思想介绍较多，但对于涂尔干职业共同体思想，以及通过职业共同体实现社会整合的思想重视不够。所以，本讲将介绍新涂尔干主义在这方面的观点。本讲还特别用比较大的篇幅探讨了在中国如何培育职业共同体以及其他社会共同体，以期推进我国新的社会整合。

第一节 新涂尔干主义的分层理论

一 新涂尔干主义的背景及理论传承

如本书第二讲所述，涂尔干关于分层的中心概念是社会整合与职业共同体。新涂尔干主义也沿用了涂尔干的核心概念。

那么，新涂尔干主义是在什么背景下提出他们的理论的呢？格伦斯基（David B.Grusky）与索伦森（Jesper B.Sorensen）对此做了分析。在阶级问题上历来有两大流派：一派主张阶级分析，另一派反对阶级分析。主张阶级分析的通常是左派学者，尤其是到了20世纪60～70年代，左派知识分子激烈抨击阶级的不平等，对当时激烈的社会冲突采用阶级分析的模式。一时间，阶级分析的理论颇占上风。比较重要的代表，如普兰查斯（Nicos Poulantzas）、赖特（Erik Olin Wright）、奥索斯基（Stanislaw Ossowski）、卡切迪（G.Carchedi），以及后来的豪特（Michael Hout）等人。但到了80～90年代，随着西方社会步入平稳发展时期，阶级理论的影响明显减弱，就连传统的阶级理论家也不得不承认，阶级的地位下降了。

反对阶级分析的一派认为，阶级概念对于社会学已经没有什么用处。这一派的比较典型的论述，见帕库斯基（Jan Pakulski）和沃特斯（Malcolm Waters）的《阶级的消亡》一书。该书认为，到了20世纪90年代，随着苏联的解体，冷战的模式逐步退出，“阶级正在失去它的意识形态意义及在政治中的核心地位”，认为左右两派都不再关注阶级问题。该书提出：阶级划分正在失去它不证自明、放诸四海而皆准的特性，阶级认同也受到“新团体”和新社会运动的挑战，阶级激进运动不再是学术沙龙与大学校园里的热门话题（格伦斯基，2005：752）。

该书认为，在不同社会，阶级的强度不一样。在阶级高度成型的社会里，以经济为基础的阶级与社会、文化、政治意识形态密切联系在一起，构成了一个整体。这时候，阶级意识锐化，于是，该社会的政治就被双方都是以阶级为基础的群体或组织的斗争控制。然而，现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却不是这样的社会，在这些社会中，阶级强度很弱或正在消解，所以，也可以说这些最发达社会已经不再是阶级社会。该书认为，所谓阶级分析，与一个社会的阶级强度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阶级强度高，阶级分析才有意义，才重要；阶级强度低，甚至很低，阶级分析就很不重要，就失去了意义（Grusky，2001：867-868）。

当然，该书也指出，他们所说的阶级消亡主要发生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至于在亚、非、拉等政治经济还比较落后的国家，阶级现象仍然很突出。这些社会还处于工业生产比较初级的阶段，因此，还是一种阶级社会（格伦斯基，2005：752）。

正是在这样的关于阶级分析是否失去意义的理论争论背景下，格伦斯基与索伦森独树一帜，提出了第三派观点。他们在《美国社会学季刊》上发表文章，试图在主张阶级分析与反对阶级分析之间找到第三条出路。他们既批评了阶级无用论，也批评了阶级维护论。他们提出，不是阶级分析的任何模式都失去了意义，而只是那种宏大的阶级分析模式，那种将阶级仅仅视为巨大阵营的观点，那种巨大分类的阶级，失去了意义。而作为有实质社会互动的具体社会群体的阶级不但没有失去意义，反而应该成为今天社会分析的主导模式。于是，他们提出一种新的阶级分析模式，试图将阶级下降到可以分析的层次上，即在劳动分工体系中围绕功能位置而形成的“真实社会群体”（real social groupings）（例如职业），对它们进行分析。他们认为，采取将大的聚合体分解、解组（disaggregating）的方法是重要的，这样可以发现植根于社会深层的“共同体”（Gemeinschaftlich
 ，communities），这种“共同体”有真实的社会互动意义。我们知道，如本书第二讲所述，“职业共同体”是涂尔干的概念。格伦斯基与索伦森认为，用“职业共同体”的概念取代常规的阶级分析范畴，不仅对社会学家有意义，而且对公众有意义。他们将此种重新回到涂尔干“职业共同体”的分析视角，自称为“新涂尔干主义”。

格伦斯基与索伦森认为，在他们之前，就有人注意到了异质性和分化所形成的新的阶级群体。比如有人提出：由于专业技术工作在教育、收入、声望上的巨大差异性，很难设想所有专业技术职业会有共同的文化、共同的物质利益，会使用同样的方式朝着同一方向采取政治行动。同样，一些社会分层学者也对“分解”（unpacking）常规的阶级范畴很感兴趣。当然，也有相反的采取“再聚合”（reaggregation）模式的学者（Grusky，2001：184）。

从理论传承和学术承继上来说，格伦斯基与索伦森认为，除了涂尔干以外，他们也继承了布迪厄等人的传统。布迪厄认为，社会学家应该对韦伯关于阶级与立场（stand）相对立的观点进行再思考，但布迪厄后来的著作更多是强调职业屏蔽文化方面的意义，而不是经济方面的意义。格伦斯基与索伦森强调的是分解大的阶级群体（disaggregation），关注经济与文化分化结果的职业分组，在这里，阶级与立场能够实现统一（Grusky，2001：184）。

如前面第二讲所述，涂尔干认为职业是现代国家与个人之间的协调力量，职业可以起到社会整合的作用。前面也已经介绍，他从九个方面阐述职业群体为什么能够成为社会群体的基础。比如，人们寻找职业、自我选择的力量会使相似心态的工作者进入相似的职业。又如，共同工作的社会互动，使同一职业的工人之间产生合作和共享的价值观。再比如，各种专业化培训也是一种社会化，加上非正式的互动的作用，产生了同质化效果。此外，职业的责任、义务使得就业者形成了可以追求的共同利益等。格伦斯基与索伦森继承了涂尔干的职业群体立场，继续论证职业为什么是“真实社会群体”。

二 格伦斯基与索伦森对于采用职业群体分析模式的论证

格伦斯基与索伦森强调的是分解大的阶级群体，关注经济与文化分化结果的职业分组，认为在这里，阶级与立场能够实现统一。他们试图从阶级认同、社会屏蔽和集体行动等方面论证大的阶级聚合体的分化（Grusky，2001：184-187）。

1.阶级认同的弱化

他们提出，当代的调查证明，多数工人并不认同阶级概念。研究表明，只有7%的澳大利亚人视其社会阶级为很重要的身份，很多人否认阶级的存在。多数新马克思主义学者也认为，工人中对于传统的阶级概念很少有认同的。格伦斯基与索伦森认为，人们在放弃阶级的同时却认同于具体的职业群体。特雷曼（D.Treiman）等人也认为，职业群体已经有了专门的职业学校来训练，在就业中，雇主也在强化这种职业群体的训练。所以，职业已经深深嵌入在发达工业社会的机制里面。反之，阶级则主要是学术界的概念，是学者们分析使用的概念，而不是工人、雇主以及广大公众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的概念。

2.社会屏蔽机制形成了职业群体

对于阶级关系的分析，目前，新的模型强调屏蔽的制度化手段，如：产权、证书、许可证等。虽然社会屏蔽理论对于理解阶级之间的关系提出了一套新的话语，但要想实际操作阶级分层，还有很大难度。格伦斯基等认为，实际上社会屏蔽理论真正可以应用和操作的是职业群体。比如，非常现实的社会屏蔽机制就是专业协会、技术协会等，它们基本上是区域型组织而不是全国的大组织。这些技术协会建立和实施了一套屏蔽措施，比如许可证、执照、证书等，防止非专业人士的竞争。这些许可证、执照是在具体的职业入口和出口起到控制作用。所以，职业群体有代表自己的组织——职业协会，而大的阶级聚合体却没有自己的组织代表，也没有合法的、制度型的屏蔽机制来防止其他群体成员的进入。所以，所谓阶级，所谓传统的聚合的剥削型的大阶级，例如，赖特所说的阶级，其内部隐藏着高度分化的群体，内部充满利益上的裂痕和差异。用这种大的阶级聚合体进行分析，并没有实质意义。

3.职业层次上的集体行动

格伦斯基与索伦森认为，新马克思主义者使用阶级概念的目的还是为了探讨阶级行动。然而，当代社会学家所确认的那种聚合的大阶级，却并不按照此种理论所说的走向阶级行动。

后现代理论的兴趣越来越多地是在生产领域以外去探讨阶级问题。后现代主义的这样一种形式，虽然颇为流行，但却忽视了这样一种简单的事实，即多数集体行动毫无疑问是从社会结构的诸群体中产生的，虽然这些群体并不是那种巨大的、聚合的社会阶级。所以，对于阶级行动的探讨，也应该归结到职业群体上来。

在职业群体的层次上，集体行动的策略是保护其群体利益。我们很容易发现职业群体集体行动的三种主要类型。第一，职业群体对于位置比其低的下层职业群体的集体行动战略是屏蔽，其设计的目标是限制下层的人进入该职业位置。第二，对待同层的战略是职业协会与劳动分工功能位置之间的竞争。第三，集体行动对待上层的战略是，从国家和雇主那里获得职业特殊利益（如垄断保护）。

传统上，大的阶级理论是与大的历史理论相联系的。格伦斯基的职业层次上的集体行动，分化为小的职业群体的分析模式，也就意味着，它抛弃了那种聚合的大的阶级分析模式，抛弃了那种以阶级为基础的历史理论。他们自认为这是一种知识分子的温和计划，认为具体职业的区域冲突并不会推动人类历史发展，区域协会一般只是追求局部目标。所以，这种微观冲突的系统结果，不会是那种有巨大深远影响的事情。

4.从结果上看，也是职业群体更具实际意义

格伦斯基与索伦森认为，由于大的聚合体并没有集体行动，阶级分析的目标就变得十分有限。结果当代许多学者就只好分析个人层次上的阶级结果（individual-level outcomes），比如：社会态度、选举行为、生活方式、消费行为等等。虽然这些分析也有一些成果，但它们实际上掩盖和忽视了职业群体的“共同体”功能。

如上所述，现代的社会屏蔽确实是在具体的职业层次上实现的，社会互动的限制将产生和维持文化亚群体，而这种文化亚群体当然是分解的小群体。这些区域的文化是通过次级社会化锻造出来的，比如，学徒、警察与军队、研究生院、职业训练学校等。很多职业之所以需要长期训练，就是为了传授行为模式。反之，大的聚合阶级，却没有类似的、相应的次级社会化训练机构。当就业者根据他们的价值观选择职业时，当雇主根据他们的价值观和职位的要求去选择职员时，这些职业的倾向和习惯就得到了加强。所以，对生活方式、气质、态度等进行分析，如果用传统分析方式就没有解释力，如果用作为共同体的职业分析，就很有解释力。

格伦斯基与索伦森认为，社会学家以往的分析层次是错误的。阶级分析家是在寻求真实的结论，但问题是，他们采用的聚合阶级的分析模式只在名义上是可行的；相反，职业分析家，只得到名义上的结论，比如用“社会经济量表”（socioeconomic scales）测量，得到了具体数值，所采用的分析模式却是真实的。不管马克思主义学者还是非马克思主义学者，这一点都一样。劳动分工代表一种典型的纯技术特征，尽管以职务分工为基础的这种名义上的分组常常被转换成有共同文化和共同利益的真实的社会集体行动。因此，社会学应该更多受益于对这种区域集团的深入研究。

三 对于发展趋势的分析

格伦斯基与索伦森陈述了对社会分层发展趋势的看法。他们认为，从趋势上看，聚合体分化式的结构，仍然是可能的社会趋势。在理解社会分层的趋势时，许多欧洲学者流行的观点是，分层与生产领域、生产方式的联系越来越弱，但格伦斯基与索伦森却认为，用职业群体的观点看，分层与生产的联系仍然是很强的。这表现为三个方面：第一，嵌入劳动分工的技术层面的活动；第二，执行这些活动的组织层面；第三，在生产领域发展的职业群体的联合方式，比如工会、专业协会等。这三方面也表现为三种趋势，即：社会技术变迁的趋势、组织变迁的趋势和协会变迁的趋势（Grusky，2001：187-191）。下面分别述之。

1.社会技术变迁的趋势

在历史上，早期的工业化、机械化带来的是工人劳动技术的分化，工人失去了完整的技术，变成了机器的一个部件，劳动变得“同质化”，于是造成了马克思所说的地位一致的劳工的团结。后现代主义与后福特主义认为，后工业社会出现了相反的倾向，它不仅对技术劳动者，而且对体力劳动者的技术要求也有所提高。而社会技术的此种变迁，显然削弱了聚合体式的阶级的团结。生产领域个体技术要素的增强，削弱了劳动分工领域内的聚合体团结现象。

格伦斯基与索伦森认为，技术的发展并不能证明所有以生产为基础的团结就不复存在。实际情况是，这种团结范围缩小了，新的技术变迁趋势不仅需要技术工人团结，而且需要技术工人有更多的交流。所以，技术的发展使得职业共同体更有必要，使得团结更有必要，当然，这种团结是小范围的、区域的。

2.组织变迁的趋势

工业化以前的劳动分工曾经是一种劳动者自我管理的活动，工业化以后，随着劳动活动被分解和分化，形成了由权力中心控制的垂直管理的组织形式。那么，在后工业化时代，工业中垂直管理的组织方式是否会发生变化呢？在这个问题上，有两派观点。

一派是所谓“后职业理论”（post-occupational theories）。这种理论认为，当代的组织越来越依赖于团队的工作，依赖于交互的训练和多元的活动；早期工业中被分解了的劳动，在后工业时代，表现为合作、融合的特征。这一派观点占据主流地位。

另一派是所谓“修正主义的理论”。这种理论认为，在后工业时代，专业技术队伍等在规模上迅速膨胀，在组织管理上垂直管理的组织体系也在膨胀，这些专门化的组织本身也变成一种职业。在专业化部门，劳动过程被专家控制着，这些统治的专家更强调专业化而不是工作的融合。在这里，交叉、合并以及团队合作不受重视。

3.协会变迁的趋势

大规模的工会组织已经衰落，但区域型的、部门的工会、协会等，作为建立在部门基础上的集体主义组织，对工人仍然很有影响。传统马克思主义认为，工联主义意识实际上使工人阶级的队伍分化了，这确实是事实，但是，工人分解为小的职业利益群体又是不可避免的。这有利于保障小群体的利益，防止其他职业群体的人进入。所以，协会变迁的趋势是：以职业为基础的、小的专业化的组织会发展起来。

总之，格伦斯基与索伦森认为，职业共同体的思路，可以成为社会分析、阶级分析中的第三条道路。他们同意涂尔干所说的，职业协会可以成为国家与个人之间的结合物，可以形成一种新的组织力量，一方面与阶级的力量相抗衡，另一方面与国家的暴政相抗衡；无论是赖特的新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模型，还是戈德索普的新韦伯主义的阶级模型，都不是真实的社会群体，也不具备实际操作的意义。所以，这些分析模型所能够做的只是纸上谈兵。而只有在劳动分工中，围绕分工的功能位置出现的职业共同体，才是具有实际意义的社会群体，其分析才具有实际意义。笔者认为他们讲的是有道理的。下面，笔者就采用涂尔干和新涂尔干主义的视角来分析一下中国当前所面临的问题。

第二节 中国的社会失范、社会共同体与社会整合

一 今日中国所遇到的社会转型与社会失范问题

前文已述，涂尔干当年所遇到的社会局势与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局面颇有相似之处。当年，欧洲社会是从传统向现代转型，是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是逐步建立起市场机制。由于维系传统社会整合的纽带已经瓦解，而新的整合机制又没有建立起来，所以，欧洲社会曾经陷入极端混乱的状态。相比之下，今日中国也面临类似的难题。中国30多年前开始的改革开放，实际上是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加速期的开始，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从乡村社会向城市社会过渡，从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过渡，中国遇到的难题比欧洲大得多。欧洲当年的人口总共不超过4亿人，社会转型用了100多年的时间，在很大程度上还是靠对外扩张来解决内部危机，甚至还因为转型激化矛盾引发了两次世界大战。而今日中国面临13亿人口的转型，转型的时间比欧洲要短得多，而且遇到的能源问题、资源问题、环境问题、农村问题、城市问题等，都比当年欧洲遇到的问题要严峻，更何况中国完全是靠自己内部的调节来化解危机，而没有企及外部扩张因素。

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我国改革以来的社会变迁引发了社会失范和社会解组。笔者以为，这种失范和解组比较突出地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从组织上看，改革以前有整合社会的比较严密的组织体系，比如，农村的人民公社和城市的单位管理体制；而改革以后，这些组织或者瓦解、解体，或者发生重大变迁，不再能承担大范围的或全社会的整合功能。对于组织解组、解体的分析，下文有进一步阐述，此处不赘述。

第二，从规范上看，社会管理规则发生了根本变革。改革以前尤其是“文革”时期，一度出现所谓“群众专政”，流行的是“造反哲学”、“造反的意识形态”。当时是领袖意志即规则，当时的流行观念认为立法机构产生的法律规则是“资产阶级法权”，法律是虚伪的。毛泽东主席曾说，这样的做法是乱了敌人，但实际上是将自己的社会规范搞混乱了。笔者以为，规范混乱也是一种“社会管理形态”，也就是人们不认同规范和规则，动辄否定规范或规则。这种现象的负面影响极其深远。迄今，中国的一些社会冲突仍然根源于人们对规范、规则的否定态度。如果与习惯于遵守法制的国家相比较，就更容易发现我们的问题。比如在美国，一旦司法判决了，即使存在不公正问题，人们一般不再对司法本身和法律规则进行争执。在美国，没有人敢于“抗法”，敢于与警察争执。而在我们这里，由于长期宣扬造反哲学、批判“资产阶级法权”，人们常常对法规本身进行争辩，甚至抗拒法律的执行。

改革以来，中国的法律体系几乎是重新建立的，1982年的新宪法已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第四部宪法，共和国当时成立了仅仅33年。对于不断变换的法律体系，老百姓当然需要一个比较长的时间去了解和适应。据统计：仅自1979年起至1999年8月底止，除新宪法外，共和国最高立法机关已审议通过253部法律、106部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国务院颁布了800多部行政法规，各省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或批准了7000多部地方性法规，国务院各部委和地方政府还发布了3万多部规章；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最高立法机关平均每13天就“生产”出一部法律，国务院平均每6天就制定出一部行政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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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如此多的法律和法规，普通老百姓当然不可能在短期内就全面了解和适应。从如此大量的立法到这些法律法规变为社会成员普遍遵守的行为规范之间，当然需要一个较长的时期。正是在这个特殊的转型时期，“社会失范”得以滋生和泛滥。

第三，观念上的混乱。上面第二点讨论规范问题已经涉及观念。我国的改革开放最初是源于思想解放，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改变了中国社会的社会标准、社会定义，此事非同小可。观念变迁对于变革中国社会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观念变革也是“双刃剑”，它一方面推进了中国社会，另一方面也带来思想混乱。最近，笔者在一篇文章中讲了社会学关于“和谐社会”的基本条件（李强，2005b），其中有两条：一条是人们对于社会基本事物之含义有一致的认识，另一条是社会群体的奋斗目标基本一致。这两条都是强调观念在整合社会中的作用。观念、意识形态就好比巨大钟摆上面的固定点，一般来说，观念、意识形态的稳定是实现社会稳定的基本条件，而如果钟摆的固定点变了，钟摆就会发生巨大变化。从这种观点看，改革以来，我们对于原来的社会定义和社会目标的修正，特别是主导意识形态的混乱，比如“致富的观念”、对所有制的看法、对股市的看法等的变化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观念的混乱。根据社会学的原理，对于社会定义和社会目标的修正必然会造成观念上的混乱。

所以，改革与观念变迁密切相关。近些年，人们对贫富差距、社会公正问题的激烈讨论，比如“郎咸平与顾雏军之争”等，均源于观念上的冲突。观念上的混乱使得人们的是非界限没有了。

今日中国遇到了严峻的观念冲突问题。仅仅举几个例子：笔者曾经用职业声望调查的数据证明，在社会评价相对稳定的职业声望的评价上，中国人也产生了重大的分歧和冲突（李强，2000）。连传统上比较受尊重的社会群体——律师、医生、教授也成为社会批评的对象，近来有“黑蛇、白蛇、眼镜蛇”之说，可见社会示范群体的声望危机。

总之，组织上、规范上、观念上的巨变，导致今天的社会解组与社会失范。其表现是多方面的，比如，社会道德水平下降，道德滑坡。比如，社会信任链条断裂，陌生人之间不能信了，现在传销搞得连熟人之间也不能信任。再比如，违规行为比比皆是。在大城市里面，到处可以看到办假证件的小广告，卖假发票的，私刻公章的，卖盗版、黄色光盘的，各种违规、违法行为，路人已司空见惯、熟视无睹。社会成员居然能够如此容忍违法行为，确实反映出社会的混乱。

社会解组和社会失范必然造成犯罪率的上升。由于国家统计局并没有公布全国犯罪率的数据，笔者就采用中国统计年鉴的公安机关立案的刑事案件数字代替，它大体上也能反映犯罪率急剧上升的情况（参见表5-1）。

表5-1 1996～2004年全国公安机关立案的刑事案件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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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5-1可以看到，1996～2004年，刑事案件的立案总数从大约每年160万件上升到大约每年470万件，上升速度约为300%，这确实反映出违法犯罪问题比较严重。从具体的刑事案件内容看，抢劫案和盗窃案增长速度很快，这类犯罪的目的是追求钱财，反映出市场转型时期的社会失范受到财富目标的很大影响。另外，刑事案件的“其他”类增长很快，这说明犯罪的种类变得多样化，这也是转型期犯罪的一个特点。

总之，转型时期，我们遇到的社会解组和社会失范问题是比较严峻的。我们与涂尔干当年遇到的问题相似。涂尔干当年给法国社会开出的药方——“重建社会共同体，实现新的社会整合”，对我们有重要意义。在分析如何实现新的社会整合之前，让我们先看看传统上以及改革以前中国社会是如何实现社会整合的。

二 中国传统上的社会共同体与社会整合

中国的社会整合具有其特点，其中一个特点是：国家政权在社会整合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国家政权的最突出作用是通过强制的甚至武力的、法制的手段，从上至下施加力量，实现社会整合。不服从者会受到严厉制裁。当然，从社会学的角度看，如果仅仅靠自上而下的、强制的力量，任何国家都难以实现长期的、稳定的社会整合。所以，成功的社会整合必然还有其内在的社会力量的支持。下面，笔者就试图分析一下传统的中国社会和改革以前的中国社会，是靠什么样的民间社会力量、社会共同体来实现社会整合的。

传统中国社会，也就是民国以前的、君主制时代的中国社会，从民间来看，有两种力量在整合社会中起到重要作用。其一是士绅阶层，其二是家族、宗族。士绅阶层是政府与普通老百姓之间的重要缓冲力量。它一方面与政府结合，成为政府选拔官员的重要源泉，另一方面，它又与民众相联系，是民间社会的最重要的组织者和表率。传统中国社会的另一个突出特点是重视家族、宗族。家族和宗族是整合传统社会的非常重要的社会共同体。而上述这两种共同体在当代中国社会中都早已瓦解了、不复存在了。20世纪目睹了中国士绅阶层的瓦解以至消失，而今日中国社会家庭已经小型化，目前中国的平均家庭户规模只有3.4人，所以，家族宗族早已销声匿迹。当然，整合传统中国社会，从规范来看礼教在起作用，而当时整合社会的思想体系是儒家学说。所以，传统中国社会有一整套组织、规范和观念整合全体民众。

1949年以后，新中国建立了一套全新的共同体与社会整合机制。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城市大体上由“单位制”完成社会整合。绝大多数人都有自己的工作单位，个人对于单位具有很强的依附性，个人生活的各个方面，甚至连结婚、生孩子都要单位批准。遇到的各种问题包括生活困难、疾病等都由单位解决。所以，单位是实现社会整合的基础。城市里一部分没有单位的人归街道、居委会管理，全社会基本上没有“盲点”。农村则由人民公社、生产队完成社会整合。

改革以后，原有的社会组织瓦解了。首先是农村的人民公社解体，农民变成了自由人。虽然自由度大了，农民可以到任何自己想去的地方，但社会整合的组织体系也瓦解了。城市里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国有和集体企业的转制，多数人失去了传统上依靠的单位体制。

目前，多数人开始到公司求职，公司与过去单位的区别在于，它们仅仅是人们挣钱的地方，不再承担社会整合的功能。

应该承认，改革以前城市的单位体制和农村的人民公社曾经非常成功地整合了中国的城乡社会。当然，这两种共同体的问题是与市场经济格格不入。单位体制是与当年的计划经济相匹配的，而人民公社束缚了农民的手脚，在今天都不可能成为整合社会的力量。

所以，我们遇到的问题是怎样形成新的整合社会的共同体。本讲开宗明义就指出职业共同体可以实现此种社会功能。那么，除了职业共同体还有其他共同体吗？让我们先分析一下其他有实际意义的社会组织，由此我们才能知道，为什么职业共同体最为重要。

三 今日中国的社会共同体剖析

本书第二讲的结尾曾探讨了社会学对于社会共同体的观点。马克思特别强调“阶级共同体”，韦伯认为有三种共同体：阶级、身份群体与政党，涂尔干重视的则是职业群体。那么，在今日中国的场景下，怎样看待传统的社会学关于共同体的分析？在中国有实际意义的社会共同体有哪些，作用如何？什么是有利于今日中国社会整合的共同体呢？

首先，我们看看阶级。阶级属于超大型社会共同体，马克思阐述了阶级关系的核心问题：剥削。所以，阶级共同体最突出的是相互之间具有“冲突”的特性。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强调阶级不利于中国社会的整合。而且，正如格伦斯基与索伦森所阐述的，阶级也确实具有局限性。阶级由于群体过于巨大，即使处于同样阶级地位的成员，其内部形成真实互动的可能性也很小。这就是为什么韦伯总是说，阶级的行动需要很多特殊条件。中国目前也不具备阶级行动的这些条件，所以，谈阶级也是空谈。近来，人们爱谈“中产阶级”，其实，中产阶级已经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阶级群体。中产阶级按照上中下划分，从方法上看已经是一种等级群体而不是真正的阶级群体。更何况，今日中国，无论怎样计算，中产阶级加上家庭成员，在中国人口中所占比例至多不过13%，也就是说中国人87%以上都不是中产阶级，所以，仅靠中产阶级无法实现全民族的社会整合。

其次，我们看看政治共同体。今日中国社会，力量最强大的政治共同体有两个：政府和政党。前文已述，中国社会的基本特征就是政府在社会整合中起到重大作用，从古到今莫不如此。当然，上文也分析了政府整合的弱点，即它是自上而下的、外在力量的整合。完全靠政府力量实现社会整合的实验我们也做过，即改革以前城市依靠公有制单位作为载体，农村依靠人民公社为载体，实现政府对于社会的全面整合。实践证明，这种完全靠政府的全面整合也有很大缺陷。政党也就是中国共产党，其在中国社会发挥的巨大整合作用有目共睹。改革3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的社会整合机制逐渐法治化、规范化。比如，每年秋季的中央全会提出对下一年工作方针的建议，然后广泛征求意见，在下一年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通过，从而成为指导全国工作的方针。当然，执政党的整合功能并不排斥民众中多元的社会整合能力，社会的整合当然需要多重力量。正如上文分析韦伯的共同体思想所指出的：政党主要是对那些进入了政党的成员的约束，而不是对普遍的社会人群的约束。

第三，传统的农村整合共同体和城市“单位”共同体。如前所述，改革以前，在中国社会整合中起到最重要作用的共同体是两个：农村的人民公社和城市里的“工作单位”。当然，1958年初我国建人民公社时，设定的单元太大。当时将整合的单元设定为数万人的、乡镇规模的“人民公社”，这完全不符合中国农民“小群体熟悉人”社会关系的本性，所以，以公社为核算单位的“社会整合”实验彻底失败。1959～1962年的大饥荒就是这种失败的最为残酷的证明。1961年以后，中共中央修改政策，提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这样，“社会整合的单元”缩小到“生产队”，实际上是退到了规模较小的“高级社”，相当于“自然村”，符合农民的小圈子传统。当然，虽然“队为基础”是缩到了较小的单元，但当年还是有“三级所有”的过大的、公有整合框架的限制。改革以后的“大包干”制度彻底将人民公社体制摧毁了，“队为基础”的体制也就瓦解掉了，农村的整合单元退缩到了“家庭”，符合中国人传统的“家庭伦理本位社会”的本性。但缺点是整合单元太小，因为今日中国的家庭规模已经大大小型化，完全承担不起社会整合的职能。所以，今日中国农村实际上是处于社会原子化或社会整合缺失的状态，也可以说是一盘散沙的状态。

改革以前，城市里的“工作单位”曾经非常出色地承担了社会整合的功能。20世纪50年代以后，中国城市居民就业比例大幅度上升，连妇女也大批走出家门参加就业。50年代中期以后，绝大多数城市劳动者是在国有的或集体的公有制“单位”就业。单位承担了职工的经济来源、就业、医疗、养老、住房、食堂、商店等包括思想工作和业余活动的一切方面，甚至还包括职工孩子的从幼儿园到中学教育，有的还有所谓“接班”，即保证职工孩子的工作。反过来，职工对单位也陷于一种“依附”关系（Walder，1996）。当然，这种整合有过度整合之嫌，在改革以前与政治整合是结合在一起的，缺点是使职工失去流动的权利和社会没有活力。今天，传统的“单位”体制已经大大衰落，虽然还有一定比例的城市居民生活在传统的“单位”体制中，但其人数比例与当年相比，已经大大萎缩，不足城市就业人口的三分之一。所以，传统的单位体制已经承担不起城市社会整合的主导功能。

第四，家庭共同体。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元，家庭历来承担着一定的社会整合功能。自古以来，中国是家庭伦理本位的社会，家庭的社会凝聚和社会整合功能比别的民族还要突出。但正如上文所述，在家族、宗族瓦解以后，今日中国的家庭规模，平均家庭户只有约三个多人，家庭所能够整合的范围已经大大收缩。这样的规模是致命的约束，使得家庭难以承担具有一定规模的社会群体整合的功能。

第五，各类经济共同体。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的一个巨大变化就是各类经济共同体变得异常活跃，中国的改革是以经济改革为先导的，称作经济体制改革。如前所述，改革以前实行的是计划经济，其重大缺陷之一就是否认经济共同体的独立性，将几乎所有经济组织，比如企业、公司、工厂、作坊，都改造成各级政府控制的国营或集体单位，结果扼杀了经济共同体的活力，经济发展严重滞后。改革以来的重要经验就是理顺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保证经济共同体的独立运转。所谓经济共同体既包括实体的企业，也包括联系企业的工商业的协会、行会等。中国近30年来之所以经济高速发展，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承认经济共同体独立运转的特点。而经济共同体与涂尔干讲的职业群体是一回事。涂尔干在讲职业共同体、法人团体时，常常使用“corporation”概念，该词本身就有企业、公司的含义。企业是人们职业活动的最重要载体。所以，经济共同体聚合了最为广泛的职业群体，与职业群体是一致的。

第六，各种专业共同体。所谓专业群体，其基础还是职业群体。一部分有经济功能的专业共同体与前述的经济共同体也是交叉的。这里只是强调除了具有明显经济功能的企业、公司以外，还有不少非经济类型的职业。比如，在我国，有各种专业型的学会或协会。在我国民政的社团部门注册的正式团体，多数是这类学会或协会。这类共同体非常重要，是民间最有活力的社团组织。这类组织与本讲强调职业群体共同体的核心作用的主题，是完全一致的。所谓专业型组织，就是职业组织，下一节会更详细分析。

第七，社区共同体。在改革以前，中国曾经实现了社区共同体与职业共同体的一致性，单位分房子，将职业与居住社区一致化，农村也是一致的。今天，随着城市的房屋体制改革，人们的住房越来越与职业活动分开。中国今天的居住小区开始多元化。社区共同体中的邻里相助对于人们的生活是重要的，特别是对于离退休的老同志来说意义更大。但是，对于多数在业人员，如果将社区互动与职业活动相比，当然职业活动还是第一位的。

第八，各类NGO（非政府组织）。这在我国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兴起，近来在社会生活与社会活动中开始崭露头角。不过，迄今为止，中国的NGO都有挂靠单位，所以，名为NGO实际上是政府功能的延伸。不过，这类组织与笔者说的职业群体也是类似的，专职的NGO是以社会帮助活动为职业的群体。

第九，各种兴趣群体。近年来，随着民间社会生活的繁荣，各种兴趣群体应运而生。这类共同体的特点是，社会网络的形成具有自发性，是真正的民间群体。组织松散，聚得快散得也快。比如，超女比赛时期，“粉丝”变得铺天盖地。然而超女比赛一结束，“粉丝”又变得迅速落潮。多数兴趣群体规模不是很大，具有明显的年龄特征。比如，早晨锻炼的群体多由中老年人构成，互联网络群体多是年轻人，街头秧歌队多为中年妇女，街头舞伴群体多为中年以上的人员。兴趣群体也会发挥整合功能，由于该群体仅仅是社会的一部分人，所以功能有限。如果与职业群体相比较，这类兴趣群体仅仅起到补充功能。

为什么笔者特别重视政治共同体以外的社会共同体呢？因为中国有13亿人，如果仅仅依靠自上而下的政府、政党的控制，必然耗费巨大的行政成本。面对13亿人，要组织多少人才能监督、控制得住呢？譬如，目前我们对付制假贩假，简直防不胜防，但如果生产者群体组织自治的共同体，比如行业协会，由于其制约是内部发生的，那么这样的约束才是最有效的。什么是老百姓中最有自发动力的社会共同体呢？职业群体恰恰是最重要的一个，因为老百姓要生活就必须找工作，进入职业体系。该道理涂尔干已经讲得很清楚了。这就是涂尔干所说的“机械团结”与“有机团结”的区别。靠政治的共同体实现的仅仅是“机械团结”，而职业共同体的自治实现的是“有机团结”。

总之，改革以后，中国社会共同体发展的特点是多样化，但在多样化的社会群体中，全面的有机整合功能却只有职业群体可以承担。

第三节 职业共同体与今日中国的社会整合

改革以来，中国社会处于社会结构的剧变时期。30年来，以农业为主体的产业结构已经变成以制造业为主体的产业结构，并且第三产业甚至第四产业上升的趋势也十分明显。产业结构的巨变自然导致职业结构的巨变。而在传统职业体系瓦解的同时，中国大陆还发生了以国有、集体体制为主体的管理体制的变迁，与国有、集体企业共生的单位制出现衰落，原来承担社会整合功能的单位制衰落导致社会整合的危机。

所以，本节的核心就是要探讨，如何培育新的社会共同体以推进中国新的社会整合。笔者的观点很明确，这个新的共同体就是职业共同体。

目前，中国正处在传统职业群体瓦解、新职业群体形成的特殊时期。由于新的职业不断涌现，进入新职业位置的多是“新人”，所以，职业共同体和职业规范的建设就异常重要。然而，近些年，我们恰恰对这方面的工作相当忽视。比如，我们有超过1.4亿的城市农民工，他们在城市就业的基本特征就是不稳定，这就是因为缺少共同体的建设。其实，建设职业共同体是整合处于解组状态的社会的最好途径。因为，农民工急于打工挣钱，他们必然要进入职业共同体，哪怕是一个小包工队；我们的任务是使得他们进入的职业群体形成稳定结构，群体内部产生信任，小群体与外部的关系协调，雇主和用人单位为雇员提供保障等等。这些做法从小单元看仅仅解决了农民工的个人生存问题，但从大单元看实现了社会的整合。

笔者以为关于通过职业共同体建设实现新的社会整合，具体说来需要做到如下几方面。

第一，职业道德建设。职业内部有着明确的道德规范。中国目前不是一般的道德滑坡，职业道德水平也大大下降。传统上社会对一些职业有着明显的角色期待：比如，法官公正不阿、医生救死扶伤、教授为人师表等等。然而，近来传媒上频频披露的却是司法腐败，医生“拿红包”、“吃回扣”，教授剽窃、嫖娼，于是，社会上有所谓“黑蛇、白蛇、眼镜蛇”之说。好的职业道德可以固化法律规范，滑坡的道德体系却可以瓦解法律规范。前文已述，我国目前是法律规范体系正在形成的时期，通过职业道德来辅助这样的规范体系的建设就异常重要。这也正是涂尔干阐述的职业群体可以整合社会的原因。

第二，职业技术建设。职业是社会的分工体系。职业的很重要活动是专业活动。任何一种劳动或职业活动都有技术可以钻研。比如，今天中国制造的产品打遍全世界，产品，特别是手工制品物美价廉。为什么会如此呢？显然是因为生产这些产品的工人、农民工制作的工艺水平很高。但我们恰恰忽视了对于工人追求工艺技术水平的奖励。过去，中国还强调技术比武、技术评比、技术考级，今天人们却很少有耳闻了。中国建筑业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发展最为迅速的行业，我们最近十年所建造的高楼、高速公路、城市建筑集群等，几乎超过过去100年建造的总和。完成这些建设的工人（包括农民工）都是技术高手，无论是瓦工、木工、漆工还是架子工、管道工等，都具备与世界上包括德国、日本在内的技术工人可以攀比的职业技术水平。但在今天的社会生活中，这些人的大多数，没有被纳入规范的技术级别认定体系。全社会最为热衷的是对经济、技术、产业没有什么直接贡献的高考的分数，还给号称什么各省状元的高分者以很高荣誉。在此意义上，我们确实忽视了维护职业体系的核心环节：职业技术。

第三，职业荣誉感和敬业精神。笔者以为，职业群体之所以可以自发形成向心力、凝聚力，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职业的从业者具有很强的职业荣誉感和敬业精神。传统中国社会，人们从事任何一种职业都是要敬神的，当木匠、瓦匠要拜鲁班为祖师爷，当郎中要拜“药王”。而我国目前的状况是“这山望着那山高”，人们缺少职业荣誉感和敬业精神。为什么呢？有多种原因。首先，改革以来虽然社会进步很大，但是官本位的趋势有增无减。官员成为全社会的核心，各行各业都在追求官员的位置和官员阶梯的攀升。近来高校毕业生考公务员，几百人、上千人才能取一名就是一例。于是，除官员以外的各种职业、专业都受到忽视。有时候，连专业技术也要给予官员的位置后似乎才有地位。比如，大学也强调行政级别，再如，所谓院士相当于副部级等等。另外，中国的社会上升机制也造成人们不尊重自己的职业。比如，中国的高考，造成千军万马走独木桥，除了高考以外，其他似乎都不是上升的正规途径。

再者，目前中国社会处在转型期，社会变化太快，人们不断变换工作，缺少稳定性。比如公司、饭馆、企业，没有长性，动辄就转手，职业不稳定问题突出。中国改革以前是没有流动，现在是流动率过高。中国的情况恐怕还是形成相对稳定的职业体系比较好。在这方面，日本的模式值得我们考虑。在日本，“永久雇佣制”比较普遍。稳定的就业体系比较有利于形成尊业、敬业的局面。

此外，改革以前是“铁饭碗”，人们没有失业压力自然就不敬业。但中国目前是劳动力市场体制，劳动力市场又明显是供大于求，人们获得职业不容易。按道理，人们应该更加重视、尊重自己的职业或职位，但为什么还是存在不敬业的现象呢？笔者以为，这有观念上的问题。中国社会有一种很不好的意识，将人分为三、六、九等。笔者的研究曾证明，中国是“倒丁字形”社会结构（李强，2005a），多数人当然处于职业的下层，而社会流行的等级观念是看不起下层。人人都想往上爬，都看不起自己的职业，这样，多数的就业者没有职业荣誉感，于是当然就缺少敬业精神。比如，看不起服务业的情况在中国很普遍，认为它低人一等，相比之下，其他很多国家就不是这样。比如在日本，列车服务员就非常尊重自己的职业。笔者认为，我们应创立一些制度，以促进全社会尊重那些职业位置比较低的群体的工作。比如，我们看一些古代建筑，工匠的名字常常是刻在建筑物上的，这体现了对劳动者的尊重和劳动者的责任。所以，笔者主张，在今天千千万万的新建大厦上，应该刻上包括农民工在内的所有建设者的姓名，以示尊敬、尊重和责任。

总之，市场会是很好的机制，市场的机制会驯化劳动者的敬业精神。我们现在要利用好机会，在劳动力市场机制建立的初期就形成尊业、敬业的局面。否则，相反的路径选择也是可能的，即形成一方面是供大于求的局面，另一方面是人们不尊重自己的职业。

第四，职业亚文化建设。各种职业都会形成特定的亚文化。职业是由分工体系的不同专业构成的。正如涂尔干所说，职业内部的习俗可以巩固法律法规。任何职业活动都有自己的规矩，都有伦理在里面。比如，过去的老手艺人，非常强调工序操作的严格，绝不许偷工减料，而今天恰恰由于不按照工序要求去做，劣质产品充斥于市。职业亚文化的建设就是要挖掘出各职业的合理成分，推进职业伦理建设，从而推进社会的伦理建设。过去的一种宣传有负面影响，即所谓“五七指示”，认为所有就业者都要兼做别业。其实，一行有一行的诀窍，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得了的。什么人都来“掺和”，其结果是淡化了职业亚文化。长期以来，受到这种反对分工战略的影响，职业亚文化也受到很大伤害。职业的亚文化是职业的标识，是职业魅力的体现，职业亚文化建设也有利于上面谈到的职业荣誉感和敬业精神的形成。

第五，企业和企业主的社会责任。职业共同体的建设固然需要全体雇员或就业者的配合，但企业和企业主（单位或单位负责人）的社会责任是不可推卸的。为什么说企业主比一般雇员承担着更重要的社会责任呢？这不仅因为企业主处在指挥者的位置，可以对企业发号施令，而且因为，企业如果获利他将是最大的受益者。近来，人们对于贫富的问题争议较大，其实，贫富还不是问题的关键，关键问题隐藏在贫富背后，即为什么贫穷？为什么富裕？如果一个企业主因为经营能力和创新使得企业发展而富裕起来，比如像比尔·盖茨那样，那么这样的富裕就是合理的，有积极意义的。在这个意义上，“仇富”不利于社会进步，因为问题的关键不是富有不富有，而是富有者是否承担了社会责任，企业主是否承担了应尽的社会责任。在建设职业共同体上，如果企业主起了表率作用，关心雇员的利益，按照我国的《劳动法》建立了覆盖企业职工的医疗、养老、就业保险的机制，支持在雇员中推进各种有益身心的文体活动等等，那么，这种企业的职业共同体建设就会比较顺利。反之，如果企业主只顾自己捞钱，根本不为企业雇员的社会保障出力，甚至连工资都拖欠，那么，雇主、雇员之间就会相互不信任，企业就没有凝聚力，职业共同体的建设就会十分困难。

第六，职业群体的内部关系。职业共同体为什么能够成为新的社会整合的基础呢？前述涂尔干讲了九点，已经很清楚了，笔者不再赘述。笔者只想谈谈，在中国的场景下，职业共同体承担社会整合功能的特殊性。费孝通先生在理解中国社会时提出了“差序格局”的概念（费孝通，1998：24～30），笔者以为这个概念确实解释了中国社会关系的精髓。我国社会成员之间社会关系的特征是以“己”或以“自己家庭”为中心的“小圈子社会”，这种小圈子是在中国最有生命力的“社会共同体”。凡是符合这一原则的社会共同体就会有极强的生命力并发挥重大作用，凡是不符合这一原则的社会共同体总是难以发挥作用。比如，改革以前城市里的“单位制”之所以能够在短期内形成，重要原因之一是单位制符合中国人“小圈子社会”的原理，单位成为维持“小圈子”利益的重要机制。笔者重提涂尔干提出的职业共同体整合社会，重要原因之一也是因为职业共同体符合中国“小圈子社会”的原理。所以，笔者强调的职业共同体，其基础是人们日常交往的职业小圈子，比如同事、同单位人员等。笔者以为，不同社会的“共同体”的特点也不同。比如，涂尔干在讲职业共同体时，可能是指欧洲比较大的职业共同体，而笔者强调的中国社会的职业共同体的特征是：小圈子、熟人关系，这种职业群体是社会成员交往最为密切的小组。换言之，在传统中国社会，家族、家庭曾经成为社会整合的最重要载体，但在今日中国，当家庭的小型化导致它难以承担社会整合的首要机制的角色以后，当改革以前的“单位制”也衰落以后，笔者认为，推进人们日常交往的小的职业共同体建设的意义就凸显出来，它成为今天社会整合、社会团结和构建和谐社会最重要的民间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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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亮贤：《改革开放以来法律文化变迁述评》，引自《程序太平洋网站》，http：//www.daima.com.cn/，首页→免费论文→法学类→改革开放以来法律文化变迁述评。


第六讲 功能主义的社会分层理论

功能主义的思想由来已久，一般认为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英国人类学家拉德克里夫—布朗（A.R.Radcliffe-Brown）以及马林诺斯基是功能主义的主要奠基人。其实，在不甚严格的意义上，比他们更早的孔德和斯宾塞就已经有这种思想了。当然，这一理论的较大发展和具有广泛影响，还是得益于美国社会学家帕森斯、默顿等人的努力。

本书第二讲曾经介绍过，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是功能主义分层理论的开创者，还进一步介绍了他的功能主义分层思想的五个重要观点。那么，这里讲的功能主义分层理论与第二讲的涂尔干分层理论是什么关系呢？从时间和地域上看，本讲主要谈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的功能主义分层理论，而涂尔干分层理论则是传统的欧洲的理论。

第一节 美国功能主义分层理论的来源

功能主义是如何解释社会分层现象的呢？它认为，既然社会上的地位差别、收入差别、贫富差别等是一种长期存在的普遍现象，那么，它作为社会的一个构成部分必然对社会发挥着某种功能，满足着社会的某种需要。满足何种需要呢？它认为，在社会进行的全部活动中，有些活动只有具备特殊品质、特殊能力的人才可以做，而另一些活动是任何人都可以做的。因此，社会对于不同品质、不同能力、不同责任、不同劳动的人给予不同的报酬、地位就完全合理。换言之，给那些担负重大责任、能力强、贡献大的人以较高报酬和地位，可以刺激人们的奋斗心理，有利于整个社会的发展。

一 美国分层研究的起源

美国分层理论是怎样起源的呢？传统上，美国不如欧洲那样重视社会分层的研究，原因可能是由于，早期的美国社会并没有存在欧洲社会那样等级森严的阶级体系，或者由于美国社会比较强调机会均等，美国的阶层之间社会流动更多一些。

美国社会学真正重视社会分层研究，始于1929～1933年的大危机、大萧条时期。最早对此进行探索的是罗伯特·林德与海伦·林德（Robert Lynd & Helen Lynd）夫妇，他们二人于1929年出版了《中镇》（Middletown
 ）一书（林德，1999）。该书用实证调研的方法，研究了美国一个十分具有代表性的小镇的社会分层现象。之所以说该镇具有代表性，是因为林德夫妇在选择该镇时依据七个条件：气候适中，有足够快的增长率，具有现代工业文化，不是单一工业城市，有大量本地艺术活动以平衡其产业活动，代表中等型的美国社区，地处美国中西部。该镇人口约3万多人，这样的人口数量既可以形成制度化的分层体系，也比较容易进行全面调研。林德夫妇认为，人们的一切行为都是由六类活动构成的：即谋生手段，建立家庭，教育子女，闲暇活动，参加宗教仪式，参与社区活动。林德夫妇就从这六个方面进行研究。

林德夫妇发现，这个小镇社区内居民大体上有400种谋生方式，包括艺术家、会计师、银行职员、书店职员、装卸工、染匠、电工、电气工程师、昆虫学家、排字工、机械师、装配工等等。林德夫妇将所有这些活动梳理区分为两类，提出一种两个阶级的社会分层模式。一个阶级是“生产阶级”，从事“以‘物’为对象的谋生活动，他们使用物质工具来制造产品和提供服务”。另一个阶级是“经营阶级”，从事“以‘人’为对象的谋生活动，他们销售或推广产品、服务和出主意”，提供多种非物质的、制度的活动。在该社区的全部就业者中，生产阶级人数是经营阶级的2.5倍，即生产阶级占71%，经营阶级占29%（林德，1999：29～30）。林德夫妇研究了上述两个阶级在所有六类活动中的重大差异。他们的结论是，两个阶级之间有着明显差异。所以，林德夫妇的观点并不是比较温和的功能派的立场，毋宁说，他们是一种冲突的立场，更强调社区内政治权力、经济利益的不平等方面。之所以将他们的研究放在这里介绍，是因为他们开创了美国的社会分层研究。后来的美国功能主义的分层理论只是沿着这一领域进行研究，而不是继承了林德夫妇的立场。

二 沃纳学派的功能主义分层研究

真正在美国开创功能主义分层研究的是沃纳（W.Lloyd Warner）、伦特（Paul S.Lunt）等人，他们的研究比林德夫妇的稍晚一些，时间大约在20世纪30～40年代。他们的调查方法与林德夫妇的相似，也是选择一个典型社区，应用社会调查、参与观察等方法，研究一个完整社区的社会分层。他们选择的是美国新英格兰州的一个小镇：Newburg Port。该镇只有17000人。出于学术保密原则，在发表学术成果时，他们将研究的小镇称为“扬基城”（Yankee City）。后来他们共同完成了一套丛书，丛书名就叫《扬基城》。这套丛书从社会生活、身份体系、声望分层、种族群体等角度探讨了社区内部的社会分层、社会不平等与社会流动。沃纳等人社会分层研究的影响很大，在学术史上被人们称为“沃纳学派”（Warner School）。

沃纳研究分层主要使用身份的概念，而不使用阶级的概念。这样，他对于分层的看法，在观点上比较温和。他承认社会分层差异的事实，但不主张采用阶级的分析模式。沃纳提出了一种六个层的地位分层模式。首先将全社会分为上层、中层、下层三个层，然后将上、中、下每个层再分为两个层，这样一共是六个层。沃纳对以美国新英格兰社区为模本的六个层做了如下分析（格伦斯基，2005：211～213）。

首先是上层群体里的两个层：上上层和下上层。他认为，上上层即社会的顶层，大约占总人口的1.4%，他们是“名门望族”，世家富裕，已经形成贵族式的家族，在社区中至少存在三代人或更多。他们拥有大量财富，已经形成上流社会生活方式。多数是大商人、金融家、高级职业者，在社区中有很高声望。上层中的下上层往往渴望与这样的家族联姻。

上层中的下上层，是一些新产生的富裕家庭，也可以说是新的暴发户，大约占总人口的1.6%。他们多是一些新兴产业的业主，比如制鞋业、纺织业、银器业的业主。他们渴望进入上流社会，但他们还没有学会上流社会的生活方式，社会声望还不高。

其次是中层群体里的两个层：上中层和下中层。上中层由中等企业所有者、商业所有者、财产所有者和专业技术人员等构成，大约占总人口的10%。他们居住在郊区，有独立的住房，有一定的社会声望，比较受人尊敬。与上层群体比，他们的财产收入要低一些，但比其他阶层的收入明显要高。沃纳甚至认为，这个阶层与上层群体的两个层一起，组成大众阶层之上的层级。这三个阶层合在一起占总人口的13%，他们与下面的三个阶层有很大距离（Grusky，2001：242-243）。沃纳的这种区分上层和中层群体的做法特别反映出社会分层的非对立性特点。这里的所谓上、中、下层都只是相对意义的划分，这种层级式的阶层划分与属性式的阶级划分完全不一样。属性式的阶级划分，比如，按照有产与无产的划分，是非此即彼的，是界限清晰的。而沃纳的这种层级划分，阶层之间的界限很模糊，但也正因为模糊，比较容易调和与缓和矛盾。这一点正是功能主义的特色。

中层群体里的下中层，是大众阶层里的上层，它由职员、其他白领工人、小零售商、技术工人以及神职人员等构成，大约占总人口的28%。沃纳非常形象地描述了这个阶层的居住特点：他们的小房子拥挤地排列在“希尔大街”（Hill Street）以下旁边的小巷子里，“希尔大街”住的是比他们高的阶层。下中层的此种居住，被比他们地位高的人称为“小巷子里的人”，这个词的含义是较低下的生活方式和社会身份。他们的财产不多，但拥有住房。从族群来看，一些少数族群，如意大利人、爱尔兰人、法裔加拿大人中的成功者，达到了这个层次（Grusky，2001：242）。

最后是下层群体，也分上下层和下下层两个阶层。上下层由从事体力劳动的半技术或无技术工人构成，他们约占总人口的34%，是人数最多的一个阶层。沃纳还特别描述了这个阶层在消费方面省吃俭用的特点，比如收入主要用来支付食品、房租等，几乎没有钱用于娱乐消费。其实，沃纳也意识到，他的这种分层标准很难划清楚阶层界限。但也正是因为很难划清界限，阶层标准模糊才有利于弥合阶级矛盾，实现社会稳定。这是功能主义分层的重要特点。

下下层是指无固定收入者和失业者。沃纳认为，该群体在调查的小镇里占总人口的25%，应该说比例还是相当高的。这说明美国社会当时还远远称不上是中产阶级社会，而是像我国今天这样中下层占很高比例的社会。沃纳对于下下层的分析，似乎更多是一种道德评价，认为他们被高阶层的人视为懒惰、无能，不愿工作，没有进取心，不求上进，依赖救济生活，甚至性行为混乱等。沃纳实际上也同意这种判断。换言之，他认为下下层懒惰无能，就应该受穷，这是典型的功能主义立场。功能主义认为，有能力者进入上层，无能力者进入下层，是合理的分层机制，是社会分层机制发挥功能的表现。但是，一个社会居然有这样高的比例，25%的人被视为懒惰、不愿工作，这很让人质疑。

在此，我们可以总结一下沃纳等在《扬基城》丛书中表达的沃纳学派的社会分层观点。该学派认为，社会分层对于复杂的社会体系是必要的，因为它发挥着重要的社会功能。作者的主导观念是，追求机会均等、公平竞争的社会，可让有才能者进入社会的上层，作者并将这些视为美国社会的特征。这样，沃纳学派就忽视了对冲突、不平等、贫困等问题的研究。具体地说，该分层的几个特点是：第一，该分层是典型的等级分层，而不是按群体的属性或按照社会关系的不同类型的分层。第二，该分层标准是多元的，而不仅仅是经济标准。第三，该分层注重主观声望标准，甚至主观道德标准，这样就产生了经济地位与社会声望不一致的情况。沃纳的道德标准是为他的功能主义服务的，即符合社会主导意识形态和道德的人社会地位高，不符合社会主导意识形态和道德的人社会地位低。这个思想后来被帕森斯进一步阐释为自己社会分层理论的核心观点。第四，该分层重视生活方式、生活机会和消费，这样就与韦伯的分层近似。第五，该分层不注重经济上、权力上的对立，比如，雇主与雇员之间的管理与被管理、控制与被控制，这样，社会各群体之间没有对立和冲突的关系，这是功能主义分层的最重要特征。

1949年，沃纳在一部题为《琼斯韦尔的民主》的著作中，总结了社会分层是维护社会秩序的必要机制的思想。他认为，现代社会异常复杂，与这种复杂的情况相对应，社会有着一套复杂的社会分层体系，将社会中的人安置在高低不同的位置上；其所以如此，是因为唯有这样，才能使社会成员相互协调地处于一个社会有机体中。不过，沃纳只是提出了这一思想，但没有对此作出进一步论证。而论证的工作，不久便由功能主义大师塔尔科特·帕森斯及其弟子完成了。

三 帕森斯的功能主义社会分层理论

帕森斯（Talcott Parsons）是美国功能主义的大师，其功能主义分层理论继承了涂尔干和美国社会分层研究中沃纳学派的传统。帕森斯对于分层并没有做实证研究，因此，他的论述比较抽象。

帕森斯的功能主义分层思想主要表述在他的几篇论文中，这些论文包括：《对于社会分层理论的一种分析型的探索》、《对于社会分层理论的一种分析型探索的修正》、《现代社会中的平等与不平等》。在不同时期，帕森斯对社会分层理论的表述也有一些差异，本节是对他分层思想的综述。

帕森斯在分层理论上考虑问题的角度是：社会秩序是怎样成为可能的？他的回答是，要通过规范与价值观念。他认为，社会有着自己的需要，其中一个重要需要就是社会整合，而一个共同的价值观念体系就是为满足这个需要而产生的。从这个基本点出发，帕森斯阐述了他的分层理论。

1.什么是社会分层

帕森斯认为，社会分层是构成一个既定社会体系的人类个体位置差异的排列，是有关人们的社会尊重方面、人与人之间一种相对位置高低的排列（Parsons，1954：69）。帕森斯对于社会分层概念定义的特点是特别强调其主观声望、尊重。他曾经将“阶级”定义为：阶级是这样一些人或集体的聚合单位，这些人自己以及他人均认为他们在社会上占有大致相同的地位。也就是说，帕森斯的分层概念更强调主观因素，而比较忽视客观因素。这样的概念与多数分层理论家的看法很不一致。帕森斯还强调，社会分层是所有社会体系都具有的一般结构，社会分层与社会系统整合的水平和类型有关（Parsons，1954：386）。

2.价值观念在分层中的重要作用

帕森斯认为，他研究分层的目的就是要解释：第一，为什么这种地位差异体系被视为社会体系的根基。第二，什么是在这种分层体系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尊重、尊敬（Parsons，1954：69）。帕森斯特别强调分层的主观特征，他认为，分层首先是一种精神道义上的差异。所以，要集中讨论的是，以个人为单位的精神道德、道义上的差异究竟要怎样评价。一个人的社会地位高，首先是因为被社会认可的精神道德的高地位，是在社会上受到尊敬、尊重，是社会给予的肯定。反之，另一个人地位低，是因为社会对这种地位的否定，造成的结果是，该社会位置没有尊严，不受尊重。

帕森斯承认，在某种意义上，将一种道德评价标准选择为分层体系排列的标准似乎有些霸道，但实际上并非如此。由于有了这种道德价值观评价体系，一个人对于另一个人的评价就不是个人的评价，而是意味着一种社会体系中的位置。这样就不是两个人获得了位置，而是每一个人都获得了位置。

道德价值观与行动者的动机——自我利益因素是相互联系的。道德期望影响人们的行为。如果一个人失去道德尊敬，他就很难保持一种较高的地位。这样，如果与社会的规范不一致，就会伤害这个人的自我利益。

帕森斯这种用价值观来区分人们地位高低的理论，与传统分层理论家的观点确实很不一样。帕森斯认为，地位的区分与价值观的区分是联系在一起的，价值观提供了有的人地位高、有的人地位低的原因，为这种地位差异的合法、合理性作出辩护。

3.价值观念与分层地位的六要素

帕森斯在他1940年的论文《对于社会分层理论的一种分析型的探索》中，提出六种导向不同价值观体系的分层地位要素（elements of stratificatory status）。在六种不同的地位要素中，社会尊敬的内容是不一样的，崇尚着不同的价值观，这样也就为社会地位高低的不同标准作出辩护（Parsons，1954：74-76）。

第一，家族亲属的成员。不同家族成员形成不同的身份群体。进入一个家族群体的途径有两种，或者是由于出生血缘，或者是通过婚姻。家族体系比较强调内部团结，在分层上，家族是不可逾越的界限。尽管实际上由于性别、年龄会形成地位差异，但家族内部仍然具有平等性。比如，印度的种姓制度，就是以出身、血统区分阶级的，所有其他分层要素，如成就、所有权、权威、权力、品质均不能更改阶级地位。所以，在此种体系里，出身、血统最受尊崇，形成主导的价值观。如果用帕森斯的观点来分析中国，我们传统上有所谓“皇亲国戚”之说，这些人就是因为血缘、亲属关系而提高了社会地位。

第二，个人品质的差异。这是指与个人相联系的一切可以显示个人品质区别于他人品质的因素，比如，性别、年龄、容貌、智力、体力等，这些因素可以影响地位的高低。比如，性别。帕森斯认为，在当时的美国社会，性别角色的区分，多数情况下使得妇女与职业地位相分离，即使是职业妇女，也是从事具有性别角色的职业，一般不与男子形成职业竞争。这样，性别差异就形成性别的价值观。在个人品质上，比如个人魅力。社会对于男人的价值判断与对妇女是不一样的，比如男人的服装品味、价值判断与妇女的就完全不同。所以，对于男人成就的判断集中在职业领域，而对于妇女成就的判断就不是在职业领域。

第三，一个人取得的成绩、成就。这是一个人行动的结果。成就、成绩可以是物质的或非物质的。帕森斯认为，在美国社会，阶级地位区分的主要标准是成就要素，特别是“职业成就”。

第四，所有权、占有。这里所说的一个人拥有其物品的所有权、占有，就是他可以将此物品转让给他人。上述第三、第四类——品质、成就，并不一定是可以转让的，虽然不排除有时候也可以转让。

第五，权威。权威是一种被制度承认的、影响他人行动的权利。这种权利可以被占有某种官职者，或其他由社会定义的身份者去实施，比如父母、医生等。实施权威的种类和程度，是个体价值差异的最主要基础。

第六，权力。所谓一个人占有权力，就是他有影响他人的能力，他具有不需要经过批准就可以获取占有权的能力。权力也可以获得合法的身份和社会的认可。

帕森斯认为，一个人的地位归属总是与上述六种分层要素中的一种相结合，于是就受到与该分层要素相联系的共同价值观的影响，由此决定人们在社会分层体系中的地位。

帕森斯还用林顿（Ralph Linton）提出的先赋身份（ascribed status）与自获身份（achieved status）（Linton，1936：chap.VII）分析上述六个方面的价值观取向。第一种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第二种是人们先天就具有的，所以，重视第一种和第二种资源的，当然就属于按“先赋身份”区分社会地位。第三种以下，是人们可以通过后天努力而获得的资源，所以，重视这些资源的，就比较容易按照自获身份区分社会地位。当然，帕森斯也指出，财产所有权、权威、权力也可能是通过家庭继承来的，这样它们就成为“先赋身份”了（Parsons，1954：76-77）。

帕森斯的上述观点是在1940年的文章中阐述的，这时候，他的社会行动理论还在探索中，还不够系统。所以，他的分层理论以分层六要素的形式表现。不过，在这里他的共同价值观决定社会分层的观点已经形成，并始终不渝。后来，到他完成《社会行动理论底稿》时，1953年，他在他自己的另一篇关于分层的文章里，又修正了1940年的上述观点，将价值观念与他自己的AGIL模型结合，而不是仅仅与上述六要素结合。

4.社会分层中的首属因素和次属因素

可以说，帕森斯在分层方面的最主要观点有两个。第一个观点是，他认为，一个人在社会上的地位之高低，是由社会上的其他人，根据这个人所能做到的与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价值观念相一致的程度决定的。换言之，越是符合该统治地位价值观的人，其社会地位就越高。对于这个观点，上面第二、三点，已经做了较全面介绍。第二个观点是，虽然他也承认人们在财产、权力方面的实际差别，但他认为，这些仅是次级、次属的（secondary）。他多次强调，财富并不是分层的首属标准，财富的主要意义仅仅在于它是一种社会成就的象征。分层的首属标准仍然是共同的价值观念（Parsons，1954：83）。帕森斯认为，在美国社会，财富成为身份地位标准要更复杂一些。尽管很多人不同意这个观点，但从共同价值观体系的角度看，财富只是分层的次属标准，正如办公室职位一样，首先是作为成就的象征。

从帕森斯分层地位的六要素也可以看到，不同社会侧重的分层要素是不一样的，给予地位报酬的内容也是不一样的。所以，首先的因素是得到共同价值观念体系认可的社会地位，社会地位是提供给行动者、社会群体或社会成员的首属报酬。在此基础上，行动者、社会群体或社会成员才得到第二个层次上的报酬，或称“次属报酬”。次属的报酬可以是金钱、收入、财富，也可以是其他方面，比如政治权力、政治地位、特殊的荣誉等等。

帕森斯还分析了作为次属因素的权威。权威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是执行职业功能的必要工具，当然反过来，权威的实践也成为职业地位声望的主要标准之一。于是，权威，特别是办公室职位的权威，就成为对于过去成就的一种奖赏或酬劳，一个人占有权威地位是因为他过去有很大成绩。因此，权威、职位权威就成了次级的差异，仅仅是地位的一种象征标准。当然，一旦占据这个办公室，办公室就会独立发挥声望的功能，不管这个人有无成就，这个占据办公室的人都具有社会声望（Parsons，1954：83）。

总之，决定社会地位高低的首要因素，是一个人所能做到的与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价值观一致的程度。比如，在崇尚职业成就的美国社会，财富只是职业成功的一种象征。价值认可的职业成功是第一位的，而财富占有是第二位的。按照这个原理，比如，在我国改革以前，职业成功的象征就不是金钱，而是政治地位、劳动模范等。帕森斯举例说，在美国社会，教授的地位首先是社会价值的认可，教授获得社会地位的象征就不是靠财富，而是靠学术奖励或学术酬劳。教授可以富有也可以不富有，这都不影响其社会地位，他的社会地位不是靠财富决定的。这就再次证明财富不是社会分层的首属因素（Parsons，1954：84）。

5.用AGIL模型阐释社会分层

如上所述，帕森斯对于社会分层的研究是与他的社会系统和社会行动的理论联系在一起的。到了20世纪50年代，帕森斯终于完成了他的社会行动理论，于是，他开始运用AGIL理论解释社会分层。我们知道，所谓AGIL理论，是帕森斯提出的社会具有四个子系统的观点。他提出，任何社会要生存就必须满足其自身的四种基本需求或四个功能条件：第一，适应的功能（adaption），社会要适应环境，从环境中寻找资源，维持社会的生存发展；第二，实现目标的功能（goal attainment），为社会确立目标，调动资源去实现目标；第三，整合的功能（integration），保证社会各个部分之间的协调关系；第四，潜在调节的功能（latency），使得社会成员在动机、需求、角色技能上适合于社会体系的要求，使社会的模式能够保持下去（郑也夫、李强，1987：191）。

为了实现这四个必要条件，相应地，社会产生了四个最为重要的具体机构：第一，经济机构；第二，国家政治机构；第三，法律和宗教机构；第四，家庭、学校等文化机构。帕森斯认为，这四个机构都是社会有机体的构成部分，对于社会整体发挥作用。第一，经济机构的功能是为社会成员寻找资源，为社会提供商品、服务等，使得社会能够与物质环境相适应，支撑社会的发展。第二，国家和政治机构所起的功能是为社会设定和提供目标，为个人和群体的行为导向。第三，法律和宗教为社会提供规范与道德标准，发挥社会整合的功能。第四，家庭、学校等通过对人的训练、驯化，使社会成员完成社会化，维持社会模式的运转。

那么，这样一种AGIL理论与社会分层、社会地位的高低有什么关系呢？帕森斯提出两个观点：第一，上述四个社会机构的功能不同、任务不同，从而会导向重视不同的价值观；第二，在不同的社会中，四个社会机构受到重视、尊重、崇尚的程度是不一样的，因此，它们就可以视为四种不同类型的社会体系，在每一种理想类型的社会体系中，某种社会机构最受重视，它就成为首要社会机构。

这样，四种不同类型的社会体系，分别崇尚四种不同的首要机构。在任何一种类型的社会体系中，都会有一种价值观处在至高无上的地位（paramount value），并成为共同的价值观。于是，与这种价值观相联系的社会角色、社会群体便获得较高的社会地位。第一种是经济机构为首要机构的社会体系，社会至高无上的价值观是崇尚经济效率，于是经济地位高的人、有钱人的社会地位就高。第二种是国家政治机构成为首要机构的社会体系，社会至高无上的价值观是政治目标，于是符合政治目标的人社会地位就高。第三种是法律和宗教机构成为首要机构的社会体系，社会至高无上的价值观是法律或宗教的整合功能，于是与法律或宗教相关的人的社会地位就高。第四种，家庭、宗族成为首要机构的社会体系，社会至高无上的价值观是崇尚与家庭血缘等相关的先天品质、先赋因素（ascribed system qualities），于是血统地位高的人社会地位就高。当然，帕森斯指出，他这里所描绘的是从纯理论抽象角度看的四种理想类型的社会体系，实际的社会体系可能是混合的、交融的（Parsons，1954：398）。

6.帕森斯主要观点的总结

最后，让我们来总结一下帕森斯功能主义社会分层理论的最主要观点，可以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在分层体系中，一个人的地位、身份由他人的道德价值观评价决定。

第二，判断地位高低的依据是共同价值体系（the common value system）。

第三，这种共同价值体系是由首要的社会制度、机构塑造的，哪种制度能够成为首要制度，由特殊的历史、文化、环境决定。

第四，实践了这种价值观的人会得到较高地位，并得到较高报酬。

第二节 功能主义分层原则及其批判与修正

一 戴维斯-莫尔的功能主义分层原则

与帕森斯一样，戴维斯和莫尔的理论也是继承了沃纳的传统。戴维斯（Kingsley Davis）和莫尔（Wilbert Moore）均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是帕森斯早期的学生，在学术倾向上受到当时哈佛大学教授索罗金（Sorokin）和帕森斯的影响。当时，哈佛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功能主义理论的大本营。其实，哈佛大学在美国所起的功能就是作为美国社会主导意识形态的重要基地，这种功能与美国另一海岸的著名学府伯克利完全不同。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的时候，美国社会是保守主义思潮占据统治地位，主导观念是求稳定，不愿意再有大的变动。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戴维斯和莫尔发表了功能主义分层理论的最主要作品《分层的原则》（Some Principles of Stratification）一文。

戴维斯-莫尔（Davis-Moore）提出，任何社会都需要建立某种机制，来保证处在社会不同位置上的角色能够有效地发挥作用和保证社会有效运行；而这个社会机制就是社会分层。社会分层是这样一种体系，它将不同的报酬、不同的待遇配置给处在社会不同位置上的角色。这种不均等的资源配置，可以刺激人们的动力，使社会运行更为有效率。所以，社会分层对于满足一个复杂社会系统的要求是必需的。

那么，这里就产生问题了？谁应该得到多一些，谁应该得到少一些？为什么要这样配置？这里面有什么道理？戴维斯-莫尔的理论就分层的合理性提出了一些原则。

首先，他们提出决定人们在社会上位置地位的两个最主要因素：第一，社会的不同位置、地位对于社会的功能是不一样的，重要性不同，有的对社会最为重要（greatest importance for the society），有的不重要。位置差异设置的目标是增强竞争，将最有才能者吸引到最重要的位置上去。第二，不同人才的稀缺性不一样，某些社会位置需要天赋极高的人，而胜任者甚微。即使一些人具有很好的天赋，但要胜任这些位置还需要漫长的、昂贵的训练，其结果是这样的高级人才变得十分稀缺。总之，一方面是位置的重要性不一样，另一方面是人们的能力和人才的稀缺性不一样，为了将最有能力的高级人才吸引到最重要的位置上去，就要增加这些位置的吸引力，于是，就要将较高的社会等级、高声望、高薪水、充裕的闲暇等赋予这些重要位置。戴维斯-莫尔承认，在一种社会被看做是重要的位置，在另一种社会却可能被看做不重要，人才的稀缺性也是这样。但是，在任何一个社会，总会有些位置重要，有些不重要，有些人才稀缺，有些不稀缺。因此，这两个因素和原则是长存的。

其次，他们分析了一些社会位置的社会功能，即试图用上述两要素阐释社会位置是怎样分层的。第一，宗教和神职人员的社会功能与社会位置。宗教的功能是整合社会，实现社会团结的功能当然重要。神职人员可以与神交往，具有神的特征，于是具有很高的地位。但从另一个要素——人员稀缺上看，这又对神职人员的社会地位不利。更何况在现代社会，科技高度发达，超自然的传统神学衰落了，神职人员面临失去信任的危险。所以，只有在对神职人员高度信任而进入神职人员位置又被高度控制的社会里，他们的地位才最高。第二，政府。政府通过法律和权威整合组织，指导社会，协调冲突，功能当然重要。从人员稀缺上看，高级官员、高级决策者人数少、比例低，所以容易得到高待遇。但不利因素在于，统治者的行为受到约束，统治者需要得到他人的技术帮助，所以地位也受影响。笔者以为，戴维斯-莫尔所说的美国政府官员的不利因素，在中国却恰恰相反。相比较而言，中国官员的权力大，向属下发号施令，更少受到约束，所以，中国官员地位要更高一些。第三，经济地位，指财产、财富与资产的地位。戴维斯-莫尔认为，每一种社会位置都会得到相应的经济报酬，于是人们会误以为经济报酬本身就是社会地位。在这里，他们同意帕森斯的观点，即经济报酬、经济收入、财产、财富不是分层的第一位要素，而是第二位的。第一位要素是该位置的社会功能。社会功能重要，所以才带来高收入。戴维斯-莫尔也认识到，作为资本所有权的经济地位，却是第一位的要素，有了资本所有权就可以带来高收入。那么，问题来了，资本所有权有什么功能？如果是第一代资本家，作为资本的经营者显然是有功能的，但是，如果不参与经营了，如果是纯粹的资本所有权有什么重要的社会功能呢？比如，一个财产继承者，继承了巨额资本，由此获得极高的收入，但这个纯粹的继承者并没有什么重要的社会功能。戴维斯-莫尔也承认：在这个例子中，很难证明该位置具有功能的重要性，所以，工业生产的私人所有权制度，这种无功能的所有权制度，越来越受到抨击（Grusky，2001：60）。第四，具有高技术知识的位置。高技术知识位置的功能显而易见，因此，它比较容易得到较高报酬，并进而吸引人才。但戴维斯-莫尔认为，技术知识仅是一种手段，没有宗教、政治的社会整合功能重要，因此，技术知识位置的报酬也就低于后者。当然，技术专家也受到供应量的影响，人数过多报酬就会下降。

最后，他们提出，在不同类型的分层体系中，位置的功能重要性和人才的稀缺是各不相同的。他们分析了一些方面的差异。第一，专门化程度。一种功能如果与其他功能混在一起，在分层上就很难受到重视，只有当它从结构上分化出来，变成非常专门的功能，它的地位才能变得特殊而受到重视。当然，如果数量太多，专门化的功能又会变得不重要。第二，不同社会突出的功能重点不一样。这个观点与帕森斯所说的不同社会侧重于不同社会机构的观点几乎是一致的。戴维斯-莫尔提出三种社会：家族主义社会，重视家族关系，家长的地位高；神权社会，宗教功能重要，僧侣地位高；世俗的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和技术的地位上升。第三，不同社会的平等程度是不同的，极端的例子可以分为均等社会与不均等社会。第四，不同社会的流动机会不一样，有高流动率的开放社会，也有低流动率的封闭社会。第五，不同社会阶级的团结程度不一样，阶级的组织化程度影响阶级的利益。

总之，戴维斯-莫尔比较全面地论证了分层对于维系社会运转所发挥的重要功能，论证了地位差异的合理性，认为高地位、高收入、高报酬是对稀缺的高级人才的奖励，并为此提出一些功能主义的基本原则。因此，该文被视为功能主义分层理论的代表作。但社会的现实却常常显示，庸才占据高地位的现象并不罕见。如巨额财富的继承者，没有什么才智，也没有发挥什么社会功能却占据高地位。戴维斯-莫尔的辩护难以作出合理解释，所以，他们的理论也常常受到抨击。在所有批评者中，图闵（Melvin M.Tumin）的抨击最为有名。

二 图闵对戴维斯-莫尔理论的批判

就在戴维斯-莫尔的论文发表不久，图闵于1953年发表了《分层原则：一种批判的分析》，针锋相对地对戴维斯-莫尔的原则进行了全面批判。

图闵将戴维斯-莫尔的分层原则概括为七条，并对这七条原则逐条加以批驳。

第一，戴维斯-莫尔认为，任何社会均有某些位置（positions）在功能上比其他位置更为重要，需要具备特殊才能和技术者去承担。而图闵认为，所谓重要或不重要具有很强的价值判断的特征，也就是说具有很强的主观性，站在不同的价值立场上，关于重要性的结论会完全相反。比如，同是在工厂里，究竟是工程师、技术人员更重要，还是普通工人更重要？可见，所谓重要性是一种主观评价，并没有客观标准。同样，所谓这些具备特殊才能的人，其“才能”本身也颇可质疑。一种才能的特殊性、不可缺少的特性以及是否可以替代的特性，也是由既有的社会文化体系塑造的，而不是纯粹自然的、无价值判断的属性。换言之，有权势者会将与他们地位相关的某些才能的作用夸大。

第二，戴维斯-莫尔认为，在任何社会中，只有少数具有天才的人，才有可能被训练成掌握这些职位技术的人，从而承担这些重要职务。图闵则认为，天赋的说法是一种假设，很难证明。说一个职务只有某人能做，别人就不能做，缺少证明。说只有那些有天才者可以学会某些技能，但问题在于怎样发现这些有天才者。由于人们在进入社会的竞争机制、晋升途径和训练方面存在不平等，所以，社会分层本身就限制了对全社会的全部的真正有天赋者的发现。而且，一个社会的分层体系越严格，能够新挖掘出其成员的天才的机会就越少（Grusky，2001：67）。由于不能让所有有才能者充分进入竞争机制，一部分人会受到阻碍，所以，实际上扩大社会资源的可能性就受到了限制。

第三，戴维斯-莫尔认为，将这些有天才者转变为掌握技术者，需要一定时期的训练，在这一训练时期，受训者会受到一定程度的损失，有所牺牲。而图闵认为，这是高地位者为自己的特权地位所做的辩护。实际上，受更高水平教育的人，与他们的天才并没有什么关系，而是因为他们的家庭条件好，而他们的家庭是因为其本身的特权和分层位置就比较高，可以支付这样的高学费。于是，由于家庭分层位置高，子女就可支付高学费，支付高学费就获得高地位。这是一种特权地位的循环，很难说是损失、牺牲。如果真要计算损失、牺牲的话，那么，上大学那几年没有得到的收入，远远比不上高地位者常年在高位置上比其他人高出的大笔收入和财富。而受更高水平教育的人，不仅得到高收入、财富，还得到高声望、更多的发展机会、更多的休闲和自由。所以，仅仅讲教育期间受损失和牺牲的道理，难以辩护地位、财富以及多方面重大社会差异的正当性。

第四，戴维斯-莫尔认为，为了使有天才的人愿意经受这种牺牲，从而获得训练，他们将来的位置就必须具有吸引人的价值，具有特殊利益。即在进入那些社会上难得的、报酬高的职业时，这些人具有特权，很容易进入该位置。而图闵认为，激励有才能者受训，可以有多种方式，分层并不是唯一和最有效的方式。其他方式，比如将工作的动机、工作享受的价值判断嵌入年轻人的社会化模式中，年轻人接受了社会化，也就接受了这些人才与位置互相匹配的社会模型。总之，社会模式具有多种可能性，不能认为现存的就一定是合理的。

第五，戴维斯-莫尔认为，上述所说的稀有的、具有吸引力的职业好处包括：与职位相联系的权利和一些福利条件。这些权利和条件，有助于实现下列好处：生活的舒适、消遣和娱乐、自我尊重和自我发展。

第六，戴维斯-莫尔认为，这种对社会基本报酬获取程度的差异，所造成的结果，是不同的社会阶层获得不同的声望和尊重。因此，这些特殊的权利和福利条件，也就是在建造着社会的不平等，这就是社会分层。

对于这两条，图闵认为，生活舒适、消遣娱乐、自我尊重和发展当然是好的东西，问题是怎样配置这些报酬才合理，难道所有这些报酬配置给高地位者就是合理的？三种报酬的配置是比例有差别呢，还是完全等量呢？戴维斯-莫尔的理论并不能作出合理解释。图闵提出与前述帕森斯分层理论相类似的观点，即不同的社会为了实现责任与报酬之间的平衡关系，在各自所强调的报酬类型上，存在非常大的差异。正如帕森斯所说，有重视经济差异的，有重视政治差异的。在重视家族、宗族的社会，年长和年轻会成为分层的重要因素。所以，分层的模式不是只有一种，而是有多种选择。图闵进而批评说，社会分层体系实际上起的是维持现存制度的作用，它给精英提供了政治权力，而精英通过政治权力获得意识形态的统治权，而意识形态统治权又使得现存制度更为合理化。总之，如果按照戴维斯-莫尔的观点，现存的一切永远合理。

第七，戴维斯-莫尔认为，因此，表现在稀少物品享有、声望尊重差异上的各阶层的社会不平等，在任何社会中，都既起到正功能作用，又不可避免。图闵认为，如果说稀少物品的分配有功能上的合理性和必要性的话，那么任何社会唯一必须被不均等分配的项目，就是当人们承担不同的社会任务时，为完成任务所必需的权力和财产；而将声望、自尊、尊重也不均等地分配就没有什么道理，因为，在社会的意义上每个人都同等重要，都应该受到尊重。

最后，图闵对功能主义分层原则提出了全方位批判。图闵认为，社会分层体系的实际作用，是将地位的自我认定非常不公平地分配给社会上的人。而这种自我认定是一个人发展的前提，自我认定地位低的人就失去了发展机会。

由于报酬上的不平等不能充分得到社会上无权者的赞许与接受，社会分层实际上制造着社会上的敌视与怀疑，这样就阻碍了社会整合，限制了社会整合扩展和深化的可能性。

由于人们的社会地位取决于人们在社会分层体系中的位置，社会分层就制造着社会不平等。

由于一个人对社会的忠诚度，取决于他自己认为在该社会中地位的重要性，社会分层体系就不平等地分配着人们对社会的忠诚。

由于人们对社会的参与或不参与取决于他们自己认为是社会成员的程度，社会分层实际上在人口中人为地分配着这种不同的参与动机。

总之，针对戴维斯-莫尔强调分层的正功能、合理性的观点，图闵则全面论述了社会分层的负功能和不合理的方面。

对于功能主义分层理论的缺陷，笔者在过去的著作中也曾予以分析，指出了其理论的四点不足。第一，功能主义分层理论忽视了社会贫富差距不合理的一面。功能主义论证了收入差距的合理性，认为给贡献较大的人以较高报酬可以鼓励其积极性。但活生生的社会现实却是：人们所取得的报酬与他们为社会所作的贡献常常并不一致，有时甚至完全相反。劳者不获、获者不劳的现象并不罕见。尤其在我国当前的社会转型期，由于制度上的漏洞还比较多，一方面，有些人短期内迅速致富，聚集了巨额财产，获财的途径存在很多问题，或至少有偷税、漏税现象；另一方面，一些积极肯干的劳动者，却因为单位不景气，失业、下岗，甚至失去社会保障，落入底层，生活陷入困境。对此如果再强调贫富差距合理的一面，就太没有道理了。

第二，功能主义的贫富差距观忽视了社会上一部分人在竞争中所面临的障碍。在致富的竞争中，如果机会是均等的，如果人们是从同一条起跑线出发，竞争是公正的，那么，即使最终造成贫富差距的事实，人们也可以接受。但在现实生活中，人们的起跑点常常相距甚远，竞争规则又有许多漏洞，在此状况下如果一味论证收入差距的合理性，那就极不公平。对此，上述图闵的文章已经作出了很多分析，笔者不再赘述。

第三，功能主义忽视了社会上的阶级现象。阶级的区分常常与人们的贡献大小没有太大关系。在现代社会，虽然阶级地位不再是先赋的，社会具有了较大的流动性，但社会调查表明，多数人的阶级地位仍然与其父母的阶级地位相近。这就是说，阶级地位在代际继承上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下层阶级与上层阶级从一开始就不平等，最终还是不平等。

第四，功能主义分层理论无法解释现代社会中各种分工相互依赖、任何一个分工环节均不可缺少的事实。功能主义认为，一些位置或工作比另一些更重要，因此，报酬应有差别。但在现代社会中，各种工作、社会位置、社会分工，都是相互依赖的，不存在哪项重要、哪项不重要的问题。从分工的角度看，体力劳动者对于社会的贡献与脑力劳动者一样重要，比如，清洁工如果不工作，大城市也会瘫痪。对此，功能主义确实无言以对。

三 辛普森对戴维斯-莫尔理论的修正

功能主义分层理论的核心问题是要解释分层差异的合理性，是要论证为什么有些人收入高、有些人收入低是合理的。戴维斯-莫尔虽然作出了经典的辩护，但在图闵的抨击下也显得漏洞百出。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的辛普森（Richard L.Simpson）教授则提出了分层上的“供需论”观点，试图对戴维斯-莫尔的理论作出修正（Simpson，1956）。

辛普森也是从对戴维斯-莫尔理论的批评开始的。他认为，一种社会地位或位置（positions）对于社会的重要性难以测量。有些位置仅为个人服务，比如贵族的奴仆、管家，对社会并没有什么贡献。还有一些位置，比如电影明星，无论从社会重要性的角度看，还是从训练受损的角度看，社会给他们的报酬都大大超过了其贡献或损失。所以，说因为功能重要所以收入高，道理讲不清楚。辛普森批评说，如果按照戴维斯-莫尔的观点，所有分层体系都可以被解释为是最好的，所有报酬和分配都可以被解释为是功能必要的。

既然从功能的必要性、重要性角度无法阐释差异的原因，那用什么办法去解释呢？辛普森认为可以用供给和需求（demand-supply）的模式去解释。一种位置的功能重要性无法测量，但人才的供给和需求却可以测量。那么，这种解释是否有退到纯粹的经济学理论之嫌呢？辛普森认为不会。因为这里所探讨的供需不是用货币来衡量，这里所表现的影响供需的不是价格的涨跌，而是社会学的因素。

辛普森认为，是社会位置承担者的需求和供给决定着分层地位的高低。在一个社会中，对于某种位置承担者的需求越高，则他们的报酬就会越高。同样，能够承担这些职位的人越少，他们的报酬也就会越高。所以，一方面是人才的供应，对于人才的培训，另一方面是人才的需求，社会对于社会位置承担者的需要，两条曲线相交叉，就决定了某种社会位置的报酬水平。因此，社会学必须研究的是，哪些因素影响了人才需求曲线，哪些因素影响了人才供给曲线。

辛普森分析了三类影响人才需求或社会对于社会位置承担者需求的因素。

第一，文化价值观（cultural values）。不同文化模式和不同价值观念的社会，对社会角色的需求有很大差异。崇尚宗教的社会，对牧师或僧侣有很高的需求，现代工业社会则对工业管理人才有很大的需求。

第二，技术（technology）。一个社会的技术发展水平对人们需要的产品和服务有很大影响，而人们需要的这些产品和服务决定着社会的人才需求。所以，技术的发展创造着社会位置的体系，也就决定着人才的需求。现代工业社会，技术更为分化，于是社会位置体系也就更为多元化和复杂。辛普森认为，这使得与位置相对应的报酬体系，从最高到最低的层次更多，差距更大。

第三，权力（power）。任何社会都会赋予某些位置以权力，这些权力就能够决定设立位置和决定报酬。这种权力决定的位置和报酬，有可能符合社会的需要或符合社会的目标，但也有可能不符合社会的需要与目标，甚至完全与社会目标相反。比如，公司总裁花重金雇用律师来为该公司的违法行为辩护，公司经理雇用高级会计来为该公司避税做财务设计，公司花重金雇用广告人员制作夸大产品功能的虚假广告。再比如，在没有业绩的情况下，公司总裁给自己加薪等等。这些都证明权力可以决定社会位置的需求，虽然这种影响有时候会损害社会。

辛普森接着分析了影响人才供给的五种社会因素。

第一，某种位置所需要的训练和天赋决定着人才的供给，即需要的天赋越高、训练越难，人才的供给就越少。辛普森指出，戴维斯-莫尔也解释过训练和天赋的影响，但他们将它解释为影响分层的唯一因素，而忽视了其他多种因素。

第二，利用权力对于人才供给的限制。垄断商品可以抬高该商品的价格，同样，垄断人才也可以抬高该种人才的报酬。社会组织和个人可以利用权力垄断某些职位或严格控制进入该类职位的人员。比如，为了维持某些专业职位的高薪，一些专业协会就对进入该专业的人严加限制，设置很多苛刻的准入条件、训练条件，这样能够符合条件的人很少，于是就维持了高薪金、高价格。辛普森举例说，美国有些工匠协会严格限制工匠资格，于是垄断了该类人才。

第三，特殊技艺、才能。这一点还是与垄断有关。辛普森举了一些影星、体育明星的例子。这些特殊的技能、才能，别人不具备，只有明星们具有，于是供给极少，价格高昂。当然，辛普森也指出，明星们的技能是否事实上真的别人都不具备，倒不一定。但只要公众都这样认为，那么人才供给的规律就会发挥作用。

第四，人们职业选择的倾向。所有那些影响人们职业选择的因素，都会影响人才的供给。比如，社会流行一种价值观念，人们趋之若鹜地崇尚某种职业，于是供给增加。当然，人们的价值观念不同、兴趣不同、家庭背景不同，对于职业的倾向也就各不相同。研究发现，家庭背景影响价值观，而价值观影响一个人的职业选择，于是出现了知识分子的孩子还是做知识分子，工人的孩子还是做工人的倾向。

第五，职业流动的因素。职业流动的障碍越多，职业越不流动，则某种人才短缺的、人才不平衡局面越不容易得到纠正。反之，职业流动越容易，人才不平衡的局面越容易得到纠正。辛普森举例说，一种新职业收入明显上升，而处于同样职业地位的另一种老职业收入下降，于是人们便期望从老职业转入新职业。然而，这种转变常常有障碍。比如，地区的障碍，有时候要长途迁徙。再比如，要学习新的职业技能，而丢掉老技能学习新技能不是那么容易。因此，这种职业流动常常通过两代人的转变才能实现。因此，职业流动率低就造成某些人才供给的不足，于是某些职业就会在报酬上比另一些高很多。

总之，辛普森并没有放弃功能主义立场，而是补充了功能主义的不足。他试图从人才供应和需求差异的角度解释地位报酬差异的原因。当然，辛普森认为，除了供应和需求以外，也还有其他一些因素会影响社会位置的报酬。比如，他称之为的“晕轮效应”（halo effect）是指有时候一些象征意义或假象也会影响社会地位和报酬。他认为，有些白领、蓝领的地位差异就并不是工作技能的实际差异，而是一种象征效果的差异。再如，历史的传承、习俗等也会影响地位差异（Simpson，1956：136-137）。

第三节 功能主义分层理论与中国改革以后的收入分配政策

从上述分析可以清楚看到，功能主义分层理论的核心是试图证明社会上的地位差别、收入差别、贫富差别具有合理性，试图证明分层具有正向的社会功能：分层对于维持社会秩序、满足社会需要是必需的；分层可以鼓励积极性、刺激人们的奋斗心，从而促进全社会的效率。

1979年改革以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实行了允许一部分人先富的政策，其政策目标是试图发挥收入差距、贫富差距的正向社会功能，来激发广大群众的劳动积极性。因此，从理论上看，这应属于功能论的视角。改革30多年来，这样一项政策对中国社会发挥了极大影响，下面笔者就尝试作出一些分析。

一 怎样看待“允许社会上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

一部分人先富政策的创始人邓小平同志，1978年12月13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会的重要讲话中提出了这个思想。他是这样表述的：“在经济政策上，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邓小平，1994：152）很显然，邓小平是从社会功能的角度阐释富裕的意义。他提出，富裕具有社会示范的功能，一旦富裕成为一种榜样，人们就会去效仿，由此推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此后30多年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事实证明，富裕的示范功能极其巨大。

一个国家的领导人，敢于提出一部分人先富的口号，这确实是罕见的。尽管从社会分层的事实看，绝大多数国家都存在富裕与贫穷之间比较大的差距，都存在一部分人比其他人更为富裕的事实，但各国领导人的执政口号往往是强调：平等、均富、人人富足。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邓小平为什么要提出这样的口号呢？这一定不能离开当时的社会背景。什么样的社会背景呢？这就是改革前的计划经济和平均主义的分配政策严重挫伤了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当时收入分配的局面是：“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既然多劳不能多得，少劳也并不少得，那么就等于，积极辛勤的劳动者受到惩罚，懒惰者反而受到奖励，即所谓“奖懒罚勤”。平均主义分配政策所造成的严重社会后果，是劳动生产率和经济发展水平低下，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越来越大。

20世纪80年代，一部分人先富政策倡导的初期，人们对于政策的内涵还不很清楚，社会上曾经引发很多争论。争论的焦点是：究竟哪一部分人应该先富起来？从利益角度看，当时几乎所有社会阶层都认为自己这一部分应该先富起来。由于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所以20世纪80年代中期，曾经有一些农民富裕起来，成为所谓“万元户”，于是，有些市民对于自己未能富裕感到不平。接着，报纸上有的文章提出从事科学研究的知识分子贡献大，应该先富；而一些工人表示不满，认为在“四个现代化”建设第一线的工人贡献大应该先富。针对有人利用特权发财的现象，当时的国家领导人还特别强调，要让群众先富、干部后富。所以，究竟哪一部分人应该先富，当时的争论是很激烈的。

究竟应该怎样看待这个问题呢？笔者以为，在制定社会政策时不应该事先就预定或规定让某个社会群体先富，而让其他群体等待着后富；倘若这样做，是极端不公正的，那只能引发不满情绪的增长和社会的不稳定。因为，改革后鼓励富裕的政策目的是发挥导向作用，它为人们的活动指出一个方向，使人们朝此方向努力。至于谁先达到目标，那只能是竞争的结果，而不能在人们起跑的时候就事先予以规定。换言之，致富的机会应该是均等的，竞争程序应该是一样的，至于谁先到达终点、谁最终致富，那应该是个人努力及一系列因素影响的结果。从理论上看，前述戴维斯-莫尔的文章就是想论证哪一部分人报酬应该多一些，所以，他们遇到的问题，与我们遇到的问题是一样的。戴维斯-莫尔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之所以陷入困境和受到抨击，是因为他们将两个理念混淆在一起了。一个理念是，他们认为，一部分人的报酬之所以高是因为这些社会位置在功能上比其他的更重要，他们还举例试图论证为什么某些社会位置更重要。这个理念最容易受到质疑。因为从分工的角度看，社会作为一个有机体，不同位置都在执行着自己的功能，缺一不可，究竟是“手”更重要还是“脚”更重要无法论证。另一个理念是，戴维斯-莫尔认为决定某个人或某个职位报酬的多少是有些原则的。比如，他们认为承担某种职位需要的训练成本高、训练时间长，那么，这种职位的报酬应该高一些。这个理念有道理。戴维斯-莫尔的问题是将两个原则混淆在一起，反而大大降低了论证的力度。

笔者认为，第二个理念是对的。马克思也说过，复杂劳动等于倍加的简单劳动。在分析收入差距、报酬差距时，从公正合理的角度看，确实要有一些原则能够说明为什么有些工作收入高、有些工作收入低。特别在我国，政府的管理功能比较强大，在制定收入分配政策时，应该有一些公正合理的原则。笔者认为以下四条原则比较重要。

第一，技术水平差别的原则。这一条原则最容易被接受。这与戴维斯-莫尔讲的训练成本原则、马克思讲的复杂劳动等于倍加的简单劳动的原则相似。当然，笔者所说的技术水平要更复杂一些，包括教育、训练、经验、实际工作表现、创造力、机敏程度等诸因素。凡是在这些因素上更复杂一些，技术上的要求更高一些，训练的时间更长一些，难度更大一些，则报酬就应该高一些。技术水平差别也决定了报酬的层级系列和层级差异。技术水平差别大的、差异复杂的、难易程度多元化的，级差和层级也应该相应大一些或多一些。

第二，责任差别的原则。所谓责任，应包括：对于人的安全的责任，对于物质财产的责任，对群体工作的指挥责任、监督的责任，对完成总体任务的责任等。权利与义务、责任与报酬是相对称的，享受权利就应该承担义务，享受权利多就应该承担更多的义务。同样道理，承担的责任大与报酬多之间，应该相互平衡。承担责任大，也就意味着一旦在责任上出现失误，那么受到的惩罚也应该比较重，这与高报酬也是对应的。

第三，劳动付出差别的原则。报酬、工薪收入应与劳动支出的多少相对应。当然，劳动支出有体力脑力之分。区分脑力支出多少的标准应包括：工作的复杂程度、工作的紧张程度和工作的变化性。区分体力支出的标准也应包括三方面，即劳动的轻重、工作的困难程度与工作的紧张程度。

第四，工作环境差别的原则。凡是工作的物质环境对人的身体不利的，都应该在报酬方面有所补偿。比如，野外作业、接触有毒物质、不利的工作场所、不利的劳动时间等，在这些环境中工作的人均应在工资、报酬上有所补偿。

当然，在实际的社会运行中，还有很多其他因素影响着收入分配。比如，上文讲的辛普森的影响人才供给与需求的因素。某一种人才奇缺，其市场价格就会上升，这并不能用分配原则的合理与不合理去解释。但在市场供需稳定的情况下，上述四条原则还是会发挥作用。如果社会实际的收入分配，完全违背上述原则，比如技术水平高的反而报酬少，责任小的反而报酬高，劳动付出多的收入比劳动付出少的收入还少，工作环境的损失得不到补偿，那么就涉及公正与不公正的问题了。

二 收入分配与社会公正

自从实行一部分人先富的政策以来，关于收入分配的公正问题一直是社会上最为热门的话题。从实际的收入分配情况看，改革30多年来，其格局确实也发生了根本变化。

第一，我们先考察一下纯粹客观的收入差距本身，特别是与改革以前相比，目前达到了什么样的状况。

如果采用国际上测量收入差距、贫富差距的通用方法——基尼系数来测量的话，就会看到这两方面确实有了很大的上升。关于改革开放以前的数据，笔者采用世界银行的材料——世界银行1979年在中国的调查数据证明，中国城乡合计的、居民家庭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数是0.33，我们可以将这个数据看做改革起点时期的贫富差距情况。后来的研究证明，基尼系数是一路攀升的。学者们引用比较多的数据，比如，到了1988年城乡居民家庭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数是0.382，这个数据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赵人伟教授和李实教授等调研的结果。1994年，笔者所做的数据证明，城乡居民家庭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数上升到0.434的水平。1996～1997年，笔者组织的一项全国调研证明，城乡居民家庭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数是0.4577。对于2004～2007年的情况，笔者比较了这期间做的一些调查（有的调查是全国的，有些调查是几个地区、几个省的），同时比较了国内其他几个单位的调查数据。笔者认为，21世纪的这个时期，我国城乡居民家庭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数达到不低于0.5的水平。当然，要再次强调，上述这些数据都是学者们的调研数据，而不是官方数据。学者们的这些数据都是在全国做的抽样，虽然抽样方法设计有所不同，但在调研方法上、调研设计上还是比较周全的。所以，数据还是可信的。当然，学者们的研究能力和财力毕竟有限，不像国家统计局那样在全国设有机构和调查网。中国官方的数据还是国家统计局做得比较权威。最近的情况表明，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与上述学者的研究数据已经比较接近了。根据2006年国家统计局的一项调研数据，中国城乡居民家庭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数是0.47。所以，对于目前中国大陆收入差距、贫富差距比较大的情况，人们基本上没有什么争议。

那么，中国大陆目前的收入差距从国际比较的角度看，是怎样的状况呢？应该说，我们是比较高的，但没有进入差距最高的分组。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统计资料，20世纪90年代，世界上基尼系数最高的10个国家是塞拉利昂0.629，巴西0.601，危地马拉0.596，南非0.593，巴拉圭0.591，哥伦比亚0.572，巴拿马0.571，津巴布韦0.568，智利0.565，几内亚比绍0.562。当然，从趋势上看，我们的上升速度是太快了，是朝向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的方向发展。

第二，我们分析一下，这样的基尼系数的内涵是什么，即在这样一种收入差距的格局下，收入等资源在真实的社会群体中是如何配置的。

笔者以为，差距比较大。首先反映为两种差距，一种是城市和农村的差距，另一种是区域、地区之间的差距。改革以前，我国城市和农村的经济差距原本就比较大，但近年来的数据反映出，目前的城乡差距比改革以前是大大上升。研究上一般采用比较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的人均收入和人均消费指标的方法。改革以前无论是人均收入还是人均消费，城镇居民均为农村居民的2倍多，而目前均为3倍以上。根据2006年的中国统计年鉴，2005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3.22倍，同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为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的3.11倍。当然，这里只计算了货币收入，如果将城市居民的非货币收入，包括在城市享受的医疗、教育、养老、社会保障、交通以及公共设施等方面的福利也计算在内的话，城市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均会大大上升，而农村居民则很少享受到这些福利；有计算认为，如果这样计算的话，目前城乡的差距能够达到7倍的水平。我们且不论这样的计算是否严密，从多数学者的研究成果看，普遍认为，目前城市的繁荣兴盛与农村的凋敝形成鲜明对比。区域、地区的差距也是如此。改革以来沿海省份、地区的富裕与西部、西北、西南的贫穷形成明显反差。中央西部开发战略的目标就是试图通过向西部注入资金来调整这种不平衡的局面，但由于沿海的资本利润率大大高于中西部的利润率，结果资金还是继续从西部向东部流动，区域的差距并没有缩小。

除了研究城乡和区域的差距，也可以通过分析社会上的主要阶级和群体，包括工人、农民、农民工、干部与官员、企业管理者阶层、知识分子与专业技术人员、个体工商户（中小工商业经营者）、私营企业主等，来展现基尼系数变化的内涵。如上文所示，邓小平同志在最初阐述允许一部分人先富的观点时，还特别提到了“一部分工人农民”先富起来的想法，30多年以后情况究竟如何呢？如果在农民内部作对比，确实有少数农民富裕起来了；如果在工人内部作对比，也有少数工人富裕了，但是，就农民和工人的总体而言，与其他阶层相比，他们在社会分层中的位置，相对是下降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陆学艺教授等，曾经提出当今中国社会有十大社会阶层，并用数据证明工人和农民分别排在第八位和第九位，而排在最后一名第十位的是“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这并不是一个有职业的群体，所以，就职业群体看，工人和农民是排在最后了。如果对改革30多年来所走的历程进行考察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工人、农民在收入分配中的位置曾经经历过前后两个不同阶段。在改革的第一个阶段，即20世纪80年代，工人、农民的收入曾经是明显上升的。由于改革从农村开始，农村引入市场机制，使得农民在改革的这个阶段明显获益，这种获益甚至导致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城乡差距一度缩小的局面。同样，在这个阶段，由于工厂、企业开始引入市场型的收入分配机制，采取奖金、包工、计件等机制，工人的收入明显上升，甚至超过脑力劳动者，社会上居然出现“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收入倒挂”的现象。然而到了改革的第二个阶段，即20世纪90年代以后，市场转型向高端产业演进，金融业、保险业、房地产业的市场化迅速发展，就连科研、教育、文化、医疗卫生也纷纷向市场经济转型，这时候，知识分子与专业技术人员、企业管理者阶层、工商业经营者、干部与官员等的经济地位明显上升，而工人农民的收入地位相对下降。笔者曾将这种变化表述为市场转型两个阶段的观点（李强，1996）。

那么，在这种利益调整的过程中，谁是经济收入中获益最大的群体呢？笔者曾在《当前中国社会的四个利益群体》一文中，使用“特殊获益者群体”的概念来涵盖包括民营企业家，各种老板，经理，工程的承包人，市场上的各种经纪人，证券大户，歌星、影星、球星等明星，以及与外资、外企结合的外企管理层、技术层等在内的高收入层。笔者认为，改革初期的那些“个体户”、“万元户”现在已经从这个集团中退出去了，现在这个集团里主要是大企业主、高层管理人员、外资企业的雇员、各种社会精英层等。总之，基尼系数的扩大，在社会阶级、阶层中表现为一端是一些巨富阶层的形成，另一端是广大工人农民的收入比较低下。在这里，如果有数量和比例巨大的中等收入层起到平衡器作用的话，社会分化就会受到制约。但笔者的研究证明，目前我国中等收入层或中产阶层比例又偏小，所以，中产阶级的欠缺导致社会分化的现象比较突出。

第三，对于影响收入分配的因素进行分析。

既然上文的结论是收入差距扩大，阶级分化突出，那么我们就要分析，原因是什么。我们知道，社会分层所要研究的两个基本问题，一是谁得到了什么，二是为什么得到。上文关于我国收入差距、阶层利益的说明，只是解释谁得到了什么，而更进一步的问题是，为什么得到这样的收入，是哪些因素在影响着经济资源在各阶级中的分布？

笔者对影响收入分配的因素或对为什么得到的问题提出过两个观点：第一是政治分层与经济分层的观点（李强，1997），第二是先赋因素与自致因素的观点（李强，2000b）。笔者提出，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的家庭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数比较低，原因在于，当时中国是政治分层为主的社会，一方面，政治运动直接影响着收入分配的基本格局；另一方面，当时政治地位比经济地位更重要，人们之间有较大的政治地位差异，政治地位具有重要的功能，政治斗争激烈，甚至存在较严重的政治歧视。所以，当时的社会分层差异主要表现在政治地位上，而没有表现在经济地位上。改革开放以后，政治地位的重要程度大大下降，而经济地位的重要程度却大大上升。因此，改革以来，社会分层结构的一个重大变化就是，中国从以政治分层为主体的社会转变为以经济分层为主体的社会，是经济上的不平等取代了政治上的不平等。所以，应该分清改革以前和以后社会分层内容的重大区别。改革开放以前，政治分层十分明显，政治不平等和政治歧视均比较严重。在市场引入以后，政治差别缩小了，但人们之间经济上的差别明显扩大，因此，取代政治不平等的是经济不平等。这也就是说，中国的分层差别一直就比较大，无论它体现为政治的不平等还是经济的不平等。由此，笔者提出，社会不平等是一种深藏在社会结构内部的社会群体之间的关系，政治分层与经济分层只不过是这种关系的不同表现形式。笔者认为，社会分层反映的是人群之间以及和人群占有资源之间的关系，当资源十分有限时，人群之间的关系必然十分紧张，社会不平等的程度也就必然较高，社会各群体之间的差距也就比较大。这种较大的差距既可以表现为经济方面的较大差距，也可以表现为政治方面的较大差距。

那么，笔者所说的先赋因素与自致因素的观点是什么呢？所谓先赋因素（ascribed factors），是指一个人与生俱来的、不经后天努力就具有的因素，比如人们不能选择父母，所以，家庭出身是先赋的，又如人们不能选择出生地，所以，城乡户籍是先赋的。所谓自致因素（achieved factors），指一个人通过后天努力而获得的因素，比如“教育水平、文凭”是人们通过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学习和通过考试获得的，“文化水平”是人们通过长期的文化积累而获得的，再比如职业是人们后天获得的等等。从这两个方面看，相比较而言，如果先赋因素更少一些，自致因素更多一些，那么，这样的收入就是较为公正的收入。改革以前，先赋因素对社会地位影响巨大，比如户籍、家庭出身对一个人生命轨迹的影响往往是决定性的。那时，个人要想提高收入，机会十分有限。一个人或者在人民公社当社员，或者在国有集体单位当职工，收入是否提高要看队里或社里的整体情况，或者要等待国家颁布涨工资的规定。这样的体制，本质上是打击了勤奋者的积极性，其结果是整个社会的生产效率低下。而改革以来，体制变革的基本趋势是，自致因素的作用逐步上升。我国近年来这方面的变化有很正向的作用。对我国最近一些数据的分析发现，在影响收入变化的因素中，个人本领的作用明显上升，非个人努力的因素作用下降，这是非常重要的积极因素。因为，后天努力的作用大了，会引导人们增强个人本领或重视个人实干，这显然会促进经济效率和社会活力。仅以受教育程度对收入的影响为例，即测量教育的收益率，一个人每多上一年学，将来工作以后与少上一年学的人比，收入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如果增加了，那么，增加了多少？前文已述，我们曾经出现过教育负收益的现象，这就是人们常说的“脑体倒挂”现象，即教育努力越多收入反而越低，这种教育负收益的现象曾经对社会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试想，如果越受教育收入越低，其结果是整个国民的教育水平将降低。经过二十多年的经济体制改革，教育负收益的现象终于被根本扭转，个人受教育努力的因素对于收入上升的影响越来越突出，教育的收益率正在逐步增加。如今“脑体正挂”的意义不仅在于它符合马克思说的“复杂劳动等于倍加的简单劳动”的原理，而且因为它最终会促进经济与社会的进步。从具体数据上看，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教育收益率逐年攀升的情况如下。1990年我国的教育收益率为2.43%，即每多上一年学将来可以多获得2.43%的收入。1991年为2.64%，1992年为2.91%，1993年为3.64%，1994年为4.30%，1995年为4.81%，1996年为5.37%，1997年为5.94%，1998年为6.51%，1999年为8.10%，到2003年已经上升到9.3%的水平（李实、丁赛，2003；刘精明，2006）。虽然与美国12%的教育收益率比还有一定差距，但上升的速度确实惊人，已经在逐步逼近美国的水平。这确实是非常重要的社会进步，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从以上两方面影响收入分配的因素看，改革以来显然具有合理化的趋势。所以，在分析改革以来收入差距扩大的问题上，不能否定收入分配变迁的正功能。正是由于此种正功能，中国经济持续30年高增长。当然，30多年来，影响收入分配的因素并不都是合理的，收入差距扩大也存在很多不合理的因素，这就涉及下文探讨的收入分配不公问题。

第四，关于公正与不公正的问题。

其实，全部功能主义分层理论所要解释的最为核心的问题就是，社会分层是公正的还是不公正的。笔者在这里使用的概念是公正与不公正，而不是公平与不公平，主要是为了避免歧义，对此，本书第一讲第一节已经作了辨析。回顾中国改革30多年来所走的道路，可以看到，在影响社会分层、收入分配的各种因素中，公正与不公正两个方面的因素都存在。在上述第三点中，笔者较多地阐述了公正、合理的因素，那么，什么是不公正、不合理的因素呢？按照上文所阐述的理论框架，所谓收入分配中的不公正、不合理有两种观察角度。一种是上文所说的先赋因素与自致因素，即如果收入的高低主要是由于先赋因素的作用而不是靠自己努力，那就是不合理的，反之，如果收入的高低主要是由于自致因素的作用，那就具有合理性。当年邓小平在阐述一部分人先富观点时说的是“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这里的“辛勤努力”就是自致因素，其观点与笔者的这个视角一致。上文所阐述的第二种观察角度是笔者提出的收入分配上的四条原则：技术水平差别的原则、承担责任差别的原则、劳动付出差别的原则和工作环境差别的原则。即凡是符合这四条原则的收入分配就是合理的、公正的，如果与之抵触，则是不合理、不公正的。其实，这两种观察角度是一致的。先赋因素与自致因素的观察角度是一种宏观的框架，而上述四条原则是微观角度，两者的结合就可以解释收入分配上的合理与不合理，即，首先在大的框架上分为先赋因素与自致因素。一般来说，先赋因素影响的收入分配是不合理的，而自致因素具有合理性。但并不是所有自致因素都是合理的，只有符合上述四条原则的自致因素才是合理的、公正的。

那么，按照上面两种视角的结合，什么是当前收入分配方面最突出的不合理、不公正现象呢？笔者以为最突出的是两种，一种是依靠垄断、寻租、设租、批件而获得的财富、收入，另一种是贪污腐败、利用公共权力为个人或小集团谋取财富、收入。先看第一种，迄今为止，我国行业垄断现象还比较突出。一些垄断行业或企业，依靠公共权力控制市场，排斥竞争，垄断价格，从而获得超额利润，又将因垄断获得的超额利润转变为本集团内部成员的收入，这种收入具有很大的不合理性。再比如，一些具有很大公共权力的单位，通过政府批件获得划拨的本属于公共财产的土地，再将土地上建筑的房屋低价出售给自己单位的成员，成为他们个人的财产，这里实际上是转移了公共财产。总之，在这里，财富、收入的获得，都不是因为职工辛勤努力工作，而是靠先赋的因素，同时也是与笔者提出的四条原则相抵触的，所以是不公正、不合理的。再看第二种，贪污腐败的致富，这里的不合理、不公正一目了然。上述两种现象都是不合理、不公正的，都是利用了公共权力，为少数人获利。但是，两者性质不同，第一种是合法的，而第二种是不合法的。第二种贪污腐败的致富，不合法的致富，违法地获取财产，其不公正的性质毋庸置疑，所以，一经发现就可以绳之以法，依法惩处。但第一种不公正，情况却比较复杂。利用公共权力依靠垄断的致富，寻租、设租的致富等，具有很大的迷惑性，因为从规定上看，它常常没有违反法律法规，其所依据的规则往往也是政府正式颁布的，这就涉及合法但不合理的问题。在我国体制改革、社会转型时期，这种合法但不合理的收入分配问题比较突出，这就涉及制度法规本身的不公正问题，只有靠推进制度法规的变革才能解决。但更为深层次的问题是，这些制度法规往往与社会上某些集团的利益直接相关，如果变革这些规则，就会使这些集团的利益受损，所以改革就变得十分困难。这种现象不独在中国有，在其他很多国家也有。而对于这种现象，功能主义理论往往强调现存制度法规具有发挥正功能的一面，往往从维护现存制度的角度予以解释。这往往还涉及精英集团、政治权力、意识形态与现存制度的相互关系问题，所以，变革确实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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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讲 阶级结构的测量：赖特模型与戈德索普模型

所谓测量阶级结构，就是用数量化的、指标化的方法，描述和分析社会的整体阶级结构和各个阶层的状况。传统上，对于社会分层的状况多是采用定性的方法研究和分析。比如，马克思在《1848～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文中就是用定性的方法分析了法国社会的阶级结构和各个阶级的状况，剖析了法国的金融资产阶级、工业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咖啡店和餐馆的主人、酒店老板、小商人、小店主、小手工作坊主）、农民阶级、无产阶级、游民无产阶级等等。马克思虽然勾勒出了当时法国社会的阶级结构，但是对于各阶级并没有做出数量的分析。这是因为150多年前，无论是统计资料还是统计手段都还没有能够提供数量分析的充分条件。20世纪中期以来，统计资料和统计方法的不断拓展，尤其是计算机技术的革命性变迁，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科学中的量化研究。一些社会分层的研究者应用和发展各种量化研究技术，对社会分层结构、阶级结构进行测量，提出了一些新的理论模型和方法模型。

在社会分层研究中，对于阶级结构的测量和量化分析，当然具有很重要的意义。通过测量，人们可以获得各个阶级人数、比例的准确数据，可以细致分析各个阶级、阶层的力量对比，可以比较准确地描述阶级结构的整体形态，可以发现阶级结构的细微变化，还可以预测阶级结构变化的趋势。

当然，对于阶级结构的测量并不仅仅是测量方法的问题，这里面也有理论问题。因为要想测量阶级结构，首先要定义什么是阶级。对于阶级、分层的不同定义，会形成不同的理论模型和方法模型。在这方面，最重要的两位社会分层的理论家是美国教授赖特和英国教授戈德索普，他们分别提出了两种不同的社会分层模型。本讲就是对这两位学者的社会分层理论和社会分层模型的介绍和分析。由于赖特的观点在新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所以，第一节偏重于介绍他的理论贡献，第二节和第三节则偏重于介绍赖特和戈德索普的阶级测量。

第一节 赖特的社会分层理论

赖特（Erik Olin Wright）是新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的最重要代表，本书第三讲介绍新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时提到过他的名字。之所以没有将赖特放在第三讲中介绍，笔者是为了突出他在阶级测量、阶级模型方面的贡献，放在本讲中还可以与戈德索普的阶级测量和阶级模型相互比较。赖特提出的是新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模型，而戈德索普提出的是新韦伯主义的阶级模型，所以，两者的比较很有意义。

赖特于1947年2月出生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伯克利（Berkeley），这里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在文化属性上，属于美国与主导意识形态相抗衡的激进主义的大本营，这与具有反叛精神的新马克思主义立场十分相近。此外，2007年暑期赖特访问北京时曾谈到，他自己出身于低收入家庭，这种家庭背景也对他的马克思主义立场有影响。赖特1964～1968年在美国哈佛大学读本科获社会研究（Social Studies）学士学位，而后到英国牛津大学读研究生，于1970年获历史学硕士学位，最后又回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攻读博士，于1976年获社会学博士学位。赖特当大学生和研究生的年代，正值美国民权运动、反战运动的高潮，所以，他也深受当时激进主义思潮的影响。在理论方面，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分析的基本范畴。他自己在评价这段时期的学习和研究时说：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到资本主义国家理论，理所当然地被看做出发点，“当时我们满怀极大的热情和兴奋，所有人都觉得自己牢牢把握住了真理”（赖特，2006：2）。

1976年起，赖特到坐落在麦迪逊（Madison）的威斯康星大学（University of Wisconsin）社会学系任教，该社会学系在美国社会学学科排名中历来名列前茅。赖特先是任助理教授，1980年升为副教授，1983年，他33岁就已经荣任正教授。在评价这段事业的成功经历时，赖特还是很有批判精神地分析说：“在从研究生到终身教授的转变过程中，我也陷入了一系列极具诱惑的荣誉之中。我关于阶级的研究带来了一系列高额经费，这些经费不仅支付了我的部分薪水，而且使我能够从教学中腾出时间进行写作。随着我的名声日渐显赫，我获得了无数到世界各地去旅行和演讲的机会。我所在的社会学系和威斯康星大学给了我可观的报酬。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者和阶级分析学者，我不敢断言所有这些对我没有产生影响，我也不敢断言，面对自由民主的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殷实的大学教授职位所带来的安逸舒适的生活，单凭我的意志就能够彻底抵制诱惑。”（赖特，2006：3）不过，如果综观赖特的全部论著，就可以发现，他确实一直保持着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精神。

赖特的著述颇丰，围绕的主题是阶级与分层。他1976年完成的博士学位论文于1979年发表，题为《阶级结构与收入决定》（Class Structure and Income Determination
 ），探讨阶级结构怎样影响收入资源的配置。这个主题几乎贯穿他此后的全部研究。直到最近，2007年7月，他到中国大陆来作学术演讲，演讲的主题听起来与阶级分析毫无关系，是一个很古怪的题目：“真实的乌托邦”；但是，如果细心考察其核心内容，就会发现他讲的仍然是在决定资源配置中，国家权力、经济权力和市民社会是如何发挥影响和决定作用的。此外，赖特关于阶级分析的著作还有：1978年由左翼书店出版的《阶级、危机与国家》（Class，Crisis and the State
 ），1985年出版的《阶级》（Classes
 ），1990年出版的《关于阶级的争论》（The Debate on Classes
 ），1994年出版的《审视不平等》（Interrogating Inequality
 ），以及1997年出版的《阶级总计》（Class Counts：Comparative Studies in Class Analysis
 ），等等。

对于赖特的著作，国内早就注意到了。早在1981年，国内学者王宏周就翻译了赖特关于阶级研究的一些论文，刊印在当时国内的一份内部刊物《马克思主义研究参考资料》上。目前，国内完整翻译的赖特的著作有两种：一本是他1985年出版的《阶级》，另一本是他1997年出版的有关阶级理论总清点的著作Class Counts：Comparative Studies in Class Analysis
 ，中译本题目为《后工业社会中的阶级：阶级分析的比较研究》。其实，这本书中译本的书名并不符合作者的原意，因为作为新马克思主义代表的赖特历来是批判后工业社会理论的。

赖特的主要思想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 对马克思主义阶级概念的解析

赖特的研究从考察和反省马克思的阶级概念开始。我们知道，马克思从来没有明确提出阶级的定义，这样，新马克思主义首先就面临如何理解马克思所说的阶级的问题。赖特认为，马克思是从两种意义或在两个层次上使用阶级概念的。第一种是在抽象结构的意义上使用阶级概念，即从生产方式的层次上分析阶级，并因此描述了资本主义两极分化的阶级关系图，同时对历史上奴隶主与奴隶、封建领主与农奴的分析也是从抽象的意义上、从生产方式的层次上讲的。另一种是在具体形态的层次上使用阶级概念，关注的是人们组织成集体来参与斗争的方式，关注的是有组织的社会力量之间的相互作用。比如，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对各个阶级、阶层之间的斗争以及与政权之间关系的分析，就是在具体形态的层次上使用阶级概念。赖特认为，马克思的上述两种阶级概念之间，并没有系统的联系（赖特，2006：8～9）。

赖特又进一步将马克思的阶级概念两层次，扩展为阶级分析的三个层次，即抽象程度的三种层次，从最高的抽象到最低的抽象。最高的抽象层次是生产方式：“这里阶级被当作社会生产关系的纯粹形式而加以分析，每一个阶级都体现着一种特殊的剥削机制。”（赖特，2006：11）中间层次是“社会形式”，指对于生产方式之下的特定的社会所进行的分析。在这里，社会是一个分析的单元，比如分析具体社会中各阶级之间的冲突或联盟。最后一个分析层次是“具体事态”（concrete conjuncture），指对社会中具体制度细节的分析，比如对工会、政党构成、社会运动的阶级分析。

在提出上述抽象程度三个层次阶级分析的同时，赖特还将阶级分析的对象分为阶级结构与阶级形成两个方面。阶级结构（class structure）是个人或家庭参与其中的社会关系的结构，这种结构决定着人们的阶级利益。阶级结构界定了社会位置、社会地位的体系，而个人或家庭占据着这些位置或地位（赖特，2006：11）。赖特的所谓阶级形成（class formation），指阶级形成的全过程，即阶级成员以阶级利益为基础而形成群体、组织的过程。对于阶级结构和阶级形成这两个概念及其相互关系，赖特在1985年的《阶级》一书中表述得还不是很清晰。后来在1997年的著作里，他对阶级结构与阶级形成的概念及其关系又作了新的阐述。

上述的阶级分析抽象程度的三个层次与阶级分析的对象的两个方面，交叉在一起就成为六个方面，赖特用下表来显示阶级分析的六个重点（赖特，2006：10）。

表7-1 阶级分析的理论对象和抽象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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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提出了矛盾阶级地位论

任何一种社会理论都是特定历史背景的产物，那么，赖特提出“矛盾阶级地位论”是在什么样的历史背景下呢？我们知道，到了20世纪70年代，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结构已经发生很大变化，马克思所阐述的简单两极分化的社会结构理论已经与当时的社会现状相去甚远。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结构的研究中，最令马克思主义学者困扰的问题就是“中间阶级”的问题。而正是在研究这个问题时，赖特提出了矛盾阶级地位的观点。

为了更好地理解赖特的矛盾阶级地位论，让我们先看看当时的新马克思主义派别为解决这个问题提出过哪些思路？

第一种是简单的两极分化的观点。该观点坚持传统马克思主义的解释，认为这些处在中间地位的所谓“中间阶级”只是一种假象。从本质上看，受雇的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并不拥有自己的生产资料，也是靠出卖劳动力为生，所以，也属于无产阶级或工人阶级。如果说有所不同的话，它也只不过是无产阶级中的一个特殊阶层。当时，主张这一观点的有查尔斯·洛伦（Charles Loren）、佛朗西斯卡·弗里德曼（Francesca Freedman）、詹姆斯·贝克尔（James F.Becker）等人。比如，按照洛伦的估计，当时美国人口中，大约90%都是工人阶级，8%是小资产阶级，2%是资本家阶级。此外，本教材第三讲介绍的布雷弗曼也属于这一派。

第二种是新小资产阶级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各种专业技术、管理方面的雇员属于小资产阶级的范畴，但他们与小商人、小手工业主等传统小资产阶级有所区别，所以称为新小资产阶。新小资产阶级论又分为两派，一派叫做技术证书新小资产阶级论，另一派叫做非生产劳动新小资产阶级论。技术证书新小资产阶级派认为，智力劳动者占有技术证书，后者也是一种财产。智力劳动者占有这种特殊形式的财产并因此获得相应收入，但由于他们不雇用他人，因此属于小资产阶级。持此种观点的代表是朱达·希尔，该观点其实与前述第四讲吉登斯的三种市场能力与三个阶级的观点有些相近（赖特，1981：39）。非生产劳动新小资产阶级派的最主要代表是希腊学者普兰查斯，本教材第三讲曾介绍他的阶级理论。普兰查斯认为，非生产劳动不创造剩余价值，不创造剩余价值者在剥削关系中就不属于无产阶级或工人阶级一方，因此，所有从事监督劳动、脑力劳动的人，甚至商业劳动者，都不属于工人阶级。普兰查斯认为，考虑到这些人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倾向，以及他们不同于传统小资产阶级的情况，可以将他们定位为新小资产阶级。

第三种是“新阶级”观点，认为这些新的雇用劳动者与工人阶级、资本家阶级、小资产阶级都不相同，构成了一个新的阶级。其代表人物是巴巴拉·埃伦莱克（Barbara Ehrenreich）与约翰·埃伦莱克（John Ehrenreich），他们认为，这个新阶级可以称作“专业—管理阶级”（PMC）。该阶级由那些依赖薪金生活的脑力劳动者构成，这些人不占有生产资料，他们在社会劳动分工中的主要职能，可以广义地解释为再生产资本主义的文化和资本主义的关系。这个阶级有自己专门的组织：各种专业联合会；有自己的意识形态：专家治国论（赖特，1981：46～47）。

第四种是卡切蒂的三种标准阶级地位观点。卡切蒂（G.Carchedi）在1977年出版的《社会阶级的经济认同》一书中，从所有权、剥夺权和职能因素三种标准出发，来确定阶级地位。第一个标准，经济方面的所有权，是大家早已熟知的。所有权区分了以往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但是对于当代资本主义不灵验了，它不能区分工人阶级与新中间阶级的差异。于是，卡切蒂提出第二个标准——剥夺权，指剥夺他人的剩余价值或被他人剥夺，而新中间阶级总的来说处于既剥夺他人也被他人剥夺的地位。卡切蒂还将新中间阶级分成上层、中层和下层，上层剥夺他人多一些，而下层剥夺他人少，而被剥夺多一些。第三个标准是职能因素，即分析处在生产关系内部特定地位上的阶级所完成的职能是什么。卡切蒂认为在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生产关系位置上的职能分化为两种：完成总体资本的职能和完成总体工人的职能。那么各个阶级在完成什么职能呢？垄断资本家、高级行政人员、高级管理人员的职能很清楚，是完成总体资本的职能；工人阶级的职能也很清楚，是完成总体工人的职能；而新中间阶级则是脚踏两只船，既完成总体资本的职能也完成总体工人的职能，其上层主要是完成总体资本的职能，其下层主要是完成总体工人的职能（赖特，1981：48～49）。卡切蒂的理论有两个特点，一是划分阶级的标准是三重的，二是认为新中间阶级处在矛盾的阶级地位上，这两点都与赖特的立场相似。赖特认为，卡切蒂的分析与自己的最为接近。

第五种是中间阶层论，即将处在中间状态的不便归属的群体简单地标以“中间阶层”而不是中间阶级。赖特认为，这不过是一种临时解决方案，等于放弃了阶级的归属。

在对上述理论全面分析、反省、批判的基础上，赖特提出了矛盾阶级地位论。

赖特的矛盾阶级地位论观点，最初发表在1976年出版的《新左派评论》上，后来又有多篇论文加以论证，而最为全面的阐述是在他1985年的《阶级》一书中。

赖特首先要解决的是划分阶级的标准，即根据什么标准区分阶级位置？赖特提出的区分标准是三种控制权。第一是对金钱资本或投资的控制权，即控制流入生产或流出生产的资金。第二是对物质资本或物质生产资料的控制权。第三是对劳动的控制权，即对生产中的直接生产者劳动活动的控制。从这三种标准看，资产阶级、资本家是拥有三种控制权的，所以阶级地位十分清楚，没有矛盾。工人阶级是完全不拥有这三种控制权的，阶级地位也十分清楚，没有矛盾。纯粹的小资产阶级（不包括小雇主）对金钱资本和物质资本有控制权，但没有对劳动的控制权，其阶级地位也是清楚的，没有矛盾。

但赖特发现，控制权并不都是非此即彼的关系，也有很多处在中间状态的情况。这样，赖特就将控制权分成四个级别：全部控制、部分控制、微量控制、没有控制。由于有四种程度的不同，问题就复杂化了，出现了又控制又不控制的情况。复杂的问题还在于，在上述三个基本的阶级之间，存在一些群体，处在既占有又不占有、既控制又不控制的位置，或者是部分占有、部分控制的位置，所以是一种矛盾的阶级地位。这里面主要有三组群体：第一，在资本家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是中高层经理、技术管理者、工头、监督人员等，他们或者有对金钱资本、物质资本的部分或微量控制权，或者有对劳动的部分或微量控制权，因此是一种矛盾的地位。第二，在工人阶级与小资产阶级之间，有一些半自主的雇员，他们虽然对金钱资本和劳动没有控制权，但对物质资本却有微量控制权，所以，也是一种矛盾地位。第三，在小资产阶级与资本家阶级之间，有一些小的雇主，雇有一些员工，他们与纯粹的小资产阶级不同，除了对金钱资本和物质资本有控制权外，对劳动也有微量控制权，因此，也处在矛盾的地位上。

赖特说：“它们之所以是矛盾的位置，是因为它们同时具有两个不同阶级的关系特征。结果就是，它们和两个不同的阶级共享了相同的阶级利益，但同时也有不同于任何一个阶级的利益的自我利益。”（格伦斯基，2005：89）

于是，当代资本主义的阶级结构就被描述为图7-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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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1 当代资本主义阶级结构

赖特提出矛盾阶级地位论，直接的作用与上述五种理论一样是试图对现实的中间阶级问题给予马克思主义的解释。从理论上看，矛盾阶级地位论解释了社会基本阶级之间的处于中间状态的群体，解释了主要阶级之间是如何连接的，提出了阶级的中间连接（inter-connected）；提出了阶级关系是多向度的（multidimensional），而不是只有一个向度；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提出了多元的阶级标准，提出了三种控制权。

同时，他也提出了一些有意义的问题。比如他发现，占有与支配是不一样的，不占有也可以支配。过去，我们重视所有权，以为只要解决了所有权，就可以解决其他问题。但实际上，所有权与控制权和支配权可以是分离的，没有所有权也可以有控制权和支配权。比如，我国过去的单位分房子，职工分到的房子并没有所有权，但却有着重要的控制权和支配权，这种控制权和支配权不亚于所有权。这里面的矛盾一直延续到城市房屋体制改革以后的今天，一些房子虽然就所有权来说还属于单位，但如果不经过有着控制权和支配权的职工的同意，单位休想改变房屋用途。赖特指出，这种支配和控制的程度也有差异，至少可以分成四种不同程度，于是就形成多元地位群体。所以，就我国的情况来说，工人虽然都叫职工，但根据他们的控制权和支配权的不同，也可以区分为不同地位。

赖特还将他的矛盾阶级地位论推广到不同生产方式、不同社会类型的解释上去。他认为，任何社会都有处于中间状态的阶级，因此也都符合矛盾阶级地位的原理。比如，在封建主义生产方式的社会，基本阶级是领主和农奴，而当时的资产阶级处在矛盾阶级地位上。在资本主义社会，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是基本社会阶级，管理者、专业技术者处在矛盾阶级地位上。而在政府主导型社会主义国家，官员与工人是基本社会阶级，而知识分子成为处于矛盾阶级地位的群体。

当然赖特也意识到自己矛盾阶级地位论的不足，在1985年的《阶级》一书中他也剖析了该理论的缺陷。

三 多元剥削理论与阶级分类模型

在提出矛盾阶级地位论的基础上，赖特又进一步建构了阶级分析的一般框架。赖特提出了有四种资产和四种剥削机制的理论，并用此种多元资产和多元剥削理论建构了新的阶级分类模型，大大发展了矛盾阶级地位的模型。该理论的提出以及赖特的很多观点，都脱离不开当时赖特与经济学家约翰·罗默（John Roemer）的讨论和争论，特别是对罗默的著作《剥削和阶级的一般理论》（A General Theory of Exploitation and Class
 ）一书的剖析。此外，到赖特1997年的著作《阶级总计》中，观点又有所发展。赖特论证的特点是经常变化和发展，赖特也常常对自己的观点进行反思和批判。所以，不同著作有不同归纳，甚至在同一著作中，赖特的观点也有变化。正因为如此，对于赖特的多元剥削思想也有不同的归纳，有的归纳为三种资产和三种剥削机制理论，但笔者以为还是归纳为四种资产和四种剥削机制理论比较合理。由于赖特的原论证比较繁琐，笔者特去繁从简，下面仅对他的观点作一概括。

剥削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概念。什么是剥削呢？赖特认为，“剥削将被定义为一个阶级的劳动成果被另一个阶级经济压迫性地无偿占有”。这里面有两个概念：经济剥削与经济压迫，两者是不一样的。如果只是单纯的经济压迫，被压迫者死亡了也可以不影响压迫者的物质利益，而剥削则是将剥削者与被剥削者的利益捆绑在一起，剥削者的福利依赖于被剥削者的劳动（赖特，2006：78～80）。赖特认为阶级的基础或剥削的根源在于对资源、资产的占有或有效控制。他认为有四种资产并由此产生四种剥削关系。

第一种资产是物质生产资料，这是马克思主义最频繁讲到的资产。虽然赖特在前面提出三种控制权的时候，曾经区分了金钱资本（或投资资本）与物质生产资料资本的不同，但他后来又论证说这种区别不是很大，他还是更重视物质生产资料这种资产（赖特，2006：53）。资本家占有物质生产资料，而工人不占有，于是受雇于资本家，受到剥削，这是马克思主义通常讲到的剥削机制。

第二种资产是劳动力。正如在后面表7-2中显示的，在封建社会里，劳动力是不平等分配的首要资产。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虽然劳动力不是不平等分配的首要资产，虽然工人控制着其自身的劳动能力，但一旦工人将劳动力当作商品出卖给资本家，就变为受雇者，受到雇用一方的管理和监督，受到剥削。赖特还提出“可售劳动力”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不是任何一种劳动力都可以出售，只有生产需要的劳动力才具有经济价值，而技术使工人的劳动力变得可以出售，所以，获得技术就成为关键。但是，因为底层阶级被排斥在技术之外，他们的劳动力就不能出售，所以他们就永远处在底层位置上。

第三种是组织资产。赖特认为，马克思和亚当·斯密都认为技术分工也是一种生产力的源泉。生产过程得以组织起来的方式就是一种生产资源。作为复杂劳动分工下生产者之间协同合作的条件，组织本身就是一种生产性资源。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组织资产通常是由管理者和资本家控制的，而在中央集权的社会，组织资产呈现出大得多的重要性。对组织资产的控制不再仅仅是企业层面管理者的任务，它延伸到国家的中央计划机构。组织资产与职权、等级关系密切，赖特认为，运用组织资产的行动就是对劳动技术分工本身的控制。他说，如果组织资产被不平等地分配，就会导致某些地位比其他地位拥有较多的对这种资产的实际控制，那么这种资产带来的社会关系就呈现权力等级的形式。在这里赖特仍然认为，这种权力本身并不是资产，组织才是通过权力等级所控制的资产（赖特，2006：80～81）。

但是，到了1997年作为集大成之作的《阶级总计》中，赖特放弃了组织资产的概念，而是直接使用“权力维度”的概念，作为阶级地位区分的标准之一，所以，到这里，他与韦伯的三元分层已经大大靠近。当然，赖特强调，他所说的阶级关系中的权力，一方面具有统治的职能，另一方面涉及对剩余的占有关系，这样，他与韦伯的看法还是不一样的。

第四种是技术资产，即技术/资格证书也是社会中一种不平等分配的财产形式。而技术资产的基础是技术证书，因为各种各样由法规认定的技术证书限制了技术或技术专家的供应量。而拥有证书的专家在生产中控制他们所拥有的技术知识，并凭借这种技术统治从生产中无偿占有部分剩余价值，这就是所谓技术剥削论。其实，赖特也很矛盾，一方面，他认为，技术资产的所有权可能在市场交换中成为剥削的基础；但另一方面，他又认为，技术并不能直接转化为资产，技术专家可能与非专家具有不同的利益，但说他们是另一个阶级理由并不充分。所以，对于使用技术资产的维度来测量阶级，他自己也并不满意。但他又认为，技术/资格证书资产在对中间阶级的分析中有重要作用，所以最终还是采纳了。他的思路是，可以将技术剥削当作阶级内部分类的基础，同一阶级在阶级关系内享有共同地位，但在剥削方面却占据不同地位（赖特，2006：96～97）。他认为，对比于其他的统治和剥削，技术统治和技术剥削作为一种阶级力量要弱得多。在这里，赖特真的陷入了理论的困境，因为一方面，他论证指出了剥削是马克思主义阶级理念的核心，剥削反映了阶级对立的本质；另一方面，在技术资产、技术剥削理论中，他又论证技术剥削是如何弱化，不显示阶级对立，只是反映阶级内部的关系。他的上述说法就自相矛盾。

此外，赖特承认组织资产与技术资产也很容易混淆。组织资产也可以被视为仅仅是技术资产的一种特殊类型，即一种管理的技术。他说这是两种以技术为基础的剥削（skill-based exploitation）：一种通过对特定技术劳动力数量的供给加以限制的机制而产生，另一种围绕工作、生产的组织本身而形成（赖特，2006：96）。

以上就是赖特四种资产和四种剥削机制的理论。那么，这四种剥削机制相互之间是什么关系呢？他认为是两个方面，一方面，任何一种剥削机制的功效都是独立于其他剥削机制的，另一方面，不同的剥削机制严格地具有相加的效果（赖特，2006：98）。尽管理论上还存在很多漏洞，但赖特还是以四种资产理论、四种剥削关系理论为基础建立了阶级分类的基本模型。参见图7-2（赖特，200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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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2 赖特阶级分类的基本模型

在图7-2中，首先根据物质生产资料的拥有与否，区分为左边的所有者阶级与右边的非所有者阶级，左右之间用断开的框来区分，表示这种区分非常重要，这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物质生产资料拥有与否具有首要意义的观点。左边框内的三个所有者阶级为：资产阶级、小雇主和小资产阶级，区分他们地位的标准是劳动力资产，即雇员的多少，分别为雇用许多、雇用少数和不雇用，从上到下排列。右边九个是非所有者阶级，其地位通过组织资产和技术资产来区分，从最左上角的既有充分组织资产也有充分技术资产的“专家经理”，直到右下角的既无组织资产也无技术资产的“非技术工人”。两者之间是处于中间状态的各群体，包括担任不太高管理职务的专家、没有任何管理职务的专家、担任较高管理职务但仅有半资格技术证书的管理者、半资格技术证书的监督人员、没有任何管理职务的半资格技术证书工人、没有资格技术证书但管理职务较高的人、没有资格技术证书的监督者。

赖特又进一步将这种多元剥削理论应用到阶级与剥削的一般理论，用来解释各个历史时期的阶级、不平等分配和剥削机制（见表7-2）。

表7-2 资产、剥削和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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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阐释了阶级位置、阶级结构、阶级形成、阶级意识与阶级斗争之间的基本关系

马克思的一个基本观点是认为阶级结构是基础，最终会决定阶级的行动和阶级的斗争。但由于当代西方发达国家并没有产生如马克思所预言的重大阶级斗争，于是，马克思的这个理论也常常受到质疑。

赖特试图从理论上回答马克思主义遇到的这个难题，赖特认为自己是同时在微观和宏观两个层次上进行分析的。

第一，在微观层次上，他使用的概念是阶级位置、阶级意识和阶级实践。什么是阶级位置呢？他解释说：“我将把‘阶级位置’这个术语作为在阶级关系的结构中个人（有时是家庭）位置的微观层次概念来使用，而同时用‘阶级结构’术语作为在某种更加宏观的分析层次上阶级关系的整体组织的概念。”（赖特，2004：385）他举例说，比如，经理处于管理阶层的位置，他就被嵌定在一套特定的互动模型中，他可以对下属发号施令或监督下属，下属也会服从命令。赖特还将阶级位置区分为：直接阶级位置与间接阶级位置。间接阶级位置是一个人通过某种关系而与阶级联系起来，家庭纽带是间接阶级位置的最主要依据，当然社团等也会起到纽带作用。

关于阶级意识，他说：“我将用阶级意识概念去指个人的特定方面。因此，意识将作为一个严格的微观概念来使用。”（赖特，2004：389）他认为，意识是个人心理现象，阶级意识影响一个人的行为选择，而集体无法思想、无法思考，所以他认为阶级意识不是宏观概念。在这里之所以特别强调是“阶级”的意识，是指有两重含义。其一，意识的内容是阶级的，资本家信仰私有制，所以，对于私有制的愿望和信仰是阶级的内容。其二，意识对行为有特定的阶级取向的影响，这种取向与阶级的利益是一致的（赖特，2004：390）。

而“阶级实践是一个阶级的成员，为了实现（至少是部分地实践）本阶级的利益而利用阶级力量参加的活动。‘实践’在这个意义上意指活动是有意识的（即，它有一个有意识的目标）；‘阶级’实践意指目标是基于阶级的利益的实现”（赖特，2004：388）。赖特举例说，一个工人求职，在劳动力市场上出卖劳动力，与老板讨价还价商定工资，这是阶级实践。再比如，监工处罚操作失误的工人，或股东在股东大会上进行投票选举等，赖特将这一类阶级成员的个人行为、日常活动都视为阶级实践。

第二，在宏观层次上，赖特分析了阶级结构、阶级形成和阶级斗争。

赖特对新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的一个很重要贡献是区分了阶级结构与阶级形成。赖特所说的阶级结构本身并没有更多新意，赖特说，阶级结构主要是个宏观概念，指阶级组成的一个体系。当然，这里也要特别注意赖特的分析层次，赖特实际上从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次上分析［见表7-3（赖特，2004：382）］。这样，赖特的阶级结构可以在中观和宏观两个层次上分析，所以，阶级结构的宏观意义也是相对的。赖特举例说，一家公司可以具有特定的阶级结构，由老板直接指挥的公司与有董事会股东的大公司，其阶级结构是不一样的。阶级结构可以是整个社会的阶级结构，也可以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阶级结构。

表7-3 社会分析的微观与宏观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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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赖特的阶级结构并没有太多新意的话，“阶级形成”（class formation）概念则反映了赖特的创新。赖特解释说：阶级形成既是指阶级形成的过程也是指阶级形成的结果。“在两者情况下，该词都是指在追求阶级利益的阶级结构中集体组织的社会力量的形成。如果说阶级结构是通过阶级位置之间的对抗性社会关系来定义，那么阶级形成则是通过在阶级结构中的合作性社会关系来定义。”（赖特，2004：385～386）比如在非常团结一致的关系中，个人为群体目标而奋斗，就是阶级形成的表现之一。

赖特的贡献在于，找到了阶级结构与阶级斗争之间的关键环节——阶级形成，如果仅凭阶级位置所产生的阶级意识，个人之间的利益会是互相冲突的，所以就形不成群体的力量。而阶级形成是指形成一种群体的、集体的能力。有什么指标能够反映出阶级的形成吗？赖特认为，创立组织，比如政党、工会，是阶级形成的重要标志，因为这些组织可以将不同位置的个体成员联系成一种群体的力量。影响阶级形成的因素很多，比如种族、民族、性别、法律制度等都会发挥作用。而非正式社会网络、社会俱乐部、社会团体、宗教群体等，都会成为阶级形成的促成因素。赖特认为，阶级结构与阶级形成的区别，类似于马克思的自在阶级与自为阶级的区别。马克思没有阐释清两者的转化过程，而赖特的贡献是解释了两者之间的转化是怎样发生的。这就是下面讲的三种转化关系。

第三，赖特解释了无论是宏观模型还是微观模型，阶级各个要素之间转化的基本关系。赖特将其分为限制、选择和转变三种关系。所谓限制，就是一种要素对另一种要素的制约，不是说就完全控制了另一种要素，而是表现为对发生概率的影响。比如，阶级位置限制个人的阶级实践，一个地位低下的工人，能够贷款开办企业的概率是很低的。所谓选择，赖特说是“限制的限制”，什么意思呢？比如，阶级位置限制了阶级意识，而阶级意识又限制了阶级的实践，这就是限制的限制。那为什么要用“选择”一词呢？在微观层次上，选择是指个人采取行动要有一个思考、推断、判断以及受个人价值观影响的过程；在宏观层次上是指阶级的组织（政党、工会等）所采取的战略、策略、政策、措施的过程。而“转变”是指实践对结构的冲击，是反作用的意思，比如，一个人的阶级实践可以反过来影响、改变一个人的阶级位置。在宏观层次上，阶级之间的斗争可以改变一个组织或一个社会的阶级结构。

第四，赖特将其思想总结为微观模型和宏观模型。我们先看看他的微观模型，见图7-3（赖特，2004：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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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3 阶级位置、阶级意识和阶级实践关系的微观模型

图7-3阐释了一个人的阶级位置与他个人的阶级意识和阶级实践是什么关系。首先，一个人的阶级位置限制了他的意识。注意，这里使用的是限制一词而不是决定。我们通常爱说地位决定意识，赖特不同意，因为这里的影响只是一种概率，总有例外的情况，比如一个工人也可能在意识上更倾向于资产者。其次，一个人在受到地位制约的前提下，在特定阶级意识的立场上选择了阶级的实践行动。比如，一个失业工人，没有工资收入了，他选择的有可能是合法的实践：领救济金（如果有失业救济金的话）；也有可能是非法的实践：钱财犯罪。这里的所谓阶级实践对于阶级意识的转变，就上述例子看，如果该失业工人因犯罪而受到刑事处罚，这有可能使他变得更加疏离于主导价值观。最后是阶级位置与实践之间的关系，既有一个人的阶级位置会在概率上限制他的阶级实践的方面，也有阶级实践会反过来改变一个人的地位的情况。比如，一个工人因为要求提高工资，与资方发生矛盾，而被资方解雇，从就业者变为失业者，地位更低下（赖特，2004：395～399）。

在宏观模型中，赖特阐述了阶级结构、阶级形成与阶级斗争之间的关系。首先从大的集体、集团的角度看，阶级结构限制着阶级的形成，这种限制有可能是正向地促进形成，也可能是负向地阻碍形成。在此，赖特剖析了三个促进或阻碍阶级形成的要素（或机制）。第一个要素是物质利益，物质利益是促进或阻碍阶级形成的首要因素。比如，在本讲前述图7-2展示的赖特阶级分类基本模型中，与“非技术工人”距离近的“非技术监督者”、“技术工人”，由于他们的物质利益接近，就比较容易形成一个阶级。而距离远的“专家经理”，与“非技术工人”物质利益很不一致，就不容易形成一个阶级。第二个要素是“认同”，阶级结构制约着群体及个人之间的认同，只有认同了才能形成阶级。当然，民族、语言、宗教等也会影响认同。第三个要素是“资源”，指人力、财力等。各个政党为了争取更多的支持者以建立自己的联盟，往往需要付出很多的人力和财力。

其次，阶级形成既选择阶级斗争，又受到阶级斗争的影响。赖特认为这突出地表现为作为阶级形成标志的政治组织，它们可以选择不同形式的阶级斗争。而这些组织采取什么样的组织形式，比如集权的还是分散的，也会影响它们的斗争形式。反过来，阶级斗争又会转变阶级形成，阶级斗争常常可以改变阶级组织的环境和条件，从而也改变组织本身，阶级的政治组织本身也是一种斗争的结果。

最后，阶级斗争与阶级结构的关系。阶级结构必然限制和制约着阶级之间的斗争，因为，有了结构，存在着这些阶级，才可能形成它们相互之间的斗争；如果这些阶级本身就不存在，哪里会有这些阶级之间的斗争呢。再者，如果阶级结构处于一种严重分化的局面，阶级斗争就会频繁和激烈。反过来，阶级斗争的一个很重要目标就是要改变阶级结构。阶级斗争改变了物质利益结构和分配关系，这也就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阶级结构。关于宏观模型的图示，参见图7-4（赖特，2004：400～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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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4 阶级结构、阶级形成和阶级斗争的宏观模型

总之，赖特的微观模型和宏观模型还是有很多新思想、新观点的，他的论证大大细化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地位与阶级意识、阶级结构与阶级斗争的理论。赖特根据当代的社会状况，对阶级位置、阶级结构、阶级形成、阶级意识及阶级斗争等等，做出了新的阐释。

第二节 赖特阶级分类模型的应用

就在赖特刚刚形成自己矛盾阶级地位论的时候，很幸运，他自1979年起，获得了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以及其他一些基金会的资助，从事关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不平等、阶级结构等问题的研究。这样，赖特就有机会对自己提出的阶级概念给出操作化定义，运用经验调查数据来检验自己的理论。赖特认为，这很重要，因为此前他的研究只能依靠别人的二手数据，而由于阶级分类的标准不一样，二手数据很难验证自己的假设。

自1979年开始，赖特实证研究的范围越扩越大，参加的国家越来越多。瑞典、英国、加拿大、挪威、澳大利亚、丹麦、日本、新西兰、联邦德国、俄罗斯、韩国、西班牙等15个国家和地区，都先后成为他的实证研究对象，耗资数百万美元。所以可以说，赖特的阶级分类模型是分层研究中应用最广泛的模型。本节就对他的应用和结果做一简单介绍。

一 赖特阶级分类模型的操作化

上面指出赖特提出四类资产，用来区分阶级，这样在实证研究中赖特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要将四类资产区分阶级变成操作化定义。

1.生产资料资产与劳动力资产的测量

赖特首先要将占有生产资料资产、雇用他人的人与不占有生产资料、不雇用他人的人区分开来。

关于生产资料占有，在问卷中，他设计的问题是：“你是被他人雇用，还是自我雇用？”如果回答“被他人雇用”，就属于后面用组织资产和技术资产区分的人群。所谓“自我雇用”指生意、公司就是自家的，自己给自己的公司工作，因此，自我雇用也就是当老板的，是资产者。这个问题看起来简单，但要想搞清楚也不是很容易。因为复杂的情况很多，比如，公司是父亲的，儿子也在公司里工作，究竟是被雇用还是自我雇用？有时候就说不清楚。这样，赖特设计了追问的问题：“你是这家公司的所有者、部分所有者还是不是所有者？”如果回答是所有者或部分所有者，还要追问，是实际控制公司的所有者，还是合作的伙伴，还是仅仅持有股权，并不实际管理。总之，调查中会遇到千奇百怪的个案，都要一一分类。

关于劳动力资产，问卷中询问：这家企业或公司经常性的雇员人数是多少？赖特设计的雇员分类的标准是：雇用10人和10人以上的为资本家，雇用2～9人的为小雇主，雇用0～1人的为小资产阶级。本来在赖特的理论中，小资产阶级是不雇用他人的，为什么在这里又将雇用一个人的也列入小资产阶级而不是小雇主呢？赖特承认这是由于调查中的概念不清造成的。由于调查时没有特别声明，雇员是指除了自己以外的其他雇员，有些被访者填答有一个雇员，实际上就是指他自己，这样就与那些回答除了自己还有一名雇员的混淆在一起了。数据处理时，两种情况已经难以分辨。所以，最后就只能将小资产阶级定义为不雇用他人或仅雇用1人。

在中国的场景下，如果要做类似阶级分类调查的话，要注意雇工标准有所区别。中国官方定义的私营企业主是雇工8人和8人以上，而雇工7人和7人以下的定义为“个体工商户”（也就是小雇主）。由于中国多年来的统计都是按照这个标准做的，如果完全不考虑中国的标准，数据就失去了可比较的意义。所以，还是要考虑到中国雇工的特殊分类。

2.组织资产的测量

赖特将组织资产的测量分为两个方面：直接参与为组织制定决策和对下属具有实际的监督权。

先看第一个方面。问卷设计的问题是：“在制定有关产品和服务的提供、雇员人数、预算等问题的政策方面，您是否参与这类决策，或提供建议？”如果回答“是”，则属于有不同程度决策权的人。为了分辨不同程度的决策权，赖特设计了如下八项内容，询问被访者在这八方面如何参与决策（赖特，2006：306）。

（1）在您的工作场所增加或减少雇用人员总量的决策。

（2）机构的产品、规划和提供服务的显著变化的决策。

（3）日常工作步骤或工作量需要改变时的决策。

（4）工作的基本方法或程序需要重要改变时的决策。

（5）关于工作场所的预算的决策。

（6）（如果上一项回答“是”）预算总规模的决策。

（7）关于总预算中资金分配总体的决策。

（8）工作场所中任何其他种类的决策，并请注明。

为了区分对上述八个方面参与决策的方式和程度的差异，赖特又设计了以下四个选项，供被访者选择其中之一：①根据自己的职权做出决策；②作为决策小组的投票人参与决策；③服从上级的批准而做出决策；④向实际做出决策者提供建议。

根据对上述变量的细致分析，将被访者区分为：决策制定者、建议者和非决策制定者。

再看第二个方面，对下属的监督情况，首先询问：“您是否监督其他雇员的工作或告诉其他雇员做什么工作？”如果回答“是”，则进一步询问他们直接监督多少人；并询问下属的地位，下属是否还监督其他人。

接下来询问监督的两类情况：一是监督者的职责情况，二是监督者决定事情的情况。关于监督者的职责情况是询问被访者是否拥有下列各项职责：①决定特殊任务或向您的下属分派他们要执行的工作；②决定您的下属在他们工作中所使用的程序、工具或物资；③决定您的下属的工作进度快慢，工作时间长短，必须完成的工作有多少（赖特，2006：307）。

关于监督者决定事情的情况，也就是所谓批准或批复的权力，询问被访者，下面四项事务的决定权或批复权，究竟是被访者自己就可以做出的，还是单位内地位更高的人才能做出？这四项事务是：①同意提高下属工薪或晋升下属职位；②由于下属工作表现差或行为不当，而阻止给其提工资或晋升职位；③开除下属或对其暂时停职的处罚；④对下属发出正式警告（赖特，2006：307）。

根据对上述监督变量的分析，来区分出非监督者、名义监督者、任务监督者和批复监督者。当然，对组织资产的实际测量，赖特的分析还要更复杂一些，还包括对管理等级形式地位等的研究，此处就不详述。

3.技术资产的测量

与上述组织资产的测量相比，技术资产的测量要稍显简单一些，主要是三项指标：技术职位、教育证书和工作自主性。由于职业的分类和细节描述还不足以显示技术职位的细微差异，所以，赖特引入另两项变量：教育证书和工作自主性。教育证书比较简单，就是用受教育的程度或毕业证书来折射人们的技术地位。教育证书的标准化很强，所以很容易用来测量技术资产。那么，什么是工作自主性或职位自主性呢？为什么用它来测量技术资产呢？赖特认为，自主性本身并不是技术资产，但它是技术资产的一个很好的间接指标。因为有很多边缘职位没有资格证书可以分辨，而自主性是一个可以很好区分技术地位细微差异的间接指标。

为了测量工作自主性或职位自主性，问卷中设计了这样的问题：“在您的工作中，您是否被要求规划您自己工作的重要部分，并且将您的想法应用于实践？”回答的选项设计了六个：①高度自主；②可能高度自主；③中度自主；④可能中度自主；⑤低度自主；⑥无自主。虽然选项显示了差异程度，但我们知道，要想准确测量工作自主性并不容易。所以，赖特还让被访者举例说明工作是如何运作的，并将众多例子编入量表，以求准确测量这种自主性（赖特，2006：311）。

总之，技术资产测量的最终结果是形成三个类别：专家、技术雇员和非技术雇员。所谓专家指所有专业人员和具有学士及以上学位的技术人员。技术雇员包括学校教师、手工艺者、低于学士学位的技术人员、具有学士学位的销售人员、职员人员及工作有现实自主权者。所谓非技术人员指不满足技术雇员的资格证书标准或自主标准的销售人员、职员，以及非手艺的体力职位和服务职位人员（赖特，2006：157～158）。

在确立上述对四类资产的测量方法以后，赖特组织了大量实证调查研究，获得了大量数据。通过对这些数据的分析，他完成了对很多国家的阶级测量和阶级分类。下面笔者就对他的实证研究结果做一个简单介绍。

二 赖特运用其模型对一些国家阶级结构的研究

我们知道，在赖特的研究之前，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提出过很多论断，但从来没有人采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概念，进行过大规模问卷调查，没有通过抽样方法采集数据做实证的量化研究。所以，赖特的实证研究具有重要的开创意义。赖特的数据调研也第一次从学术的角度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阶级理论进行了检验。

赖特阶级分类模型的本质特点是将阶级看做一种关系，一种或者相互对立，或者相互结合的关系，而不是一种简单的等级层次。所以，根据赖特的阶级分类可以进一步做阶级关系、阶级联盟或阶级冲突的战略研究。

1.对美国与瑞典阶级结构的对比研究

赖特关于阶级结构最初的实证研究，是20世纪70年代末在美国和瑞典进行的，研究的成果就是他1985年出版的《阶级》一书。在这项研究中，他将自己的阶级分类方法应用于实践，验证了自己的矛盾阶级地位论。他指出，选取美国和瑞典作对比是有道理的，因为这两个国家分别代表了发达资本主义的两种不同模式。瑞典是高福利国家，个人所得税税率非常高，国家用大量的税收资金建设公共服务体系，在意识形态上崇尚社会公平。而美国崇尚个人自由竞争，公共福利体系水平和覆盖率都不高，市场竞争的特点更突出，更注重效率。瑞典的贫富差距非常小，是全世界不平等程度最低的国家之一，而美国的贫富差距巨大。瑞典受雇于政府的劳动力比例甚高，而美国则很低。等等。

对美国和瑞典阶级结构测量的基本数据参见图7-5（赖特，2006：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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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5 赖特测量的美国和瑞典的阶级结构

由上述调查，赖特得出五点结论。

第一，工人阶级仍然是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人数最多和所占比例最高的阶级。分类第12，既无管理监督职务，又没有专门技术的雇员，即纯粹的无产阶级，美国为39.9%，瑞典为43.5%。这个比例，比人们印象中的无产阶级比例要高很多。因为通常人们以为，在像美国与瑞典这样的发达资本主义社会里，中产阶级已经占到主体地位。现在看来，在社会各阶级中，还是工人阶级占最高比例。如果将分类第9，即有半资格技术证书的工人与纯粹的无产阶级相加，则美国的工人阶级比例上升到52.1%，而瑞典为61.3%，所以，工人阶级确实占了社会的大多数。

第二，在阶级结构的比较中，瑞典的工人阶级所占比例比美国的高。无论从纯粹无产阶级的比例看，还是与半资格技术证书的工人合在一起计算，都是瑞典工人所占比例高。

第三，美国监督者的比例高于瑞典监督者的比例。将分类的三组监督者（即第5、8、11）合在一起，美国的监督者是17.4%，而瑞典的监督者是10.9%，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美国的普通工人比例比瑞典要低些。

第四，瑞典专家不拥有组织资产的比例高，换言之，更多的瑞典专家就是纯粹专家，并不承担管理。在图7-5中，如果将全部专家视为100%的话，那么，在瑞典全部的专家中，45%的人不拥有组织资产，而美国的这一比例为31%。

第五，美国的所有者比例高。美国的资本家、小雇主、小资产阶级三种所有者合计为14.7%，而瑞典的三种所有者合计仅为10.9%。所以，美国有产业的人比例要高一些。

总之，数据证明，美国资产阶级的阵营要更强大一些，而工人阶级相对弱一些；而瑞典雇用劳动者的力量、劳工的力量要更强大一些，资产阶级的力量要稍弱一些。

2.对美国与瑞典阶级意识的对比研究

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历来对阶级意识给予特殊关注，因为它是工人能否组织起来的重要条件。如上文所述，赖特认为阶级意识是一个严格的微观概念，表现为个人的政治态度，所以他设计了一组量表来测量被访者的政治态度。态度测量一共采用如下六个命题，被访者可以选择同意或不同意（赖特，2006：264）。

（1）企业是以工人和消费者为代价，而使企业的所有者受益。

（2）现代社会有可能在没有利润动机的条件下有效率地运行。

（3）如下的情况是有可能的，即非管理的雇员在没有老板的情况下能够在其工作岗位上有效地工作。

（4）在罢工期间，法律应当禁止管理者另行雇用工人来代替罢工者工作。

（5）当前，大公司在美国（瑞典）社会中力量过于强大。

（6）如果主要产业的工人为工作条件和工资而进行罢工，您愿意看到下列哪种结果：a.工人赢得他们最主要的要求；b.工人赢得他们的某些要求并作出某种妥协；c.工人只赢得很少的要求并作出大量妥协；d.工人没有赢得任何要求就复工。

对上述命题的回答，可以反映出被访者是更倾向于资本家、所有者一方，还是更倾向于工人阶级一方。图7-6和图7-7就是对美国和瑞典的调查结果（赖特，2006：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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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6 赖特测量的美国的阶级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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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7 赖特测量的瑞典的阶级意识

图7-6是对美国的调查结果，正值表示对这些命题是正向的态度，即赞同工人阶级立场的态度，而负值表示对这些命题是负向的态度，即反对工人阶级立场或赞同资方立场的态度。图中显示，在美国的阶级结构中，赞同工人立场的只有12.无产阶级（非技术无任何管理权的工人）、9.半资格证书工人和11.无资格证书监督者。三个阶层在美国阶级结构中所占比例为59%，比例还相当高。该数据也验证了赖特阶级结构模型的有效性。右下角三个临近的阶层，都是权力最低下、技术资产最少的雇员，反映在阶级意识上就是突出的工人立场或反对资产阶级的立场。所以，赖特的研究证明，阶级位置与阶级意识是一致的。

从图7-7的阶级意识调查看，瑞典与美国还是有些区别。在阶级意识上，支持工人阶级立场的阶层从美国的三个扩大为瑞典的九个，瑞典这九个阶层的总和占到阶级结构的90.9%，成为社会的绝大多数。而且，瑞典的阶级意识分布，也再次验证了赖特模型的有效性，阶级意识的分布完全符合赖特四种资产分布的理论。通过比较美国与瑞典的阶级意识，还可以发现，处于矛盾地位的阶级、阶层有可能加入不同阶级阵营。所以，在阶级的战略中，工人阶级完全可以争取处于矛盾地位的阶层加入本阶级的联盟，对此下文有进一步的分析。

3.多国比较研究与工人阵营的调整

到了20世纪90年代，赖特的研究开始扩展到众多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同时在1991年和1995年赖特又组织对美国和瑞典做了第二次调查。这些调查的结果显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阶级结构具有很大的相似性。图7-8是依据赖特模型，在美国、瑞典、挪威、加拿大、英国和日本六国所做的阶级结构调研的结果（赖特，200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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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8 赖特模型的六国阶级结构

图7-8中各阶级的位置与前面赖特模型是一致的。由图中可以看到，各国的阶级结构还是略有一些差异。资本家阶级比例最高的是英国，为2.1%，最低的是瑞典，只有0.7%。纯粹工人阶级比例最高的是瑞典，为49.1%，比例最低的是加拿大，为35.4%。而专家经理比例最高的是加拿大，为5.3%，最低的是英国只有2.4%。赖特模型在各国的调查提供了各个阶级比较分析的实证基础，可以发现阶级结构的各方面差异，这是以往的阶级分析做不到的。同时，对于处在中间状态的阶层，赖特还尝试做出阶级阵营和阶级联盟的战略调整，参见图7-9（赖特，200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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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9 六个国家雇员阶级分布的调整

图7-9显示，在雇员队伍中，有两个极端，最左上角的一极是既占有组织资产又占有技术资产的专家经理，而最右下角的一极是既不占有组织资产又不占有技术资产的纯粹工人阶级。如果将临近的中间类型的阶层做两极归属的话，就形成两个阵营，工人一方形成扩大了的工人阶级，专家经理一方形成扩大了的专家经理。图7-9中的各个阶层的百分比与图7-8不一样，是因为将雇员总体视为百分之百，而且样本数也不一样。调整以后，六个国家，扩大了的专家经理的比例分别为：美国14.4%，瑞典9.6%，挪威14.7%，加拿大13.9%，英国13.3%，日本14.8%。而从前面展示的阶级意识的调研可以看出，这种阶级分布的调整是有依据的。而扩大了的工人阶级比例为：美国71.4%，瑞典79.2%，挪威71.8%，加拿大73.9%，英国74.2%，日本73.5%。各国工人阶级的比例居然是如此相似。

在关于工业社会阶级结构演变的预测上，历来有马克思主义与后工业社会理论之争。两种理论对工业社会一些主要的阶级、阶层发展的预测是不一样的。传统马克思主义认为，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工人阶级的队伍会不断扩大，非技术劳动会替代技术劳动，工人劳动的自主性降低，技术工人和专家的人数会减少。而后工业社会理论恰恰相反，认为，工人阶级的队伍会不断缩小，而技术工人和专家的人数会不断增多。以往这类争论都缺少数据证明，而赖特的研究填补了空白。赖特采用自己的阶级分类模型，研究了1960～1990年30年间美国阶级结构演变的情况。赖特的结论是，虽然30年间变化的趋势也并不总是朝着同一方向，虽然1960～1970年间也曾出现过工人阶级扩大的情况，但从整体上看，阶级结构演变的结果否定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的预测，而支持了后工业社会理论的预测。

此外，赖特还用他的模型研究了阶级边界的渗透性、阶级与性别、阶级结构与意识等许多问题。

三 许嘉猷采用赖特模型对中国台湾阶级结构的研究

在阶级结构的测量上，赖特模型应用得最广。中国台湾学者许嘉猷曾经运用赖特模型对台湾的阶级结构与流动进行研究。许嘉猷1966～1970年在台湾大学获得学士学位，后到美国求学，于1980年在美国印第安纳大学获博士学位，此后回台湾，一直从事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的研究。他曾于1986年出版《社会阶层化与社会流动》一书，在中国大陆有一定影响。他采用1992年的数据资料，对台湾阶级结构进行研究，于2000年发表了题为《台湾都会地区的阶级结构、阶级流动与再制》一文，下面作一简介。

许嘉猷的阶级分类的操作化定义，基本上沿用赖特的标准，只是有些地方简化了一些。

第一，区分是否工作，即只访问有工作者。

第二，区分自雇者和受雇者。

第三，对自雇者进行区分，雇用10人和10人以上的是资产阶级，雇用1～9人的是小雇主，其余既不受雇于人，也不雇用他人的从业者是小资产阶级。

第四，对受雇者进行四个指标的区分，即工作中的正式层级位置、权力（是否管理其他人）、决策权（是否参与重要决策）和工作自主性（谁决定什么时候上下班，谁决定工作任务或工作内容），根据受雇者的这些指标，区分出经理（或佐理）、监督者、半自主受雇者和劳工阶级四个阶级阶层。

第五，由于工作自主性的概念在操作上不太容易把握，许嘉猷认为，赖特的多元剥削取向建构的阶级分类模型比矛盾阶级地位的阶级分类模型更有优势，于是，他就又采用多元剥削的操作化定义，以学历指标取代工作自主性指标，用大学或专科学历取代半自主受雇。这样，凡是大学或专科学历以上的称为：专业与半专业人员。

由上述分类可以看出，许嘉猷的总体阶级模型将赖特的12个阶级阶层简化为7个，即资产阶级、小雇主、小资产阶级、经理、监督者、专业与半专业人员、劳工阶级。表7-4就是按照7个阶级阶层的模型描述的台北市的阶级结构（许嘉猷，2000：26）。

表7-4 按照简化了的赖特模型测量的台北市的阶级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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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4显示，台北市的资产阶级、小雇主、小资产阶级的比例很高，三者之和为24.1%，这表现出台北市是有产者、所有者比例很高的社会。经理阶级总和为29.3%，加上专业与半专业人员的20.8%，共50.1%是所谓现代中产阶级，所以，台北也是现代中产阶级比例很高的社会。当然，这只是台北市的情况，如果与中国台湾省全岛比较的话，就会发现很大的结构差异。表7-5是台湾全岛的阶级结构（许嘉猷，2000：33）。

表7-5 按照简化了的赖特模型测量台湾省全岛的阶级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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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全岛的阶级结构与台北市有很大差别，台北市的资产阶级占3.8%，而台湾的为2.3%，台北市的小资产阶级占12.5%，而台湾的小资产阶级为23.8%，可见，台湾有大量小资产阶级，而台北是大资产者多一些。台北的现代中产阶级合计达到50.1%，而台湾的现代中产阶级仅为23.3%，所以，台北具有明显现代社会阶级结构的特征，而台湾全岛距离现代结构还有很大距离。此外，台湾的劳工阶级比例达到41.8%，而台北市仅为25.8%，可见，台湾居民总体的学历水平大大低于台北居民的水平。以上这些差异当然也表现出政治态度上的重大差异。

表7-6 台北市代际的阶级流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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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嘉猷还采用赖特模型研究了台北市阶级的代际流动，看看父辈阶级构成与子女阶级构成有什么变化，流入和流出的情况。这里仅看代际阶级流入的情况（许嘉猷，2000：33）。

表7-6是台北的调查数据，显示子女一代是来自何种阶级的家庭。首先我们看最下面一行，是子女阶级结构，即资产阶级占12.1%，小资产阶级占12.2%，经理占29.3%，专业与半专业人员占20.8%，劳工阶级占25.6%。这样看来，与他们的父辈比较，资产者、所有者的比例反而是下降了，而劳工阶级的比例是上升了。因为父辈资产阶级占16.1%，小资产阶级占27.9%，两者合计高达44.0%，而父辈劳工阶级仅占11.4%。这有可能是年青一代还没有成长起来，将来发达以后，有产者比例也可能会增加。当然，这也间接证明中国人的特定财产关系与代际关系：产业、财产还主要由老一代控制。

这里的所谓阶级流入，就是看子女来自什么样的阶级。我们按列来看子女的每一个阶级。先看第一列，子女是资产阶级的，有26.5%来自资产阶级家庭，29.4%来自小资产阶级家庭，25.0%来自经理家庭，10.3%来自专业与半专业人员家庭，只有8.8%出身于劳工。再看第三列，子女做经理的，有16.7%来自资产阶级父辈，有24.8%来自小资产阶级父辈，有31.8%来自也是做经理的家庭，有15.2%来自做专业半专业工作的父辈，有11.5%来自劳工阶级的家庭。第五列，子女是劳工阶级的，有12.5%是资产阶级父辈，有30.1%是小资产阶级父辈，有36.0%是做经理的父辈，有5.2%是做专业半专业工作的父辈，有16.3%是劳工阶级父辈。总的来看，中国台湾的代际流动率还比较高，各阶级的流入和流出均有较大的开放性。

第三节 戈德索普的阶级结构测量模型

本书第四讲介绍新韦伯主义时，已经提到过英国社会学家约翰·戈德索普（John H.Goldthorpe），他曾与洛克伍德合作完成巨著《阶级结构中的富裕工人》。戈德索普生于1935年，大学本科在伦敦大学读现代史专业，于1956年获学士学位，后来又到伦敦经济与政治学院学习社会学。1957～1960年在英国莱斯特大学（University of Leicester）任教，1961～1968年在剑桥大学经济与政治系任教。正是在这段时间，他与洛克伍德成为剑桥大学的同事与合作者，而两位都是新韦伯主义分层理论的重要代表。戈德索普1969年起到牛津大学纳菲尔德学院（Nuffield College）任教，此后一直任职于该学院。

戈德索普是研究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的大师，他的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的功底都很深厚。他的主要著作有：《现代英国的社会流动与阶级结构》（Social Mobility and Class Structure in Modern Britain
 ）。该书1980年第一次出版，1987年又做了修订。正是在该书中，他提出了自己的阶级分类框架，并采用该框架探索了英国的分层结构与社会流动。1992年，他出版了《持续的流动》（The Constant Flux
 ）一书，对社会流动提出许多新的见解。近年来，他还不断有研究著述发表：如2002年发表《全球化与社会阶级》（Globalisation and Social Class
 ）、《代际不平等：社会学的视角》（Intergenerational Inequality：A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
 ），2004年发表《社会阶级的经济基础》（The Economic Basis of Social Class
 ）等。

一 戈德索普阶级分类的理论来源

本书第一讲曾经分析了社会分层的十种标准，也就是说，如果区分社会人群的地位的话，有十个方面的因素可以作为标准。这样的标准是太复杂了一些，体现了分层的多元化特点。但是，在严格讲到阶级概念的时候，社会学各个流派对于阶级区分，大体上有两种思考角度。

第一种思考角度探讨，阶级究竟是等级不同的群体，还是性质不同的群体？按照这种思考角度，一派认为，阶级仅仅是等级不同的群体。按照这种观点，区分阶级很容易，只要确立一定的数量标准，就可以区分阶级，比如，按照收入分为上层阶级、中间阶级和下层阶级。另一派认为，阶级不是简单上下排列的等级层次问题，阶级是社会性质、社会属性完全不同的群体，这样，区分阶级就要找到显示阶级之间属性差异的指标。赖特和戈德索普作为新马克思主义和新韦伯主义的阶级分类的代表，从总的理论倾向看，都是主张阶级是性质不同的群体，但在阶级分类的操作上，赖特更突出强调阶级是社会属性完全不同的群体，而戈德索普更多地将等级的标准与属性的标准混在一起。比如，在下面戈德索普的阶级分类里，他就使用高层（Higher-grade）、低层（Lower-grade）这样的等级概念区分阶级差异。赖特虽然有时也用数量指标，比如，在操作化定义上采用雇员人数区分资产阶级、小雇主与小资产阶级，但他从来都认为这是三个属性不同的阶级，而不简单是雇员人数不同的阶级。

第二种思考角度探讨，阶级究竟是职业地位不同的群体，还是社会关系不同的群体？很多人主张阶级就是职业群体。比较典型的如本书第一讲说过的，美国社会学家布劳和邓肯在社会分层重要著作《美国职业结构》中提出，决定阶级地位的首要因素就是职业地位，职业地位是阶级地位最好的单独指标。英国社会学家雷德（I.Reid）在《不列颠的社会阶级差异》中指出，阶级就是以职业为基础的大的群体分类。与此相反的观点认为，职业与阶级是两回事，职业是一种技术分工，是人们在劳动的技术分工中的位置，职业与资本、财产并没有必然关系；而阶级是一种社会关系，特别是人们与资本、财富、财产的关系。无论马克思还是韦伯都不同意将职业与阶级画等号。这些对戈德索普的阶级分类都有影响。一方面，戈德索普遵从韦伯的观点，认为阶级是一种社会关系，但另一方面，他又重视职业的分层作用。因为，职业作为社会地位的重要标志，在社会上受到普遍重视，无论是学术研究还是政府管理和商业上的分类，都很看重职业地位。这对戈德索普也有重要影响。所以，戈德索普采取的是一种折中策略，试图将职业分层与体现社会利益关系的阶级结合起来。

戈德索普的职业与阶级分类，也直接与英国的“登记注册分类”（Registrar-General’s classification）有关。英国很早就有专门负责出生、死亡、婚姻等登记的官方的部门和负责人，称作Registrar-General。该部门因为登记注册需要一种分类标准，于是，医疗统计学家史蒂文森（Stevenson）于1913年提出了“登记注册分类”。史蒂文森提出该分类，最初目的是用它来分析婴儿死亡率问题。当时，社会上争论的一个问题是，婴儿死亡率的高低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婴儿死亡率的高低究竟反映的是人的生理的自然的等级结构，还是反映一种社会的等级结构。所以，该分类最初是为医学目的，后来广泛应用于就业、教育、家计调查以及出生、死亡的统计。“登记注册分类”亦称“登记注册阶级分类”（Registrar-General’s social class classification），后经一系列修正，形成五个大的阶级分类，并应用于英国的人口普查（Crompton，1998：58-59）。

1.专业类型职业

2.中间等级职业（Intermediate occupations）

3a.技术型非体力职业

3b.技术型体力职业

4.半技术型职业

5.非技术型职业

从上面这个英国颇为流行的“登记注册阶级分类”中，人们可以明显看出它对后来戈德索普提出的阶级分类的影响。比如将专业类型职业放在最高位置，使用Intermediate的概念，对体力劳动和非体力劳动的区分，对技术型、半技术型和非技术型职业的区分等。后来，戈德索普在他的阶级分类中都沿用了这些原则和概念。

1974年，戈德索普与基思·霍普（Keith Hope）合著了《职业的社会等级：一种新的方法与量表》（The Social Grading of Occupations：a New Approach and Scale
 ）一书，提出了后来人们所称的“戈德索普-霍普量表”，该职业量表将职业分为36类并给予量化值。而后来戈德索普提出的七阶级分类，就是将“戈德索普-霍普量表”中的36类职业分别归入七个阶级的大类。比如，将“戈德索普-霍普量表”的第1、2、3、4、7职业归入第一阶级，将量表的第5、6、8、9、10、12、14、16职业归入第二阶级，将第21、25、28、34职业归入第三阶级等。

在将职业类别转变为阶级范畴时，戈德索普所依据的基本原则是洛克伍德的社会地位理论。本书第四讲介绍了洛克伍德将阶级地位（class situation）分为三个方面，即市场地位、工作地位、身份地位。而戈德索普在将职业转化为阶级时主要采用市场地位和工作地位的分析原则，即一方面是分析这些职业的市场地位：收入的来源、收入的水平、职业的福利保障水平、向上流动或经济发展的机会；另一方面是分析这些职业在权力体系中的位置、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包括工作的自主性水平、工作场所监督管理特点等。通过这两个方面的分析，戈德索普将“戈德索普-霍普量表”中所有36种职业都纳入七大类阶级的类别之中。当然，20世纪90年代以后，戈德索普又放弃了工作地位的观点，转而采用就业关系（employment relation）的概念，但这是后来的事情了。

二 戈德索普阶级分类的主要内容

在1980年出版、1987年修订的主要著作《现代英国的社会流动与阶级结构》中，戈德索普正式提出了自己的阶级分类框架。不过这时他还不是用清晰的图表来展示的，直到他1992年的著作中，他才使用了下面的图表（李春玲，2005：72～73）。不过也要注意，戈德索普在不同著述中关于阶级分类还略有一些差异。

表7-7 戈德索普阶级分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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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表7-7所示，戈德索普将职业转化为阶级的分类，首先，分成七大阶级。那么，为什么就可以将这些职业转为七个阶级呢？上面说了，他依据的是洛克伍德的市场地位、工作地位的理论。下面我们就看看戈德索普是怎样解释具体归类的（Goldthorpe，1987：40-43）。

在第一阶级（Class Ⅰ）里，他将无论是公共部门还是私营部门的高层专业人员、行政管理人员、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官员、大企业的经理、大企业主看做同一个阶级。将雇主、自我雇用的、被雇用的都看做同一个阶级，这样做合适吗？戈德索普当然意识到，人们会质疑这里的矛盾现象。但戈德索普坚持认为，矛盾只是表面的，实质上没有矛盾。从市场地位看，这些人的收入水平是相近的，有很好的福利保障，一生中地位都朝上流动。从工作地位看，这些职业均有很大的工作自主性和自由度，有着很大的职权。戈德索普援引达伦多夫和德国社会学家卡尔·伦纳（Karl Renner）都曾使用的一个概念，称他们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公务阶级”（service class），其含义是：以公司和部门的名义来行使公务权力的阶级。

第二阶级（Class Ⅱ），戈德索普将较低层专业人员、较低层行政管理人员和政府官员、高级技术人员、小公司/小企业经理、非体力雇员的监管人员，归入这个阶级。戈德索普认为，第二阶级的收入水平仅仅次于第一阶级，就业条件也比较好，处在等级层次结构的中等地位，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行使权力，当然，同时也受到高层的控制，为高层服务。所以，第二阶级起着辅助第一阶级的作用，戈德索普将它也归为公务阶级，但认为它是公务阶级的下层。

第三阶级（Class Ⅲ），在行政、商业机构工作的，从事日常行政管理的非体力雇员、销售人员、服务业的普通雇员等均被归入此阶级。戈德索普解释说，第三阶级的收入水平，明显低于第一和第二阶级，甚至比一些体力劳动雇员还要低。但第三阶级的绝大多数人，确实享有较高的就业保障，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是科层结构的重要基础。在工作中他们并没有什么权力，即使有一点，也是工作规则和程序赋予的，他们自行决定事务的权力很小。另一方面，他们自己必须服从科层管理的一系列规定，所以总的来说，第三阶级处在从属的位置上，与上面的公务阶级是分离的。他们常常被视为代表了白领劳动者，只是在功能上与公务阶级相连接。戈德索普在五阶级的分类中，将第一阶级、第二阶级、第三阶级视为白领阶级。另外，戈德索普认为也可以有另外的组合，将第三阶级、第四阶级和第五阶级视为“中间阶级”（intermediate class）。这里所谓中间阶级的含义就是在社会结构中，处在公务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的阶级。

第四阶级（Class Ⅳ），主要是小业主，包括雇用他人的小业主、手工艺人和不雇用他人的小业主、手工艺人，也包括农场主、小股东、第一产业中的自我雇用者等。戈德索普认为第四阶级相当于小资产阶级（petty bourgeoisie），其内部收入水平相互之间差异很大。与领薪金的雇员阶级比，这个阶级的保障地位、经济地位并不稳定。该阶级在工作地位上具有独立性，由于其经济完全依赖于市场，因此，市场也给他们带来巨大压力，他们在大公司的夹缝中生存。当然，与更低下的阶级比，他们具有一些资本优势，他们也具有较高水平的自主性，在完成他们的工作任务时，他们有相当的自由度，不受他人控制。

第五阶级（Class Ⅴ），是低级技术人员和体力劳动的监管人员。低级技术人员的工作性质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接近体力劳动者，可以说他们是蓝领群体的精英。第五阶级的收入水平比较高，几乎等于第二阶级的收入水平，而且福利保障的水平也不错。虽然经济收入很好，但他们在科层结构中的地位并不高，与那些融入科层管理位置的人相比，他们提升的前景并不好。他们处在管理的边缘位置上，但从功能上说，从他们在企业中的就业位置看，他们是区别于普通工人大众的。

第六阶级（Class Ⅵ），技术型的体力工人，在各种类型的工厂里，他们包括那些学徒的技术型体力工人，也包括那些受过各种形式训练的，有比较高技术的工人。

第七阶级（Class Ⅶ），工业、各类产业的所有体力劳动工人，包括半技术的、无技术的工人，也包括农民和其他雇工。

在1987年的著作中，戈德索普认为，第六和第七阶级合在一起相当于工人阶级。到了1992年的著作中，他又认为，第五、第六和第七阶级合在一起相当于工人阶级。他认为，第六阶级比第七阶级的收入水平高，尽管相互间会有重合的部分。而第六阶级的技术工人比第七阶级的非技术工人有更高的职业保障，工作自主性也更强一些。第六和第七阶级的共同点在于，一方面，他们市场地位的特点是通过出卖劳动力来换取工资；另一方面，他们工作地位的特点是，管理上处于从属位置，他们必须服从雇主或机构的指令或权威。

戈德索普的阶级分类，在理论基础和分类标准上，都没有赖特论证得那样细致和严格，所以，历来就受到很多批评。戈德索普的阶级分类是专对男性而言的，在他的分析中，妇女被完全排斥在外。比如上文所介绍的七个阶级，在他1982年和1987年的著作中，都是专指男性，他用的是男人（men）概念，所以，分析有很大局限性。后来，由于太多的批评，到了1992年的著作中，他不得不将女性也包括在内。

三 戈德索普阶级分类的应用

戈德索普的研究兴趣在于社会流动，所以，他的阶级分类很大程度上是为他的社会流动研究提供基础框架。而流动就涉及“上升流动”和“下降流动”。那么在戈德索普的阶级框架中，哪些属于上升流动，哪些属于下降流动呢？他自己的说法也并不一致。一方面，戈德索普特别强调，只有当流动是流入第一阶级和第二阶级，才是“上升流动”。这样，不管是从第三阶级、第四阶级和第五阶级的“中间阶级”（intermediate class）流入第一、第二阶级，还是从第六、第七阶级流入第一、第二阶级，都属于上升流动。而只有当流动是从第一、第二阶级流出的才被视为下降流动。另一方面，他又将七阶级分为三组，这样，三组之间的流动被视为上升或下降流动，而组内的流动则属于水平流动。

在关于社会流动的问题上，社会学历来关注的焦点是，现代工业社会社会流动的一般模式是什么？这方面，社会学曾经提出过一些假设或命题。比如，早期社会学界曾经流行着“工业化程度越高社会流动率越高”的观点，其实当时这种观点并没有数据的支撑。因为这需要长周期的数据，而跨世纪的社会流动数据当时根本没有。后来的数据研究否定了这样的观点。再比如，所谓LZ假设（LZ hypothesis），即李普塞特（S.M.Lipset）和泽特博格（H.L.Zetterberg）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数据证明，美国的社会流动率并不比其他国家高，而是与欧洲国家的社会流动率相似。又比如，所谓FJH假设（FJH hypothesis），即由费瑟曼（D.L.Featherman）、琼斯（F.L.Jones）和豪泽（R.M.Hauser）提出的观点。他们通过数据分析，证明所谓长周期的流动率是值得怀疑的。他们坚决反对这样的论断，即认为在工业主义下，会发生开放程度稳步加快的现象。他们认为，虽然在工业化过程中，最初的发展效果会有一些朝这个方向的变化，但流动和开放继续上升的现象却不是事实。换言之，一旦某一社会被定位成工业化社会，流动的体制就会被固定在一定常规的模式上，并不会出现任何特殊的和持久的趋势，不会出现集中于朝向更开放或其他类似趋势。所以，这也被称为“无趋势”（no trend）假说。该结论与李普塞特和本迪克斯（R.Bendix）的观点相近。其实，戈德索普也赞同这样的观点，他在1992年的著作中，批评了自由主义那种认为随着工业化的进展流动率会上升的理论。戈德索普证明享有阶级优势的成员还是能够通过先赋因素的传递，将社会优势传递给自己的子女（Erikson and Goldthorpe，1992：23～25）。

戈德索普在1987年的著作里用他的阶级分类分析了有关社会流动的两个命题。一是所谓“封闭性命题”（closure thesis），主要包括以下三重观点：其一，处在相似分层结构地位的群体之间最容易发生流动。其二，在分层结构中间层次上发生的包括上升和下降的流动最多，而在两极发生的最少。其三，流向最高地位、分层的顶尖的社会流动最少，一方面因为，最高地位者总是想保住他们的地位，因而会阻止别人的流入；另一方面，由于他们控制着资源，也使得他们能够这样做。另一个是所谓“缓冲带命题”（buffer zone thesis），本书第四讲介绍过该命题，是帕金提出的。该命题认为在中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存在一个由大量低层白领职业群体构成的“缓冲带”，大量的社会流动围绕缓冲带进行，缓冲带起着社会稳定的功能。戈德索普用阶级分类和数据模型来剖析这两个命题是否经得起验证。

戈德索普的具体操作方法，是建立起工作经历的流动模型，从而展示地位变迁与社会流动。该模型所测量的内容与布劳-邓肯用路径分析研究社会流动的内容相似。戈德索普称之为“三点流动”（three point mobility）研究，第一点是被调查者父亲的阶级地位，第二点是被调查者第一份全职工作时的阶级地位，第三点是做此调查时被调查者的阶级地位。该数据是1972年做的，所以，第三点均为1972年。戈德索普限定被调查者的年龄在35岁及35岁以上，因为这样年龄的人进入了职业地位成熟的阶段，在这样的成熟阶段，“三点流动”的分析才有意义。当然，这里的被调查者也均为男性，所以仍有上面所批评过的缺陷。戈德索普用简化的图形来显示，也类似一种路径分析。在分析中，戈德索普将阶级分类简化为三组阶级的分类，即第一、二阶级为上层组，第三、四、五阶级为中层组，第六、七阶级为下层组，用这样的模式来分析流动（见图7-10）。

图7-10显示的是出身于第一、二阶级家庭的人的社会流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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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10 第一阶级和第二阶级出身的流动情况（样本量：661；单位：%）

由图7-10中可以看到，出身于第一、二阶级家庭的人，在第一点到第二点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到了第三点时，又有了很大的回归，所以，最终还是维持了较高的阶级地位。父亲属于第一、二阶级的，在第二点上有29%仍然维持在高层阶级地位上，36%是中层，而35%流入下层。到了第三点，第一、二阶级合计48%，第三、四、五阶级占36%，而最终流入下层的仅占14%。所以，该数据证明是符合封闭性命题的。

图7-11显示的是出身于第三、四、五阶级家庭的人的社会流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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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11 第三阶级到第五阶级出身的流动情况（样本量：1605；单位：%）

由图7-11中可以看到，出身于第三、四、五阶级家庭的人，在第一点到第二点时，仅有10%上升到第一、二阶级，到第三点时则共有19%上升到第一、二阶级。在第二点时，仍在第三、四、五阶级，即地位没有变化的为31%，而到第三点时为46%，所以，回到原家庭出身阶级组的比例最高。出身于第三、四、五阶级，在第二点时，地位下降的比例很高，达59%，但到第三点，职业地位成熟时，该比例又缩减到32%。

图7-12显示的是出身第六、七阶级家庭的人的社会流动情况。

由图7-12中可以看到，出身于第六、七阶级家庭的人，在第一点到第二点时，绝大部分还是进入了下层阶级，76%留在第六、七阶级，而到第三点时有所减少，但仍有54%最终留在第六、七阶级。上升流动进入上层第一、二阶级的，第二点时有4%，到第三点时最终有9%。如果考虑到跨阶级流动有相当难度，这样的比例不算低。上升流动进入第三、四、五阶级的，在第二点时有20%，到了第三点，共有36%进入中层：第三、四、五阶级。所以，下层阶级出身的仍然留在下层阶级的是54%，流出下层阶级的是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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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12 第六阶级和第七阶级出身的流动情况（样本量：2955；单位：%）

在此总结一下戈德索普在运用他的阶级分类做社会流动研究中的发现。第一，关于社会流动的“封闭性命题”。戈德索普的研究证明社会流动的封闭性确实存在，上述上、中、下三个阶级组，多数人还是流入原来家庭出身的阶级组。第二，缓冲带命题。虽然确实有不少比邻阶级的流动，但戈德索普还是认为，仍然有一些跨阶级的流动，因此，这些例外并不能支持“缓冲带命题”。第三，戈德索普还提出了“反流动”（counter-mobility）的观点，即阶级地位、职业地位的流动，有这样一种效应，在经过一系列的流动以后，很多人最终会返回到他们家庭出身的阶级地位上去。比如上面图7-8、图7-9都有这个特点。

总之，戈德索普应用他的阶级分类，更多是用来分析社会流动，社会流动是他研究的兴趣所在，他在1992年的著作《持续的流动》中做了更全面的研究。本书并没有专门介绍社会流动理论与方法，笔者计划在下一本教材中专门设立关于社会流动研究的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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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下面图表中，有些相加之和不等于100%，有微小差异，这是由于计算中四舍五入的方式所致，这在百分比计算中常发生。后文中亦有类似情况，不再赘述。


第八讲 中国大陆社会结构的测量

第七讲介绍了社会阶级阶层结构测量的一般理论与方法。那么，这些理论与方法能否运用于中国大陆社会呢？对于中国大陆社会结构、阶级结构的测量有相当难度。因为首先，中国大陆人口众多，仅从数据收集的角度看，就比区域型的小社会难度大。其次，大陆幅员辽阔，地区之间和城乡之间差异巨大，所以社会结构的复杂程度也很高。最后，大陆目前正处在社会巨变时期，阶级阶层结构随时都在发生变化，这当然更增加了测量的难度。

近年来，一些学者尝试着对大陆社会结构进行测量，比较重要的有以下两种，笔者特分为两节，作以下介绍。

第一节 关于十大社会阶层的模型

“十大社会阶层模型”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提出的，该课题组组长是陆学艺研究员。该研究发表的成果是陆学艺研究员主编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一书。另外，该课题组的另一位主要成员李春玲研究员发表了《断裂与碎片：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化实证分析》一书，该书对该课题的研究程序，特别是阶级划分的理论和方法做了比较全面的介绍。所以，下面的介绍主要是依据这两本著作。

一 阶级阶层划分研究的背景与意义

关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对中国社会阶级阶层的研究，有较长远的历史。改革以来，中国大陆的阶级阶层发生重大变化，所以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有了一些关于阶级阶层的研究。1987年在河北沧州召开关于“阶级阶层问题”的研讨会，这是中国大陆社会科学界第一次举办全国规模的阶级阶层的会议。由于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从农村开始，改革以后，农村的社会结构开始发生变化，农民出现职业分化和阶层分化，而城市的改革还比较滞后，所以，沧州会议上讨论比较多的是农村的阶级阶层问题。与此同时，1987年11月，经全国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批准，设立了“我国现阶段阶级、阶层研究”课题，作为第七个五年计划期间哲学社会科学国家级重点研究课题。该课题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所长何建章任组长，有北京、上海、山东、辽宁、贵州、河北各地的研究人员参加。该课题对我国的阶级阶层状况做了一些调研。

然而，在阶级结构的确定和阶级的划分上，该研究遇到难题，焦点是怎样评价当时新产生的雇主阶层。一种观点认为，雇主阶层、私营企业主就是资本家阶级。私营企业雇用工人是对工人的剥削，雇用了一定数量工人的私营企业的老板占有了工人生产的剩余价值，就是资产阶级。但是，如果论证改革以来出现了一个新生的资产阶级，这与当时的政策是不符的，是一个很敏感的话题，这甚至会对改革起到负向作用。所以，课题组不能采用这种观点。另一种观点认为，私营企业主并不是完全的资本家阶级，而是“半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有人还引用马克思的话作为依据。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说：“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支配着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支配着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的阳光，一切其他色彩都隐没其中，它使它们的特点变了样。”（马克思，1972a：109）引证者认为，我国的私营企业主处在社会主义这个主导关系下，在社会主义普照的阳光下，这个阶层具有明显的社会主义因素。但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一些地方的私营企业规模已经十分宏大，雇工达到数千人甚至上万人，如果还说它是“半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实在不能令人信服。由于在这些问题上意见分歧较大，该课题并没有完成预定的成果，而是出版了一部介绍国际上阶级阶层的理论著作，笔者也曾为该书撰写了介绍西方国家白领阶层的论文（何建章，1990）。由此可见此问题研究的敏感性与难度。

大约十年以后的199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成立了“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由陆学艺研究员任组长。与上一个课题的研究相比，这一时期，国内社会学界在社会调查、量化分析方面有了长足进展。所以，这一个课题研究是建立在大规模问卷调查的基础之上的，调查覆盖全国12个省、市、自治区，完成6000份问卷。该课题的重要成果就是出版了《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一书，提出了当代中国“十大社会阶层模型”。尽管该书出版后在政治方面还是比较敏感，但如果与上一个课题没有出版关于中国阶级阶层研究成果的局面相比，研究的环境还是有很大进步。

那么，对于阶级阶层划分研究的意义何在呢？《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提出了三点意义。第一，阶级阶层的划分，历来是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重要依据，所以，任何时期都要做阶级阶层划分的研究。第二，改革以来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传统的划分阶级阶层的方法已经不适合今天的局面，所以，要根据今天的国情提出新的划分方法。第三，当前社会利益关系错综复杂，科学地划分阶级阶层有利于协调好社会各个阶层的利益关系，有利于团结和动员更多的社会力量，来实现经济与社会的发展。笔者以为，还有第四个意义，就是对于中国社会学研究而言，阶级阶层的划分是其重要任务。阶级阶层研究是社会学这门学科的根基所在，是社会学探索的赓续不绝的主题。中国改革30多年来，最深刻的变化是社会结构的变化，我们之所以说改革不可逆转，最主要就是因为社会的阶级阶层结构变了，利益驱动和利益需求的结构与过去不一样了，社会学为了解释清楚这些变化的内容和意义，就必须做出阶级阶层的划分。

二 什么是划分阶级阶层的标准

该研究认为，传统的按照生产资料的占有来划分阶级阶层的方法，已经不能够解释当前的中国社会。一方面因为，公有制社会与私有制社会不同，另一方面，当前我国社会结构十分复杂，对物质财产的占有并不是衡量阶级阶层地位的唯一标准。该研究还强调，在概念上更倾向于使用阶层概念而不是阶级概念，这主要是因为，阶级一词往往使人联想到对立、冲突、动荡，民众中对阶级一词也有反感，而阶层一词不具有冲突含义，比较适合中国现在的国情（陆学艺，2002：6）。所以，下面对于该研究的介绍，笔者也是使用阶层概念而不是阶级概念。

1.提出阶层划分的四种主要机制

该研究认为，改革以来的中国阶层分化是在两大力量的推动下发生的，这就是工业化和市场化的力量，这两个方面被视为促进阶层分化的动力源泉。而导致阶层分化的具体机制是四个（李春玲，2005：102～113）：第一，劳动分工；第二，权威等级；第三，生产资料占有与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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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制度分割。我们可以看到，四个机制中的前三个都是社会分层的研究者历来比较重视的，而第四个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机制。下面就让我们逐个看看这四种机制。

第一，劳动分工，或职业分工。本书前面在介绍分层理论时多次提到劳动分工或职业分工在分层中的重要作用。美国社会学家布劳和邓肯更直接地认为，职业结构是分层结构的基础。本书第七讲戈德索普的阶级分类，也是建立在职业分工的基础之上。所以，该研究承继了这一派的传统。该研究提出的十大阶层，基本上属于劳动分工或职业分工。

第二，权威等级。虽然社会学自韦伯以来就重视权威等级在分层中的作用，但直到赖特才真正将权威等级变成可以操作的定义。赖特使用参与决策的程度和监督下属情况的一系列量表来分辨权威等级，研究得非常细致。而“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对权威等级的测量则要粗糙得多。

第三，生产资料占有与否。这个机制相对简单一些，分为占有生产资料的雇主或私营业主、占有生产资料的个体户、不占有但可以控制生产资料的中高层管理者、不占有生产资料的工人、占有少量生产资料的农民等。

第四，制度分割，指改革以后出现的国有单位与非国有单位、体制内单位与体制外单位，更具体地还分为体制内核心单位、体制内边缘单位等的状况。中国社会分层的一个很重要特点是体制单位级别对分层地位有重要影响，单位的级别高则其职工的地位也高，反之亦然。对此，边燕杰教授在他的著作《中国城市中的工作与不平等》中，以天津的调研为例做了研究（Bian，1994）。当然，边燕杰教授研究的主要是城市单位改革以前的情况。那时候大家都在体制内的单位里工作，大家的地位都受到单位级别的影响，所以，地位高低的比较和测量标准一样，相互比较要容易一些。而改革后，由于单位体制变迁，出现了国有单位与非国有单位、体制内单位与体制外单位等多种区分，再加上国有企业级别淡化，新生企业不容易测定级别等，要想测量制度分割对分层地位影响的具体分值十分困难。虽然对于传统的体制内单位，还可以使用传统的行政级别来量化单位地位，但对于体制外单位就无法量化，由于没有统一的单位地位量化标准，地位测量的意义就大大缩水。

2.提出阶层划分的三种资源

在分析了阶层分化的上述四种机制以后，该课题组还提出了阶层划分的三种资源，认为，在当代中国社会，对于三种资源的拥有状况或占有量决定了各社会群体在阶层结构中的位置以及个人的综合社会经济地位。这三种资源就是：组织资源（亦称：权力资源）、经济资源、文化（技术）资源。该课题组是这样定义这三种资源的：“组织资源包括行政组织资源与政治组织资源，主要指依据国家政权组织和党组织系统而拥有的支配社会资源（包括人和物）的能力；经济资源主要是指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文化（技术）资源主要是指对社会（通过证书或资格认证）所认可的知识和技术的拥有。”（陆学艺，2002：8）下面就让我们逐一看一下三种资源。

第一，组织资源。很明显，组织资源的概念来源于赖特的组织资产。赖特甚至明确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组织资产指由管理者和资本家控制的权力，特别是在企业生产中控制的权力，而在中央集权的社会，组织资产表现为国家、政府机关控制的权力。“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强调，组织资源更偏重于指国家行政组织资源与政治组织资源。所以，在对具体阶层进行描述时，该课题组认为，主要占有组织资源的阶层是“国家与社会管理者”、“干部”，而主要占有经济资源的阶层是“私营企业主”，且认为“私营企业主”不占有组织资源。这也就是说，在我国，由于国家、政府管理和控制着巨大资源，而作为国家、政府管理者的干部、工作人员也获得了支配这些资源的能力，并且由于具有这种能力而获得了社会地位。

第二，经济资源，如该课题组所说，指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使用权。用生产资料占有与否来区分阶级阶层，是马克思主义所主张的。该课题组认为，在我国最重要和最大量的生产资料由国家和集体占有，所以，用生产资料的占有与否来区分阶级阶层，对“私营企业主”是可以的，但对其他阶层已经不适合。

第三，文化（技术）资源，主要用资格证书来测定。这显然也是来源于赖特的技术资产。如前所述，赖特认为，技术资格证书也是社会中一种不平等分配的财产形式，但实际上，赖特采用技术资格证书仅仅是作为阶级内部分类的基础。“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认为，正像“国家与社会管理者”、“干部”占有组织资源，“私营企业主”占有经济资源一样，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占有文化（技术）资源，再加上经理人员阶层既拥有组织资源也拥有文化（技术）资源，于是，分别占有这三种资源的四个阶层，就被列为地位最高的四个阶层。其他阶层都只是部分或少量地拥有这三种资源，于是在分层地位上，都被排在后面。

如果细心考察，就会发现，以上三种资源与前述四种机制，相互之间有雷同之处。比如，经济资源与生产关系机制（生产资料占有与否）就是相同的，而组织资源与权威等级机制又是相似的。所以，如果将互相雷同或相似的合并的话，按照该课题组的逻辑，在我国阶层划分中有意义的要素是五个：第一，职业或劳动分工；第二，经济资源；第三，组织资源；第四，文化（技术）资源；第五，单位地位或制度分割。该课题组分为两套线索去分析反而显得比较繁琐。从社会分层理论来源看，第一个要素是受到戈德索普的影响，第二、三、四要素是受到赖特影响，只有第五个要素是中国特色。

三 十大阶层的基本内容

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该课题组提出了当代中国的十个社会阶层：

第一，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拥有组织资源）；

第二，经理人员阶层（拥有文化资源或组织资源）；

第三，私营企业主阶层（拥有经济资源）；

第四，专业技术人员阶层（拥有文化资源）；

第五，办事人员阶层（拥有少量文化资源或组织资源）；

第六，个体工商户阶层（拥有少量经济资源）；

第七，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拥有很少量的三种资源）；

第八，产业工人阶层（拥有很少量的三种资源）；

第九，农业劳动者阶层（拥有很少量的三种资源）；

第十，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基本没有三种资源）。

下面，笔者试对这样的社会分层作一个分析与评价。看了以上十个社会阶层的罗列后，人们很自然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将当代中国社会分层概括为这十个社会阶层？笔者以为，如果对比一下我国的职业分类表的话，就可以看到，上述十个社会阶层与我国标准职业分类的大类很接近。

国家标准职业分类的大类是：

第一，各类专业技术人员；

第二，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事业单位负责人；

第三，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

第四，商业工作人员；

第五，服务性工作人员；

第六，农林牧渔劳动者；

第七，生产工人、运输工人和有关人员；

第八，不便分类的其他劳动者。

可以清楚地看到，十大社会阶层与国家标准职业分类的大类非常近似，是在国家标准职业分类的基础上增加了私营企业主、个体工商户和无业失业人员，将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上调为第一类，而又将企业的经理单列为一类。我们知道，这种从职业分类的大类中归纳社会阶级阶层的做法源于戈德索普。

人们很自然提出的第二个问题是：这十个阶层位次排列顺序的依据是什么？我们知道，我国的国家标准职业分类主要来源于国际标准职业分类，而国际标准职业分类大类本身的顺序就暗含职业地位的高低顺序。所以，该课题组的十大阶层位次顺序有一些是从标准职业分类大类的顺序转化而来的。该课题组认为，决定地位高低不同的一个重要依据是对组织资源、文化资源和经济资源三种资源的占有数量，占有数量大的排在上面，占有数量少的排在下面，三种全都不占有的排在最后。

于是，我们很自然就提出第三个问题，组织资源、文化资源和经济资源这三种性质不同的资源怎样比较？谁排在前面？谁排在后面？按照该课题组的顺序是：组织资源排第一，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并列第二。为什么这样排列呢？该报告说：“组织资源是最具决定性意义的资源，因为执政党和政府控制着整个社会中最重要和最大量的资源；经济资源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变得越来越重要，但它在当代中国社会中的作用并不像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那么至关重要，相反，现有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都在抑制其影响力的增长；文化（技术）资源的重要性则在近十年来上升很快，它在决定人们的社会阶层位置时的重要性并不亚于经济资源。”（陆学艺，2002：10）正是根据这种论证，该课题组排列了前面四个阶层：第一，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第二，经理人员阶层；第三，私营企业主阶层；第四，专业技术人员阶层。

但是实际上，这里面有许多矛盾。私营企业主阶层被排在第三，而受他们雇用的经理人员却排在第二，老板比他所雇的手下人的地位还低，这确实没有道理。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也就是官员、干部被排在第一位，该课题组论证说，“因为执政党和政府控制着整个社会中最重要的和最大量的资源”，但是，这里面也有不少矛盾。首先，官员、干部是被雇用或任命而承担该职务的，他们可以管理这些资源，但如果严格按照管理规则办事，他们的权限很有限。确实有一些腐败官员，将公共资源据为己有，但那是违法行为。其次，既然是被任命的，就有任期，如果任期到了，他们的地位就下降了？再次，不同职务的官员控制资源的性质和数量有很大差异，那么，级别一样的官员，在不同的部门分层地位也不一样吗？最后，官员、干部最终是要退休的，退休以后还是不是排在第一位呢？

笔者认为，与官员、干部的资源控制权不能继承的情况正好相反，私营企业主的经济资源却属于他们自己，是可以传递给子女的。在2007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通过以后，私营企业主私人资产继承和传递的意义就更为突出。如果从这种角度看，私营企业主的经济资源与官员干部的组织资源性质完全不同。私营企业主的经济资源保证了家庭代际传递的社会分层地位，而干部的组织资源只是任期内的权力，而且受到各种管理规则的严格限制。所以，赖特在画阶级结构图形时，将生产资料占有者画在一个框内，而将不占有生产资料的画在另一个框内，两个框之间是分隔开来的，这样做还是有一定道理的。在我国，占有生产资料的私营企业主、老板以及巨富阶层的利益，与社会上其他阶层的利益还有重大差别。尽管官员、干部在任期内控制组织资源，但如果严格守法的话，如果不出现腐败的话，官员干部的组织资源会受到相当的制约，而且不能在家庭成员中传递。如果上述条件能够实现的话，从阶级结构上看，官员干部的利益与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以及广大雇员阶层的利益还是具有一致性的基础的，这也是政府的政策能够代表多数人意愿的重要阶级依据。

笔者以为，至于文化资源，与人们的才能、能力密切相关，从理论上看属于“自致因素”。正如前面功能主义所辩护的，以文化资源来区分社会地位，相对其他资源来区分社会地位，更具有合理性。因为，如果文化资源多的社会地位高，人们就会争取获得更多的文化资源，这最终对于提高全民族的文化、技术水平有好处。虽然它也有缺点，比如“高考”导致文凭至上、学历至上，但相对于其他资源配置上的不公正而言，文凭、证书和学历的竞争，在竞争机制上更强调公平原则，其社会导向比其他不公平现象的社会导向要好得多。总之，三种资源不是简单的数量差异的问题，而是根本性质完全不同的问题。在区分社会地位时，究竟将谁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很值得研究，并不是可以简单决定的事情。

该课题组还借鉴戈德索普的多重阶级归类的做法，将十大社会阶层转化为五个大的社会等级：社会上层、中上层、中中层、中下层和社会底层。其中，社会上层由十大社会阶层的前四个阶层中的高层领导干部、大企业经理、高级专业技术人员和大的私营企业主构成。中上层由前四个阶层中的中低层领导干部、大企业中层管理者、中小企业经理、中级专业人员和中等私营企业主构成。中中层由初级专业技术人员、小企业主、办事员、个体工商户构成。中下层由个体劳动者、一般商业服务业人员、工人、农民构成。而社会底层由生活处于贫困状态并缺乏就业保障的工人、农民和无业、失业、半失业者构成。具体转换参见图8-1（陆学艺，20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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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1 十大社会阶层与五大社会等级转换图

第二节 倒丁字形社会结构

“倒丁字形社会结构”是笔者采用“国际社会经济地位指数”的方法，对我国“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分析以后，提出的社会结构的图形。这篇论文发表于2005年，大家从网上也很容易找到。该文最初使用的是“倒丁字型”概念，后来改用“倒丁字形”概念，现一律统一为后者。本节从社会结构测量方法的角度，解释一下什么是“国际社会经济地位指数”的方法，用这种方法测量社会结构，与上面第一节的测量有什么区别；同时也介绍，除了“国际社会经济地位指数”的方法以外，还有什么类似的社会地位测量方法，不同的方法如何比较，这些不同的方法数值能否互相换算；以及分析从我国的倒丁字形社会结构中可以发现什么问题。

一 什么是国际社会经济地位指数？

社会学对于社会地位的测量有很多种方法。第一种是阶级归类或阶级划分的方法，其特点是探索出一些有重要经济社会差异的大的阶级类别，然后将社会人群纳入这些大的类别之中。像前面介绍的赖特的阶级分类方法、戈德索普的阶级分类方法，以及陆学艺研究员等提出的中国十大社会阶层的划分方法等，都属于这一类方法。

第二种是职业声望测量的方法。首先，设计出某种形式的职业声望量表，然后选择一些有代表性的、熟悉职业的人群，让他们对各个职业打分，最后统计出他们评价的分值，根据评价的结果对职业排位次。这是一种对社会地位的纯粹的主观评价。

第三种比较简单，就是按照经济收入将人群分组。比如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农村住户抽样调查的数据，2005年我国农村居民户按照人均年纯收入分组的情况是：100元以下的占0.65%，100～200元0.11%，200～300元0.20%，300～400元0.31%，400～500元0.41%，500～600元0.57%，600～800元1.88%，800～1000元2.84%，1000～1200元3.53%，1200～1300元1.97%，1300～1500元4.40%，1500～1700元4.89%，1700～2000元7.67%，2000～2500元12.49%，2500～3000元11.42%，3000～3500元9.55%，3500～4000元7.57%，4000～4500元5.93%，4500～5000元4.64%，5000元及以上18.96%（国家统计局，2006：369）。按收入分组的好处是可以了解各个收入组的收入水平与规模，但这些收入组仅仅是一些统计意义上的分组，并不是具有真实社会互动和社会关系意义的群体。

第四种就是本节使用的方法，是试图综合上述各种方法的优点，将职业声望、经济收入等社会经济指标综合起来，并且试图作出国际比较。它收集世界各国的社会经济数据，创造一种国际上可以通用的测量社会地位的量表。

这种综合性测量职业地位的方法，可以追溯到加拿大学者布利深（Blishen，1958：519-531）和美国学者邓肯（Duncan，1961：109-161）。该方法是根据各个职业群体的客观平均受教育水平和平均收入水平加权打分，有时还考虑到就业者的年龄因素甚至就业者父亲的财富、社会经济特征等。“社会经济地位指数”是综合人们的多种社会经济因素而排列的顺序和分值，是一种客观地位而不是主观地位，尽管该指数与职业主观声望测量的指数具有很强的相关关系。

在将此类指标国际化的过程中，特莱曼（D.Treiman）做了很多努力。他将遍布世界各大洲的包括从发达社会直到传统不发达社会在内的60个国家的85套职业声望数据进行整合，提出了“国际标准职业声望量表”（International Standard Classification of Occupations，简称ISCO）（Treiman，1977）。此后，特莱曼又与甘泽布姆（Ganzeboom）和格拉夫（Graaf）一起提出了“国际标准职业社会经济地位指数”（International Socio-Economic Index of Occupational Status，简称ISEI，下文中中文亦称“国际社会经济地位指数”），此即本节所使用的方法（Ganzeboom，Graaf，and Treiman，1992）。在建立该指数时，特莱曼等使用了16个国家的31套数据，这些国家包括从最不发达国家到最发达国家，因此该指数具有国际代表性。特莱曼等人采用的是国际标准化职业分类体系，而且在形成该指数时，他们将教育的和收入的指标也做到了国际标准化，从而解决了国别差异问题。

当然，不同方法之间的界限也不像一刀切那样十分分明，各种方法也互相包含。比如，戈德索普的阶级分类就是以职业分类为基础，因此，他所创造的分类与ISEI也可以转换。如上所述，声望虽然是主观评价，但人们在作出判断和评价时也是综合考虑了职业的政治、经济、社会地位等因素，所以，有关职业地位的各种测量，相关性非常强。比如，特莱曼的ISCO量表以及后来经过修正的“标准国际职业声望量表”（Standard International Occupational Prestige Scale，简称SIOPS）与ISEI同样可以转换。本教材的附录中列出了职业地位测量的三种量表，即 “标准国际职业声望量表”（SIOPS）、“国际社会经济地位指数”（ISEI）和戈德索普量表（简称EG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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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试截取三种量表的两小部分，来简单说明一下（Ganzeboom，1996）。

表8-1 “标准国际职业声望量表”（SIOPS）、国际社会经济地位指数（ISEI）和戈德索普量表（EGP）之比较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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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2 “标准国际职业声望量表”（SIOPS）、国际社会经济地位指数（ISEI）和戈德索普量表（EGP）之比较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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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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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1和8-2是我们分别截取三种量表［“标准国际职业声望量表”（SIOPS）、国际社会经济地位指数（ISEI）和戈德索普量表（EGP）］的两小部分。表8-1取的是职业分类第二大组“专业人员”中的一小部分，主要是物理、数学和工程学专业人员的部分职业。表中前三栏是三种量表相应职业所给予的分值，第四、五、六、七栏是职业不同层级组的代码，采用的是1988年国际标准职业分类的四级代码，最后一栏是具体职业。从表中可以看到，比如对于“气象学家”，“标准国际职业声望量表”给分72分，而“国际社会经济地位指数”给分74分，戈德索普量表则归入第一阶级。再比如对于“制图、测量工程师”，“标准国际职业声望量表”给分58分，“国际社会经济地位指数”给分56分，而戈德索普量表则将其归入第二阶级。不同量表根据各自的理论和测量，给予同一职业的分值和归类还是有差异的。

表8-2取的是职业分类第五大组“服务业、商店市场销售人员”中的一小部分，主要是个人服务员、保安服务人员、售货员、模特、推销员等。这里着重解释一下戈德索普量表的分值，从表8-2中可以看到，对于“职业再细类代码”5111的“旅游服务员、乘务员”，戈德索普量表给出的值是3，即归入第三阶级，这个还比较好理解。但是，对于“职业细类代码”5130的“私人保姆、为个人照料服务的人员”，戈德索普量表给出的量表值是9，对于“职业再细类代码”5161的“消防队员”给出的量表值是8，对于“职业细类代码”5230的“货摊、市场售货员” 给出的量表值是10，可能就比较费解了。因为，前面第七讲介绍戈德索普阶级模型时是七阶级分类，那么这里的量表值8、9、10是什么含义呢？要注意，这里的戈德索普量表的数值与七阶级之间的分类关系如下：

EGP数值1：第一阶级（Class Ⅰ）；

EGP数值2：第二阶级（Class Ⅱ）；

EGP数值3：第三阶级（Class Ⅲ）；

EGP数值4：第四阶级中的a，即雇用他人的小业主和手艺人（Class Ⅳa）；

EGP数值5：第四阶级中的b，即不雇用他人的小业主和手艺人（Class Ⅳb）；

EGP数值6：第四阶级中的c，即农场主、小股东、农业自我雇用者等（Class Ⅳc）；

EGP数值7：第五阶级（Class Ⅴ）；

EGP数值8：第六阶级（Class Ⅵ）；

EGP数值9：第七阶级中的a，即非农业的半技术体力工人（Class Ⅶa）；

EGP数值10：第七阶级中的b，即农民和其他农业雇工（Class Ⅶb）；

EGP数值11：第七阶级中的c，即农场工人、自耕农等（Class Ⅶc）。

当然，戈德索普对于阶级分类的表述在不同文章中曾有些差异，所以上面EGP数值6与EGP数值11内容上有些重复（Erikson and Goldthorpe，1992：28-39；Ganzeboom，1996）。关于戈德索普阶级分类的具体内容参见本教材第七讲，关于上述三种量表的全部内容，可以参见本教材的附录部分。

采用社会经济地位指数的测量与前面阶级结构的测量，在方法上有什么区别呢？我们知道，在社会地位的测量上，有两种完全不同的思路。一种是将人群区分成不同类别的比较大的群体，各类别之间有明确界限，相互之间的关系不是连续的，而是中断的，这种方法称作“类别型方法”（categorical approach）。对此，上文已有论述。另一种是用连续不断的数据显示社会地位的高低，称作“连续型方法”（continuous approach），上文所显示的“标准国际职业声望量表”的方法和“国际社会经济地位指数”方法均属于这一类。类别型和连续型两种方法各有利弊。“类别型方法”比较有利于分析各个类别、各个阶级之间的关系；而“连续型方法”的优点是：地位测量非常细致，反映的地位位置更准确。“类别型方法”的一个大问题是，有时候会发生归类的错误。由于一定要归入大类，而有些社会地位因为是处于中间状态，归入非此即彼的大类后，反而不是他们真实的社会地位了。连续型方法所显示的社会要更复杂一些，每个人的地位都会有细微差别。

二 采用国际社会经济地位指数对我国职业地位的测量

笔者的研究在将职业指标转换为ISEI值的时候，也尽量做到对职业进行辨析和实现转换的准确性。我国的职业分类自1986年国家统计局和国家标准局发布职业分类标准以来，已经过多次修改，修改的总倾向是越来越接近于国际标准职业分类。当然，由于国情的差异，在职业种类上还是会有一些差别。本节采用的是2000年人口普查的职业分类。目前我国的职业分类与国际标准职业分类比较，还是显得粗糙一些，类别分得没有国际标准的那样多，这可能与我国的职业分化不充分有关。当然，这并没有影响分值的转换。由于我国的职业分类也是源于国际标准职业分类，所以，多数职业的对应还是比较容易。对于个别不容易对应的职业，笔者与笔者的学生张海辉进行了讨论，分析了该职业活动的具体内容，在分辨的基础上完成了对应的工作。

此外，需要说明的是，以往的研究曾经证明，中国的职业地位受到单位体制的影响，个人间的不平等受到单位间的不平等的调节。本讲前面“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提出的影响社会分层的“制度分割”也是指同一种情况。但是，此次转换为ISEI值时，没有采用单位地位的调节，这是因为：第一，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单位地位对个人地位的影响力已经大大下降；第二，目前由于众多新型单位的涌现，连单位地位的高低也很难分辨。所以，如果用单位地位去修正，反而会造成更大的误差。

转化成ISEI后，我国各个职业阶层的地位值如下（见表8-3）。

表8-3 中国16～64岁人口的“国际社会经济地位指数”（IS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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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结果使我们十分惊讶，它所反映出的基本社会结构比一般金字塔的结构还要差，可以说是倒丁字形的，即64.7%的人处在非常低的分值位置上，与其他群体形成鲜明的分界，其他群体则像一个立柱，显示了巨大的差异性（见图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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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2 按照ISEI值测算的我国社会经济地位结构图形

下面试介绍上述ISEI分值一些主要群体的构成情况。

23分组占了全部就业者的63.2%，而组成该分值的职业群体基本上就是农民，包括从事大田、棚架等农作物种植的人员，农副产品加工人员和其他种植养殖业从业人员，畜牧业生产人员，家畜家禽等从业人员，收垃圾为生者，清洁工等。其中的主体，占该组91.2%的都是从事大田劳动的农民，就是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即在上述的63.2%中，58%都是大田农民，另加上5.2%的其他一些体力劳动者。这些人构成倒丁字形社会最下面的一个巨大群体。该群体反映了中国一个非常严酷的现实：社会下层的比例过大。

29～31分组在立柱形的分组中人数稍多一些，占9.1%，多为建筑工人、土石方施工工人、混凝土配置加工工人、架子工、地质勘察工人、煤矿冶金矿物开采工人、建筑材料加工工人、金属加工工人、装运搬运工人、人力车工、外卖运送工、运输工、伐木工人、屠宰场和肉类加工工人、皮毛生产加工工人、制鞋业工人、手工业工人等。这类人多是由农民转化而来的农民工、乡镇企业工人，他们的实际社会地位和实际生活水平与农民比较接近。

33～38分组人数稍多一些，占就业总数的10.3%，主要由公路、道路、铁路、水上运输人员和其他运输服务人员，商业服务业普通营业人员，餐饮业服务人员，机电产品、电子产品装备人员和装配人员，机械动力设备装配人员，机械设备修理人员，电子元器件与设备制造及装配人员，仪器仪表修理人员，工艺品制作人员，乐器制作人员，生活生产电力设备安装操作修理人员，化工业的半技术人员，加工业的半技术人员等。这个阶层介于中产阶级与蓝领层之间的位置，可以称作蓝领上层，也可以称作白领下层。

以下各组的比例就更小了，相比较而言，还有下面各组值得一提。

43～45分组占全部就业者的2.9%，主要是小学教师，幼儿教师，护士，普通行政业务人员，办公室普通职员，企业普通职员，商业服务业人员，推销、展销、购销人员等，是典型的白领群体。

68～69分组占全部就业者的3.3%，主要是生产、销售、服务的各类企业的经理、负责人，科技专业人员，规划设计人员，电子、电力、广播、电影、电视、交通的工程技术人员，中学教师和各类中专、中级、中等职业教育人员，行政管理方面的专业技术人员等。

在最高分值的组里，85～88分的所占比例稍高一些，但也仅占全部就业者的0.5%，主要是：银行、金融、证券企业的经理、负责人，医生、教授、律师等高级专业技术人员，国家机关党群组织负责人等，法官等高层司法人员等。

我们知道，科学的社会理论应该能够经得起社会实践的验证。上面笔者所提出的这样一种倒丁字形社会结构的观点，是否真的反映了我国的实际情况呢？应该说，我们每天耳闻目睹的无数事实都在印证此种二分类的社会结构的现实。比如，近年来备受关注的“三农问题”，本质上就是倒丁字形社会结构的巨大下层结构问题。再比如，我国目前严峻的区域发展不平衡，也是这种倒丁字形结构的一种反映。

上文已述，在采用调研数据表现社会分层结构方面，国际上常用的是赖特模型和戈德索普模型，“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提出的十大社会阶层，在方法上是赖特模型与戈德索普模型的结合。那么，本节采用ISEI值的方法来展现中国社会结构，与上述方法有何异同呢？我们知道，赖特模型所依据的指标是三个，即所有权、组织资产和技术资产，戈德索普模型的基础是职业结构，而职业结构本身与所有权、组织资产和技术资产也是交织在一起的。ISEI值所依据的是收入、教育和职业结构。所以，就所依据的要素看，ISEI值的方法与上述模型高度交织和重合。与上述模型不同的是ISEI值所描述的社会结构更为细化，能够展现社会结构的每一个细节，这样就可以更为准确或精确地表现社会结构。再者，本节使用ISEI值时，采用的是直接展现的方法，没有再做分组，这样反映的社会结构比较客观，不受主观干扰。其他模型则由于做了人为的分组，常常具有很重的主观成分。

三 对于倒丁字形社会结构的分析

在以往有关社会分层结构的研究中，倒丁字形结构确实比较罕见。与金字塔形结构相比，倒丁字形所表现的阶层之间的界限更为突出，是直角式的，下层与其他阶层之间几乎完全没有缓冲或过渡，是非此即彼的二分式结构。为什么会如此呢？中国为什么呈现出“倒丁字形”社会结构呢？

原因当然可以找出很多，但最为直接的原因显然是户籍分隔。仅从这一点看，就可以知道，我国“倒丁字形”社会结构并不是自今日始，而是持续了久远的时期。笔者认为，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的社会结构其实也是倒丁字形，不过，在当时，主导社会的是“政治分层”结构（李强，1997：32～41）。经济和社会地位较低的群体，比如贫下中农，却具有很高的政治地位，于是，倒丁字形的结构被暂时掩盖起来。

改革30多年来，中国的经济和经济结构都有了巨大的发展，为什么倒丁字形社会结构却依然如故呢？这不能不使我们反思多年来的城乡户籍政策。笔者以为，户籍制约下的中国“城市化”的严重滞后是导致城乡差距日益扩大的根本原因。我们知道，在世界各国，现代化、工业化的发展始终是与城市化的发展并行的。那么，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发展是否有一定的比例关系呢？回答是肯定的。塞缪尔·普雷斯顿（Samuel Preston）对1950～1970年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不包括中国）工业化与城市化关系进行考察。在收集大量数据的基础上，他发现，其比例关系大约是1∶2（Preston，1988：24～25），即，工业劳动力占全体劳动力的比例每增长1%，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会增长2%。

以此为参照，我们看看中国改革以来的情况，就会发现严重的城市化发展滞后的问题。试以1978～2000年中国大陆的数据为例，1978年中国工业劳动者占全体劳动者的比例为26.2%，城镇人口比例为17.92%。到2000年，工业（非农业）劳动者占全体劳动者的比例低的估计为50%，高的估计为60%，笔者取中间数（55%）。这样，2000年中国工业劳动者占全体劳动者的比例比1978年上升了28.2%，按照上述塞缪尔·普雷斯顿所发现的1∶2的比例，相应的城市人口应上升56.4%。然而，我国2000年的城镇人口比例仅为36.22%，与1978年比，仅上升了18.3%，也就是说，中国比国际一般规律测算的城市发展速度低了两倍。

为什么城市化滞后会导致城乡差距的扩大呢？道理是显而易见的。与农村相比，城市具有十分明显的优势地位，城市是经济（工业、商业、金融、新兴产业）、政治、文化的中心，所以，资本、高素质劳动力、技术流入和聚集在城市是不可避免的。

相反，与城市和工业相比，农村和农业具有明显的劣势。农产品生产周期长，容易受到自然灾害的侵袭，量大值低，不容易保存，需求弹性小，利润低，风险较大（赵满华，1997：121）。因此，世界各国都采取一定措施保护农业。当农业人口降低到较低比例时，国家比较容易采取补助政策。像我国这样，城市人口比例低、农业人口巨大，则补贴的人均量必然较小，只能是杯水车薪。

农业本身的劣势使得生活于农村的人口处在不利地位上。另一方面，农民工即使进城打工，也只能处于次级劳动力市场——由于户籍的限制，农民工一般就业于收入低、福利差、不稳定的职业——所以，虽然可以从城里获得一些收入，但与城里人相比，农民工的收入水平很低。打工和汇款也不能起到缩小城乡差距的作用，而只能扩大差距。

所以，如果不对城乡分野的户籍政策做出重大调整，任由城市和农村自由竞争的话，农村的滞后只会越来越严重。中国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和消费差距在20世纪90年代末和21世纪初的时候都上升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最高峰。无论人均收入还是人均消费，城市居民都大约是农村居民的4倍。根据有的专家分析，如果加上城市居民享受的各种福利和补贴，城市居民的收入大约是农村居民的7倍。所以，正是城乡分野的体制，使得倒丁字形的社会结构难以变化。

以上证明，倒丁字形社会结构反映的是中国城乡分野的现实，也就是说，农村人口构成倒丁字形结构的一横，是巨大的处在下面的社会阶层，而城市人口更多是构成倒丁字形结构的一竖的社会阶层。那么，下面笔者就通过数据分别分析，看看城市和农村是不是处在这样两种完全不同的结构中。

表8-4 我国农村16～64岁人口的“国际社会经济地位指数”（IS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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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看看用ISEI测量的农村的社会结构（见表8-4）。从表中可以看到，23分值的群体，即大田农民占到农村劳动者的78.3%，其他人数稍多一些的群体，ISEI分值也基本是在40分以下。累计40分以下的群体，已经占到农村全体劳动者的96.7%，所以，40分以上的群体寥寥无几。在40分以下的群体中稍稍可以一提的是29～31分组，合计占7.2%。如上所述，这一组主要是由农民转化来的建筑工人、矿工以及一些重体力型的、粗重劳动的工人，包括很多不很正规的乡镇企业工人。33～34分组合计占2.4%，主要是农村各类搞运输的，农村的一些小的服务、餐饮业服务人员以及农村一些从事制造加工业的工人等。37～38组分占3.7%，主要是农村的一些机械设备修理人员、电子元器件与设备制造或装配人员、仪器仪表修理人员、工艺品制作人员、精细纺织业的工人等。

除了上述职业群体以外，农村几乎就没有比例稍高一些的群体。所以，可以肯定地说，我国农村是一个典型的由普遍较低地位者构成的社会。农村根本谈不上有什么中产阶级。

让我们再来看看城市里的群体。总的来说，在城市居民的分布里，中间阶层占有相当比例。低分值群体虽然也占有一定比例，但并不是很多。最高分值的群体比例当然很小。所以，总的看，还是有中间大、两头小的趋势。所以，城市的阶层分布与农村的完全不同，应该说城市还是有中间阶层结构倾向的。让我们逐一看看各组的情况。

城市群体的ISEI值（见表8-5），如果严格按照分值均等分成三组的话，可以分为高、中、低三组。低地位群体组分值为16～40分，人数比例共计55.3%，相比之下上面农村社会ISEI值16～40分组劳动者已经占到农村全体劳动者的96.7%。可见城市与农村社会结构的巨大差异性。城市中间地位群体组分值为41～66分，总共占26.5%。高地位群体组分值为67～90分，总共占18.2%。所以，总的结构是下层组比例略高一些，占了全体劳动者的一半多一点，中层和上层组合计几乎占了另一半，这种中上层结构显然也与农村的丁字形结构完全不一样。

表8-5 我国城市16～64岁人口的“国际社会经济地位指数”（IS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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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笔者试对城市的上、中、下这三个组进行分析。低地位组虽然比例高，但内部的情况也很不一致。该组真正处在底层的人比例很小，比如，典型的23分组（农民）只占6.2%。24～40分是该组的大多数，占到该组的83.9%，占全体就业者的46.4%，其构成人员主要为：街头小贩、屠宰场和肉类加工工人、食品加工工人、蔬菜水果加工工人、建筑工人、管道工、土石方施工工人、混凝土配置加工工人、瓦工、木工、油漆工、理发工、美容工、陶瓷玻璃制作工、金属冶炼工、地质勘察工人、煤矿冶金矿物开采工人、建筑材料加工工人、金属加工工人、保姆、做饭的、保管员、宿舍管理员、物业管理员、各种服务人员、广告架工、建筑业架子工、水下作业工、铁匠、工具制作工、纺织工、制衣工、电机机械工、电子设备制作工、电话安装工、乐器制作工、手表制作工、精细手工制作工、印刷工、音像制作工、组装工等。所以，这一部分的主体由直接操作工组成，他们是城市工业劳动者的主体。他们所处的位置不是真正的下层，而是中下层。该群体虽然不很富裕，但他们的生活还是有保障的。

如上所述，中间地位群体组分值为41～66分，总共占26.5%。其组成成员为：火车和轮船驾驶员、电子设备服务人员、电机工程技术人员、电子通信工程技术人员、化学工程技术人员、医疗工程技术人员、测绘工程技术人员以及各类工程技术人员、计算机技术人员、各类电子设备技术人员、轮船飞机技术人员、销售人员、模特、展示人员、救火员、警察、客户服务职员、收款员、收票员、信息服务处人员、旅游机构职员、电话接线员、各种艺术表演员、运动员、职员、秘书、文字处理员、数据处理员、会计员、统计员、管理生产运输职员、商业机构职员、广告员、政府普通管理职员、社会工作者、保险业务员、传统医学人员、特殊教育人员、职业介绍员、劳动管理员、实验室助理、医疗健康辅助职业、医药助理、护士、翻译人员、编辑人员、幼教教师、初等教育教师以及部分中等教育教师、图书馆职员。总之这一部分是中国场景下的典型中间层。中间层也可以再分为上层群体和下层群体，以上这部分人也可以称作中产阶级的中间群体和中下群体。

高地位群体组分值为67～90分，总共占18.2%。其构成为：律师，法官、检察官等司法人员，经济学家等各类社会科学家，人事管理人员，商业专业人员，大学教授等各类高等教育专业人员和管理人员，医生、药剂师等各类医疗专业人员，工程师、建筑师等各类高层专业技术人员，物理学家、化学家等各类自然科学家，计算机软件、硬件、程序设计等计算机工程师，国家机关及其工作机构负责人，党群组织负责人，企业负责人，各类企业经理，各类事业单位负责人等。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城市社会结构的特点。第一，虽然我国城市社会中下层的比例比较高，但它与农村的社会结构完全不同，真正的下层群体比例并不高，而是介乎下层与中层之间的群体比例较高。第二，在城市社会中，可以发现比较明显的中间阶层群体，虽然比例没有中下层群体高，但与农村社会相比，城市是有中产阶层的。第三，中产阶级与上层阶级的界限不十分清晰，两个阶层在很多方面是重合的，ISEI高分组里有相当一部分属于中产阶级。

总之，对比了城市社会结构与农村社会结构之后，我们清楚地看到，一方面，城市和农村人口的户籍分野是倒丁字形社会结构的根本原因，另一方面，城市和农村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社会结构。人们必然会提出疑问，中国究竟是一个社会分层体系还是两个社会分层体系？笔者以为，实际上，中国是两个社会分层体系，一个是城市社会的分层体系，另一个是农村社会的分层体系。这两个体系几乎是独立运转的，相互之间并不交融。虽然有巨大的农民工群体流动于城市和农村之间，但由于与户籍相关的一系列限制，迄今为止，多数农民工最终还是要回到农村去，而不是融入城市社会。很多农民工虽然长期在城市打工，但无论是他们自己还是城市居民并没有真正将他们纳入城市社会体系。

四 倒丁字形社会结构与社会结构紧张

倒丁字形结构的社会后果是什么呢？笔者以为，倒丁字形的社会结构，由于其下层群体过大，而且下层与其他群体之间属于一种两极式的（或直角式的）连接方式，因而导致社会群体之间以至整个社会处于一种“结构紧张”状态。在此有必要介绍一下“结构紧张”的概念。笔者所说的“结构紧张”，也可以称作“社会结构紧张”，是指社会结构的不协调使得社会群体之间的关系处在一种对立的、矛盾的或冲突的状态下，或者说，社会关系处于一种很强的张力之中。在这样一种状态之下，社会矛盾比较容易激化，社会问题和社会危机比较容易发生。

这里涉及社会学的一个基本理论问题，即社会结构究竟是一种超于个人之上的实体，抑或仅仅是一个没有实际意义的名称？在韦伯等社会学家看来，所谓社会结构不过是个名称，并不是一种社会实事，是没有经验根据的，是推测性的抽象（约翰逊，1988：267）。韦伯认为社会现实是以个人的社会行动为基础的，社会结构不过是一种可能性，它并不能独立地存在于人们的行为之外。与此相反，另一派社会学家则认为，社会结构是对社会上每一个人都发挥巨大作用的实体。比如，涂尔干将社会结构视为一种客观实在，认为它超越于个人之上，并影响和制约着每个人的行为。涂尔干有一句名言：“社会先于个人”（society is prior to individual）（叶启政，1992：18）。在这一点上，他与卡尔·马克思的观点是一致的。马克思也认为，社会结构是一种不依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实在。笔者的立场属于后一派。本文认为，“结构紧张”或“社会结构紧张”是一种超越于个人之上的社会实在，它的产生是因为社会阶级结构出现严重的不协调，它一旦产生，即制约着全体社会成员的行为。所以，结构紧张是造成众多社会问题、社会矛盾的基础原因。

在社会学中，最早提出“结构紧张”概念的是美国社会学家默顿。默顿试图用这个概念解释社会结构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引发或造成社会问题。默顿认为，所谓“结构紧张”（structural strain）是指这样一种社会状态，即社会文化所塑造的人们渴望成功的期望值，与社会结构所能提供的获得成功的手段之间产生了一种严重失衡的状态。比如，某一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过于强调金钱、致富的重要性，而与此同时，社会所能够提供给人们的挣钱手段又不多，这时候，社会就处于一种“结构紧张”状态。默顿认为，这时社会矛盾、犯罪、冲突就会激增。

后来，斯梅尔塞（Neil J.Smelser）还进一步分析了“结构紧张”的社会后果。与默顿的观点相似，斯梅尔塞认为，当人们对于生活水平、社会状况的期望得不到满足时，结构紧张就会发生。斯梅尔塞提出，在结构紧张的状态下，人们会产生非理性的信念或行为，例如造反，人们会用这种非理性的信念来解释社会状况。当发生突发事件时，比如种族暴力行为，人们的反应是动员起集体行动，如果该行动不能被社会控制的因素阻止，就会出现混乱的集体行为甚至社会运动（Smelser，1962）。

从本节所阐述的“结构紧张”的视角看，马克思对西方社会的基本矛盾的论证，也是类似于结构紧张观点的，尽管他本人并没有直接使用过结构紧张的概念。例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最容易激化社会矛盾的一种社会结构，就是社会“分裂为两大敌对阵营”，就是两极型社会结构（马克思、恩格斯，1972b：251，263；马克思，1975：708）。所以，“结构紧张”大体上与马克思主义分析社会的视角相一致。

本节所分析的倒丁字形社会结构，以及倒丁字形结构所造成的结构紧张，可以用来理解和解释当今中国社会的种种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比如，目前社会上不断攀升的贫富差距，就是倒丁字形社会结构的直接反映。又比如，笔者曾通过职业声望调查发现（李强，2000：100～111），社会价值观念出现了分裂，出现了几种互相冲突的价值观念体系和分裂型社会评价，而冲突的价值观念体系又恰恰反映了群体关系的裂痕，这些也是倒丁字形结构的结果。还比如，生命攸关的食品安全问题，生产和加工食品的多是倒丁字形结构的下层，教育水平很低的生产者或者是意识不到滥用各种生长素、添加剂的巨大危害，或者是牟利驱动使然，结果在消费食品的倒丁字形结构的中上层群体中产生了严重的食品安全恐慌。再比如，城市里偷盗下水道井盖的事件屡禁不止，结果频繁发生掉进下水井的重伤事故。还有盗窃路灯的、盗窃消防水带的，甚至连楼房的纱窗也盗窃，处在倒丁字形结构下层的某些人，为了微小的利益而将公共设施破坏造成巨大损失，其实盗窃者卖废品后所能得到的利益极为微小。这说明倒丁字形结构的巨大差异已经使得社会的基础设施都难以保护、基本的运转都难以进行。目前，中国社会运行的巨大难题在于，倒丁字形结构造成的社会群体之间需求差异太大，社会交换难以进行。中产阶级体面生活所需要的基本设施，在倒丁字形结构的下层群体看来都是奢侈的和可以利用来谋生的途径。总之，几乎所有社会问题，如秩序问题、治安问题、贫困问题、艾滋病问题、卖淫问题等，都可以从倒丁字形结构和结构紧张上得到解释。

笔者以为，倒丁字形结构和结构紧张是个老问题而不是个新问题。一个世纪以来，中国因社会阶层差异而造成的社会结构紧张的问题始终没有解决，只不过在不同时期表现为不同的内容罢了。新中国成立前，它表现为大土地所有者与失地或拥有很少土地农民的矛盾。新中国成立后，在相当一段时间里，表现为大规模政治运动中各群体间的批判和斗争。有人以为当时的结构紧张完全是毛泽东个人的“阶级斗争”政策造成的，其实不然。个人政策会加剧或缓和形势，但社会结构不是个人政策能够创造的。面对当时巨大差异的社会，毛泽东采用政治上提高贫下中农、体力工人地位的政策，试图用这样的政策来缓和结构紧张。毛泽东的基本政策取向是向倒丁字形结构的底层倾斜，其结果是缓和了大众的情绪，甚至唤起了大众普遍参与的积极性，但却造成了中层和上层群体的重大挫伤。

总之，笔者以为，中国社会始终没有走出“社会结构紧张”状态，一个重要的结构原因就是此种倒丁字形的社会结构。换言之，如果要想从紧张型社会进入宽松型社会，最根本的还是要完成社会结构的转型。那么，如何实现社会结构的转型呢？

对于中国社会结构的转型，学界已经有过很多论述。笔者认为，虽然社会结构的含义很广，但核心问题还是要实现群体结构或阶级结构的转变。中国共产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提出的“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的思路，与本节所说的方向是完全一致的。

要实现社会结构的转型，首先应该认清，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化是在一定经济社会条件下发生的历史过程，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单纯的人为因素就可以改变的。重大社会事件、社会政策变量可以影响社会结构的变化，但其影响也不是无限度的。第二，社会结构的变化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很难期望在短期内完成。第三，如果完全不顾历史发展的进程，人为干预社会结构的变化，反而会带来更为惨痛的教训。

探讨结构变迁趋势的一个最好途径就是分析一下过去变迁的历史轨迹。下面，笔者试比较一下我国三次人口普查所反映出的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化。由于没有1982年和1990年人口普查的原始数据，笔者没有采取上述转换为ISEI值的方法。但是，上述ISEI值的方法也是以职业为基础的，所以，笔者就比较一下在三次人口普查中大的职业类别的变化。这样一方面阐述比较简洁，另一方面，也可以让读者提纲挈领地理解变迁的主要趋势。这与上述ISEI值的方法在大的结构上也没有本质区别。

表8-6显示了1982～2000年近20年的时间里，我国社会职业结构所发生的变化，这段时间恰好是我国改革开放的时期，所以，该数据也反映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职业结构、阶层结构发生的最主要变迁。

表8-6 1982～2000年我国各主要职业群体结构的百分比变化*


[image: ]


笔者试对上表中主要变化做如下分析。

第一，1982～1990年的这段时间里，虽然改革开放的力度很大，但社会职业结构基本没有变化，这反映出政策变量对社会结构影响的滞后性。农业（农、林、牧、渔、水利业）人员仅仅减少了1.4%，生产工人百分比基本保持不变，甚至有所减少，当然，工人的总比例虽然没有太大变化，但内部结构还是有变化的；城市市民中的工人比例有所减少，而农村的工人对于这部分有一些补充。商业、服务业人员仅增加了1.4%，办事员、专业技术人员和单位负责人也只有微小的变化。

第二，1990～2000年，社会结构的变化速度有所加快。农业劳动者减少了6.12%；表面上看，生产、运输工人的总比例没有太大变化，仅增加了0.67%，但实际上，其内部构成还是有很大变化的。城市居民里面的生产工人的比例大大减少，而很多来自农村的生产工人补充到了这支队伍中来。上面农业劳动者所减少的6.12%就主要是补充到这里来了，所以，内部的变化还是很大的。商业、服务业人员和办事人员几乎翻倍，而只有专业技术人员和各种单位的管理者比例变化不大。

第三，尽管发生了上述变化，但“倒丁字形”或“金字塔形”社会结构的基本格局依然如故。如果预测一下未来的变迁趋势，如果农业劳动者以上述每十年6.12%的速度减少，那么要缩小到占全部就业人口的20%还需要70余年时间。即使假设条件允许我们采取加速城市化和产业化的对策，如果农业劳动者每十年减少10%，那么要缩小到占全部就业人口的20%还需要40余年时间。所以，对于我国社会结构的变迁要有长期准备，不能指望短期内发生太大变化。

第四，我国社会结构的一个突出特征和关键问题是中层太小。从世界各国的经验看，中间阶层主要是由四个职业群体构成的，即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办事员和商业服务业人员。出于对管理成本增加的忧虑，我国在管理对策上希望精简机构，不愿意将管理人员、干部的队伍扩大，但其他三个群体特别是专业技术人员和商业服务业人员的扩大对社会是有益的，也是现代化趋势。我国目前更为稀缺的是操作型专业技术人员，为此，就要在对策上加大这方面的导向和培训投入；同时，开拓操作型专业技术人员的技术认证渠道，对专业技术人员的社会身份不应设置户籍等障碍。对于商业服务业人员，目前主要应提高他们的教育、专业和职业水平。

总之，笔者认为，对于我国社会结构的变迁，应采取“两步走的战略”。第一步，真正实现第一产业就业群体向第二产业就业群体的转变，即完成目前已经进入工业领域的乡镇企业工人、城市农民工的正规化就业的任务。所谓正规化就业，就是按照我国的《劳动法》，用人单位和雇主应该与雇工订立劳动合同，劳动合同应保护劳动者享有取得劳动报酬、获得劳动安全卫生保护、接受职业技能培训，特别是享受社会保险和福利等权利。所谓社会保险主要是失业、医疗、养老的保障，使他们能够长期稳定在生产工人的队伍里，避免雇主一方获得廉价劳动力的好处以后，又将他们一脚踢开、推向社会和农村的现象。这种现象是导致我国工农结构转变缓慢的一个重要原因。目前，完成第一步战略遇到两大障碍：户籍障碍和城市容纳力的障碍。为此要继续推进户籍改革和城市化模式与城市容纳力研究。我国农民中已经有较大群体转入工业队伍，现在的任务是如何确认这种转变。如果一代农民转化困难的话，可以通过代际变迁完成转化，使农民的第二代转化为工人。

第二步，实现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的转变，完成扩大中间阶层的任务。表8-6显示，在跨度约20年的时间里，中间阶层里的两个典型群体——管理者和专业技术人员比例变化很小，所以，也很难指望这两个群体会在短时期里有较大增长。中间阶层的增长主要依靠商业、服务业人员，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的增长。所以要培育适于这些阶层发展的社会环境，比如，提高商业服务业人员的技术与文化水平。此外还要研究如何培育农村社会的中间阶层。

当然，目前任务的焦点还在于第一步，所以，社会政策的配合主要还在为第一步的转变服务。比如，第一步对于教育的要求还在于国民普遍受到9年或12年的教育，强调操作型专业技术的培训，所以，教育的投入，应主要导向中、小学领域。

总之，本节试图从大的社会结构角度解释中国社会问题。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社会要想最终从“紧张”走入“宽松”，需要等待倒丁字形社会结构的根本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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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该研究原来使用的概念是“生产关系”，并不稳妥，因为劳动分工、权威等级也是一种生产关系（即人们在生产中形成的关系），这样，四个概念就不是同一层次的概念。笔者认为该研究使用“生产关系”概念意思是指“生产资料占有与否”，所以，笔者将其概念做了改动。


 [2]
 戈德索普（John H.Goldthorpe）的量表是与埃里克森（Robert Erikson）等合作完成的，所以国际上常常称作EGP class scheme，Erikson的名字放在前面，Goldthorpe简称GP，所以是EGP。


 [3]
 本节所使用的数据，来自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的抽样数据，采用系统抽样方法从全国总数据中抽取，抽样比为0.95‰，样本人口为1180111人，然后取其中的16～64岁人口，共为641547人，在分城乡后有少量缺失样本。


第九讲 社会分层理论的新流派

所谓新流派是对应传统流派而言的。什么是传统流派呢？前文已述，传统社会分层理论有四大流派，即马克思主义分层理论、韦伯分层理论、涂尔干分层理论和功能主义分层理论。后来，在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上又产生了新马克思主义分层理论，在韦伯分层理论基础上又出现了新韦伯主义分层理论，在涂尔干分层理论基础上又产生了新涂尔干主义分层理论，以及在功能主义基础上又有新功能主义。到了20世纪后期，除了上述这些理论以外，也还出现了一些流派，在本讲中统称：“新流派。”

第一节 新自由主义的社会分层观点

传统上，社会分层理论并没有所谓“自由主义”的理论流派。如果说有左翼、右翼之分的话，那么，马克思主义分层理论可以看做是左翼，而功能主义分层理论可以视为右翼。但是，新自由主义并不是源自传统的社会分层理论。那么，它是哪里来的呢？应该说，它是受到经济学理论的影响，或者说是社会学与经济学的交融而产生的。如果从理论上溯源的话，那么首推当代经济学自由主义理论的两位大学者：美国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和奥地利出生的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弗里德曼在《资本主义与自由》中主张效率优先，主张充分的自由竞争，认为只有充分自由竞争的社会才能够体现比较高的效率，而只有很高的效率才能创造出更多的财富，人们才能获得财富的分配。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中对无效率的计划经济的抨击等，都对社会学分层理论的新自由主义流派产生深刻影响。

新自由主义，亦称新右翼理论（New right perspective），是以19世纪的自由主义为基础的。它认为，资本主义经济中的自由市场，是有组织社会的最好基础。市场鼓励竞争，而竞争激发了发明创造和高效率。为了存活，商家都不得不制造出比竞争对手更便宜、更好的产品。自由市场经济建立在个人选择的基础之上，而这种选择是通过个人的消费、花钱实现的，出卖劳动力或购买他人的劳动力，由此推动了个人的自由。与19世纪自由主义前辈一样，新自由主义或新右翼认为应防止国家过多干预，干预只会损害经济效率，损害人们努力工作的动力。个人一旦知道将会有国家的帮助，就会停止努力。国家干预也会造成不公正。因此，效率与公平是他们讨论的核心问题之一。

中国自改革以来，在理论上对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做出了重大调整。中国改革以前奉行近似于绝对平均主义的政策，造成经济效率十分低下，所以，自由主义主张效率优先的观点自然就很容易得到呼应。因此，中国的社会分层研究也自然会受到这方面的影响，占主流的理论强调发展是硬道理，强调利用地位差异所能够释放出来的能量促进经济发展。当然，虽然具有此种理论倾向，但我们并不存在成体系的新自由主义的分层理论，成体系的理论还是来自欧洲、美国。

英国社会学家哈拉兰波斯（Mike Haralambos）与霍尔本（Martin Holborn）在他们的著作中介绍了英国的社会分层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流派。本节就从他们的介绍开始。下面第一点：新自由主义分层理论，比较多地参考了他们的论述（Haralambos and Holborn，2000：30-32，105-106）。

一 新自由主义分层理论

20世纪80年代以后，新自由主义逐渐占据上风。为什么呢？这当然与社会经济背景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20世纪六七十年代是西方社会动荡不安的年代，社会运动不断，阶级斗争频发，表现在理论上，当然是左翼思想风行一时。然而，到了80年代以后，劳工运动低落；在美国和英国，里根、撒切尔上台执政，政策上主张私有化，反对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反对劳工方面的最低工资政策，试图限制劳工的集体谈判权利。到了90年代初，苏联东欧社会主义体系的瓦解，证明了计划经济的失败。这些都是促生新自由主义思想的适当的温度和土壤。

新自由主义或新右翼分层理论认为，以往的社会学家过于关注不平等，主观上过于放大不平等的程度，其结果是否定了市场经济与工业社会的积极方面。该理论在英国社会学界，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桑德斯（Peter Saunders）的观点。桑德斯在社会分层方面的著述很多，比如，关于住房所有者的研究著作《私房主的国家》、《超越住房阶级》等（Saunders，1990a）。桑德斯讨论社会分层与自由问题，主要是在20世纪90年代的两部著作中：一部题为《社会阶级与分层》，另一部题为《不均等但是公平吗？英国阶级障碍之研究》。

1.桑德斯理论与功能主义的异同

桑德斯理论的出发点与传统的功能主义极为相似，他认为，在任何社会中，不均等现象都是长期存在的，从来没有过完全均等的社会。他赞同功能主义者戴维斯-莫尔的理论，认为，即使是戴维斯-莫尔的批评者图闵等也不得不承认，社会分层现象是普遍存在的。桑德斯强调，社会分层和收入上的差异具有正向效果，可以促进人们更努力地工作。仅从这点上看，桑德斯的理论并没有什么新意，不过是功能主义的翻版。但是，在这个出发点的基础上，他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桑德斯认为，利用不均等的财产收入、资源配置的不均等去刺激人们积极工作，并不是组织社会和管理社会的唯一办法。一个社会也有可能均等地分配财产、收入、资源、地位等，但这种均等化的做法会造成更严峻的社会问题。桑德斯说：“在失去经济的奖励和惩罚以后，唯一能够替代的办法就是采取威胁、管理上的强迫手段。换言之，采取的手段包括将人们监禁，在殖民地强迫劳动，甚至处以极刑以儆效尤。”（Saunders，1990b：65）在这种奉行均等主义的社会体系内，之所以需要如此严厉的手段是因为，如果允许人们摆脱他们自己本应承担的工作，那将会损害整个体系，将会降低其他人的责任感。

所以，桑德斯的理论确实与功能主义理论不同。功能主义认为，建立在经济差异基础上的社会分层既必要也不可避免，而桑德斯在分层的必要性上，与功能主义是一致的，但桑德斯认为，不均等的特点并不是不可避免，社会也可以选择均等化的做法。桑德斯这里所说的均等化的做法，实际上是指20世纪一些国家的平均主义政策的实验。桑德斯比较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分层，他承认资本主义比社会主义会产生更大的不均等。他认为苏联的社会主义必定会比资本主义有更强的镇压性（more repressive），因为后者需要靠强迫手段让人们履行其社会角色。由于社会缺少适当的经济奖赏手段，于是不得不求诸强力。桑德斯认为，像苏联这样的国家，一旦转向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国家的强制力度将会降低。

桑德斯的思想是明显右倾的，但他对于均等化和平均主义政策的批评也确实值得我们反思。从我国的经验教训看，20世纪50年代末曾一度刮起了“共产风”，平均主义的实验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正是在反思改革前平均主义政策危害性的基础上，邓小平提出了经济收入差异可以刺激劳动积极性和可以激发社会活力的思路，并最终引导中国进入经济持续高增长时期。

2.桑德斯关于平等与公正的观点

平等（equality）与公正（justice）的关系是桑德斯论证中的一个焦点，在理论脉络上他师承哈耶克等人的思想，并梳理出了系统的平等观念。桑德斯区分了三种平等。

第一，法律、法规、程序的平等（formal or legal equality），即，所有成员在法律、规则面前平等。判断一个人，要根据他所做的，而不管他是什么人。桑德斯认为，此种平等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第二，机会平等（equality of opportunity），即，即使走向不平等，但每个人也有平等的机会。人们为成功而竞争，于是素质强、功绩（merit）更突出的人获得的更多一些。这里所谓素质、功绩是指具有该社会所赞赏的品质或工作更努力等。建立在此种平等基础上的社会称作“贤能统治”（meritocracy）。

第三，结果平等（equality of outcome），即在一个绝对平均主义的社会，不管人们出发点、努力程度有何不同，最终人们都会获得同样的结果，都同时通过终点。

在以上三种平等中，桑德斯接受第一、第二项原则，而反对第三项原则。受到哈耶克的影响，他认为，结果平等实际上损害了机会平等与程序平等。因为，为了获得结果的平等，你就不得不区别对待每一个人。桑德斯举例说明为了结果平等怎样造成了不公正。比如考试判卷，如果让每个学生都得到一样的高分，那么，这对真正勤勤恳恳努力学习的人是不公正的。

于是，桑德斯提出一个以程序平等为基础的平等概念，并提出“定名”或“应得权利”（entitlement）的观点。只有允许人们保留他们得到的权利，才有公正可言。只有当人们通过他们的工作或“非被迫地与他人的交换”获得资源或金钱，他们的所有权才没有被剥夺。如果人们将财富转移给他人，接受者就被给予享有的权利。

桑德斯承认，在这个论证中有漏洞（flaw）。在像英国这样的社会中，人们并不十分清楚他们被赋予权利拥有的是什么样的财富。现今掌握一些土地的土地所有者，就是当初帮助征服者威廉征服英格兰的那些法国诺曼底军阀的后裔。桑德斯并不愿意看到像Westminster公爵或女王这些土地所有者的财富被剥夺。如果发生这样的事情，那将会损害现代财产所有权的整个基础。于是，桑德斯转向为不平等作第二种辩解，这些思想来自哈耶克的著作。

桑德斯认为，为不平等辩护是因为它促进经济增长。通过允许和鼓励人们追求自己的利益，社会整体的利益将得到促进。当一些企业家成功运作企业时，他们积累了财富，与此同时，他们也增加了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的生产力和财富。

竞争保证了商品和服务的质量提高、价格下降，由此，这些服务可以提供给更为广大的人口。虽然不是社会的每一个人在一开始都能够享有这种产品，但全体人民的生活水平确实在提高。虽然通过企业家的努力经营和竞争能够富裕起来的仅是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但通过他们的这种努力经营却也可以增加社会的整体财富，从而有利于社会其他部分的富裕。桑德斯还以汽车、乘飞机旅游、圆珠笔、彩电、家用电脑、中央供暖、空调等在普通民众中的普及为例证。

桑德斯的这些观点与我国改革以来主张的一部分人先富可以激发社会动力，可以带来全社会的经济发展，最终有利于全体人民的观点颇为相近。

3.桑德斯关于机会与不平等的观点

桑德斯明确提出资本主义社会的竞争会有益于全体人民。桑德斯在其著作中认为，英国已接近 “贤能统治”，虽然还没有达到完善的“贤能统治”的水平。所谓完善的“贤能统治”，即每一个人真正实现有平等的机会去发挥他们的才能获取成功。

他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各阶级之间明显的机会不平等是由于能力、努力的程度本身分布就不平等。比如，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比工人阶级家庭孩子更成功，是因为他们继承了更强的遗传上的能力，是因为他们更努力。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中产阶级的孩子比工人阶级的孩子得到更好的工作、收入更高，就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同样，建立在素质差异基础上的收入差别机会不平等的现象也就不值得大惊小怪。但是，桑德斯关于英国已接近“贤能统治”的观点受到很多人的质疑。

桑德斯还强调，随着英国职业结构中收入较好的中产阶级职业比例的稳步增加，来自各种家庭背景的人的机会就都增加了。

在英国、美国这样的社会，与过去相比，不成功者人数降低了。不管相对机会（relative chances）怎样，每一个人的绝对机会（absolute chances）都增加了。资本主义提供了更多收入高、技术强、白领特征的职业，来自不同家庭背景的人都可以去竞争。

桑德斯总结说：“资本主义有活力、动态，就是因为它不平等。任何试图将财富、收入拉平的做法，其代价必然是窒息创新、创造、发明，窒息社会、经济的发展。”（Saunders，1990b：53）

二 对新自由主义观点的批评

新自由主义的右倾观点，招致许多批评，比较重要的如马歇尔和斯威夫特的批评。马歇尔和斯威夫特在1993年发表了《社会阶级与社会公正》（Social class and social justice）一文，文中分析了桑德斯的观点，从论证阶级与公正关系的角度，对新自由主义进行了尖锐批评。他们采用了与英国Essex大学合作的一些调研数据，并用数据证明，即使是受教育程度、资格相似的人中，那些出身于特权阶级家庭的人，比阶级地位低下的人，最终进入工人阶级的比例要小得多。所以，阶级特权对于本阶级的子女起着保护作用。这样的事实推翻了那种认为英国是建立在所有人机会平等基础上的“贤能统治”的观点。他们认为，阶级背景造成机会本身的不均等，处在优势地位的阶级，比处在劣势地位的阶级，更容易获得教育等资源。既然阶级结构本身就是不公正的，那么，只要存在这样的阶级结构，又有什么公正可言呢？他们认为，不平等的权力就嵌入在阶级结构之中（Gordon Marshall and Adam Swift，1993：188）。

他们认为，机会公平与程序公平虽然有时会一致，但常常并不一致，他们批评桑德斯将两者等同的观点。他们举例说：“比如，一位百万富翁将金钱赠予一位毫无才能的纯粹懒汉，并且，因此这位百万富翁免交了遗产税，按照桑德斯的‘定名’或‘给予权利’（entitlement）的观点，这是公正的。然而，从任何常识的判断都会意识到这严重违反了公正原则，尽管它符合程序。”（Gordon Marshall and Adam Swift，1993：191）

他们特别剖析了桑德斯的“贤能统治”命题（meritocracy thesis），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并不是“贤能统治”。他们使用数据证明，社会流动的模式主要是受到阶级的影响，即使将教育获得的因素考虑在内也是如此。工人阶级背景出身的人，比高层阶级背景出身的人在获得高层位置方面的机会更少，即使他们有着相同的教育文凭也是如此。这就否定了桑德斯的观点。桑德斯认为，阶级之间的不平等可能是生理差异造成的。马歇尔等证明，有着同样能力、获得同样文凭的工人阶级，仅仅由于他们的阶级背景，而仍然处在不利的社会地位。马歇尔和斯威夫特指出，虽然工人阶级出身的人中确实有一些人出现了上升流动的现象，但如果和上层阶级出身的人比较，就可以看出差异。上层阶级出身的人中，有比例高得多的人继续保留在上层阶级中，并利用他们的优势，成功地防止了地位的下降。所以，对于一个人的阶级出身和他最终达到的阶级地位的分析表明，阶级地位是相当稳定的（Gordon Marshall and Adam Swift，1993：196）。马歇尔和斯威夫特说：“如果人们在职业层级中的位置是遵循‘贤能统治’原则，那么，阶级背景在决定社会地位中的影响就不应该这样明显，而教育文凭的影响就应该发挥主要作用。”（Gordon Marshall and Adam Swift，1993：202）马歇尔和斯威夫特认为，事实说明，英国想通过经济、教育、社会政策的调整来推动社会向更为开放的方向发展的计划是失败的，没有达到预期目标。

他们对所谓市场力量必然会奖优罚劣提出质疑。例如，经营的成功既可能是由于努力，也可能是由于运气，还可能是由于企业家的某种特殊因素。自由市场并不能保证所有社会阶级都能平等地获得应得的报酬。政府为促进“贤能统治”而对就业等的干预，也可能会有助于推进社会公正。他们认为，只有通过政治干预（political intervention）才有可能实现“贤能统治”式的竞争。

他们引用哈佛大学教授罗尔斯（John Rawls）提出的关于不平等的原则，即只有当某一种不平等的存在，对于社会上的弱势群体也是有利的时候，这种不平等才具有合理性（罗尔斯，1988：12）。那么，怎样看待机会平等呢？他们认为，重视机会平等主要不是为了奖赏那些有才能者，而是因为这样做更有利于有效地配置资源，而有效配置资源会对弱势群体也有利。这样就要解释，机会平等究竟是要鼓励什么，他们认为，并不是为了奖励那些天生就具有才能者，不是为了鼓励一个人的先赋因素，而是为了奖励人们努力奋斗的精神。“贤能统治”之所以好，不是因为该制度让人们得到他们应得的部分，而是因为在“贤能统治”体制下，所有人都会获益，最终是对全体人民有利。

总之，由于新自由主义或新右翼为不平等辩护，所以很容易受到主张社会公正的学者的批评。其实，贫富差距的不合理方面是显而易见的，本书前面介绍的图闵对于功能主义的批评也同样可以用来批判新自由主义或新右翼分层观点。

三 新自由主义与中国改革以来的社会公平问题

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奉行了全新的改革开放政策，仅从理论的趋势上看，与当时国际上新自由主义逐渐占上风的局面是合拍的。中国改革以前，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奉行十分激进的极左政策，鼓吹阶级和阶级斗争，人为地煽动社会冲突，无休止地组织社会运动，其结果是大多数老百姓对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说法十分厌烦。绝大多数国民希望国家安定、社会稳定。当时中国大陆的理论界，也是这样一种心态。所以，从社会分层研究的角度看，在这一时期，具有温和、缓和、调和色彩的理论比较受欢迎，而具有激进色彩的理论没有市场。

改革以前，中国长期奉行计划经济政策，再加上连年的政治运动，人为地挑动社会冲突，造成社会的动荡不安、生产效率低下和经济发展的严重滞后，老百姓生活比较清苦。在这种局面下，新自由主义关于竞争和效率的观点就很有市场。新自由主义强调，充分自由竞争才能创造出高效率，而只有高效率才能创造出更多的财富。这些观点在20世纪八九十代的中国就变得十分流行。

但是，自由竞争必然带来发展的差异、贫富的差距，有的人会迅速致富，有些人则会陷入贫困。这一时期，大陆理论界的多数人接受了改革设计者邓小平同志的关于“允许一部分人因辛勤努力成绩大而先富起来”的观点。在社会分层的研究上，多数研究者都主张利用地位差异所能够释放出来的能量来促进经济发展。但是，怎样解决贫富差距与社会公平的问题呢？

本讲上文介绍了桑德斯的三种公平观的理论，大陆学术界也大多接受了三种公平观的分析框架。多数学者认为，改革开放以前的中国大陆，无论在政策上还是在社会观念上，奉行和流行的都是“结果公平观”，即认为人们在收入分配的结果上，应该大体相同。20世纪50年代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私营企业的国营化和当年的私人房产交公，都是这种结果公平观最为典型的事例。目前，大陆理论界对于单纯的结果公平观大体上都持批评态度，认为，这种不管人们的努力程度如何，最终让人们都获得同样结果的做法是不公平的；起到的作用是“奖懒罚勤”，不利于经济与社会的发展。

而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大陆，流行的是“机会的公平观”和“程序的公平观”，认为，所谓社会公平就是让人们都具有平等的竞争机会，就是在竞争的程序、规则上要公平、公正。如果机会和程序是公平的，即使结果产生差异，那也是公正的。所以，到了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大陆社会，主导的政策是鼓励竞争。在这种政策的引导下，确实有一些企业成功了，但同时也有很多企业破产倒闭了。国有企业体制的大转型和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也正是在这样的意识形态和理论背景下实现的。从官方的文件看，到了90年代中期以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观点就多次被写入中国共产党的文件。比如党的十六大的报告在阐述收入分配政策时，认为基本的原则是：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效率优先的原则体现了邓小平同志关于“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第一要义”的指导思想。兼顾公平的原则，体现了与改革以前的不同，改革以前的原则显然是公平优先。当然，到了21世纪，中国大陆的经济与社会发展都出现了新的局面，怎样处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仍然是个难题。

首先，社会财富分布、收入分配都出现不均等程度大大高涨的现象。根据笔者对近年来一些数据的分析，2006～2007年我国城乡居民家庭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数达到不低于0.5的水平，与之相比，改革开放刚刚开始的1979年，我国城乡居民家庭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数只有0.33，在约二十八九年的时间里净增0.17。从国际比较看，这样的增长幅度确实是太高了一些。社会的富人群体与穷人群体在衣食住行方面的差距明显拉开，人们可以直观看到的贫富生活差距是显著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怎样看待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呢？还仍然坚持效率优先吗？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五中全会和六中全会的文件，开始使用要“更加注重社会公平”的说法。

其次，改革以来，在理论上，“机会公平观”和“程序公平观”的原则受到重视。但如果观察社会上的收入分配实践和现实，机会不公平和程序不公正的现象却比比皆是。比如，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和21世纪以来，一些暴富者致富所依赖的途径和手段主要是土地与房地产开发、收购转卖国有企业、承包煤井或矿井等。而仔细考察这些致富的手段和过程，就会看到，机会不公平和程序不公正的现象是很突出的。所以，虽然从理论上说，我们不赞同结果公平，而主张机会和程序公平似乎很有道理，但到了实践中，最后的结果是机会、程序和结果三者都不公平。这确实是一个新的难题。

最后，到了21世纪初期，由于财富和收入分配不均等现象变得比较突出，在理论上，新左派的观点又开始具有相当的影响力。所谓“新左派”的特征包括：关注穷人和社会下层，更加突出社会公平的原则，主张更多的国家干预，以及突出的民族主义立场等。在社会分层的研究上，冲突论的观点有所抬头。这与20世纪80～90年代，韦伯多元分层思想、功能主义分层思想占据绝对统治地位的局面有了很大的不同。

笔者以为，在社会公正、公平与收入分配的问题上，任何国家都要根据不断变化的现状而不断进行政策的修正和调整。政策的修正和调整是正常的，因为经济与社会局势的变化永远不会停止。当然，对于收入分配政策的调整要学会微调的方法，要避免过去那种“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大幅度调整的方式，大幅度摆动必然带来社会不稳定的后果。

第二节 关于阶级死亡与没有死亡的争论

其实，关于无阶级与有阶级、阶级死亡与没有死亡，历史上已有长久的争论。有人将淡化阶级分析的观点溯源到爱德华·伯恩斯坦，他确实曾反对传统的两极分化式的阶级分析模式，而主张中产阶级的观点。笔者在将来讲到中产阶级理论时会有详细介绍。从文献上看，主张抛弃阶级分析的观点始终没有中断过。比如，1959年奈斯比特（R.Nisbet）就发表了《社会阶级的衰落》一文，认为在美国，阶级已经没有什么意义（Nisbet，1959）。而丹尼尔·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理论就是想说明，当代社会结构变化了，传统的阶级分析已经过时。虽然贝尔仍然使用阶级的概念，但其内涵已经不同。在后工业社会中，传统的阶级的对立现象已经不复存在，科学家成为统治者，这里已经不是经济利益的对立，而是科技治国（贝尔，1984：377～406）。因此，这种观点与上文新右翼的“贤能统治”论十分近似。到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冷战结束，世界格局发生重大变化，新自由主义新右翼兴起。这样，社会分层研究就分成两派，一派与贝尔的观点一致，并受到“后福特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影响（戴维·李等，2005：6～10），反对继续采用阶级分析的视角；另一派则主张阶级分析，认为资本主义社会虽然发生很大变化，但仍然是一个阶级社会，前面提到的戈德索普、赖特等都属于这一派。

一 主张阶级死亡的观点

本教材第五讲已经介绍过，反对阶级分析一派认为，阶级概念对于社会学已经没有什么用处。这一派比较典型的论述，见于帕库斯基（Jan Pakulski）和沃特斯（Malcolm Waters）的《阶级的死亡》一书。帕库斯基和沃特斯都是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大学的社会学教授，社会分层、阶级阶层是他们研究的共同主题。下面就是他们关于阶级死亡的基本观点。

首先，帕库斯基和沃特斯澄清他们所说的阶级的含义。他们所说的阶级还是传统的阶级概念，即阶级本质上是关于经济、生产的定位，是建立在财产、市场基础上的。他们同意马克思和韦伯的偏重于从经济方面看待阶级的观点，认为，在任何社会，只要因经济而产生社会集合（social cluster），而同时这些集合体又成为社会结构的支柱时，这个社会就是阶级社会。

其次，他们认为，阶级的构成有不同的程度，从最低水平的阶级构成，即社会集合很弱小，到高度成型的阶级，即，“到了这个程度，阶级在社会、文化与政治意识领域都密切地关联在一起，阶级认同占据了主导地位，阶级意识很尖锐，政治也受以阶级为基础的群体或组织之间的斗争所控制”（格伦斯基，2005：753）。在不同的社会或同一社会的不同历史时期，阶级构成的程度都会有所不同。而阶级分析的效用与阶级构成的程度密切联系在一起，一个社会的阶级构成的程度高，则阶级分析就非常有效用，人们可以从阶级的角度解释清楚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各个方面。反之，一个社会的阶级构成的程度低，则阶级分析的效用也就变得很低。

再次，由上面第二点的逻辑，他们提出了这样的论点：在经济最发达的社会（most advanced societies），阶级正在走向衰落，或者说，这些社会已经不是阶级社会了。阶级解体的具体表现有很多方面。小财产所有权大大扩散，这与20世纪80～90年代的私有化政策相关。比如，英国有超过100万的公共住房承租人变成了所有者，股票持有者的比例从占总人口的5%增加到20%，资本集中程度下降。文凭、专业技术工作的普及，弱化了阶级的划分。公民权的扩大，妇女、少数人种地位的提高淡化了群体的对立。消费品价格的下降，大众消费的扩张，改变了大众的价值观，社会关系变得宽松。所有这些造成大众认同感的增加，产生了一致的感觉，促进了共同的行动，产生了一种“想象的共同体”。所以，阶级变得不重要了。阶级的意识、阶级的认同和阶级的组织都在逐步消解。当然，帕库斯基和沃特斯强调，阶级衰落只是发生在经济最发达的国家，而在发展中国家，情况就很不相同，阶级现象还是比较突出的。

最后，他们提出了一个“三个时期”、“三种社会分层秩序”的理论框架。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分层秩序有三个大的历史时期，与这三个历史时期相对应，也就有三种不同分层秩序的社会。

第一种是“经济—阶级社会”。这是指19世纪殖民主义时代，当时经济问题占据主导地位，由经济领域中产生的各个利益群体（interest groups）之间的争斗，成为社会的主要特征。正如马克思所描述的，社会的主要冲突表现为资本家与工人的对立。资产阶级或统治阶级通过控制国家机器维系自己的统治，而被统治阶级只好采取集体行动和发动革命，所以，政治方面的特征是富豪的统治与革命党派的兴起。国家奉行的基本政策是自由放任的政策。

第二种是“组织—阶级社会”。这是指20世纪前四分之三时期的帝国主义时代，这时期，社会上占据主导地位的是政治与国家领域的问题。国家被一个高度统一的官僚政治精英集团控制，他们统治着大众。统治集团也可以分为执政党与在野党，但实际上都是同样层次的集团。那么，统治精英是由什么人构成的呢？他们可以是政党的领袖，也可以是整合了多种领导位置的领袖，这些位置包括政党、各种组织起来的经济文化利益群体的重要职位。经济管理中盛行的是福特主义，即崇尚资本密集、大规模的工厂，生产过程的标准化，分解和简化劳动过程的技术环节，科层式管理结构等这样的管理方式。

第三种是身份—习俗社会，这是指全球化时代的当代社会。这时期，社会分层主要产生于文化领域。社会分层表现为生活方式或价值观为基础的身份结构，而不是以社会机会为基础。社会分层可以因为价值观、认同、信仰、符号、品味的差异而形成。所以，这样一种分层体系是流动的和极不稳定的。国家和经济的功能有所削弱。影响分层的不是集体利益，而是价值观、习俗。总之，他们认为到了这第三个时期——身份—习俗社会，阶级已经大大衰落，阶级分析也就失去意义。

与上述“三种社会分层秩序”的理论相似，沃特斯还曾在1994年发表的一篇论文《社会分层系统中的演替：对“阶级的死亡”之辩论的贡献》中，提出了四种可能的分层模式的思想。第一种是地产等级社会，指的是工业革命以前的封建等级社会，该社会将劳动、土地、暴力工具和宗教合法性四种资源混合在一起。沃特斯认为，封建社会有三个层级：贵族、农民和知识分子。人的等级从出生就确定了，社会是封闭的，不流动的。第二种是阶级社会，与上面讲的“经济—阶级社会”的意思一样，属于利益群体之间的支配和斗争模式。第三种是命令社会（a command society），与上面讲的“组织—阶级社会”相似，社会受到政治官僚精英构成的单一的权力集团的支配，其他集团则处于受控制的从属地位。第四种是身份—习俗社会，与上面的说法一样。总之，他是想说明，社会从等级社会转为阶级社会，从阶级社会转向命令社会，从命令社会变为身份—习俗社会，所以，阶级最终死亡了（戴维·李等，2005：92～101）。

二 主张阶级关系弱化的观点

研究社会分层的重要学者，克拉克与利普塞特撰写了《社会阶级正在死亡吗？》，不同意阶级死亡的极端观点，但承认阶级关系已大大弱化。

特里·尼科尔斯·克拉克（Terry Nicholls Clark）是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西摩·马丁·李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是研究社会流动的著名专家。他们在《国际社会学》刊物上发表文章，认为阶级关系确实有弱化的表现，但言称阶级死亡，那也是说得过分了。

他们承认社会的巨大变化，承认传统的分层结构发生变化，因此，分层的性质也已经变化，为此也必须修正阶级理论。他们回顾了阶级现象弱化的历史，但他们明确提出，尽管有这些变化，也不应该抛弃阶级概念。

他们申明，对阶级概念的理解，与马克思和韦伯相同，指的是经济方面有差别的群体。

达伦多夫、赖特等都在修改着传统的阶级概念。达伦多夫用阶级表示冲突群体，而赖特根据多元标准提出12个阶级阶层的分类。

他们提出了三个基本命题。第一，等级制产生并维系着严格的阶级关系。在一个社会中，垂直区分的等级越大，则阶级层次的划分就越深。第二，在分层的每一个方面，等级区分越大，阶级的模式就越明显。第三，等级制越衰落，社会阶级关系也就越衰落（戴维·李等，2005：55～56）。他们具体分析了政治的、经济的和家庭的三个方面，来看阶级关系发生的变化。

首先，他们认为政治行为，特别是选举行为，是评价阶级分层的重要领域。根据利普塞特的《政治人》一书，人们选举投票所表现出来的阶级特征是大大淡化了，如果研究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对于左翼和右翼政党投票的比例，人们越来越难以发现阶级的倾向。甚至连左翼和右翼的含义也发生变化，左翼关注的已不是政治问题，而是社会问题。

其次，经济的增长瓦解了等级分层，弱化了阶级。生活的富裕会削弱等级制和集体主义，而增强个体主义。经济组织也发生了变化，2/3的新就业岗位都是在20人以下的小公司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大公司占据主导地位。原因是科学技术的发展更加发挥了个体的作用，弱化了等级控制的传统经济组织形式。这些变化带来了传统的等级、阶级分层的衰落。此外，职业结构的白领化、阶级结构变成菱形结构、高等教育的普及等，都弱化了两极分化的阶级结构。

最后，家庭的变化。家庭内部的平等也明显上升。传统的男性家长制模式逐渐消失，女性工作的比例越来越高，妇女和孩子在家庭内部的地位在上升。他们认为，数据证明阶级地位的代际继承也在弱化。

澳大利亚社会学教授罗伯特·霍尔顿（Robert Holton）等则认为，可以用强阶级与弱阶级的概念来解释这种变化。他认为，社会学的传统中历来有强阶级与弱阶级的两种理论。强阶级理论的最典型代表是马克思的阶级理论，特别突出了阶级冲突与阶级斗争的作用。韦伯的分层理论是弱阶级论的最早代表。韦伯认为社会上有多种群体，而阶级只是其中一种，而且也不一定是最重要的一种。总的说来，19世纪和20世纪前半期是强阶级理论占上风，而今天是弱阶级理论占上风，这是因为，阶级关系本身发生变化了。

三 主张后工业社会阶级继续存在的观点

与上述观点完全不同，社会分层界的一些学者对阶级死亡论持激烈抨击态度。客观地看，主张阶级死亡的一派确实有很多主观臆想的成分，缺少实证的经验材料的证明。而赞同阶级分析的学者，比如赖特等，在研究方法和态度上要更为严谨。这一派的理论家很多，下面仅介绍一下霍特等人写的论文《后工业社会中阶级继续存在》。

这篇论文是由迈克·霍特（Mike Hout）、科莱姆·布鲁克斯（Clem Brooks）和杰弗·曼扎（Jeff Manza）合作完成的。霍特是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社会学教授，布鲁克斯是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社会学副教授，而曼扎是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社会学教授。

他们提出，在过去的25年中，阶级的影响并不是持续下降的，而是有时上升，有时下降，是上升和下降的混合，是不断波动的。他们特别批评克拉克与利普塞特的阶级关系弱化观点，认为他们所使用的数据是有选择的，经不起推敲。

首先，霍特等人阐述了他们对阶级概念和阶级意义的理解。他们认为，阶级是指个人同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市场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决定了个人的收入、财富，所以，他们的阶级概念认同马克思主义与韦伯主义关于阶级是经济地位不同的群体的观点。他们认为，阶级有重要意义，是社会学研究不可或缺的。因为阶级是物质利益的关键决定因素，既然是决定因素，阶级就会影响集体行动；同时，阶级成员的身份也会影响他们的社会机会，影响他们的行为。霍特等人承认，今天的阶级概念和阶级模式比过去复杂多了，但复杂本身不意味着阶级的死亡（戴维·李等，2005：65～66）。

其次，他们分析了当代资本主义的不平等问题，认为，不平等不是减轻了而是仍然相当严重。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大量的财产由资产阶级控制。在不同的资本主义社会，占人口百分之一的最富有的人控制巨额财产的现象非常一致，这方面有大量的实证研究可以证明。财富拥有者对于政治生活也有影响力，他们通过捐赠、投资、组织等影响政府。此外，教育制度也再生产着阶级结构。他们认为，20世纪80～90年代以来，财富和收入的不平等在美国是加剧了。调查表明，高收入与低收入的差距更大了，所以，阶级结构的变化并没有改变阶级对收入的影响。再者，中产阶级比例的扩大，并不否定收入不平等的继续存在，也不否定新的贫困者、边缘人口、长期失业者的存在（戴维·李等，2005：67～68）。

再次，针对上面克拉克与利普塞特所说的政治的、经济的和家庭的三个方面阶级关系的变化，霍特等人一一做了反驳。克拉克与利普塞特认为，阶级在政治领域的重要性、影响性在下降，并以选举的变化作为证明。霍特等人也采用了一些实证材料，说明阶级对选举是有影响的，工会、社会运动组织、政党在选举中的作用都与阶级有关。他们认为，阶级确实不像早期知识分子解释的那样无所不能，但如同种族、宗教、民族、性别一样，阶级是政治资源中十分重要的一种。阶级之所以对政治仍然十分重要，是因为，政治组织仍然是围绕阶级组织起来的。在经济方面，克拉克与利普塞特认为，经济增长瓦解了阶级分层，小公司的兴起表明阶级的弱化，而霍特等人认为，小公司对于工人的剥削比大公司还严重，小公司几乎不给雇员提供全工资，不提供福利，工人缺少就业安全，所以，受雇工人受到的剥夺更深重。在家庭方面，克拉克与利普塞特认为，后工业社会的“小家庭”越来越具有平等主义的特征。霍特等人批评说，这要看什么样的小家庭，富裕的小家庭与城市贫民的小家庭之间的差别是很大的。

总之，霍特等人认为，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确实发生了变化，比如白领工人增加，体力劳动工人减少，所以，19世纪的阶级模式已经转变为复杂的多元阶级模式。但这并不意味着阶级的死亡，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以阶级为基础的不平等继续存在（戴维·李等，2005：69～74）。

关于阶级死亡与没有死亡的争论对于中国有何意义呢？改革以来，中国大陆的分层研究有淡化阶级的倾向和趋势。为什么呢？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改革以前，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过度宣传阶级与阶级斗争，人为鼓动所谓阶级斗争，广大民众对此已经感到十分厌倦。所以，“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多数人都对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说法十分反感。记得1987年在河北沧州召开的中国大陆社会科学界首次全国规模的阶级阶层研讨会上，就有人主张废止“阶级”一词，认为它在“文化大革命”中起的负向影响太大。在大陆研究人员中，人们也尽量避免使用阶级概念，而常常用阶层、利益群体、高收入层、中等收入层、低收入层等概念替代阶级概念。

然而，另一方面，改革以来，中国大陆的社会结构发生重大变迁。由于市场机制的引入，经济分层取代政治分层占据主导地位，于是，人们经济地位的分化变得十分突出，贫富差距迅速上升。再加上现代化、工业化、城市化步伐的加快，中国成为产业结构演变、职业结构演变最为剧烈的国家。所有这些造成的结果是，中国进入了阶级分化和重塑阶级结构十分凸显的时期。所以，中国的情形与目前经济发达国家的局面恰恰相反，当前不是阶级的死亡，反而是阶级的成长和定型的时期。因此，关于阶级和阶级冲突的理论，对于中国当前的局面有着特殊意义。

第三节 布迪厄的后现代文化分层理论

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社会分层思想的突出特征是强调文化、生活方式、品味、惯习等在区分社会地位差异方面的重大作用。对于布迪厄使用的taste概念，国内虽有译为“品位”的，但笔者以为布迪厄强调的是品质趣味，故本书还是使用“品味”概念。在《区隔：关于品味鉴赏的社会评判》（Distinction：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
 ）一书中，布迪厄将文化、生活方式的差异所展现出的阶级差异描写得淋漓尽致，可以说是在文化视野下考察阶级的杰出著作。所以，虽然在布迪厄之前早就有人研究过文化与阶级的关系，比如，凡勃伦就是这方面的先驱（参见本书第一讲），但布迪厄的创造还是令人叹为观止。所以，本教材仍然将布迪厄的文化阶级论视为一种新的视角，仍然作为新的流派来讲授。

总之，布迪厄的理论不同于传统的阶级研究，虽然他不否认社会上的各个阶级具有经济、财产方面的差异，但他强调，除此以外，文化形式、品味、生活方式的差异也是十分关键的，当这些阶级的文化模式成形以后，它又成为分辨阶级地位的重要标志。从理论体系上来说，他的理论融合了马克思的理论与韦伯的理论。

要理解布迪厄的分层理论，首先需要理解他的四种资本的观点。

一 布迪厄的四种资本与阶级的理论

布迪厄认为，各个社会阶级的首要差异，在于各个阶级占有的资本总量（overall volume of capital）不同。什么是资本总量呢？他理解为人们实际可以使用的资源与权力，即由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以及他后来又细化区分的符号资本构成，这就是他所谓三种资本或四种资本的理论。

1.布迪厄的四种资本理论

什么是经济资本（economic capital）呢？指用于生产商品、服务的金钱和物质资料。大多数物质形态的资本都是经济资本。这种理解与经济学理解的资本没有什么差异，经济资本可以制度化为产权的形式。关于经济资本的观点，布迪厄并没有什么创新，只是重复了传统的说法。而他的创新观点主要在文化资本、社会资本以及符号资本这类非物质形态的资本方面。

什么是布迪厄的文化资本（cultural capital）呢？如果说布迪厄的经济资本基本上沿用了经济学的资本概念，并没有什么创造的话，那么文化资本确实体现了布迪厄的创新，他对文化资本给予了最多的关注。在最一般的意义上，布迪厄的文化资本指借助教育的行动所传递的文化物品。文化资本内容广泛，包括习惯、态度、语言、风格、教育程度、格调、生活方式，以及人际交往、接人待物的方式等等。文化资本可以制度化为资格证书、教育文凭等形式。布迪厄认为，在决定人的社会地位方面，文化资本与经济资本一样重要，比如，学历、声望、生活方式、品味等，可以影响和决定人们的地位。由于布迪厄特别研究和突出了社会不平等在文化方面的表现，尤其是生活方式、文化品味方面的不平等，因此布迪厄的阶级理论也可以归结为文化阶级理论。

布迪厄之所以提出文化资本，最初是因为他发现一个人的学术成就与这个人所出身的社会阶级有关。通常人们以为学术成就仅仅与一个人自己的努力、教育的经历、学术的经历有关，但一个人之所以有某种教育经历、上了某所名牌大学，往往与家庭背景有关。所以，布迪厄最初关于文化资本的论文发表在理查德森（J.G.Richardson）编辑的教育社会学研究的文集里（Bourdieu，1986）。不同阶级的家庭在子女教育上的期望和投入是不同的，其中最重要的是不同阶级的家庭所传送的文化资本是不一样的，由此最终影响了一个人的教育地位和学术成就。布迪厄提出文化资本，是针对经济资本而言，是批评经济学的那种只考虑金钱等物质资本的倾向，是批评单纯经济资本在社会解释方面的局限性。

布迪厄认为，文化资本有三种存在形态。第一种，身体化的形态，与人自身相联系，比如一个人受到的教育、具备的修养、习得的知识。这类文化资本的积累需要个人的投入，如时间的投入、学习的勤勉等。所谓“十年寒窗苦”就是这类文化资本积累的最好表述。所谓身体化形态，就是与人的身体结合在一起，为个人所拥有，它是不可转让的。这类文化资本的获得，常常是自然习得的，而不是经过预先详细策划的。比如，一个人的方言可能是某种阶级的标志，但终身也难以改变。文化资本具有隐蔽性，它与经济资本完全不同，不是物质形态的。它更像是一个人的能力，人们依靠这类文化资本获取利润更具合法、合理的性质。这类资本的传递也具有隐蔽的特点，不同阶级出身的人，从小到大，在他们一生中都在接收和传递着这类文化资本。

第二种文化资本，其客体化的形态，表现为文化物品或文化商品，如文学、书籍、绘画、工具、机器等。它与经济资本有相似之处，可以传递、赠与他人。文化物品具有两面性，既有物质性的一面，也有非物质性或象征性的一面。其物质性的一面也就是经济资本，而其非物质性的一面是经济资本无法涵括的，比如机器所包含的科学技术思想、现代科技的文化象征意义，再如一幅绘画的风格等，这些只有通过文化资本才能展现出来。

第三种文化资本是“制度化的形态”，这种文化资本表现为体制的、制度的安排，比如对于教育资格、证书的一套规定和认定程序等。学校教育就是文化资本制度化形态的载体。学校是传授知识的场所，但仅就传授知识的功能看，一个刻苦努力学习的自学者不参加正式的学校也可以获得知识，甚至达到很高水准。但是，高水准的自学者如果得不到正式的教育文凭，他的文化资本就没有制度化的保障。所以在这里，各种文凭、证书、资格认证，就是最重要的体制化的文化资本。拥有了这些证书的人，也就拥有了资本的价值。布迪厄批判说，很多官方的标准本质上是掩盖隐性标准的虚伪面具，表面上说是需要某种资格、证书一个人才能进入某种职位，实际上是只允许某些社会出身的人进入。这是一种资本的特殊体制，它也是一种权力，因为其合法性是首要的，必须得到官方认可。于是，证书拥有者、学术资格拥有者地位的高低，最关键的就变成是否得到体制的、官方的认可，这种认可具有强制性。在这种特定的制度下，文化资本与经济资本也可以互相转换。如特定的资格证书拥有者在就业市场、劳动力市场上具有相应的价格，如果某一类文凭发得过多则会出现资格贬值。反之，严格控制某种资格证书，则会大大提高该资格证书的价值。

什么是布迪厄的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呢？社会资本指一个人所拥有的持久的人际关系网络。这个由熟人所组成的关系网，是一种实际的或潜在的资源，关系网中相互熟悉的每个人都可以调动这种资源。一个人占有的社会资本的数量，是由关系网规模的大小决定的，并且取决于关系网中每一个人所占有的经济资本、文化资本、象征资本的数量。所以，社会资本与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的关系，并不互相完全独立，而是互相交融的。既然社会资本是关系网，那么，增强关系网的凝聚力当然就可以增加和集中社会资本，使资本的收益增值。因此，建立某种社会关系网也成为一种投资策略，将某些原来仅仅是偶然的关系转变成持久的关系，也就成为一种重要的投资。

符号资本（symbolic capital），也译作象征资本，指运用符号使占有不同形态的其他三种资本合法化，即上述三种资本——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通过符号而获得合法化的形式。布迪厄认为，这四种资本之间可以互相转换，经济资本是其他类型资本的根源，通过经济资本直接就可以获得商品或服务，而其他类型的资本需要转换为经济资本才可以获得商品或服务（布迪厄，1988）。

2.四种资本与阶级结构

布迪厄的四种资本理论与阶级、分层是什么关系呢？乔纳森·特纳在他的著作中对布迪厄的思想进行了清晰的梳理，下面主要介绍一下特纳的分析。总的来说，布迪厄认为，社会上的不同阶级、不同群体占有的资本总量和占有的四种资本的类型是不一样的，所以，四种资本的总量和类型决定了阶级地位和阶级结构。

布迪厄认为现代工业社会分为三大阶级或阶级集团：支配阶级（dominant class）、中间阶级（middle class）和下层阶级（lower class）；有时他也使用上层阶级、中间阶级和下层阶级的说法，或使用上层阶级、中间阶级和工人阶级的说法。支配阶级占有四种资本的数量最多，中间阶级占有的数量相对少些，下层阶级占有的数量极少。而三大阶级内部又各自分为三个集团，在阶级内部的三个集团中，四种资本的配置是有差异的。阶级内部的顶部集团控制着大部分的经济资本或生产资本，中间集团掌握着适量的经济、文化和符号资本，阶级内部的底部集团则占有文化资本和符号资本。特纳用表9-1显示了各个阶级和集团与资本的关系（特纳，2001：192～193）。

表9-1 工业社会中的阶级和阶级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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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社会空间中的阶级

布迪厄在分层中引入了社会空间（social space）的概念，将社会的各个阶级阶层都置入社会空间之中。正是在社会空间中，各个社会阶级展现出地位分异的异常复杂的社会关系。布迪厄认为，个人组成一个阶级也就建构了一种特定的社会尊重，除了区分他们的物质财产差异以外，还有另一类财产可以置入解释的模型。这就是说，传统上人们仅仅注意职业、收入、教育水平等指标在决定阶级时的重要性，布迪厄认为，阶级或阶级分异不仅由他们在生产关系中的地位决定，而且由一系列发挥作用的辅助因素决定。比如，地理空间的分布在社会意义上从来不是中性的，这些辅助因素并不是正规的条文所规定的，而是以一种社会默认的条件存在，但这些辅助因素却真实地发挥着选择与排斥的功能。而布迪厄在社会空间中所要展示的正是这些方面（Bourdieu，1996：102）。

布迪厄说：他所谓的社会空间可以用图画来显示，这幅图画是一种抽象的展示，精心勾画得就像一幅地图；从这幅地图中，无论是社会学家还是普通读者都可以观察到社会世界（social world）的全景。社会空间是日常生活的实际空间，它与几何空间不同，两个在物质空间上很接近的邻居，在社会空间上也可能很遥远（Bourdieu，1996：169）。

布迪厄认为，他创造的是一种三维空间。

第一维是资本数量或资本总量，各个阶级的主要差异还是因为他们占有的资本总量不同。这里所说的资本总量并不仅仅指经济资本，而是指上面所说的所有四种资本组成的总体。在他的社会空间图中，他往往用纵向坐标表示资本总量的高低，排列在上方的常指资本总量高的，排在下方的常指资本总量低的。在这样一种资本总量纵向坐标上表现的可以是各个阶级、阶层的群体地位的差异，也可以是某种生活方式、生活惯习（作为布迪厄的专用语是“惯习”而不是“习惯”）地位的高低，这样甚至连饮食、食品、衣着、形体、音乐欣赏等也产生了社会空间，也用纵坐标显示资本总量的多寡。

第二维是资本的类型或资本构成，布迪厄常常用横坐标表示资本类型的不同方面。虽然他在理论上说有四种类型的资本，但他主要重视的，或者说他主要展示的还是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两种类型，他主要是通过这两种类型的资本来定位社会空间中的各个阶级。但正如表9-1工业社会中的阶级和阶级集团所显示的，即使是同一个阶级的人群，他们对各种不同类型资本的占有量也常常不一样。有些群体文化资本高些，经济资本低些；另一些群体经济资本高些，文化资本低些。那么怎样在社会空间图中展示此种现象呢？布迪厄常常用左边的象限（第二象限和第三象限）表示文化资本高而经济资本低些的群体或生活方式，用右边的象限（第一象限和第四象限）表示经济资本高而文化资本低些的群体或生活方式。

第三维是前两者在时间维度上的变迁，可以用社会空间中已经发生的和尚未发生的轨迹展现。在著述中，一方面，他比较多地用代际关系来表示这里的第三维度，比如研究家庭出身的影响，父亲、孩子的代际关系等；另一方面，在他的社会空间全景图中，他用地位处于上升趋势、停滞状态或下降趋势三种动向来显示这种历时的维度。他称之为“轨迹”（trajectory）或“轨迹阶级”（class of trajectories）。一个人或群体的资本量在历时的维度上是会发生变化的，这样在社会空间中，至少就产生了两个坐标点——该人或群体初始的资本量与目前的资本量。布迪厄认为，这种资本密度、强度的变化是可以统计的。于是就会产生这样的情况，一个人获得某种财产地位，但还没有接受这种新地位的惯习，还延续着他前一种地位的惯习，这就出现了惯习不匹配现象。布迪厄指出，个人并不能在社会空间中随意移动，他们会受到空间中结构化力量的制约，比如一种客观的排斥机制或导向机制。一个拥有既定资本量的群体，其中的个人会有多多少少相似的轨迹，导向相似的社会位置。当然，每个人的轨迹不会完全相同，这种差异的产生既可能由于重大的集合事件而引起，比如战争、危机等，也可能由于纯粹个人事件而引起，例如个人的幸运或不幸。上述这种初始资本与目前资本的差异，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在社会空间的一个特定时刻，仅仅靠资本数量并不能完全决定某种行动或实践。布迪厄还分析了群体轨迹与个体轨迹的联系和区别，群体轨迹的规模要大得多，可以涉及整个阶级地位的上升或下降（Bourdieu，1996：109-112）。

图9-1（Bourdieu，1996：128-129；格伦斯基，2005：435～436）就是布迪厄用社会学“蒙太奇”的手法，展示了他所理解的社会空间中的阶级结构。该图从生活方式、生活特征、生活品味、生活内容等各个方面，对阶级地位的各类细微差异作出了区分。

社会空间的全景图展示了各个阶级的位置，前述社会空间中的第一维和第二维很清楚地表现在图中的横坐标和纵坐标上。如前所述，第三维是指上升趋势、停滞状态或下降趋势三种动态变量。那么，怎样判断一种阶级地位处于上升还是下降的轨迹上呢？布迪厄根据一定时期内某种职业就业人数的上升还是下降来判断。如果一种职业的就业人数增加超过25%，他就将该职业定义为处于上升趋势，在图中用向斜上方的“箭头”表示；如果一种职业的就业人数虽然也增加，但增加的比例小于25%，他定义为停滞状态，用水平的“箭头”表示；如果一种职业的就业人数不但没有增加反而下降，他定义为处于下降趋势，用向斜下方的“箭头”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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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1 布迪厄的社会地位空间（用黑色表示）/生活方式空间（用灰色表示）图形

三 阶级文化与惯习

在布迪厄的理论中，惯习（habitus）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是布迪厄富有创意的学术概念。布迪厄所说的惯习，不是简单的、被动的习惯，惯习概念特别能体现他的实践理论。布迪厄是在两种能力的关系中定义惯习，一种是区分、分类或制造分类活动的能力，另一种是欣赏分类结果的能力，惯习对于这两种能力兼而有之。从阶级与惯习的关系看，布迪厄认为，一方面阶级地位会影响惯习，另一方面，惯习本身又生产着区分阶级地位的活动。所以，在他的图示中，他将惯习放在中间的位置上：一方面惯习是已经结构化了的产物，是被阶级结构化（structured）了；另一方面，惯习又创造着分类的行动，建构着结构（structuring structure），组织着实践活动和组织着实践的感知（Bourdieu，1996：170）。所以，惯习既是客观的，又是主观的，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社会学学者李猛的文章中有一段话讲得很到位：“在布迪厄看来，惯习是一种生成性结构，它塑造、组织实践，生产着历史，但惯习本身又是历史的产物，是一种人们后天所获得的各种生成性图式的系统，正因为这一点，布迪厄称惯习是一种体现在人身上的历史（embodied history）。”（李猛，1999：280）

阶级地位的确定一方面取决于其在整个阶级体系中的位置、与其他阶级的关系，另一方面，也取决于社会上的差别体系，正是包括惯习在内的这种差别体系确认了社会身份。所以，阶级地位的确定也离不开惯习。惯习表现为同一阶级中的成员具有相似的行为模式，具有相似的风格，从一个人的身上就可以看到另一个人的模型，他们在理解、交流、判断、欣赏、鉴赏等方面具有行为的近似性。布迪厄说这就像人们写字的笔迹一样，无论使用什么样的笔，写在什么样的材料上，这些笔迹都很容易加以辨认；又好比画家或作家的风格一样，很容易识别（Bourdieu，1996：173）。惯习也是调节阶级和个人的理解、选择与行为的过程。惯习逐渐系统化，在实践过程中形成了生活方式（life-style）。惯习也营造了品味、言谈、举止、衣着、仪表等综合品质。

什么是布迪厄所说的“品味”（taste）呢？布迪厄是在阶级区分的意义上来理解品味的。品味表现的是阶级的一种偏好或能力，是生活方式的有效法则，是一种表现与其他人或其他群体相区别的偏好。这种区别可以表现在象征性的各种细节方面，比如家具、陈设、衣着、言语、举止等。品味起到一种系统匹配作用，品味相似的人相互之间容易结合，因此，品味是人们之间能够相互适应的重要基础。布迪厄认为，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是由一整套非常细致的品味构成的，甚至包括措辞、语调、姿态、微笑等等，所以，品味也就成了阶级的一种象征和标志（Bourdieu，1996：169，174）。

对应于资本的多少和阶级位置的高低，布迪厄区分了不同阶级和群体的不同品味。

上层阶级、支配阶级或资产阶级的品味与下层阶级的品味不同，支配阶级属于“自由和奢侈的品味”，该品味的特点是不考虑直接的经济必需和物质需求，注重单纯的艺术形式，艺术形式的重要性高于功能和内容。硬性的物质方面仅仅成为一种符号，功能方面也仅仅成为一种形式。布迪厄还提出，支配阶级拥有一种合法的品味（legitimate taste），这表现在音乐、绘画、文学作品的各个方面。此外，特别能体现上层阶级、支配阶级的行为方式还包括：礼貌、有距离、讲规矩等等。当然，在支配阶级内部也有区别。支配阶级也有两个分支，分别代表占统治地位的文化空间的两种极端现象，一个分支是以知识分子为代表的品味，另一个分支是以工商业主为代表的品味。有时候，布迪厄也将知识分子的品味称为“左岸品味”（left-bank taste），而将工商业主资产阶级的品味称为“右岸品味”（right-bank taste），前者喜爱现代的、当代的作品，而后者则喜爱古典的、神圣的、圣洁的作品；在音乐、绘画方面，前者更倾向于固态的价值，而后者则相反。布迪厄甚至认为，他们代表了两种不同的世界观、不同的人生哲学、不同的符号象征体系（Bourdieu，1996：16，292，342）。

与上层阶级不同的是小资产阶级的品味。小资产阶级包括小手艺人、小商人、小业主，他们的地位建立在占有一些经济资本的基础之上，他们占有的文化资本很少，文化品味不高。他们与主要占有文化资本的群体很不相同，区分前后两者的差异原则和区分工商业雇员与教师、艺术家的原则是一样的。与资产阶级表现出的安逸、自信、高雅、自由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小资产阶级的不自然、有约束、听天由命、不自信、被动的人生态度。当然，小资产阶级内部也有差异，所谓新小资产阶级——文化传媒工作者和医疗、社会工作者等，是富有文化资本的，其品味与小商人、小业主有区别，而与小学教员、技术员、普通管理人员相近，居于品味的中间档次（Bourdieu，1996：339，341-343）。

工人阶级的“大众流行品味”重视直接的经济必需和物质需求，因为他们有经济生活的压力；注重现实、简单，鄙视颓废的艺术形式；遭到“合法的”奢侈品味的藐视；表现为下层阶级的行为方式：更为物质化的互动方式、距离较近、不在乎彼此接触、直言不讳、不讲究礼节；在音乐上，表现为喜欢轻音乐、古典音乐，比如喜爱“蓝色的多瑙河”等（特纳，2001：195～196）。

布迪厄认为，品味不仅是现实阶级的标志和象征，而且这种阶级的品味也会影响到阶级的后代，比如雇主、经理的子女与体力工人的子女在品味上就具有重大差异。所以，品味作为阶级的象征可以代际继承。

布迪厄进一步认为，惯习、品味的差异也是区分阶级的重要方式。阶级文化的区分有多种表现形式。在表9-2中，布迪厄展示了消费的三个领域中阶级文化的差异，他采用的是法国1972年的调研数据。这三个领域是：第一，饮食的区别，包括食品差异，以及下饭馆、去餐厅的消费差异；第二，外在表现的区别，包括衣服、鞋帽、保养、清洁、化妆、梳妆、美容理发、家庭服务等方面的区别；第三，文化，包括购买书籍、报纸、杂志、文化用品、录制品、体育运动、音乐娱乐等方面的区别。布迪厄比较了三个职业群体在上述三个消费领域中的差异（Bourdieu，1996：184）。

表9-2 教师、专业技术人士与工商业雇主的消费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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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9-2中的数据是指，三大群体1972年全年的消费中，花在饮食、外在表现、文化三方面的数额和比例。布迪厄认为，三个群体有明显差异，工商业雇主在饮食上的消费最高，占总消费的比例达37.4%，而在文化上的消费比例最低仅为1.3%，外在表现的消费居于中等水平。与其他群体相比，教师在文化上的消费比例最高，在外在表现上的消费最低，而在饮食上的消费绝对数值最低，仅为9969法郎。专业技术人士在外在表现上的消费比例最高，而在文化上的消费居中，在饮食上的消费虽然与教师比例一样，但实际法郎数额却高出很多。

布迪厄还进一步发现各阶层在饮食结构上也有明显差异，他甚至还做出了图形来显示。从高社会身份地位的饮食结构差异，一直到低社会地位的饮食结构差异，显示了各阶层在饮食、食品上的细微差别，这就是所谓食品的社会空间图［见图9-2（格伦斯基，2005：445）］。正如上文所说的，图中纵坐标表示资本总量，上高下低，横坐标表示的是资本类型，左边的第二象限和第三象限是文化资本高而经济资本低的饮食方式，右边的第一象限和第四象限是经济资本高而文化资本低的饮食方式。从食品的空间图上看，资本总量高的上层阶级，饮食上以牛肉、鱼为主，而资本总量低的下层阶级则吃的是那些又咸又肥、口味重、反复煨炖的低营养食品。同是中上层阶级，也有差异。表现在横坐标上，文化资本比较高而经济资本并不很高的阶级，比如教师，他们的饮食中面包、奶制品、酸乳酪、糖、非酒精类饮料（如：水果汁、果冻）等，比例较高。这种饮食结构与那些经济资本比较高而文化资本比较低的阶级，就很不相同。比如，制造业、商业雇主的饮食中，酒、腌肉、开胃糕点、口味重的食品比例较高。此外，布迪厄还指出，饮食惯习的差异还反映了各个阶级花费在烹饪上时间的差异。调查表明，体力劳动工人将大部分时间都花费在了烹饪上面。被调查的体力工人中，有69%的人说他们喜欢花费时间精心准备饭菜，而其他阶级，如初级管理人员、小店主、高级管理人员等，则都比这个比例低。布迪厄还认为，饮食惯习与身体、健康、形体也有密切关系。不同阶级饮食结构的不同，实际上反映不同阶级对身体、体形的观念不一样，对食品对身体影响的取向也不一样。有的阶级更注重力量，有的更注重形体，有的更注重健康，所以，食品对于某一个方面的影响，在有的阶级看来非常重要，而有的阶级则认为不重要。所以，食品惯习的不同，反映了各个阶级对于身体的评价标准是不同的。对于工人阶级中的男性来说，他们更注重力量而不是形体，所以他们常常选择便宜有营养的食品。而专业技术人员则更倾向于选择清淡的、有利于健康的、不发胖的食品。品味作为一种阶级的文化塑造了阶级的身体。所以，表面上简单的饮食问题，实际上反映了复杂的阶级差异和阶级对立（Bourdieu，1996：186-190）。以上是关于各个阶级饮食的品味、惯习等差异的研究。此外，布迪厄关于各个阶级音乐品味差异的研究也很有趣。图9-3、图9-4和图9-5显示不同阶级、不同层次的职业群体欣赏音乐品味的特点（Bourdieu，1996：17）。为测量阶级品味，布迪厄曾进行问卷调查，调查在巴黎等地进行，有效问卷总数1217份。在问卷中，布迪厄列出16首音乐作品，询问被访者是否熟悉该作品，并让其选出最喜欢的作品。结果得出图9-3、图9-4和图9-5中的结果。布迪厄将被访者按照这样的阶级体系由低到高排列：体力工人，家政人员，工匠、店主，办事员、商业雇员，普通行政管理人员，普通商业管理人员、秘书，技术员，医疗、社会工作服务人员，小学教师，文化传媒人员、手工艺人，工业、商业雇主，公有部门高级管理者，私有部门高级管理者、工程师，专业人士，中学教师，大学教师、艺术家。结果发现，音乐的欣赏品味有明显的阶级差异。在图9-3中，上层阶级对体现高雅文化的“平均律钢琴曲”的喜爱比例明显高于下层阶级，各阶级比例的排列显示为：向右下方倾斜的一条比例越来越高的斜线。当然，也有例外，工业、商业雇主，公有部门高级管理者的比例就不高，这恰好可以用布迪厄的关于这些人经济资本高而文化资本不高的理论来解释。图9-4显示的是中间阶级人士对中间档次的音乐作品“蓝色狂想曲”的喜爱比例最高的现象，而图9-5则显示下层阶级对低档文化“蓝色的多瑙河”的音乐偏好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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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2 食品与阶级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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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3 喜欢高雅文化“平均律钢琴曲”的各阶层人员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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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4 喜欢中档文化“蓝色狂想曲”的各阶层人员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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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5 喜欢低档文化“蓝色的多瑙河”的各阶层人员比例

总之，阶级的差异、阶级的冲突不仅表现在政治领域、经济领域，也表现在阶级成员的生活方式、生活空间、惯习和品味之中。阶级成员在惯习和品味方面的差异和冲突是阶级的差异与冲突在文化资本、符号资本领域的重要表现。所以，布迪厄认为他的研究大大拓宽了阶级研究的领域。

四 对比中国的文化分层

布迪厄以法国为背景，展示的是一个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在阶级体系长期稳定的状态下，形成了具有鲜明阶级特征的文化体系。而中国的情况却不是这样，自清王朝解体以后的近一百年来，中国社会一直处于巨变之中：先是三次国内革命战争以及日本人的入侵，到1949年以后，又进行了打碎阶级体系的实验，20世纪60～70年代又遭遇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致命打击。所以，到了改革开放之初的时候，中国的文化体系已经支离破碎了。章诒和在《最后的贵族》一文中所描述的“文化大革命”中康同璧母女的贵族品味与惯习，在当时的中国确实是绝无仅有的个案。其实，早在“文革”以前，在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的冲击下，上层阶级的文化和生活惯习在当时的中国，就已经几乎销声匿迹。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老百姓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人们对于高档次的、高品味的生活方式的追求也愈加强烈起来。

最初，接受新的文化模式表现为潮流式的，而不是阶层式的。即一种新的衣食住行方式，在大众中迅速普及开来，不管什么阶级阶层都成为新模式的效仿者。比如，20世纪80年代初，改革开放后，开始有了西服等西式服装，于是在各个阶层中都普及开来，20世纪80年代开始有了流行歌曲，而各个阶层中流行的几乎是同样的歌曲。也是在80年代成为全民族关注的文化焦点的“中央电视台春节文艺晚会”，成为典型的不分阶级、阶层，雅俗共赏的文化模式。这与布迪厄所描述的阶级文化现象形成强烈反差。

饮食文化在改革以后也曾经历过趋同的时期。20世纪80～90年代初，中国餐饮业刚刚复兴的时候，餐饮文化的典型特征是“品味趋同”。记得一个时期是川菜流行，于是，所有餐馆、饭店，推出的都是川菜系列。又一个时期是粤菜流行，于是餐饮业就都追捧粤菜。还有过东北菜流行的时期。再一个时期，索性混合了，流行家常菜。所以，这个阶段的典型特征是文化不分档次。

然而，20世纪90年代末期和21世纪以来，情况开始发生变化，出现了明显的文化分层现象。究其根由，应该承认，首先是阶级发生了巨大分化。笔者将20世纪90年代末期和21世纪以来的我国阶级结构演变称为“阶级结构定型化”，认为有四个特点：即阶级之间的界限开始形成，社会下层群体向上流动的比率下降，具有阶级阶层特征的文化模式开始形成，阶级阶层内部的认同得到强化（李强，2004）。所以，从中国的事例看，是先有阶级分化，然后逐步出现阶级阶层的文化模式。布迪厄强调阶级分化与文化差异互为因果的作用，虽然也有一点道理，但从中国的情景看，是先有经济方面的阶级分化，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才出现阶级文化模式的分化。上面所说的20世纪80～90年代初期的状况，就是文化混合模式。由于中国经历过20世纪50年代的打碎阶级结构的实验，所以到了80～90年代，中国成为阶级形成的最好的观察场所，这是布迪厄所观察不到的。因此，品味、惯习差异的基础还在于经济地位的差距。目前，中国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迅速拉开档次，其基础当然在于经济地位。其特别典型地体现在居住模式分化上。20世纪90年代末期和21世纪以来，我国城市房地产市场化导致房屋价格的巨大差异，富有阶层的豪宅占据了最好的环境和地理条件，与贫民的住房反差强烈。所以，在这里首先是经济条件的巨大分化，其次才有品味和惯习的分化。

当然，经济分化一旦形成以后，消费方式、生活方式、品味、惯习的分化就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正如笔者在阐述“阶级结构定型化”的理论时指出的，中国目前进入了具有阶级阶层特征的文化模式形成的时期，与20世纪80～90年代初期的“文化混合模式”迥异，商店、餐饮、旅馆、服务、装修、服装、家具等，都以拉开档次为特征。在这一时期，品味、格调受到突出的重视。近来流行的所谓“小资”、“小资情调”，国外传来国内追捧的“BoBo族”、“布尔乔亚情调”、“波西米亚风格”等，都是具有阶级特征的品味、惯习形成的表现。由于突破了“文化混合模式”时代，各个阶级的品味产生重大差异，所以，雅俗共赏文化模式时代的代表“中央电视台春节文艺晚会”，近年来虽然演技、舞台效果等水平并不低，但越来越众口难调，常常成为大家批评的对象。

尽管如此，文化是有记忆的。中国大陆打碎阶级时代所形成的一些惯习，在改革30多年后，人们仍然可以看到它们的痕迹。阶级混杂的文化模式，甚至“痞子文化”、“底层文化”，在今天中国的舞台上也还常有所表现。如果将中国内地的惯习与香港、台湾的惯习比较，就可以看到明显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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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讲 中国社会分层结构的特点与变迁

以上九讲，对社会分层的理论与方法作了一个比较简洁的说明。我们知道，社会分层的理论体系极为庞大，如果要全面介绍该体系，仅仅十讲是不够的，笔者也确实有一个撰写十八讲教材的计划，也许要到本教材第三版时再做增添了。本教材十讲没有讲到的内容还有不少，例如关于社会流动的研究，市场转型时期的社会分层研究，社会各个阶层的研究，性别分层、年龄分层的研究等等。

既然有很多内容还没有讲，那么，作为本书的最后一讲，究竟讲些什么内容，笔者也在思考。可以选择的策略有两种，一种是对前九讲作一个总结，另一种是介绍一下中国的社会分层状况。笔者以为前面九讲，虽然对中国的情况也有所涉及，但缺少一个对中国社会分层的总体介绍。所以，本讲就完成这样一个任务，对中国社会分层的特点、历史上的情况，特别是近年来的一些新变化作一个介绍。

第一节 中国社会分层结构的总体特征

我们知道，社会的层化现象是普遍存在的，无论是我国古代社会还是现代社会，都存在社会分层现象。那么，从较为长远的历史看，我国的社会分层现象具有什么特点呢？特别是与世界上其他国家、民族比较，我们的特点是什么？笔者过去曾提出八个特点，现在又有所发展，提出如下九个特点。

一 社会差异巨大

中国历来是差异性很大的社会，从古至今，莫不如此。有些人以为只是1979年改革以后的这些年来，社会差距才拉得很大，其实差距从来没有小过。当然，对于差距的认识，人们会有不同的角度。本教材第一讲在定义社会分层时就指出，社会分层指因社会资源占有不同而产生的层化现象，社会资源可以是政治资源、经济资源、文化资源等不同方面，所以，我国这种巨大的差异性也可以表现为不同方面。比如，20世纪90年代以来，居民的收入差距、贫富差距是明显扩大了。但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其他方面的社会差距难道就小吗？笔者曾写过一篇文章，分析比较了“经济分层”与“政治分层”（李强，1999）。笔者认为，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社会方面的差异程度并不小。那时候，虽然人们在经济上的差异不是很大，但政治上的差异十分突出，有所谓“红五类”、“黑五类”的说法，出现了政治歧视，这难道还是差异小吗？当时政治斗争的激烈性，也反映出社会方面的巨大差异。所以笔者以为，如果想弥合这样一种巨大的差异性，一定要认识到这是几千年形成的，既有经济的惯性，也有政治的惯性、文化的惯性、习俗的惯性，难度非常大。当然人们会提出问题，为什么差异会这么大？笔者认为秦统一以来，建立了集中型的社会，社会财富和资源的集中性很强，秦以后的社会更强化了这样的体制。毛泽东曾经说“历代都行秦政事”，也就是说，后来的社会都是拷贝秦朝的集中型政治体制。集中型的体制自然形成社会中心区域和社会边缘区域，各种社会资源的分布首先集中于中心区域，然后向周边扩散，所以资源在中心地带和边缘地带当然会有巨大差别。笔者将居于社会资源中心地带的群体称为“中心群体”或“核心群体”，而将处于社会资源边缘地带的群体称为“边缘群体”（李强，2004b：23-27）。当然这只是笔者的一家之言了。

二 城乡分野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城乡差异巨大的社会。我们历来是城乡分布很不平衡的社会，许多人以为这是20世纪50年代建立城乡户籍制度造成的，但实际上，城乡差异的形成历史很久远。古代中国有所谓“国人”、“野人”之分，“国人”就是指在城市里面居住的人，“野人”就是指在城外、乡下居住的人。中国是世界上建立城墙最多的国家，城墙就是用来区分城里人和乡下人的。费正清在对比美国与中国的社会结构特征时说：“自古以来就有两个中国：一个是农村中为数极多从事农业的农民社会，那里每个树林掩映的村落和农庄，始终占据原有土地，没有什么变化；另一方面是城市和市镇的比较流动的上层，那里住着地主、文人、商人和官吏——有产者和有权有势者的家庭。”（费正清，2000：20）当然，从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开始，严格户籍制度的建立，更加固化了城乡分野的格局。1959～1979年，在20年的时间里，城乡之间的人口流动基本上终止了。改革以后，虽然城乡之间的流动是自由的，但从历史的传承看，要想在不太长的时期里消除城乡差别，仍是难度很大的事情。

三 金字塔社会结构

中国社会分层结构的第三个总体特征，是金字塔形的社会结构。社会学在分析社会结构时，常常使用结构图形的方法。比如，按照人口的收入分布，将高收入的放在上面，低收入的放在下面，这样就可以看到社会分层的结构图形。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金字塔形的社会结构。也就是说，上层很小，中下层很大。中国自古就是一个皇权社会，皇室、贵族、高层官宦人数很少，绝大多数还是贫苦的农民。虽然有士绅阶层，处在中上层的位置，但其人数也很少。早年康有为在批判科举制度时就曾提到这一点，说考科举的人数本来就不多，而考中者仅占千分之一，甚至万分之一。1949年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社会结构，确实已经发生了不小的变化，但直到今天还是大体上属于金字塔形的，为什么呢？其实，我们从城乡的分化就可以体会到上面小、下面大的总体结构。到2006年底，我国城市的人口占43.5%，农村的人口占到56.5%。所以说，我国现代的社会结构还没有形成，如果想形成现代结构，就只有把农民占的比重大大缩小，不断扩大中间阶层在全社会所占的比例。

在本教材中，笔者采用“国际社会经济地位指数”（ISEI）的方法，对中国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数据进行分析，试图揭示社会结构模型。结果发现，问题比金字塔的情形还要严重，中国是一种“倒丁字形”的社会结构（具体分析参见本教材第八讲）。

四 身份社会

我国历来是十分重视社会身份的社会，身份、等级很森严，比较突出地体现在官民身份和官员的等级层次上。迄今为止，无论是出席礼仪的座次，会议发言的顺序，电视上镜头的时间，报纸上人名排列之先后，都常常遵循着严格的级别顺序。连落草的水泊梁山兄弟们，也要隆重地排一排座次。改革开放以前，户籍制度与利益的挂钩以及单位制等，强化了身份制度。当然，改革开放以来，笔者认为我们社会对于淡化身份制，应该说有了很大的推进。过去那种非常强化的——比如说农民都不能够进城——体制已经大大弱化，但我们也不能忽视身份制是几千年形成的，是不可能在很短时间内解决的问题。改革以来的再一个新问题是，新产生的社会阶层在原有社会身份体系中找不到他们的位次。比如，新富阶层就常常抱怨，在正式的社交场合中，他们的地位常常被降低或被忽视。近来官方的文件已经正式使用了“新社会阶层”的概念。该概念指私营企业主、自由职业者等新产生的社会阶层，官方已经正式修改一些规定，以使这些新阶层能够与原有身份体系接轨，使他们能够适应社会的身份体系。

五 官民社会

与身份的特点相关联，中国社会历来是一个“官民”社会，即官吏与一般平民形成了两种有明显地位差异的群体。这种情形在汉朝以后的历代封建社会中均表现得很突出。根据对汉朝阶级结构的研究，官员不仅身份地位高、占有较多财产，而且“属于特权阶级。根据制度规定，他们可以依照各自的身份，专享某些物质生活资料”（瞿同祖，2007：100）。官员成为社会中控制社会资源的最主要群体。隋朝以来建立的科举考试制度，使得官僚体系有了再产生、晋升的常规渠道。当然，官僚体系再生产的渠道除了考试以外还有恩荫、举荐、军功以及捐官等，但科举制还是产生官员的最核心机制。总之，官僚体系成为全社会的中心，吸引着社会上的各种精英人才。因为对于精英来说，有了官位，功名利禄就全都有了。而中国社会由于受孔子儒家思想的影响，轻视商人阶级，商人阶级虽然有资产但社会地位并不高，无法与作为社会中心的官员阶级相抗衡。而且，商人的地位也不稳定，如果不与官府缔结良好关系，商人也常常会受到官府的侵扰。在中国封建社会，富有商人财产被查抄的事例屡见不鲜。中国官僚体系比世界各国更为发达，官僚体系、政治权力控制着全社会最主要的资源，社会地位区分的主线在于政治权力，财产资源变成从属于政治权力的因素。这恐怕与中国秦以来一直奉行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有关。虽然中国封建社会确实有官绅、地主和农民三大群体，但地主与官绅阶级往往结为一体，地主的家族成为科举考试、士绅阶级的重要源泉，民间的地主又往往要与官僚阶级通过联姻等方式结成十分密切的关系。总之，最重要的关系还是官和民两个基本阶级之间的关系。

六 精英层的巨大作用

“精英”（elite）是社会学的一个专门术语，社会学认为人群中最为突出的那部分人是精英。什么叫做“最为突出”呢？从社会分层的角度看，可以有两种理解，一种理解：精英是在分层体系中占据最高位置的那部分人。比如，政治精英就是政治领导人，经济精英就是高层企业家。另一种理解是指人群中具有杰出才能的人。这两种理解的对象可能是同一部分人，也可能不是同一部分人，这就涉及当政的精英与不当政的精英、台上的精英与在野的精英，以及精英循环的问题。本教材并没有专门介绍社会学的精英理论，像莫斯卡（G.Mosca）、帕累托（V.Pareto）、米歇尔斯（R.Michels）、米尔斯（C.W.Mills）以及拉斯韦尔（Harold D.Lasswell）等人的精英理论，笔者准备放到将来扩增的讲义中去。本处仅简单分析一下中国社会分层中精英层的特点。

我们知道，在任何社会中，精英都是规模很小的群体。虽然精英群体人数很少，但其能量巨大，特别是政治精英，往往对全社会甚至一个时代的世界格局发生重大影响。中国社会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精英人物特别是政治精英人物在社会中发挥的作用尤为巨大。这可能是因为自秦以来两千余年的中央集权体制造成政府具有超强的管理功能，并由此形成具有深厚根基的精英文化所致。在中央集权的体制下，最主要和最重要的指令都是从上面发出的，下级官员都由上级官员任命，下级必须听命于上级，在上下层的比较中，上层当然影响作用很大。不管是在中华文明的五千年历史中，还是在有文字记载的三千年历史中，中国在政治方面大体上表现为精英政治，即政治活动是由最高层的人士决定的。精英政治与民主政治是一对矛盾。精英政治主张将重大事务的决策权交给高水平的精英，民主政治则主张将决策权交给大众。

既然在中国精英层的作用十分巨大，那么，谁成为精英、如何选拔精英、精英的构成、精英群体是否团结、精英的来源等就变得异常重要。笔者以为，我国的精英群体面临四个基本问题，即精英配置、精英循环、精英互换以及精英团结。下面试对我国改革以来处理这四个问题的方式做一分析。

笔者所谓“精英配置”，是指社会中不同类型精英群体的比例关系。任何社会都有三种基本的精英群体，即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技术精英。三种精英的数量比例需要有一定的配置，三种中的任何一种都不可以无限制地扩张。改革开放以前，我国的政治精英群体过于强大，相比较之下，经济精英和技术精英就显得十分弱小。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政治精英群体充斥于市，而经济精英和技术精英鲜有耳闻。改革以来的一个重要举措，就是开始突出经济精英和技术精英的重要作用。比如改革初期邓小平同志就召开了全国科学大会和全国教育大会，提高技术精英的社会地位。改革以来也比较强调培育企业家——经济精英的队伍。长期以来，由于政企不分的体制，我国的经济精英只能隐藏在政治精英的队伍里，或者说政治精英完全取代了经济精英。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政府积极推进政企脱钩的改革，一部分经济精英开始离开政府的羽翼。此外，在30余年的市场经济演习中，多种经济成分的体制也开始造就国有企业董事长、经理、民营企业家、乡镇企业家、企业承包人、外企高级雇员等一批经济精英人物。政府精简机构等措施，也迫使一批过去的政治精英不得不转入经济精英的队伍。经济精英队伍的扩大，显然对中国大陆经济的进一步振兴具有重要意义。

当然，不是任何人都可以进入精英队伍的，一部分转入经济精英的干部，由于不擅长企业经营，使得企业走向衰败，这样的人就应该被淘汰出局。这就遇到了精英循环的问题。

所谓精英循环是指精英群体的继承问题，意大利社会学家莫斯卡说，精英群体要从底层吸收精英才能保持活力（莫斯卡，2002：173-174）。这就遇到了现有的精英集团与未来的精英集团的关系。居于社会高层的现有精英集团总是试图将自己熟悉的人输送到精英集团，总是希望自己的子女能够继续维持在精英集团内。但是，从社会公平的角度看，在现代社会中，人们很难垄断精英的地位。于是，统治集团就要采取一种公平的方式，既使得精英集团的循环顺利进行，也使得自己的子女能够比较容易进入该集团。这就是考试、文凭、公开招聘、专家投票、选举、公开招标、竞标的体制。从形式上看，考试、公开招标、竞标、选举是公平的，评价指标是客观的。当然，由于原有精英集团的子女在文化上、社会关系上占有优势，考试、竞争的结果往往是原有精英集团的子女进入精英集团的比例会稍高一些。世界各国莫不如此。

中国大陆在“文化大革命”的十余年中，曾经废除了“高考”的制度，结果，传统的干部、政治精英和技术精英都无法得到循环。于是精英循环采取了“超常态”的做法，比如，不少人曾以“造反派”的方式进入政治精英队伍。所以，“文革”刚刚结束，邓小平同志就积极主张恢复高考，从而使中国大陆的精英循环走入正轨。经过30余年的努力，中国大陆技术精英的循环已经有了比较完善的体制。30多年来，学位制度的恢复，多系列技术职称的审核、评审体制的建立，使得中国大陆技术精英的循环机制比过去有了巨大进步。当然，当前的“假文凭”、买卖文凭、混取博士等头衔，以及“教授”、“博导”满天飞的现象，也证明技术精英循环仍存在不少问题。

随着我国市场体制的逐步建立，经济精英的循环也开始步入正轨。企业在市场中的成败，正在逐步成为经济精英循环的唯一标准。一批有相当水平的企业家队伍正在成长起来。根据中国大陆企业家调查系统2007年的调查，我国企业经营负责人中，中专、高中及以下学历的仅占20.2%，大专学历的占35.6%，大学本科学历的占26.6%，博士、硕士学位和研究生学历的占17.6%；他们所学专业，经济类占31.3%，管理类占48.7%，理工农医占24.5%，文史哲法律占7%，其他类别占13.1%（中国企业家调研课题组，2007：3）。所以，我国经济精英素质水平的提高也十分明显。目前中国已加入WTO，经济精英的竞争机制和循环体制将更趋完善，我国会涌现一批具有国际高水平的企业家。当然，与此同时，一些低水平的经营者会被淘汰出企业家和经济精英的队伍。

近年来，中国大陆选择干部的体制也有很大改革，比如，强调文凭、学历等因素，差额选举的方式也被频繁采用，这使得中国大陆政治精英集团循环的体制有了很大进步。

笔者所谓“精英互换”，是指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技术精英之间的流动。前述政企脱钩、政府精简机构等改革，推动较多的政治干部转变为企业家，就是典型的精英互换。如前所述，精英是社会中的杰出人才，精英互换有其道理。从现代化国家的实践看，精英互换的现象也是比较普遍的。

改革开放以前，我国的精英互换并不普遍，一方面由于精英之间缺少认同，另一方面由于经济精英消失殆尽，政治精英高度膨胀，因此也缺少互换的基础。当然，我国由技术精英转入政治精英的事例还有不少，但由政治精英转入技术精英的现象却比较少见。然而在国际上，政治精英转入技术精英的现象却屡见不鲜。比如，基辛格卸任后到大学去教书就是典型事例。在我国，技术精英和政治精英转入经济精英的现象被称为“下海”，人们对此种转换似乎还有些心理障碍。笔者认为，精英互换有利于精英群体之间的相互认同和社会团结。当然，不是任何精英都可以互换，互换的精英总需具备一定条件。

中国大陆精英结盟的观点，是笔者与孙立平教授、沈原教授在1998年的一篇论文里提出的（孙立平、李强、沈原，1998）。笔者以为，从理论溯源看，精英结盟（interlocking of elite）的概念最初由拉斯韦尔（H.D. Lasswell）使用，后来，米尔斯（C.W.Mills）在《权力精英》一书中予以发展，但他们都是在负向的意义上使用这个概念。比如米尔斯认为，美国社会的精英结盟，其结果是形成了与大众社会相分离的群体（Mills，1956：7-8）。

笔者以为，就中国的场景而言，对精英结盟的现象应该从两方面来看：有负向的作用，也有正向的意义。因为，与精英结盟完全对立的现象是精英分裂，精英分裂曾经给我们带来巨大灾难。中华人民共和国刚成立时，曾经聚集了中国大陆上的一代精英，政治协商会议制定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体现了精英结盟的重大成果。但1957年的“反右”斗争，造成精英集团内部的重大分裂，原本结盟的精英内部出现重大冲突，最终导致中国大陆的精英群体长期处于冲突和分裂状态。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前，共和国曾长期陷入动荡不定的政治运动之中。“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邓小平同志立即组织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和全国教育大会，应被视为弥合精英群体裂痕的重要举措。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国大陆的经济精英、政治精英、技术精英终于建立了相互信任、全面合作的结盟关系。这种关系十分明显地维护了中国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到了2002年，中国共产党的“十六大”修改党纲、党章，允许“新阶层”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也是体制内精英与体制外精英合作的重要标志。总之，从总的评价上看，精英结盟有助于中国大陆的稳定与发展。当然，我们也不可忽视米尔斯的警告，即精英结盟容易造成忽视社会下层阶级利益的问题。

七 社会基层群体的重大社会功能

强调精英的作用不意味着忽视广大基层群众的作用，尤其是中国社会，如上所述，长期以来的整体结构是金字塔形状的，下层、基层群体的比例和数量均十分巨大。如果不重视这个群体，如果忽视这个群体的利益，必然带来严重问题。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里，社会的下层和基层群体是农民，每当社会矛盾激化的时候，巨大的农民群体对于社会不稳定产生了巨大影响。毛泽东总结说：中国自秦末以来，总计有大小数百次农民起义，农民起义的次数和规模之大，在世界历史上是罕见的（毛泽东，1967：588）。搞历史的人都知道，中国历史就像有一个内在的周期律一样，新王朝刚建立的时候总是蓬蓬勃勃，一直发展到鼎盛时期。到了后期财富过于集中，下层或底层聚集着巨大的生活困苦的群体，社会矛盾激化，于是有领袖人物组织社会底层、农民发动暴力起义，推翻上层建立新王朝。总之，数千年间农民或下层、基层、底层起义总是延绵不断，所以自古以来当局总是强调要稳定。一个好的时代，叫做大治，如文景之治、贞观之治等，不好的时代称为“乱世”，实际上讲的就是由于社会分化、社会矛盾激化而造成的治乱兴衰。历代统治者，在新王朝兴起时一般都是采取宽松一点的政策，翦伯赞教授称之为“让步政策”，使分化的程度降低一些，从而缓和了社会矛盾，降低了社会紧张度，于是社会又恢复了稳定。

如果考察唐朝末年以来的农民起义口号，就会发现，起义的矛头和目标越来越明确地集中于财产、财富的公平问题。当财富的不均等配置已经威胁到社会底层、下层群体的生存条件，威胁到农民的基本生存条件时，社会就处于“高张力”时期、结构紧张时期，这时候，一旦有导火索事件发生，往往就会引发燎原大火。

八 社会流动机制

本教材第一讲曾介绍说，所谓社会流动，主要是指人们地位垂直、上下、高低的变化。一个公平、公正的社会应该有比较好的社会流动机制，应该给人们以机会，使下层的人有机会流入上层。从这方面看，自古以来，我们就创造了比较好的流动机制，这是很有中国特色的东西。虽然我们自古以来分层明显、社会差异很大，但中国社会从公元606年就建立了科举制度，这个制度当时在全世界是领先的。当时的欧洲社会以及其他社会，大多还是贵族制度，他们通过家庭关系、血统来继承爵位，还没有建立通过考试来选拔人才的制度。而且，科举制度不是一般的考试选才制度，它能够将精英人物通过考试直接输送到社会上层去，比如，出任官职，成为很重要的社会管理者。当然有人会问，考中科举的究竟是富家子弟还是贫家子弟呢？历史文献可以证明，中国直到明朝的时候，科举登第者的家庭背景，有约50%的人来自“前三代俱无功名”的贫寒家子弟。所以应该承认，中国有比较好的流动机制。当然，西方社会发展出市场机制之后并且也学会了文官制度，就在体制上大大突破了，因为市场是面对每个人的，人人都可以在市场上竞争。所以在这些方面，西方逐渐就超过我们。可见在流动机制上，我们也需要不断创新。

从社会流动这一点看，近代以来，中国社会一直是流动率比较高的社会。社会学将社会区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流动率偏低的社会，另一种是流动率比较高的社会。比如，贵族等级制的社会就是流动率偏低的社会。贵族是世袭的，这样的制度法规阻止着其他阶级流入上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60多年历史中，社会阶层流动率一直比较高。当然，造成流动的原因有很大差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前30年的历史中，造成高流动率的更多是政治原因；在此后的近30年历史中，造成高流动率的更多是经济原因。根据笔者的测算，我国20世纪90年代父母子女两代人之间的职业地位流动率，与美国的代际流动率近似，在国际上均属于流动率比较高的范围。这证明目前中国社会还是有相当活力的。

九 家庭纽带弥合社会差异的重要功能

最后一个特点是，自古以来，中国的家族、宗族起到了穿透社会阶级、维系社会团结的重要功能。在上述特点中，前面五个特点都强调分层差异，其实，任何分层制度都有其社会融合的方面。上述第八个特点，讲到高流动率现象，就是通过社会流动而实现社会融合。这里第九点是强调血缘关系在社会融合方面的作用。宗族、家族在传统中国社会占有重要地位。宗族指有着共同的祖宗或同一父亲，因而使用同一姓氏的人们。其成员的联系可以延续数代、数十代，甚至近百代。因此，宗族可以是极为庞大的群体。家族指同一血统的几代人所形成的群体，也有人称之为“大家庭”；它包括直系的和旁系的两种血缘联系，旁系的亲属是将叔、姑、姨、舅、甥等都包括在内，因此也常常是比较大的群体。同一宗族或家族中，常常有富裕者也有贫穷者，常常有不同经济地位或阶级地位的人。虽然经济地位或阶级地位不同，但血统的纽带以及由此形成的血统的文化，比如家谱、族谱、同族的归属感等，维系了同一个宗族或家族内部的团结。

如前文所述，中国改革开放前是政治分层社会，改革开放后逐渐演变成经济分层社会，两个时代的社会结构巨变，造成在同一个家庭内部，也常常出现阶级混杂的局面。家庭中，有的兄弟姐妹致富了，也有的兄弟姐妹致贫了，有的当老板了，有的却下岗了。与西方社会不同，中国家庭成员之间在经济上的互相帮助是很普遍的，所以，血缘关系起到了转移支付的作用，家庭纽带起到了弥合阶级裂痕的作用。当然，近来中国城市进入独生子女的时代，家庭规模普遍小型化，独生子女没有兄弟姐妹，这使得家庭关系弥合阶级裂痕的功能被大大弱化。

以上就是笔者试图归纳的中国社会分层的总体特征。

第二节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社会分层结构的巨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近60年来，社会分层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这种变化主要分为前后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全国解放到改革开放以前，第二个阶段是从改革开放以后直到今天。本节分析第一个阶段社会分层结构的变化，第三节将分析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分层结构变化的特点。

一 打碎阶级结构的实验

1949年革命的最主要特征是在中国打碎了传统的阶级体系。这是通过两个重大步骤完成的。第一步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土地改革运动，用革命的手段剥夺了地主的土地，把它平分给农民，从此，中国农村中不再具有真正经济意义上的地主阶级。第二步是发生在1956年的社会主义改造。它用“低额利息”赎买的方式，改造了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将城市中的私营企业先变为“公私合营”的方式，后来又逐步变为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两种形式，用渐进革命的方式剥夺了资产者的所有权。同时还进行了私有房产的改造。因此，1956年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后，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无论城市还是农村，实际上都已不存在真正经济意义上的有产者与无产者了。

既然阶级体系打碎了，大家都不占有巨量财产或大规模的生产资料，那么，财产所有权就难以作为区分社会地位高低的标志，中国是否就因此进入“均等”社会了呢？事情并不是这样简单。财产所有权只是形成群体之间差异的一个方面，可以区分群体差异的方面还有很多。按照本书第四讲介绍的帕金的“社会屏蔽”（social closure）理论，各种社会集团都会通过一些程序，将获得社会资源或机会的可能性限定在具备某种资格的小群体内部，为此，就会选定某种社会的或自然的属性作为排斥他人的正当理由（Parkin，1979：44-45）。中国的情况恰如帕金所言，当财产所有权不再成为“社会屏蔽”的条件后，立刻出现了其他条件取而代之。这些条件例如，户口、家庭出身、参加工作时间、级别、工作单位所有制等等。到了20世纪50年代中期，这样一套非财产所有权型的社会分层，已经形成一套比较稳定的制度体系，并一直持续到1979年的改革开放以前。对于这套社会分层制度体系，我们可以称之为“身份制”。

什么是“身份制”呢？如本书第二讲所述，在社会学上，马克斯· 韦伯最早和最为系统地阐述了身份（status）和身份群体（status group）的概念。韦伯认为：身份是一种特权，它建立在如下一种或数种因素基础之上：即生活方式、正式的教育（包括实际经验的训练或理性的训练），及与此相对应的生活方式、因出身或因职业而获得的声望等（Weber，1994：125）。身份制就是建立在上述身份基础上的一套由法律、法规、规范认可的制度体系。当然，在中国的场景下，身份、身份群体又与韦伯讲的身份略有差异。中国20世纪50年代中期形成的身份制，较多地突出了政治身份，比如，贫农、下中农、地主、富农、职员、革命干部等。身份地位与经济地位不一样，两者可以有关系也可以没有关系。比如在当时，右派或小业主都是身份地位，贫下中农或富农也是身份地位。他们的身份地位与他们的经济地位并没有直接联系，贫下中农有可能比富农的收入高，富农也有可能比贫下中农的收入高，无论他们的经济生活富裕与否，都不会改变他们的社会身份。身份地位虽然与经济地位没有直接关系，但不同的身份地位却又确实体现了人们在获得社会资源方面的差异。比如，在1979年以前，不同身份地位的人在福利待遇、工资级别、入党、参军、上大学、就业等方面均有明显区别。在社会生活的层面上，更体现出身份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社会地位。相同身份地位的人生活情趣更为相近，社会交往更为频繁。比如，我们常有各种各样的“小圈子”，同一小圈子中的人通常具有相同的或相近的身份地位。再比如，相同身份地位的人更容易通婚。社会调查显示，中国城市市民一般在市民中选择配偶，农民户籍身份者多在农村居民中选择配偶。身份地位又多体现的是一种“等级”差异，所谓“等级”（estate）是工业社会以前的一种社会分层单位。等级制的特点在于，它禁止各等级之间的社会流动。因此这是一种相当封闭、落后的体制。

身份地位既然有差异，那么人们是根据什么来区分身份地位的呢？不同国家、不同时期区分身份地位的指标多种多样，比如有民族、语言、社会出身、地域、宗教等等。一般来说，区分身份地位的多是一些非连续型的、异质型的指标。比如，收入是个连续型指标，它难以区别身份，而职业是个非连续型的、异质型的指标，它可以区分出工人、农民、知识分子这样的身份群体。区分身份地位指标的再一个特点是，它们多与一些“先赋因素”（ascribed factors）有关。所谓“先赋因素”指一个人与生俱来的、不经后天努力就具有的因素，比如，一个人的年龄、性别，又如一个人的家庭出身，再如在严格实施户籍制度的国家的户口类别、居住地区。当“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喊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口号时，这显然是用“先赋的”指标来区分社会群体。一个人的父亲是与生俱来的，由此种标准区分的当然就是“身份群体”。

以先赋因素来确认人的身份地位，这样一种体制的最大特点就是讲究等级、秩序。当这种身份得到法律、法规的认可以后，各身份群体也就难以越轨，没有了跨越身份界限的非分之想。每个人都被定位在一定的等级上，整个体制井然有序。此种体制的最大弊端是束缚社会成员的活力和积极性，因为它将每一个人定位在先天决定的身份体系上，人们很难突破此种先天的限制，很难超越级别。在此种体制下，人们的后天努力与地位变迁没有太大联系，因此，这是一种缺少公平竞争机会的体制。

身份制突出，一方面反映出中国社会基本上还属于一种传统的社会结构，例如，当时农民占到全部人口的80%以上；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中国社会在将阶级体系打碎以后，财产分层的地位下降，身份分层的特征更为突出。这种以身份制为核心特征的制度，具体说来表现为户籍身份、工人与干部身份、干部级别身份和单位身份四个方面。下面分别述之。

二 户籍分层

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一直到1979年，甚至可以说一直到今天，中国实行着比较严格的户籍制度。按照这种制度，一个人一旦在某地注册了户口，那么，迁居他地就成为十分困难的事情。户籍制度最主要的方面就是将人们分为两类：城市户口人口和农村户口人口。而所有持农村户口的人均被称为农民，尽管他们中的很多人并不从事农业生产劳动。那时候，对于中国的农民来说，要改变户籍身份是极为困难的，他们极难进入其他身份群体。

中国城乡户籍制的形成有一个历史过程。1949年新中国建立初期，中央政府对人口在城乡之间的流动控制尚不十分严格，按照当时的法律规定，公民尚有迁居之自由。然而，在20世纪50年代期间，随着工业化的高涨，农民开始大量流入城市，并由此引发粮食和副食供应、交通、住房、城市服务等诸种问题。于是，中央政府曾先后两次采取较为严格的措施限制农民流入城市。一次是在50年代中期，中央曾专门为“劝止农民流入城市”发了指示，并从1955年6月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经常性的、严格的户口登记制度。中国的户籍制度就从这个时候开始。第二次是在“大跃进”后的1959、1960年，由于当时出现了经济上的困难和食品、生活用品等供应上的短缺，中国便开始实行几乎完全制止农民流入城市的政策。按照当时的规定，全国每年只允许1.5‰的持有农业户口的人转为非农业户口（即城市户口）。这里面包括一些因工作上有成绩而被提升进城的干部和干部家庭成员，一般农民绝无可能进入城市。这种政策一直实行到1979年的改革开放以前。严格的户籍制度形成了我国城市与农村相互分割的二元社会结构。城乡差异成为最基本的社会分层。从总体上说，城里人的生活水平大大高于乡下人，持有城市户口的人在收入、消费、社会福利、就业等方面所享有的条件和待遇都是持农村户口的人所不能比的。例如，仅从城乡消费水平比较看，我国城市居民的消费水平大大高于农村居民，前者为后者的倍数在2.4～3.2浮动。不仅如此，当时城市居民还享有其他多方面的福利条件，例如各种食品的补贴、住房补贴、医疗保险、单位提供的子女教育等等。而这些都是农村居民所享受不到的。这样，当时的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生活在两个世界，形成了两种差异很大的生活模式。农民要想改变其生活模式而进入另一个世界，几乎不可能。当时，在城乡之间有种种限制，例如粮票和副食证制度就是一种很重要的限制。城市居民每月都可以领取一定数量的粮票等票证，只有凭粮票才能买到食品，也才能在城市中生存。农民没有粮票，因而也就买不到食品，即使他们私自来到城市，也无法在城里生存下去。农民可以改变自己身份的渠道也并非没有，但却十分窄小。对年轻的农村居民来说，考学是一条主要渠道。如果一个人通过高考，进入高等学府，那么他的农村居民身份就可以改变为城市居民身份。农民称为“跳龙门”。但由于农村教育水平的普遍低下，真正能“跳龙门”的是极少数。由于农民占到人口的绝大多数，这种城乡高低差异很大的体制自然就造成我国社会底层大、上层小的金字塔形社会分层结构的特点。城乡分割的户籍身份制度，将农民牢牢束缚在土地上，使他们没有流动的自由，这就将中国人口中的最大一部分人的劳动生产、社会活动积极性束缚住了。这显然不利于我国的经济发展，不利于社会现代化和社会进步。这也是一段时间内我国经济发展速度迟缓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 干部与工人的身份区分

1979年的改革以前，城市中的就业者，基本上可以区分为两种社会身份群体：干部与工人。干部这个概念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上，中国大陆对所有管理人员均称为干部。这种称谓方式起源于，最初人们将从解放区来的共产党官员称为干部，但后来则被泛化了，人们用它泛指一切的管理者和领导者。上至国家主席、总理可以称为干部，下至农村的村长、小组长，甚至中小学的班组长也可以称为干部。这是中国广义的干部概念。

我们在这里所说的作为一种身份群体的干部并不是广义的干部概念，而是狭义的干部概念。狭义上，干部指的是一种社会身份。一个人能进入这种身份的关键是要由人事部门按照有关规定而列入干部编制。这种所谓列入编制靠的是一整套“档案身份管理制度”。我国城镇中的正式就业者都有一份由他所在组织（单位）保存的档案。档案记载着这个人一生的经历、家庭背景、亲属状况等。档案编制身份基本上是两类，即干部身份和工人身份。这两种身份的区分不仅仅是档案管理的一种方式，而且体现着重大的物质利益差别。两种身份在工资级别、工作待遇、出差补助、住房条件、医疗、退休等福利上均有很大差异。一般说来，干部编制的待遇要大大优于工人。因此，绝大多数就业者都希望被列入干部编制。然而，对绝大多数被划为工人身份的人来说，他们是很难转入干部身份的，其难度并不亚于从农村户籍身份转变为城市户籍身份。

那么，在当时什么人才能被列入干部编制呢？首先，教育是最主要的途径，凡是由国家正式全日制中等专业技术学校、高等学校毕业的具有中专、大专、大学本科等以上学历的学生，在按国家计划分配到工作单位后，才可取得干部身份。这样，那些不是由全日制学校的职大、函大、业余大学、广播电视大学、干部培训班等毕业的学生，虽然取得大学专科的文凭，但却不能直接转为干部编制。其次，根据国家人事部门分配的干部指标而被聘用到干部岗位上的人，可以是干部编制。但这种干部指标往往很有限，而且，对于由这种途径进入干部队伍的人往往有较严格的要求。例如，在学历上，常要求有大专以上学历，这样，前述那些由非全日制职大、业余大学等毕业的学生，就要等待干部指标，有了指标后才能转入干部编制。我国 “文化大革命”时期，曾从工人、农民、士兵中提拔了很多干部，据统计大约有200万人。这些人虽然在干部的岗位上，但还保留着原来的身份，俗称“以工代干”等。这些“以工代干”的人，并不能列入干部编制，而只能仍保留在工人编制内。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国家分配给基层单位较多的干部指标，才逐步解决“文革”后遗留的较严重的“以工代干”问题。今天，“以工代干”的还有，这就要等待上级分配给干部编制指标，然后才能“转干”。最后，由部队转到地方上的转业人员列入干部编制。部队转业人员在部队一般都是连级以上干部，到地方上后当然都列入干部编制。部队中的一般士兵服役期满后一般都是复员到地方上，均列入工人编制或回乡当农民。

在城市的就业者中，所有不符合上述条件的，一般被列入工人编制。这种干部身份与工人身份的区分壁垒分明，每一个就业者都深知自己所处的身份领域。从人数和比例上看，在城市就业者中具有干部身份的人大约占1/6～1/7，其余都是工人身份。这种干部身份与工人身份的区分，在一个财产分层已被打碎的社会中起到维持社会分层与社会秩序的作用。不过，由于社会流动的渠道过于窄小，作为城市就业主体的工人，其积极性与活力都受到较大的阻碍与束缚。

四 干部分层体系

在我国改革开放前的身份制分层体系中，干部的分层是一个核心内容，人们常把它称为官本位制。这就是说，以干部或官员级别垂直分层作为全社会分层的基础与主线，并由此派生出全社会的分层体系。干部或官员的级别为什么会成为中国大陆社会分层的本位体系呢？这里面当然有数千年历史传统的因素。不过，仅从1949年以来的历史看，官本位体系是在1955年7月建立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统一级别、统一工资标准和1956年对全国国有企业、事业和国家机关工资制度进行改革的基础上形成的。按照这些规定，我国干部被分为30个级别，对所有这些级别又配以各种水平的工资标准。对于这些具体的工资标准，后来虽做过几次调整，但这一整套30级的干部分层制度，在此后30余年中一直保持了下来。也正是由于这一套分层规则，官本位才成为可能。下面试对官员分层能成为全社会分层的本位体系的原因做一分析。

第一，干部的级别分层是其他社会分层的基础。1956年，在颁布干部级别和工资分层标准时，国务院就以这些标准为模本对其他机构、团体和社会体系做了等级分层。例如，对教学人员、工程技术人员、医生、实验人员、编辑出版人员、图书馆人员以及一般的生产工人等，都做了工资级别划分。这样，以干部分层为主线就衍生出其他多种最主要社会群体的社会分层。

第二，我国的计划经济体制大大强化了官本位的社会结构。20世纪50～80年代，我国一直实行计划经济的制度，整个社会的生产、分配、交换等经营管理的权力大多集中在各级政府部门手中。而且，不仅是经济活动，就连社会、思想、文化等诸方面的活动也是由政府管理。这种由上至下、层层节制的权力结构就成为当时我国社会活动的主线。人们在这种权力结构中的位置成为决定社会地位高低的最主要因素。

第三，我国较单一的经济成分，使得干部的工资收入分层有可能成为社会财产、收入分层的本位体系。1956年后，城乡社会主义改造完成，我国的经济成分由多种成分转变为比较单一的国有与集体所有经济类型，经济分配与个人收入也单一化了。工资成为城市中绝大多数就业者收入的最主要来源。因此，工资分层就等同于当时的收入或财产分层，人们经济地位的高低与工资水平完全一样。这样，体系最为完备的干部的工资分层就成为当时全社会经济分层的基础与本位。

第四，与干部的工资级别相配套的还有一系列福利、待遇、服务等制度。例如，中央财政部对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不同级别干部的住房、差旅标准、外出车辆、随行人员、秘书服务、医疗、食品定点供应、家具、生活用具、房租水电、文化娱乐等，都曾有具体规定。这种与干部身份相配套的一整套体系就是20世纪50～80年代社会地位分层的主线。

第五，当时社会上权力分层、声望分层、收入分层三者高度一致的情况也大大强化了官本位制本身。

总之，基于上述原因，这种以干部分层级别作为全社会分层基础的制度，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形成后，一直是中国社会最主要的分层制度，甚至连“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动乱也不能动摇这一制度。例如，当时被 “下放”的干部到了农村后，仍被视为上层人，老百姓仍根据他们原来的级别来判定他们的地位。“文革”后，这些多年“靠边站”的干部的级别又迅速得到恢复。这些都是官本位制度曾相当巩固的明证。

五 工作单位与身份

中国城市中的就业者，大多隶属某一个工作单位。一个人的工作单位对于一个人是十分重要的，其之所以如此，有历史的原因。1949年后，出于将群众组织起来这样一种指导思想，工作单位的管理体制得到加强。单位不仅是一种职业活动场所，而且由于政党与政治体系在单位内部的建立，它也就成了具有教育功能、思想政治工作功能、社会保障功能等多种功能的组织。20世纪50～60年代，受到毛泽东“单位办社会”思想的影响，特别是1966年，毛泽东发出“五七”指示后，单位办社会的现象更为普及。任何一个单位都不仅从事其所处行业的活动，而且也兼营他业，并且建立了从食堂、托儿所、幼儿园到理发店、商店等一应俱全的体系。这就是所谓单位办社会的体制（路风，1989）。长期以来，我国城市中的“社会”并不是在单位之外，而是在单位之内。由于单位为其内部工作人员提供了全方位的服务与保障，这样，作为一种互动关系，工作人员也因而更依赖于单位和从属于单位。由于单位内的每一个工作人员，其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与单位息息相关。这样，单位内部就形成了一种“小社会”，不同单位实际上是不同的小社会（Walder，1986）。不同的小社会之间差异很大。这样，实际上就形成了不同的身份群体。

中国的一些特殊制度也更加强了这种单位身份的体制。首先，我国在改革以前实行的是所谓“铁饭碗”制度，一个人一旦就职于某个单位后，一般都不会被解雇，也很少有单位间的调动。因此，一个人终身就业于某一个单位的现象就比较普遍。这样，单位就成了一个人终身活动的最主要场所，两者的关系异常密切。其次，我国城市就业者的住房大多是由单位提供的，而单位的住房又在地理位置上相对集中，这样，单位成员也就更容易形成亲密群体。最后，单位不仅付给其工作人员工薪，而且还提供医疗、健康等保险和服务，一些较大的单位还提供食堂服务、商业服务、子女教育等。这样，一个人的生活水平、生活的各个方面均与单位密切相关，甚至连一个人社会地位的高低，也常与他所在单位的地位有关。单位的地位高、级别高，单位工作人员的地位也随之较高，反之亦然。这样，我国的城市就业者就有了一种“单位身份”。不同单位之间在资源、地位、声望等方面的差异也就被赋予到各单位工作人员身上。单位身份制的特点是，不同单位之间的差异较大，而同一单位成员之间的差异较小，单位内部成员之间还是平均主义盛行。再加上单位内成员大体上是终身制，成员在各单位之间的流动很少，这就造成所谓“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的局面。这种体制束缚个人积极性的发挥，与竞争机制和市场经济都是相抵触的。

第三节 改革以来中国社会分层结构的重大变化

1979年以后，中国的政治、经济和其他各方面的政策有了重大调整，开始实行一套全新的改革开放政策。例如，在经济政策上，从单纯的公有制经济转变为多种所有制形式，从单一的计划经济转变为增加市场调节的成分并逐步形成新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农村的人民公社体制转变为农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等等；又如在政治上，逐步健全了法治，调整了社会各群体的关系，提高了知识分子的地位等等。

在上述重大政策变迁的影响下，我国社会分层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这种变化可以从群体分层结构与制度变迁两个方面看。从群体分层结构看，比较大的变化包括：农民队伍的分化，工人队伍的膨胀，新的个体私营工商层的出现，贫富群体之间差距的拉大等。从制度变迁看，比较大的变化有：城乡结构与关系的变迁，单位制的变迁，社会分层评价体系的变化等等。下面试具体阐述这些变化。

一 农民的职业分化与新职业体系的形成

现代化与工业化基本上是同步的，而改革以来我国工业化迅速推进所带来的最大的职业变化就是农业劳动者队伍的缩小和工业劳动者队伍的扩大。

改革以前，1949～1979年的30年间，中国大陆是一种很特殊的状况。我国的工业化虽有较大发展，但农民的职业分化却几乎处于停顿状态，或者说只有微小变化。农民占我国全部就业者的比例始终在80%上下浮动。那么，为什么当时的工业发展没能带来农民的职业分化呢？除了户籍制度的原因以外，当时的人民公社管理体制也是个重要原因。在人民公社内，农民没有择业的自由，不能脱离公社的组织，没有独立自主的经营权。再者，当时实行的是“以粮为纲”的农业政策，千百万农民的中心任务就是搞粮食生产，脱离这个轨道就要受到批评和打击。

1979年以后，上述这些限制都大大放松。首先，人民公社集中生产的体制被改革为将土地承包给农民家庭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有了独立自主的经营权，或者说，农民成了自由人。从此，农民才有可能从事符合自己意愿的劳动，这样，职业分化才有可能。其次，20世纪80年代后，我国的户籍制度有所松动，农民被允许进城开店设坊，兴办一些为城市居民所需的服务业。起初国家对农民的放松还是有限度的，提出了所谓“离土不离乡”的政策，即允许农民离开农业生产而从事其他行业，但要求农民还只是在家乡范围内就业，而不要流入大城市。但是，一旦放开了农民，就很难控制住了，农民实际上是既离土又离乡。在政策放松的背景下，我国农民，特别是青壮年农民，开始脱离农业劳动，转而从事其他多种职业。农民离开土地总是与当地乡镇工业发展息息相关。农民离开土地后，最主要的去向就是到乡镇企业就职。到2006年，农村户口的劳动者总数为4.809亿人。其中，有1.468亿人，即占30.53%的人在乡镇企业劳动，这个比例还是相当高的。他们投身于各种工业生产，人们称此种农民为“农民工”；此外还有大约一亿农民流动到城市里去打工，这部分人俗称“城市农民工”，但这部分人口始终没有一个准确的数据。当然，也有不少农民独当一面，干起了个体经济。2006年，这部分农民有2147万人，占农民劳动者总数的4.47%。1979年后，国家允许农民个人承包企业。农村中的一些所谓能人承包了村社的企业，也有人自筹资金，办起了企业。经过十余年的演变，目前这批人有的成了乡镇企业领导者、管理者，有不少成了私营企业主，2006年在这些农村私营企业就业的劳动者有2632万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2007：127）。除此之外，农村中还有一些乡村教师、医生等，他们的总数大约占农村劳动者总数的1%。当然，迄今为止，没有脱离开土地的农民仍占相当比例。仍以2006年的数据计算，这部分人约占目前农民总数的37.75%，人数为1.815亿。2006年，我国持农村户口的劳动者占全社会劳动者的62.95%。这样，将上述两个百分比结合起来计算，我国真正常年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完全没有离开土地的农民仅占全社会劳动者的23.77%。当然，不排除还有一部分农民是“候鸟型”的——农忙时他们会暂时离开工业岗位回家帮忙。但是，这比起1979年改革以前农业劳动者占绝大多数的局面，已是大大改观。所以，如果从实际劳动活动看，我国已经是一个以工人为主体，而不是以农民为主体的社会。

二 体力劳动工人队伍的变化

改革以来的30多年，中国社会形成了堪称世界上最大的工人阶级队伍，尤其是以从事体力劳动为主的工人阶级队伍。目前，我国直接从事生产劳动的操作型工人可分为三种，一种是城市中的工人，第二种是农村中的工人，第三种是从农村流入城市的农民工。我国城市中持城市户口的工人人数自改革以来变化并不很大。1979年我国城市工人人数为7075万，到1991年达到9068万，平均每年增加一百多万人。以我国这样大的人口与劳动力基数看，这种增长并不很快。此后，城市中，持城市户口的工人人数反而逐年下降。这一方面是因为，城市里直接的工业生产劳动、操作型工作越来越多地由农村来的农民工承担；另一方面，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原来的国有、集体大工业、企业出现了急剧转型的局面，很多操作型工人从工业企业中转移出来，也有不少下岗、离岗、买断、内退的人员。所以，到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时，持城市居民户口的直接生产操作工人人数下降到只有4612万。

农村中的工人，亦称“乡镇企业工人”。乡镇企业是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农村新政策的推行和人民公社的解体而迅速发展起来的农村工业。乡镇企业工人的主体由离开土地的农民构成。如前所述，自1979年以来，我国直接从事农业劳动的农民占全社会劳动者的比例大幅度下降，已从1979年以前的大约80%下降到1998年的34.52%，再下降到2004年的26.66%，到2006年再下降到23.77%。而那些离开土地的农民最主要有两个去向，大部分转入乡镇企业，当然也有相当多的人远途跋涉流入大城市去做工。我国乡镇企业“农民工”人数1978年为 2826.6 万人，1998年已增至 12537 万人，到2004年，增加到13866万人，2006年为14680万人，是1978年的5.19倍。乡镇企业的发展使我国农村的产业结构发生根本变化，工业产值所占比重大幅度上升，由过去的不足一半上升到1991年的75%。乡镇企业工业产值占社会总产值的比重也迅速上升，由1978年的7.2%上升到1992年的33%。1998年乡镇企业增加值占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28.44%。此后，由于国家统计分类发生变化，所以，没有新的产值数字，但所占比例还是不小的。

至于究竟有多少农民工流入城市，迄今并没有准确的统计数据。据较低的估计认为有7000万～9000万人，而据较高的估计，则认为已达到1.4亿～1.5亿人。农民工在城市与城市人口分处在两个不同的分层体系上，是两种不同的身份群体。农民工与城里人的工资和收入构成有很大区别。如果将全部收入分解的话，农民工仅仅能够获得工资和奖金，而城市市民还可以获得社区福利、医疗补贴、住房补贴、股份分红、利息、养老金等等。所以，户籍导致的是收入构成上的巨大差异。农民工所参与的经济网络与市民的也有很大区别（李强，2004a）。

总之，我国改革开放后的十余年来，农村的社会结构已发生巨大变化，相当大的一部分农民已演变为工厂的工人。结构变迁的幅度之大、所涉及的地域之广，在中国的历史上是破天荒的。这表明，我国也将像世界上多数发达国家一样，演变为一种现代的社会结构。

当然，这种刚刚由农民转化而来的工人，其技术、文化水平还是较低的。根据对3949人的抽样调查，目前我国乡镇企业职工的文化程度是：小学及小学以下的（包括文盲）占14.1%，初中的占61.7%，高中的占20.7%，中等专业与中等技术学校的占3%，高等文化程度的不足1%。这样的文化水平距离现代工业对劳动者技术水平的要求还相差甚远。

三 个体、私营工商层的兴起

如前文所述，传统中国社会有四民之说，即士、农、工、商为社会最主要的四个阶层。在近现代中国社会，所谓“商”实际上指的是工商阶层，或用我们的政治术语说是“民族资产阶级”。从1956年我国实施社会主义改造以后，私营工商阶层曾经在中国大陆消失了20余年。1979年实施改革开放政策后，我国开始允许发展一些个体经济。后来，个体经济产业越搞越大，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我国又允许发展私营经济，也就是说允许发展比较大型的私营产业。到1994年6月，我国个体户从业人员已达到3183.5万人，私营企业从业人员为500.8万，两者相加为3684.3万，在我国包括农民在内的全部社会劳动者中占6.2%。1995年以后，在国有企业人员裁减、下岗人数激增的同时，个体私营从业人数出现大幅度增长，也就是说，很多国有企业下岗人员进入了个体私营从业者的队伍。到1998年底，个体私营从业者已达到7823万人，2004年达到9605万人，2006年为11745万人，超过1亿人，占包括农民在内的全国从业人员的15.38%。如果将外商、港澳台企业和有限责任公司就业者也加在一起的话，则达到15072万人，占包括农民在内的全国从业人员的19.73%（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1999：155，2005：117，2007：127）。所以，个体私营业对劳动者就业的贡献是巨大的。

当然，以上说的是从业人员，就是既有雇主也有雇员；如果仅统计私营企业所有者的话，到2006年底，其人数为1184万人。我国私营企业创造的产值也有高速增长，从1989年的422亿增加到2003年的20083亿，增长了48倍，年均增长47.15%。私营企业的社会消费品零售额从1989年的190亿元增加到2003年的10603亿元，增长了近56倍，年均增长49.15%（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等，2005：12）。根据调查，到2005年，民营经济在我国GDP中的比重已经占到65%左右（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2006：12-13）。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我国的个体、私营工商层出现迅猛发展的趋势，目前正方兴未艾。因此可以预见，在21世纪，个体私营经济的上述各项指标还会持续攀升。

由于个体私营工商层是个新产生的阶层，它的成员是从其他社会群体中转变而来的，因而它的构成比较复杂。特别是，如果我们将城市的私营工商层与农村的私营工商层比较，就会发现，它们的社会来源差异很大。在改革的初期，农村的工商层大体上还是由农村的精英层转化而来的，而相反，当时城市中最先进入个体私营工商层的是一些闲散人员和无业人员等边缘群体，这就造成当时城市的个体私营工商层素质较低的状况。20世纪90年代以后，情况发生很大变化。特别是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后，城市个体私营工商业发展迅速，很大一批干部、知识分子开始下海。这样，城市中的私营工商层的素质亦有了较大提高。

根据全国工商联2004年关于私营企业主的调查报告（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等，2005：30），在其所进行的2998个有效样本的抽样调查中，全国私营业主的文化水平还是很高的。大学本科以上毕业的占20.7%，其中5.7%是研究生毕业，大学专科毕业的占31.1%，中等专业技术学校、职业高中和普通高中毕业的合计占33.6%，初中毕业的占12.9%，小学毕业的仅占1.7%，这种素质大大高于我国在业人员的平均水平。而且，如果与20世纪90年代关于个体私营业主的文化程度的调查数据比较，又有很大上升，所以，我国的个体私营工商层的素质水平确实有很大提高。

那么，私营企业主是从哪些职业、阶层转来的呢？同样根据2004年的调查，我国私营企业主在开办私营企业以前从事管理、干部和专业技术工作的占比较高的比例。调查显示，开业前有15.6%的是机关企事业负责人，有10.4%是一般干部，有14.2%是国有集体企业承租承包人，有2.8%是村干部，有1.4%是县处级干部，有13.0%是专业技术人员，有10.6%是供销人员（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等，2005：30）。以上这些从事各类管理、专业技术型职业的人占到私营企业主的68%。这样一种职业来源，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改革30多年来，私营企业主的构成和素质地位有很大变化。

个体私营工商层的兴起及其素质的迅速提高具有重要意义。这个阶层作为一种独立的经营者阶层，突破了我国过去的身份制与单位制的束缚，因而是市场经济中最有活力的群体之一。该群体素质地位的提高表明在未来的社会主义建设与发展中它将发挥更大的正向作用。

四 身份制的变迁

如果试图用一句话概括改革30多年来我国社会分层结构的最主要变化，那么可以说，变化的基本特征是从以“社会身份指标”来区分社会地位向以“非身份指标”来区分社会地位的方向转化。本讲前面阐述了改革以前身份制强化的社会背景和社会原因，这里则着重阐述由严格的户籍制度、单位制度、干部与工人区分的档案制度、干部级别制度等构成的身份制度，在改革以后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对于改革开放以后身份制重要性下降的情况，笔者认为表现为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农民开始突破户籍身份的限制。对此上文已有分析，此处不赘述。

第二，“官本位制”有所变化，单位级别和干部级别的身份体制发生变迁。我国改革以前的单位级别和干部级别体系是单一经济成分的产物。改革使我国的经济成分多元化，个体、私营、外资、合资等经济成分的发展如雨后春笋；改革也使得人们的收入多样化，工资收入、股份收入、证券收入、房地产收入、单位外收入等花样繁多。这样，官定的工资级别在巨额财产分层中显得越来越微不足道，这种级别分层也就难以支撑其所谓“本位”体系。同时，它也受到市场经济的冲击。在计划经济下，政府部门掌握着诸方面管理的最重要权力，因而各级政府官员自然成为全社会的核心群体。近年来，计划经济正在全面让位于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使得过去控制在各级政府官员手中的经济指挥权有所削弱。随着政府各种权力的逐步下放，官员不再占据社会经济运行的中心位置。市场的发展也直接改变着过去的官本位等级制度。在过去，我国的每一个经营单位都有一个级别，如科级企业、处级企业、局级企业等。然而在市场竞争中，企业地位的高低只能以其资产、产值、利润来评价。这种地位的高低是市场竞争、经营效益的结果，而绝不是由上级预先可以封许的。面对市场竞争，官定的级别越来越失去意义。一些原来官定级别很低的企业，一跃而成有亿万资产的企业，这使得原来官本位的分层秩序被打乱。

如何评价“官本位制”的这种变化呢？应该肯定，这是一种社会进步。因为，虽然行政级别的分层体系曾起到维护和稳定社会秩序的作用，但不能不看到这一制度对于经济发展的束缚相当严重。一切权力甚至连经济的管理权均集中在行政管理者手中，这大大阻碍了民众积极性的发挥，并最终造成经济发展滞后的状况。在单一行政级别体制下，“当干部”成为全社会普遍向往和追求的目标。这极不利于社会经济发展。它使得人们都争相挤入干部队伍，结果，干部队伍越来越庞大。据笔者计算，我国干部与社会劳动者的比例，从1958年的每108个社会劳动者中有一个政府机关干部，上升到1991年的每51人中就有一名机关干部。政府机构臃肿、干部队伍过于庞大是个久治不愈的顽症。一方面，它成为社会的沉重包袱。每年耗资数以百亿计的行政管理费用，已使经济尚不发达、人均收入较低、贫困人口较多的我国力不胜负。另一方面，干部中冗员过多造成行政效率大大下降。人浮于事、互相推诿、互相扯皮、纪律松弛、惰性十足，这些现象在不少行政机关中已经司空见惯。所以，“官本位制”的变化，使干部身份不再是人们追求的唯一目标，这会有助于精兵简政和全社会效率、效益的提高。

值得注意的是，21世纪以来，“官本位制”又有复兴的倾向。在20世纪90年代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的市场改革高潮阶段，随着下海之风的盛行，官本位曾一度有很明显的衰落。但到20世纪90年代末和21世纪初，在巨大资源究竟是由市场配置还是由国家机器配置的几个回合的较量以后，国家机器还是显示出突出的功能。随着国家财政收入数额的剧增，政府调控资源的能力大大增强，甚至达到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高点。这些均导致政府科层组织地位的上升，权力位置的吸引力大大上升，政府工作又重新成为大学毕业生的最热门选择之一。再加上学校、医院等事业单位的行政级别制度和近几年以公务员级别为基础的工资套改等，使得官职地位的分层，仍然发挥了一定的本位功能。

第三，“档案身份”已被突破。改革以前，绝大多数人几乎终身在一个单位就业，人们在单位之间的调动十分困难。难以调动的体制上的原因在于一套特殊的档案管理制度，或称作档案身份制度。“档案身份”是人才“单位所有”的重要基础。市场改革以后，在劳动就业出现大量流动的情况下，人才的“单位所有”受到很大冲击。自此，没有档案的就业成为并不罕见的现象。随着多种经济类型单位的出现，档案身份变得不那么重要，人们在就业时不再为档案身份所困，社会上也出现了负责保管档案的“人才交流中心”以衔接不同体制之间的差异。所以，档案身份对于城镇就业者的束缚已大大松解。

流动为社会带来了活力。曾有人估计，在美国全部GNP的创造中，有1/3来自社会流动的贡献。我国虽然还没有这方面的统计，但深入分析我国改革30多年来经济持续增长的原因，就不难发现社会流动所作出的重要贡献。

第四，取代传统的先天身份指标，人们通过后天努力获得的文凭、学历、技术证书等作为社会屏蔽和筛选的功能越来越突出。自1977年我国恢复高考以来，文凭、学历就在社会地位的区分中起到愈来愈重要的作用。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央在制定干部提升的标准上也强调学历的重要性，没有高等学历的一般都得不到提升。80年代中期以后，我国正式恢复了学位制度，建立了学士、硕士、博士等一系列学位体制。90年代以来又逐步建立了一系列技术证书制度，如会计证书、律师证书、资产评估员证书等等。在21世纪，中国加入WTO以后，与国际接轨的技术证书愈来愈成为社会地位区分的基本依据。

第五，产权的“排他”作用将更为突出。如前所述，从本质上看，中国严格户籍制度建立的前提是因为阶级体系和所有权体制被打碎，户籍等制度成为取代阶级和所有权而维持社会秩序、资源分配秩序的基本制度。改革开放以后，整个社会的财产集中化程度有所降低，民间财产的数量增长十分明显。20世纪90年代以来，私营企业、股份制企业，以及多种所有权成分的各种企业更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民间拥有财产的数量和形式均有了飞速发展。比如，住房体制改革以后，私人拥有住房的现象已经变得极为普遍。根据建设部前副部长宋春华提供的数据，我国城市居民住房自有率已经达到82%，这个比率超过香港的53.6%和美国的69%。2007年3月16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明确提出对私有财产和公有财产给予平等保护。所以，财产所有权制度地位显然正在逐渐上升，并有可能成为新的维持秩序的首要制度。

从世界各国结构变迁的基本规律看，在身份分层解体，向经济分层演进的初期往往是社会矛盾激化的时期。我们遇到的尴尬处境在于，当我国打碎阶级体系的时期，明明社会上已不存在经济意义上的阶级，但我们却在社会政策上大搞所谓“阶级斗争”；当我国从身份分层向经济分层演变的时期，我国最需要的是一个稳定发展的时期，但这时却又是矛盾最易激化的时期。这就是中国在社会分层方面遇到的最大难题。

当然，身份制度毕竟在我国奉行了几十年，其变迁也会遇到重重阻碍。在中国这样超过13亿人口的大国里，任何一种变迁或改革都必须考虑到循序渐进的特点。尤其是身份制度，其变化滞后的特点十分突出。在21世纪初，身份制变迁滞后的特点也触发和激化了一些社会矛盾。目前，比较突出的是作为“社会惯性”运行的户籍体制与新的社会群体关系之间的矛盾。其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城乡之间的巨大经济差距仍然是个严峻问题。这种差距在不断扩大。虽然我们也强调建设新农村，但在市场激烈竞争的局面下，资本大量朝向利润率高的城市地区集中，农村明显处在弱势地位。笔者以为，中国的城乡二元分割体制变革已经到了一个关键时刻，即我们不得不对城乡居民的身份关系作出较大调整。我们知道，世界各国在实现工业化的进程中都遇到了大量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转化问题，但他们由于没有作为“社会惯性”的户籍制度的制约，工业化与城市化基本上是同步的，即当工业化实现时，城市化也在全国普及。而我国近30年来工业化发展突飞猛进，城市化发展比较缓慢，这样就出现了一个与主体社会运行脱钩的、被滞留于农村的巨大的农民群体。此外，多数发达国家曾经用了一个世纪的时间才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转化，而中国的工业化起步晚、速度快、运作较急，所以，遇到的城乡转化的矛盾就更为突出。第二，城市外来人口、流动人口，尤其是流动人口中的白领层、中上层提出了明确的权利要求。近来，流动人口中的白领层要求取消就业中户籍限制的呼声甚高，流动人口中的企业主要求给予企业经营所在城市的正式户籍等等。在此种呼声之下，政府管理部门也做出反应。公安部提出，允许各地根据当地情况进行户籍改革实验，实验的基本原则是：当地需要，当地受益，当地负担，当地有效。第三，残存的户籍身份利益所引发的矛盾有所激化。与30年前相比，今日中国户籍身份的利益范围已经大大收缩，当然，也还有一些残存的领域。最为突出的就是各地区不一致的高考分数线和录取比率。在21世纪，这方面的利益冲突显得尤为激烈。在每年春季的全国人大、政协两会期间，高考分数线的户籍差异问题已经作为两会提案正式登场。在讨论中，不少人指出，高考录取分数线在各地区之间存在严重不平等，一些省份比另一些省份分数线高出200分以上。一些人抨击高考录取中的“户籍优越”、“户籍特权”，认为中国教育最大的不公平就是高考分数线的户籍特权和户籍歧视。他们主张全国型大学的录取应采取“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主张给予不同户籍的人以一律平等的录取权利。笔者以为，此种讨论会成为身份分层进一步解体的催化剂。

五 单位制的变迁

改革以后，在市场的冲击下，中国传统的单位制已发生重大变化。

第一，单位与成员的经济关系发生变化，这一点也是单位体制变化的基础。计划体制下的工作单位，对其成员是一种全面承包的关系，即单位几乎提供其成员经济所需的各个方面，例如，提供住房、食堂、子女教育等等。作为一种社会交换，单位成员也就将个人的权利全面让渡给了单位，不管这种让渡是主动的还是被迫的（杨晓民、周翼虎，1999：113）。市场转型以后，单位内部的非市场机制受到重大冲击，单位越来越难对其成员全面承包。于是，单位只能满足其成员的部分需求，作为交换，成员个体的自由度也有所扩大。

第二，工作单位从对其成员的全方位控制，转变为只对其成员的职业活动加以控制，不再管理其非职业活动。市场转型以前，中国的单位不仅是人们职业活动的场所，而且是人们政治生活、社会生活、文化生活的场所，单位已经侵入其成员生活的各个方面。市场转型以后，单位内的关系逐渐由以初级关系为主，转变为以次级关系为主，单位逐渐在朝向单一的就业场所转化。

第三，从“有上级主管”到“无上级主管”。计划经济时代，我国城市中几乎所有人都有单位，所有单位都有上级主管，由此形成层层节制的集中管理体制。上级主管对下级单位的经济、政治、意识形态活动有全面的管理权力。当然，作为交换，上级主管也承担对下级单位拨款、分配以至办出国手续等类事务的全面义务。市场改革以后，以199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颁布为标志，市场经营中的公司变成一个独立负责任的经营主体。公司与工商、税务部门的关系，并不是传统的那种下级单位将经济、政治、意识形态权利全面让渡给上级单位的关系，工商税务部门也不对公司的债务问题等负有责任。无上级主管单位的出现是市场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社会自组织能力提高的标志。

第四，人们的社会生活开始从单位内转移到单位外。改革以前，人们的社会生活在单位之内，而不是在单位之外。改革30多年来，单位以外的生活空间越来越大。普通民众中的自组织也在蓬勃发展，包括球迷组织、秧歌队、各类发烧友等在内的民众兴趣群体，都是单位以外的民众自组织形式。民间集团和普通民众自组织的发展是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础而非相反。

第五，社区生活变迁。人们的社会生活从单位内转移到单位外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社区生活的发展。社区是常规运作的社会实现有机整合的最重要社会共同体。在市场改革以前，我国居民，主要是城市居民的社区生活几乎走向消亡。导致这种状况的原因有两个。其一，住房公有制度，使居民不关心自己住房的状况，认为与住房相联系的一切都是单位的事，与自己无关。这样，人们根本就没有那种以拥有住房为基础的社区认同感。其二，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纵向的单一行政关系，割裂了人们的社区联系，人们只有单位内的活动，而没有社区生活。市场改革以来，以上两点都发生重大变迁。随着目前推行的城市住房私有化的改革，拥有了住房的居民，从关心房屋的维修发展到关心房屋的环境，产生了社区意识。在一些新建的城市小区中，物业管理组织迅速发展起来。物业管理组织集产业运行、房屋购销、居民服务、房屋维修、社区管理的功能于一身。无论是行政的街道、居委会，还是传统的单位体制，都无法替代物业管理组织的功能。

此外，根据国务院第379号令，自2003年9月1日起，《物业管理条例》开始实施。该条例提出做好“业主委员会”的组织建设工作，自此全国各个居民小区的“业主委员会”有了很大发展。“业主委员会”是居民、房屋所有者在社区内自治和民主管理的一种全新形式。

总之，从长远发展来看，取代传统农村管理模式和城市单位制模式的会是一种新型的“行政—社区”模式（物业管理只是其中一种形式）。当然，目前这种模式的发展还很不均衡。在经济发达地区，行政—社区的发展已呈不可阻挡趋势，而在经济不发达地区还是传统的行政管理模式。行政—社区模式是一种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管理模式，与过去那种纵向的、条块分割的单纯行政模式不同，它在保持纵向联系的同时，发展出了横向的市场联系、社团联系和居民联系。

第六，单位在变迁中，同时出现了弱化和强化两种倾向。所谓弱化就是指单位在市场冲击下，其内控力越来越低的现象。所谓强化是指，由于单位有了更为明显的独立经济利益，单位为自身“争利益”的现象更加突出。例如，企业实行利改税后，在经济上变得独立起来，这样，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就更加强烈地要求为自身争得利益。然而，从传统计划体制的纵向关系看，单位自身利益的突出，反而是原有管理体制解体的一种标志。因为每一个单位的利益突出，使得凌驾于各单位之上的集中控制体制弱化。

单位制的变迁意味着中国市场型社会的逐步形成，由此，中国的社会管理从以纵向为主逐步转变为以横向为主的模式。与此相适应，各种社会团体发展起来，取代了过去由单位承担的许多功能。

综上所述，在1979年的改革以前，中国社会基本上还保留着很强的传统社会特点，其中身份制就是最突出的特点之一。而1979年改革以后，中国社会分层结构发生重大变迁，其主要特征表现为各种身份制度的衰落与解体，新的分层体系的形成。而其变化的总趋势与世界上多数发达国家现代化过程中社会结构演变的趋势，基本上还是一致的，尽管我国的分层结构仍有着为其他国家所不具有的特点。

第四节 政策变量对社会分层结构的重大影响

无论是分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社会分层，还是分析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的分层结构，都会发现，中国社会分层受到国家政策变量（the variable of state policy）的巨大影响。政策变量影响社会分层结构，可以说是当代中国社会的重要特征。对于此特征以往的研究已经有过不少表述（Whyte and Parish，1984；Walder，1986；Zhou，2004：19-21，77，123，133-142，171，250），但对国家政策变量影响社会分层的具体机制却研究不足。本节提出了“政策群”的概念，认为影响社会分层的具体机制有三个层次，首先是“基调理论”，其次是将“基调理论”转化为“大的政策原则”，最后是落实为很多具体政策。本节还提出了“政府主导型社会”的概念，当然，这也只是个理论假设，还需要进一步验证。本节就试图对此特点进行分析。

一 政府主导型社会与社会分层受政策影响的特点

中国社会一个最重要的特征是：政府主导型社会。所谓政府主导型社会，就是中央政权机构以及各级地方政权机构，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个领域的重大事务的管理和决策上，起着最主要的作用。政府的主导功能不仅表现在奉行计划经济的时代，到了改革开放以后，市场化改革以后，通过观察我们可以发现，政府的作用仍然是最重要的。无论是改革的发动，重要改革举措的提出、实施，思想路线的修正，改革的计划与进程等，都是按照政权机构的指令进行的。政府主导型社会的特征，是理解中国的一条主要脉络。既然是政府主导，那么政府的政策对社会的影响就十分巨大。其实，在按照常规运作的、制度稳定的国家，政策变量对社会制度、社会结构的影响力十分有限，政策不太容易改变社会结构。因为，稳定的制度、稳定的结构是长期社会变迁的结果，而制度和结构一旦稳定下来，要想改变它就非常不容易。在长期倡导法治的社会中，由于法律相当稳定，所以，社会也就不会受到短期政策的影响。

但中国的情况却不是这样。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我们始终处于革命、改革或实验之中，制度或体制均发生重大变迁，所以，制度并不稳定；在制度不稳定的情况下，政策发挥了重要作用。我们的所谓改革，就是不断用政策变量修正制度或体制。

当然，在此必须申明笔者的立场。这里有两个概念。第一，现实是什么样子；第二，这种现实是不是最合理、最理想的模式。政府主导的模式并不是最理想的模式，但这却是现实。在经济领域，我们改革的步伐比较大，市场的作用几乎开始与政府平分秋色，我们把很大的资源交由市场去配置。但如果我们综合起来看，将政治领域、经济领域、社会领域和思想文化领域这四个领域放在一起综合来看的话，我们国家还是典型的政府主导型社会。

那么，从合理、理想模式的角度看，政府主导型社会是不是合理呢？从政府与四大领域的关系看，实际上没有一个国家的政府对四大领域没有影响、干预或调控，或多或少都会干预，只不过干预程度不同。当然，政府主导型是强干预的，干预过多就会有负面效应。所以，从合理的、理想模式的角度看，笔者以为，对于政府的影响、干预或调控也必须有一些界定。

笔者曾经探讨了政府对于经济领域、对于市场干预的四条界定，特列于此。笔者认为，首先，政府的干预或调控不应该是直接干预具体企业的运行，而是通过法律、法规调整市场的管理原则。第二，国家的干预不是简单行政手段的干预，而是通过经济杠杆，比如中央银行的利率调整等。第三，国家与市场以及企业的关系，都不是单向的，而是相互约束的。法律、法规不是政府单方向的对企业、市场的约束，法律也是对政府行为的约束。第四，法律、法规的建立应是普遍参与的，如果包括企业在内的各方都参与了法律、法规的制定，那就会是大家都能接受的。如果上述四条界定都做到了，那么就会比较公正。

总之，从社会现实看，中国社会的特点是政策可以改变结构。当然也要注意，并不是任何一项政策都可以改变结构，如果考察政策改变结构的具体过程就会发现，它有两个突出特征。第一，它总与重大历史事件联系在一起，所以，笔者曾经组织撰写了著作，研究重大社会事件对中国人生命轨迹的影响（李强，1999）。新中国成立以来所发生的重大事件，例如土改、社会主义改造、“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邓小平南方谈话等等。第二，在发生重大事件时，出台的政策并不是某个单一的政策，而是一种全方位的“政策群”，是涉及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各方面的、相互关联的、导向明确的一系列政策。

下面，笔者就对1956年的社会主义改造、1966年后发生的“文化大革命”以及1979年开始的改革开放三个重大历史事件，以及与三大历史事件相对应的政策变量如何影响社会结构，做一个非常简要的分析。当然，对于三大事件笔者所使用的笔墨不一样，除了大背景政策分析外，需要强调的是，笔者在分析1979年改革开放以后的变迁时，还特别以知识分子的地位变迁为个案，说明政策影响分层的具体运作机制。

二 三大历史事件及其政策变量如何影响社会分层结构

下面，笔者就沿着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1966年“文化大革命”和1979年改革开放的顺序，剖析一下政策对社会分层的影响。

1956年的社会主义改造，出台的政策包括：农村的合作化政策，以及农村的取消土地分红的政策，农村大范围的统一核算、统一分配等政策；城市里的公私合营政策、“四马分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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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策的废止、按照企业核定的私股给予定息的政策、对于城市私有房产改造的政策、对于私人占有城市地产收归国有的政策等等。这一系列政策所组成的“政策群”的出台，大规模改变了我国城市的社会分层结构。改造以前社会中的一个独立的阶级——民族资产阶级，改造以后，作为一个完整的阶级在中国大陆消失了。结构的改变不止于此。改造以前，城市里有一个占有房产的阶级或阶层，改造以后也大体上瓦解了。根据当时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二办公室的报告《关于目前城市私有房产基本情况及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意见》，直到1956年，中国城市住房由私人占有的比例还是很高的。如果将城市居民私人占有的与极少量的外国人房产合在一起算做私房的话，按照建筑面积计算（只有北京按照自然间计算），住房私人占有率：北京为55.65%，上海为73.6%，天津56.59%，南京62.25%，济南78%，苏州86%，无锡80.25%，哈尔滨44.66%。按照当时的政策，私房主除自住房屋以外，其他房屋一律交由国家管理，这些房子后来就逐步变为公房。政府将这些房屋非常廉价地租给城市里没有房屋的家庭，该政策实施的结果是城市房屋居住大大实现了均等化。所以，私有房产改造的政策取向非常明确，就是住房均等化。这样城市里的一个通过出租房屋而获得利益的阶层就逐步消失了。

不仅有消失的阶级、阶层，也有新产生的。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以后，城市里的国有、集体企业迅速发展起来，在这些企业中工作的人员，我们通常称为“职工”，职工队伍迅速扩大。笔者曾经提出，从相对的意义上看，市场转型以前，国有企业和大集体企业职工是当时中国社会的典型中间阶层。因为，无论与当时占人口80%以上的农民相比，还是与城市中其他小企业和社会上的普通劳动群众相比，国营和大集体企业职工的经济地位、福利地位、社会地位都占有明显优势。当然，国有企业职工与一般意义上的中间阶层有明显区别，所以，笔者称之为“类中间阶层”。“类中间阶层”是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产生的重要社会阶层，这也是政策改变社会分层结构的一个证明。

1966～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是政策改变社会结构的又一个突出案例。“文化大革命”中政策改变结构的特征是：“地位骤变。”昨天还是地位显赫的高官，一夜之间被打倒，地位骤降，当然，也有靠造反起家地位骤升的。在当时极左政策的引导下，大部分党政当权者都被打倒，这当然造成社会结构的剧烈变化。不仅政治结构变化巨大，而且经济分层也发生重大变化。笔者曾经做过一个家庭经济史研究的数据，通过分析发现，从收入分配和财富分布的角度看，“文化大革命”期间，财富和收入明显向社会下层转移。无论是测算基尼系数还是分析财产收入分布，数据证明，“文化大革命”期间是近60年来贫富差距最小的时期，是财富、收入的均等化程度达到最高的时期。所以，我历来认为，不能笼统地提缩小贫富差别，财富和收入的均等化也并不是我们的目标。如果贫富差距越小越好的话，那么，“文化大革命”时期，贫富差距最小，收入分配的均等化程度最高。如果采用五等分法测量的话（即将全部人口按照收入高低平均分为五份，每一份是20%的人口，这样就分为：最高的、次高的、中间的、次低的和最低收入的五组），数据测量证明，1949年以后到“文革”以前这段时间，最低收入组得到全部收入的比例，一般为6%～7%，而“文化大革命”期间，最低收入组得到全部收入的比例为9%～10%。可见“文革”时期的政策真的改变了收入、财富的分布。当然，所有具有理智的人都认为，用这样的手段来缩小收入差别不是好的事情，甚至是一场灾难。

1979年开始的改革开放，再次体现了政策改变社会结构的特征。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会议开了36天，是中央调整战略和政策的非常重要的会议；接着在12月18～22日召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在会上所做的重要讲话成为战略调整的指导方针。这两次会议决定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将工作重点转向以现代化建设为中心。邓小平在会上提出解放思想、纠正严重左倾错误、批判“两个凡是”以及在经济政策上提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一些等方针政策。正如上文所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所实施的并不是某种单项政策，而是一组全方位的“政策群”。这个全方位的政策群涉及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和社会的各个方面，毋庸置疑，这样一种全方位政策群的实施，首先就要改变社会结构。

就在会议刚刚结束之后，1979年1月29日，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份问题的决定》。该决定指出，除极少数坚持反动立场的人以外，对大多数戴着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政治帽子的人，经过群众评审、县革命委员会批准，一律摘掉帽子，给予人民公社社员的待遇；而对于地主、富农的子女，他们本人的成份一律定为公社社员，享有同其他社员一样的待遇；并指出在入学、招工、参军、入团、入党和分配工作等方面，不得歧视。上文多次说过，笔者认为，改革前中国是政治分层社会，政治地位是那时候每个人的首要地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结束我国就对处于政治底层的人的政治面貌给予重新界定，其意义非同寻常。政治分层的标准被逐渐淡化，政治分层的地位下降，经济分层的地位上升，在一定意义上甚至可以说，社会进行了重新的排列组合。这当然引起社会结构的重大变动。

此后的变化意义更为深刻。其中，一个重要变化是政策调整改变了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如上文所述，改革以前是政治分层社会，人们在社会上地位的高低主要由政治身份决定，那么，当时知识分子的政治身份是什么呢？本书第四讲已经提到，毛泽东在1957年《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现在的大多数知识分子还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这样就给当时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定了调子。我们知道，在政治分层的环境下，资产阶级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概念。资产阶级是革命的对象、改造的对象。在“文化大革命”中，资产阶级更被划入敌人的阵营。知识分子被定位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以后，就被视为改造的对象，是一个政治声誉很差的群体，“文化大革命”中更有所谓“臭老九”之说。而1978年底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提出“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这样，在新的政策环境下，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有了根本改变。

改变知识分子地位的政策变量是一组综合“政策群”，而不仅仅是某个单项政策，这样，政策的轰动效应就十分强烈。笔者以为，通过观察这组“政策群”的运作我们可以发现政策改变社会分层结构的具体运作机制。

在这组“政策群”中，最为关键、最为基础的是“基调理论”，即为这一组“政策群”定下调子、定下基本的政策方向，这就是关于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判断。过去，贬低知识分子政治地位的基调理论是将知识分子定性为“资产阶级”，那么与之相对立，现在，提高知识分子政治地位的基调理论是将知识分子定性为“工人阶级”。基调理论的起点源于邓小平的几次讲话。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到政策影响社会分层的具体运作机制，即一般先是由领导人在比较重要的仪式上或场合发表重要讲话，这些讲话本身还不是政策，其功能是为即将发生的政策改变定下基调，将来的具体政策肯定沿着这一基调所指出的方向发展。关于将知识分子定性为“工人阶级”的讲话，最重要的一次是1978年3月，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邓小平提出：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自己的知识分子，因此也可以说，已经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他们与体力劳动者的区别，只是社会分工的不同（邓小平，1994：89）。

在这样一个总的基调理论指导下，从1978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央出台了一系列具体政策，后来统称为“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先是1978年11月3日中共中央组织部提出了《关于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几点意见》，对邓小平定下的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的基调做了大大的扩展，并提出了一系列可以操作的政策。主要是五方面：第一，对知识分子队伍给以更进一步的正向的总体评价；第二，对于在知识分子中做好复查、平反昭雪冤假错案工作的安排；第三，提出要把政治觉悟高、业务能力强、工作干劲大、群众关系好的知识分子提拔到适当领导岗位上来；第四，提出将知识分子、专业人才送到适当岗位上去的办法；第五，提出改善知识分子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的一些具体办法（中共中央组织部等，1983：51-64）。中共中央组织部发出的这个文件，将邓小平的基调理论变成可以操作的政策，因此是非常重要的一步。当然这个《几点意见》讲的也还是比较大的政策原则，笔者所说的“政策群”是由“基调理论”、“大的政策原则”和很多具体的政策构成的。下面这个文件就体现了比较具体的政策。

1986年9月15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发出《关于检查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工作的通知》，《通知》所规定的检查的内容，非常具体地描述了笔者所说的这样一组“政策群”的细节。这些政策包括：第一，对于冤、假、错案的平反纠正，因为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都有大批知识分子蒙受冤、假、错案之害。第二，对于因受错误处理造成使用不合理的知识分子依照政策和工作需要进行调整。第三，对于原在城镇工作的知识分子受错误处理下放到农村的，解决本人、配偶、子女的户口问题。第四，“文化大革命”中因冤、假、错案被扣发、减发工资的，按照政策予以补发。知识分子被错划为右派的，平反后生活确有困难的，给予适当补助，并在工资改革中逐步理顺工资关系和专业技术职务聘任。第五，对于“文化大革命”中被查抄的财物，退还本人或给予补偿。第六，“文化大革命”中被没收、挤占的私人房屋的腾退。第五和第六条不是专对知识分子的政策，但由于此类问题很多是发生在知识分子身上，所以也成为检查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重要内容。第七，对于从事业余兼职、收取合理酬金而被当作经济犯罪、错误处理知识分子的案件，给予纠正。这样一些具体政策，非常详细地规定了提高知识分子地位、改善他们的各种待遇的做法。

当然，属于这样一组“政策群”的内容还有很多，比如在任用干部的政策上提出“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其中，知识化和专业化都是在突出知识分子特征。在这样一种政策导向下，20世纪80年代以后，大批符合上述条件的知识分子进入各级领导岗位。总之，“政策群”是众多政策的集合体，笔者上述也只是举例阐述了这组“政策群”的某些部分。

此外，1982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序言第十段在提到中国社会的基本力量时，是这样表述的：“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必须依靠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这样就将过去宪法中只提依靠工人和农民两种基本力量，扩大为依靠三种基本力量。这样知识分子的地位也有了法律的保障。

总之，在上述政策群的作用下，知识分子的社会声望和社会地位有了全面提升。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传媒中十分流行的术语就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到了90年代以后，知识分子已经成为很受社会尊重的群体，人们已经很难理解当年这样一个群体会被当作“臭老九”。所以，改革后知识分子地位的变化可以被视为政策改变分层地位的一个很好案例。

当然，在改革以后政策变量的影响下，除了地位上升的案例，也有地位明显下降的案例。比如，1983年，根据邓小平在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的讲话精神，中央出台了清理“三种人”的政策。所谓“三种人”是指：“文化大革命”中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和打砸抢分子。由此，在“文化大革命”中起家的一些显赫分子，受到了清理，社会地位骤降。总之，这方面的案例还有很多，在此不赘述。

三 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后，政策对分层结构的影响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政策调整可以分为两个重要时期，第一个是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以后，政策出现重大调整，并明显影响了社会分层结构。第二个是2003年以后，中央新的一代领导集体提出关于发展的新思路，提出要更加注重社会公平的口号，以及实施一些新的政策，这也会对社会分层产生影响。本部分先分析第一个时期，邓小平南方谈话与政策基调的变化。

20世纪90年代以来最大的政策变量，是由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引发的。如果考虑到当时的特殊社会背景，甚至可以说，南方谈话所造成的社会轰动效应，不亚于当年改革刚开始时的效应。如果按照上文的分析逻辑，重大事件和政策对社会分层的影响，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或三个方面，即“基调理论”、“大的政策原则”和很多“具体的政策”。邓小平南方谈话属于“基调理论”的变化。那么，是什么样的基调理论呢？这就是关于“发展是硬道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论述。邓小平的南方谈话以后，全社会逐步确立了市场经济格局，中共中央文件也正式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念。也就是说，从此我们承认在经营领域主要是由市场去配置资源，由政府配置资源的比重大大减少。而市场竞争、市场配置资源是与特定社会分层结构相关联的。如果仔细分析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到21世纪初这段时间政策变量对社会分层结构的影响，笔者认为，会发现两种方向是互相对立的影响。如果以中央说的“扩大中等收入者在全社会比例”为目标的话，那么，一方面我们可以发现有利于中等收入层扩大的变量，另一方面，也可以发现不利于中等收入者比例扩大的变量。那么，究竟哪方面政策变量的影响更大呢？从社会学角度来看，应该说这是一个理论假设与证明的问题，需要实证的调查和大量的数据分析。

具体影响的因素有哪些呢？20世纪90年代以来，首先是两大政策变量：一个是90年代中期以来的国有企业改革，另一个是市场机制的引入。

我们先看国有企业改革。从企业内部的关系看，应该说，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的国企改革，相对而言，对于企业的管理层和技术层还是比较有利的，因为他们在企业里本来就有一定的控制权，他们自己也常常是改革的管理者和运作者，即使离开企业，他们也有更多机会选择到其他位置上去。而改革对工人或普通职工则是不利因素居多，他们在企业中的人数最多，就业机制转变以后，大量的失业下岗人员就出现在这个群体中。

当时，国有企业改革出台的政策包括：“破三铁”、“减员增效”、“下岗分流”、“优化组合”、“抓大放小”等。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在新政策的引导下，城市里的住房、医疗、养老、就业四大体制均发生重大变化。这样重大的改革，当然会改变资源在人群中的配置，从而影响社会分层结构。

尤其是一些矿业、重工业和传统产业，工人、普通职工的人数比例高，出现大批失业下岗人员。根据笔者在1998年的一个全国调查数据，如果将下岗、待业都算在内，当时的城市失业率超过10%。而且由于当时的保障体制不健全，对于“买断者”而言，一旦下岗失业，医疗、养老的保障也失去了。笔者曾经有一个研究证明，20世纪90年代与80年代有很大不同。80年代体力劳动者在整个改革中获利比较多，农民、工人在80年代收入上升明显。而90年代以后呢，收入分配明显有利于管理层、技术层。好的方面是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收入倒挂的现象消失了，不好的方面是工人与普通职工的地位有很大下降。

再看看市场机制引入的结果。直接结果是与市场接近的群体成为直接受益者。谁与市场接近呢？当然是做买卖的工商业层。所以，20世纪90年代中期有一段时间出现全民下海、全民经商的浪潮。当然，由于我们的市场机制初建，很多环节都不健全，比如：市场的审批环节还比较繁琐，市场竞争机会并不均等，于是出现了很多官商勾结、靠批件赚钱的，市场寻租很普遍。所以，权力与市场搅在一起，权钱交易的腐败案件蔓延开来。再加上中国自古就是关系社会，以家庭、朋友为基础的社会关系体系极其复杂，这样就为权钱交易创造了极容易繁衍的环境条件，其实，以家庭伦理为本位的东亚社会都有这个特点。所以，韩国、日本虽然已经高度现代化，但权钱交易的现象还是频繁发生。从地方的部门利益看，与市场利益最接近的是工商、税务和银行，所以，老百姓谚语说：“地方上养着三条狼：工商、税务和银行，不信你就看楼房。”

市场机制引入导致与市场利益最接近的工商层、老板层直接获益，这个道理显而易见。但工商层、老板层也并不是铁板一块，内部也是分层的。我国当前的情况是比较明显地分成两种：一种是大工商业主层或大老板层，另一种是中小工商业主层或中小老板层。迄今为止，我国的大工商业主层与大老板层，人数很少，绝大多数是中小工商业主层与中小老板层。根据2006年底的调查，我国目前私营企业共465万户，私营企业投资者1184万人，所有者权益超过1个亿的企业仅占2.2%，人数很少，所有者权益的中位数仅为200万。可见，在中国的企业主、老板层里，绝大多数都是中小老板。而且，目前在中国，做工商业经营、做买卖的绝大多数并不是私营企业主，而是个体工商户，其人数近年持续上升。目前我国的个体工商户总数超过2500万户，个体工商业者超过5100万人。如果再将那些没有正式注册的、农村中自行经商的、城市里各类人员包括失业下岗人员转而搞经营的都计算在内，人数会大大增加。这样，与政策相关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政策导向究竟应该对谁有利？是在政策导向上向大资本倾斜，还是向中小资本倾斜？这就涉及我们对未来社会分层结构的设计。前面讲到，中央的总体思路是“扩大中等收入者在全社会的比例”，也就是说，未来的社会结构是以中层为主体，最高层和最低层的人数与比例都比较小。如果比较世界各国的阶级结构，就会发现，世界上有两类阶级结构，一类是中产结构，就是上面描述的中产阶级为主体的社会，比较典型的国家如瑞典、丹麦、挪威、德国、奥地利等；另一类是下层阶级为主体的社会，极少数上层大资产者占据了该社会的大部分财产，这类社会的中间层很小，大部分人口处于下层，南美洲、非洲、东南亚和南亚一些国家是这种社会结构。所以，为使中间层逐步扩大，在各类政策上当然应该向中小工商业者倾斜。中小工商业者在社会上的比例上升，获得更多利益，也是社会公众普遍获益的一个重要方面。

以上所说的20世纪90年代以来两大政策变量——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引入市场机制，也造成了多方面、多层次社会资源与经济资源的重新配置。其中最主要的资源包括：房屋、土地、国有资产、矿产等。下面就逐个分析这些资源在重新配置中出现了什么情况，以及这些资源的重新配置对社会分层产生了什么影响。

首先是住房。城市住房体制改革虽然从1979年就开始启动，但真正有实质意义的变革是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的。十几年以后的今天，中国城市已经从过去以公有住房为主的社会变成以居民自有住房为主的社会。住房是与居民利益密切相关的最主要资源，如此大规模的住房资源的重新配置，利益的分配肯定不会完全均等，不平衡的现象很普遍。过去是单位分配住房，现在是市场化出售房屋，这里面房屋资源配置原则也发生很大变化。房屋资源重新配置对于分层的影响也是两个方面的因素都存在。一方面，城市住房体制改革，还是使多数人获益。目前我国城市居民自有房屋的比率超过80%，这样的房屋自有率超过欧洲和美国。最近的调查显示，在我国城市居民自有房屋中，大约七成是城市居民通过单位房改而获得的，三成是居民从市场上购买的。当然，随着市场的推进，市场上购买的比例在不断增加。单位房改，将单位房屋出售给自己的职工时，价格比较低廉，主要是考虑到职工过去对于单位的贡献。而今天随着住房价格的暴涨，这些住房的价格也都大大膨胀，所以，房改政策还是使职工特别是老职工获益了。另一方面，最近城市房产价格急剧增长，这对于没有住房的年青一代压力十分巨大。例如，北京市场上一套90平方米的普通住房，即使按2007年1月全市商品二手房均价8113.87元/平方米计算（新房更贵），总价也要73万，需要年收入6万元的普通家庭不吃不喝积攒12年。这种情况，有一点像韩国首尔分为有房产的富人与没有房产的穷人的状况。

其次，我们看看土地政策。自1990年国务院第55号令《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出台以后，我们的城镇、土地的出租、批租就合法化了，从此房地产业迅速发展起来，房地产集团和房地产商也同步迅速成长。由房地产商去运作房地产，确实比过去计划经济时代单位盖房效率不知道要高多少倍，所以，城市不再为没有房子发愁。但是，房地产市场化以后，房产和地产资源的配置与过去的分配房屋比较有了本质区别。土地批租以后，人们就开始从土地上获利。城市住房体制改革中最为核心的问题是土地制度改革。土地制度改革以后，房地产商才能占有土地，然后才能盖房子。说是房价，实际上很大部分是土地价格。我们知道，城市房屋价格暴涨是土地价格暴涨的结果。因为盖房子用的材料价格变动不大，剧涨的是土地价格。那么，巨大的土地价格收益被谁拿去了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部长韩俊有个报告，说40%的土地收益被房地产商拿去了。如果是这样的话，房地产商占的利益是太大了一些。所以，今天中国富翁排行榜，排在前面的，房地产商占了很高比例。如果从这个角度看，我们的土地政策就有很大漏洞，因为它造成的土地资源的配置是对大资本有利，而对普通老百姓不利。我国宪法上说，我国城市土地是全民所有，但在实际运作中，却是变成房地产商所有，于是收益自然也就归大资产者。我国城市土地出让、批租的时候，都是面积比较巨大的，没有巨额资本的人被完全排斥在外。所以，土地名义上说是全民的，但实际运作的时候，恰恰对中低收入层为主的全民不利，对极少数巨额资本者有利。总之，从土地政策的变量看，这与前面说的应向中小资产者倾斜的思路是背道而驰的。

再次，我们看看国有企业转制中的问题。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出现过国有企业转制的高潮，有些改为股份制了，有些破产了，有些原厂破产了但优良资产又被组合成新厂了，有些被卖掉了、被收购了，有些在“抓大放小”中被人承包了。总之，出现众多转制的新形式，转制中漏洞百出，不公正现象比比皆是。正如香港教授郎咸平的演讲《格林科尔：在国退民进的盛宴中狂欢》中所质疑的，格林科尔总裁顾雏军疯狂地收购多家国有企业，收购的手法是借鸡下蛋，民间叫做“空手套白狼”。结果顾雏军被检察机关逮捕，涉嫌非法侵占国有资产。从公共资产分配是否公平的角度看，国有企业转制中确实出现国有资产流失、少数人侵占公共利益的问题。而且，很多国有企业并购时，连资产评估都有很多漏洞。所以，总的倾向是广大职工和公共利益受损，这对于社会分层结构的影响也是负向的。

最后，我们看看大家最近抨击比较多的矿产资源。根据法律，我国的矿产资源是全民所有，国家从来没有同意过矿产私有化。但如果大家到各地去看看，矿产特别是煤矿私有化现象非常普遍，虽然名义上说是承包。不少地方搞所谓改革，将煤矿等承包给私人矿主，当然在这个承包的过程中也出现了很多权钱交易的不法行为。一些人廉价甚至是免费获得全民的或国家的矿产资源，再到市场上去出售，这种无本万利的买卖富了一批人。煤矿主成了今日中国引人注目的富人群体。前一段时间，山西煤矿主在北京市场上购买豪华轿车，疯狂抢购商品房，让北京市的老百姓感到震惊。尤其是两个方面的“反差”使人感到很不舒服。一是煤矿主的富有与他们基础素质的低下之间形成强烈反差，非常刺眼，让人感到不舒服。另一个是被他们剥削的煤矿工人艰苦的劳动、非人的待遇与这些矿主的富有形成的反差也十分刺目。所以，矿产资源如此不公正配置，对于社会结构的影响是两极分化式的，其结果是中间层的缩小而不是扩大。

除了以上四种资源之外，还有一种资源就是前面提到的组织资源，本教材第七讲在介绍赖特的组织资源理论时已经作了分析。这里所说的房屋、土地、国有企业、矿产四种资源都会受到组织资源的调配。组织资源可以调配房产、地产、国有企业、矿产，当然，这里面有合法的也有不合法的，利用组织资源干预其他资源最恶劣的就是腐败行为，即利用组织资源为私人谋取利益。当然，有的时候是利用组织资源为小集团谋取利益，或为一部分人谋取利益，这里面的情况就要复杂多了。但不管哪种情况，都会影响资源在社会群体中的配置，最终影响社会分层结构。

由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到，20世纪90年代以来，第一个时期的政策变量，总的趋势是造成资源在少数群体中的聚集大大加快。房产、地产、国有企业、矿产等主要资源的配置，虽然也有公众普遍获益的方面，比如，单位房改使职工获得了住房，但少数人聚集财富的现象要比财富扩散的现象要为突出。从调查数据上看，这一时期是我国贫富差距上升最快的时期。

社会学界对于这个时期的分析，有多种理论。比较流行的是从市场转型的角度去解释，即认为，改革以前中国是计划经济主导的社会，经济等资源的配置不是由市场完成的，而是通过政府的组织管理进行调配。比如，房屋是分配的，工资主要由国家调整等，其结果是以“平均主义”、“均等化”为特征的收入分配结构。改革以后，由于逐渐引入市场机制，经济等资源的配置主要由市场完成，而市场是不讲情面的，市场主张优胜劣汰，自然会产生很大的不平衡和分化，各群体的资源获得方面逐步拉开了距离。当然，社会学家也指出，我国的市场体制还处于初建阶段，还很不完善，而且市场只是分配的一个环节；在市场体制完善的国家，与市场经济相配套的还会有多种环节，比如社会保障、社会福利机制等等，对于分配进行再调节，最终实现平衡发展。所以，我国目前的问题并不在于引入了市场机制，而在于市场体制还有待逐步完善。

对于这一时期的分层情况，中国社会学界提出的理论主要有四种。第一种是十阶层理论，由陆学艺教授担任组长的课题组提出，即认为在市场改革的影响下，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变化了，有新产生的阶层，而且各阶层的位置次序有变化。按新的分层秩序十个阶层从高到低的排列为：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以及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对于该理论本教材第八讲已有详细分析。

第二种是“社会断裂”理论，是由笔者的好友清华大学孙立平教授提出的。该理论强调断裂是结构型的，造成社会断裂的原因是社会的急剧转型、市场转型。由于转型太快，很多社会阶层都被淘汰或抛弃了，比如企业的失业下岗阶层等弱势群体。该理论所讲的断裂是多方面的，包括国企改制中的断裂、城乡结构的断裂、生产与消费之间的断裂、文化的断裂等。该理论认为，“多个时代的社会成分共存在一个社会之中”，导致的社会断裂是全方位的。所以在这里，贫富分层也被解释为一种断裂关系。当然，如果社会真的断裂了，或连接不上了，那样的社会岂不就瓦解了？但如果仔细考察该理论的话，那么该理论对于中国社会发展的预测也并不都是悲观的，它对社会转型也有乐观的估计，所以，该理论更多是对社会的一种警告（孙立平，2003）。

第三种理论是笔者提出的“倒丁字形的社会结构”。对此本教材第八讲已有详细介绍，在此不赘述。

第四种理论是本人与沈原教授、孙立平教授合作提出的“四个利益集团”的观点。该理论根据改革以来人们利益获得和利益受损的状况，将中国人分为四个利益群体或利益集团，即特殊获益者群体、普通获益者群体、利益相对受损群体和社会底层群体。因为，改革本身就是社会利益结构的调整，而利益结构的调整显然会使一些集团或群体获得利益，同时会使另一些集团损失利益。当然，“全赢”的局面——社会每一个集团都获得利益，社会整体利益上升——也并非绝对不可能，但在目前要实现这种局面实在是太困难。近年的住房体制、医疗体制、养老金体制、失业保障体制的改革，几乎每一项都难免会损伤一些人的利益。为使改革顺利进行，我们就必须分析，这样的改革究竟对哪一部分人群有利，对哪一部分人群不利。为使我国的改革能够顺利推进，我们就应做到使改革措施尽量能够对更多的人有利。所以，四个利益群体的理论也是试图对该阶段社会分化状况作出一种解释。

四 提出“更加注重社会公平”的口号以后，新的政策会怎样影响分层结构？

2003年以后，特别是在处理“非典”突发事件以后，中央新的一代领导集体的执政思路逐渐清晰。在大的政策、理念上，中央提出的主要观点有两个，一个是科学发展观，一个是和谐社会。在与社会分层密切相关的政策、理念上，中央提出了“更加注重社会公平”的口号。从上文所分析的政策影响社会分层的视角看，这可以看做基调理论的修正或发展。按照新的基调理论，中央强调，要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这样一种新的政策取向当然也影响资源配置，影响社会分层结构。

我们先分析一下政策、基调理论变迁的具体过程，然后再举例分析一下政策会怎样影响社会分层。

“更加注重社会公平”的提法，最初是从2004年9月中共中央十六届四中全会开始的，到2005年10月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观点更加明确。一年以后，在2006年10月的中共中央十六届六中全会的决议中，对收入分配是这样表述的：“更加注重社会公平，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逐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有效调节过高收入，坚决取缔非法收入，促进共同富裕。”过去的传统说法“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与这样的政策相比，显然是有所调整。当然，这里一定要注意，中共中央在文件中从来没有否定过“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口号。“更加注重社会公平”是对前述第一个时期政策取向的修正，使政策的基点向公平方面移动了一些。但要注意，这种移动并没有移过公平与效率之间的中心点，中央在文件中从来没有说过“公平优先，兼顾效率”。换言之，政策的基点还是处在中心线偏效率的一方。因为，中央一再强调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第一要义。所以，第二个时期的政策调整，是一种政策的微调，而不是否定过去的政策。2007年的中共十七大报告，也仍然体现了上面这样一种政策取向。报告中多处强调公平、社会公平与公平正义。在表述收入分配政策时，十七大报告指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2011年3月全国人大通过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又重申了上述收入分配政策。

这样一种注重公平的政策取向也落实为一系列具体政策，这些具体政策包括：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加强农村改革，重视农村公共事业，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城乡统筹，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创造积极的就业政策与和谐劳动关系，教育优先发展与教育公平，民主法治建设，完善公共财政制度，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把更多财政资金投向公共服务领域，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加快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建立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和谐文化与思想道德建设，建设服务型政府，强化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城乡社区建设，统筹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妥善处理社会矛盾等。

上述政策调整的趋势，很明显是增加公平方面的政策变量，是试图使社会资源的配置向普惠的方向调整。如果这些政策真的都能发挥作用，那么，资源和财富会更多地流向广大公众。

然而，我们在观察这一时期政策影响分层的情况时，也发现了不同于过去的新趋势。前述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1966年“文化大革命”以及1979年改革开放，三大历史事件及其政策变量影响社会分层的方式是重大轰动式的、重大冲击式的，在政策群的影响下，社会分层结构也以骤变的方式发生变化。而2003年以后的政策调整，采用的方式是微调式的。这样，它对分层的影响也就区别于过去的方式，更多是一种温和的影响。那么，怎样看待这两种不同的影响方式呢？应该承认，重大冲击式的政策调整，往往是迅速改变社会结构，但这种冲击式的改变，必然带来社会的震荡、动荡；相比之下，微调的方式比较有利于社会的平稳运行，能避免震荡、动荡所带来的负面效应。政策微调方式的运作，体现出执政的成熟化，体现出执政者按照法治的方式、按照常规运作的方式来管理社会。当然，政策微调的影响强度必然小，政策能够改变社会运行的力度和幅度也必然较小。下面，仅仅举一个例子来看看微调的政策对于分层的影响。

如前所述，城市住房体制改革以后，房产成为城市居民最重要，甚至最主要的财产。而住房利益的分化也成为居民经济利益分化的最主要标志。由于房价暴涨，城市居民在住房利益上的分化，出现两种极端情况：一种是从房地产中获得巨大利益的群体，比如房地产商，另一种是完全没有获得房产利益的群体。而近年来房地产价格的暴涨，使没有获得住房的城市中低收入者，处在十分不利的位置上。为了保障中低收入者的利益，中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的重大调控政策，政策的目标在于平抑暴涨的房屋价格。这些政策包括：2005年的“国八条”、2006年的“国六条”、2010年的“国新十条”等。所谓“国八条”指2005年4月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的，加强房地产市场宏观调控的八条措施，内容包括严格土地管理、加强住房价格调控、加强金融监管等。所谓“国六条”指2006年5月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的房地产市场引导、调控的六条措施，内容包括调控住房供应结构、合理控制城市拆迁规模和进度等。所谓“国新十条”指2010年4月，国务院关于坚决遏制部分城市房价过快上涨的通知，内容包括建立政府的考核问责机制、实行更为严格的差别化住房信贷政策、加强对房地产开发企业购地和融资的监管等。

这一系列的政策措施应该说规定得非常具体、翔实。按照前面的分析，这些政策已经属于“基调理论”和“大政策原则”指导下的具体政策。如果按照以往的程序和经验，这些具体政策就会对社会运作形成强大的制约力，于是，政策影响社会和政策调整结构就会发挥作用。但这一次，情况并不这样简单，政策调控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居然失效了，大中城市的房价在政策接连出台的同时还是一路攀升，至今也是效果并不十分显著。

为什么会如此呢？难道说笔者上文所提出的两个命题——“政府主导型社会”和“政策影响社会分层结构”都不复存在了？

当然，这里有两个因素与过去不一样。第一，市场的因素。应该承认，在中国30余年的市场转型以后，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市场开始在社会运行中发挥独立作用，市场有自己独立的功能、独立的运作规律，它并不听命于政府，而更多受到供需双方的影响。从这个角度看，“政府主导型社会”和“政策影响社会分层结构”在市场转型以后，必然会有所变化。但是不是说，市场体制建立以后，“政府主导型社会”和“政策影响社会分层结构”的特点就被否定了呢？目前还不足以下结论，还需要继续观察。第二个因素，正如上文所述，这一阶段，政策出台方式相对而言是采用微调手段，此种微调对于社会分层的影响究竟是什么效果，与以往的大幅度调整政策有什么区别，也还需要继续观察。要想做出全面的理论判断，目前也还不具备条件，因为市场环境下的政策调控，目前还在实验之中。再加上政策调整采取的是微调的方式，所以，要想观察政策变量的全面结果还需要等待一段时间。

总之，改革30多年来，中国大陆始终处于迅速的社会变迁之中，如果想对变迁的规律进行总结，就需要在理论上不断探索、不断创新。


参考文献


边燕杰主编，2002，《市场转型与社会分层：美国社会学者分析中国》，北京：三联书店。

陈明显等，1989，《新中国四十年研究》，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陈婴婴，1995，《职业结构与流动》，北京：东方出版社。

蔡欣怡，2007，《后街金融：中国的私营企业主》，台北：巨流图书股份有限公司。

邓小平，1994，《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费孝通，2006，《中国绅士》，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费正清，2000，《美国与中国》，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毛泽东，1967，《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一卷本），北京：人民出版社。

李春玲，1997，《中国城镇社会流动》，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李春玲，2005，《断裂与碎片：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化实证分析》，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李明堃、李江涛编，1993，《中国社会分层：改革中的巨变》，香港：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

李汉林、王奋宇、李路路，1994，《中国城市社区的整合机制与单位现象》，《管理世界》第2期。

李汉林，2004，《中国单位社会：议论、思考与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李培林、张翼、赵延东、梁栋，2005，《社会冲突与阶级意识：当代中国社会矛盾问题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李强，1997，《经济分层与政治分层》，《社会学研究》第4期。

李强，1989，《中国大陆的贫富差别》，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

李强，1999，《生命的历程：重大社会事件与中国人的生命轨迹》，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李强，2000，《社会分层与贫富差别》，厦门：鹭江出版社。

李强，2004a，《农民工与中国社会分层》，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李强，2004b，《转型时期中国社会分层》，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

李强，2005，《“丁字型”的社会结构与“结构紧张”》，《社会学研究》第2期。

李强，2007，《政策变量与中国社会分层结构的调整》，《河北学刊》第5期。

李强、洪大用等，1995，《市场经济、发展差距与社会公平》，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李友梅、孙立平、沈原主编，2006，《当代中国社会分层：理论与实证》，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刘兆佳等编，2000，《市场、阶级与政治：变迁中的华人社会》，香港：香港中文大学香港亚太研究所。

路风，1989，《单位：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形式》，《中国社会科学》第1期。

陆学艺，2002，《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意〕加塔诺·莫斯卡，2002，《统治阶级》，南京：译林出版社。

瞿同祖，2007，《汉代社会结构》，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世界银行本书编写组，2006，《2006年世界发展指标》，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孙立平，2003，《断裂：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孙立平，2004，《转型与断裂：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孙立平、李强、沈原，1998，《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近期趋势与隐患》，《战略与管理》第5期。

魏光奇，2004，《官治与自治：20世纪上半期的中国县制》，北京：商务印书馆。

许欣欣，2000，《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与流动》，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杨晓民、周翼虎，1999，《中国单位制》，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

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1983，《知识分子问题文献选编》，北京：人民出版社。

中共中央组织部课题组，2001，《中国调查报告（2000～2001）：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研究》，北京：中央编译局出版社。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编，1999，《中国统计年鉴1999》，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编，2005，《中国统计年鉴2005》，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编，2007，《中国统计年鉴2007》，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等主编，2005，《中国私营经济年鉴（2002～2004年6月）》，北京：中国致公出版社。

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2006，《民营经济占GDP比重达65%》，载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民营经济内参》9月29日。

中国企业家调研课题组，2007，《2007中国企业经营者成长与发展专题调查报告》，北京：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

Bian，Yanjie. 1994. Work and Inequality in Urban China
 . Alba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Nee，Victor. 1989. “A Theory of Market Transition：From Redistribution to Markets in State Socialism.”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4：663-681.

Parkin，Frank. 1979. Marxism and Class Theory：A Bourgeois Critique
 .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Mills，C. Wright. 1956. The Power Elite
 .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arish，William L. and E. Michelson. 1996. “Politics and Markets：Dual Transforma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1：1042-1059.

Walder，Andrew G. 1986. Communist Neo-traditionalism：Work and Authority in Chinese Industry
 .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Weber. 1994. “Class，Status，Party.” Pp.113-122 in Social Stratification
 ，edited by David B. Grusky. Boulder：Westview Press Inc.

Whyte，Martin King，and William Parish. 1984. Urban Life in Contemporary China
 .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Wright，Erik Olin. 1985. Classes
 . London：Verso.

Wright，Erik Olin. 1997. Class Counts：Comparative Studies in Class Analysis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Zhou，Xueguang. 2004. The State and Life Chances in Urban China：Redistribution and Stratification 1949～1994
 . Cambridge，United Kingdom：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
 所谓“四马分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自1953年开始在私营企业实行的企业利润分配的办法，即所得税占34.5%，福利费占15%，公积金占30%，资本家得到的红利占20.5%。1956年实施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以后，该政策废止，转为实施对资本家给以定息的政策（陈明显等，1989：140-145）。


附录

“标准国际职业声望量表”（SIOPS）、国际社会经济地位指数（ISEI）和戈德索普量表（EGP）之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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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序

《清华社会学讲义》历经两年筹备，首批终于面世了。在我国社会学恢复、重建已二十余年，似乎臻至成熟，各种各样的社会学教材可谓品类繁多、汗牛充栋的今天，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为什么还要组织这样一套讲义并付诸出版，理应在这里先行交待一番。

大体上说，清华大学社会学系诸同仁筹办这套讲义，基于三点考虑。

第一，社会学必须有能力面对各种新的经济、组织、政治和文化现象。自20世纪末期以降，由高新科技的发展、经济结构的演变、社会—政治体制的改革而引发的巨大、深刻的变迁，使整个人类社会面对着一系列前所未闻的新问题。本系同仁认为：社会学这门学科，如果要在新世纪中生存下去，就必须有能力面对和处理这些新的问题，而要培育此种能力，就必须努力发展新的知识系统。本套讲义就是创新社会学知识系统的一个尝试。从列举的篇目中就可以看到：本套讲义的重点，是力求选取那些对研究新问题至为关切的社会学分支学科加以介绍，而不复拘泥于传统的知识体系和结构。

第二，社会学应当对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相关领域的知识加以融会贯通，努力实现跨学科知识交流与创新，或者说，努力变成“新社会学”。这里所谓“新社会学”有两层意思。一层意思是说：社会学本身的知识内容，必得吸取人文社会科学诸相关领域的知识，才能实现发展和创新；另一层意思是说：社会学这门学科，亦有能力跨入人文社会科学诸相关领域，成为其他学科基本建设的一个环节。例如，组织行为研究就是商学院的一门基础课程，而社会研究方法则是当代各门社会科学学科所普遍使用的调查研究方法之一。所以本套教材的又一个特点，就是在这个方面用力，力求展示出社会学知识与相关学科知识的交流与融合，力求变成“新社会学”。这也是当代社会学发展的一个国际性的潮流。

第三，社会学的教科书在学术上应当有一个高起点。在社会学的各类著作中，教科书承担着导引和教育下一代学科从业人员的任务，其质量的高低、选材的优劣，直接模塑下一代学人，因而关系到社会学学科的未来。就此意义而言，教科书对于学科和学术建设具有特别的重要性，撰写教科书必须慎之又慎，将就不得。基于此种考虑，本套教材主要邀请那些在海内外学有所成，常年从事教学工作，而对中国国情又不陌生的中国学者撰写；在内容上，尝试将社会学的前沿理论与中国社会的实际状况勾连起来，在两者之间架设一座桥梁；在形式上，则采取“讲义”形式，基本保留口语化特点，学理纵然艰深，但力求做到通俗易懂。

为确保出版质量，本套讲义选择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众所周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是近年来在出版、刊行社会学著作方面用力最多的一家出版社，本套讲义凭借此家出版社之力，无疑是获得成功的一大保障。

自2000年正式建系伊始，清华大学社会学系诸同仁即明确提出了本系学科和学术建设的宗旨：“面对中国社会的真问题，与西方社会学前沿理论开展有建设性的对话。”这两句话是本系同仁总结了国内社会学界的发展状况后提出来的。所谓“面对中国社会的真问题”，是说社会学的研究问题，不应来自依据经典大师的语录而对社会生活的直接剪裁，也不应来自权力机构的“长官意志”的提示，而应来自社会学学者作为一个掌握了社会学知识的社会行动者，在这个社会里积年累月的探索和体验，那些问题必定是靠近这个社会的实作逻辑的；所谓“与西方社会学前沿理论开展有建设性的对话”，是说社会学对于这些本土问题的研究，其所形成的概念和理论，不应仅仅囿于本土范围，而必须超越本土，尝试着与西方社会学的前沿理论对话，以期丰富甚至推动整个社会学学科的发展。由此可见，这个宗旨提出的是一个“一体两面”的任务。单独实践一面已很困难，要同时做到两面则可谓难上加难。本系同仁深知实践这一宗旨殊属不易，而将之作为长远的努力方向。希望本套教材的出版，向着此目标前进了一步，哪怕只是一小步。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诸同仁

二〇〇三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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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网和社会资本在过去30年中吸引了学术研究的兴趣，这是有许多原因的。首先，社会网和社会资本是少数自身能够建构理论并验证理论的社会科学方法之一。概念和经验变量之间在认知上的联系使得模型的构建成为可能且解释力强大。其次，在理论和方法上的一致性和同步性中，社会网和社会资本研究能够从微观层次研究延展到宏观层次研究。这种多层次分析间的耦合和沟通在社会科学领域是不常被探究的，也很少能实现。再次，它们使得精确测量那些正处于发展或检验阶段的概念成为可能。事实上，在这个领域中，概念和测量两者常被合起来一并考虑。第四，社会网和社会资本能够同时对结构和行动进行检验，它们克服了在这两者之间不必要且武断的理论划分。社会网和社会资本的理论及经验研究也能够同时用于解释人类社会的积极面和消极面，功能和冲突都能够很容易从中得到反映。最后，这些理论和方法的应用超越了学科界限及研究政策的鸿沟，它们已经被应用到了所有的社会科学领域和公共政策项目当中。

尽管社会网和社会资本的特性和优势众多而又重要，但现在却很难找到一本既有广度又有深度，涵盖社会网和社会资本重要主题及技术的著作。然而罗教授却完成了这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工作。他对此领域卷帙浩繁的文献了如指掌，对理论及技术极为精通，另外他个人也负责过多项研究项目，这使得他成为完成这项工作最合适的人选。这本书的新版在理论和方法方面都有所扩展，并穿插着实际研究，其中许多研究都是作者本人亲自参与过的。因此，不管是对于第一次接触社会网和社会资本的读者，还是对于那些想进一步学习该领域理论和技术知识的专家学者，这本书都可以称得上是一部杰作。

林南

Oscar L.Tang社会学教授

杜克大学

2009年10月9日


再版自序

改写第一版有两个理由，一是社会网研究又有了新的发展，所以值得加入新的内容；二是我晚近的研究方向是中国人的自组织（self-organization）问题，尤其是中国管理中的自组织现象，这使我想加强这方面的说明。而这两个理由其实又是二合一的，因为近年来社会网的主要发展正是动态网与复杂网，其核心内涵就是自组织，所以我在本书中加了第三章，谈社会网理论如何沟通集体与个体、结构与行动，因此形成一个新的研究典范。同时新书也加强了第十一章，谈网络动态学，尤其增加了中国人自组织现象的模拟模型。

经过十多年对中国组织现象的研究，我发觉中国管理之本质在于对自组织的治理，我们的组织总是上面是一个层级结构，下面却往往有很多独立或半独立的挂靠组织、承包单位、外包厂家，外面则是镶嵌在商帮、集团、产业的网络中。这样的组织结构说明了中国人善于自组织，到处结合成独立的群体，再合纵连横出组织网络。如果一个中国组织由上到下层级控制过严，不给底层自组织的机会，则中国人一定会在层级内搞抱团、建派系，甚至演变成“藩镇割据”或“军阀内战”的结局。这种现象也再一次说明了中国人自组织的能力与欲望，压也压不住。

自组织不但是理解中国组织现象的关键，也是解开中国社会现象之谜的一把钥匙。自古中国社会“皇权不下乡”正是了解中国人的本质而尊重这个本质的治理机制，费孝通写的“皇权与绅权（自下而上自组织出来的权力）”，更是谈这个治理机制的良好理论。自组织也是复杂网与复杂理论的核心，后者又是现今社会科学在方法上、在理论上的一次典范移转。而关系研究与社会网分析正是了解自组织现象的主要理论依据——什么样的关系与互动，在什么样的社会网结构中，会逐渐演化出自我规范的秩序，与自我管理的组织？

基于这样的研究兴趣与晚近社会网的发展，我改写了旧版的《社会网分析讲义》，希望能强调自组织在社会网研究中的重要性。

从2005年4月《社会网分析讲义》初版以来，四年半间社会网研究在国内的蓬勃发展，令我感到无比的振奋。回想四年前，我们一群社会网研究的爱好者，包括社会学者张文宏、翟学伟、赵延东、刘军、李炜以及管理学者郭毅、李博柏、杨建梅和周小虎，开始筹备组织中国社会学会社会网与社会资本研究专业委员会，积极推动社会网研究在社会学与管理学中的应用与发展，从2006年6月第一次在上海华东理工大学举办“社会网暨关系管理研讨会”，到2009年10月学会正式成立，我们已先后办了五次会议，每次都能收到来自管理学及社会学界一百篇上下的投稿论文，另外还办了四次中国社会学年会“社会网暨社会资本研究分论坛”，每次也能收到不下三十篇的社会学论文，这让我们看到了国内社会网研究的蓬勃景象。尤其难得的是，参会者很多是年轻学者以及博士生、硕士生，社会网研究的生力军源源不绝，而且研究水平一次比一次高，说明了这是一个在国内拥有未来、充满希望的研究领域。

很幸运地，不少年轻社会网研究爱好者和我说，《社会网分析讲义》是他们的入门之书，这正是我当初写这本书的本意。更深奥的分析技术，读者可以直接参考Wasserman和Faust的Social Network Analysis
 ：Methods and Applications
 ，同时国内也在源源不断地翻译更多的社会网理论经典研究。这本书的定位就是初级的分析技术，辅以UCINET的指令，同时提供一些研究范例作参考，使得入门者很快就能上手做社会网研究。第二版不曾改变这样的结构，但以一些更好的研究范例取代了原来的范例，同时增加了自组织与社会资本的一些讨论，希望它还是初学社会网研究的学者及学生最好的入门书。

罗家德 笔于清华园


第一章 社会网分析的理论架构

——以社会网理论在经济分析上的大型理论、中层理论与因果模型
 
[1]

 为例

一 从大型理论到因果模型

1967年，布劳和邓肯（Blau and Duncan）写了一本书：《美国的职业结构》（The American Occupational Structure
 ）。这本书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因为在书的开头他们就说这个研究摒弃了过去的理论，而直接建构可检证的因果模型，这在结构功能理论还十分盛行的20世纪60年代，无疑是一大革命。这本书出版以后，美国社会学界进入了实证的年代，邓肯及其所发展的路径模型（path model）开启了一个重大的传统，到80年代末，到处可见路径模型的实证研究。直到1985年，哈佛大学教授利伯森（Stanley Lieberson）写了一本书（Making It Count
 ，1985），质疑这些年的研究方法，认为舍弃理论而直接建立因果模型的做法很难得出因果推论。接着很多社会学家、社会统计学家开始思考有关的问题，并提出很多解决方案。

有人从统计的角度试图解决问题，比如韦斯顿（Western，1996）主张使用贝叶斯统计（Bayesian approach），把过去经验包括在事前信息（prior information）之中，然后加入现在收集的信息，形成事后信息（posterior information），再借事后信息求取参数推估值以及做统计推论，因此它可以总结过去经验或主观的事前判断于统计推论中。韦斯顿认为古典推论（classical inference）的缺陷正在于模型一旦设定，就被视为真实模型（true model）而加以推估参数，但是当理论不够清楚而指定出许多模型时，事前对此一模型不确定性（model uncertainty）的知识在古典推论中就无法被包括进来。贝叶斯统计正好济其穷，它可以总结事前特定模型的不确定性（prior model probability）与特定模型下的资料可能性（likelihood）而产生贝叶斯因子（Bayesian factor），再利用贝叶斯因子两两比较各可能模型的好坏，所以在理论不够清楚、模型指定不确定时可以选出较正确的模型。

克洛格（Clogg，1994）则质疑韦斯顿所做的只是模型指定寻找（specification search），并声称指定寻找是得不到因果推论的。他主张当理论不太模糊，其指定出来可能的n个模型之n数量不大时，通过古典推论后做敏感度分析（sensitivity analysis）也足以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结论会不会跟着模型指定变，理论的检证是否仍有效。但很不幸，社会学的理论，尤其是大型理论，有时却太模糊了，当可能模型数量极大时，这个理论所指定的模型必然一些获得肯证，一些又获得否证，我们还是无法检证这类理论，敏感度分析也不足以补其穷。

其他的一些方法，比如Lisrel模型也是帮助我们找到适切（goodness of fit）的预测模型的方法，还有人主张检证者可以将资料随机分成两份，一份用来找适当的模型，一份才用来检证理论。但寻找出来的模型在理论上未必站得住脚，模型指定寻找可以帮助我们厘清理论，提出更清楚的模型与待检证的假设，但这些都要在理论上说得通，才可以进行下一步的假设检证，单单模型寻找而无理论上的支持是不够的。另外，社会学中找出来的模型常常R2
 很低，表示遗落的解释变量很多，其中很可能有一些和模型内的自变量相关者，所以基本上模型中参数的推估值仍是有偏误的（biased），找出来的模型同样不会是真实模型，而真实模型是如同自然定律般可以完全解释某一现象的。理论设定的模型不能被视为真实模型而推估出无偏估计式，因之确证某一因素对因变量的影响力，同样的，找出来的模型也不能被视为真实模型而加以推估无偏估计式。从资料中是归纳不出因果定律的，因此资料导引（data driven）的模型指定寻找不必然有因果推论的价值，因果推论统计仍必须仰赖理论导引（theory driven）的研究，问题的关键仍在理论是否发展到足以做检证的阶段。

这场论战到20世纪90年代初达到高潮，我们很难说得到什么具体的结论，但大家都认识到争论的根源是一个模型指定（model specification）的问题（Herbert，1990；Freeman，1991）。社会学的理论往往是大型理论（grand theory），对因果模型的指定不够清楚，所以一个理论可以指定出非常多的模型，面对一笔资料的检证，总是有的模型获得肯证，有的模型获得否证，以至于这类大型理论不具“可否证性”（falsificability），这就不符合科学方法的基本要求了（Popper，1965）。实证科学方法的重点在理论相互竞争，解释力高的理论取代解释力低的理论（Lakatos，1980）。我们很难期望社会科学的解释是完全解释，因此而导引出具有百分之百解释力的真实模型，而在统计推估中得到无偏估计式（unbiased estimator）。我们能做到的只是不同的理论都指定出足够清楚、可被否证的模型，在众多竞争模型中由资料比较得出更有解释力的模型。如果一个理论太过模糊，怎么说都说得通，怎么比都可以把别的理论比下去（一个学派往往“王婆卖瓜”，总说自己的理论解释力最好），则这种理论就不具有实证上的意义。韦斯顿（Western，1996）也指出理论模糊是实证困难的问题关键，而用模型指定寻找的方式来帮助厘清模型是一个进步，但却远远不够，克洛格（Clogg，1992）认为这该是社会统计学最主要的议题。

这场论战让我们想起默顿所提的中层理论（middle-range theory），社会学实证工作的困难根源于许多社会学理论往往不具有清楚指定模型的功能，解决之道仍在好好地发展理论，统计方法能提供的解决方法其实是有限的。我认为，解铃还须系铃人，理论的问题还是需要理论的发展来加以解决。如果社会学理论总停留在大型理论阶段，则实证工作很难衔接，必须由大型理论到中层理论，再发展到可检证的、指定清楚的因果模型（causal model），环环相扣。如果一个理论止于概念架构的陈述以及用这组概念诠释所观察到的现象，而不能指定因果模型的控制变量（control variables）、变量测量方法（measurement）、函数形态（functional form）（Freeman，1987，1991）以及因果结构（causal structure）（Luo，1994），则可检证的因果模型所需要的模型指定都将阙如，它也就不可能是可以否证的理论了。中层理论的提出，正是要在大型理论与因果模型之间建立一座桥，为一组概念找到具体可测量的被解释变量，同时也提供这组概念如何解释因变量的因果结构。少了中层理论发展的大型理论，在实证研究上不具意义；同样，少了理论导引的因果模型，在过去十多年的方法论战中也被认为见树不见林，找出来的模型不必然具有社会学上的解释力，成为“无大脑的实证主义”（mindless empiricism）。如何在这两个层次的理论工作间搭一座桥，是社会学理论发展中的重要工作。从默顿提出中层理论以来，社会学的理论工作其实早已在这条路上走了很远，成果也十分斐然，其中社会网理论正是建立了许多中层理论的一个典范。

20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网理论在美国社会学与管理学界俱为显学，其之所以为许多学科所接受，自然是因为其实证能力在社会学理论中有独到之处。这一方面固然受惠于社会网分析，此一方法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社会学大师怀特（Harison White）及其后继者布尔曼（Boorman）、布里格（Brieger）和弗里曼（Linton Freeman）等人一手由数学的图形理论导演出来的一套数学分析方法，可以有效地对网络结构进行测量；但另一方面，真正最有帮助的并不是其测量技术的发展，而是其中层理论的发展对很多具体可测量的因变量提出了有效的解释，萦萦大端如怀特（White，1970）的“机会链”理论（opportunity chains），解释了内部劳动力市场的升迁现象；社会学大师科尔曼（Coleman，1966）及传播理论大师罗杰斯（Rogers，1995）的二级传播理论，以非正式关系解释传染病流传及信息流通问题，并为传播理论家所津津乐道，因此引发了相当多的后续研究，分析非正式社会网在创发新知及传播新知上的价值。斯坦福大学社会学教授格兰诺维特（Mark Granovetter）的“弱连带优势理论”（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1973），对劳动力市场的求职与转职做了许多讨论（Granovetter，1992）。格兰诺维特的“镶嵌理论”（Embeddedness，1985），则以信任与交易成本作为中介变量，探讨了组织结构形成的因素。另外，博特（R.Burt）则用了他的“结构洞”理论（Structural Holes，1992）对组织内权力的运作以及升迁的过程做出十分有价值的理论贡献。管理学者魁克哈特（David Krackhardt）提出“强连带优势理论”（The Strength of Strong Ties，1992），更分析了情感网络如何带来非正式影响力，进而影响了许多组织行为，如离职、工作满意、团队合作等行为（Krackhardt and Hanson，1993；Krackhardt and Brass，1994）。林南（2001）的“社会资本”理论（Social Capital），则把资源取得当作中介变量，以社会网络解释了求职成功现象（Lin et al.，1981）。

这些被解释的现象都是具体可测量的，社会网本身无论是关系连带还是网络结构都已有了许多问卷及分析方法加以测量，拜这些中层理论以及社会网分析方法之赐，社会网理论不再停留在大型理论的阶段，而能够有效地在许多现象的研究中指定出具体的因果模型。本章的目的即是以一个最常被社会网理论研究的议题——转职——作范例，说明社会网理论的大型理论、中层理论与因果模型如何环环相扣。

二 社会网理论的大型理论——以经济行为分析为例

社会网理论提供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概念架构去研究社会现象？我们可以简单地说，社会网分析强调了人际关系、关系内涵以及社会网结构对社会现象的解释，但作为一个理论架构，它与其他理论架构有何不同？格兰诺维特在1985年《美国社会学杂志》（AJS）上发表的《社会结构与经济行动》一文提供了很好的综述。他以经济学的新古典理论（或在社会学及政治学的理性选择学派）的理论架构为比较对象，清楚地反衬出社会网理论在研究经济行为时的轮廓。首先，格兰诺维特称理性选择（rational choice）的理论架构是“低度社会化”（under-socialized）的。为什么这样说呢？

我试以下面这个最基本的、常见于大学微观经济学教科书的消费者行为经济分析为例（见图1）。假设有一个人追求最大化的满足，有两种产品分别是X及Y，其价格X是3元，Y是2元，而消费者只有48元，他的效用函数是：


U
 （X
 ，Y
 ）=5logX
 +3logY


预算曲线3X
 +2Y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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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消费者行为经济分析

答案是此人消费了10单位的X与9单位的Y。

此一经济分析背后的大型理论预设包括了下述几项。

（1）假设消费者有一个静态的、持续一段时间的效用偏好；

（2）此一消费者是理性的，可进行抉择，以有效分配有限的资源；

（3）消费者是经济人，要最大化他的消费效用，是基于个人的实用效用来做其考虑；

（4）做决策时信息是充分的；

（5）布劳格（Blaug，1980）称这种消费者行为研究为“方法论的个人主义”（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因为消费者被孤立在隔离的情境中，假设他的效用函数不受别人影响，然后做出消费决定。

这是最典型的经济分析，简单地说，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架构就是一个理性个人如何在资源有限时做出有效的资源配置。其实，这个架构中的种种假设在以后的经济学理论中都或多或少有人检讨，因此而开花结果出众多流派。比如第一项，赫希曼（Hirschman，1985）就强调消费者的偏好是动态可变的，在实用效用的“偏好”（preference）之上还有一种“超偏好”（metapreference），后者指导偏好的形成与改变。实用效用与社会性或道德性的需要，像是一个理念范畴中完全自利与完全道德的两端，“超偏好”会指导人们做出偏向哪一端的选择，而这种选择会有变化，所以人们的效用函数也会有理路可循地（依照“超偏好”的逻辑）时时在变化。第二项，西蒙（Simon，1976）提出了有限理性以修正完全理性的预设，随后有限理性成为管理学以及制度经济学、组织经济学的基本预设。第三项有关经济人的预设也为经济学大师贝克尔（Becker，1991）等人所修正，这些修正将效用函数在经济动机之外，加入了社会性的需求。第四项充分信息的预设也被信息经济学质疑，其他如交易成本的研究也建基在信息不对称的假设上。第五项，在人际关系研究上，博弈论更把人际互动带入理性模型之中。

这些修正固然丰富了经济分析的内涵，但新古典理论架构却万变不离其宗，经济学始终是一门研究个人如何在有限资源底下做抉择的学问。格兰诺维特也接续这项批判，称这类研究为低度社会化观点，因为它只考虑了个人动机而忽略了社会情境、社会约制。在消费者行为的经济分析上社会网理论有两点可加以补充。

（1）新古典经济学的第一个不足之处是非社会的，忽略了人做任何决定的时候都有其外在的社会结构存在，其决定也深深地受到个体在社会结构中所处位置的影响，受到整个社会价值的约制。人的互动行动不止于理性的博弈，而更在于社会结构的影响。

（2）新古典经济学的第二个不足之处是非动态的，其实人并不是在片刻之间权衡当时各种形势，考量自己的需要，以所知的情报而做出理性的决定。他往往会不断地与别人互动，不断地修正自己对形势的观察，也不断地因为别人的影响而改变自己的效用函数，更不断地搜集各种情报，所以任何决定都是在一个动态的过程中做出来的。两人互动不止，在求两人间的均衡，更在于非理性的交互影响与情感因素。

从这个批判上，我们可以看到社会网理论在做经济行为分析上的大型理论概念架构包括以下几项。

（1）经济行为是嵌入在社会网中的，所以人际关系会影响经济行动。

（2）经济行为有其理性的一面，所以人际关系有其实用的、可被计算利得成本的一面，这正是社会资本的概念。但人在经济决策中也有非理性的一面，人际关系所带来的信任与情感因素也会左右个人的经济行动。

（3）信息是不完整的，而且信息的传播正是受社会关系与社会网结构影响的。

（4）个人的效用不是孤立的，个人会随时受到有关系的他人影响而改变效用函数。

（5）个人的社会结构位置会影响到其资源、信息的取得，也会影响其所受到的社会约制，进而影响其经济行动。

在这个架构底下，我们注意到社会关系、关系内涵、关系强度、社会网结构、个人结构位置等因素会对信任、情感支持、资源取得、信息传播、人际影响等诸多中介变量产生影响，进而这些中介变量又会影响经济行动。值得一提的是，格兰诺维特在这篇论文中不只概要地对社会网理论架构加以阐述，更展开了与经济分析的对话，从而开创了新经济社会学这一学派。新经济社会学有一个前提就是要跟经济学对话，尤其是与新古典经济学对话。如何去挑战、辩诘、融合经济学的理论架构，以得到一个新的解释架构，就是新经济社会学的使命，而这个使命也承诺了两个愿景（shared vision）。

1.在个人理性选择与社会约制之间建立一座桥

20世纪50年代，哈佛经济学者杜森伯里（Ducsenbery）说：“经济学研究的是人如何去选择，而社会学则研究的是人如何无法做选择。”理性选择的研究传统都是在讲人是理性的，人是可以自由选择的，社会学的研究则十分强调社会力、社会规范、社会化等社会约制的概念。比如，在组织研究领域中，各个组织理论流派可分成理性系统与自然系统两派，前者强调组织是理性设计出来的，如韦伯（Weber）的科层制（1947）、泰勒（Tylor）的科学管理以及威廉姆森（Williamson）的组织经济学（1981，1985），后者强调组织是社会力中自然生成（或妥协出来）的产物，如梅奥（Mayo）的人群关系学派（1945）以及塞尔兹尼克（Selznick）的新制度论（1948）。制度研究的领域也是如此，经济学家谈制度分析，比如新制度经济学就是谈制度是为节省交易成本而理性设计的，国内这些年的制度转型也是谈渐进式疗法还是休克疗法，好像制度都是设计出来的。但是社会学者李培林（1995）却强调其实很多制度都是自然生成的，而且都是从社会底层产生的。在完全没有任何制度的情况下，现有社会底层的社会网络中互动出一套非正式制度，而中央政策往往追认、承认这个非正式制度，将其立法为正式制度。

本来经济学和社会学在20世纪20年代时还几乎是密不可分的，比如韦伯虽然后来被社会学家纪念，但他是学经济学出身的；帕累托（Pareto）是知名经济学者、“帕累托最优”这个经济学概念的创始人，但晚年都在做社会学研究。在这之前的很多人物也是身兼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的，如马克思、穆勒（Mill）和凡勃伦（Veblen）等，不胜枚举。但到20世纪40年代以后出现了两位大师，分别是社会学的帕森斯和经济学的萨缪尔森，前者带动美国结构功能论的分析传统，后者带动了一连串的经济分析的数学革命，把经济学带到一条最大化效用、最小化成本的分析模型中去，所以一个在搞大型理论，一个在全部模型化，两者自此分道扬镳。20世纪50年代哈佛大学的学者还试图努力维持社会学和经济学之间的对话，结果产生一个论坛，社会学界由帕森斯负责，经济学界是杜森伯里主持，可惜对话了十年后发现一个问题，就是经济学界真的不能与社会学界对话了。

20世纪70年代以后出现两个方面的发展，一个是经济学纳入了越来越多社会学理论的元素，比如上面所说的有限理性、信息不完整、人际互动以及社会需求等；而社会学的性格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开始不只是谈大型理论，而往下发展的中层理论以及因果模型也越来越完备，两者之间在方法与理论上相互接近，开始重新对话。社会网理论在这次对话里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因为社会网理论以网络中间的个人及其关系为分析基础，强调个人的能动性，但另一方面又避免低度社会化的预设，注意到社会网所形成的社会结构以及社会制度对个人的约制。同时，个人的能动性还有可能改变这个约制人的社会结构，所以个人的理性选择与集体的约制之间可以有一个相互作用而相互改变的过程，社会网理论以为社会网正是这个发生作用的接口。

2.在微观行为与宏观现象之间建立一座桥

格兰诺维特在其《弱连带的优势》一文中开宗明义地说，社会网理论的提出是要在微观行为与宏观行为之间建立一座桥。过去的社会学分析，微观的如符号互动理论、团体动力学都是研究个体行为，很少研究宏观的社会现象。而宏观的分析则视社会结构为社会群体的集合，社会群体主要是以阶级、地位、种族、年龄、性别、地域与宗教来加以区分，一个来自上流社会的青年与一个来自底层社会的青年，他们一举手一投足间就表达了不同的气质，也反映在行为的抉择上。格兰诺维特称这种观点为过度社会化观点（Granovetter，1985），因为这样的分析只看到了社会文化对个人的约制，而忽略了个人行动的自主意识。一旦个人的族群属性确定了，则该族群对他的社会化就使其不折不扣地表达出该族群的品味，人只是被社会结构决定的傀儡，仅仅有“社会牢笼”内的自由。微观的现象在这样的分析架构底下也只有被宏观的变量解释，个人行动是被社会结构决定的，欠缺主观能动性，个人的行动自然没有能力影响集体行为的结果。

社会网理论以不同的观点看待社会结构，视社会结构为一张人际社会网，其中“节点”（node）代表一个人或一群人组成的小团体，“线段”（line）代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社会网分析方法（Wasserman and Faust，1994）分析其结构特性。镶嵌理论的研究重点就是在一个网络之中的个人如何透过关系，在动态的互动过程中相互影响，这不但影响了个体的行动，也会改变相互的关系，从而影响整体结构。这种观点一方面调和了低度与过度社会化的观点，一方面也避免了“社会性孤立”的假设。它一方面保留了个人的自由意志，一方面又把个人的行为置于人际关系互动网络中观察，强调行动者在做一项决定时，有其自由空间，固然有自己理性的算计与个人的偏好，但他却是在一个动态的互动过程中做出行为决定的，他会和周遭的人际社会网不断地交换信息，搜集情报，受到影响，改变偏好，所以行动者的行为既是“自主”的，也“嵌入”在互动网络中，受到社会结构的约制。另一方面，他的行动也会使某些线段断裂，又建立新的线段，从而使得网络的结构发生改变，而影响到集体行为的结果。在社会网的分析中，我们看到了个人行动如何改变社会结构，微观的分析因此可以解释宏观的现象。

三 社会网理论的中层理论——以劳动力市场研究为例

从上述的社会网理论中我们看到一个有用的概念架构，它提供了一个社会结构的图像，提供了一组分析社会现象的概念，如社会关系、社会网、关系强度、关系内涵、网络结构、信任、社会资本、信息流通、情感支持、人际影响等，也提供了这一理论的愿景以及这类研究能完成哪些成就的许诺。但是如果社会网理论停留在观察这个现象中有人际关系，观察那个现象中也有人际关系这类的论述中，那么它很难真正做一些实证工作，也很难真正与经济学展开对话与竞争。社会网理论如前所述，其精彩之处正在于有一群学者发展了相当多的中层理论，因此这个概念架构可以在对更具体的社会现象的解释中获得证伪。

从大型理论转到中层理论首先要有可以测量的一个或一组现象作为被解释的变量（或一组变量），同时对此一现象的解释也要有清楚的因果机制。大型理论提供了一组预设及一组概念，可以用来解释许多社会现象或经济现象，但被解释现象范围太大，不足以作为一个具体的、可被测量的变量，所以我们要找另一个议题来说明社会网理论的中层理论，在本章中我采用了劳动力市场及内部劳动力市场作为进一步说明的议题。我之所以采用此一议题，是因为自怀特的“机会链”理论以来，格兰诺维特的“弱连带优势理论”（Granovetter，1973）、博特的“结构洞”理论（Burt，1992）、林南的“社会资本”理论（Lin et al.，1981）以及魁克哈特（Krackhardt，1992）对情感网络的分析（或其所谓的强连带优势理论），都曾针对劳动力市场以及内部劳动力市场中的求职、升迁与离职或转职做出研究，而求职、升迁与离职或转职都是可以明确测量的行为，所以这些理论提供了社会网对劳动力市场分析十分丰富的中层理论。下面我阐述几个与转职有关的社会网中层理论，作为其劳动力市场研究的代表。

经济学家怎么看转职？经济学强调的是机会成本的概念，强调成本收益的比较，即个人可以在一组职位中间进行选择。我现在做的是什么职位，先评估这个职位给了我多少薪水、福利和升迁的机会，给了我多少社会报酬、社会支持等，我在思考另一个职位的条件时做出符合经济理性的选择。我一旦决定选择这个就要放弃其他的可能性，这就是机会成本。这是经济学理论看转职的方式，是理性的评估。但实际的情况可能并非如此，比如为什么老年人不喜欢转职，年轻人喜欢转职，这其中有多派的解释。比如工作搜寻理论（job shopping；Mincer and Jovoanovic，1981）认为，年轻人因为就职经验不多，所以它的机会成本的比较因为信息不完整的关系而不清楚，还搞不清楚很多情况。就业早期因为信息不完整，一个人容易转职；历经数职之后，职位的信息渐渐多了，他就会越来越清楚；就业一段时间后，了解各种职位的信息了，他就不转职了，于是到了中年，转职行为就会大为降低。

其实做转职行为研究最多的是组织行为学，比如人群关系学派（human relation model）。他们提出的概念是人追求的很多东西是很感性的，不一定是非常理性的，比如工作满足感、组织认同感等。所以这一派研究就发展出一连串的心理学问卷，去研究转职之前人的心理是什么以及怎么去造成这种心理，这形成离职意愿研究。离职意愿这个概念提出来之后，心理学传统中很多人研究个人的个性，比如内控人格还是外控人格；社会学者则关注不同社会经济背景的人会产生不同的离职倾向，而具体地研究个人的性别、年龄、年资、职务等。另外就是社会心理的模型，它相信有很多相关的心理变量会影响职工的离职意愿，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工作满足（job satisfaction），满足的员工会想留下来，否则就想要转职。其他心理变量还有组织承诺（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因为个人对组织有认同感就不会转职，否则就想转职。再者就是工作内涵，有些工作是容易让人满足的，比如变化多、自主性强的工作，有些则否，如反馈少、无自主性、少变化的工作。

社会网在理论上怎么会跟转职行为产生关联呢？格兰诺维特（Granovetter，1992）提出了社会学与经济学对转职研究观点的比较，他认为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为什么有人转职越转越好，有人转职却越转越差。这一点在经济学的理性选择观点中是很难找到解释的，理性的个人为什么会选择越来越差的职位呢？社会学观点会把转职分成两类，一类是“前拉式”（pull）转职，一类是“后推式”（push）转职。前面一类总是步步高升，后面一类则会日趋下沉。“前拉式”包括了离职意愿很高，也如愿离职成功了；另一类则特别有趣，值得研究，就是离职意愿不高，但外拉的力量却十分强大，大到机会太好以至于无法拒绝，所以不想转职也转成功了，这类转职正是步步高升的方式。“后推式”则包括离职意愿很强，组织也不想留人（组织常会用各种手段加强这类员工的离职意愿），所以一拍两散；另一类也比较有趣，就是那种离职意愿不强，但组织却不断后推其离职，这有时造成的是失业而不是转职。后面这两类人的转职往往越转越差。这个社会学的观点指出转职行为可以分成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离职意愿的形成阶段，第二个阶段是从意愿化为行动的阶段，在第二个阶段中，影响行动产生的关键因子是外部是否有工作机会。

在“前拉式”转职中，工作机会的产生正是社会网理论的着力之处。不同网络位置的个体对网络关系的依赖程度也会有所不同，正反映出不同网络地位所形塑的网络生活，而工作产生的经济活动有形无形地形塑了个人人际关系的建立。过去学者的相关研究指出，个人的人际关系是影响个人事业生涯发展的关键因素。林南（Lin，1981）的研究则说明了个人的社会关系越丰富，相对所带来的工作机会也越多，而且人际关系通向拥有丰富资源的他人，这个关系也能带来更有价值的工作机会，林南称这类人际社会网为个人的社会资本。

格兰诺维特的“弱连带优势理论”则指出，弱连带较之于强连带有更好的求职效果，原因有二：一是一个弱连带多的人，其社会网的范围会很大，因此收集到求才的信息会很多。20世纪60年代有一系列的“小小世界”研究，发现强连带多的人往往会陷在一个个小圈圈中，东传西传的都是很小范围的信息，而且常常是重复的信息，弱连带却会连出一张大网络，所以弱连带较多的人能够将信息传递得较远；而这样的信息利益是经由“通路”（access）、“先机”（timing）以及“举荐”（referrals）三种形式出现的（Burt，1992）。参与者彼此间的信息并不是完全对称的，“通路”使个体能够知道有价值的信息，并知道有谁可以使用它；“先机”则是由网络所吸收的一种重要的信息形态，除了确定你会被告知某项信息外，私人的接触可以使你成为及早知道的人之一；而“举荐”是获取未来机会的正面力量，在适当的时机有适当的人在求才单位中做出“背书”，会成为求职成功的关键力量。信息的利益就是为什么拥有弱连带的人较能建立情报网以求职找人、建立客户关系及寻找商业伙伴的优势所在。

二是如林南的社会资本理论（Lin，1990）所谈的，人际关系指向有价值的资源时则机会多，比如年轻人与年长者有关系，社会地位低的人与社会地位高的人有关系，这种跨越两个团体间的关系往往在求职过程中成为“贵人”。格兰诺维特则进一步指出，两个团体间的“桥”（bridge）必然是弱连带，同类人因为兴趣、性格相同而物以类聚，相同群体内的成员会因为内部社会网较密也较易互有连带，但不同群体间却很难建立关系，其间的沟通就有赖于两团体中各有一名成员相互认识，而形成唯一的通路，这条唯一通路就称为“桥”。桥在信息扩散上极有价值，因为它是两个团体间信息通畅的关键，但它必然是弱连带，否则当这对好朋友呼朋引伴让两团体成员也发展出其他的连带时，这条信息通路就不再是唯一的，也就没有“桥”的价值了。只有善建弱连带的人才有机会成为“桥”，因此在不同的群体中伏下人脉，这种跨越群体的关系往往是通向有价值资源的关键。

但只有弱连带的人际关系显然是不足的，边燕杰（Bian，1996，1997）在对中国资料进行研究后明确指出，有关强连带的研究亦应扮演不可忽略的重要角色，因为中国社会的求职，“人情”比信息更重要。弱连带提供了人们取得自身所属社会圈之外信息的渠道，但是强连带对人们的行动提供了信任的基础（Granovetter，1985），借由信任关系，人们才愿意提供“人情”的帮助。社会交换理论（Blau，1964）指出，社会交换不同于经济交换，不可能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欠下的人情往往要很长的时间后找到适当的时机才能偿还，这段时间内极可能有过河拆桥、忘恩负义的行为。少了信任，人们是不可能从事“人情”交换的。处于不安全位置的人也能够借由发展强连带而取得保护，降低其所面临的不确定性，并有可能借由强连带的发展，获得组织中较高的熟悉感与升迁的机会。

这些强连带的研究让我们看到社会网理论在解释“后推式”转职现象上的可能性。罗森鲍姆（Rosenbaum，1984）认为，由于企业通常都是做有限理性的决策，所以在决定由谁来填补空缺时，那些较为高层所熟悉的个人即获得较高的升迁机会。也就是说，较多的曝光率、较广的社会网及较易取得组织资源，可使个人拥有更多、更快的事业发展机会。除了强连带所发展出的优势外，网络中重要他人的影响力也是不容忽视的，比如，与其他人有强连带的离职员工对在职员工有非正式的影响力，可能因为他的离职行为而带动其他人离职，或影响在职者的士气（Krackhardt and Porter，1985）。一个升迁机会较多或拥有影响力的人，组织“后推”其转职的可能性较低。

社会网理论对这一类组织行为的研究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博特的“结构洞”理论，以及魁克哈特的“强连带优势”理论。根据博特（Burt，1992）的研究结果，在经济活动的运作过程中，会形成一个产品交易之外的社会市场（social market），成员在此网络结构中发展相互关系，并且交换或分享与组织有关的信息。因此，任何经济活动，绝对不能只是单纯地化约为商品交换活动，而必须同时将其所处的环境因素考虑进来。鲍威尔（Powell，1990）指出，对经济交换方式的解释必须嵌入在特殊社会结构脉络中来进行，因此必须以新视野来解释这些交换形态所展现出来的某些特征。在网络关系里，交易双方彼此依赖，一方依赖另一方之资源，而聚集双方的资源可创造互惠，这种交换形态不是以理性计算为基础（经济学所强调的自利行为，即追求利润最大化），反而是以双方过去所累积的交易经验为基础，进而产生规范性的标准，继续影响未来的合作行为与信任关系。为了未来及长期的利益，双方愿意失去部分的自决能力，而依赖和他人合作。社会嵌入的概念指出，个人中心社会网（ego-centered network）有一部分是自主的，另一部分是依赖的，这样的关系轮廓必须考虑特殊的文化、制度价值和其他社会环境互动下的模式。所以行动者的经济行为既是自主的，同时也嵌入在互动的网络中，会受到社会脉络的制约（Granovetter，1985）。

按照这样的社会网的观点，林南的“社会资本”理论（Lin，2001）指出，不论是强连带还是弱连带，社会关系所带来的资源才是求职行为的重点，与有资源的个人产生关联是职场步步升迁的关键。虽然林南这项劳动力市场的研究着眼于组织外的求职行为，但其理论也让我们看到，在组织中透过社会网获得发展的重要资源，是一个人在工作中是否顺利的关键，会影响到个人的离职意愿。博特（Burt，1992）认为，在工作的竞争场域中，参与者带着三种资本而来，分别是财务资本、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社会资本”是个人在社会的结构位置上所拥有的资源，纳哈皮特等（Nahapiet and Ghoshal，1998）将社会资本定义为：在个人或社会单位（组织）所拥有的社会网里所蕴含、提供或衍生的各种实际或潜在资源之总和，包括网络本身与透过网络所动员的资产（Bourdieu，1986；Burt，1992）。科尔曼（Coleman，1990）则将社会资本定义为社会结构中产生的一种特性，可以促成更多的合作行为并带来资源。因此从社会资本的观念来看，一个人成功的关键并不仅止于个人的属性，更重要的是个人在社会网络中的位置，这种社会关系可以提供信息及政治的利益。这个来自社会结构的资本会约制行动者的行动自由，任意转职就会破坏此一结构而使资本消失，所以一个资源集中者会有很低的离职意愿，以避免其在组织内的社会资本消失。

善于做资源交换的人也能从组织中获取资源，博特的“结构洞”理论指出，一个人占据了交换资源的良好位置，则其拥有的资源较多，他称之为“洞效果”（hole effects），这种人最主要是占据了“桥”的位置。博特还以结构洞理论研究了内部劳动力市场的升迁问题，证实了拥有较多社会结构上中介位置的人较易升迁。基于布劳（Blau，1964）的社会交换理论对组织行为产生影响的观点，一个因为交换而取得大量资源的人，组织中的其他人对其行为必有一定之期待，为了一直保持这项结构位置上的优势，个人也乐意满足这样的期待以保有其位置。同时个人的资源取得既然与组织的存在息息相关，则个人亦乐于付出更多，以保有更多资源，以符合他人对公平交换的吁求。因此在组织内善于交换资源的人的组织忠诚度会很高，离职倾向会很低，毕竟他的职业成功系于组织内的资源交换，离开了此一组织，其牺牲的资源是极多的。

博特（Burt，1992）以及林南（Lin，2001）所做的观察，均强调了个体在网络结构的位置可以影响个人在组织中资源的获得，从而影响到其离职意愿。

组织内有哪些社会关系与社会网是影响资源取得的因素呢？专业上、工作上的咨询是组织内一项重要的资源，从咨询网络的关系形态来看，员工若属于被多数人寻求协商或解决工作问题的角色，代表该员工本身在工作上的专业能力受到多数人的依赖（Krackhardt，1992）。从科尔曼（Coleman，1988，1990）的社会资本中“义务与回报”的观点以及布劳（Blau，1964）的社会交换观点来看，他人对该员工的依赖关系又会使得他人在向该员工取得资源（满足期望）之后，认知到自己有回馈该员工的义务，并等待机会尽己所能地回报，所以工作咨询关系中心性高的人（Wasserman and Faust，1994）会是资源的集中者。观察潜在资源为个体带来的行动便利性，可发现一个在工作能力上受到组织内多数人依赖的员工，其工作能力相较于其他人来得高；当他对组织内部资源有所需求时，他人所能给予的回馈，在能力上可能较无法满足该员工的期望；但由于多数人均受过该员工的恩惠而具有回馈的意愿，纵然专业能力上无法满足该员工的需求，这些人仍会尽力为该员工找出能满足需求的渠道，或者开放个人的社会资源来为该员工增加机会。因此，内向度高的员工在咨询社会网中所具备的潜在资源，就是较能够得到他人回馈的机会，拥有较高的个体社会资本。

除了咨询网络外，魁克哈特（Krackhardt，1992）对关系类型所做的另一项区分是“情感网络”（friendship network）。

情感网络与离职意愿的关系有两层，一与社会资本有关，一与非理性行为有关。魁克哈特与波特（Krackhardt and Porter，1985）认为，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会在组织面临非常态危机时扮演决定性的角色，所以观察员工之间的情感结构关系，对于研究组织内发生的冲突危机具有特别的意义。另外，有别于咨询社会网的互动特性，员工之间的情感连结包含了员工对他人在友谊关系上的信赖，能帮助人们在面临危机、组织变革或高度不确定时，产生合作行为（Krackhardt and Stern，1988）。另外，依照科尔曼（Coleman，1990）以及布劳的观点，该员工在满足他人情感支持的需求后，也会得到越多来自他人的回馈，从而具有较多的行动便利性，尤其是在发挥对别人的影响力，或向别人寻求支持时，更具备了动员资源的能力。基于个人因组织而取得个体社会资本者会有较强的休戚与共之感，也较会回馈组织，在组织内越是属于此种角色的员工，离职意愿越低。

综合以上所述可知，弱连带主要可以传递信息与知识等资源，强连带则可以传递信任感与影响力等资源，并带来情感支持。过去的研究指出，社会网与对升迁信息的掌握及升迁竞争有很大的关系，在学者建立的转职模式中，可以发现个人的转职行为会受到外在工作机会以及内部提供的资源影响，换言之，个人会借由网络中所得之信息与资源，评估目前的工作机会与可能的工作机会，然后才会做出转职的决定（Mobley，1977）。而个人可能的工作机会包括内部性与外部性两种。组织内工作机会除了与升迁渠道畅通性、职位空缺度等相关外，亦与人际关系是否良好具有极大的相关性；外部机会则除了受劳动市场、经济景气影响外，亦与个人社会网的大小有关，拥有越大范围的社会网的人就能接受到越多的信息。另外，情感性的因素在转职行为中也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很多人不愿离职是受到良好的情感支持，对一个有“人情味”的工作环境恋恋不舍。

四 社会网理论的因果模型——以离职意愿研究为例

中层理论固然将大型理论的概念架构转成了一个可清楚定义、可测量的现象的因果机制，但只是如此，还不足以形成一个可供检证的模型。除了因果机制，一个模型所需要的变量测量方法、变量的函数形态以及控制变量尚且付之阙如，所以在模型化的阶段理论还需要完成这些工作。模型化可以是正式模型（formal model），即以高度抽象的概念导引数理建构模型的方式，如大多数经济学模型所做的那样，现在也有一些社会学理论开始采用此一模型建构的方式，比如理性选择学派以及社会网学派中做网络动态学（Dynamics on Social Network）的研究。然而，大多数的社会学因果模型不会采取正式模型的方式，下面我们就以转职为例看看理论工作的最后一阶段——理论模型是如何建立的。

当然，一个理论之所以要发展出中层理论与理论模型是为了能够检证理论，因此首先要提出待检证的假设。

下面，我就以一篇《社会网络对离职意愿之影响》（罗家德、郑孟育，2007）的论文为例，说明如何把社会网对劳动力市场研究的中层理论应用在离职意愿的议题上，可以得到什么样的理论模型，以及如何检证之。

（一）研究动机

过去社会网络理论已对劳动力市场中求职、转职及内部劳动力市场的升迁有相当多的研究，比如个人的网络结构位置如何决定其离职所带来的后果，以及个人的外部关系如何影响其找工作的机会并进而影响其离职。这类研究较多地集中在员工外部关系带来的离职机会，较少讨论内部“压力”如何影响员工的离职意愿。我们所做研究的主要贡献在于分析个人的网络结构位置——包括中心位置以及“桥”的位置——透过组织信任而影响个人的离职意愿。组织信任影响离职也早已被证实，这里则以结构的观点将组织信任分为一般信任以及嵌入在社会网络结构中的特殊信任，并发现个人结构位置是透过特殊信任而非一般信任影响离职意愿。

跨国公司的员工面临许多母国文化与地主国文化的差异，若不能调适、认同组织与同僚，则可能产生人际冲突与不适应，引发离职的想法，进而导致实际的离职行为。既往研究多以个体与组织的构面来探讨员工离职的情况，如薪资待遇、工作特性、工作满意度、愿景分享等，各变量虽然都能部分解释离职意愿，但仍有很大的解释空间有待发掘。格兰诺维特（Granovetter，1985，1992）的研究利用社会关系网络来解释劳动力市场行为，个人如何镶嵌在社会的网络结构中，以此诠释员工离职行为，加深了解释力。中国社会又是一个人情社会，人际关系总是社会行为重要的考虑因素，因此本研究希望利用社会网络的分析方法探讨在中国大陆台商企业中内地员工不同的社会网络位置对其离职意愿的影响。

（二）文献探讨

1.离职的因素

所谓离职（turnover），是员工在组织中某一职务上工作后经过个人考虑，自愿放弃该职务（Mobley，1977），或由雇主主动提出解雇，以致个人失去职务及其职务所赋予的利益，而与该组织完全脱离关系。

以不同的学术领域来看自愿性离职问题，则有不同的解释方式。经济学强调的是机会成本概念，强调成本收益的比较决定了是否离职，亦即个人可以在一组职位中间进行选择，在充分信息之下评估新旧职位将会有多少薪水、福利、升迁的机会、社会报酬、社会支持等，比较放弃旧职位的机会成本与接受新职位的利益，以做出符合经济理性的选择。经济学理论看离职的方式，是完全理性的评估。

比如，一些经济学者认为，员工的离职行为可由经济学中的边际生产力理论与二元劳动力市场理论来解释，认为薪资差异与劳动力的分配有密切的关系。薪资的差别与劳动力市场的区分使员工对其所面临的薪资结构与环境做出反应，去追求主要市场中较有吸引力的工作，因此离职行为可增加个人收入，促进国民生产。

尽管经济学者以不同的角度来讨论离职的问题，但结论却颇为一致，均肯定自愿性离职对于个人有着正向的利益，可增进个人成长，获取更佳的工作环境。但从管理者的角度而言，离职的现象亦造成组织人事成本增加与员工士气受挫的困扰，而优秀人才或管理阶层的离职行为则是组织的一项警示信号，是企业主事者所应注重的。所以组织行为学积极研究离职，亦成果丰硕。

从心理学角度出发，离职研究探讨了个人对有利或不利的环境刺激做反应，并采取适当的因应行动，以保持平衡，因此离职是对压力的一种反应。处在压力的环境之下，不离职的员工可能会采取暂时性的退缩行为。所以心理学者是从调适工作环境压力的角度来看待员工的离职行为。科顿和塔特尔（Cotton and Tuttle，1986）对组织行为的离职研究做了十分详尽的审视与总结，他们检视了一百多篇文献，并将影响离职的变量归纳为三大类，其中包含：“个人变量”、“工作与态度相关变量”与“外在变量”。从过去的理论模式及科顿和塔特尔的研究结果，我们可以将影响离职倾向之因素归类为个人特性及工作因素与态度因素三种。

（1）个人特性

在个人特性部分，有相当多的研究均指出年龄（Angle and Perry，1981；Hrebiniak and Alutto，1972）及年资（Steers and Spencer，1977；Arnold and Feldman，1982）与离职意愿呈负相关。一般研究多认为年龄越大，越不易转换工作，所以离职意愿会较低。另外，年龄越大的员工，可能因担任重要的职位，或已熟悉公司环境与既有人脉，因此较不容易离职。在性别部分，科顿和塔特尔（Cotton and Tuttle，1986）发现有些研究认为女性较男性容易离职，有些研究则发现不存在相关性，斯顿夫和道利（Stumpf and Dawley，1981）更得到相反的结果，即男性较女性更容易离职。而就教育程度而言，大部分研究均显示其与离职意愿有显著相关（Siefert，Jayaratne，and Chess，1991；Raphael，1994），而布兰克尔兹和鲁滨逊（Blankertz and Robinson，1997）亦发现硕士学历的人相较于其他学历者有较高的离职意愿，其源自硕士学历者有较高的工作能力转任他职。

（2）工作因素

德科提斯和萨默斯（Decotiis and Summers，1987）指出，若干人口统计变量，如年龄、性别、国籍等，并非预测的良好指标，个人特征必须与组织相关，如工作特性、激励措施与对公平的认知等，才能有效预测离职意愿。

科顿和塔特尔（Cotton and Tuttle，1986）发现，大部分与工作有关的变量都与离职有密切的关系，对整体工作的满足、对工作本身的满足、对薪资的满足、对监督方式的满足和组织承诺均与离职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工作绩效、对同事的满足、对升迁的满足、角色的明确性也与离职有负相关，只是程度较低。

（3）态度因素

在态度因素对离职意愿的影响上，大量的研究多认为工作满足与组织承诺是所有影响离职意愿因素的中介变量。西肖尔和泰伯（Seashore and Taber，1975）认为，工作满足受个人属性与工作特性等因素影响，如个人统计变量、工作特性、领导关系、组织公平等。迈克尔斯和斯佩克特（Michaels and Spector，1982）的离职分析模型中则提到对工作特性的认知、上司的领导关系与年龄是影响工作满足与组织承诺的变量；斯蒂尔斯（Steers，1997）更提出了一个完整的结构模型，发现个人特性（年龄、年资、教育）、工作特性（工作自主性、工作多样性、工作回馈性、工作完整性）和工作经验影响工作满足与组织承诺，而这些态度则与留职意愿有强烈的正相关。

虽然在过去，工作满足与组织承诺皆为离职意愿重要的中介因素，但是依照科顿和塔特尔（Cotton and Tuttle，1986）的统计，工作满足被纳入离职模型的次数远远高于组织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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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工作满足与组织承诺的高度相关，为了避免共线性（multicollinearity）影响效果，因此这里仅选取工作满足作为研究中的控制变量。基于以上的文献分析，在本研究中将传统与离职高度相关的前置变量列为控制变量，包括个人社会经济背景之教育程度、年资，工作特性，态度变量之工作满足等主、客观因素。

2.社会网络理论对离职的解释

（1）个人社会网络结构位置与离职意愿

组织内哪些社会关系与社会网络结构位置是影响资源取得的因素呢？博特（Burt，1992）指出，除了关系之外，个人的结构位置也十分重要。他认为，在工作的竞争场域中，参与者是带着三种资本而来，分别是财务资本、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社会资本”是个人在网络中接触对象所形成的结构与所拥有的资源。这类社会资本正是我们所欲探讨的重点。两个理论对离职意愿具有解释力，一是魁克哈特（Krackhardt，1992）的“强连带优势”理论，一是博特（Burt，1992）的“结构洞”理论。


中心—边缘位置与非正式权力
 社会连带可以分成强、弱连带（Granovetter，1973），魁克哈特（Krackhardt，1992）认为，在组织中强连带指涉的是“情感网络”（friendship network）。情感网络产生于员工与他人之间的友谊或谈论私事的过程当中，因此网络资源的内涵即在于情感交流的相关信息。在许多有关社会支持的研究里，情感支持的概念往往是最常被探讨的部分。员工之间由于会彼此向情感网络中有连结关系的同事谈及个人私事、生活态度，以及在工作上为舒解压力而产生的抱怨，因而与倾听者之间具有情感上的依赖关系（罗家德、朱庆忠，2004）。魁克哈特（Krackhardt，1992）曾用希腊文“philos”来表示情感关系连带，当时他对“philos”这个词的使用方式与规则类似于“朋友”（friend），而他在研究中发现，一个人若能够在情感网络中拥有好的结构位置，代表这个人与团体中较多人建立情感支持的关系，这类关系可以带来的资源是影响力（Krackhardt and Hanson，1993；Krackhardt and Brass，1994）。

什么样的社会网络结构位置是影响力的集中者呢？就情感网络而言，相对于边缘者，一个被很多同僚都认可的中心人物，往往拥有非正式权力，所以可以被视为“地下总司令”（Krackhardt，1992）。因此从个体社会资本的角度来看，一个员工被愈多人视为情感依赖的对象，他对他人的影响力也越大，动员能力就越强，这就是魁克哈特（Krackhardt，1992）“强连带优势”理论的内涵。

除了上述社会资本的观点外，获得情感支持是中心位置者的另一优势。一个在组织中交了很多朋友、被他人喜爱的人，也就是情感网络内向中心性高的人，其情感生活会较丰富，在伤心失意的时候会得到更多的情感支持（emotional support），这种支持对人的工作满足以及心理健康都十分重要，在一个人即将离职之时，这种友情的力量更会使人依依难舍，因此降低了离职意愿。因此我们可以得到第一个假设。


假设1.1：相对于边缘人，一个在组织内社会网络中居于情感网络中心位置的人其离职意愿会较低。



桥的位置与机会
 工作上的咨询是一项重要的资源，善于资源交换的人能从组织中获取资源。博特（Burt，1992）的“结构洞”理论指出，一个人占据了交换资源的良好位置则其拥有的资源较多，他称之为“洞效果”，这种人主要是占据了“桥”的位置的人。博特还以结构洞理论研究了内部劳动力市场的升迁问题，证实了拥有较多社会结构上中介位置的人确实较易得到升迁。基于布劳（Blau，1964）的社会交换对组织行为产生影响的观点，一个因为交换而取得大量资源的人，组织中的其他人对其行为必有一定之期待，为了一直保持这项结构位置上的优势，个人也乐意满足这样的期待以保有其位置。

依据博特的理论，一个占据“桥”位置的人，拥有更多交换的机会，也因此可以得到信息以及中介的利益，掌握较多的组织资源，因此相较于其他人，其离职意愿会很低。毕竟他的职业成功系于组织内的资源交换，离开了此一组织，其牺牲的资源是极多的。因此我们可以得到第二个假设。


假设1.2：一个在组织内社会网络中居于咨询网络“桥”的位置的人其离职意愿会较低。


（2）信任关系与离职意愿

有别于上述资源关系的研究，另一类网络研究以镶嵌理论为代表（Granovetter，1985），将重点从实质的资源交换移转到信任关系的建立上。过去的研究显示，信任关系可以降低交易成本（Cummings and Bromiley，1996），增加合作机会，降低组织治理的不确定性（Miles and Creed，1995；Powell，1996），利于信息传播（Sparrowe et al.，2001），增加知识分享（Moran and Ghoshal，1996；Nahapiet and Ghoshal，1998）。换言之，人们在一个值得信任的环境中工作，欺诈少且易于交易与合作，工作会较顺利。更重要的是，这样的环境中，一个人得到的情感支持较多，较易取得资源，合作较为顺遂，所以其离职意愿会较低。

信任关系如何产生？学界已有十分多的研究成果。心理学者强调个性的取向，研究个人的个性如何在信任上引起不同的态度，有人个性上倾向于相信他人，有人则相反。制度的取向则认为制度的建立可以产生可信赖的行为，因此引发另一方的信任（Zucker，1986；Gambetta，1988）。社会网络理论则讨论社会连带和网络结构在产生信任的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Granovetter，1985；Uzzi，1996）。

综合整理上述各家的言论，信任可以来自制度规范，来自理性计算，来自群体的社会认同，也可以来自个人因素，其中个人因素包括人际关系连带以及个人特质。面对如此之多的信任来源，我们要先区分信任对象的不同，一种信任是没有特定对象的，一种信任则只存在于特定的对象间，前者可称为一般信任（generalized trust），后者则可以称为特殊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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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rticularistic trust）。前者的来源是制度、一群人间的认同、己方或对方的人格特质，因为信任的对象是制度规范下的一群人，或相互认同的一群人，或展现可信赖特质的一群人，是一群人而非单一特定的对象，所以称为一般信任。相反的，特殊信任则必然存在于两两关系（dyads）中，是两人互动过程的结果。

一般信任被定义为对他人会依道德规范而行为的期待（Barber，1983）。在组织行为研究中，组织信任（organizational trust）指涉的正是一般信任，包括对同僚的信任、对长官的信任以及对整个公司的信任，并发展出十分完整的衡量方法，如“信任存量量表”（Cummings and Bromiley，1996）。

与林南、博特等人讨论的社会资本不同，另有一群学者视社会资本为一个团体内部人与人合作的黏合剂，而非个人取得资源的工具（Coleman，1990；Fuguyama，1995；Putnam，1993）。布朗（Brown，1997）称前者为个人社会资本（micro-level social capital），而后者为总体社会资本（macro-level social capital）。总体社会资本来自社会结构的实体（entity），它使人与人的合作行为成为可能（Coleman，1990），并因为合作而致使一加一大于二地产出额外的成果，整个群体因而受益。西方多数学者认为促成一个团体之内合作行为的总体社会资本（Brown，1997）可以简化归结为人与人的信任（Fukuyama，1995；Paxton，1999），在组织行为研究中，纳哈皮特和戈沙尔（Nahapiet and Ghoshal，1998）也认为信任是社会资本的重要构面。一个社会的信任存量越高，其合作与分享行为也越多，尤其在知识分享上，社会资本更被视为关键因素（Tsai and Ghoshal，1998；Sparrowe et al.，2001）。一名员工的合作行为多，则其工作会较顺利，周遭的人分享行为多，则取得资源较容易。再加上情绪因素，人在值得信任的环境中安全感较强，所以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假设。


假设2：一个在组织内一般信任程度高的人其离职意愿会较低。


然而大多数的华人心理学研究却指出，华人不是一般取向而是特殊取向（费孝通，1948；Ho and Chiu，1994），华人更重视两两关系，所以信任较少是来自认同或制度，更多来自人与人的血缘关系及人情交换（Hwang，1987），所以信任的建立也是特殊取向的。库克（Cook，2004）提出信任网络（trust network）的概念，她认为一些经济体中，比如东欧与俄罗斯，合作行为并不来自一般信任，而是来自封闭的一个网络，网络内的人相互信任，却不会及于网络外的人。华人社会也十分类似于此，每个人都会以自己为核心建立有差序格局的个人信任网络（费孝通，1948），内外有别，所以信任是有特殊对象的，是一种特殊信任。特殊信任概念的提出对华人管理十分重要（王绍光、刘欣，2003；Luo，2005），此一特殊信任网络标示着每个人以自我为中心的人脉网络，是华人取得资源与寻找支持最主要的依据，亲疏远近不同，信任程度不同，可寻求的资源或支持也不同。特殊信任在华人社会中是最重要的信任（王绍光、刘欣，2003），也是华人建立一般信任的基础（Luo，2005）。

如镶嵌理论所述，一个人的信任网络广则会深深镶嵌在此一网络之中，从社会资本角度观之，此人合作机会较多，工作较易顺手；从情感支持角度观之，此人有更多情感支持，所以舍不得走，这些都会降低离职意愿。我们有了第三个假设。


假设3：一个在组织内特殊信任关系多的人其离职意愿会较低。


（3）个人社会网络位置与特殊信任

什么样的社会网络位置会为位置拥有者带来更多的信任关系，使其特殊信任网络扩大？我们发觉上述带来资源的网络位置也一样会创造信任关系。


中心—边缘位置
 弱连带提供了人们取得自身所属的社会圈之外的信息与信息的渠道，但是强连带为人们的行动提供了信任的基础（Granovetter，1985），借由信任关系，人们才愿意提供“人情”的帮助，并创造了长时期、多频率的交换（Uzzi，1996，1997）。镶嵌理论（Granovetter，1985）与强连带优势理论（Krackhardt，1992）都指出，情感是创造信任的主要基础，魁克哈特和汉森（Krackhardt and Hanson，1993）甚至在其对社会网络的分类中就将信任网络直接取代情感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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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一理论也十分适用于华人社会，一个情感网络中心者表示很多人指认其为朋友，在“报”的概念下，这些朋友的行为是可信赖的，乐于相互帮忙，欠了人情也会还；如果受人情而不返还，在华人社会中这个人会被视为过河拆桥，背信忘义，因而受到谴责。所以在“报”的伦理下，朋友有义，其行为是值得信赖的（Luo，2005）。

除此之外，情感关系往往提供情感支持（Wellman，1992；Wellman and Frank，2001）。朋友之间互吐私事，帮忙舒解心理压力，可以拉近心理距离，相信对方一定会基于互惠原则而保持善意。信任有时并不来自双方可信赖行为的展现，而来自心理的“偏见”，情感支持正是创造这种“偏见”的主要来源。基于强连带优势理论，我们得到如下假设。


假设4.1：一个在组织内情感网络中心位置的人其特殊信任关系较多。



“桥”位置者
 除了情感关系带来信任外，在华人社会中，交换关系更是信任最主要的温床。社会交换理论（Blau，1964）指出，社会交换不同于经济交换，不可能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欠下的人情往往要很长的时间后找到适当的时机才能够还，这一段时间内极可能有过河拆桥忘恩负义的行为，少了信任，人们是不可能从事“人情”交换的。处于不安全位置的人也能够藉由发展信任关系而取得保护，降低其所面临的不确定性。所以社会交换能够培养信任的感觉。一次又一次的交换，经过一次又一次遭背叛的不确定性，如果交换渡过这些不确定性而取得成功，则对方可信赖的认知就因此根深蒂固。十分类似于布劳的理论，哈丁（Hardin，2001）提出的“相互为利信任”（encapsulated-interest account of trust）理论也解释了从理性的交换到产生“不理性”的信任的过程，交换者可能为了保有长期的利益而尽量展现可信赖（trustworthy）的行为，久而久之，对方对交换行为的确定性产生了固定的认知，因而建立信任关系。

工作上的咨询是组织中最重要的社会交换，其为最重要的资源，却又无法计量与计价，所以无法以经济交换的方式进行交易。一个居于“桥”位置的人，会经手很多咨询的交换：托甲帮乙的忙，又请丙还甲的人情，再让乙补偿丙的帮忙。这个过程，“桥”要与很多人发生社会交换，而一次又一次成功的交换会让中介者观察到可信赖的人，因而建立许多信任关系。


假设4.2：一个在组织内咨询网络中居于“桥”的位置的人其特殊信任关系较多。


综合上述的社会网络理论、信任与离职意愿的文献回顾，本研究提出图2所表达的理论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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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理论模型

本研究要检测的主要有四个部分，第一，个人网络位置中的情感中心性与咨询中介性对离职意愿是否有负向的直接影响；第二，一般信任对离职是否有负向的直接影响；第三，特殊信任对离职意愿是否有负向的直接影响；第四，情感中心性与咨询中介性对特殊信任是否有正向的影响，更重要的是从此研究模型亦可看出情感中心性与咨询中介性对离职是否具有直接效果，还是必须透过特殊信任对离职产生间接效果。而工作满足、工作特性、教育程度与公司年资则是控制变量。

（三）研究设计

为检证以上假设，我们需要更多的模型指定，首先在测量方法上，什么样的社会关系结构位置是中心位置或中介位置？如何测量特殊信任关系多寡？如何测量这些关系与社会结构位置？这有赖社会网络分析方法中的整体网络问卷（whole-network questionnaire），以及内向中心性（in-degree centrality）、中介中心性（betweenness centrality，也称中介性）与外向中心性（out-degree centrality）等问卷及网络结构计算的方法，这正是社会网络分析与社会网络理论结合的地方，涉及了大量的方法上的问题，所以在此论述。

1.研究样本与数据收集

本研究之目的乃是要探讨组织内社会网络对离职意愿之影响，由于本研究需要封闭的网络来测量员工在公司内的社会网络位置，所有网络成员皆必须填写整体网络问卷，因此在研究对象的选择上，我们选择了一家在中国大陆投资设厂的台湾高科技厂商的制造总部办公室员工为样本。该公司为计算机接口设备大厂，品牌具国际知名度，当时有工厂生产线作业员6000人，白领办公室员工610人，其中550人为本地员工，亦即所谓的“陆干”，60人为台籍员工，也就是“台干”，但一些职位人员离职尚未补齐。本公司另有数百营销部门员工，但因为如果选择与顾客较常接触而不常在公司内部办公的营销部员工，就无法有效地收集到组织整体网络数据（whole-network data），故选择互动频率较高、不常外出洽公、常在同一个办公场域的制造部白领员工为调查对象。2002年6月，我们抽取办公室职员两个部门60人进行前测，并做探索性因素分析（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将原本收集到的问卷重新分析其构面，并将题目进行精简，每一变量中之构面保持三至四题，因此可将原始问卷四五十题者精简到九到十二题。

本研究资料收集步骤乃先取得其员工名单，并对该公司陆干进行普查（除了上述做前测的两个部门），2002年8月发出问卷460份，总计22科室，整体网络问卷是以每个部门分开，针对部门内陆干发出问卷。我们采取80法则，即有人80%题目不填或填满，即视为无效问卷。一个部门有八成人是有效填答者，此一部门才能使用。其中两个部门因为超过20%的成员填答无效，所以整个部门不使用。扣除一些部门员工离职后人数没有补全，再扣除部分无效问卷及做过前测的人，整体网络有效回答者为20个部门的355份。针对此20部门，2002年9月我们进行第二度态度问卷的发放，回收252份，扣除无效问卷及有遗漏值者，最终有效问卷216份，回收率60.8%。最后为了避免部门人数的多寡影响社会网络分析结果的有效性，故本研究再将部门人数少于9人的样本删除，最后保留177份样本进行SEM分析。

2.问卷变量定义与衡量

（1）离职意愿

离职意愿量表依据迈克尔斯和斯佩克特（Michaels and Spector，1982）为原始问卷，并参考国外论文（Mobley，1977；Mobley et al.，1979）及国内相关本土化量表修改而成（朱昌梁，1991；刘玉惠，1988；郭彦良，1990；许勉文，1995；谢宜峰，1990；冷重晋，1999）。离职应包括主观认知的离职可能性、态度上的离职倾向，以及客观的离职困难程度，因为离职意愿以主观变量为主，所以我们测量了前两类的问题；又因为离职倾向的题目信度较低（0.697），因此本研究也将其一并舍去，仅留下离职可能性的三个问项来作为本研究的因变量。本研究采用李克特七点尺度量表来衡量，问项内容请见附表一。

（2）如何衡量中心—边缘位置

社会网络量表源于弗里曼（Freeman，1979）、沃瑟曼和福斯特（Wasserman and Faust，1994）之概念，本研究依据魁克哈特（Krackhardt，1992）的分类原则，将组织内的社会网络分成咨询网络、情感网络及情报网络三种，使用整体社会网络问卷收集数据，再使用UCINET分析软件对组织人际互动的数据进行分析，计算出不同网络形态每条关系背后那个行动者在现实世界的关系中心性与中介性，关系越多者，中心性越高。情感网络问项参考罗家德（Luo，2005）的文章修正而成，内容请见附表一。内向中心性（in-degree centrality）计算的公式叙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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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是0或1，1代表的是员工i
 认为与j
 有关系存在，0代表不存在，而g
 代表的是个人所存在网络的大小。数值越高代表越处在网络中心的位置。

（3）如何衡量“桥”的位置

咨询网络问项参考魁克哈特（Krackhardt，1992）问卷修正而成，亦是以整体网络问卷方式收集数据，问项内容请见附表一。中介中心性（betweenness centrality）的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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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快捷方式数能接触到k
 。而g
 代表的是网络大小，有高中介中心性代表当有他人在某方面有需求时，需要经常地透过中介中心性高的人去完成事务。

（4）一般信任

这里采用了“信任存量量表”（Cummings and Bromiley，1996）测量一般信任，并在前测后将原先问卷精简为九题，但仍然包括三个构面——对同僚的信任、对长官的信任以及对整个公司的信任，本研究采用李克特七点尺度量表来衡量，问项内容及其构面请见附表一。

（5）特殊信任

特殊信任所采用的问卷是米什拉（Mishra，1996）的信任分类量表，外向中心性（out-degree centrality）的计算公式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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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是0或1，代表的是员工i
 是否认为与j
 有信任关系存在，而g
 代表的是个人所存在网络的大小。越高的数值代表某一员工在其部门中信任的人愈多。问项内容请见附表一。

（6）工作满足

工作满足问卷内容依据卡曼、菲希曼、詹金斯和克莱施（Cammann，Fichman，Jenkins，and Klesh，1979）以及 “The Michigan Organizational Assessment Questionnaire”所发展出之问卷，共包含三个构面，分别是内在满足、社会满足与外在满足，本研究采用李克特七点尺度量表来衡量，问项内容请见附表一。

（7）工作特性

工作特性量表采用最常被使用的哈克曼和奥尔特姆（Hackman and Oldham，1980）的“工作特性模式”（Job Characteristics Model）问卷发展而成，共包含四个构面，分别是工作多样性、工作回馈性、工作独立性与工作合作性，本研究采用李克特七点尺度量表来衡量，问项内容请见附表一。

3.量表信度、效度之验证

（1）量表信度分析

根据纽纳利（Nunnally，1978）的建议，信度应在0.7以上才具有内部的一致性。本研究所有构面的信度皆高于0.7，此结果表示本研究各构面皆具有很高的内部信度。信度分析结果请参考附表一。

（2）量表效度的验证

本研究量表的建构效度与聚合效度采用验证性因素分析来进行，由表1可以看出本研究量表的聚合效度与建构效度良好。研究构面量表的详细分析结果与题项内容请见附表一。

表1 验证性因素结果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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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数据分析程序与方法

为了更精确地验证本研究的假设，故采取SEM的分析方法，主要目的便是能确定潜在变量与潜在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分析的过程是依循安德森和格宾（Anderson and Gerbing，1988）所提出的二阶段法进行。第一阶段先就各构面进行Cronbach’s α系数分析与验证性因素分析，以检定各构面量表的信度、聚合效度与建构效度，第二阶段则应用结构方程模型中的嵌套模型分析法（nested-model analyses）检验各项假设。另外在数据样本数上，丁、维利瑟和哈洛（Ding，Velicer，and Harlow，1995）建议样本数最少应在100～150之间才适合使用最大似然法（MLE），本研究的样本共有177个故使用MLE来进行整体模型回归系数的估计是符合要求的。最后，在整体模型拟合度的检定上，则以χ2
 /df，GFI、AGFI、CFI、RMSEA等指标作为模型拟合度之判断标准。

依据本研究所推论之理论模型，本研究共有六个研究假设，因此本研究设置了六个嵌套模型用以验证本研究模型构面之间的因径关系，各模式设定如下。

理论模型（图1）：模型中所有潜在变量间的因径系数均不限定，这将是比较的基准也是最适恰的模型，本模型之自由度为291、卡方值为568.48，此将是六个嵌套模型的比较基础。

模型1：验证假设1.1，个人网络位置之情感中心性对离职意愿的直接影响，设定此因径系数为0，自由度为292。

模型2：验证假设1.2，个人网络位置之咨询中介性对离职意愿的直接影响，设定此因径系数为0，自由度为292。

模型3：验证假设2，一般信任对离职意愿的直接影响，设定此因径系数为0，自由度为292。

模型4：验证假设3，特殊信任对离职意愿的直接影响，设定此因径系数为0，自由度为292。

模型5：验证假设4.1，个人网络位置之情感中心性对特殊信任的直接影响，设定此因径系数为0，自由度为292。

模型6：验证假设4.2，个人网络位置之咨询中介性对特殊信任的直接影响，设定此因径系数为0，自由度为292。

（四）分析结果

1.相关分析

由表2可以得知，离职意愿、工作满足、一般信任与特殊信任呈现显著相关，其中又以工作满足为最高，一般信任与工作满足、工作特性也显著相关，其中仍以工作满足为最高，特殊信任与一般信任、工作特性、情感中心与咨询中介也显著相关，这些结果显示研究构面之间有发生线性重合（Mulitcollinearity）的可能。因此尼霍夫和穆尔曼（Niehoff and Moorman，1993）建议，研究者遇到此问题时，可以使用嵌套模型分析法来解决，最后，研究构面之间的显著相关，亦透露出与研究者假设相吻合的信息。

表2 研究构面平均数、标准差与相关系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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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理论模式探讨

图3是本研究结果的整体呈现，本研究将因径系数达显著的以实线表示，未达显著的则以虚线表示，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个别指示变量与潜在变量间的因径系数，全都达到显著。这表示这些因径系数皆有达到收敛效度，可以说是符合分析模型的基本要求。我们再由理论模型的拟合指标卡方值/自由度=1.95，GFI=0.85，AGFI=0.82，RMSEA=0.07，CFI=0.90，得知本研究模型拟合度得到验证，亦即本研究模型是符合理论且具有效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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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理论模型实证结果

注，X1
 ：内在满足，X2
 ：外在满足，X3
 ：社会满足，X4
 ：工作独立性，X5
 ：工作多样性，X6
 ：工作反馈性，X7
 ：工作合作性，X8
 ：同僚信任，X9
 ：主管信任，X10
 ：公司信任，X11
 ：在工作上遭遇困难时，您会请教哪些同事，X12
 ：在工作上遭遇到困难时，哪些同事会主动指导您，X13
 ：在处理日常事务上，您常和哪些人讨论相关问题，X14
 ：哪些人和您聊天时会谈到个人私事，X15
 ：请勾选您觉得最熟的同事三位以上，X16
 ：若在工作上遭遇挫折或受上司责难，您会向谁吐苦水，Y1
 ：假若您目前所工作的公司和所从事的工作都保持不变，您认为自己在三年内（从今天算起）还会继续留在这个公司的可能性多大，Y2
 ：您是否常想到离开您的工作，Y3
 ：您在以后的几个月离职的可能性有多大，Y4
 ：我觉得他具备胜任其工作所应有的知识及技能，Y5
 ：我觉得他的行为是稳定可靠的，Y6
 ：我觉得他对我是诚实坦白的，Y7
 ：我觉得他不会占我的便宜，也会为我的利益与面子着想，Y8
 ：整体而言，我觉得我信任他

3.研究假设探讨

本研究共有六个研究假设，亦利用此六个研究假设设置了六个嵌套模型。我们使用卡方差异性检定，因为每一个嵌套模型皆相差一个自由度，因此如果嵌套模型的卡方值与理论模型的卡方值相减达到显著（Δχ2
 ＞3.84），表示该设定为0的因径系数是显著的。本研究结果显示，模型4、5、6都达显著。嵌套模型分析结果请见表3，假设验证的结果请见表4。其中假设2不成立，极有可能是因为受到工作满足与特殊信任此两个构面的控制造成的。

表3 嵌套模型分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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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研究假设与实证结果

[image: ]


4.间接效果与直接效果的讨论

SEM的分析方法可以将构面与构面的因果关系验证出来，也就是说可以了解各构面间的影响是直接效果还是间接效果。就本研究的实证结果得知，特殊信任对离职是直接效果（-0.19），情感中心性对特殊信任是直接效果（0.20），咨询中介性对特殊信任是直接效果（0.18），所以假设3、4.1以及4.2成立。

然而情感中心性与咨询中介性对离职并无直接效果存在，假设1.1与1.2并不成立。情感中心性必须通过特殊信任才能影响到离职意愿，是间接效果（-0.08）；同样的，咨询中介性对离职亦是间接效果（-0.05），必须透过特殊信任才能影响到离职意愿。

一般信任在相关分析（见表1）中与离职意愿高度相关，但是在模型中其效果却被控制住，这是由于一般信任与工作满足高度相关，与特殊信任也相关，所以对离职意愿的直接效果被控制，因此假设2不成立。

过去有些理论认为，工作满足与特殊信任是一般信任的原因而非结果（Whiteley，1999；Luo，2005），但这并非为本研究所欲探讨的地方，因此我们也难谓一般信任是前置变量，谁是谁的中介还有待更多探讨。

5.其他控制变量探讨

本研究控制了对离职会产生影响的变量——工作满足、工作特性、教育程度与公司年资，其中仅有工作满足度构面是显著的且其解释力非常高（-0.65）。工作满足是过去离职意愿研究被引用最多的自变量或控制变量，本文再一次证明了其重要性。其余三个变量（工作特性、教育程度与公司年资）虽然有部分文献显示其与离职意愿相关，但以本研究来说都未达显著。以往研究都显示年资是一个重要解释因素，但在本研究中却不显著，主要是因为该公司员工年资普遍偏低，高于三年的仅有13.4%，高达86.4%的人年资都低于三年。在如此同质的状况之下，此变量无法与离职产生显著相关便不令人感到意外了。至于工作特性，本文是将工作多样性、工作回馈性、工作独立性与工作合作性四个构面合起来视作一个变量，并以为多样变化的、回馈快速的、独立的以及合作机会多的工作为“好”工作，可以留住人。然而，实际上工作“好”与“坏”的评价往往因人个性不同而有所不同，所以内部评价的不同会抵消其影响离职意愿的效果，因而不显著。

（五）结论与建议

1.结论

利用社会网络之个人结构位置与信任关系来探讨离职意愿是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在学术讨论上，本研究的发现有两个主要贡献。

（1）过去的社会网络对离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关系以及个人中心网络的探讨，尤其是个体社会资本如何影响调动的难易程度（Granovetter，1973；Lin，1990；Bian，1997），间接地影响了一个人的离职意愿。与网络结构相关的研究则主要指向离职的后果（Krackhardt and Porter，1985；Krackhardt and Hanson，1993），较少研究离职的成因。这里我们直接以网络结构的概念分析离职意愿的成因，并以中国大陆的资料加以实证。

（2）信任已被视为知识分享、公民行为、合作行为以及降低离职意愿的重要因素，但过去组织行为对信任的测量采用的都是李克特心理量表，测量的是一般信任。这里我们采用华人心理学的理论，将信任分为一般信任及特殊信任，并以可信赖行为量表做整体网络资料的收集，以得到特殊信任的指标。

实证结果发现，两两关系层次的特殊信任与离职意愿呈现负向关系，表示个人越多两两之间的信任关系则越不容易离职。而特殊信任的来源则是个人有利于资源获得的结构位置——咨询网络中介位置，以及发挥个人影响力并取得情感支持的位置——情感网络中心位置。但这些有利位置并不如原先强连带优势理论及结构洞理论所预期的，会直接降低位置拥有者的离职意愿。所以个人结构位置对离职意愿并无直接效果，而只有通过特殊信任的间接效果。这些发现是我们研究的主要贡献，其中以结构的观点区分了组织信任为一般信任及特殊信任，并指出嵌入在社会网络结构中的特殊信任才是个人结构位置间接影响离职的因素。

至于全公司层次的一般信任，其与离职意愿以及工作满足都呈现高度相关，但在SEM模型中效果却被控制住了，主要原因是工作满足的因素。然而一般信任与工作满足之间谁是因、谁是果却没有足够的理论加以厘清，所以谁是谁的中介变量，这里未能探讨。

至于控制变量的结果，工作满足一如过去大多数的研究显示，与离职意愿呈现显著负相关。但原来在其他研究中呈现相关的工作特性、公司年资与教育程度在本研究中影响则并不显著。

2.研究限制

本研究虽试图厘清个人、组织与社会网络与离职意愿之间的影响关系，但由于整体网络数据的收集需要封闭网络，所以必须全公司或公司中某个部门全体员工接受调查，基于资料取得不易又必须一个团体一个团体地收集，所以不会是随机抽样。样本非随机抽样而是立意抽样，将限制结论的推论能力。

本研究的抽样方式可以视为一个个案，所选样本是位在苏州的高科技台商的白领办公室本地人员，可以视为中国大陆大型制造业台商的代表性样本，所以推论范围也受限于此类型的公司。未来需要更多的研究持续进行加以验证，建议后续研究能针对服务业、中小型企业或制造业销售营销的工作人员进行探索。更多的个案研究才能形成普遍及于所有中国大陆台商公司的推论。

其二，本研究的社会网络问卷多半来自西方的强、弱连带概念，主要调查的是情感网络与咨询网络（情报网络因为在过去的华人研究中多不显著，所以此次研究排除）。华人社会是个人情社会，在社会关系理论上已有许多研究发现其与西方社会的不同，关系分类的方法也不相同（费孝通，1948；Hwang，1987；郑伯埙，2003），西方的问卷势必无法完全反映华人的关系，我们急需将网络理论与问卷本土化以挖掘出更多的华人关系与行为的因果关系。

3.未来研究建议

社会网络结构还是组织行为研究中较少被探讨的部分，虽然非正式结构对组织中个人行为以及集体行为的影响已被不断讨论，但相应的实证研究仍然不多，国内的研究更少，而华人重视关系，人际关系的因素值得组织行为学者投入更多心力。如上所述，本土心理学者指出华人在强连带（情感连带）与弱连带（交换关系或工具性关系）之间还有一种混合性关系（工具加上情感关系），这是在西方现有的网络理论中不存在的。如何将之变成理论并加以衡量，以纳入本土的组织行为研究，是一个值得思考的方向。

其二，在离职意愿化为行动的过程中，工作机会的产生正是社会网络理论的着力之处。过去相关研究多以产业别、职业别、失业率、经济景气等指标来代表工作机会，但社会网络理论却直指人脉与结构在其中的重要性，如林南、恩瑟尔和沃恩（Lin，Ensel and Vaughn，1981）的研究说明了个人的社会关系越丰富，相对所带来的工作机会也越多；而且人际关系通向拥有丰富资源的他人，这个关系也能带来更有价值的工作机会（Lin，1990），林南称这类人际关系网络为个人的社会资本（Lin，2001）。

社会网络理论分析离职机会的研究已十分丰富，也有相当成功的对华人社会的研究（Bian，1997），这里只做了第一阶段离职意愿的研究，如欲以社会网络理论完成完整的离职研究还应该加入这一部分，这是我们更待努力的方向，以及未来应该整合进来的议题。

其三，本研究以社会交换理论、相互为利信任理论以及强连带优势理论支持社会关系会带来信任关系，从而导出假设4——两个个人有利的关系结构位置会扩大个人特殊信任网络。因为欠缺理论的支持，所以倒过来的因果关系就不在本文的考虑之列。然而观乎华人行为，以先付出信任换取关系者所在多有。汉光武帝只身收服铜马贼，李世民夜宿敌营，郭子仪单骑入回纥，都成历史佳话，展现出华人先信任以建关系的行为方式。如何建立理论以描述此类华人行为，从而使得模型中关系与信任从单向因果变成互为因果，值得学者研究。

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在个人结构位置与个人离职意愿的互为因果上。诚然，一个有离职意愿的人会疏于继续经营其公司内关系，所以在时间序列上，两者应该互为因果。然而，离职意愿很强而久久不能离职以至于会影响到其社会关系的情况很难说是经常出现的状况，所以以离职意愿为因、个人结构位置为果的理论较难视为普遍性的假设，故这里暂不采纳。互为因果的问题有待时间序列数据加以验证，这会是厘清结构与态度因素因果问题的重要研究，希望更多后续研究在历时性资料收集之后，能在这方面有所成就。

其四，华人社会是一个特殊主义的社会（Ho and Chiu，1994），特殊信任的概念十分贴切地描述了华人行为的特质——每个人都在建自己的人脉网络，其实就是在建立一个具有特殊信任的关系网，后者是华人动员资源最重要的依据。如何管理一个人人都在建立自己的信任网络而易于形成派系的华人组织，也是本土管理学值得研究的议题。信任网络（Cook，2004）是一个较新的概念，尤其适合于华人的管理问题，也最容易在华人社会中找到深入研究的线索，需要未来更多的投入使之深化，而成为更有解释力的理论。

其五，本研究探讨了一般信任的后果，虽然一般信任的前因在西方的组织行为研究中已不乏探索，但在本土研究中仍有发展空间。尤其是本研究中一些原本该显著的控制变量结果并不显著，效果似乎被控制住了，其中工作特性与一般信任高度相关，其间的因果关系值得探究。

其六，已有不少西方理论与华人心理学探讨了关系的来源，但一个人关系网络结构位置的成因则较少被触及，这两者之间固然大致相似——好关系的人一定会带来较有利的结构位置，但一个公司内的社会网络结构本身应该也会影响其中成员有利位置的取得。

最后，本研究采取了“正面”的角度来看待人际关系，这正是西方社会资本理论的特色，但最近一连串国际上的华人管理研究都开始正视其“负面”的效果，其中“封闭”、“派系”就是带来负面影响的最主要因素。此一因素是一个集体层次的变量，会影响的往往是“集体的利益”，如降低公民行为，减少知识分享，削弱脑力激荡的效果，阻碍合作等。不同结构中，个人结构位置会影响个人行为，进而影响到集体行为的结果，如在没有派系的结构中，中心者会是非正式领袖，但在有两个以上派系的结构中，则中心者会变成派系斗争的风暴中心。这些负面的集体结构因素如何影响个人行为，是一个建立跨层次分析模型的好题目，也正是社会网络研究试图跨越个体行为与集体行为之间作其桥梁的宗旨所在。这类研究在国内外文献中都较少提及，值得我们努力加以探索。

（六）政策与管理意涵

我们的研究发现在台商留才政策上有如下几点启示。

（1）工作满意度是离职意愿研究中最常被引用的因素，本研究的实证结果显示，其重要性在中国大陆本土员工中依然存在，所以提高员工工作满意度仍是留才的第一要务。

（2）如同华人心理学家所指称的，华人除了重视一般信任外，也重视特殊信任——也就是两两之间的信任。特殊信任亦是影响离职意愿的显著因素。这说明为员工创造合作机会，并鼓励员工在合作中展现可信赖行为，对员工的两两互信十分重要，且可以降低员工离职意愿。

（3）特殊信任最主要的因素来自社会网络变量，一个人如果是大家的情感依赖对象，或是资源交换的中介者，则其特殊信任关系较多，离职意愿也较低。所以依据过去对社会关系来源的研究显示，在聘用员工时，录取外控性格、情商高及外向性格者较能促进公司内员工关系。另外，以任务团队、非正式午餐会、轮调以及跨部门培训等方法增加员工的互动，也是增强员工两两关系的方法。

（4）一般信任与工作满足和离职意愿都高度相关，但在SEM模型中控制了工作满足及特殊信任之后，一般信任对离职意愿的效果变得不显著。虽然特殊信任与工作满足之间的因果关系仍有待厘清，但其对离职意愿的间接效果值得经理人注意。如何创造一个互信的公司环境是留才的重大课题。一般来说，重视程序公平，能够与员工分享愿景，以及员工间两两信任关系多的公司，其整体的一般信任较高，所以重视这些因素可以通过信任环境的营造，间接降低员工的离职意愿。

在这个研究中，理论建构上，我们用了劳动力市场的社会网理论建构了一个解释离职意愿的模型；在实证上，则用了整体社会网分析方法收集整体网资料；在变量测量上，读者则可以看到外向中心性、内向中心性以及中介中心性等利用社会网分析得到的变量。这些方法正是本书要介绍的内容，读者在此理解这个研究可能有困难，但读完本书后再回来看这个研究，就能了解其中所使用的方法。

五 小结

社会网理论的发展有其传统，最早由齐美尔（Simmel）提出概念，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形成一连串中层理论，同时社会网分析方法的提出，终于使社会网理论不止于概念的陈述，而能产生可检证、指定清楚的模型。发展至今，社会网理论作为一个大型理论，它提出的概念架构依然在很多研究领域中攻城略地，比如麦奎尔与格兰诺维特（McGuire and Granovetter，1993）试着用这套分析架构了解行会的形成以及工业标准的设立，格兰诺维特（Granovetter，2000）也将触角伸入企业集团的研究。在国内类似的有待开发的领域更多，比如边燕杰对企业社会资本的研究，柯志明（1993）、陈介玄（1994）等人分析中小企业对外取得资源的模式，周雪光等人（Zhou et al.，2003）及罗家德（Luo and Yeh，2001，2002）则在探讨社会网如何成为治理（governance）的一部分。这些研究都使用了社会网理论的架构，把个人置入社会结构（社会网结构）之中，既研究结构的约制，也强调个人的能动性，从而分析社会结构在与个人互动中如何相互改变，以社会关系、关系内涵、关系强度、社会网结构、个人结构位置等因素以及信任、情感支持、资源取得、信息传播、人际影响等诸多中介变量分析社会行动的成因与过程。作为大型理论，社会网理论固然提供了一个看待社会结构的崭新观点，也承诺要在个体行为与宏观现象之间建一座桥，但到目前为止，社会网理论对宏观现象的解释较少，也未对整体社会做出一个完整的解释系统，这有待社会网理论学者更多的努力。过去社会网理论因为无法对整个社会的演进动力提出一套解释，而在大型理论的发展上让人觉得有些缺憾，然而晚近一群物理学家的加入，以随机图形理论解释小世界现象的产生，从而发展出一些解释网络动态的模型（Watts，1999）。渐渐地，整个社会被视为一张网，网的结构如何变化，哪些力量可以促成变化，有了新的理论加以解释。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发展，它可能为历史发展动力提出新的解释（Watts，2003；Chang and Luo，2002）。

与其他很多社会学的大型理论不同的是，社会网理论对新议题的攻城略地往往标识了一个理论的开始，而不是一个理论的全部。后续的理论研究要向中层理论发展，进一步指定出可作检证的模型，而且网络动态学（Dynamics on Networks）的建构模型更采取了正式模型的方式，而不像本章所示的这样简单的线性模型。本章以劳动力市场或内部劳动力市场为例，看到相当多的社会网理论对转职、离职、求职与升迁等议题提出不同于以往的解释，格兰诺维特的“弱连带优势”、边燕杰反向强调中国社会中强连带的重要、博特的“结构洞”、林南的微观社会资本理论以及魁克哈特对组织内情感网络的研究，让社会网的分析不再是概念的阐述与解释，而是提供了社会网概念与这些概念的因果机制。

过去对这类现象的研究往往有其盲点与难以克服的限制。比如，过去对于转职的研究一直都倾向于以传统经济学中社会性孤立的观点，假设人类是理性而自利的，所有经济行为完全不受社会关系与社会结构的影响，因此员工只要比较转职的成本效益分析，即可以做出转职决定。但是新工作机会从何而来？新工作的内容、收益回报以及工作环境等信息如何取得？做决定时他人如何影响？外在的工作机会被化约成了与转职者个人不太相关的景气不景气、行业就业情况等变量，外在环境如何与个人互动？这些似乎都无法被理性选择理论解释。相对而言，组织行为学，尤其是人群关系学派强调了非理性的因素。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员工的态度，尤其是情感性的工作满意与组织承诺对个体离职意愿产生重要影响的种种论述，但这似乎是个人意愿的问题，都是由个人的工作特性、社会经济背景与人格特质来解释这些个人情绪的产生，仍不见在组织内与个体紧紧相扣的社会环境之论述。

社会网理论正好为宏观社会环境与个人选择、个人意愿之间建立了一座桥，社会关系网是员工本身所发展出的互动关系。在这一张社会网中，个人位居自己社会网的中央，社会网中的每个人都预期将来彼此会继续来往，一方面，个人与社会网中的其他人之间存在着程度不同的情感性关系；另一方面，当个人需要其社会网中某一人所能支配的某种特殊资源时，他可能请求对方将其所控制的资源做有利于自己的分配。情感的支持与资源的交换解释了个人与组织内和组织外社会环境的互动。社会结构的形态以及一个人在结构中所占的位置因此可以影响个人的意愿与决定。

最后，本章以转职行为为例，以社会网理论指定了一个可以检证的模型。长久以来，社会网问卷与社会网分析方法的发展帮助我们测量了关系、结构位置与社会结构等概念。比如，组织研究的社会网分析就聚焦于测量员工在公司内社会网络中可运用的有价值资源，包含“情感网络”与“咨询网络”两个方面的讨论，并且魁克哈特（Krackhardt，1992）发展了很多问卷。又比如，社会网分析提供了一些结构指标，如个人的程度中心性、中介中心性等，终于使得上述的一些社会结构概念可以测量，从而成为模型中的自变量。

这里的转职模型的指定固然是新的解释模型，但本章的目的并不在于建立一个转职的社会网模型，而在于说明社会网理论从大型理论的概念架构，到解释劳动力市场现象的中层理论，到发展出指定清楚的因果模型，环环相扣。有时社会学界会以大型理论作为社会学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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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实际上任何社会学理论的发展都是大型理论、中层理论与理论模型等一系列的发展，缺一不可，否则一个理论就不具有实证上的意义；而理论发展的过程中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也是交互使用的，在实证的过程中则定量分析更不可少。在一项好的研究中，理论发展各个阶段俱全，定性、定量研究也需兼容并用，不同专长的学者更需携手合作，任何在工具使用上谁优谁劣的争执都是虚假命题，不具意义。而任何阶段的理论工作都有其贡献，只有大型理论的解释是不完整且无法实证的，只有因果模型而没有理论指导则是“无大脑的实证主义”，不应该执其一端而有所偏废。在社会学中，长期以来中层理论的发展还略显不足，以至于理论与实证常有两头不接的困扰，今后的理论发展，在这一方面应有更多的投入。

附表一 各构念之验证性因素分析、信度与问卷题项内容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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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理论模型可以分成两大类，一是因果模型，一是系统模型，本章只涉及社会网理论的因果模型，所以系统模型就略而不谈。


 [2]
 截至1986年统计，与工作满足相关的变量为离职研究者引用78次，而组织承诺只有13次。


 [3]
 我们使用此一particularistic trust的名词是因为中国本土心理学者Ho and Chiu（1994）称中国社会为特殊主义（particularism）的社会。


 [4]
 但作者对此种分类方法却不以为然，仍然认为魁克哈特（Krackhardt，1992）原先分社会网络为情感、情报、咨询三类更好，因为这三类都是传递资源的网络，也都可以用行为去衡量，信任网络却是心理变量，必须用态度问卷加以衡量。而且，信任也不单单来自情感，交换一样会创造信任，所以直接以信任取代情感，有失偏颇。


 [5]
 比如台湾的社会学界就曾长期陷在理论与实证的对立中，而其所谓理论多半止于大型理论；类似的情况还发生在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的对立上。


第二章 社会网分析在社会学研究中的角色

一 社会网分析在理论上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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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社会结构的图像

过去在社会学分析中，我们往往会有一个社会结构的图像，主要是把社会视为图4所示的社会群体的集合。社会群体主要是以阶级、地位、种族、年龄、性别、地域与宗教来加以区分，社会就好像一个n维空间中许多小方格堆砌起来的结构，个人则属于某一社会群体，接受该群体的社会化，并表现出符合群体要求的行为。在这样的社会图像之下，社会学最主要的研究是阶层、女性、老年、少年、宗教、民族等议题。

这个图像之下，我们又如何看待社会行动呢？以上一章讨论网络理论的大型理论时使用的消费者行为为例，生活风格成为这样的社会学分析强调的重点，而针对不同生活风格的人进行分众营销，则成为营销学借用社会学理论发展出来的研究成果。

其实早在20世纪中期，凡勃伦（Veblen，1961）就已提出消费不只有实用价值，也有代表阶级与权力的象征性符号价值。他以中国女人裹小脚为例说明，一个家族宁可丧失一个女人的劳动力，也要借此表达出家族的社会地位。不过那个时代里，对符号价值的消费还是有闲阶级的特权，只被用来彰显、象征少数人的特殊地位。布迪厄（Bourdieu）在《区隔》（Distinction
 ，1984）一书中研究文化产业的消费时则指出，品味（taste）其实来自一个复杂的社会过程，它包含了对某些社会资源的专擅，对某些知识的垄断。一个人的气质、教育、生活形态在他的文化品味中表现出来，一群人也借着品味的不同标示出与另外一群人的不同。品味的形成往往有其历史性与社会性的长期建构，一个人的品味则来自他的社会化过程。借着家庭教育、学校教育、日常生活的潜移默化、周遭亲友施予的正反制约，品味被深深内化为一个人对自我及对某一社会群体的认同，借着这种认同而产生自我肯定，所以隐含的社会结构会在人们潜意识地表达品味之时表现出来。简单地说，品味是一个人对社会结构的感觉，也是消费社会中社会结构的外显表现方式。一个社会群体会透过社会化过程将其文化符号——品味——传达给其成员，因此在不同群体争取社会资源甚至支配地位时，品味变成被高举的大旗，是成员相互认同的标志。靠着消费行为所传达出来的信息，人们可以很快地找到谁是“同志”，谁是“敌人”。一个来自上流社会的青年，西装笔挺，书香味重，出入高级俱乐部，与一个来自底层社会的青年，衣着破落，土里土气，他们举手投足间就表达了不同的气质，这也反映在每一次消费行为的抉择上。于是消费变成一个人表达自己的符号，是一群人与一群人相互认同的外显标记。我们不需要了解一个人的思想、兴趣、喜好与生活经历，只凭着他的消费方式，就往往能认出我们是不是一类人，我会不会喜欢他。不同阶级、地位、种族、年龄、性别、地域与宗教的人，不经意间会借着消费表达出他们不同的气质与品味。如果走错一个地方，或认错一群人，比如老学究跑进了摇滚舞厅，人们马上会感到格格不入。不用与人交谈，仅凭消费所传达的信息，我就知道这里不属于我，并产生对“我群”的认同感，与对“他群”的排斥感。在分众消费的“消费社会”里，消费变成了一种无声的语言，不用说话，每一个人却都在消费中表达自己。

这样的社会分析有其价值，也带动了分众营销的风潮，但格兰诺维特却称这种观点为过度社会化观点（Granovetter，1985）。相对地，他提出了镶嵌观点（Granovetter，1985；1992），一方面调和了低度社会化（见第一章消费者行为的经济分析）与过度社会化的观点，同时也避免了“社会性孤立”的假设；一方面保留了个人的自由意志，另一方面又把个人的行为置于人际关系互动网络中，以观察其限制。此一观点强调行动者在从事一项经济行为时，固然有自己理性的算计与个人的偏好，但他却是在一个动态的互动过程中做出行为决定的。他会和周遭的人际社会网不断地交换信息，搜集情报，受到影响，改变偏好，所以行动者的行为既是“自主”的，也“镶嵌”在互动网络中，受到社会脉络的约制。诚如格兰诺维特（Granovetter，1985：57）所说的：

然而在过度社会化观点中，社会影响个人行为毋宁是太机械化了一些：一个人的社会阶级或职业市场区隔一旦是已知的，完美的社会化使他的行为方式已经被决定了。社会影响就像自然神论者（deist）的上帝，一旦以一股力量让静物动了，就放任不管，不再加力——这是一股足以改变人的行为，并注入人的身心之内的力量。我们一旦知道这股决定性力量，当时正在作用的社会关系与社会结构好像都变得无足轻重似的。社会影响已经注入人的大脑，所以在实际下决定时，个人就像“理性的经济人”一般，只是依照不同的规则下决定。比较精密的理论（也是比较不过度社会化的论点）则指出，文化的影响不是一次决定的，而是一个不断进行的过程，在人际互动之间塑造或重塑个人。不只如此，文化本身也因为个人的需要而受到重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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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人际关系图——一个新的社会结构观点

镶嵌观点把社会视为如图5的一个人际社会网，其中“节点”代表一个人或一群人组成的小团体，“线段”代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样的社会图像中，社会是由一群行动者、这群行动者间的关系以及这些关系所构成的网络结构所组成，以此图像做消费者行为分析，我们会着眼人际传播、示范效果以及消费者的信任与关系等议题，并在营销学上产生“一对一营销”以及“口碑营销”的研究。

其实最早提出一个人周遭的人际关系也会起示范效果的是美国社会学家，也是传播学界与营销学界的重要学者拉扎斯菲尔德（Lazarsfeld，1957），他反对传统的大众传播理论，后者认为大众传播是影响一个人的消费行为最主要的因素，而且，广告打出去之后，最早接受新观念、新产品的是先知先觉者，社会地位高的人最具有这种先知先觉的能力，也对别人最有影响力。但拉扎斯菲尔德在《个人影响》（Personal Influence
 ，1955）一书的研究中发现：第一，大多数的人是受别人影响，而非受大众传播影响。大多数的人可以指出其意见领袖，所以通过大众传播的观念是透过意见领袖才成为个人意见的。第二，意见领袖不见得是社会阶层高的人，尤其在消费行为中，意见领袖是多元的，不同阶层的人其意见领袖都不同，而且常常是个人意见去寻找意见领袖，而非意见领袖去影响个人意见。第三，不同的消费事项会有不同的意见领袖。比如说，一般生活品之消费的意见领袖，通常是大家庭的母亲，其中人际关系广的妇女影响力会很大。时髦品消费的意见领袖，则通常以年轻女孩子为主。任何个人的决策事实上都受到他人高度的影响，他人效用函数会对个人的消费行为产生示范效果。格兰诺维特在《集体行为的门槛模型》（Threshold Models of Collective Behavior）中即强调，消费可以算是一种集体行为，刚开始参与者很少，但后来会有愈来愈多的人受到示范而参与，最后在大家都参与的影响下，个人会受到社会压力而不得不参与，消费者会滚雪球般地增加，格兰诺维特称此为“门槛效果”（Granovetter，1978，1986）。蒙哥马利实证了这个理论（Montgomery，1991），他发现新产品的采用会产生一种指数曲线，证实了示范效果、社会压力效果以及滚雪球现象的存在。我们的营销策略不就反映着人际社会网的影响力吗？如我们会以“你走在流行的尖端”打动那些先知先觉者，以“正在热卖中，最后机会欲购趁早”的示范效果刺激后知后觉者，以“大家都有了，只有你太逊”的社会压力压迫不知不觉者。美国传播学者罗杰斯（Rogers，1995）就指出，人际关系与意见领袖是最主要的非正式信息渠道，消费行为的传染多是在这种非正式渠道中进行的，一个信息灵通的传播网络是新产品是否上市成功的关键所在。

在这两个社会结构不同的图像中，我们看到其对消费者行为提出了很不相同的分析架构。前者强调的是阶级、地位团体、种族、年龄、性别、地域与宗教的研究以及这些社会群体对人的社会化的作用、形塑出来的社会力以及这些社会力的冲突与融合等，在消费者行为的研究上，则带动了生活风格的调查以及分众营销的实务。后者则分析了行动者，包括个人与组织，也着重行动者间的关系和社会互动，更强调结构如何使个体的行为与个体间的互动结合为总体现象以及不同结构如何影响总体现象的结果。在消费者行为的研究上，此一架构则带动了人际传播的研究，并发展出关系营销与口碑营销的实务。

社会网分析在社会学理论中的价值是其提供了社会嵌入分析架构中行动者间关系内涵的研究，更重要的是，它是目前为止对结构研究最有力的工具。本书主要介绍静态的社会网分析，可以分析在什么样的社会网中，什么样的结构特性如何影响行动者的行为，而近来有长足发展的社会网动态学则旨在分析社会网结构的形成与发展以及行动者的行为如何影响社会网的结构，本书将在最后一章略加介绍此一发展。这两个社会分析的架构都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各掌握了一定的分析视角而提出对社会经济现象有效的解释，更发展出在商学上极有实用性的知识。两者之间并没有谁对谁错的竞争关系，且有极大的对话空间。社会网分析作为镶嵌架构中主要的分析工具，解决了从关系内涵到网络结构的诸多问题，不但是此一架构中必学的工具，而且也是有志于两个架构间交互对话的学者应该注意的趋势。

二 社会网分析在方法论上的角色

在了解了社会网分析对社会学理论的意义，尤其是对镶嵌观点下的社会分析的意义后，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怀特这些人要引入数学的图形理论（Graph Theory），发展出一套定量的社会网分析呢？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要从方法论下手去探讨。

上一章中，我介绍了三个理论层次之间的关系，在图6中，我把这些理论发展过程中的方法标示在右列。当一个理论从大型理论发展到中层理论的时候，要靠定性研究。大型理论提供了一个观察问题的视角，也提供了很多解释概念，更提供了分析的架构。但如上一章所述的，这样并不足以做出实证性的研究，所以我们要从访谈、参与观察、焦点团体以及历史资料这些定性资料中进行归纳，看看这个理论可以解释哪些现象，对这些现象如何下操作性定义以及这些现象的因果机制是不是在现实资料中可以找出一个脉络。当然，我们发展理论也可能是演绎法，从人家的理论开始演绎。但演绎出来的结果还是要找定性的资料加以验证，看看解释得是否合理，在现实世界中是否存在，纯粹理论推演可能推到最后与现实完全脱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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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假设检证工作图

如上一章所述，中层理论也不足以用作理论检证，我们还要有理论模型。理论模型可以是正式模型，这就需要数学推演的过程或计算机仿真的能力，比如大多数经济分析的因果模型或社会网动态学中的系统模型都属于这类；也可能只是简单的线性因果模型，从中层理论指定（specify）出自变量就可以建立回归模型。中层理论和理论模型有一个差别，就是理论模型需要许多模型指定（model specification），指定自变量与因变量如何衡量，指定模型结构，指定因果函数，指定控制变量，指定待检证的假设。这些指定的过程，定性与定量资料是并用的。有的变量来自二手资料，如国家统计资料，但有些则需要在发展变量之前做访谈、参与观察与焦点团体的研究，如心理量表或社会关系量表，这类资料的指定就需要定性研究作为问卷设计的前导性工作。大多数上述的指定都是中层理论要在理论层次上提出的，但有时我们也会把一部分定量资料做资料挖掘（data mining），或在假设检证失败后用现有资料做资料挖掘，以求得更适合的模型，并据以修正模型指定，以待用下一次收集到的资料加以检证。

在图6中用圆圈框出来的假设检证工作是定量研究的重点，定性资料在假设检证上能做的十分有限，理由是资料的客观性。定性资料当然很期待有客观性，但主观观察得到的资料很难保持客观，哪些应该记录，哪些不该记录，不太可能完全没有理论指导。一个学者自小所受到的价值观的影响、所属学派、受过的理论训练都在发生作用，他做的记录往往反映出一定的理论观点。

当然，完全的客观并无可能，所以我们在方法上能做到的，是一群人的主观但经交互验证而得到的客观。实际上定量资料就有较好的交互验证能力，它先有操作性定义，再有资料的收集。比如我们观察一下什么叫交通流量，说好了只算汽车，不算机车与自行车，站在那里十分钟，估计一下汽车经过多少辆，很可能派十个人下去调查，有人说130次，有人120次，有人140次，但差距会有限，衡量也较精确。如果没有任何操作性定义与衡量方法，十个人派下去看一下交通到底挤不挤，有人特别注意自行车，有人注意行人，所以有人觉得比较挤，有人觉得还好，互相验证的客观性就不存在了。

定量资料的第二个价值，就是先有理论模型再有分析。如前面所述，好的模型是理论已经指定好自变量与因变量如何衡量、模型结构、因果函数、控制变量以及待检证的假设，愈好的理论模型工作就要指定得愈清楚明白，套入定量资料分析时，对就是对，不对就是不对，所以假设可以被证实或证伪。不同的资料分析者取得同一份资料，如果模型指定够清楚，则会得到相同的分析结果，所以研究具有较高的可重复性。定性资料的分析则往往容易受到研究者个人价值、所学理论或所属学派的影响，少了一个清楚的模型指定，所以做资料分析时，不同研究者登录的资料不同，取证的重点不同，甚至对资料的诠释也不同，比较难有相互验证的客观性。

最后是两个统计上的问题，到底定性研究有没有做假设检证的可能？一般来讲，任何模型都需要一定数量的资料，保有一定的自由度（degree of freedom）才能检证，否则估计值（estimates）会处在变动状态（transient），也就是每一次抽样得到的估计值都不尽相同，检证的结果不稳定。在统计上说，定性资料都是复杂模型小样本的资料，也就是自变量很多，但个案数量却很小。学过统计的同学都知道，当我们有一个复杂模型，比如有n个自变量，自变量愈多，需要的资料量也愈多，如今却只有少数的样本，个案少于n，模型根本不能被估计，有时多于n，但定性资料却很少能多到自由度充足而使估计值稳定，所以在检证上往往并不有效。

第二个统计问题是抽样，定量资料常常在抽样上要求是随机的。在一个范围内的随机抽样，在一定的抽样数量下容许一定的统计误差，其结论是可以推论到整个范围的。但定性资料很少是能随机抽样的，再加上抽样数量也小，所以其推论能力会受到限制。

定量研究的优点其实也就是它的弱点，它要求有操作性定义与测量方法，所以不免遗失很多资料的细节，另外它要求模型指定，不免要使理论抽象化，而丧失与现实的贴近，所以在理论发展的阶段与量表设计的阶段上，我们仍需要定性研究。但定量研究的交互验证的客观性却是定性资料所不能及的，所以在假设检证阶段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为了使我们在网络理论中得到的假设可以得到有效检证，发展这套定量的网络分析有其必要。

我们了解了定量资料在整个理论发展过程中的角色之后，作为为社会网理论收集与分析定量资料的社会网分析，其在理论模型的发展及模型检证上的价值就显而易见了。以上章所述的离职模型来说，社会网理论提出的假设中有一些变量，如“较多与他人交换资源的机会”、“得到最多资源”以及“得到最多情感支持”，如何测量这些关系与社会结构的变量，如何收集这些变量的资料，有赖于社会网分析方法中的自我中心网络问卷、整体网络问卷等收集资料的方法以及内向中心性、中介中心性等网络结构计算的方法。这些方法正是本书要介绍的社会网分析的内容。

其实定性与定量的研究往往是交叉进行、交互为用的，好的研究不但理论的三个阶段不可或缺，而且定性与定量的方法也缺一不可。下面我们来看，在整个研究过程中，怎样往往返返、交互使用定性与定量研究。我使用一位科学哲学学者拉卡托斯（Lakatos）所提出的“研究纲领”（research program）概念说明这个研究过程。拉卡托斯强调一个研究方案一定有一个内核（core），内核之外就会有很多保护层（protection belt）。科学社群往往同时有几个竞争性的研究方案，相互检证，通不过检证的往往会弃车保帅，放弃某些保护层以修正研究方案，但此一方案中的研究者永远不会放弃内核。直到此一方案可解释的新现象太少，解释力又弱时，新研究者不再加入，随着老大师的凋零，理论也走出学术舞台。此一理论内核蕴藏在大型理论之中，成为某一学派誓死保卫的观点。研究纲领的概念很类似库恩（Thomas Kuhn）的范式（paradigm），所不同的是范式之间无法对话，范式的移转也像革命一般突然变化，而研究方案之间是可以对话的，且对话的过程会带来此消彼长，慢慢演化。

当一个理论模型无法通过检证时，第一个被放弃的保护层是变量的衡量（measurement），因为衡量方法不同会给结果带来很大的变化，而衡量的方法又不涉及理论的内核，所以研究者可以改变衡量方法来挽救理论的被否证。

第二个保护层是控制变量，一个理论的内核往往结合一些辅助理论（auxiliary theory）才能建立可检证的理论，在发展模型中我们也需要指定待检证的理论与其他已证实的理论之间的关系。如果模型中加上这个控制变量与不加这个控制变量结果会不一样，于是就要证明人家的理论不好，不适合解释此一被解释现象。或要说明控制变量与自变量之间，是前置变量的关系，或中介变量的关系，甚至控制变量本身只是一个干扰变量而已。这类理论间的对话并不容易，而且也要受其他理论的公评，但却不会触及理论的内核。

第三个可以修正的是模型的结构以及自变量的函数形态，自变量的函数形态往往对统计结果影响较小，但对模型的因果结构却影响巨大。谁影响谁，y影响x，还是x影响y，两者之间是直接因果还是间接影响，或是两个同时被其他变量影响，或是两个相互影响所以形成同步方程式模型（simultaneous equation model）。这一类改变会显著影响统计结果，但这一类改变也进入到中层理论的领域，因为我们要重新思考这些变量交互影响的因果机制。另外，我们可能用定量资料做资料挖掘而找出更合适的模型结构，但新模型在理论上是否说得通？因果机制与原来中层理论指定的不一样了，要怎么改？这些改变会动到中层理论，所以定性研究必须重新回来检视理论的修正。

最后的保护层就是中层理论，一个大型理论可以解释很多现象，于是就有很多中层理论出现。以社会网理论为例，有些人做医疗研究，分析传染病传播；有些人做精神病问题，分析情感支持网络怎样影响一个人的精神疾病；有人做组织研究，分析社会网怎样影响组织行为、组织结构、旷职、工作士气等。当我们的模型一直通不过检证，模型的修正也无法解决问题时，就不能不回头看看中层理论是否需要修正。比如社会网学派跟威廉姆森的交易成本理论（Transaction Cost Theory）有很精彩的对话。威廉姆森不承认组织内与市场上的交易有个人信任（personal trust，1996），但承认社会关系在交易中的作用，权力、抵押品、声誉的威胁等可以创造基于理性计算而产生的算计性信任（calculative trust）。大家可以就这些不断做假设检证，可以继续讨论。如果我们的模型无法通过考验，社会网理论在谈组织成立，在谈交易、治理结构、组织边界时，可以做一些修正，至少它还是被威廉姆森的竞争性模型承认是有威力的，不是全部推翻了，只是承认一部分。修正了这些有争议的部分，整个模型还是有解释力的。

但中层理论有可能在解释一种现象的时候就一直无法通过资料的考验，比如社会网理论的内核强调理性之外有非理性行为，不但非理性行为常受情感性关系影响，而且理性行为也是镶嵌在网络中的，理性的自由选择会受到社会网限制。但有一些现象是纯理性的行为，完全没有社会网的空间。比如说有一种可能性，一个研究者研究超级市场的购买行为，用社会网去研究就有可能碰壁。这种情况下，社会网的内核扩张到这种现象的研究，理论言之凿凿，但社会网因素就是没有影响，所有假设检证的结果都不过关。这时可下结论：社会网理论本身没有错，是研究的领域错了。我们会放弃试图解释类似现象的中层理论，但不管怎样却不会放弃理论的内核。大型理论是永远正确的，它总能提供一个解释架构，找到很多现象加以解释，可以解释得很有意义。

这个过程使我们可以看到当检证不通过时，我们就必须一路从模型指定的修改，最后改到中层理论，也会用定量资料做模型指定寻找（specification search），然后用定性资料去重新修正中层理论。研究就是这样的，走过定性研究，走到定量研究，发展了中层理论，还要发展可检证的模型，最后用定量资料检证之；然后又倒回去，定量研究走完，走定性研究，如此往往复复，才能做出好的研究，方法上的偏废或在理论阶段上的不全都会阻碍学术研究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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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社会网研究的类别

——以组织理论与管理研究为例

如之前两章所述，社会网理论视角提出了不同于以往社会学所定义的社会结构，而视社会结构为一张人际关系网络，其愿景是沟通个体行为与集体行动的鸿沟，穿越结构与行动间的屏障，架起微观现象与宏观现象之间的桥，最后能将个体与集体间的互动过程放在一个模型中加以解释。四十多年来，我们有了十分丰硕的研究成果，只是各式各类的社会网研究，跨越了各个社会科学的重大议题，我们要如何了解这些研究都在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呢？

下面我们就以社会网理论中集体与个体的视角对所有社会网研究做了一个分类，认为存在七大类别。第一领域：受场力或集体社会网结构干扰的因素如何影响关系；第二领域：关系如何影响个体行动；第三领域：受场力或集体的社会网结构干扰的因素如何影响个体结构位置；第四领域：个体结构位置如何影响个体行动；第五领域：个体行动如何影响集体的社会网结构；第六领域：集体的社会网结构如何影响集体行动；第七领域：集体行动如何影响场力。根据各研究领域，本章以组织与管理研究为例说明每一领域要研究的内容，并阐述了社会网结构与社会关系如何在集体行动与个体行动之间搭起一座桥，其间的自组织现象更使得集体行动绝非个体行动的线性加总，而有着复杂现象的特性——不同的自组织会产生不同的行动结果，相同的个体行动可能在不同的结构中产生完全相反的集体行动。解开此非线性行为之谜，正是未来社会网研究要继续努力的重要方向。

一 一个分类社会网研究的视角

社会网研究作为社会学的一个理论流派，形成了独特的理论视角，认为社会现象不是个体行动者的简单加总，即个体加总不等于总体；社会是一个非线性的世界，社会现象之间不是（至少不完全是）简单的线性因果关系。社会网视角既不把个体看做是彼此无关联的自由原子人，也否认人在社会中是处于无自主选择的牢笼状态。格兰诺维特（Granovetter，1985）强调行动观点有时犯了“低度社会化”的谬误，结构观点又有时犯了“过度社会化”的问题，因为它们都忽略了一个中间的环节，就是社会关系以及社会网结构。社会网结构与行动是互为因果的：个体行动会自组织出社会网结构，社会网又会产生集体行动与场力，同时，场力又会影响社会网结构，场力与结构又对个体行动具有约束力量。社会网可以在结构与行动之间搭起“桥”，也可以在个体与集体之间搭起“桥”，通过分析关系与社会网结构，使微观个体行为到宏观的社会现象之间的过程机制得到显现和说明。

现在这种研究观点使网络动态学成一时显学，并与“复杂理论”的概念不谋而合。复杂理论发现物理世界中的自由分子会有自组织现象，最后发展出一些固定的“秩序”。比如，水蒸气分子本来是以布朗运动自由位移的，但在一定条件下，自由分子会凝结成水，分子之内的转动能不见了，分子之间则依相同的方向频动；在一定的条件下则出现耗散现象，比如在密闭空间中，下面加热，上面冷却，则会出现六角形的结构。这样的自组织与结构化现象的研究在很多领域得到长足的发展，如人工智能、脑神经网、演化、基因遗传与激光等，从这些研究中产生了一门新兴的、跨科际的学问——复杂理论。

同样的自组织与结构化现象也出现在社会、经济之中。格兰诺维特所说的“低度社会化”观点就好像水蒸气状态，每一个都是自由分子在空间中随机运动，踫上任何人都可以产生互动。“过度社会化”观点又好像固态的冰，所有动能都不见了，没有能动性的个人只有非常有限的自由，在场力形成的铁栏铁栅内处处受制。而我们实际的社会却是在这些不同状态中不断转变，更大多数的情况是大家既受场力的束缚，但也有能动性，更可以集合起来，也就是自组织出一些固定的结构，进而改变这些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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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场、行动与社会网间因果关系示意图

这些可用图7表示：在一个相对封闭的领域内，一个社会、一个经济体、一个产业或一个组织，我们可以称之为“场”（field；Boudieu，1966），场内有许多作用力，称之为场力。依照迪马齐奥和鲍威尔（Dimaggio and Powell，1983）针对组织定义的“场”：“组织场是一群组织组成的社群，它们从事类似的活动，并屈从于类似的声誉及规则压力。”换言之，使组织“屈从”的场力包括信息类的，如声誉、口碑、顺应流行等，以及规范类的，如风俗、道德、法律与制度等。

从社会网的观点来看，场力并不是直接作用在行动者身上就决定了行动决策，而是透过一个行动者身旁的关系及社会网来作用。一个人周围的人大多接受了某一信息，会使此人也相信此一信息；一个人周围的人大多服从着某一规范，就使得此一规范具有强制力，使此人也必须遵守。场力如何作用于个体关系的形成，以及个体如何在社会网结构中取得结构位置，是社会网研究的第一个议题。进一步的，个体关系与个体结构位置（配合着场力的作用）会影响行动者的行动决策。一群人持之以恒又相互合作的行动则会改变集体的社会网结构，从而不同的结构中，相同的个体行动却会“加总”出不同的集体行动，而这些集体行动一旦持续甚久又被制度化了，则形成了场力。图7中的箭头方向正在说明此一过程的因果关系，而社会网研究正是要辅助解析这个从集体到个体，又从个体到集体的过程，其中，社会关系与社会网结构是这个过程中间的桥。

基于图7中因果循环的理论架构，我们将社会网研究分成七个领域，图中椭圆形的文字框就说明了每一领域在此一因果关系链中的位置，下面分述之。

领域1：关系研究，以及个体因素（受场力或集体社会网结构干扰）→关系。如强、弱连带，信任关系等领域，大量的社会心理学研究增强了我们对关系如何形成、如何运作的了解，社会学研究则帮助我们理解场力如何形塑这些关系。

领域2：关系→个体行动，这是个体社会资本研究的主要领域，一个个体或一个企业的关系及自我中心社会网的广度、高度及多元性将会影响行动者的商业机会、资源取得，进而影响其生存与发展。为林南以及其借由个体中心社会网方法发展出来的职位生成法是代表性研究。

社会网研究主要就是两项，一是关系，一是社会网结构。一个行动者的社会网结构位置如何取得，以及场力并个体因素如何共同决定这些个体结构位置，是另一个主要议题，因此而有下述研究领域。

领域3：个体因素（受场力或集体的社会网结构干扰）→个体结构位置。一些组织行为学者或社会心理学者研究了个体结构因何而取得，亦有研究采用了HLM模型，以场力或集体社会网结构为干扰变量，分析个体因素如何影响个体结构位置。

领域4：个体结构位置→个体行动。博特的结构洞理论可谓这一类研究的开山之作与代表作，此后这类研究是集体网研究数量最多的一类。

除了上述研究集体的力量如何透过关系暨社会网结构影响个体行动外，社会网理论也分析个体行动如何“加总”成为集体行动，以及集体行动如何形成场力的问题。

领域5：个体行动→集体社会网结构。这就是行动者自组织过程的研究，也是动态社会网理论主要在处理的议题，其中最初引起社会科学界注目的就是小世界研究（small world；Watts，1998），以个体的“搭桥”行为以及“趋同”行为解释了为什么社会网会有小世界的结构。个体的某些行为方式会彼此联结，进而决定了大社会或局部团体的集体结构形态。

领域6：集体社会网结构→集体行动。一个集体的社会网结构又会进一步影响集体行动，这是集体社会资本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在组织研究中，一个集体的学习、创造力、知识传播、工作效能以至于一个战略结盟的成与败都受其内部社会网结构的影响。

领域7：集体行动→场力。一些群体的集体行动以及群体与群体间的互动会形成一个场域中更强大、具胁迫性的场力，如信息的累积会引爆流行，群体的相似行为会引爆趋势，或协议形成制度，以及共同认可形成规范。

以下分别就每一领域介绍相应的研究进展。本章并不是为了做社会网研究在组织领域的文献回顾，所以下面我只以一些较具代表性的文章说明各个领域研究的一些议题与理论，目的不在于穷举相关论文，否则较成熟的几个领域每一个都有汗牛充栋的积累，无法尽列，更不可能在一篇论文中详述。也因此，很多重要文章会被遗漏，毕竟，本章旨在以范例说明这个分类架构，而不在回顾文献。

二 七大领域的论文范例

（一）关系研究，以及个体因素（受场力或集体社会网结构干扰）→关系

引爆关系研究的是格兰诺维特的“弱连带优势”理论（Granovetter，1973），弱连带较之于强连带有更好的信息传播效果。举例说明，A有两个强连带B和C，基于好朋友互动频繁，所以B和C有很高的机会因为A的中介而认识。A传了一个信息给B及C，B又转传于C，而C早就知道了，所以B与C间的信息通路就是重复的（redundant；Burt，1992：18）。一个强连带很多的关系网中，重复的通路也往往很多，而弱连带则不太会有此浪费。格兰诺维特又进一步指出两个团体间的“桥”必然是弱连带。一个团体之内成员间往往互有连带，所以信息传播容易，但从一个团体传信息于另一个团体，有时仅仅赖于两团体中各有一名成员相互认识，而形成唯一的一条通路，这条信息唯一的通路就被称为“桥”。桥在信息扩散上极有价值，因为它是两个团体间信息通畅的关键，但它必然是弱连带，否则，两个人间的强连带会呼朋唤友在一起，使两团体间很多成员互相认识，这条信息通路就不再是唯一的，不再具有“桥”那么高的价值。

自此以后，社会连带（social tie）被分为了强连带与弱连带，一系列的研究将之变成可以衡量的概念，三个连带强度的构面——交情的久暂、互动的频率以及亲密的程度——都发展出了量表（Marsden and Campbell，1984），并被收录在美国一般社会调查之中作为全国性社会调查的项目（Burt，1982）。经过多年发展，社会网资料中关系的衡量与收集方法已得十分完善的成果（Marsden，1990）。

继镶嵌理论提出后（Granovetter，1985，1992），信任关系又成为关系研究中的显学，一系列的信任关系研究被提出，如朱克（Zucker，1986）描绘信任产生是建立在过程基础（process-based）、特征基础（characteristic-based）和制度基础（institutional-based）这三种来源上。过程基础信任生根于社会连带的相互性，特征基础信任建基于社会的相似性（social similarity），制度基础信任来自个人在制度环境下的自信（Creed and Miles，1996）。夏皮罗、谢波德和切拉斯金（Shapiro，Sheppard and Cheraskin，1992）提出了一个相似的信任模型，它们是威吓基础（deterrence-based）、认识基础（knowledge-based）和认同基础（identification-based）信任。个人利润—成本的理性计算产生相信对方会自我控制的信任，亲近和行为的可预测性来自认识基础信任，从社会结合与社会相似导致我群（we-group）意识产生了认同基础的信任。列维奇和邦克（Lewicki and Bunker，1996）保持相同的三个分类，只小幅改变威吓基础为计算基础（calculus-based）的信任，但他们却进一步建议这三种信任的类型是发展信任的三个阶段，而信任关系随着每一阶段的提升而变得更强。威廉姆森（Williamson，1996）则把信任分为可计算（calculative）的、制度的（institutional）以及个人（personal）的三种。

场力如何影响关系？不同文化中信任关系的研究提供了一些线索，因为不同文化之中规范与声誉效果展现着不同的风貌。比如，山岸、库克和渡部干（Yamagishi，Cook and Watabe，1998）通过在美国和日本进行的两个心理学实验为山岸的信任理论提供了经验支持。山岸的信任理论认为，社会不确定性促使特定合作者之间结成承诺关系（committed relations）。面对社会不确定性时，与低信任者相比，高信任者更少结成相互承诺的关系，也就是说，一般信任能够将人们从安全而封闭的关系中解放出来。

这两个实验是1993～1994年间在日本和美国进行的。在第一个实验中，受试者被分别带到独立而无法见到其他受试者的隔间并在计算机网络上进行模拟买卖的实验。在这一过程中，受试者充当买者，而所有的卖者都由计算机模拟充当，不同的卖者提供不同性价比的商品，但也有不同的欺诈可能性。研究者通过改变卖者的欺诈可能性来模拟不同的社会不确定水平。实验发现，当社会不确定性高时（即卖者欺诈可能性高时），受试者倾向于和自己熟悉的卖者结成稳定的交易关系，也就是说，即便有其他卖者提供性价比更高的商品，受试者仍倾向于与原来的贸易伙伴交易。同时，当社会不确定性相同时，这种倾向在日本和美国的受试者之间并无明显差异。

第二个实验前期步骤和第一个实验类似，但被试者在计算机上从事的是分配游戏。当被试选择与搭档合作时能够降低分配的风险，但也减少了可能得到的最大收益。在对结果的分析中，实验者做了一个2×2×2的因素交叉设计，即按照社会不确定性的高低、一般信任的高低以及国籍的差别对受试者做了分组的分析。实验结果进一步验证了实验一中的结论，即当社会不确定性高时受试者与特定伙伴间结成承诺关系的机会也高。同时研究者发现，一般信任较低者将比一般信任高的人更容易形成强的承诺关系，而当社会不确定性水平较高时，上述效应更强烈。文章还发现，在排除了社会不确定性以及一般信任程度的影响后，美国人和日本人表现出来的结成承诺关系的倾向并无差异，反而是日本被试者在遇到掠夺搭档金钱的机会时，选择掠夺的比例明显偏高。

据此作者推测，这说明了日本社会的“集体主义”和团体中结成紧密关系的现象，很大程度上来自其社会的高不确定性和低一般信任。日本人并非天性有更高的合作和结成关系的倾向，这只是在环境及周围人的监督之下不得已的选择。而脱离监督后他们实际上仍然表现出相当高的谋取私利的行为。山岸和山岸（Yamagishi and Yamagishi，1994）认为，日本的封闭团体内强大的规范力量，使得日本人缺少信任关系，拥有的是保证关系（assurance）。

哈根和乔（Hagen and Choe，1998）通过对文献的梳理、理论说明以及结合经验事实的支持，探讨了人们普遍认为的日本公司间高“信任”现象的本质。

作者首先对信任的概念做了澄清，指出日本公司间的信任最接近夏皮罗、谢波德和切拉斯金（Shapiro，Sheppard and Cheraskin，1992）三种信任分类中所说的“基于威吓的信任”（deterrent-based trust），这种“信任”其实是以一方有理由相信对方有合作的激励为前提的，因此更准确地说这实际上是一种相互保证而非无条件的一般信任。作者指出，日本公司间的这种特殊信任及合作关系，实际上是在特定的制度和社会背景下形成的。文章以日本汽车业中的外包关系为例分析了高信任背后具体的制度性制裁和激励安排。

日本的外包体系制度有以下特点：集团控制结构，系统化地评鉴外包商，分散化的质量控制，双边价格制定和产品设计，短期合同，黑盒设计（指按需求接受定制，再探索解决方案），双重卖主政策和问题解决范式（大制造商愿意为外包商解决各种操作问题）。这些特点使得在各公司之间得以形成强烈的监督、制约和激励机制，并促进信任和合作。除了制度设计之外，日本的社会条件成为约束机会主义的另一重保证。日本国土相对狭小，大制造者数量较少，移动性小。上述特征再加上日本包括扩展家庭、教育体系、错综复杂的水平和垂直的公司网络、政府倡导的贸易协会在内的现代制度性结构使得外包网络中参与者之间的共同监督和关于信誉的信息得以迅速传播，从而起到了有效约束作用。

作者还考察了日本的企业模式移植到国外的效果，并指出：尽管这种移植部分获得了成功，但由于缺乏日本的社会条件（如信息无法流畅地传输，有限的移动性被打破），无法建立完善的制裁体系，因此日本模式在国外的移植没有达到日本本土企业的效率。这也进一步说明，日本的特殊信任实际上是建立在制裁的制度和社会环境基础之上。

关系研究也有着良好的本土化发展，最知名的莫过于费孝通（Fei，1948）所言，中国人是一个差序格局的社会，因为关系亲疏远近之不同而形成由内而外的一层一层关系网络，不同层的关系适用不同的互动规范。继之，中国心理学的发展使此一本土化的传统发扬光大。黄光国延伸了费孝通之意，指出中国人的差序格局由内而外有三层关系，而且每一层都适用了不同的交换规范，分别是情感性关系、工具性关系以及混合了情感与工具交换的混合性关系（Hwang，1987；黄光国，1988），分别也可以称之为家人、熟人以及生人，其互动规范分别适用需求法则、人情法则以及公平法则。需求法则基于三纲五常这样的人伦道德，把中国家庭看成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地依需求而分配。人情法则强调的是“报”的原则，互相欠着人情账，不能过河拆桥。

罗家德（2006）以这些研究为基础，分别指出家人基于保证关系与情感关系，熟人基于情感关系与社会交换，部分的生人基于哈丁（Hardin，2001）所说的互相为利的信任（encapsulated-interest account of trust）都能产生强弱不同的信任关系。而中国人的人脉就是自我中心信任网络（ego-centered trust network），透过差序格局的一圈又一圈的信任关系，可以获取生存与发展所需的各样资源。不过这些讨论仍受到更多、更丰富的本土心理学的挑战，比如，需求法则与真实的家人间交换行为仍有一些距离，实际上，家族内的工具性交换与政治斗争随处可见，工具交换与“报”的法则依然适用。翟学伟（2005）用均分的概念更加传神，符应了中国社会小圈圈内“见者有份”的行为模式，所以均分与报都是家人间交换的法则。

（二）关系→个体行为

分析“关系对个体行为影响”的论文相对较多，大致可以根据其分析层次划分为两类。一类是从一个团队（或企业）的关系对团队（或企业）的生存和发展、知识创新、社会资本、招聘行为、结盟政策等的影响方向进行了探讨；另一类主要集中分析关系对个人的求职、创新能力、适应新环境能力和职业成就等因素的影响。下面以AMJ中的几篇文章为例来说明分析关系影响个体行为的研究。

弗洛林、卢亚巴特金、舒尔策（Florin，Luabatkin and Schulze，2003）探讨了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如何影响企业在上市前融资的能力以及其在上市后的表现。在其研究中，“社会资本”由以下三个方面来度量：第一，行业网络，即企业拥有的远距离关系（弱连带）的数量，以及企业在上市时与属于财富1000强的顾客和供应者结盟的数量；第二，人际网络，指的是在企业的高层管理团队的成员和经理中，同时为拥有类似技术或市场的其他公司的董事者的数量；第三，认购者，指在公司上市前夕预先订购即将上市的股票的认购者的数量。可见，在这里，“社会资本”实质上集中体现了企业拥有的关系的数量。文章中的资料则来自美国275家上市公司的创立计划书、股东委托书和年终财务报表。

作者通过回归分析发现，社会资本对公司上市前的融资能力和上市后的利润都有正向的影响。同时，社会资本还会作为一个干扰变量影响人力资源对企业的作用：当不考虑社会资本的影响时，人力资源对上市前的融资能力有正向影响，与企业上市后的利润呈负相关；而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源的交互作用则与上市前的融资能力负相关，并对上市后的利润有正面的影响。文章还指出，社会资源和上市前金融资本的交互作用也会对上市后企业销售额的增长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企业的社会资本，也就是企业的关系，不仅能够直接促进上市公司的融资能力和利润，而且还能够通过干扰人力资源的作用，而间接地影响到公司的发展。同时这篇文章也指出了高层管理人员个人的关系也会影响企业的发展，这一点在中国更是明显。

Mike W.Peng和Yadong Luo（2000）通过对中国六个省400家公司的调查，探讨了管理者的个体连带对提高组织表现的重要作用。

其研究的理论贡献在于探讨了处于微观层次的关系如何影响到组织表现这样一个宏观变量，并探讨了社会条件作为一个干扰变量，对管理中关系在发挥作用时产生的重要影响。作者指出，在转型经济缺乏支持市场的机构的条件下，管理者不得不自己通过连带来完成包括获取市场信息、解释规则和执行合约等基本职能。因此，在一个正式制度约束（如法律和规则）比较弱的环境下，非正式的约束（如镶嵌在管理者人际关系间的关系）可能在促进经济交换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从而对公司的表现产生明显的影响。

作者将一家公司的主管是否与其他公司高层经理或者政府官员有连带作为自变量，将公司的资产利润和市场份额作为因变量，通过对资料进行回归分析，得出了以下结论：管理者与政府官员的连带对公司表现的影响，在非国有企业中比在国企中强烈，在小企业中要比在大企业中强烈，并且仅就利润而非市场份额而言，这种连带在服务业中要比在制造业中影响强烈。公司主管与其他公司高管的连带对公司市场份额的影响，在非国有企业中要比在国企中强烈，在小企业中要比大企业中强烈，而在对利润的影响上没有发现显著差别。由于在中国，非国有企业、小公司和服务业中的正式制度较弱，上述结论证明了，正是在正式制度约束弱、资源总量比较少、管理者难以通过正式渠道获得所需信息和其他资源的情况下，关系才发挥着明显的作用。关系实际上是通过充当正式制度的替代物而对公司表现产生影响。

另一类研究指向个人的社会网关系也会影响到个人的行为决策，比如，费尔南多·F.苏亚雷斯（Fernando F.Suarez，2005）以第二代无线技术在美洲的应用为例，探讨了强连带在技术选择中的关键性作用。他考察了1992～2001年间47个国家中共177家移动通讯行业运营者。在这一时期，运营者们有三种技术（CDMA、GSM、TDMA）可供选择。在排除了由于技术产生时间先后不同和国别配额频率带来的差异后，作者用运营者的强连带网络来解释其选择某一特定技术的可能性。

研究者对“强连带网络”是这样定义的：对于国家A而言，确定三个关系最密切的国际呼叫合作伙伴B、C、D。确立的标准是依据《2001年电讯年度通讯量报告》（Tele-Geography Annual Traffic Report 2001
 ）中报告的经公共转换的对外通信流量的分钟数。

文章发现，一个用户选择给定技术的可能性与该技术在集体网络中特定部分（即该用户拥有强连带的网络）的相对网络规模正相关。并且，强连带网络效应在作为一个使用者选择给定技术的指针时，其效应要强于传统网络效应（即不考虑连带强度的影响）。

又比如，格西克、巴特雷克、达顿（Gersick，Bartunek and Dutton，2000）通过对来自六个管理学校的37名教员进行深入访谈，探讨了关系对其职业生涯的影响以及性别差异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

研究者先给被访人员发放十张空白卡片，要求被访者填写对其职业生涯有重要影响的人或者团体并指出关系类型。然后被访者被要求在十张卡片中挑出对其影响最大（包括正面和负面影响）的两张，回答为什么这两个关系重要，并就其中每一关系的重要性讲述一个故事予以说明。研究者对故事进行了分析处理，记录下被访者列举的关系类型和选择的理由，并对其进行了分类。

对访谈结果的进一步分析表明，被访者在选择时既有工具性的理由（对工作的支持）也包括情感性的理由（情感上的支持），并且在关系的影响中既有正面影响也有负面影响。这说明关系既可能带来正面的影响，同时也可能会有消极作用。同时，将资料按照被访者性别区别分析的结果显示，女性受到关系负面影响的程度更大。

关系研究也被用来分析代理问题，比如，Luis R.Gomez-Mejia，Maneul Nunez-Nickel和Isabel Gutierrez（2001）通过对西班牙27年间报社群体的资料进行分析，研究了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的家庭连带对公司表现产生的影响。其研究发现，当主管与企业所有者有家族连带时，主管任期与公司表现之间的联系较弱；当主管是拥有企业的扩展家庭中的一员时，较高的商业风险导致主管解职的可能性较小；对于在强关系性合约下操作的主管来说，公司表现、商业风险和主管任期之间的联系较小；在家族合约下，CEO任期终止对组织生存的正面影响更大。

这一类研究也有了非常丰硕的本土化研究成果。林南（Lin，2001）以自我中心社会网为基础发展出职位生成法（position generator）的调查个体社会资本的方法。其要领是掌握一个人所需关键资源的职位列表，然后请问当事者认识多少拥有这些职位的人，其连带有多强，认识多久，互动频率多少，亲密程度多高，是直接认识还是间接认识，连带强度说明了这个关系有多少把握可以取得资源。另外还有一题，关系的来源是什么？这对中国人的调查特别重要，因为血缘在中国特别重要，关系是来自血缘的，即使连带不强，依然有效。

边燕杰与张文宏（2001）研究了关系强度与资源提供之间的关系，认为强关系更有可能在职业流动中提供“影响”，而弱关系则可能提供“信息”。在中国，关键人物的推荐或引见等影响会更重要，所以，对网络中流动资源情况的考察也是测量使用社会资本的一个重要方面。另外，边燕杰与丘海雄（2000）对企业社会资本的调查就以企业法人代表的个体社会资本为衡量指标，包括三项：①该代表是否在上级机关任过职；②该代表是否在跨行业的企业出任过领导职务；③该代表的社会交往是否广泛。其中，该代表是否在上级领导机关任过职就是一个具有本土特色的问项，说明中国在转型经济中，政府干预的能力仍强，所以这类的关系变成经营成败的关键。他们的研究也确实显示，企业法人代表的社会资本对员工人均产值有极显著的影响。

（三）个体因素（受场力或集体的社会网结构干扰）→个体结构位置

场力或集体的结构不但会影响个人的关系，也会影响个人的结构位置。在这一类型的研究中，个人结构位置的主要自变量仍是个人因素，但集体因素可作为由个体到个体的因果链上的干扰变量出现，因此研究常用的统计方法是HLM模型。比如，赫格尔、帕伯替阿和芒森（Hoegl，Parboteeah and Munson，2003）讨论了团队环境如何影响个人的知识网络建设。在该研究中，作者使用了HLM模型，但并没有将个体因素纳入模型中，所以第一层模型中并无自变量，只有第二层模型中有一些团队层次的变量。

作者最后验证如下假设：①团队对于组织知识共享气氛的认知正相关于其成员的网络建设；②团队的网络偏好正相关于其成员的网络建设；③团队对于网络对项目成功重要性的认知正相关于其成员的网络建设；④团队对其技术能力充足的认知负相关于成员的网络建设；⑤团队对其材料资源充足的认知负相关于成员的网络建设。

虽然这一类型的研究仍然很少，但随着HLM模型的广为使用，此一领域将成为社会网研究的重要热点。

（四）个体结构位置→个体行为

此一领域的研究由来已久，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博特的“结构洞理论”（Burt，1992）。作为结构分析研究之中的杰出之作，它强调在人际网络中，结构位置对网络成员的资源及权力取得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尤其是弱连带网络中“桥”的位置可以使位置拥有者掌握多方面的信息，因而有信息的利益以及操控的利益，进而掌握了商业机会。

罗布·克罗斯（Rob Cross，2004）通过生成的界限（boundary spanning）、物理屏障（physical barriers）、阶级连带（hierarchical tie）、信息网络位置（information network position）、意识网络位置（awareness network position）等变量对因变量——年度评价进行统计研究，并发现：①信息网络中的中介中心性程度与个体行为评价等级正向相关；②意识网络中的中介中心性程度与个体行为评价等级正向相关；③组织外个体连带数量与个体行为评价等级正向相关；④部门外个体连带数量与个体行为评价等级正向相关；⑤跨越物理屏障的网络连带与个体行为评价等级正向相关；⑥更高阶级中的连带数量与个体行为评价等级正向相关。

里根斯（Reagans，2003）通过知识的成文性、个人连带强度（dyadic tie strength）、个人间的共同知识、个人间的社会凝结（cohesion）、个人的网络宽度（network range）对知识传递的容易程度进行研究，证实①共同知识将有助于知识传递的容易程度；②连带强度有助于知识传递的容易程度；③连带强度与知识传播间的积极关系将随着非书面知识的传递而增加；④社会凝结与知识传递呈正相关关系。

吉尔·E.佩里-史密斯（Jill E.Perry-Smith，2006）通过强连带与弱连带、中心性、外在连带（outside ties）、背景的多样性、非冗余性对创造力这一概念进行研究，得证如下结论：①弱连带的数量与个体创造力积极相关；②多样性能成为创造力与弱连带的中间变量；③弱连带的数量比强连带数量与创造力的关系更积极；④拥有很少外在连带的中介中心者比拥有较多外在连带者更容易获得创新能力；⑤拥有很多外在连带的边缘位置比拥有较少连带者拥有更多创造力；⑥拥有很多外在连带的中心位置比拥有较少连带者拥有更少创造力。

罗家德（Luo，Jar-Der，2006）将信任分为特殊信任与一般信任，特殊信任就是基于关系产生的两两信任。基于这种概念分类，文章得证如下观点：①朋友网络中的核心位置会产生较高（多）特殊信任，而居于外围位置者在网络中的特殊信任较低（少）；②处于中介位置的人在信息网络中易于拥有更多的特殊信任，相比而言，不在咨询网络中传递信息的人则拥有较少特殊信任；③在合作过程中以及组织内部拥有更多特殊信任的人，会拥有更多一般信任。

（五）个体行动影响集体结构形态

该领域最近两年来伴随动态网络研究的快速发展而重新兴起，华兹与史楚盖兹这两位物理学家的小世界研究发现青蛙叫声的互动网络与人际互动网络十分相像，都是米尔格拉姆所谓的“六度连结的小世界”，他们把成果发表在最有地位的科学期刊《自然》上（Watts and Strogatz，1998），以及《美国社会学杂志》上（Watts，1999），终于引爆了动态网络仿真研究的浪潮。这类研究大多从考察个体行动的简单特征或规则入手，展现宏观事件与现象的生成机制或演化过程。早在50年前，谢林就提出了一个经典研究，指出每个人只要有一种行为倾向，即周遭环境有超过一半是另一种族的人，他就会想要搬离，这是一个符合人性自然而然的行为，但仿真实验的结果得到令人惊讶的集体结构形态——种族隔离而居（segregation）。

依赖于前沿的计算、模拟和统计方法，这类型的研究最直接地反映了微观个体与宏观现象的相互作用与协同发展。由于这个领域的文章通常结构较复杂，并综合运用多种方法，下面重点以鲍威尔的一篇文章为例。该文章发表于2005年的《美国社会学杂志》，使用了多个层次的分析方法，是一系列已经发表的文章的总结与深入，并为该领域之后的研究提供了一个系统范例。

作者从考虑下面两个问题开始：大规模网络的拓扑构型是否存在累积效应？是不是一些简单的规则指引了组织机构寻找合作伙伴的过程？如果是，则是在什么时候找了谁？文章基于作者在开篇提出的组织网络的参与者四个行为假设：①累积效应（傍“富”效应）：网络中的个体参与者在选择伙伴时选择与已经被连接多次的点连接；②同好：参与者选择与以前的合作伙伴类似的成员作为新伙伴；③跟随潮流：参与者选择与主流行为方式一致；④多重连接：参与者倾向与伙伴有多条独立路径连接，以增强可达性与伙伴的多样性。

文章的资料来源于BioScan1988～1999十二年间482家专业生物技术公司（DBFs）与2300家非DBFs的商业活动资料。作者将场中的组织划分成六种形态：公共研究组织、大型跨国制药公司（包括各种化学与保健公司）、政府机构、金融机构、提供研究工具与实验设备的其他生物医药公司与专业生物技术公司。作者使用四种连带划分：转让（licensing）、研发（R&D）、金融（finance）与商业（commercialization，包括多种商业活动，例如制造、营销），为每种关系类型编码并记录其持续时间。作者考察了两种类型的网络：专业生物技术公司之间的网络［一模网络（one-mode network）］，DBFs与非DBFs之间的网络［二模网络（two-mode network）］。

作者使用“场”概念指代从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波士顿近郊不断演化的生物技术的商业场域，定性分析了在该“场”中科技与商业相遇带来的一系列组织间联盟的发展趋势与组织间网络的演变过程。

在研究方法方面，作者使用了三种不同的框架进行分析，分别是度分布分析、离散时间网络结构图形与统计分析。统计分析是三层分析的主体，前两种分析主要为统计分析提供理论视角与证据支持。作者使用的统计方法是“条件logit模型”的一种（McFadden’s estimator for multiprobability assessments），这种统计方法以事件（event）作为分析单元。在文章中的分析单元是连接（attachments），即两个组织间建立连带这样一个事件。文章最终基本推翻了“累积效应”与“同好趋势”假设，基本证实了“跟随流行趋势”假设，部分证实了“多重连接”假设。文章最后总结认为：场域中企业组织选择伙伴的过程是动态和回归的，仿佛一个螺旋上升的梯子：处于低聚合阶梯位置的企业倾向于连接处于连接优势位置的伙伴以增添差异性；而处于高聚合阶梯位置的企业则对聚合失去兴趣而转向连接新进入场域者。简单地说，整个场网络演化的集体趋势是具有差异性的组织聚集在一起。

Ecoman Lee（2006）指出，消费者由于局部熟人的影响，也就是局部偏好（local bias），可能采用一些边缘性的技术，从而使得“成功者得到一切”（winner-take-all）的假设不再成立。这种局部偏好的行为可使得不兼容的技术各占据市场一角，从而改变整体结构。因此，文章强调仅仅看重产品安装成本（installed base）而忽略网络结构会大大误导产业实践者。虽然先前有一系列文章通过静态的网络分析讨论强/弱连带对于消费者行为的影响，但该书却从动态网络的结构出发考察该问题。

Myong-Ho Chang（2005）等人考察了由追求局部利益的个体组成的社会网络的结构与性能演化。假设个体会选择创新或是模仿，不同行动的概率依赖于个体通过学习得来的经验。最有趣的发现是总人口的绩效（population’s perfermance）既不单调增长于信息网络的可靠性，也不单调增长于创新的生产力（productivity of innovation）。

（六）集体结构形态→集体行动

一个集体，不论是大到一个社会、经济体或小到一个企业、团队，其内部的结构形态会影响到此一集体的经济绩效、社会运动、知识创新等方方面面的结果。格兰诺维特的“门槛理论”（Granovetter，1978）可为这类研究的开山之作，其在解答一个问题，为什么会有集体行动产生，比如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黑人暴动，为什么这个城市发生暴动，那个城市却不发生？过去的理论都是以一个城市的人口社会经济组成状况来加以解释，比如黑人比例、平均所得、平均教育等，也就是以总体统计中的平均数（mean field）来预测某一集体事件是否发生，个体行动与个体动机变成了次要因素。另一类解释则认为是暴众的情绪感染，好像暴动只是一群人的非理性行为。门槛理论则预设了理性的个体行动，经过示范效果，可以变成集体行动，人际社会网内的传播就是这个微观行为变成宏观现象的“桥”。

“门槛理论”预设每一个体心中都有一定的动机参与集体行动，但也受外在环境的影响。别人的参与会激发自己的动机，一方面示范效果会影响人的行为模式，一方面参与的人数与参与的风险会成反比，所以每一个体心中都有一门槛，多少人参与了，我就跟着加入，这个“多少人”就是基于示范效果与风险考量后设定的心中门槛。只要一个地方这种门槛的几率分配适当，刚开始少数人（可能是无理性行为，也可能是想当“烈士”）上街头，就超过另一批人的门槛而后者继之加入，另一群人受了示范又跟着起事，最后就如滚雪球般成为一次暴动。如果此一门槛的几率分配不当，则一小撮人无法引发后继加入者，暴动就不会形成而只是街头的小骚乱。门槛强调动态的过程，而不是静态的人口社会经济比例，所以在乎一个变量的几率分配状况，而不是一个变量的总体平均数值。透过人际传播与示范效果，个体的理性抉择就变成了集体行动，而且在不同的集体结构形态中会产生不同的集体行动结果。

莫滕·T.哈森（Morten T.Hasen，2002）通过知识网络的路径长度、在知识网络中的部门间的直接关系、不成文的知识（noncodified knowledge）来研究项目完成时间、所需要的知识量。文章得出如下观点：①知识网络中的团队路径越短，知识获取量越大；②知识网络中的团队路径越短，项目完成时间越短；③传递书面知识时，知识网络中的直接关系越多，项目完成时间越长。

普拉萨德·鲍昆递和戴维·A.哈里森（Prasad Balkundi and David A.Harrison，2006）通过对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关于团队的37个研究成果进行后设分析（meta-analysis），探讨了团队成员和领导者的社会网络结构对团队表现及生存能力的影响。研究发现，团队中工具性网络和情感性网络密度会与团队的任务表现和生存能力都成正相关。同时，对网络密度和团队成果之间的联系的进一步考察表明，情感性网络密度与工具性网络密度相比，对团队生存能力有更强的影响。

Hongseok Oh，Myung-ho Chung和Giuseppe Labianca（2004）通过对60个团队的非正式社交连带的经验研究指出，团队效率能通过不同渠道的集体社会资本的合理配置而得到最大化。该书中的团队效率资料是由其所在公司的主管填写评价问卷得出的。文章指出，一个团队内部的非正式关系社会网的密度与团队效率呈倒U形关系，团队效率在适合的密度水平上达到最大值，而非正式关系社会网的密度过高或过低都会降低团队的效率。同时，研究还发现，与其他团队的正式领导有更多关系的团队更有效率。但作者也发觉，“与外部连带多样性大的团队有更多关系和与外部连带多样性小的团队相比更有效率”这一假设并未得到支持。

上述的“集体”都是规模较小的企业与团队，但也有研究大范围的社区或社会者，他们用的就是小世界网络的概念，比如，乌兹（Uzzi）和斯皮罗（Spiro）2005年在《美国社会学杂志》的论文《合作与创新：小世界问题》通过研究百老汇的艺术家合作与创新状况考察了系统层次的网络的“小世界”属性如何影响艺术家的创造表现，并进一步探讨了小世界网络的相关问题。作者根据1945～1989年百老汇原创音乐剧资料建立了双向小世界网络模型，并给出衡量音乐剧创造力（creativity）性能的两个指标——商业成功与艺术成就，并用定类变量来衡量上述指标，作为统计回归的因变量。小世界网络的属性则用变量Q（quotient）=CC ratio/PL ratio来衡量，CC表示聚合系数（cluster coefficient），PL表示平均路径长度。Q为统计分析最主要的自变量。其他的系统层次变量包括年度平均商业/艺术成功的百分比等。他们发现，当网络结构越来越成为小世界网络时，商业成功与艺术成就首先不断上升，到达一定的极点后又下降。

作者解释道：当Q值比较低时，创造性的资源孤立地存在于各个小团体里，各团体间的成员重复性低、交流频率也低。当Q升高到中等时，网络的连通度和聚合度都提高，这加强了新鲜的不熟悉的创造性材料在网络中流通的速度。但如果Q值超过了极点，则高度的连通性将网络中的创造性材料同化，大量重复的连带也使得共同的信息不停交换，降低了艺术家突破传统和惯习的能力。作者进一步提出了双向小世界网络对商业或学术领域工作团队研究的设想：中度连通和聚集的小世界网络将带来最佳的业绩。在商业公司，可能通过有目的地设置任务、工作量及实际领域的培训达到这一点。在非市场控制的领域，例如科学领域中合著者、共同享有专利者之间的网络，该模型可以被用来比较不同领域潜在的创造能力。

（七）集体行动→场力

此一领域中最具代表性的社会网理论就是格兰诺维特提出的镶嵌概念（Granovetter，1985）。自从科斯（R.H.Coase）在其《厂商的本质》（Coase，1937）中指出，市场中的交易需要成本，即使在私有制下，资源的运用也往往无法靠市场指引，也就是由于市场内交易成本高，才有厂商来替代市场，由厂商组织里的经理或监督者指导资源的运用（Coase，1995）。随着交易成本概念的提出，此一概念成了新制度经济学的核心概念，大多数的制度设计都被认为是肇因于节省交易成本的因素（North，1990），而镶嵌理论对交易成本的批评也直接解释了社会网对制度的影响。

格兰诺维特（Granovetter，1985，1992）认为交易成本理论中（以威廉姆森的模型为靶子）遗失了一个环节，就是与经济行为有关的信任关系。经济行为是镶嵌在社会脉络中的，人的效用不是一成不变，而会受到周围人的影响。信息不对称更是社会结构的产物，信息是否能够取得深深受到信息渠道的限制，而信息渠道往往就是一张人际网络。经济决策也不是一个理性个人在孤绝的环境中做出决定的，而是在动态的人际互动中完成，常常因动态的社会情境而变化。这些人际影响、信息渠道以及动态情境可以化约为人际网络，所以镶嵌理论主张经济行为是镶嵌在社会关系网络中的。格兰诺维特在《镶嵌——经济行动的社会结构》一文（Granovetter，1985）中提出两个要旨，一是信任关系是决定交易成本的因素之一，因此信任关系会改变治理结构的选择；二是信任有其必要性，少了起码的信任，任何经济行为都不可能发生。举例来说，在一个信任网很密的社会中，人们倾向于战略结盟的行为，所以大量的制度会围绕在长期契约关系身边而被建构起来。相反的，信任关系很少的社会，则交易倾向留在科层制中完成，所以兼并行为盛行，兼并与股权移转的制度就较发达（罗家德、叶勇助，2007）

除了制度性、规范性的场力之外，信息性的场力也深受社会网的影响，最主要的代表性理论就是二阶段传播理论（Coleman，1966；Rogers，1995）。罗杰斯（Rogers，1995）认为，创新的扩散总是一开始比较慢，然后当采用者达到一定“临界数量”（critical mass）后，扩散过程突然加快［即起飞阶段（take-off）］，这个过程一直延续，直到系统中有可能采纳创新的人大部分都已采纳创新，到达饱和点，扩散速度又逐渐放慢，采纳创新者的数量随时间而呈现出S形的变化轨迹。S形的变化轨迹肇因于人际传播的加速，也就是人际间的示范效果，所以又称作网络效果（network effects）：一旦引爆趋势，则蔚为流行，成为一种强制后进者追逐流行的场力。

马尔科姆·格拉德韦尔（Malcolm Gladwell）写的《引爆趋势——举手之劳成大事》（The Tipping Point
 ）中对于个体行为如何通过社会网络集结成为集体行动，进而形成风潮有一个大概的描摹：要想了解流行趋势形成的原则就得回溯社会学家所谓的“扩散模型”。新观念、新产品的传播有一套复杂的研究方法。布鲁斯·瑞安（Bruce Ryan）及尼尔·格罗斯（Neal Gross）在1930年的研究中提出：极少数在初期使用新产品的“创新者”，他们深具冒险精神。受到他们影响的其他人则称为“早期采用者”，他们是该社区的意见领袖，受人尊敬，思虑周详。他们观察及研究“创新者”的大胆举动，然后跟进。随后，大批跟随者进入，这些“早期大多数”与“晚期大多数”小心谨慎，必须在最受尊敬的意见领袖试用后，才敢跟进。如果把上述情形绘制成图，就是一条完美的流行曲线，起初进展非常缓慢，“早期采用者”加入后开始突飞猛进，然后大多数跟进，曲线大幅上弯，最后在后知后觉者加入时，曲线开始往下弯，流行结束，场力消失。

三 总结

以上举的范例可以看出这七个领域已各有一些十分出色的研究，其中有些领域四十几年来积累了十分成熟的研究成果，比如第一领域的关系研究，第二领域的关系影响个人行动研究，以及第四领域的个人结构位置影响个人行动的研究。也有受到注目，但因为资料取得困难，相对实证研究还较少的，如第六领域的集体结构形态如何影响集体行动的研究，以及第七领域集体行动如何影响场力并以集体结构作为中介或干扰变量的研究。还有的领域现在正方兴未艾成为众多学科的目光焦点，如第五领域的网络动态学。当然也有一些刚刚被注意到的领域，正待更多学者的投入，如第三领域以HLM模型探讨集体因素如何干扰个人结构位置的取得。

总结这个架构，我们可以从图7中看到一个因果关系的循环，从场力影响个人开始，最后又回到场力的形成。在这个简述的因果链中，不再是个体加总为集体，集体又会影响个体（过度社会化观点中甚至是集体决定了个体），而是有一个个体自组织成为集体结构形态的过程。此一过程会使集体不再是个体的线性加总，而有了复杂系统的特征，亦即，在不同的集体结构形态下，个体行动会“加总”出十分不同的集体行动，以至于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因为集体结构的一点不同，而使个体行动会在分叉的结果（bifurcation）间“跳跃”，一点差别却“跳”到完全相反的结果（Chang and Luo，2002）。进一步地，一致而持之长久的集体行动就会产生约制个体的场力，而场力与集体结构形态都会干扰个人的关系与结构位置的形成，间接地又会影响个体行动。从旧场力如何影响个体出发到新场力的形成，因果链形成了一个循环，而社会网结构与社会关系在集体与个体间扮演了桥的角色。

虽然这个因果过程中的每一个领域都已有了相当丰硕的研究成果，但这些研究都只把集体与个体行动的过程分开来谈，我们更需要将之整合成一个模型。如能取得适当的时间序列资料，整个从旧场力出发又回到新场力形成的过程就可以被一个动态模型表达出来。这是一个高远的学术理想，也是社会网研究衷心渴望达成的学术成就，有赖后进的研究者不断努力，才能揭开集体与个体之间的因果之谜。

本章的目的旨在解释社会网研究的领域分类，所举范例只用来说明每一领域要研究的内容是什么，而不是对社会网研究的文献综述，所以文章范例既未穷举相关研究，也不以重要性为入选标准。仅以组织与管理相关论文为例，从2001到2006年间，三本主要的期刊ASQ、AMJ及AMR就有120篇与社会网相关的文章，本章在如此丰硕的研究成果中难免挂一漏万，如能有长文或书籍为各领域做文献回顾，将会是对相关研究者相当有价值的贡献。

另外，本章所举文章有限，所以在集体与个体的因果链中陈述的因果关系也相对简单。当然，更复杂的因果关系是存在的，包括其他的集体因素如何影响集体行动，以及集体变量（如场力或集体结构形态）可能是个体变量的前置变量，也可能是干扰变量，在此我们不做更精细的探讨，不再举更多的论文来说明这些变量间更微妙的关系。这些也有待更多的研究来加以补强。

除去这些限制与不足，本章说明了社会网结构与社会关系如何在集体行动与个体行动之间搭起一座桥，而其间自组织的现象更使得集体行动绝非个体行动的线性加总，而有着复杂理论的特性——也就是不同的自组织会产生分叉的行动结果，相同的个体行动是可能在不同结构中产生完全相反的集体行动。解开这种非线性行为之谜，正是未来社会网研究要继续努力的重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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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自我中心社会网资料的收集

如前所述，社会网分析是社会网理论在建立模型与实证模型时，收集定量资料与测量社会网变量必需的工具。社会网有两种，一种叫做自我中心社会网，一种叫做整体社会网。自我中心社会网只能分析社会连带（social tie），却不能分析网络结构
 
[1]

 ，而整体社会网刚好相反，分析社会连带的能力较差。因为一般来讲，整体社会网对社会连带的定义、询问社会连带的设计都较简单，虽然我们也期待它可以变成一个比较复杂的、可以描述详尽的问项，但很不幸，整体社会网的资料往往只是0或1的类别资料（categorical data），也就是说，它没有更复杂的种类、更精确的衡量，只有“有”某种关系还是“没有”某种关系的资料。但整体社会网却是测量网络结构的最重要方法，我将在下一章中论述。

这两类社会网资料的收集还有一个大的差异，就是抽样方式的差别。自我中心社会网可以随机抽样，数量要取多大，由抽样理论决定，要的精确度愈高，误差值愈小。研究者可以在想研究的范围内抽样，譬如说，全国城市居民，就以全国城市居民中的电话号码作为抽样架构，全国城市居民当作抽样的母体，然后，如果需要1500份，就在其中随机抽出1500户来发问卷。所以说，这种问卷是可以随机抽样的，将来做推论的时候，也可以说这个理论是适合全中国城市居民的。

整体社会网需要封闭的群体，所以每做一个整体社会网就必须去找一个封闭团体，这个封闭团体只能当作一个个案，所以得到的资料是一个一个的个案。如果研究者想在全国范围里研究所有团体的共性，很不幸，得把全国团体都拿来当母体，随机抽样出一定数量，对每个团体里每个人都发问卷。不过，这样做不太可能，因为我们的经验是，交情必须非常好才有人愿意找整群人一起配合填问卷，靠着研究者的社会资本下去才能做到一个一个的个案。所以研究者不太可能在全国范围随机抽样数百个个案，然后每个个案都做。既然整体社会网不是用随机抽样，而是用便利抽样（convenient sampling），其推论能力就受到限制，只能说得到的个案对哪一类群体具有代表性，而仅推论到此一群体。

一 自我中心社会网问卷——提名生成法

自我中心社会网问卷到底是什么样子，下面就是一份标准的自我中心社会网的问卷。这是1984年博特整理他在美国“一般社会调查”问卷（general social survey；Burt，1985）上的题目时得到的。

Q1.有时，许多人与其他人讨论重要的私人事件。回顾过去六个月（可回顾到去年八月），哪些人曾与您讨论过个人私事？

只要告诉我他们的第一个姓或是第一个开头字母〔记录名字在下列回答的栏目中，将所有的人数记录在“人名总数”的栏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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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只能得到一个人名，就圈选Var1 EC，并跳到第五题。

Q2.您认为这些人跟您都是同样亲密的吗？______是______否

如果是，圈选EC的编码到回答栏的行列中。

如果不是，那么谁与您特别亲密〔圈选EC编码到适当的回答字段上〕？

Q3.请思考您刚才提到的这些人的关系。他们〔name1～5〕都是陌生人吗〔当他们在路上相遇时无法认出彼此〕？______是______否

如果不是，请跳答第4题。

如果是，他们之中的谁是陌生人〔圈选S编码到适当的回答字段上，如果字段都满了就跳答第五题〕？

□ 全部都是陌生人——圈选S编码到名字的字段，并跳答第五题。

Q4.这些人之中有哪些人特别亲密吗？每个人都特别亲密吗？或是与和您一样亲密？______是______否

如果是，他们之间的谁特别亲密〔圈选EC编码到适当的回答字段上〕？

全部都特别亲密——圈选EC编码到名字的字段。

问题与回答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的编码 姓名1 姓名2 姓名3 姓名4 姓名5

Q5.这个人〔姓名1～5〕是男/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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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6.这个人〔姓名1～5〕是亚洲人、西班牙人、白种人或其他的种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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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7.这个人〔姓名1～5〕的最高学历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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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8.平均而言，你与这个人〔姓名1～5〕几乎每天聊天、至少一星期一次、至少一个月一次或一个月少于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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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9.你与这个人〔姓名1～5〕认识少于3年、3～6年或超过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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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0.这里有一列表示关于这些人如何彼此接触。有些人不只以一种方式与你接触。举例而言，一个人可能是你的兄弟、教友或是律师，当读到这个人〔姓名1～5〕的名字时，请列出他与你接触的所有方式。

回答所有的名字：这个人〔姓名1～5〕以何种形式与你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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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1.这里有一列表示关于这些人所谈论的主题。过去的六个月——可回溯到上一个圣诞节——列表中的哪一个主题是您与他谈话几乎都会提及的？而哪一种是你们几乎未提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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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2.这个人〔姓名1～5〕年龄多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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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3.这个人〔姓名1～5〕的宗教倾向？他是新教、基督教、犹太教、其他宗教或是没有信仰？

[image: ]


Q14.这个人〔姓名1～5〕是共和党、民主党，或是无党派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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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5.最后，请您评估：这个人〔姓名1～5〕过去一年的收入是多少？这里指的收入是个人通过工作或职业所获得的薪资，且是未扣税额之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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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中心社会网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叫做提名生成法，第二部分叫做提名诠释法。第一部分首要的问题是你的研究主旨，比如上述这份问卷的问题Q1是在研究亲密行为，也就是情感支持关系——你会向谁寻找情感支持？Q1问的是可以谈私事的人，间接地问出谁能提供情感支持。受访者会列出一串名字，称之为关系人（contacts），多半是三至七个。当然，受访者不用真的列出姓名，只要给一个字母，或给一个姓就够了。研究者可以在题目中要求给定五个名字，也可以给定一个范围，比如给三到七个关系人的姓名。其中最大的差别是，要求一个定数，受访者就有可能选择最亲密的或最有帮助的人，而要求一个范围则刚好相反，受访者选三个人、四个人还是七个人，就看得出来受访者在这方面问题上积极的程度或交友广阔程度。如果是一个定数，可能造成的结果就是资料很一致，每个人都会给五个，但问题会出在有些人不是很积极的情况之下，会给出不重要的资料。

在一份问卷中，这类问题可以问几题？一般来说四五题以上就嫌多了。从GSS问卷可以看出，像这样一个问题可以延伸出14个问题，所以问两个研究议题就会有30个题目了。问题太多的问卷对受访者是一个负担，回答的效度也会受到影响。但不同议题在一张问卷上会带来一些额外的、有意义的变量。比如说，我曾经做过台湾排湾族妇女的就业情况研究，当时我把求职行为分成两个问题，一个是受访者的情报来源是什么，即你会向谁打听工作机会；另外一个就是你会向谁求助，求助的意思就是受访者会去找一些比较赏识她的、比较有能力的、权威上比较高的人求助。一份问卷同时问这两个问题，可以借以比对求助的对象是否也是询问消息的对象，这两群不重叠的受访者求职成就是否比这两群重叠的受访者高？

受访者列出五个关系人之后，譬如说a、b、c、d、e五人，紧接着Q1中的梯形图请受访者把他们之间的关系画出来。a和b之间有关系请圈选其格中EC，a和d之间没有关系则空着，这样我们就可以据此绘出这五人加上受访者共六人的网络图（做法将在下一章介绍）。提名生成法主要的任务是两件事，第一就是得到一群名字，第二就是关系人中间会有什么关系（社会网络图），得到一个网络结构。这有点像整体社会网结构，但不同的是它不是封闭的，因为五个人由受访者选择出来，不是封闭的团体，所以没有所谓的团体结构。

Q2到Q4的问题分别是问这五个人与受访者的关系是亲是疏，以及这五个人之间是强连带还是弱连带。如上所述，网络结构并不是很有意义，但是通过五个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可以产生一些有意义的变量。第一个变量是他们之间的社会连带是否很密集，很密集表示大家都在一个小圈圈中，情感性支持较紧密，关系较重叠；不密集则表示受访者寻求资源的来源较广泛，所以关系较不重叠，也较弱。第二个变量是受访者在这个圈子中的结构位置，如果关系人之间有强连带，则表示受访者不具有“桥”的位置，也无法享有“结构洞”的中介利益，反之，受访者就处在可以得到这些利益的有利位置。

二 自我中心社会网问卷——提名诠释法

这份问卷从第五题到第十五题是提名诠释法（name interpreter），主要是针对提名生成法中列出的关系人进一步探询他们与受访者的关系，主要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是问连带强弱问题，一部分是问社会经济背景相似性问题。

从Q8到Q11涉及连带强度（tie strength）问题。连带强度是格兰诺维特提出来的，在1973年的论文《弱连带的优势》中，他提出一个衡量连带强度的概念，以区别什么叫强连带，什么叫弱连带。他提出四个构面（constructs），第一个是互动的频率，第二个是认识的时间有多长，第三个是亲密程度，第四个是互惠内容。这个概念首先被马斯登与坎贝尔（Marsden and Campbell，1984）加以发展，以前三项指标设计出一套连带强度应该怎么衡量的方法。然后博特（Burt，1984，1985）继续了这项工作，将之发展成一整套问卷，并建立成为美国一般社会调查（Burt，1985）中的问题，渐渐成为一个标准。从马斯坦到博特都没有研究互惠内容，所以上述问卷里只有三个构面：互动频率、认识久暂和亲密程度。

Q8是互动频率问题。平均而言，受访者与列出来的关系人每天聊一次，还是一星期一次，还是一个月一次，还是一个月少于一次，也就是每天、每周、每月、很少互动。因为问卷请受访者填五个关系人，所以就有五个变项让受访者圈选，第一个变项就是受访者与第一个关系人多久聊一次天，为第一个人在1、2、3、4、9五个选项中勾一个，第二个人也在1、2、3、4、9中勾一个，以此方法完成所有五个人的圈选。这里就牵涉到一个问题，为什么选项中是每天、每周、每月，而不加入选项“每天数次”，或加入“每年拜年时一次”等选项？我不质疑博特，因为那是美国文化下合理的选项，但一旦把问卷放到中国文化中研究，比较值得去思考的问题是：在我们的社会中多久联系一次算是亲密？在美国社会，每天、每周、每月会认为这是不同的连带强度，代表不同的意义，但很可能我们这边的情况很不一样，会不会有些朋友每年趁着过年一定要联络一下或寄一张卡片，所以每年一次也有意义？又比如以台湾、广东这样的移民很多的社会来说，很多人都有亲戚朋友在海外，回国时就会见一下面，所以数年一次互动也具有意义？

Q9问的是认识久暂。一般来讲，认识的时间越长，人们之间连带强度越强。本题设计了三年以下、三到六年以及六年以上等选项。同样的，选项如何区隔也要有好的定性研究作前导，不同的议题、不同的文化中，区隔的选项也当不同。正确地设计问题与选项有赖于对当地文化深刻的观察，设计问卷前定性研究没做好，很可能得到完全没有意义的定量资料。举个例子，我在美国当助教，一次辅助老师教大学生去设计问卷，有学生的问卷会这样问：各位同学一周有多少个小时的读书时间？A—1小时，B—2小时，C—3小时，D—3小时以上，最后得出的调查结果会变成无意义，因为最后70%的人都勾3小时以上，这样的问题就无法问出学生用功程度的不同。所以在设计这些问题的时候，一定要做好定性研究。比如问求职的咨询社会网，在我们的社会中就可能需要把十年以上同六年以上区隔开来，因为在中国社会中运用强连带求职的情况比较普遍（Bian，1997），西方社会强调的“弱连带的优势”（Granovetter，1973）将不那么明显，所以极有可能认识时间很长的（十年以上）与中等长度的（六到十年）在影响求职的效果上会有所不同。研究者一定要下到田野中对这一类型的现象有深刻的了解之后，才能确定怎么样去分隔。

Q11是亲密程度的题目。它是问受访人平时与关系人都谈论一些什么话题。亲密程度分两种，一种叫话题亲密，就是我们谈话内容的亲密；一种叫行为亲密，就是受访者平常活动的亲密程度。这份问卷只问了话题亲密程度。哪些话题是亲密的，哪些又不亲密，不同文化也会完全不同。比如在美国，要想打入他们的社交生活，要看篮球、美式足球与棒球等球赛，因为那是最安全、最初切入性的话题，大家一见面就开始谈扬基队昨天打了个全垒打之类的。博特在这题中列了这么多议题，是可以复选的，列上去的话题，其实是有亲密程度上的等级差异。在美国，除了运动是最安全的、最初级的话题（不过是在男人之间），社区生活、日常生活这个等级也是十分初级的，至于双方的政党倾向等政治话题就比较少谈，又要较亲密的人才能谈的；再次一级亲密程度的，比如说消费咨询，且常是女人话题；谈兴趣又比谈消费咨询来得亲密，这是能够分享个人生活的，艺术、音乐、登山这类兴趣的分享实际上已经是比较亲密才进行的了。社会议题也和个人议题一样敏感，妇女能不能准许被堕胎，这是能够打起架来的话题，前阵子还有堕胎医师被枪杀的案子。美国最不能问的就是工作、薪水问题，这是非常非常私密的事情，陌生人问别人的收入多少是十分不礼貌的。博特在问卷中从上到下分别列出了在美国从最亲密的话题到最不亲密的话题。在台湾刚好相反，政治是最不亲密的话题，一上出租车，司机就可能开始跟你讲政治，讲到最后两个人吵起来了，司机就把你赶下车。陌生人间谈政治谈到不欢而散是经常发生的。个人的薪水多少也不是什么大的秘密，但谈性的事则较避讳，不像美国那么容易。对文化的深刻理解是设计好问卷的必需条件，一份在不同国度的问卷，不仅选项会不同，而且选项的排序也会不同。

行为亲密在本问卷中并不存在，但我们可以考察一下在中国文化中哪些行为是有亲疏之分的。譬如说，我在一家公司与同事吃午饭。其实在不同的公司，这个代表不同的意义，有的公司，一起吃午饭就是一件亲密行为，但有的公司一起吃午饭不是相约在一起的，只是碰巧在一起。但是下了班一起吃晚饭，差距就很大了。吃完晚饭后又去逛街，喝咖啡，一起买东西，这就更进一层了。会不会让两家人一起来吃饭，就表示不是个人的友谊而已，而是两家甚至两代的友谊。这些行为代表了很不同的亲密程度。

最后我们再来讨论互惠内容，博特的问卷根本没有探讨到这个问题，实际上，互惠有很多类型，征求咨询是一种互惠，交换资源是一种互惠，情感支持也是一种互惠。不同类型的互惠内容会产生不同强度的关系，能够相互借钱需要较强的关系，也会增强关系，但只是提供一些消费信息则不会对连带强度有何影响。美国的一般社会调查没有此一变量，我在台湾做研究的时候，则加入台湾心理学家黄光国的本土心理问卷。他研究中国人行为中人情与面子问题，认为中国人有三种关系，一种叫情感性关系，一种叫工具性关系，一种叫混合性关系（Hwang，1987）。情感性关系就是情感支持的交换；工具性关系，就是资源交换的关系，比如说一起做生意，互相交易等；混合性关系就是既有情感性关系，又有工具性关系。我认为互惠内容里情感性关系连带强度就比较高，工具性关系连带强度就比较低，混合性介乎中间。费孝通所讲的差序格局原则，依不同的情感程度，分圈外圈内，圈外一套道德标准，圈内一套道德标准。黄光国认为情感性关系符合人情原则，意思是中国人所讲的“报”的原则，有恩必报，你给我什么恩情，我一定谨记在心，要还你什么，否则就是忘恩负义、过河拆桥。工具性关系则要求公平原则，一切按照社会规范的要求交换资源。公平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我欠你的，我立刻还你；一个是我对你不是很特殊，不会跟对别人不一样，“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Q10是关系类型，这不在格兰诺维特四个连带强度问卷上，这个问题的目标是分析关系的来源：是邻居关系、配偶关系、兄弟姐妹关系，还是朋友关系，还是只是一面之交的人等。在美国，关系的来源对连带强度的影响力不像在中国那么大。比如，跟父母关系有多强，还要取决于有多少互惠的内容，平常进行多少沟通以及谈话是否很亲密。如果父母子女间不很亲密，很可能关系就有些疏远。但在中国则不同，父母子女间可能谈不上几句亲密的话，但连带强度因为这种血缘就自然很强。这个题目是复选的，在中国就是亲上加亲，我跟你是同事还不够，最好是把我妹妹嫁给你哥哥，最后我们两家还要指腹为婚，将来成为儿女亲家。所以受访者一干关系人的关系是多重联结的，就往往意味的是很强的连带。

关系越是亲密，话题亲密度高，行为亲密度高，互惠内容是情感性的，认识很久，互动频率高，而且关系来源很亲密，外加亲上加亲，在中国社会就是非常强的连带，反之就是比较弱的连带。以这四个维度去衡量连带强度是十分复杂的方法，一般而言，大多数的研究都使用较简易的测量，比如以关系的来源做区分，把亲戚朋友算成强关系，其他是弱关系。这种分法在中国社会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在美国社会可能就失之简略。另外一种就是分成两类，一类是朋友，一类是认识的人，朋友就是强连带，认识的人就是弱连带。在做整体社会网的调查时，还有一个方法，就是我说我是你朋友，你也承认你是我的朋友，双向承认的关系就是强连带，单向的就是弱连带。

至于这样的四个问题的资料要如何处理（格兰诺维特所列出来的四项），甚至五项问题（加入关系来源），或六项问题（加入行为亲密度）要如何处理？较复杂的方法可以用统计来处理，先做因素分析（factor analysis），确定在某一个文化中这六个问题可以分成多少构面，然后把连带强度当作隐藏变量（latent variable），做回归分析时采用LISREL模型。这是统计问题，我们在此不多赘述。另外一个较简单的方法是把它们加总平均，所有的问题都设计成五点量表，或是七点量表，以七点量表为例，强度最强的是7，最弱的是1，六题加总，就可以算出一个总体评分，但是这样处理，权数的选择很重要。譬如说，配偶、父母儿女、兄弟姐妹血亲关系在1到7的等级中得到7，而亲密话题上，选择一个最亲密的话题也是7，这两者意义是不一样的，所以加总其实是会失真的。以我个人的研究经验，关系来源在中国绝对是远比其他构面重要的因素，平常互动不多而不会有亲密话题的直系血亲，在关键时候还是最值得信赖的强连带，所以当其他构面权重是1时，关系来源可能权重该是2甚至3。当关系来源在我们的社会是如此重要时，西方研究甚至未将之列在四大构面中，可见中西文化之不同。我们必须要有本土化的研究，如何在中国社会中给一个合适的权重，仍是一个有待更多研究的议题。

类似的研究在国内已有赵延东（Zhao，2002）做出一定成果，他指出连带强度的测量在中国社会中有着特殊的背景，研究者们指出：东西方社会对“关系”的理解是不同的。西方人个体间的关系是建立在态度、价值观和性格等个人特征（personal attributes）相同或近似的基础上，主要表现为一种人际的吸引。传统中国人的关系形态主要是先赋性的（ascribed），或是在先赋性关系影响下发生，然后通过交往而获得的。因此血缘身份及衍生的关系（地缘或业缘）成为控制心理距离的主要依据。在中国人的交往中，关系身份和关系类型联系着相应的行为规范和行为结果，因此对它的判断是很重要的。在西方人的网络中，每一“节点”都是在义务和权利上平等的个体，人际关系是独立个体间的关系。中国的网络中，每个中心都按照关系的远近，将成员安排在不同位置，成为“差序格局”（费孝通，1998；乔健，1982；金耀基，1992）。杨宜音（1999）将中国传统文化中“关系”的特点归纳为三：①与角色规范的伦理联系，以社会身份（主要是亲缘身份）来界定自己与对方的互动规范；②亲密、信任与责任；③以自己为中心，通过他人而形成关系的网状结构。从以上文献中可以看出，中国人确定连带强度时，主要考虑的是以角色关系为基础的，综合亲密、互动频率与信任的标准。赵延东在调查中，采用了多重指标方法来测量关系的强度，在问卷中询问了在职工找到工作的过程中起着“最关键作用的一个人”的下列情况。

（1）此人与职工相识的时间（以年数计算）。

（2）在职工寻找第一份工作期间，此人与职工的交往频繁程度，分为“经常来往”、“偶尔来往”和“很久没有来往”三个级别。

（3）在接受调查时，此人与职工的亲密程度、熟悉程度和信任程度，分为“熟/亲密/信任极了”、“很熟/亲密/信任”、“较熟/亲密/信任”、“不太熟/亲密/信任”和“不熟/亲密/信任”五个级别。

然后将这三个指标中的五个变量（相识时间、交往频度、亲密程度、熟悉程度和信任程度）通过主成分因子分析法（principal components factor analysis）进行了简化，得到的因子分数可以被称为“连带强度得分”。此外，还询问了此人与被调查者的角色关系类型，分为“家人”、“亲戚”、“朋友”、“同事”、“邻居”等共14种类型。进一步的研究发现，通过上述因子合成法得到的“连带强度得分”在不同角色类型之间有明显的差别，“家人”、“亲属”得分最高，“朋友”、“同学”、“同事”、“邻居”等次之，而“熟人”等则得分最低，这一结果与以往研究具有一致性（Zhao，2002）。

Q5、Q6、Q7、Q12、Q13、Q14以及Q15问这五个人的学历、种族、性别以及年龄、宗教，甚至政党、收入等社会经济背景资料。这些资料可以用来与受访者的社会经济背景做比较，计算出受访者与关系人的相似性。七题可以得到七个变量，分别计算学历是不是相似，种族是不是相同，年龄差距有多大，性别是否相异，宗教是否相同，政治倾向是否相同，收入差距有多大，也可以将这七题一起计算出一个综合的差异。为什么要算这些相似性呢？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可以看到相似性怎么会影响到受访者的连带强度，连带强度就可以当作因变量，看看多少相似性的人会跟他建立多强的关系。一般人总是物以类聚，相似性多的人会影响到受访者倾向与他建立强关系，这里就可以得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看出受访者是什么样性格的人，有的人可以从很不相似的人那里得到许多强连带，有的人则否。所以这份问卷可以分析五个关系人中哪些是强连带，这些强连带会不会跟受访者高度相似，由此可以得到一个指标观察受访者是否能够从不同的社会经济背景中得到许多好朋友。这类指标对某些议题具有非常好的解释力，比如在一个“弱连带具有优势”的社会环境中，能交异质性朋友的人才有可能成为“桥”而掌握“结构洞”的利益。又比如，在移民社会中，移民的成就十分取决于多元包容的性格。像我们“老中”，如果一跑到美国就钻到“老中”群体中，一直不愿意打入美国主流社会，职业成就就会较低。

第二个原因，相似性可以解释受访者会去向相似的人打听、咨询、交换资源，还是向不相似的人打听、咨询、交换资源。格兰诺维特的《弱连带的优势》（Granovetter，1973）一文认为大凡在开放的、多元化的社会中，职业成就越高的人、找工作越找越好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特色，就是他能够用弱连带找工作，用强连带去找工作会越找越差。因为强连带会被圈在一个小范围内，弱连带则可以得到不同的信息，可以跨越不同的产业，跨越不同的行业，弱连带到处延伸，可以把自己的社会网铺得非常远、非常广，所以找工作的信息来源广泛，机会也多。此一理论同时说明相似的人易形成强连带，越是不相似，连带也较弱，所以能够从不相似的人中间去寻找工作，工作就能找得较好。林南则从另一个角度诠释此一理论，他认为如果能够从社会地位比较高、收入比较高、学历比较高、拥有社会资源比较多的人那里得到信息，则找到的工作较好，这些关系人和求职者不相似，但却最有价值，而且多半会是弱连带。所以能在不同类型的人中间找到工作，就表示受访者有能力动员有价值的关系，这就是社会资本理论的概念。在自我中心社会网问卷中设计相似性的题目可以印证这样的假设。

三 测量个体层次社会资本——职位生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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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南的研究开启了“网络嵌入资源研究法”（network embedded-resource approach），用职位生成法分析以个体为中心的关系可以取得什么样的资源。找到好工作不必然要靠弱连带，端视不同文化中取得资源的关系是弱连带还是强连带。在中国，边燕杰就发现找工作过程中强连带更为有用，因为在一个职业市场相对还不完整的人情社会中，找工作最重要的不是信息，而是推荐，“长辈”的推荐当然最有用。“长辈”是拥有资源的人，和求职者当然不相似，但是要得到推荐却要有一定的情面，弱连带则无法取得这样的情面，所以强连带才更为有用。

谁是拥有资源的人？受访者靠什么样的关系去得到这些资源？这就是个体层次社会资本理论最关心的议题。“资本”最初一直属于经济学的研究范畴，自斯密（Smith）以来的古典主义和新古典主义的经济学家均将“资本”定义为一种能够生产产品的资源，并将“资本”和“土地”、“劳动”等一起列为最基本的生产要素。这时他们理解的“资本”的概念一直局限于物质资本。到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经济学家注意到，国民收入核算中传统产出总量的增长与生产要素投入总量的增长之间存在一个不能解释的“成长剩余”（growth residual）。在试图解释这一“剩余”的研究中，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Theodore Schultz）和贝克尔（Gary Becker）率先突破了物质资本的局限，提出了“人力资本”（human capital）概念。他们指出：个人对于教育、职业培训、保健以及迁移的投入都是一种投资，这种投资的结果形成“人力资本”，人力资本不仅会给其拥有者带来经济上的回报，而且是整个社会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之一。在此后的研究中，经济学家们揭示了人力资本作为一种人格化的知识和技术对于经济发展所产生的巨大推动作用，并对人力资本的收益率、影响个人人力资本投资决策的个人和社会因素等进行了深入分析（Schultz，1963；Becker，1964）。作为对人力资本概念的响应，一部分尝试着与经济学进行对话的社会学家将人们之间的社会互动与联系也纳入了资本的范围，提出了“社会资本”的概念。

对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及由此形成的社会关系的考察是社会学的基本主题之一，早在社会学的创始人之一涂尔干有关社会交往有益于人的精神健康以及社会集体生活可以有效消除“失范”带来的负面影响的论述中（Durkheim，1997/1897），我们已经可以隐约地看到将人们的社会关系作为一种可以为社会和个人带来利益的“资本”的思想。但真正将“社会资本”作为一个明确的概念提出并运用于社会学研究领域，则是在20世纪60年代由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完成的。布迪厄将社会资本定义为一种通过对“体制化社会网”的占有而获取的、实际的或潜在的资源集合体。这种“体制化的社会网”与某个团体的会员制相联系，获得这种会员身份就为个体赢得“声望”，并进而为获得物质或象征的利益提供了保证。社会资本与经济资本、人力资本一样，是构成资本的“基本形态”之一（Bourdieu，1986）。美国社会学家林南在对个人社会网络的研究中发现，个人在从事有目的行动时，可以从自己的社会网络中获得对自己有利的资源，他据此提出“社会资源”（social resource）理论，将社会资源定义为那些嵌入在个人社会网络中，不为个人所直接占有，而是通过个人的直接或间接的社会关系而获致的资源总和（Lin，1982）。在后来的研究中，林南指出社会资本也是一种社会资源，有关社会资本的理论均应建基于社会网络分析的基础之上（Lin，1999）。美国社会学家科尔曼是推动社会资本理论发展的重要人物，他对社会资本进行了比较系统和全面的论述，将其定义为“个人拥有的，表现为社会结构资源的资本财产。它们由构成社会结构的要素组成，主要存在于人际关系和结构之中，并为结构内部的个人行动提供便利”（Coleman，1990）。科尔曼的贡献在于他将社会资本明确为一种社会结构性因素，这就为社会资本理论从微观向宏观的发展提供了必要基础。

第一个尝试将社会资本概念应用于更为广泛社会范围的学者是美国政治学家帕特南（Robert Putnam），帕特南对社会资本的定义是社会组织中的那些表现为网络、规范和信任的特征，这些特征能促进成员为达到共同利益而团结合作，并减少群体内部的机会主义行为。在帕特南看来，社会资本已不再是某个人拥有的资源，而是全社会所拥有的财富，一个社会的经济与民主发展，都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其社会资本的丰富程度（Putnam，1993，1995）。帕特南的论述可谓轰动一时，不仅在政治学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而且还成为公众谈论的热门话题之一，大家就社会资本与公民社会、民主政治的关系等问题展开了广泛的讨论（参见李惠斌等，2000）。与此同时，经济学界也对社会资本表现出了相当的兴趣，经济学家所关注的是在人们的社会互动过程中形成的规范、网络如何对经济发展产生积极的作用。日裔美国经济学家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其《信任：社会道德与繁荣的创建》一书中将在社会或群体中成员之间的信任普及程度视为一种社会资本，并认为社会的经济繁荣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该社会的信任程度（他称之为该社会的“社会资本”）的高低（Fukuyama，1995）。在其后的《大崩溃》一书中，他还进一步论述了各国社会发展过程中社会资本的变化情况及其社会后果（福山，2001/1996）。由于认识到社会资本在经济发展与消除贫困中的作用，世界银行自1996年以来已在世界各地开展了一系列旨在研究经济发展过程中社会资本作用的研究计划。参与研究计划的研究者们指出：所谓社会资本，就是存在于社会之中的一组规范、社会网络与社会组织，人们借助它们可以获取权力与资源、进行决策或制定政策，它“不仅是社会的支撑制度，也是维系社会的纽带”，社会资本对于发展计划的实施效果和可持续性都起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自从“社会资本”概念被引入学术研究以来，它表现的强大解释力已经得到了越来越多研究者的青睐，来自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都在尝试着用社会资本概念解决本学科内的问题。“社会资本”之所以具有强大解释力，部分原因在于其概念的定义比较宽泛。在不同研究中它可以有不同的含义，例如研究者们引用最多的科尔曼的定义：

社会资本可以由其功能来定义。它不是一个单独的实体，而是由多种具有以下两个共同特征的实体所组成：它们由某些方面的社会结构所组成，而且它们有利于处于结构之中的个人的特定行动（1990：302）。

……当人们之间的联系发生了有利于行动的变化时，社会资本就产生了（1990：304）。

这样，社会资本就是社会结构中的“某些方面”，或是有助于“做成某事”的社会关系的变化。其次，它是被作为一种社会关系或是关系的社会结构而被创造出来的。最后，它产生了行动，而这些行动可以带来资源。但是出于不同的研究目标，对于这一定义有许多不同的引申和解读。布朗（Brown，1997）将这些定义总结后归为三类——微观层次的社会资本、中观层次的社会资本以及宏观层次的社会资本。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社会学家和管理学家们在微观层次的社会资本这一领域中已经进行了相当完善的研究。研究者发现：个人可以通过建立社会关系来获得通向所需资源的途径（Lin，2001；Baker，1990）。研究者们区分了微观社会资本的三个面向——嵌入于社会结构中的资源，资源的可获得性以及对这些资源的使用（Lin，2001；Lin，Fu and Hsung，2001）。大量研究表明，弱关系（Masden and Campbell，1984）可以提供很好的信息途径（Granovetter，1973）、工作机会（Lin，1990；Erickson，2001）以及知识（Baker，1994；Coleman，1988；Nahapiet and Ghoshal，1998）。而另一方面，诸如朋友等强关系则可以提供社会影响（Krackhardt and Hanson，1993）、社会支持（Wellman，1992）以及长期的合作行为（Uzzi，1996）。维尔曼和弗兰克（Wellman and Frank，1992）将这种层次的社会资本称为“网络资本”。

中观层次的社会资本包括个人因他（她）在社会结构中所处特定位置而对资源的可获得性（Lin，2001；Lin，Fu and Hsung，2001）。例如，一个处于跨越结构洞的“桥”的位置的行动者就可以从这个位置获得丰富的信息和机会（Burt，1992）。某一朋友网络的中心位置则可以为处于这个位置的人带来信息权力（Krackhardt，1992）。

对社会资本的宏观分析所关注的则是在团体、组织、阶级、社会或国家中一个群体对社会资本的占有情况。帕特南发现社会中这一层次的社会资本可以由志愿参与行动来代表，它对于民主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Putnam，1993，1995）。福山则断言一个经济体中的相互信任（宏观的社会资本）有助于长期的、大规模的经济组织的产生，这些组织构成了现代经济发展的基础（Fukuyama，1998）。

在组织理论学界中，爱德勒与匡（Adler and Kwon，2002）的分类方法与此相似。他们将微观层次和中观层次的社会资本合称为“外在社会资本”，因为它产生于某一行动者的外在社会关系，其功能在于帮助行动者获得外在的资源。而宏观社会资本则被他们称为“内在社会资本”，因为它形成于行动者（群体）内部的关系，其功能在于提升群体的集体行动水平。前者归属于个人而且服务于个人的私人利益，故李纳与温博伦（Leana and Van Buren，1999）将其归为一种“私人物品”（private goods）。后者则正好相反，它被视为一种“公共物品”（public goods）或社会资本，因为它归属于某一群体，而且服务于该群体的公共利益。边燕杰则从方法论的角度出发对社会资本进行了分类，提出了三种分类依据——网络嵌入资源研究法、网络结构研究法以及网络成员研究法，这三种分类依据可以粗略地对应于对社会资本的微观、中观和宏观分析。这里我们则以爱德勒与匡及李纳与温博伦的概念为本，分别叙述个体及集体社会资本，个体层次即所谓的外在社会资本或私人物品，除了微观的个人关系及这些关系中所蕴涵的资源外，也包括个人所占据的网络结构位置能带来的资源。集体层次则是内在社会资本或公共物品，除了宏观的群体内部的社会联结与互信外，也包括群体的结构方式是否可以促成集体行动并创造资源。个人的结构位置以及群体的结构方式原本都是属于中观层次的分析，我把它分成两种社会资本，归入另外两个类别中分别讨论。

正因为研究者们对社会资本的概念有着不同的理解，因此在经验研究中，他们测量社会资本的方法也是多种多样的。为了做个体层次社会资本的调查（实际上是微观层次社会资本），林南等人（Lin and Dumin，1986）发展了一套职位生成法（position-generator）问卷，想要知道受访者的社会资源是从哪里来的。个体社会资本，顾名思义，就是个人的关系连带如何得到资源，关系连带如何得到资源又先取决于资源从哪里来，其次还要评估这样的关系是否很强、很稳定，能够真正得到这个资源。布迪厄曾经指出，个人拥有社会资本的多少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行动者可以有效地加以运用的联系网络的规模的大小”，二是网络中每个成员“以自己的权力所占有的资源的多少”（Bourdieu，1986：248）。后来的研究者在测量社会资本时，基本上就是从个人网络的规模（结构）和网络中嵌入的资源数量这两个方面来着手进行的。首先是描述网络结构的指标，如网络规模（网络成员的多少）、网络的成分（由哪些类型的成员构成）以及网络的密度（网络成员之间联系的紧密程度）等。研究者们提出了一些假设，如规模较大、弱关系所占比重较大以及密度较高的社会网络所提供的社会资本可能较为丰富（Montgomery，1991，1992；Lin，1999；边燕杰、李煜，2001；边燕杰、张文宏，2001；赵延东，2002，2003），但这些假设还有待进一步研究的证实。其次是反映网络中嵌入资源的指标，在这一问题上，“职位生成法”具有特殊的优势，它可以有效地测度出社会网络中所嵌入资源数量的多少。

这是一套改编自提名生成法的调查方法，是自我中心社会网的研究，以被调查者为中心延伸出去的网络了解这一网络成员的资源分布，通过对被调查者的询问，由他来“生成”（产生）网络的具体成员及其资源拥有的情况。职位生成法是一种比较新的专用于考察社会资本的测量方法。它的着眼点不仅在于考察被调查者的具体网络成员以及成员之间的相互关系，更重要的是考察网络成员所拥有的社会资源情况。表5就是一个简单的问卷格式。

表5 职业生成法问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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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位分类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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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位生成法要解决的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资源从哪里来，第二个就是这个资源是不是可以有效被关系取得。举个例子，一个中小企业主最需要的资源有哪些呢，比如，有没有外包商？货物来源稳不稳当？有没有市场？大主顾稳不稳当？有没有必要的政商关系以解决很多法规问题？有没有策略联盟伙伴以取得策略性资源？这些都是很重要的资源，但谁拥有这些资源？譬如以中小型电子零组件厂为调查对象，则电子组装厂的总工程师、电子厂的老板、采购经理是拥有资源的“职位”，你认识多少个，这是重要的市场资源，因为这些职位占有资源。规模差不多或稍大一点的组装厂尤其重要，因为大电子厂讲究“门当户对”，不会向中小型公司买零件。所以针对市场资源，可以询问受访者认识哪些营业额在500万美金以下的中型电子有限公司的总经理、老板或采购经理。再者，受访者认识的人连带强度有多强，如果连带强度非常强，这个资源就是有把握取得的，否则仍有高度的不确定性。

这种研究方法的基本假设是：社会资源不是均匀分布于社会之中，而是按照社会地位高低呈金字塔形分布的，每一个网络成员所拥有的社会资源数量主要取决于其所处的社会地位。而在现代社会中，个人的社会地位可以通过其所从事的职业和所在单位得到反映。因此，通过对研究对象的网络成员中出现的职业类型和单位类型的调查，就可以对其拥有社会资本的情况做出较准确的测量。具体做法是在调查问卷中列出一个或几个量表，量表中包含有若干标志社会地位的职业类型或工作单位类型等。在调查中，首先要求被调查者回答其社会网络成员中是否有人符合表中所描述的特征，然后对所有被选择的单位类型及职业类型进行加总，并计算相应的职业类型和单位类型得分，然后用这些指标来反映个人社会网络中所嵌入的资源情况。在最近的研究中，这种方法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Lin，1999；Lin，Hsung and Fu，2002），如边燕杰提出用“春节拜年网”（即个人或家庭在春节期间通过各种方式联系的人的名单）来估计中国人的核心社会网络资本的方法，在实际中也取得了较好的效果（边燕杰等，2001；Zhao，2002）。这种研究方法的优点在于它更少涉及个人的隐私，因而在实际操作中较之提名法更为简便；而且能准确地测量出网络中不同地位和不同关系所提供的资源情况，避免了提名生成法集中于强关系的问题。

它的缺陷主要是只能测量社会资本，无法进一步了解被调查者的社会网络的具体构成情况，例如网络成员之间的关系就无法通过职位生成法测量出来。这样，如果我们认为社会网络的结构本身（诸如网络的规模、密度等）就是社会资本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要对它也加以测量时（参见Montgomery，1991，1992），使用“职位生成法”得到的数据就会表现出它的不足。

下面我们将举一个研究范例，看看如何使用个人中心社会网做研究，同时在这个研究之中，作者试图重新思考中国人关系的分类与连带强度的测量方法。

四 个体网研究的范例——兼论关系强度的本土研究

长久以来社会网理论中最主要的关系分类方法一直是强、弱连带之分。格兰诺维特提出连带强度因四个构面而不同——关系久暂、互动频率、亲密程度以及互惠内容（Granovetter，1973）。然而中国人心理学的研究却指出，中国人的关系不同于西方的社会连带。那么，西方所用以测量连带强度的指标是否适用于中国？影响中国人关系强度的有哪些因素？下文（参见罗家德、谢朝霞，2008）即试图以本土实证资料来回答上述问题。

（一）中国人关系的三分法

格兰诺维特的“弱连带优势”理论首发其凡地分析了个人层次关系的议题，将社会关系分为强、弱连带，并指出弱连带因为分布的范围广，重叠性低，所以流通的信息较多，以弱连带找工作会有较好的求职结果。自格兰诺维特之后，社会网理论中最主要的关系分类方法一直是强、弱之分。格兰诺维特提出连带强度因四个构面而不同——关系久暂、互动频率、亲密程度以及互惠内容（Granovetter，1973）。前三者都获得了衡量，发展出有信度的指标，并被美国列入全国的一般社会调查之中（Marsden and Campbell，1984），也逐渐发展出一套自我中心社会网的调查方法（Burt，1984；Lin，2001），使关系的研究不只有了结构计算方法，而且有了有效的问卷问项及调查方法。

格兰诺维特分社会连带为强、弱两类，这适用于中国社会吗？

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诚如费孝通（Fei，1948）所言，中国是一个差序格局的社会，因为关系亲疏远近之不同而形成由内而外的一层一层关系网络，不同层的关系适用不同的互动规范。差序格局社会是以每一个个人为出发点，向外连结各样的关系而成自我中心社会网，但每一个网中的他人，又有其以自身为中心的自我中心社会网，网网相连，结成一片。

杨国枢（1993）延伸了费孝通之意，分差序格局的关系网为三层——家人、熟人与生人。黄光国进一步指出中国人的差序格局由内而外有三层关系，而且每一层都适用了不同的交换规范，分别是情感性关系、工具性关系以及混合了情感与工具交换的混合性关系（Hwang，1987；黄光国，1988），其互动规范分别适用于需求法则、公平法则以及人情法则。我则称之为拟似家人关系、弱关系以及熟人关系（罗家德，2006）。

在中国人的关系研究中这种将关系三分的做法是经常见到的。边燕杰与李煜（2001）就曾提出西方的强连带概念在中国应该分为朋友与亲人，所以中国人的关系可分为弱连带、朋友关系与亲人关系，这十分雷同于以上分法。

另外，王绍光与刘欣（2002）对各种角色受到信任程度的资料做因素分析，也发现四种因素，最不值得信任的是社会上的多数人以及一般熟人关系，也就是陌生人及一般认识的人；第二层次包括领导、同事与邻居，他们被称为熟人关系，也就是认识而有互动的人；较高层次包括密友及一般朋友，他们被称为朋友；最值得信任的则是“亲人”，包括家庭成员、直系亲属及其他亲属。除了陌生人外，也是三种分类，十分类似于本文的分类。另外和边燕杰的分法相同，此处的朋友似乎也是强调情感关系的，和熟人关系所强调的人情法则的交换关系有所不同。

不同的是，我们这里所着重的关系分类以黄光国的理论为依据，所以以交换原则为主。黄光国强调情感性关系适用的是需求法则，也就是关系圈内的人的需求，我必须加以满足，而且不能求取回报；同样的，我的需求，圈内的人也要心存善意地极力帮忙，不问回报。不过需求法则与真实的家人关系间的互动行为仍有一些距离，把中国家庭看成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地依需求而分配，恐怕太理想化了，家族内的工具性交换与政治斗争其实随处可见，工具交换与“报”的法则依然适用。中国人关系的基础是建基在家族与儒家伦理上的（翟学伟，2005），所以需求法则更合适的用语应是“人伦法则”。实际上，在这类关系中，用“均分”一词更加传神，也就是凡事都该拿出来分享，符合了中国社会小圈圈内“见者有份”的行为模式（翟学伟，2005），所以均分与报都是家人关系间交换的法则。依人伦法则交换的人并不一定止于亲属，而是陈介玄（1994；1995）所说的“拟似亲属连带”，包括那些因为结拜成兄弟，收养而为亲人，或结成姻亲的人，这些都被纳入五伦范围内。所以“亲人”与拟似家人关系仍有所不同，因为后者的边界是可以动态改变的。

黄光国认为人情交换是标示熟人关系与弱关系不同的地方。弱关系就是一般的社会交换关系，人情交换则与一般的社会交换有所不同，其有几项特点，一是长时段的交换，可以延续一生，三十年报恩不嫌晚，说明了其长时性。二是它的不可明言性，交换是其本质，但在儒家伦理的掩饰下，不可明言其为交换，所以不能讨价还价，不能限时要求回报，施恩的人甚至不能提，一提醒就不是人情了。三是它的交换本质，人情毕竟是要还的，所以人情账是熟人关系最好的标记，施恩的人不能提，但受恩的人一定不能忘，有了机会要赶快还，毕竟人情急似债。四是它的无法偿清性，人情交换中一旦把人情账摊开来，偿清了，就表示关系也完了，所以还人情时总是多还一点或少还一点，大家心里有数，以后还要继续交换。五是个人专属性，给人情往往是针对对方的特殊需求，尤其是紧急需求给出去的，这样的人情才能表达出“我与你关系不一样”、“我十分了解你”等体己的行为（罗家德，2006，2007）。

可以看出，无论具体冠以何种名称，中国人的关系研究中普遍地将关系划分为三个层次。这里我们采用了这样的分类方法，并将关系按照由弱到强的顺序划分为弱关系、熟人关系和拟似家人关系。

（二）中国人关系强度的构面

在格兰诺维特对强、弱连带的划分中，弱连带是一般交换关系，而强连带则主要是情感关系。强连带也会有交换关系，但这是情感关系的副产品，情感投入正是强、弱连带之所以不同的原因。因此，格兰诺维特提出了关系强度的在四个构面——关系久暂、互动频率、亲密程度与互惠内容，其中，关系久暂、互动频率、亲密行为及亲密话题都得到了衡量（Masden and Campbell，1984）。在中国人的关系划分中，弱关系是工具性关系，熟人关系兼具工具交换和情感的混合关系，拟似家人关系则是以情感性关系为主，以家庭伦理规范着互动与交换。因此，情感关系的有无和其强度仍然是区分关系类型的重要依据。可以推断，格兰诺维特提出的连带强度的前三个构面同样适用于中国关系类型的划分。由于互惠内容这一指标较难在标准问卷中量化测量，而亲密程度可以划分为话题亲密和行为亲密两个维度，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假设。

假设1：认识久暂是中国人关系强度的一个构面。

假设2：互动频率是中国人关系强度的一个构面。

假设3a：亲密话题是中国人关系强度的一个构面。

假设3b：亲密行为是中国人关系强度的一个构面。

依据海德的认知平衡理论（Heider，1958），格兰诺维特（Granovetter，1973）以为强连带必然会造成双方把对方认识的人变成自己认识的人，而形成一张共同的社会网。Davis，Holland和Leinhardt（1971）提出了可传递性命题，即：人际的选择具有传递性，如果行动者P选了行动者O，而O又选了行动者X的话，那么P也很可能选X。随后这一命题得到了数据支持（Holland and Leinhardt，1975）。他们还在对在校学生和其他群体中学龄儿童的关系研究中发现，关系的传递性会随着行动者年龄增大而增长（Leinhardt，1972，1973；Hallinan and Hutchins，1980）。沃瑟曼和福斯特（Wasserman and Faust，1994）也使用三边关系分析方法（triads）论证了关系的可传递属性，并指出这种属性使得人们倾向于在子群（subgroup）中相互选择，即共享一张社会网。罗家德（2006）则指出，在中国社会中是否愿意充当介绍人和担保人是两人关系是否亲密的一个重要标志。因此，双方是否有很多共同认识的人，是否处于共同的社会网中，也是关系强度的一个重要构面。由此，我们得到第四个假设。

假设4：亲密朋友圈是中国人关系强度的一个构面。

（三）研究方法

1.问卷设计

本研究采用个人中心网的研究方法，请被调查者回忆最近一段时间遇到困难时会去求助的五个对象，并在个人中心网问卷的第一栏写下其名字的代码。关系久暂、互动频率、亲密程度在西方社会网研究中都获得了衡量，发展出有信度的指标。因此，在测量这三个指标时，本研究以西方成熟的问卷设计为基础，并结合中国社会实际情况做了相应的修改。

问卷第一题先要求填答者判断两人之间的关系是属于“家人”——包括父母、夫妇、子女及兄弟姊妹，“亲戚”、“好朋友”、“普通朋友”还是“认识的人”。

第二题测量的是认识久暂，共有五个选项：“刚刚认识”、“半年到一年”、“一年到三年”、“三年到十年”、“十年以上”，各项分值分别是2分、4分、6分、8分和10分；第三题测量的是联络频率，也有五个选项：“好多年没联络”、“一年至少一次”、“一个月至少一次”、“一周至少一次”、“一天至少一次”，分值依次也是2分、4分、6分、8分和10分；第四题和第五题测量的分别是亲密话题和亲密行为，是用来测量双方的亲密程度。这两题分别各有10个选项，按照亲密程度由低到高排列，分值也由1逐渐增加到10。第六题测量双方亲密朋友圈，有四个选项：“没有什么共同认识的人”、“一群都不大熟的共同认识的人”、“一小群都十分熟的共同认识的人”、“好几群十分熟的共同认识的人”，分值分别是1分、4分、7分、10分。最后，在第七题的时候，请被调查者判断双方关系类型是“弱关系”、“熟人关系”还是“拟似家人关系”。

2.资料收集

本研究的资料来自对香港和新加坡三个EMBA班上学员的问卷调查，包括大陆、香港以及新加坡的学生。在问卷调查前，参与者都接受了关于中国人关系类型区分的相关培训，以确保其了解“弱关系”、“熟人关系”和“拟似家人关系”这三个概念的含义。结果，三个班共有59份有效问卷，其中23份来自香港，36份来自新加坡。由于每份问卷都会回答一到五个关系的内涵与类型，所以共得到220笔用于分析的有效数据。

（四）资料分析

1.因子分析

关系久暂、互动频率、亲密话题、亲密行为和亲密朋友圈这五个指标究竟是否能形成中国人关系强度的构面？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我们先将测量这五个指标的第二至第六题在SPSS中做因子分析，并将析出的因子与关系类型（第七题）做相关分析。

分析发现，这五道题共析出了两个因子（表6）。其中因子1主要由亲密话题（0.810）、亲密行为（0.851）和亲密朋友圈（0.748）这三道题所贡献。由分析结果和因子分布图可以看到，这三题相距很近，聚合较好，可以归入一个构面（图8）。因子2主要由认识久暂和互动频率这两题所贡献。由分析结果和因子分布图中可看到，这两题相聚较远，其中认识久暂（-0.621）与互动频率（0.794）的因子负荷量竟然是正负相反的，无法归在一个构面中。因此，下文分析中仅因子1作为整体考虑，而将认识久暂和互动频率分别进行分析。

表6 第二题到第六题因子分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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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因子分布图

表7 因子1与关系类型的相关分析

[image: ]


将因子1与关系类型做相关分析发现，因子1与关系类型显著相关，相关系数为0.663。可见，亲密话题、亲密行为和亲密朋友圈可以形成中国人关系的一个构面。

2.偏相关分析

（1）认识久暂、互动频率

为了考察认识久暂和互动频率是否会对关系产生影响，我们控制住亲密话题、亲密行为和亲密朋友圈这三题，而分别将认识久暂、互动频率与关系类型做相关分析。得到结果如下。

表8 认识久暂与关系类型的偏相关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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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到，在控制了亲密话题、亲密行为和亲密朋友圈之后，认识久暂与关系类型仍然显著相关，相关系数为0.287，这说明认识久暂对关系类型有一定的影响，假设1得到支持（表8）。而互动频率与关系类型的偏相关分析结果则未通过双尾检验，这说明互动频率对关系类型没有显著影响，假设2被否证。

表9 互动频率与关系类型的偏相关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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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亲密话题、亲密行为、亲密朋友圈

为了进一步考察因子1中亲密话题、亲密行为和亲密朋友圈对关系类型的影响程度，并尽可能地排除中介作用，控制住认识久暂和互动频率这两道题，分别做亲密话题、亲密行为和亲密朋友圈这三题与关系类型的偏相关，得到结果如下。

表10 亲密话题与关系类型的偏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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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 亲密行为与关系类型的偏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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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2 亲密朋友圈与关系类型的偏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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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到，在排除了认识久暂和互动频率的影响之后，亲密话题、亲密行为和亲密朋友圈这三题与关系类型都显著相关，且相关系数都大于认识久暂，从大到小排列依次为亲密行为（0.506）、亲密朋友圈（0.423）、亲密话题（0.303）。因此，假设3a“亲密话题是中国人关系强度的一个构面”，假设3b“亲密行为是中国人关系强度的一个构面”和假设4“亲密朋友圈是中国人关系强度的一个构面”都得到了支持。

（四）本土化的关系强度指标

从上文分析中可以看到，亲密话题、亲密行为和亲密朋友圈是中国人关系强度的一个重要构面。那么，是否有可能通过对这三者的测量来推断关系类型？由于不同的关系类型承载着不同的资源和功用，因此对关系及其类型的判断对于评价个人所拥有的资源状况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下面我将发展出一个自评表，供做管理者自我评估之用，即从亲密程度这一构面出发，计算各类型关系的亲密程度得分，以尝试寻找到一些临界值作为判断关系类型的参考指标。

1.资料分析

亲密朋友圈、亲密话题和亲密行为这三道题各有十个选项，分值从1分到10分递增，因此将这三题得分加总得到的亲密程度得分分布在3到30之间。在问卷的第一题中，我们首先请填答者判断关系类型是“家人关系”、“亲戚”、“好朋友”、“普通朋友”还是“认识的人”。我们推测，填答者对关系不同的描述会使得用亲密程度得分来判断关系类型时的结果不同。在下面的表格中，我们分别统计了“家人关系”、“亲戚”、“好朋友”、“普通朋友”和“认识的人”要被认为弱关系、熟人关系或拟似家人关系时所需要的最低得分（Min）、最高得分（Max）和平均得分（Mean）。N代表的是选择这一类别的总人数。

表13 各类型关系的亲密程度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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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关系强度指标

从以上表格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家人关系，包括父母、夫妇、子女、兄弟姊妹都会被归于“拟似家人关系”。可以看到，选择了关系来源为家人关系的被访者最后都将关系类型归为了“拟似家人关系”。这说明在中国社会中，由亲密血缘连接的家人关系仍然是个人信任关系网中最亲近的部分。

（2）亲戚没有被归于弱关系的现象，而是部分被归于熟人关系，更多则被归于拟似家人关系。由于问卷设计是要求填答者回忆最近一段时间有求助关系的人，在这里可以看到，仍有求助关系的亲戚，也处于个人信任关系网中相当接近中心的位置。在23个填选者中，有17人将其归为拟似家人关系，仅有6人将其归为熟人关系，拟似家人关系占了近四分之三。此外，熟人关系和拟似家人关系的得分非常接近，仅有微弱的差别（平均值分别为23.5和24，最低值分别为17和16，最大值分别为30和29），因此无法再以自评表的得分加以区隔，只能得出结论：有求助关系的亲戚，四分之三的几率被归为“拟似家人”，四分之一为熟人，但不会适用弱关系的交换法则。

由以上结果可以看出，亲戚在个人信任网络中也处于非常靠近中心的部分，是拟似家人关系重要的来源。对于亲属而言，会被归于熟人关系还是拟似家人关系，两人之间究竟是纯粹的情感关系还是混合关系，并不能用日常交往的亲密程度来判断。“血浓于水”的意识使得与亲戚间的互动充满浓厚的情感因素，而这种人情交换中是否还夹杂着工具性计算的成分，或者说工具性计算成分的多少，则并不能由两人话题、行为的亲密程度，或者是共同认识的人的多少来判断，而更可能取决于其他因素。

总而言之，会向其求助的亲戚，有七成五的机会可归类于拟似家人关系，适用人伦法则。只有二成五归为熟人关系，适用人情交换法则。至于亲密程度对其归类没有影响。

（3）好朋友基本上被归于熟人关系或拟似家人关系，而很少是弱关系。在121个选择了关系来源为好朋友的填答者中，有近63.64%的人将关系归为熟人关系（77人），近32.23%的人将关系归为拟似家人关系（39人），而仅有占4.13%的人将关系归为弱关系（5人）。

此外，可以发现，被归入拟似家人关系和被归入熟人关系的好朋友，其亲密程度得分有着较明显的差异。被归入熟人关系的好朋友，亲密度得分最低只需要14分，平均得分为23.3766；而被归入拟似家人关系的好朋友，亲密度得分最低需要达到19分，平均得分为27.1282。

总而言之，好朋友基本上只有4%被视为弱关系，可以忽略不计，因此好朋友不是熟人就是拟似家人关系。

（4）普通朋友不会被归入拟似家人关系，而更可能被归入弱关系。在21个填选者中，有三分之二的人将普通朋友归入弱关系，三分之一将其归为熟人关系。与好朋友的情况类似，对普通朋友关系类型的判断与其亲密程度得分有着较明显的关联：普通朋友且是弱关系者，最低得分为6分，平均得分为11.7143；而普通朋友要被视为熟人关系，最低得分为11分，平均得分为17.8571。

朋友而又普通，一般理解上普通朋友会被视为有较为经常的社会交换但较少加入情感因素。以上表格中普通朋友多被归入弱关系的事实也辅证了这一判断。然而，也可以看到，普通朋友也有一部分被归入熟人关系，并且这一部分人的关系亲密程度明显高于弱关系。可以推测，普通朋友之间随着交换的增加与亲密程度拉近，有可能逐渐发展出情感因素，并进入熟人关系范围。

（5）“认识的人”被归类的关系类型包括弱关系、熟人关系和拟似家人关系这三种。其中弱关系约占45.83%，熟人关系约占33.33%，家人关系约占20.83%。而不同关系类型的亲密度得分有很大差异：弱关系最低得分是4，最高得分是15，平均得分为8.6364；熟人关系最低得分是11，最高得分是21，平均得分为19；拟似家人关系最低得分是19，平均得分是23.4。

据此可以发现，“认识的人”并非如我们预想的那样仅仅是比普通朋友更弱的一种关系，而是朋友、亲戚关系之外一些关系的一种指称。一般理解的朋友通常是平辈之间较为对等的关系。然而在现实中，在上下级之间往往也能看到较为亲密的关系，比如在学生和老师之间，领导与下属之间。

和普通朋友一样，被求助的认识的人一半会归为弱关系，三分之一被归为熟人关系，其间的分野是19分，之上是熟人，之下是弱关系。但有时候这种关系甚至能亲密到类似父母对子女、长兄对幼弟的关系，即达到拟似家人关系的程度。

（五）结论和讨论

1.结论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格兰诺维特所说的连带强度的几个构面并非都适用于中国人的关系。其中，互动频率是没有影响的，一段时间内高频率的互动并不能说明双方关系紧密。认识久暂对关系类型有一定的影响，而影响更大的则是亲密程度和亲密朋友圈。因此，中国人关系强度的构面应该修正为认识久暂、亲密程度和亲密朋友圈。另外，在分析中也可以看到，在测量亲密程度的两个指标——亲密行为和亲密话题中，亲密行为的影响更加重要。

其中，亲密行为与亲密话题以及亲密朋友圈可以归类为一个构面，我仍称之为亲密程度。当我们不将关系分成强、弱二分，而是将之分成三类，而且以人际交换的法则作分类标准时，这三项会是最好的衡量标准。认识久暂单独形成一个构面，而且也与关系强弱相关，所以亦可以视为关系强弱的衡量标准之一。

2.研究限制

这里所用的资料来自EMBA班上的学生，其中包括香港华人、新加坡华人，但大多数来自大陆，可视为一个华人区的综合性样本。然而为使得填答者了解拟似家人关系、熟人关系、弱关系各是什么意义，所以必须取得对方高度合作，听讲一个小时之后才能作答，故此为便利抽样，而不可能随机抽样，因此结论不能推论到整个华人世界，更大的推论，有待更多的实证资料的收集。

被访者因为都是EMBA学生，年龄从25到50，正常为40上下，男女比例均衡，职业上包括了国企海外分部的中、高层主管，港、新、外资企业中层经理以及少数中小企业主，所以这样一份样本内容，可以视为华人上班白领的代表性样本，或许本研究提出的关系构面的衡量可推论适用于此一族群。

本问卷的设计经过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深度访谈，主要访谈对象为台湾的企业界经理人，用来设计问项，并排序哪些话题是比较亲密的，哪些行动是比较亲密的，从而得到问卷的原始初稿，结果与美国的GSS（Gerneral Social Survey；Marsden and Campbell，1984）调查中的问项有很大的不同。第二阶段则在北京进行，让一群企业经理人与研究生参与焦点团体，共同讨论这份初稿是否合理，并最终定稿。但这份问卷是否适用于广大的中国其他地区以至于海外华人，我们必须保持较保守的态度，毕竟华人之间的亲密话题与亲密行为的内容因地而不同，能适用所有华人而可以做随机抽样的问卷还有待进一步开发。

3.讨论与未来研究

格兰诺维特的四个构面中，互惠内容一直未被有效地衡量（Burt，1984；Marsden and Campbell，1984），所以社会连带这个概念多被指涉为与情感有关的社会联结。然而中国人的关系一直被认为具有强烈的交换色彩（黄光国，1988），所以杨宜音（1995）指出关系应该是双构面的，而且这两个构面会相互独立，也就是工具性交换
 
[3]

 是与情感性交换可以互不相关，中国人不必然找情感性强的关系做高密度与高强度的工具性交换。她将关系划分为九个类型，工具性交换与情感性交换各分三类，从高工具性交换、低情感关系到低工具性交换、高情感关系，分成九种不同的互动规则。

罗家德与张佳音（2007）则以中国组织内的整体网数据分析了不同的互惠行动各具多少情感性成分，多少工具性成分，结果也显示工具性与情感性虽不完全独立，但也有相当高的相互独立性，而且各项互惠行为散布在两维的空间中，确实存在有情感性不高但工具性交换很强的互惠行为，比如工作新知的分享。

由以上的理论与数据分析观之，中国人的关系确实有二维性，所以这里的分析只分析了关系的一维，也就是情感性的一维，衡量的是情感强弱。换言之，完整的关系衡量也需要对工具性交换进行衡量。格兰诺维特提出互惠内容也是连带强弱的重要一环是有其道理的，只是过去互惠内容多以交换行为直接表示之，如“谁会给你相关信息”、“谁会在你工作困难时提供咨询”等（Wasserman and Faust，1994；Krackhardt，1992），并没有衡量方法。如何找到交换强度的构面及问项，以区别强交换、弱交换，有待后续的努力。

如果中国人的关系是两维的，那么分类就绝不止三类，情感以强、弱分之，交换也以强、弱分之，就会有第四类关系类型，第四种交换法则，那会是什么？杨宜音分的更细，每一维有强、中、弱三区隔，所以会有九类关系，九种交换法则。其实中国人的思维不是分类与对立的，所以关系具有很高的模糊性（翟学伟，2005），中国人不但可以用各种方法让关系转换类型，而且不同类的关系间也无法找到清楚的边界，就好比熟人关系是一端，弱关系是另一端，中间还有很多的过渡地带。所以在过渡地带做更多的细分都可能是合理的，只是分析的复杂性因此急剧升高。如何分类才适中，更值得我们思量。


附录：本研究所使用的个人中心社会网问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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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所使用的个人中心社会网问卷-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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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在自我中心社会网问卷中可以问受访者其朋友之间是否也相互有连带，并据以绘出其朋友的网络结构，但这是受访者主观的臆测，又是以受访者为中心，所以不太能反映真实社会网的整体结构情况。


 [2]
 以下有关个体社会资本的问题部分取材自作者与赵延东合写之论文《社会资本层次及其测量方法》，感谢赵延东教授在此一议题上不吝赐教，提供部分内容。


 [3]
 杨宜音的理论针对黄光国理论提出反驳，据以讨论工具性交换对情感关系的正、负不同的影响，这是一个较大的本土心理学上的争论，尚未有最终结论，所以这里取其工具性的一面，而对情感正负问题存而不论。


第五章 整体社会网资料的收集

一 整体社会网问卷设计

如我在第二章讨论社会网理论在社会学中的角色时所说，社会网理论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来看待我们的社会，它视社会为一个网络图，图中有很多节点，节点与节点间有相连线段，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社会连带。在做社会网理论分析时，这个节点可能是一个人，可能是一个组织，可能是一个团体，甚至可能是一个国家，所以社会网理论可以分析不同的单位，任何行动者（actor）都可能成为节点。

社会网分析主要分析两个问题
 
[1]

 ，第一就是分析关系会产生什么影响（或什么因素影响关系），这是社会连带的问题，如第三章所述，这主要是自我中心社会网分析的焦点。第二个就是社会网结构问题。图9有两个社会网，右边图形是不是跟左边图形很不一样？同样是六个人，同样是七条线，但左边这个图形很明显有个中心人物，右边图形则好像有两个小圈圈。这两群人有一样的人数与关系连带，也可能有相同的社会经济背景，但却有不一样的集体行为出现，这时结构就是最好的解释因素，整体社会网分析正是提出解释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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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两个社会关系网图的比较

一般来讲，想要做结构研究，只能用整体社会网资料。节点代表的分析单位不同，其间的连带也不相同，而且这些连带不是一维的，同样这一群人他们之间的关系可能是多维的。假设我们调查个人在组织中间的社会网，魁克哈特（Krackhardt，1992）分三种网络，一种是情感关系，一种是咨询关系，一种是情报关系，另外还有一种信任关系（Krackhardt and Hanson，1993），但信任关系常被认为是另一种情感关系，因为它们确确实实相关系数十分高。我的研究结果却显示各个组织的情况不一样，各个组织产生信任的因素是不一样的，情感网络不一定就跟信任网络高度一致。在我所做的高科技公司或外商公司研究中，反而是咨询网络和信任网络重叠的情况更严重。所以一个人在组织的场域中就有四维的社会网络图，分别是情感网、咨询网、情报网以及信任网。

如果社会网分析的单位不是个人，而是组织，组织间研究所包含的关系类型就更多了，它包括所谓的生产连带，也就是外包；还有营销同盟，也可能是财务同盟，我称之为财团（business group）；还可能是研发同盟关系，也多半叫战略结盟。这些都是最主要的关系类型。要是细分的话，当然还有很多，如财务同盟就有董事会联结。你往往会发觉，在某一类产业中间，某一类公司开董事会时总是那群人，他们就是这个产业或这个行业的重要人物，公司与公司之间透过他们而连结在一起。另外还有转投资关系，或家族企业图谱，都是不同类型的财务连结。所以做整体社会网资料收集前，在设计问卷时要从理论上去想两件事，第一是分析单位是什么，第二是哪些关系会影响什么结果，哪些关系与我们在探讨的议题有关。

收集整体社会网资料（whole network data）的方法是在一个可以找到边界的团体中做网络调查，该团体可以是一家企业、一个部门或一个团队。调查问卷的格式如下述范例，第一栏为题目，之后为该团体所有成员之姓名，然后请每一个成员就每一个问题勾出与其有关系之成员（见表14）。

表14 整体社会网问卷之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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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范例中第一题为咨询网络问题，第二、第四两题为情感网络问题，第三题为非正式情报网络问题。当然这只是一些范例，针对不同的网络应该有不同的问题设计。过去美国学者的研究也有多样的问卷模板，这里只是引用其中几题而已。这份问卷要发给所有的五个人，五人分别填好后，我们可以依据资料绘出四个社会网。

二 整体社会网资料收集

整体社会网的资料要比自我中心社会网资料更难收集。主要理由有二：第一是一整个群体中所有的人都必须愿意填问卷，否则就绘不出整体社会网。为了取得所有人的同意，往往要有不错的社会关系才办得到，所以没有办法用随机抽样。第二个问题是问卷不可能匿名，所以增加了填答者的疑虑，而更难取得合作。下面我们就以九个步骤逐步介绍整体社会网资料的收集方法。

1.第一步——确定分析单位

整体社会网分析的第一个前提条件是要有一个非常清楚的分析单位，以及欲调查的社会网的网络边界。它可能是一个群体、一个社群、一个组织，也可能是一个更大的实体，譬如一个外包系统，甚至一个国家或某一区域，如格兰诺维特等人就曾绘出整个硅谷的半导体业网络。但这些被调查的对象都必须有一个边界。一个研究议题出现了：我们首先要问什么是因变量，什么是自变量？它们的分析单位是什么？比如我们想研究居民被征地搬迁的问题，一开始就要去思考研究的是个体行为还是集体行为，个体行为是研究个人，比如他的社区意识如何产生？在最近拆迁时社区意识如何影响其行动？每个人在社区社会网中扮演什么角色？这个角色如何影响其社区意识的形成？社会网中的角色就是自变量，个人社区意识与个人是否参加反抗行动就是因变量，分析的单位是个人，而其所处的社区就是欲调查的社会网的边界。

我们也可以研究集体行为，为什么什刹海的搬迁如此平静无波，而东岳庙的搬迁已经引起了严重的抗争？这两个地区的居民有何差异？什么样的差异会造成不同的集体行为？是居民社会经济背景不同，还是居民的社会网结构不同？这时分析单位就不再是个人，而是整个社区，社区的居民特性以及社会网结构就是自变量，整个社区的反抗行为则是因变量。这种资料十分难做定量检证，什刹海是一个个案，东岳庙是一个个案，回龙观又是一个个案，要在全国收集很多个案，都要做整个社区的资料调查，累积数十个个案后才有可能形成足够检证的样本数。此一分析单位虽然是社区，但如果我们的兴趣是在社区内部的结构，那么社区仍是调查的社会网边界。

2.第二步——确定社会网的边界

紧接着下个问题我们要问：要不要及能不能用整体社会网方法去收集资料。比如上面的拆迁问题，自变量是结构因素，因变量是想比较不同居民的社区意识怎么产生，他的反抗意识怎么产生。问题意识够清楚了，自变量、因变量也很清楚，分析单位也清楚了。在理论上，社会嵌入较深的社区中心人物，或在当地获得情感支持较多的人，他们的社区意识会较强，在理论上能够得到支持。但还有一个问题：能找到一个社会网的边界吗？为什么要找一个有边界的社会网做调查？因为调查中我们必须把边界内的所有行动者都列在问卷上，并发放给所有的行动者，所以一个发散的社会网是无法做结构调查的，这是自我中心社会网无法清楚分析结构的原因。

到什刹海做调查时就必须问：什么是什刹海社区？有的说是这条大街，有的说是行政区域，到底多大的范围才算数呢？有的研究，网络边界是客观决定的，比如一个组织只要看它领薪水的名册，一个团队只要看它参与团队运作的人数。但有的研究却很难客观认定，必须先做定性研究去挖掘主观的认定，比如社区，何谓社区？客观的认定若以行政区划分，就很可能使真实现象隐没掉了，这一群人的社区意识可能指的是另一个范围，他们完全不认同行政区，而是受到另一地理范围的历史文化传承的影响。又比如把边界划得很小，限于互动最频繁的街坊邻居，一个四合院里的一些人，但其实他们真正的社区生活来源并不限于这个四合院里的人，所以也不免失真。社会网络边界是什么？网络边界内的所有单位或所有个人的名字要列在问卷上，要是划不清楚边界，就不知道要列多少名字。这在调查技术上，可以用很多方法去认定，但是不同的划界一定会影响到它最后的效度。在做这种定量研究之前，一定要做非常好的定性研究。

再有，我们要问社会网边界之外的影响大不大？我们要不要在问卷中也调查边界外的关系？因为一份问卷能列的人名有限，60人就算是多的了，所以边界不能太大。比如研究一个大型组织，很难把数百员工列在一张表上，所以常以一个团队或一个部门作为社会网调查对象进行调查，因为主要的互动关系仍发生在这个边界之内，边界之外的关系影响力与结构之内的影响力是有差别的。但部门与部门之间影响力有多大？值不值得考虑？比如，我曾做过A外商公司的调查。很有趣的是，A外商公司非常害怕形成小圈圈，所以他们的办公室是没有隔间的，公司文化非常强调互动、走动式管理，主管的办公桌全部在大厅中间。但我们却发觉两个部门即使仅仅只有一条走道相隔，还是自己与自己部门的人高度互动，隔一个走道，互动量就少很多。即使在这样的制度设计底下，一条走道还会有这样大的影响，如果是一栋楼的楼上楼下就不太往来了，尤其是情感性的往来几乎都没有了。所以部门作为边界是合理的，在问卷设计上或可将其他部门列在最后，由受访者自由填答在其他部门还有哪些关系。
 
[2]



3.第三步——决定重要的关系维度

第三个问题是：问卷有多少重要的关系类型，也就是有多少维度的问题。这里牵涉你的自变量中有多少结构存在。比如在组织中研究个人行为，如前所述，经常分的四种网络有：情感网络、情报网络、咨询网络、信任网络。但问题是，维度是多少，四种网络都要列一些题目吗？一种方法是几个维度的题目——情感、情报、咨询、信任，问卷都去设计，而且问题设计上至少要有三题以上，才能有信度可言，少于三题就没办法做信度分析。题目设计后找一群人做前测，再用因素分析去决定它到底会出现多少种不同的维度。这样做可能题目太多。另一种做法就是理论决定取舍，比如我在组织中做非正式权力或个人影响力的研究，理论指出这与情感网络以及信任网络较有关（Krackhardt and Hanson，1993），而与情报及咨询网络较无关，于是问卷中就只设计情感与信任的问题。

不同的社会场域也会有不同的关系维度，比如社区中间，居民为什么对这个社区很有感情，不想搬离社区？这个社区提供了什么东西？如经济支持、社会支持（包括社会互助等内容）、情感支持、参考咨询（咨询支持）、消息传递、影响团体等有六个维度之多，但哪些才是社区居民真正在意的社会支持？在做问卷设计之前，理论要先回答此一问题。

4.第四步——问卷设计和信度分析

在设计社会关系问卷的时候要特别小心，因为这类问题比较敏感，在不匿名的情况下，如果你直截了当地去问他“谁是你的朋友”，万一这个人写了A，却不写B，B察觉了，造成人家心里的不痛快，或者A写了B，B却不写A，都会带来不良影响。所以这类问卷设计要掌握两个主要的原则。

（1）行为为主。关系问题很敏感，越抽象就越敏感，比如“阻碍”网络（hindrance network）在很多问题上解释度非常高，但却非常难做。在中国社会，问卷如果问“你讨厌谁”，大概多数人都不愿回答。但如果问“谁曾经妨碍过你完成工作”，很多人可以靠具体事例而加以回答。这种题目如果十分抽象，受访者就不太敢答，最好的办法就是只问他有没有某个具体行为，行为就代表了特殊的意义，如“你下班后跟谁一起去打保龄球”，这是一个很明显的行为。这种问题如果在我曾经访谈的A外商公司中问，就很有价值。因为在我们调查的部门中，只有一个是结了婚的，下班后不跟大家在一起，其他的就分成几个小队，经常一起去打保龄球。

（2）尽量嵌入情境。行为都是嵌入情境的，所以设计行为的题目一定要对受访团体有深刻的观察。比如打保龄球问题在我所做的另一个B政府单位就不太有意义，因为正式工一般全都已经结婚，下班后绝对不会凑在一起打保龄球。再举一个例子，我在B政府单位做前测的时候，有一个问题是“你会跟谁一起吃午饭”。在B政府单位一起吃午饭就是一个大问题，可以有效地测出情感网络。“一起吃午饭”和“一起吃晚饭”是相同类型的问题。但在A外商公司中，“一起打保龄球”和“一起吃晚饭”才是情感的表现，吃午饭则不是，因为A外商公司的员工中午不会相约出去吃饭，而是叫了盒饭就找一个空会议室吃，会议室中碰到谁就和谁一起吃。只有定性研究做好了，你才会察觉到这些不同，设计问卷的时候就会有很好的结果。

但当我们做的研究是跨组织、跨团体比较时，这类型题目就必须适用于多个情境，设计会更困难。原则上针对不同团体，题目也要统一，问题不统一就很难做比较，会马上被人家质疑：不统一的题目可以代表相同的意义吗？可以进行比较吗？最好的办法是，同样测话题亲密度，定性研究就问受访者平时谈什么话题，求取最大公约数，尽量找一些议题是不同团体都在谈的。做跨团体的比较，问卷难免较一般化，情境嵌入度不够，也较难设计。

5.第五步——抽样

如前所述，这类问卷要有非常强的人际关系才发得下去，否则很难取得整个团体的同意，所有人都接受调查，所以我们多半做的是便利抽样，也有人叫立意抽样（convenient sampling），也就是手上刚好有什么资料源就使用什么资料，很难做随机抽样。如果做随机抽样，抽样架构就不能是电话名录，因为这些个人产生出来的团体不会成为一个有边界的社会网。所以只有使用二阶段随机抽样，比如说先从某一地区工商名录随机抽样十家公司，再在这十家公司中各随机抽样1/3的部门，部门就是网络边界。虽然分析单位是个人，但也只能随机抽到部门，而无法抽到个人。这个方法固然是随机的，但却很难执行，因为被抽到的公司与部门不一定合作，所以大多数的整体社会网的研究仍以立意抽样为主。

立意抽样的一个缺憾是无法推论，很难从样本推论出母体的一般情况。就像定性研究，最后我们得到的只是个案，个案只能否证，找到个案不符合原来理论的，就把原来理论否证掉，没找到之前就暂时接受，但个案却很难肯证一个理论。整体社会网资料也同样有相似的问题，个案欠缺推论的能力，代表性个案只能代表一定特征的部分团体，很难推论出普遍适用的原理、原则。

6.第六步——调查技巧

找到愿意接受调查的团体，我们将团体中成员的姓名填在问卷的第一行中，问卷发放出去，每人一份，请大家就问题进行填答。这中间要注意几个事项。

（1）尽量不署名。整体社会网问卷是不匿名的，否则就不知道一份问卷是谁与被勾选的人有连带，问卷发放者不必讳言不匿名，但也尽量不要署名。问卷一开始就问“你的名字是什么”，这会影响填答者的心理，而使其做出不实的填答或拒绝填答。比较好的处理方法是问卷上不署名，一个人一个人地送问卷，收问卷，所以可以确定填答者是谁。我的做法主要靠秘书去一个一个发，发完后一个一个去收。另外一个方法就让每个人填一些个人基本资料，性别、年龄、婚姻、学历、在公司多久等，就可以请秘书把对方指认出来。问卷发放者跟秘书要很熟悉，才可以拿这些资料去跟秘书一一确认。所以做整体社会网成本很高，发问卷也非常辛苦。要做社会网，先要建社会网。

（2）保证不泄密。因为不是匿名的，所以调查者要非常清楚地说明，这个资料绝对不会给公司高层看到，保证不泄密，绝不会引蛇出洞，用来秋后算账。这是学术伦理，也是让填答者放心填答的保证。

（3）强调学术研究。我们还要说明我们的来处，保证这是一个学术研究，绝非受公司委托，我们最后对公司的回报只是提供综合性的结果，个人资料绝对永远保密。

7.第七步——效度分析

资料取得后，我们要去除无效的问卷。下面是几个相关方法。

（1）目测。最常见到两种无效网络问卷，一个是全勾，一个是全不勾。填问卷的人不太会骗你，用心去勾选一些假的情报，不想答的人往往只是全勾或全不勾。为什么我们做整体社会网的时候把名字全列出来，而不是让填答者自由写名字？原因就在要让填答者写名字，他就非常随意，多了就不想写了，甚至常常不写。

（2）重复的问题设计。这在心理量表的时候用得最多。比如我有60道问题，为了测组织忠诚，可能第三题会是“本公司的远景目标是建立一个未来人类生活的新模式，你是否赞同”，到第十八题的时候又问“你是否认为本公司在为人类建立一个未来生活新模式”，意思一样，看答案是否相同。问卷可以设计一题到两题大同小异的题目，拿来比对。

（3）亲身观察法。在问卷设计阶段，研究者常用亲身观察法做定性研究，亲身观察一段时间之后，也建立了各种关系。人际关系不好，最后可能连问卷都发不出去。亲身观察者要有观察社会网的能力，很清楚地辨别谁跟谁建立了什么样的网络，在做效度分析时，就可以凭借这些观察判断出谁在乱答，相互痛恨的却填上情感关系，互不讲话的却填上咨询关系，亲身观察者可以指认出来。

（4）两个问题交叉比对。比如，一个题目是“谁会和你聊私事”，另外一个题目是“你会和谁聊私事”。通过两个回答进行检测，比如你勾了A，再去看A有没有勾你。有些事情是有相对性的，“谁跟谁一起吃午饭”是双向的，不可能A选了B，B却没有选A，两方填答不一致就表示填答无效。

（5）部门无效/网络无效。一般来说，我们会设置一个门槛，一个社会网中有一定人数的资料遗漏或无效，就全组都无效。我设置的门槛多半是20%，20%算是比较宽容的了，但前提是遗漏的人中间没有重要人物。最中心的人只要遗漏掉一个，这整个网络问卷就没有多大意义。这个中心的人物，由亲身观察者来判断。原则上，保证90%的回答率，再加上剔除掉一些无效问卷，20%还是能够接受的，但一定要确认遗漏掉的人当中没有非常重要的人物。

8.第八步——数据输入

一份6道题的问卷就能形成6个网络，每一题会形成一个网络。如果社会网内有9人（也就是第一行列了9个名字），每一题就形成一个9×9矩阵，如果有6题，就变成了6×9×9的三维矩阵。就第一题来说，工作困难咨询网，在登录矩阵时，勾选了填1，没勾选填0，把第一个人第一行资料登录进去，第一个人：010010110，换第二个人问卷的第一行：001010000，第三个人：000010000……依此类推，直到9人填完，再换第二题。这些矩阵都可以做矩阵运算，我们后面要讲的所有社会网分析，都是用矩阵运算算出来的。

上述问卷为例，请甲乙丙丁四人填过（为了方便起见，本文范例以四人为例，但真实的网络调查，人数不宜太少，十人以下的封闭团体，其内部网络特质会十分不同于大团体，但也不可能太多，比如百人以上，因为一页问卷容纳不下这么多人，而且人太多会影响填答的精确程度）之后，四题中的每一题可以形成一个矩阵，共有四个矩阵，每一个矩阵可以绘出一张网络图。下面我们就来介绍何谓网络图。假设上述第三题“如果听说某人会职位调动或想离职的消息，你会先告诉哪些人”中，甲填了乙与你，乙填了甲与丁，丙则填了你与丁，丁则填了丙，你则填了甲、乙、丙，将资料输入社会网分析软件如UCINET或STRUCTURE，有关系者填1，无关系者填0，如依照甲乙丙丁你的顺序排列，这会形成如下的一个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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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以上的矩阵，研究者可据以画出社会网图。当人数太多时，手绘绝无可能，自然要求助于计算机软件，UCINET正是为此一目的设计的软件。很多企业问题诊断，有时不需用到复杂的网络结构指标，看图就可以看出公司问题出在哪里，所以网络图是十分有用的工具。图10就是以第三题画出的情报社会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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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网络图之范例

题目：如果听说某人会职位调动或想离职的消息，你会先告诉哪些人？

在网络图中，一个节点代表一个人（或一个组织），一条线代表两个节点间的关系，线上的箭头代表传递资源的方向。如果你在问卷中勾了甲，则箭头方向指向甲的弧就画上；甲也勾了你，则双箭头就都画上。上图可以看到你勾了乙，乙却未勾你。网络的结构可以看出如果你想传一个信息给丁，却又不想给甲知道，最好的策略就是告诉丙，却不跟乙说，这样子甲就无从知悉，因为他和丙、丁缺少信息渠道。

9.第九步——经社会网分析得到变量

收集到了整体社会网资料才能够做社会网分析，分析中我们主要可以得到两类变量，第一类是个人的网络结构位置，第二类是一个群体的网络结构形态。

整体社会网资料回答的第一个问题是：群体中间的每一个个人在整个团体中间占据怎样的一个结构位置？对个人的结构位置可以做个体行为的研究：比如说在组织中，得到一个指标，一个人的可达性（reachability）的程度非常高，90%的人都会在他的可达范围之内，跟另外一个可达性程度非常低的人，即相对孤立、相对边缘的人，很可能行为方面就会产生很大的不同，可能导致边缘人经常都打听不到信息，被排除在很多状况之外，因此对这个组织的忠诚度比较低，抱怨比较多。所以说，社会网分析可以利用个人在这个群体中所占据的位置去预测他的行为。过去心理学、社会学所做的各种各样的个体行为研究，都是用个人本身的性质去解释，社会学家就很喜欢用他的社会经济属性等变量来解释；心理学家则喜欢用一些个人的人格特质之类的态度变量、人格变量提出解释；自我中心社会网更进一步，指出个人关系变量的重要性；整体社会网则可以算出个人的社会结构的位置变量。

整体社会网可以得到的第二个资料是整个群体的结构有些什么特质，这个群体的结构是非常紧密，还是非常松散？权力集中，还是权力分散？群体网络结构可以做集体行为的研究，但这类研究特别难，因为一个整体社会网资料的收集，一个组织，或是一个部门、一个团队，往往调查了数十人，只能得到一个资料点。一般来说，如果能有100笔以上的资料，差不多回归估计值会比较稳定，资料量太少的时候，就统计来讲，统计值是很不稳定的。但是，这种群体类型的研究资料量通常非常少，除非有长期性资料收集才可以。有人用200多个团队做研究，但资料点却大概都只有六十几个团队，甚至四十几个团队，这在统计学上都是太小的样本。

如何计算个人的结构位置以及群体的结构形态将是下面几章的主题，接下来我以一篇笔者与叶勇助探讨虚拟空间中关系是否反映真实生活中关系的论文为例，说明自我中心与整体社会网的资料如何被运用在学术研究中。此篇论文刚好两类资料都加以收集，并交互使用，下面就是这份问卷。


问卷内容



XX系A班
 座号：____________ 性别：□男 □女

1.是否有上网的经验（含E-mail、BBS、WWW等功能）？

①□有

②□无（若无请直接回答第5题）

2.大多时间在何处上网（含E-mail、BBS、WWW等功能）？

①□学校宿舍

②□校外租处

③□家中

④□计算机教室

⑤□研究室

⑥□其他（如____________）

3.请问您接触网络的时间有多久了？

①□半年以下

②□半年～1年

③□1～2年

④□2～3年

⑤□3年以上

4.请问最近半年平均每天上网的时间约有多久？

①□不到1小时

②□1～2小时

③□2～3小时

④□3～4小时

⑤□4小时以上

5.最近半年，是否曾透过网络和其他人互动？①□有 ②□无（若无请直接回答第7题）

（以下第六题是自我中心社会网的问题，第七题是整体社会网的问题——作者注）

6.最近半年，您最常跟哪些人透过网络互动（包括同学、家人、朋友或网络上的陌生人等）？请依序列举六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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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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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整体社会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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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研究范例——虚拟空间社会网与真实社会网是否相同
 
[3]



因特网的出现引发了新的网上生活形态，其中透过计算机网络所展现的社会关系和人际互动更是许多研究关注的焦点（Poster，1995；Baym，1995；Correl，1995）。更多的研究则聚焦在网络互动对现实世界的影响，如对商业流程的影响（Nohria and Eccles，1992），对团体动力的影响以及对会议过程的影响（Sproull and Kiesler，1994）。其中一项重要研究就是网络社群问题。相当多的研究认为网上社群真能提供人们在实体社群中的种种需要（Rafaeli and Sudweeks，1996；Bromberg，1996），而且社群范围可以超越地域限制（Rheingold，1994）。但是网上社群提供的社会支持真的能取代真实社会关系所带来的支持吗？20世纪70年代社区心理学研究者将人们可以运用并促进良好的健康与心理的人际关系，称为“社会支持”（social support），根据这些说法，人们会从自己的人际社会网中获得信息、物质、情感的支持，这就是人际社会网的社会功能，有助于身心健全。其中，“情感支持”（socioemotional support）为一个重要支持面向，也是社会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种凭借。一些学者对网上社会支持做了有效性质疑（Robins，1995），研究也发现，多数的网上关系会很快转为实体关系（Park and Floyd，1996），因此并不能取代面对面所得到的支持，所以应该把网络世界视为补充实体世界的第三空间（third spaces）（Beamish，1995）。

另一类对网络上角色扮演的研究多从心理学角度出发，发现网络场域具有高认知需求与我群团体认同感受的特性，同时也指出网络场域塑造不同角色，认同不同团体的可能性。这类议题的研究着墨于网上多重角色扮演以及流动（fluid）自我认同的问题上（Pile and Thrift，1995），人们因为网络上的匿名性而能扮演多重角色，进而发展出多重网上社会网，可以与现实生活中的社会网络形态截然不同；一群强调网络世界中人们可以“脱离肉身”（disembodiment）的学者认为人们可以完全逃离现实情境，利用网上创造的新角色寻求全然不同于真实世界的认同对象（Correl，1995；Thu Nguyen and Alexander，1996）。这类研究中尤其对MUD游戏中的角色扮演多有讨论，更有很多虚拟角色真假莫辨的个案研究（Reid，1995；Turkle，1996）。然而此一观点受到了主张“本于肉身”（embodiment）的学者的质疑，他们强调人的角色扮演仍受制于原始的个性与认同，很难完全超越（Argyle and Shields，1996），而且多数的网上社群参与者皆非积极的角色扮演者，而是低度参与的所谓的“潜水族”（lurker）。

还有一类研究聚焦于网络成瘾症，从早期的计算机迷（computer-nuts）到虚拟世界狂（cyberpunk），一群重度使用计算机的人基本上脱离了现实世界，而在网上寻得了美丽新世界，也即所谓的“Cyberian”，他们有着自己的次文化，就好像是另外一个世界的人（Dery，1996；Rushkoff，1994）。王灿槐和罗惠筠也曾对台湾大学生做过一些调查，其主要探讨的问题是大学生中会迷上BBS与不会迷上BBS的人在人际沟通的态度和行为上是否有显著之差异性。其分析显示，一般经常使用BBS的大学生，认为他们能在BBS中找到比真实生活中更能深谈的朋友、较快速的友谊等，而其中隐含着这群所谓的BBS迷在真实世界里，他们的人际沟通有较多的障碍，换句话说，也就是现实的人际关系较不如意。这样的研究，认为病态网络使用者在因特网上所找的不是信息，而是社会支持、性的满足和在其上创造一个新的人格（王灿槐、罗惠筠，1998）。而许多研究即以“网络上瘾”来形容这样的现象。然而这样的现象经常被传媒夸饰为一种网络上的普遍现象，却一直没有较整体的实证研究来支持这样的说法，所以这凸显了几个问题，首先网络重度使用者其现实的人际关系是否就较缺乏？尤其当网络逐渐普及时，怎么定义我们所谓的“网络上瘾”？定义清楚后，我们更要了解这些网络上瘾的使用者拥有怎样的社会网络，包括网上和网下的人际互动。此外，相对的，我们也可以看看网上互动较少的沉默者，其社会网络的特质为何？

上述关于网上多重角色、网络成瘾症以及网上情感支持代替现实支持的研究多多少少给人一种印象，以为网民的网上关系可以与其现实生活完全不同，甚至是现实世界真实互动的一个代替品，网下世界的社会孤立者可以在网上找到十分活跃又多样多变的社会生活。但这是少数个案呈现出来的印象，还是网民普遍的行为模式？相反，维尔曼提出较不同的观点，以为网上人际关系是网下社会网的延伸，计算机网络的背后是一张真实的社会网，他进一步提及计算机所架构的社会网络仍然能够支持强连带（strong ties）、中连带（intermediate ties）与弱连带（weak ties；Granovetter，1973）。这些都是在真实社区中才会有的网络关系特性，使得计算机所架构的社会网络也可以在虚拟社区中提供信息的交换和情感的支持（Wellman，1990）。本研究就是探讨一个人现实的社会网络特质与虚拟的计算机社会网络之间的关系。透过这样的陈述，我们大胆地假设一个行动者的真实生活社会网拥有何种特质，其在网上也会呈现同样的特质。这样的说法有别于许多从社会心理学角度出发的观点，也就是说我们强调网络的人际关系是现实人际关系的复制品而非替代品。

“社会支持”以个人的人际联系为出发点，所看的是个人从人际关系中得到的资源与生活凭借为何，广义的“社会支持”则可以扩大到社会整体，着重于社会系统中各种资源的流通。因此，有学者主张，运用“社会网络”观点分析“社会支持”是恰当的做法（Wellman，1990）。而本研究主要希望了解不同网上的互动形态，看看是否可从不同的社会网络来解释，也就是如同维尔曼指出当计算机网络联络计算机之时，同时也就联系了使用计算机的人们，此时计算机网络就变成了社会网络。本研究感兴趣的是，原先的人际社会网络会如何影响网上人际互动。

（一）研究策略与分析模型

网络族的人际沟通调查一直是许多研究所关心的，根据以上的文献分析和理论探讨，笔者从社会网络理论出发，强调网下的社会网会影响使用者在网上的计算机社会网及其互动行为。组织行为学者魁克哈特曾将企业内的社会网分成咨询网络、情报网络及信任网络等三种，另外又曾在讨论组织内非正式权力及影响力时，视情感网络为产生信任的主要强连带，用以对比弱连带（Krackhardt，1992）。本研究以学校学生为调查对象，在对学校内网络的分类上采用了魁克哈特的分类原则，将网下社会网和网上计算机社会网分成课业咨询网络、情报网络、情感网络三个维度，其中课业咨询网络传递着课业指导、笔记交换等属于知识专业的资源；而情报网络传递着团体人际互动的信息，用一般大学生的用语来说，就是所谓的“八卦消息”。情感网络则依格兰诺维特之亲密性的分析（Granovetter，1973；Marsden，1989）分成话题亲密性及行为亲密性，前者以情感支持话语来加以衡量，后者以一起吃午饭的情感行动来测度。情感支持网络代表的是亲密的强连带情感关系，相关的指标数值可表现一个人的人际关系好坏，这样的资源对大多数的大学生而言可说是最重要的部分。一起吃午饭的情感性行动，是一种弱的情感性关系，在网上因为不可能有吃午饭的行动，所以我们代之以在网上闲聊这样的行动。透过这样的探讨，我们想了解在现实生活中，一个人的网络特质是否会影响其在网络上的网络特质。

本研究的分析策略主要从两方面下手，第一部分先从网络资料进行网上和网下的社会网的比对，网络资料的相互比对首先透过SAS统计软件将收集到的资料，以四种网下关系分别比对四种网上关系，做出16张列联表。每一张表内X变量代表网下关系，Y变量代表网上关系，列联表有四格，分别是（0，0）、（1，0）、（0，1）、（1，1）；（0，0）代表某学生A网上网下都未选某学生B；（1，0）表示A认为B是网下有关系者，但网上却无相应关系；（0，1）表示A认为B是网下无关系者，但网上却发展了该项关系；（1，1）代表网上网下都发展了相同的关系。列联表可以看出网上网下关系这四类型各有多少条关系。

但当计算两个关系的相关系数时，则面临一个困难，因为在一班61个同学里，大多是网上网下皆不互动者，所以（0，0）出奇的高。比如网下一起吃午饭关系与网上传信息关系的表中，（0，0）是3325，（1，0）是96，（0，1）是217，（1，1）是83。现有计算2×2列联表相关的统计量如Gamma，Tau及不确定系数（uncertainty coefficient）等都因此而偏高，以至于全都显著相关。为解决此一问题，我们采用一个新的统计量，方法是既然我们关心的是选一起吃午饭的人会不会选他也在网上传信息，所以我们在计算相关统计量时排除大多数相互根本漠不关心的连带，这样只有396条关系（96+217+83）被纳入计算相关系数。相关系数的算法是以X为基础，算出选X为1的连带有多少百分比也选了Y为1〔本表是83/（83+96）=0.464〕，再以Y为基础，算出选Y为1的连带有多少百分比也选了X为1〔本表是83/（83+217）=0.277〕。两者加总平均即可看出多少百分比是两者皆选。这396条关系中，45.2%选了X，75.8%选了Y，如果选X与Y是相互独立的行为，则同时选X与Y者将是34.2%。然后我们可以用二项式（binomial）分配来检证，选两者是否是相互独立的行为。

第二部分收集网上自我中心社会网资料，先进行描述性分析，进而以网上互动关系的强度为因变量，而以网下收集的社会网资料所计算出的个人社会网特质作为自变量，并以自我中心社会网资料所收集到的网上个人特征资料做控制变量，探讨一个学生网下社会网如何影响网上发展关系的强度。

在本研究中，我们将透过一个人现实的社会网络结构特质来量度其现实的社会支持，强调每个人的行动都受其所处社会网的影响，这样的影响可从其关系内涵及关系所形成的结构来思考，这样的结构我们可以用许多测量概念来分析，其中“中心性”（centrality）可说是社会网分析的重要概念。弗里曼（Freeman，1979）曾比较并讨论了两种最常被用来测量中心性的方法，分别为程度中心性（degree centrality，也称中心性）与中介中心性（betweenness centrality，也称中介性）两种，中心性指标可衡量一个人的控制范围大小（Wasserman and Faust，1994）。一个网络的中心性指数高的人，在网络中与最多行动者有关系，且拥有中心性的行动者，其在网络中拥有的非正式权力及影响力也最高（Krackhardt and Hanson，1993；Krackhardt and Kilduff，1990），获得的社会支持也最多。而中介性高的行动者，其代表的是在一个网络成员中，两两成员的互动必须透过这个行动者的中间介绍、中间导引资源流通的机会越多，他则越占据操控资源流通的关键性位置（Burt，1992）。因为本文重点是在于一个人在现实中获得支持的多寡，而不在于他操控资源流通的能力，所以选择中心性为研究对象，毕竟网络中心性越高的人，代表其现实网络中获得的支持也越多。我们关心的议题是：这种网下的活跃人物，在现实中有很多资源支持的人，在网上也活跃吗？在网上需要发展强的情感支持吗？

不同的网络就其关系的性质而言代表不同的社会连带，衡量这些社会连带的强度包含关系的亲密程度（intimacy）、互动久暂（the duration of interaction）、互动频率与互惠行动内容（the reciprocal services）（Granovetter，1973）。如所谓的情感网络，若其关系的亲密程度较强，其互动时间也较多，且其互惠行动内容也较多重，这样的关系就强度而言，通常称为强连带。我们将以网上互动内容以及网上互动频率来衡量网上互动的关系强度，并以网下关系的特质来解释谁会在网上发展较强的关系。

根据先前的研究，我们将控制几个主要的控制变量，首先是上网地点，主要是控制其能使用网络的便利性，而接触网络的时间是其对网络的使用经验，再者更重要的是人口变量的部分，其中包括年龄、性别、职业、教育程度。但由于本研究的对象是大学部一年级的学生，即排除了年龄、职业和教育程度的因素，只考虑性别部分。

有了个人社会网的中心性及中介性作自变量以及社会经济背景作控制变量，最后我们做一个Logistic分析：将每个人与其六个接触者的关系作为分析的单位，询问下列变项：接触者姓名、上网时间、地点、关系的形态、互动的内容、互动频率、互动媒介。另外，用UCINET将网下的人际互动的社会网资料做社会网分析，计算出不同网络形态每条关系背后那个行动者在现实世界的关系中心性、中介性等数值，以形成下列分析模型，然后透过SAS进行如下的Logistic模型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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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Y是网上互动强度，分别以网上互动频率及网上互动内容的亲密度两个变量衡量之。网上互动内容有四个选项：谈天、课业讨论、寻求情感支持以及邀约见面或参加活动，可复选，选择后两项者视为强连带的互动，无后两项者则为弱连带互动。网上互动频率则分为低频率（一周不到一次）、中频率（一周一到三次）及高频率（一周三次以上）。

X1
 是性别，X2
 是关系来源，X3
 是互动的媒介，此为三个控制变量。

Z是受访者网下社会网的四个结构位置：

·情感性行动（吃午饭）网络之中心性，

·课业咨询网络之中心性，

·情报网络之中心性，

·谈心事之情感网络之中心性。


γ
 是四个社会网性质回归系数所组成的向量，ε
 是随机变量。

（二）资料

本研究之目的在于了解，当信息社会来临，网络成为人际互动的重要媒介时，现实的社会网和网上的社会网会有何相互关系。这样的研究必须选择一个对网络使用已经很普遍的团体，就元智大学的学生而言，由于校方自20世纪90年代即推动“信息化社会在元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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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项目，全校师生对于信息系统皆有一般的使用素养，故选择以元智大学资传系大一A、B两班为例来做一个初探。

本研究主要探讨网下的社会网与网上的社会网的关系，如果研究的对象为大学生的话，我们可以很明确地界定网络的界限，尤其对于大一至大二的学生来说，由于其共同学科较多，故以班级作为这群成员的主要团体不会有太多的问题，所以我们首先预设每一班为封闭团体（close group）来收集整体社会网的网络资料。社会网资料收集主要在问卷的第三部分，分别有四个关系问题：课业咨询网络即是以请教课业为题，而情报网络则以询问“八卦消息”的网络来看，至于情感网络可分为情感行动（一起吃饭）和情感支持（吐心事、谈私事）两部分。以上的社会网络资源分别就网下和网上的媒介进行询问。这一部分资料，我们收集到了两个班级的完整网络，共119人。

另外我们再借由问卷第二部分调查自我中心社会网，收集这119个行动者在网络上最常互动的前六个人，透过这部分的资料可以补足整体社会网收集资料的缺失，并呈现个人较丰富的网上关系特质。问卷主要目的是搜集网上存在的关系，询问最近半年来最常跟哪些人透过网络互动，请填答者以顺序的方式列出网上最多互动的六位网友，问题则包括本人与网友之间的关系来源、互动内容、互动频率及其他曾互动的媒介。除了自我中心与六名网友的关系资料外，第一部分是个人基本资料及一般使用网络经验。这部分是中介控制变量的资料，包括性别及上网经验。

由于本研究统计分析第二部分的Logistic模型是要说明网下互动是否会影响网上建立强的连带，所以分析单位是网上关系。对于网下社会网络的资料收集，我们只收集了班级整体社会网资料，并没有办法描绘出一个人全面的社会网络，但这里我们强调，由于同学关系对大一的学生来说是其主要社会网，故我们可以从班级的网络资料来代表大部分行动者的网络特质，然而有一种行动者是必须思考的，即所谓的边缘人。这个人的网络特质特别在于其较少和班上的同学有联系，但他在其他团体可能拥有较多的关系，所以我们必须先把此种行动者排除。首先我们从网下的情感网络找出低中心性的一群人，然后观察这群人在网上互动的情况，如果发现其在网上大多和陌生人或学长师长互动，则表示其拥有此种特质，我们就不列入分析的范围。从119个调查者里，我们发掘了一个有这样特性的人，将其排除，剩下118个样本，让其列举1至6个常在网上互动的网友，总共收集到398条网上关系作为我们分析的基础，其中15条有些遗漏资料，所以可分析的网上关系样本数为383条。

（三）分析结果

1.样本描述

这部分主要是对研究样本做一简单的描述分析，如表15所示，首先就性别部分，这两班的男女比刚好一比一。其次，由于网络的使用对大学生来说极为普遍，加上元智以信息社会为导向的目标，且这些班级皆为信息相关科系，使得上网的几率增高，就此样本来说，全部都有使用网络的经验。以上网的地方而言，宿舍和家中即占了90%以上。且有近四成的学生使用网络一年之上，平均每天使用一小时以上者也有六成。

表15 样本使用网络习惯描述性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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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网下、网上社会网相关性分析

就分析所得的相关表（表16）来看，整体而言，一个行动者在网下会有怎样的网络特质，其在网上也有相同的特质。以网上是否谈心事来说，其属于情感网络中较强的连带，结果只和网下相同的情感网络——“吐苦水”——有显著相关。关于课业咨询网络的部分，也和网下的课业咨询相关，和其他都不相关。而网上闲聊则是可能跟任何人闲聊，所以不与网下关系有关。有趣的是：网上会传信息者还是那些网下在情感上是好朋友的人，在网下会互传消息的人不一定在网上保持互传消息。我们可以看到，网下问功课者也会上网问功课，网下寻求情感支持的对象也会成为网上互吐心事的对象，更会在网上互传消息。网上互动的内容基本上反映了网下互动的内容。

表16 网下网上关系相关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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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谁在网上发展强连带的互动内容？Logistic分析结果

从表17互动内容来看，性别这个变量达到显著，0表示女生1表示男生，资料呈现男生会使估计值增加，意即成为弱连带的几率除以成为强连带的几率增加，分析结果显示男性倾向在网上发展弱连带，而女生通常发展强连带，这和我们一般对男女人际互动的认知相同。进一步的发现则是现实世界中网络中心性高的人其估计值反而降低，也就是成为弱连带的几率除以成为强连带的几率降低，意即网下活跃者在网上试图发展强连带，绝非网下未获情感支持的人到网上来寻找支持。本文的进一步发现在于：网下的社会关系中又以情感网络和咨询网络的中心性愈高的行动者为主，其在网上也愈倾向发展强连带，这似乎说明了在大学生班级里，人际关系较佳和常常被问功课的同学，通常在网上会有比较多的强连带。

表17 互动内容logistic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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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谁在网上发展互动频繁的关系？Logistic分析结果

表18 互动频率logistic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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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进一步地，我们从互动的频率来做分析即可发现，情感网络中心性愈高的人愈容易在网上发展互动频率高的关系，而明显不会发展低频率关系，不过情感网络密的人在网上是否会转中频率关系为高频率关系则不显著（参见表18）。配合以前的矩阵相关表来看，我们不难了解，由于网下情感网络和网上的情感网络有着高度相关，一个在网下情感中心性的行动者通常也会把他身边的朋友带到网络上去，所以其在网上也有很高的互动频率，所以容易形成高频率的互动也就不难理解。不过情报网络却是一个例外，当行动者在网下的中心性愈高时，其在网上倾向不做高频率互动，而转为低或中的互动频率。配合以前的表16来看，网下传情报的关系不会带到虚拟世界变成网上关系，我们可以发现情报网络涉及的情感较低，也就是说，在大学生当中会传递“八卦消息”并不需要很高的情感关系，结果这种关系很发达的人上了网反而不会发展强连带。当我们发现网下活跃的人也会上网发展较强的关系时，这是唯一的例外。

四 讨论与结论

就整体而言，本研究主要思考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指出许多重度使用网络的玩家，其乐于在网上发展人际关系，对现实人际关系则有许多不满意。而本研究透过社会网络来描述一个人的社会支持渠道，强调此渠道就是人际关系的来源，发现一个人在网上拥有许多谈心事的朋友，其在现实的情感支持渠道也拥有丰富的来源。这样的发现，并不是在推翻上述说法，只是凸显出因为现实关系不满足而在网上寻求情感关系的人毕竟是少数，是特例。而一般人中，乐在网上发展人际关系的使用者，其在现实中也往往拥有丰富的人际关系，尤其是那种常扮演情感网络的中心角色者。本次研究从网上互动的内容和互动频率来验证了这一个假设，也再次凸显出一个在网下拥有何种网络特质的行动者，其在网上也有类似的特质。

其次，第二个问题主要想反思特克（Turkle）等人对网上人际互动的看法。他们指出，一个现实生活中情感支持较少的行动者，在网络上就会寻求较多的人际互动。但分析的结果为何？由于整体社会网收集的资料是属于封闭网络的资料，对于一个在班级情感网络较低的同学，其现实生活情感支持是否就一定较低？这个部分，我们在本文里有说明数据处理的方式，发现大多在网下情感中心性较低的行动者，其在网上也没有太多的人际互动。

整体来说，本研究的限制可分四个部分来检讨，第一个问题在于操作化的问题，本研究透过网络矩阵的问卷调查方式，透过我们可能问三到五个问题来度量情感网络，但问题在于这三到五题间如何加权成一个有效的概念指标，目前仍没有较确定的方式。其实这部分主要还是理论的问题，目前较有效的策略是透过大量的实证研究来澄清理论的不足，进而发展出如心理学那样较严谨的量表。

本文的第二个限制是往往网上活跃的人在自我中心社会网问卷中填的网上朋友较多，网上不活跃的人填得较少，虽然我们都希望受访者填满六人，但大多数都填在三到五人之间。这造成网上活跃的人在模型三与模型四中提供了较多个案，而不活跃的人相对比重较低，这使现实中活跃程度在模型中的效果被高估（既然本研究证实现实中活跃人物在网上也较活跃，所以这种人的抽样比例会偏高）。

第三个限制是本文中所谓的网下活跃人物是以班上同学社会网中的活跃程度为指标，而网上的活跃人物却不以班级为限，可能出现的问题是，“班上一条虫”却是“班外一条龙”，本文所用的指标就无法有效衡量他们的网下社交活跃程度。为了剔除这类无法有效衡量的个案，我们把班上社会网中心性或中介性为零的边缘人物，而其列举的网上朋友又都不是班上同学的个案剔除，这种人最可能是不活跃于班上却活跃于班外的人。当然，这个方法并不能排除所有失真的个案，这是以后研究者可以改进的地方。

最后的限制是几乎所有整体社会网分析所面对的问题，就是我们的抽样绝非随机抽样，所以在上述结论的推论过程中必须保守，不能过急推广于所有人的行为。最多我们只能视这两个班级是台湾大学生的代表性个案（representative cases），所以结论可能适用于台湾大学生，更多的推论就会失之于大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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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动者、关系、结构都是社会网理论中要分析的对象，但行动者的行动模式已有大量的心理学者、社会心理学者以及经济学者加以分析。


 [2]
 一般而言，受访者都会勤于勾选，而疏于指名，所以其他部门的指名率一定会较自己部门的勾选率来得低。


 [3]
 本研究范例取材自Yeh，Kevin and Luo，Jar-Der. 2001. “Are Virtual Social Relationships Independent from Reality？” Journal of Cyber Culture and Information Society Vol
 1，pp.33-55。原文为英文论文，并发表于美国社会学学会2001年洛杉矶年会，感谢期刊评审与年会参与者的讨论和提供的宝贵意见。本章修改自英文论文，经过一定节缩，较不合学术体例，但却较为精简扼要。


 [4]
 详细内容可参见http：//www.yzu.edu.tw/yzu/IS/SD/IS/index.html。


第六章 图形理论与社会计量学

一 图形理论的一些基本概念

社会网分析是取得整体网络资料后测量个人结构位置或群体结构形态最主要的工具，本章就开始介绍什么是社会网分析。

社会网分析来自数学之图形理论，首先我们就来定义什么叫一个网络（network），一般来讲，在社会网理论中称为一个网络，在图形理论中叫做一个图形，这里先给图形一个定义
 
[1]

 ：


图G由一组节点N，N={n1
 ，n2
 ，…nn
 }，和一组线L，L={l1
 ，l2
 ，…ln
 }所组成。


意思就是一个图形包括一组节点，还有一组线，所以说G包含了两个集合。节点的集合用标号N表示，包含了一组n1
 ，n2
 ，n3
 ，n4
 ……nn
 节点，线的集合L，包含了一组l1
 ，l2
 ，l3
 ……ln
 。节点的单一出现是没有意义的，它们一定是成对出现才有意义。一对节点我们用的标号是（n1
 ，n2
 ），它们之间的线是＜n1
 ，n2
 ＞（请见图11）。节点可以代表一个人、一个组织甚至一个国家。线则代表其间的关系。社会网分析要了解的正是各个节点之间的关系连带。如果在组织行为学中，如上章所说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可以是情感关系、情报关系以及咨询关系。组织与组织间关系在企业上可以是生产外包关系、联合行销关系、信息交换关系、财务关系以及联合研发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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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节点与线示意图

我们称这样一个由数个节点及其间的联系所构成的网络为一个图形（请见图12）。不同的关系就可以形成不同的图形，所以相同一群节点可以形成很多不同的图形。下面我们再定义什么叫做子图形（subgraph）。


如果图Gs的一组节点是图G的节点的子集合，而图Gs的一组线是图G的线的子集合，则图Gs便是图G的子图形。


也就是说Gs包括Ns和Ls，G包括N和L，Ns属于或等于N，Ls属于或等于L，这样就表示Gs是G的一个子图形，就是说Gs是G中间的一个部分（子图形请见图13），子图形如图13中之a，b，c形成的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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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图形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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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 子图形示意图

另外，节点之间的关系如果有方向指涉性，则被称为具方向性图形（directed graph，如图14），以有别于如图12、13的无方向性图形。有些关系一定是对称的，如两人间是否有金融来往，有则关系存在，无则关系不存在。但有些关系则有方向性，可能是不对称的，比如谁和谁借钱，A向B借了，B却不曾向A借，所以关系线是一个由A向B的箭头。图15则是一个数值图形（valued graph），也就是把关系的强度计量出来，把数值表达在关系线上，如交通网络图中的里程距离，金融网络图中的借贷金额多少，甚至情感网络图中的关系强弱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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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 方向性图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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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 数值图形

我们再来定义对角关系（dyads）。


子图形中的对角行动者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是由一对节点及此对节点之间可能的线来组成的。


也就是说，在一个子图形中的任何两个节点，它们之间可能的关系，我们叫做一个对角关系。

至于三角关系（triad），就是把一对节点改为三个节点。


三角关系是由三个节点以及它们之间可能的线所组成的子图形。


三角关系就是三个人的关系，三人成群，这就变成一个群体分析，开始有合纵连横、有相互之间的制衡、关系能不能传递等这些问题。

下面我们来谈节点程度（nodal degree）：


由d（ni）所指称的节点程度，即一个节点相连的线段的数目。


d（ni）代表节点程度，我们刚才区分过具方向性图形和无方向性图形，现在所讲的定义都是用无方向性图形来做定义。

节点程度就是一个节点有多少线与其相连，以图16为例，d（I）=1，d（E）=4，d（G）=2，d（A）=2（以下的所有说明皆以图16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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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6 社会网范例

二 关于图形的一些定义

下面我们来讨论什么叫做途径（walk），什么叫做步径（trail），什么叫做路径（path）。途径的定义是：


途径即一系列的节点与线，开始于一节点，也终止于一节点，而所有节点与线皆相连。


途径的意思是在网络中，随意从其中一个节点出发，走到另一个节点所走过的路，可以重复在一条线上来来回回地走，只要到达终点，这中间的过程就是一个途径。以图16为例，从A开始走到E，走到G，再走回E，再走到I，再走回E，这就叫一个途径。但是这个中间一定要有线相连才可以走。

其次，什么叫做步径？步径则是我们在走一个途径时，没有经过同一条线（no repeated lines）。


步径即所有线段都不重复的途径。


以图16为例，比如，从B开始走到F走到H，再回到B，这是一个步径，B固然重复了两次，节点可以重复，但是线不能重复。

最有用的概念是路径（path），意思就是我们走一条途径时，没有重复走过相同的线，也没有重复走过相同的节点，而达到终点者（no repeated nodes and lines）。其定义是：


路径即所有节点和所有线段均不重复的途径。


一个路径就是，以图16为例，从A开始到E，到I，这叫做一个路径。这样一个过程没有节点的重复，也没有线的重复。

我们现在来介绍捷径（geodesics）。捷径就是A点与B点间可达，在A到B的众多路径中，最短的一条路径，也就是我们要至少走多少条线才能达到想达到的节点。它同时要考虑路径，也就是不能走重复的线和节点，而且要挑选最短的一条路径。


捷径即两节点间最短的路径。


以图16为例，如果A到I有多少条路径？一共两条，A—E—I以及A—D—E—I，请问哪一条是捷径？A—E—I是最短的路径，即捷径。

距离（distance）的概念就是A节点走到B节点的路径中至少要经过多少条线的总数（如果在数值图形中，就是这些线上数值的总和）。在这边要谈到两个相关的概念：可达性（reachability）以及捷径。可达性就是从A点能不能到达你想要到的B点，中间有路径相连是为可达，如果不相连即为不可达。距离的定义是：


距离由d（ni
 ，nj
 ）所指称，即两节点之间的捷径的长度。


图16可以知道A到I的距离就是2。

我们再下来谈节点的自我中心距离（eccentricity）。


自我中心距离即某一特定节点与其他任何节点之间距离最长的捷径的长度。


自我中心距离在一个相连图形中才可以计算。在图16中间，C不相连，所以无法计算，而只有其他六个人的子图形是一个相连图形，就可以计算每个人的自我中心距离，举一个例子，以E来看，E距离最远的是F，那他的距离是多少？是3，所以说E这个人3步就可以到达所有相连的人，那么E的自我中心距离就是3。

直径（diameter）的意思就是一个图形（或网络）中，距离最远两点之间捷径的线的总数。


一个图的直径即任何一对节点之间最长的捷径的长度。


以图16来讲，它的直径是多少？直径的定义就是说两两之间最大的一段距离，每一个人有一个自我中心距离，在这么多人中间又选择一个最大的距离就叫做这个图形的直径，这个图形的最远两人是A到F，所以直径是4。

直径与自我中心距离的概念在做传播研究及信息研究时十分有用，它可以衡量哪一个人在信息传递的过程中间，要多久才能传到。大家都玩过一个游戏，就是第一个人说一句话，然后传给第二个，第三个……传到最后看看失真有多少？距离越长，信息传递失真的程度就越高。所以这个指标可以衡量有没有人距离特别远，以至于他可能在整个图形中间传递消息会失真或无效。

回路（circle）概念是社会网分析中很重要的概念，它植根在路径概念上，就是信息流通的过程中，从一个节点出发回到相同的节点的一条路径，不会重复相同的线和节点（除了出发点外）。而封闭途径（close walk），虽然和回路的概念相同，但是会重复相同的线和节点。


起点和终点为同一节点的途径被称作为封闭途径。


也就是说一个途径不管怎么走，回到最后一个原点便叫做一个封闭途径。回路是一模一样的定义，只是改为步径，线不能重复而回到原点。譬如在图16中，从A到D到E回到A，叫做一个回路。这个概念在检验一个组织中信息流通是否会失真的议题上非常重要，在做传播研究及信息研究时这是有用的指标，因为回路可以作为一个信息反馈系统。比如，在组织研究中我们会发现，科层式组织在信息传递上逊于网络式组织及矩阵式组织，原因就是科层组织是一个树状结构，树状结构的一个特色就是没有回路，没有回路的结果就是信息传出去无法做重复检查，所以容易欺上瞒下；信息的中介者可以操控信息，以多传少，或以少传多，甚至以讹传讹，下面接到消息以后，完全没有机会向上查证，这是肇因于没有回路。所以分析有没有回路可以看出这个组织中信息失真的程度，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

紧接着后面两个定义非常重要，相连图形（connected graph）以及组件（component）。相连图形定义是：


如果在图形中，在任何一对节点之间都存在路径使之相连，则此图是相连图形。


如果一个图形是相连的，这个图形中间的任何两点都至少有一条路径把它们连接在一起。以图16为例，图16就不是一个相连图形，因为节点C无法找到路径连上其他各点。但集合{ABDEFGHI}所组成的子图形却是相连的，因为这八个节点的任两点都可以有路径相连。


一个图形的组件是最大的相连的子图形。


一个组件就是最大的一块相连的节点。以图16为例，此一图形中就有两个组件，一个是集合{C}所组成，一个是集合{ABDEFGHI}所组成。

组件也是一个常用的概念，因为我们要去算一个网络中间的小团体（subgroup，第八章将会介绍）时，就理论的意义上来讲，小团体有很多算法，比如说我用一个定义“2—会所”（2-club）或“3—核心”（3-core）去算有多少小团体，往往都算出很多组的答案出来，研究者要自己判断才能判断出有多少个小团体。组件是小团体定义中最严格的一种小团体，而且是唯一能把小团体算出明确答案无需研究者自行判断的定义。在理论上它也是一个重要的概念，一个团体传递信息效率高不高，完完全全连接的社会网与有很多组件的社会网效果会差很大。一个组织中间如果有一些孤立者，或是有数个老死不相往来甚或对立的团体，他们中间的效率，尤其是信息传递的效率，会大受影响。

下面谈两个与组件有关的定义，切开点（cutpoint）和桥（bridge）。切开点就是：


ni
 是一个切开点，如果ni
 由图形中去掉，则图形的组件数量会增加。


以图16为例，B就是一个切开点，G也是一个切开点，因为把B一去掉之后，就会多出了一个组件，原来只有2个组件，就变成3个组件。


桥就是一条线，一旦从图形中拿掉，图形的组件数目就会因此上升。


以图16为例，线＜BG＞就是一条桥，两个团体本来是相连的，但把这条线去掉，这两个团体就分开来了。数学上的定义，切开点是节点，桥是线，但是我们在写论文的时候经常就把人称作一座桥，并没有使用这么精确的数学定义。

可达性是在一个相连图形中间，某一个节点可以有路径与多少节点相连。以图16为例，A可以达到的是B、D、E、F、G、I，A可达这六个，但它无法连接到其他的，所以A的可达性就是6。C可达的就一个都没有，C的可达性就是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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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7 方向性社会网范例

以上都是以无方向性的图形为范例下各个概念的定义，接下来，我们介绍具方向性图形的定义。以可达性来说，在图17中，顺着箭头的方向才能走，逆向则不通。譬如说A可以达到D，A可以达到I，A可以达到E，A无法达到F，A到E就过不去G了，B却可以达到A，可以达到D，所以B的可达性仍然是6，A的可达性却减为3。这里我们就需要重新看一些先前的定义。

什么叫做途径，途径在方向性图形中，随意从其中一个节点出发，走到另一个节点所走过的路，可以重复相同的节点，也可以重复相同的线，但是要有相同方向，如果是逆向的线，就不能通过。半途径（semi-walk）的意思就是说不管方向了，只要有线就走，所以说途径是有方向的；从A到E到I到E到D再回A（代号用A—E—I—E—D—A），我们叫做一个途径。从A到D，到了E再回到D，再到E，反向走再到G，这就叫做一条半途径，因为其中好几条线是逆向走的。半（semi）的意思就是不管方向，只要有线就走。

半步径是同样的意义，我们在走一条途径时，没有经过同一条线，走过的线中间也有逆向的，就是半步径。还有半路径，就是途径没有经过同一条线，也没经过同一个节点，但走过的线中间也有逆向的。

在方向性图形中，节点程度（node degree）定义也有所不同，可以分为外向节点程度do
 （ni
 ）和内向节点程度dI
 （ni
 ）。do
 （ni
 ）就是说节点指出去的线的数量加总，dI
 （ni
 ）就是别的节点指进某个节点的线的数量加总，在方向性的图形中这两个指标就要分开。

相连与组件的定义在方向性的图形中也要重新定义，两个节点之间如果叫做弱相连（weakly connected），意思就是它们之间是被一条半路径连接，就是说不管是哪个方向，只要被连接了就是弱相连，A与B就是弱相连。

强相连（strongly connected）就是说能过去又能回来，ni
 能够到nj
 ，nj
 也能够到ni
 ，这两条路径都同时存在。A与D就是强相连，因为A到D透过A—E—D这条路径，而D也可以回到A，直接就走D—A。

递归相连（recursively connected），就是ni
 到nj
 ，也能够nj
 回到ni
 ，而且这两条路径是相同的。强相连可以用不同的路径往返，递归相连则要用相同的路径。A与I就是递归相连，因为A到I，走的是A—E—I，而I回到A，走的是I—E—A。

弱相连图形就是指图形中任何两个节点只要是弱相连，这个图形就叫做弱相连图形。以图17为例，集合{ABDEFGHI}形成的图形就是弱相连图形，因为A、D、E、I四个节点与B、F、G、H四个节点之间只有弱相连。

强相连图形就是指图形中任何两个节点都要是强相连。集合{ABDEFGHI}形成的图形就不是强相连图形，其中子集合{ADEI}与{BFGH}形成的图形才是强相连图形，因为这两个子图形中的节点都是强相连。

关于组件，其定义也有所不同。这里就牵扯到了两个组件的定义，第一个组件的定义就是在弱相连的定义之下，两个子图形没有弱相连的状况下，叫做两个组件；还有一种定义就是在强相连下定义组件，两个子图形没有强相连的状况下，叫做两个组件。以图17为例，在弱相连的定义之下，子图形{ABDEFGHI}以及子图形{C}形成两个组件，但在强相连的定义下，其中子集合{C}、{ADEI}与{BFGH}形成了三个组件。这两个定义十分重要，因为以后去算小团体的时候不同定义会算出不同数量的小团体来，用的定义严格，算出来的小团体的数就越多，用的定义越不严格，算出的小团体的数就越少。强相连是较严格的定义，弱相连则是较不严格的定义。

同样的道理，捷径、可达性和距离都有方向性，一个节点可以达到另一节点，要有路径而不是半路径的存在，顺着方向的线才可以计算它们是否可达。可达的两个节点之间才有捷径，也可以计算捷径走了几条线，算出它们的距离是多少。

三 社会计量学

如上一章第八节所述的，我们在收集到了整体社会网资料之后，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把它登录成一个矩阵，称为社会矩阵（social matrix）或关系矩阵（relational matrix）。社会网分析的指标都是靠关系矩阵的运算获得的。矩阵和图形之间可以转换，一个图形G可以转换成为一个矩阵X，一个矩阵包含了行和列，其行列值定义如下：

Xij
 =从Xi
 到Xj
 的关系值

X定义了一组关系，它的值取决于从节点i到节点j有无关系。以图17为例，在这个图形中A到D没有关系，所以XAD
 就等于0，从D到A有关系，所以XDA
 就等于1，图17就可以转换成如下的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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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节点集合不必然只有一维（dimension）关系，比如说我有关组织行为的标准问卷是13题，实际上就会得到9×9×13的矩阵，所以在多维关系的矩阵中，其行列值的定义是：

Xijr
 =在关系Xr
 上，从Xi
 到Xj
 的关系值

此一矩阵有r种关系，比如说第r种关系是咨询网络——谁向你请教工作上的困难？Xijr
 就是指在这种关系中，i这个节点会不会向j请教。

矩阵不必然是正方形的，也可能是矩形的，譬如说我们有两个集合的节点，第一组集合是9个职员{123456789}，第二组找到的是4个主管{ABCD}，第一个集合的节点是有9个，第二个集合的节点是4个，我们调查其中的咨询关系，职员1向主管A请教，所以X1A
 是1，而主管A并未向职员1请教，所以XA1
 是0，这样的矩阵就是9×4的矩阵。

所有的社会网分析都是由这些矩阵计算得来的，从一些简单的矩阵运算就可以得到十分有意义的社会变量。以矩阵相乘为例，矩阵X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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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的转置矩阵（transpose），代号X′，行变列，列变行，变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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矩阵相乘：一个p*k的矩阵，与一个k*q的矩阵相乘，得出一个p*q的矩阵，计算方法如下。Xp
 矩阵中第一列上的各行数值分别乘上Xq
 矩阵第一行上的各列数值，加总，得到相乘矩阵中之X11
 ，并依此类推，算出所有行列数值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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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的转置矩阵乘以X，可以得到什么？以图17形成的关系矩阵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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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看到，对角线上的XAA
 是2，XBB
 也是2，所代表的数值正好是指向A或指向B的线的数量总和，也就是di
 （A）是2，di
 （B）也是2。至于XAC
 是0，XAD
 是1，以及XAI
 是1，代表的意义是A和C没有共同被某一节点指向，A和D却有一节点同时指向它们（节点E），A和I也有一个节点同时指向它们两个（也是E）。所以X的转置矩阵乘以X可以得到各节点共同内向关系的矩阵，同样的，如果我们用X乘以X的转置矩阵，则可以得到各节点共同外向关系的矩阵。

再以矩阵相加为例，Xp
 +X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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矩阵相加必须是行数与列数相同的两个矩阵才能进行，Xp
 矩阵中第一行第一列元素加上Xq
 矩阵中第一行第一列元素可以得到相加矩阵的矩阵中第一行第一列元素，并依此类推。在社会网分析中，我们会把同一节点集合不同关系维度的矩阵相加，以得到一个数值矩阵，其数值可以代表两节点间关系的强度。比如，在上述13题的调查中，13个矩阵相加，相加矩阵的数值就会介于0到13之间，两节点13类关系都有连带，则关系强度为13，最强；如果13类关系都无连带，则是0，关系最弱。

再以节点程度为例，以下是节点程度的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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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发觉do
 （ni
 ）就是行相加，dI
 （ni
 ）就是列相加，以图17的矩阵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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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
 （ni
 ）=［1 3 0 1 3 1 2 1 1］

dI
 （ni
 ）=［2 2 0 1 3 1 1 2 1］

从行相加可以得知，do
 （A）=1

从列相加可以得知，dI
 （A）=2

所有的社会网分析都是由这样的矩阵运算得来，所以说社会计量学是社会网分析的数学运算基础，不过本书的目的并不在于介绍所有的数学运算法，所以本节旨在说明社会计量学如何算出我们在社会网分析中常用的指标，而不在穷尽所有的运算法。很幸运的是，所有的社会网变量的运算都有社会网分析软件代劳，下面一节我们就来看看如何使用UCINET软件。另外，社会计量学也可能直接应用在因果模型的建立上，第五节就介绍一个濡染模型，其中濡染效果即由关系矩阵计算得出。

四 社会网分析软件——UCINET

在社会网分析的软件中最常看见的主要有博卡提、埃维瑞特以及弗里曼（Borgatti，Everett and Freeman）制作的UCINET，以及博特所制作的STRUCTURE。其中又以UCINET为最常使用的分析软件，感谢博卡提、埃维瑞特以及弗里曼等人无私的奉献，我们现在可以免费下载此一软件的第六版，第六版新加入了魁克哈特以及弗里曼等人发展的社会网绘图软件，所以使用更为简便。下面网址就可以免费下载UCI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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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analytictech.com/downloaduc6.htm

下面我以一家外商公司中计算机维修部门的15人的情报网络资料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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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作UCINET以得到各样的社会网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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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在安装了软件之后可以在指令列中，按“Data”，再按“Spreadsheet Editor”，就会跳出EXCEL的格式，可以输入我们收集到的整体网络资料，如下图。

输入完闭后，按“File”指令，再按“Save as”，在对话窗口中键入文件名。我为此社会网取名PSC07，UCINET会自动在欲存取的档案夹中创造两个档案，分别是PSC07.##D与PSC07.##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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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我就分别看看本章所述的一些指标如何求取。先求可达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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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Network”键中选“Cohesion”，再选“Reachability”，会跳出一个对话窗口要求输入档案。我们可以在浏览中找到存取的档案夹，再点选PSC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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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OK，分析结果就会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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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分析结果可以看到，只有节点6、节点11与别人都不可达，其他人则可互相到达。

下面我们用同样的方法来计算距离，也是在“Network”键中选“Cohesion”，再选“Distance”，会跳出一个对话窗口要求输入档案。我们可以在浏览中找到存取的档案夹，再点选PSC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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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结果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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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看到节点1到节点2距离是1，到节点6是3，到节点7是2，到节点10是1……

下面介绍如何计算组件，以强相连图形为例，计算步骤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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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在“Network”键中选“Regions”，再选“Components”，再选“Simple Graphs”，会跳出一个对话窗口要求输入档案，我们可以在浏览中找到存取的档案夹，再点选PSC07，并选择“Str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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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我们可以看到，此一社会网如以强连带图形定义，会有三个组件，分别是集合{6}和集合{11}，以及其他13个节点组成的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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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研究范例——计算机态度的濡染模型

（一）计算机态度研究

台湾对计算机态度研究的文献不少，但对计算机态度的内涵的看法却不全然相同。事实上，计算机态度的内涵原本就包含许多不同的因素，在以往的研究中，研究者往往针对不同的研究对象与目的，来决定计算机态度的内涵。在林幸台（1987）对中学辅导人员的研究里，将计算机态度分为学习、影响、用处、情绪反映、男性专属等几个面向。吴美惠（1992）将计算机态度内涵分为一般性看法、喜欢、厌恶等，并进行对在职成人的研究。程蕴嘉（1994）则将焦虑、信心、喜欢、有用性等计算机态度内涵用于大学新生的研究。蔡志煌、宜翠映（1995）更针对师院学生其课业应用计算机、喜好计算机及一般观感等计算机态度的内涵进行研究。廖远光（1995）则以价值、舒适、喜爱、性别差异、能力差异等面向，进行在职教师的计算机态度研究。王基振（1995）以研究生为对象，将计算机态度分为计算机对社会与教育的影响、计算机应用、焦虑等三部分。蒋姿仪（1996）将焦虑、信心、喜欢、有用性等统称为计算机态度，并对国中生、小学生进行研究。张绍勋（1997）则以正向、负向及威胁感等三个面向作为研究成人及学生之计算机态度的内涵。王贞雅（1997）则研究大学生之焦虑、信心、喜欢及有用性等计算机态度，非常类似的分类出现在林晓妮（1997）的论文中，她以焦虑、信心及喜欢三个面向来探讨小学生的计算机态度。

国际上有关计算机态度的研究也很多，但学者们对计算机态度的界定则不尽相同。罗毕（Raub，1982）在其研究中，将计算机态度分为计算机焦虑、计算机重视性与社会冲击。罗义德与葛沙特（Loyd and Gressard，1984）则将个人对计算机的焦虑、信心、喜欢统称为计算机态度。陈（Chen，1986）把学生对计算机的态度分为五个层面：计算机兴趣（computer interest）、性别均等（gender equality）、计算机信心（computer confidence）、计算机焦虑（computer anxiety）和经由计算机赢得尊敬（respect through computers）等。艾里克森（Erickson，1987）研究学生的计算机态度时，将量表分为实用性、喜欢、成功的感觉、男性专属及焦虑等六个向度。固汉（Koohang，1987）以职前教师（pre-service teacher）为样本进行研究，亦把计算机态度分为焦虑、信心、喜欢三个层面。凯（Kay，1989）指出计算机态度是由认知态度、情感态度和行为态度所组成。威雷多、玛瑞米与杭特（Violato，Marini，and Hunter，1989）则将计算机态度包括性别差异（sex differences）、舒适感（comfort）、喜欢和价值等层面，用以制作职前教师之计算机态度量表。坎贝尔（Campbell，1990）认为计算机态度应包括有用性（usefulness）、效能动机（effectance motivation）、焦虑、计算机属男性领域（computers as a male domain）等层面。廖（Liao，1995，1996a，1996b，1997）则认为计算机态度包含喜欢、舒适感、价值、性别差异及能力差异等五个因素。

综合上述研究的观点，我们可以归纳最常出现的分类，定义计算机态度为一种心理现象，针对计算机出现在我们的生活领域中，而产生了三种态度倾向，一是对计算机的价值以及未来发展的看法，二是对计算机的使用是否喜欢，是否倾向于更多使用计算机，三是对计算机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与工作方式产生的焦虑。一个人的计算机态度决定了他在信息时代是否正面而乐观地迎接信息科技，所以对计算机态度的研究不止在信息社会中个人行为的学术探讨上有一定的价值，在组织迈向信息化的过程里，对员工如何聘选与培训，更具有实务应用上的意义。

（二）二级传播理论与人际影响

一个人的计算机态度如何形成？传播理论中之二级传播论提供了特有的观察角度。

知名的传播学者罗杰斯指出，新事物传播过程中主要有四个元素（Rogers，1995：10-37）：①待推广的新事物；②透过某渠道；③历经一段时间；④在某一社会体系内人们之间的传播。而所谓的新事物可以包括新发明或新知识、新观念等，一般人在决定是否采用新事物时，通常会考虑相对利益（relative advantage）、兼容性（compatibility）、复杂性（complexity）、可试验性（triability）及可观察性（observability）等因素。而传播渠道则分为大众传播与人际传播，大众媒体渠道在让大家认知创新知识方面更具效力，但知易行难，在人们对新概念的态度形成与改变方面，以及在采纳或拒绝新概念的决策方面仍然有赖于人际传播。犹有甚者，大多数正在考虑采用新事物的人，其评鉴的依据，并不是专家的科学性研究，而是那些曾经采用新事物的亲近好友的评估。这些亲近好友提供了一个社会示范，其创新行为常为他们社会体系中的其他人所模仿，罗杰斯称这些人为“意见领袖”（Rogers，1995：第八章）。

社会体系则是指新事物发生的所在，可以是一个非正式的团体、一个组织、一个社会，或一个次体系，因此它有一定的范围。一个体系含有结构，该结构指体系内各单元间有模式可循的一种社会网安排，它给予体系内的个人行为以稳定性与规律性。体系内的社会与传播结构，能促进或阻碍新事物在体系内的扩散。意见领袖乃指能照其方式非正式地影响别人态度或外在行为的人，意见领袖为社会体系成员，具体表现出该体系的规范以及已建立起的行为模式。如果体系规范有利于新事物传播，则意见领袖更有可能采纳它，而其他在网络结构中与意见领袖有关系的人便可能效法他的示范。

意见领袖的概念最初由拉扎斯菲尔德等人（Lazarsfeld and Katz，1955）提出，当时他们是为了调查大众媒介对选民政治行为的影响，以了解影响选民投票的因素，结果发现大众传播媒介仅能强化选民原有的立场，很难改变其态度和行为。原因是这些“社会大众”和社会团体（如家庭、同侪团体）间保持着密切的关系，这些团体往往会影响他们对于媒介的接触，以及接受信息后的解释方式。真正具有影响力的是人际接触：大众传播媒介最初将信息传至意见领袖，再经由意见领袖将信息传给“跟随者”（follower）并影响其态度，拉扎斯菲尔德等将此过程称为“二级传播”（two-step of communication；Rogers，1995）。也就是说，二级传播模式中的大众媒介与个人之间的关系通常会透过意见领袖的中介。再引申而言，二级传播理论对大众传播研究者最大的启示是：大众传播媒介不是在真空中运作的，而是输入于一个十分复杂的社会网中，它在人际接触中才真正改变人们的态度。

拉扎斯菲尔德在《个人影响》（Personal Influence
 ，1955）一书中指出，意见领袖会以非正式、经常性及别人所期待的方式影响他人的态度或行为，领袖为他的跟随者制造一个活生生的规范模型。通常意见领袖有较多的机会接触外界，且具专门性的消息来源，他们的功能是“使团体与有关的环境接触”（Lazarsfeld，1957）。从许多研究中可看出意见领袖的一般形象。与他们的跟随者相比，意见领袖具有以下的特性：①广泛地暴露于相当多外界的消息来源中；②与他们的跟随者非常接近；③高度地遵从他们所属团体之规范。

二级传播理论有效地解释了人的态度形成会受到周遭人的影响，只是这个影响可能是正也可能是负。魁克哈特以及布莱斯（Krackhardt and Brass，1994）称正向影响为社会互动原则（principle of interaction），称后者为反射排斥原则（principle of reflected exclusivity）。比如，人际传播影响力的知名理论“社会信息处理过程模型”（soci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简称SIP）就主张人际影响是正向的，所以两个观念不同的团体相互交换成员，交换过去的人会把对方团体的观念向己方拉近一些，这样做有助于两个团体意见渐趋一致（Salancik and Pfeffer，1978）。相反的，在某些事上，有时周遭的人的态度反而会激发当事者相反的态度。伯瓦索（Bovasso）在研究一个组织内员工是否自认有领袖气质时，也使用了濡染模型去模型化人与人间的影响力，并发现如果周遭的人都不自认有领袖气质，反而会激发起一个人的领袖感来。反之，一个人陷在一群自认领袖的人中间，他会渐渐地自认只是一个跟从者（Borasso，1996），他称之为“反感染力”（anticontagion）。

（三）濡染模型

意见领袖的研究指出，我们的态度形成深受周遭人际关系的影响，咨询与寻求情感支持的对象往往成为我们的意见领袖，而这种社会影响力的形成过程正是社会网研究中很重要的领域，此一研究旨在分析社会网中行为及态度形成的社会关系结构。埃里克森（Erickson）就指出，假定在模糊不清的情境下，人们会借由比较参照团体中相似之其他人的态度，来获得行为规范的指引，当他们和参照团体在一起时，相同的态度会被确定及强化，有差异的态度则会改变。当两个行动者的意见或行为有差异时，这种意见或行为的影响力会衰退。这种主张行动者是被相似之其他人影响的论点，再一次说明了社会互动原则，行动者倾向于结合意见和主张相投者，当意见不一致时，会提出分歧的主张，人际影响力的基础就被侵蚀。因此，影响力一般于发生在行动者有一致性的主张或兴趣之际。

除了人际的影响力可能有利于一致态度的形成，还有一种生态学的影响机制，亦即角色同型的影响力。不同社会结构中扮演相同角色者会相互模仿，因此，占有特定社会地位者，如果他们有相似的条件，则他们能共享相同的态度或行为，在一般的条件下，他们会表现出和地位或职务相称的行为。

但人际影响也不必然造成态度一致性，通常人际影响力的基本原则是纠缠不清的，两个行动者可能是朋友或敌人，彼此的反应都会影响对方。影响力可以是正面的，也可以是负面的，占有一定社会位置的行动者比处于边缘社会位置的行动者更可能形成连带，这种连带提供了各式各样社会影响力的人际基础、多重的连带和角色相似性，提供了一种在行为和态度上运用影响力的稳定背景。

延续这样的脉络，马斯登与佛莱德金（Marsden and Friedkin，1994）就发展出测量社会影响力的两种方法：结构内聚性（structural cohesion）及结构同型性（structural equivalence）。这对社会影响力的研究提供了不同的走向，前者是来自社会计量学的传统惯例，概括性地定义网络环境，强调行动者之间网络的连结性；后者是源自社会位置分析（position analysis）的传统，概括性地定义网络结构角色上的同型性，根据其角色扮演的概况描述行动者的相似性。马斯坦与佛莱德金也强调，在研究社会影响力之结构内聚性时，应注意的工作有：一是阐明构成行动者态度或行为之结构性影响的实质过程，二是解释网络中的人际亲近性会产生相似或相反的态度，三是使用有效的数学及统计模型，成功地测量出社会影响力的程度。他们并因此而推演出濡染模型（contagion model）作为社会影响力研究的模型。模型公式如下：


Y
 =αW
 
i

 Y
 +βX
 +ε


这里Y是态度向量，显示一群人对某一事务的态度，Wi
 的测量则是指这一群人之间两两关系所形成的社会矩阵，X所代表的是控制变量。Wi
 Y则是与某人有关系的其他人之态度总值，α、β为回归系数。

简单地说，就是个人的行为态度会受到网络中其他成员的行为态度影响。首先，他人影响值可以经由网络中的其他成员态度获得推算，例如有四位成员，他们的态度向量是Y′=〔8 2 4 6〕，而其社会网矩阵[image: ]
 ，经过矩阵运算Wi
 ×Y的结果，得知此四人受他人态度影响的系数向量为〔6 14 2 12〕
 
[4]

 。此一向量即为濡染系数，说明了每一个人的意见领袖们的态度加总起来是强抑或是弱。此一模型即可以检证他人影响力对本人态度的形成是否有显著的冲击。

（四）模型中的控制变量

就性别而言，个体先天的差异及后天社会期望的不同，可能会影响其计算机态度。程蕴嘉（1994）针对大一新生的研究显示，男性在计算机态度上的得分较女性高。汤惠诚（1994）所做高雄市高中学生计算机态度的研究，却呈现女性的计算机态度较男性更积极而正向。蔡志煌、宜翠映（1995）以台南师院学生为研究样本，结果是男性在课业应用及喜好量表上显著优于女性。蒋姿仪（1996）也说明国中学生与国小男学生的计算机态度（焦虑与自信）显著比女生好。林震城（1997）对两岸大学生的研究，结果显示男性较女性有较好的计算机态度。国际研究部分，尼柯（Nickell，1987）、穆恩（Moon，1994）都针对大学生做过研究，结果是男性有较正向的计算机态度，比女生更有计算机自信。伯纳德（Bernard，1996）对心理系学生的研究结果是，女性较焦虑且不信任计算机。关、王、伽伯与杨（Guan，Wang，Gable and Young，1998）提出，大学生中女生的多媒体计算机态度较男性高。然而，亦有研究结果显示性别对于计算机态度无显著差异，如吴美惠（1992）针对在职成人的研究、王基振（1995）针对研究生的研究、林晓妮（1997）针对国小学生的研究、翁百安（1998）针对国中生的研究及罗义德与葛沙特（Loyd and Gressard，1986）以高中生为样本，凯瑞与轮尼（Kerrie and Rene’e，1997）以成年人为对象，柯贝克、米勒与默菲（Kubeck，Miller and Murphy，1999）以大学生及社区老人为对象而做的研究，都呈现研究对象的性别间计算机态度并无显著差异性。

以年龄因素而言，随着年龄的不同，个体对事物的看法也有所差异，个人的计算机态度亦可能受年龄影响。陈志强（1995）针对国小教职员的研究结果显示：年龄愈小者，计算机态度愈正向。郑建良（1996）以师院学生为对象，年级愈高者，计算机态度愈正向。郑垣超（1996）则以空中商专的学生为研究样本，结果是年龄愈长者，计算机态度愈正向。国外学者凯瑞与轮尼（Kerrie and Rene’e，1997）针对成年人的研究结果显示，年长者较为焦虑。柯贝克、米勒与默菲（Kubeck，Miller and Murphy，1999）也提出年轻者较年长者有较正向的计算机态度。但年龄也并非对计算机态度有绝对的影响，蔡志煌、宜翠映（1995），王基振（1995）及罗与安（Lau and Ang，1998）等针对大学生的研究，和柯贝克、米勒与默菲（Kubeck，Miller，and Murphy，1999）针对成年人的研究，都指出年龄对计算机态度并没有显著影响。

另外，职务上的差异可能导致个人因接触计算机的机会不同而在态度上有所差异，陈志强（1995）以国小教职员为研究对象，结果显示职务不同会影响其计算机态度，“行政人员”较“教师”在自信与喜欢态度量表上有较正向的态度。汪明芳（1998）的研究也说明国小总务主任对于行政计算机化的态度与知觉略高于其他职务的老师与职员。以上实务研究都说明职务的差异对计算机态度产生显著的影响。

另外，还有年资变量的影响问题，这里指的是服务年资而非计算机使用年龄。过去的研究中，汪明芳（1998）针对国小总务人员、张建原（1998）针对国中教职员及陈美茜（1998）针对企业使用者所做的研究，结果都显示：人们不因任职年资不同而对计算机态度有所不同，也就是说工作年资并不会影响到使用者的网络态度。

综合以上有关计算机态度的实证研究可以看出，性别与年龄的影响因素并无定论，结果往往因研究对象的不同而不同；而职务差别及年资的长短，虽多呈现相同的研究结果，但因将这两个因素纳入变量的研究并不多，故仍不足以定论职务差别与年资长短对计算机态度的影响，尚需更多的研究发现。这四个较常被讨论的因素，因其在不同模型中都曾呈现显著影响，所以在我们的模型中都纳入成为控制变量。

（五）理论模型

依上述濡染模型所建构之Y=αWi
 Y+βX+ε
 模型，应用于本研究，其中，因变量Y是指计算机态度，自变量则包含经过网络矩阵作用后的态度Wi
 Y及控制变量X。

其中，必须说明的是：公式左边的Y和右边的Y虽然内容是相同的，但意义不同。也就是说，右边的Y不应视为单一自变量，而是应将Wi
 Y视为一个自变量，代表的是经过网络矩阵中有关系的人影响后计算而得的影响程度——亦即濡染系数，在计算中已转化了自身的作用，故经过计算处理后，不致发生自变量与因变量共变的误差。

兹分述各研究模型与假设如下。

将情感网络与咨询网络同时进行计算机态度影响模型的回归研究，模型及假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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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4×123矩阵，为四个1×123的向量{Y0
 Y1
 Y2
 Y3
 }，分别是整体计算机态度Y0
 、使用态度Y1
 、学习态度Y2
 及价值态度Y3
 。

WE1
 ：123×123矩阵，表示“情感支持”的情感网络矩阵。

WE2
 ：123×123矩阵，表示“个人隐私”的情感网络矩阵；

WC1
 ：123×123矩阵，表示“向外请教”的咨询网络矩阵；

WC2
 ：123×123矩阵，表示“他人请教”的咨询网络矩阵；

WC3
 ：123×123矩阵，表示“日常业务”的咨询网络矩阵；

WE1
 Y：4×123态度矩阵，表示“情感支持”情感网络中每人受他人态度影响的濡染系数矩阵，共有整体计算机态度Y0
 、使用态度Y1
 、学习态度Y2
 及价值态度Y3
 等四个濡染系数向量；

WE2
 Y：4×123态度矩阵，表示“个人隐私”情感网络中每人受他人态度影响的濡染系数矩阵；

WC1
 Y：4×123态度矩阵，表示“向外请教”之咨询网络中每人受他人态度影响的濡染系数矩阵；

WC2
 Y：4×123态度矩阵，表示“他人请教”之咨询网络中每人受他人态度影响的濡染系数矩阵；

WC3
 Y：4×123态度矩阵，表示“日常业务”之咨询网络中每人受他人态度影响的濡染系数矩阵；

X1
 为控制变量，性别（sexuality）；

X2
 为控制变量，职位（position）；

X3
 为控制变量，年龄（age）；

X4
 为控制变量，年资（year）；

α为常数，β1
 、β2
 、β3
 、β4
 、β5
 为1×4之向量，为五个自变量之回归估计值，δ1
 、δ2
 、δ3
 、δ4
 为1×4之向量，为四个控制变量之回归估计值，ε
 为4×123之向量，为随机变量。

因为意见领袖影响力是正是负并无定论，社会互动原则以为是正，所以形成的假设如下：

假设1：β1
 、β2
 、β3
 、β4
 、β5
 中至少一个为正值

备择假设：β1
 、β2
 、β3
 、β4
 、β5
 都不为正值

而反射排斥原则则以为影响力为负，所以形成的假设是：

假设2：β1
 、β2
 、β3
 、β4
 、β5
 中至少一个为负值

备择假设：β1
 、β2
 、β3
 、β4
 、β5
 都不为负值

（六）资料收集

在计算机态度的调查上，李克特量表是当前意见或态度调查中最常使用的一种样式，目前常用的计算机态度量表有：①罗义德与葛沙特（Loyd and Gressand，1984）的CAS（Computer Attitude Scale）计算机态度四点量表，分为焦虑、信心、喜欢三个层面，每个层面有10题，共有30题；②凯（Kay，1989）的CAM（Computer Attitude Measure）计算机态度七点量表，分为认知、情感、行为三个层面，每个层面有10题，共有30题；③威雷多等人（Violato et al.，1989）所编的教师计算机态度量表（The Teacher Computer Attitude Scale），包括性别差异、舒适感、喜欢、价值等四个层面，共有32题。在各式计算机态度量表中，研究者采用或参考罗义德与葛沙特所发展的量表最多，而该量表所测量的对象也最多，然因该量表的信度有下降的趋势，且这里我们欲测量之计算机态度内涵与该量表所包括之层面不尽相同，故不会依照某一现成量表全然采用之。

综合来说，针对不同的研究对象，计算机态度的内涵因素也有所不同，往往因研究对象的不同而有所选择。本项研究系以特定机关内的成员为研究对象，计算机态度内容因素的选择亦有所不同。鉴于该机关信息业务的推展特性与计算机的使用状况，我们自行根据研究对象之特性，综合采选计算机态度问题，而成为含“使用态度”、“价值态度”及“学习态度”等三个构面的计算机态度问卷，采用五点量表方式（非常同意、同意、一般、不同意、非常不同意）进行。问卷如下。

表19 计算机态度问卷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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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的来源都是来自不同的量表综合整理而成，原有量表的效度都经原作者之检定。使用此一分类，系因使用态度和平日的工作有关，工作中总会涉及许多计算机咨询的互动，虽然并不一定每个人的工作都与计算机有关，或需要使用计算机处理，但研究的对象单位为积极实施业务计算机化，并要求成员尽可能将所有业务予以计算机化处理，以致所有成员皆被要求应具高度的计算机使用态度。而其中关于使用态度问项内容之设计，系参考郭汶川（2000）针对警察人员计算机态度之研究问卷量表（量表前测效度达0.8以上）配合本研究需要加以部分修正，期望真实了解研究对象有关的计算机态度。

而学习态度的问项内容，亦系参考郭汶川（2000）之计算机态度研究问卷量表（前测效度达0.8以上）配合本研究需要加以部分文字修正，也是适应此机关对成员的要求而设计的，为了培养及增进成员的计算机素养，此研究对象机关提供成员许多进修学习的机会，希望成员多修习计算机相关技能以适应未来环境的变化。然而，成员彼此间对此一措施的态度与反应不一，是否可能因为社会网的影响而有所改变，乃是本研究所想探讨的问题。

另外，价值态度的问项内容，除第一题系以研究对象之实际状况而设计，另第二、三题系参考吴美惠（1992）之在职成人计算机态度研究之问卷内容，其题目之因素负荷量约为0.54。价值态度的问卷，则是希望了解成员对于推动业务计算机化的看法以及对于计算机普遍的价值观，因为面对业务计算机化环境的变化，成员的适应态度不一，彼此间咨询与情感网络是否可能对计算机价值态度产生某种影响作用，将有待本研究进一步分析。

在社会网络问卷方面，问卷内容含咨询网络、情感网络两个层面，请受访者依据工作上的实际情形填答与同仁之间的互动关系，是为一整体网络资料问卷。魁克哈特针对企业内员工的人际关系进行分析，分组织内社会网络为情感、咨询与情报三种网络（Krackhardt，1992），只是在过去对员工态度的研究显示，情感网络总是对态度形成最有影响的因素，咨询网络在某些议题上有影响，而情报网络则较少被提及（Krackhardt and Brass，1994），故在本研究中仅挑选其问卷中咨询网络三题及情感网络两题，共五题作为整体网络矩阵的资料，问卷内容如表20。

表20 社会网络问卷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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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在个人基本资料方面，依据先前对计算机态度的实证研究，本部分共采纳四项变量作为本模型之控制变量，如表21所示，对受访者基本资料的描述，由受访者自行填答。原职位问项系以“职称”圈选，然因层级过多，而加以简化为主管及非主管等职位分别，以利资料之分析。

表21 个人基本资料问卷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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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系以台北市某基层行政机关为研究对象，该机关成立至今约30年，过去十几年间，变化较少，人员流动率不高，但近五年来，机关内年轻成员渐渐增加，且整个客观环境变化快速——除面对面服务方式的改变外，该机关拥有高度的信息应用，除专属网站及公共信息服务站外，内部有网内网络系统及完整的信息环境，人员流动率增加。而随着机关首长的更替，许多新事务、新管理方式也应运而生，这对于元老级的公务员及新进的员工，都是一些新的挑战。选择此单位作为研究对象，乃因为此单位兼具传统旧官僚体系与新科技高度运用的两项特色，适合本研究主题。

再者，采取研究单一机关个案的主要原因在于要剖析一个社会网的整体网络，唯有透过个案进行深入调查才有可能。为了解基层公务机关社会网对计算机态度的影响力运作，本研究搭配设计整体网络问卷及计算机态度问卷，以测量量化的资料，作为回归分析之用。

本研究采用书面问卷调查方式进行资料收集，先后三次针对其单一科室及全机关的同仁进行整体网络及计算机态度的问卷调查，第一次的调查对象系以单一科室之同仁为主。原因是该团体是一个较为封闭的工作团队，从事特定对象之服务性工作，属约聘性质，为广义的公务员。其成员的求学经历背景相似，几乎都是社工的领域，其对于网络问卷的接受程度较高，且该服务站之业务正逐步进入计算机化。基于上述理由，故选择此团体作为本研究的先测对象，共发出问卷24份，回收23份。第二次受访的对象则是其他科室之成员（编制内的公务员），受访成员为52人，回收43份。第三次再调查的对象则是包含分布在外面办公室的成员，调查对象62人，收集数据计57份，全案有效问卷共计123份。

其中，有关计算机态度部分，问卷题目内容并无因调查时间之落差而修正，计算机态度量表区分为“使用态度”、“价值态度”和“学习态度”，共10题；但社会网络问卷部分，则因建构问卷题目与归纳网络属性之困难而时有修正。社会网络问卷共有两版本，第一版本针对单一科室部分，区分为情感网络、咨询网络及信任网络，计20题。第二次及第三次的调查，则包含有咨询网络、情感网络、情报网络及信任网络等共13题。然而根据过去相关之研究及理论显示，本研究只选择对态度行为较具影响力之情感网络与咨询网络作为分析基础。因此，在本研究中挑选前后三次社会网络问卷中题目完全相同之咨询网络及情感网络共五题之网络资料，作为资料分析之用。

在本研究资料的处理上，有关基本特性及计算机态度部分，以SAS统计软件进行资料的描述性分析。社会网络问卷结果，分别制成临时雇员、第一次调查的正式职员及第二次调查的正式职员之三个咨询网络矩阵和两个情感网络矩阵，再撰写SAS的统计程序将濡染模型编成程序，合并三个被研究单位的社会网为123×123矩阵，以进行上述态度向量与关系矩阵相乘再除以意见领袖人数的濡染系数的计算。最后以态度向量回归濡染系数与控制变量以检证前面提出的两个假设。

（七）资料分析结果

1.样本描述

本研究共计123份有效问卷，在此研究样本中（如表22），男性34位（27.6%），女性89位（72.4%）；在年龄方面，以25～35岁者最多，占43.9%，其次为35～45岁及45～55岁，分别占22.8%及22%；职位部分，主管是25位（20.3%），基层员工有98位（79.7%），主管与非主管的比例约是1∶4；年资部分，以1～3年的最多，占42.3%，其次是未满1年及3～7年两者，都占17.9%的比例。

表22 样本基本特性分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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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意见领袖之影响力

从表23可以得知，计算机使用态度Y1
 与控制变量存在相关性，尤以年资最重要，负相关的原因可能是使用态度和平日处理的业务有较大的关系，年资浅的，多数是年纪轻的，负责许多行政事务相关的工作，受该单位计算机化环境的影响也最深刻，使用态度因而较高；而年资较长的，部分是负责管理的工作，部分是体力劳动的成员，工作上对于计算机的使用似乎较没有明显的需求。

主要自变量中，假设1与假设2皆成立。假设1成立，亦即社会互动原则成立，是因为“他人请教”咨询网络之回归系数为正值，表示被愈多计算机使用态度良好之同事咨询业务问题的人，其计算机使用态度也会被影响而获得正向增强。咨询关系对计算机使用态度有影响，咨询者平均态度得分较高，则被咨询者也会受影响而提高，反之亦然。假设2成立，亦即反射排斥原则成立，是因为“个人隐私”情感网络对个人使用态度影响最显著，但回归系数为负值，表示此一影响为负向影响，亦即互吐私事的朋友使用态度良好，反而会影响对方对计算机产生较低的使用态度；反之，这些朋友计算机使用态度较差，则影响当事人有较好的计算机使用态度。

表23 社会网络影响计算机学习态度之四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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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学习态度Y2
 经过模型的验证之后，控制变量上，也是年资有显著效果，另外还有性别，也是负相关，女性的计算机使用态度较男性为差，符合大多数其他计算机态度研究的结论。在自变量方面，假设1不成立，但假设2却成立，反射排斥原则成立，“个人隐私”情感网络对个人学习态度方面影响最显著，且回归系数为负，显示被一群不想学计算机的人包围，在一起谈私事，反而会激发当事人学习计算机的意图。

表23所呈现计算机价值态度Y3
 的回归分析，在控制变量方面，年龄呈现与价值态度负相关，亦即年纪愈大，对计算机的价值愈持负面看法，年纪轻的则看好计算机能带来的价值。有趣的是，职位与价值态度正相关，亦即职位愈高者对计算机的价值愈持正面看法，基层工作者反而不看好计算机能带来的价值。该政府单位推动“e化政府”多年，已使主管认知到计算机对市政业务的价值，这是“e化”是否成功的关键，主管的主动推动市政信息化关系着整个计划的成败。在自变量方面，也是假设1不成立但假设2成立，显示常与一群对计算机价值不看好的人一起谈私事，会产生反射排斥效果，当事人对计算机价值反而会更趋乐观。

综合起来，整体计算机态度Y0
 检证出假设1与假设2皆成立，同时受“个人隐私”情感网络与“他人请教”咨询网络所冲击，一如其他三种态度，前者影响为负，后者影响为正。也就是说，互吐私事的朋友总体计算机态度良好，反而会使当事人计算机态度转差，符合反射排斥原则；反之，若他们计算机态度不好，则正向增强当事人的总体计算机态度。“他人请教”咨询网络回归系数为正值，表示社会互动原则存在，被总体态度良好之同仁咨询业务问题的人，其总体计算机态度将受影响而变得较好，反之亦然。在控制变量方面，仍是性别与年资有影响，两者都和总体计算机态度负相关，因此，男性总体计算机态度较好，年资浅的人态度也较好。

（八）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的主旨是了解一个人在计算机态度的形成过程中，什么样的关系会使人成为具有影响力的意见领袖。组织内人际传播的研究建基于社会网络理论，由网络理论发展出来的濡染模型让我们发现“他人请教”咨询网络及“个人隐私”情感网络都可以带来对个人计算机态度的影响，借此模型的分析，可以看出一种态度在组织内人际传播的路径。

濡染模型分析结果进一步显示，咨询网络或情感网络的意义有所差异及其对计算机态度有不同方向的影响。情感网络中谈个人私事的关系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证实了魁克哈特以及布莱斯（Krackhardt and Brass，1994）所称反射排斥原则的假设。这个研究结果一方面说明了意见领袖的人际影响存在，另一方面也说明了社会感染对态度的影响并不必然是正向的因果关系。我们要问的是，是怎样的机制让情感网络对计算机态度产生负向的影响力？前面曾提到伯瓦索（Bovasso，1996）提出所谓的“反感染力”的机制，应用于本研究结果可以有不错的诠释：如果一个人计算机态度本来不高，但因情感网络中其他人计算机态度都更低，因此反而向他要求帮忙处理一些计算机上的问题，则他可能会得到正向的增强，因计算机而带来更多的友谊或更高的团体内地位，渐渐地也提高了计算机态度，这些受他帮忙的朋友，计算机态度就显得相对低了。此外，如果个人所交往的对象，多是计算机态度较高者，则他透过情感网络总可以找到人帮忙，渐渐地他可能产生行为上的依赖，计算机态度也会相对降低，产生负向的影响结果。

另一个对反射排斥假设成立的诠释来自选择限制观（choice-constrain approach），此一观点说明人的行为是环境限制下的理性决策，不同的社会脉络会产生不同的社会关系。本研究的研究对象中，该组织里应用计算机是几乎每一个人所必须执行的工作，计算机能力较低者在理性决策过程中，会选择计算机能力较高者作为情感连结的对象，但可能因为情感上的行为依赖，反而使得计算机态度变得更弱。此一诠释符合反射排斥原则，但却颠倒了因果关系，不再是因社会关系的影响改变态度，而是态度形成之后因现实需要而选择社会关系。此一诠释较少说服力，因为一个人认知到自己对计算机迫切需要而找计算机强的人做朋友时，他的计算机态度就已经在改善，而不会是计算机态度越来越弱。更清楚地厘清此间关系，有待更多的研究加以分析。

咨询网络中“他人请教”网络为什么又符合社会互动原则，是正向影响呢？可能的诠释之一是：相同业务性质的人会在发生业务困难时相互咨询，而有的业务需要用较多的计算机，所以一群相互咨询的人会“物以类聚”，大家的计算机态度都较高。反之，在不太需要用到计算机的业务中，相互咨询的人计算机态度都较低。但咨询网络的另一个指标“向外请教”网络影响力却不显著，使得此一“物以类聚”的诠释可信度降低。或许另一个更好的诠释是：一些计算机态度相当高的人经常向当事人请教他们业务上的困难，为维护其“知识权威”的地位，会激发当事人也想多学多用计算机，故当事人的计算机态度受他们的影响而提高。相反的，受到计算机态度较低者咨询问题的人，计算机态度就无法获得激发或增强。

本研究将计算机的应用当作一项新事物，就新事物的人际传播过程而言，本研究方法中未纳入时间序列资料，所以研究限制之一是无法展现一个人态度形成的动态过程。罗杰斯（Rogers，1995）的“创新—传播”过程里，至少有四个明显步骤：①知识（knowledge），指个人暴露于新事物传播，得知有某项创新的存在，并了解到它的功能；②说服（persuasion），指个人对新事物态度的形成期，也就是对创新产生一种赞成或不赞成的态度；③决定（decision）：指个人进行观察或请教专家，而选择去持用或拒绝用某项创新；④再确认（confirmation）：个人寻求支持以增强先前接受创新事物的决定，但如果遭遇冲突的信息，他可能会改变先前的决定。本研究所研究的基本上是再确认的阶段，因为人们对于计算机的应用与认知，早已透过其他传播渠道而获得，所以在静态研究中，一个组织内社会网的影响，只是增强或减弱其态度而已，而不在于形成新的态度。

本研究的第二个限制来自于推论的有限性，研究结果固然建构了社会网对计算机态度的影响力模型，但似乎这只是一个组织的个案研究，不足以形成普遍的推论。在我们获致更普遍的推论之前，更多组织的资料需要被收集并加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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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定义参考维塞尔曼、斯坦利和福斯特（Wasserman，Stanley and Faust，1994），以后的所有定义都来自同一本书。


 [2]
 作者购买UCINET 5.0，其接口操作与6.0一样，但使用绘图软件时仍使用6.0。


 [3]
 此一范例中有两份无效问卷，在做研究时应被排除在社会网的计算之外，但本书范例为方便说明某些指标，如组件的计算，所以把这两份无效问卷一并纳入分析之中。


 [4]
 这是直接引自马斯坦和佛莱德金濡染系数计算法，但此一计算方法并不正确，因为受到影响的人越多，加总出来的濡染系数也会越高，所以我们在计算时会除以每一个人受到影响的人数，求取平均值，亦即一个人的意见领袖（可为多个人）其平均的计算机态度有多高作为他受濡染的系数。


第七章 中心性分析

在第五章的研究范例——虚拟空间的社会关系是否与真实世界社会关系雷同的研究中，作者利用了整体社会网资料计算出四个测度受访者在真实世界社交活跃程度的指标：

·情感性行动（吃午饭）网络之中心性；

·课业咨询网络之中心性；

·情报网络之中心性；

·谈心事之情感网络之中心性。

中心性是什么？为什么这些中心性是测度社交活跃程度的指标？本章将加以说明。

一 中心性概念介绍

中心性是一个重要的个人结构位置指标，评价一个人重要与否，衡量他的职务的地位优越性或特权性，以及社会声望等常用这一指标。中心性分成三种形式：程度中心性（degree centrality）、亲近中心性（closeness centrality）、中介中心性（betweenness centrality）。

1.程度中心性

程度中心性与中介中心性是计算一个人在一个团体的网络中最主要的两项个体结构指标。程度中心性是我们最常用来衡量谁在这个团体中成为最主要的中心人物。这样的人在社会学的意义上，就是最有社会地位的人；在组织行为学上，则是最有权力的人。拥有高程度中心性的人，在这个团体中也具有一个主要的地位。

衡量程度中心性的公式如下，第一条公式为绝对数值，第二条为标准化（standarized）数值。公式一就是把某人的关系数加总，公式二是将其除以该网络最多关系数，好做不同网络间之比较。此一公式为无方向性图形之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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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j
 是0或1的数值，代表行动者j是否承认与行动者i有关系，g是此一网络中的人数。在社会网中，程度中心性就是一个人的关系数量的总和，因为每一个图形中节点数量不一，大的社会网人数多，关系数也多，所以标准化过程要除以某一节点在社会网中最大可能的关系数，即g-1条关系。

群体程度中心性（group degree centrality）公式：

[image: ]


CD
 （n*
 ）是C（n）中最大的程度中心性，它与其他CD
 （ni
 ）相减所得差额的相加总和，即为群体中心性。分母是此一数值的最大可能值。这是一个网络的整体结构指标。公式的意涵是，一个图形中，程度中心性最高的那个人其程度中心性与其他人程度中心性间的差距。他与别人的差距越大，则群体程度中心性的数值也越高，表示此一团体权力过分集中，有一个人特别重要。群体程度中心性最高的图形就是星状图形。如图18。

无方向性图形中星状网络的群体中心性是（g-1）（g-2），所以分母是（g-1）（g-2）。此时公式变为：（无方向性图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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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UCINET计算程度中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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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8 星状社会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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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Network”中选取“Centrality”，再选取“Degree”，然后在对话框中选取PSC07，同时在“Tread data as symmetric”对话框中选择“Yes”。UCINET有一个功能，就是自动把具方向性图形变成无方向性图形，方法是把单向箭头或双向箭头的线都转换成无方向性的线，也就是不管强连带（最简单定义的强连带就是互选的关系）或是弱连带（单方承认的关系）都当作一条关系（如何只保留强连带而删去弱连带，将在下一章中介绍），选“Yes”就是激活了此种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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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我们可以看到，第一列是节点名称，第二列是程度中心性，第三列是标准化的程度中心性，节点10有10条关系，程度中心性是0.7143……

下图是同一计算结果中的下半部，我们可以看到一些程度中心性的统计，如平均值、标准差等，也可以在反黑的地方看到群体程度中心性是0.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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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方向性图形则有一些不同，分外向程度中心性（out-degree centrality）与内向程度中心性（in-degree centrality），外向程度中心性是一个节点承认对外关系数量的总和，其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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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化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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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j
 是0或1的数值，代表行动者i是否承认与行动者j有关系，g是此一网络中的人数。

内向程度中心性是其他节点承认对某一节点有关系的数量总和，其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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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化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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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ji
 是0或1的数值，代表行动者j是否承认与行动者i有关系，g是此一网络中的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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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在“Tread data as symmetric”对话框中选择“No”，则保留了具方向性图形，得到结果第一列是节点名称，第二列是外向程度中心性，第三列是内向程度中心性，第四列是标准化的外向程度中心性，第五列是标准化的内向程度中心性。

2.亲近中心性

亲近中心性则是以距离为概念来计算一个节点的中心程度，与别人愈近者则中心性愈高，与别人相距远者则中心性低，其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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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ni
 ，nj
 ）代表ni
 与nj
 之距离，Cc
 （ni
 ）就是节点ni
 到其他各节点的距离加总再求倒数，其值越小就表示ni
 与其他各点距离愈大，一个人越是边缘，也就越不重要。反之亦然。

但此一指标要求很高，必须是完全相连图形（fully connected graph），才能计算亲近中心性，否则，一些人可能到不了别人，没有距离可言，愈是孤立，距离加总值反而愈小。具方向性图形要求就更严格，一定要整个图形内所有节点两两强相连才能计算，因为这些要求十分严格，此一指标又与程度中心性高度相关，也就是程度中心性高的人往往亲近中心性也高，所以此一指标通常很少用。

二 中介中心性概念介绍

中介中心性指标衡量了一个人作为媒介者的能力，也就是占据在其他两人快捷方式上重要位置的人，他拒绝做媒介，这两人就无法沟通。占据这样的位置愈多，就愈代表他具有很高的中介性，愈多的人联络时就必须要透过他。

如果一个网络有严重的切割，形成了一个个分离的组件时，正是社会学家兼企管学家博特所说的两个网络间有结构洞。如果有一个人在两个分离的组件中间形成了连带，这个人就是一个切点，也就是我们俗称的桥（学理上桥是沟通的线，而不是节点）。而在网络分析中，之所以会这么重视桥的概念，就是两个分离的大团体间，若彼此信息要交流、意见要沟通、行动要协调的话，作为桥的人就非常重要。能够中介两群人之间的互动与信息，其中介中心性就很高。在博特的结构洞理论里，中介中心性高的人就掌握了信息流以及商业机会，进而可以操控这两群人，获得中介利益。在社会网分析中衡量一个人作为桥的程度的指标就是中介中心性。

中介中心性的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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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化公式：

（无方向性图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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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方向性图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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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jk
 是行动者j达到行动者k的捷径数，gjk
 （ni
 ）是行动者j达到行动者k的快捷方式上有行动者i的快捷方式数，g是此一网络中的人数。计算方法再简明地说，以下图19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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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 社会网范例-1

1到6的捷径有两条，如果ni
 是4，1到6经过4的快捷方式有1条，所以这一条捷径算1/2，反过来，由6到1也是1/2。但3到6及2到6这两条捷径都必须经过4，可以加上2，反过来，由6到2及6至3又加上2，另外5到2及5到3都有两条捷径，分别经过4及1，回过来，2到5及3到5亦复如此，那么gjk
 （4）加总就是7。标准化要除以（g-1）（g-2），得到20，所以CB
 ′（ni
 ）=7/20。

一个切开点往往有最多的捷径经过它，所以“桥”的中介性最高，以图20中节点3为例，共有1、2到7、8，4、5、6到7、8以及4、5、6到1、2等往返32条捷径经过3，远远高于其他所有节点，最具有博特所说的中介的利益。

群体中介性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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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0 社会网范例-2

这也是一个网络的整体结构指标，公式的意涵是，一个图形中，中介性最高的那个人其中介性与其他人中介性间的差距。他与别人的差距越大，则群体中介性的数值也越高，表示此一团体分成数个小团体而太依靠某一个人的中间传话，这个人也特别重要。团体中介中心性最高的图形也是星状图形。这个指标测量组织中关键的桥，值越高表明组织中信息被少数人垄断的可能性越高。指标越高，表示有人可以高度操控信息和利益，多半情况下组织的情况越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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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UCINET，在“Network”中选取“Centrality”，再选取“Betweenness”，再选取“Nodes”，然后在对话框中选取PSC07，得到以下分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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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结果第一列是节点名称，第二列是中介性，第三列是标准化的中介性，也可以在反黑的地方看到群体中介性是0.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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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一方面可以带来博特所说的中介利益——包括信息利益以及操控利益，但另一方面也会夹在两个团体之间，行动受到限制（博特所说的constrain），所以自由行动的独立性（autonomy）会因不同的桥而有所不同，下面我们就介绍这些不同的桥。

（1）协调者（coordinator）：在一个团体中，协调者经常是十分重要的中介人，中介性高，可以获得信息流通及操控双方的利益，但协调者会同时受到该团体的规范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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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 协调者图

（2）中介者（broker）：相较协调者，中介者的行动自由度就会比协调者来得高，因为他是属于另外一个团体的，所以较不受该团体规范的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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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 中介者图

（3）守门人（gate keeper）：守门人是在团体中，与外界联系的重要渠道，操控了该团体的对外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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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3 守门人图

（4）发言人（representative）：发言人是一个团体的对外代表，控制了对外协调的门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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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4 发言人图

（5）联络官（liaison）：因为联络官不为任何一个团体所规范，所以他的自由度就会很高，是最具有操控两个团体能力的人，又可以不受双方规范的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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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5 联络官图

（6）齐美尔连带：这是知名社会学家齐美尔发展出来的概念，指的是一条桥却被其中介的两个网络都认为是自己人，要求其代表该团体的利益，遵守该团体的规范，以至于“桥”没有任何自由度，两面难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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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6 齐美尔连带

三 一般信任与特殊信任

（一）信任的定义

信任受到组织学者的注意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信任如何定义？尤其以研究场域组织而言，信任如何定义？就社会学者的观点而言，“以人类互动关系的立场来看，其可简单定义为，信任一个人，即意味着，相信对方在出现损人利己的机会时，并不会去实现它”（Gambetta，1988）；就经济学者的观点而言，“信任是双方之间的互相信赖，其相信在交易过程中，彼此都不会做出伤害对方的行为”（Sabel，1993）；“信任是一种预期，其期望对方能够①尽最大的努力实现其口头承诺或明文规定的义务，②在协商过程中是诚实的，③不会占人便宜”（Bromily and Cumming，1992）；“X信任Y以致X选择与Y合作，其主要是建立在主观认定几率的基础上，何种几率呢？即在有损X利益的机会发生时，即使该机会有利于Y，Y也不会加以运用的几率”（Nooteboom et al.，1997）。

基于以上的陈述，我们可以看到经济学者萨贝尔（Sabel）的定义最宽松，只要在合作中不发生欺诈行为的预期都是信任，至于达到这个预期的手段为何则在所不论，这可以说是一种广义的定义。所以信任的广义定义可以简单地说，就是对互动对象行为的可预期性。经济社会学者则从另一个相对的角度去定义信任，实现承诺、保持诚实以及不占便宜都是可信赖的行为（trustworthy behaviors），定义信任为对可信赖行为的预期（Bromily and Cumming，1992）。社会学者甘贝塔（Gambetta）等以及组织学者霍斯默（Hosmer）等强调不确定（uncertainty）的存在，亦即愿意将自己的利益“赌”在对方的善意上，所以信任可以被视为在不确定的情况下，个人愿意展露其面对欺诈的脆弱性（vulnerability），而相信对方不会借机取利。这里采用此一定义，认为信任有两层意义：①信任是一种预期的意念，即交易伙伴对我们而言，是值得信赖（trustworthiness）的预期，是因为期待对方表现出可靠性或善良意图而反映出的一种心理情境；②信任是自己所表现出的行为倾向或实际行为，来展现自己的利益是依靠在交易伙伴的未来行为表现上。

这和哈丁（Hardin，2001）所定义的信任也大致相同，他强调信任一定包括两个要件，一是行为结果的不可预期性，也就是在选择合作伙伴时，未来的得失多少系于对方不被控制的作为，所以有一定不确定性存在。第二个要件是有选择性，我们可以选择合作或不合作，如果要合作也可以在数个选择中择一而合作。换言之，对未来结果能完全控制的预期就不是信任，有不确定性，但没有选择，必须要做的合作也不包含信任。这可以说是狭义定义的信任，也才是格兰诺维特（Granovetter，2002）所说的真实信任，威廉姆森（Williamson，1996）
 
[1]

 则称之为个人信任。

总之，信任是一种相互性的行为，一方表现出值得信赖的特质，而一方则表现出信任他的意图来。不过我们也必须强调，两者之间不完全是一种均衡的状况，因其牵涉到的个人主观意识的认知标准，信任可能存在于认知的偏误中——也就是，对方并没有可信赖行为的出现，一方可能仍然有不切实际的预期。

（二）一般信任的来源

1.制度带来的一般“信任”（institution-based trust
 ）

朱克与威廉姆森的分类中都提到以制度为基础的信任。制度导向研究分析一个社会中的社会规范、社会制度、社会性惩罚、法律以及刑罚如何使人保持良好行为，因此陌生人的行为也有可预期性（Gambetta，1988；Zucker，1986）。制度，不管是正式的或非正式的，往往都附带着正式的惩罚或社会制裁，所以当事者会权衡欺诈所带来的利益以及制裁可能带来的成本，理性地选择保持良好行为，以避免更高的成本。因此在制度约束下的人会有符合期待的行为。只是这种“信任”能不能称作信任？尤其是正式制度或法律配合着制裁方法，会对欺诈行为产生有效的吓阻，个人面对的不确定及脆弱性都很低，所以不需要相互信任，也可以在完善的保护下进行交易。这是一种“权力”，是公权力赋予个人控制交易对方的“权力”，而且因为适用在该制度底下所有的人而无特殊对象，所以这是“一般性权力”，是每一个以良善意图进行交易的个人都能掌握的“权力”。

至于非正式制度，往往指涉的是风俗、规范以及职业伦理。在社会化的过程中，非正式制度规范下的一群人产生一定的行为准则，使得受同一规范约束的交易双方可以预期对方的行为。只是不像法律或制度，风俗、规范或职业伦理不一定有具体的处罚措施，所以对方道德信念的强弱会是一个不确定的因素，除非透过口碑或亲身交往的经验，否则对方是否遵循规范仍是不可知的，所以不确定性与脆弱性仍然存在。但在一个较封闭的团体中，相互监督与舆论谴责的力量极强，“千夫所指，无病自死”，这时规范就成了具有强迫性的控制力量，下面我们讨论保证关系（assurance or commitment relationship；Yamagishi and Yamagishi，1994）时还会更进一步探讨。

无论是正式或非正式制度指涉的都是一般性“信任”——虽然交易对方的可预期性可能来自有效控制而不具有不确定性及脆弱性，但也符合广义的信任——因为信任者与被信任者之间并无对偶（dyads）关系，所以信任者或被信任对象是一般人，而不是特定的人。

2.人格特质带来的一般信任（characteristic-based trust
 ）

人格导向研究探讨的是个人的信任倾向（propensity to trust）以及哪些人格特质值得信赖（Butler，1991；Mishra，1996）。过去对信任研究最多也最深的首推心理学者，所以信任经常被定义为一种心理状态，一种一个人愿意冒失去利益的不确定性，但期望互动对方不会利用这种机会而占他的便宜的心理状态（Deutsch，1958；Sitkin and Pablo，1992；Bromily and Cumming，1992；Andaleeb，1992）。心理学研究早期都着眼在哪些人格特质会创造出这样的心理状态，比如外控性格的人、乐观的人以及有安全感的人都比较倾向相信别人（Rotter，1971；Hollon and Gemmill，1977；Hackman and Oldham，1980）。个人态度也会影响一个人的信任倾向，比如生活满意度高的人，或对社会忠诚度高的人也会倾向相信社会的一般人（Whitley，1999）。相对的，在组织中，组织承诺感（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高的人也会有较强的组织信任（organizational trust；Luo，2005a）。

另一类的心理学研究则相反，不分析个人的信任倾向，而分析什么样的人格特质被人信任，也就是可信赖行为（trustworthiness）的研究。最早对信赖有所研究的是巴伯（Barber，1983）。他指出，人际信任缘起于：①双方对社会秩序的尊重；②在能力上展现效果；以及③正确地做好社会角色的扮演。可信赖研究对总体社会资本的形成十分重要，信赖研究却对企业的关系管理研究十分重要，因为我们无法管理一个人的信任倾向，只能管理员工，使之表现出可信赖的行为，因此而促进员工间的普遍互信（Shaw，1964）。

无论是信任倾向或可信赖行为的研究，都是一般性信任，因为并无对偶关系存在。有信任倾向的人会倾向信任很多人，并无特定对象，有可信赖特质的人会让所有的人信任他，也无特定对象，所以都是一般性信任。

3.认同带来的一般信任（identification-based trust
 ）

夏皮罗等（Shapiro et al.，1992）以及列维奇和邦克（Lewicki and Bunker，1996）都讨论了认同为基础的信任。认同是西方社会中极强的一种力量，性别、年龄、宗教、地域、阶级、地位团体、国家以及种族是主要认同的分类。同一类的人往往分享了相同的价值以及共同的生活经验，并对“非我族类”产生排斥。

当然，认同也不只发生在相同类属的人之间，一个组织或团体也可能形成生命共同体，而让组织成员产生认同。近年来管理实务界强调愿景宣言，要求员工分享公司愿景，就是为了创造认同感。认同会带来员工对组织及同僚的信任（Luo，2005a），甚至被认为是社会资本的一个构面。所谓社会资本的认知构面（Tsai and Ghoshal，1998）即为共同愿景、共同价值以及共同生活背景，所以在西方组织行为理论中，认同一直是解释合作、公民行为、知识分享的因素，这正是因为认同能创造团体内的信任。

相对于“团体格局”，费孝通说华人是差序格局，西方人是团体格局（Fei，1948）。“团体格局”说明的是西方人因社会类属不同而有不同的行为模式，差序格局是一种因关系亲疏远近不同而有差别待遇的行为模式，强调的是华人以自我为中心建立自己的人脉网络，因为网络的内圈外圈、圈内圈外的关系不同，而以不同的行为方式加以对待，所以说我们是一个“关系社会”或“人情社会”。我们的信任主要建立在关系上，关系远近不同信任程度不同，华人的信任较少建立在普遍性的法则上，换言之，特殊信任才是华人最主要的信任模式。

（三）权力关系与特殊信任关系

如前所述，特殊信任是建立在对偶关系上的，但对偶关系中权力关系与信任关系必须区分开来，权力可以使对手的行为受到控制而变的可以预期，符合广义定义的“信任”。但刚好相反的是，权力往往带来不信任（Granovetter，2002；Cook，2004），所以多用权力、少施恩德、不讲人情的人，是不会有真实信任关系的，在中国社会中这种人也是不受欢迎的。权力与人情的分野在我们的社会中不可不查。

1.吓阻带来的“信任”（deterrence-based trust
 ）

这为夏皮罗等人（Shapiro et al.，1996）所提出。人们保持诚信并不因为他们的善意，而是因为良好行为会符合他们理性算计的利益。威廉姆森（Williamson，1996）也分信任为三类——算计性信任、个人信任以及制度性信任。其中个人信任就是真实信任，算计性信任则应归类在权力关系中。人们经过算计而为了自身利益保持诚信的因素很多，首先威廉姆森提出典当（hostages）的概念，主要是指交易中一方若做了专属性资产投资就会要求对方提出相对担保（safeguard），抵押品在对方不守承诺时可以扣押下来作为抵偿。其二，除了抵押品外，权力关系也可以用来取得吓阻性信任。任何不诚信的行为，权力强的一方都可以采取“报复”策略（tit-for-tat）。权力弱的一方为了保有重复交易中的长远利益，行为必然保持诚信。对权力强的一方而言，这种关系正是权力关系，也正是Shapiro等人所说的“以吓阻为基础的信任”。

2.计算带来的“信任”（calculative trust
 ）

在高频率的交易中，如同博弈理论所坚持的，重复的博弈因为大家发觉合作比欺诈在长远利益上更有利，所以会倾向理性地保持合作关系。这个理论对权力弱的一方尤其适用，如果甲方提供对方高比重的生意，却不依赖乙方，提供的又是关键性资源，而此一关键资源在市场上很难找到替代品，并且潜在竞争者又少（Pfeffer，1981），则乙方会处在权力弱的地位，基于未来的利益高度依赖于甲方的善意，所以权衡利弊得失，乙方会展现善意以期换取甲方的善意。

计算性“信任”的概念也是威廉姆森提过的，在此一概念下，“抵押品”已不必然是最初讨论的实物性资产，以及没收实物性资产带来的“吓阻”，到后来又包括了博弈理论中长期频繁交换的潜在利益，甚至有学者讨论关系性资产（也就是对方的关系网会被破坏；Yamagishi and Yamagishi，1994）以及名誉性资产（也就是对方的名声可以被破坏；Shapiro，Sheppard and Cheraskin，1992）。长期潜在利益、交易关系乃至业界名声都可能成为交易中的“抵押品”，为了不使这些“抵押品”被没收，所以交易双方愿意保持善意。

这种善意并非来自对对方可信赖行为的回报，而是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当对方掌握的“抵押品”少于欺诈可能得到的利益时，则机会主义行为就会发生，所以双方要尽量掌握可供报复用的权力，以保证对方不敢欺诈。这样的行为模式符合广义的“信任”，却很难符合狭义定义的真实信任，所以本书称之为权力关系，而不称之为信任关系。诚如上面所说，权力关系不但不足以促进信任关系，而且会伤害信任关系（Granovetter，2002；Cook，2004）。如果交易双方动则要求对方拿出“抵押品”，而且互相威胁要没收“抵押品”以使对方就范，双方是不可能相互信任的。

（四）保证（assurance）关系与特殊信任关系

格兰诺维特（Granovetter，2002）称前述的定义为真实信任（real trust），而与此非理性地忽略不确定性相反的，则是山岸（Yamagishi and Yamagishi，1994：132）所提出的概念——保证（assurance），他们定义保证为“对对方良好行为的期待，但并不建立在对方的善意上”。

保证不是信任，但可以视之为广义的“信任”。其成立的前提条件是在一个相对封闭的人际网络中，因为有极强的社会规范存在，所以封闭边界内的团体成员都不会有逾矩的行为，而且因为成员相对较少，又处在封闭环境内，所以相互监督的能力很强，更加使得团体内成员对其他成员十分放心，即使对方并不是那么的可以信赖，但相较于陌生人，团体成员仍是合作的优先选择。在山岸的定义里，我们可以看到信任的成立除了要有不确定性的存在为前提外，还要有可选择性为前提，也就是合作的对象可以是甲、乙、丙、丁好几个人，虽然与每个人合作都有不确定性，但我选择了甲，表示我最信任甲。保证则不同，保证关系（commitment relations）是建基在封闭网络中的，也就是无选择性可言。我不信任甲，但受约束的封闭团体内没有其他人可做选择，只好与甲合作，因为甲如果逾越规范，便有团队成员集体制裁他，可以比较放心，所以保证关系并不等同信任关系。

山岸等人（Yamagishi，Cook and Watabe，1998）则进一步区分了保证与一般性信任。一般性信任可以说是“期待对方对自然秩序或道德律的坚持”（Barber，1983：9）。一个风俗最美的社会，人们会因为某些宗教信仰或道德教化而对保持善意有所坚持，陌生人之所以值得信赖，是因为他们的善意而不是因为畏惧制裁。所以这是一种无特定对象而建立在善意之上的信任。Yamagishi，Cook and Watabe就认为，美国社会因为宗教力量与职业伦理而具有高度的一般性信任，相对的，日本社会则是十分严格的礼俗、带社会制裁性质的集体监督使得这个社会具有高度的保证，保证使得日本人在国内循规蹈距，但一出国门则行为相对不可预期。两者都是广义“信任”度很高的社会，也是秩序良好的社会，但“信任”的来源却不太一样。

山岸等（Yamagishi and Yamagishi，1994）据此提出了解放理论（emancipation theory）。他们认为，日本人长期生活在封闭的社会网中，如家族、公司（终身雇佣制的公司），他们以放心为基础寻找合作关系，反而没有信任陌生人的能力；一旦在一个高度开放的社会中，如现代化或全球化的社会，日本人不太能信任他人并促成合作。所以日本是一个有秩序的社会，却也是一般信任程度较低的社会，只有将他们“解放”于封闭团体之外，日本人才能学会信任陌生人，而增加社会的一般信任。

但保证关系完全无法产生信任吗？依照可信赖理论，可信赖行为的四个构面中，需求法则所能保障的是互惠或忠诚（loyalty），但在高度不信任的环境中，这一项特质就显得特别重要，比如完全无制度规范的合伙行为，少了忠诚或互惠，合作方很容易就在事扯不清楚、钱分不开来的情境中相互怀疑，这是华人创业常常由家族成员开始的原因。所以关系来源如果是家族成员、姻亲、认养或结拜，则视之为家人连带，这是华人经济行动中常用到的信任关系。

（五）以人际关系为基础的信任

网络理论的兴起带动了对偶关系信任的研究（Granovetter，1985），哪些关系会带来哪些信任，如何带来信任成为研究的主题（Luo，2005b）。在各家理论对信任来源的分类中，社会连带与网络结构总是位于这些信任研究的中心。虽然这些研究有助于增加我们关于信任的知识，然而，不同的社会连带如何产生不同的信任模式则很少成为研究重点。而这些因人际关系产生的信任，才是格兰诺维特所说的真实信任（real trust）或威廉姆森所谈的个人信任（personal trust）。真实信任如何产生呢？一些主要的理论分述如下。

1.以情感为基础的信任

自格兰诺维特划分开强、弱连带（Granovetter，1973）之后，强连带即被认为是产生信任的主要关系来源。在连带强度的分野中，强连带有高频率的互动、长时间的认识、亲密的谈话与行为以及情感性的互惠内容（Granovetter，1973；Masden and Campbell，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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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密与情感是强连带的标志，情感的依赖使人们感性地愿意表达善意，更不愿欺骗别人情感的依赖，因此降低了机会主义的可能性，而使双方保持善意的互动，增加相互信任。

类似的观察也存在于交易行为之中，乌兹（Uzzi，1996，1997）称企业间交易的强连带为镶嵌连带（embeddedness ties），是一种具有信任基础的长期生意伙伴关系，而一般的交易关系则是“臂长连带”（arm-length ties），是不具情感色彩，也无信任基础，照着合约完成交易就两散东西的交易关系。

同样的观察也发生在层级内交易。魁克哈特（Krackhardt，1992）在“强连带优势”理论中，分组织内网络为情感、情报与咨询三种，其中他称情感网络为“philos”——希腊文的好朋友——并认为这种网络所蕴涵的资源就是信任，以及因信任而来的影响力。因此一个情感内向程度中心性高的人会得到多数人的信任，而发挥影响力，如果离职会引发别人也离职（Krackhardt and Porter，1985）；如果公司发生危机，他的影响力则可以帮助解决危机（Krackhardt，1992）。更进一步地，Krackhardt and Hanson（1993）在区分企业内网络时，直接就分成信任、情报与咨询。情感网络已直接被等同于信任网络了。这些理论都指出以情感为基础的强连带是发展信任的最主要关系。

2.以社会交换为基础的信任

不同于强连带，弱连带的优势在于提供了信息与参考（Burt，1992），一个拥有弱连带多的人可以有较广的人脉网，收集到多元而广泛的信息，因此在求职上有较多的成功机会（Granovetter，1974），在商场上也有较多的商业机会（Burt，1992）。弱连带多的人也有较大的几率成为两个团体之间的“桥”，所以能够扮演中介角色，不但得到中介利益，还可能成为“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得利第三者”（Burt，1992）。但是弱连带的缺点却是少了情感作基础，双方不易形成信任关系而成为长期伙伴。

但弱连带是否不能产生信任？纯经济交易的弱连带似乎是如此，但存在有社会交换的关系则并不尽然。布劳（Blau，1964）的社会交换理论指出，社会交换不同于经济交换，它的回报不是实时的，也不能明确地计量，所以不像经济交易一般银货两讫互不相欠。相反，一个帮助可能要在很长的时间以后以另一种形式的帮助得到回报，施恩者必须对受惠者心存信心，相信对方的善意，当这个信心获得证实时，信任感也会逐渐建立。你来我往的社会交换，使双方都累积了对方会善意回报的经验，因此信任关系得以建立。

这个理论在中国组织内就可以得到证实，工作咨询是一种组织内非常重要的资源，但却不必然要有情感关系才能传递这种资源。组织内乐于受人咨询的员工往往可以得到他人的善意回报，因此咨询关系甚至超越情感关系成为员工间产生信任的最主要关系（Luo，2005b）。由此可见，这种非实时回报又有来有往的社会交换是华人建立信任的主要来源。

3.互相为利的信任（encapsulated-interest account of trust）

哈丁（Hardin，2001）提出相互为利的信任概念，强调两个从事交换的个人，因为相互之间都掌握对方的利益，在相互依赖之下，会尽量表现出值得信赖的行为。因为对方的行为总是十分可以信赖，所以双方渐渐地对交换伙伴产生信任。这个理论说明了信赖行为并不一定是人格特质的反映，而是人际关系的结果。某人对待甲的行为是可信赖的，但对待乙却不必然谨严诚信，而且对待甲之所以保持可信赖行为往往是出于对方掌握了己方的利益。不过，以利始，竟以义终，双方长期表现出可信赖行为，最后却产生了信任关系。

这个理论看起来很像博弈理论中的计算性“信任”，都以利益的计算为产生信任的基础，但也有不同之处。博弈下的信任是以持续的博弈为基础，一旦没有后续的利益，欺诈就会产生，而哈丁的理论却强调心理层面信任感的建立，一旦在一段时间的培养之后，人们对对方可信赖行为会产生预期而建立信任关系，也会珍惜这种信任关系而保持可信赖行为。其二，博弈之中人们基本上纯以利益计算为准，所以是权力关系，因为掌握对方的利益也是一种广义的“权力”，足以屈服对方的意志，而使对方的行为可以预期。诚如前面所述，格兰诺维特（Granovetter，2002）与Cook（2004）都指出，权力无法产生信任，反而会伤害信任，所以博弈下是不会有信任感的，反之，互相为利理论仍强调信任感建立的过程，分析的是信任关系而非权力关系。

（六）中国人的信任关系

特殊信任的调查对于中国式管理研究尤其重要。根据费孝通的差序格局（Fei，1948），黄光国提出中国社会关系的三个类别（Hwang，1987）。华人将其社会连带分成几个圈子，不同的圈子适用着不同的互动法则。最里层的圈子基本由家庭成员和扩大家族团体（extended kin）组成（Chen，1994）。根据解放理论，这类与生俱来的关系应被称为保证关系，而不是信任（Yamagishi，1994；Yamagishi，Cook and Watabe，1998）。下一个圈子包括好朋友或者关系很近的连带，遵照“人情法则”（rules of favoritism），其特殊信任是通过频繁的人情交换建立起来的（Hwang，1987；Tsui and Farh，1997）。最外层的圈子是弱连带，它依照公平法则，个体间的信任通过一般道德的公平原则以及重复的社会交换行为来建立。

熟人连带的类属中适用中国的一个道德概念“报”（可以被翻译成英文中的reciprocity）。这是一个在中国被高度重视的道德基础，在整个社会中，还人情债是一种义务。欠情不还是值得羞耻的，所以通过人情的交换确实是建立强连带最好的办法，这就是“人情法则”（Hwang，1987），这些都是根据“报”的原则进行的。长期人情交换的过程加强了参与者之间的关系，提高了互相信任的可能性。

报的概念接近于科尔曼（Coleman，1990）称之为镶嵌于其社会资本构面中的“义务与预期”（obligations and expectations）。报建立起了过程基础的信任（process-based trust），这种信任植根于社会互动的互惠之中（Creed and Miles，1996；Zucker，1986）。过程基础的信任镶嵌于具体的社会关系之中，报的概念提供了一种了解在中国社会中获得此类信任的关键机制。

报的概念也与哈丁（Hardin，2001）提出的“互相为利”的信任概念相同。这一解释模型说明信任产生于对相互利益的考虑，而相互利益又镶嵌于不断的社会交换之中。鉴于长期利益，参与者表现出值得信赖的行为，致使对方建立起对其的信任。在报的理念中，“马上还情”以及“讨价还价”是不被鼓励的。称兄道弟之后，对于还情的期待施人情者（favor-giver）不好再提，而接受人情者（favor-receiver）也不能忘记，应该记在“人情账”（favor account）上。中国名谚说道，衔草报恩，三十年不晚。即，三十年间牢记恩情，三十年后不忘还情，这一行为在中国文化中是被高度赞许的。

下文将通过对一般信任与特殊信任的结构研究以进一步理解信任在中国组织中的形成过程。

四 引入社会网理论

社会网理论与信任研究有不解之缘，然而，大部分的研究聚焦于关系层面，或者研究何种社会连带有助于建立互相的信任，比如通过交换关系（Blau，1964；Hwang，1987）、强连带（Granovetter，1985；Krackhardt，1992；Uzzi，1996）、互相的认同（mutual identification，Sheppard and Tuchinsky，1996）等。这里将个体设定为分析对象，研究其在社会网中的结构位置对个人信任倾向（propensity to trust）的影响。社会网理论也开了组织中结构分析的先河（Burt，1992；Lin，Fu and Hsung，2001）。好比在情感网络中的中心地位可以让其拥有一种非正式权力（Krackhardt，1992），博特（Burt，1992）更有力地证明了结构洞会带来丰富的商业信息与商业机会，在内部劳动力市场中，如果处于不连结的两个团体间的中介位置（go-between positions），当事者会因此获得更多的升迁机会。

1.网络结构对信任的影响

（1）情感网络中的中心位置（Central position in Friendship Networks
 ）。首先，社会网络中的中心位置有助于建立与其他成员更好的联系。中心位置传递着一种非正式的社会影响力（Brass and Burkhart，1992）。这就是为什么它成了声望和权力的结构分析中的指标（Wasserman and Faust，1994）。对于中心位置的投资会带给当事者较大的非正式影响力，用来控制外界的环境。由于有效的个人控制可以减少不确定的因素，和处在外围位置的人相比，越是处于中心地位的人越能控制组织的环境，也越认为别人是值得信赖的，这正是因为他们相对地减少了不确定因素。

格兰诺维特（Granovetter，1973）强调两种社会连带的区别——强连带与弱连带。一般而言，强连带比弱连带拥有更长的互动历史以及更高的互动频率。而强连带往往包括亲密的对话与行为（Marsden and Campbell，1984）。魁克哈特（Krackhardt，1992）称这种关系为“philo”，即朋友连带的意思。其“强连带的优势”概念认为，中心人物在情感网络（philo network）中拥有潜在的力量（underground power），因为他可以通过影响别人来达到自己的目标，所以在组织中面对较小的不确定性。除了更好地控制环境，情感网络中的中心位置也意味着网络中自身地位的提升，由于报的规范，处于中心位置的个体一般认为朋友是不会背叛他们的。他们熟知被称为朋友的那些人的性格，也知道如果什么人背叛了他们，朋友圈内一定会数其劣迹，并以其为耻。

情感网络也被用来提供情感支持（Wellman，1992；Wellman and Frank，2001）。情感支持行为加强了互惠（benevolence）的印象，会增进友好关系的牢固与互惠程度。处于中心位置的个体能够期待朋友的互惠。因此朋友可以通过还情行为（favor-return behaviors）获取信任，产生互惠与善意的印象。报的文化规范将能满足这些期待。综合“强连带优势”理论与报的概念产生了第一个理论假设。

理论假设1：情感网络中的中心位置会产生较高（多）的特殊信任，而居于外围位置者在网络中的特殊信任较低（少）。

（2）咨询网络中的中介位置（Go-between Position in Advice Networks
 ）。咨询网络是与情感网络相对应的一个重要概念。魁克哈特（Krackhardt，1992）认为，咨询网络是组织环境中弱连带的主要形式。尽管咨询连带不需要情感支持，但它们是获得日常工作之资源的主要渠道（Krackhardt and Hanson，1993）。咨询连带具备传递信息流与普及知识的功能，能在商业对话中给双方提供有用的资源（Granovetter，1973）。由于他们可以控制关键知识，而这些知识对于他人又极其有用（Krackhardt，1992；Brass and Burkhardt，1992），所以一个同事都来寻求咨询的人也拥有非正式的权力。

有价值资源的社会交换会使双方产生信任。布劳（Blau，1964）认为，社会交换不像经济交换，不能期待立即的回报，所以他们只能依靠对方的善意来期待未来的互惠。成功的社会交换可以逐渐建立双方的信任。知识与信息的交换在中国组织中是重要的社会交换，因为它们被看做有价值的资源。

在适当的时候，咨询网络的中介位置为重要信息与知识的获得提供了途径。而且，处于中介位置或者“桥”位置的个体可以控制重要的信息与知识，所以他们在网络中能够获得相应的权力。没有他们，信息不能在网络中流动。他们阻截信息流动的能力越强，他们（桥）对他人的控制能力也越强。这是因为其他人需要从中介者（go-between person）处获得信息，所以都要表现出值得信赖的行为以获其信任。中介者知道他们不大可能被需要他们信息的人欺骗。这个观点与结构洞理论一致（Burt，1992）。中介位置为其拥有者提供了更多的社会交换机会。基于结构洞理论、布劳的社会交换理论以及报概念下所期待的行为，产生了第二个理论假设。

理论假设2：比较而言，在信息网络中处于中介位置的人比处于边缘的人易于拥有更高水平的特殊信任。

2.特殊信任与一般信任

正如报的概念所指涉的，中国人专注于人情交换，因为这样可以积累他人的“欠债”，以期待他人在未来特定时间、特殊需要下偿还，这是中国人面对环境不确定时最常用的避险方法。总体而言，无论是通过“中心位置”还是“桥”，成功人情交换经验的积累会提高人们对善意回报的信心。亦即，人们在特定关系中的经验会使他们产生普遍的认知。另外，大量证据表明，相比一般人而言，“中心者”或者“中介者——桥”的非正式权力使得他们更加安全。他们的非正式关系不仅增强了对其两两关系的控制，而且减少了整个工作环境中的不确定性因素，这都有助于他们产生一般化的信任。由此得出了第三个理论假设。

理论假设3a：在网络中具有较高水平的特殊信任的人对于他们的同事及所处其中的组织倾向于表现出较高水平的一般信任。

根据以上理论假设，通过报的行为而不断累积信任，容易使个体产生一般信任。这一讨论暗示，网络位置对于一般信任有直接作用。然而，笔者认为网络位置经由特殊信任而对一般信任的影响是间接的。因此形成如下假设。

理论假设3b：特殊信任是网络位置与一般信任之间的中介变量。

图27勾画出网络位置与两种信任的假设关系，并列出了相关控制变量。

[image: ]


图27 网络结构的研究模型：特殊信任与一般信任

3.一般信任的态度控制变量

对于信任的一些态度解释在这里是作为控制变量而被包括进来。这些得益于先前的研究。已有大量的对宏观层面信任形成的研究。规范、风俗、社会价值以及道德礼仪是社会中带来信任的因素（Fukuyama，1996；Yamagishi，1994）。在组织中，有证据表明共同愿景能够显著提高对一般可信任行为的相信程度（Tsai and Ghoshal，1998）。拥有相似规范、价值、道德礼仪的一群人容易相互信任，与“我群”（we-group）成员合作（Zucker，1986）。这就是“以认同为基础的信任”（Sheppard and Tuchinsky，1996）。

在组织环境中，高度的忠诚（commitment）能促使员工为了组织的利益自愿地努力工作（Robinson and Morrison，1995）。波特和史密斯（Porter and Smith，1970）定义组织承诺为一种态度，通过在组织中的社会化形成符合组织目标的价值与规范。组织承诺包括忠实和认同。拥有高度“承诺”的人易于和公司的愿景一致，相信同事与组织。因此，在评价组织结构对于信任的影响时，选择共同的愿景，以及组织承诺作为控制变量。

五 研究方法

1.抽样及其过程

由于本研究的结构因素仅仅适用于封闭的团体网络，所以我只能选择界限明显的团体作为研究对象。根据便利抽样，选择两家公司，一家在大陆，一家在台湾。从两地抽样中，研究发现对华人世界会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大陆的样本是台湾前五名的跨国高科技企业的子公司。其母公司是台湾最好的手机、CD驱动以及计算机显示器生产商。该公司是摩托罗拉、戴尔以及IBM的原始设备制造商以及原始开发商。主要工厂坐落于中国的苏州，有460名管理人员，以及超过6000名的员工。该厂为本研究的大陆样本，被称为“MNC Mainland”。该样本包括两个分厂的22个部门，一家生产显示器与CD驱动，另一家则是为通讯工业生产手机。

将网络问卷发放给该公司的460名白领，然后去除了对超过80%问项中80%同僚填“是”的问卷，亦即，他们信任所在部门几乎每一个人的所有事情。在最后的分析中又去除了有缺损值的资料。两个部门回收的资料因情况非常不理想而被剔除。超过20%的整体社会网资料缺失，包括一些非常重要的关键人物——中心人物以及作为桥的人物，这样的全组资料都必须被剔除，不然它们会严重地扭曲结构指标（structure indicators）的计算。在剔除了余下的20个部门的缺失资料后，最终有355个可用的案例。下一步是将关于态度的问卷（attitudinal questionnaires）分发给在第一步中可用的355个案主，因为离职或缺席的因素，实际回收252份。再一次除去缺失项后，最终得到193份可用于分析的有效的整体社会网与态度问卷，总体回收率42%。

第二个样本是IBM在台湾的代理公司，称其为“Taiwan’s IBM Agent”。该公司主要业务是设计系统，提供服务信息。它沿袭了IBM惯有的授权、开放等整个组织文化模式。175份问卷被发放给该公司的白领员工，由于他们中的许多人经常外出服务客户，所以先后三次才完成资料的收集。剔除无效问卷的过程与大陆样本的检验过程一致。首先去除“是”选项超过80%的问卷（理由同上）。然后，请公司内部人员（insider）帮助做该部门调查的有效性检验，随后鉴定了125个部分可用的整体社会网个案。去除了由于选项缺失的问卷后，最终可用问卷数量为103，回收率59%。

本研究一共有296份可用问卷，其中193份来自大陆，103份来自台湾。大陆样本被访者的平均年龄比台湾样本部分低了大致6岁（p＜0.0001）。大陆被访者在公司的工作时间（company tenure）较之台湾样本平均短了大致0.65年（p＜0.01）。在大陆的样本中女性为46.3%，台湾样本中女性为32.8%。样本差异假设检验分析中已被控制。

2.测量

对于个人在一般意义上对他人的信任倾向的测量已有先例（Cummings and Bromiley，1996），不过，个人层面的对特殊个人的信任仍有待更好的测量。这里就是对特殊信任测量的发展。

每份问卷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测量整体社会网资料。这部分包括在矩阵格式中的11个问题。矩阵中的第一列是11个问题，第一行是该部门所有白领员工的姓名。两个公司样本的部门中，每个部门的平均人数为11人，最多是24人，最少为5人。被访者要确认自己与问卷所列人名的关系。问卷的第二部分利用李克特七点类型量表收集态度以及一般信任资料。

问卷问题的确定过程如下：笔者派一位助手完成在MNC Mainland 人力资源部门的田野研究，目的是根据其工作环境来细化以及修改问卷。然后根据65名员工对预测问卷的回答以及在该部门秘书的帮助下，完成了对问卷有效性的检测。最终，20道李克特量表问题以及11题整体社会网问题被选入正式问卷。以下将介绍调查中所有的测量。

（1）信任的测量。测量包括特殊信任与一般信任。为了让被访者清楚地描绘他们对特殊连带（particular ties）的信任，而不是给出大致的估计，我采用了整体社会网问卷，而不是李克特量表问卷。社会网分析技术可以计算信任关系的数量，即外向中心性。

我采用米什拉对值得信赖的分类（Mishra，1996）来测量特殊信任——“我认为他是诚实的”、“我认为他很胜任他的工作”、“我认为他的行为很稳定”以及“我认为他关心我的利益”。另外，我增加了这样的问题“谁最值得信赖”。然后，我从以上五题的回答中计算了外向中心性的标准化计量。最终，五个值的平均数成为特殊信任的综合性单一指数。员工i的信任的外向中心性的计算公式如下：

∑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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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j

 /（g
 -1）


x
 
ij

 可取0或者1，表示员工i
 是否认为与员工j
 存在信任关系。g
 表示网络规模。该计算值越高表示焦点人物的特殊信任程度越高。

对于一般信任的测量，我们采用了李克特七点量表的九道态度问题。这些题目改编自卡明斯和布罗米利的组织信任存量量表（Cummings and Bromiley，1996）。对组织信任测量的三个构面——如对同事的信任、对领导的信任以及对所属组织的信任——每个构面选三道题。表24中列出了测量一般信任的9题。

表24 对信任的探索性因子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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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24中的探索性因子分析显示，三种因子对信任有潜在影响
 
[3]

 。通过可信度检验（Cronbach=0.85），特殊信任的五题归属于同一因子。而信任存量的题目分别归属于两个因子。其中的一个构面包括1，2，3，4，7题（Cronbach=0.87）。由于这些题目都与员工及领导有关，笔者称之为“对同事的一般信任”（general trust in colleagues）。余下的题目属于另一个构面（Cronbach=0.83），可称之为“对组织的一般信任”（general trust in the organization）。

（2）社会网结构变量的测量。下一步，利用魁克哈特和波特为整体社会网设计的“朋友及咨询网络”问卷（Krackhardt and Porter，1985），计算情感网络与咨询网络间的内向中心性。三个问题用来调查情感网络——“被主管批评后，您会向谁寻求情感支持”、“您在闲聊中会与谁说起自己的私事”、“谁是您最好的三个朋友”。笔者计算了每一个被访者的内向程度中心性，并通过以上三题的平均值得到单一指标，来表示情感网络中的个体中心位置。计算员工j的内向中心性的公式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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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j

 的值可能是0或者1，表示员工i
 是否认为与员工j
 存在关系。g
 表示网络规模。内向中心性高表示较中心的位置。

咨询网络的测量采用整体社会网络问卷中的三个问题——“当您工作遇到困难，您向谁求助”、“您喜欢与谁讨论日常工作”、“当您工作碰到困难，谁会主动来帮助您”。中介中心性用来测量三个咨询网络中的中介位置。将中介中心性的三个题目的平均值来表示个体在网络结构中的中介位置。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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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k

 表示员工j
 到达员工k
 的快捷方式（节点间的最短路径），即两者间的最短节点数目，g
 
jk

 （n
 
i

 ）表示员工j
 到达员工k
 必须经过员工i
 时的快捷方式。拥有高度中介中心性的人通常能够居间调节别人的需要。

（3）态度控制（attitudinal controls）的测量。鉴于已有文献，我们构建了11个关于态度控制的题目。三项李克特量表题目用来测量共同愿景。这些题目分别是：“公司真的激发了我在工作中的最好表现”、“我能做很有意义的工作”、“我认为我的工作帮助我达到我职业的目标”。另外，我们翻译了由莫迪、斯蒂尔斯和波特（Mowday，Steers and Porter，1979）所设计的用来测量组织承诺的问卷，在分析了预测的结果后，选择了其中的8个原始题目形成本研究的组织承诺变量。它们分别是：“我很愿意为了公司的成果付出最大的努力”、“我经常在朋友面前夸奖我的公司”、“我觉得我的价值观与组织的价值观一致”、“我非常高兴我当时选择在这家公司工作”、“我会很自豪地告诉别人我是这家公司的一员”、“我愿意接受任何工作，只要能让我继续在这里工作”、“我很在乎公司的前途”以及“对我来说，这是最适合我的公司”。验证性因子分析（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得出有负载量的两个因子。拟合统计值（fit statistics）Bentler & Bonett’s Non-normed指数为0.911，模型均方根误差（RMSEA）为0.074。

3.理论模型

在如下的回归模型中特殊信任与一般信任作为因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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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1
 表示特殊信任向量——信任网络的外向程度中心性。


Y
 2
 是一个2×n的矩阵，包括两个一般信任向量，用来测量对同事的一般信任以及对组织的一般信任。


X
 1
 表示情感网络的内向中心性。


X
 2
 表示咨询网络的中介中心性。


Z
 1
 是用来表示地域区别——大陆与台湾的虚拟变量。大陆员工用0表示，台湾员工用1表示。Z
 2
 到Z
 7
 是6个控制变量，表示个人态度与特征。个人特征为性别、年龄、婚姻状况以及在公司的任期。性别变量：男性用0表示，女性用1表示。年龄分组变量包括六组：＜20岁一组，20～24岁一组，25～29岁一组，30～34岁一组，35～40岁一组，以及＞40岁一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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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婚用0表示，未婚用1表示。在公司的任期是一个连续变量。Z
 6
 是关于共同愿景的态度变量，Z
 7
 表示组织承诺。

六 分析结果

表25显示变量间的相关关系。特殊信任与两个结构变量显著正相关。性别以及地区与特殊信任显著负相关（女性以及台湾员工信任最低）。两个结构性变量也彼此相关，然而，仅有“咨询网络中的中介位置”与“对组织的信任”有略为显著的关联。同时，一般信任的两个构面与两个态度控制变量都高度相关。特殊信任也与一般信任的两个构面正相关。

在表26中显示的是特殊信任的两个自变量与七个控制变量的回归分析。结果表明，情感网络中心性与咨询网络中介中心性对于提高特殊信任都非常重要。将地区与网络结构变量的交互分析（台湾VS.大陆）显示两个抽样样本的网络结构变量影响相似。因而，理论假设1与理论假设2得到证据支持。

控制变量的结果显示四个个人特质中有一个对特殊信任有显著性贡献。男性比女性拥有更多的特殊信任。态度控制变量——组织承诺与共同愿景没有统计意义的显著性。当其他变量在回归分析中被控制时，地域区别显示，大陆样本拥有比台湾样本更多的特殊信任。

表27给出了两个一般信任变量对于网络结构变量、特殊信任以及七个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两个结构变量——在情感网络的中心位置以及在咨询网络中的中介位置与两个一般信任构面都没有显著性关系。正如理论假设中，特殊信任与一般信任的变化都显著相关。并使“对于同事的一般信任”增加了5%的解释力（R2
 提高5%），“对组织的一般信任”增加了3%的解释力。理论假设3a得证。

表25说明两个结构变量与两个一般信任构面之间没有显著性相关。这不满足特殊信任作为中介变量的条件。因此，理论假设3b不得证。然而，表格26、27的结果显示，网络结构的影响对于一般信任是间接的，是要通过特殊信任的。

表25 所有变量的相关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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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6 特殊信任的回归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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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7 一般信任的回归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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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个人社会经济背景变量中，女性减少了“对同事的一般信任”，可能由于较少成为所在网络的中心或者中介（性别与中心地位的相关系数为-0.12，p＜0.05，性别与中介性的相关系数则为-0.14，p＜0.05）。两个态度控制变量与一般信任显著相关，可能部分由于同方法偏误（common method variance）造成的扩大效果。

最后，两个地区的结构变量与特殊信任变量的交互分析没有显著性的结果。这表明，这些变量间的功能联系在两个样本中是不变的。

七 讨论与结论

1.讨论

我们得出如下一些结论。第一，强连带优势的主张在大陆与台湾的样本中得到支持。一个拥有非正式影响力的人通过处于情感网络中的中心地位，可能对其交往对象有更好的控制力，因而信任其交往对象；也有可能因为他把更多的同事当成朋友，而变得比较容易信任这些朋友。这反倒可能造就了其在网络中的中心地位。因此，结构位置虽然是一个静态的概念，可能反映了信任的形成这一动态过程。进一步的研究应该探讨信任在社会网络中的发展过程。

第二，在中国，咨询网络中的中介位置很显著地影响着特殊信任的形成。这与笔者讨论过的社会交换理论是一致的。人们通过信息、咨询的社会交换产生相互间对互惠与信任的期待（Coleman，1990；Blau，1964）。资源交换是中国工作环境中共同信任产生的主要源泉，这已经被先前的研究证明（Luo，2005）。在没有联系的人们之间，中介桥（go-between bridges）提供了促成信息交换的初级机制。例如，在此种背景下，一个中国的中间人可以在交换过程中得到丰富的资源，但他必须信任其伙伴在交换过程中的善意。

最后，特殊信任增加了一般信任的倾向。成功的两两互动经验会增加人们对于安全与人情互惠的期待，甚至是陌生人。然而研究结果显示，网络位置的影响力对于一般信任是间接的，是需要通过特殊信任起作用的。这与中国文化是相一致的，即中国人对于“陌生人”的信任通过对“熟人”的信任而产生。

在讨论进一步研究的可能之前，要对本研究的局限做一些声明。首先，资料抽样是便利抽样，而不是随机抽样。同时，样本对象非常年轻，平均年龄低于25岁，并且在公司的任期不超过3年。这样就有必要用其他样本再做类似研究，以提高发现的普遍性，从而可以推广到其他华人组织或者年龄较长的对象范围。第二，两个态度控制变量与“一般信任”的两个构面采用了相同的李克特七点量尺，并对相同的一群人施测。所以它们的关系可能受同方法偏误的影响。然而，基于两个结构变量以及它们的主要分析结果不可能被同方法偏误影响，所以上述的问题对结论的影响有限。

最后，结构变量与信任之间的因果关系值得探讨，由于我们这里使用横断资料（cross-sectional data）而因果变得较难厘清，只能等待跨时的时间序列资料（time-series data）。虽然有着因果颠倒的可能性，但无论就具体还是普遍层面而言，一个人所处网络位置——中心（centrality）或者中介（betweeness）与信任倾向有关这一事实，都应该被作为一种新的洞见而受到更多的研究。

一些发现值得未来的研究进行更多的讨论，并对这些发现做出进一步挖掘和分析。一个人处于情感网络中的中心位置意味着他拥有非正式的影响力（Krackhardt，1992），然后通过自身影响一个组织中共同工作的人。这样非对称的社会影响力使得非正式领导认为他们可以控制以及预测同事的行为。虽然信任意味着要承担没有回报的风险（Yamagishi，Cook and Watanabe，1998），但镶嵌于“报”中的中国互动规范减少了这样的风险。“报”促进了人群社会网的扩大。这样更大的社会网络意味着获得更多资源的可能性，并且假设因为它们有互惠的义务而不会背信弃义。相信他们的朋友的可靠性，使得处于中心位置的人们感受到安全感，并且拥有比处于外围位置的人更多的信任。进一步研究应该检验中心位置与对朋友的信任之间的传递过程（如，朋友给予的安全感以及可信赖感）。进一步研究也应该检测这样一种可能性，是否容易信任别人的人（trusting person）会获得一个更中心的位置。因此，中心位置与特殊信任之间的关系是否可以被倒置过来？即，是容易去信任别人导致获得情感网络中的中心位置。这种倒置过来的因果顺序也会有很有意思的假设。如，对个人而言，信任别人和被别人信任同等重要，因为前者也可以使人们结交朋友并且变得有影响力（influential）。时间序列的实验设计可以解决这些因果关系顺序以及运作的因果机制。

咨询网络中关于中介位置的结论对于理解桥如何产生与他人的合作行为是非常重要的。处于中介位置的人控制着非常有价值的信息与知识。依靠其信息的人则要表现出值得信赖的行为，以便让“桥”分享有价值的信息与知识。与处于情感网络的中心位置类似，咨询网络中的桥在与他人互动过程中是相对安全的。较不同的是，“桥”更依靠别人的善意（goodwill），而不是在亲密网络中朋友相互监督的行为。然而无论在哪种情况下，中国“报”的规范都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无论信任产生于中心人物的朋友连带还是桥的信息交换，都让中国人更愿意对这些社会连带表现善意，以符应“报”的规范。对于这一动态过程的描述将成为未来研究十分有活力的区域。

特殊信任与一般信任存在着关联，意味着中国社会里，“报”的法则是可以扩大于工具性交换关系，甚至于陌生人的。“报”是人情交换中必须遵守的规范，总体上减少了熟人间交换的不确定性与风险。这个规范也成为中国人所高举的美德，即使是弱连带间的一般性社会交换，乃至于陌生人不经意的施恩，都成为报的对象。在熟人间交换的成功经验，会使我们对整体社会的报的规范产生信心，从而增加了社会的一般信任。和关系概念一样，“报”也是一个本土概念，但却有跨文化的对等物，因而值得进一步探索。许多学者认为，报关系等同于网络（Yang，1994）。在一些方面，“报”部分类似但又有别于互惠（reciprocity），而互惠在所有社会学文献中都是一个重要而普遍的概念（Blau，1964；Gouldner，1959）。

最后，如果回顾以往文献，两个结构变量与一般信任的两个构面间没有因果关系是不足为奇的。社会网络是由两两关系组成的（dyadic relationships）。因此，网络位置对于特殊信任有更直接的影响，并进而间接影响到一般信任。然而，可能是中国的特殊环境才使得网络位置与一般信任之间缺乏联系。众所周知，中国是一个高度特殊主义（particularistic）与关系导向的社会（relation oriented）（Trompenaars，1994）。因此，网络位置（network position）更多地带来人与人间的互信，而不会直接改变位置拥有者对整个社会的态度。正如笔者在理论假设中所说的，中心人物、中介人物由于其能更好地控制组织环境而拥有了安全感，并且信任与其互动的同事。然而证据显示，华人不能通过对陌生人的信心（confidence）而直接产生一般信任。信心让华人拥有更多社会关系，但是信任必须建立在两两关系间切实的互动经验的基础上。

2.结论

网络的结构位置会影响着特殊信任的形成，进而间接影响一般信任。西方视角的潜在逻辑大多是建立在理性的解释上——如果你有很多朋友或者是一个中介者，那么你会有更多的非正式权力与影响力。因为人们需要依靠你的友谊支持与咨询信息。其他人对你的依靠会使你有更多自信，因为围绕着你的人会谨慎自己的行为而不会背信，于是你就更相信他们了。但是另一方面，一个基于中国文化的解释出现了——也就是报的规范的重要性（normative importance of pao）。任何有朋友的人或者传递信息流的人就和别人有了关系（relations）。报的原理保证了人情受到尊重，并且在未来会有互惠行为。拥有许多连带的人——无论是情感性的还是咨询交换的，都会拥有更多自信；别人会在未来回报你。这个镶嵌于关系中的规范，给了交换双方信任别人的信心。总之，这个研究提供了一种融合西方理性与中国规范的优势，从而来解释网络中信任的出现。研究的结果确认并且扩展了社会网理论，并且建议了许多进一步研究的方向。信任对关系导向与人情特色（favoritism）的中国社会环境中的管理是至关重要的。笔者希望通过对信任的理解与研究使中国式管理研究（Chinese Management Research）前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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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以下我会将广义定义的信任加上“”号，真实信任则不加“”号，其间的差距在于前者是基于控制而没有不确定性，后者则包含了不确定性，前者可能没有选择，后者则在诸多选择中选上特定的人而进行合作。


 [2]
 Masden在美国General Social Survey中为连带强度设计的问卷并不包括互惠内容一项，但却加入了关系的来源。


 [3]
 验证性因子分析支持三个因子。拟合统计值（fit statistics）Bentler & Bonett’s Non-normed指数为0.947，模型均方根误差（RMSEA）为0.067。


 [4]
 这里将分组年龄视为连续变量以保证有效的自由度，年龄对于信任不是一个显著性因素，因此采用虚拟变量不会影响结果。


第八章 小团体分析

以后两章，我们将一一介绍如何测量个人社会网结构位置以及群体社会网结构形态的方法。下面我们就开始介绍社会网一些结构的概念以及计算的方法。

一 图形密度

前一章讨论了一个概念叫做节点程度，计算节点程度的一些统计量可以得到十分有用的结构概念。一是平均节点程度（mean of degree），就是把所有节点的节点程度加总平均，实际上就等于（在无方向性图形中）二倍的线的数量除以节点数量。第二个概念是节点程度变异数（standard deviation of degree），就是每个节点程度的变异量有多大，用来测量节点程度的几率分配是什么样的。平均节点程度指示了整个图形中线的数量有多少，平均数愈高则整个图形中线的密度愈高。变异数愈大，则代表线段集中在一些节点上，而另一些节点则少有连带。这两个概念会被学者用来测量一个团体的结构特质（Sparrowe，Liden and Kraimer，2001），而实际上平均节点程度指涉的正是网络密度，而节点程度变异数则十分类似群体中心性（也有些微不同，我们将在第二节中介绍），以下就是一个图形密度的定义：

一个图形的密度，即在该图形中实际存在的线与可能数量的线的比例。

一个群体的结构形态指标中，密度（density）是一项重要变量，因为一个团体可以有紧密关系，也可以有疏离关系，紧密团体的社会行为十分不同于疏离团体。一般来说，关系紧密的团体合作行为较多，信息流通较易，团体工作绩效也会较好，而关系十分疏远的团体则常有信息不通、情感支持太少、工作满意程度较低等问题。在团体研究中这是最常用到的概念，所以下一章中我们将介绍图形密度在总体社会资本中的意涵。图形密度的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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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只是纯粹讨论一个无方向性的网络图形，如果要讨论具方向性的图形，公式上也会有不一样的计算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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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具方向性图形密度计算公式。

下面我们仍以外商公司的计算机维修部门的情报网络为例，操作UCI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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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Network”中选取“Network Properties”，再选取“Density”，然后在对话框中选取PSC07，可以得到结果，此一社会网的密度是0.3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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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小团体分析

顾名思义，小团体（subgroup或称cliques）就是团体中的一小群人关系特别紧密，以至于结合成一个次级团体。比较通俗的说法，小团体可以比拟为派系，这也是一个网络的总体结构指标。在研究中国人的组织行为时，这是一个特别有用的概念。以下我们将介绍小团体中四个不同的定义及计算公式。

1.以节点程度计算小团体

计算小团体的方法有两类，一类是以节点程度来计算，一群相连的节点视为一个小团体；另一类以距离计算，在一定距离内可以达到的节点视为一个小团体。

以节点程度计算的方法，我们介绍三种：K-plex，K-core以及Lambda Sets。

K-plex的定义是：


K-plex是包含了gs
 个节点的子图形，在该图形中，每一个节点都与同一子图形中的gs
 -k个节点有相连关系。


这是小团体分析最常用的一个概念。表示一个小团体有gs
 个人，其中每个人都至少与该小团体的其他成员保持gs
 -k条的关系。

K-core的定义是：


对所有的ni
 ∈Ns
 来说，如果ds
 （i）≥k，则子图形Gs是K-core。


其中ds
 （i）指称相连的节点数。这个定义与K-plex大同小异，表示一小团体有gs
 个人，其中每个人都至少与该小团体的其他成员保持k条的关系。

λ集合（Lambda Sets）的概念比较复杂，我们要先定义什么是两个节点的线段相连性（line connectivity of nodes）。线段相连性就是如果要把这两个节点的最后一条路径也删掉，也就是使两个节点不再相连，需要删去几条线的数量，代号是λ（i，j）。线段相连性愈高，表示两个节点间相连的路径愈多，而且不会有关键的桥，必须要删掉很多线段，才能使他们不相连。

λ集合的定义是：


Ns
 是N的子集合，且对所有的i，j，k∈Ns
 ，l∈N-Ns
 来说，如果λ（i，j）＞λ（k，l），则子图形Ns
 是一个λ集合。


此一定义意指，λ集合中的内部任两个节点的线相连性都要高于内部的一点与外部的一点间的线相连性。现实的意涵就是，小团体的定义在于内部的关系紧密而不易断裂的程度要高于内部的人与外人关系的紧密程度。

下面我们以K-plex为例，来说明UCINET如何找出小团体。这个过程不像其他的社会网指标会有明确的数字一下就算出来，而要反复试验、自行判断才能得到一个答案。首先在“Network”中选“Subgroups”，再选“K-Pl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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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在对话窗口中写入资料文件名PSC07，选择K为3，最小的小团体不少于4个节点，这些数字皆为自行判断写入，试试看会出现多少小团体，能不能判断出最后的答案。图形选取对话框可以选柱状图（Dendrogram）或树状图（Tree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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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CINET会把我们的具方向性社会网当作无方向性社会网来计算，凡是两个节点中有一方选择了对方，UCINET就当作两节点间有一条线。这一次试验我们得到310个小团体，完全无法判断，表示设定的条件太宽松，以至于无法得到答案。于是继续试验，选择K为2，最小的小团体不少于4个节点，得到27个小团体，仍然不好判断（当K值愈小，最小的小团体节点数愈大则条件愈严格）。最后，我们选择K为2，最小的小团体不少于5个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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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如下的13组团体，可以做出判断，节点6、7、8、12和13是一个小团体，其他节点1、2、3、4、5、9、10和15成为一个小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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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的下方是一个矩阵，说明互连的节点共同出现在多少个小团体中，我们发现基本上这两个小团体互相排斥，只有4与7会共同出现在三个小组中，以及10与13会共同出现在六个小组中。

2.以距离计算的小团体

接下来我们介绍三种以距离为基础计算小团体的方法：N-clique，N-clan以及N-club。以下范例请看图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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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8 以距离计算的小团体

N-cliques也就是此小团体内每两人之间的距离要小于等于n。

d（i，j）是i与j两点间的距离，以上图为例，2-cliques有两个：{1，2，3，4，5}和{2，3，4，5，6}。

N-clan定义为：一个N-clan就是一个所有捷径都包含在子图形内的N-clique。


图28中，2-clan有一个：{2，3，4，5，6}。


N-club是指直径小于或等于n的子图形。


图28中，2-club有三个：{1，2，3，4}，{1，2，3，5}和{2，3，4，5，6}。

UCINET计算的方法以N-clique为范例，同样在对话窗口中写入数据文件名PSC07，选择n为3，最小的小团体不少于4个节点，同样地，这些数字也是自行判断写入，试试看会出现多少小团体，能不能判断出最后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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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次试验我们得到一个小团体，完全无法判断，表示设定的条件太宽松，条件宽松表示所有的节点都可以在n步之内到达对方，所以所有的节点结成一个小团体。得到的结果不是太多小团体，而是分不开小团体，以至于无法得到答案，于是继续试验（当n值愈小，最小的小团体节点数愈大则条件愈严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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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们选择K为1，最小的小团体不少于4个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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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得到七组团体，可以做出判断，节点6、7、8、12和13是一个小团体，其他节点1、2、3、4、5、9、10、14和15成为一个小团体。同样的，表的下方是一个矩阵，说明互连的节点会共同出现在多少个小团体中，我们发现10与13会共同出现在一组小团体中，但4与7不会共同出现在同一小团体中。用K-plex与N-clique两种方法算出来的结果差距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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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指标比较常用，其他指标尚有很多，分别代表不同的结构意义，可以参考美国社会学者斯坦利·维瑟尔曼（Stanley Wasserman）以及凯瑟林·福斯特（Katherine Faust）所著的《社会网——分析与应用》（Social Network—Methods and Applications
 ）一书，其中有十分详尽的介绍。

3.以绘图分析小团体

小团体的分析常常涉及情感网络，尤其我们所谓的派系，更是以情感为基础的一群人结成交换资源的团体，并排除其他人的利益，而派系问题常是中国的社会学研究及管理学议题中十分重要的一部分，所以分析情感性小团体在中国研究中有其特殊的重要性。情感性小团体是否与其他交换资源的团体（如交换知识、交换情报、交换咨询，甚至交换特权）重叠，更是判定是否有派系存在的方法。而连带强度的定义如前所述，最简单的一种就是情感网络中两个人互选对方为强连带，只有一方选了对方而对方未选回来，则视为弱连带。派系内的成员之间必须是强连带，否则情感关系不足以垄断其他资源交换的关系。因此情感网络中保留强连带，删去弱连带，再直接以UCINET中的绘图功能绘出网络图，因为这样处理会删去相当数量的线，所以图形往往不太复杂，可以一目了然，直接判断出小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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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我们仍以PSC07为例，虽然这是一个情报网络，但我们假设其为情感网络，作为范例说明此一方法。首先我们要把PSC07转换成只有强连带的资料，方法是在“Transform”中选取“Symmetrize”。

然后在对话窗口中选取“Minimum”，意即一对节点中的双向关系，两个都是1才是1，两个中有一个是0则是0。

[image: ]


在上面对话窗口中，我们为新的只保留强连带的资料取名SymPSC07.##H，然后点选下面的图标，或是选“Dr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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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在“File”中选“Open”，打开档案，选择档案类型是“Ucinet Dataset”，SymPSC07档是一维的社会网，所以选“Ne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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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跳出来的对话窗口中选择SymPSC07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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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mPSC07档案输入就成为图形，我们可以在图形中做很多工作，比如拖动节点到适当位置，把相连的节点都拖在一起，就成为下面的图形，我们可以看到，节点7、8、12和13是一个小团体，而6与11为两个不相连的组件，其他节点1、2、3、4、5、9、10、14和15成为一个小团体，其中节点4是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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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小团体的密度

E-I index衡量的主要是一个大的网络中小团体现象是否严重。最糟糕的情况就是大团体很散漫，核心小团体有高度内聚力，并且团体独裁领导。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大团体中有许多内聚力很高的小团体，很可能就会变成小团体间相互斗争的问题，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派系问题。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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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I index是企业管理者一项重要的危机指标，当它太高时，就表示公司中的小团体有可能结合紧密而开始图谋小团体私利，伤害整个公司的利益。这个指标在中国研究中尤其重要，中国人常说“君子群而不党，小人党而不群”，党而不群的意思就是一群人并不在大团体中合群，反而结成紧密的小团体，内部密度值高，外部密度值低，表示这样一群人形成非常严重的结盟现象，可以密室会议，可以私相授受，完完全全可以以小团体的需要出卖掉大团体的利益。

我在台湾曾做过一个地方派系和信用合作社的研究。台湾有73家信用合作社，结果统统变成了金融炸弹。因为信用合作社对人有信用而不是对物有信用，基本上贷款者不用给合作社抵押品。总经理在一定的权限范围内可以授信，这是信用合作社和银行最大不同的地方。原来这是适应中国社会的良法美意，因为在乡土社会中，一个人在地方上有一定的声誉，或大家认识这个人，知道他的信用，就可以因人授信，不必然要有抵押品，换言之，声誉在信用合作社中也是可以借到钱的资产，这是中国社会中关系金融的一种形式（罗家德，2001）。但最后，信用合作社却成了台湾地方派系最重要的禁脔，甚至每次信用合作社的社长改选时派系就要火并，为什么呢？因为谁拼上了信用合作社社长，谁就掌握了这个地方的小金库，拿各式各样理由去贷款，拿到钱就回馈给派系，壮大派系，再以派系力量参与地方政治，以权滚钱，以钱养权。这是信用合作社发生那么一大堆问题，成为金融风暴的定时炸弹的原因。

为什么？E-I Index就可以作为一个指标加以解释。问题就出在随着台湾地方都市化，政府却没有方法导正信用合作社人数的上限，鼓励人数一多就另立他社，保持人际关系的紧密性，反而禁设新社。结果老社愈做愈大，关系淡薄，自然弊病丛生。譬如，以高雄“三信”来讲，它已经有13万会员，是一个大团体，大多数人都没有任何关系了，也无法直接参与监督社务。高雄的派系便以选举争夺经营权，安排派系内的人成为这个信用合作社的社务委员、理事长、理事，变成一个小团体。所以如果把13万人的网络图一画出来就知道了，中间有两群人，各有两三百人，有高度密集的关系，其他的人之间关系都很疏远。为什么信用合作社都是呆账，就是因为这一小撮的人拿了13万人的存款之后贷款给自己人，而大团体的人结合不密，无法选上社内职务，也无从监督这一群人的行为，这不但是金融炸弹，而且也成为台湾地方民主政治的瘤。E-I Index是一个可以指出这样危机的重要指标。

三 研究范例——派系对组织内一般信任的负面影响

（一）简介

“Guanxi”（即关系，中国人对应于“relationship”的词语）一直被视为是理解中国式管理（Tsui and Farh，1997；Farh，Tsui，Xin and Cheng，1998）以及交易行为（transactional behavior；Granovetter，1985）的关键词语。在一个公司内部，好的关系可以帮助控制机会主义行为以及促进相互合作（Coleman，1990；Adler and Kwon，2002），因此，它被视为是一个对组织行为有正面影响的因子。在公司之外，关系则可以帮助产生信任；由此带来的被对方信任可以减少交易成本（Granovetter，1985），进而顺畅了整个交易过程。另外，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为公司的生存和扩张提供一些必要的资源（Lin，2001；Bian，2002）。然而，关系通常与特权交易（privilege exchange）、私下谈判以及非理性经济行为联系在一起，因此它在中国有时被认为是一个“坏”词语。为什么在中国与西方社会之间对于关系的感知存在这么大的差别呢？正是这个悬殊的对比使我们把焦点集中到关系的负面影响（downside of guanxi）上来（Chen，Chen and Xin，2004；Labianca，Brass and Gray，1998）。

为什么关系有时在组织行为当中会是一个负面的影响因素呢？我们认为，结派（ganging up）现象标注了关系影响从正面转向负面的转折点。我们首先讨论中国人在建立关系过程中固有的行为模式——结成派系，就是一群人结成小团体，并把所有的个人利益与团体的成败联系在一起。然后，两个变量被提出来作为群体水平分析的工具，用以测量关系的负面影响——非正式权力的集中度和由“结派”导致的碎片化结构。我们发现关系的黑暗面对一般信任拥有负面影响。

（二）关系以及一般信任

1.一般信任（general trust）

社会学研究中有关宏观社会资本的经验研究被探讨最多，检证得最频繁的，就是一般信任问题。这种形式的信任可以被定义为“对于自然和道德秩序持久性及实现性的期望”（Barber，1983）。一般信任是一个人对不特定关系的信任，其来源主要有几种，一是因制度带来的信任（institution-based trust
 ）。制度往往都附带着正式的惩罚或社会制裁，所以当事者会权衡欺诈所带来的利益以及制裁可能带来的成本，理性地选择保持良好行为，以避免更高的成本。因此在制度约束下的人会有符合期待的行为。

非正式制度也能带来一般信任，风俗、规范以及职业伦理（professional ethics）使得一群人产生一定的行为准则，因此受同一规范约束的交易双方对对方行为可以预期。

人格导向研究探讨的是个人的信任倾向（propensity to trust）以及可信赖行为（Butler，1991；Mishra，1996）。心理学者经常定义信任为一种心理状态，即一个人愿意冒失去利益的不确定性，但期望互动对方不会利用这种机会而占他的便宜的心理状态（Deutsch，1958；Rousseau，Sitkin，Burt and Camerer 1998；Bromily and Cumming 1995；Andaleeb 1992）。

而可信赖行为的研究刚好相反，不研究一个人信任别人的倾向，而研究一个人被别人信任的特质。巴特勒与康垂尔（Butler and Cantrell，1984）指出，可信赖性包括能力（competence）、正直（integrity）、公平一致（consistency）、忠诚（loyalty）以及开放透明（openness）。我们信任一个人是因为对方展现了这些特质。不因为对象不同而不同，所有人面对这样的人格特质的人，都会信任他，所以这也是一种一般信任。

还有一种一般信任来自认同，也就是一群具有相同社会经济、族群背景的人，因为彼此相似而产生的信任感。Shapiro等人（1992）以及Lewicki与Bunker（1996）都讨论了以认同为基础的信任。不同的社会类属——性别、年龄、宗教、地域、阶级、地位团体、职业团体、婚姻状态以及种族——各自有着不同的生活经历、价值观、社会规范、行为模式以及生活风格，相同的价值观与共同生活经验则使得类属成员易于相互了解，“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所以相同类属的人才有较高的信任感。

2.特殊信任（particularistic trust）和信任网络（trust networks）

特殊信任可以定义为从对偶关系（dyadic relationships）中衍生出来的信任，因此，它不同于一般信任，后者如上所述往往是基于制度和规范产生的。大部分学者都认为中国文化是关系导向的（relationship-oriented；Ho，1993），因而，对偶关系产生的信任相比一般信任更为重要。因此，中国组织中的合作、分享主要是基于一个紧密的对偶关系网，而不是一般信任。信任关系的网络密度越大，组织内成员之间的分享现象就越普遍。当一个组织内的许多个体与他人都拥有高水平的信任关系时，那就可以说这个群体的特征是有一个密集的信任网（Cook，2004）。既然对偶关系对中国组织来说如此重要，特殊信任占据中国式管理研究中的焦点位置就理所当然了（Luo，2005）。

个人在对偶关系中的经历大体上应该会推广到其他人身上。在对偶关系中成功进行信任互动的经验积累一般也会提高他对于他人善意回报的信心。个人密集的信任关系使得他有渠道去获得关键性的帮助（critical help），同时减少他工作环境中的不确定性（uncertainty），这对于推动他形成对非特定他人的信任倾向是有影响的。当群体中多数成员都拥有紧密的信任关系时，整个群体的一般信任水平也相应得到了提高。因而，我们得出假设如下。

假设一：拥有高密度信任网络的群体其一般信任程度也呈现高水平。

（三）关系的负面影响

1.派系的形成

派系（gangs）的概念可以被定义为“由友谊网络形成的紧密相连的圈子（cliques），网络中的资源始终在这个团体边界之内流传”。在中国社会，在一个组织当中，如果局内人（insiders）与局外人（outsiders）所受待遇存在甚大差别，则组织内部各圈子倾向于发展出一个更强的“我群”（we-group）意识，积极地维护群体利益，比如说努力为本群成员去获取更高的位子（position），将关系性资源维持在群体之内，等等。如果一个部门或项目组只存在一个派系，权力便通常集中于这个派系的手中。权力集中化的负面影响是相当大的，不只是非派系成员失去了为群体做出贡献的动机，而且集中的权力会使横向联系受阻，造成资讯不流通。如果一个群体中拥有两个派系的话，情况就更糟了，在这种情形之下，派系间的冲突不可避免。

派系中的成员可能会羞于向另一派系去咨询一些建议，为的是维护我群的面子。在这种思维方式下，一个拥有多个派系的组织，知识分享和建议咨询一般在派系边界线上就戛然而止了。

因为紧密关系结成派系的负面影响有两个主要的衡量指标，一个是小群体中非正式权力的集中度，一个是派系化导致的破碎结构（fragmented structure）。

2.小群体中非正式权力的集中度

既然一个圈子是被熟人连带紧紧地绑在一起的，很自然它就成为群体当中的统治性力量，排斥了局外者的参与。这样，非正式权力就集中于这个小群体的人手中。基于20世纪50年代有关沟通模式和群体行为的研究（Shaw，1964），斯帕罗等人（Sparrowe et al.，2001）认为群体中心性与团队表现是负相关的。他们定义，群体中心性是由各群体成员所掌握关系的数量组成的。高群体中心性意味着只有极少量群体成员与群体中的大部分人拥有联系，大部分成员与他人相对来说只有很少的互动关联。这种类型的结构对社会交换来说是一个壁垒，因为一个中心化的群体使得其成员依赖于处于中心位置的几个重要人物，而一个权力分散的网络却使得众群体成员之间相互依赖。

莫尔姆（Molm，1994）曾经指出，互相依赖能够促进合作，反过来它也促进了相互的信任，但权力的聚集减少了互相依赖。于是我们得到另一个假设。

假设二：非正式权力集中程度高的群体将会减少一般信任。

3.派系化（ganging-up）带来的破碎结构

派系的形成直接或间接地对群体信任带来毁灭性影响，这是由派系形成过程中产生出来的破碎结构导致的。一旦部门或项目团队中的某一部分成员组成派系，其他成员就可能从这些积极的核心中被排除出去。在那些基于熟人连带形成的派系里，成员依据人情交换（favor exchange）的原则对待彼此，但局外人就没法享受这一温暖的款待了。

由于友谊网络的存在，派系的形成限制了机会的获得，因此群体成员必须建立起一个范围更广的信任关系，同时把局外人排斥出去。当组织内部若干派系存在冲突的时候，这些负面影响就更加严重。自我保护措施和对资源的非理性争夺使得派系成员与局外者的合作变得更为困难。因此，局外者常常感到被隔离，不能把他们的劲使出来。正如强连带优势理论所暗示的（Krackhardt，1992；Uzzi，1996），友谊构成了对偶信任的基础。在中国的组织研究中，友谊网络的结构性因素已经被指出对建立特殊信任有影响（Luo，2005）。友谊式派系的形成从两个途径对相互信任产生腐蚀。首先，派系中的圈内人倾向于只跟派系中其他成员进行联系和交换，因此他们关系的范围很窄，这样就减少了他们去建立一般信任的机会。其次，局外者失去了对组织贡献的机会，因缺少通向封闭派系的途径而经常拥有一种挫折感，以至于他们的社会关系很少，相互间的信任也变得有限。因此，拥有多个派系的群体，其“猜疑”的氛围使得群体内部成员更加难于发展出相互信任。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一般信任被减弱了。

假设三：包含破碎结构的群体将会削弱一般信任。

4.控制变量

一般地，群体规模、群体任务以及研究开发经验在群体水平上的信任研究中是经常被提到的。

在所有的群体因素中，虽然社会人口统计学因素毫无疑问是最重要的（Tsui and Farh，1997），然而，有关变量是否有利于或不利于社会交换过程的问题始终存在争议。普费弗（Pfeffer，1983）认为，群体的同质性能促进群体成员之间的相互交流。奥赖利、考德威尔和巴尼特（O’Reilly，Caldwell and Barnett，1989）遵循同样的推理思路，认为多样性的缺乏能够正面影响群体的整合。根据这些观点，社会差异在群体内部的联系上施加了负面的影响，直接减少了群体内部的一般信任。

综合上面的假设和群体因子，群体一般信任的理论框架展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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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9 一般信任的解释模型

（四）研究方法

1.数据收集

研究所用的数据都是从具有中国组织背景特点的台湾和大陆收集而来的。我们向95个群体发放了1012份问卷。这95个群体是通过便利抽样得来的，他们分布于11个组织机构当中。这些组织大部分能够归类于高科技公司或研究机构，包括如TSMC，BenQ，一个IBM的台湾代理商和一个工业技术研究机构。因为我们需要收集整体社会网数据去计算结构因素的影响，因此凡是遗失超过20%的数据都自动被剔除掉。最终，我们从代表876个人的82个群体当中收集了研究用的有效数据。问卷回收率为86.5%。15个群体中途被排除出去，因为他们的网络规模对于形成有意义的社会网结构来说是太小了。最终，剩下有67个群体包含在我们的分析之中。

对于问卷设计，我们把其他研究中现有的一些问题借鉴了过来，包括卡明斯和布罗米利（Cummings and Bromiley，1996）对信任存量（trust inventory）的调查，魁克哈特有关咨询和信息网络的整体社会网问卷（Krackhardt，1992；Krackhardt and Hanson 1993），米什拉（Mishra，1996）对可信赖行为的调查。此外，2002年8月份的时候我们在BenQ大陆公司挑选出60名员工来做问卷的前测。在几轮因子分析之后，我们把问卷精减至包含6道有关一般信任的问题，8道有关特殊信任和网络结构的整体社会网的问题（4个信任问题，3个友谊问题，1个资源交换问题，见表28）。然后，为了使每个群体的问卷回收率超过80%，三个助手不是通过电子邮件，而是直接被派去调查这95个群体。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发现，与群体的主管有社会关系是成功进行问卷调查的关键所在。因此，有必要在一个群体同意参加这个研究之前，我们先去同他们建立起社会关系。

2.变量的测量

（1）信任网络密度

有关信任网络的问题基于米什拉（Mishra，1996：265）对于可信赖行为的四维划分：①能力（competence），②开放（open），③关心（concerned）和④可靠（reliable）。后三者我们都采用了原始问项，但用“总体上，我觉得我信任他”来代替有关能力的问题，因为原始测量能力的问题的因子负荷量（factor loading）实在是太低。这些问题都是以整体社会网的形式出现的，所得的数据为四种信任网络的分析提供了一个基础。我们计算每个信任问题的网络密度。最后，我们把四个指标的平均值合成一个指标，用以衡量信任网络的密度。

（2）一般信任

卡明斯和布罗米利测量信任量的6道7点式李克特量表的问题被用于分析一般信任的变量。这六个问题在因子分析的确证上派上了用场。结果显示，一般信任合成项的信度高达0.94。于是我们综合平均这六个一般信任的问题数值，得到一个单独的指标。

3.关系的负面影响

（1）非正式权力的集中度

非正式权力的集中度用三个友谊网络群体中心性的平均值来测量（见表28）。根据弗里曼（Freeman，1979）的研究，群体中心性衡量了一般成员的平均权力与权力最大的成员的权力之间的差别。这个值越大，权力就越集中。因而，我们把有关群体中心性的三个指标的值平均起来。

表28 变量解释及验证性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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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派系化带来的破碎结构

我们用群体中被隔离在派系之外的成员数量来作为破碎结构的指标。因为友谊团体的建立是派系形成过程的第一步，因此寻找网络之中的团体是识别被隔离成员的重要步骤。我们设计了两个问题，一是这三个友谊问项中因子载荷最大的问项，另一个则代表了资源交换
 
[1]

 。被隔离在外的成员的数量是这样计算而来的，首先是把友谊网络中的弱连带剔除，只保留强连带。强连带被简单定义为是在友谊问项上双方相互指认（Granovetter，1973）。我们假设派系成员与派系内其他成员是拥有强连带的。因此，我们在这个强连带的友谊网络中找出至少拥有3个节点的组件（Wasserman and Faust，1994）。同理，我们在资源交换网络中也同样找出至少3个节点的组件。友谊网络和资源交换网络中重叠的部分就是我们所说的派系。那些不在任何派系之内的节点被认为是被隔离在外的成员。然而，我们认识到一个部门的规模可能会影响到被隔离成员的数量，也就是说，更大规模的网络往往会拥有更多的被隔离成员。因此，为了纠正由网络规模带来的偏误，我们把被隔离成员的数量与网络规模两者之间的比例来作为我们破碎结构的指标。

4.控制变量

在这个探索模型当中包含有四个控制变量——群体类别、年龄差别、任期差别以及受教育程度差别。有关群体类别，“0”代表的是管理或工程部门，“1”代表的是研发团队。年龄、任期和受教育水平都以年数来衡量。

与艾利森（Allison，1978）、普费弗和奥赖利（Pfeffer and O’Reilly，1987）一样，我们用CV方法，即用在均值上的标准差来计算年龄、任期和受教育水平的差别。

根据巴戈兹和易（Bagozzi and Yi，1988）的研究，合成信度应该达到0.6以上才能说明这些被合成变量之间的内在一致性。这里这些合成的测量工具信度全都在0.76以上。因此我们得出结论，这些测量构想是具有高度的内在一致性的。更多有关信度分析结果的信息请参见表28。

我们进一步运用下面的确证因子分析来论证问卷问项的建构效度和收敛效度。如表28所示，建构效度（construct validity）和收敛效度（convergent validity）的结果都是令人满意的。

（五）结果分析

1.相关性分析

信任网络的密度与一般信任是高度相关的，但年龄差异指标和任期差异指标与破碎结构却都是负相关的。研发团队比起管理部门或工程部门拥有更高密度的信任网络。破碎结构与一般信任是负相关，但研发团队与一般信任却是正相关的。

2.回归结果

在一般信任的回归模型中（请参见表30），信任网络密度在一般信任上的影响是显著的。因此，假设一得证。

非正式权力的集中化——我们用友谊网络中的群体中心性来测量——对一般信任产生了弱微的影响。假设二没有被确证。

破碎结构确实对一般信任有着显著的负面影响。假设三因此得证。

表29 变量间相关系数（N=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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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0 一般信任的回归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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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讨论

1.局限性

这个研究有诸多局限。首先，本研究缺乏大量的数据，仅有67个分析单位，不足以保证能够精准地评估模型参数。因此，我们的结论是试探性的，从这些有限的数据中得出这些推论应该更慎重些。

其次，我们的数据收集不是随机抽选的。因为收集网络数据不仅需要群体内部所有成员都愿意配合，而且事先还必须与这个群体有社会交往才行。本研究中大部分样本都是从中国高科技公司组织中的工程部门得来的，它限制了研究推论的范围。我们的结果可以被当成是中国背景下工程部门群体的代表性案例，但可能不适合推论到其他功能团体或其他文化环境中去。然而，一些结论还是支持了以前的研究结果，所以我们得到一些一般化的结论也是可能的，学术发现是一个知识积累的过程，相信后续的研究将会逐渐明晰怎样才会优化集体行为。

2.结论

我们发现，友谊网络中的团体分析是非常重要的。不奇怪，我们发现派系和被隔离成员之间的不信任阻碍了一般信任的发展。这些破坏性影响在中国文化背景下尤为严重，因为派系之间的政治争斗是中国官僚机构中长期存在的问题（Luo and Chi，2002）。另外，中国管理者常常组织他们自己的“亲信”作为统治群体，为了本派私利，他们经常导致公司内部派系之间频繁的冲突（Chi，1996；Chi and Lin，1994）。因此，派系分析对中国组织行为研究是极为重要的，我相信在中国背景下做信任的研究，派系分析拥有一席之地。

这个研究仅仅是对一个需要更进一步探索的领域的介绍，因此我们不打算在这点上去深挖群体行为和关系的数据以获致更广泛的结论。整体社会网分析十分依赖于界限分明从而可以从中收集完整数据的研究单位，因而我们的数据集不可能设想是一个随机样本。这里的分析单位来自一个典型的大规模的高科技公司和机构，但能否将我们的结论推广到所有中国公司中去，我们仍心怀疑虑。不过更确切地说，这个研究可以视为中国高科技公司调查的一个代表性案例。但如果是从不同功能的或其他产业中调查的群体，这些分析结果很可能是不同的。因而，在做出一般化的结论之前，有必要先在不同的产业中去进行更多的数据搜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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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资源分享的整体网题目是“谁会与您分享知识性资源”。


第九章 社会资本的定义与衡量

——以组织研究为例
 
[1]



社会资本原本是一个社会学概念，源起于社会学与经济学，主要为社会网研究的学者所发展，并为政治学者所使用，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成为了组织行为研究与战略研究中的重要概念，其应用范围很广，解释力有目共睹。本章将集中探讨社会资本此一概念的定义与衡量。

谈到社会资本在管理学界内如何衡量，最常被引用的当属纳哈皮特和戈沙尔（Nahapiet and Ghoshal，1998）所提出的概念，他们认为社会资本主要是群体中的人际连带网络发展出的信任、合作进而为行动者带来资源，其内涵可分成三个构面。

1.结构（structural dimension）：网络连带（network ties；构成网络结构的社会连带）、网络构型（network configuration；指涉的就是网络结构）、可使用的组织（appropriable organization）。

2.认知（cognitive dimension）：共有符码（shared codes）、共同语言（shared languages）、共有叙事（shared narratives）。

3.关系（relational dimension）：包括信任（trust）、规范（norms）、认同（identification）、义务（obligations）。

从此一分类中可以发现，纳哈皮特和戈沙尔（Nahapiet and Ghoshal，1998）将社会资本的定义扩大化了，将属于整体组织的心理认同（认知面），组织内各类连带的网络（结构面），以及透过网络、规范、认同建立的信任（关系面），都纳入社会资本的范围内，这是相当完整的社会资本架构。只是我们不禁要问，如何衡量各个构面中的各个概念？这么庞大又充满分歧的体系还能形成一个可操作化的概念吗？它们是不是分属在不同的范畴内？

本章将追溯这么广的定义从何而来，同时讨论如何将此一定义厘清，以提供如此庞杂概念的一个分类方法，以及它们的衡量方法，并从理论上阐述这么多的构面间可能有的因果关系。

一 社会资本的理论渊源、定义与分类

社会资本的概念最早由法国社会学者布迪厄（Bourdieu，1977）所提出，他定义的社会资本较注重社会系统的整体层面，认为社会资本乃是指个人或团体所拥有的社会连带加总，而社会资本的取得，则需要靠连带的建立与维持，例如从事社交活动，寻找、维持共同的嗜好等。布迪厄（Bourdieu，1986：248）提出两项核心概念来诠释社会资本的意涵：①社会资本是个人或群体社会连带的总和；②社会资本源自于连带的建立、维持与资源交换。

其后，经济学家劳里（Loury，1977）也引用了社会资本的概念，认为这是一种家庭内或社区内的特殊资源，对儿童以及年轻人的人力资本发展起着关键的作用。这时候社会资本的定义还都局限在能带来资源的社会连带。

（一）社会资本的构面及其理论渊源

然而，今天“社会资本”之所以具有如此强大的解释力，部分原因在于其概念的定义比较广泛，在不同研究中它可以有不同的含义。研究者们引用最多的是科尔曼在其巨著《社会理论的基础》（Foundations of Social Theory
 ；1990）一书中下的定义，其定义就扩大了上述的范围，加入了非正式制度，如规范；以及制度化的社会连带，如组织（Serageldin，2000）。其定义如下：

社会资本可以由其功能来定义。它不是一个单独的实体，而是多种实体，但具有以下两个共同特征：它们由社会结构的某些方面所组成，而且它们有利于处于结构之中的个人的特定行动。（Coleman 1990：302）

……当人们之间的联系发生了有利于行动的变化时，社会资本就产生了。（Coleman，1990：304）

由上述定义我们可以做出如下解释：其一，社会资本首先是社会结构中的“某些方面”，是有助于“特定行动”的社会连带。其二，它是被作为一种社会连带或是连带的结构而被创造出来的。最后，它产生了行动，而这些行动可以带来资源。

社会结构的哪些方面可以带来特定行动而为行动者创造资源呢？科尔曼（Coleman，1990）提出六个主要形式（forms of social capital）来诠释社会资本的意涵：①个体的义务与对他人的期望（obligations and expectations），②获得信息的潜力（information potential），③权威连带（authority relations）。这三项是个体层次的，社会资本来自于行动者之间的两两连带。另外三项则是群体层次的，是一群行动者因为内部的结构而能产生特定行动，尤其是内部合作的行为，进而创造资源。这类型的社会资本包括三项：④群体的规范与惩处（norms and effective sanctions），⑤群体内部自发性的公民组织（appropriate social organization），以及⑥有工作目标的组织架构（intentional organization）。

在这个定义之中，我们看到了纳哈皮特和戈沙尔定义中的大部分来源，包括结构面的网络连带和可使用的组织，以及关系面的规范和义务。其中义务与期待是科尔曼阐释最多的一项（Coleman，1990：306-310），此一概念源自社会学者布劳的社会交换理论（Blau，1964）。布劳以为社会交换不同于经济交换之处在于它不是实时可以回报的，在延时回报的过程中，一方对对方回报的期待成为另一方常存于心的义务，当这份义务获得履行时，期待才能满足，交换双方因此能产生信任。科尔曼（Coleman，1990）也认为社会资本的建立，在于个体与他人在交换过程中所产生的义务，以及这项交换是否发生于一个可信赖的环境之中，也就是一个具有强大规范的环境可以促使交换双方负起未偿的义务。两个行动者之间由于付出与接受他人付出而认知到一种“有待偿还”的连带，此种连带能为个体带来无形资源，以获得个体在行动上的便利性。因此在科尔曼的概念里，他除了讨论个体与他人之间“有待偿还”的连带外，也讨论了营造这种可信赖感（trustworthiness）的环境（Coleman，1988）。

纳哈皮特和戈沙尔所谈的网络连带在科尔曼的分类中涉及两项，一是权威连带，一是获得信息的潜力。前者在科尔曼书中有专章介绍（Coleman，1990：ch.4），并在其后对社会资本下定义时将之引入，后者则可追溯其源于格兰诺维特的“弱连带优势”理论（Granovetter，1973）。格兰诺维特指出，相较于强连带，弱连带往往可以铺陈在较广的范围，并穿透各式各样社会族群的藩篱，达到较多元多样的人群，因此可以帮助一个行动者收集到较广的信息，也可以得到较多元的声音，在求职过程中，往往可以得到较好的机会（Granovetter，1992）。此一研究问世后，弱连带的价值为人所注意，其与信息的流通、新知的传播，以及求职机会或商业机会的取得结下密切关系，弱连带因信息而为行动者带来资源，遂成为社会资本的一部分。

纳哈皮特和戈沙尔以及科尔曼都视组织为社会资本的一部分，政治学者普特南是另一位视组织为社会资本的学者，他将社群中“水平的社会链接”（horizontal associations；Putnam，1993）视为社会资本，而进一步认为此一链接最主要的表现就是参与自愿性组织（Putnam，1995）。他直接将社会资本等同于公民组织的参与，在其对意大利民主政治的研究中就发现，公民行为发达的地方其民主政治可以带来公共政策的效率，而不发达的地方其民主政治容易带来失序混乱以及政治衰败。另外，他在说明美国社会资本的衰减时，从两个方面测量了美国整体社会的社会资本：首先是美国人的政治参与情况，用投票率和对政府的信任程度来表示；其次是美国人参与公共事务的情况，用美国参加各种社会组织的人数来表示。他根据这种测量的结果，得到了美国的社会资本正在衰减的结论（Putnam，1995）。不过这种测量方式受到了许多批评，如帕克斯顿即指出，公民行为应该是社会资本的结果，而非其构成形式（Paxton，1999：101）。参与公民组织以及志愿性组织数量多寡是不是社会资本也颇值得争论，因为人们一般更倾向于把行为看做社会资本的结果，而非社会资本的一种形式（Portes，1998）。撇开这些争议不谈，大多数的此类讨论都是针对整个经济或社会的分析，其中的营利或非营利组织的多寡确实能影响群众合作性行为，而这里探讨的却是组织社会资本，针对的就是组织，组织原则是必然存在的，只有管理好坏之别，并无组织多寡之分，所以这里暂不讨论此一形式的社会资本。

纳哈皮特和戈沙尔在关系面中列出的信任则是社会资本研究的重中之重。不但科尔曼在讨论社会资本六项形式时不断提到可信赖感，而且不少学者直接就将社会资本等同于信任，比如福山的《信任》（Fukuyama，1995）一书就是以互信的角度来讨论社会资本，将社会资本视为存在于价值观或规范当中的信任。他进一步指出信任是一种有助于“使人们在群体或组织中为共同目标而团结合作”的因素（Fukuyama，1995：10），并认为信任是个体对他人所释放出的善意，使个体愿意进行资源交换以满足双方共同的目标。因此信任事实上增加了个体间或群体间彼此合作的机会，同时也提升了整体的福祉。福山更进一步指出，在英、美、德等国的文化中，信任主要来自制度与规范，而在中国、意大利等文化里，信任往往建基在两两连带之上。这可以解释为什么现代化的大型企业诞生在西欧、北美，因为这些地区的文化提供了结合大型企业众多陌生员工所需的社会资本，而意大利、中国则以家族企业为主，规模较难成长。

怀特利（Whiteley，1999）在研究国家社会资本的起源时也将社会资本等同于信任。鉴于只有那些包含了善意的社会连带才可能产生出合作行动，他认为只有两种类型的信任才可能构成社会资本——对于个人（包括家人和一般意义上的他人）的信任以及对于国家的信任。

帕克斯顿对社会资本概念的构建由两个部分组成：个人之间的社会连结（social associations），以及包含了积极情感的交互主观性的（inter-subjective）连结（Paxton，1999：93）。社会连结是在个人与邻里、朋友及其参加的自愿组织的成员们共同的社会生活中生产出来的。而积极情感则可以导致两种属性：对同事的信任和对制度的信任。帕克斯顿使用了美国全国社会调查中三个问题的结果来反映对同事的信任（这三个问题分别询问了被调查者对于他人的善良、公正和诚实的信任程度）；与此同时，也使用了人们对于有组织宗教的信任、对于教育体制的信任以及对于政府的信任来反映人们对制度的信任。连带与信任是Paxton建构社会资本概念的两大构面。

将信任包括在社会资本之内也普遍为管理学者所认可，如阿德勒和夸恩（Adler and Kwon，2002：18）声称善意（goodwill）——包括同情、信任和宽容等——是构成积极的社会连带的重要因素。正如他们所说：“社会资本就是个人或组织可以得到的善意”（Adler and Kwon，2002：23），善意可以使“人际连带产生有利于行动的转变”。

纳哈皮特和戈沙尔所谈的结构面的网络构型正是社会网理论中最擅长的社会网结构研究，以社会网分析方法研究社会资本的代表人物有两位，一是博特，一是林南。前者（Burt，1992）是以整体网的角度分析网络结构如何构成社会资本，讨论个体在不同类型的网络结构位置当中，对不同信息的取得与操控，能够将资源累积成个人的能力与机会。他认为一个人在网络中若能够占有关键位置，如信息通路的中介点（betweenness），这个人将拥有更多接收信息与控制信息流向的机会，因此可以发现甲地之有与乙地之无，搬有运无，取得商机，博特称这是商业机会的逻辑（Burt，1992）。

林南（Lin，2001）则是以个人中心网角度来诠释社会资本，偏重个人层次，提出社会资源理论（Lin，1998），认为社会资本是镶嵌在社会网络中可达到（accessible）的资源，因此个人社会资本透过社会连带而得。他以三个结构的概念来观察社会资本的意涵：①能取得资源的社会连带有多少，也就是连带的广度（range）；②连带所能达到的最高社会地位，也就是连带的高度（upper reachibility）；以及③连带的多样性（extensity）。这三项所指涉的已不止于网络连带，而是这些连带在个人中心社会网中表现出的结构特质，换言之，个人中心社会网的结构形态亦决定了镶嵌其中的资源含量。

至于纳哈皮特和戈沙尔所谈的认知面社会资本则可溯源于布迪厄。他在《区隔》（1984）一书中研究文化产业的消费时则指出，一群人共有的生活经验、共有的语言表达，会形塑出这群人的品味（taste）。一个社会群体会透过社会化过程将其文化符号——品味——传达给成员，因此在不同群体争取社会资源甚至支配地位时，品味变成被高举的大旗，是成员相互认同的标志；靠其传达出来的信息，人们很快就可以找到谁属“我群”，谁属“他群”，因为品味相同者的相吸与不同者间的相斥，又进一步加强了对我群的认同。

不过布迪厄称这种因为相互认同而产生的资源渠道为“文化资本”（cultural capital），而非社会资本（Bourdieu，1984），但在管理领域内，文化资本的概念并未被普遍接受，而共同愿景又无疑是组织凝聚员工向心力、激发员工组织忠诚的重要因素，可以为组织带来更多合作行为，并因之创造资源（Senge，1990），所以共有符码、共同语言、共有叙事等带来共同“品味”的因素也被纳入社会资本的范畴（Nahapiet and Ghoshal，1998；Tsai，Wenpin，and Ghoshal，1998）。这样的定义可追源于Uphoff（1996），他将集体层次的社会资本分解为“结构性（structural）社会资本”和“认知性（cognitive）社会资本”。结构性社会资本源自因为规则、程序和先例建立起来的角色与社会网络，它带来集体行动，并创造集体的利益，它是相对客观的，表现为一种可见的形式，并可以通过群体的有意识行动来进行设计与改进。由于它是一种外在的表现，故可以直接观察到，而且容易改变或修正。而认知性社会资本则建基于共同的规范、价值观、态度与信仰，引导人们走向共同受益的集体行动，它反映的是人们的想法与感觉，因而更为主观。它是内在于个人的，驻留于人心中，故较难改变。

十分类似的定义也发生在利纳和范布伦（Leana and Van Buren，1999）的定义里，其中两项指标——信任与连结性（associability），被其视为社会资本的两大构面。连结性在其定义中并非社会连结（social associations），而是一种“个人定义群体目标并促成群体行动的意愿与能力”。明显地，连结性指涉的是建立共同愿景与共同目标的一种共同认知，可以促成群体行动而为组织带来资源。

我们可以说广义的社会资本包括了认知面社会资本，但狭义的社会资本则依照布迪厄的定义，将社会资本与文化资本并列，因此不包括认知面的变量。下面的分析将采用狭义的定义，并且如前所述，将暂时排除组织的探讨，所以定义限于取得资源的社会连带、连带的网络结构、义务、规范以及信任等概念内。

（二）社会资本的分类

看过这么庞杂的定义后，读者也一定会感觉这些概念其实分散在不同的范畴内，有社会连带变量，有态度变量，还有结构变量，有两两连带也有一群人的共同连带。所以接着出现的问题是，我们要如何分类以进一步厘清这些不同范畴的概念。

布朗（Brown，1997）对社会资本的诠释是一个很好的分类，他提出微观、中观、宏观等三个维度的分析作为观察社会资本的方式。其中，微观层面所探讨的是社会实体（个体、组织、团体）如何透过社会网络调动资源。中观层面所探讨的，是连带网络中社会实体之间的联系类型以及其结构位置如何带来资源。而宏观层面则讨论外在文化、制度与社会等因素对社会网络中联系性质的影响。布朗（Brown，1997）所提出的架构，为后进研究学者提供了一个较为清楚的轮廓。他认为三个层面的分析并不互斥，彼此之间交互作用，一个分析层面的因素会影响另一个分析层面。

微观层次社会资本（micro-level social capital）是个体透过社会连带的对外连结，对外寻求情感支持、信息交换、交易机会等资源，因此，此一层面的研究是分析个体透过社会网络动员资源的潜力。从网络中的弱连带角度观之，连带可产生信息上的交换（Granovetter，1973）、知识传递（Nahapiet and Ghoshal，1998）以及工作机会的流通（Lin and Mary，1986）等效果，强连带则可以带来情感的支持以及社会影响力（Krackhardt，1992）。这些连带都能为个人带来资源。

中观层次社会资本（meso-level social capital）探讨的是网络的结构，包括个体的结构位置和集体的结构形态，以及结构特质能带来的资源。博特（Burt，1992）的“结构洞理论”便符合中观的分析层次。因此Brown（1997）所探讨的中观层次社会资本，主要在于结构观点的分析，关注个人与他人之间的连带类型能使个人具备何种资源以供运用，以及个人在网络结构中的位置，能为个人带来多少的资源利益与操控群体的潜在影响力。

布朗（Brown，1997）认为宏观社会资本（macro-level social capital）的观察重心，在于社会系统中的文化、规范、领导、组织以及政治经济制度等，观察这些因子如何影响彼此具有联系的社会实体、影响它们联系的方式以及网络中的资源创造。阿德勒和夸恩（Adler and Kwon，2002）则认为，宏观社会资本理论要讨论的是群体内部的网络连带（network ties）、规范（norms）、信任（trust）、社会信念（social belief）和规则（rules）等，因此，宏观层次的社会资本主要在观察一个体系之中的人际连带的状态，以及这样的状态对社会实体内部的互信与合作所产生的影响。

与布朗三层次分类方法略为不同，阿德勒和夸恩（Adler and Kwon，2002）采取了一种两分的方法。他们将微观层次和部分中观层次（个体在社会网中的结构位置）的社会资本合称为“外部社会资本”，因为它产生于某一行动者的外在社会连带，其功能在于帮助行动者获得外部资源。而宏观及部分中观层次（群体内部的结构形态）的社会资本则被他们称为“内部社会资本”，因为它形成于行动者（一个群体）内部的连带，其功能在于提升群体的集体行动水平。

利纳和范布伦（Leana and Van Buren，1999）也提出十分类似的观察，外部社会资本归属于某一行动者（个人或一个团体）而且服务于私人利益，因此被归为“私人财货”（private goods）。内部社会资本则正好相反，它被视为一种“公共财货”（public goods），因为它归属于某一群体，而且服务于该群体的公共利益。下面，我将以这两个分类方法探讨组织的社会资本。

二 组织内部社会资本——私有财与公有财社会资本

组织社会资本（organizational social capital，简称 OSC）为利纳和范布伦（Leana and Van Buren，1999：538）所提出，并被定义为“一个因组织内部社会连带而创造的资源，通过其成员对集体目标的努力以及相互信任，因此而带来成功的群体行动，进而创造价值”。不过此一定义却限于组织内的宏观社会资本，不足以包括组织的外部社会资本，所以我依照科尔曼的定义，将组织社会资本定义为“组织拥有的结构的某些特质，可以带来特定的行动或资源，最终为组织作为一个群体带来整体的利益”。而这些结构的特质如前所述包括了规范、义务与期待、维持这种期待的可信赖环境、网络连带、网络结构以及信任。

阿德勒和夸恩（Adler and Kwon，2002）提出外部组织社会资本与内部组织社会资本的二分法，外部社会资本（external social capital）是组织从外部的社会连带中带来外部的资源，内部社会资本（internal social capital）则存在于一个组织、团体或团队的内部之中，可以促成组织成员的合作而增加组织的群体福祉。有关组织社会资本的理论探讨目前尚在发展阶段，还未产生较一致的观点，但如上所述，仍可从各家学者所下的不同定义与核心概念中归纳出三项重点——分别是信任、连带与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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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我先讨论组织内部社会资本，下一节再讨论外部社会资本。而组织内部，依照利纳和范布伦（Leana and Van Buren，1999）的区分，又可以分为私有财社会资本与公有财社会资本。

（一）私有财社会资本

私有财社会资本顾名思义就是组织内个人因社会结构因素而能取得的资源，在此我将讨论哪些社会连带以及网络结构位置会为个人带来资源，所以它不是组织社会资本，而是组织内个人的社会资本。

1.私有财关系面社会资本——信任

信任一直是社会资本的核心概念，一个被人信赖的人自然有较多的合作机会，人们也较乐意提供资源并期待可以得到回报。信任如何定义？就组织行为学者的观点而言，“信任乃是指对某一个体或群体的行为或意图有信心，预期对方会有合乎伦理、讲求公平以及和善的行为表现，除此之外，还会眷顾他人的权利。在此情况下，自己愿意承受可能的伤害，将其福祉依靠在他人的行为上”（Carnevale and Wechsler，1992）；“信任乃是指在交易连带或其他互动连带的运作时，某一方（个人、群体或厂商）对其伙伴的一种期望，其符合伦理道德的一般准则行为，也就是说，对方会在伦理准则的基础上形成决策行为”（Hosmer，1995）；“信任乃是指某一群体在预期对方会表现合乎自己利益的基础上，不管有无能力监督或控制对方的行为，愿意承担受伤害的风险”（Mayer and Schoorman，1995）。

基于以上的定义，本研究则定义信任有两层意义：①信任是一种预期的意念，即交易伙伴对我们而言，是值得信赖的一种预期；②信任是自己所表现出的行为倾向或实际行为，来展现自己的利益是依靠在交易伙伴的未来行为表现上。信任与可信赖性是一体两面的，一方展现了可信赖行为，另一方才会付出信任。

学者现在更进一步确认可信赖性是一个多面向的概念（Butler，1991；Mishra，1996），米什拉（Mishra，1996）定义四个可信赖构面，而且定义信任的概念如同一个人自愿对另一个人露出弱点，这是基于相信后者是有能力的、开放的、一致的以及互惠的。我在研究中取了米什拉的四构面说，并加入一题成为五题量表如下：“我觉得他对我是诚实坦白的”、“我觉得他具备胜任其工作所应有的知识及技能”、“我觉得他的行为是稳定可靠的”、“我觉得他不会占我的便宜，也会为我的利益着想”以及“整体而言，我觉得我信任他”。一个人被同僚及上司信赖的程度是组织内的私有财关系面社会资本（Luo，2005a）。

2.私有财结构面社会资本——网络连带

至于结构面社会资本，我先来谈网络连带。在组织中，魁克哈特（Krackhardt，1992）将组织内网络分成情感网络、咨询网络以及情报网络，并使用整体网调查方法加以收集资料（详细操作方法请参考Wasserman and Faust，1994；罗家德，2005），其中情感网络与咨询网络在我的各次中国组织的研究中都显出其重要性（Luo，2005a；Luo，2006；罗家德、郑孟育、谢智棋，2006），分述如下。

（1）情感连带。他提出的“强连带优势”命题指出：在一个情感网络中的中心位置可以拥有非正式权力，也就是说一个人如拥有很多情感连带，他就可以影响他人去完成自己的个人目标（Krackhardt，1992），从而享有非正式权力，为其带来资源。我在一系列针对中国组织的研究中改写了魁克哈特的问卷以适应国内组织环境，其中，三题是因素分析中负荷量较高的题目，分别是“当您受到上司责难时，您会找谁吐苦水”、“您和哪些人聊天时会谈到个人私事”以及“请勾选您觉得最熟的同事，三位以上”（罗家德、朱庆忠，2004）。

（2）咨询连带。尽管咨询连带并不一定包含情感支持，但它们却可以带来完成日常工作所需的大部分资源，所以一个掌握咨询连带较多的人往往也能取得更多工作所需资源（Krackhardt，1992）。同样的，三题在我研究中信度甚好：“在处理日常业务上，您常会和哪些人讨论相关问题”、“在工作上遭遇困难时，您会请教哪些同事”以及“上司对工作指示不明确时，您会请教哪些人”（罗家德、朱庆忠，2004）。

3.私有财结构面社会资本——网络结构位置

拥有较多上述网络连带者可以取得较多的资源，但结构面社会资本还包括网络构型，个体在这些连带网络中占据的结构位置也具有带来资源的能力，而尤以下述两种位置最为重要。

（1）内向中心性位置。越是处于网络的中心位置，就越可能提供与群体中其他成员较好的联系。中心位置所传递的是非正式的社会影响（Brass and Burkhardt，1992），因此中心位置也被视作测量声望和权力的指标之一（Wasserman and Faust，1994）。这个位置正是测量一个人网络连带多寡的指标。

（2）中介中心性位置。咨询连带一般包含了信息的流动和知识的传播（Nahapiet and Ghoshal，1998），它可以同时为业务交谈的双方提供有用的信息。因此，在一个咨询网络中处于中介位置的个体可以及时地获取重要的信息和知识（Luo，Chi and Lin，2002）。这一看法与“弱连带优势”理论相呼应，后者认为“桥”的位置对于控制信息流动而言是至关紧要的（Granovetter，1973；Burt，1992）。

私有财社会资本明显是微观层次的研究，所以仅仅包括了网络连带、网络结构与两两信任，其他如规范与可信赖环境等宏观变量则付之阙如。这些连带与结构位置会为组织内的个人带来更多更好的工作资源，只是组织内私有财社会资本为个人所拥有，它被使用时未必会带来组织群体的利益，所以依照定义，它不是组织社会资本，仅是个人的社会资本。

（二）公有财社会资本

1.对公有财关系面社会资本的衡量

（1）对一般信任的衡量。一般信任被定义为对他人会依道德规范而行为的期待（Barber，1983）。换言之，一般信任是一种对不熟识的人，甚至是陌生人的信任，是基于两人共处的环境中规范、道德及制度的信心而产生对对方行为的可预期性。在组织行为研究中，组织信任（organizational trust）指涉的正是一般信任，包括了对同僚的信任，对长官的信任以及对整个公司的信任，这些在测量时都是不指名的，可能只是十分模糊的对象。组织信任已发展出十分完整的衡量工具，如“信任存量量表”（Cummings and Bromiley，1996）。此一量表设计了62题的问卷以衡量组织内的信任存量。我译其问卷并在过去研究中将原先问卷精简为九题，但仍然包括三个构面，采用李克特七点尺度量表来衡量，题目分别为：“我们部门的同仁有话直说”、“我们部门鼓励大家开放坦白”、“我们部门的同事可以自由地交换信息与意见”、“我们部门的主管是坦白直言的”、“当工作内容有所变动时，我会在事前得到通知”、“部门主管对于决策的说明，令我感到满意”、“我相信部门同事之间是坦诚相待的”、“关于自己日常工作上的决策，我们的意见会被采纳参考”以及“部门主管会认真地考虑我们的建议”。

（2）对信任网络的衡量。除了一般信任之外，如上所述，还有对象十分明确、可以指名的两两信任。大多数的华人心理学研究却指出华人不是一般取向而是特殊取向的（Fei，1948；Ho and Chiu，1994），华人更重视两两连带，所以信任较少是来自认同或制度，更多来自人与人的血缘连带及人情交换（Hwang，1987），所以信任的建立也是特殊取向的，故我称之为特殊信任（particularistic trust；Luo，2005a）。Cook（2004）提出信任网络的概念，认为一些经济体中，比如东欧与俄罗斯，合作行为并不来自一般信任，而是来自封闭的网络，网络内的人相互信任，却不会及于网络外的人。华人社会也十分类似于此，每个人都会以自己为核心建立有差序格局的个人信任网络（Fei，1948），内外有别，所以信任是有特殊对象的。此一特殊信任网络标示着每个人以自我为中心的人脉网络，是华人取得资源与寻找支持最主要的依据，亲疏远近不同，信任程度不同，可寻求的资源或支持也不同。特殊信任在华人社会中是最重要的信任（王绍光、刘欣，2002），也是华人建立一般信任的基础（Luo，2005a）。这类信任的衡量同样可以采用米什拉（Mishra，1996）的可信赖量表，只是在指标计算上不像私有财社会资本那样可以算出当事人信任连带的数量。在一个群体中，最重要的是整体信任连带的密度，密度高表示一群体内两两互信连带平均较多，反之则表示群体成员特殊信任不足。

除了上述的信任外，关系面社会资本还包括规范以及满足义务与期待的可信赖环境。可信赖环境十分雷同于一般信任，也可以从“组织信任存量量表”中找到衡量方式，但规范却涉及组织文化，衡量上较困难，后面我将会讨论其与一般信任的连带，并认为衡量一般信任即足以说明组织内规范被遵守的情况。

2.公有财结构面社会资本——群体的网络结构形态

在个体层次上，结构指涉的是个人的结构位置，但在群体层面上，结构指涉的就是网络结构的形态。什么样的形态对一个组织而言是健康的，可以带来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什么样又是有害的，无法发挥集体战力而变成一加一小于二的结果？这是最有挑战性的议题，也是最困难的研究。一般而言，我们很难说哪类结构形态就是宏观社会资本，因为不同产业、不同活动会有不同的结果，如在创新的活动中，非正式权力越集中，一般总认为会不利于创新（Baker，1992；Sparrowe et al.，2001；Reagans and Zuckerman，2001），但伊瓦拉（Ibarra，1993）却以为在非研究机构的管理流程改善上，适度的权力集中是利于创新的。另外，不同的研究议题，也会得到不同的结论，比如层级式的结构形态（hierarchical structure）不利于信息反馈与新知传播（Baker，1992），但却有利于军队或工厂这类组织的命令贯彻。

然而多年来，此类研究仍取得了十分出色的成果，以知识管理领域为例，研究者就发现，结构上越多元的组合越容易取得外部知识（Cummings，2004）。一反过去理论认为的，弱连带多的组织信息传播较快，有利于知识创造，相反的，最近的研究却显示，强连带多的结构更有利于知识创造（Levin and Cross，2004；Suarez，2005）。下面我就以此一知识传播议题讨论一些较常被研究的网络结构形态。

（1）网络密度。既往研究对于网络密度是否真的对群体知识创造绩效有具体的影响这个问题产生了不同的结论。斯帕罗、林登和克莱默（Sparrowe，Linden and Kraimer，2001）以及罗家德（Luo，2005b）的相关研究，都发现网络密度的影响其实是不显著的。但里根斯和朱克曼（Reagans and Zuckerman，2001）根据二手资料对224个群体的研究却发现群体密度对于知识群体的生产力的确有影响，并认为网络密度是衡量群体成员间彼此互动程度的具体指标。这种研究结论的分岐是很让人意外的，使得研究者必须去探索网络密度的定义。

从网络密度的定义来看，的确不难发现，群体的网络密度越大，知识创造的绩效应该就越好。但为何会发生群体密度影响不显著的现象？魁克哈特（Krackhardt，1996）提出组织黏性的概念，认为有点黏又不太黏的组织，也就是网络密度不低但也不会太高，其创造力会最好。因为太密的结构里，新创知识期间，创新者欠缺独立的环境，一傅众咻，新概念很容易就被抹杀了。但密度太疏的环境里，新概念又会不容易传播出去，所以皆非所宜。

（2）群体中心性。群体中心性隐含的概念与网络密度恰恰相反，群体中心性反映了群体集权的程度，也就是互动集中在少数人之间的状况。维瑟尔曼与福斯特（Wasserman and Faust，1994）认为群体中心性类似群体中每个成员间人际互动的变异程度，亦即群体中人际连带集中在少数人身上，还是平分在所有人身上？换言之，如果群体的中心性很高，这个群体的互动实际上是很集权的，几个关键人物就代表了整个群体的互动。

从群体中心性对与知识创造的关系角度来看，斯帕罗、林登和克莱默（Sparrowe，Liden and Kraimer，2001）以及肖（Shaw，1964）针对群体网络结构对绩效的影响研究中发现：群体中心性与群体绩效表现之间存在负相关。群体中心性高，代表着群体内的人主要跟少数几个核心人物互动，跟其他人员的平行互动反而少，这样的结构会造成资源传递与交换的不顺畅。研究组织创新的学者也发现，群体中心性越高，组织变得集权，互动减少，对于研发型的创新实际上会造成不利的影响（Ibarra，1993）。

但过低的群体中心性就真的好吗？群体中心性低，也同时代表着这样的组织非常分权，从而使得命令紊乱，行动不协调，对于群体的知识绩效与分享自然也不会太好。伊瓦拉（Ibarra，1993）也指出管理上的改善仍然需要一定的权力集中，这样才能有更好的效果。罗家德（Luo，2005b）在研究企业内改善团队时做了一个假设，认为中心性不高不低、不过于集权也不过于分权的群体，事实上对于其流程改善的创新比较好，并得到证实。因为不过于集权与分权的群体，一可避免互动都在少数人身上，二可避免因为过于分权所造成的群体互动无效率的情形。虽然群体中心性对于群体绩效的影响尚有待进一步研究的检验，但在测量公有财社会资本时，群体中心性无疑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测量指标。

（3）小团体。群体中常常会有产生小圈子的状况，亦即成员们会跟自己熟悉或喜欢的人在一起工作生活，小群体的出现隐含着一个群体中产生内群体，也就产生人己亲疏的差别。若是小圈子间彼此有联系还好，但若没有联系，小圈子的出现，实际上对于群体会有不小的影响。博特（Burt，1992）的“结构洞”概念其实就是小圈子的翻版，他将“结构洞”定义为两个接触者间的非重复性连带，这个洞就像一个缓冲器、绝缘体，这是一个玩家可以玩弄以获利的空间，一个网络间的“好位置”。结构洞理论对于群体内部知识创造有什么影响呢？博特认为：一个群体中结构洞的出现，正代表信息与资源的交流出现了断层，说明两边信息不相往来，进而使得信息连结中断。

既然洞的存在对互不相连的小团体是传达信息或互相咨询的阻碍，那么在人际连带网络中就有另外一种角色的出现：“桥”，一个可以刺激知识流通和共享的机制。桥可以传播信息，让信息通过桥在原本彼此隔绝的个人和团体之间流动。格兰诺维特即指出能够帮两个断裂的小团体建立桥的都是弱连带，汉森（Hansen，1999）的研究也发现，组织中的弱连带有助于项目团队从公司其他团队中找到有用的知识，虽不适合转换复杂的知识，但对于组织中知识的传递则有着良好的效果。

我在研究中也发现情感的小团体在中国组织中不可避免，但最怕的是所有咨询连带都被限在小团体中，造成不完全连结（not fully connected）的结构，这被证实对企业改善团队的创新能力是有害的（Luo，2005b）。衡量不完全连结的小团体最好的指标就是组件（Wasserman and Faust，1994）。

整体而言，群体中若有小团体出现，而此时又没有弱连带的桥梁，群体的知识分享很容易产生断层，这样对于群体的知识创造会有负面的影响。因此，对组件的测量，也是考察公有财社会资本时应纳入的指标。

上述指标在大多数议题中都会是值得思考的结构变量，但其他还有一些指标在不同议题中会展现其重要性。比如回路数可以衡量一个群体的层级化的程度，是研究信息反馈与谣言问题的重要指标，又比如E-I index（一个小团体内的密度除以整个群体的密度）标示着权力集中于小团体的程度（罗家德，2005），是研究派系斗争的重要指标。

三 组织外部社会资本

正因为研究者对社会资本的概念有着不同的理解，因此在经验研究中，他们测量社会资本的方法也是多种多样的，一般来说两类外部社会资本为学者所注意，一是一个群体与另一个群体间的连带，一是一个群体中的个人（主要是领导人）的自我中心社会网，两者都可以为组织从外部带来资源，而使组织整体受益。

（一）组织间的社会资本

前者我以蔡和戈沙尔（Tsai and Ghoshal，1998）的论文为例，他们在测量两群体间的社会资本（他们测的是商业单位间，而非组织间的社会资本）时，用了三个指标：

（1）社会互动，也就是结构面社会资本，两题“哪一个商业单位让您花了较多的社交时间”与“您的单位与哪一单位维持着较好的社会连带”，分别问了每一单位的三位领导。然后分别以这两题算出该单位在受访的15个单位中的结构位置，以中介中心性为此一单位之结构面社会资本。

（2）信任与可信赖，也就是关系面社会资本，两题“哪一个单位您相信值得信赖，不会趁机占您的单位便宜”以及“一般而论，哪些单位的员工总是能信守对你们的承诺”。同样的三位领导被要求填答，然后内向程度中心性被计算，以求得关系面社会资本。

（3）分享愿景，也就是认知面社会资本，两题自评的李克特七点量尺“我们单位在工作中与其他单位分享了十分类似的野心与愿景”以及“我们单位的人员在追求整个组织的群体目标以及共同使命时充满热情”。这些认知性题目加总平均得到最终指标。

这样的探讨自然只能视为组织间社会资本的一个简单的衡量方式，另外，卡明斯和布罗米利（Cummings and Bromiley，1996）的“信任存量量表”也针对组织间的信任设计了情感上、认知上以及意图行为上三个层面分别在“保持承诺”、“诚实协商”以及“不占便宜”等三类信任中，三乘三，九个构面的八十一题，可以视为关系面社会资本一个复杂的衡量方式。只是这类问卷都要双方公司的高层主管填写，资料取得相当不易。基于资料的难以取得，大多数这类的研究都以十分简单的方式衡量，比如与《财富》杂志排行榜1000强公司间有多少战略结盟连带（Florin et al.，2003），或者与多少公司有董事会连结等。

（二）组织内高管的个人对外连带

至于组织内的个人因为人际连带而取得外部资源，无疑的，林南是这类研究的代表人物。为了做个人层次社会资本的调查，林南等人（Lin and Dumin，1986；Lin，2001）发展了一套职位生成法问卷，想要知道受访者的社会资源是从哪里来。这是一套衡量微观社会资本的方法，来自自我中心社会网调查法（详细操作方法请参考Marsden and Campbell，1984；罗家德，2005），顾名思义，就是个人的连带如何得到资源，这又先取决于资源从哪里来，其次还要评估这样的连带是否很强，很稳定，能够真正得到这个资源。上述的组织内整体网的调查方法强于结构分析，但是需要封闭的团体做调查对象，所以只适用于组织内的调查，这套方法则更适用于组织外连带的调查。

基本上，它就是从个人网络的规模和网络中镶嵌的资源数量这两个方面来着手进行的。首先是描述网络结构的指标，如网络规模（网络成员的多少）、网络的成分（由哪些类型的成员构成）以及网络的密度（网络成员之间联系的紧密程度）等。研究者提出了一些假设，如网络规模较大，网络中弱连带所占比重较大以及网络密度较高的社会网络所提供的社会资本可能更为丰富（Montgomery，1991，1992；Lin，1999；边燕杰、李煜，2001；边燕杰、张文宏，2001；赵延东，2002，2003），但这些假设还有待进一步研究的证实。其次是反映网络中镶嵌资源的指标，在这一问题上，职位生成法具有特殊的优势，它可以有效地测度出社会网络中所镶嵌资源数量的多少。

这种研究方法的基本假设是：社会资源不是均匀分布于社会之中，而是按照社会地位高低呈金字塔形分布的，每一个网络成员所拥有的社会资源数量主要取决于其所处的社会地位。而在现代社会中，个人的社会地位可以通过其所从事的职业和所在单位得到反映。因此，通过对研究对象的网络成员中出现的职业类型和单位类型的调查，就可以对其拥有社会资源量的情况做出较准确的测量。具体做法是在调查问卷中列出一个或几个量表，量表中包含有若干特定资源的职业类型或工作单位类型等。在调查中，首先要求被调查者回答其社会网络成员中是否有人符合表中所描述的特征，然后对所有被选择的单位类型及职业类型进行加总，并计算相应的职业类型和单位类型得分，然后用这些指标来反映个人社会网络中所镶嵌的资源情况。不过它的缺陷主要是只能测量网络连带，无法进一步了解被调查者的网络结构的构型，例如个人中心网络内的成员之间连带结构只能通过当事者主观判断，而无法通过较客观的方法测量出来。这样，如果我们认为社会网络的结构本身（诸如网络的规模、群体中心性，个体的网络位置等）就是社会资本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要对它也加以测量时（参见Montgomery，1991，1992），使用“职位生成法”得到的资料就会有所不足。

四 关系面与结构面社会资本间的因果关联

上述对社会资本概念的追本溯源与衡量让我们看到，关系面社会资本与结构面社会资本建基在十分不同的学术传统上，前者的信任、规范和对规范的尊重以及义务和对义务的执守，都是心理上的态度变量，而结构面的网络连带则是直接衡量交换的行为，如给建议、一起吃晚饭与讲私事等。我认为前者的代表人物是格兰诺维特，其镶嵌理论（Granovetter，1985）指出，信任是网络连带到经济行动的中介变量，自此开启了社会学界、管理学界对信任的一系列研究。后者我认为代表人物是林南，其结构资源观点（structurally embedded resources；Lin，2001），着眼的焦点正是资源的交换行为及其形成的交换网络。

这两个取向无好坏对错之分，而且都成为现今社会资本定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是一个是心理层面的衡量，一个是对交换关系的衡量。前者的好处是，信任更直接地解释了经济行动（Granovetter，1985），因此解释力强大。后者的优点则在于问卷中问的是交换行为，对填答者而言清楚易懂，在询问私人连带如此敏感的问题上，减少了模棱两可的空间，对整体网问卷的填答尤其合适。然而，这两者之间却很难形成一个单一的指标，比如一般信任用的是李克特七点量尺，而情感网络密度却是一个结构变量，如何在操作上共同指涉一个概念？确实有其困难。换言之，社会资本已经复杂到不再是一个可操作的概念，必须细分才能加以衡量，关系面与结构面的区分，私有财与公有财的分类，都提供了我们操作化社会资本的基础。

更进一步地分析，信任与其他的社会资本是互为因果的，格兰诺维特的镶嵌理论最足以说明这种因果关系，此一理论解释了宏观社会结构如何转化为微观经济行动的过程，并指出社会网结构以及结构中的连带会带来人际信任，而人际信任构成了激活交易的基本要件，并在交易中可以降低交易成本，从而影响了交易的治理结构，因而改变了过分依赖制度与合约的交易行为，使个体经济行动受到影响。信任在这里是果，而网络连带及社会网结构则是因。

在宏观层次上，科尔曼（Coleman，1990）所谈的规范与惩罚在理论上是一般信任的前因。依照Barber的定义，一般信任是“对自然秩序与道德秩序的期待与坚持”（Barber，1983：9）。这定义本身就说明了对社会规范的普遍遵守，是社会成员之间（不论认识不认识）相互信任的基础。而带有惩罚能力的规范则可以带来威廉姆森（Williamson，1996）所说的“算计性信任”。虽然算计性信任不同于真实信任（Granovetter，2002），因为交换双方的行为受限于可能的惩罚而没有任何不确定性，因此任何一方都不必承担风险，而真实信任的前提是有风险又忽视此一风险的心理状态。但是算计性信任可以带来可信赖行为，所以当我们分析可信赖性时，如衡量上面私有财社会资本中的信任与公有财社会资本中的信任网络，它依旧是影响可信赖性的因素。

尽管这里采用了较狭义的定义，而未将认知面社会资本纳入，但这一类变量的探讨，其实都指向了一般信任。愿景分享（shared vision）是与其他同事分享相同的理念、共有的组织目标，这种对组织的认同也创造了相互认同的“我群”的感觉，能带来“认同基础上的信任”（identification-based trust；Sheppard and Tuchinsky，1992）。共同语言（shared languages）、共有叙事（shared narratives）则来自组织成员的共同生活经验，这造成大家的相似性，因相似而较能亲近，因相似而互相理解，这构成因个性相似而产生的信任（characteristic-based trust；Zucker，1986）。这些都带来了对组织成员的一般信任。

在微观层面上，维尔曼（Wellman，1992；Wellman and Frank，2001）认为个人在情感网络的中心位置会带给人们以正面的印象，因此所获得的信任比较多，相对的，他也会回报以较大的信任。魁克哈特等人（Krackhardt and Hanson，1993）发现组织中受欢迎的人物会在朋友网络中拥有中心位置，一方面情感连带本身即包含了善意，善意使得朋友不会欺诈及借机取利。在华人世界中，朋友有义更是五伦之一，展现可信赖行为是朋友之义中强烈要求的社会规范，朋友多的人自然可信赖的人也多，特殊信任较高。另一方面，魁克哈特（Krackhardt，1992）指出，情感网络中心者可以藉由影响其他人的方法而拥有较高的非正式权力，这种权力也对朋友产生监视的作用，尤其在社群之中一个受大家欢迎的人受到欺诈更易引起群体制裁，所以他周遭的人行为受到监督而不会逾矩，其个人信任连带因而较多。个人情感连带增加会扩大个人对外部的信任连带已获得实证资料的支持（Luo，2005a）。

与此同时，交换社会资源也可以在交换双方之间产生信任。正如布劳指出的，在社会交换中，个人不能预期得到实时的回报，因此他必须寄希望于对方的善意并预期能在未来得到回报（Blau，1964）。在一系列成功的社会交换过程中，交换双方最终会建立起格兰诺维特（Granovetter，2002）所谓的“真实信任”。博特（Burt，1992）的结构洞论述也提到在中介位置所能获得的资源交换机会较多，在社群中，知识的交换不同于经济交换，不会立刻产生对等的回报，而成为一笔“人情”，今天的帮忙留待以后获得回报，这是一种社会交换。依照布劳（Blau，1964）的社会交换理论来看，在社会交换之中，因为回报的不实时，所以双方必须对对方有善意的期待，期待在无制约的情况下对方还记得“人情”，如果此一期待落实，则信任感会增加，多次的社会交换都成功之后，信任连带自然建立。因此结合博特和布劳的概念，处于网络的中介位置而经常进行交换的人会拥有较多的两两信任连带。

由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信任与其他连带、结构、规范有因果关系，而且被格兰诺维特视为通往经济行动的中介变量。当然，信任也可能在一段时间后改变连带，比如从交换性的连带发展出情感性的连带（Lewicki and Bunker，1996）。甚至改变结构，改变规范，一群人相互不信任，久而久之也会对更宏观的规范与制度产生影响，比如制度控制的力量加强了，法网愈密，法入家门（费孝通，1998），这方面还值得我们更加深入研究。总之，信任的心理变量与其他连带、结构变量互为因果，已有许多理论肯定之，它们之间很难形成一个单一的、可操作的变量，殆无疑义。社会资本内的诸多构面间形成怎样的因果结构，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新议题。

五 讨论与未来研究

作为一个新兴发展又极具解释力的概念，社会资本的前因与后果的研究已获致十分可喜的成绩，然而社会资本本身的定义与衡量仍存在着巨大的分歧。从上述讨论可以看出，社会资本绝非单一的、可操作的概念，它必须进一步地分类才能加以衡量，比如私有财关系面社会资本、私有财结构面社会资本、公有财关系面社会资本或公有财结构面社会资本，它们分析的层次是不同的。私有财讨论的是个体（一个人或一家公司）对外的连带与结构位置以取得对个人有益的资源，公有财则分析的是整体内部的信任与结构以促成更多的合作行为而使所有成员受益。社会资本指涉了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变量，不加以细分，绝无可能共同整合成一个变量，所以，如何进一步细分“带连结号的社会资本”（hyphenated social capital；也就是经过细分的社会资本，比照威廉姆森所说的hyphenated trust；1996），细分到真正可以衡量的概念，是横亘在我们面前的第一个挑战。

其次，社会资本的各个构面间不但不可能整合成单一变量，而且往往互为因果。不但结构面会影响关系面社会资本，关系面也可能在一段时间后改变结构面，何者是因，何者是果？相互为因果中，我们也需要时间序列资料以厘清近因与远因。尤有甚者，关系面社会资本中，信任又是其他变量——如规范与义务得偿的可信赖环境——的后果，但长期的集体互信又可能影响新规范的形成，关系构面之内也会有互为因果的议题，如何进一步区分并厘清其因果关系，是我们更深入研究时值得注意的问题。

最后，如何将社会资本理论本土化是中国管理研究最有趣又有挑战性的议题。如我们所知，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关系”充斥在我们的管理行为之中（Tsui and Farh，1997；Farh，Tsui，Xin and Cheng，1998），但我们的关系又与现今社会资本中谈的网络连带或社会连带有何不同？更进一步地，社会连带的强、弱分类还适用于中国吗？在衡量资源交换关系时，这分别对应了情感交换与工具交换如咨询、信息等，而在衡量中国组织内的交换行为时，是否足够，是否需要修正？过去相当多的研究已指出了本土化的必要性，费孝通（Fei，1998）就指出中国是“差序格局社会”而非“团体格局社会”，这已经说明了在中国，关系、结构要比群体、认同重要。近来的中国心理学研究更指出这个差序格局至少可以分成家人、熟人与弱连带，而且不同“差序”会有不同的交换法则（Hwang，1987；黄光国，1988；Luo，2005a；Fu，Tsui，and Dess，2006），所以新的关系分类以及其中的交换内容是需要中国管理研究进一步分析的。另外，中国的制度环境也有所不同，比如家族连带就可能比董事会连结在中国更有影响力（Hamilton，1989；Luo，1997），另外政商连带在企业的外部社会资本中更扮演了不同寻常的重要角色（边燕杰、丘海雄，2000）。如何发展一个适合中国本土的社会资本理论与衡量方法，既是解释中国管理特色的关键，也会是中国管理学者最具挑战性的一项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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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本章内容基于罗家德（2008）改写而成。


 [2]
 规范、义务与期待、维持这种期待的可信赖环境是宏观层次的因素，所以只适用于公有财社会资本，不适用于所有社会资本的衡量。而且，规范与可信赖环境可以带来一般信任，是信任的前因，是否需要单独衡量？如何衡量？值得商榷。这些将在下文中再加以讨论。


第十章 角色分析

一 结构同型性

什么叫角色？以医院为例，有一群人是护士，有一群人是技师，有一群人是医生，当然还有一群人是医院领导，如果我们把他们的业务关系画出来，谁向谁做报告？关系是什么？我们发觉技师会报告给护士和医生，护士就要报告给医生，医生就要报告给领导，而护士除非是护士长，否则大概不会直接报告给领导，医生与护士长则会相互报告。这会形成以下的一个业务关系图。

[image: ]


图30 医院业务关系图

在医院之中拿组织图来看，可以看到谁会向谁报告，权责分明，会有如上面所绘的清楚明白的业务关系图。但如果我们做整个医院的社会网，整张图会是一个上百个节点与上千条线的大网络，其中业务报告的线十分复杂，完全看不出图30这么清楚明白的关系。问题出在图30以角色为节点，而我们收集到的整体社会网是以个人为节点，所以如何把这么多个人归纳成几个角色，这在图形理论中我们称之为结构职位（structural position），就是职位分析（positional analysis）要做的工作。

角色分析的目的在于分析出有若干个结构职位的成员，并找到他们之间相互的关系，比如A职位向B职位报告，B职位又向C职位报告……然后我们再去定义这些职位。B职位是专门治病的，我们叫他医生；A职位专门做医生助理的，我们叫他护士；C职位专门做管理工作的，我们叫他领导，每一个角色给一个定义，角色分析旨在分析出一群人跟另外一群人的关系。

既然角色分析是在分析一群人与一群人的关系，那么，我们要问什么叫做“一群人”。在小团体分析中关系紧密的被视为“一群人”，但在角色分析中，“一群人”指涉的却是一群结构同型的人。什么是结构同型性呢？以下是定义。

对于所有的行动者k（k=1，2，…，g，且k≠i，j）以及关系r（r=1，2，…，R）来说，当且仅当行动者i与k有关联时，行动者j才与k有关联；当且仅当行动者j与k有关联时，行动者i才与k有关联，则行动者i和j在结构上是同型的。

定义的意思就是说假设有r种关系，i和j这两个人是结构同型性的话，就是任意一个k，在任何一类关系r上，i指向k，那么j也会指向k；如果k指向i，那么k也指向j。

[image: ]


图31 结构同型

以图31为例。图中1、2结构同型，3、4也是结构同型。因为1指向了3和4，2也指向了3和4，所以1、2是结构同型。3、4是1和2都指向它们，它们又都指向5，所以3、4也是结构同型。具有结构同型性的人就扮演了相同的角色。

博特（Burt，1992）在他的结构洞理论中探讨商业机会的逻辑，如第一章中所陈述的，这个理论认为弱连带广布的人，尤其是作为“桥”的人，最容易发现甲地之有与乙地之无，并居间操控“搬有运无”，商业机会就是如此获得的。所以建立关系要尽量广布，并跨越结构鸿沟，关系的重复（redundant）是一种浪费。他认为有两种浪费，一种叫做密度的浪费（density redundancy），如果行动者总是在几个人组成的小圈子之内活动，建立的关系之间也互相认识，行动者的信息范围圈就变得非常小，这可以由小团体分析看出新建的关系是否总陷在小团体之中。还有一种是结构同型性的浪费（structural equivalent redundancy），就是行动者已经认识了上图中的3，发现3背后有1和2两个人是朋友，后来又认识了4，又发现4背后也是1和2两个朋友——3和4基本上认识的是一模一样的一些人，所以他们所知道的信息并没有不同。重复认识这两人，即使他们不属于同一个小团体，也不互相认识，但信息却完全相同，所以这是一种浪费。

如果按照这个定义下去找，任何社会网中几乎都找不到会完完全全结构同型的节点。所以我们以两种方式计算结构同型，一种是阿基米德距离（Euclidean distance），一种是以相关系数（correlation coefficient）为基础的Concor法。

如果节点i与j是结构同型性的，根据定义，xik
 -xjk
 及xki
 -xkj
 应该都是0，亦即i指向k，j指向k，那么它们俩就都是1，相减会是0；如果i没指向k，j也没指向k，那么它们俩就都是0，相减还是0，反之一个是1，一个是0，相减会得到1或-1。倒过来，如果k指向i，而同时k也指向j，那也是1减1就是0。如果说k不会指向i，那k也不会指向j，那就是0减0也是0，否则就是1或-1。节点i与j间对所有其他节点k的关系差额的加总就是阿基米德距离，其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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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句话说，越是结构同型，i和j对所有其他节点k的关系相减二次方再加总就会愈接近于0，而此一距离最大的数值会是[image: ]
 ，所以dij
 介于0与[image: ]
 之间。

相应的，r种关系下的dij
 公式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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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一距离的最大值是[image: ]
 。

这个算法算出的结果可以得到一个阿基米德距离矩阵，代号D，D={dij
 }。下面我们仍以PSC07的社会网为范例，用UCINET算i到j的阿基米德距离有多长。在“Network”中选“Role & Positions”，然后选“Structural”再选“Pro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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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在对话窗口中输入PSC07的文件名，并在运算法中选“Euclidean Distance”，最后在绘图对话框中选“Dendrogram”，将来得到的柱状图可用来作结构职位分类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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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CINET会算出15个节点之间的阿基米德距离，也就是PSC07的阿基米德距离矩阵，如下图。我们可以算出1到2之间的阿基米德距离就是2.236，1到3之间是2.236，1到4之间是2.828……这个表可以说明哪两个节点在结构同型性中是最接近的，数值越小就表明它们的结构越同型，这两个人就越扮演类似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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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职位分析

1.阿基米德距离与柱状图

下一步，我们介绍如何把这些节点分成几个结构职位，这里讨论两种方法，一是上面所介绍的阿基米德距离法，一是做节点间的相关分析并以相关为基础的Concor法。

职位分析首先要把上面算出来的阿基米德距离矩阵转换成柱状图（dendrogram），再从柱状图去判断如何分群。柱状图是怎样画出来的呢？以上面的阿基米德距离矩阵为例，我们先找距离最小的是哪些。在这个图中，最小的距离是1.414，8与12是最结构同型的两个节点，其次是1.732，为4与9之间的距离，再其次是2.0，存在于7与8之间，9与3之间，再来次小的是2.236，存在于1与2之间，所以1和2分在了一起；2.236也存在于1和3之间，8与13之间，9与14之间，4与3之间，以及6与11之间，这几组也都两两放在一起，其中1、2、3成为一组。再来找下一个距离最小的，2与3距离是2.449；另外一些2.449的，14跟4之间，14与5，14与11，还有15与10以及7与12。所以8、13、7与12成为最近的几个，15与10也成为一组，而围绕在3周边，4、1、9、2成为最近的几个。再下来，2跟7是2.646……依此类推，直到所有的节点间距离都考虑完毕，我们把最接近的画在一起，中间加上柱状线相连，距离小的柱的长度就很短，距离愈大，柱的长度就愈大，最近的两两连完，再把较近的第三、第四节点连上，然后不同的组间也把较近的画在一起，连上，依此类推，直到所有的节点画入图中，下面就是UCINET直接画出来的柱状图（见图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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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 柱状图

从上面的柱状图以及两两节点间的距离加以判断，我把这15人分成五个结构职位，其中1、2、4、9与3是一个职位，5、14可以分成一组，7、8、12、13成为一组，另外还有两个较偏远的职位，6与11结构同型性不算高。同样的，10与15距离也不近，但它们与别的节点更远，共同特色都是社会网中的边缘人，分成另外两类结构职位。这是用柱状图的分法。用柱状图的最大好处是有比较高的任意性，可以自我判断出几个职位。下面要介绍的Concor法，好处是用UCINET算都得到一模一样的分类，不用自我判断，但只能分成两个、四个、八个、十六个职位，分完后没有任何的任意性；柱状图则可以按照自己的判断调整，分成三个职位也可以，分成六个职位也可以，可以进行不同数量结构职位的划分。

2.Concor法

Concor法是以相关为基础发展出来的方法，两个节点之间的相关系数，其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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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image: ]
 ，就是所有指向i的平均数，[image: ]
 就表示节点k指向i的关系（值为0或1），减去指向i的关系的平均数。譬如一个社会网中有9个节点，有3个人指向i，平均数就是3/8，如果k有指向i，[image: ]
 就是（1-3/8）；如果k没指向i，就是（0-3/8）。[image: ]
 就是多少人指向j，比如说这8个人中间有4个人指向j，[image: ]
 就是4/8，k有指向j，[image: ]
 就是（1-1/2）；k没有指向它就是（0-1/2）。它们两个相乘，如果是两正或两负，乘积就是正的，如果是一正一负，那就是负的，也就是如果k有指向i，但是k没有指向j，那么这个乘项得到的就是负值；如果k同时指向了i和j，或者k同时没有指向i和j，两个相乘结果是正值。分子的第二项也是相同的方法，只是i的内向关系改为外向关系，[image: ]
 就是所有i外向关系的平均数，[image: ]
 就表示节点i指向k的关系（值为0或1），减去i外向关系的平均数。同样的，如果k同时被i和j指向，或者k同时没被i和j指向，两个相乘结果是正值，否则是负值。

分母则是i的内向关系变异数（不过未除以资料个数）开根号乘以j的外向关系变异数开根号。这是两变量间皮尔森相关系数（Pearson correlation）的标准计算方法。如果有R种关系则公式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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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阿基米德距离一样，相关系数也可以视为两个节点结构同型性的一项指标。下面我们仍以PSC07的社会网为范例，用UCINET算i和j的相关系数有多高。在“Network”中选“Role & Positions”，然后选“Structural”，再选“CONC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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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在对话窗口中输入PSC07的文件名，并回答最多切割两次（下面将做解释，两次就是切出四个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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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CINET会算出以下的相关系数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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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此一相关矩阵转换成柱状图，可以得到如下的图（Concor程序中只提供树状图，所以要画柱状图需要回到Profile程序中），和用距离算出来的大同小异，唯一不同的是6和11不再归为一类，6归入7、8、12、13这一组，11则单独成为一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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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or的计算法就是以上面获得的相关矩阵为基础，相同的相关算法再算一次行和列之间的相关，得到第二个相关矩阵，然后如此反复计算，不断算下一个相关系数就会收敛，一直算到所有的相关系数不是1就是-1。假设一个五个节点的社会网，Concor计算的结果会如下表，我们把-1的全部移到这边，得到1、3、4是一群，2和5是一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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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or一次分群可以把一个社会网分成两群。两次就是四群，所以用Concor分群总是两群或四群或八群或十六群，除非某一群中无法分了，此一群不再一分为二，而保持为一群。如上面的对话窗口所示，我要求切割两次，所以会分出四群，Concor只提供树状图，得到的结果如下，分成的四个结构职位分别是{1，2，10，5，15}、{4，9，14，3，11}、{6，7}以及{12，13，8}，分出来的结果与用柱状图自行判断的结果十分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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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区块模型

一群人与一群人的关系矩阵，我们称之为区块模型（block model）。柱状图和Concor都是分群的方式，每一个群体分出来我们称为一个职位。区块模型就是职位所组成的矩阵，其定义如下：

一个区块模型就是将图形N中的行动者分成β个职位，β1
 ，β2
 ，…ββ
 ，而且存在映射函数Φ，如果i在职位βK
 中，则Φ（i）=βK
 。

区块模型是一个矩阵，这个矩阵不是行动者的，而是职位的矩阵。以上面Concor计算出来的结果为例，第一个职位是{1，2，10，5，15}，第二个职位是{4，9，14，3，11}，第三个职位是{6，7}，第四个职位是{12，13，8}。区块模型即变成了一个4× 4的矩阵。

行动者属于哪个职位就需要映射（mapping）到它相对应的职位上。所以2这个行动者就会被映射到第一个职位，行动者4就会被映射到第二个职位……PSC07社会网经过映射后会得到下面的区块矩阵（blocked matr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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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位与职位之间的关系如何算出呢，这有赖于密度表，我们先给一个定义。

密度表是一个矩阵，其中行与列是职位而非个人，行列值则是行中职位内的行动者到列中职位内的行动者的关系密度。

密度表中要列出两种不同的密度，一是职位内部的密度，一是职位之间的密度，k职位之内的密度公式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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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g是βk
 中的节点数。βk
 职位与βl
 职位之间的密度公式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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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gk
 与gl
 分别是βk
 职位与βl
 职位的节点数。以上述的区块矩阵我们可以换算出下面的密度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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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密度表内的数字都是介于0与1之间的数字，很少是0也很少是1，职位与职位之间算是有关系，还是没关系呢？判断的标准有几个原则。第一个原则是完美符合原则（perfect fit）。区块模型中有k、l两个职位与r种关系，完美符合原则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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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第k个职位和第l个职位在第r种关系中得到的数值。如果所有在k职位中间的i和在l职位中间的j，它们之间关系都是0，职位间的关系就是0；所有共同的关系都是1，职位之间的关系就是1。由于要求完美符合，所以此一原则从来无法使用，因为不同职位内的行动者之间不会全部是0或者全部是1，所以大多数的关系都不能被决定。比如说3个人分在了护士群，5个人分在了医生群，结果呢，只有这3个人全部都报告给那5个人，于是才能得到1；或者这3个人全部都不报告给那5个人，于是才能得到0。如果3个护士之中有两个护士对3个医生报告，另外1个护士不做报告，职位间关系就无法决定。

第二个原则就是零区块原则（zero bl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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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原则很容易就得到1。3个护士中间只要有1个人对这5个医生中间的一个人报告，它就会变成1，其他的都是0。除非这两组中间是完完全全没有关系存在才是0。

还有一个叫做一区块原则（one block），刚好倒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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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非常严格的定义，就是要求所有的人必须要报告给另外一个职位的所有的人，否则就是0。就是这3个护士每一个人都要报告给5个医生中的每一个人，才是1，否则就是0。这是一个非常严格的定义，是在非常特殊的状态下使用。要看你的研究目的，譬如说角色间的情感强连带，尤其是研究因为这个情感强连带造成一个紧密的政治同盟，所以两群人要求非常高度的情感连带，这种情况下可以使用非常严格的定义。

大多数我们最经常使用的一个定义叫做α符合原则（α density criterion）。它的公式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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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一个α值，密度表中职位密度高于α值以上的我们就称它为1，低于α值以下的就是0。当然这多多少少也有一定的任意性，最常见的标准就是α=0.5，密度高于0.5的就给1，低于0.5的就给0。以上面的密度表，套用α符合原则，设定α=0.5，最终可以得到以下的矩阵，我们称之为印象矩阵（image matr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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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一印象矩阵可以绘成精简图形（reduced graph），图形如下，其中职位一内部自我互传情报，同时提供情报给职位二，职位四的人也互传情报，同时提供情报给职位三，而职位三也会反馈情报给职位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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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3 印象矩阵精简图形

总结建立区块模型的流程，第一步是计算一个社会网内的结构同型性，可以用阿基米德距离或相关系数当作结构同型的指标。第二步是用柱状图自行判断把所有的节点分成几种结构职位，并为每一个职位命名，代表该职位所占据的角色，也可以用Concor法由UCINET自动做出职位分类。最后一个步骤是把所有节点映射到相应的职位中去，形成区块矩阵，然后分别计算职位内以及职位间的关系密度，成为密度表，最后选择一项判定标准，将密度表中的密度判定成0，无关系，还是1，有关系，形成印象矩阵与精简图形。这时一个社会网中所有人的角色便被分类，且定义清楚，并让我们找到角色与角色之间的关系。

静态社会网分析的介绍到此为止，本书只是把最主要的分析方法做了介绍，还有许多议题无法一一齐备，比如符号图形（signed graph）、数值图形的分析，又比如对角关系以及三角关系的分析都已有长足发展，本书不及一一探讨，另外在中心性、小团体以及角色分析中还有一些用得较少的特殊运算方式，本书为顾及初学者以此书为入门读物，也不详加介绍。想要更完备地了解社会网分析的代数运算方式者可以参考《社会网分析：方法与应用》（Social Network Analysis：Methods and Applications
 ；Wasserman，Stanley and Katherine Faust，1994）。

当然，有志于从事社会网研究的学者最好能有线性代数的数学背景，另外，还有一本与本书深度较接近，却提供了其他不同视角与内容的书，值得参考（Social Network Analysis：a Handbook
 ；Scott，John，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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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网络动态学

一 网络动态学的最新进展——小世界仿真模型

河流分布的流域与河系的“长相”是怎样的？传染病传染的速度有多快，范围有多大？因特网是否塞车，是否容易遭到黑客攻击？为什么富人愈富，穷人愈穷？为什么有的城市发生暴动，而人口结构十分相像的另一个城市却不会发生暴动？有的蛋白质分子若细胞的新陈代谢被破坏就会失败，有的则毫无影响，这是些什么样的分子？同样的一个生态系统中，哪些物种是关键性的，一旦移除整个生态系统就会瓦解；而哪些物种只是边缘性的？商业世界中，哪些产品能引爆流行趋势，哪些又只是昙花一现即趋于寂寞？如何做口碑营销可以成功，如何做又会失败？

这一连串的问题涉及地理学、传染病学、资讯工程学、社会学、社会心理学乃至于生化学、生态学和管理学，它们之间有什么相关，为什么我把它们放在一起讨论？答案是它们都是一个网络系统，而且都有相同的网络结构，在学术上的术语是“小世界网络”（small world network），而且这些各形各类的研究已经形成一个新的学科，叫做网络学，华兹与史楚盖兹则称之为“网络动态学”（Dynamics on Network；Watts and Strogatz，1998）。

什么是网络动态学？前面几章中我们学过了整体网络的概念以及计算网络结构的方法，在第四章的研究范例里，我们看到一个人的某种关系如何影响其他关系的形成，以及一个人的社会网结构位置如何影响他建立关系；第五章的范例则显示了一个人的关系如何影响他的行为，个人的效用函数是如何在结构中被决定的；而第七章的研究范例则展现了一个群体的结构形态如何影响群体的集体行为。但是这些静态社会网的研究却不曾回答：网络结构是如何形成的？个人行为如何变成集体行为，集体行为又如何改变社会网的结构？集体行为会改变网络结构，网络结构又会决定集体行为的结果，这是一个动态互动的过程，绝非静态网络分析所能研究。所以网络动态学就进入了我们的研究日程，并于21世纪初期在不同领域开花结果，成为一时显学。

现在就让我们再回到“小世界网络”的问题。在第一章第三节我们介绍格兰诺维特的弱连带与求职行为时，曾提到20世纪60年代曾有的一系列小世界的心理学实验，一位极有创新精神的心理学者米尔格拉姆做了一系列的实验来测试人际关系在信息扩散上的效果（Milgram，1967；Korte and Milgram，1970）。他要求一群实验者把一封信传给一位完全不认识的人，实验者可以找任何一位他认为会认识这个终点的朋友把信转出去，如此这般，他们把一封信透过自己的社会网传出去，收到的人会被要求以自己的关系再传出去，依次传递，直到给这个指定的不认识的人。结果十分令人吃惊，当然有一些传递是失败的，中途而废，但成功的传递者往往不超过转手六次就传到终点，这就得到了著名的“六度连结的小世界”理论——世界是很小的，拉六次关系就可以“间接认识”全美国的每一个人，所以中国人说的“八竿子打不着”的关系就真的是十分疏远了。

有一次指定者是一个黑人，结果传递过程中，从白人团体手上传入黑人团体的“桥”，往往被传递双方圈为“认识的人”（acquaintance），而不是“朋友”（friend）。另外有一个实验让学生指名他们的朋友，并对交情的亲疏远近给予评等，然后按指名去绘出学生的社会网，结果强连带（评等第一、第二名者）往往形成小圈圈，弱连带（评等倒数第一、第二名者）却会连出一张大网络。

格兰诺维特诠释这些实验结果（Granovetter，1973），认为强连带需要较多的时间加以维系（强连带之所以强，就是因为互动较多），对社交时间产生排挤效果，使一个人的社会网较小，会产生信息通路上的重叠浪费，所以一群好朋友间，信息常常会转来转去好久，转不出那个小圈圈。同时也说明了“桥”往往是弱连带。若一个人拥有很多弱连带，尤其是拥有“桥”，那么他在信息获取上会有极大的优势，在信息传递上也常常居于关键地位。弱连带与桥正好说明了“小世界网络”的结构特征。

米尔格拉姆的创见与格兰诺维特的洞见并没有获得进一步的发展，直到25年后，因为计算机威力大增，可以仿真复杂模型（complex model），也因为一群物理学家闯入社会学的领域，这一研究从而获得长足进步。华兹与史楚盖兹这两位物理学家（华兹如今已被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系网罗，让人不得不佩服美国社会学系的心胸宽阔与视野多元）原本研究晚上青蛙叫到最后为什么会变成和声，萤火虫最后会一起发光，在苦思不得其解之后，华兹忽然一改方向想起米尔格拉姆的实验，结果他们的研究发现青蛙叫声的互动网络与人际互动网络十分相像，都是米尔格拉姆所谓的“六度连结的小世界”，他们把成果发表在最有地位的科学期刊《自然》（Watts and Strogatz，1998）以及《美国社会学杂志》上（Watts，1999），终于引爆了动态网络仿真研究的浪潮。

何谓小世界网络的结构？我们要先介绍两个类型的网络，一个是有序网络，一个是随机网络。前者是依照特殊目的建立起来的网络，比如依照功能而把不同节点连在一起，或依照地理相近而连结在一起。图34就是一个近邻相连的网络，每一个人只和自己最接近的四个人相连。这种网络正是我们生活中大多数社会网的特质，大多数人都是和自己社会经济背景相近或地理社区相近的人连结，或为了执行特别功能而与别人组织在一起。这种网络在大范围内，如一个都会、一个国家或全世界就会有一个特性，即密度很低（华兹与史楚盖兹用的术语是群聚度，degree of clustering），分隔度（平均每任意两个节点要几步才能达到）则很高。以图34为例，这是一个有序网络，每个节点都只能达到相邻的两步远，如果是50人的社会网，一个人最远要12步——也就是这个人的自我中心距离——才能达到对角的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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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4 每人可达两步之遥的有序网络

随机网络则是图形理论数学家最喜欢在计算机中仿真的图形，它假设任两个节点的相连都是随机的，没有任何功能结合的目的，也没有地理相近性或社会经济背景相似性的个人选择，完全无序地在一群节点间拉上线。图形理论学者常以此图形为基础看投入（input）在这种网络中会得到什么样的产出（throughput），再在无序的网络中加入一定的秩序，再看看产出会有什么不同。很多网络的仿真实验都是以这样的方法做的。在现实的社会网中很难找到相似的网络，比较类似的关系是婚友社或俱乐部，它让一群完全陌生的人相互认识，大家任意找朋友（其实这种情境下还是有可能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相同社会经济背景的人聚在一块）。可以想象，这样的图形会乱为一团糟。

华兹与史楚盖兹在仿真实验中以有序网络为基础，任意在一些节点间随机加上几条线，就发觉网络的密度仍然很低，但是分隔度却一下子降了好几倍，节点与节点间的平均距离变得短了许多，就好比在上面有序网络中，我们在一些远方的点间拉上几条线，成为图35的所示图形，这就成了小世界网络的原型。如果以全美国的人为节点画成图形，每两个人之间的平均分隔度也不过是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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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5 加上随机两条线后的小世界网络

最让人感到好奇的是，从自然到人文的世界中，小到细胞的化学作用中蛋白质分子的化学反应链网络、生物的神经网络、生态系统中的食物链网络以至于长江的河流网络，竟然都和社会网一般有着小世界网络的结构，而且因为相同的结构而产生了不可思议的相似结果。如果我们以空照图去看每一条河的形状，都可以看到完全不同的树枝分叉状的图形，由东往西，由南往北，方向不同，宽窄不同，分支数量不同，流域大小不同。但每一条河流却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分支河流中流域面积每降一倍，差不多流域面积的分支数量会成长2.7倍，比如一条河主干的流域面积是100万平方公里，其分支河流中流域面积50万平方公里的支流就有2.7条，25万平方公里的支流或支流的支流就有7.29条……依此类推，从密西西比河到尼罗河到长江，皆是如此，我们称这样的规律是幂次律。相同的幂次律也呈现在社会的财富分配上，不管富裕如瑞士还是贫穷如埃塞俄比亚，财富减少一倍，则人数会多数倍，所以基层最穷的人总是最多。比如在日本这个倍数是四，也就是假设有100万美金财富的人有100万人，则有50万的就有400万人，25万是1600万人……而日本还是世界基尼指数（Gini Index，就是最富有的1/4人口的财富除以最穷的1/4人口的财富）最低的发达国家，其他国家的贫富不均就更严重了。而因特网也适用幂次律，连结最多的网站如雅虎及Google总是少数，但连结数少一倍的网站数却数倍于一线网站，再少一倍连结的又是相同倍数于二线网站，依此类推。而这些网络——包括河流系统网、社会网以及因特网都有相同的网络结构，就是小世界网络。

这些跨领域的发现暗示了一项假设，即结构决定了这一切，人的行为模式、理性的抉择、政府的政策都变成了次要的影响因素。换言之，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根本原因是人际交往的结构因素，要想使贫富平均，最好的方法是使人交往的方式不同，再多的政府政策如财税政策与福利政策其实只能延缓分配不均的趋势，却很难对症下药逆转此一趋势。社会网的结构因素的重要性可想而知，而过去社会科学中却往往预设了孤立的个人（Granovetter，1985）。少了结构因素这一块，社会科学的解释能力将大打折扣。只是至今我们对结构仍然了解甚少，结构如何影响个人行为与集体行为在静态社会网分析中已初见成果，但结构如何形成，结构与行为的互动过程、互相改变过程，我们却知之甚少。

固然有时个人行为变量在结构面前只居次要地位，但个体行为却可能透过结构而改变集体行为的结果，也就是说，行为，尤其是社会的一些共同的行为模式，是改变社会网结构的主因。谢林曾经做了一个有趣的仿真实验，他在围棋盘上随机撒上黑子白子，假设每个人（黑子是黑人，白子是白人）都有一种倾向，即自己身旁的人中相同肤色的人少于30%时，就会倾向搬离，找到相似的人的社区中去定居（这个假设十分合理，因为我们大多数的人都不喜欢住在异族的社区之中，尤其是语言不同或肤色不同的异族中）。一阵搬家之后，谢林惊异地发现：黑子白子不会平均地分布在盘面（这时每个人身边各有50%左右的黑人与白人，他不会感到疏离而倾向搬家），而是变成两大阵营，分在两边。这个实验说明了人们自然的倾向，不涉及种族政策或歧视问题，社会自然而然就在分化隔离，甚至相互对立，人性自然的选择造成了种族隔离的结构。

相同的，人们会倾向于与有权有势的人拉上关系，于是不惜贡献资源以建立并维持这些连带，结果有资源的人自然变成大家争相连结的对象，他们因此就聚集了更多的资源，而边缘的人则相对被剥削，造成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的现象。因特网中也是所有网站都要连上雅虎这样的入口网站，所以热门网站的热链接（hyperlink）就特别多。在因特网中有一个术语，称这种热链接的中心为集结点（hub）。这种有集结点的网络又被网络学者称为贵族式小世界网络。其结构就是连结各社群的桥大量集中向一个节点，所以这个称作集结点的节点就成了桥中之桥。很不幸，社会网也是这种贵族式小世界网络，不管是人际资源交换网络还是性关系网络都是这种结构，所以资源会向集结点集中。结构的形态就决定了富者愈富的社会本质，而造成这种结构的原因却是人人都想致富，而倾向于连结富人（或有权的人），使富人成了社会网的集结点。所以要想改善这种贫富不均，要不然靠宗教、社会教化或教育的力量改变人的这种行为倾向，要不然靠政策有效使集结点的资源减少，或创造更多元的集结点，使之成为资源较平均的多中心网络，避免集结点过分集中在少数几点上。

结构的重要性逐渐得到科学界的重视，所以如何从结构的角度去思考公司的策略、国家的政策以及网络工程的布建等议题，变得十分迫切。比如计算机工程专家就在思考如何建构较安全的因特网结构，他们发现如果是随机网络结构，当整个因特网受到病毒的随机攻击时，很容易就断裂成许多不再连结的组件，而整个网络会因此瘫痪；如果是贵族式小世界网络的结构，则耐得住随机攻击，一直保持良好运作，只是遭到有目的的对集结点进行攻击时，集结点一旦被破坏，整个网络很快就瘫痪，所以分散的集结点以及集结点有备份服务器对网络安全十分重要。

同样的结构研究也被用在传染病的传播以及流行品的营销策略上，比如传染病学者就发现，艾滋病在肆虐全球之前早已存在于非洲大地的一些社群之中，只是这些社群都是有序网络，所以艾滋病传播不开，甚至病毒的衰败速度高于传播速度，在一些地方爆发后又会归于沉寂。直到一条“桥”将之带到西方世界，而欧美社会的性社会网又是贵族式小世界结构，当病毒传给性社会网中的集结点时，终于引爆狂潮而成为20世纪末的“黑死病”。

流行品的营销研究也指出，流行品的销售业绩会呈“S”曲线，在过了一个“引爆点”（critical point，人际传播理论中称之为关键多数：critical mass）后，业绩就会直线上扬，而引爆趋势的一定是几个社会网中的集结点，人际传播理论称之为意见领袖（opinion leader）。一旦意见领袖采用了某一产品，而且在他的人际社会网中传布口碑，口碑营销的效果就是引爆趋势的关键。谁是社会网中的集结点？某类产品的意见领袖又是谁？这些正是口碑营销学者关心的结构性议题。

在方法上，我们前面所叙述的实证研究方法都是用理论分析不同变量的因果机制，建立因果模型，再收集变量的资料，以统计方法检证因果是否存在。而网络动态学在模型建立上以及实证过程上则有所不同，在理论模型的建立上，它不再需要做因果分析，而只要把人的行为模式以及人与人的互动流程描述出来即可（更接近于我们在定性研究中说故事的方法，所以这种模型也被称作描述性模型）。在实证过程上，它也不需要衡量所有的自变量与因变量，再以统计方法找出它们之间的回归系数，而是用计算机仿真的方式把理论描述的互动流程仿真出来，产出（generate）一组仿真数据，再以真实的因变量资料加以比对，看看在统计上拟合度（goodness of fit）好不好，拟合度高，就表示理论模型的描述接近真实的社会过程，如果拟合度不高，则表示理论有缺陷，需要更改。

下面我就以本人和张复合写的一篇发表在《数理社会学杂志》（Journal of Mathematical Sociology
 ）的文章为基础加以改写，以展示网络动态学如何建构理论以及计算机仿真模型如何做实证的方法。

二 研究范例——系统崩解：集体现象的分配模型

系统崩解的现象通常发生在具有网络结构的系统中。一个系统的资源能以两种不同的模式被利用：有效率或无效率。当无效率模式的行动对其他使用者不构成危害时，意即若他们不使用则资源将被闲置，则他们便完全没有浪费系统资源。但是对系统资源的无效率使用达到临界水平时（critical level），系统效能将因为无效率因子的乘数效果而遽减。此种集体无效率导致每个人的状况平均来说都更加恶化。这些系统崩解现象背后的共同论题，为市场或科层之间的抉择问题提供了新的阐释。换言之，当所有公司都在交易系统中竞逐他们自身的利益时，有时会导致集体性的无效率，他们将转向其他的方式来执行交易。

1.引言

什么是系统崩解现象？以电话系统为例，直接连结一通电话是资源利用的最有效率的方式。然而，对一个电话使用者而言，直接连结可能不是唯一的方式，尤其是直接路径线路繁忙时。通常，电话系统容许一通电话经由当时可得的间接路径来接通。举例来说，如果从上海到北京的直接路径处于忙线中，一通从上海打到北京的电话，可以选择从上海经由南京到北京的路径。就算此一间接接通的电话使用了双倍的系统资源，这个接线策略仍是对顾客服务最好的策略，因为这可使电话立即接通，而无需等待直接路径空出来。然而，当系统变得较为忙碌时，这一通间接路径的电话将“排挤”掉其他在此直接路径中的电话。例如，一通从南京打到北京的电话可能就得经由济南来接通，并且也使用了两条线的系统资源。当系统变得更为忙碌时，更多通电话将被迫经由间接路径接通，最后所谓的“系统崩解”就发生了，系统集体效率下降，也就是说一个比如能接通200万通电话的网络，现在只能容纳120万通电话，于是所有顾客都要等待，整体顾客服务反而变差了。网络资源的浪费一开始可能不会很显著，但是当系统崩解发生时，整体网络的效能将会遽减。这种集体的无效率导致每一通电话的服务状况平均来说都更为糟糕。

我们居住在资源共享的世界，然而并非每个人都能以相同的成本取得资源。地理距离就是一个因子，反映了一种资源（例如稻米）对哪些人而言有效率，对哪些人昂贵。我们可以将世界看成一个网络，而其构成的节点代表了生产物品的地方（起点）或物品被送往的地方（终点）。这个网络的连结，则代表着一地要从另一地获取资源的可能性（起点到终点）。上述的成本不对称现象（资源较有效率的方法对上资源较无效率的方法）因而可以如此表现之：直接路径（或一步路径，one-link path，一个只有一条线所构成的路径）代表取得资源最有效率的方式，间接路径（或两步路径，two-link path）则是较无效率的。

网络环境的一个特殊状况是一个直接路径可能与许多间接路径重叠。例如，在图36中，AB之间的直接路径与A经B到C的间接路径重叠，也与A经B到D的路径重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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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6 一个交通网范例

因此，在一个呈现网络结构的系统中，沟通渠道的资源也是由网络中所有可能的使用者分享。由此衍生出来的情况就更复杂了。举例来说，物品要从A地运到C地，最有效率的方式将是经由A与C之间的直接路径。然而，如果此路径已被完全占用，而A-B及B-C之间的路径却没有被占用，则此物品就应该透过经由B的间接路径来运送。

然而，只有在使用者对于系统的流量状况完全没有概念时，这种策略才是最佳化的。如果所有使用者都运用这个策略，却忽视其他人在做什么，则系统资源将不会有效率地被使用。

试想，一个系统如果突然涌入极大流量，堵塞了所有直接路径时，将会发生什么状况。所有无法用到自己直接路径的个别使用者，将竞相使用间接路径。我们假设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使用者若要将物品从A运到C，而且很幸运地马上就找到一条A-B-C的间接路径，将其物品透过这个路径送出，但这个侵略性的使用者，将立刻挡住了任何可能会将物品从A运到B，以及从B运到C的使用者。

对资源的无效率使用还没就此打住。这些无法通过自己直接路径的使用者，将进一步尝试确保其他间接路径的通行。每一个成功的尝试，都将进一步增加系统资源的浪费，因为每服务一个顾客，都耗费了不止一个单位，甚或两个单位的资源。这个连锁反应不断持续下去，导致系统资源的惊人浪费。

事实上，这种无效率使用系统资源的状况，在一篇名为《阶层与非阶层式找路工程网络的效能超载》的论文中也被提出过（Ankinpelu，1984）。这篇论文指出，一个具备非阶层式找路的电话系统，一通电话可以透过直接抑或间接路径来接通。当一通电话来时，如果其直接路径被堵塞，这个网络可以使这通电话另由间接路径来接通。在此一仿真研究中，这个网络的总负载量被设定在接近满档的状态，所以只要稍微再加一些电话，网络就超载了。当达到这个状况时，仿真实验中就出现了系统崩解的现象。系统资源的浪费在一开始时并不显著，但是当达到临界规模时，电话网络的集体效能就遽减了。

这类的拥塞不只发生于电话的流通上，也发生在公路的交通状况中。当汽车想变换车道时，他们的行为也类似于透过间接路径接通电话：他们实际上同时占去了两段路的资源，一是他们要驶离的路，一是要驶入的车道空间。在公路的交通状况中，系统效率的衰减较可能发生在两台车争抢同一个车道空间时。这种状况也很容易触发连锁反应：当一台车变换车道，引发其邻近车辆也这么做，而这邻近的车辆又再影响到其邻近车辆，依此类推，就是如此的变换车道行为降低了交通流动。一台车即使不变换车道，也必须与其邻车保持安全距离，以使车速可以保持在一定的水准之上。当安全距离被其他车辆侵占时，车子的速度只好降低以防意外发生。当一辆车慢下来，亦会使其后的车辆跟着慢下来。因此，如果车辆都沿着车道行驶，任何车辆减速都会降低其后车辆的速度。

这两个简单的例子说明了同一个主题。系统资源有两种不同的运用模式：有效率地运用或无效率地运用。在电话系统中，一通透过直接路径接通的电话是有效率地运用系统资源。当一通电话经由间接路径接通时，就占去了此路径作为其他两通电话直接路径的可能性，无效率地使用了系统资源。在公路系统中，当车辆变换车道并占据新的空间时，将使其他车辆无法维持正常速度，便是对系统资源的无效率使用。

讲到这里，我们并不是要说间接接通电话或车辆变换车道一定是该禁止的行为，尤其是这种行为往往使个人获得较高的效用（电话顾客可以获得立即服务，换车道者可以加速超车）。当这些行为不影响到别人时，意即他们若不使用则系统资源将被闲置时，则他们就不是在浪费系统资源。因此，系统使用者若要以最佳方式行动，就必须在有效率及无效率两种模式间动态地变换。如何在不抑制整体效能的状况下变换模式，正是这些系统显得难以管制的原因。

隐含在这些因素背后的理论，在社会现象中也很显著且引人深思。它们描绘了所有个体以无效率模式争取资源以竞逐最大利益时，尽管同样的行为在不同的情况下也许能带来好处，但却可能导致系统崩解的状况。如果我们将电话系统看做交易系统的一个特殊例子，那么针对前者所下的结论也能推论到后者。在动态找路（dynamic routing）引发的问题中，避免系统崩解的有效方式是改变系统资源的分配方式。下面我们会指出，这正是许多交易系统因应厂商对生产资源之激烈竞争，而不惜采取无效率的路径（比如堆积关键零组件的存货）时，仍能获得集体效率的方式。

2.系统崩解的数学模型

已有人建构一些良好的分析工作，用以仿真并分析具备前述找路效能的电话系统（Markbukh，1981，1983；Mitra and Gibbens，1992；Mitra，Gibbens and Huang，1993）。这些分析涉及复杂的数理模型，且焦点多集中于高度技术性的主题。在这里，我们欲从较宽广的视野来思考这个问题。我们因此推导了一个模型，并相信此模型对于现象之社会面提出了较佳的洞察，同时也呈现出对系统资源的过度竞争，可能造成整个系统崩解的事实。

既然一个现象的社会面是我们关切的焦点，我们将以销售商与其供应者作为模型的基本要素。因此，我们假设一个交易系统中有J个销售商和J个上游制造商。每个销售商Fj
 都与一个制造商Sj
 有合作关系（Fj
 与Sj
 可能属于同一层级系统，也可能Sj
 是Fj
 外包网络中的一个外包商），而j=1，2，…，J。在我们的模型中，我们并不严格假设Fj
 只有Sj
 一个制造商。我们只假设Sj
 处理来自Fj
 的订单比来自Fk
 的有效率（k≠j）。

因为这个原因，我们说Sj
 的资源可以分成两条个别的路线：市场交易系统（shared line），对所有销售商服务；以及科层交易网络（consolidated line），只对Fj
 提供服务。虽然市场交易系统代表每个制造商都可供应给所有销售商，但我们假设在整个系统中只有一个公开的市场，虽然其资源来自各个不同的制造商。采用定量的方式，我们的第一个假设可以用下面的叙述来表示。

（1）制造商Sj
 须用掉一单位资源来处理销售商Fj
 的订单，而需用掉E单位的资源处理Fk
 的订单。k≠j，E＞1。

其中Sj
 制造商与Fj
 之间订单的某种形态的外包关系，在这里被视为科层交易，因为长期的伙伴关系而有的学习曲线，使得其交易所需成本较低，低于Sj
 制造商与任一非伙伴关系的Fk
 做市场交易时所需用掉的E单位资源。请注意我们并未假设市场交易系统与科层交易网络在实体上或功能上是分隔的。它们的不同之处在于完成订单的效率。因此，在电话系统中，透过直接连结（科层交易网络）接通的电话使用了一单位资源，比起透过间接路径（市场交易系统）接通、使用了双倍资源的电话，来得更有效率。同样的，达成熟客（或伙伴关系制造商）的需求比达成一般顾客的需求更有效率，因为我们对于伙伴处理商务或交易的方式比较熟悉。

我们的其他假设如下。

（2）每个销售商Fj
 都先下订单给Sj
 。但是，如果Sj
 未能完成这个订单，Fj
 会寻求自由交易网络（或市场交易系统，因为这样的系统具有网络结构，而且在结构中行动者可以自由找路）来完成这笔订单。这些订单下给原本供应其他销售商的科层交易网络，因而其他销售商的需求又会被迫流向自由交易网络，变成对市场交易系统的需求。

（3）自由交易网络提供较佳的利润，引致制造商将此处的需求视为优先。因此，制造商会先将他们的资源投入市场交易系统，然后仅用他们的剩余产能去达成科层交易网络的需求。

（4）每个制造商平均分担市场交易系统的需求。

（5）每个制造商在每一段时间内都以速率P处理订单。

（6）来自每一个销售商的订单形成一个同质且连续的流动，在每一段时间内的速率都是O。

既然描述了这个模型的一般预设，我们现在将以下的状况公式化。每个销售商所下的订单，速率一般都低于制造商处理速度。所以我们若设定δ=P-O，则δ＞0。然而在一开始的时间单位t0
 ，每个制造商Sj
 从销售商Fj
 接受了P+ε
 的订单，而这多出的数量ε
 ，Sj
 无法在时间t0
 内处理完，这会分摊到所有其他制造商。

使Uj
 （n）代表Sj
 未在tn
 内处理完的订单数量，而n=0，1，2，…，j=1，2，…，J，则


U
 
j

 （0）=ε
 ，

在下一个时间单位t1
 ，Sj
 接受来自每个其他J-1销售商之1/（J-1）部分的未处理的订单。它因此总共接受了Uj
 （0）的未处理工作。这些工作变成市场交易系统的需求，并需要Uj
 （0）E单位的资源来处理。而且，既然Sj
 先将其资源用来满足这种需求，它就只剩P-Uj
 （0）E单位的资源来因应科层交易网络的需求。每个科层交易网络的需求需用去一单位资源，所以Sj
 在时间t1
 的未完成工作变成：


U
 
j

 （1）=O
 -［P
 -U
 
j

 （0）E
 ］=U
 
j

 （0）E
 -δ
 =εE
 -δ


随着时间经过，数量Uj
 变化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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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进一步，（1）可以转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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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再进一步变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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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1）与（2）只在符合以下所有状况时有效：（i）等式右方为正。如果数值为负，则Uj
 （m）在任何m≥n时变为0。（ii）Uj
 （n-1）E＜P。

我们现在可以说，如果在时间tn
 时，Uj
 （n）E≥P则会发生系统崩解。为何我们限定成这个状况？因为当这个状况发生，系统会用尽所有资源（在tn
 这个时点）以达成市场交易系统的需求，而没留下任何资源以因应科层交易网络的需求。

注意，为了描述以上情况，我们假设处理订单的速度P总是高于下单的速度O，除非在一开始的阶段t0
 有数量为ε
 的超额订单。现在让我们进一步假设这一超额数量很小，使接下来的不平衡式保持：ε
 E＜P。

我们现在检视接下来两个另外的可能性。


案例1：



ε
 （E-1）≤δ

很明显地：


U
 
j

 （0）E
 =εE
 ＜P


进一步的，Uj
 （1）E若不是0，就是：


U
 
j

 （1）E
 =［U
 
j

 （0）E
 -δ
 ］E
 =（εE
 -δ
 ）E
 ≤εE
 ＜P


同样的，Uj
 （2）E若不是0，就是：


U
 
j

 （2）E
 =［U
 
j

 （1）E
 -δ
 ］E
 =（εE
 -δ
 ）E
 ≤εE
 ＜P


如果我们像这样继续下去，我们可以证明无论n为何，Uj
 （n）E＜P。我们因此推断，在这个案例中系统崩解不会发生。


案例2：



ε
 （E
 -1）＞δ
 。

等式（2）的右方总是正数，而且Uj
 （n）的值以n的指数函数速度成长。因此，Uj
 （n）E将很快超越P，系统崩解随之发生。因此，“ε
 （E-1）＞δ”就指涉了系统崩解的状况。

我们面前因而有两种不同的状况（分岔点）。当ε
 ＞δ/（E-1），系统崩解就发生了。意即当一开始超额的订单ε
 超过剩余产能水准δ到达如此程度，系统资源将渐渐被超量的工作侵蚀（例如，未处理的工作回流到系统中）。再者，我们看等式（2），超量的工作将呈指数成长。因此，对更多处理工作的需求，短期内将完全用尽系统资源。另一方面，当ε
 ≤δ/（E-1），这就不会发生。另外，未处理工作的数量若非保持稳定〔当ε
 =δ/（E-1）〕，就是以指数速度骤降至0〔当ε
 ＜δ/（E-1）〕。

为了以较图形化的方法导出相同的结论，我们将未处理工作的积累以类似下列的反复程序表示。


U
 
j

 （n
 ）=O
 -［P
 -U
 
j

 （n
 -1）E
 ］=U
 
j

 （n
 -1）E
 -δ
 =F
 （U
 
j

 （n
 -1））

其中F（x）=xE-δ。

就像图37所呈现的，此一反复程序的“均衡点”恰是y=F（x）与y=x两条线的交叉点，而且可解以下等式：


x
 =F
 （x
 ）

这个解就是δ/（E-1）。另外，这个等式因为以下理由而不稳定。如果未处理工作的数量增加到数量ε
 1
 ，超过δ/（E-1），就如图37中所示，则未处理工作的数量将螺旋而上直至达到P值。另一方面，如果未处理工作的数量降到数量ε
 0
 ，低于δ/（E-1），则将螺旋而下直至于0。因此，只要轻微偏离均衡点，都将导致未处理工作的总量增加或减少，证明了这个等式是不稳定的。另外，就像公式（2）暗示的，这个偏离呈现出指数函数的速度。当然此一等式的不稳定性，与y=F（x）线的斜率E大于斜率为1的对角线有关。如果E小于1，则δ/（E-1）就会变成稳定的均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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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7 向两端发散的递归过程

现在让我们看看在相同状况下，也就是一开始时未处理工作数量为ε
 ，制造商如果采用不同的策略，会发生什么事。我们假设，所有制造商都被限制只能接受他们合作销售商的订单，如此一来无效率因子就失去作用，且无论开始时的未达成工作有多少，最后总能被完全吸收。

为了证明以上主张，我们特别说明，纵然一开始就有订单数量ε
 ，但在每个接下来的时间单位里都有剩余产能δ。既然未处理工作的数量维持不变（没有出现乘数效果），所以这些订单在时间tn
 时将可被吸收，因为nδ＞ε
 。所以，从以上主张可以明显知道，只要一开始的未处理工作数量超过临界点δ/（E-1），制造商所能采取的较佳策略是从积极模式（从别的销售商取得订单）换成保守模式（只做合作销售商的订单）。

让我们思考另一个情况。我们假设销售商下订单的速率与制造商处理的速度相同，也就是P=O，然而在一开始的时间单位t0
 ，有多出的订单数量ε
 。从公式（1），可以得出：


U
 
j

 （n
 ）=ε E
 
n



因为在此一新假设下δ=P-O=0，所以所有的n＞0。

因此，数量Uj
 在每个时间单位中都被加乘了。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假设所有的制造商只接受合作销售商的订单，则将产生完全不一样的结果：在所有时间区段中，未处理工作的数量都维持不变（此不变的值为ε
 ）！在这里，又出现了未处理工作是否流向自由交易网络（市场交易系统）的分岔点。

无论是否简化，我们模型的效果在于，揭露市场系统的乘数效果是导致不好结果出现的原因。这个模型的关键要素，是与固定伙伴（或可信任的顾客）及与一般顾客做生意的成本不对称性。而且，此一不对称性可能会在制造商负担过重时产生乘数效果。

从这个结果看来，在拥塞时段的最佳策略，是在交易系统中限制个别公司对于商业伙伴的选择。从自由交易网络转向固定合作关系，是系统资源变得极度紧绷时的最佳策略。因此，就如这篇文章的分析所暗示的，在许多产业中，集体效率的降低构成了公司采取固定合作行为的动机，无论是以科层还是外包网络的形式来达成。另外注意相似的策略，称之为“主线路预留策略”（trunk reservation strategy），用于管理电话系统以修正动态找路造成的不良效果（Krupp，1982）。这种策略能排除从超载之直接路径“溢出”的电话。因此，例如当上海与北京间的直接路径近乎满载时，则系统只接受上海与北京间的电话。

虽然就数理上来看没有问题，但系统崩解在拥塞时段发生的几率仍出乎许多人的意料。一般可能认为突然激增的需求将刺激供应的相对成长，因而能降低未完成的订单数。我们的模型却有着相反的主张。这个模型预测出相反结果的理由来自一个特殊的假设：系统效能有紧绷的时候。这种紧绷造成了一种藩篱，使得超额的需求变成越来越强的反复弹升，因而产生了预期之外的结果。在电话系统中这个假设相当准确，因为其效能无法因应瞬间激增的通话需求而随时扩增。但一些人可能会怀疑：这样的假设应用于商业领域时还有效吗？在我们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先注意我们的结论并非取决于一个固定的资源总量（在我们的例子中，设为数量P）。事实上，结果只取决于一个固定的δ量，例如，需求与供给之间的差距。实际上，我们现在将说明即便是这个固定的假设，也未必必然导致系统崩解的结果。

让我们思考下面的状况，也许更能反映在许多产业中，早期阶段发生了什么事。

（1）在t0
 产生了超额需求ε
 。

（2）供给P与需求O都随着时间增加。

（3）P增加的速度落后于O。意即，如果在第n个时间单位时δn
 =P-O，则δn
 随着n减少。我们说这个假设反映了供给面的资源紧绷。

（4）系统崩解状况发生：ε
 （E-1）＞δ1
 。注意这与案例2的状况类似，只是现在以δ1
 取代δ。

从以上假设，可推导在tn
 结束时未完成的订单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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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数量Uj
 （n）随着n单调递增（monotonically increase），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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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更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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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ε
 （E-1）＞δ1
 ，未完成订单的数量至少会以指数速度增加。要注意的是，在导出以上结果时，我们只加入δn
 递减的事实，而完全未依据需求及供给的增加。但两种状况都是在许多产业的早期阶段最可能发生的。意即，在需求突然激增之后，供给与需求都会成长，但前者的增加速度比后者慢。

我们将在下节中探讨如果一些严格的模型预设放宽了，代之以较符合实际情况的预设时，结果会如何。当然一点预设的放宽，就会使数学变得复杂不堪，因此我们要使用计算机仿真的方法以求解。

三 仿真模型范例——组织内派系形成的网络动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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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导言

我们运用基于行动者的模拟模型考察公司中的雇员形成派系的过程。基于互惠原则与资源交换理论，模型展示了互助行为使人与人之间产生连带，逐渐形成在内部相互支持的群体，这种群体进一步排除他人的参与，并最终在组织中形成了派系。在考察影响派系形成的因素时，我们选取了与工作环境相关的两个变量以及表达组织气氛的一个变量。曲线图展示了实验结果：接近或超过个人极限资源量的工作量和越不平均的工作量分配状况提高了派系形成的速度和数量，并可导致派系的不断分裂；而太小的工作量与过于均等的工作分配可使个体交往倾向减弱而处于相对孤立状态。

我们以资源有限和“报”的概念提出一个模型，用以解释中国组织内为什么会形成派系；并以计算机仿真的方法将此一理论描述的派系形成过程建构成正式模型（formal model）。

布劳的社会交换的概念十分类似于中国人的“报”，此一概念是在熟人连带中进行人情交换时最重要的规范（Hwang，1987）。在工具性交换的弱连带中，中国人的社会交换仍然可以明言回报，讨价还价。但是在熟人连带中，这种行为就不被认可，因为熟人间的交换是掩饰在情感关系下进行的（黄光国，1988；Luo，2005），所有得到的好处，都是欠了人情，施惠的一方不好明言，受惠的一方也不能忘记，必须记入“人情账”，以待他日偿还。所以当施惠的一方需要帮忙时，会优先想到向受惠一方要求帮忙，受惠的一方也会“回报”，以展现其感恩图报的诚意，而且回报可能更多，使对方又欠了人情，务必使双方的人情账不能结清，这样双方的交换关系才会持续很久。熟人连带在这种往复多次施惠、受惠与回报的过程中建立起来，所以双方追求的都是长期的关系，而且“人情账”不能结清，也因此受惠的一方在需要更多帮忙时，除了想到自己曾施惠的对象外，也会想到曾施惠于己的人。欠更多的人情没有关系，只要在长时间中有欠有还，保持“报”的规范，则熟人关系反而能得到增强。

这个理论应用在中国组织内，工作求助是一种组织内非常重要的资源，但却不必然要有情感关系才能传递这种资源，组织内乐于受人求助的员工往往可以得到他人的善意回报，因此求助关系甚至超越情感关系成为员工间产生信任最主要的关系。除此之外，学习曲线理论称长时间且频繁的社会交换能够提高交际的效率，因此过往的合作经验使得此后的交往更加顺利。因此为了降低“交易成本”，个人更倾向于与具有长期关系的人合作（Williamson，1996；Granovetter，1992）。

我们的理论陈述如下，当资源有限时，有人这时资源多，另一人资源少，所以前者可以施惠于后者；因为分配的不稳定，这人另一时间又会变成资源不足者，而必须向外求取帮助。根据“报”的理论（罗家德，2006），参与交换的各方心中都有一笔“人情账”，双边的互助行为使得个人间关系越趋紧密，“熟人”间因为回报的义务，而使得一个人在提供别人帮助时优先考虑那些曾经对它施惠的人。在需要帮助时，也会优先找那些曾经欠他恩惠的人，其次，基于多次交往建立起来的信任，他也会找施惠者再提供帮助，因为施惠者相信他将累积恩惠在“人情账”中，他日偿还。在这样的“报”的关系中，人们倾向找旧有的关系施惠、受惠，于是，这些关系不断加强，而减少与其他关系的互动，终至一个人只剩少数互助关系。一群人都只有少数互助关系，且相互重叠，渐渐形成一个内部有互助关系，却很少向外人求助或施惠的团体，派系就形成了。

下面就以计算机仿真模型仿真这个理论描述的派系形成过程。假设某组织内有20名员工，均进行类似的工作，可以互相给予工作支持，根据上述资源有限假设与“报”的理论，可对其行为做如下基本预设。

（1）当工作量超过个人资源量时，个人向其他人寻求帮助。初始时随机向他人询问；当具备了交往的经验与记忆后，他根据经验与记忆向合适的人寻求帮助。被询问人有余力时，同样会根据经验与记忆选择优先帮助的对象。

（2）假设N次的相互帮助在两个人之间建立“熟人”连带——也就是双向求助连带；同样，向同一个人的求助连续被拒绝N次则永远不向这个人求助，也拒绝其求助。

（3）求助时选择的优先级如下：首先，欠我人情的；其次，我欠人情的；最后为其他人。提供帮助时的优先级如下：首先，我欠人情的；其次，欠我人情的；最后为其他人。

我们选择与工作环境相关的两个变量：一为平均的工作量与资源量的差值，这个差值越大，就表示组织资源相对于工作量而言越显不足。二为工作量分配的方差，方差值越大表示组织外在环境越不稳定，工作量忽多忽少。另外与“报”相关的一个变量N——我们称为记忆阈值，也就是在一定组织气氛与文化下一个人记恩与记恨的程度，N越大表示人们越不容易记恩与记恨。通过这些外生变量可以考察派系形成的数量与时间趋势。

（二）方法

基于行动者的模型（agent-based model）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考察复杂自我适应系统（complex adaptive system）的理论入门模型。这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模型，从获取系统中核心行动者的基本行为模式，并将其抽象成简单算法开始，生成行动者互动的整体模型。基于行动者的模型特别适用于分析由结构相异又可以自我适应的行动者构成的动态系统。这类系统用传统的建模方法通常难以考察（Macy and Willer，2002）。同时该类模型致力于提供一种理论上的平衡：集体的构型（configuration）大于个体属性的集合；但集体构型又产生个体的关系以及关系的动态变化（Macy and Willer，2002）。

这一模型用面向对象的程序语言Java完成。组织中的每一雇员均为模型中的一个独立行动者，当程序运行以后，每个行动者根据前文所述的行为预设进行互动，在任何时间点均可获得它们的互动信息与集体的网络形态。

1.假设、参数与变量

在这种理论模型中，我们探讨前述三个变量如何影响组织中派系的形成。这里首先说明一些环境参数及其背后的模型假设。

（1）为了控制资源的作用，首先假设每个雇员的资源相同。这里不考虑雇员们能干什么类型的工作。用其他的话说，对于资源没有什么特别的说明，而且任何人在模型里都能从事任何工作。

（2）第二个假设是每个雇员具有相同的资源量。控制了资源以及其他的个体特征，我们认为所有雇员的资源量是相等的，并且被看成是一个整数。在模型中，每个雇员的资源量是每天完成十项工作，因此将资源量设为整数10。

（3）第三种假设是中等大小的小组。组织中的雇员数量在以下所有的模拟实验中被设定为20。

对于模型中的几个外生变量，通过控制它们的值来理解它们在派系形成中的影响。

（1）工作日的数量。模型中的“一天”实际上是行动者互动的一个独立时间单位。在“一天”的开始把工作量分给每一个雇员，并且不管雇员能否胜任，这项工作不会留到下一天。因此，如果一个人被分给了一份超过了他的资源量的工作量，他将寻求帮助或者在下班以后的时间里完成它。因而，当新的一天到来时，雇员的工作量和资源量又重新开始。因而，一天仅仅只是一个能被理解为在社会中相互求助的完整过程的抽象时间段。

（2）记忆的阈值。N次互助行为之后，我们认为两人之间建立了双向的求助连带。同时，如果一个人寻求帮助的要求被另外一个人拒绝了N次，那么他就会把那个人列入他的“拒绝往来户”中，而且今后将会拒绝后者提出的任何要求。换句话说，如果一边的要求被另外一边拒绝了N+1次，一个可能的双向求助连带就会被打断。在实验中，N取值3，5，7或者9。

（3）工作量。每一天利用Gamma分布来为每一个个体设置工作量：Γ（α
 ，λ
 ）分布的均值是α
 /λ
 ，方差是α
 /λ
 2
 。因此在模型里选择α
 和λ
 的值来产生合适的工作量的均值和方差。因为将资源量定为一个常数10，所以工作量的变化代表着资源的有限性。在下面的实验里，取α
 /λ
 值在7～12之间，它们代表工作量在一个特定运行的模拟实验中的均值。

我们考察的因变量是组织中的派系的数量，使用具有超过三个节点的递归连带（recursive ties）的组件来定义派系。如社会网络分析里的普通定义一样，如果员工A认为B是其优先求助的伙伴，同时，B也认为A是他的伙伴，这样的话他们就是递归连接。派系就是整体图中的一个递归连接的子图。

2.模型结构（规则与步骤）

模型由三部分组成，为前文最初的行为预设提供了详细的规则。

实验模拟的内容是雇员的日常工作生活。在模型中，每个雇员对应一个行动者（agent）。他们首先被分配一定工作量，然后他们会重复两件事情：如果需要，他们会求助，或者对他人的求助做出响应。据此，我们进行模型结构设计（参见图38）。

（1）分配工作量。在该模型中，每一个行动者有三种属性：资源量、工作量以及可使用的价值。资源量值保持为10，而工作量每日根据伽马函数随机为每一个人生成。可用值（available-value）是由资源量值减去工作量得到。如果一个行动者的可用值是负的，那么就将其纳入需要帮助者的名单；反之，则将其列入提供帮助的名单。

（2）要求与响应。在分配任务之后，被设定为需要帮助的行动者开始寻求别人的帮助。它们不会向所有人在同一时间发出求助的信息——这在现实中也是不可能的——它们依次向他人寻求帮助。系统会让所有需要帮助的人向他们的首选者发出求助信号。然后，那些能够提供帮助的人就会处理收到的求助信号，并做出响应。如果自身是需要帮助者收到求助信号，就会拒绝它。经过响应过程，需要帮助却没有得到帮助，或者没有得到足够帮助的人会再一次提出求助。系统会不断重复，直到需要帮助者或提供帮助者一方的人数为零。

上述过程仍有许多细节需要澄清：首先，向谁发出求助。规则如下：第一，根据谁欠他（人情）的情况——从多到少来决定；第二，根据他欠谁（人情）的情况——从多到少来决定；最后是那些与他有过平等交换的人或是未交往过的人，随机抽取。每个行动者都会有一个表格用来记录他的朋友。表格中的记录由两部分组成：谁是他的朋友以及与其相关的一个数值——朋友帮他的次数减去朋友欠他的次数。对于每一次实验，初始化表格为每个行动者对于其他所有人一视同仁，即相关值为0。在每次实验最初阶段，求助者随机选定对象。如果该对象提供了帮助，那么他就给其相关值加1。因此，当一个行动者做出求助时，他首先选择那些相关值为负的，从最小值到最大值；然后选择那些相关值为正的了，从最大值到最小值；最后随机从那些相关值为零的人中选择。

第二，向谁提供帮助。虽然一个行动者在一轮里只被允许发出一个要求，但那些能提供帮助的人同一时间会收到很多求助。一个行动者按照以下优先级提供帮助：首先，是相关值为正的人们（他亏欠的人）从最大到最小排序；其次，是相关值为负的人们（亏欠他的人），根据优先权的顺序要求，检查他的有效可用值是否不低于要求的数量，如果不是的话，他发送回馈信息以按要求提供相应数量，从要求者在他的表格里的数值中减1，同时减少自己的可用值。如果可用值仍然不为0，他选择下一个要求者重复以上步骤。如果他的可用值低于所要求的数量，则他只提供与他的可用值相等的数量，然后拒绝剩余的要求者。

求助者会记住所有他提出过求助的人。如果他得到响应，他就会给帮助者的相关值加1，如果没有响应，他就会检查其相关值是否为负。如果为负，则再减1。

要求与响应的过程中有一个很重要的规则：一旦行动者降低了某人的相关值，那么他就会检查其相关值是否低于N。如果是，他就会将其剔除出朋友列表，并不再对其任何要求做出响应。

系统还存在多张表格以记录所有发生过的互动信息。

（3）模拟实验及结果计算。对于每一个实验，根据记录的互动信息与每个行动者的朋友列表，可以生成所有行动者间的关系矩阵。在这个矩阵中，元素被定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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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通过编写java语言程序由该关系矩阵计算派系数目。然后，运行同一个实验100次，得到100个结果，求取它们的平均值，是为一组外生变量作用下的派系数量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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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8 仿真流程图

（三）实验结果与分析

1.工作分配方差对结果的影响作用（参见图39）

[image: ]


图39 工作量均值为8 工作分配方差改变时450天内派系形成趋势

图39显示的是当工作量均值为8，记忆阈值设为3，分配方差分别为1，2，3，5，10，15时，在0～450天内的派系形成过程。在第0天时，由于行动者间相互不熟识，因此派系数目为0。随着时间的推移，派系数目上升。由图39可以看出，当方差较小，例如为1或2时，派系数目增加很缓慢，行动者间“熟识”的过程很长，经过较长时间内行动者处于陌生与孤立状态。当方差居中，例如取3，5，10，这时在短时间内行动者的双向互动大大增加，派系数目很快上升到一个峰值，接下来由于跨团体间的互动，使得派系之间又联合在一起，因此最后形成全部人的团结（或可能是多数人的团结与极个别人的孤立），实际不再存在派系。如方差为5和10时，分别在100与150天后进入仅存在一个团体的稳定期。当方差取15时，可以看到在稳定期之后出现了第二个峰值，而随后派系数目又快速下降。第二个峰值的出现主要是“记恨”产生的效果，当工作分配的差异性太大，每一天中求助不能满足的次数增加，相互记恨的可能性会增加。因此团结的行动者又开始出现分裂。在分裂的派系里的持续互动，由于可用的资源进一步减少，因此派系持续不断地分裂，直至一盘散沙（派系数为0）。

基本上每一个方差值都表现出上述的发展模式，唯一不同的是方差值越大，越早出现派系，也越早团结成一体，更越早因记恨而使互助关系瓦解，成为一盘散沙。方差代表了工作分配环境的不稳定性，这结果表示，工作分配稳定性与时间成反比，越不稳定的环境会越快走完上述的发展历程。原因是，不稳定的环境中，人们求助的需求较大，一个人一时段内“闲”下来而能施惠的机会也较多，所以互动频繁，因记恩而结盟，因记恨而背盟的情况较多，发展历程走得较快。

2.工作量均值对结果的影响作用（参见图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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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0 工作分配方差为15工作量均值改变时100天之内的派系形成趋势

图40显示的是当工作分配的方差设为15，记忆阈值设为3，工作量均值分别为8.8，9.6，10.4与11.2时0～100天内的派系形成过程。可以看出，当平均工作量小于资源量10时，即取8.8与9.6时，图40与图39中方差为5与10的情况类似，即行动者先通过互动熟识，再团结成最大的团体。当取较小的均值7.2时，这个趋势明显趋缓。而当均值为10.4时，在第一个峰值后，派系的数目一直大于1，即没有出现所有人团结的情况，随后出现第二个峰值。当均值更大，例如取11.2时，图形趋势完全改变，派系数目在较长一段时间内保持较高的值，而随后直接进入分裂与孤立阶段。

工作量均值大，表示提供给员工的资源相对不足，代表了资源缺少的程度，均值很大则资源不足以应付工作，相反的，均值小代表资源相对于工作量十分充足。从仿真中可以看到，在资源充足时，一开始会形成派系，但很快地就因为大家都有多余资源支持别人，而团结成一体。当均值接近10，为9.6时，派系存在的时间相对变长，在10.4派系一直存在。然而资源变得太不足时，派系固然也会有一段存在的时间，却最终会迅速解体，变成散沙一片。

3.记忆阈值对结果的影响作用（参见图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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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 工作量均值为9.8分配方差为15，100天之内的派系形成趋势

图41显示的是当工作量均值为9.8，分配方差为15，N值分别取3，5，7，9时的0～100天内的派系形成过程。当记忆阈值N值是3时，很快形成派系，但随即派系数下降，在有派系与团结一片之间来回振荡。当记忆阈值N值增大，由于建立连带的门槛提升，因此从图中看出图形不断向右位移。N值越大，行动者对于交往者拒绝的忍耐度提高，而团体接受新成员的门槛也提高，因此N值比较大时，派系数目几乎在峰值上维持较长一段时期，从而形成一个组织中稳定存在派系的局面。记忆阈值表示一个团体报恩与报仇的倾向，记忆阈值低则表示团体成员很快会结盟，但也很不宽容别人的“忘恩负义”；相反的，记忆阈值高则表示该团体成员结盟比较谨慎但也比较宽容。

（四）讨论

1.结论

从模拟模型的结果可以看出，组织内倾向于与“熟人”交换的行为方式在一定条件下会造成“排他性”，从而使得组织内出现派系；而派系的出现、数目、时间趋势与工作环境因素及组织中“报”的气氛均有关，并且可以看出该互动系统具备一定的复杂性（Macy and Willer，2002）。当设置的外生变量值在一定范围内变化时，系统的改变呈线性状态；但当外生变量值超过一定的阈，系统则发生根本性转变。

这一节的仿真模型在理论上描述了一个资源不足的环境中，人们因为相互间施惠、受惠与回报而形成关系，最终会因一些外在因素而使得派系产生，仿真结果提供了一些理论推导出来的命题如下。

（1）工作分配的稳定性与时间成反比，在工作分配不稳定的环境中，派系生成的速度明显加快。

（2）在其他同等条件下，当工作量接近或略超过平均资源量时，派系存在的时间很长，系统更可能处于不稳定状态。工作量低，人们会很快团结成一片，工作量太高，则很快变成散沙一盘，派系存在的时间都相对较少。

（3）由记忆阈值的影响作用可以看出，在谨慎宽容倾向比较高的组织气氛里，成员之间虽然形成派系较慢，但派系也较不易瓦解，所以派系存在的时间反而较长。

因此我们推论一个组织在资源有限却又不会太稀缺时，以及组织气氛表现为谨慎结盟却又不易闹翻时，在组织生命周期里，派系存在的时间较长。

2.理论模型限制

这个理论模型指出了中国人形成派系的原因是资源有限条件下进行资源交换时，施惠、受惠与报恩报仇的结果。然而这与我们对中国人的派系的了解仍有一些距离。首先，中国人的派系其实都是起源于扈从体系，一个有权力分配资源的人在资源有限时，会成为很多人依附的对象，所以一群人形成派系往往不只是为了求助与受惠，更是为了取得资源分配者有利的分配，也就是为了取得更多的资源。本模型中资源分配过程采取随机分配，并无资源分配者的扈从体系，此一解释模型的后续发展应纳入一个与扈从体系相关的资源分配过程。

其二，派系总留给我们一个印象就是“只问立场，不问是非”。派系集结既然是为了依附资源分配者以争取到更多的资源分配，所以派系成员会极力争取派系利益以扩大可分配的资源，不惜牺牲非派系成员的利益，甚至破坏法制与规范，变成不问是非地维护派系利益。这种行为自然会引发别人也集结成派系，依附在其他资源分配者身边以资对抗。这种排挤非派系成员的资源以及不同派系间可能有的资源争夺，在这里的模型中也未展现。

其三，如果一旦有了派系之间的对抗或对非派系人员的排挤，则报仇的行为会被激化，因此报恩与报仇行为不再适合仅以记忆阈值来表现某一组织“报”的文化，而可能报恩记忆阈值与报仇记忆阈值会有所不同，而且对派系成员与派系外人员的记忆阈值也会不同。这样的模型会更接近现实，但也会使模型更复杂，这有待未来加以改进，将上述的现象都纳入考虑之中，使之更接近现实。

然而本节仍然提供了一个基础的模型，表现了资源有限下“报”的行为造成派系的过程，可以作为未来类似模型的一个发展基础。计算机仿真模型是使理论正式化（formalization）的有效工具，但是一如理论的建构需一步一步发展完善，模型建构也需要一步一步复杂化使之更贴近现实，这有赖于未来的研究加以改善，也需要实证工作者将这样的理论转化为假设，并在组织中收集资料，以实证资料证实这个理论的正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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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专有名词中英文对照

Social Capital 社会资本

Human Capital 人力资本

Financial Capital 金融资本

Cultural Capital 文化资本

Organizational Social Capital 组织社会资本

Micro-level Social Capital 微观层次社会资本

Meso-level Social Capital 中观层次社会资本

Macro-level Social Capital 宏观层次社会资本

Private-good Social Capital 私有财社会资本

Public-good Social Capital 公有财社会资本

Social Ties 社会连带

Network Ties 网络连带

Network Configuration 网络构型

Network Structure 网络结构

Dyadic Trust 两两信任

Trustworthiness 可信赖性

Friendship Ties 情感连带

Advise Ties 咨询连带

Indegree Centrality 内向中心性

Outdegree Centrality 外向中心性

Degree Centrality 程度中心性

Betweenness Centrality 中介中心性

Assurance 保证

Commitment Relationship 保证关系

Social Association 社会连结

Particularistic Trust 特殊信任

General Trust，or Generalized Trust 一般信任

Group Centrality 团体中心性

Small Group 小团体

Clique 小圈子

Trust Network 信任网络

Ego-centered Network 个人中心网

Whole Network 整体网

Position Generator 职位生成法

Embeddedness 镶嵌

Line 线段

Node 节点

Job Satisfaction 工作满意度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 组织承诺

Actor 行动者

Hindrance Network 阻碍网络

Convenient Sampling 立意抽样，便利抽样

Reachability 可达性

Social Support 社会支持

Emotional Support 情感支持

Strong Ties 强连带

Intermediate Ties 中连带

Weak Ties 弱连带

Intimacy 亲密程度

The Reciprocal Services 互惠行动

Subgraph 子图形

Dyads 对角关系

Triad 三角关系

Walk 途径

Trail 步径

Path 路径

Geodesic 捷径

Distance 距离

Eccentricity 自我中心距离

Diameter 直径

Circle 回路

Connected Graph 相连图形

Component 组件

Cutpoint 切开点

Bridge 桥

Semiwalk 半途径

Node Degree 节点程度

Weakly Connected 弱相连

Strongly Connected 强相连

Recursively Connected 递归相连

Structural Cohesion 结构内聚性

Structural Equivalence 结构同型性

Contagion Model 濡染模型

Closeness Centrality 亲近中心性

Coordinator 协调者

Broker 中介者

Gate Keeper 守门人

Representative 发言人

Liaison 联络官

Advice Tie 咨询连带

Structural Hole 结构洞

Favor 人情

Mean of Degree 平均节点程度

Standard Deviation of Degree 节点程度变异数

Gang 派系

Ganging-up 派系化

Insider 局内人

Outsider 局外人

Fragmented Structure 破碎结构

External Social Capital 外部社会资本

Internal Social Capital 内部社会资本

Network Density 网络密度

Group Centralization 群体中心性

Image Matrix 图像矩阵

Reduced Graph 精简图形

Signed Graph 符号图形

Critical Point 引爆点

Opinion Leader 意见领袖

One-link Path 直接路径、一步路径

Two-link Path 间接路径、两步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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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序

《清华社会学讲义》历经两年筹备，首批终于面世了。在我国社会科学恢复、重建已二十余年，似乎臻至成熟，各种各样的社会学教材可谓品类繁多、汗牛充栋的今天，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为什么还要组织这样一套讲义并付诸出版，理应在这里先行交代一番。

大体上说，清华大学社会学系诸同仁筹办这套讲义，基于三点考虑。

第一，社会学必须有能力面对各种新的经济、组织、政治和文化现象。自20世纪末期以降，高新科技的发展、经济结构的演变、社会-政治体制的改革而引发的巨大、深刻的变迁，使整个人类社会面对着一系列前所未闻的新问题。本系同仁认为：社会学这门学科，如果要在21世纪中生存下去，就必须有能力面对和处理这些新的问题，而要培育此种能力，就必须努力发展新的知识系统。本套讲义就是创新社会学知识系统的一个尝试。从列举的篇目中就可以看到：本套讲义的重点，是力求选取那些对研究新问题至为关切的社会学分支学科加以介绍，而不复拘泥于传统的知识体系和结构。

第二，社会学应当对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相关领域的知识加以融会贯通，努力实现跨学科知识交流与创新，或者说，努力变成“新社会学”。这里所谓“新社会学”有两层意思。一层意思是说：社会学本身的知识内容，必得吸取人文社会科学诸相关领域的知识，才能实现发展和创新；另一层意思是说：社会学这门学科，亦有能力跨入人文社会科学诸相关领域，成为其他学科基本建设的一个环节。例如，组织行为研究就是商学院的一门基础课程，而社会研究方法则是当代各门社会科学学科所普遍使用的调查研究方法之一。所以本套教材的又一个特点，就是在这个方面用力，力求展示出社会学知识与相关学科知识的交流与融合，力求变成“新社会学”。这也是当代社会学发展的一个国际性的潮流。

第三，社会学的教科书在学术上应当有一个高起点。在社会学的各类著作中，教科书承担着导引和教育下一代学科从业人员的任务，其质量的高低、选材的优劣，直接模塑下一代学人，因而关系到社会学学科的未来。就此意义而言，教科书对于学科和学术建设具有特别的重要性，撰写教科书必须慎之又慎，将就不得。基于此种考虑，本套教材主要邀请那些在海内外学有所成，常年从事教学工作，而对中国国情又不陌生的中国学者撰写。在内容上，尝试将社会学的前沿理论与中国社会的实际状况勾连起来，在两者之间架设一座桥梁；在形式上，则采取“讲义”形式，基本保留口语化特点，学理纵然艰深，但力求做到通俗易懂。

为确保出版质量，本套讲义选择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众所周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是近年来在出版、刊行社会学著作方面用力最多的一家出版社，本套讲义凭借此家出版社之力，无疑是获得成功的一大保障。

自2000年正式建系伊始，清华大学社会学系诸同仁即明确提出了本系学科和学术建设的宗旨：“面对中国社会的真问题，与西方社会学前沿理论开展有建设性的对话。”这两句话是本系同仁总结了国内社会学界的发展状况才提出来的。所谓“面对中国社会的真问题”，是说社会学的研究问题，不应来自依据经典大师的语录而对社会生活的直接剪裁，也不应来自权力机构的“长官意志”的提示，而应来自社会学者作为一个掌握了社会学知识的社会行动者，在这个社会里经由积年累月地探索和体验而提出的那些问题，那些问题必定是靠近这个社会的实际逻辑的；所谓“与西方社会学前沿理论开展有建设性的对话”，是说社会学对于这些本土问题的研究，其所形成的概念和理念，又不应仅仅囿于本上范围，而必须超越本土，尝试着与西方社会学的前沿理论对话，以期丰富甚至推动整个社会学学科的发展。由此可见，这个宗旨提出的是一个“一体两面”的任务。单独实践一面已很困难，要同时做到两面则可谓难上加难。本系同仁深知实践这一宗旨殊属不易，而将之作为长远的努力方向。希望本套教材的出版，向着达致此一目标前进了一步，哪怕只是一小步。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诸同仁

二〇〇三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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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版序

本书是一本专门介绍社会运动研究的理论与社会学分析方法的著作。我们知道，社会科学研究的关键在于问题意识的确立，而独到的并且对社会有现实意义的问题意识的产生又离不开对一个社会中有关现象的整体性把握。值本书再版之际，我想对1976年毛泽东去世以来，中国集体抗争行动的发展轨迹及其背后的原因用本书中阐释的国家—社会关系理论进行解读。本序旨在指出，了解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集体性抗争行动的发展轨迹不但具有理论意义，而且对我们把握当前中国也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在毛泽东时代，自发性的集体性抗争事件在全国各地时有发生，但占主导地位的则是由国家发起的、意在对社会及文化进行改造的政治运动。这类运动中持续时间最长、给中国社会带来灾难最大的就是“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去世后，中国走向改革开放。改革开放后中国知识分子对反右、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等由国家发起的政治运动给中国带来的灾难进行了反思，民众的价值观也日益多元化，而由改革开放所带来的较为宽松的政治空间则使得自发的集体抗争成为可能。中国的集体抗争在1976年后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1976～1989年，1992～2002年，2002年至今。

1976～1989年发生了不少集体性抗争事件，其中著名的包括，1976年在毛泽东去世前夕发生的天安门“四五”运动、1978～1979年的西单民主墙运动、70年代末的知青返城运动、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的“文化大革命”反思运动，以及1986～1989年以1989年风波为核心的学生运动。这一时期所发生的集体行动具有大规模、政治化和针对中央三个特点。这是因为，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政府有着强烈的对社会及文化进行改造的愿望，再加上当时中国政府政令畅达，其政策能够对一个阶层甚至整个社会都产生今人难以想象的巨大影响，一旦国家政策发生错误，受这些政策影响的人会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奋起抗争。“文革”中数百万城市知识青年在上山下乡运动中来到农村，“文革”一结束，知青们马上就通过集体抗争要求回城；“文革”中许多干部受到清洗，“文革”一结束，这些干部马上就要求平反。“文革”带来的灾难还带来“信仰危机”，这成为西单民主墙运动和1989年风波产生的一个很大的动因。当时的政府对集体抗争事件所采取的对策，基本上可以总结为政治化对抗加控制性开放。当时的政府对大规模集体行动的突然到来并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加上他们都是极“左”时代过来的人，在处理集体抗争时难免会采取一些在新形势下已经完全行不通的方式。但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也已成为当时中国高层的普遍共识。为了维持改革开放的宽松环境，并维持改革开放后中国在世界上树立起来的新形象，政府在面对社会抗争时不得不采取适可而止的态度。这正是中国政府在20世纪80年代不能把反精神污染运动和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贯彻下去的根本原因。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就是在不断改革中不断走近世界。开放的环境给集体抗争行动提供了机会，再加上80年代末中国发生经济危机及其他种种原因，于是就有了1989年风波。

1989年以后，中国政府拒绝推行东欧式的政治改革，但非常成功地展开了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改革。经济改革的成功大大提高了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并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但是，中国90年代以来的改革也带来了许多新的社会问题，主要包括社会不平等的增加、官员腐败、国有企业工人下岗、农民税收负担过重、城市周边农民丧失土地、环境污染，以及犯罪率上升等。与20世纪80年代相比，新的集体行动具有以下特点，即规模大大缩小、抗争动因主要是经济利益而不是政治原因、抗争所反对或诉求的对象不是中央政府而是地方官员或公司企业的老板和经理。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大量下岗工人抗争运动、农民抗税运动、复员军人闹事，以及不同规模的骚乱，都是例子。

90年代集体抗争事件新形态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的国家—社会关系在以下方面的变化。首先，邓小平南方谈话后，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取得巨大成功。随着市场经济的兴起，政府从经济和社会领域的许多方面逐渐退出。与80年代相比，人们的工作和收入不再与中央政策紧密挂钩，即使面临下岗和失业等问题，他们也很难直接怪罪中央政府。许多社会矛盾因此而地方化和非政治化。除了一些发生在大中型国有企业的集体抗争事件，中央政府已不再是集体抗争的主要目标。在这一时期，中国政府对经济罢工和闹事，基本上不允许地方政府采取镇压方式；只要地方闹事不酿成可能在海内外造成恶劣影响的流血事件，中央政府一般不直接介入地方对于集体抗争事件的处理。国家的这一策略，进一步增强了集体抗争的地方化和非政治化倾向。

其次，集体抗争的地方化和非政治化还取决于知识阶层在社会上地位的变化。90年代后进入主流的知识分子在经济上是改革开放政策的支持者和受益者。中国的主流知识分子目前都享受着新兴中上层城市中产阶级的优越生活，他们自然不会对激烈的社会变革产生浓厚兴趣。同时，中国社会在90年代后变得日益多元和复杂，政府对知识分子的控制手段也趋于高明，或者说，知识分子获得了一定限度的自由。社会多元化加上知识分子所获取的有限自由，加速了他们对中国社会现状的理解的分化。于是自由主义、民族主义、保守主义、新左派等各种思潮不断涌现，中国不再有1989年风波之前出现的那种统一的反体制话语。没有一个宏大的意识形态的支撑，中国的抗争运动大多只能停留在经济利益取向阶段。因此，在这一时期，虽然中国集体抗争事件在形式上多种多样，从上访、请愿、绝食、怠工、罢工、示威游行、骚乱、扣留甚至伤害国家干部到小规模暴力对抗，应有尽有，而不仅仅局限于国内外一些学者所谓的“依法抗争”或“以理抗争”，但基本是在经济层面针对一个地方或单位的具体事件作出的反应，高度政治化的闹事基本没有。

中国政府在这一时期，包括在目前所采取的处理集体抗争的手段，也产生很多问题。中国政府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不断试图强化信访渠道，希望通过加强各级政府对信访事端的处理能力去平息集体抗争事件及苗头。但由于中国社会在改革开放后已经变得日益复杂，信访所反映的许多问题只能通过法律、制度化的社会运动以及利益集团政治才能得到更有效的解决；许多信访所涉及的甚至是在任何国家、任何时候都得不到解决，至少是不应该由国家出面解决的问题。90年代以来，中国政府也对集体抗争事件采取了种种限制措施，包括控制和打击跨单位、跨行业的串联组织活动与抗议活动，对组织闹事的带头人予以严肃处理等。政府的这些对策进一步促进了集体性抗争事件向着小规模化、地方化和经济利益取向的方向发展，从而避免重演大动乱。但与此同时，这些对策也大大降低了社会在集体抗争行动方面的组织能力，使运动积极分子和闹事民众不能在制度化的讨价还价过程中走向政治成熟，阻碍了这一时期所发生的集体性抗争朝着在西方常见的制度化社会运动或更为缓和的利益集团政治的方向发展。

中国集体性抗争事件发展的最新形态在21世纪初逐渐成型，并伴随领导人更替后的新政及其社会影响的发展而在近年趋于成熟。在这一阶段，集体抗争事件继续保持中小规模、经济利益取向、地方化这些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就已形成的特点，但同时也出现以下几种新形态。

首先，是公民权利意识前所未有的提升（表现在反圈地、业主维权、艾滋病患者维权等运动的兴起）和NGO的迅速发展。

其次，是上访的社会运动化（表现在“上访村”的规模加大并出现大量“上访专业户”）、地方环境污染抗争的增多、基督教家庭教会的膨胀性发展，以及中大型规模骚乱的渐趋频繁。上述集体行动有着不同的产生原因和不同的发展趋势，但从整体上看，其发展呈现以下特征：一是城市中产阶级运动出现部分制度化的发展趋势。比如，大量NGO与各级政府建立了甚为密切的联系，并在制度允许的范围内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比如，大多数城市中产阶级环保组织与环保局及其他有关政府部门建立了广泛的合作关系，推动着环保事业的发展。二是集体抗争行动有着从竞争型（competitive）和反应型（reactive）转向主动型（proactive）的趋势。比如，十几年前，中国的家庭教会不得不在政府控制的夹缝间小心存活。而在今天，家庭教会兴建的引人注目的教堂已经随处可见。各地家庭教会还普遍采取种种不为当前法律法规所允许的手法来谋取发展（如开办青少年基督教夏令营和在公共场所传福音）。不少家庭教会甚至主动挑战政府。比如，成都的“秋雨之福教会”在2009年公开举行祷告会，借此获取国际影响，并扩大该教会乃至基督教在中国的影响。三是民粹主义在中国迅速抬头。在当前，许多昨天的弱势群体正在变得强势，金钱成了国家解决社会抗争的唯一法宝，而民众的欲望则在日益提高，国家的“维稳费”膨胀；即使是骚乱群体中出现了对公共和私人财产的大规模破坏行为，军警也往往视而不见；曾经的问题是警察打人，而近年来警察却被戏称为“弱势群体”。四是大规模的骚乱活动在近年出现上升趋势，以至于国内有人专门为近年来的骚乱制造了“非直接利益相关者群体性事件”这样似是而非的概念。

中国集体性抗争行动的上述新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是近年来国内教育水平迅速提高、因特网和手机普及，以及一些有效的社会抗争手段在社会上被模仿而逐渐广为人知的结果。更重要的，这些新发展还是中国国家结构和近年来一系列国家政策的产物。首先，绩效是当前中国政府的主要执政基础。政府近30年来兢兢业业谋求发展，使其在客观上成为当今世界上少有的最有作为的政府之一。它给中国经济带来了长足的发展，给广大百姓带来了巨大实惠。但中国的多数老百姓却肯定不会像我这么看。在老百姓眼里，从政府那里拿到好处是理所当然的。政府的“亲民”政绩只会提高百姓的欲望，从而使其产生对政府更高的要求，为以后的执政提高难度。民欲难填，众口难调，一个有效的政府因此面临的是怨声载道。

并且，中国目前对有组织的社会运动的发展有许多限制。这些限制对“维稳”自然有当前的好处，但同时又使得中国的知识分子和民众失去了一个在政治参与中、在争论中、在讨价还价中逐渐获得政治现实感的机会。我每年回中国多次，每次回国都会为中国老百姓的普遍的理想主义色彩和缺乏政治现实感而惊讶。中国许多人都会在饭桌上抱怨社会上的种种问题，似乎国家快速发展的最大动力就是无数骗局和腐败。数年前北京的一个出租车司机在与我聊天时表示，如果毛泽东还活着的话，他就要跟着去造反。其原因竟然是对他在四环外买了一套不错的房子，但需要付20年月供后才能属于自己表示极其不满。我认识的一个成功企业家也表示要跟着毛泽东去造反。究其原因，竟然是他因为工作需要而不得不经常与政府官员打交道，而他对一些年轻官员盛气凌人的态度气愤不已（这也是过度强调干部年轻化的一个负面后果）。这里我并不是说这些牢骚满腹的人有一天会真的揭竿而起，但他们在一定条件下却可能成为骚乱中“非直接利益相关者群体”的一分子，为动乱推波助澜。

在邓小平南方谈话后，中国政府的政策大规模向资本倾斜。此后十余年中，国民经济得到迅速发展，国家财政有了根本性改善。但这一政策却也带来包括贫富悬殊和环境污染在内的许多社会问题。本届政府采取亲民政策并大大加强吏治。近几年来，我在宁夏、山西、陕西、湖北、安徽、河南和福建等地走访了不少以前属于穷乡僻壤的地方，同时也特地接触了不少生活在城市里的下层群体。我的总体感觉是，中国社会下层百姓的生活水平在这几年中得到了明显的提高。如果我的观察接近事实的话，按照一般想象，中国这几年应该是百姓安居乐业、社会一派和谐，但事实却是集体抗争风起云涌。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政府没有让老百姓自发组织起来进行制度化的、社会运动式的抗争，或是利益集团式的讨价还价的勇气。因此中国政府只能采取父爱主义的办法，用钱来解决问题，并通过政策给百姓许多好处。这种父爱主义的办法会产生以下后果。

第一，老百姓拿到好处后第一天不免兴高采烈，第二天觉得理所当然，第三天就提高了欲望。这就大大增加了政府的执政压力。

第二，一旦政府以父爱主义方式管制某件事情，这一事情马上就会上升到政治高度，或者一旦政府做得不尽如人意，老百姓马上就会要求政府负责。事实上，近十年来，中国许多原本已经非政治化的经济和社会领域，在一定程度上重新走向政治化；百姓对国家的依赖在加重。这是很危险的倾向。

第三，父爱主义方法有时甚至会使老百姓在拿到好处的同时，提高了对政府的失望。比如，在我去过的某一贫困地区，当地政府为改善老百姓的居住条件，根据家庭收入给予不同数量的补贴，鼓励他们盖新房。当地的居住条件的确因此而发生根本性的改善，但许多老百姓却很不满意并表示对政府很失望。其原因是，目前农村许多家庭都有青年外出打工或做生意，各家的实际收入虽然邻里之间也许知根知底，但政府却没法客观评估。因此，常有那家觉得这家占了便宜，这家觉得那家占了便宜，纷纷认为自己吃了亏。不少人认为能否与干部拉上关系才是得到补贴多少的关键。于是，他们就产生了不公正感，怨声载道。就这样，政府做了好事，却同时把老百姓的住房问题转化成政治问题，从而为自己制造了麻烦。中国目前的亲民政策并不是一无是处。该政策其实是国家在不触动政体的情况下，为了缓解社会矛盾而能够采取的唯一方法，并且确实给中国老百姓带来不少好处。但我们必须看到这一政策所造成的一系列非期然性后果。

近年来，中国政府在现行体制的框架下为维持社会稳定确实做了很多努力。当前中国的吏治不可谓不严，但在许多老百姓眼里，当官的仍然大都是贪官污吏。最近几年中国政府也大大开放了主流媒体对灾害和集体抗争事件的报道，但这些努力并没有显著降低谣言在集体抗争事件中发挥的作用。事实上，中国的宗教政策这几年在不断走向宽松，但不少家庭教会的领导者并不领情，而政府也确实在很大程度上缺乏有效的对策。中国政府近年为了提高少数族群的生活水平而投入的资金不在少数，但少数族群闹事却有增无减。从总体上说，中国现在正处于这么一个阶段，即，政府几乎采取了在其体制能够承受的范围内可以采取的一切措施，并为维持社会稳定而耗费了大量资金，但集体抗争事件仍然层出不穷；除了一些城市中产阶级的社会运动，中国政府完全没有能力将目前发生的集体抗争事件纳入体制的轨道。

我并不是说中国马上又会发生一场大规模反抗运动。依我所见，集体抗争事件无非有三种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换的理想形态：革命、骚乱和制度化的社会运动。中国政府对集体抗争事件所采取的对策不但未能将其纳入体制轨道，反而提高了老百姓的期望，并重新政治化了许多原本已去政治化的经济和社会问题。但只要中国能继续维持良好的经济状况，以及目前所具有的行政能力，中国政府就能够不断采取种种措施以避免大规模动乱的形成。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矛盾的表达就挤向组织性很差、破坏性较大的骚乱。这就是这几年所谓“非直接利益相关者群体性事件”增多的原因。问题是，骚乱不但对公共秩序和财产有着很大的破坏性，而且不可能被制度化，而国民经济也不可能永远好下去。因此，一旦国内经济发展出现停滞，一旦国家财政收入不能再以每隔几年就翻一番的速度增长，胃口早已被吊大的中国老百姓的情绪就会向同一个方向集聚。到那时，如果主流知识阶层也不再能拿到今天这样的物质好处，中国就有可能再发生一次反体制性思想整合。有了统一的反体制思潮和广泛的社会不满，一场反体制运动也许会发生。

只有温故才能知新，才能更好地把握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为中国社会的持续发展，为避免某些社会悲剧的重演作出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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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93年起，笔者在加拿大的麦基尔大学和美国的芝加哥大学连续讲授了十多年的“社会与政治运动”课程。2004年春季受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之邀，我又向清华社会学系研究生讲授了这门课程。本书在清华讲课录音以及笔者多年的备课笔记基础上扩展整理而成。在有限的篇幅内，本书既要对西方社会运动研究中的社会学理论的历史、现状及发展逻辑给出一个全面的介绍，同时又要对在西方社会运动理论发展中的一些具有开创性的工作做出较为深入的分析。为了平衡这两点，我在选材方面做了很大的取舍。我在取材时尽力包括美国和西方社会运动理论研究中的一些领军人物及他们的工作。但是，由于篇幅的关系，其他一些高质量工作却未做介绍。作为本书的作者，我在做出取舍时自然有着许多思考，我甚至认为本书中所提倡的社会运动理论，以及本书对社会运动理论的讲授方法，比起西方学者通常所采取的方法有着许多优点。但是，我不想给读者以这样的一个印象，即本书所梳理的逻辑脉络是理解西方社会运动理论发展的唯一方法，或者说本书所介绍和提及的工作囊括了西方社会运动研究中的所有精华。我希望国内想通过本书来了解西方社会运动理论发展的学者能在本书所提供的文献的基础上进一步阅读其他相关文献，以对西方社会运动理论发展有一个自己的体会。

读过西方社会运动理论文献的学者，一眼就能看出本书与其他有关社会运动研究的专著在理论角度和立意上有着许多明显的不同，其中最为重要的是：第一，西方学术权威一般都希望通过他们的研究找到几个固定的决定社会运动产生和发展的充分必要条件及其相互之间的逻辑联系，从而构造出一个能对任何社会运动进行指导性解释的模型（如果以图来表示的话，这种模型就像一个计算机程序流程图）。本书把影响和决定社会运动产生和发展的宏观结构条件简约为变迁、结构、话语这三个因素，并且指出这些因素之间并不存在一种一成不变的关系。这也就是说，在对社会运动的研究中我们所有的仅仅是一些分析问题的切入点，而不是具有普适性的理论。第二，西方学者把集体行动、社会运动和革命看做不同性质的事物，并就这三类现象发展出了截然不同的理论。本书则强调了集体行动、社会运动和革命这三者之间在一定程度上的相似性和可转换性，以及把这三者放在一个统一理论框架下加以考察的重要性。本书不但讨论了在西方占有主流地位的社会运动理论，而且介绍了种种革命理论以及在西方备受攻击的集体行动理论和传统社会运动理论。第三，政治过程理论是目前在西方占据主流地位的社会运动理论。政治过程理论强调社会运动是政治性而非病理性的行为，政治过程理论同时重视组织、社会网络、机会和策略这样的中观和微观条件对社会运动起源和发展的影响。这些观点，包括依随着这些观点发展起来的一些全新的研究路向，都是值得肯定的。但是本书同时认为，政治过程理论过度强调了影响社会运动发展的微观机制而忽略了宏观因素；在微观机制中，政治过程理论又片面强调了理性选择、策略、组织和网络以及政治机会在社会运动的兴起和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忽视了情感、文化文本、空间环境等其他因素对社会运动的起源和动态的影响。本书进而认为，政治过程这一概念仅仅定义了社会运动的性质，它没有给出社会运动的兴起和发展动态的宏观机制，而决定社会运动（特别是大型的社会运动）的兴起和发展轨迹的是一个社会中国家和社会的关系。社会运动背后的国家社会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变迁、结构、话语这三个宏观结构条件对该社会运动的影响方式，以及这些宏观结构条件和微观机制在该社会运动中所呈现的特定的作用方式。

我希望读者不要简单地把本书的观点和分析看做是对西方社会运动理论的批判。本书对许多西方社会运动研究成果做了详细介绍，旨在引导学生如何在不迷信的前提下去欣赏西方学术特别是以机制为核心的研究方法的精粹。如果我们不能以西方人的这种态度和方法来作为做学问的出发点的话，那么在中国社会科学的研究中，我们的知识就难以得到积累，研究也很难深入发展。但是，如果我们将西方学者在研究他们社会中的社会运动时所提出的学术问题完全当作中国的问题，并简单按照西方发展起来的一套方法来研究这些问题的话，那么我们对社会现象所做出的分析在外行看来只能是隔靴搔痒。本书与西方同类作品的一些主要不同都可以看做是笔者在试图把西方社会学中国化过程中所做的一些努力。

我与西方大多数研究社会运动的专家在对社会学方法的理解上有着很大的不同，我与西方学者同时也有着截然不同的问题意识。这就是本书之所以与西方同类作品不同的两个关键。西方特别是美国的一些学者对社会学研究科学化有着很大的追求，笔者欣赏他们的这一努力并在书中花了大量的篇幅来讨论他们所取得的一些主要成就，但是本书同时也强调了这些努力背后的一些局限。笔者以为，虽然社会学研究的重心的确应当放在科学（机制性的解释）而不是艺术（现象性的解读）上，但社会学研究就其本质来说只能是哲学、科学和艺术的结合。本书在介绍西方学术的同时花了很大的笔墨检讨了社会学研究中的种种方法论问题，它因此也可以被看做一部关于社会学方法论的读物。笔者与西方社会运动研究者之间的一个更大的区别在于不同的问题意识。对于西方学者来说，在当前的西方社会中，骚乱性的集体行动是社会中的边缘现象，而革命则是历史现象或者是非西方国家现象，基本上已经制度化了的社会运动才是他们社会中集体抗争活动的主轴。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西方学者强调了集体行动、社会运动和革命的不同，并把主要精力放到了对社会运动的策略、组织、资源和政治机会等问题的研究上。作为中国学者，我看到的是中国一日千里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变化以及随之产生的种种社会问题。在目前的中国，从农村到城市，社会上各类集体抗争事件层出不穷，20世纪80年代末发生的那种大规模政治动乱也离我们相去不远。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正在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国家来说，产生这些现象并不奇怪。西方每个国家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阶段都有过类似现象。问题是，西方有些国家比较容易地走出了这个现代化的“阵痛期”，而其他一些国家却曾陷入了反复的政治动荡之中。本书把集体行动、社会运动和革命放到同一个框架下来进行考察，并强调了它们之间的相互可转变性。我这样做有着很强的现实目的：通过对西方历史经验的探讨，我想让读者了解破坏性较小的制度化或半制度化的社会运动怎么才能成为中国集体抗争方式的主流，从而降低集体行动和消除革命发生的可能性。

本书的写作得到了多方的支持。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和教育部春晖计划资助了我在清华的讲学，李强、沈原和孙立平教授以及李彩霞女士对我在清华期间的教学和生活照顾有加，在此表示深切感谢。特别是沈原教授，他在百忙之中过问了本书写作的全过程。他邀请我加入清华社会学讲义的写作工作，组织学生对我在清华的授课进行录音和整理，多次过问本书的写作进展，并对整个讲义的写作旨趣发表了许多远见性的指导意见。没有沈原教授的直接过问和支持，本书可能就不会成为现实。我对沈原教授在本书写作过程中提供的无私帮助谨表谢意。人民大学的冯仕政教授阅读了本书文稿并提出了许多修改意见，在此表示深切的谢意。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的许多同学帮助整理了讲课录音，他们是张璟、李洁、叶鹏飞、姜赟、李洋、张瑞。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谢寿光社长和王绯女士对本书的出版给予了大力支持，童根兴编辑在书稿的成书过程中做了认真的编辑工作，在此一并表示感谢。当然，笔者将对本书中所有的疏漏和不足负责。

最后，我将本书献给我的两个可爱的女儿：琳达和莉立。

赵鼎新

2005年11月于芝加哥


第一章 导论：社会运动与革命的界定及社会学研究方法

当前，中国正在经历急剧的社会变迁。关于社会运动和革命的社会学研究因此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在短短30多年时间里，中国成功地从一个计划经济国家转变为一个市场导向国家，国民生产总值连续翻番，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普遍而长足的提高。经济的发展，一方面提高了教育水平、法治和公民意识，以及政治参与的积极性，另一方面也引发了大量新的社会问题和矛盾，比如国有企业职工的大规模下岗、农业人口和内陆地区的相对贫困化、政府官员和其他特权阶层的腐败、环境污染、公共健康危机，等等。两方面因素的结合，使中国大地上每天都在上演着个体性的或集体性的抗争。面对这种情况，一些中国学者发出了“改革危险期”的惊呼（张学斌等1999）；另一些学者则警告，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各阶层之间的联系正在发生“断裂”（孙立平2003）。

然而，尽管中国社会转型每天都在制造新的社会矛盾，并因此而不断催生集体抗议活动，但中国社会学家对社会运动和革命的研究才刚刚起步。原因主要有二。其一可称为“路径依赖”。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之际，正是美国社会学中分层与组织研究如日中天的时候。当时，布劳（P. Blau）等一流美国社会学家访问中国，对建立中国社会学的理论基础和问题意识产生了积极影响。由于这些美国学者在中国讲授的课程以组织与分层研究为主，从而使中国社会学研究长期集中在组织与分层问题上，而有关社会变迁的研究（关于集体行动、社会运动和革命的研究即属这一范围）则相对受到忽视。

其二是政治因素。在人们通常的认识中，社会运动似乎都对政权有较大的颠覆性；出于政治稳定的考虑，政府官员往往对这类研究抱有疑虑。这其实是个误解。首先，社会运动和革命的研究者本身并不一定就对社会运动和革命抱有同情态度。美国早期的社会运动研究学者，直到20世纪70年代以前，都把社会运动视为一种社会病态。甚至有一本书，书名就叫《从历史和比较的视角看美国的暴乱：向国家暴乱起源和预防委员会报告暴乱的原因和预防措施》，主旨就是向政府报告如何管理和控制美国当时正在兴起的各类社会运动（Graham and Gurr 1969）。其次，从美国社会运动和革命研究的历史来看，即使某些学者对某些社会运动抱有同情态度，但只要他们在研究过程中保持科学态度，那么，其研究就不但能够增进我们对社会运动一般规律的理解，而且对提高政府的执政能力和维护社会稳定，都将起到促进作用，而非破坏作用。

本书旨在对美国及西方社会运动和革命理论的发展做一个批判性介绍。在导论部分，我将首先对什么是集体行动、社会运动和革命做一个简单的探讨；然后，在讨论学术研究中解释传统和解读传统之间关系的基础上，说明为什么本书的讨论仅限于有关集体行动、社会运动和革命的解释性理论；最后，我将对社会学研究中的解释性理论进行分类，并简单说明各类解释性理论方法的基本特点。本书之所以花大量精力来讨论社会科学研究的一般方法论问题，原因只有一个：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比自然科学研究的对象要复杂得多，但社会科学家在方法论上的造诣却往往弱于自然科学家，从而在研究中犯下大量方法论错误。因此，本书不但要对社会学关于集体行动、社会运动和革命的研究做一个总结，而且试图在理论解析中介绍有关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以期读者能够据此建立起自己的研究或鉴赏旨趣。

什么是集体行动、社会运动和革命

社会运动、革命以及与之相关的集体行动这三个概念，定义的角度可以有很多。我个人认为，所谓集体行动（collective action），就是有许多个体参加的、具有很大自发性的制度外政治行为；所谓社会运动 （social movement），就是有许多个体参加的、高度组织化的、寻求或反对特定社会变革的制度外政治行为；而革命 （revolution），则是有大规模人群参与的、高度组织化的、旨在夺取政权并按照某种意识形态对社会进行根本改造的制度外政治行为。革命又可以进一步划分为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政治革命旨在夺取政权并改变政权性质，但不对社会结构进行全面重建；而社会革命的发动者则在夺取政权之后，不但会改变现存政权的性质，亦会对整个社会结构进行彻底改造。当然，以上这些定义仅仅是对理想状态的描述，这一点我们可以在以下的讨论中看出。

对于政治行为，一般可以从三个维度来描述：组织化程度、制度化程度，以及所追求的社会变革的程度。据此，如图1-1所示，所谓革命，其实就是一种非常组织化的、追求根本性社会变革的、高度体制外的政治行为。反叛 （rebellion） 虽然也是任何体制所不容的高度体制外的政治行为，但其组织化程度相对较低，所追求的社会变革也相对较小。中国古代的农民起义就是一种反叛。起义成功后，农民领袖最后都当了皇帝，最终并未给社会带来根本性变化。所以，反叛不是革命。

一种集体性的政治行为，如果是高度组织化的、高度体制性的，并且所追求的社会变革比较小，那就属于常规政治 （routine politics）。选举、谈判、中国人大代表在会议上的辩论、美国四年一度的总统选举，都属于常规政治。至于政治游说，也可以说是一种常规政治。特别是在美国社会中，游说可以说是一种高度制度化的体制内政治行为。不过，与其他常规政治相比，游说的组织化程度相对较低，说客往往是在与游说对象宴饮或一起打高尔夫球时达到其政治目的。

与革命和常规政治行为相比，集体行动的制度化、组织化和所追求的社会变革程度都很低。1994年，在美国洛杉矶，黑人因警察无理打人而闹事，马路上骤然聚起一大帮人，砸玻璃，抢东西，攻击路人。整个事件中，黑人止于泄愤和闹事，既没有明确的组织，也没有具体的目标，属于典型的集体行动。

而改革所追求的社会变革相对就要大一些。改革一般是在政府的领导下进行，其制度化和组织化程度亦因此而相对较高。改革虽然不像革命一样要打破整个体制，但毕竟要破除体制内的某些东西，因此其制度化程度比起常规政治来说，又要小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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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不同政治行为分类

从图1-1可以看出，介于以上政治行为之间的大片领域就是社会运动。社会运动的组织化程度可高可低，所追求的社会变革可大可小，体制化程度也高低不等，所以在图1-1中的范围显得非常大。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同样一种社会运动，在不同社会和不同历史时期，它在图1-1中所占的位置并不一定相同。比如罢工，在19世纪的美国属于制度化程度较低的政治行为；而现在，它已经基本合法化，转而属于制度化程度较高的政治行为了。一个社会运动的制度化程度越高，它就越接近常规政治。

被纳入图1-1的还有传统意义上的反叛和农民起义。现代意义上的社会运动和革命起源于现代世俗化意识形态（secular ideology）的形成。与社会运动和革命不同，反叛和农民起义的背后一般没有意识形态或系统的政治诉求作为支撑。反叛和农民起义即使胜利，结果顶多是改朝换代，整个社会结构并不因此而改变。不过，除了缺乏世俗化意识形态的支撑之外，反叛和起义发生和发展的规律，在很大程度上与现代意义上的社会运动和革命比较相近。因此，虽然本书的重点是探讨社会运动和革命理论，但这些理论中的大多数，以及从中产生的许多研究方法都可以用到对反叛和农民起义问题的研究上。

上面对集体行动、社会运动和革命的定义有一个共同点，即，它们都被看做是制度外的集体性政治行为，从而得以与选举、政府会议和官方集会等制度内政治集体行动相区别。不过，这一定义也带来两个问题：第一，一般来说，社会上的大多数人，特别是那些较保守的人，都倾向于把发生在制度内的集体行动视为正常行为，而把发生于制度外的集体行动视为非正常行为。因此，这一定义有贬低社会运动和革命之嫌，因而遭到许多左派学者的排斥。

第二，即使从执政者的角度来看，这一定义也有问题。比如，在西方社会，虽然破坏性的骚乱和旨在颠覆政权的革命永远为执政者所不容，但像工会等以前处于制度外的政治组织，以及罢工、示威、静坐等以前不见容于体制的政治活动，几乎都已被合法化，或者说，被全面或部分地纳入了制度轨道。于是就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这些被全面或部分制度化的集体性政治行为是否依然可以被称为社会运动，并用传统的社会运动理论来解释呢？对此，西方大多数学者并没有给予肯定回答，但这似乎并未妨碍他们继续在社会运动理论的指导下对其进行研究。这是因为，虽然在西方社会中大多数社会运动已被完全或部分制度化，但其动员过程和发展逻辑与传统的社会运动仍然有着很大的相似性，所以能够在一般社会运动理论的指导下加以研究。随着西方社会中的大多数抗议方式被制度化，至少是被部分制度化，西方社会的各个阶层，从左派到右派，也越来越能够娴熟地运用抗议性手段为自己牟取利益，因此，有些学者把当代西方社会称为“社会运动社会”（Meyer and Tarrow 1998；Tarrow 1994）。有鉴于此，为了避免“制度化”这个概念所引起的一系列问题，西方一些学者把社会运动、抗议和革命称为对抗政治（contentious politics），以区别于一般的非对抗政治（参见McAdam，Tarrow and Tilly 2001：5）。

尽管传统定义存在以上不足，但这里在定义集体行动、社会运动和革命时，仍然沿用了“制度化”（institutionalization）这个概念。这样做，主要是出于两个目的：一是强调集体行动、社会运动和革命在某种意义上都遵循相似的规律，可被纳入统一的框架加以研究。在本书所讨论的理论中，读者不难发现，有的理论更适用于分析集体行动，有的更适用于解释社会运动，有的则更适用于指导对大型的社会运动和革命所进行的研究。但这并不是说那些更适用于解释集体行动的理论对研究社会运动和革命就没有借鉴意义，或者那些社会运动理论对研究革命就没有借鉴意义。事实上，许多社会运动最初起源于集体行动，宏大的革命中往往也同时并存着许许多多的集体行动；大多数革命一般都肇始于社会运动，只有当统治者对某些社会运动应对有误时，那些社会运动才会走向极端，导致革命性的结局；当然，也有一些社会运动，初始目标是革命性的，但在政府有效的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下逐渐衰减为社会运动，甚至最终被纳入体制轨道。

总而言之，本书要强调一点，即，集体行动、社会运动和革命三者之间并没有一个绝对的界限；它们都属于梯利（Charles Tilly）所说的“对抗政治”（McAdam，Tarrow and Tilly 2001），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换，相应的，在理论解释上也有很大的共通性。不过，本书虽然同时涉及集体行动、社会运动和革命，但重点是讨论社会运动和革命。因此，除非特别说明，本书一般用“社会运动”或“社会运动和革命”一词来代指所研究的集体性政治抗争行为。

本书在定义中沿用“制度化”概念的第二个原因，也是更重要的原因，是当大多数社会运动被制度化以后，西方社会运动的总量大大增加了，但对社会的破坏力却越来越小，对政体本身的冲击力也越来越弱。换言之，随着大多数社会运动被纳入体制轨道，发生大规模骚乱，尤其是发生革命的可能性大大降低了。由此可见，一个国家内社会运动的发展规律以及发生颠覆性革命活动的可能性，从根本上说取决于该国将一般社会运动纳入体制轨道的能力。如果一个国家把社会运动纳入体制的能力很强，该国家发生极端事件的可能性就会很小。反之，社会运动的参与者就有可能铤而走险，把整个社会搅得天翻地覆。从西方的经验来看，一个国家将社会运动纳入体制的能力主要取决于这个国家的性质以及与之相应的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中国目前正处于改革和发展的关键期，社会的飞速发展既创造了大量机会，也衍生出无数矛盾。政府反复强调中国的发展离不开稳定的环境，可谓明智之论。但与此同时，我们要清楚地认识到，稳定并不是指社会中不存在政治冲突或社会运动，而是指国家将社会矛盾和冲突纳入制度轨道的能力不断得到提高——这也应当是目前所说的“提高执政能力”的宏旨要义——从而消除发生大规模的、有强烈破坏性的动乱或革命性运动的可能性。

解释传统和解读传统

社会运动和革命研究的理论和方法甚多，本书不可能一一收入，而必须有所择弃。对此，我最重要的一个决定就是把以斯科特（J.Scott）为代表的一类以提出一个或若干个解读性概念为起点和最终目标，并以这些解读性概念作为其关键理论的工作排除在本书的讨论范围之外（如Scott 1985）。

社会科学研究有两个传统：一曰解释传统（explanation tradition），一曰解读传统（interpretation tradition）。
 
[1]

 解读传统的目的不在于寻找事物内在的逻辑关系，而在于理解和厘清特定人类活动在特定文化条件下的内在含义或意义；而解释传统的目的则是寻找具体事物或事件的内在机制以及与之相应的因果、辩证、对话型 （dialogical） 或历史性关系。

美国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伴随着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崛起，社会科学研究中兴起了一股解读传统的潮流。比如美国著名人类学家格尔兹（C. Geertz）就认为，解释传统是在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来研究人文社会科学的问题，是分析范式的误用（Geertz 1983）。他进而强调，社会科学应该放弃对某种虚假真理的追求，而应将重点放在对社会历史情境的理解上。首先，他认为社会现象的意义是由参与社会活动的大众赋予的；其次，他认为社会现象的意义只能通过解读来理解，而不能通过解释来知会；最后，他认为，就社会科学而言，通过归纳方法所得出的结论和知识都不具有可靠性。与此相应，遵循解读传统的学者们注重把历史作为一个文本来解读，而不是作为一个事物来分析。目前，解读传统在西方社会科学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不但几乎完全统治了文化人类学，而且在历史研究中也有比较显赫的地位；在社会学和政治学中，它也取得了一席之地。

解读与解释，这两种认识方式的冲突背后隐藏的是一个本体论式的哲学问题：什么样的知识才能构成大家都认可的真实知识？哲学家已经从我思故我在、实用有效性、现象学、语言学等不同角度来试图解决这个问题，但社会学家则更多是从认识论和方法论入手来寻求解决途径。

相对来说，解读传统更贴近人们对事物的自然的认知方法，因而也是一种更古老的传统。中国古代强调“述而不作”，强调对四书五经进行注疏式的解读，古代西方学者对《圣经》的解读性研究都是这方面的例子。中国在“五四”以前可以说就没有解释传统，而只有解读传统。在西方学者看来，中国传统文化是阴柔的，更贴近自然的。

而解释传统则是一个更为近代的传统。由于解释的起点往往是把部分从整体中割裂出来予以分析，因而是非自然的。解释传统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科学传统——它强调的是作为主体的人对自然的宰制和征服。文艺复兴以后，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和发展，人也变得信心百倍、壮志高蹈，因此以实证主义为中心的解释传统在西方社会科学中占据了主导地位。然而，解释方法在美学、艺术及文学等人文领域中用处有限；即使在社会科学领域，解释方法也存在许多局限。随着人文学科的发展，人们对解释传统的“粗暴”和“断章取义”越来越不满，解读传统因此在学术界迅速抬头。

其实，作为对知识的认知方法，解读与解释各有长短。在社会科学中，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互补关系。任何解释如果离开解读都是没有意义的，对哪怕是最简单的因果关系的解释，我们也只有将其纳入更大的社会环境中去解读，才能真正理解这个因果关系的意义和社会含义。比如，有美国学者对中国和美国的性问题进行分析（Laumann and Youm 1998；Parish et al. 2005）后发现：在美国各个种族中，以黑人患性病的比例为最高，并且美国的许多性病主要是在黑人之间传播；相形之下，中国的性病传播遍及社会各个阶层，因此，中国性传染病的传播速度比美国要迅速得多。这是极其明了的结论。但即使如此浅显的结果及其在两个国家之间的差异，我们都必须将其放入中美两国的文化传统、社会状况的大背景下进行“解读”，才能得到一个比较符合事实的解释。在一些主题较为复杂的书籍中，比如曼恩关于人类政治历史发展的社会学研究（Mann 1986，1993）、梯利关于欧洲现代民族国家形成的研究（Tilly 1992），我们不难发现，在作为总体的解释性理论框架下有着难以尽数的，同时也往往是引人入胜的，对历史事件的不同解读。如果曼恩和梯利像那些以解读为起点和终点的学者那样写作的话，依其著作的信息量和难度，他们的一本书可以很容易地扩展为几百甚至是几千本书。

不过，尽管不能也不应该对上述两个传统孰优孰劣做一个简单的判断，但作为社会学家，我决定把本书的重点放在以解释为基础的工作上。首先，解释传统的认知基础是比较，而通过解读得到的知识却没有这种方法论上的保障。比如，摩尔（Moore 1966）的《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一书，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通过比较中国、日本、印度和一些西方大国的不同近代史进程而进行解释。他认为，造成这些国家不同历史进程的核心机制是一个社会中农业的商业化程度。当农业完全商业化时，一个国家就会走向民主（如英国）；当农业处于半商业化状态时，一个国家就会走向法西斯（如日本）；而当农业商业化程度很低时，一个国家就会走向革命（如中国）。这种解释正确与否在这儿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可以在经验事实的基础上提出其他理论。也就是说，通过比较得出的结论和理论可以被证伪。

而解读方法，着眼于讲述一个故事或对故事的背景进行注解。这种方法唯一可遵循的是一致性原则，即通过叙事逻辑的内在合理性来评判解读的质量。从这个角度来说，好的小说家同时也就是一个好的解读家，因为他们总是能把一个故事讲述得头头是道，不露丝毫破绽。一致性原则由于没有比较方法所提供的经验与逻辑保障，因而无法证伪。受众只能根据自己的生活体验和知识构成来判断一个叙事的优劣。

为了弥补解读方法的这一弱点，有的学者倾向于对所观察的事物进行一种全景式的解读，即把所有与主题有关的社会内容都纳入描述框架。芝加哥学派学者在研究城市社会生态时运用的就是这种方法。你们可能读过的《街角社会》（Whyte 1943）、《蓝领种群》（Kornblum 1974）等名作，即属此类。最近，在美国出版的一本德尼尔（Duneier 1999）的著作，也是此类工作的典型。该书描述的是美国纽约社区中一群以拾卖废旧书报为生的黑人。在纽约繁荣地带的一条小街，这些黑人半夜三更穿梭于街头巷尾，拾取别人垃圾堆里的旧书废报，白天售卖。德尼尔的书致力于描述这些黑人的生活，写他们是怎样沦落到这步田地，又是怎样认识自己的生活和处境的。对这些生活在美国社会底层的黑人的内部生活结构，该书的描写可谓入木三分：他们中间有人是拾书卖书的，有人是为别人占摊位的，有人是在摊主不在时为别人守摊位的，有人则是混迹其间要饭的。该书还描写了他们在街头的露宿生活，细到他们在哪儿大小便，在哪儿吃饭；大到他们与社会的关系，包括他们与周围居民、正规书店、警察和政府的关系。读这类书基本上就像读一本全景小说。虽然全书对所研究的事物并没有做出一个可供证伪的解释，但这种全景式描述所展现出的逻辑一致性，本身就昭示着叙事的可信度。因为我们知道，越是试图将更多的信息纳入一个叙事中，叙事的内在逻辑就越是难以达到一致，而这本书却做到了。

但这种方法却遭到了批评。批评者认为，这种解读不过是罗列了一堆在作者的道德观指导下经过筛选的故事而已，并进而强调社会解读必须以理论为指导（Wacquant 2002）。这一批评并非全无道理，因为即使是一个全景式的解读也只能是一个经过筛选的故事。但问题是，批评者所提倡的以理论为指导的社会解读正是目前在人类学和文化历史学中最为盛行的方法。愚见以为，这种方法的问题更大，因为他们所谓的理论往往只是一个概念性词汇、一个在认识事物或现象之前就已存在的“先入之见”。相应的，所谓理论指导下的解读就成了对预设观念的论证，并为武断的“解读”打开了大门。试以最近出版的两本文化历史学书籍为例。一位著名华裔学者在对中国古代妇女缠足史进行研究和分析之后得出这样一个解读性结论（Ko 2001）：中国女性在缠小脚后增进了她们在男人面前的权力，因为三寸金莲和绣花鞋成了女人用来刺激男人的性欲并进而控制和主导男人的手段。我们不能否认中国古代妇女中可能有人在自己的小脚上下工夫以讨男人欢心，但这种缠小脚能增进女性在男权世界中权力的说法完全忽视了这一点：缠小脚是男性对女性进行压制的集体行为，而女人利用小脚讨男人欢心只不过是男权世界中的一个扭曲了的个体行为；二者不可同日而语。

还有一本书，写美国的一个国家公园：由于以前车不能开到公园的山顶，有钱的白人游客不得不雇人把随身行李背到山上，一些黑人于是乘机欺诈甚至控制那些游客。作者由此得出一个结论：黑人背行李的工作增进了白人游客对黑人的依赖并提高了他们的权力。这一观点并非完全不能成立。如果从解释传统出发，这种观点能够成立的一种可能是：当时当地的旅游市场很大，而体力工人则严重短缺，这在客观上为黑人苦力的讨价还价提供了一定空间。但不幸的是，面对一个本来可以被证伪的命题，作者却仅仅依赖当时的一些文本记录，以致我们根本无法看出作者所指出的现象有多么严重，多么普遍。必须指出的是，在目前西方社会科学圈内，比这更荒唐的解读方式和解读角度比比皆是。

以理论为指导的解读至少有以下弊端：首先，运用这种解读方式所做的分析，结论往往很肤浅。解读方法的目标是找出一个一般化的概念性词汇，并把这一词汇当作模型或一个工作背后的理论。其中，有些词汇的确抓住了事物的一个或几个重要侧面，从而加深了我们对某一事物的认识；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们所建立的概念抓住的往往只是一个不重要的侧面，甚至是一个假象。并且，某个概念即使抓住了事物的一个重要侧面，也往往不能给出一个复杂事物的整体图像。比如说斯科特的道义经济论。斯科特的论点是，在传统社会中，农民的生活很贫穷，相当于水淹到唇边，水稍一波动就呛进嘴里了。在这种情况下，农民的造反、叛乱，往往并不是他们主动要求什么，而是被动的。把农民造反放到社会变迁中考察并没有错。事实上，之前的许多学者也都这么做。真正使他名声大噪的是他创造的一系列概念，像“道义经济”（moral economy）、“弱者的武器”（weapons of the weak）和“日常抵抗”（everyday resistance），等等。这些静态的概念无助于加深我们对一场具体的农民运动动态的整体性理解，同时还隐含了一些很有问题的假设。比如“道义经济”这一概念背后所隐含的假设是，人的行为主要是由情感而不是由理性来驱动的。这就引来了波普金运用理性选择理论对斯科特的批判（Popkin 1979），并导致了一场意义不大但又无法解决的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式的论战。

存在同样问题的还有“日常抵抗”概念。我不相信每个智力正常的人会没有注意到这一无所不在的社会现象——如果我们没有注意到这类现象的话，像磨洋工、怠工这类词汇就不会成为日常用语。但是，当我们一旦把“日常抵抗”这一概念作为一个特殊的解读视角或理论来指导研究，我们能做的最多就是在著作中反复罗列某个社会中所存在的种种日常抵抗现象。从学术角度来讲，如果说在这种做法下所产生的第一本书有时还稍有意思的话，那么后面照猫画虎的工作马上就会变得越来越无聊。如果要把这类工作做得与众不同，我们至少需要提出诸如“为什么进行着同样工作的工人在不同社会下，其日常抵抗方式会有很大的不同”、“在什么情况下一个受压迫群体的日常抵抗将会转换成政治诉求”这类问题。

但是，一旦提出这样的问题，我们就又回到解释了。其实议题的肤浅是所有在解读传统下所进行的工作的一个通病。比如，在《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一书中，杜赞奇提出了中国近代的民族主义是一个被构造出来的“超级文本”（Superscript）的概念 （Duara 1995）。这种提法本身没有错。民族“神话”确实是一个国家的知识分子在自己文化基础上不断构造出来的，因此只能是一个超级文本。但这种解读视角回避了以下一些更深刻也更有意义的问题：为什么中国民族神话的创造要比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来得容易？在中国早期的民族主义话语中，章炳麟、梁启超与孙中山等人的思想大相径庭，但为什么自民国以后不管在何种体制何种政治背景下，占据统治地位的始终是主要由梁启超发展起来的一套具有包容性的公民民族主义（civic nationalism）思想？要正确解释这些问题，就必须对中国的历史及19、20世纪民族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有一个很深的理解。如果仅仅是想说明民族主义是一个超级文本，那么我们无论从哪个角度入手来讨论这个问题都没有关系（因为民族主义只能是超级文本），也就是说，我们根本就不需要对历史有一个深入的了解。这里的根本问题是，历史不是由单一话语而是由多个冲突性话语组成的。历史的核心是权力而不是文本。

解读方法框架下所做的研究很难进行纵向的学术积累。以理论为指导的解读最后往往会把解读视角用一个词汇来概括，比如超级文本、他者化（The Other）、中间态（Liminality）等等。一些较好的解读概念，如赛义德（E. Said）东方学理论中的“他者化”，一旦被接受马上就成了一个标准解读范式，被当作公理千篇一律地使用。结果是不计其数的书籍和文章竞相指出各个发达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的人们，是怎样从自己的立场和经验出发将对方他者化的，一直做到大家都对这个命题失去兴趣并开始炒作其他解读视角为止。最终，那些模仿赛义德的工作在“他者化”这个概念之外，为我们提供的新信息少得可怜。

以理论为指导的解读方法还有一个弊端：由于先有一个框架和理论设置，所以很容易发生削足适履的情况。它所感兴趣的，并不是就我们所关心的事物提出一个较为完整的图像，而是仅仅指出了这一图像中一个往往并不太重要的侧面。这种解读传统笼罩之下的故事往往非常单薄，因此，一些学者往往不得不依靠话语的绚丽和理论的晦涩来掩盖其内容的贫乏和空洞，写出的文章往往会给人以头重脚轻之感。

与解读方法不同，解释传统的核心是比较。比较方法要求在给出解释之前必须把所研究的对象与相近的事件进行比较，并试图回答以下问题：在不同的解释中，为什么我们所做的解释最为合理。有了这种逻辑的支持，解释方法往往可以避免上面所指出的解读方法所具有的一些共同问题。不过，解释传统也有其缺陷。其中最大的问题是，以解释为己任的社会科学家往往有一种想把社会科学发展为与物理学相似的硬科学的冲动。在近代物理学产生以前，所有的学术从根本上说都是哲学。牛顿就首先是一个哲学家。但在牛顿时代，经典物理学发展出了一个完备的、分析型的但却可通过经验方法精确地加以验证的理论体系，从而与哲学实现了彻底分家。物理学的成功给后人树立了一个样板和梦想，社会科学也因此朝着非哲学化方向越走越远。在美国社会学中，这一发展的最显著的体现之一，是所谓以揭示社会活动内在机制为己任的各类“中层理论”（middle-range theory）的产生和发展。各类现代组织和网络理论都是这方面的例子。这些“中层理论”大大加深了我们对许多中观和微观层面上的社会运作机制的了解，而且它们不像前面所讲的某些解读传统一样对经验事实“乱点鸳鸯谱”，制造一些非驴非马的东西。但是，通过中层理论方法得出的结论有时往往会只见树木不见树林，并得出一些高不出直观的、有时甚至是很肤浅的结论。这类结论对认识和解决像美国这样一个高度制度化、社会变化又相对缓慢的国家和社会及其问题可能有用，但对于研究和理解中国这样一个飞速发展的、带有很大不确定性的国家则显得有些无能为力。

中层理论研究能够使我们搞清楚一个或若干个社会机制的作用。然而，一个复杂的社会事件总是由许多社会机制有机地组合而成，并且这种组合方式以及各个机制对某一事件形成的贡献并不具有普遍的确定性。因此，我们就需要一个更高层面上的理论框架来指导，并以此作为出发点来寻找一个具体社会事件内各社会机制之间虽然不是唯一的，但却是有机的关系。早期社会学家往往希望找出社会机制之间一些带有普遍意义的系统性关系（如马克思主义和功能主义），或像达尔文的进化论那样一个普适性的覆盖性法则（covering law）。而最近的社会学家已经越来越放弃这种奢想。但是，这并不等于社会学家就应该把注意力完全集中在揭示各类微观和中观机制上。社会科学研究永远也离不开，也不应离开像韦伯理论、马克思主义理论、国家理论、国家社会关系理论等带有一定哲学色彩的理论的指导（关于这一点，我将在下一章讨论西方集体行动、社会运动和革命理论的发展过程时着重讨论，并在以后的章节中继续探讨）。理想的社会科学研究状态应是一个以机制为基础的，在带有一定哲学色彩的理论指导下的实证研究；而敏锐的解读，则是发现微观机制的有机组合方式、微观机制与宏观结构之间的互动及其关系，以及新型研究视角的基础。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应该是哲学、实证研究与解读之间的结合。但是，在这三位一体的研究方法中，解释性的实证研究应是重心所在。

与自然科学不同，社会科学的解释方法要复杂得多。为了对社会科学解释方法的特点有一了解，这里先从物理学说起。经典物理学的核心是牛顿力学。在有了牛顿第二定律（F
 =MA
 ）后，经典物理学的动力学问题就解决了。在这里，牛顿第二定律既是一个理论模型也是对经验事实的一个精确描述；也就是说，在物理学中经验和理论达到了统一。这就是为什么物理学中的模型多为形式模型（formal model）。但这种理论和经验的统一也只有在物理学中才能达到，在生物学中，情况就复杂了。比如，在生物学中描述种群动态最主要的形式模型是马尔萨斯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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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N
 
t

 是时点t时的种群数量，N
 0
 是初始种群数量，r
 是某一种群特定的内秉增长率。

这是一个指数增长模型。它把握住了在没有环境限制下的任何生物种群的指数性生长机制。但是，由于其他因素，比如食物、气候、种内和种间竞争、天敌、密度制约性疾病等的影响，任何自然种群都不可能依照马尔萨斯模型增长。因此，在预测或计算某个具体种群的种群动态时，更为实用的是生命表方法，即找出一个种群在各种相关因素下的生死率，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一个经验模型，然后像会计算账一样去预测或推算其种群动态。形式模型和经验模型在生物学中各有用处。经验模型一般能更准确地描述某一事物的动态，却不具有普遍意义；经验模型将很多因素拢在一起，其中既有机制性规律，也有非机制性的统计规律。形式模型则具有逻辑上的完美性；它抓住了事物中的一个重要内在机制，却常常不能描述具体事物，特别是复杂事物的发展。总之，生物学中有两种模型：一种是形式模型，其意义不在于预测客观情况（例如，没有一个种群是以马尔萨斯模型所描述的方式增长的），而在于抓住某个事物的某一重要内在机制；另一种是经验模型，其主要目的是尽可能地描述出一个具体事物的发展。

社会科学的四种解释方法

至于社会科学，情况就更复杂了。为什么？动物行为基本出自本能，生物学家因此不用考虑生物个体的意识。而人的行为，在宏观上受到社会结构的限制，在微观上又能在结构条件下做出本能性的或策略性的反应。特别是当个体主义方法论（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在社会科学中兴起以后 （Homan 1964），人的行为基础就成了一个问题。
 
[2]

 换句话说，社会科学方法内存在着两个本体论性质的问题：第一，什么是人；第二，什么是结构。对于人和结构这两个维度，我们均可以建立经验性的或形式性的假设，并以此为基础进行研究。两者交叉组合，于是社会科学就有了四种解释方法（见表1-1）。

表1-1 社会科学的四种解释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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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科学中，纯粹的形式方法首先对社会结构和人的本质做出抽象性假设，并在此假设的基础上通过演绎方法对所研究的对象建立形式模型（往往是数学模型）。奥尔森（Olson 1965）的搭便车理论、阿克塞罗德（Axelrod 1984）的竞争合作理论（见第八章），甚至在一定意义上，勒庞（LeBon 1979）的大众暴民理论均可视为形式模型（见第三章）。在第八章的讨论中，我们将会知道，奥尔森搭便车理论中的人并不是一个真实的人，而是一个假设为百分之百理性的人。其理论中的社会结构也不是经验意义上的社会结构，而是一个假定的以人群密度为中心的结构。勒庞的大众暴民理论与奥尔森的搭便车理论关于社会结构的假设相同，关于人性的假设则有不同。在奥尔森的模型中，人是百分之百理性的；而在勒庞的理论中，人则成了主要受情感支配的动物。因此，在奥尔森的模型中，当一个由理性人构成的群体的数量增大时，人人都想坐享其成的可能性也在增大，挺身而出为公共物品而奋斗，从而产生集体行动的可能就会随之下降。但对勒庞来说，当一个群体的数量增大时，发生集体行动的可能性只会增大而不会减小，因为群体的数量增大时，人与人之间会互相感染而变得激动，进而会因冲动而发生集体行动。

与生物学中的形式模型一样，在社会科学中，形式模型的主要价值不在于精确预测事物的具体发展，而在于抓住事物在一定条件下的发展规律及其背后的机制。当然，它也不是对任何具体社会现象都没有预测能力。确实，如果让一大群人在没有组织的情况下去做公益事业，出现“三个和尚没水喝”的结果是很有可能的。之所以在一般社会里搭便车现象并未如奥尔森理论所预测的那样明显，仅仅是因为组织、监督、强制、灌输、价值观等其他社会力量抵消了搭便车现象。然而，多数形式模型正因为建立在比较简单的假设之上，并且一般不能预测一个复杂社会事物的发展，因而备受批判。在奥尔森发表搭便车理论之后，许多学者都试图指出奥尔森理论在经验上是错误的，或指责其理论忽视了其他社会条件。第八章将会指出，除极少数情况外，大量诸如此类的批判在方法论上毫无意义，因为奥尔森的搭便车理论并不是一个经验模型而是一个形式模型；而如上所述，形式模型的目的不在于精确预测事物的具体发展，而在于抓住事物在一定条件下的发展规律及其背后的机制，因此，对形式模型进行简单的经验性批判没有什么意义。

实际上，评判形式模型之质量的重要依据，在于该模型的假设是否抓住了人类活动结构的关键本质；模型的假设越关键，该模型就越重要。奥尔森的搭便车理论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它抓住了一个很重要的结构变量——人群的规模（作为社会动物，人总是以不同的密度存在的），以及一个重要因变量——获取公共物品（国防、公路、交通等）的可能性。提供或获取公共物品是许多社会得以存在的关键，而人群规模的上升则为公共物品的获取增大了难度。奥尔森的模型因此显得格外重要。

社会科学解释的第二种方法是仅对社会结构做出形式性假释。这是一种半形式化的建模方法。采用这一方法的学者一般不会对其理论中的人的行为模式做出详细说明。在其理论中，人有理性但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受情感和文化支配，总之，这是一个经验意义上的真实的人。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马克思主义理论就是这一解释传统的经典案例。马克思主义理论并未对人的行为模式做出详细界定（人既可以是理性的，也可以是情感的），但它对社会结构的理解则是形式的。在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生产方式和与之相适应的阶级关系被看做历史发展的唯一主线，其他结构性因素，如国家、文化等，对它来说都是附属的。佩雷·安德森是很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他有两本名作，一是《从古典社会到中世纪》，二是《绝对国家的起源》，把从罗马到近代的整个欧洲历史用生产方式马克思主义理论 （mode of production Marxism） 进行了系统的解释 （Anderson 1974a，1974b）。比如，他解释波兰为什么会从一个中欧大国逐渐衰退，乃至在近代几被灭国时认为，其中的关键是波兰社会的生产方式。在波兰，由于本地贵族不用纳税，因此当中世纪之后欧洲商业力量兴起之后，许多波兰贵族就请犹太人帮他们经营产业。这种生产方式不仅使中欧地区的犹太人人口大大增长，为以后该地区的种族冲突埋下了伏笔，而且导致贵族势力大大增强而国家税收能力减弱。这使波兰在整个欧洲的竞争性发展中越来越处于下风。对于欧洲历史上的其他重大事件，安德森都能用生产方式马克思主义理论一一进行解释，总之是生产方式决定一切。无论是否同意其观点，但读安德森的书之后我们都会感到一种美感。从某种意义上说，只有像他这样的写法，我们才知道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解释方式到底有多大的潜力和多大的局限。现在流行的国家中心理论（state-centered theory）也可以被看做这样一种半形式化的理论。该理论把国家看做社会结构的中心，而对人的本质却没有做出明确规定。在国家中心理论中，社会行动者是由兼具理性和情感的真实的人组成的。

社会科学解释的第三种方法对人的行为做出形式性的假设，但其对结构的理解则是经验性的。这也是一种半形式化的建模法。目前盛行的各类资本理论、政治机会理论和新制度主义理论均可被视为这方面的例子。例如，在资本理论中，社会行动者可以把自己的结构性优势当作资本来运用。不难看出，在这些理论中，人的行为模式是完全理性的。但是，目前盛行的各类资本理论，如社会资本理论、文化资本理论、符号资本理论，等等，对社会结构并未加以明确界定，似乎什么样的社会结构都可以被完全理性化的社会行动者当作资本来运用。由是观之，资本理论对社会结构的假设是经验性的。

社会科学解释的最后一种方法对人和结构的假设都是经验性的。采用这类方法的最典型的代表是韦伯。韦伯有时候讲理性化，有时候也讲权威特别是克里斯玛（charisma）权威的重要性。显然，这里的人，既是理性的，又受到感情支配，是经验意义上的真实的人。韦伯理论中的社会结构也是经验性的。文化、经济、政治，只要对社会行动有影响的结构因素在其理论中均有涉及。韦伯的理论和方法比起其他理论和方法来说简约性相对较差，但对现实和历史的解释却显得更加贴切，因而更具有发展的潜力。

上述四种主要的社会科学解释方法传统都有自己的特点。在本书所介绍的学术成果中，这四种方法都有所涉及。但我们做社会学研究时，应当非常清醒地认识到这四种方法的存在及其优缺点，以及我们的研究工作到底应该采取何种方法。在社会学中，许多学者因为对自身研究的方法论基础及其弱点不甚明了，从而要么把研究结果进行过分推广，要么对运用形式模型方法推导出的结论进行经验意义上的批判。事实上，这四种传统不但在逻辑上各有其优劣，而且在使用上也要因人而异。你如果有数学头脑、逻辑能力很强，形式模型方法可能就对你正合适；如果你对事物有非常厚实的了解、历史感比较强，韦伯传统可能更对你的胃口；如果你喜欢简约的系统性解释，那么马克思主义、国家中心理论等单结构变量方法应该是你在方法论上的首选；最后，如果理性化是你比较推崇的社会发展趋向，那么资本理论和政治机会理论就会受到你的青睐。


问题思考


（1）集体行动、社会运动和革命有什么异同？

（2）什么是解读传统和解释传统，与解释传统相比，解读方法有什么弱点？

（3）社会科学分析有着哪些常用方法？这些方法各有什么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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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国内的大量文章把英文中的“interpretation”翻译为“解释”，我这儿则把它翻译成“解读”，使之能与英文中的“explanation”加以区别。


 [2]
 个体主义方法论在宏观历史社会学分析中的意义有限。从长时期大跨度来看，历史的发展往往是由在结构条件约束下的一系列非意图性后果（unintended effects）推动的，具体历史人物在当时所做的种种理性选择对历史发展的宏观轨迹之影响并不是很大。


第二章 西方社会运动与革命理论发展

本章将对20世纪以来集体行动、社会运动和革命理论在西方特别是美国的发展，以及它们对理解和研究当代中国正在不断发生的集体行动和社会运动的启迪，做一个一般性的介绍。本章所讨论的大部分理论在后面的章节中还会有更深入的讨论。这里主要关注西方社会运动和革命理论发展的内在逻辑及其问题所在。

社会运动理论的发展逻辑

社会学有关社会运动或革命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是社会运动或革命为什么会发生，二是社会运动或革命的发展有什么规律，为什么有的社会运动或革命成功了，有的却失败了，有的则被体制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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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期的研究往往集中在第一个问题上，晚近的研究则更关注第二个问题。早期的研究比较注重探讨导致社会运动或革命的发生、发展的宏观规律，而晚近的研究则更关心其中的中观和微观机制。

为了解释社会运动的产生和发展，社会学家提出了各种宏观理论。这些理论虽然观点各异，却有一个共同点，即认为社会运动是由多种社会因素共同决定的，并且这些社会因素之间存在较为固定的逻辑联系。比如，斯梅尔塞（Smelser 1962）认为，集体行动、社会运动和革命的产生，都是由以下六个因素共同决定的：有利于社会运动产生的结构性诱因（structural conduciveness），由社会结构衍生出来的怨恨、剥夺感或压迫感 （structural strain），一般化信念（generalized beliefs）的产生，触发社会运动的因素或事件 （precipitation factors），有效的运动动员 （mobilization for action），社会控制能力（operation of social control）的下降。他认为，这六个因素都是集体行动（或社会运动和革命）发生的必要条件（并非充分条件）。随着上述因素自上而下形成，发生集体行动的可能性也在逐渐增加。一旦具备六个因素，集体行动就必然会发生（见图2-1）。斯梅尔塞把自己的理论称为加值理论（value-added model）。而梯利（Tilly 1978）则认为，一个成功的集体行动是由以下因素决定的：运动参与者的利益驱动（interest）、运动参与者的组织能力（organization）、社会运动的动员能力（mobilization）、个体加入社会运动的阻碍或推动因素（repression/facilitation）、政治机会或威胁（opportunity/threat）、社会运动群体所具有的力量（power）。他认为这些因素是通过特定的组合（见图2-2）而对集体行动的形成和进程产生影响。由于该模型的核心是社会运动的动员，因此也被称为动员模型。

[image: ]


图2-1 斯梅尔塞的加值理论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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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 梯利的社会运动动员模型

大体来说，迄今为止，研究社会运动的学者或多或少都有这样一种倾向：希望找到几个固定的决定社会运动产生和发展的充分必要条件及其相互之间的逻辑联系，并以此为基础，构造一个能对任何集体行动（或社会运动和革命）进行指导性解释的模型。上面列举的两个模型，以及这里没有提及的其他宏观模型，都曾在不同时期增进了我们对集体行动（或社会运动和革命）发生和发展规律的认识。然而，从根本上说，这种对社会运动的理解方式是行不通的。其中的原因很复杂，但最主要的原因是，影响集体行动产生和发展的各个因素之间不可能存在某种非历史性的、一成不变的联系。比如，从逻辑上讲，斯梅尔塞模型中的“一般化信念”应该包括革命意识形态。但如果是这样，就会面临这样一个问题：在许多情况下，某一人群虽然受到剥削，却由于种种原因不会因此而产生很强的被剥夺感或被压迫感，而其被剥夺感或被压迫感的产生，往往是因为受到一些本身并未直接受到压迫的知识分子所灌输的某种政治理念所致。这样，“一般化信念”在时间或逻辑上均要早于而不是迟于剥夺感或压迫感的出现，这与斯梅尔塞模型的假设是不一致的。

我们不可能把影响社会运动发生和发展的各种因素用逻辑关系贯穿起来，形成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模型，但这并不是说我们不能提出几个社会运动研究的方向性角度。我认为，影响和决定社会运动（或革命）之产生和发展的宏观结构，可以简单概括为以下三个因素：变迁、结构、话语。
 所谓变迁，指的是由现代化、人口变迁、自然灾害、大规模疫病流行、外来思潮入侵等原因所引起的种种社会变化。所谓结构，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国家的结构及其行为方式，二是社会结构以及社会行动者的结构性行为。国家的结构包括国家的性质（如民主的、威权的或独裁的）、国家权力的合法性基础（如法律—选举型的、意识形态型的或绩效型的），以及国家在社会结构和政治文化共同作用下形成的特有的行为方式，等等。社会结构包括相对独立于国家之外的各类社会中层组织的发达程度及其性质（如社会组织的多元化程度），以及人与人之间在经济生产中建立起来的各种关系（如资本家—工人关系、地主—佃农关系，等等）。话语则包括社会运动的意识形态，参与者的认同、口号或话语策略，行动过程中的突生规范（emergent norm），以及塑造运动话语的文化，等等。

任何集体行动，特别是社会运动或革命，其发生和发展都离不开这三个因素。但是，这三个因素之间并没有什么一成不变的逻辑关系。一场社会运动既可以肇始于一系列社会变迁，进而导致社会结构条件的变化和挑战性话语的形成；也可以发端于国家主导的改革，进而引起国家和社会的结构性变化及挑战性话语的出现。此外，每个因素的重要性也会因不同的集体行动（或社会运动和革命）而变化。但另一方面，说这三个因素之间没有固定不变的逻辑关系，并不是说它们之间没有任何有机的联系。我将在下文中指出，对大多数社会运动，特别是那些大规模社会运动和革命而言，影响或决定其发生和发展的关键是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我们应如何理解这三个因素呢？我认为，每个因素都应该被看做一种超级机制，即一种包含许多低层机制的复合机制。比如，人口变动只是“变迁”因素的一个方面，但它有可能启动其他社会机制并推动社会运动或革命的发生。古德斯通（Goldstone 1991） 就曾论证说，在传统社会中，人口的过度增长往往会导致或加速土地兼并，增加年轻流民数量，降低国家税收和控制能力，催生异端宗教。这些因素（及其背后的社会机制）会合在一起，往往会导致大规模农民起义或反抗活动。又比如，建立在生产关系基础上的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只是“结构”因素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正如佩杰（Paige 1975）所分析的，土地所有者与耕作者之间形成的生产关系不同，它所造成的社会矛盾以及土地所有者和耕作者各自对矛盾的态度和化解能力也就不同。其中，最关键的机制是土地所有者和耕作者的经济收入来源。如果双方的收入都源自土地，那么，由于传统农业生产关系下土地产出的增加是有限的，双方对农产品的竞争将是零和的。因此，土地所有者在经济上很难让步，政治上也非常强硬，而耕作者由于靠天吃饭而处于保守和分裂状态。一群思想上保守且合作能力很弱的耕作者面对强硬的土地所有者，所能采取的行动顶多是一些没有明确目标的反叛（revolt）。相反，如果土地所有者的利润来源于投资，而耕作者的收入来源于工资，那么，土地所有者就有可能通过技术改造而增加产量，耕作者则由于不靠天吃饭及相互间的合作关系而具有较强的组织能力和斗争精神。这样，就会出现激进的耕作者面对具有妥协性的土地所有者的局面，这就为改良性社会运动创造了条件。根据佩杰的分析，最为激烈的政治斗争将发生在收入来自土地的土地所有者与靠工资吃饭的耕作者之间（地主与佃农的关系就是一例）。在这种情况下，强硬的土地所有者面对的将是激进的耕作者，因而就有可能发生革命。不难发现，这两个例子有一个共同点，即它们都是从上述三个因素中的一个因素出发，并逐渐引入从该因素中引申出来的其他较低层次的机制。正因为如此，我认为，这三个因素中的任何一个因素都是一种超级机制。

在这里，我之所以提出研究社会运动的三个角度，还有另一个目的，即希望将20世纪中叶以来在美国发展起来的以机制为中心的社会学理论，与19世纪在欧洲发展起来的以哲学为背景的宏观社会学理论联系起来。关于建立这种联系的必要性，本章中还会论及。我在这里想指出的是，变迁、结构（包括国家结构和社会结构）和话语这三个因素与19世纪的社会学有着直接的关系。

关于社会变迁对社会运动和革命形成的影响，其知识源泉可以径直追溯到涂尔干关于社会变迁对自杀率影响的分析（Durkheim 1951）。在涂尔干之前，自杀被看做一种心理学、病理学现象，但涂尔干却将自杀看做一种由社会变迁引起的社会学现象。涂尔干认为，自杀问题的关键是19世纪的欧洲现代化过程。这一过程打乱了人们原有的利益格局、生活方式和价值观，从而导致失范的形成和自杀率的提高。虽然涂尔干本人并没有直接研究过社会运动或革命，但不妨想象一下，人们既然会自杀，也就会反抗，因此，涂尔干的理论对我们分析社会运动的产生和发展是很有启发的。事实上，许多后来的社会学家，甚至许多声称反对涂尔干视角的学者，在分析社会运动和革命时一般都会从由现代化引起的社会变迁入手。

关于国家的结构、性质以及国家特有的行为方式与社会运动和革命之间的关系，可以追溯到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中对法国革命的分析（Tocqueville 1955）。托克维尔认为，传统法国的国家社会关系是一个三层结构：国家、贵族、家庭和个人。贵族在这一结构中享有许多特权，但由于他们同时管理大量地方事务，所以其特权在传统法国社会中被普遍接受。但是，路易十四在法国推行大规模的中央集权改造，把原来属于贵族的权力大部分集中到国家手中。为了降低集权过程中的阻力，路易十四赋予贵族免税等特权。从此以后，法国贵族就变成只有特权而没有社会功能的寄生阶层，国家因免税政策而税源减少；失去了贵族领导的法国平民变得日益原子化，并在国家政策的直接影响下变得日益政治化。这使法国出现了政治黑暗的局面，并推动一些只会空想和清谈的知识分子（指启蒙运动学者）制造出种种抽象的具有革命性的理论。在托克维尔的眼里，虽然法国大革命追求的是自由、平等、博爱，但革命后的法国只会更加专制。这是因为，这场革命本身就是国家集权的结果，而革命则加剧了集权的程度。基于这一逻辑，托克维尔写下了他的又一名著《论美国的民主》（Tocqueville 1972）。在这本书中，托克维尔分析了为什么民主制在美国这样一个没有贵族的国家能够取得成功。他的回答是，美国有强大而独立于国家之外的社会中层组织，它们在功能上取代了像法国贵族那样的社会势力，从而赋予了民主一些实质内容。在下一节中，我们将会看到，托克维尔的这一思想还为后来有关社会结构与社会运动及革命之间关系的研究奠定了基石。

如果我们认为社会的经济结构对社会运动和革命具有决定性影响的话，那么这一思想无疑源自马克思。马克思主义学说博大精深，很难用几句话加以总结。值得一提的是，在西方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社会运动或革命进行的学者，其视角均可称为生产方式马克思主义（mode of production Marxism）。他们认为，在生产资料所有者与劳动者之间结成的不同的生产关系会导致不同的社会矛盾，进而影响到社会运动或革命的产生和发展。上面提到的佩杰（Paige 1975）的分析，就是一个经典范例。

关于话语对社会运动或革命的影响，我们可以从任何一个19世纪社会学奠基人的工作中找到灵感。马克思对工人阶级的认同感和阶级觉悟的强调，以及他本人在建构无产阶级意识方面所做的巨大努力，都清楚地表明他对话语在社会运动和革命中的地位的重视。在托克维尔针对启蒙运动学者在法国革命中的作用所做的批判性分析中，我们不难发现，他对反体制话语在法国革命进程中所起的作用有何等的重视。持涂尔干视角的学者认为，社会规范的崩坏是导致社会运动和革命的根本原因。如果我们把主流意识形态、对传统的认同或其他话语因素看做社会规范的不同形态，那么涂尔干视角的核心就是话语。最后，社会运动的话语是内嵌于文化之中的，并且，许多社会运动的话语过程都是围绕国家的合法性基础而展开的。鉴于这些原因，韦伯关于新教伦理在资本主义兴起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的分析（Weber 1958），以及他关于权威的分类和分析 （Weber 1978：28；Bendix 1962：290～297），等等，均可被视为话语理论的源泉。的确，目前许多关于社会运动的话语特征或文化形态的研究或多或少都受到了韦伯的影响。

一旦厘清20世纪在美国发展起来的集体行动、社会运动和革命理论与19世纪社会学理论之间的传承关系，整个社会运动和革命理论的发展逻辑就清晰了（见图2-3）。上文强调，今天对社会运动和革命的宏观理解大致可以追溯到19世纪社会学奠基人的一些基本思想，但美国早期关于集体行动、社会运动和革命的研究却是在勒庞（LeBon 1979）的社会心理学理论基础上起步的，而目前仍在美国占据主流的资源动员理论和政治过程理论，正是在批判传统的以社会心理学为中心的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见图2-3）。在下文，我将首先对图2-3所示的各类理论之间的逻辑做出一个全面而扼要的阐述，然后对两种关于社会运动和革命的基本研究方法，即以机制为中心的研究方法和以国家社会关系为中心的研究方法，做一简单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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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美国集体行动、社会运动和革命理论的发展过程，我首先从勒庞的理论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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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3 社会动员和革命理论的发展逻辑

美国早期社会运动理论的发展

勒庞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一位法国思想家，被公认为社会心理学的创始人。勒庞整个理论的核心就是所谓的心智归一法则（the law of mental unity）。他认为，作为个体的人是理性的、有教养的、有文化的，但随着聚众（crowd）的密度增大，身处其中的个体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将渐趋一致，变得越来越野蛮和非理性，其行为也越来越受到脑下垂体的控制。这些人同时具有双重道德，既能做出英雄般的献身之举，也会残暴无情。他们拜倒在英雄和权威的脚下，同时在弱者面前耀武扬威。因此，在勒庞的眼中，集体行动（包括社会运动和革命）值得肯定的很少，因为它们都是非理性的产物。

对勒庞理论的改造

20世纪初，许多美国人留学欧洲，学到了勒庞的理论并在美国加以改造。其中最为成功的当数符号互动理论家布鲁默（Blumer 1946）所创造的循环反应（circular reaction）理论。布鲁默首先把一些社会学因素引入勒庞的理论。比如，他认为社会运动/集体行动起源于社会变迁所引起的不安。其次，勒庞认为自己的理论能够解释包括社会运动和革命在内的所有集体行动，而布鲁默却认为自己的理论只能解释集体行动。不过，布鲁默理论的核心仍是一个聚众形成的社会心理学过程。他把这个机制称为循环反应。该过程分为三个步骤：集体磨合（milling）、集体兴奋（collective excitement）和社会感染 （social contagion）。第一阶段是传递谣言的过程。逐渐地，随着不确定感增强，人与人之间相互感染并产生某种共同的感觉，这是第二阶段。最后，随着人与人之间的感染力和共同感觉继续增强，循环反应就进入第三阶段：爆发集体行动。不难发现，布鲁默的模型虽然引入了社会结构，但从根本上说还是一个社会心理学模型。

直到20世纪60年代，美国学者关于集体行动和社会运动的研究视角才从社会心理学转向社会学，但依然保留了社会心理学的内核。从当时的一些代表作中我们不难发现这一点。1970年，格尔（Gurr 1970）发表了一本题为《人们为什么要造反》的书。此书在社会运动和革命的背景部分讨论了大量社会结构因素，包括社会变迁、政治危机、经济转型等，但核心却是心理学的。书中，格尔提出了“相对剥夺感”（relative deprivation）的概念。他认为，每个人都有某种价值期望，而社会则有某种价值能力。当社会变迁导致社会的价值能力小于个人的价值期望时，人们就会产生相对剥夺感。相对剥夺感越大，人们造反的可能性就越大，破坏性也越强。他把这个过程称为“挫折—反抗机制”。

20世纪60年代，在社会运动研究社会学化的道路上走得最远的当数斯梅尔塞（Smelser 1962）。尽管如此，他模型中的社会结构性怨恨和一般化信念这两个因素却是从社会心理学理论中继承来的。特别是在关于一般化信念的讨论中，斯梅尔塞基本上继承了把社会运动和革命视为非理性行为的传统观点。在斯梅尔塞那里，一般化信念的产生过程可以用这样两个概念来概括：“不耐心者的冲动”（act of impatient）以及“一蹴而就的观念”（if only mentality）。什么意思呢？作为帕森斯的学生，斯梅尔塞也是一位功能主义者。在他看来，一个正常的社会行动应该有七个步骤。以学生对老师讲课质量有意见为例。按照正常的程序，学生应该首先向这位老师提意见，解决不了再到系里提意见，系里解决不了再到院里，院里解决不了就到学校……这样一步一步，到最后还解决不了，学生就会发现，老师的课讲得不好是因为整个教育体制有问题，在这个体制下老师只能这样讲。但是，社会运动的发动者却极其缺乏耐心：他们一旦觉得老师的课讲得不好，马上就会越过正常的社会行动步骤，直接从整个教育体制上找原因；更有甚者，社会运动的发动者一般头脑都很简单，会天真地认为只要改造了教育体制，某个老师的课就自然讲得好了。由是观之，与勒庞一样，在斯梅尔塞的模型中，社会运动的参加者也是非理性的。

政治过程理论的崛起

20世纪60年代，美国出现了许多规模较大的社会运动，如民权运动、新左派运动、反越战运动、女权运动、同性恋运动，等等。后来，一些同情这些运动的年轻教授在研究中发现，既有的社会运动理论几乎都具有很强的保守倾向，不但过分强调社会运动的负面效应，而且把发动和参与社会运动看做非理性行为。于是，他们开始对传统理论进行清理和批判，并在此基础上逐渐发展出资源动员理论（resource mobilization theory）和至今依然在美国社会运动研究领域中占支配地位的政治过程理论（political process model）。

他们首先对社会心理学视角进行了批判。关于格尔的相对剥夺感理论，他们指出，在绝大多数社会中，不平等和压迫是随处可见的。如果剥夺感是导致社会运动的根本原因，我们应该每天都可以看到反抗运动。但事实上，反抗运动往往集中出现在某些特定的时间和场合，并且发生的原因往往是由于社会运动的发起者和参与者手中掌握的资源（特别是资金和可支配时间）增多了（McCarthy and Zald 1973，1977；Oberschall 1973）。

传统理论一般都把社会运动看做病态社会行为。对此，梯利提出了一个政体模型（图2-4）。该模型区分了两类人：政体内成员和政体外成员（challengers）。政体内成员包括政府和一般成员。一般成员能通过常规的、低成本的渠道对政府施加影响，而政体外成员则没有此能力。因此，政体外成员要么设法进入政体，要么设法改变政体以便把自己包容进去，要么致力于打破这个政体，这就形成了社会运动或革命。所以社会运动是政治性的而非病理性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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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4 梯利的政体模型

传统理论强调运动参与者的非理性特征，新一代研究者则针锋相对地强调参与社会运动是理性行为。在描述社会运动参与者的动机时，他们抛弃带有情感色彩的怨恨或剥夺感等字眼，转而采用利益、兴趣等带有理性选择意涵的概念。他们指出，运动参与者的非理性特征是反感社会运动的学者的主观评价，而非运动参与者本身的属性。他们引入经济学的理性选择模型，甚至运用博弈论方法计算出：即使是剧院着火后观众惊慌失措、夺门而出以致相互践踏的行为，都是理性行为。因为对每一个个体来说，在情况不明而又无法沟通的情况下，不顾一切往外跑是最有利的行为，尽管这样做反而会造成更大的混乱，大大降低人群疏散的速度，从而给旁观者造成了非理性的印象（Brown 1965；Oberschall 1973）。

资源动员理论和政治过程理论的倡导者还批判当时一些与传统社会心理学理论有一定相似之处的其他社会运动和革命理论，特别是以康豪瑟（Kornhauser 1959）为代表的“大众社会理论”和以亨廷顿（Huntington 1968）为代表的现代涂尔干视角（Oberschall 1973；von Eschen，Kirk and Pinard 1971；Useem 1980）。康豪瑟在1959年发表了《大众社会政治》一书。他提出，一个正常的社会结构应该是三层的：政治精英—中层组织—民众。他认为，中层组织的主要功能在于：保护民众免受政治精英的操纵和控制；防止政治精英的决策直接为大众压力所左右；对精英政治进行组织化和民主化控制；提供交往和讨论的平台从而使民众对现实的感知更为真切；中层组织的多样性导致利益和认同感的多样化，从而降低民众被大量动员到一个运动中去的可能。因此，在中层组织薄弱的社会，民众有可能受到精英的直接操纵，也有可能通过民粹主义直接控制精英，这就是大众社会。大众社会容易出现政局动荡甚至极权主义运动。在这种运动下所建立的政权就是极权政体（totalitarian regime）。

康豪瑟的理论遭到多方面批判（Halebsky 1976；Oberschall 1973；Pinard 1975；Tilly 1978）。其中最受诟病的一点是，若如康豪瑟所言，中层组织能对社会运动起到抑制作用，那么社会上频繁参加运动的人应该是那些与中层组织联系薄弱的人。批评者们为此做了许多实证研究，但得出的结果正好相反：那些在一般组织和人际网络中表现活跃的人，参加运动的可能性比其他人要高得多。据此，他们否定了康豪瑟的理论，并强调组织才是社会运动动员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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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5 亨廷顿的社会变迁和政治动乱之间的关系模型

亨廷顿在1968年发表了《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他的理论可用图2-5来表示。图中的横轴表示社会变迁的速率，纵轴表示制度化的速率，中间斜率为45度的直线表示社会变迁与制度化的速率相等，即所有社会变迁都被适当地制度化了。45度线上方的曲线说明制度化快，社会变迁慢，是一种停滞不前的社会。45度线下方的曲线表示社会变迁快而制度化跟不上。亨廷顿认为，变革中的社会就基本处于这种境况，处在这种境况下的社会最容易产生社会运动和革命。对于亨廷顿的理论，梯利（Tilly 1973）曾经做了专门的批判。梯利指出，在欧洲近代史上，社会变迁与社会运动之间并不存在正相关关系。相反，在1830年以后法国城市化较快的阶段，却是发生集体性暴力事件较少的时期。在此基础上，梯利强调组织力量和政治机会在社会运动和革命发起与发展中的作用。

资源动员论者与政治过程论者在具体观点上存在较大差异，但都强调社会运动和革命是一个政治过程，运动参与者的利益和理性选择、组织和资源以及政治机会在社会运动的发起和发展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今天，虽然美国的社会运动和革命研究已经有长足的发展，但汲取了资源动员理论部分思想的政治过程理论仍是主流理论范式。

作为这场论战的局外人，我认为，他们当年对传统理论的批判不无偏颇，而且直到今天，其中某些偏颇仍然对社会运动和革命研究具有极大的影响。比如，政治过程理论强烈反对传统理论关于运动参与者的非理性假设，甚至把剧院着火后观众惊慌奔逃之类的行为都解释成理性行为。事实上，正如第三章所讨论的，如果身处剧院里的不是一群人，而是一群老鼠，我相信，失火之后它们也会惊恐万分地四散奔逃。但是，如果说老鼠奔逃是理性选择的结果，那一定会让人笑掉大牙。最近，尽管一些学者老话重提，强调情感在社会运动中的作用（Goodwin 1997；Goodwin and Jasper 2004；Jasper 1997），但客观地说，其大多数工作还赶不上当年有些工作的水平。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损失。

政治过程理论对康豪瑟的“大众社会理论”的批判也是有失公允的。康豪瑟认为社会中层组织越发达，就越不容易产生社会运动，而政治过程理论却强调组织/网络越发达，就越容易产生社会运动。这两个看上去截然相反的理论其实并不矛盾，因为它们说的是两码事。康豪瑟想解释的是大规模革命运动的起源，而坚持政治过程理论的学者所研究的大多是女权运动、学生运动、环境运动、反堕胎运动等中小规模的改良性运动。的确，正如政治过程理论方面的研究所显示的，人际网络和组织在微观的运动动员中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从宏观角度来看，正是美国发达的高度多元化的中层组织造成了利益和认同的多样性，从而消除了革命发生的可能性，促进了政治稳定。

梯利对亨廷顿的批判也很成问题。的确，以亨廷顿为代表的所有涂尔干视角的学者都有一个共同点，即以社会变迁为起点，指出这些变迁的某种后果以及伴随这种后果而出现的某种心理学机制（如格尔）或社会学机制及因素（如康豪瑟和亨廷顿），然后从这一机制出发，一步到位来解释社会运动的产生和发展。他们对从社会变迁到社会运动或革命真正发生之间的许多其他因素（像反抗者的组织能力、国家对反抗运动的镇压能力或制度化能力，等等）往往忽略不计。所以，坚持涂尔干视角的学者所写的文章读起来会有大而空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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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必须指出的是，社会变迁虽然不是导致社会运动发生的唯一条件，却是一个重要的必要条件。这就是为什么大多数坚持政治过程理论的学者（Goldstone 1991；McAdam 1982；Tarrow 1998），包括梯利本人最近的著作（见McAdam，Tarrow and Tilly 2001：17），仍在其模型中把社会变迁置于重要位置的原因。问题是，为什么梯利在1973年的那篇文章中没有在欧洲近代的社会变迁与社会运动之间找出任何直接关系呢？这很好理解：社会变迁是导致社会运动或革命发生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从社会变迁到社会运动或革命之间还有许多其他中介因素在起作用。比如，在化解社会矛盾能力强的国家，社会运动或革命就会推迟甚至不能发生；而在化解能力弱的国家，发生某种社会变迁后，社会运动或革命很可能就会接踵而至。不同的国家社会关系不但会影响社会运动发生的可能性和规模，而且会影响社会变迁与社会运动之间的间隔时间。这种种因素叠加在一起，使社会变迁与社会运动或革命之间的关系很难用简单的方法来做出描述和测量。

尽管政治过程理论和资源动员理论对传统理论的批判不无偏颇，但毕竟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有所不同。在自然科学中，偏执的批判一般只会导致错误的理论。而在社会科学中，批判的前提往往不是对既有理论之错误的全面把握，而是对复杂对象中受到忽视的方面的强调；因此，偏执的批判往往能够导出很有意义的理论模型和研究方向。公正地说，自政治过程理论创立以来，社会运动和革命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其研究方向也从早期的宏观理论拓展到对中观和微观因子或机制的研究。但另一方面，早期政治过程理论由于其出发点的偏颇，也为研究带来了一些理论盲区，其中有一些至今仍然影响着社会运动研究的发展。在下一节，我将讨论20世纪70年代后，欧洲社会运动理论传入美国，以及国家理论的兴起对政治过程理论发展的影响。

欧洲的社会运动理论和国家理论

20世纪60年代，不仅美国发生了新左派运动、女权运动和环境运动等社会运动，西欧和日本也发生了类似的社会运动。60年代的社会运动虽然是一个世界性现象，但由于政治和学术环境的差异，各国学者对这些社会运动的理解大相径庭。从总体上看，由于有深厚的马克思主义和左派传统，欧洲的社会科学家在实证主义道路上没有像美国学者走得那么远。因此，欧洲学者在理解20世纪60年代的社会运动时，一般仍以发展于19世纪的宏观社会学视角为出发点。他们认为，欧洲60年代的社会运动反映了欧洲社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一个重要转型，即从工业社会迈向后工业社会。与这一社会变迁相伴而生的是新的社会怨恨、兴趣和价值（Inglehart 1990）。在后工业社会中，人们无需为温饱问题而斗争，相应地，新型社会问题（如环境、女权、人权和动物权）则日益受到重视。旧的认同基础（即工人阶级意识）的重要性日益削弱，新的先进阶层（如学生）（Touraine 1971）和新的认同（如学生、女性、同性恋者和环境保护者）逐渐兴起。因此，欧洲60年代以来的许多社会运动，本质上是一场原有的现代化价值与正在兴起的后现代化价值之间的冲突（Cohen 1985），是现代化或资本主义合法性危机的体现（Habermas 1975），是人们在新的社会条件下寻找自我认同的结果（Melucci 1989），是为控制和定义主流文化而进行的斗争（Touraine 1985）。

欧洲新左派的上述理解显然存在偏误。首先，西方社会虽然极其发达，但温饱问题仍然没有在全社会范围内得到解决。从经济利益出发的各类罢工和示威在西方仍然十分常见，只不过这类抗争大多已被制度化了而已。更重要的是，在当前西方社会中，资本主义和现代化仍是主流价值。和马克思所推崇的工人阶级一样，曾被图海纳（Touraine）大为推崇的学生根本就担当不起带领整个社会走向后现代的重任，而各种新社会运动，比如环境运动和女权运动，一直与各种右翼运动并存于西方社会。迄今为止，它们对资本主义主流价值的制约是有限的。当然，如果从学术渊源上看，我们不难发现，欧洲社会运动理论强调的是社会变迁、社会和阶级结构的变化，以及文化、认同感、话语和合法性在社会运动产生与发展中的作用。因此，它实际上是融会了欧洲19世纪以来发展起来的涂尔干、马克思和韦伯三大社会学传统（见图2-3）。

欧洲和美国的社会运动一直是平行发展的。直到20世纪80年代，两地的社会运动研究者才开始学术交流。初次接触让双方都吃了一惊：同是面对60年代以来的各类社会运动，大西洋两岸的学者竟有如此不同的理解。在这种形势下，欧美学者之间，特别是有像克兰德曼斯和泰罗（Klandermans and Tarrow 1988）这样的学者在两边穿针引线，开始了一个互相学习的过程。在此过程中，欧洲学者越来越重视美国的实证研究方法，而美国学者则重新发现了文化、认同感、话语和意识形态在社会运动中扮演的角色。因此，一些对社会运动的产生和发展有重要影响，但曾经被美国学者抛弃了的，或从来就不受重视的因素，在交流过程中，被引入了美国社会运动的研究（见图2-3）。

在本书中，我始终强调集体行动，特别是社会运动与革命之间的共同点，并认为它们之间虽然有重大差别，但仍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纳入统一的框架内加以讨论。这种做法目前在美国，特别是在梯利等人提出“对抗政治”概念之后，已在一定程度上被悄悄接受。但是，在20世纪70～90年代，美国学者一般都把社会运动与革命区分开来，并用不同的理论和方法加以研究。在社会运动研究方面，70年代以后主要是政治过程理论，而在革命研究方面，最重要的则是在摩尔（Moore 1966）的生产方式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及在托克维尔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国家理论（见图2-3）。在前面，我已经讨论过梯利对社会运动的定义（见图2-4）。在梯利的定义中，既然政体（这里主要是指国家）是社会运动的主要对象，那么，作为一个“政治过程”，社会运动的发展理应是一个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互动过程。既然如此，我们也许会认为，从革命研究中发展起来的国家理论会对社会运动理论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但事实上，由于社会运动研究和革命研究在美国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仍是各自为政，所以，直到今天，国家理论虽然在社会运动研究中开始受到重视（Goldstone 2003；Meyer，Whittier and Robnett 2002；Zhao 2001），但仍没有取得应有的地位。因此，尽管政治过程理论的核心是政体或国家，却一直未得到国家理论的支持。在政治过程理论中，国家在社会运动中的作用被简化为“政治机会结构”（political opportunity structure）。然而，我在下面马上就会谈到，“政治机会结构”这个概念在学理上有很大问题。在本章末尾部分，我还将进一步强调，国家以及国家社会关系往往是决定社会运动产生和发展形式的关键。因此，在讨论90年代美国社会运动理论的发展之前，有必要简单介绍一下国家理论在美国的发展。

国家理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德国十分盛行。原因很简单，在整个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欧洲，德国始终处于后进位置，因此德国的知识分子（就像今天中国的新权威主义者一样）一般都推崇国家力量，希望借助国家力量使德国在短期内赶上并超过欧洲其他强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大量坚持国家中心理论的学者倒向法西斯，所以法西斯倒台以后，国家中心理论在德国乃至全世界都没落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直至70年代末，美国学界流行的是各种以社会为中心的理论。这些理论虽然形态各异，但都把国家简单地看做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国家在社会中的作用仅是保证社会公平竞争的裁判（自由主义），或是统治阶级的工具（马克思主义）。这种情况直到70年代末才有所改观。其原因有二：一是70年代后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腾飞。学者们发现，四小龙之所以能在短期内迅速腾飞，主要是得益于这些国家的政府有能力一方面把国内经济导向国际市场，另一方面又保护国内新兴工业，使之免于在成熟前即被国际市场压垮（Amsden 1989；Deyo 1987；Evans 1995；Haggard 1990；Wade 1990；Zhao 1994；Zhao and Hall 1994）。

国家理论得以发展的第二个动力来自对社会革命的研究。1979年，摩尔的学生斯考契波（Skocpol 1979）发表了《国家与社会革命》，该书如今已经成为经典作品。在此书中，斯考契波认为，导致法国、俄国和中国发生革命的最大原因是传统国家的崩溃（state breakdown）。崩溃主要源于国家在国际战争中的失败。为了弥补战争失败，国家不得不实施改革和提高税收，结果势必对传统农业社会造成破坏并激起地方势力的抵制，从而有可能在一定条件下（即农民的组织力量较强的情况下）引发革命。斯考契波对革命的分析方法有着许多严重问题，比如，她的书忽略了领袖人物和意识形态在革命中的作用。作为历史社会学，她的分析方法缺乏时间维度，也就是说，她可能会用清朝时的社会结构来分析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成功，从而放弃对整个历史过程的分析和考察。因此，此书发表后，她对法国、俄国和中国革命所做的具体分析，一直受到各方面的批判（如McDaniel 1988，1991；Sewell 1985）。但是，在该书中，斯考契波明确指出，国家既不完全是统治阶级的工具，也不完全是保证社会公平竞争的裁判，国家集团有着独立的利益，国家有着独立的结构和性质以及与此相应的行为方式。因此，我们必须把国家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结构来看待和研究。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从经济发展研究中成长起来的国家理论与从革命研究中发展起来的国家理论渐渐合一（Evans，Rueschemeyer and Skocpol 1985）。在国家理论的上升过程中，斯考契波的著作也获得了牢固的地位。

美国和西方社会运动理论在20世纪90年代的发展

如前所述，美国社会运动研究在欧洲理论的冲击下重新发现了文化、认同感、话语和意识形态在社会运动中扮演的角色，但同时期在革命研究中发展起来的国家理论却未能对社会运动研究产生重要影响。因此，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和西方的社会运动研究在政治过程理论这个大框架下产生了四个在一定程度上相关的研究方向或领域，分别是：政治机会结构、运动动员结构、运动文化和运动话语的形成以及运动与媒体的关系（McAdam，McCarthy and Zald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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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此同时，研究者的兴趣也从早期对运动产生原因的研究逐渐转向对运动发展动态的研究，从宏观理论的建构转向对中观和微观机制的研究。20世纪80年代以后，美国发表的有关社会运动的绝大多数论文和相当一部分书籍，已不再针对整个社会运动进行分析和描述，而是只关注运动的某个侧面，比如媒体与运动的关系、运动策略（或话语框架）的形成过程、运动的动员方式，等等。一个整体性的社会运动，往往被分割成不同的问题，从不同的角度加以分析。下面，我将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逐渐形成的四个主要的社会运动研究视角做一批判性介绍。首先从政治机会结构理论开始。

政治机会结构

在梯利和麦克亚当（Tilly 1978；McAdam 1982）所提出的政治过程理论中，政治机会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见图2-2），但政治机会在他们的模型中只是影响社会运动发生和发展的诸多因素之一。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一些学者，特别是泰罗（Tarrow 1988，1998），把政治机会提升到了一个独一无二的位置。他们采用艾辛杰（Eisinger 1973）在分析美国城市抗争行为的发生频率时所提出的“政治机会结构”概念，强调一个社会运动能否兴起、怎样发展，既不取决于人们的愤恨，也不取决于所能利用的资源的多少，而是取决于政治机会的多寡。政治机会结构理论甫一提出，即在美国社会学界一炮走红。从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美国发表的关于社会运动研究的文章有相当一部分都冠以该理论（见Costain and McFarland 1998；Eisinger 1973；Gamson and Meyer 1996；Jenkins and Klandermans 1995；Kitschelt 1986；Kriesi 1996；Kriesi et al. 1995；McAdam 1996；Meyer and Staggenborg 1996；Meyer and Tarrow 1998；Rucht 1990，1996；Tarrow 1992，1994，1996）。但是，该理论的广泛运用也带来了一些问题。其中，最主要的问题是政治机会结构在研究中几乎成了任何能够影响社会运动的结构性因素的代名词。由于它似乎什么都能解释，自然就失去了一个理论应有的可证伪性。于是，泰罗（Tarrow 1996）、甘姆森和迈耶等学者（Gamson and Meyer 1996；Meyer and Minkoff 2004）设法对政治机会结构概念进行更为明确的界定。但他们的努力未能阻止人们继续滥用这一概念。

为什么他们的努力没有效果呢？主要是因为“机会”这个概念本身存在问题。我们知道，社会学家经常通过社会结构来解释社会行动，但社会结构往往很难界定。比如国家（state）这个概念，看起来浅显易懂，其实不然。人大、国务院属于国家范畴，这没有疑义。但街道组织、乡政府是否属于国家范畴？这就有争议了。虽然街道组织和乡政府属于国家机构，但由于街道、乡镇一级组织的官僚体制比中央机构要松散得多，其领导又受到来自家庭、邻里、朋友的更为直接的影响，因此具有很强的社会性。由此看来，国家与社会之间并没有一条清晰的界线。但是，尽管国家这一概念较难界定，但我们至少知道，某些社会结构概念，比如性别（gender）和阶级肯定不属于国家这一范畴。因此，当我们用国家理论来解释某一社会行动时，其他人就可以反驳说这一社会行动不是由国家性质而是由性别或阶级结构决定的；换句话说，国家理论本身是可以被证伪的。但政治机会结构这个概念却不具备这种性质。我们既可以说，一个国家的性质为一个社会运动的产生提供了政治机会，也可以说，一个社会的阶级结构或性别权力结构为一个社会运动的产生提供了政治机会。既然任何结构性甚至非结构性因素都可贴上“政治机会”的标签，那么，社会学家所能做的顶多只是论证到底哪个政治机会维度才是解释某个社会运动的关键，而不能论证政治机会结构理论本身是否合理。也就是说，这一理论本身是不能被证伪的。不难想象，如果我们把任何结构因素都视为机会的话，那么社会学也就成了“机会学”了。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自由主义的增强，西方社会科学家对人类改造社会和自然的能力显得越来越有信心，从而越来越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对社会发展的作用。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和布迪厄的惯习理论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作为这一趋势的极端例子，就是这里所谓的政治机会理论以及我们经常见到的形形色色的资本理论（如社会资本、文化资本、符号资本等）。这类理论的最大问题，就是把社会结构彻底主观化了。在这些理论中，社会结构就像一个工具箱，完全理性的人们在其中寻找机会和追求利益最大化。然而，社会结构对人的行为的影响既是主观的又是客观的。不管一个人是否对他所处的社会结构有所了解，社会结构同样会对其产生影响。这就是为什么六七岁的小孩无论是否想读书，父母都会把他们送到学校去的原因。不过，这些机会理论和资本理论倒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它们用起来很方便。由于任何结构因素都可以贴上机会或资本的标签，一个学者，即使对所研究问题的性质都没有搞清楚，但把现象背后的结构逻辑贴上机会或资本的标签总是不会错的。作为懒人的温床，这类理论很有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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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方面，必须指出的是，尽管政治机会理论不足取，但政治机会理论旗下的许多工作还是非常出色和有意义的（特别是一些欧洲学者的工作，比如Kitschelt 1986；Kriesi et al. 1995；Rucht 1996）。这些工作基本上集中于比较欧洲各个国家的不同国家结构对社会运动发生和发展的影响，它们实际上应该归入国家理论。正是由于国家理论在社会运动研究中没有得到充分重视，因此政治机会在这些工作中就成了国家结构和性质的代名词。

运动动员结构

美国社会运动研究的第二个重点是围绕运动参与者是怎样被动员起来的这一问题而展开的。这个研究领域起源于对康豪瑟的大众社会理论的批判。自从斯诺及其同事们在1980年从实证角度讨论了人际网络和组织在社会运动动员中的关键作用后（Snow et al. 1980），整个80年代乃至90年代发表了大量探讨人际网络和组织在运动动员中的作用的文章（见Gould 1991；McAdam 1986；McAdam and Paulsen 1993）。随着研究的发展，组织学方法和网络研究方法被大量引入社会运动动员研究。学者关注的重点也从早期社会运动背后的组织和网络转移到社会运动的组织形式、动员形态以及运动组织间的联系与社会运动发展之间的关系（Polletta 2002；Rosenthal et al. 1985），这些因素后来被统称为“动员结构”（mobilization structure）（McCarthy 1996）。随着一系列研究的开展，组织和人际网络是运动动员的关键几乎成了一种传统智慧。

进入20世纪90年代，这一传统智慧开始遭遇挑战。挑战首先来自顾尔德对法国19世纪革命的研究（Gould 1991，1993，1995）。顾尔德的研究显示，在1848年的法兰西内战中，阶级认同在巴黎群众的动员过程中发挥了很大作用，但 1848年后法国政府对巴黎进行了大规模改造。改造工程打破了原来自然形成的市民聚集区；因此，在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时，巴黎群众动员的基础不再是阶层认同，而主要是基于邻里关系的认同。顾尔德的工作清楚地表明了居住环境在社会运动动员中所起的特殊作用，但也存在一些局限：在分析中，他把居住环境看做是组织和社会网络形成的基础，因此，社会运动参与者的动员最终还是通过组织和社会网络来实现的。这一理论对西方的社会运动来说比较贴切，因为西方社会中层组织发达，大多数运动都是在组织引导下进行的。但在当代许多威权国家中，独立于国家控制之外的社会中层组织发育不良，异议性网络一般也被国家控制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因此，如果组织和网络真是社会运动动员的唯一关键的话，那么这些社会中几乎没有发生社会运动的可能。而事实上，这些社会中虽然发生社会运动的可能性相对较小，但一旦发生，往往就是大规模的革命性运动。因此，在解释发生于威权社会中的社会运动时，上述只重视组织和网络的理论就显得很不够了。为此，笔者对北京学生运动的动员方式进行了研究（Zhao 1998a，2001）。在研究中我发现，在组织力量很弱的情况下，以宿舍、宿舍楼、学生聚居区、校园，乃至整个海淀区的学生居住和活动空间为中心而产生的北京高校生态环境，在学生的动员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生态环境不但促进了以组织和网络为基础的运动动员，同样重要的是，它把大量思想和经历相似的人员聚集在同一社会运动空间内，从而为一个一哄而起的运动创造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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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笔者进而指出，威权国家虽然有能力限制独立于国家之外的组织和人际网络的形成，但它绝无可能打破同一居住和活动空间下的人际交往。事实上，威权国家的许多政策往往会把相似的人群集中在同一空间之下，从而促进了主动的人际交往和被动的直接接触。因此，以生态环境为基础的运动动员方式往往在发生于威权国家的社会运动中起到关键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运动的动员结构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一个国家内部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决定的。

自笔者发表此文以来，美国学界越来越重视地域、空间和生态环境在社会运动动员中的作用。2001年，苏威尔在笔者工作的基础上，比较了空间环境在中国学生运动和法国革命中对大众动员所起的作用（Sewell 2001）；梯利则进一步区分了泛空间（bare space）、情境空间（textured space）和地域（place）三个层面，并指出社会学家关于时空与运动动员之间关系的研究应将重点放在第二和第三个层面上（Tilly 2000）。此外，美国一本关于社会运动研究的专门杂志《动员》（Mobilization
 2003）还就地域、空间、生态环境与社会运动动员之间的关系进行了专题讨论。

话语、符号性行动和情感

20世纪90年代美国社会运动和革命研究的第三个重点是关于话语、符号性行动和情感在社会运动中的作用。如前所述，这方面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欧洲传统的影响。但从更具体的层面来看，我们可以将其视为对美国主流政治过程理论的一种补充和挑战。表面上看，运动的话语与符号性行为和情感是两类不同的现象，但如果更深入一步，我们就会发现，对一个运动的话语和符号性行动，凡认为它决定于策略性行动的学者，一般都强调理性选择在社会运动参与中的作用；凡认为它决定于文化的学者，则一般都强调情感在社会运动中的作用。因此，在这里，我把这两种有所不同的研究归入一类。

这方面的研究又可细分为三大类：①第一类研究强调政治文化在运动话语和符号性行为的产生中所起的作用（如Furet 1981；Hunt 1984；Pye 1990；Sewell 1985）。这一传统中一些比较极端的学者甚至坚持“历史即剧本”（history is scripts）的观点，意谓历史就是舞台，社会行动者就是演员，而文化则是剧本（script）。社会行动者的行为和话语都是由文化文本决定的。②1986年，斯诺及其同事提出了框架调整（frame alignment）的概念（Snow et al. 1986）。其核心思想是，一个社会运动背后的目标或意识形态由于种种原因可能会不为动员目标群体所理解或接受。为此，运动的组织者会创造出一些更容易被接受的话语以达到有效动员的目的。在斯诺等人看来，社会运动中的话语形成过程实际上是一个运动组织者为了成功地动员参与者而建立策略性框架（strategic framing）的过程。这些学者也强调文化在框架整合中的作用，但对他们来说，文化不过是一个工具包（tool kit），或是人们理性选择最佳策略的基础（Swidler 1986）。③第三类工作则是旧事重提，即把传统社会运动理论所强调的，但被政治过程理论抛弃了的情感因素重新引入社会运动和革命研究（Goodwin 1997，Goodwin and Jasper 2004；Jasper 1997，1998）。

这三类工作各有其价值，也各有其弱点。关于文化理论，我想，很少有人会否定文化在社会行动中的重要性。但一旦用文化来解释某一具体社会现象，我们就会碰到一个问题：一个复杂社会的文化内容包罗万象，对于一个已然发生的社会行动，我们总能找到一些文化因素来解释这一行动背后的文化内涵。因此，真正有意义的工作不是简单地指出文化在塑造运动话语和符号中的作用，而是要解释为什么一个特定的社会运动表现的是一种社会文化的某一部分而不是另一部分（很少有一个社会运动的行动能够一览无遗地体现所处文化背景的方方面面），以及体现一个社会政治文化的社会运动的行动库（repertoire of collective action）是怎样变化的（Tilly 1978，1986）。

策略框架理论没有文化理论所面临的困境。对于持这种理论的学者来说，一个运动之所以表现文化的某一部分而不是另一部分，是因为运动的组织者觉得那一部分比较有效，一个社会中社会运动行动库的变化来自无效文化行为的淘汰和有效行为的引入。但这种解释也面临一些问题。第一，对大多数社会学家来说，文化力量肯定会作为惯习和本能在情感和潜意识层面上发生作用，因此不能接受策略框架理论背后隐含的理性选择假设。

第二，策略框架理论背后隐含的理性选择假设倾向于把一个运动中的所有话语和符号性行为都看做是组织者的策略。诚如一个策略框架理论学者所说的（Benford 1997：421，412），该领域的大部分研究要么局限于对概念的理论思辨，要么就是讲一个话语故事（如Evans 1997；Hank 1995；Ryan 1991；Snow et al. 1986；Snow and Benford 1988，1992；Williams and Williams 1995，以及Zou and Benford 1995）。在这些研究者笔下，社会运动动员“仿佛不过是运动积极分子在摁一个个修辞按钮”；其推理“倾向于把成功的动员过程还原为运动积极分子所提供的一系列框架，并在两者之间建立起因果关系”。

第三，一旦把一个运动的话语过程看做是社会运动组织者的策略行为，实际上我们就已经假设该运动是在极其有组织的情况下展开的。这种假设对美国这样一个社会中层组织高度发达、大量运动已被制度化了的社会来说倒也说得过去，但对研究威权国家中的社会运动来说就有问题了。在威权国家中，独立于国家之外的中层组织力量薄弱，社会运动具有很强的自发性，大量竞争性话语和符号性行为往往同时并存于一个运动之中。在这种情况下，决定哪种话语最终成为主导性话语的往往是处于同情者位置的广大受众，而不是一些临时凑成的运动组织的领袖。因此，我们更应该关注的不应是运动组织者的话语或符号性行为，而应是为什么受众会被某些话语或符号性行为打动。这就需要我们把注意力从运动的组织者转移到作为动员目标的普通大众，并重点阐释普通大众之所以被或不被某些话语打动的结构性机制。

关于最近兴起的强调情感在社会运动中的重要性的一系列研究，我认为，在当前理性选择理论大行其道的情况下，这是十分有益的。但从根本上说，以情感为基础和以理性选择为基础的理论最后都会碰到同样的问题，即，对任何一个具体的行动来说，我们根本无法搞清支配这一行动的到底是理性选择还是情感，因为它们往往同时并存且难以分离。在这种情况下，更有意义的是回答，为什么有些社会运动较为理性，而另一些社会运动则受情感左右？这也需要我们回到社会结构层面去看问题。

对于上述分析，我想通过一个例子予以说明。一个公认的事实是，中国20世纪80年代的一些学潮的发展往往为传统文化和大众情绪所支配。因此，一些学者以此作为文化和情感在运动中的重要性的佐证（Pye 1990；Esherick and Wasserstrom，1990）。然而，如果文化的作用真的如此具有决定性，那么，由于中国在20世纪经历了一个深刻的现代化过程，传统文化对80年代学生运动中的话语和行为的影响理应比“五四”和“一二·九”时要少（Zhao 2000，2001：ch.9）。但比较的结果显示，中国80年代学生运动中学生所使用的话语和所采取的符号性行为都比那两个早期运动更为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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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显然，简单的文化解释在这儿是不成立的。对此，我的解释是，与以前的学生运动相比，现代学生运动面对的是一个更为统一和强大的国家机器。为了降低失败的可能性，学生不得不求诸中国文化所认可的集体行动方式。此其一。其二，与早期学生运动相比，20世纪80年代学生运动中的组织介入程度很低，因此往往被参与者的情绪左右。其三，根据社会心理学原理，社会互动双方都对对方有一个预期，当一方行为违反这一预期时，另一方会变得情绪化甚至愤慨（Garfinkel 1967；Turner and Surace 1956）。与此相应，我的一个核心观点就是，一个运动的旁观者对国家合法性的理解决定了他们对运动积极分子的各种行动以及政府在运动中表现的看法。20世纪80年代后期，中国绝大部分市民对国家合法性的认同，已经从原来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转变为政府在经济和道德上的表现。而对政府行德政的要求与中国的传统观念是一脉相承的。民众对国家合法性的这种理解使之更容易为那些充满道义感的言辞和行为所打动。而且如果国家在面对这些行动时反应不当，民众就会变得悲愤不已，这进一步强化了80年代学生运动的传统主义色彩。

这个例子告诉我们，运动中学生行为的传统性不是简单地由中国文化决定的，而是由中国80年代的国家社会关系决定的。由此可见，我们关于文化和情绪在运动中的作用的研究，重点应该放在解释到底是什么结构因素使一些而不是另一些文化成分在运动中得以发扬光大，又是什么结构性因素使一个运动最后为情绪或理性所驱动。简单地强调文化和情绪在运动中的重要性只会导致“到底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式的争论。这种治学方法为“过时”的理论改头换面后卷土重来创造了机会，但对整个学科的发展益处不大。

新闻媒体

社会运动研究的最后一个重点是对媒体在运动中的意义，以及媒体、舆论与社会运动之间互动关系的研究（Gamson and Wolfsfeld 1993；Koopmans and Olzak 2004；Mueller 1997；Myers 2000；Oliver and Maney 2000；Oliver and Myers 1999）。社会运动是一个公共事件。因此，媒体对运动的报道及其方式都会对运动的公共认知、大众支持度和发展产生重要影响（Kielbowicz and Scherer 1986；Koopmans and Olzak 2004；Ryan 1991）。美国的传媒和舆论是相对保守的。一般来说，媒体不过是复述一些记者的信息来源（Gans 1979），特别是官方意见。对于有关社会运动的新闻，媒体往往会视而不见、轻描淡写，甚至歪曲报道（Gitlin 1980；Molotch 1979）。美国的舆论一般都是跟着媒体走的（Gamson 1991；Gamson and Modigliani 1989；Lang and Lang 1981；Pride 1995），只有在亲身经历的问题上，大众的看法才会呈现多元化特征。而在许多威权国家中，运动、媒体和舆论之间的关系则是另一番景象。在那些国家，记者往往会以“打擦边球”的方式冒着风险扩大报道面，而民众在某些重大问题上往往宁愿听信谣言。

对于这种完全不同的媒体、舆论与社会运动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从很多角度来解释。有人认为这是因为威权国家媒体报道面太窄，导致与事实太过偏离，从而导致新闻记者的良心负担沉重，民众不得不从其他渠道获取消息。这种说法不无道理，但是不全面。比如，毛泽东时代中国媒体的报道面比改革开放后要窄得多，但当时的大多数记者并没有很大的良心负担，而百姓也对当时的大多数新闻深信不疑。此外，许多威权政体虽然会设置一些像美国等国家所没有的新闻禁区，但除去这些禁区后，威权国家中主流媒体报道社会问题的深度和广度并不一定比美国主流媒体狭窄（Zhao 2001：ch.10）。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即使没有政府设置的禁区，美国媒体也很少涉及这些新闻领域。

还有一种解释认为，美国的媒体主要是由市场机制而非政治干涉控制的，正是市场机制导致媒体的保守性。在市场条件下，利润因素使得媒体都面临着体制性人员不足的状况。因此，记者不但要依靠政府提供的日常新闻 （Epstein 1973；Fishman 1980；Ryan 1991），还要依靠能使他们摆脱旷时耗力的调查和可能的诽谤诉讼的“专家意见”（Soley 1992；Tuchman 1972）。在市场条件下，媒体必须遵循主流文化和大多数人的观点，否则就会造成阅读率、订购率和广告收入上的损失。由于影响广告收入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新闻对象的购买力，所以面向富人的报纸往往会在竞争中挤垮边缘性报纸（Herman and Chomsky 1988；Curran 1978）。媒体的市场控制机制非常类似于市场自身的特征：分散性和非人格性。没有人能够创造市场，但每个人、每个机构都必须遵从市场法则。所以，一些激进的媒体和观念虽然常因受到排挤和压制而处于边缘，但不会激起它们特别是针对国家的不满。与此相比，如果一个政府运用行政手段来控制媒体，那么一旦发生问题，这些问题立刻会被追究到国家头上。

这种市场导致新闻保守的理论是比较有意思的。目前，中国媒体虽然由于市场机制不健全而产生了很多问题，但在基本运作方式上却越来越接近于西方媒体。于是，一些学者也借鉴西方的市场—媒体关系理论来对中国媒体的行为进行分析（Lee 2002；Zhao 1998b）。我想指出的是，市场调节理论对理解目前中国媒体的行为来说非常有用，但市场力量并不是决定媒体特征的唯一因素。身处市场的西方媒体并非一开始就是这样顺从。在英国，直到19世纪中期娱乐性媒体兴起时，激进媒体才开始走向衰落。导致其衰落的最主要原因是中产阶级在政治和数量上的兴起。它在政治上的兴起巩固了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在西方意识形态中的霸主地位，从而使建立一种以自由主义民主为合法性基础的国家成为可能。它在数量上的兴起则使娱乐性媒体能够以广告费作为主要收入来源，从而在经济上把激进媒体挤垮（Cranfield 1978）。因此，西方的媒体就能够在这样一种“文化霸权”（Gramsci 1971）下享受着经济实惠并扮演着体制内声音的角色。而中国目前的媒体则缺乏这一条件。虽然目前中国经济表现尚可，记者也从中取得很大的经济实惠，但由于中国目前还缺少既能被社会中坚力量认同又能为国家提供合法性基础的霸权性价值观，因此，中国目前国家与媒体精英（或更广泛地说是知识精英）之间的联盟是建立在经济利益基础之上的，缺乏价值基础。这种联盟关系是有缺陷的。

由此可见，国家与媒体的关系是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决定媒体和舆论在一个运动中的行为的最重要因素仍然是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特别是一个国家赖以建立其合法性的价值观是否为广大记者和民众所接受。概括来说，西方媒体和舆论之所以在社会运动面前表现出保守性，是因为西方拥有以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为基础的稳固的文化霸权。相反，在目前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已几乎垄断整个世界的情况下，其他国家几乎不可能建立一种与之不同的，能够同时为国家和社会精英所认同的，从而能够将其作为建立国家合法性基础的价值体系。这就是为什么威权国家的媒体和公众舆论在发生社会运动时往往倾向于激进的原因。

社会运动和革命研究的发展方向

值此世纪之交，30多年前的资源动员理论和政治过程理论的倡导者已经俨然成为学术权威。但与此同时，来自各方面的挑战也使他们一直在对自己的理论进行反思（如Meyer 1999；Koopmans 1999；Tilly 2002），并为寻找社会运动和革命研究在新世纪的发展方向进行了大胆的理论探索。麦克亚当、泰罗和梯利三人合著的《对抗政治的动态》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McAdam，Tarrow and Tilly 2001）。这本书的中心思想可以归纳为三点：第一，提倡打破社会运动研究、革命研究、民主化过程研究之间的界限，将其融入统一的“对抗政治”框架下进行研究。第二，提倡在研究中引入时间，即把对抗政治的态势看做有关各方在一定社会结构下互动的结果。第三，也是该书中最重要的一点，他们提出，研究对抗政治应从社会机制出发并以找出社会机制为核心。事实上，该书的主要章节都在致力于展示某些社会机制是怎样在各类对抗政治过程中发挥作用的。

我对该书中的前两个论点是赞同的。的确，许多学科分支的分野完全是人为的。社会运动、革命和民主化研究的方法是相似的，所创造的理论也可以相互借鉴，将其放在同一框架下研究只会开阔我们的视野。另一方面，大多数社会后果都是社会行动者与社会结构之间，以及多个社会行动者在一定社会结构之下不断互动而产生的。把时间引入研究有助于我们走出那种在社会结构和社会后果之间建立机械对应关系的研究方法。但是，该书提出的以社会机制为中心的研究方法却有失偏颇。下面，我将对以机制为中心的研究方法的弱点作出说明，并进而提出我所认为的社会运动和革命研究应有的发展方向。

以社会机制为中心的社会学并不是麦克亚当等人的发明。自默顿（Merton）以来在美国发展起来的种种所谓“中层理论”实际上都是以机制为中心的理论。它作为社会学研究科学化运动的一部分，在美国已持续了半个世纪。如前所述，美国社会运动研究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即已自觉地朝着这一方向发展。因此，麦克亚当、泰罗和梯利只不过将这一事实明确化和理论化了而已。

以寻找社会机制为目标的中层理论改变了欧洲自19世纪以来的宏观社会学理论大而空的特征。经过长期研究，社会学家已经了解的社会机制不胜枚举，对大量社会现象我们也因此取得了比以前深入很多的理解。但这种研究方法也并非没有问题。首先，一个社会学的常识是，许多截然不同的社会机制往往可以导致同一个社会后果（正如前文已经指出的，连剧院失火后大家四散奔逃这样一个简单现象，都可以同时用理性选择和生物本能这两个不同原因来解释），此即所谓“多对一难题”（equal finality）。因此，当我们要解释到底是什么因素导致某种具体社会现象时，关键是从经验上论证哪种机制最为合理。对一般社会机制的了解并不能帮助我们解释某个具体问题。更重要的是，一种复杂社会现象，特别是历史现象，往往是由许多社会机制的组合决定的。找出其中的单个机制往往会导致见木不见林，更有意义的研究应该是找出不同层次的社会机制的有机组合及其社会后果。此外，同一个机制在不同社会现象中的重要性是不同的，其重要性会随其他机制的存在与否而变化；随着社会的变化，一些机制的重要性会上升而另一些机制的重要性则会下降。以社会机制为中心的研究方法并不能为我们了解这些变化提供帮助。

其实，在美国社会运动研究30多年的发展中，这种以机制为中心的研究方法已经暴露出许多弊病。从我前面所总结的美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运动研究的四个重点中就可以看出，对国家与社会运动关系的研究被局限在政治机会结构上，对运动动员的研究被局限在组织和网络机制上，对话语和符号性行为的研究被局限在框架分析和文化理论上，对媒体、舆论与运动之间关系的研究被局限在媒体和舆论的性质、市场的作用和文化霸权等方面。这些理论和研究对我们了解社会运动中的许多微观机制不无裨益，但由于所关注的社会运动的侧面不同，所采用的理论不同，它们不仅缺乏整合，甚至相互冲突；对一个社会运动，不是置于同一个理论框架下来讨论，而是被切割成很多方面来分析。因此，从这些研究中，我们很难获得对一个具体社会运动的全面了解。

在麦克亚当、泰罗和梯利的书中，上述以机制为中心的研究策略的弱点几乎暴露无遗。比如，在分析具体个案时，他们所揭示的运动演化机制与其他一些研究所揭示的机制有很大不同（“多对一难题”），人们不由得想问：到底哪些机制才是关键所在？另外，根据库珀曼斯（Koopmans 2003）的统计，这本书中提到的社会机制达到44个之多。这些社会机制有的出现于理论分析中，有的出现在一些经验章节中。我们一点也看不出这些机制之间有什么规律性的联系。因此，就整本书而言，它所能给予我们的理论洞察力似乎比他们早期提出的政治过程理论还要少。显然，我们需要一个替代性理论，这个理论不但能够指明社会机制之间所具有的某些特定关系，而且能在经验研究中帮助我们加深对各个机制之间的联系以及某个具体社会运动或革命的理解。

在上一节中，我批判性地总结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和西方社会运动研究中的四个基本方面。在分析中，我一直在强调，社会运动的四个侧面其实都能放在国家社会关系这个统一框架下进行考察。我讨论了在什么样的国家社会关系下，社会运动发展将会主要受情绪而不是理性策略驱动；在什么样的国家社会关系下，社会运动的话语和符号性行为将显得更为传统；在什么样的国家社会关系下，以生态环境为基础的运动动员方式会在动员过程中占据主导地位；又在什么样的国家社会关系下，媒体和舆论会倾向于激进。这些讨论通过国家社会关系，把许多原本看上去互不相干的社会机制联系了起来，揭示了它们在不同国家社会关系下所呈现的不同的性质和组合方式。在这里，我要明确指出的是，国家社会关系理论就是一个建立在机制性解释方法基础之上的，并可以把散乱的社会机制有机联系起来的理论。

限于篇幅，我在这里不可能展开论述，甚至不能深入讨论把国家社会关系这一宏观框架转变为一个可操作的分析工具的基本策略［关于这一点请参见Zhao（2001）］。在结束此章之前，我只能就国家社会关系在社会运动中的重要性及其在各类社会机制中的核心地位做进一步说明。

在本章开篇，我就提出了理解社会运动和革命的三大视角（即变迁、结构和话语），并将其称为三个超级社会机制。在这里，我想指出的是，这三大视角的核心和有机连接点就是国家社会关系。首先，在最近的几个世纪里，世界一直经历着现代国家建构、民族建构和资本主义发展等过程。随着这些过程的推进，国家在不断改变自己的性质，并扩张其在社会中的权力和功能（Mann 1988，1993；Poggi 1990；Tilly 1975，1992）。在此进程中，税收、司法、军事和其他一些以前同时也属于地方团体的权力都逐渐被收归国家，国家对人们日常生活的影响因此也日益提高，相应地，国家的权力也越来越多地引起社会的关注。从某种意义上说，近代以来的大多数社会变化都是国家主导下的变化，大多数新型社会结构的形成，背后都有国家的烙印，大多数大型意识形态（话语）也都是产生于国家宣传机器或是针对国家而产生的。事实上，大多数现代社会运动都可以被看做是民众为控制日益扩大的国家权力，或利用国家权力来实现自己的局部利益所做出的努力。因此，变迁、结构和话语这三个理解社会运动视角的核心是国家社会关系，它们在具体社会运动或革命中的关系也只有通过国家社会关系才能获得理解。

相对于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国家以及国家社会关系对社会运动和革命的影响就更大。从历史上看，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国家传统比发达国家要弱得多。因此，它们必须用比发达国家短得多的时间来完成民族国家建构（即发展中国家社会变化的速率要更快）。而且，发展中国家的政府通常都在本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扮演着更为积极的角色（Evans 1995；Gershenkron 1952；Migdal 1994：13；Wade 1990；Zhao and Hall 1994）。从后果上说，后发展国家政府的现代化政策都会导致社会资源在各个社会集团间的再分配；在此过程中，各个社会集团的利益和认同感本身也在急遽变化。在国家主导的现代化进程中，亨廷顿、约翰逊以及其他涂尔干传统的学者们所描绘的种种社会乱象，在发展中国家要比发达国家严重得多（Huntington 1968；Johnson 1982）。同样重要的是，在许多发展中国家，政府的政策常常是腐败性的，甚至是掠夺性的，从而会引发弱势群体的不正义感。

最后，在面对一场针对地方或中央国家政权进行挑战的运动时，不同性质的国家会有不同的承受能力，进而采取不同的对策。在同一个国家中，运动参与者对国家处理方式的反应也依其组织能力和对国家权力的认识而有很大的不同。在某些国家社会关系中，强烈的不满可以被化解，反体制的意识形态也能够被边缘化。而在另一些国家社会关系下，有时即使是微小的不满也会被强化，起初是改良性的运动也会被推向极端。因此，一个社会运动一旦开始，其发展方向就将由国家对政治冲突实现制度化的能力来决定，而这种能力则取决于国家社会关系。

本章在定义社会运动和革命的概念时，强调它们作为制度外政治行为这一共同点。从上面的讨论中可以看出，一个国家是否发生革命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国家将社会运动制度化的能力，而这一能力又是由国家的性质、社会的性质以及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来决定的。目前有些西方学者之所以将西方社会描述为“社会运动社会”，就是因为西方社会的大多数社会运动已经被制度化了。这样，西方虽然社会运动很多，但革命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在中国社会的发展中，建立一个能在将大多数社会运动制度化的同时将极端行为边缘化的国家社会关系，才是实现长治久安的真谛所在。从这一点上说，亨廷顿的《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是很有洞察力的。遗憾的是，亨廷顿没能指出一个国家将社会变迁制度化的能力取决于这个国家内部的国家社会关系。


问题思考


（1）许多社会运动的研究者都有着这样一种理论倾向，他们在建立理论时总想找出几个决定任何社会运动产生和发展的充要条件以及这些条件之间的一个固定的逻辑关系，请举例说明为什么这样的理论往往是不成功的？

（2）参见第九章，请说明资源动员理论与政治过程理论对传统社会运动的主要批判是什么？这些批判的偏误在什么地方？为什么这些建立在有偏差的批判基础上的理论仍然大大推动了社会运动研究的发展？

（3）参见第一章，请说明以社会机制为中心的理论的弊端在什么地方？但是为什么社会解释又有必要建立在对社会过程内在机制揭示的基础上？或者说社会机制在社会解释中的地位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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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最近社会运动的社会后果这个问题越来越受重视。见Andrews（2001）和 Giugni，McAdam and Tilly（1999）。


 [2]
 在此文中，我所引用的关于集体行动、社会运动和革命的文献基本上是那些以分析和解释作为出发点的论著。我有意排除了斯科特（James Scott 1985）和波普金（Samuel Popkin 1979）等人以解读（interpretation）为出发点的论著。关于这类研究方法的弊病，以及解读和解释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位置，请见赵鼎新（2004）。


 [3]
 目前中国的许多社会学家在分析问题时用的往往是涂尔干视角。他们对社会上出现的种种失衡、失范、危机、断裂、迷惘等现象有着很好的感觉，但其论证过程往往以偏概全，抓住一个机制而忽视了其他机制的作用。


 [4]
 并不是所有的研究都集中于这些视角。在社会运动研究中，人们还关心警察行为与运动的关系（Della Porta and Reiter 1998）、社会运动的周期性特征（Tarrow 1998）、国际性社会运动（Castells 1997；Guidry，Kennedy and Zald 2000；Keck and Sikkink 1998）和西方“社会运动社会”的出现（Meyer and Tarrow 1998）。这里的“社会运动社会”是指西方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各类抗议活动被合法化和制度化，并且社会的全体成员，从贫民到富翁和精英，都学会了运用运动方式去谋取利益，因此，社会运动在整个社会中明显增多。


 [5]
 当然，我这里批评的主要是一些把各类“资本”作为“自变量”对其他现象进行解释的研究。其实，目前的大量研究实际上往往是把某一类“资本”（比如社会资本）在社会上的总量当作一个综合指标或者“因变量”，并对这一“资本”在社会上的总量和增减进行分析。在这类工作中，“资本”概念仅仅是一个指标，如果这一指标设置得好，这类工作是有其意义的。


 [6]
 这种一哄而起的学生动员的发生，不能简单地被看做一种建立在组织和网络基础上的动员方式。如果深夜一声巨雷把一个城市90%的人都吵醒了，我们不能说这90%的人是通过网络形式来获取雷声这一信息的。但是如果有一个人睡着了没醒，第二天有人告诉他昨天晚上又打雷又下雨，那么说他是通过社会网络而得知打雷是成立的。学生运动往往会在校内某一特定地点开始，领头学生在此地一闹，吸引了一些学生，然后他们就围着宿舍楼、教学楼和图书馆游行，呼喊口号做出种种响动以吸引学生。大量的学生于是出来支持、围观、起哄，游行队伍因此而扩大。整个过程与雷声把人惊醒的例子是一样的。


 [7]
 20世纪80年代的学生使用了一些被他们的“五四”前辈们猛烈抨击过的，并早已淡出中国政治话语体系的言辞。五四运动曾严厉批评过一些传统的“美德”，如忠义、孝顺、广义亲属关系等。无论在五四运动还是“一二·九”运动中，都很少会出现传统意义上的政治话语。


第三章 集体行为理论及情感在社会运动中的作用

在上一章，我们讨论了西方特别是美国社会运动和革命理论的发展。从本章开始，我们将根据上一章所总结的社会运动和革命理论的发展逻辑（见图2-3），对有关理论做更详细的介绍。本章的重点有两个：一是批判性地总结西方早期集体行为和社会运动理论的发展，二是探讨运动参与者的情感在集体行为和社会运动发展中的作用。

从勒庞到布鲁默

早期美国学者一般都把法国思想家勒庞看做集体行为和社会运动研究的鼻祖。勒庞生活的年代（1841～1931）正值法国政局动荡时期。法国革命追求的是“自由、平等、博爱”，但革命后却政局动荡、专制横行、杀人如麻。勒庞童年时经历了1848年内战，又在青年时目睹了普法战争和1871年的巴黎公社革命。特别是在巴黎公社革命期间，勒庞见证了巴黎民众在革命激情鼓舞下焚烧图乐瑞宫（the Tuileries）、卢浮图书馆、文艺复兴市政府大楼和剧院等许多在法国久负盛名的历史建筑的景象。这些破坏性的大众行为肯定在勒庞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因此，正像20世纪90年代中国出现的一股“告别革命”的思潮一样，当时法国的知识分子对革命多持否定态度，认为革命想到的很多，实际得到的却很少。

如上一章所述，勒庞整个理论的核心就是所谓的心智归一法则（the law of mental unity）（Lebon 1982）。他认为，作为个体的人个个不同，但一般都是理性的、有教养的、有文化和负责任的。但一旦聚到一起，随着聚众（crowd）的规模逐渐增大，他们之间就会相互影响、启发和感染，最后导致原本互不相同的个体在思维和行为方式上渐趋一致；其行为也越来越受到脑下垂体控制，变得越来越非理性（irrational）。这些人的感觉既简单又夸张；他们行为冲动，易于被煽动；不能容忍异见，要么是全对，要么是全错；要么是很激进，要么是很保守；他们顺从权威却又践踏弱者；抱持二重道德观，“同类”之间表现出惊人的英雄主义，但对“异类”则不吝野蛮欺凌。勒庞理论中聚众的蓝本显然是19世纪法国动荡时期参与各种革命和暴乱的城市居民。而在某种程度上，中国“文革”期间的红卫兵，则为勒庞心目中的聚众下了一个很好的注脚。红卫兵一方面对革命领袖表现出无限敬仰，为“保卫集体财产”而不惜生命，另一方面又对不同意见缺乏任何容忍，对他们眼中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反动学术权威”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更是凶残无比。

在勒庞的理论中，聚众既包括普通的集体行为，也包括社会运动以至革命。在勒庞看来，聚众的上述特征所导致的社会运动和革命的后果必然是消极的。在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后，西方许多人士曾为之欢欣鼓舞，勒庞却预言：“中国人将马上会发觉一个抛弃了长期形成的传统的社会将会是一个怎样的社会。在经历若干年血腥冲突和无政府状态后，中国一定会建立一个比那个垮了台的政权更为专制的政府。”（LeBon 1979：237）对于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的胜利，勒庞则预言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生命力将远不如宗教，因为它答应的东西太具体了，因此很容易引起失望。总之，在勒庞的眼里，社会运动特别是革命往往只会把社会从一个极端推向另一个极端，革命总是承诺的很多但能够实现的却很少；它是非理性的产物。

20世纪初，大量美国学生到欧洲去留学。时值勒庞的理论在欧洲当红，因此马上被传回美国，并影响了美国近半个世纪对集体行为和社会运动的研究。在美国早期的工作中，较为出色的是符号互动理论大家布鲁默在勒庞理论的基础上所创造的集体行为形成理论 （Blumer 1946）。心智归一法是纯粹的社会心理学理论，但勒庞却认为他的理论能够解释从集体行为到社会运动，到革命的所有聚众现象。与此同时，勒庞的理论没有涉及聚众形成的任何微观机制，也没有指明从暴乱、社会运动到革命等各类不同聚众得以形成的结构性条件。与勒庞不同，布鲁默首先申明他的理论仅适用于解释集体行为，而不能解释社会运动和革命；他同时认为，集体行为、社会运动和革命的后果并不总是负面的，因为聚众现象既反映了社会变化，也给社会变化提供了一定动力。布鲁默还在其理论中引入了社会学的结构变量。其模型的出发点是因社会变化而导致的个人生活方式的变化，这种变化导致不安、孤独甚至怨恨，因而奠定了集体行为发生的前提条件。但是，布鲁默理论中关于聚众形成的机制则继承了勒庞的社会心理学视角。尽管与勒庞一样，布鲁默也认为一个聚众中的个人是比较容易相信谣言、产生扩张性感觉和非理性行为的，但与勒庞不同的是，布鲁默运用符号互动理论，对聚众形成过程的机制进行了专门阐述。布鲁默认为，聚众的形成过程是一个人与人之间的符号互动过程。他把这一过程称作循环反应（circular reaction）。循环反应过程有三个阶段：集体磨合（milling）、集体兴奋（collective excitement）和社会感染 （social contagion）。在第一阶段，一个群体中的个体开始不安并开始信谣传谣；随着不安定感的增强，人与人之间相互感染并产生某种共同的愤怒情绪，这是第二阶段；最后，随着人与人之间的感染力和愤怒感继续增强，循环反应就进入第三阶段——爆发集体行为。上述三个阶段的核心是所谓的集体磨合。对布鲁默来说，循环反应的后面两个阶段仅是集体磨合在更大强度上的表现。Milling一词，本是美国人用来形容牛圈内牛群开始躁动不安的情形，在这里被布鲁默用来形容聚众内谣言的传布和共同愤怒感的形成。

布鲁默理论中的“循环反应”在中国目前发生的各类骚乱中时时可见。比如2004年10月在重庆市万州区发生了一场规模较大的骚乱。这场骚乱始于俩人的街头斗殴。然而，当谣传其中一方是一名政府公务员，甚至是一名局长（他其实既不是什么局长也不是什么政府公务员，只是当地水果批发市场的一名临时工）时，事情就起了变化：谣言越传越盛，越传越离谱。有人说该“公务员”扬言：“打断一条腿，我可以用10万元摆平，20万元就可以要你一条命。”有人甚至说他看见现场处理的警察对该“公务员”毕恭毕敬，并向他敬烟。随着谣言的扩散，群体变得越来越激愤，现场人群越聚越多，最后达到数以万计，其间有人乘机抢劫及放火烧车。政府为之出动了数以千计的防暴警察，整个事件在第二天才得以平息。万州这场骚乱的发生发展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布鲁默循环反应理论的写真。

继布鲁默之后，美国集体行为研究中继续走在社会心理学取向上的领军人物是特纳（Turner）。特纳认为，集体行为的产生需要某种共同的心理，包括共同的意识形态和思想，或共同的愤恨。这种共同心理形成的关键，是聚众中某个共同规范的产生。特纳还认为，聚众中的共同规范往往产生于一个不确定的环境。在规范产生的过程中，一个符号性事件以及与之相伴的谣言往往会起到关键作用。特纳的理论因此被称为突生规范理论（emergent norm theory）。不过，并不是所有的符号性事件和谣言都会导致集体行为规范的产生。只有当一个符号性事件以及相伴的谣言能够引起大众的一致反感时，才会围绕这一符号产生某个共同看法或规范，并引发一场针对那个符号的反感或仇恨以及相应的聚众行动（Turner and Killian 1987）。不难看出，特纳的理论在某种程度上与布鲁默的理论相似，只是前者更强调共同社会规范的产生在集体行为中的作用。特纳并没有着重讨论为什么某些符号性事件和谣言能引起大众的共鸣而另一些则不能。但是他的理论为微观的社会心理分析与宏观的社会结构分析之间的结合创造了一个很好的接口。在最近的工作中，我把一个社会运动中微观共同规范的产生过程与宏观的社会结构连接了起来，阐明当一个社会运动的对象是国家时，那些运动参与者在运动中所采用的言辞和行动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特别是他们对国家合法性的认知塑造的（Zhao 2000，2001）。

斯梅尔塞的加值理论

20世纪上半叶，美国集体行为和社会运动研究从总体上说是在不断从社会心理学视角向社会学视角转变，但同时又保留了社会心理学视角的内核。在这条道路上走得最远的当数斯梅尔塞的社会运动理论（Smelser 1962）。斯梅尔塞的理论在当时被认为是一个开创性的工作，并在整个20世纪60年代的集体行为和社会运动研究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因此不妨多花一些笔墨。与先前的理论不同，在斯梅尔塞的理论中，社会结构因素占有很大比重。斯梅尔塞认为，所有集体行为、社会运动和革命的产生，都是由以下六个因素共同决定的：结构性诱因、结构性怨恨、一般化信念、触发性事件、有效的动员、社会控制能力的下降。他认为，这六个因素都是集体行为（或社会运动和革命）发生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随着上述因素次第形成，发生集体行为的可能性也在逐渐增加。一旦六个因素全部具备，集体行为就必然发生。斯梅尔塞把自己的理论称为加值理论 （value-added theory）（见图2-1）。

斯梅尔塞理论的第一个因素是社会运动产生的结构性诱因。这一因素的背景是基于这样一个理由，即特定的集体行为（或社会运动和革命）更容易发生在特定的社会结构条件下。举例来说，1929年美国股票市场崩溃后纽约发生了数场骚乱，我们很难想象这种性质的骚乱会在一个农业社会或一个计划经济社会中出现。同样，近代西方工人罢工和示威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19世纪第二次工业革命和大工业城市的形成。还有，我们也很难想象“文革”这样的社会运动会在一个有权力制衡的国家里发生。斯梅尔塞认为，在一定的结构性因素下，人们就会产生相应的结构性怨恨、剥夺感或压迫感。中国改革开放后老百姓生活水平得到普遍提高，但整个社会的收入差距也在成倍地扩大。由此而来的相对剥夺感就造成“拿起筷子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甚至是“拿起筷子吃山珍海味放下筷子骂娘”的现象，并导致许多与之相应的集体行为。德国20世纪90年代后种族主义运动有所抬头，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东西德国合并后，德国的经济有所损伤，再加上一些外来劳工抢走了本地劳工的饭碗。

斯梅尔塞认为，仅有结构性诱因和结构性怨恨不足以产生集体行为。在集体行为发生之前，人们的结构性怨恨必须转化为某种一般化信念，即人们对某个特定问题产生的症结及其解决途径产生一个共同的认识。在斯梅尔塞的眼里，这种一般化信念很可能是出于愚昧和无知而产生的神话，但是对一个集体行为的发生来说，重要的并不是真实而是认知。一般化信念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再造了、深化了甚至是夸大了人们的怨恨、剥夺感或压迫感。就像前面所举的重庆市万州区骚乱的例子一样，虽然斗殴一方仅是某水果批发市场的一名临时工，但驱动大伙加入骚乱的则是一系列当时大家都信以为真的谣言，许多人正是带着一股强烈的怨恨和不公正感而卷入骚乱的。

有了一般化信念，集体行为或社会运动的发生就不远了。但是，引发集体行为或社会运动的直接原因，往往是一个或数个触发性事件。晚清时清政府准备搞“铁路国有”并引进外资修铁路，这一政策结果成为保路运动的一个触发性事件，并为辛亥革命铺垫了道路。巴黎和会上“国联”把德国在山东的特权转让给日本的消息传到中国，就成了五四运动的导火索。美国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触发了1999年中国学生的反美游行。1980年，当美国迈阿密法庭宣判四个打死在押黑人的警察无罪之后，这一决定马上触发了一场大规模的、持续多天的骚乱，最后导致14人死亡，200多人受伤，私有和公共财产被破坏者不知其数。

有了触发性事件之后，下一步就是运动动员了。在这里，斯梅尔塞强调了领导、策略和信息传递的重要性。他认为领导的权威、有效的策略和快速的信息传递是社会运动动员的关键。

斯梅尔塞理论中的最后一个因素是社会控制力的下降。比如，1979年伊朗革命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美国决定不支持巴列维政权，结果分化了伊朗政府内部的精英集团，削弱了巴列维政权镇压反对派的决心，鼓舞了反抗运动。

六个因素中最为关键，也是斯梅尔塞着墨最多的，是一般化信念这一因素。也主要是在这一因素中，斯梅尔塞保留了传统社会心理学视角的内核。如上一章所总结的那样，作为一个功能主义者，斯梅尔塞认为，一个正常的社会行动应该有七个步骤。正常人在解决问题时总是先从七个步骤中最低的一层做起。只有当问题解决不了时，他们才会一步一步往上走；当最后还解决不了时，才会觉得这是整个体制出了问题，或者认为在现存体制下这些问题是解决不了的。在斯梅尔塞看来，社会运动的发动者是极不耐心的；他们面对具体社会问题时，会马上越过正常的问题解决步骤，直接从体制上找原因。与此同时，他们头脑往往又十分简单，很天真地认为只要整个体制得到改造，那些社会问题就会迎刃而解。这就像中国目前有些人对官员腐败的看法一样：官员腐败就是因为没有民主，实行民主政体后腐败问题就会得到根本性解决。总之，在斯梅尔塞的眼里，社会运动的发起是一种“不耐心者的冲动”；这些人之所以会发起这样一个运动是因为他们有一种“一蹴而就的观念”。西方有句话：“如果20岁时不是一个极端主义者，你是一个没有心肝的人；如果40岁时还是一个极端主义者，你是一个没有头脑的人。”在斯梅尔塞的模型中，社会运动的参与者是非理性的，因为一般化信念的形成是一个非理性的过程。一个人如果头脑清醒的话，按照斯梅尔塞的逻辑，大概是不会去参加社会运动的。

斯梅尔塞把促成社会运动的各个因素机械地排成一个序列，把它们当作在时间上有固定顺序的、不断累积的一套充要条件。第二章已经指出，这种分析方法早已过时了。此外，斯梅尔塞模型中的六个因素大都不是什么导致社会运动发生的必要条件。比如，斯梅尔塞认为，人们参加集体行为或社会运动的动机是结构性的怨恨，他这儿显然只注意到被动的怨恨和剥夺感，而忽视了主动的利益性追求在社会运动形成中的作用。斯梅尔塞模型还强调社会控制下降的重要性。事实上，在许多情况下，这里所指的应该是国家对社会的控制能力的下降。但即使把国家控制能力的下降一并考虑在内，仍然存在问题。比如，在当前西方社会里，许多社会运动均已合法化，换句话说，社会或国家的控制能力如何，在这些运动中已经越来越变得无足轻重。斯梅尔塞模型还强调触发性事件在社会运动产生过程中的重要性，而事实上，目前西方许多社会运动的产生主要是一些社会运动专业人员寻找和创造议题的结果，而不是产生于什么触发性事件。总之，斯梅尔塞模型中的大多数因素，并不像他所说的那么“必要”。

斯梅尔塞模型中广受抨击的还是他的“一般化信念”概念。在当代，许多社会运动的背后不是一个，而是多个组织或群体；并且，这些组织或群体在意识形态和认同感上往往彼此相去甚远，它们之间的结合往往也是利益或策略上的结合，不见得有什么一般化信念。更重要的是，斯梅尔塞的一般化信念基本上继承了视社会运动和革命为非理性行为的传统观点。因此，像许多早期的集体行为和社会运动理论一样，斯梅尔塞的理论在20世纪70年代后也受到许多左派倾向学者的抨击。

包括斯梅尔塞理论在内的大多数传统理论，在对集体行为、社会运动和革命参与者的动机的理解上，实际上暗含着两个假设：一是，运动的参与者是非理性的；二是，情感（emotion）在运动中起着关键作用。后来的学者对这两个假设进行了批判。首先，他们强调社会运动群体在统一的行动背后实际上有着不同的动机，并不存在勒庞所谓的“集体心智”（collective mind）；其次，他们强调运动的参与者是理性的，并想方设法证明这一观点（如Oberschall 1973，1993）。比如，他们在研究中发现，在美国的一些骚乱中，骚乱者一方面砸商店的橱窗玻璃抢东西，但另一方面带着抢来的东西离去时却仍不忘遵守交通规则，见红灯必停。运动的参与者显然是有理性的。即使是一些自杀性的恐怖主义行为，在我们眼中可算是十足非理性的行为，但对自杀者来说，他可能觉得是在为一个崇高理想献身。

关于集体行为、社会运动和革命参与者的动机，传统理论的第一个假设是彻底不成立的。其实，这种关于参与者是非理性的说法，仅仅是一些旁观者站在自身立场上的偏颇看法。这些旁观者因为对这些集体行为不赞同，就认为其参与者是非理性的。但另一方面，后来的学者所倡言的，运动的参与是出于理性，并且参与者在整个运动中是完全理性的观点，却抛弃了传统集体行为和社会运动理论中的两个合理内核：一是对情绪、激情等情感性行为在社会运动中所起作用的强调；二是忽视了传统理论，特别是斯梅尔塞理论所做的试图把社会心理学和微观社会学机制与宏观的社会结构机制连接起来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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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是说，新近的社会运动和革命理论一点都没有考虑到微观—宏观连接问题，而是说，它们关于社会行动参与者的行为是完全理性的假设，使微观—宏观连接问题在其研究中变得异常简单，简单到了运动参与者的所有行动都成了权衡利弊之后的最佳选择，因此可以用博弈论等工具进行计算。一个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他们可以把一个剧院着火后观众夺门而出以致相互践踏的惊慌性逃窜都解释成理性行为。在他们的计算下，这种惊慌性逃窜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在情况不明而又无法沟通的情况下，对于每一个个体来说，不顾一切往外跑是最有利的行为，尽管这样做反而会造成更大的混乱，大大降低了人群疏散的速度，从而给旁观者造成了非理性的印象（Brown 1965；Oberschall 1973）。但是，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如果身处剧院里的不是一群人，而是一群老鼠或者是其他哺乳动物，我相信，失火之后它们也会惊恐万分地四散奔逃。但是，如果我说老鼠等动物因惊恐而奔逃也是理性选择的结果，读者一定会觉得匪夷所思。博弈论方法事实上所计算出的从来也不是什么社会行动者的决策结果，而是一个行为背后的逻辑。房屋里的老鼠在失火后也会因受惊而奔逃，是因为受惊奔逃是任何具有情感的高等动物的本能。如果一类动物连这一本能也没有的话，这类动物早就绝种了。理性选择理论（以及以此为基础的博弈论）的最大问题，就是它把任何符合逻辑（不管是出于本能、情感或策略）的东西统统通过推理计算成理性选择的结果。

上面的例子告诉我们，虽然理性和激情都在集体行为、社会运动和革命的发生及发展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简单地把运动参与者的某种行为看成要么是理性的，要么是情感性的，都是不可取的。很多社会行为事后不管用理性还是用情感都能解释，但在该行为发生的当时，人的理性和情感一定在共同发挥作用，难以分割。正如特纳和科廉 （Turner and Killian 1987：104）所指出的：“一个人如果能在他的行动中不带情感，那一定是冷血动物。一个真实的社会行为总是伴随着一定的认知决策过程，无论这一行为在局外人看来是多么不合理。但与此同时，任何一个真实的社会行为也总是受到某种由神经系统和内分泌系统控制的情感的影响。”由于在任何一个社会行动中，理性和情感都是一个不可分的整体，在微观层面上讨论这个问题至少在社会学范畴内得不到什么结果。因此，我们不得不换一个角度，从宏观以及微观与宏观连接的视角来探讨这一问题。

社会结构与情感

集体行为的参与者是非理性的，情感在集体行为的发展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这是传统集体行为理论关于集体行为参与者微观动机基础的两个基本假设。后起的社会运动理论对此进行了批判。如上所述，新一代社会运动理论（即资源动员理论和政治过程理论）在批判非理性假设的同时，也全盘否定了情感在集体行为中的作用（见第九章）。自20世纪70年代资源动员理论和政治过程理论在美国兴起以来，“情感”这个词似乎从集体行为和社会运动的研究视角中消失了。直到90年代中期以后，新一代学者才开始重新重视情感在社会运动参与中的重要性（如 Goodwin 1997；Goodwin and Jasper 2004；Jasper 1997，1998），但他们的大多数工作还赶不上一些早期的研究。传统的微观社会学研究——如布鲁默的循环反应理论（Blumer 1946）、特纳的突生规范理论（Turner and Killian 1987）、加芬克尔的常人方法论（ethnomethodology）（Garfinkel 1967）、科林斯的互动仪式链理论（Collins 1981，1990）——背后均有着可以观察到的微观社会学机制。相比之下，今天的一些学者往往流于给出种种情感行为在社会运动中的表现，以此来强调它们在社会运动中的作用，却一般不去关心社会运动参与者情感行为背后的宏观结构和微观社会心理学机制。虽然他们给出的许多例子本身是比较令人信服的，但由于情感行为和理性行为在逻辑上有很大的相似性，因此，即使是一个充满情感的行为，比如爱情、仇恨、剧院着火后观众惊慌奔逃，等等，一般都同时能用理性逻辑来加以解释。反之亦然。这就难怪欧伯箫在反击贾斯珀的时候会说，对贾斯珀来说是礼仪和情感的东西，从理性选择理论角度来看就是“选择性激励机制”（Jasper 1997；Oberschall 1998：93）。当然，欧伯箫的话是说得过头了些，因为心理学研究早已证明人的情感并不是可由理性来随意调节的，人有时候甚至不能意识到与情感相对应的自身生理状态的改变（但一个人的生理状态一旦改变，肯定会影响行为）。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现实生活中很少有纯理性和纯情感的行为，情感和理性在人的行为中相辅相成，作为一个整体而表现出来。任何理性行为都有着一定的情感基础，而任何情感行为也都有着一定的理性基础；泛泛强调情感在社会运动中的重要性，就像泛泛强调理性选择在社会运动中的重要性一样，除了延续“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式的争论之外，很少能够真正推动学科的发展。

古德文在对菲律宾共产党武装斗争史进行研究后得出这样一个结论（Goodwin 1997）：菲律宾共产党武装斗争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游击队员中性别比的严重失衡（男/女为14/1）。性别比的严重失衡造成大多数游击队员长期处在高度性饥渴状态，于是游击队员热衷于养女人，私下溜到附近村庄与情人幽会，等等。这使菲律宾游击队纪律松弛、斗志涣散，并最终导致革命运动的失败。性饥渴显然是一种情感现象，古德文关于性别比严重失衡给革命运动带来的后果的观察并非全无道理。但问题是，在菲律宾共产党武装斗争失败这个问题上，游击队员性别比失衡是不是一个关键原因呢？对于这个问题，我估计连古德文自己的回答都应该是否定的，否则他就不会在稍后发表的《别无他途》一书中指出，南亚各国革命运动的成败，关键在于各地独立前殖民地政权的执政形式和策略的不同（Goodwin 2001）（见第六章）。其实，革命队伍中性别比的严重失衡这一问题不仅仅存在于菲律宾游击队，许多革命运动都有类似的问题。比如，抗战时期延安根据地革命队伍中的性别比失衡也很严重（据说男/女达18/1），但这并没有妨碍中国共产党从胜利走向胜利，并最后夺取政权。显然，即使菲律宾游击队员中的性别比失衡确实造成严重危机，但能使这一危机发展到覆灭一个革命地步的，却只能是其他原因。

古德文从情感角度对菲律宾共产党武装斗争失败所进行的解释令人难以信服，但他把情感的重要性与性别比结构结合起来的做法还是有可取之处的。同样，在《社会结构和雄性激素》一书中，阚伯尔分析了一个人的雄性激素分泌率与其所处的社会场合和地位的关系 （Kemper 1990）。该书涉及人类行为的方方面面，但其核心思想是：一个人的雄性激素分泌率与其所处的社会场合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一个人在面对领导或权威人士时，其雄性激素分泌率就会降低，说话的声音就会相应变细，并表现得驯服谦恭；而在面对下级、学生及其他在社会地位上低于自己的人士时，其雄性激素分泌率就会提高，说话声音也会相应变粗，并表现得十分自信。阚伯尔的分析方法给了我们这样一个启示，既然很难确证一个具体行为的基础是理性选择还是情感冲动，为什么不能换一个角度来思考一下下面这样一些问题呢：在什么样的结构条件下，运动参与者的行为更容易被情感控制；在什么样的结构条件下，一个社会运动的发展又将为运动参与者的情感所驱动？对于这么大的两个问题，这里不可能给出一个完整的回答；并且，在没有讨论社会结构以及国家社会关系在社会运动和革命的发生、发展过程中的作用（见第五、六、七章）之前，做这样的讨论也有点为时过早。但本章既已涉及情感这一问题，那这里不妨围绕组织，以及国家和社会关系，对该问题提出一些初步命题。

我的一个基本观点是：在社会运动中，运动参与者总会表现出生气、哭泣、义愤、咆哮等与体内激素水平改变相关的情感性行为，但这些情感性行为是否会主导一个社会运动的发展，则取决于该运动的组织力量。当一个运动的组织力量薄弱时，该运动的参与者就更容易被其他人的情绪感染并做出在其他场合下他们可能不会做的事情；并且，当一个社会运动的组织力量很差时，如果该社会运动在情绪感染下偏离了既定轨道，它很难回归到原来的目标。为什么在西方国家一场组织良好的游行不易与警察发生冲突，而狂欢性的骚乱事件则更易引发参与者和警察之间的冲突（McCarthy，Martin and McPhail 2005），原因就在这里。一个运动的组织力量如果比较强，即使在某次游行中由于种种原因（如与警察发生了打斗）而暂时偏离了方向，该运动也能及时进行调整，并使运动不偏离既定的大方向；但如果组织力量很弱，一旦发生群众与警察冲突的事件，不但参与者当时会变得群情激昂，而且以后的发展也很可能会被围绕该事件所产生的群众情绪定义。如果以上逻辑是合理的，那么，我们就可以提出如下命题。

命题1：一个社会运动，当其组织力量很弱时，情感性行为往往会主宰该运动的发展。

由于像骚乱和狂欢等集体行为一般都是在无组织状态下展开的，因此，我们可以在命题1的基础上做出这样的推论。

推论1：情感性行为在集体行为的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比在社会运动中所起的作用更为关键。

如果把视野从组织转移到更为宏观的社会结构上，我们马上就会发现，一个社会中社会运动组织的强弱，在很大程度上与该社会中公民社会的发育状况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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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发育良好的公民社会有着发达的社会中层组织（见第五章），这种社会中所发生的社会运动，其组织性自然会比较好，因此我们有命题2。

命题2：在一个公民社会发育不良的社会中，社会运动的发展往往会受情感主导；而在一个公民社会发育良好的社会中，社会运动的发展主要由运动组织的策略来主导。

公民社会的发育在很大程度上与该社会所处国家的性质有关。一般来说，威权国家的国家政策往往会制约公民社会的发展，而在民主国家中，随着民主化进程的深入，其公民社会也会较为发达。因此我们有命题3。

命题3：在威权社会中，社会运动的发展更有可能受情感的主导；而在民主社会中，社会运动的发展则主要由社会运动组织的策略来主导。

社会心理学的研究告诉我们，当一个行动的基础是情感而不是理性时，做出该行动的人往往会依自己最为熟悉的方式来行事，而一个人最为熟悉的行事方式往往是一个社会中的文化沉淀。因此有命题4。

命题4：在威权社会中，一个社会的文化特别是传统文化将对社会运动的发展具有关键影响。

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在第十章探讨文化和社会运动的关系时再加以进一步讨论。


问题思考


（1）什么是“循环反应”？循环反应理论与勒庞的心智归一法则有什么异同？

（2）斯梅尔塞为什么称他的理论为“加值理论”？该理论的要点是什么？

（3）社会运动参与的理性选择理论是怎么建立起来的，这一理论的弱点是什么（还见第九章）？

（4）试论社会运动与运动参加者的情感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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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一些社会学家把它称为微观—宏观连接难题。参见Alexander et al. （1987）。


 [2]
 西方学者对公民社会有过许多定义（Gellner 1994；Hall 1995；Keane 1988；Schmitter 1993；Seligman 1992）。我个人比较喜欢葛尔纳的定义（Gellner 1994）。葛尔纳认为，一个理想状态的公民社会是一个独立于国家之外但又不同于家庭的社会组织的总和；公民社会与其他社会形态的最大不同，就是任何人都能自由地加入或退出一个公民社会组织。换句话说，在公民社会中，每一个人不但能避免国家的奴役，而且还能免受各种“亲缘”势力的压迫。在葛尔纳的定义下，黑社会和帮会就不是什么公民社会组织，因为这些组织往往是上船容易下船难。比较天真的自由主义学者往往认为，国家势力消退后公民社会的势力就自然会增加。而事实上，在国家势力消退后社会的势力确实会增加，但是新增长的社会势力不见得就是公民社会；它也可能是黑社会或“土围子”。


第四章 社会变迁与社会运动

在第二章中我提出，变迁、结构、话语是研究社会运动的三大视角，并把变迁这一视角上溯至涂尔干对自杀所做的社会学研究。在涂尔干之前，自杀被认为是一种病理和心理学现象，但涂尔干却认为，自杀同时也是一种由社会变迁引起的社会学现象。涂尔干强调，19世纪法国自杀率上升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欧洲的现代化进程。这一进程打乱了人们原有的利益格局、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引起人们心理上的失衡和道德上的失范。在《自杀论》一书中，涂尔干讲到（Durkheim 1951：241～276），无论是一场危机或者发展性的社会变化，一旦它所带来的急剧社会转型打破了原有的社会平衡，社会对人的约束效力就会在一段时间内减弱甚至丧失。此时，旧的规范已被打破而新的规范尚未建立；在什么是对的和错的，什么是可能的和不可能的，什么是合理或极端的，什么是合法的和不合法的等社会基本价值问题上，均会产生混乱甚至对立。特别是社会发展迅速时，社会对既得利益阶层的约束力会减弱，而大众则会对这些既得利益者产生强烈的嫉妒；与此同时，人们的预期和欲望大大膨胀，对各种社会控制不胜其烦。本来此时社会更需要规范和稳定，但人及其欲望却在变化迅速的社会中变得越来越不容易得到约束和控制，于是导致了社会的失范（anomy）。

涂尔干的理论是典型的结构功能主义理论。其理论的核心是社会规范以及基于社会规范的人的情感。也就是说，人是依规范而行事的情感动物，社会规范是任何社会赖以存在的根本支柱。社会变迁造成社会规范的紊乱，社会成员因此变得越来越难以控制。虽然涂尔干所研究的对象不是社会运动和革命，而是自杀现象，但不难设想，人们既然会自杀，也就会反抗。因此，把涂尔干的理论延伸到分析社会运动的产生和发展问题上是再自然不过了。从上面的讨论我们还可以看到，涂尔干是站在规范、稳定，甚至是当权者的视角和立场上来研究社会变迁的。因此与上一章所讨论的传统集体行动和社会运动理论一样，涂尔干的理论有很大的保守性，这也是以涂尔干视角来研究社会运动和革命的理论常遭左派社会学家批判的原因。不过，有趣的是，目前大多数社会学家，甚至许多声称反对涂尔干视角的学者，在分析社会运动和革命时一般都会考虑社会变迁和政治变化这些重要因素。不可否认，涂尔干为研究集体行动、社会运动和革命提供了一个重要视角。

本章将对从社会变化出发来研究社会运动和革命的一些经典工作做一总结。在此总结的基础上，我将对这类工作的优缺点做一评价。在本章的结尾，我将着重讨论古德斯通对近代欧亚大陆革命和暴乱起源的研究。古德斯通的分析方法既保留了涂尔干视角的长处，同时又避免了这一研究视角的一些共同弱点，堪称一个经典工作。

涂尔干视角

20世纪70年代以前，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在研究社会运动和革命时大都将社会变迁作为出发点。第二章中曾提及的亨廷顿的理论就是一个典范（Huntington 1968）。亨廷顿的观点，一言以蔽之，就是：一个社会如果变迁规模很大，且这些变迁所带来的社会变化不能被及时消化（即所谓“制度化过程缓慢”），就很容易发生社会运动和革命。从理论上说，亨廷顿的观点了无新意，只不过是把涂尔干的理论直接运用于政体稳定的研究而已。但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确实可以举出许多因社会变迁导致失范，进而引发社会运动和革命的例子。劳伦斯·斯通曾指出，英国革命、法国革命和俄国革命都发生在这些国家成年男性中约有一半人获得文化和阅读能力之后（Stone 1969）。显然，随着文化水平的提高，人们对取得原来由统治精英阶层所独享的文化的欲望就会大增；如果统治文化仍然排斥大众的话，社会就会出现失衡，反统治精英的文化就会随之兴起。此外，在托克维尔关于法国革命的分析的基础上，戴维斯（Davies 1962）指出，世界上差不多所有主要的社会和政治革命都不是发生在最黑暗的时期，而是发生在正在进行改革，正在从黑暗向好的方向发展的时候。

由于社会变迁是引发许多社会运动和革命的最初动因，因此，关于社会运动和革命的理论与经验分析往往都从社会变化出发。但是，在社会变迁发生之后，具体是什么机制或者是什么因素导致社会运动或革命呢？关于这一点，至少有四种分析角度：一是社会变迁导致新意识形态的产生；二是社会变迁引起了心理状态的变化，或者说，社会变化导致人们内心的不满和怨恨感的产生；三是社会变迁导致了社会结构的变化，比如康豪瑟的“大众社会理论”认为，现代化进程导致传统社会的解体和大众社会的兴起，从而为大众运动的产生奠定了基础；四是社会变迁为社会运动提供了政治机会或动员大众所需的物质和时间资源，20世纪70年代后兴起的资源动员理论和政治机会理论即属此类。康豪瑟的“大众社会理论”以及资源动员理论和政治机会理论，我将在以后的章节中重点讨论。下面，我将首先简要介绍一个关于社会变迁、新意识形态的产生与革命之间关系的理论，然后着重讨论格尔的相对剥夺感理论（Gurr 1970）。

新兴意识形态和革命

在《西化过程中的世界革命》（Lane 1987）一书中，雷恩认为，20世纪的世界变化有两个主轴：一是在西化的浪潮下非西方国家和地区的传统文化及社会结构的失衡和解体，二是非西方国家和地区在西化压力下的文化重建。在这里，文化重建指的是建立马克思主义、三民主义甚至是法西斯主义等意识形态，并通过这些意识形态对外抗衡西方文化，对内建立基于本国文化的现代文化。根据雷恩的观点，20世纪世界上的主要革命，包括法西斯运动，都可以被看做是针对“西化”革命浪潮所进行的种种反制性革命。

雷恩的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抓住了20世纪世界发展的大趋势，但他认为20世纪的所有革命都是为了反制“西化”浪潮的观点则是有偏颇的。首先，在“西化”浪潮下，大多数非西方国家和地区所做的第一选择是抵抗西方的影响或做有限的改良；只有在抵抗和改良均告失败时，才会走向资本主义和“西化”道路；只有当资本主义和“西化”道路走不通时，才会走向另一个极端，走上各种革命道路。

其次，非西方国家和地区的革命就其本质来说并不是针对“西化”浪潮的反制性革命。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20世纪的所有革命政权在革命成功后都迅速经历了韦伯所说的例行化过程，并在国内外种种条件成熟之后，马上会重新走向资本主义和“西化”道路。革命在此过程中的意义仅止于打破传统社会的坛坛罐罐，建立现代民族国家，为资本主义和“西化”扫平道路。在现代化和资本主义化的过程中，一个非西方国家是否能建立非西方的主流文化价值？这个问题，即使是中国这样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和文化的大国，也不但没有真正解决，而且变得越来越迫切。张之洞在一百多年前提出的“中体西用”问题曾在中国受到批判，但实际上，这是当时中国人民面对汹涌的西化浪潮所做的一个可贵的思考，对现代中国仍然具有重要意义。

尽管存在以上不足，但雷恩理论的逻辑思路是一目了然的：从“西化”引起的非西方国家的社会变迁出发，把革命性意识形态的建立看做非西方国家对“西化”过程的反应和引发革命的关键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说，雷恩的理论是一个典型的涂尔干式的理论。

格尔的相对剥夺感理论

与雷恩不同，在集体行动、社会运动和革命研究的涂尔干传统中，更多的学者是紧随涂尔干的思路，从社会变迁引起的大众心理变化来探讨社会运动和革命的形成。其中最为典型的工作当数格尔（Gurr 1970）的代表作——《人们为什么要造反》。在此书的背景部分，格尔讨论了社会结构的改变（包括社会变迁、政治危机、经济转型等）在社会运动和革命形成中的关键作用，但此书的核心是心理学的。在书中，格尔提出了“相对剥夺感”概念。他认为，每个人都有某种价值期望（value expectation），而社会则有某种价值能力（value capacity），即，使大众的价值期望获得满足的能力。当社会变迁导致社会的价值能力小于个人的价值期望时，人们就会产生相对剥夺感。相对剥夺感越大，人们造反的可能性就越大，造反行为的破坏性也越强。他把这个过程称为“挫折—反抗机制”。根据价值期望和价值能力之间的不同关系，格尔定义了三种类型的相对剥夺感，即递减型相对剥夺感、欲望型相对剥夺感和发展型相对剥夺感。

递减型相对剥夺感

如果一个社会中人们的价值预期没有变化，但社会提供某种资源的价值能力降低了，就会产生递减型相对剥夺感（如图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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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 递减型相对剥夺感

递减型相对剥夺感常见于传统社会。传统社会是维持性社会。在这种社会里，大部分人对社会的期望不会有太大的变化，但传统社会因为技术落后，资金投入有限，农业的产出也就有限。因此，一旦人口增长过快或罹遭大规模自然灾害，社会的价值能力就会大大下降，由此引发递减型相对剥夺感。

当然，在现代社会中也会产生递减型相对剥夺感。比如，当一个国家受到侵略而侵略者又无法在被侵占地上建立合法政权，并为当地百姓提供更好的生存环境时，被侵略地的百姓们就会产生递减型相对剥夺感。

递减型相对剥夺感的产生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社会能提供的价值总量并没有变，但社会中某一阶层的价值能力相对于其他阶层来说下降了。比如，有钱人会在一个政府采用累进税制（progressive tax）时产生递减型相对剥夺感，而穷人则会在一个政府采用累退税制（regressive tax）时产生递减型相对剥夺感。

最后，一个社会的价值能力总量没有变化，但社会为其中某一阶层所提供的价值能力下降了，这个阶层也会产生相对剥夺感。在全球化过程中，西方工业国家的劳动力密集型工作不断流向发展中国家，由此而来的失业造成了西方工业国家内部蓝领工人的许多政治性集体行动。在这个例子中，西方工业国家提供的价值能力总量并没有降低，但能为蓝领工人提供的价值能力则下降了。

欲望型相对剥夺感

如果社会能提供的价值总量（即价值能力）未变，但人们的价值期望变强，就会产生欲望型相对剥夺感（见图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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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 欲望型相对剥夺感

欲望型相对剥夺感常见于一个经历长期封闭后突然开放的社会。改革开放前，中国经济被“文化大革命”破坏到了崩溃的边缘，但中国的老百姓却由于信息封闭而认为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在等待解放。及至改革开放之初，到中国的西方游客逐渐增多，到中国大陆探亲、旅游、经商的华侨和港台同胞蜂拥而至，中国内地民众，特别是当时的城市人口，始对中国的贫穷，对西方和港台地区的物质富裕有了切身感受。由此产生的示范效应在市民心中造成了一股强烈的欲望型相对剥夺感，于是普通老百姓开始走向商品崇拜，而中国当时的许多知识分子则借用各类理论来抨击中国的落后。

某种新的思潮或意识形态侵入一个社会后，也会在该社会中造成欲望型相对剥夺感。20世纪初列宁主义在俄国的胜利，使马克思主义迅速传播到许多正在受西方列强欺凌的，同时市场经济得不到正常发展的第三世界国家。共产主义运动因此得到很大的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印度及其他几个第三世界大国的独立，大大鼓舞了殖民地国家和地区的人民，从而推动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全世界范围内“国家要独立，民族要斗争，人民要解放”的民族主义运动。这些都是欲望型相对剥夺感引发社会运动和革命的例子。

发展型相对剥夺感

当一个社会的价值能力和人们的价值期望均在提高，但社会的价值能力由于某种原因而有所跌落，从而导致价值期望和价值能力之间的落差扩大时，就会产生发展型相对剥夺感（见图4-3）。由于图4-3中价值能力曲线呈“J”形状，该理论又被称为“J”曲线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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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3 发展型相对剥夺感

发展型相对剥夺感常见于发展中的或处于改革中的社会。发展型相对剥夺感的概念最早是由戴维斯（Davies 1962）提出的。戴维斯声称他的这一思想来自马克思和托克维尔。马克思曾经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工资的增长总是跟不上经济的增长，社会上的贫富差距因此而增大，工人也会因此产生相对贫困和相对剥夺感。托克维尔曾经说过，革命一般不会在一个从坏的往更坏的方向发展的社会中产生。一些国家之所以发生革命，往往是因为那些国家正在往好的方向发展。一个被压迫到几乎已经失去自我意识的民族往往会在压迫逐渐减弱时起来反抗。人们能够很有耐心地忍受一个不可避免的压迫，可是在一旦有了希望之后，人们对即使已经大大减轻了的压迫也会觉得不堪忍受。托克维尔的这些灼见来源于他对法国革命起源的观察。在路易十六当政时，法国经济和社会本来已经大大改善，然而此时法国发生了严重的财政危机，迫使路易十六召开已经停止150年的国会，由此引发的连锁反应最终导致革命。其实不止是法国革命，回顾一下中国辛亥革命、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埃及革命，以及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我们会发现，在这些革命之前都有一段已经取得一定成效的改革经历，但随后由于种种情况进入一场经济政治危机，这二者的后果促进了革命。中国20世纪80年代末的那场政治风波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用发展型相对剥夺感理论来解释：80年代初的改革给中国知识分子和城市居民带来了很大的实惠，并大大提高了他们的期望，但80年代后期的一场经济危机降低了经济发展的速度，由此造成的相对剥夺感为那场政治风波提供了条件。

由于种种原因而引起的剥夺感或压迫感，显然是引发社会运动特别是革命的重要因素。但这类理论忽视了很多问题。首先，剥夺感或压迫感并不足以使人们加入社会运动或革命。在社会运动和革命产生以前，人们还需要有一种指出压迫的根源和解决之道的意识形态，使受压迫的人们能够看到希望和出路；而制造意识形态的群体却往往不是那些在社会上直接受到压迫和剥夺的人群。

其次，发起一场社会运动或革命需要组织、资源和种种机会，否则不管人们如何苦大仇深，造反也不可能。

还有，在有些社会运动中，特别是在一些已经对社会运动习以为常的社会中，人们参加社会运动的心理动因很可能不是相对剥夺感，而是利益驱动。相对剥夺感理论的一个隐含假设是，每个参加社会运动或革命的人都有同样的相对剥夺感。而实际上，就动机而言，任何参加社会运动或革命的人都是不一样的：领导和群众不一样，先参加的和后参加的不一样，机会主义者和忠心耿耿的人也不一样。对于理解一些大规模的社会运动或革命来说，相对剥夺感理论在概念上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存在大而化之的弊端，即夸大了心理因素而相对忽视了其他很多条件的作用，因而受到许多后来学者的批判。

涂尔干理论传统评价

不仅格尔的理论有粗疏之弊，就是前面提及的雷恩的理论和亨廷顿的理论，也是从社会变迁出发，然后一步跨过其他许多社会因素，直接指向社会运动和革命的产生。其实，几乎所有从涂尔干视角出发的学者在考察社会运动和革命的形成时都有这样一种倾向。坚持涂尔干视角的社会学家一般对社会变迁及其潜在意义的嗅觉都十分敏锐。他们就像那些未来学家一样，会用预言甚至是开处方式的手法来描述他们已经看到的或者预见到的社会变迁并论证其意义。比如，在目前关于全球化的研究中，我们会经常看到诸如“世界城市的兴起”、“网络社会的形成”、“后现代文化的推广”、“民族国家的衰落”、“父权社会的消亡”等艳丽的辞藻和概念。这些概念以及与之相应的对社会发展的描绘和预测并非全无道理，但作者的分析方法一般都大而化之，就像梯利在评价卡斯特的著作时所指出的（Castells 1997）：就像一个大多数螺丝都没有拧紧的巨轮，航行在海上摇摇欲坠。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目前的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中就有很多这样的学者。他们身处中国改革的中心，对中国社会的变迁有兴趣，有热情，有深切的责任感；他们奋笔著书，提出许多恢弘的概念以指摘时弊，指引出路，但却立论偏颇，推理粗疏，证据简陋，予人以强烈的大而空的感觉。

但是，我们并不能因为涂尔干视角的这些弱点而否定它在社会运动和革命研究中的巨大意义。重要的是，我们应当懂得，社会变迁是发生大规模社会运动和革命的必要条件之一（对于发生在西方民主国家的一些小型社会运动来说，社会变迁并不是一个必要条件）。在分析社会运动和革命的产生和发展时，我们的分析视角绝不能仅仅停留在社会变迁上，而应把其他对社会运动和革命的产生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的因素也考虑进来。许多学者在这方面做了出色的工作，人类学家沃尔夫（Wolf 1971）对农民革命的研究就是一个范例。

沃尔夫把第三世界的农民革命放在西方殖民主义扩张这一背景下来考察。他强调，非西方社会在西方殖民主义的压力下产生了三大危机：人口危机、生态危机和权威危机。西方社会为传统社会送来了高产作物和廉价的抗生素药物，但它并没有改变非西方国家和地区的传统社会结构以及与之相应的高生育率文化，于是造成了人口的过度增长。一方面是人口爆炸，一方面是资本主义集约化生产。两方面共同作用，造成土地肥力递减；再加上土地过度开垦，很多不应耕作的次等土地也种上了粮食，于是引发了生态危机。西方殖民主义还给非西方国家和地区带去了强权和西方思想，这给传统国家和地区原有的政体带来了巨大的冲击，由此造成了权威危机。根据沃尔夫的观点，在发生权威危机时，一个传统国家原有的政体形式对政治危机的走向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如果那个国家具有像日本和德国一样的权力相对分散的封建形式政体，那该国就有可能通过改革（或者叫自上而下的革命）而走上现代化道路；如果那个国家是一个集权的帝国政体的话，那该国产生革命的可能性就比较大。从农民的角度来看，沃尔夫认为，人口危机和生态危机的一个重要结果是中产农民在传统农业下的日益贫困化。中农在农民中本来是一个比较有资源、威信和影响的阶层，但其经济地位却江河日下，因此，这些中农特别是其受过教育的子女就会起来反抗。这时如果提供一个新的意识形态，并且中农及其子女能够和贫农联合起来的话，革命就会发生；否则就会发生农民暴动。

沃尔夫所采用的静态结构性分析法有着明显的弱点。以中国革命为例，我们知道，中国共产党早期在南方的土地革命并不十分成功。约翰逊（Johnson 1962）认为，卢沟桥事变后，国民党军队一溃千里，日本军队迅速向中国内地推进，敌后留下了一大片处于无政府状态的土地。中国共产党抓住机会挺进敌后，迅速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以村落为基础的地方政权。八年抗战，在与日伪的斗争中，中共力量逐渐壮大。迨至抗战结束，中国共产党已掌握了有着近百万军队和近亿人口的多片根据地。以村落为基础的地方政权为中共提供了强大的物资和人员动员能力，而国民党政府在其统治地区内却没有这种有效的地方政权和相应的动员能力；加上国民党对形势认识不清、策略有误，内部派系林立、腐败横行，终于导致国民党政权的迅速垮台和中国革命的成功。沃尔夫理论中所指出的许多因素与中国革命早期的农民运动可能沾点边，但与共产党革命的成功却风马牛不相及。但不管怎么说，沃尔夫的分析虽然也是从结构变迁开始，但中间毕竟包含了社会结构变化、阶级联盟形成和意识形态产生等中介因素，从而避免了涂尔干视角中那种一步到位、大而空的通病。

下面，在结束对涂尔干视角的讲解前，我再介绍一个在理论上更为完善的、以涂尔干视角为出发点但同时又在分析中引进其他机制的革命理论。

古德斯通的国家崩溃理论

古德斯通是斯考契波的学生，但他背离斯考契波国家中心的革命起源理论，写了《前现代化国家的革命与反叛》（Goldstone 1991）一书，20世纪90年代初在美国一举成名。古德斯通在其书中所提出的问题是：在近代历史上，整个欧亚大陆在17世纪和18、19世纪之交各有一次广泛的反叛浪潮。在17世纪，有英国的光荣革命，法国的佛朗德叛乱，加泰隆尼亚、西西里和波西尼亚等地反抗奥匈帝国的叛乱，乌克兰叛乱，奥斯曼帝国的西拉里叛乱以及中国的李自成起义，等等。在18、19世纪之交，有中国的太平天国运动，缅甸革命，法国革命，俄国的普加乔夫起义，发生在希腊、巴尔干半岛和埃及的反奥斯曼帝国的叛乱，以及1820～1821、1830和1848年发生在欧洲的总体性反叛和革命。而在这两个时间段之间，整个欧亚大陆则相对平静，少有大规模叛乱。由于欧亚大陆东、中、西三部分在文化、政治和社会结构上均有很大差异，因此很难用地区性的社会和政治结构来解释这一现象。

古德斯通认为，上述现象与整个欧亚大陆的人口增长有着很大关系。在这方面，他很可能是受到著名历史学家、芝加哥大学历史系教授麦克尼尔的影响。我们知道，整个欧亚大陆各国的人口在公元1500年前普遍增长缓慢，但此后同步快速增长。由于这是欧亚大陆的一个整体现象，因此不能用地区性的婚姻习俗、家庭关系和社会政治结构来解释。麦克尼尔在其《瘟疫和人》（McNeill 1976）一书中是这样解释的：公元1500年前，欧亚大陆不同地区均有自己特定的流行病，不同地方的人群都对本地的瘟疫有着相应的免疫力，但对其他地区的瘟疫却没有免疫力。历史上，由于游牧部落迁移、战争、商旅等因素，欧亚大陆上的流动人口把不同地区的流行病来回传播。每一次流行病爆发都会杀死一个地区对某种瘟疫没有免疫力的大量人口，而留下具有免疫力的人。随着一种瘟疫在一个地区反复多次爆发，该地区携带某种免疫力基因的人口会逐渐上升。流行病的反复传播使整个欧亚大陆的人口在公元1500年时对当时所有的流行病均具有一定免疫力，流行病对人类种群规模的限制作用因此大大减小，欧亚大陆的人口也因此同步增长。

古德斯通还发现，虽然欧亚大陆人口在公元1500年后一直同步增长，但在17世纪和18、19世纪之交又有两个增长高潮，而且这两个高潮与叛乱多发期在时间上是重叠的。古德斯通于是从人口增长入手来解释这两个政治动乱多发期背后的动因。他的基本假设是，传统农业由于技术和资金投入的限制，单位土地面积产量的增长潜力十分有限，因此，传统农业以及建立在传统农业基础上的传统国家政治对人口增长特别敏感。
 
[1]

 在此基础上，古德斯通进行了以下论证：在传统农业下，人口增长会导致供求失衡和通货膨胀率上升、土地不足，以及人口结构的年轻化。
 
[2]

 通货膨胀和土地不足造成政府的税收降低、大众生活水平下降和不满情绪的滋长；土地不足造成流动人口的增加和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转移；人口结构的年轻化增加了十分容易卷入反叛的年轻人在社会上的总量，而人口向城市的转移则把那些容易加入反叛的年轻人集中在一起。上述种种，都大大加强了反叛的组织力量和动员潜力。

另一方面，税收能力下降造成国家对教会（或知识精英）的经济笼络能力降低，国家精英与知识精英之间的距离拉大，一些知识精英因此会创造出异端意识形态，为反叛或革命提供思想武器。人口增多以后，国家对政治精英的需求量大大增加，政治精英的自我期望也会不断增高。但是，需求量和自我期望的提高所面对的却是国家在人口压力下税收的严重不足，国家在经济上根本不可能承受一个如此巨大的官僚体系。人变多了，期望变高了，但国家能提供的工作却变少了。这就导致精英内部分化和权力斗争的加剧。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使国家不至于崩溃，政府必须增加税收，而这种举动不但会因知识和政治精英的普遍抵制而成效甚微，而且会进一步离间国家和精英之间的关系。

总之，人口的增长造成了：①具有强大的组织力量、动员潜力和严重不满情绪的社会下层人群；②国家和知识精英之间距离的加大和异端意识形态的形成；③政治精英内部分化和权力斗争的加剧。上述种种力量叠加在一起，共同造成了古德斯通所谓的“国家崩溃”。古德斯通认为，革命和反叛运动之所以能够成功，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国家机器崩溃了。古德斯通的著作还专门对英国革命、法国革命、李自成起义、太平天国运动等欧亚大陆主要的动乱及其背后的人口动因做了精辟入微的分析，不失为革命研究方面的一部力作。

古德斯通把近代欧亚大陆的革命和反叛放在近500年来的欧亚大陆人口变迁这一背景下来考察，其理论从本质上来说是涂尔干式的。但古德斯通并不是从人口变迁一跃而直接推出革命和反叛，而是从人口变迁出发，继而引出反叛形成的组织力量和资源、异端意识形态、精英分离、国家崩溃等机制和因素，通过逐层推理来展开他的理论，并在详尽的分析和考证过程中把其理论与各国的人口、政治和经济史有效地结合起来。应该说，其理论不但很有想像力，而且对经验事实也具有一定解释力。

不过，作为一个历史社会学家，他对历史的看法是比较机械的。古德斯通强调人口上升是导致国家崩溃的充分必要条件，我们仅举一个反例就足以暴露其理论的局限。从中国的农民起义史来看，李自成起义特别是太平天国起义的背后的确有很重要的人口因素，但如果认为这两个起义纯粹由人口爆炸造成，就未免牵强。特别是，在公元1500年之前，中国人口增长始终比较缓慢，却发生了陈胜吴广起义等多次农民大起义，其中许多次起义显然与人口增长没有什么关系。

依我的看法，很可能只有在公元1500年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一个国家建成以前这段时间内，人口增长才是造成反叛和革命的关键因素。如果麦克尼尔的理论是正确的，我们可以就此推论，欧亚大陆的人口在公元1500年前主要是由死亡率来调节的，人口增长较为缓慢；但当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一个国家建成以后，这个国家的生产力会大大提高，死亡率因而降低，人口控制越来越需要通过生育率，即降低出生率来实现。在公元1500年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建成之前的这段时间内，流行病带来的死亡率对人口的控制作用已经大大降低，而现代由低生育率为主导的人口自我控制机制尚未形成，传统农业难以承受这突如其来的人口压力，从而使人口成为触发反叛和革命的关键因素之一。

所有社会学因素在不同历史时期的重要性及其对社会的作用方式都是十分不同的。对这一重要历史观的忽视使古德斯通经常过度推广他的理论。比如，在最近的许多研究中，他常常预测中国会在若干年内因为人口问题而发生政治动乱。但事实上，中国面临的人口压力虽然很大，但国家至今不但没有崩溃，而且在经济上也得到了长足发展；即使有一天，中国发生了政治动乱，我看也肯定不是人口增长所致。人口永远是影响政治和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但在不同时期它的重要性和影响方式是完全不同的。对于社会运动和革命的发生和发展来说，人口虽然在一定条件下会成为一个重要因素；但从整个历史来看，它既不是一个充分条件，也不是一个必要条件。


问题思考


（1）涂尔干式的社会运动理论有什么共性和区别？

（2）什么是相对剥夺感理论？这一理论的问题在什么地方？

（3）古德斯通的国家崩溃理论与传统的涂尔干式的理论有什么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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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不像现在资本主义集约化生产，产量和输入资本有关。比如我曾听说山东某县在引进以色列的滴灌技术后，其蔬菜产量如果放开可供应半个中国的需求。


 [2]
 根据人口学原理，当一个国家的人口大大增加后，这一国家年轻人在人口中所占的百分比就会很高。这就是为什么发展中国家的年轻人多，而生育率低的西方发达国家则是老年社会。


第五章 社会结构与社会运动

在变迁、结构和话语这三个影响和决定社会运动或革命之产生与发展的宏观因素中，社会变迁因素已在上一章做了专门讨论。在这一章和接下来的三章，我们将重点讨论社会结构因素。关于社会结构在社会运动和革命中的作用，主要有三种视角。第一种是社会组织结构视角，着重探讨社会中层组织或公民社会在社会运动和革命中的作用。第二种是阶级结构或马克思主义视角，主要研究不同的生产方式以及与之相应的阶级结构和群体利益是怎样影响社会运动和革命的发生及其性质的。第三种是政治结构视角，重点关注国家的结构和性质，以及与此相应的国家的结构性行为对社会运动和革命的影响。这一章将集中讨论前两种视角，而把对第三种视角的讨论放在第六、七两章。

康豪瑟的大众社会理论

康豪瑟1959年发表了《大众社会政治》一书（Kornhauser 1959）。作为美国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研究的一部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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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书的主题是解释极权主义运动——这里主要指的是共产主义运动和法西斯运动——兴起及发展的条件和机制。此书出版时，国家理论在美国社会学界尚未发展起来，以社会为中心的功能主义理论和现代化理论正如日中天。在这种情况下，康豪瑟很自然地把托克维尔的理论进行了改造。在去掉托克维尔理论中的国家视角后，他提出了大众社会理论。康氏理论的出发点是涂尔干式的。他认为，一个正常的社会结构应该是三层的：政治精英—中层组织—民众。但是，现代化过程打破了人与人之间传统意义上以村落和亲缘为基础的联系。也就是说，在现代化过程中，人与人之间虽然在空间上越来越接近，但有机的组织性联系却在日益疏远。换句话说，在现代化过程中，传统以村落和血缘为基础的社会中层组织被打破了，但能填补其功能的现代型的社会中层组织尚未发展起来，从而造成人与人之间缺乏有机联系，为大众社会的产生创造了条件。

康豪瑟理论的核心是对中层组织的社会功能的阐述。他认为，社会中层组织能够对精英政治进行组织化和民主化控制；能够提供一个交往和讨论的平台，从而使民众对现实的感知更为真切和现实；中层组织的多样性能够导致利益和认同感的多样化，从而降低民众被大量动员进同一个运动中去的可能。或者说，发达的中层组织能够降低一个社会发生超大规模社会运动和革命的可能性。而当社会中层组织薄弱时，民众有可能受到精英的直接操纵，也有可能通过民粹主义手法直接控制精英，这就构成所谓的“大众社会”（mass society）。康豪瑟强调，大众社会容易出现政局动荡甚至极权主义运动，在极权主义运动下建立的政权只能是极权政体。下面我将围绕社会中层组织在一个社会中的政治作用来进一步讨论康豪瑟的理论。

在讨论之前必须说明，康豪瑟所说的社会中层组织与目前大量书籍中经常提到的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在概念上有很大的相似性。现代文献对公民社会有着不同的定义（如Gellner1994；Hall 1995；Kaldor 2003；Keane 1998；Schmitter 1993；Seligman 1992）。这些定义各有侧重，但有一个共识，即，公民社会是一个政治实体中社会中层组织的总和。这些中层组织不是国家，也不是个人和家庭，而是介于两者之间；这些中层组织的合法活动受到保障，不受国家控制；中层组织中的每个成员均能自由地加入或退出这些组织，因此黑社会和传统帮会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中层组织。公民社会理论在18、19世纪就已有了思想萌芽，但直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特别是苏联和东欧共产党政权解体以后，公民社会理论才变得特别时髦。从总体上说，公民社会理论同时是对极权体制和西方民主体制进行反思的结果。就西方民主体制而言，一般认为，西方目前实行的代议制民主有很多缺陷。比如一般百姓对这一体制并没有有力的制衡，后者有时会被一小撮政治精英操纵，有时甚至会走向多数暴政。作为对代议制民主的一种补充，许多西方学者开始强调在权力上更为分散、在利益上更为多元的公民社会的重要性。

康豪瑟认为，发达的社会中层组织对极权主义大众运动的产生具有根本性的约束作用。从其著作中至少可以总结出社会中层组织在这个问题上的四个主要作用。第一，福利和慈善组织、利益集团组织、俱乐部和兴趣小组等中层组织所承担的社会功能，有很多是国家管不了或者管不好的，因为国家不可能“无微不至”；而对一般家庭来说，这些功能又太大从而没能力涉及。因此，社会中层组织的活动能照顾到国家和家庭所不能照顾到的个人利益和兴趣。

第二，中层组织为组织内部成员的讨论，为中层组织之间以及中层组织与国家之间的对话提供了平台。根据康豪瑟的观点，这种讨论和对话能使人们感到社会上的事情并不像想象的那么简单，使其对社会的理解更贴近现实，有利于缓解他们对社会的不满情绪，从而不会因冲动而轻易加入某个大众运动。比如，十多年前中央电视台开播“焦点访谈”节目时，一些地方和部门领导曾经为此很紧张过一阵子。但过了一段时间后，他们发现这个节目也是他们可以用来解释政策的一个平台。于是政府官员坐进了演播室，与其他嘉宾你来我往地讨论各种社会问题。这样的讨论使观众了解到了政府的难处和一些看似不合理的政策的合理的一面。有一次，中央电视台直播了关于“春运”期间火车票涨价的听证会，来宾中有政府官员、铁路工作人员、经济学家和一般消费者，大家各抒己见。节目播出后，我在电视中看到一些接受记者采访的民工竟然表示，他们虽然仍然反对涨价，但是该听证会大大增进了他们对“春运”火车票涨价这一事实的理解。

第三，中层组织能够促进认同感和利益的多元化。不同中层组织具有不同的利益，不同中层组织的成员也有不同的认同感。这种利益和认同感上的分割使任何全民性的大众运动变得不可能。即使在一些利益和目标上大体一致的组织，由于一些更细层次上的差别，它们也往往只能在一些较低层次的目标上达成一致。比如，在最近美国的反伊拉克战争运动中，毋庸说有许多人不去参加甚至反对这一运动，就是在反战运动的参加者中，也是有形形色色的人：有反对一切战争的和平主义者，有认为对伊战争原因证据不足的人，有认为该战争至少需要联合国和盟国认可的人，也有一些根据越南战争的教训认为对伊战争不可行的人。有人会说，正是这种不同利益群体大联合的运动动员结构才使一场较有规模的反战运动成为可能（见第十一章中关于社会运动外在动员结构的讨论），但我们也不得不承认，这类联合势必结构松散，目标也很难深入，根本就不具备发动大众运动式社会运动的条件。

第四，根据康豪瑟的理论，在中层组织发达的国家，民众主要与中层组织内的精英打交道，而他们与国家精英之间的交往主要是通过中层组织精英和国家精英之间的联系来实现的。这种状况可以保护民众免受政治精英特别是魅力型领袖的操纵和控制，同时也可以防止政治精英的决策直接为大众压力所左右，从而防止民粹主义的产生，使程序政治变为可能。康豪瑟的这一观点用于分析拉美国家的政治是再合适不过了。许多拉美国家有民主但没有发达的公民社会，结果它们的民主基本上是民粹主义式的，它们的国家领袖往往是擅长蛊惑人心的政客 （demagogues），它们在过去两百多年间的政治也只能随着国际和国内的政治方向在民主与专制之间反复摇摆。

组织在社会运动和革命中的作用

在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随着资源动员理论的兴起，康豪瑟的大众社会理论遭到严厉批判（如Halebsky 1976；Oberschall 1973；Pinard 1975；Tilly 1978；Useem 1980；von Eschen，Kirk and Pinard 1971）。批评者认为，社会中层组织在西方现代化过程中并未像康豪瑟所说的那样正在消失，共产主义国家也并不是一个像康豪瑟所描述的极权社会。批评者还指出，康豪瑟的理论具有很大的保守性，它予人一种印象：人们之所以加入一场社会运动或革命，主要是因为缺乏信息，而正确的信息总会告诉人们这些社会运动或革命是没有必要的。批评者还从经验层面上对康豪瑟的理论进行批判。他们认为，康豪瑟理论的核心和逻辑出发点是“发达的社会中层组织可以阻止社会运动的发生”这样一个命题（或者说中层组织能对社会运动起抑制作用）。他们于是推论说，如果康豪瑟是对的，那么积极参加社会运动的人应该是那些与中层组织联系薄弱的人。批评者就此问题做了许多实证研究，结果显示：组织联系越广，或在人际网络中表现越活跃的人，参加社会运动的可能性越高。据此，他们否定了康豪瑟的理论，并强调人际网络和社会组织才是社会运动动员的关键。

在批判康豪瑟的大众社会理论以及其他传统理论的基础上，欧伯箫提出了一个关于社会运动与社会组织之间关系的理论（Oberschall 1973）。欧伯箫从两个维度来考察一个社会的社会运动动员潜力：一是社会的组织形式及其强弱，二是社会对各个阶层的整合力强度。欧伯箫把社会组织分成弱组织（weak organizations）、社团型组织（associational-based organizations）和社区型组织（community-based organizations）。以这一分类为基础，欧伯箫提出，当社会整合力高，人们的组织能力低时，发生社会运动的可能性最低；社会运动的可能性随组织能力的加强而加强，而当一个社会的人组织能力很强而不同阶层人之间的整合能力低时，发生社会运动的可能性最大（见图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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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 社会组织性质、社会整合力与社会运动强度之间的关系

注：++表示社会运动的强度。

欧伯箫理论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对社会整合力的强调。社会整合力高，运动可能性就低；社会整合力低，运动可能性就高。如果比较一下美国黑人运动和加拿大魁北克独立运动，我们就能清楚地看到社会整合力和社会运动性质之间的关系。从分层的角度看，黑人在美国社会中的相对地位要比法裔魁北克人在加拿大的地位低得多，但法裔魁北克人由于保留了自己的文化、语言和地域，故与英裔加拿大人之间的整合程度较低。正因为如此，魁北克独立运动发展迅猛；而美国黑人虽然身处社会下层，但由于与白人混居，加上没有自己的语言，因此黑人社会运动在美国的发展相对就弱了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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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改革开放后社会分层迅速加剧。在社会分层加大的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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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社会各阶层的联系（即社会的整合力）也同时减弱，政治上将很难实现长治久安。从这个意义上说，孙立平所著《断裂》（2003）一书，无论其观点是否完全贴切，都具有十分重要的警世意义。

尽管欧伯箫关于社会整合的论点十分精辟，但他关于组织和社会运动之间关系的论述却是错误的。事实上，迄今为止所有西方学者对康豪瑟大众社会理论中这一方面的批判都是错误的。简单地说，康豪瑟所探讨的是那些改朝换代式的、大型的革命和社会运动的动员，而其批判者所关心的均是一些发生在当代西方国家的中小规模的改良型社会运动的动员。两者根本就是两码事。不错，组织在一个具体社会运动的微观动员过程中确实发挥着关键作用，因此，一个有着有效的中层组织的社会将比大众社会经历多得多的社会运动。但是，如果把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那么有效的、多样性的中层组织实际上也减少了全民大动员的可能性。因为不同的组织有着不同的利益，成员的身份认同往往也彼此交错。对一个社会群体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事情，对另一个社会群体来说可能会无足轻重，甚至有害无利。这样，不同的组织会倾向于不同的社会运动，一个社会运动总有反对它的逆运动，各种政治力量互相抵消，从而避免了整个社会走向极端。因此，康豪瑟的大众社会理论至少清楚地阐明了社会中层组织的薄弱为大规模革命性社会运动创造了政治空间这一问题；至于组织如何在微观社会运动动员过程中扮演关键角色，那完全是另一个层面的问题。

如果说康豪瑟的大众社会理论探讨的是一个社会中各种中层组织的强度、性质和多样性程度对社会运动的产生及其性质的总体影响，那么，其他学者对康豪瑟理论的批判实际上是在刻画一个组织在社会运动动员中的微观机制。但必须指出的是，组织对社会运动的影响并不局限于这两个方面。在《政党》（Michels 1962）一书中，米歇尔指出，由于组织的领导有资源、信息及权力等方面的优势，即使是一个正在为民主而斗争的政治组织本身也有某种自发的专制倾向。也就是说，这些正在为民主而斗争的政治组织，实际上只是在一个大专制环境下造就小专制环境而已。在《穷人的运动》一书中（Piven and Cloward 1977），皮文和科罗沃德指出，传统政治组织不但其领袖易于发生专制倾向，而且它所领导的社会运动也更容易与作为其对立面的政治权威建立比较和谐的关系。因为那些领袖对自己前程和权力的兴趣超过对社会运动的目标和运动成员利益的关心，所以在运动目标远未达成之际就与权威妥协，从而被制度化。因此，他们以及其他许多比较激进的美国学者都强调更有力量的社会运动往往是那些自发性很强的社会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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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皮文和科罗沃德后半部分的立论是否正确姑且不论，我这里想指出的是，他们的工作实际上提出了另外一个问题：组织对社会运动发展的阻碍和有组织运动的制度化倾向。这可以说是组织作用于社会运动的第三种方式。

并不是所有类型的组织都对社会运动具有上述抑制性所用。只有那些有正式成员资格、等级结构、核心领导和具体分工的组织才具有专制倾向，并对社会运动目标的实现产生负面影响。因此，现代西方社会运动的组织者不但注重对外反对强权和专制，而且对内强调社会运动组织的民主。于是一种新型的、成员关系松散、非等级结构的，甚至是以全票通过作为决策手段的组织形式在西方逐渐兴起（Polletta 2002）（详见第十一章）。但这样的组织也有很多不足之处：一是组织效率低下，很难在专制的政治环境中存活；二是社会运动的议题和目标必须较单一，否则组织内难以达成一致，结果会一事无成；三是这类组织较难克服在以后章节中会讨论的“搭便车现象”，因为这类组织的运作很像同人俱乐部，组织规模往往难以扩大，因此其发起的社会运动所能承担的政治风险一般也很小。

在西方，这种社会运动的组织形式直到新社会运动兴起后才得到一定发展。其原因在于，20世纪60年代后，西方社会民主化程度得到进一步提高，大多数以前可能被镇压的社会运动和抗议形式逐渐被合法化。正是面对一个逐渐开放的政治体制，这种新型的社会运动组织形式才有发展的可能。此其一。

其次，随着共产主义思潮在西方的逐渐没落，西方的左派面对资本主义失去了一个总体性的思想武器。他们于是不再追求对资本主义进行全面的革命性变革，转而寻求修正资本主义，并建立与资本主义和现代化相悖的所谓后现代价值和认同感。与之相应，现代西方的大多数新社会运动均是单一议题运动（如环境运动、女权运动、同性恋运动，等等）。这些社会运动议题单一，行动在资本主义体制下基本合法，也为这种成员关系松散、非等级结构的社会运动组织的发展提供了基础。

再次，这些组织的成员文化水平普遍较高，加上现代通讯技术的发展，使之能够娴熟地利用媒体和各种电子通讯手段来动员运动的参加者，从而不再需要复杂的组织结构来保证有效的动员。这是这种组织形态得以迅速发展的另一个原因。

总之，组织在社会运动中所扮演的角色非常复杂。一个具有高度发达和高度多样化的中层组织的社会往往能避免革命性社会运动的形成。同时，由于组织在社会运动的微观动员中起到关键作用，具有高度发达和高度多样化的中层组织的社会往往更容易形成社会运动。但是，有正式成员、等级结构、核心领导和具体分工的组织，一般都具有专制倾向并对社会运动目标的实现产生消极作用。另一方面，成员关系松散、非等级结构的组织虽然没有专制倾向，效率却低下，难以组织起一场目标众多的社会运动，也难以在专制性的政治环境中存活。采取什么样的组织形式，对于社会运动的成败确实非常关键。当然，以上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基本上还是静态的。在第十一章讨论社会运动的内在动员结构和外在动员结构时（internalized mobilization structure and externalized mobilization structure），我们还会将组织和社会动员的关系放在动态的国家社会关系下考察。

生产关系与社会运动

关于社会结构与社会运动及革命之间关系这一问题，我们还可以完全转换一个视角，即考虑一个社会的经济结构对集体行动、社会运动和革命的影响。这里着重讨论的是马克思主义学说。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博大精深，如果概括地说，其要旨是，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是影响社会发展的关键。在一个良性发展的社会，生产关系会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如果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旧的生产关系还不改变，就会制约经济的发展，届时社会各阶级的矛盾就会激化。生产关系一旦制约了生产力的发展，另一对矛盾，即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也会同时加强。经济基础是所有生产关系的总和，而上层建筑则包含国家、政府、意识形态和文化等范畴。当一个国家的生产关系不能促进甚至阻碍生产力的发展时，属于上层建筑领域的国家就会变得更加专制，文化也会趋于保守。一旦上层建筑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革命也就不远了。

马克思把他的主要精力用于研究资本主义社会（实际上是第二次工业革命后英国式的资本主义社会）。他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主要表现为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导致资本主义经济生活中一个非常特殊的现象：微观层面的理性和宏观层面的非理性。一方面，每个资本家都在利润最大化目标的指引下非常理性地安排企业的生产，但另一方面，他们对利润的孜孜追求往往会造成对高利润产品的过度投资。结果，从整个社会来看，造成了巨大的资源浪费、生产过剩和产品价格下降。马克思认为，这一矛盾是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的根源。并且，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经济危机的周期会越来越短，而强度则会越来越大。

马克思进而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革命旗手是工人阶级。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工人阶级的队伍将不断扩大，但与此同时，工人阶级却在相对意义上（相对于资产阶级）和绝对意义上（相比于自己的过去）越来越贫穷并面临日益增大的失业风险；另一方面，工人阶级的生活方式也会趋同，逐渐从一个自在阶级（class in itself）转变为一个自为阶级（class for itself），并产生阶级意识。由于经济危机愈演愈烈，工人阶级越来越贫穷，作为统治阶级工具的国家为了保护有产阶级的利益，会越来越专制，会站在有产阶级立场上镇压工人阶级。随着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以及工人阶级阶级意识的发展，阶级冲突在世界范围内愈演愈烈；工人阶级也逐渐认识到革命使他们失去的只是锁链，得到的却是整个世界。于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建立共产主义社会。

生产方式和现代化道路

在西方社会学中，以上这种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广受批判。但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在批评中仍有很大发展，并保持了它对资本主义制度和自由主义思想的可贵的批判性。在西方社会运动和革命的研究中，最为盛行的是所谓生产方式马克思主义（mode of production Marxism）流派。这一派研究的逻辑出发点是：不同的生产方式会导致不同的阶级矛盾，有的阶级矛盾会导致革命，有的则只会引发改良型的社会运动。在这个方面做出最有开创性意义工作的当数美国历史社会学的鼻祖摩尔（Barrington Moore）。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纳粹大量清洗犹太人。犹太人中的许多左派，包括法兰克福学派的许多成员逃到美国。摩尔与法兰克福学派在美国的成员有广泛联系，有些人也把他看做法兰克福学派中的一员。摩尔本人很有钱，他在哈佛大学教社会学，却因不是正式教员而没有工资，但这并不影响他的生活。在哈佛，他用了整整十年写成《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一书（Moore 1966）。该书发表后轰动美国社会学界并马上成为经典，摩尔也因此被看做现代历史社会学的鼻祖。

马克思继承了黑格尔的线性历史发展观，把历史看做一个从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的单线发展过程。摩尔在马克思的这一历史发展观上加了一点复杂性，他认为世界在现代化过程中走的不是一条路，而是有三条主要路径。第一条是英国、法国、美国的民主道路。第二条是日本和德国的法西斯道路。这条道路在政治上起源于自上而下的革命，如日本的明治维新。这种自上而下的革命是一种政治革命。这种革命仅仅在政治层面上把一个传统国家改造成一个君主立宪国家，但内部的生产方式和阶级构成并没有改变，地主还是地主，农民还是农民。第三条是中国和俄国走的自下而上革命的道路。中国和俄国的革命又可称为社会革命，因为这种革命不但改变了国家政权，而且改变了整个社会的生产关系和阶级结构。摩尔要回答的问题是：为什么这些国家会走上截然不同的现代化之路？其核心视角是不同国家的生产关系以及与之相应的阶级矛盾。下面我想通过摩尔对英国（民主道路）、日本（政治革命）和中国（社会革命）的分析为例来讲解他的观点。

摩尔的书应该说写得不是很清楚。也许因为这是第一本比较系统的比较历史社会学方面的著作，因此不要说该书所采用的分析方法，就连全书的叙事结构本身都是一个实验。摩尔的书一上来就写英国，连一个交代全书主要理论和观点的导论都没有，因此人们在读了他的书之后会产生不同的理解。在我看来，摩尔的理论包含两个结构性因素：一是国家的政治结构及农业生产的商业化程度（即农业生产方式）。后者是摩尔理论的关键，摩尔认为它决定了一个社会的政治走向。但资本主义在英国兴起之前各国的政治结构，特别是国家的中央集权程度，在摩尔的分析中也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由于摩尔关注的重点是农业生产方式，所以连他自己也没充分意识到国家性质在其解释中的重要性。这个隐含的理论命题后来在摩尔的两个学生（梯利和斯考契波）的工作中得到发展，并产生了在以下两章会详细讨论的以国家为中心视角的社会运动和革命理论。对于摩尔来说，一个国家政治结构的重要性在于，它是否制约了商业化农业的发展进程，以及当资本主义在英国发展起来并对其他国家构成压力之后，是否存在第二政治势力为了应对外来压力而发起一个自上而下的政治革命。

摩尔认为，英国之所以会走向议会民主，首先是由于受中世纪欧洲封建制的影响。英国的国家权力很弱，罗马帝国垮台后，很多欧洲国家弱到拿不出钱来让军人去为它们打仗。于是一个我封给你领地、你为我打仗的、以契约为中心的封建体制就在中世纪形成了。在这种封建体制下，欧洲国王的权力受到教会的约束，国王对城市的影响力有限，国王与地方领主的关系是契约关系，领主在自己的领地内享有法律、税收、制币和募兵等权力，俨然一个国中之国。根据摩尔的看法，英国的国家力量在欧洲各大国中相对较弱。这是因为，英国是个岛国，打仗主要靠海军，但海军与陆军不同，很难用在对内镇压上。15世纪后，欧洲一些大国的国家力量在战争中不断得到加强（Anderson 1974；Poggi 1990；Tilly 1992），但在权力加强的过程中又遭到来自社会的不同程度的抵制。英国的光荣革命就可以被看做是在新兴中产阶级的抵制下国家集权过程的失败。

英国会走向议会民主道路的另外一个影响因素是13世纪以后羊毛贸易的兴起。当时国际上羊毛贸易规模增大，英国由于有水路运输的便利得以在贸易竞争中占据优势。与羊毛贸易相应的是前后两次圈地运动，即把原来的公用地圈起来划归己有，并在上面对绵羊进行商业化饲养。圈地运动后，英国的农业生产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即开始由传统方式转向资本主义方式，以前的地主变成资本家，以前的农民变成工人。农业还是农业，但生产方式已经资本主义化了。圈地运动后，英国城市的规模迅速扩张，资本家和工人的力量在非农业领域也变得强大起来。圈地运动促进了土地私有制。由于土地成了个人财产，在上面做任何事都只为自己和对自己负责，所以个人主义文化在英国逐渐产生。

总之，圈地运动促成了英国农民向工人的转变，而羊毛贸易则造就了一个强大的中产阶级。但是，这个新兴的中产阶级与当时正在壮大起来的国家力量产生了矛盾，这就是光荣革命的背景。在光荣革命中，国王势力只是被中产阶级部分击败，表现在，中产阶级在革命后并没有废除国王，而是实行了君主立宪，为议会民主制打下了基础。为什么国王势力只是遭到部分失败呢？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观点认为，这是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二重性的表现。摩尔不这样认为。他认为是当时中产阶级一方面不想让国家力量过强，但另一方面也需要国王的存在。因为随着圈地运动和工业革命的发展，英国产生了很多社会矛盾，到处是农民暴动、小规模起义。中产阶级需要利用国王来控制和管理这些社会问题。在这个意义上，中产阶级与国家的利益是一致的；中产阶级一方面要挫败国家，另一方面也要利用它。从国家的角度来说，国王也很有与中产阶级妥协的需求。当时英国的国家税收主要是通过协商来收取的。而当时英国与法国连年战争，国库吃紧，所以国王也非常需要中产阶级的合作。双方各取所需，国家与中产阶级达成妥协也就水到渠成了。在妥协过程中，中产阶级获得了“不给代表权就不交税”（No representation，no taxation）的权利。于是，议会等政治制度逐渐发展起来，为民主打下了基础。

摩尔认为，导致英国国家与中产阶级能达成妥协的另一个因素是英国的自由主义文化。在英国，势均力敌的不同宗教派别和不同社会力量之间的长期冲突，使有关各方最后都认识到容忍和共存的重要性，认识到为保卫自由和公正而战的重要性，认识到社会契约的重要性。结果是英国在实行民主之前就已经有了自由。自由主义传统为实现民主政治打下了基础。

日本在1868年明治维新之前也是封建体制。在有名无实的天皇之下，德川家族行使着实际统治权。在天皇和德川家族之下，有二百多个大名和约二百万个武士。大的大名控制的土地相当于一个县，小的大名控制的土地仅相当于一个或数个村庄。大名和武士属于贵族阶层，他们治下的日本大约有三千万人口。与英国不同，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前没有强大的中产阶级，日本贵族（即大名）的政治势力也要比英国的弱得多。在德川时期，他们在自己的领地内有税收和法律权力，但没有制币和军事权利。日本是不可能像英国那样自发产生资本主义的。但是，日本这个封建政体以及德川时期的一些社会发展为明治维新提供了可能性。首先，在德川时期，天皇虽然有名无实，但他的存在以及他所具有的符号性力量，使日本人在明治维新时能把天皇重新抬出来对抗幕府统治。更重要的是，德川时期日本政治稳定，人口大增，商业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在德川家族的统治下，大名不再有拥有军队的权力；再加上承平日久，武士也无事可干，一部分人因此而变成浪人（即没了主人的武士），而另一部分人却变成了商人。这些商人为日本1868年明治维新后的商业化发展打下了基础，而浪人则成为社会上的不满势力。明治维新就是日本南方的一部分大名和浪人共同发起的。还有，德川时期幕府对大名实行人质制，每个大名每年都要到京城江户住一段时间，作为人质。于是大名们带着很多随行人员进京，并在京城造房子，比阔气。许多大名因此在京城消费得濒于破产，但整个日本的商业却得到了空前发展。

摩尔认为，到19世纪中叶，日本的商业化倾向已逐渐腐蚀了德川政权赖以存在的基石。与此同时，日本社会开始受到西方帝国主义扩张的威胁，特别是四艘由佩雷率领的美国军舰长驱直入地开进日本，强行要与日本签约，给日本政府造成了巨大的压力。于是，日本南部的一些大名发起了一个“驱逐鞑虏、恢复帝制”的运动，意在推翻幕府统治，抬出天皇，搞君主立宪制。这就是1868年的明治维新。

明治维新只是一场政治革命，革命改变了国家的政治结构，引进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却没有改变日本社会的下层结构。因此，明治维新后许多大名和拥有土地的武士虽然已经从传统的地主转化为资本家，在自己的土地上搞起集约化生产，但在他们土地上进行生产的还是传统的农民。这些新兴资本家运用传统手段从农民手中榨取粮食和其他农业产品，使自己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有竞争力。这种旧瓶装新酒的办法是明治维新后发生多起农民暴动的根源。与此同时，在发动明治维新时，许多武士只是想“驱逐鞑虏、恢复帝制”，并不想推翻封建制和放弃特权。但明治维新后，日本政府的许多西化政策，特别是各类法制和市场规则的建立，却大大打破了武士们的特权。武士和政府的关系因此不断恶化。面对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所产生的国内矛盾，日本的解决方法是搞民族主义和对外扩张，日本法西斯于是应运而生。

关于中国，摩尔认为其特殊性在于中央集权制和科举制。他认为，科举制对中国农业的商业化有非常大的负面影响。与欧洲的长子继承制不同，在中国，每个男嗣都可以继承遗产。经过这样代代分割，不出几代，即使豪门也会沦为穷人。在这种继承制下，做官是保持家庭长盛不衰的重要的、几乎是唯一的途径。因此，在中国做官始终比做地主和商人更重要。很多富有的家庭将精力投在教育上，甚至许多商贾大户也宁愿把小孩送去读书，而不是继承父职，由此形成一种“唯有读书高”的文化。科举制在中国造就了一个士绅阶层，其社会功能几近于日本的大名和武士。但与日本的贵族不同，中国的士绅从来不直接管理农业生产。从农业生产的角度来说，他们是寄生虫。因此，不但中国的农业商业化程度相对低下，即使农民与地方贵族（即士绅）的联系也大不如英国和日本。这种关系的“断裂”使中国的农民特别容易揭竿而起（参见前面对欧伯箫理论的讨论）。更何况，中国士绅的地位不是世袭的，而必须通过考试来获取。中国士绅通过科举入仕被认为是皇帝“隆恩”，因此他们不但不具有独立的合法性，而且要对皇帝感恩戴德。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士绅不可能像日本的大名和武士那样形成一种独立的政治势力，从而能够在关键时候自发地发起变革。结果是，清朝政府在西方列强的压力下做不出任何实质性变革。

因此，中国在被迫与西方通商后，地主没有转变为资产阶级，农民也没有转变为工人；农业生产仍然是以传统的方式进行，农业商业化程度十分低下。在日本，农民虽然在明治维新后仍然停留在传统的社会地位上，甚至还保留着传统的生产方式，但在经济上只和新兴的已经资本家化的地主发生关系，因而并不直接感受到国际市场的压力。而中国的农民，却不得不和国际市场直接接触。在资本主义经济的直接压力下，中国农民的处境就像茅盾小说《蚕》中的主人公一样，先是发现洋蚕丝比土蚕丝能卖钱，全家于是举债养洋蚕；第二年产量虽然好，却由于市场萧条，蚕茧卖不出去而家道中落。小农生产方式根本无法抗衡资本主义大生产。破产迫使中国农民走向极端，于是发生了自下而上的社会革命。

上面是摩尔关于英国、日本和中国不同现代化道路的分析梗概。我的总结企图把摩尔本人论点中的精妙之处刻画出来，所以力求完备。一些读者可能会从我的总结中得到这样一种印象：摩尔既强调了生产方式和阶级关系，又强调了国家的结构和性质对现代化道路的影响。但事实上，我的总结与摩尔的核心思想是存在一定差距的。摩尔之所以被认为和自认为是一个生产方式马克思主义者，就因为其论点的核心是农业的商业化程度。他的书中有五个主要阶级：中产阶级（或资产阶级）、地主、国家精英、农民、工人。根据摩尔的看法，每个阶级都有其阶级利益所在。中产阶级基本上倾向于民主政体，因为他们在这种政体下最能发挥自身的影响；但如果面对很强的工人阶级运动，他们就会倒向专制政体，与其联合起来镇压工人。地主倾向于专制，因为地主的许多传统特权需要专制政府来保护，也必须通过专制来实现。国家精英自然倾向于专制，因为专制能维持他们更多的利益和特权。工人是最强有力的民主力量，人口众多且又处于社会下层，民主最符合他们的利益
 
[5]

 。在摩尔的理论中，农民是一个没落的阶级，在现代化过程中就像一枚棋子，既可以被民主势力利用，也可以被专制势力利用。但由于人数众多，他们的政治取向会对社会进程产生重大影响。

要言之，英国走向民主是因为农业完全商业化，地主变成资本家，农民变成工人，民主势力因此大增。日本在明治维新后虽然地主变成资本家，但农民并未转变为工人，仍然沿用旧的生产方式，与新型地主的关系仍然是传统的佃户与东家的关系。传统生产关系中的很多矛盾没有得到解决，农民动乱不断。动乱把资本家推向拥护专制，日本由此走上了法西斯道路。而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农业的商业化程度最低，不但地主没有转变成资本家，农民也没有转变为工人。面对西方列强的压力，中国由于专制势力的困扰而做不出任何实质性的改革。物极必反，社会因此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上面的梳理使摩尔的理论显得很清晰。不过，摩尔之所以被公认为一位伟大的历史社会学家，并不是因为上面这么一个颇为机械的观点，而是他在书中表现出来的对历史的敏锐，以及他对其理论本身的解释力所表现出的疑虑。这种敏锐和疑虑使摩尔在叙述过程中不断引入其他历史和政治因素以图最大限度地逼近历史真实，结果就是其理论显得非常庞杂和有弹性。也正因为如此，后来的许多社会学家能够在其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出不同的理论和研究路向。

摩尔的书中还有一章专门谈到印度。他认为，印度的发展之路可以看做是现代化走向的第四条道路，即在一个没有经过革命的传统社会中实行了民主。摩尔断言，由英国、日本和中国所代表的三条现代化道路或多或少都取得了成功，唯独印度的道路是没有前途的。原因在于，由于没有革命力量打破印度社会的传统结构，一旦实行民主，代表印度种姓制和传统农业社会的强大势力就会通过所控制的人员和所掌握的选票来加固他们的地位，从而使任何重大的社会变革都阻力重重，印度社会发展因此会举步维艰。
 
[6]

 摩尔指出的这个问题确实存在。在印度，一个村落或一个社区的选票往往被若干地方强人或集团把持，从而削弱了民主选举的意义。印度民主并不是由于现代意义上的公民社会的多样性而是由于传统的宗教和种姓势力的多样性而得以维持的。印度有1700多个政党，反映了这个国家在政治、宗教和文化上的分裂。众多政治势力的相互制衡使任何专制都难以实现，但同时也为印度的发展设置了障碍。

这里就涉及暴力革命的历史意义这一问题。包括摩尔在内的许多学者认为，革命对现代化的实现是有重要意义的。至少是，革命打破了不利于商品经济发展的传统社会结构，并导致一个强大现代国家的建立。这些都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但是，倾向于保守的学者会认为，革命是彻底没有意义的，即使旨在追求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的革命（如法国革命），其结果也往往是专制和杀人。革命往往表现了一个民族不宽容和专制的一面，并对一个民族的文化发生着长期的影响。正是由于发生了独立革命和南北战争，美国文化比起加拿大文化来说更不宽容，更专制一些。但美国革命毕竟是政治革命，比起发生过社会革命的国家来说，美国文化又要宽容许多。东欧共产党政权倒台以后，民主发展较差的就是像罗马尼亚这样有过流血经历的国家。革命带来的强人统治会使政治失去监督和制衡，强人的失误得不到及时修正，即使是对经济发展，这也不是什么福音。

当然，现实总是要比理论来得复杂一些，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和1960年左右发生的大饥荒这种人祸在印度这样一个民主社会中根本不可能发生。这就印证了保守主义的观点。但是，印度人口的平均寿命却比中国要短得多，大约相当于每过八年就要比中国多死3000万人（Dreze and Sen 1989）。从种种社会指标来说，中国又要比印度强得多，这好像就印证了摩尔的观点。持有保守主义观点的学者可能会指出，印度在过去10年中的经济发展速度仅次于中国和越南等少数几个国家，在世界上名列前茅，印度的前景并不像摩尔想象得那么差。如果我是摩尔，我就可能会说：印度目前的经济发展更多是得益于英国殖民地时期留下的英文、教育和普通法传统，而不是它的民主。更何况，与中国目前以产业为基础的全面开花的发展模式不同，印度的经济发展主要集中在服务型和有限的几个生产型产业上。与中国相比，印度目前的通讯仍然十分落后，交通也不发达，高速公路建设刚刚起步，这足见其国家能力之弱。

客观地说，以上两个理论都有着逻辑和经验上的合理之处，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和印度发展道路的前景都不像它们的批评者所描述的那样暗淡。重要的是执政者能清楚地认识到自己国家已走过的道路的特点，在不可更改的历史基础上走出一条自己的路来。

生产关系和农民革命

摩尔研究的对象全是大国。他为什么将中小国家排除在外呢？这是因为摩尔同时是一个强调地缘政治重要性的学者。他认为，在现代政治下，只有大国的发展有着自己的规律，而小国的政治发展基本上是由地缘政治决定的。对于摩尔的这一观点，许多人提出了批评，他们认为小国的革命也有自己的内在规律。沿着这一思路，许多学者把眼光投向了小国。佩杰的《农业革命》一书就是其中的典范（Paige 1975）。在该书中，佩杰继承了摩尔的生产方式马克思主义传统，但是与许多其他学者一样，佩杰认为农民在现代化过程中并不像摩尔所说的那样，只是一枚任由其他政治势力摆布的棋子，而是一个积极的社会行动者。他因此把研究视角转向许多中小国家和地区的农民革命。

佩杰认为，在土地所有者与耕作者之间形成的不同生产关系会导致不同的社会矛盾；同时，在不同的生产关系下，土地所有者和耕作者各自对待社会矛盾的态度以及社会对这些矛盾的化解能力也不同。他的理论可以用表5-1来总结。

表5-1 耕作者和非耕作者的收入来源类型以及在此类型下的农业组织和社会反抗运动的形式

[image: ]


表5-1中的耕作者可以是农民，也可以是农业工人；非耕作者指的是土地所有者——地主或资本家。非耕作者的收入可以从他所拥有的土地或投入的资本中取得，耕作者的收入也可以从土地上产出的作物或工资中取得。这样就形成了表5-1中所显示的四种状态（注意：这种将两个变量的交互后果进行2×2的列表分析法在社会学中十分常用，有心的读者应当细细揣摩）。根据佩杰的理论，第一种是非耕作者和耕作者的收入均来自土地，这种情况下农民运动往往表现为反叛的形式；第二种是非耕作者的收入来自土地，而耕作者的收入来自工资（就像中国的佃农），这种情况最有可能发生革命；第三种是非耕作者的收入主要从投入的资本中获取，而耕作者的收入主要来自土地，这种情况最有可能发生改良型农民运动；第四种是非耕作者的收入主要来自资本投入，而耕作者的收入主要来自工资——美国的许多大型农场就是这方面的例子，在这种情况下，农民运动最有可能以社会改良为目标。

为什么会有以上的不同结果呢？佩杰提出了一系列假说性机制。其要义为，传统农业生产的生产力非常低下，无论怎样精耕细作，单位面积土地产量的增长空间仍然十分有限；而在现代生产方式下，产量的提高主要通过资金投入来保证，农业生产力大大提高。因此，从非耕作者的角度来看，如果其收入主要来自土地，由于土地上的农作物产量有限，耕作者多拿一点，他就得少拿一点，二者是一种零和竞争关系。但如果他投入的是资本，他就可以通过改进技术来提高产量。耕作者要求提高待遇虽然会增加生产成本，但他可以通过改进技术来保证甚至提高利润率。这种非零和关系的冲突形式为相互妥协和社会改良提供了基础。最后，如果非耕作者的收入主要来自资本，那么，由于农业工人的劳动力价格由市场决定，非耕作者没有必要运用政治手段把农民固定在自己的土地上，这样他们对农民的政治诉求就可以有一定的容忍。但是，如果非耕作者的收入主要来自土地，那么，为迫使农民在自己的土地上干活，他们就必须剥夺农民的权利，通过政治手段把他们固定在土地上。在这种情况下，非耕作者在政治上的态度会非常强硬保守，容不下任何改良措施。

此外，从耕作者的角度来看，当其收入来源是土地时，由于传统生产方式是靠天吃饭，农民会因此非常保守；再加上传统农业总产出有限，农民之间也存在很强的零和竞争关系。因此，他们往往会各自为政，合作的可能性很小。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即使心中有气，充其量也只能进行一些政治目标不明的反叛。相反，如果其收入来源于工资，则农民就相当于工人。他们因为不靠天吃饭而敢作敢为，并且会由于相互之间存在协作关系而有很好的组织性和共同的认同感。他们发起革命的可能性就会加大。从佩杰的分析可以看出，最为激烈的政治斗争将发生在收入来自土地的非耕作者与靠工资吃饭的耕作者之间（地主与佃农的关系就是一例）。在这种情况下，强硬的土地所有者面对的将是有组织的和激进的耕作者，革命的可能性因此大大提高。

佩杰对他理论背后机制的阐述要比摩尔清楚得多。他清楚地指出了一个国家的农业生产关系影响农民运动的性质的机制。但比起摩尔来，佩杰缺乏历史感。我想指出的是，今天很少有人会天真地相信一个国家是否发生革命与其生产方式之间存在本质联系，但这并不能否认摩尔理论的意义。首先，摩尔十分清楚地指明了生产关系和社会矛盾之间存在的一种机制性关系。今天，我们知道这一机制在不同的社会运动和革命中的作用方式与重要性有着很大的不同，但是我想很少有人会彻底否认这一机制的存在和作用。更重要的是，在对各个大国现代化进程的不同结局进行解释时，摩尔巧妙地引进了许多其他因素，并且能把理论分析置于历史大背景下以时间为序很好地组织起来。这样，别人就能从他的分析中获得许多灵感，并清楚地看到他的分析方法的得失，摩尔的工作也因此成为许多重要理论和研究的出发点。与摩尔相比，佩杰的笔触要显得自信得多，但他缺少摩尔的灵气。因此，他的工作虽然轰动一时，却未能像摩尔的《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一书一样对社会学产生长远的影响。


问题思考


（1）康豪瑟笔下的社会中层组织的作用是什么？

（2）后人是怎么展开对康豪瑟理论的批判的，这些批判的问题在什么地方？

（3）组织在社会运动中的作用是什么？

（4）摩尔理论的核心思想是什么？

（5）佩杰的理论与摩尔的理论有什么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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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除了康豪瑟的《大众社会政治》外，美国这一时期极权主义研究的其他代表作还有：Arendt（1958），Nisbet（1953）和Selznick（1960）。


 [2]
 还比如，与传统中国社会中女性的地位相比，传统西方社会中女性的地位要高得多。按照社会分层原理，我们可能认为西方的性别关系（gender relation）要比中国和谐一些。但事实正好相反。从古希腊的文学和哲学作品中可以看到，希腊社会两性之间的关系是相当紧张的。相反，在中国古代的文学和历史作品中，我们却可以看到一个较为和谐的性别间关系。根据周的研究（Zhou 2004），这两个文化中对性别关系的不同描述具有一定历史基础。这是因为，古希腊女性地位虽然较高，但希腊社会的家庭整合力却较弱，女性被推到社会上与男性对抗；而在儒家文化下，中国家庭的整合力要强很多，中国的传统女性虽然在夫权体制下很受压迫，但中国的夫权社会却给予女性在夫权家庭中的位置，即中国女性的地位可以通过当儿子的妈妈、当媳妇的婆婆和死后当夫权家庭中的祖宗来实现。这样，虽然传统中国社会中男女两性的地位从分层角度看差别（转下页注）


 [3]
 （接上页注①）很大，但由于中国家庭把女人纳入了夫权家庭，两性矛盾在家庭内部得到解决。这种传统的两性关系甚至对现代社会仍有影响。与西方的女权主义者相比，中国目前的女权主义者大多属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和自由派女权主义，西方盛行的极端女权主义在现在的中国，甚至在将来的中国，可能都不会有像在西方社会中那么大的市场。


 [4]
 类似的观点还可以在许多其他文献中看到，如Flacks （1994）。


 [5]
 其实也不尽然。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希特勒就是因为得到工人的支持而通过选举上台的。


 [6]
 显然，在摩尔眼中，民主体制首先是中性的，如果一个国家中的大部分人均是法西斯的话，那么选出来的总统只能是法西斯分子，而国家也只会走向法西斯；其次是保守的，比如在传统社会中，政治家为了多拿选票，往往会向传统势力伸出手，结果巩固了原有社会结构。


第六章 国家与社会运动（上）

在这一章和下一章，我将着重探讨一个国家的政治结构及其结构性行为对社会运动及革命的影响。以国家为中心的视角可以说是目前社会学中社会运动和革命研究最重要的一个视角，这就是我将用两章的篇幅来专门探讨这一问题的原因。所有现代社会运动都是随着现代国家建设、民族国家（nation state）形成和资本主义发展这三个近代历史趋势而发展起来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近代社会运动和革命或多或少都可以被看做是社会对现代民族国家建立进程的一种反应。为了厘清国家的结构和结构性行为对社会运动及革命的影响，首先要知道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对社会来说意味着什么，以及民族国家与社会运动和革命的关系。

民族国家和社会运动

现代民族国家在15～18世纪发端于欧洲（Breuilly 1993；Gellner 1983，1997；Gorski 2003；Hobsbawm 1990；Smith 1998；Tilly 1992）。民族国家的建立过程至少呈现了以下五个方面的特征。

（1）原来属于贵族和地方势力的权力逐渐集中到国家手中。在民族国家形成前，欧洲的贵族拥有私人武装，并有着税收、立法、司法，甚至铸币等权力。在民族国家形成后，地方贵族就丧失了这些权力。甚至，在民族国家形成后，许多以前属于个人的权力也逐渐收归国家。在传统国家中“天高皇帝远”，从出生、结婚到死亡等许多事情都不在国家的管辖范围内，而是属于家庭和个人的事情；在民族国家形成后，出生需要出生证，结婚需要结婚证，连家庭成员的死亡也要由国家发死亡证明来认可。在传统社会中，为亲友报仇往往会被看做义举；而在现代民族国家中，这是典型的犯罪，也就是说，个人、家庭甚至是一个村落和部落已不允许持有解释和执行法律的权力。在传统国家中一个人工作或不工作，能否生存下去是自己或所在家庭和部族的事情，而在现代民族国家中，国家需要在就业和社会保险等问题上承担起很大的责任。

（2）在民族国家形成前，绝大多数国家只有相互重叠的影响区域而没有一个固定的边界；在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不同国家都想建立自己认为合理的边界甚至是势力范围。因此，与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相伴而来的是军事扩张和频繁的战争。民族国家是战争的产物，同时又随着战争的发展而发展（Tilly 1992）。从某种意义上说，甚至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都是民族国家发展过程的副产物。

（3）民族国家形成的要素之一是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建立。前现代社会是没有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这些概念的，有的只是对各类权威的忠诚和更广泛的文化认同感。比如在古代中国，只要你认同中国文化，你就会逐渐被视为华夏人。但在现代民族的建构过程中，晚清以降的中国知识分子不仅在传统认同感的基础上为我们建立了“中华民族”这一概念，而且把这一概念往历史延伸，把岳飞、文天祥等忠君节义之士塑造为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者。

（4）为了更有效地对内控制人民、对外进行战争，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出现的第四个趋势是官僚体制和常规军队的建立（Howard 1976；Mann 1988；Tilly 1992）。在这一点上，你可能认为中华帝国离民族国家仅咫尺之遥了。因为在现代国家形成之前，中国有官僚体制，有常规军队，有对百姓较强的控制，并在精英层面有相当强的以孔孟哲学和文化为核心的认同感。如果说民族国家构建和资本主义发展是近代历史发展的两大趋势，并且民族国家的构建是现代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那么中国的国家在资本主义来临之前就已经相当发达。这也是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比起其他经济不发达国家来说要容易得多的原因。与中国古代国家强盛这一特点相对应的是中国历史上频繁发生的大规模农民起义，这是一种世界史上罕见的现象。显然，如果国家力量很弱的话，农民用不着发动大规模起义去反对这个国家。

（5）一个民族国家要使居住在其疆域内的人民都接受一个共同的民族认同感，要负担起越来越多的在传统国家中由个人、家庭和村落（或部落）负责的事情，要组织现代军队并让军人懂得在为谁和为什么而打仗，还要通过税收扩充国库。所有这些都需要加强国家对社会的渗透和管理能力，或者增强如曼恩所说的国家“渗透性权力”（infrastructural power）（Mann 1986）。因此，伴随着民族国家兴起而来的是各类现代基础设施的建立，包括公共教育（在提高公民素质的同时把整个民族在语言上和认同感上统一起来）、现代交通（加强国家的控制能力和空间上的凝聚力）、现代通讯（使国家政令畅通），等等。

以上这些趋势对社会运动和革命的产生及发展有着十分关键的影响。首先，也是最根本的一点，在传统国家中，地方事务由家庭、村落和部落的首领或贵族自行管理，因此社会矛盾往往是分散的、地方性的和多样化的。在这种权力结构下，地方性的暴乱和骚乱时或有之，但全国性的大范围的社会运动、动乱和革命则几乎不可能。在传统国家中，中国可能是唯一频繁发生大规模农民起义的国家。这是因为在现代民族国家形成之前，中国的官僚制农业帝国是世界上对社会渗透力比较强、管得也比较宽的一种国家形态。中国第一次大规模农民起义发生在官僚制农业帝国形成之初的秦朝，而不是发生于封建制下的先秦，绝非偶然。在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过程中，国家逐渐吸收甚至是剥夺了原来属于社会的权力。国家既然接管了这些事务，就得为它在这些事情上所做出的政绩和败绩负责，许多地方性事务和问题因此成为全国性的政治问题，大规模的社会运动和革命应运而生。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的民主化运动也可以说是民族国家的副产品。在国家力量微弱时，“天高皇帝远”，人们关心的是当地的公正和秩序，而不可能是全国范围内的民主。而现在，国家权力大大加强了，怎么控制国家权力，并把国家性质往有利于自己群体的方向加以改造就显得十分必要。对于数量大而且处于社会底层的群体来说，争取民主就成为争取权力的一条途径。在国家力量加强后，为了保护或扩展自身在社会上的势力和影响，有些社会群体会利用甚至迫使国家来建立有利于自身的政策和法律，通过国家力量来进行有利于自身的社会改造，甚至是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并建立被认为有利于自己的新型政权。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社会运动和革命都是直接或间接地针对国家的。目前西方有些社会运动，其直接目标尽管看起来只是为了改变社会的某些价值观或行为方式（如女权运动、同性恋运动、反堕胎运动，等等），事实上也是或多或少针对国家的。因为在现代民族国家中，只有国家才有权力通过立法等手段来保护某些群体的利益，或树立和推广某些价值。因此，大多数现代社会运动和革命或者是要整体或部分地改变国家性质，或者是要寻求国家的保护，或者是想借用国家权力来扩展某个群体的利益。它们都是民族国家发展过程中的产物。当然，有些现代社会运动其本意是非政治性的，工人为了增加工资而进行的罢工就是一例。但是，国家在这些社会运动中从来就不是旁观者，国家处理这些社会运动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将决定这些社会运动的性质和发展方向。在下一章讨论西方社会中工人阶级的形成时，我还会进一步探讨这一问题。

其次，民族国家在交通和通讯能力上的发展还为社会运动，特别是大型社会运动提供了便利，因为这些工具一旦建成，马上就能为社会运动所用。19世纪在欧洲发展起来的铁路和电报其最初的目的，首先是为了打仗，其次才是为了发展经济（Howard 1976）。但是，在五四运动中，正是电报把巴黎和会的消息迅速传回北京，并把五四运动的消息传遍全国各地。五四运动期间，北京学生还利用中国刚刚发展起来的铁路进行串联，把五四运动的消息迅速散播到各大主要城市，特别是上海和天津。串联不仅给五四运动带来了胜利，在中国20世纪的历史进程中，它还逐渐发展为中国现代社会运动行动库（repertoire of collective action）中的一个关键剧目（大家可以回想一下串联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重要性）。出于经济需要，中国政府目前正在大力发展计算机网络。但计算机网络一旦形成，马上也会给社会运动动员提供便利。比如前几年北大一位女生在回昌平校区时遇害，北大学生马上向校方提出抗议，要求校方采取有效措施保障学生安全。他们还通过因特网把这一事件向全世界北大校友传播，形成了中国第一次网上和网下并起的抗议活动。

在民族国家的建构过程中，往往会产生一些现代学校、大城市、符号性建筑和空间。这些因素也为社会运动和革命创造有利环境。大学是发展中国家在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建立的一个关键组织。发展中国家的大学既要传播西方文化以推进经济发展，又要鼓励学生认同本土文化以维护政治稳定和民族情感。但这两项任务常常是相互矛盾的。面对西方文明，学生往往会把本国经济的落后归因于本国文化的落后、政府的腐败和制度的不合理。这使得发展中国家的大学往往成为社会运动和革命的温床（Lipset 1967；Wickham-Crowley 1992）。发展中国家在独立和建国后一般都会建立一些广场或其他符号性建筑，以纪念甚至是神化它们的民族性或革命传统。这些广场和符号性建筑都有可能被以后的社会运动利用。这就是天安门广场在中国政治上如此敏感的原因。上海市政府前几年把市中心的人民广场改造成绿地。我不知道上海市政府这样做是出于何种考虑，但这一空间格局的改变肯定会使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在上海失去一个大型的中心舞台（见第十一章关于空间环境和社会运动动员的讨论）。

民族国家的建构过程为许多大型意识形态的产生和发展创造了条件。传统国家很少管也很少能管大量的地方事务。因此，在传统国家中，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地方性矛盾，人们很难对社会问题形成统一的看法。现代国家把许多原来属于地方的权力接管过来，不同地方的社会矛盾因此变得相近，再加上通讯手段和人民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这就为解决社会矛盾的一揽子方案的产生提供了可能，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法西斯主义、自由主义等大规模世俗意识形态也因此产生。

发展中国家和社会运动

如果说民族国家的发展过程本身对社会运动的形成和发展具有关键性影响，那么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更是如此。较之于发达国家，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国家传统要弱得多。为了在现代世界中生存，发展中国家必须用比发达国家短得多的时间完成国家建构。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的政府通常都会在本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扮演比发达国家政府更为积极的角色（Evans 1995；Gershenkron 1952；Haggard 1990；Migdal 1994；Wade 1990；Zhao and Hall 1994）。从后果上说，后发展国家政府的现代化政策都会导致社会资源在各个社会集团间的再分配，在此过程中，各个社会集团的利益和认同感本身也在急速变化。特别是，在许多不发达国家中，政府的许多政策常常是腐败性的，甚至是掠夺性的，从而引发广泛的非正义感。因此，在国家主导的现代化进程中，亨廷顿、约翰逊以及其他涂尔干传统的理论家们所描绘的那种社会乱象，在发展中国家要比发达国家严重得多（Huntington 1968；Johnson 1982）。

国家对社会运动兴起和发展的重要性还随国家性质的不同而有差别。一个西方民主国家并不能保证每次选出的政府一定是好政府；但在一个成熟的西方民主国家中，政体与政府分离，政府的合法性基础建立在选举之上，政府的危机可以通过民意的变化和政府换届来解决，反对势力因此很难从政体的角度对政府的合法性进行有力的挑战。由于政府的危机难以转化为政体危机，这种政体中的政治家就比较不用担心社会成员利益和声音的多元化，不用担心社会成员利益的组织化表达和社会对政府甚至是政府首脑的直接批评。恰恰相反，正如我们在上一章所分析的，正是这种多元化和组织化的表达造成了社会成员的利益和认同感的分割，从而避免了革命性运动的发生和成功。

当前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政体仍属于威权政体。这些国家政权的合法性基础往往建立在政绩表现上（包括经济发展、道德表率和国家防御）。这并不是说民主国家的政府就不需要讲政绩，而是说西方民主国家政府的政绩不是政体的合法性基础。民主国家的领导人一旦当选，由于有选票本身给予的合法性，他们可以把作为选举诺言的政绩保证至少是部分地抛在脑后。老百姓如果追究，他最多在下一次大选中下台，但是新上台的领导人不会也不可能去全部兑现前任或者是自己的选举诺言。如此反复选举后，老百姓可能会对民主选举部分地感到失望，但由于百姓内部认同感的高度分割以及选举给予他们政治参与的可能性，其失望往往会转化为对现实政治更为成熟的看法而不是革命性的社会运动。与民主国家的领导人相比，威权国家的领导人就没有这么轻松了。由于没有选举合法性作为挡箭牌，他们必须处处表现得既是道德上的表率，又是捍卫民族利益的旗手和经济发展的保证。各方面表现越佳，政权的合法性也就越高；反之，表现越差，政权的合法性就越是受到质疑。因此，像官员腐败、经济发展缓慢等这些在任何社会中都难以避免的问题，独独在威权国家中经常会导致国家的合法性危机。原因在于，威权国家的本质把合法性问题政治化了。

如果把极权政体和民主政体作为国家性质连续谱的两个极端（连续谱的两端都只是理想类型）来考察国家性质与社会运动之间的关系，我们就会发现，极权国家中的任何社会运动都是针对国家的，而在理想的民主社会中，“社会”则往往会成为社会运动的目标。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是极权型或威权型的，因此，在发展中国家，国家对社会运动的作用要比在民主社会中大得多。极权国家控制着社会上的一切，因此最鸡毛蒜皮的事情也会变得政治化。相应地，极权国家的任何社会运动都会针对国家。比如，在传统欧洲社会，粮食暴动虽然很常见，但往往都属于地方性的经济问题。但在路易十四以后的法国，随着官僚体制的建立和国家能力的增强，法国的旧制度把许多原来属于地方贵族管理的事情逐渐接管过来，结果在法国革命时，法国农民高喊着“面包”、“面包”加入了革命，也就是说，连农民的粮食保障都成了政治问题（Mann 1993：ch.6）。同样，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的中国，由于国家承担着人民就业的全部责任，所以工作保障就是政治问题。改革之初，中国曾刮起一股知识青年返城风，当时国家如果阻止知青返城，他们就会示威、绝食甚至集体逃亡。即使在返城后，国家还得解决他们的就业问题，以保证社会安定。而在90年代劳动力市场改革之后，工作保障越来越与个人所在公司的绩效联系在一起，就业问题也就逐渐变成一个经济问题。

相反，在民主一端，国家只是一个“裁判”，游戏规则是由各个组织通过竞争来制定的。这样一来，国家就几乎置身事外了，而“社会”则往往成为社会运动的目标。目前西方国家虽然并不是这种理论状态下的民主社会，但其民主体制还是导致社会运动目标的非国家化倾向。比如西方的同性恋运动，尽管同性恋者常常试图通过影响国家来增进国家对自己的保护，以及争取他们想要的一些权利，但这些运动主要还是针对市民社会的主流价值而不是向国家发起挑战。

国家对社会运动的影响不仅仅限于社会运动的形成和发起，它对一个社会运动的发展也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社会运动一旦兴起，国家就得着手处理，但不同国家在处理同样的社会运动时会有着不同的方式；即使是同一种处理方式，在不同的国家中社会的反应也会完全不同。我曾在中国驻加拿大使馆前目睹过一场有数千名华人学生和华侨参加的游行。当时，一些学生嫌喊口号不过瘾，于是就带领其他人开始冲击大使馆。使馆前仅有三四个加拿大警察，他们在使馆和游行队伍之间来回走动，使示威者和使馆保持一定距离。每当学生冲向使馆，警察就向学生走来并举手示意，表示不行。一些胆小的学生见状犹豫着退回，最后那些领头的学生见势单力孤也只得退回。这样来回三四次之后，那些领头的学生也泄了气，于是游行就散了。这个手势的效果当时让我非常惊讶。我当时想，如果同样的示威发生在中国的话，这些学生与警察之间能否形成同样的互动？我的答案是否定的。同样的中国人为什么在不同环境中行动会有如此不同呢？我的解释是，国家在这种场合下的控制手段的有效性，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人们对法律本身的严肃性的认同。在加拿大，每一个华人和华侨都很明白，虽然他们的示威游行是合法登记了的，但一旦不听警察劝阻强行闯入使馆，他们的行动马上就会被视为非法，大量警察会随即赶到，而且他们被捕这一事件本身并不会得到社会的同情——因为社会上没有人会觉得警察的做法过分。因此，即使是警察简单的手势，也会让激烈的游行者知难而退。但在中国，由于缺乏法治传统，更由于“文化大革命”留下的“造反有理”的精神，官员和百姓往往都不尊重法律。法律失去了严肃性，警察作为执法者也就无法通过手势向示威人群传递清晰的法律信息。如果上面那件事发生在中国，不要说警察举手示意，就是大量警察来临，示威者也不见得会服气。如果警察开始抓人打人，群众不但不会觉得警察这样做是在维护法律秩序，反而会觉得警察是在“滥法”施暴而会变得更加激愤，游行示威可能会因此向更为极端的方向发展。

总之，不同的国家在处理同样的社会运动时有着不同的方式；对于同一种处理方式，不同国家中社会的反应也会有所不同。因此，在有的国家，一场开始本来是改良型的社会运动也有可能被激化并导致革命性的结局；而在另一些国家，革命性的运动却有可能被国家逐渐制度化，最后导致改良性的结局。我们在这一章和下一章的讨论将会表明，国家在社会运动中的行为以及国家把社会运动制度化的能力是与这个国家的性质紧密相关的。

国家中心视角的兴起

在社会运动和革命研究中，学界一般把国家中心理论的起源追溯至托克维尔。与勒庞一样，托克维尔对法国革命并无好感，但他并没有把革命后所产生的乱象归咎于“暴民”，而是从法国国家性质的转变来探讨革命的起源。这就使他的思想在保守中有进步之处，因而具有很强的张力和生命力。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Tocqueville 1955）一书包含着很多深刻的思想。托克维尔认为，一个正常社会的社会结构应该有三层。在传统的法国，这一结构是：国家—贵族—平民。三层结构中的中间层，即贵族，对社会稳定尤为重要。贵族自然是靠对当地平民进行税收而生存，但贵族在对平民进行税收的同时也要维持地方的秩序、公正和法律，照顾一个地方的整体利益，并担当起铺路、修桥等地方性公益活动。贵族在法国社会中的这些功能为他们的特权提供了一定的合法性。在这种体制下，自然也会产生许多社会矛盾和抗争。但是，既然是地方贵族掌管着地方事务，那么人们有所不满只会去找某个贵族算账，针对国王的全国性革命绝无可能。

托克维尔把法国革命的根源归于路易十四时法国国家集权的成功。路易十四时，法国国家通过集权把原来属于贵族的权力逐渐集中到国家手中。在国家得到强化后，贵族丧失了原有的社会功能，但他们不但保留了原来的种种特权，而且路易十四为了收买贵族还给了他们免税权。这样，贵族就成了彻头彻尾的寄生虫，法国的封建制也因此显得十分令人憎恶。由于贵族不用交税，国库的税源减少。为了维持与英国的军事竞争，国家不得不通过出卖贵族头衔以敛财，于是许多成功的生意人趁机买了贵族头衔以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和逃避今后的税收。这种杀鸡取卵式的做法，从长远来看减少了税源并造成了一帮只享受特权而没有社会功能的人员，整个法国社会因此变得非常腐败。贵族丧失权力后，平民被原子化，其社会和生活开始受到国家力量的直接影响。与此相应，许多原本属于地方性的经济问题转变成了全国性的政治问题，有怨恨找国家，有问题找国家，连面包都是向国王要，这就形成了一个很不稳定的状态。

路易十四建立中央集权制的努力不但改变了贵族和平民，也改变了知识分子。按照托克维尔的看法，路易十四集权后法国出现的种种社会问题迫使知识分子开始思谋解决良策。但法国知识分子从来不问实际政治，很容易把实际政治理想化。对于种种社会问题，他们不去寻求具体的对策，却从人性、平等、社会契约等抽象概念上寻找根本解决途径。于是，一个所谓的“启蒙运动”为法国革命进行了意识形态上的准备。

从上面的总结中可以看出，我在第二章提到的研究社会运动和革命的三个要素——变迁、结构和话语，在托克维尔的分析中全有了。在这里，“变迁”就是国家权力的强化，权力强化后造成社会结构、人际关系，以及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改变；“结构”是国家强化后所形成的国家与民众直接面对面的社会结构；“话语”则是启蒙运动知识分子所制造的意识形态。但是，托克维尔把解释法国革命起源的出发点放在国家，正是由于路易十四时法国国家集权的成功才造成了社会的变化、不稳定的社会结构和反叛性意识形态的形成。因此，托克维尔的分析方法被后人称作以国家为中心的理论（state-centered theory）。从这种分析方法出发，托克维尔对法国革命的前景十分不乐观。他认为，法国革命虽然高叫民主，但法国国家却只会走向专制和集权，因为一个有效的民主社会也需要一个强大的社会中间层（Tocqueville 1955）。

虽然托克维尔可以说是国家理论的初创者，但从19世纪到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之前，国家理论却主要盛行在德国。这并不奇怪，因为德国在欧洲列强中算是一个后发展国家。我在前面讲过，越是后发展国家，国家在社会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就越大。后发展国家往往有许多不利于经济发展的传统社会结构。除了革命能摧毁传统社会结构之外，只有国家才有力量对社会加以改造。后发展国家因受到发达国家在政治和经济上的有形和无形的压制，其发展空间要小得多。只有一个进取有为的国家才能带领一个民族克服这些困难。因此，站在民族主义的立场上，德国学者都或多或少地推崇国家和国家权力，就和当代中国的新权威主义者一样。正是这个原因，很多德国学者，要么忠心耿耿，要么客观上支持了法西斯，并为法西斯在德国的兴起提供了思想武器。

不难理解，随着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战败和法西斯的倒台，整个国家理论也销声匿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至20世纪70年代末，美国学界流行的是各种以社会为中心的理论。这些理论虽然观点和方法各有不同，但都把国家简单地看做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国家在社会中的角色仅仅是保证社会竞争能够公平进行的裁判（自由主义），或者是统治阶级的工具（马克思主义）。在这种情况下，有人即使运用托克维尔的理论，也会像康豪瑟的大众社会理论一样，把国家从研究视角中拿走，只强调社会中层组织的功能。

这种情况直至20世纪70年代末才有所改观。个中原因有二：其一是70年代后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腾飞。学者们发现，四小龙之所以能在短期内迅速崛起，主要得益于这些国家或地区的政府一方面能把内部经济导向国际市场，另一方面又能在有条件的情况下保护本国或地区的新兴工业，使之在成熟前免于被国际市场压垮（Amsden 1989；Deyo 1987；Haggard 1990；Wade 1990）。为了界定什么样的国家才能担起这样的任务，学者们又进一步提出了“嵌入性自主”（embedded autonomy）和“约束性自主”（bounded autonomy）等概念（Evens 1995；Zhao and Hall 1994）。

艾文思提出的所谓“嵌入性自主”（Evens 1995）概念，强调的是一个有效的能深入社会的官僚体制在经济发展中的关键作用，而笔者和豪所提出的“约束性自主”（Zhao and Hall 1994）概念则不止于强调行之有效的国家权力，而是认为，只有当高效的国家权力得到来自社会或其他方面力量的有力制约时，一个国家的政策才不会出现大的偏差，经济才有可能持续腾飞。在此基础上，同时也是为了解决当时中国学界存在的自由主义和新权威主义之间的争端，笔者进一步提出了“防御性政体”（defensive regime）的概念（Zhao 1994），指出，一个防御性政体，即一个一方面受到国内外种种压力，另一方面又能顶住这些压力，并在这些压力下不得不通过执政绩效以换取执政空间的政府，在没有民主的条件下，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关键。

国家理论得以发展的第二个动力来自社会革命研究。1979年，摩尔的学生斯考契波发表了《国家和社会革命》（Skocpol 1979）一书。在书中，斯考契波把摩尔的《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一书中所暗含的国家理论显露了出来，并在理论上明确指出：国家既不像马克思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仅仅是统治阶级的工具，也不像自由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个为社会提供法律与秩序的裁判，国家集团有自己的兴趣、利益和目标。国家精英集团在为稳定自己的权力而斗争的同时往往能够超越阶级利益。这个精英集团同时也不是铁板一块，他们内部的冲突和联盟以及他们与社会其他成员的关系，均对一个国家的性质有着深刻的影响。总之，在此书中，斯考契波第一次提出，在社会运动和革命研究中，必须把国家当成一个独立的结构来看待。

斯考契波及其革命理论

斯考契波的目的是想找出法国、俄国和中国革命背后的共同点。其理论的第一个要点是资本主义经济对一个国家国内市场和经济组织的影响。如果一个国家仍处在传统经济下，那么资本主义经济的到来就会把该国的传统经济摧毁，因此会造就一批容易被动员起来走向革命的农民。斯考契波理论的第二个要点是国家对财政资源的需求。在她的理论中，一个国家打了败仗会对革命有很大的促进作用。败仗不仅会引发一个政府的合法性危机（Collins 1986，1999），而且一个国家为了赢得战争就必须增加税收。但是，许多传统国家的地主或地方精英的势力很强大，他们要么可能抗拒国家的加税努力，要么在帮助国家收税的过程中中饱私囊。因此，吃了败仗后想增税的国家往往会与地方精英发生冲突，并激起或扩大普通老百姓的怨恨和反抗。但是，一个国家是否会发生革命还要看第三个条件是否存在。这也是其理论的第三个要点：一个国家的传统农业组织形式，即地主和农民以生产方式为中心所建立的关系。一个国家农民的组织力量越强大，且其组织相对于其他阶层的组织越独立，那么，这个国家就越容易发生革命。根据斯考契波的看法，法国和俄国的革命之所以一次即告成功，就是因为这两个国家的农民有较强且相对独立于其他阶层的组织；而在中国，由于农民的组织力量较弱，其革命从辛亥革命起步，一直等到知识分子建立列宁主义政党，并把这种组织模式输入到农民革命中，才获得成功。不难发现，斯考契波理论的第一个和第三个要点是从摩尔那里来的，而她关于国际战争胜负与国内政治关系的分析则是她在摩尔理论基础上的发展。

斯考契波的书不但在经验描述上比较肤浅，就是在理论上也有很多毛病。她机械地认为，革命仅仅是特定社会结构的产物，并提出了“革命是到来的，而不是造就的”（Revolution comes，not made）这一极其幼稚的理论信条。作为一个极端的结构主义者，她认为意识形态和革命领袖在革命中均起不到多大作用。而事实上，革命既是到来的，也是造就的；社会结构、意识形态和革命领袖在革命中的作用均很重要。社会结构为革命的成功创造了条件，但如果革命者是一帮很平庸的人，革命照样不会成功。这就是为什么邓小平曾评价说，中国革命如果没有毛泽东，可能还会在黑暗中摸索几十年（邓小平 1992：345）。这话并不是言过其实。

和摩尔一样，斯考契波用的是比较历史社会学方法，但她对比较方法的理解也是有问题的。比如，她认为，社会学的比较方法在方法论上就相当于做多元回归，因此它在方法论上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引入的自变量数不能超过所比较案例数，否则就会出现过度决定（over-determined）问题（这就像要解一个有两个变量组成的方程，我们至少要有一个由两个独立的方程组成的方程组）。斯考契波对社会学比较方法的这种理解是有问题的，更成问题的是美国的大多数社会学家在她的影响下目前还坚持着这一观点。现在让我们分析一下斯考契波对历史社会学方法理解的误区所在。人们在多元回归分析中引入自变量时往往会提出一些理论依据。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无非是想向读者显示他们是在做分析型的（analytic）而不是探索型的（explorative）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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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回归方法就其性质来说仍然是探索型的，因为不管在回归分析中引入什么变量，计算机总会给你一个结果。正是因为统计方法的这种性质，自由度问题，即自变量数不能超过所比较案例的总数，才成了关键。但是，社会学家在做比较之前一般都已经有了一个理论模型（如摩尔的生产方式马克思主义模型和斯考契波自己的国家中心模型），以及与这个理论模型相关的一套社会机制。也就是说，社会学的比较是分析型而不是探索型的。用数学方法来类比，如果我们把在做社会学比较之前已有的理论模型比作一个偏微分方程（即自变量数目多于1的微分方程），那么一个具体的社会学比较就是在解这个微分方程在给定初始条件下的特解。我们知道，一个偏微分方程会有通解、特解、混乱解和平衡解，等等，但它不存在自由度这一问题（或者说，一个具有多个自变量的微分方程在理论上仍然是可解的）。总之，社会学比较都是在理论指导下的比较，这种比较只存在理论上的对错、理论与经验事实之间是否相符等问题，而不存在自变量数量限制的问题。

斯考契波还认为，社会学比较方法的逻辑基础是19世纪英国哲学家穆勒所建立的比较逻辑方法。这一方法可以用下面两个图表来表示。

（1）分析不同案例出现相同结果成因的逻辑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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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分析不同案例中不同结果成因的逻辑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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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表假设有三个案例。三个案例之间有许多次要性条件的不同，但它们之间有一个（当然也可以是数个）关键性的相似条件（x
 ），并由此导致相同的结果（y
 ）。第二个表设有两个案例，它们之间有许多非关键性的相似之处，但同时在一个（也可以是数个）关键性的条件上有所不同（x
 和 非x
 ），并由此导致不同的结果（y
 和 非y
 ）。穆勒的这种比较逻辑是对自然科学比较方法的总结。这种方法也可以用于一些简单社会现象的分析，但是，这种比较方法是横向的、没有时间维度的。如果我们按照这一逻辑来做比较史学研究的话，一些与时间相关的重要历史性机制和因素，比如路径依赖、自证预言、意外事故和经验积累，等等，就被抹煞了。因此，凡是有意识地按照这一逻辑做比较历史分析的学者，包括斯考契波自己，写出来的东西往往比较机械，其理论分析也往往与历史事实相去甚远。比如在斯考契波的书中，她甚至会用清朝时期的社会结构去分析中国共产党革命的成功，从而放弃了对整个历史过程的分析和考察。一些对历史更为无知的学者甚至常常会把历史事件在时间上倒错，把一堆本来关系不大的事件硬凑成一个在叙事逻辑上勉强说得过去的故事。

在上面两个表中，表（1）的比较形式有时被称为相似案例比较，而表（2）的比较形式则被称为相异案例比较。斯考契波在她的书中强调，相异案例比较从逻辑上说要优于相似案例比较，或者说相异案例比较要比相似案例比较更有效。她的这一观点是对的。与相似案例比较相比，相异案例比较方法所解释的因变量的变异度要大一些。假设有两个理论A和B，A能解释X但是不能解释Y，而B既能解释X又能解释Y，显然，理论B就要优于理论A。这时如果有第三个理论C，不但能解释X和Y，而且能解释Z，那么理论C就是这三个理论中最好的一个。就上面的两个表来说，通过表（1）的比较方法所得出的解释往往是理论A，而通过表（2）的比较方法所得出的解释则至少是理论B。

古希腊科学传统给我们留下的遗产之一就是：科学就是解释变异，所谓好的理论就是一个能够解释更多变异的理论。现代自然科学家一般是按照这一逻辑来做学问的，社会科学中坚定的实证主义者也一般会按照这一逻辑来做研究。但西方社会科学家在方法论上的训练大多不扎实，并且其中许多人在研究之前就已经有了很严重的价值倾向，因此，在读他们的文章和书籍时，你往往会发现他们要么是在用一个很复杂的理论来解释一个极其简单的现象，要么是用一个较为简单的理论来解释一个简单现象。这类著作不仅读起来缺少美感，而且其他学者也很容易建立一个对其进行批判的替代理论。这种做学问的方法使许多旧理论在纷繁芜杂的新名词和新概念下不断低水平重复。它为年轻学者扬名立业获取终身教职提供了方便，但对学科的发展却无甚好处。当然，我的上述言论并不意味着我提倡社会科学研究应回归哲学意义上的实证主义（即认为社会学和物理学一样，不但能够定量表述，而且能够建立一种对社会各种现象进行系统性解释的范式）。我所提倡的最多只是一种方法论意义上的实证主义，即把科学方法看做一个有许多缺点的，但与其他认知方式比较仍然是比较可靠的一种方法。因此，我倾向于以科学方法为中坚，辅以解读和历史方法，并在哲学思辨的指导下，对社会现象做出比较合理的解释。这是本书写作过程中所追求的一个方法论上的旨趣。

由于斯考契波著作所存在的种种缺点，她在书中对法国、俄国和中国革命所做的具体分析一直不为大多数区域研究专家所重视。她所提出的理论也一直受到批判（如 Goldstone 2001；McDaniel 1988，1991；Sewell 1985）。但是，在她的书中，斯考契波明确地提出了国家既不是简单的统治阶级的工具，也不仅仅是保证社会竞争能公平进行的裁判，国家集团有着自己的利益，国家有着自身的结构和性质以及与这些结构和性质相应的行为方式，因此我们必须把国家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结构来看待和研究。时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经济发展研究中涌现的国家理论和革命研究中发展起来的国家理论渐渐合一（Evans，Rueschemeyer and Skocpol 1985），斯考契波的著作也在国家理论的上升过程中获得了牢固地位。故事不正确但理论意义鲜明是大多数西方社会学的重要特色，也是他们的工作不能引起历史学家重视的原因。

20世纪80年代后国家和革命理论的发展

斯考契波的书甫一出版即在美国走红，此后她在别人对她的批判和她对别人的反驳中逐渐修正和发展了国家中心理论。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她的学生古德文对第三世界革命运动的研究（Goodwin and Skocpol 1989；Goodwin 2001）。古德文的《别无他途》一书主要是解释拉丁美洲和南亚地区的革命运动（Goodwin 2001）。以南亚为例，古德文发现南亚的革命运动具有以下变异：越南革命成功了；菲律宾和马来西亚虽然有很强的共产主义运动，革命却没成功；印尼的共产主义运动相对于其他三个国家就弱了许多。对此，古德文的解释如下：造成南亚不同地区革命强弱和成败的第一个因素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殖民统治的方式。在越南、马来西亚和菲律宾，日本侵占该地区后与殖民地的原有精英相勾结。相应地，这些地区“二战”时都产生了强大的共产主义运动。在印尼，由于在日本入侵前即已有较强的反对西方殖民主义的民族主义运动，因此日本人就能以解放者自居，支持当地的民族主义运动。相应地，共产主义运动在印度尼西亚的发展就比较弱。

但是，日本的统治方式仅仅决定着一个国家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规模，而共产主义运动的成败取决于西方殖民者对该国的统治方式，其中的关键是英国或美国对殖民地的间接统治还是法国的直接统治。法国在其殖民地实行直接统治，殖民当局对当地具有民族主义倾向的人士进行了严厉镇压，并在政治上排斥地方精英。这种统治方式促进了越南反法统一战线的形成。而在英国和美国的殖民地（马来西亚和菲律宾），其间接统治方式（即在殖民地办学校、建立法制、培育当地中下级官僚、推行自治）笼络了当地精英，阻止了反殖民主义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共产主义运动的进一步发展。

古德文对中小国家革命运动发展的解释显然要比佩杰的生产关系理论更有说服力。但是，我们在考虑中小国家革命运动的成败时绝不能忘记地缘政治这一因素。其实，从地图上就可以一目了然，越南革命的胜利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背靠中国，有着中国和苏联两个国家的直接支持。而印尼、马来西亚和菲律宾远离中国，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始终处于美国的势力范围内，革命成功的可能性自然大大下降。

古德文和斯考契波还进一步提出了一个关于国家性质与革命可能性的一般理论（Goodwin and Skocpol 1989）。其理论可以用图6-1来表示。图6-1中有三个坐标轴，分别为一个国家的官僚化程度、对不同政治势力的吸纳能力、对社会的渗透力。如果一个国家的官僚化程度、对不同政治势力的吸纳能力和对社会的渗透力都很高，这个国家就最不可能产生革命。反之，如果一个国家的官僚化程度、对不同政治势力的吸纳能力和对社会的渗透力都很低，那么这个国家就最有可能产生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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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理论有一定道理。的确，即使抛开国家对不同政治势力的吸纳能力这一点不谈，高度的官僚化和强大的社会渗透力就等于一个国家对社会的高度控制能力。很难想象一个能被国家高度控制的社会还能产生革命。但是，20世纪90年代东欧国家在民主化运动的推动下相继崩溃，这一事实显然违背了他们的理论预测。东欧国家官僚化程度都相当高，并对社会有着强大的渗透力，共产党及其群众组织也把许多社会精英和种种势力吸附在政府周围。根据古德文和斯考契波的理论，这些国家的政治应该是相当稳定的，但事实并非如此。我认为，古德文和斯考契波理论的最大弱点在于他们忽视了国家精英对其执政合法性的自我认识的重要性。东欧国家发生民主革命并不是因为其官僚化程度和对社会的渗透力降低了，而是因为，以苏联为首的东欧集团在国际上与以美国为首的美欧集团的国际竞争中逐渐处于下风，国内的计划经济模式走到了尽头，政治经济危机重重，而早期的种种改革都没有取得重大突破，以致在逐渐增大的反对声中，东欧共产党领导连自己都对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产生了怀疑。因此，面对反对运动，他们根本就没有道德力量去动用与其官僚化程度和社会渗透力相当的国家权力来压制民主化运动。换言之，党和国家领导人对政权的放弃才是东欧民主革命成功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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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1 国家性质与一个国家中发生革命的可能性

寡头政体现代化和革命

20世纪80年代后，学者们对国家与革命之间关系的研究做了许多工作（如Collins 1993；Farhi 1990；Foran 1997；McDaniel 1988，1991；Wickham-Crowley 1992）。这其中值得一提的是迈克丹尼尔对寡头政体现代化与革命之间关系的研究（McDaniel 1991）。迈克丹尼尔虽然研究的是寡头政体现代化与革命之间的关系，但它对于我们思考怎样才能在一个由威权国家领导的现代化过程中避免出现革命性动乱这一问题还是不无启迪的。迈克丹尼尔的《寡头政体、现代化及俄国和伊朗的革命》（McDaniel 1991）一书，旨在通过比较来解释1917年俄国的布尔什维克革命和1979年伊朗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革命。他的比较方法在逻辑上属于前面提到的相似案例比较法。我们已经知道，这种方法在逻辑上是比较脆弱的。依循相似案例比较方法的逻辑，迈克丹尼尔在书中首先列出两个国家在历史、文化和资源方面的种种不同，然后强调这些不同都不是关键性的；那最关键的是什么呢？迈克丹尼尔认为这两个国家都发生了革命，其关键是这两个国家在国家性质上都属于寡头政体并且革命前都正在进行由寡头政体国家领导的现代化。迈氏的书力图表明，寡头政体现代化过程由于种种因素，无论其现代化过程本身成功与否，都很容易导致革命。我下面对他的分析做一个更为详细的介绍。

迈克丹尼尔首先定义什么是寡头政体。寡头政体，顾名思义，就是由一个寡头作为国家最高权威的政体，该寡头权力的合法性来自传统或出于神授。与君主立宪制不同，寡头政体的执政基础不是法律而是寡头的个人领导能力；与现代威权政体不同，寡头政体下的寡头一般不信任组织的力量，并经常运用个人意志和权力去违背国家组织的种种决策。迈克丹尼尔认为沙皇统治下的俄国和巴列维统治下的伊朗都属于这种政体。同为寡头政体，这两个国家也有很多不同之处。

首先，俄国是东正教国家而伊朗是伊斯兰国家。所有的基督教教派都打击基督教以外的社会势力，特别是传统的宗法势力和部落势力，东正教也不例外。伊朗是什叶派伊斯兰国家。伊斯兰教本来就是把基督教精神用中东的部落社会文化加以改造后形成的一个宗教。因此中东伊斯兰国家的国家力量一般都比较弱，而部落势力则很强，但伊朗又属于伊斯兰国家中的什叶派。什叶派与伊斯兰教的另一个主要派别逊尼派有很多不同，总体来说，和逊尼派相比，什叶派对世俗权威更不尊重，是一个反叛性较强的教派。

其次，巴列维统治下的伊朗有很多石油，而沙皇时代的俄国却无石油资源可资利用。因此，与沙俄相比，伊朗政府可以直接用石油利润来搞现代化，而无须与社会建立较深的关联。

再次，由于文化和资源的不同，这两个国家的许多现代化政策也不尽相同。一般来说，由于俄国有较强的国家传统，沙俄政权能够在现代化进程中打击地方贵族势力，并扮演一个超越地方和阶级利益的传统性权威角色，沙俄的现代化过程也因此而缺少清晰的意识形态或蓝图。与沙俄相比，伊朗的国家势力一方面要微弱许多，另一方面由于有石油资源的支持而能够脱离地方势力的利益自行其是。所以在现代化进程中，伊朗国家一方面搬出公元七世纪前伊朗的帝国传统，另一方面把现代化意识形态作为国家合法性的基础。同时，伊朗又运用其石油资源在国内进行了比沙俄更为积极的现代化。

根据迈克丹尼尔的分析，这两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都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但随着社会在现代化过程中变得越来越复杂，两个寡头政体的政府也遇到越来越大的体制性社会矛盾，并最终不得不面对革命。对此，迈克丹尼尔的解释至少包含以下五个原因。第一，在寡头政体下，社会越发展，国家的合法性越难确立。寡头政体下的政府一般都把其合法性建立在传统或神授的基础上。既然国家的合法性建立在传统上，那么这个国家最好的状态就是保持相对静止，也就是社会状态基本维持不变，而现代化肯定会加速社会变化。在此过程中，传统势必大大削弱，寡头赖以掌权的神秘性也会逐渐丧失殆尽。在寡头政体现代化的过程中，保守的人看到的是一幅国将不国的景象，而激进的人却认为传统（包括寡头政体本身）越来越不适应社会发展。因此传统和新兴精英会同时对寡头政体型的现代化产生强烈不满。

第二，寡头政体实行的是人治而不是法治。任用谁，不任用谁，全凭寡头一人的喜好。所以大家都竞相讨好寡头，于是形成了官员只对上负责，不对下负责的风气。在这种结构下，有能力的人很难进入决策中心，而官员间的钩心斗角则会愈演愈烈。在寡头政体下，由于国家政策往往随着寡头的好恶和个性而改变，官僚体制即使存在也形同虚设，政府的政策很难达到合理化或者是得到很好的贯彻。因此，在寡头政体下的现代化过程中，社会变得越来越复杂，而政治体制却越来越不能适应新的情景。并且，由于寡头政治不能形成决策理性化，寡头就不得不过分依赖军队和警察的力量并给予这些国家机器以很大的权力。这样，警察和军队在平时直接干涉经济造成腐败，而在危机时却可能反戈一击，决定着寡头政体现代化的最后成败。

第三，现代化导致识字率的提高、大学的扩展、城市化以及对外交往的增加。这些都使社会变得日益复杂，并由此带来新的矛盾和管理问题。但寡头政体由于没有法治或有效的官僚体制，根本就不能处理和消纳这些新型问题。事实上，无论是专制体制还是民主体制，只要国家治理社会时严格以法律为根据，法律就会成为精英层面上的共识。这并不是说精英层面上的冲突会就此消失，而是说冲突的结果一旦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就会得到大多数精英的认可，并可作为精英斗争的一个新的可预期的起点。不但如此，法律还会增加非精英群体对国家行为的预期能力。严肃的法律会向非精英群体传递非常清晰的信息，让非精英群体知道他们的什么行为会被镇压，什么行为不会被镇压，从而引导着反对运动的方向。法律有了严肃性之后，即使国家的镇压非常残酷，只要有法律依据，精英群体也不会因此而对国家形成反感。因为精英一般都认为法律可以修改甚至废除，但只要它还有效，依法执行本身并没有错。但在俄国和伊朗的寡头政治下，国家对社会运动的处理也是全凭寡头的个人意向。他们有时是不分青红皂白地镇压，有时是以家长式的态度来对待社会运动，有时则是左右摇摆。他们对社会运动的处理方式既不能给社会下层传达一个清晰的信息，又往往因为在道德上处于下风而分化了社会上的精英和国家之间的关系。事实上，在伊朗，国家的镇压最终导致从左派、自由派到传统的宗教和商人势力都想推翻寡头政治。伊朗革命就是左派、自由派与传统的宗教和商人势力联盟的结果（虽然左派和自由派在革命成功后遭到宗教势力的镇压）。而在俄国，就像《日瓦戈医生》这部影片里所描述的一样，最后连日瓦戈医生这样一个生活在社会上层，革命对他实际上一点好处都没有的人也在革命前夕同情了革命。

第四，在第五章讨论康豪瑟的大众社会理论时，我们曾谈及现代社会的稳定性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独立于国家之外的社会中层组织的发达和多样性；但在寡头政体下的现代化进程中，社会中层组织的力量往往变得越来越薄弱。寡头政体现代化要么把旧有的精英集团打掉，但却未把新型的社会中层组织建立起来；要么是既没有打破旧体制也未能树立新体制。在俄国，沙皇在19世纪时通过解放农奴等措施削弱了贵族势力，但却没有相应的新型精英势力和中层组织兴起；在伊朗的现代化过程中，传统中东商人和宗教势力受到冲击，但国家对各种新兴社会力量却始终保持压制。因此，随着寡头政体现代化过程的推进，国家与社会的联系不是变得越来越紧密，而是越来越松散。在社会的中层联系削弱后，不但国家与社会的连接变得微弱，社会内部人与人之间的连接也变得十分松散。寡头政体的现代化过程削弱了人与人之间在传统意义上的联系，但新型的组织联系又未能跟上。因此，人与人之间缺乏信任感，相互之间的矛盾和利益也得不到组织的协调。寡头政体下的寡头往往会遇到一个共同的问题：他平时不希望人们组织起来，一旦社会动乱来临，连谈判都找不到对象。在寡头政体下的社会运动由于缺乏组织，一般是在一定政治机会下一哄而起。在这样的社会运动中，运动的领袖和积极分子缺乏威信，缺乏现实感，缺乏互相之间的信任。他们很难成为可寻求妥协的对手，这样的运动势必走向极端。

第五，在寡头政体现代化过程中，知识分子也往往会走向极端。传统社会的知识分子一般并不十分关心国家政治；但随着现代化过程中社会问题的增多，随着知识分子本身的传统生活方式受到破坏，他们对现实政治产生了关心。但是，由于知识分子没有现实政治的经验，也缺乏对现实政治操作层面上的复杂性的认识，社会也没有正常渠道使他们能在对话和争论中趋于成熟，因此知识分子的思维非常容易走向理想化、简单化和绝对化。面对社会问题，他们追求的不是对社会具体问题的解决，而是对社会问题的一揽子解决和理想社会的实现。面对寡头政体现代化过程中所出现的许多问题，他们所追求的不是逐步改良，甚至不是推翻寡头统治，而是全民幸福、自由、平等、博爱，等等。知识分子虽然一般最后总是革命的牺牲品，但他们所创造的话语和他们的行动却是革命得以发生和成功的关键。

总之，迈克丹尼尔在对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和伊朗革命的分析中熟练地运用了托克维尔、亨廷顿和康豪瑟等人的书中所揭示的一些社会机制。他告诉我们，现代化过程就是一个社会复杂化的过程。但是在现代化过程中，寡头政体却不能随着社会的复杂也相应地变得复杂起来。于是，寡头政体现代化就会导致以上这些相互关联的社会问题的产生。这些问题在现代化过程中不但不会消失而且会不断加剧。所以，在寡头政体现代化过程中，无论其在经济上成功与否，现代化过程都会导致革命性结局。迈克丹尼尔的分析并不是没有缺陷。比如说，他认为威权国家与寡头国家不同，威权体制一般有一个政党和成熟的官僚体制，因此有可能实现决策理性化并把社会各界精英吸收进政体；随着社会的复杂化，威权体制下的政党也比较容易随机应变。这一观点肯定有其正确的一面，但只要看看东欧国家、韩国和其他许多威权国家在反对运动中的垮台，迈克丹尼尔的分析就值得商榷了。

从后发展国家现代化的历程来看，威权国家现代化不仅比起寡头国家现代化来说有许多优点，就是比起第三世界民主国家现代化来说也有许多优点。其实，至今为止，世界上还没有一起真正成功的第三世界民主国家现代化的例子。
 
[3]

 而韩国和新加坡的发展经验则表明，至少某些威权国家是能成功地担当起带领国家走向现代化的任务的（Zhao 1994；Zhao and Hall 1994）。但威权国家现代化也有自身的问题。就中国而言，目前许多学者指出中国在威权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社会不公、官员腐败等等问题，并把这些问题看做威权国家所不能克服的结构性问题。但我想说明的是，虽然他们所指出的大多数社会问题不但是现实存在的而且很严重，但从学理上说这些问题都可以在威权国家的框架下通过加强社会再分配，加强法律和官僚制而得到解决。但是，即使这些问题能够解决，就本书所讨论的社会运动和革命这一议题来说，威权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仍需面对两个相互关联的结构性问题：国家的合法性基础问题、政体与政府之间的关系问题。简单地说，威权国家往往有政体（国家的性质）和政府（一个具体的国家领导班子）合一的倾向，且其合法性一般都建立在绩效之上。在政体和政府合一的情况下，对政府的挑战同时就是对政体的挑战，并会立即导致国家的合法性危机。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很难容忍社会对国家最高领导和最高决策的公开批评，社会危机比较难以通过政府重组而得到解决，而种种从政府角度来说是不得不采取的压制政策却可能使社会矛盾以更强的形式表现出来。

国家的合法性问题从根本上说，就是要解决常常在大众，更重要的是在社会精英心中盘桓的一个问题：为什么某些人能统治国家而另一些人不能。在资本主义和现代民族国家兴起之前，国家的合法性一般都建立在传统、神授以及精英与国家联盟的基础上。随着现代民智的提高和通讯的便利，权威失去了神秘性魅力，国家权力无法再以传统作为唯一基础。在现代，国家的合法性一般是基于意识形态、民主选举或（和）绩效这三个层面。早在20世纪初，勒庞就曾经预言意识形态合法性是极不可靠的。现代意识形态所承诺的东西太具体，国家一旦不能兑现意识形态承诺，就会因此而产生合法性危机。

同样，将国家的合法性置于绩效基础之上的政权从根本上说也是不稳定的。国家的绩效合法性共有三个维度：经济表现、道德表率和国家防御 （Zhao 2001）。经济的高度发展将会提高人们的预期，但没有任何一种经济体能够一直保持高增长。把国家的合法性建立在经济发展和百姓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之上，经济一旦出了问题，人们马上就会要求国家负责。把国家的合法性建立在道德表现上也存在很大问题。这并不是说国家的领导人就不应该讲道德，而是说，一旦把国家的合法性建立在领导人的道德表现上，国家领导表现的道貌岸然久而久之大家就会觉得他在作秀，而一位领导一旦做出一些在大众眼中的不道德行为（比如贪污），将引发的就不是经济和法律问题而是政治危机，从而有可能引起整个国家的合法性危机。无论一个国家的政治性质如何，以法律为依据的镇压是任何国家解决社会动乱的重要手段。但德治国家的百姓往往会把道德置于法律之上，将事实正确和道德正确置于程序正确之上。在这样的国家中，法律规则和程序对于处理许多危机来说作用不大。德治国家的百姓不但习惯于从道德上衡量一个政权，并且习惯于用道德话语来挑战政权。此类挑战一旦形成气候，国家的镇压手段即使有法律依据，在大众眼里也会是非道德的。在这种情况下，运用镇压手段只会进一步削弱政权的合法性基础。在战争时期，保卫国家显然是一个国家最重要的合法性基础，但是在和平时期，要强调国家的防御合法性，政府就必须煽动民族主义情绪和制造国家危机意识。而民族主义的目标一旦被激发出来，就需要实现。被激发起来的民族主义情绪会因此而给政府带来巨大的压力，并使国家朝十分危险的道路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日本和德国就是前车之鉴。

总而言之，当一个政权将其合法性置于绩效之上时，它就必须努力兑现一些现实的承诺。这是任何以绩效为基础的政权必然要背负的沉重负担。西方代议制民主有很多缺点，但从社会稳定角度来讲，它的最大特点就是把政体与政府分离了，并且把国家的合法性建立在一个对大多数百姓来说其最终结果都不甚了了的选举上。任何一个现代政府都必须以它在经济和道德上的表现，以及它保卫国家的能力来获取人民对它的直接支持，但一个国家的根本合法性却不能建立在绩效上。怎么把国家的根本合法性建立在虚处而不是在实处是任何威权国家都需要解决的问题。

但是，迈克丹尼尔在书中清楚地指出了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或多或少要面临的一些共同问题。对中国来说，虽然目前的现代化进程并不是由一个寡头政体在领导，但由于向来缺乏法治传统，更由于“文化大革命”对官僚体制和本来就很薄弱的法律传统的进一步破坏，中国在改革开放之中也同样遇到了迈克丹尼尔书中所提到的许多问题。比如，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知识分子面对种种社会问题发起了“球籍问题讨论”、“中国文化批判等”，等等；他们的行为与迈克丹尼尔笔下的俄国和伊朗知识分子有很大的相似性。怎样使中国的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能够与时俱进，怎么能在中国逐渐建立起发达的和具有高度多样性的独立于国家的社会中层组织，怎样能使中国长治久安，都是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问题思考


（1）什么是民族国家？为什么说现在的社会运动和革命是民族国家形成过程的产物？

（2）为什么说国家在发展中国家的社会运动和革命的产生与发展过程中起着更为重要的作用？

（3）斯考契波的历史社会学方法的问题在什么地方？

（4）在分析寡头政体与革命的关系时，迈克丹尼尔运用了哪些社会学机制，这些机制哪些来自亨廷顿，哪些来自康豪瑟，哪些来自托克维尔？

（5）为什么一个国家不能将其合法性的根本点建立在绩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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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一般认为分析型工作的水平比探索型工作要高一些。


 [2]
 古德文和斯考契波的理论实际上与西方曾经盛行过的极权主义理论有一定相似之处，因为极权主义理论也是根据高度官僚化和强大的社会渗透力来推断极权国家在政治上的稳固性。


 [3]
 当然，人们会说大多数西方国家在开始实行民主时并不富有。但是，由于资本主义是西方国家自身文化的一部分，所以西方国家经济发展的社会结构阻力比较小，社会矛盾也可以部分地通过发展得到缓解。西方国家在世界发展中占有先机，所以能够通过移民、国际剥削和对外扩张等手段来缓解国内矛盾。这些国家可以比较从容地推行民主化，从有产阶级投票权、男性投票权，再到全民投票权逐步发展。这些都是目前第三世界国家所不具备的条件。


第七章 国家与社会运动（下）

在上一章，我们着重讨论了国家的结构、性质和结构性行为在社会运动和革命的产生及发展过程中所起的关键作用。在本章，我将就国家的结构性行为对西方工人阶级的形成，以及工人运动产生和发展的影响展开讨论。工人运动曾经是西方现代化过程中最主要的社会运动。通过对该运动在西方国家的发展和不同归宿的讨论，我们会加深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的了解。本章将把重点放在迈克尔·曼恩（Michael Mann）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形成的讨论上。这样做是出于两个目的：第一，我个人认为，曼恩是西方20世纪后期数得上的最为出色的社会学家之一。第二，虽然曼恩不是一个专门研究工人运动的学者，但是他的著述融会各家学说，并有很大的独创性，是对西方工人阶级运动研究的一个发展性总结。

曼恩理论思想概要

曼恩原来在伦敦经济学院教书，成名后被聘请到美国。现执教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社会学系。他的一本广为人知的著作是《社会权力的来源》（Mann 1986）。该书从文明的起源开始讲起，一直讲到西方资本主义的起源。他本来的计划是围绕这一题目写三本书，第一本从文明的起源写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形成，第二本从资本主义一直写到当代，第三本将阐述他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及其复杂性的理论性总结。但他的计划显然受到了资料的影响。近代的历史资料越多，研究者也越多，为了使自己的工作能赢得各路专家的尊重，曼恩不得不把他的书写得越来越面面俱到。因此，他的《社会权力的来源》第二部比第一部厚一倍，时隔整整七年才完成（Mann 1993），却才写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于是他准备把该书第三部从第一次世界大战起写到当代，然后第四部再写理论。解释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历史必须首先面对的两个问题是法西斯运动和大规模种族清洗的兴起。估计曼恩原来准备用四五个章节来阐述这个问题，但世界上关于法西斯运动、民族主义运动和种族清洗的资料与研究浩如烟海，曼恩遨游在文献和资料的海洋之中，整整花了12年才相继完成两本关于世界法西斯运动及大规模种族清洗兴起和发展的著作（Mann 2004，2005），所以直到现在他也还没有完成其理论总结部分。

曼恩虽然尚未完成他的理论总结，但其主要思想在其《社会权力的来源》前两卷中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介绍。以下是我对曼恩思想所做的一个简单总结。曼恩极力反对把社会看成一个进化的系统，虽然他十分强调社会集团之间的竞争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并且运用了大量实际上是属于进化论的概念和术语对各类现象做出解释。曼恩也反对把社会看做一个由一个个功能子系统构成的整体，虽然他也采用了大量功能主义的术语，并从社会功能的角度出发定义了人类社会形成的一些原动力。曼恩认为，人类有四个最基本的需求，这四个最基本的需求构成了社会权力最基本的四个来源：①人们需要对自己生命和周围世界的意义做出理解和解释，并在一个共同的价值规范和礼仪体系下生活。这构成了社会意识形态权力的源泉。②人类需要提取、转化、分配和消耗自然资源。这构成了社会经济权力的源泉。③人对地域有天生的占有倾向并需要组织起来保护自己的领地。这构成了社会军事权力的源泉。④不同人群之间会产生地缘政治性竞争，各人群内部也需要在许多问题上加以集中协调。这构成了社会政治权力的源泉。曼恩认为，人们会在这四个权力源泉的基础上建立起社会组织，并为控制这些社会组织而斗争。这一点是整个人类历史形成和演变的核心。

曼恩再三强调他理论中的社会并不是一个系统，那四个社会权力源泉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社会组织也不是四个“子系统”，或四个不同的“层次”和“维度”。那四个社会权力源泉仅仅是人们为达到各种目标而采取的四种不同组织手段。曼恩还强调，虽然整个人类历史发展的动力在于这四个权力源泉，但某个群体在某一特定历史时期到底运用这四种手段中的哪一种，或到底用这四种手段之间的哪一种组合却没有一定之规，一切依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而定。因此，历史只是一个“有规律的混沌”（patterned mess）。历史的规律性来源于以下两点：①整个人类历史就是一场人们围绕意识形态权力、经济权力、军事权力和政治权力所进行的斗争和控制史。②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这四种社会权力对社会的存在和演变所起的作用各不相同。如果我们弄清了某一历史阶段中这四种社会权力的相对稳定的组合方式，我们就能够对那一时期的种种社会演变做出分析和解释。比如，曼恩认为，意识形态权力的力量在18世纪和19世纪在整体上呈现下降趋势。在18世纪，经济和军事是世界上占有统治地位的力量；而在19世纪，由于欧洲各国的国家力量不断增强，军事力量逐渐被吸纳进国家体制，再加上两次工业革命的产生，于是政治和经济力量成了社会发展的主导。由于曼恩的书尚未写完，我们很难推测他心目中的20世纪图景。但是可以设想，在20世纪早中期，伴随着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大规模兴起和扩张，以及冷战的形成，意识形态权力的力量在一段时间内重新成了世界的主导力量之一。而在20世纪后期，随着跨国公司和其他各类跨国经济力量的形成，特别是苏联集团的垮台，经济权力又呈现上升之势。因此，从曼恩的理论角度来看，现在的种种所谓“全球化理论”和“国家衰亡理论”，充其量是对社会的四大权力在特定时期重新组合的一个片面观察。也就是说，经济权力在20世纪后期呈现上升趋势，而政治（即国家）权力则受到正在上升的经济权力的冲击，但国家是绝不会消亡的，虽然国家的性质及其在社会中的作用在不同条件下会有很大改变。

曼恩在承认历史规律的同时更强调历史是一个“混沌”。历史的混沌性来源于三个方面。

第一，上述四个社会权力源泉都是“不纯”的，相互之间存在交织、难以分解的关系。比如，国家是政治权力的集中表现形式，但国家有军事性，国家有时还掌管经济事务（福利国家和国有企业），并具有强大的意识形态功能（如社会主义国家，政教合一的国家，等等）。又比如，宗教组织是意识形态权力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但欧洲中世纪的教会占有欧洲近三分之一的土地，它们参与战争，它们的政治权力在很多场合下都超过当时的封建国家。曼恩特别强调，这四个社会权力源泉的不纯性以及相互之间的交织关系，与传统数学意义上的“交互作用”是不同的。如果它们之间的关系如同数学变量之间的“交互”关系，那我们就可以用一些简单的数学或统计学方法把两个或多个变量之间的交互作用除去，从而得到两个或多个相互独立的新变量。但是，这四种社会权力之间的交互作用犹如两个或多个易变形的台球在桌上相撞，相撞之后，不但每个球的外在轨迹变了，而且形状和内在性质也变了。法国大革命对于所有其他欧洲的旧政权来说都具有警钟性的意义，此后各国当权者不但更加审慎地行事，而且主动进行种种社会改革。这些改革改变了欧洲国家的性质，从而避免了革命在欧洲的蔓延。同样，在大萧条压力下产生的福利国家也大大改变了资本主义国家的性质，其程度大大超过了教条马克思主义者的想象。还有，东南亚新兴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奇迹，以及东欧共产主义国家的崩溃对当时的中国政府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触动，促使其主动进行自我变革。这些改革使中国国家目前更类似于韩国的官僚—威权型政体，而不是斯大林式的极权政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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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曼恩看来，几乎没有什么社会后果是不可避免的。

第二，四种社会权力源泉的不纯性和交织性导致社会权力行动者（power actors）的不纯性。这一点在现代社会中主要表现为当代几个最主要的社会权力行动者（如阶级和民族）也是非常不纯的。比如阶级意识，它就受到民族意识的限制。这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西方国家的大多数工人非但没有像马克思所预测的那样联合起来一致反对资产阶级，反而站在本国政府一边积极投入战斗的原因。又比如，工人阶级成员的阶级意识的形成也会受到蓝领/白领，以及行业和工种等因素的阻碍。我们很难想象美国微软公司的一个高级白领会觉得自己与一个麦当劳快餐店的工人属于同一阶级。在下一节，我们将会分析这种阶级的不纯性对工人阶级意识的产生和发展造成的影响。

第三，人们在完成一项任务或使命之前会进行计划和安排。但是计划会有“错误”，执行计划时会发生“意外”，计划中没有考虑进来的因素会导致“非意图性后果”（unintended effects）。事物发展很少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或者说历史的混沌性还来源于社会权力行动者的“计算错误”、“意外”和“非意图性后果”等许多人为因素。这些人为因素一旦形成，就会对四个社会权力源泉的性质造成反馈，这更增加了四个社会权力源泉之间的关系的复杂性。

曼恩否定了任何形式的非历史性的社会学理论——即认为社会是一个系统并且整个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是由一个或数个固定不变的“变量”和“因子”决定的。历史的发展在于四个社会权力源泉之间外在关系的变化、内在性质的变化，以及它们在某一历史阶段的相对重要性的变化。但与此同时，曼恩又承认社会学分析方法的可行性，即这四个社会权力源泉之间的关系在一定历史阶段会形成相对稳定的组合方式，一旦了解了这种组合方式，就能够对那一时期的社会发展做出分析和解释。比如，曼恩在分析西方工人阶级的形成时，主要依靠的就是国家（即政治）和经济这两大权力源泉的性质及其相互作用，军事和意识形态这两个权力源泉的作用几乎没有涉及。曼恩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认为，政治和经济权力是19世纪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为了把握四个社会权力源泉之间关系在一定历史阶段下的相对稳定性，并同时照顾到历史的混沌性，曼恩创造性地使用了化学中的“多态结晶”（polymorph crystallization）概念。许多溶质在一定条件下能形成晶体，但由于结晶时许多细微条件的差异，同样的溶质在结晶时所形成的晶体具有多样性，这就是多态结晶。曼恩把四个社会权力源泉在相互作用下达到的相对稳定状态类比为溶质的多态结晶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说，曼恩的理论和韦伯的理论比较接近，但在表述上，曼恩的理论比韦伯的理论要精确得多。与韦伯的历史观最大的不同是，曼恩的理论强调了军事力量作为一种社会力量的独立性，以及它在历史发展中的重要性。这不能不说是曼恩的一大贡献。曼恩虽然没有明说，但我们可以从他的理论分析中看出，他对布迪厄的惯习（habitus） 和吉登斯的结构化（structuration）理论肯定是持保留意见的。在这类理论中，社会结构成了人们瞬时行动的产物，这就使社会结构一方面处于始终的变化中，另一方面又不能在变化中得到质性的突变和达到相对稳定的结晶态，分析性的社会学因此失去了任何可能性和合法性。这就是吉登斯根本就不会做实证工作，而布迪厄只会做解构性的解读和创造“以太”式概念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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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迪厄刚刚完成他在阿尔及利亚的实证研究回到法国后不久，阿尔及利亚就发生了革命。布迪厄的惯习理论显然不能解释在阿尔及利亚发生的政治质变。

曼恩的理论也有其弱点。其中最主要的，是在面对曾经在美国盛行一时的种种功能主义理论、进化理论和系统理论时，曼恩彻底否定了社会所具有的功能性和系统性的一面。这为他建立理论和进行经验分析造成了一定困难。比如，虽然社会权力的存在并不一定需要有该权力的社会功能的支持，但是社会权力具有功能性的起源——这就是曼恩在定义其四大社会权力源泉时不得不采用功能性定义的原因，并且任何主要社会权力如果失去其社会功能都很难长时间维持和再生，这些都意味着社会存在一定程度上的系统性。其实，分析型社会学研究始终在彻底否定历史规律的历史学与以寻求大社会理论为目标的各类系统理论之间寻找平衡点。在各个平衡点中，分析型社会学家一般能接受的底线是所谓的“中层理论”或者说以社会机制为中心的解释方法。仅仅瞄准社会机制的解释方法有很多缺陷，这在本书的其他部分会有论述。但是，需要指出的是，社会机制之所以存在和随处可见就是因为社会尚有一定的系统性，但没有一个具体的社会机制能像经典物理学中的牛顿定理那样概括所有的经典物理学现象，这说明社会的系统性是很不完善和十分有限的。其实，在其书中的实证部分，曼恩经常有意和无意地运用了许多公认的社会机制，但是他的理论框架又不容许他承认这一点。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此外，在曼恩的书中，意识形态和文化对社会发展的影响主要是通过意识形态权力组织来实现的。这种强调意识形态和文化的组织性力量的方法，比起传统的解读性的文化分析方法有许多长处，但它同时也使曼恩不知道怎么处理意识形态和文化的内容对社会行动者行为的影响。在书中的经验分析部分，曼恩往往只能空洞地强调意识形态和文化内容的重要性，在具体分析中则采取了回避态度。

尽管存在这些弱点，但从整体上来说，曼恩的理论和经验分析均将社会学研究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我希望21世纪社会学在寻找其思想源泉时，能把曼恩的作品推崇为典范（canonizing）。下面，我将通过曼恩对西方工人阶级形成和发展的分析，来展示其风采之一二。

国家在西方工人运动发展中的作用

所有研究工人阶级运动的学者在构造其理论时，都会在不同程度上以马克思关于工人运动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发展的预测作为思考的出发点。马克思认为，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工人阶级不但在人数上会增多，他们的生活方式也会越来越趋同。并且，不同国家和不同工作性质的工人，不管是中国的工人还是美国的工人，不管是白领还是蓝领，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过程中会越来越认同自己是工人，产生共同的阶级意识，从自在阶级变成自为阶级。最后全世界工人阶级会联合起来进行无产阶级革命，推翻资本主义政权，建立无产阶级新政权。

但西方19世纪和20世纪的历史却显示，西方工人不但没有形成跨越民族的统一认同感，而且在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不同国家的工人阶级意识和工人运动存在很大差异。比如，美国没有工人政党，没有大工业工会，工人基本上没有阶级意识；而英国和加拿大则有工人阶级政党，工人也有一定的工人阶级意识，但这些国家的工人政党走的是议会道路，其目标也仅仅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追求对工人利益在一定程度的保护。在德国和意大利，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很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意大利共产党始终是一个能左右意大利政局的大党；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许多政治家曾预测德国将继俄国之后发生共产主义革命。至于俄国，工人不但有自己的政党，而且发动革命推翻了沙俄政权。为什么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各国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没有像马克思所预测的那样逐渐统一，反而呈现很大的差别？对于这个问题，首先进行开创性工作的是汤普森的名著《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Thompson 1968）。通过对英国早期工人运动和工人阶级政治的研究，汤普森提出了一种关于工人阶级形成的建构主义观点，即工人阶级是由一个个具体的、生活在特定历史和文化条件下的工人组成的，其阶级意识和行为方式因此受到历史和文化因素的决定性影响。在汤普森之后，工人阶级意识是建构的这一观点逐渐成了一个共识，汤普森以后的所有研究西方和非西方工人阶级运动的工作都是在形形色色的建构主义框架下进行的（如 Aminzade 1993；Biernacki 1995；Calhoun 1981；Hanagan 1989；Jones 1983；Koo 2001；Lipset 1983；Perry 1993）。曼恩对西方各国工人阶级形成的比较研究也属于这种建构主义传统。但与别的学者不同，曼恩及其他一些学者更强调国家的性质和结构性行为对工人阶级形成的影响（如 Katznelson 1985；Katznelson and Zolberg 1986；Mann 1993：ch. 15～18；Marks 1989）。

曼恩认为，西方各国工人阶级的特性主要形成于第二次工业革命（1880～1914）期间。第一次工业革命主要发生在英国，当时，工厂与家庭作坊和手工业并存，工厂也往往设在村庄周围，妇女、儿童与男性家长一起上班工作。第一次工业革命期间，英国也产生了以宪章运动为中心的工人运动。但从总体上说，那时许多工人都出身手工艺者和农民，工人运动的行动基础并不主要是工人阶级意识，而是传统社会中以邻里、亲属和朋友为中心的传统人际网络关系（Thompson 1968）。马克思主义对他们来说仅仅是一个借来的语言（borrowed language），用以为他们失去的过去而抗议和奋斗（Calhoun 1983）。而在第二次工业革命时，以大工厂和大机器为中心的制造业在欧洲得到充分发展；地主、商人和工厂主逐渐靠拢形成了现代意义上的资产阶级；以成年男性为主的工人阶级开始呈现，女人和小孩丧失了劳动权，走出工厂，回到家庭；大型工业城市（如里昂、米兰等）开始涌现，并产生了大规模的工人居住区和工人阶级组织。以大生产为目标的工厂的出现冲击了传统社会中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为以城市为中心的罢工、示威、请愿和暴动的产生创造了条件。在这一时期，工业革命的范围从英国扩展到整个西方国家，各国情况的差异使工人阶级运动在不同国家中呈现出很大的差别。

曼恩对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西方各国工人阶级发展的分析主要集中在其著作的第15、17和18章（Mann 1993）。虽然写得比较复杂，但曼恩的理论模型实际上很简单，其逻辑很像一个国家与工人的博弈过程（但他始终没有强调博弈的双方都是理性的）。曼恩认为，西方国家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般都具有很强的资产阶级性，也就是说，当时西方国家从总体上说代表的是资本家和有产阶级的利益。因此，从国家本身所代表的利益来说，我们可能会认为它会对所有的工人起义和工人运动都进行毫不留情的镇压。但是，国家这样做只会帮助工人消除内部的种种隔阂，促进全民性工人阶级意识和极端工人阶级政治的形成。因此在具体采取对策时，国家一般会混合采用以下两种手段：全面镇压和选择性镇压。全面镇压是对游行、罢工和起义一律采取镇压手段。而选择性镇压是只对工人运动中的“非法”行为进行镇压，而对其合法行为予以容忍和保护；或者是对大工会、工业工会，以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政党组织起来的游行、示威和罢工进行镇压，而对行业工会组织起来的以提高经济待遇为目标的种种抗争采取容忍态度。曼恩认为，一个国家在一定时期内采取哪种策略，主要是由这个国家的政治结晶状态（即国家的性质）决定的。其理论的中心思想是：第二次工业革命以后西方各国工人运动的不同发展主要是由各国政府对待工人运动的不同方式决定的。

曼恩理论中的另一方是工人。曼恩总结了西方工人阶级形成过程中所产生的六种主要抗争形式。这六种抗争形式从策略角度可以分成三类，即竞争型、改良型和革命型。竞争型抗争不改变整个资本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经济的运行规则，只试图在资本主义的框架下保护自己并争取更多的权益；改良型抗争旨在改良资本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经济规则；而革命则以彻底打破资本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经济为目标。每一种抗争类型都可以在经济层面或政治层面上进行。这样就形成了六种抗争方式（如表7-1所示）。

表7-1 西方工人阶级运动的六种常见抗争方式

[image: ]


在这里，保护主义（protectionism）指的是工人在不寻求改变整个资本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规则的前提下建立各种用以保护与改进自己生存条件为目的的合作社性质的组织。这些组织既可以是为罢工和失业工人提供经济保护的组织（如工会保险基金、英国的朋友会、美国的慈善会，等等），也可以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造就的小型乌托邦（如欧文的样板工厂）。但是，如果一个国家的法律制度和经济运行规则使以上这些组织难以生存，工人就会从政治层面上寻求工人组织合法生存的权利，即通过对国家施加压力使国家颁布法律保护工人组织的合法权益，这就是共存主义 （mutualism）。显然，所谓共存主义就是在不改变资本主义政治和经济关系的前提下，使工人能合法地建立组织来保护自己，以达到与资本主义共存的目的。但是，在有些国家，由于种种体制性原因，任何工人组织，哪怕是一些小型的工人保护组织也很难合法生存，工人根本没有办法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下与资产阶级建立一种竞争型关系，于是工人就会发起行动对资本主义进行改良。工人改良资本主义的策略也有两种：一种是经济改良，一种是政治改良。经济改良就是通过罢工等手段来要求增加工资、改善工作条件、减少工作时间、取消童工、保障工作安全，等等。这些斗争的成功会在经济层面上改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并提高工人的地位。但如果一个国家比较专制，并且拒绝给予工人罢工和示威等斗争手段以合法权利的话，那么工人就会进一步走向极端——组织政党，通过参加选举，争取全部或部分地获得政权，参加到资本主义政体中去，以便从政权层面改变资本主义的规则，为工人谋取利益。这就是社会民主主义（social democracy）道路。但是，如果一个国家非常专制，既不允许罢工等活动，又没有合法的渠道使工人能通过民主手段来改良资本主义的话，工人就会更加极端——通过革命手段来推翻资本主义国家和经济体制。革命手段又分两种：工团主义 （syndicalism） 的和马克思主义的。工团主义曾在意大利和其他许多欧洲国家盛行，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和苏维埃革命后，才在欧洲逐渐式微。工团主义很难定义，因为工团主义者一般重实践轻理论。一般来说，工团主义主张通过非政党性的全国范围内的工人罢工和起义来推翻资本主义国家和经济体制，让工人自己掌握自己的经济命运。由于工团主义革命的理念主要集中在经济层面，再加上工团主义反对建立社会主义政党，所以工团主义与经济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有着很深的渊源。比工团主义更为激进的则是马克思主义，即成立工人阶级政党，通过暴力手段来夺取国家政权，废除私有制，建立社会主义国家乃至共产主义国家。

曼恩认为，从根本的利益来讲，工人阶级可能会希望夺取政权，实行公有制。但这样做，不仅会遭到组织和资源优越得多的资产阶级以及代表着资产阶级利益的国家的镇压，而且还要克服工人阶级内部由于部门和行业的不同而造成的许多不同的利益和认同感的分割。工人的阶级认同感首先会受到民族意识的分割，工人首先会认为他是某个国家的工人，而不是世界意义上的工人阶级，这就是在“一战”和“二战”期间每个国家的工人都为自己的民族而战的原因。在每个国家内部，工人阶级意识又受到行业和部门的分割（sectional and segmental division），甚至种族和乡情的分割。钢铁工业、汽车工业、半导体工业、制鞋业，不同工业内工人工作的技术难度不同、工人的组织能力不同，资本家对待他们的方法也不同。由于不同大小和性质的工厂中工人受到的待遇很不一样，因此他们有着各不相同的利益。犹如一个大型钢铁厂和一个小型软件公司，要使这两个企业的工人都认为自己同属于工人阶级，难度是很大的。不仅不同产业和工厂之间的工人会形成分割性的认同感（cross-cutting identity），即使是在同一个产业和工厂内部，工人的认同感还受到不同工种的分割。微软公司内白领的年薪动辄十几万甚至几十万美元，但蓝领的年薪却很低。在美国，如果一个企业没有工会组织，在其中工作的蓝领工人有的年薪甚至不到一万美元。在这些企业中，高薪阶层和低薪工人之间很难有共同的认同感。即使是同一工厂的蓝领工人，技术工人和体力工人所受到的待遇也大不相同。2004年我在国内的火车上和浙江海宁一家皮革厂的老板闲聊。她对我说，在她的工厂，一个给皮衣打板的工人年薪可达十几万元，工厂还为他无偿提供三居室的住房，而一般工人月薪不过一千多元。她对我说，一般工人的可替代性很强，社会上人又多，所以千把块钱的月工资足够了。由于资本家对待熟练工人与非熟练工人、关键性工种和非关键性工种的态度不一样，这在工人内部又进一步造成了分割，使他们很难对自己的工人阶级身份形成一致的认同。图7-1以图像方式描述了上述分析中所讲到的工人阶级内部认同感的分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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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1 工人之间行业和部门区别对工人阶级意识或认同感的影响

工人阶级内部认同感的分割决定了工人为其利益而斗争时会首先采取比较保守的策略和目标，因为保守的目标比较容易通过小范围的抗争得到实现。一个工厂内的工人为经济利益所举行的罢工根本不需要一个统一的工人阶级意识作支持。这就避免了工人阶级因内部认同感分割而带来的困境。曼恩强调，在一个国家内，工人在不同时期会采取不同的斗争形式。在同一时期内工人也不会只采取一个斗争策略，而会同时采用多种斗争形式来为自己谋取利益。但在一个国家内，工人阶级运动的斗争将主要集中在某一种形式上（如在英国是共存主义，在俄国是马克思主义，在美国则是保护主义），这种形式就体现了该国工人运动的性质。而决定一个国家工人运动性质的关键因素，是国家的性质以及由国家性质决定的国家处理工人运动的特定方式。如果国家采取高压政策，甚至连行业或部门内部的小范围经济罢工和示威都要镇压，那么工人的劳动和收入条件就不会得到普遍改善，不同行业和部门的工人的利益就会趋于一致，工人之间在认同感上的隔阂就会逐渐减弱，跨行业和跨部门的工业工会就会很发达，工人阶级政党也会随之产生，这就为极端工人运动创造了条件。也就是说，帮助工人克服内部认同感障碍的不是工人阶级自己，也主要不是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的宣传和鼓动，而是国家对待工人运动的态度。国家的高度专制和不以法律为依据的镇压活动会迫使工人逐步打破内部的认同感隔阂，形成整个阶层乃至整个国家的工人阶级意识，工人阶级的斗争策略因此逐渐从保守转向极端。

总之，曼恩理论很像一个有国家和工人两方参加的博弈理论。其中，工人有六个策略，而国家有两大策略（当然还有很多变种）。在这组博弈关系中，工人运用的策略最终是由国家处理工人运动的方式决定的。换句话说，在这个博弈中，国家总是主动的，而工人是被动的。国家对待工人和工人运动的方式决定了一个国家工人阶级运动的特点。

西方工人运动的发展

在本章的剩余部分，我将在这个理论背景下讨论工人阶级在英、美、俄、法、德等国的形成。由于曼恩在讨论有关各国的工人阶级运动时与凯兹奈尔森（Katznelson 1985）的分析有很大的相似性，所以下面的讨论还吸收了凯兹奈尔森文章中的一些思想。

英国的共存主义

英国工人阶级运动的主要特征可用共存主义来概括。英国的工人阶级运动是在第一次工业革命时发展起来的，因此第一次工业革命时英国的政治发展对第二次工业革命时英国的工人运动有着一定的影响。在1874年以后，特别是在1906年以后，英国法律规定工会活动是合法的。这主要是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宪章运动的成果，但同时也与另外一些因素有关：一是在1884年时，英国60%的成年男性已经有了选举权；二是英国国家军队主要是海军，不适用于内部镇压，英国国家在国内政治上的镇压活动始终比较弱。1884年以后，英国从来就没有动用过军队来控制和镇压国内各类政治活动，警察在面对各类抗议活动时也越来越规范和成熟。在第二次工业革命开始时，英国的资本主义民主也已经发展得非常成熟。在这种政体下，工人能同时利用工党和保守党来争取自身的利益。工人由于能利用选举手段和程序政治来为自己谋取利益，自然就降低了在体制外进行政治抗争的需求。英国的工人运动因此而始终保留在比较低水平的共存主义阶段。换句话说，英国阶级属性模糊的政党和基本上非军事化的政府化解了该国的“阶级斗争”问题。

美国的行业主义（sectionalism）

美国工人阶级的发展在西方世界中是个异数，美国工人基本上没有工人阶级意识，美国共产党和其他社会主义政党的力量都非常弱，弱到几乎可以说没有。美国甚至连大工业工会都很少。美国目前的工会主要是行业工会，这些行业工会的诉求基本上以工人的经济利益为中心，很少有政治诉求。对于美国工人运动发展的这些特征，学者们曾经提出很多理论，这些理论总结成一个词汇就是“美国的特殊性”。这些理论强调美国辽阔的土地、较大的地区差异，以及作为一个移民国家的许多特征：不同种族的移民因为他们在文化、经济和政治地位上的差异而不能形成统一的工人阶级认同感；美国的国土比较大，国内矛盾可以通过往西部移民和投资来得到缓解；美国不同地区的差异很大，有些地区已高度工业化，有些地区的工业化程度则很低，有些地区的工会很发达，有些地区却没有什么工会活动，再加上各种工会之间互相争斗，一个统一的工人阶级认同感很难形成。这些理论还强调美国个人主义文化的特殊性：个人主义鼓励人们通过个人奋斗或个人道德净化来达到自己的目标，因此也不利于统一工人阶级认同感的形成。曼恩对于这些强调美国特殊性的理论都做了批判。他的中心思想是，这些理论如果真是对的，美国工人阶级从产生的那天起就应该显示其特殊性了。但是，从19世纪美国工人运动发展的历史来看，特别是从美国工人罢工的频数、规模以及工业工会的发展来看，美国工人运动的发展轨迹与英国等欧洲国家并没有太大差别。美国工人运动真正呈现出与欧洲不同的根本特征是在20世纪。换句话说，美国的工人运动并不是生而不同的，而是变得不同的。其实，曼恩的这一批判并不见得有道理。美国早期的工人运动与欧洲工人运动相近，是因为美国19世纪末工业革命时吸收了大量欧洲移民。这些欧洲工人直接把本国政治搬到了美国，在母国闹事的人，在美国也闹事；在母国极端的人，在美国也极端。这种流散点（diasporas）政治自然会反映出欧洲政治的一些特征。因此，要知道种种“美国特殊论”是否有道理，不能只看美国工人罢工的总体频数和规模以及工业工会的总体发展，还要看各国移民到美国后是否对工人运动有着相同的态度，以及能否形成统一的意识形态。如果这些欧洲移民抵达美国后其政治倾向就有很大的不同，他们联合起来的难度当然就会大得多。

但是，美国的工人阶级意识很弱、工人运动主要以行业主义为主这些特点，的确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美国国家对工人运动的态度和处理手法造就的。20世纪初的美国国家具有以下特征：国内政治军事化、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化、政党民主化和联邦制国家。美国国家的这些特征都对美国工人运动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首先，美国向来就有动用武力来解决国内争端的传统。中国有些人以为美国是一个非常自由的国家，而事实上，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镇压工人运动最残酷的除沙俄之外，下一个就数美国。但与沙俄的镇压方法不同，美国政府对工人运动的镇压活动是以法律为基础的选择性镇压，即专门镇压由共产党或大工业组织领导的罢工或其他政治活动，而不镇压由行业工会组织的以经济目标为中心的罢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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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政府这种有所区别的镇压方式，迫使工人运动向政府允许的渠道，即行业工会的道路走。这种镇压方式还向被镇压的工人传递了清晰的信息。一旦法律很清晰，什么会被镇压什么不会被镇压马上就变得一目了然；为了避免被镇压，工人运动的形式就得接受法律的约束。美国的法律是资产阶级精英写的，但任何法律一旦制定，就会在全民范围内具有严肃性，即使那些制定法律的精英本身也必须依法办事。因此，以法律为基础的镇压，即使很残酷，也会被认同法律的精英阶层看做是合理的，因此镇压本身并不会导致精英内部因道义原因发生分裂。

美国的资本主义自由主义传统也不利于统一的工人阶级认同感的形成。与英国和欧洲其他国家不同，美国法律坚持个人自由和个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这一原则使美国工人在罢工时面临的困难比欧洲诸国要大得多。面对工人罢工，资本家进行破坏的主要办法之一就是雇用工贼来顶替罢工工人上班。在欧洲，工人在罢工开始后马上就会派纠察队在工厂前面站岗，纠察队会强行阻止工贼进厂上班，使资本家的意图无法得逞。但这种方法在美国却行不通。在美国，当资本家雇用工贼到自己的工厂上班时，不但这一行为本身合法，而且因为工贼是去资本家的私人财产里上班，罢工工人如果在厂门口阻挡工贼上班，其行为就构成了侵犯资本家的个人财产，于是这场罢工本身也就变得违法了。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罢工的有效性就比较低。

美国的政党系统也特别不利于统一的工人阶级意识的形成。首先，在第二次工业革命期间，美国大部分加入了工会的男性工人（即北部的白人）都有投票权。既然这个政府是每个人自己选出来的，人们就难以把镇压看成是国家的压迫并形成统一的针对国家的愤恨。其次，美国政党的权力基础并不在国家层面，而是在以种族和宗教等因素为基础的地方层面。在这种情况下，决定美国工人投票倾向的是他们的区域性利益，而不是国家政治。最后，美国政党的性质很难使之成为一个工人阶级政治的大舞台。美国的政党与阶级无关，工人可以随意加入任何政党。此外，美国的政党组织结构松散，选举时党员并不一定要选本党的候选人，在总统选举时一个党即使得胜，组阁的也不是该政党而是总统。显然，这样的政治环境容忍甚至鼓励政党的松散化，以及政党内部观点和派系的多元化。美国政党的这些特性把美国工人阶级的利益和认同感切割得支离破碎，十分不利于美国工人阶级利用政党政治来谋取自己的利益。

美国的联邦制也妨碍了统一的工人阶级意识的成长。在权力分散的联邦制下，每个州对待工人和工人运动的态度各有不同，这导致每个州工人运动的性质也各不相同。在联邦制下，许多像住房、教育和公共卫生方面的福利主要由州政府甚至市政府负责。这也导致美国工人兴趣和利益的地方化与多样化，并形成了工人政治的行业主义倾向。

俄国的革命

俄国的工人运动不断走向极端，与美国工人阶级运动的发展呈现截然相反的轨迹。曼恩认为，俄国工人运动的这一特性是因为俄国是一个寡头政体。在寡头政体下，法律和官僚体制很容易被架空，国家的许多政策最后都根据沙皇的个人好恶而定，俄国国家政策因此而多变不定。多变的政策使俄国对工人阶级的政策及其他许多国策很难合理化。俄国对待工人阶级的政策始终在镇压和改革之间摇摆。与美国一样，俄国政府对工人运动也是残酷镇压，但与美国政府的选择性镇压不同，俄国的镇压第一不是以法律为依据，第二是不做任何区分地赶尽杀绝——对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和知识分子运动一概全面镇压。这种镇压方式不但迫使俄国工人在统一的阶级意识下联合起来，而且导致精英的分裂。正如《日瓦戈医生》中所描述的，日瓦戈医生看到俄国骑兵不顾一切打杀游行队伍中的工人，他自己为救一个工人也差点挨了打。结果，像日瓦戈这样一个身处上流社会，革命对他没有一点好处的人，也开始同情革命。十月革命之前的几年里，俄国的工人阶级谈马克思，知识分子谈马克思，甚至部分中产阶级和贵族也在谈马克思。强烈的工人阶级意识和处于分裂状态的精英为十月革命的成功铺平了道路。

法国的竞争性社会主义

法国工人运动的特征主要来自法国革命的遗产。革命为法国政治留下的一个重要遗产就是国家权力集中、政局的相对不稳和激烈的意识形态冲突。革命往往会带来专制文化。革命后，法国国家在总体上对工人运动比较压制，这导致法国工人阶级意识的高涨。但是，革命也会导致一个国家人民的意识形态化，法国工人阶级虽然比较极端，其内部却信念不同、派系林立。经济主义、共存主义、雅各宾式的社会主义、工团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应有尽有。它们互相冲突和竞争，其结果是阻碍了统一的工人阶级意识的形成。法国工人运动的分裂和多变的状态来源于法国政局的动荡，以及革命传统为法国人留下的意识形态狂热。共和/帝制、左派/右派、政府的轮换导致国家对工人阶级的政策摇摆不定，同一政府在不同时期出于其政治需要也会与工人团体或合作或冲突。这种多变的政策加上法国人在意识形态上的分裂导致法国工人阶级也多变和分裂。法国工人阶级运动虽然比较极端，但内部的分裂阻碍了工人革命的成功。

德国的负面接纳

德国早在1867年就已经给予全体成年男子以投票权，德国的工会政治也很早就合法化了。但在同时，德国民主的背后却是一个对工会运动和国会严加管制的专制国家。对于德国的这种现象，罗斯称为负面接纳（negative integration）（Roth 1963：8）。萧伯纳在其访问德国后回到英国发表的观感中提到，当他看到德国的国会里已经有强大的工人政党的势力时，他认为德国的政治要比英国先进几百年；但是，当他看到一个德国国会议员因在议会中发言有误而在散会后被警察抓走时，他认为德国的政治又要比英国落后几百年。当时德国虽然是民主社会却没有政治自由，德国的工人阶级运动一方面是合法的，另一方面却始终面临被镇压的危险。最典型的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工会开会前一定要向警察注册。警察局派一名警察戴上帽子在台上就座。那个警察如果觉得这个会开得越轨了，就会把帽子摘下往桌子上一放，这就说明这个会不再合法了，必须停止。如果会议执意继续进行，警察就会走到门外吹哨子，招警察，镇压随之而来。在德国，国家的压制和镇压促进了强大的工人阶级意识和社会民主党的形成，而民主却把社会民主党的斗争限制在合法渠道。由于德国国家的限制，以及德国农民和天主教势力对马克思主义的反感，德国的工人运动虽然强大，却没有走上俄国式的革命道路。

曼恩的分析并不是无懈可击，但是他的中心论点，即第二次工业革命以后，西方各国工人阶级政治的不同发展轨迹主要是由各国处理工人阶级运动的不同方式决定的，现在已经成为学界的一个共识。其实，曼恩的观点不但可以解释西方工人运动的发展，而且可以用于解释发展中国家工人运动的发展轨迹。比如，1927年以前，上海的政治性工人运动风起云涌，但在1927年“四一二”大屠杀之后，政治性工人运动在几年内就明显式微，取而代之的是一些在合法渠道下进行的经济性罢工和大量由国民党“工整会”在其中穿针引线的劳资协调。对于这一现象，国内传统的解释是当时共产党的城市工作出现了李立三路线，他们搞城市暴动并组织了许多公开的以共产党为中心的示威和游行，结果招致国民党的血腥镇压和白区工人运动的严重挫折（刘明达、唐玉良1998，第4卷，第2章）。李立三路线当然是导致1930年前后上海工人运动失败的一个原因，但可能不是关键原因。上海共产党工人运动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国民党当局处理工人运动的有效性。1927年以前军阀当道期间，军阀对工人运动这一新生事物并不知道如何对待，各个军阀根据各自不同的政治倾向对工人运动或镇压，或容忍。而且，当时工人运动的背后有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支持，因此搞得轰轰烈烈。“四一二政变”后上台的蒋介石政权与传统军阀有着很大的区别。蒋介石政权反对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但它不是反对一般意义上的工人运动，而是自己有一套关于工人运动的理念和领导班子。因此，“四一二政变”后，国民党一方面镇压共产党领导的工会，另一方面又在其控制下建立了大量以经济利益为主要诉求的“黄色工会”甚至是“白色工会”。国民党在控制工人运动时还运用了大量法律手段。他们颁布了《劳资争议处理法》、《工厂法》、《团体协约法》和《工会法》。我们可以说，这些法律都是出于国民党对剥削关系的保护，但同时也必须看到，这些法律也在一定程度上成了缓解劳资冲突的法律依据。比如1930年3月《劳资争议处理法》正式颁布后，上海地区的罢工事件大大减少，而劳资纠纷通过协调解决的数量则大大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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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足见国民党当时的劳工政策的有效性。从某种意义上说，当时白区共产党采取激进政策很可能是迫不得已而为之。由于国民党胡萝卜加大棒的工运政策，中国共产党的白区工人运动在李立三路线推行之前已经在走下坡路，而“黄色工会”的势力在中国许多城市则不断发展。也许正是在这种压力下，李立三路线下的白区工运才会提出诸如“坚决反对黄色工会”和“消灭黄色工会”等口号与目标（刘明达、唐玉良1998，第4卷：137）。

认同感与社会运动

曼恩的分析中有一点与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相似，即，他们都认为建立广泛的工人阶级认同感是一个国家工人运动发展的关键。所不同的是，马克思认为工人的阶级认同感会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发展，而曼恩则认为工人阶级认同感的发展受制于国家对待工人运动的态度。事实上，每个社会运动都有自己的目标，而社会运动又是需要人来加入的，因此，怎样使人能认同某一社会运动的目标并加入，一直是社会运动研究者和运动积极分子关心的一个重点。随着西方新社会运动的兴起，社会运动参与者的集体认同感这一问题又被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Armstrong 2002；Calhoun 1991；Cohen 1985；Friedman and McAdam 1992；Larana，Johnston and Gusfield 1994；Melucci 1985，1989；Touraine 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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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曼恩对西方各国工人阶级运动的不同发展状态的分析，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也是对为什么各国工人阶级会形成不同认同感这一问题的解释。因此我想借此机会就目前西方的集体认同感研究做一个简短的探讨。

西方学者对集体认同感在社会运动中的重要性的强调，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政治性工人运动的衰微和新社会运动（New social movements）的兴起。新社会运动指的是像女权运动、环境运动、和平运动、同性恋运动、反堕胎运动等20世纪60年代后在西方兴起的社会运动。与以前的社会运动相比，新社会运动参与者之所以参加这些运动并不是出于个人物质性的被剥夺感和不公平感，他们的目标也不具有共产主义那样的社会宏图。新社会运动又叫认同感政治。顾名思义，许多新社会运动成员参加运动的目的，就是要公开表示自己对某一社会身份的认同，要求社会对他们所认同的某一身份或价值表示尊重或支持。比如，一个同性恋者一旦参加同性恋运动，就等于向社会公开承认其同性恋认同身份，并要求社会给予其身份一个与其他社会身份平等的地位。新社会运动的这一特征突出了认同感问题在社会运动中的重要性。西方学者强调认同感在社会运动中的重要性的另一个原因，是为了给社会运动的发展出谋献策。西方研究社会运动的学者一般都有左派倾向，对许多进步性的社会运动抱有很大的同情。他们清楚地知道构造集体认同感是任何一个社会运动成败的关键（Melucci 1989），因而自然会为建立集体认同感摇旗呐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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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正是由于上述原因，强调认同感在社会运动中的重要性的学者都有这样一种倾向：其研究往往流于对集体认同感在社会运动中的重要性进行泛泛而论的解读。他们会把一个社会中客观的人群分类，直接等同于这些人群中每个个体所具有的自我认同感，并进而直接把这种“认同感”等同于人们对社会运动的加入。但问题是，一个人客观的社会身份不等于主观的认同感，一个人的自我认同感也不是纯粹的，一个人有多少不同的社会关系就有可能有多少不同的认同感（Tilly 2002：11）。认同感也不简单地等同于行动，我是一个工人并不等于我具有工人阶级意识。即使我具有一定的工人阶级意识，这也不等于我一定会去参加与我的这一认同感相应的某个工人运动。因为我还有许多其他的认同感（如我是老板的同乡、在厂里属于高级工人，等等）和相应的社会责任及利益（比如家里上有老下有小）来牵制我的行动。我甚至可能会出于自私而不参加一个风险比较大的活动。因此，这种简单强调认同感的重要性并把“认同感”等同于社会运动参与的做法非常不利于社会运动研究的发展。作为社会学家，我们应当把重点转移到解释某一认同感在历史上是怎么形成的这一类问题上。用实证主义的语言来说，我们应当把认同感从一个解释人们为什么加入社会运动的“自变量”转变为一个被解释的“因变量”。我们的研究重点应放在下面一些问题上：为什么社会运动成员的认同感在有些社会运动中比较容易建立，而在另外一些社会运动中则难以建立？为什么有些集体认同感比其他认同感更容易（或更难）建立和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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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同样一个社会运动，为什么社会运动成员的认同感建构在有些国家或情境下能成功，而在另一些国家和情境下却失败了？西方研究社会运动成员的认同感的学者绝大多数未能以这种分析性的思路来思考问题，而曼恩的工作为我们怎样更有意义地研究社会运动参加者的认同感这一问题做出了表率。


问题思考


（1）为什么“历史是一个有规律的混沌”？如果你同意曼恩的这一观点的话，你认为我们应该有一个怎么样的社会学理论？

（2）西方工人阶级在历史上曾经采取了哪些斗争策略？他们为什么在众多策略中首先选取比较保守的策略为自己谋取利益？

（3）在镇压工人阶级运动这一问题上，美国与俄国有什么区别？这些区别分别导致了什么样的后果？如果把镇压手段和导致的后果看做一种因果联系，这其中的机制是什么？

（4）为什么认同感的建立是社会运动发展的关键？当前西方认同感研究中的误区在哪儿？我们应当怎么展开社会运动认同感的研究？

（5）举出10个不同的认同感的例子，并说明这其中哪些认同感比较容易建立，而哪些则比较难以维持？


参考文献


刘明达、唐玉良（主编），1998，《中国工人运动史》（第四卷），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

Aminzade，Ronald. 1993. Ballots and Barricades：Class Formation and Republican Politics in France，1830～1871
 .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Armstrong，Elizabeth A. 2002. Forging Gay Identities
 .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Biernacki，Richard. 1995. The Fabrication of Labor：Germany and Britain，1640～1914
 .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ourdieu，Pierre. 1999.“Rethinking of the State：Genesis and Structure of the Bureaucratic Field.” Pp.53～75 in State/Culture：State-Formation after the Cultural Turn
 ，edited by George Steinmetz. 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Calhoun，Craig J. 1981. The Question of Class Struggle：The Social Foundations of Popular Radicalism during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1983.“The Radicalism of Tradition：Community Strength or Venerable Disguise and Borrowed Language？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8：886～914.

——. 1991.“The Problem of Identity in Collective Action.” Pp.51～75 in Macro-Micro Linkages in Sociology
 ，edited by Joan Huber. Newbury Park，Cali.：Sage.

Cohen，Jean L. 1985.“Strategy or Identity：New Theoretical Paradigms and Contemporary Social Movements.” Social Research
 52：663～716.

Friedman，Debra and Doug McAdam. 1992.“Collective Identity and Activism：Networks，Choices，and the Life of a Social Movement.” Pp.156～173 in Frontiers in Social Movement Thtory
 ，edited by Aldon D. Morris and Carol McClurg Mueller. 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

Hanagan，Michael. 1989. Nascent Proletarians：Class Formation in Post Revolutionary France
 . Cambridge，Mass.：Basil Blackwell.

Jones，Gareth Stedman. 1983. Languages of Class：Studies in English Working Class History，1832～1982
 .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Katznelson，Ira. 1985.“Working-class Formation and the State：Nineteenth-Century England in American Perspective.” Pp.257～284 in 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
 ，Edited by Peter Evans，Dietrich Rueschemeyer，and Theda Skocpol.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Katznelson，Ira，and Aristide R. Zolberg，eds. 1986. Working Class Formation
 .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Koo，Hagen. 2001. Korean Workers：Culture and Politics of Class Formation
 . 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Kornai，Janos. 1959. Overcentralization in Economic Administration：A Critical Analysis Based on Experience in Hungarian Light Industry
 .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89. The Socialist System：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sm
 .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Larana，Enrique，Hank Johnston，and Joseph R. Gusfield. 1994. New Social Movements，from Ideology to Identity
 . Philadephia：Temple University Press.

Lipset，Seymour Martin. 1983.“Radicalism or Reformism：The Sources of Working-Class Politic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77：1～18
 .

Mann，Michael. 1986. The Sources of Social Power，vol.1：A History of Power from the Beginning to A.D. 1760
 .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93. The Sources of Social Power，vol.2：The Rise of Classes and Nation-states，1760～1914
 .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Fascists
 .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The Dark Side of Democracy：Explaining Ethnic Cleansing
 .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Marks，Gary Wolfe. 1989. Unions in Politics：Britain，Germany，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Nineteenth and Early Twentieth Centuries
 .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Melucci，Alberto. 1985.“The Symbolic Challenge of Contemporary Movements.” Social Research
 52：781～816.

——. 1989. Nomads of the Present：Social Movements and Individual Needs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 Philadelphia：Temple University Press.

Perry，Elizabeth J. 1993. Shanghai on Strike：The Politics of Chinese Labor
 . 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Roth，Guenther. 1963. The Social Democrats in Imperial Germany
 . Totowa，N.J.：Bedminster Press.

Szelenyi，Ivan. 1986.“The Prospects and Limits of the East European New Call Project.” Politics and Society
 15：103～114.

Taylor，Verta and Nancy E. Whittier. 1992.“Collective Identity in Social Movement Communities：Lesbian Feminist Mobilization.” Pp.104～129 in Frontiers in Social Movement Thtory
 ，edited by Aldon D. Morris and Carol McClurg Mueller. 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

Thompson，Edward Palmer. 1968.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 Harmonds-worth：Penguin Books.

Tilly，Charles. 2002. Stories，Identities，and Political Change
 . Lanham，M.D.：Rowman and Littlefield .

Touraine，Alain. 1985.“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Social Movements.” Social Research
 52：749～788.




 [1]
 以他们对东欧早期共产党国家的经济改革的观察和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念为基础，科奈（Kornai 1959，1989）和泽林尼（Szelenyi 1986）断言经济改革在共产党政体中无法取得成功，因为在改革过程中，国家由于难以割舍的利益关系，总要设法挽救那些没有效率的工厂。显然，从中国的改革历程来看，他们的这种结论是难以成立的。


 [2]
 比如，在一篇短短的文章（Bourdieu 1999）中，布迪厄就用了五个不同的资本概念：暴力资本（capital of physical force）、经济资本（economic capital）、信息资本（information capital）、符号资本（symbolic capital）和司法资本（juridical capital）。这些概念既包罗万象又无本体意义，与物理学中的“以太”这类概念无异。正如我在下一章中所言，从这类概念出发做社会科学研究，不要说社会学，就连整个社会科学都可以变成“资本学”。


 [3]
 美国政府这种严厉镇压的传统一直保留到今天。比如20世纪60年代美国发生以学生为首的公民权运动时，为了镇压肯特大学的学生运动，美国政府甚至出动了直升机、装甲车和国民军。国民军到达肯特大学所在地后，马上开枪镇压并不断打破街道两旁房屋玻璃并随意向房屋里扔烟幕弹。整个事件中，四名学生被打死，毁坏财产无数。


 [4]
 该法律规定，劳资发生争议后必须先调解，调解不成仲裁；在调解和仲裁期内，“雇主不得停业或开除工人，工人不得罢工”。


 [5]
 集体认同感是一个集体中的成员对自己的身份所持有的一个共同的定义。集体认同感的核心是“我是谁”或“我们是谁”以及“我们与其他社会成员之间的关系是什么”这一类问题。


 [6]
 即使有的学者本身并没有很强的意识形态关怀，他们的工作也常常流于描述。比如在泰勒和威梯尔的文章中（Taylor and Whittier 1992），他们的全部工作就是为我们描述一个事件：美国的一个女同性恋组织的发展过程就是一个不断打造集体认同感的过程；参与打造这一个集体认同感的并不是一小撮运动的领导人，而是该组织的全体成员。在该文中，作者们还提出了打造集体认同感的三个方面：界限、意识和谈判。这些结论即使是对的，也只是对一些不变因素的描述，而科学的主要目的在于分析和解释变异。更重要的是，这些对同性恋运动中某些现象的描述根本就不具有普遍意义。比如，作者强调该组织中的全体成员都积极参与了该组织同性恋认同感的打造，这一结论顶多适用于一些精英型新社会运动，大多数传统社会运动（比如工人运动）的认同感打造过程则主要是由组织社会运动的精英来完成的。


 [7]
 例如，民族认同感因为有地域、种族、语言、文化、历史恩怨等因素作为基础，就要比阶级认同感容易形成得多。


第八章 搭便车理论与形式社会学方法

在前面，我们讨论了传统社会心理学的集体行为和社会运动理论（第三章）、社会变迁（第四章）、社会结构（第五章）、国家的结构和结构性行为（第六、七章）对社会运动和革命产生及发展的影响。从这一章起，我们将开始讨论20世纪70年代后在美国兴起的资源动员理论和政治过程理论，以及围绕这些理论的兴起和发展而产生的种种理论命题和研究方向。在讨论这些问题之前，我将对现代美国社会运动和革命理论的一个重要基础——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的逻辑》（Olson 1966）一书所提出的搭便车理论（free-rider problem），以及随之发展起来的形式社会学方法，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从本章起，本书所介绍的社会运动和革命理论将从宏观的结构理论转移到微观和中观的中层理论，学者们研究的重点也从社会运动和革命的起因转移到它们的发展进程和动态。议题主要集中在：物质和人力资源在社会运动的发起与发展中的作用；政治机会对社会运动的产生和发展的影响；社会运动的微观动员过程以及组织和人际网络在社会运动参与者动员过程中的作用；社会运动的语言和策略形式及其对社会运动发展的影响；文化、情感及认同感在社会运动中的作用；社会运动、媒体与舆论之间的互动关系。与此同时，他们的研究兴趣也从革命和传统社会运动转移到了新社会运动、民主化、社会运动社会（social movement society），以及跨国社会运动等新型议题上。这些社会运动研究的新近议题并不都与本章将探讨的搭便车理论相关，但搭便车理论是资源动员理论和政治过程理论早年兴起时的理论支柱，它的出现推动了形式方法（formal modeling）在社会运动和革命研究中的发展（如Chong 2000；Kim and Bearman 1997；Lichbach 1998；Marwell and Oliver 1984，1993；Marwell，Oliver and Prahl 1988；Oliver et al. 1985），并对思考许多理论和经验问题有重要意义。因此，我特辟专章探讨搭便车理论及其在社会学和社会运动研究中的重要理论意义、形式理论的发展及其局限性，以及什么是有意义的形式理论研究。

搭便车理论

要理解搭便车理论，首先必须理解什么是公共物品（public goods）。公共物品指的是一经产生全体社会成员便可以无偿共享的物品。公共物品十分常见。比如说，在现代社会中，国防、不付费公路、社会福利、公共教育、法律和民主都是常见的公共物品。社会上的大部分物品都不是公共物品，比如我们在商厦里面看到的琳琅满目的商品，除非偷抢，不付钱就不能获取。虽然社会多数物品不是公共物品，公共物品却是我们整个社会和文明得以存在的关键。比如国防这一公共物品，如果没有，侵略者想打就打进来了，整个国家势必灭亡。公共物品问题和与之相应的搭便车理论在集体行动和社会运动研究中之所以重要，是因为社会运动和革命的目标，如民族独立、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民主自由、男女平等、提高工作待遇、环境保护，等等，都是公共物品。

奥尔森搭便车理论的中心论点是：公共物品一旦存在，每个社会成员不管是否对这一物品的产生做出过贡献，都能享受这一物品带来的好处。公共物品的这一特性就决定了，当一群理性的人聚在一起想为获取某一公共物品而奋斗时，其中的每一个人都可能想让别人去为达到该目标而努力，而自己则坐享其成。这样一来，就会形成中国俗语所说的“三个和尚没水喝”的局面。这就是所谓的搭便车困境。由于存在着以下机制，奥尔森认为搭便车困境会随着一个群体中成员数量的增加而加剧：①当群体成员数量增加时，群体中每个个体在获取公共物品后能从中取得的好处会减少。②当群体成员数量增加时，群体中每个个体在一个集体行动中能做出的相对贡献减少（如果只有两个人时你能提供二分之一的贡献的话，在一个一百人的群体中你只能提供百分之一的贡献）。这样，因参与集体行动而产生的自豪感、荣誉感、成就感等感觉会降低。③当群体成员数量增加时，群体内人与人之间进行直接监督的可能性会降低。也就是说，在大群体内，一个人是否参加某一集体行动往往无人知道。④当群体成员数量增加时，把该群体成员组织起来参加一个集体行动的成本会大大提高。也就是说，大群体需要付出更大的代价才能发起一场集体行动。因此，在一个大群体中，虽然每一个人都想获取一种公共物品，但每个人都不想因此而付出代价。这就是搭便车困境。

搭便车困境现在已经成为一个常识，但在该书刚发表时，它对研究社会运动和革命的学者的震动却是很大的。因为当时的大多数社会运动和革命理论，其逻辑与搭便车理论正好相反。比如，马克思就认为，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工人阶级的人数会增多，发生工人运动的可能性也越大。勒庞的社会心理学理论也指出，随着人数的增多，人与人之间的感染力会越来越大，每个人会越来越激动，他们发起集体行动或社会运动的可能性也就会越来越大。但是，现在，奥尔森的理论却告诉我们：群体中的人越多，每个人参加集体行动的可能性就越小。

奥尔森在他的书中提出了一系列解决搭便车困境的途径。其基本思路是，集体行动所追求的目标是公共物品，而公共物品所提供的只是一种集体性激励（collective incentive），既然集体性激励不足以让一个理性的人为获取某一公共物品而奋斗，那么选择性激励（selective incentive）就很有必要。所谓选择性激励，就是如果你不参加某一集体行动就不能得到或将失去的东西。奥尔森所提出的选择性激励有三种。其一可概括为“小组织原理”。当一个组织或社会网络的成员较少时，其中某一成员是否加入对集体行动的成败会有很大的影响。同时，由于组织或社会网络的成员不多，大家对某个成员是否参加某一行动心里都很清楚。如果一个成员没有参加该集体行动，那么他就不能获得该组织或网络向那些积极参加组织活动的人提供的种种奖励，甚至会在该组织中被边缘化。

其二可称为“组织结构原理”。该原理的核心思想是，一个组织如果很大，那就必须分层；就像党组织一样从中央到地方，从党委到总支再到支部，一层层地分，到最后的支部一级，成员数就很有限了。这样，在每个基层组织中，成员就能相互监督，是否参加集体行动与个人利益也能较好地挂钩。这实际上是回到了前面的“小组织原理”。

第三个选择性激励机制可概括为“不平等原理”。简单地说，就是组织内部在权力、利益、贡献和分配上都不能搞平均主义。这样，一个人在组织中所获得的权力和荣誉就有可能成为促使他/她为组织多做贡献的选择性激励机制。一个人如果能够独力为某组织取得某一公共物品提供一笔关键资金并从中获取荣誉，那么这个人就有可能独自为某一事业做出贡献。中国大学中随处可见的邵逸夫楼、李嘉诚基金、光华学院等，就是例子。

奥尔森可能没有完全意识到，他的三个解决搭便车困境的方法实际上都是从组织角度入手的。奥尔森告诉我们，如果想要获取公共物品的话，我们必须有组织并且必须使该组织中的有些成员享有更大的权力和荣誉；特别是，当组织规模很大时，该组织内部还必须分层分工，以使组织内部的每个分支结构都符合小组织原理。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搭便车理论就是一个组织学理论。奥尔森的这些解决搭便车困境的方法背后有着很强的精英政治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他的理论印证了米歇尔在《政党》（Michels 1962）一书中的观点，即大型组织一般会形成复杂的结构以及根据地位高低和利益多寡而划分的等级（参见第五章）。只不过，奥尔森更强调这种精英组织的合理性，认为只有这种形式的精英组织才能解决搭便车困境。

奥尔森的理论一经发表，马上在许多研究领域造成很大的轰动。在社会运动研究领域中，造成这种轰动的背后有两个原因。其一是奥尔森的理论假设了人是理性的动物，新一代带有左派倾向的社会运动和革命的研究者如获至宝，把它作为理论武器，用来批判强调非理性和情感因素的传统集体行动和社会运动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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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二是奥尔森的理论实际上强调了组织在社会运动动员中的重要性。新一代学者正好可以用其作为批判康豪瑟的大众社会理论及其他社会崩溃论（the breakdown theory）（见第五章）的武器。但是同时，奥尔森的理论也招来了各方的批判。

对搭便车理论的评论

反对奥尔森理论的人一般都从这样一个直观事实开始，即，如果奥尔森是对的，那么，在现实社会中我们应该既看不到社会运动也看不到各种为获取公共物品而发起的集体行动。而事实是，各种形式的集体行动、社会运动和革命，以及人们为获取各种公共物品而做的努力比比皆是。在这些直观常识的指导下，人们对搭便车理论进行了各种批判和修正。此类文章和书籍多如牛毛，但基本上都是从以下三个角度入手的（注意，任何形式的批判差不多都可以从这三个方面着手）。

第一，在奥尔森理论的种种假设上做文章，指出其中有些假设是有误的。比如，奥尔森的导致搭便车现象的四个机制中，有一个是：“当群体成员数量增加时，群体中的每个个体在获取公共物品后能从中取得的好处将会减少。”对于这一机制，马威尔和奥立弗（Marwell and Oliver 1993）就提出，现实生活中有两种公共物品。第一种公共物品，如公路、公共图书馆、公园等，在群体成员数量增加时它们的好处的确会减少。不难想见，如果一条公路被车堵得寸步难行时，开车甚至会比走路都慢。他们把这类公共物品称为“零和型公共物品”。但是，世界上还有一种“非零和型公共物品”。顾名思义，所谓“非零和型公共物品”，就是当享用这些公共物品的人的数量增加时，群体中每个个体从中能获取的好处并不会减少。和平、民主、法制就是这样的公共物品。比如和平，我们并不会因为有更多的人享受和平就觉得和平的好处减少了。马威尔和奥立弗认为，对于非零和型公共物品，人们团结起来去争取其实现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增加。

第二是指出其他社会机制，特别是一些能抵消搭便车困境影响的社会机制在形成集体行动过程中的作用。比如，马威尔和奥立弗就指出，在集体行动形成过程中还有一个临界点机制（threshold），即当加入某一集体行动的人越多时，人们对加入此行动的顾虑会越来越小，而不加入这一行动所需承受的压力则会越来越大。因此，一旦越过这个临界点，奥尔森的公共物品困境根本就不是一个问题。为此，他们提出了关键群体（critical mass）理论（Marwell and Oliver 1993）。此外，费尔曼和甘姆森（Fireman and Gamson 1979）进一步把选择性激励区分为外在选择性激励和内在选择性激励。他们把奥尔森理论中的那些以组织大小、结构和组织内权力分配为前提的选择性激励称为外在选择性激励，而把人们内心存在的团结感和忠诚感称为内在选择性激励。他们认为，奥尔森的理论过分强调外在选择性激励的重要性，从而忽视了认同感、团结感和忠诚感等内在选择性激励在社会运动动员中的作用。他们指出，人们一旦有了团结感和忠诚感，就不但不会为自己的得失斤斤计较，而且做出的牺牲越大，社会运动目标在他们心目中的价值就越大，目标实现后给他们带来的喜悦也就越大。因此，内在选择性激励也是解决搭便车困境的途径之一。

对奥尔森理论批判的第三个方面来自经验事实。美国政治学学会前主席奥斯特洛姆所著的《公共物品管理》一书可以算是一本比较经典的著作（Ostrom 1990）。我们知道，传统社会中有许多土地，特别是山地，是公有的。人们在这些土地上放羊、砍柴或进行其他维持生计的活动。奥斯特洛姆推理说，按照奥尔森的逻辑，人们很可能会滥用这些公共土地上的资源，但她对世界上各类传统社会进行研究后发现，滥用公共资源的现象并不普遍。在那些社会中，如果家里要烧柴，人们都知道什么季节能砍什么季节不能砍，并且人们一般也不会多砍，够用就行了，大家都非常遵守规则。为什么呢？奥斯特洛姆发现，传统社会对于那些不遵守规则的人有许多惩罚手段。比如，在春天，如果还没有到砍柴的季节有人就去砍柴的话，村里的人就会把这些人的行为看做是中邪了，甚至把这些人看做是巫婆而赶出村子。从这些发现出发，奥斯特洛姆对奥尔森的理论进行了批判。

我们应当怎么评价上面这些对奥尔森理论的批判呢？我想指出的是，以上三类批判，除第一类外，后面两类批判都是没有意义的。为什么？因为奥尔森的理论不是一个经验理论而是一个形式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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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奥尔森对人的行为做了理性选择的假设，并且在众多的社会结构中排除了其他结构因素的影响而仅仅选择了群体大小这一基本维度。奥尔森想知道的是，当这一群理性的人中每一个人都想获得某一公共物品时，他们的行为是如何受到群体大小这一因素影响的。他的结论是，当群体越大时，这群人中的每一个人就越有可能想让人家为获取公共物品而奋斗而自己则坐享其成，结果就造成了“三个和尚没水喝”的局面。这种建模和推理方法是典型的形式模型方法（关于形式理论的概念请参见第一章）。

我们知道，对一个理论的批判一般可以从四个角度入手：一是指出该理论在推导结论时所遵循的逻辑有误；二是指出该理论赖以成立的前提假设或者有误或者很不重要；三是指出经验现象与该理论的结论不符；四是提出比该理论能更好地解释某一经验现象的其他理论。在实际操作中，对一个经验理论的批判往往会集中在第三点和第四点上。在美国，只要是在比较好的杂志上发表的文章，明显的逻辑错误一般很少见。因为经验理论较少强调前提假设，因此也很少有人会从假设条件出发来批判一个经验理论。但是对于一个形式理论的批判和评价，我们却只能集中在前两点上。从经验或其他逻辑和社会机制出发来批判形式理论是驳不倒这些理论的。奥斯特洛姆对奥尔森理论的批判就是从经验出发的。奥斯特洛姆的工作实际上是支持而不是否定了奥尔森的理论，因为她的工作通篇都是讲传统社会中的人们一般不会做出违反传统的事情（即当一个搭便车者），因为传统社会中存在许多行为规范和强制性的组织力量（选择性激励），迫使人们遵守传统。从某种意义上说，奥斯特洛姆的工作可类似于一个生物学的大学生要做一个毕业论文，他同导师说要证明马尔萨斯人口指数增长模型是错误的，并用一个具体的生物生长实验（比如大肠肝菌在培养皿里的生长）来证明了他的想法。像这样的研究思路，在生物学中是连大学生论文都通不过的（因为所有的生物学家都知道指数增长模型仅仅是一个单变量理论模型），但在经济学中却能为奥斯特洛姆得到诺贝尔奖这样的殊荣，可见社会科学家方法论品位之低。

马威尔和奥立弗的关键群体理论，以及费尔曼和甘姆森的内在选择性激励概念也是在向奥尔森打乱炮。从积极的方面讲，这两种理论不过是指出，奥尔森所提出的种种组织原则并不是防止搭便车困境的唯一机制，但奥尔森从来没有说过那些组织原则是防止搭便车困境的唯一机制。

费尔曼和甘姆森强调团结感和忠诚感等因素在吸引人们加入一个集体行动过程中的作用。虽然这些因素的确在社会运动中有很大作用，但他们在使用团结感、忠诚感和认同感等概念时，不是已经不自觉地假设存在某种社会组织或网络力量了吗？否则，一盘散沙，向谁表示团结感和忠诚感？此外，团结感和忠诚感即使已经存在，仍然需要一定的组织支持。一旦失去组织和权力的支持，忠诚感和团结感就不可能长期维系。中国人常说的“树倒猢狲散”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就解决搭便车问题来说，忠诚感和认同感与奥尔森提出的组织原则并不矛盾。

最后，即使费尔曼和甘姆森的内在选择性激励概念完全能够成立，也与马威尔和奥立弗的关键群体理论一样，他们指出的仅仅是防止搭便车困境的另外一种机制。而事实上，我们还能举出产生集体行动的许多其他机制，比如剥夺感、意识形态、情感，等等。我们可以假设一个运动的领导和普通参加者加入运动的背后机制是完全不同的。我们也可以假设在社会运动的初期，有些人非但不搭便车，反而会抱着“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心情率先加入社会运动。需要指出的是，讨论社会运动动员的种种机制本身是不无益处的，但用它们来批判奥尔森的理论却是找错了对象，因为用其他理论或经验事实是否定不了一个形式理论的。

总结起来，在众多针对奥尔森理论的批判中，只有马威尔和奥立弗针对奥尔森理论中的一个假设的批判是合理的。的确，奥尔森的理论忽视了零和型公共物品和非零和型公共物品之间的区别，这为马威尔和奥立弗提出关键群体理论提供了机会。但正如前面所指出的，奥尔森的搭便车理论总共有四个机制，对其中第一个机制的部分否定并不能否定其理论的总体逻辑。

既然不能从经验事实，也不能从其他逻辑和社会机制出发来批判或评判形式理论，那么，如果把一些在前提假设、机制设定和推理过程上均没有问题的形式模型放在一起，我们怎么才能判别这些形式模型之间的优劣呢？关于这个问题，我在导论中已经提及，判定一个形式模型优劣的重要依据在于这个模型的假设是否抓住了人类活动结构的若干关键本质；模型的假设越关键，该模型就越重要。奥尔森的搭便车理论抓住了一个很重要的结构变量，即人群的数量，以及一个重要的因变量，即获取公共物品的可能性。提供或获取公共物品是许多社会赖以存在的关键，而人群数量的上升则为公共物品的获取增加了难度。奥尔森理论之所以重要，原因就在于此。人类文明之所以能够产生，就是因为人类能够组织起来为获取公共物品而奋斗。人类文明的发展也是由于人类组织能力和获取公共物品能力的提高。这也就是说，人类文明发展的每一步都是在解决搭便车困境的基础上得以实现的，文明发展的关键就是人类组织能力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搭便车理论在社会科学中具有核心地位。但是，正是因为人类文明发展的每一步都是在解决搭便车困境的基础上实现的，所以，在一个正常社会中，搭便车现象并不十分严重。因为正常的组织发展机制已经排除了搭便车现象普遍发生的可能性。这就是奥尔森在建构其理论时用的主要是逻辑推理而不是经验归纳的原因所在。但是，当人们放弃或背离社会发展过程中沉淀下来的一些重要组织要素时，搭便车困境就会变得普遍起来。例如，斯大林模式下的计划经济，由于劳动与分配脱节，干多干少一个样，生产任务成了公共物品，所以就出现了大规模的搭便车现象，即所谓的“吃大锅饭”。奥尔森的理论在社会运动和革命研究中之所以特别受到重视，也是因为搭便车现象在社会运动和革命中比较普遍。许多社会运动和革命是从社会的边缘生长起来的，主流社会中的组织有时很难为革命和社会运动所用，加上来自当权者的反对和镇压，参加社会运动和革命的代价往往会比其他社会活动高出许多，搭便车现象因此成为社会运动和革命研究中的一个主要问题。

博弈论与社会行动者模型

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的逻辑》一书出版时，博弈论还没有在经济学中得到广泛的应用，微分方程于是就成了奥尔森的主要数学手段。20世纪80年代，随着博弈论方法在经济学中的广泛应用，人们便用博弈论对奥尔森的搭便车理论进行重建和发展。整个过程大大推动了形式模型在集体行动研究中的发展。其中的开创性工作是由哈丁完成的（Hardin 1982）。

博弈论的基础是所谓的“囚徒悖论”。“囚徒悖论”的内容是，有两个人共同犯罪，但警察对他们的犯罪情况并没有掌握确凿的证据。于是警察就把他们关押在两个独立的房间里，叫他们各自交代罪行。两个囚徒对自己的处境很清楚：由于警察并没有掌握他们犯罪情况的确凿证据，如果两人合作，都不交代的话，警察也只能将他们无罪开释。假设这两个囚徒都是小偷，并且偷的东西共有40个单位的价值，那么两个小偷各获取20个单位价值的财物却没有遭到法办，这种结局用博弈论的语言来说叫两个囚徒均选择了合作（见图8-1）。但这两个囚徒心里也清楚，如果一个人坦白而另一个人不坦白，那么，不坦白的一方（假设是A）就要被判20个单位时间的徒刑，而坦白的一方（B）就会被赦免。在这种情况下，A在博弈中所获得的是-20，而B获得的则是+20（假设被偷的东西已无法追回）。同理，如果是B不交代而A交代，那么B在这场博弈中所获的则是-20，而A获得的是+20。还有一种情况是A和B都坦白，坦白对于警察的意义就下降了，于是对A和B各给予10个单位时间的徒刑，或者说他们在博弈中的收获都是-10。在这种情况下，对两个囚徒来说，最大的效益应该是两人都坚持不坦白，但实际生活中的结果却往往是两个人都选择了坦白。因为两个人都会想，如果我不坦白而对方坦白的话，我就倒大霉了，但是如果我坦白而对方不坦白的话，我就会获得很大的好处。也就是说，两个囚徒为了追求自身的最大利益而选择了坦白这一策略，最后却获得了对双方来说都不是最好的结果。这就是经典的“囚徒悖论”。也许正是因为谙熟囚徒悖论的逻辑，中国人才会有这么一句俗语：“两个人偷一头牛不如一个人偷一只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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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1 囚徒悖论模型的得失矩阵

在博弈论中，这种囚徒博弈被称为“二人一次性囚徒悖论博弈”（two-person one-shot prisoner dilemma game）。以此为基础，哈丁把奥尔森的搭便车困境理论表述为一个囚徒博弈模型。我们假定一个社会运动（比如是一次为增加工资而进行的罢工）有n个人参加，假定这n个人全都参加了这次罢工，结果人多势众，罢工成功，大家工资都上涨10个单位（+10）。但是，罢工期间是没有工资的，参加罢工还要冒其他风险，所以可能会有一个人不想参加罢工，企图坐享其成，这就形成了一人不参加而其他所有人都参加的情况。但是，当参加罢工人数很多时，一个人参加与否无关大局，因此这场罢工最终还是会取得胜利。胜利后，不管是否参加罢工，所有人的工资都会增加。这时，参加罢工的人的收获是10个单位（+10），而没有参加罢工的人因为没有付出任何代价就涨了工资，我们可以假定他的收益为15个单位（+15）。既然是这样，那么，就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即大多数人都想搭便车，让人家去奋斗而自己坐享其成，以达到最大收益。结果，大家都选择不去参加罢工，并因此什么也得不到（0）。或者说，因为每个人都想得到15个单位的收益，结果每个人什么也没得到。从囚徒博弈模型来看，奥尔森的搭便车困境理论仅仅是一种特殊的囚徒博弈模型，即“n人一次性囚徒悖论博弈”。

相对于传统的数学方法，我们能够较为容易地改变囚徒博弈模型的结构，并在模型中加入不同的变量和假设。这样，关于公共物品问题的分析一下子就进入了一个新天地。近年来，以囚徒博弈模型为基础的计算机模拟模型（simulation modeling）在社会科学中得到了很大发展。一方面，我们可以在模型中加入各种社会结构变量以研究各种假设条件下人的行为的改变，这就是通常所说的“限制性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哈丁本人在这方面做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在人的行为模式上做文章，从这条路径发展起来的就是目前在美国逐渐走红的社会行动者模拟模型（agent-based simulation modeling）。在这方面，一个最为出色的开创性工作是阿克塞罗德1984年发表的《合作行为的发生》（Axelrod 1984）一书。

阿克塞罗德是密歇根大学政治系教授。他整本书的论点都是以下面这个试验为基础的：他邀请了不同学科的学者参加一个竞赛，参赛者需要与他人玩一个多次博弈的游戏，每一个参赛者在每次博弈时可选择与对方合作或者不合作。在二人博弈的情况下，每一次游戏结果的得失矩阵与图8-1基本相同。不同的是，在这个例子中，图8-1中的囚徒A和囚徒B需改成参赛者A和参赛者B，不坦白需改成合作，坦白需改成背叛。由于阿克塞罗德把哈丁的n人一次性模型改成了一个2人m次性模型，所以参赛者可以根据自己的不同知识背景来设计整个博弈过程的行为策略。有人可能在m次博弈中每次都选择了合作，有人可能会每次都选择背叛，有人甚至会让计算机帮他（她）随机选择策略，不一而足。阿克塞罗德想知道比赛结束后，采取哪一类策略的人总得分最高。结果是，当博弈次数很大（或者说博弈链很长）时，总得分最高的策略并不是我以上所列举的那些策略，而是一种被称为“一报还一报”（tit-for-tat）的策略。这种策略很简单，就是第一次总是采取合作，以后就跟着对方的上一次策略走。如果对方上一次采取的是合作，那么我这一次仍然采取合作；如果对方上一次采取的是不合作，那么我这一次就采取不合作。大家可以看出，“一报还一报”的策略与做一个有原则的好人差不多，即做人首先要与人为善，如果对方对你干了坏事你绝不能姑息养奸；但对方一旦认错并且有所行动，你就应该原谅他。

得到这一结果后，阿克塞罗德把它公布了出来，并邀请各学科的学者再次参加同样一个比赛。不同的是，这一次大家都知道“一报还一报” 的策略在上一次比赛中获得了第一名，于是专门针对这种策略去设计策略，就像打擂台一样，想办法打败它。但尽管如此，第二次比赛的结果还是“一报还一报”策略的总得分最高。阿克塞罗德于是就下了这样一个结论：由于“一报还一报” 这一策略显然是一个最优策略，因此，当博弈次数很大时，只要博弈的一方有理性学习能力，或者说虽然博弈的一方没有理性学习能力，但其“总得分”的高低能够转化成某种进化压力，迫使其行为产生“突变”的话，那么，在多次博弈过程中，博弈各方的行为就会趋同，即逐渐在博弈中采取合作这一策略。由于人类社会的基础就是各类合作性的集体行动，因此阿克塞罗德认为，他的这个实验揭示了人类合作行为得以形成和发展的基本动力。阿克塞罗德认为，只要博弈的次数足够多，即使是敌对的双方也会走向合作。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欧洲战场上的壕沟战。那时壕沟挖得比较浅，在壕沟中走路时如果不小心把头抬了起来就会遭到敌方士兵的冷枪。战争开始时，法、德两国的士兵互相用这一方法打死了对方许多人。但是到战争后期，双方士兵的行为都起了变化：如果一方的士兵头抬得太高，对方就对准他的头的上方打一枪警告一下，而不是把他打死。其中的逻辑是，这次如果我把人家打死了，下次我不经意间把头露出战壕时，人家也会把我打死。按照这一逻辑，双方士兵在敌对的场合下达成了实际的合作。阿克塞罗德强调，他的模拟结果不但能够用来解释人类社会中合作现象的产生，而且能够用于解释生物的合作性行为的产生。的确，生物学中有一个重要现象，即协同进化。其中一种协同进化的现象是，生物之间的捕食与被捕食关系在进化过程中可能发生如下演变：从捕食与被捕食关系（A消灭了B）逐渐转变为寄生与被寄生关系（A仍然容许B的存活），并最后转化为共生关系（A和B互相为对方提供增进存活的条件）。可以看出，在这样的协同进化中，原先敌对的捕食被捕食关系转化成了互利的共生关系。

与奥尔森的搭便车困境理论一样，阿克塞罗德的理论对我们理解现实生活中的许多现象很有启迪。比如，假冒伪劣、抄袭剽窃等机会主义行为目前在中国学术、生活和商业等许多领域非常盛行。这些问题的一个重要根源，就是中国社会变化太快，各种社会规则或者正在失去效力，或者尚未确立，或者时刻在变。现在大家遵守着某一规则，两年后可能就必须遵守另外一种规则。从阿克塞罗德理论的角度看，中国社会目前的迅速变化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博弈链非常短（或者说博弈次数m非常小），这就使机会主义行为成了事实上的最优选择，尽管这种行为给社会的稳定和发展都造成了非常大的危害。机会主义行为在多变环境中是优势行为这一理论在生物学中也可以找到例子。在生物与环境的互动关系中，当环境多变时，许多受到多变环境很大影响的物种（相当于博弈链很短）就会采取机会主义的r策略；当环境稳定时（相当于博弈链较长），许多物种就会采取k策略。采取r策略的物种，寿命较短，个体较小，大规模生殖，对后代却不照管，其生存行为可类比为不合作行为；采取k策略的物种，其生存策略正好与采取r策略的物种相反，其生存行为可类比为合作行为。我们人类就是一个典型的k策略物种，而大多数昆虫则是r策略物种。上述例子表明人类交往过程中规则稳定的重要性。

在日常生活中，有时候小商小贩的东西即使便宜我们也不敢买，而情愿多花一点钱去大商场买。因为在大商场买了假货，改日你还可以去找它，而小商小贩，隔天就可能再也找不着了。如果用阿克塞罗德模型的逻辑来分析就是，大商场因为没法跑，所以它与顾客之间的博弈链就很长，而小商小贩能够卖了就跑，所以他与顾客之间的博弈链就很短。因此，大商场只要想把生意做下去就必须保持信誉，而小商小贩就没有这种顾虑。

阿克塞罗德的工作证明，当博弈链加长时，参加博弈的人互相采取合作策略的可能性就会增加。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的理论是对奥尔森搭便车理论的一个补充。他告诉我们，要让一个人能积极加入集体行动而不搭便车的话，我们必须让这个人知道，他是否参加由某个团体发起的集体行动这一决策，仅仅是他与这个团体之间难以割断的关系的一环。这就是中国的大学生在参加集体行动这一问题上有时会有很大的动员潜力的原因。在中国大学中，六到八个学生同住一个宿舍，一住就是四年，这就意味着这些学生是处在一个博弈链很长的阿克塞罗德游戏中。在这种情况下，相互合作就成了他们的最优策略。因此，笔者在研究中国当代的学生运动时发现，如果大多数学生认为参与某一集体行动是正义的，这就会给不想参加的学生形成很大的压力，为了不致被孤立，许多人身不由己地卷入进去（Zhao 1998）。

囚徒博弈模型预测，囚徒在被逮捕后一般会出卖对方，但在实际生活中许多囚徒被捕后并不出卖同伙。他们互不出卖有很多原因，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囚徒A如果出卖了囚徒B，他就有可能遭到囚徒B出狱后或其在狱外同伙的报复。换句话说，囚徒A和囚徒B都知道他们之间的博弈可能不是一次性的。为此，美国政府专门有一个证人保护项目（witness reallocation program），那就是当政府需要某人为一个重要犯罪事实在法庭上做关键证词时，如果罪犯的势力很大，证人有顾虑，那么，作为回报，政府不但会对该证人的罪行不予起诉，而且会给他钱，把他的身份、名字等全部改掉，然后把他安置在一个安全的地方，让他在那儿过着舒适的生活。当然，美国的犯罪集团也会想方设法找到这个证人，并把他处死。梅尔吉布森主演的电影《线拴上的鸟》讲的就是这样一个故事。在这里，我们看到，作为对垒的双方，政府一心想把囚徒博弈的博弈链一刀剪断，让罪犯放心大胆地去背叛他的同伴；而犯罪集团则想把囚徒博弈的博弈链拼命拉长，让被捕的罪犯知道背叛同伴是没有好下场的。政府和犯罪集团之间谁输谁赢就看它们的权力和所控制资源的多寡了。从这个意义上讲，搭便车问题实际上是一个权力问题，解决搭便车困境的真谛在权力上。搭便车困境之所以成为社会运动和革命难以克服的一个难题，就是因为与当权者相比，社会运动和革命的组织者手中所拥有的权力和资源实在有限。

如上所述，在阿克塞罗德的2人m次博弈模型中，博弈链的加长会大大提高博弈双方合作的机会。但是，如果参加博弈的人数大大增加，情况就不同了。一个群体中的个体数超过一定规模之后，人与人之间进行直接监督的可能性就变得很小。也就是说，即使博弈链（m）很长，参加博弈的个体之间互相合作的可能性也不大。换句话说，阿克塞罗德的模型只能解释小规模合作行为形成的可能性，比如说，该模型能够解释采集社会和部落社会的形成，但不能解释国家的形成。从这个意义上说，阿克塞罗德的理论也仅仅是对奥尔森理论的一个补充，它们相互之间并不冲突。

形式社会学方法的问题和前景

20世纪80年代以后，关于形式模型方法的研究基本上沿着两个方向发展。第一个方向是，传统微观经济学的许多原理都是以微分方程方法为基础，有了博弈论方法后，经济学家用新方法把大多数传统原理重新发明了一遍。这是因为从数学上讲，博弈论模型要比微分方程更容易操作，从而能够在博弈论模型中加入更多的社会结构变量，各种以形式方法为基础的研究应运而生（如Levi 1988；Olson 1982）。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导致经济学的社会学化。第二个方向就是上面提到的社会行动者模拟模型。与第一种方向不同，社会行动者模拟模型赋予模型中的社会行动者以改变自身行为的能力。这样，许多微观社会学、社会心理学和社会生物学的原理就能通过种种对人的行为的假设而引入模型（如 Axelrod 1997；Kohler and Gumerman 2000；Young 1998）。最近，《美国社会学杂志》（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2005）就计算机模拟方法在社会学上的应用前景出了一个专辑，代表了这两个研究方向上的一些最新成果。但是，随着形式方法的发展，许多问题也暴露出来。在本章的最后一节，我想主要以社会运动和革命研究中的一些形式模型为例，谈几点看法。

最近，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用以形式方法建立起来的模型去预测和解释一些经验社会现象。其中有的模型比较复杂。他们在模型中加入许多以经验事实为基础的变量，力图建立一个能准确模拟或“预测”具体经验现象的模型。由倍兹等人所著的《分析性叙述》（Bates et al. 1998）一书就代表了这样一种倾向。有的模型则比较简单。他们力图抓住某一经验事物发展的最为主要的机制，然后以这一机制为基础建立形式模型，并用这一模型来模拟或解释经验事实。以上两种建模方法的主要目的，不在于揭示社会中存在的普遍规律，而在于模拟或解释经验事实，因此都可以被称为模拟模型（simulation model）。从某种意义上说，上述两种建模方法中的第一种已经不是形式模型而是我在导论中提到的半形式模型。因为这些模型都遵循这么一个假设，即，如果我们假设人是理性的，并且具体社会现象的发展是由众多理性社会行动者的行为决定的，那么，我们在此基础上建立的模型能在多大程度上解释一个具体的社会现象，就意味着这个模型有多大的效力。然而，不管所建立的模型是复杂的还是简单的，只要其目的不在于揭示一个带有普遍性的社会机制，而是模拟或解释某一具体的社会现象，特别是较为复杂的社会现象的话，其价值就十分有限。

具体地说，由于以下原因，用建立形式模型的方法来模拟、解释或预测具体经验事实，特别是复杂的经验事实是不明智的。第一，许多人搞不清楚博弈论与理性选择理论之间的区别和联系，因此，如果一个博弈论模型的模拟或预测结果与某一经验事物的最终结果相符，他们就会认为这证明了该模型所模拟的经验现象中的人的行为是理性的，否则就不是。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因为博弈论模型计算的只是一个逻辑。在这个逻辑中，博弈者（可以是人也可以是生物）的行为基础可以是理性选择，可以是进化压力，也可以是在一定文化支配下的情感过程。比如剧院着火后观众惊恐逃窜的现象，正如我们在第三章中所分析的，完全可以用博弈论方法加以模拟，但决定这一现象的行为机制却既可能是理性选择，也可能是生物本能。我们在上面所讨论的阿克塞罗德模型是一个典型的博弈论模型，但阿克塞罗德却把该模型的模拟结果同时用于解释人类社会和生物种群合作行为的产生。显然，在阿克塞罗德的眼里，博弈论方法展现的仅是一个事物背后的结构逻辑，而不是博弈者行为背后的微观机制。正因为博弈论方法并不需要理性选择这一目的论式的假设，所以它才会在目前的理论生物学中得到广泛运用（因为生物学家是反对任何形式的目的论的）。换句话说，经验型的博弈论理论顶多是一个唯象理论。

第二，我们可以说，虽然博弈论逻辑所模拟的不是博弈者行为背后的微观动机，但如果我们能用博弈论方法来正确演绎一个经验事物的动态的话，那么，这一方法在经验分析中仍有很大的用武之地。问题在于，即使一个博弈论模型完全模拟了某一经验事物的动态，我们也根本无法知道这一模型内在的结构逻辑所展现的是否就是真正的经验逻辑。这里面首先有个“多对一”（equal-finality）的问题。一个复杂的经验事物的发展往往是由许多社会机制的综合因素决定的，但由于这些社会机制的作用有时会是在一个方向上，因此，如果用形式模型来解释一个复杂经验事物的动态，我们往往可以创造出几个甚至是几十个模型来解释同一种现象。举例言之，在威权国家中，许多社会运动往往以被镇压而告终。对于诸如此类的具体结局，我们可以建立许多形式模型来解释。比如说，我们可以在一个博弈论模型中假设，这场运动中的政府和运动参加者都想有个妥协的结局，但是，由于他们之间无法进行流畅的信息交流，结果导致冲突加剧和镇压；我们也可以假设，在这场运动中政府和运动参加者之间的信息交流没有问题，但相互之间却缺乏信任，导致这些信息的效用大大降低，结果也会导致冲突加剧和镇压；我们还可以把政府要员分成保守派和温和派，把运动的积极分子分成激进派和稳健派，这样，我们只要在模型中假设保守派在政府中最终占了上风，或激进派在运动参与者中最终占了上风，或双方各是保守派和激进派分别占了上风，模型的最终模拟结果都是一样的：镇压。甚至，我们可以把一个运动中博弈的双方改成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假设在运动过程中，地方政府因为受到来自运动的直接压力而催促中央政府尽快拿出解决办法，这也会迫使中央政府采取强硬措施。我想，读者们还能继续为“运动被镇压”这一结局再设计出许多博弈论模型来。这不是故弄玄虚，而是事实。关于欧洲新教运动的兴起、关于中国或东欧现代社会运动和革命的结局，学界曾建立过种种不同的博弈论模型（如Deng 1997；Hovil and Werker 2005；Karklins and Petersen 1993；Shiu and Sutter 1996）。这类文章本身质量有好有坏，但它们一般都很少能够增进读者对作者所欲解释的经验事物的理解。总之，由于许多数学逻辑都能模拟一个相同的经验逻辑，因而建立一个能正确模拟经验事物的模型并不等于解释了这一经验事物。

有人可能会说，定性的经验理论存在同样的“多对一”困境。在现实生活中，我们肯定都见过许多在逻辑上能很好地解释某一经验事物，但事实上却往往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定性经验模型。不过，对于定性经验理论来说，这至少不是在方法论上不能解决的问题，因为与数学经验模型相比，定性经验理论有着大得多的叙事上的可塑性。在定性的经验理论模型中，我们可以较为容易地扩大被解释的经验问题的范围，从而增强模型的解释能力。我们也可以比较容易地在模型中加入更多的结构性因素，甚至是历史性因素（比如结构性因素在事物发展过程中所发生的性质和重要性的转变、路径依赖、转折点、意外事件，等等）以及人类学因素（人们对一个正在发生的历史事物的不同理解导致历史结果的不同）。这些都是定量模型比较难以做到的。在数学经验模型中，不要说是加入历史性因素，即使增加若干结构性因素，许多数学模型就会变得无解；或者即使有解，那些解本身也会变得难以理解和解释。并且，随着具体结构变量的不断加入，这一定量模型会越来越像是专门为某一特殊的经验事物而建立的（add-hoc theory），从而失去了数学模型固有的理论抽象力，结果是理论和经验两头不着边。因此，建立复杂数学模型来逼近经验事实的取向，我认为是不可取的。

有时候，一个本身很有价值的形式模型，由于建立者不懂形式模型与经验解释之间的关系，往往会一本正经地用它去解释许多复杂的经验事物，从而得出许多可笑的结论。比如，库冉在20世纪90年代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和著作（如Kuran 1991，1995，1997），在美国颇有影响力。他的这些著述都围绕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许多事物的发展往往会从安然无事一下转换到崩溃的程度？库冉认为，这是由于“皇帝的新装”这一机制在社会中的普遍作用。库冉把“皇帝的新装”这一机制用博弈论模型进行了表述。他认为，在许多情况下，一个公司、国家或其他实体中的许多成员其实早已知道内部已经出现危机，却无人敢说或无人想说，危机因此愈演愈烈。这时，如果有人像《皇帝的新装》里的那个小孩一样突然站出来指出已经存在的危机，其他人往往会相继跟上，于是这个在局外人眼里还是一片太平的实体就突然走向崩溃。库冉的这一模型本身还是很有价值的。在思想和言论受到很大压制的社会、政治或经济实体中，困难和危机往往会积压，这就为突然崩溃创造了可能性。但问题在于，库冉相当天真地认为，世界上许多雪崩型事件的产生主要是由于“皇帝的新装”这一机制的作用。他甚至试图用这一简单的机制来解释东欧共产党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初突然垮台这样一个复杂的历史现象。他认为，正是由于这一机制的作用，像东欧共产党国家突然垮台这类现象才变得不可预测（Kuran 1991，1995）。对于这种幼稚的论点，我没有专门进行反驳的必要。我在这里想强调的是，我并不认为“皇帝的新装”这一机制在某些东欧国家走向崩溃的过程中一点作用也没有，但对东欧共产党国家的历史稍有了解的人都会知道，事实比他的模型要复杂得多。

既然发展形式模型的主要目的并不在于解释具体的经验社会现象，一个形式模型的质量也不能据其能否预测经验事实来衡量，那么，我们应当用什么标准来评价一个形式模型的质量呢？这个问题很重要。目前美国的一些社会科学家，特别是经济学家，正在源源不断地创造出难以尽数的形式模型，但多数模型发表之后就如泥牛沉海，很少能像奥尔森的搭便车理论一样引起广泛的兴趣。为什么？正如前面已经多次阐述的，判别形式模型质量的一个最重要的准则，就是看这个模型的假设是否抓住了人类社会活动结构的关键性本质。许多已经发表的形式模型之所以折戟沉沙，关键就在于这些模型的出发点没有多大意义，建模几乎成了数学游戏。为了加深读者对这个问题的理解，下面不妨再举两个例子。

1999年，《美国社会学杂志》发表了一篇试图把网络理论与博弈论结合起来研究集体行动的文章（Chwe 1999）。该文根据网络成员的人数，把人际网络分成不同的类型，然后看在不同的网络结构下人们参与集体行动的可能性的变化。这篇文章的逻辑本身非常漂亮，但问题是，如果作者不能证明他所假设的网络结构是社会网络和组织的基本元素，其他更复杂的网络结构和组织形态以及与之相应的集体行动发生方式均是这些基本结构的组合，那么这篇文章的理论意义就很有限了。还有一篇文章从另一个角度探讨了社会运动的参与（Kim and Bearman 1997）。这篇文章把社会运动的参加者分成三类：首先加入社会运动的积极分子，跟在积极分子后面参加运动的追随者，以及最后加入运动的大众。在这个分类体系下，该文建立了一个集体行动加入规律的形式模型。这篇文章的问题是，是不是社会运动的参加者就一定能分成这三种人？是不是有的社会运动有人登高一呼，群众就一哄而上，从而根本就没有一个三部曲式的过程？更重要的是，这个分类系统在多大程度上抓住了社会运动动员的关键？显然，并不是所有的社会运动参加者都可以分成这几类；这一分类系统所抓住的不过是社会运动的发生、发展过程中不那么重要的一个侧面。一旦分类系统本身的意义不大，以此为基础建立的形式模型的价值就十分有限了。
 
[3]



已如前述，奥尔森的搭便车理论之所以重要，在于抓住了公共物品的获取这样一个具有重大社会意义的问题。而阿克塞罗德模型之所以重要，在于它在奥尔森理论的基础上又引进了博弈链长度这一十分重要的结构变量。人是社会动物，人与人之间的不断交往犹如博弈链的延长，而博弈链的长短会对人的行为产生根本性影响。阿克塞罗德模型因此抓住了人类社会结构中的另一个关键本质，也就奠定了该模型在理论上的要津地位。

在本章结束前，以我对形式模型的有限理解，我想斗胆向对形式模型有兴趣的读者提出三个建议，也许有助于你走向成功。第一，一个重要的形式模型必须有一个重要问题。这一问题必须是普遍的和跨学科的，而不是仅仅适用于解释集体行动或其他具体的社会现象。奥尔森的理论之所以这么重要，就是因为公共物品是整个人类文明得以存在的基础，而阿克塞罗德理论的重要性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合作现象在人类社会中的重要性。

第二，中外文明流传下来的俗语等民间智慧中有许多是人类对一些重要社会机制的总结。因此，根据这些民间智慧的启发来建立形式模型往往是成功的捷径之一。奥尔森的模型其实就是我们常说的“三个和尚没水喝”的数学表达；阿克塞罗德理论其实是在告诉我们，在“抬头不见低头见” 的场合下与他人合作非常重要；库冉理论本身的重要性在于“皇帝的新装”这一现象的普遍性。我们常说的“墙倒众人推”、“出头的椽子先烂”、“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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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树挪死，人挪活”等，都可以是建立形式模型的出发点。民间智慧往往是人类对一些重要社会机制的总结，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模型其本身的重要性就不容置疑了。但要让大家了解到该模型的重要性，我们还必须将一个民间智慧所想要表达的机制进行抽象和推广。如果你能像奥尔森那样，将“三个和尚没水喝”的“水”推广理解为公共物品，把“三个和尚”抽象为一个群体的数量时，那你离诺贝尔经济学奖就不远了。

第三，形式模型必须着眼于简单，但这并不等于较为复杂的形式模型就没有意义。当我们把简单的社会机制搞清楚后，一个自然而然的发展就是把几个相关的社会机制整合起来，进而在模型中根据不同问题加入不同的宏观结构和微观行为变量，进行各种模拟，以观察模型的不同结果。这就是所谓的“虚拟社会”（artificial society）模型。这种建模方法经常会得出许多意想不到的结果。但是，为了使这种建模活动有意义，你必须始终抓住一点：虚拟社会模型的建构应当围绕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而不是一个具体的经验现象。


问题思考


（1）什么是搭便车现象？为什么奥尔森的理论在社会运动研究中获得了如此重要的地位？

（2）为什么我们说绝大多数对奥尔森理论的批判是错误的，或者说我们应该怎样开展对一个具体的形式模型的批判？

（3）为什么形式模型不能用来解释和预测（特别是复杂的）经验现象？

（4）评判一个形式模型重要性的基础是什么？

（5）举出一个常用的能用于建立形式模型的成语、寓言或民间智慧，并指出这些成语、寓言或民间智慧怎样才能被抽象成为成功的形式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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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这就是梯利在他早期的书中经常用经济学上的无差异曲线来分析社会运动和革命中的各种现象的原因（见Tilly 1978）。


 [2]
 奥尔森本人在《集体行动的逻辑》中也没有清楚地说明他的理论仅仅是一个形式理论。在读他的书时，你会觉得是在读一个形式理论的推导过程，但他在写法上往往会给人一个他是在研究经验性问题的感觉。这可能是导致后来的学者把他的理论当作经验理论来批判的原因之一。


 [3]
 有些人误把分类当作理论。的确，在自然科学中，一个有效的分类系统（如门捷列夫对化学元素的分类以及生物学中对物种的分类）不但有理论上和经验上的支持，而且抓住了一类重要现象的内在本质，因此常常是一个理论甚至是一个学科的基础。与自然科学不同，在社会科学中，即使是比较成功的分类概念，如阶级、民族、性别，等等，也达不到自然科学分类的标准。社会现象的复杂性、社会科学家在方法论素养上的缺陷，以及社会科学家头脑中意识形态的干扰，都会导致社会科学家提出许多既没有理论和经验支持，也未能抓住事物关键本质的分类方法，并在此基础上建立理论。这就是在社会学中以太式的新概念和分类系统，以及建立在这些概念和分类系统上的理论源源不断地推出，但学科本身的发展却如牛步喘行的原因之一。


 [4]
 其实，美国的一些学者已经就“物以类聚，人以群分”（homophily）这一问题做了许多有意义的工作（如Cohen et al.2001；McPherson et al.2001）。


第九章 资源动员和政治过程理论的兴起

20世纪的六七十年代是一个社会运动的年代。中国当时正值“文化大革命”，欧洲的左派学生运动也是风起云涌。在美国，六七十年代发生了许多较大规模的社会运动，如公民权运动、黑人解放运动、反越战运动以及随后跟上的女权运动、环境运动和同性恋运动，等等。这些社会运动一扫50年代以来美国在麦卡锡主义笼罩下的沉闷气氛，迫使美国政府颁布了公民权益法，大大提高了美国黑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的政治地位，并且促使美国政府最终在越南战场上的撤出。在整个以公民权运动和黑人解放运动为核心的社会运动浪潮中，美国的大学生起了中坚作用。当时的一些运动积极分子，或者是同情这些运动的学生和青年教师，在运动浪潮普遍下降后又回到了书斋，其中有些人对自己曾经领导过或投身于其中的这些社会运动的发展、社会意义和衰亡过程进行了反思，他们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社会运动研究在美国的发展。在他们的工作中逐渐发展起来的资源动员理论，特别是政治过程理论至今依然在美国的社会运动研究中占有支配地位。70年代以前，社会运动研究在美国社会学中还是个旁支，而现在它已经成了社会学研究中最主要的领域之一。在本章中，我将对资源动员理论和政治过程理论在美国的起源和发展做一个批判性的介绍。

现代社会运动理论对传统理论的批判和我的评判

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开始研究美国社会运动的学者，大多数为美国当时社会运动的同情者甚至是领导者，但是美国传统的集体行动和社会运动理论却具有很强的保守倾向。因此，美国新一代的社会运动研究是从对传统理论的批判开始的。在这些批判的基础上，他们逐渐发展出了资源动员理论以及至今依然在美国社会运动研究领域占有支配地位的政治过程理论。我在第二章中就已经指出，与传统集体行动和社会运动理论相比，资源动员理论和政治过程理论至少有四个方面的不同。因为这些问题很重要，我在此将对这些问题做出进一步的阐述。

第一，传统理论一般都从统治者的立场出发，把社会运动看做是社会中的病态行为。针对这一看法，新一代的美国学者明确提出社会运动并非一种社会性的病理行为，而是人们对严酷的现实与压制性政治体制的一种挑战。在此基础上，梯利 （Tilly 1978：53） 提出了一个政体模型（见第二章）。他在模型中区分了两类人：政体内成员和政体外成员。政体内成员包括政府和一般成员（如美国的财团和其他利益集团）。政体内一般成员之间往往会有各种合作和联盟，他们同时也能通过常规的、低成本的渠道对政府施加影响。政体外成员则没有通过常规的和低成本的渠道对政府施加影响的能力，因此，政体外成员为了争取他们的利益，要么设法进入政体，要么设法改变政体的性质以把自己包容入政体，要么致力于打破这个政体，这就形成了社会运动或革命。所以社会运动是政治性的而非病理性的行为。梯利同时认为，政体外成员要发起一场改变自己政治地位的社会运动的机会并不多，一旦他们取得机会，这些机会往往是来自政体内成员之间的分化和矛盾。如果政体内的某些成员因为种种需要而与政体外成员建立联盟的话，那么这一联盟就会给政体外成员发起集体行动或社会运动提供很大的支持。

第二，传统的社会运动理论一般都强调社会运动参与者的非理性特征。比如勒庞就认为，当许多理性的、有教养和有文化的人组成一个社会运动或集体行动集群（crowd）时，他们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就会趋于一致，他们的行为也会变得越来越野蛮和非理性。斯梅尔塞的加值理论虽然引入了许多其他他所认为能导致集体行动和社会运动发生的结构性因素，但其理论的核心是“一般化信念”这一概念 （Smelser 1962）。他认为，正常的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应该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但社会运动的参加者往往有着一种“不耐心者的冲动”和“一蹴而就的观念”。他们面对一个具体的社会问题时往往会直接从社会的根本体制中去找原因，并且认为只要把体制问题解决了，具体的社会问题自然也就会迎刃而解。言下之意就是说，参加社会运动是一种非理性的行为，而一个人一旦成熟起来或者说掌握了较为全面的信息的话，他总会发现这些社会运动是没有必要的。针对这一观念，新一代的社会运动研究者借用从经济学中发展起来的理性选择模型（特别是奥尔森的搭便车理论），强调社会运动的参加者和不参加者的行为机制从根本上说是一致的，都是理性选择的结果。他们给出了许多例子，比如我在前面章节中提到过的剧院着火后人们因为惊慌而逃窜的行为。这种行为在以前被看做一种非理性的行为。惊慌不但会造成秩序混乱因而降低人员疏散的速度，许多人还会在惊慌的前推后拥中受伤。但是在以后的工作中，人们用了博弈论方法计算，认为人们在互相不信任且不能适当通讯的情况下，惊慌逃窜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是最优选择，虽然每个人都这样做的结果是造成混乱因而降低人员的疏散速度（Brown 1965）。欧洲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大量迫害和残杀巫婆的集体性历史行动（witch haunt）。在这整个过程中大量巫婆被杀害，大量的妇女被诬陷为巫婆而受到迫害和残杀。这一事件在大家看来是十分情感、冲动和没有理性的行为，欧伯箫却认为这是当地人们理性选择的结果 （Oberschall 1973：187～211）。他的论点是，巫婆被迫害的最盛期正是宗教势力和信仰在欧洲下降的时候。作为对宗教势力下降的一种反应，欧洲民众在一定时期内对上帝和宗教意义的根本性求索反而上升。但是伴随着宗教势力和信仰下降的是科学理性思维在欧洲影响的不断上升，这就使欧洲民众开始用理性方法来思考宗教势力下降这一问题。他们思考的结论之一就是，欧洲宗教势力和上帝精神的下降源于巫婆的作怪。于是一场巫婆迫害运动在宗教和科学的这种互动关系中形成。

理性选择理论的引进造成数学和形式模型方法以及经济学方法在社会运动研究中的大量运用。一时间，社会运动的参与及发动社会运动所需要的资源成了“供应” （supply），而社会问题和社会运动的目标则成了“需求” （demand），经典经济学中的无差异曲线和较后发展起来的博弈论成了社会运动研究中十分常用的方法，人们在描述社会运动参与者的心态时所用的词汇也从以前的剥夺感、挫折感、压抑感转变到利益、代价和机会。

第三，传统的社会运动理论均强调个人的心理状态（如剥夺感、挫折感和压抑感）在产生社会运动中的作用。比如格尔认为，相对剥夺感是造成社会运动的主要原因（Gurr 1970），人们的相对剥夺感越大，他们加入社会运动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同时这些社会运动的破坏性也越大。针对这一观念，新一代的社会运动研究者指出，如果剥夺感和愤怒感是产生社会运动的重要因素的话，那么在这种到处都是剥削、压迫和控制的社会里，社会运动和革命应该每天都有可能发生。但事实是，社会运动和革命的大潮总是有涨有落，而决定社会运动和革命消长的因素是社会运动组织能够获取的资源总量或者是政治机会的多少。一个社会中能为社会运动所利用的资源或政治机会越多，社会运动发生的可能性就越大，该社会运动的规模也就越大。因此运动所能利用的资源的多少或者政治机会的有无才是社会运动产生与否的关键。在资源动员理论发展的早期，麦卡锡和左尔德把以社会心理学为核心的传统社会运动理论标记为“从人们的心态和思维角度看问题的理论” （hearts and minds of the people approach）（McCarthy and Zald 1973，1977）。他们甚至认为一个社会上存在的剥夺感、挫折感和压抑感基本可以被看做一个常量，因此决定社会运动消长的重要因素只能是社会运动组织在一个社会中所能利用的资源总量的多少（McCarthy and Zald 1977）。

第四，资源动员理论和政治过程理论的倡导者还批判了与传统社会心理学理论有一定相似之处的其他社会运动和革命理论，特别是以康豪瑟（Kornhauser 1959）为代表的“大众社会理论”（Halebsky 1976；Oberschall 1973；Pinard 1975；Tilly 1978）。这些批判者的关键论点是，如果社会中层组织能对社会运动起到压制作用的话，那么社会上频繁参加运动的人应该是那些与中层组织联系薄弱的人。批评者们为此做了许多实证研究。比如，皮纳德在他的工作中发现，在加拿大魁北克省的信贷党（Credit party）运动中，该党在魁北克农村影响较大的地区都是传统社区比较发达的地区，并且这些传统社区在信贷党的动员中起着关键作用（Pinard 1975：181～219）。冯纳卿等人的工作则进一步指出，组织，特别是那些与社会主流有着不同价值观的组织在社会运动动员中的重要作用（von Eschen，Kirk and Pinard 1971）。据此，他们批判了康豪瑟的理论，并强调组织才是社会运动动员的关键。在20世纪70年代，奥尔森的搭便车理论在美国的影响逐渐增强。在上一章里我们曾讨论到，奥尔森理论从根本上说是一个组织理论，因为它告诉我们没有组织就不可能会有任何社会运动。从这个意义上说，奥尔森的理论为那些对康豪瑟理论持批判态度的学者提供了思想武器，于是一些对组织和社会网络在社会运动动员中的作用的研究在美国得到了飞速发展。

在本章的后半部分，我们会进一步讨论资源动员理论与政治过程理论之间存在的许多差异。但从总体上说，这两个理论都强调社会运动和革命是一个政治过程，运动参与者参与社会运动的动机是出于利益和理性选择，组织和社会网络是社会运动动员的关键，资源和政治机会在社会运动的发起和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今天，虽然美国的社会运动和革命研究已经有了长足发展，资源动员理论和政治过程理论也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挑战，但汲取了资源动员理论部分思想的政治过程理论仍是一统天下的理论范式，当年奋起论战的青年教授也早已成了学术权威。

作为这场论战的局外人，我是怎么看待当初这些对传统理论的批判的呢？简而言之，传统理论把社会运动看做社会中的病态行为，资源动员理论和政治过程理论把这种观点完全扬弃了，这一点是完全正确的。但是，资源动员理论和政治过程理论的发起者对传统集体行动和社会运动理论的其他方面的批判则都有很大的偏颇，并且那些偏颇之处至今仍然影响着社会运动和革命研究的进一步发展。由于在以后的章节中我将会继续探讨政治机会理论以及它的理性选择假设所具有的种种弱点，这里我将把笔墨着重放在以后章节中不会重点介绍的一些问题上。

为了强调运动参与者行为的理性特征，政治过程理论在批判传统理论的非理性假设的同时，把传统理论所强调的人的情感和本能的一面也一并抛弃了，以至于他们把剧院着火后观众惊慌奔逃之类的行为都解释成理性行为。事实上，正如我在第三章中所分析的，如果身处剧院里的不是一群人，而是一群没有理性的老鼠，这些老鼠在失火之后也会四散奔逃。还有欧伯箫所分析的那个欧洲历史上的巫婆迫害事件。虽然他的分析有其逻辑上的合理之处，我们却不能排除其他因素在巫婆迫害事件中所起的作用。欧伯箫在他自己的分析中就指出这样一个事实：在欧洲的一些商业化比较发达的地区，巫婆迫害的规模相对要比较大。商业化发达的地区也是那些现代化进程比较快的地区，而传统社会运动理论的一个中心论点就是快速的社会变化会造成社会的“失范” 和“失衡”，许多人因此会产生各种在经济、价值体系和其他各方面的剥夺感或挫折感，这些都能促进种种集体行动和社会运动的发生。显然，在欧洲的巫婆迫害事件中，剥夺感、挫折感和其他种种情感因素的作用是很难被排除的。

如在第三章中就已详细讨论了的，在理性选择理论统治社会运动研究近三十年后，一些学者开始重提情感在社会运动中的作用（Goodwin 1997；Goodwin and Jasper 2004；Jasper 1997），但是，传统的微观社会学研究的背后均有着可观察的微观社会学机制。与此相比，今天的一些学者则一般不关心参加社会运动的成员其情感行为背后的宏观结构和微观社会心理学机制。目前大多数强调情感的工作一般都赶不上当年的一些微观社会学对情感研究的水平。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损失。

政治过程理论，特别是资源动员理论，对格尔的相对剥夺感理论的批判在一定程度上是有道理的。的确，剥夺感和愤怒感不是产生社会运动的唯一重要因素，社会运动组织的资源总量以及政治机会都可以造成一个社会运动的消长。但是，把格尔 （Gurr 1970） 的理论标记成 “从人们的心态和思维角度看问题的理论” 并不公正。虽然格尔在他的书中把相对剥夺感看做社会运动和革命发生的最基本也是最主要的原因（这一论点是有问题的），但是格尔并没有忘记许多其他社会学因素对社会运动发生的影响。特别是，麦卡锡和左尔德在他们的文章中认为剥夺感或压抑感在许多社会中往往是一个常量，这一论点显然是过强了。剥夺感或压抑感在任何社会中很少可能是一个常量。不要说像中国这样一个正在飞速变化的社会，就是在像美国这样一个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处于战争（如越战和最近的伊拉克战争）或经济危机中的美国人民所具有的相对剥夺感显然比平时要强得多。其实，社会上可被利用的资源总量、政治机会和社会成员所具有的剥夺感和愤怒感强度在不同运动中的相对重要性是完全不同的，但是它们都可能对社会运动的发生和发展形式产生重要影响。

学者们对康豪瑟的“大众社会理论”的批判也是有失偏颇的。这并不是说皮纳德、冯纳卿和许多其他学者的发现本身有问题。事实上，组织和社会网络的确是社会运动动员的关键，他们的工作为社会运动成员的微观动员机制方面的研究打下了基础，其功是不可没的。但是，正如我在第五章的分析中就已强调，康豪瑟理论的结论是社会中层组织越发达，就越不容易产生社会运动，而资源动员理论和政治过程理论却强调组织/网络越发达，就越容易产生社会运动。这两个看上去截然相反的结论其实并不矛盾，因为它们说的是两码事。康豪瑟想解释的是大规模革命运动的起源，而政治过程理论的学者所研究的大多是女权运动、学生运动、环境运动、反堕胎运动等在美国发生的中小规模的改良性运动。的确，正如政治过程理论方面的研究所显示的，人际网络和组织在微观的运动动员中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从我们在第五章的讨论中可以看出，从宏观角度来说，正是一个国家发达的和高度多元化的中层组织造成了利益和认同的多样性，从而消除了革命性社会运动发生的可能性。

但是话又要说回来，尽管政治过程理论和资源动员理论对传统理论的批判不无偏颇，但毕竟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不一样。在自然科学中，偏执的批判一般只会导致错误的理论。而在社会科学中，由于研究对象高度复杂，批判的前提往往不是对既有理论的错误的全面把握，而是对复杂对象中受到忽视的方面的强调，因此，偏执的批判往往能够导出很有意义的理论模型和研究方向。正是对传统理论中关于运动参与者的非理性假设的批判，我们现在才能看到各种建立在博弈论基础上的数学方法和形式模型（formal models）在社会运动研究中得到广泛应用并取得一些有意义的成果（见第八章）。正是由于对康豪瑟的批判，人们才开始关注社会运动动员的微观机制，网络和组织社会学的理论也因此才能在社会运动研究中得到广泛应用（Gould 1991；Klandermans and Oegema 1987；Marwell，Oliver and Prahl 1988；McAdam 1986；McAdam and Paulsen 1993；McCarthy 1987；Opp and Gern 1993；Snow，Zurcher and Ekland-Olson 1980；Walsh and Warland 1983）。也正是通过对格尔理论的批判，我们才充分认识到资源和政治机会在社会运动中的重要性。公正地说，自政治过程理论创立以来，社会运动和革命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其研究方向也从早期的宏观理论拓展到对中观和微观机制的研究，以及从早期对社会运动起因的研究发展到现在对社会运动的发展动态的研究。但另一方面，早期资源动员理论和政治过程理论由于其出发点在多方面的偏颇，也为研究带来了一些理论盲区以及一种线性的变量式的思维逻辑。其中一部分已在别的理论的冲击下得到弥补，另一些则仍然影响着今天的社会运动研究。这些我都会在以后的几个章节中做进一步的介绍。在本章中，我将继续对资源动员理论和政治过程理论的早期发展做更为详细的讨论。

资源动员理论

1973年，麦卡锡和左尔德在一篇以《社会运动在美国的发展趋势：专业化与资源动员》为题的文章中，试图对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出现众多社会运动的原因做出解释。1977年，他们俩又在《美国社会学杂志》中把他们的观点做了进一步的理论化（McCarthy and Zald 1973，1977）。在此后的数十年里，这两篇文章数以千计地在各类文章和书籍中被反复引用，它们奠定了资源动员理论的基础，是美国在70年代后所发表的关于社会运动研究的少数几个最重要的文献之一。麦卡锡和左尔德的文章主要有两个相关的议题，其一是想解释为什么社会运动在60年代的美国增多了这一问题，其二是想对美国的社会运动的发展方向做一个预测。对于第一个问题，他们的回答是，社会运动在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增多，并不是社会矛盾加大了或者是社会上人们所具有的相对剥夺感或怨恨感增加了，而是社会上可供社会运动参与者利用的资源大大增加了。对于第二个问题，他们的回答已经在文章的副标题中得到总结，即美国的社会运动将会越来越专业化，并且一个社会运动所能动员的资源总量将会越来越是决定这个社会运动规模和成败的关键。

麦卡锡和左尔德文章的关键逻辑是，“二战”后美国经济的持续繁荣使美国已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中产阶级国家，这种社会转型给美国的社会运动发展带来了以下两个主要影响。

第一，人们手中可自由支配的时间 （discretionary time） 增多了。麦卡锡和左尔德承认，20世纪60年代后的美国人花在工作上的时间并不比以前少。不同的是，美国以前以蓝领工人为主，这些工人基本上不能自由支配自己在上班时的时间，这给他们参加各类社会运动造成了很大的障碍。但是随着学生和白领阶层在社会中的比重逐渐增加，情况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蓝领工人的工作有很大的可替换性，因此他们在资本家面前讨价还价的余地就很小。同时，许多蓝领工作又都是一个萝卜一个坑的，一条流水线上有时候一个人的离去就会造成整个生产的停止。因此，在工厂里，一个蓝领工人如果为参加一个社会运动而请假一般是很不容易被批准的，如果该工人强行不去上班他几乎肯定会被开除。白领工人和学生每天花在工作和学习上的时间可能还不止八个小时，但是他们支配自己时间的能力大大增加了。白领工人的工作相对比较拿得起放得下，一个人如果白天去参加游行他晚上或其他时间还可以回来加班。白领工人受过许多专业训练，他们的工作的可替代性一般较小，他们与老板一对一的讨价还价的余地因此就比较大。一般而言，工厂和公司老板对待白领工人和蓝领工人的态度会完全不一样。在有些工厂和公司中，老板为了在社会上取得较好的影响或者为了吸引人才，对公司成员参加各种社会运动不但比较宽容，有的甚至是主动去支持各种公益活动或者社会运动（麦卡锡时代后，整个美国在20世纪60年代有向“左”转的倾向。当时许多优秀的年轻人都具有左派倾向）。

随着经济的持续繁荣，美国的大学生占人口的比例也越来越大。与公司里的白领阶层一样，大学生手中也有许多可自由支配的时间。学生们平时可以忙得死去活来，但是他们为了参加社会运动而缺一堂课，其影响不会太大。只要不是在考试期间，学生们白天去游行，晚上回来可以学习得晚一些。学生除了有时间之外，社会负担比较少，所以西方有学者把学生叫作边缘人；作为成人，他们已经能独立自主，但他们没有家庭和子女的牵挂因此敢闯敢闹。学生是社会上同质性最好的一个群体，他们的年龄、生活经历和知识构成都比较相近，因此比较容易一鼓而起。最后，学生有着较好的组织，同时文化知识又给了他们较强的表达怨气和愤恨的能力。在这些条件下，学生往往会成为一些社会运动的先锋。

第二，社会上能被社会运动组织利用的钱财资源变多了。这些资源主要来源于几个方面。其一是个人捐助。随着社会变得富有，同时随着通讯手段的发达和募捐手段的提高，社会上向各类公益事业捐款的人越来越多，这其中相当一部分钱流入各类社会运动组织的手中。同时，公司的捐助也多了。美国捐款款项可以免税，有的甚至还可以通过捐款赚钱（如一辆价值为1000美元的旧车，如果接受捐献单位把它估价为10000美元，这时捐献者就能按照10000美元的价值向政府申请退税。如果此时政府有关收入的税率在30%的话，那么该捐献者就能得到3000美元的收入）。许多公司也通过捐助来改善与公司所在地居民的关系、提升名声和吸引社会上有能力的人来加盟该公司。比如，有些工厂如果在生产过程中排放大量污染物，为了改善公司的形象，它们可能就会出钱去支持一些环保活动，甚至从工厂的利润中拨出一定比例用来支持各种社会公益事业，等等。美国教会的基金越来越大，这其中有些基金面向穷人和地方居民组织，在为社会做“有价值的贡献”这一思想指引下，它们的许多钱财因此流入了各类社会运动的组织者手里。最后，连美国政府的许多资源也进入了各类社会运动。许多社会组织在向美国政府申请基金时讲的是一回事，但是它们钱一旦拿到手后做的却是另外一回事。此外，由于政府的一些公益福利组织和许多社会运动的目标相近，因此这些政府组织不单为一些社会运动训练和提供了干部队伍，甚至这些政府部门的会议室、复印机、邮票等资源也常常被一些社会运动利用。

上述原因不但使社会运动总量在美国得到很大的增加，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社会运动在未来美国社会中的发展趋势。麦卡锡和左尔德用两个词汇来概括美国社会运动的发展规律：专业化与资源动员（Professionlization and resource mobilization）。具体地说，他们认为美国的社会运动将会呈现以下特征：①传统社会运动的资源主要产生于社会运动的内部。比如工会的资金主要来自每个工人所交的会费，而会费也是许多工会得以运作的基本费用。但在20世纪60年代后的美国，社会运动的资源将主要来自外部的各类捐款和基金。②由于社会运动不再依赖来自内部的资源，来自运动成员内部的贡献对该运动发展的重要性就大大下降了。在许多场合，这些新型的社会运动参加者所需做的就是填个表、签个名。麦卡锡和左尔德预言这种只有挂名成员（paper membership）的社会运动组织会变得普遍起来。③传统社会运动的领袖人物都是在一个社会运动的内部涌现出来的（比如中国革命的领导人都是在革命过程中逐渐崭露头角的）。但是由于现代社会运动组织的成员是挂名的，资源是外来的，在这种组织形式下，社会运动组织的领导也往往是外来的。这些领导可能仅仅对某个社会运动的目标有所同情，但是他们把领导这场社会运动当作一种职业，有时甚至是一个全日制的稳定工作。④在传统社会运动中，个人的剥夺感和愤怒感在社会运动的发生和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但是在新型社会运动中，这种传统意义上的个人的剥夺感和愤怒感就显得不重要了。在这种情况下，怨恨和愤恨感首先是可以被职业性领导创造出来的。特别是，对于职业领导者来说，一旦一个社会运动的目标完全达到的话，他们的饭碗也就没有了。因此，他们必须设法制造出各种议题和问题，以延长这个组织的生命。⑤作为专业人才，新型社会运动的领导要比传统社会运动的领导更会利用新闻媒体，争取新闻报道将成为社会运动的一种重要手段。与此相应，人们对社会运动的认识（或加入）将越来越靠个人的间接感受，而不是亲身体验。

麦卡锡和左尔德的文章一经发表就获得了很大影响，但他们同时也招来很多批评。正是在这些批评过程中产生了被更为广泛接受的政治过程理论。对资源动员理论做了最为系统的批判的是麦克亚当（McAdam 1982）。在他对美国20世纪60年代黑人解放运动的研究中，麦克亚当在肯定了资源动员理论对传统社会运动理论的种种批判（特别是它的理性选择假设和对资源在社会运动发展中的重要性的强调）后，对麦卡锡和左尔德的文章提出了如下批评：①该文章中提到的大量社会运动都是一些小规模低目标的改良型社会运动，他们所提到的许多组织，比如美国老年人健康协会、美国消费者利益协会、提倡裁军和和平协会、福利权协会，等等，甚至都不能算是社会运动组织，而仅是民主社会中一般的利益集团组织。这些运动和组织在20世纪60年代的确呈上升趋势，但它们仅仅是60年代美国社会运动浪潮的一个伴随现象。因此，资源动员理论也许最多只能解释一些小规模低目标的改良型社会运动。②该文章过分强调了外来资源（特别是来自公司和政府部门的资源 ）在社会运动发生和发展中的关键作用。事实上，60年代以来发生在美国的主要社会运动，包括新左派运动、公民权运动、女权运动、环境运动，等等，其资源主要都不是来自外部而是来自运动成员本身。③麦卡锡和左尔德的理论过分强调了公司、政府精英对运动的正面意义。事实上，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的一些主要社会运动的领导都是作为运动积极分子逐渐崭露头角并最终成为运动领袖的，而公司和政府精英的加入往往对运动的发展起阻碍作用。④传统社会运动理论强调了怨恨感和剥夺感在社会运动产生和发展中的关键作用，麦卡锡和左尔德却认为个人的愤恨、怨恨或剥夺感在社会上往往是常量，而决定社会运动产生和发展的关键是资源。对此，麦克亚当指出，愤恨或剥夺感在一个社会中并不是常量，对于大规模的传统社会运动来说，人们的愤恨感在运动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资源动员理论显然过分贬低了愤恨感（比如就中国的例子来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红卫兵自认为是天之骄子，但是当毛泽东把他们从城里送到农村上山下乡后，他们就产生了很强的愤恨感。在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知识分子本来认为改革同时会给他们带来政治和经济上的好处，因此对改革广为支持，但是当他们发现在市场经济初期的中国，首先得以致富的是一些在社会上处于边缘的做小生意的群体时，他们的精英感于是转化为愤恨感，并导致中国80年代后期政局的波动。而在90年代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中国知识分子的经济地位得到了根本改观，于是作为一个群体，他们对社会的满意度就大大上升了）。

从今天的角度，我们应当怎么看待麦卡锡和左尔德的文章以及麦克亚当对此所做的批判呢？首先应当说麦克亚当对该文所做的批判是基本合理的。其实，不但是那些遭到麦克亚当批判的论点，就是那些在麦克亚当书中被肯定的东西，比如说麦卡锡和左尔德的文章中对社会运动参与行为所做的理性选择的假定，在今天看来也很有问题。从本书所采取的视角来看，我们可以看出，与大多数传统社会运动理论一样，资源动员理论的作者所采取的事实上也是一种涂尔干视角：他们从社会变化（这里为社会运动可利用的资源的增加）开始一步到位直接预测了美国社会运动的发展趋向。但是资源的增加对于一个具体的社会运动来说既不是充分也不是必要条件，它仅仅是一个重要的条件。由于对社会运动所需资源的过分强调，资源动员理论就相对忽略了许多其他因素，比如说意识形态、组织力量和政治机会对社会运动形成和发展的影响。正是在对这些问题的批判上，政治过程理论才得以发展起来。但是，从今天的角度来看，我们不能不说麦卡锡和左尔德的文章对美国社会运动形态发展的预测还是非常有前瞻性的。的确，在麦卡锡和左尔德的文章发表之时，他们文章中所指出的那些高度专业化的主要依赖于外来资源的社会运动尚不是美国社会运动的主流；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专业化和制度化的确已成为美国社会运动的发展趋势，社会运动对物资和时间资源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大量的社会运动越来越依赖于外来资源而得以存在（Meyer and Tarrow 1998）。也就是因为这些原因，麦卡锡和左尔德在1973和1977年所发表的这两篇文章成了社会运动研究中被最广为引用的经典。

政治过程理论

在政治过程理论的早期发展过程中，许多学者都曾为之作出过贡献，但是，梯利和麦克亚当的工作可称为当时的经典 （Tilly 1978；McAdam 1982），我因此对他们的工作分别做一介绍。

在本书的第二章中，我们曾经提到梯利的《从资源动员到革命》一书中所提出的两个模型。梯利的第一个模型为政体模型（见图2-4）。传统理论一般都把社会运动看做病态社会行为。梯利的政体模型可以说在对传统理论批判的基础上重新定义了社会运动。梯利把国家定义为一个政体，这个政体下有两类成员：政体内成员和政体外成员。政体内成员包括政府和一般成员（如美国的财团和其他利益集团）。一般成员能通过常规的、低成本的渠道对政府施加影响（比如，游说、请客吃饭、政治捐款，等等），从而影响决策过程。政体外成员也能对政体产生影响，但是由于种种政治壁垒的存在，他们影响政府的种种试图经常会被政府忽视，他们有时甚至会为他们所采取的一些政治行动付出很大代价（比如受到镇压）。因此，为改变现状，这些政体外成员要么设法进入政体，要么设法改变政体性质以把自己包容进去，要么致力于打破这个政体，这就形成了社会运动或革命。在梯利的政体模型中，政体外成员在政治上处于弱势并且缺乏关键的政治资源，因此他们在发起社会运动或革命前往往需要与一些政体内成员建立联盟（在图2-4中联盟用实线表示）。政体内的一些成员之间因为种种政治需要有时也需要与政体外成员建立起联盟（如当一个政党想获取某一下层社会群体的支持时），这种联盟关系就为政体外成员发起集体行动提供了政治机会。

梯利书中所提出的第二个模型被称为动员模型。如果说他的政体模型定义了社会运动，那么他的动员模型则是想为解释集体行动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一个普适性的模型。梯利认为，一个成功的集体行动是由以下因素决定的：运动参与者的利益驱动（interest）、运动参与者的组织能力（organization）、社会运动的动员能力（mobilization）、社会运动发展的阻碍和推动力量（repression/facilitation）、政治机会或威胁（opportunity/threat）、社会运动群体所具有的力量（power）。他认为这些因素是通过特定的组合（如图2-2）对集体行动的形成和进程产生影响的。由于梯利模型的核心是社会运动的动员，因此他的模型也被称为动员模型。

梯利认为，一个社会运动的动员能力取决于该社会运动成员所控制的资源的多少，而动员能力是由两大因素综合决定的。其一为社会运动成员所控制的生产因子（包括土地、人力、资本和技术等资源）总量，其二为社会运动成员把他们所控制的生产因子转换为社会运动资源的能力。梯利认为，社会运动成员把生产因子转换为运动资源的能力取决于运动参加者的利益所在以及他们的组织能力。他把利益定义为一个群体在与其他群体交往过程中的得失。具体怎么测量一个群体的利益呢？梯利提供了两种可能途径，其一是依赖于被研究群体成员的自我叙述，其二是分析被研究群体成员所处的社会结构以及与之相应的结构性利益（马克思就是通过这种分析方法来确定他所认为的工人阶级的利益的）。至于这两种测量方法哪一种更好？梯利认为，我们既要相信人们的自我叙述又要依赖于结构分析方法。他认为结构性分析能更好地确定一个群体的长远利益，而一个群体中人们的叙述则能确定该群体所具有的短期利益。显然，梯利是试图在社会学方法论个人主义和结构主义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

要把群体利益转化为一个社会运动的动员能力，组织力量是关键。梯利认为一个群体的组织程度取决于两个因子：一个群体所具有的共同特征（比如工人、妇女、黑人、学生、回民，等等）和该群体内部人际网络的强度（梯利把它们称为catness和netness）。在梯利的书中，他对群体共同特征的定义并不是十分清楚，它既可以是指客观的群体特征也可以是指一个群体内成员的主观自我认同感（犹如马克思所说的自在阶级和自为阶级）。但是梯利认为，当一个群体中成员的主观自我认同感增强后，该群体的共同特征也会逐渐增强。总之，梯利认为，一个群体成员的共同特征和群体内部联系越大，该群体的组织能力也就越强。这样我们就可以用函数方法来表述组织和一个群体所具有的共同特征及该群体内部人际网络强度的关系：组织= f （catness，netness）。我们也可以用同样的方法来表述社会运动的动员能力和一个群体的利益所在及组织能力的关系。

梯利认为集体行动的形成还取决于其他一些政治性因素，包括一个群体所具有的权力或力量、社会运动发展的阻碍或推动力量，以及政治机会或威胁。一个群体所具有的力量指的是一个群体为发起一个单位的集体行动所需付出的代价。发起单位集体行动所需付出的代价越大，一个群体的力量就越小。社会运动阻碍力量指的是那些增加发动集体行动代价的因素，而社会运动推动力量指的是那些能降低发起集体行动代价的因素。梯利理论中的最后一个因子是政治机会或威胁。一个组织（可以是一个政府）的内在或外部条件往往会发生变化。当这种变化提高了一个社会运动群体实现其利益的可能性时，这种变化对于该群体来说就是一个政治机会；而当这种变化降低了一个社会运动群体实现其利益的可能性时，对于该群体来说，这种变化就是一个政治威胁。梯利认为，利益和政治机会或政治威胁是相互依存的。利益就是社会运动群体在与其他群体互动过程中的得失，而政治机会或政治威胁则决定了这种互动关系是否会产生。

作为一本社会运动和革命的一般教科书，梯利的动员模型是在对大量社会运动和革命思考的基础上建立的一个普遍模型。与梯利不同，麦克亚当的《政治过程和美国黑人运动在1930～1970年的发展》一书想要解释的是一个具体的社会运动，即美国20世纪60年代黑人解放运动的起因和发展。他把黑人运动的发生归因于20世纪30年代以来美国社会的如下变化：南方大型农庄的没落、黑人群体在城市中比例的增高以及由黑人占统治地位的黑人选区的形成。麦克亚当认为，这些变化给予黑人群体很大的组织资源（特别是黑人教堂和黑人组织的扩展，以及黑人学生数量的大大增加），造就了黑人运动得以发生的政治机会（如，南方棉花种植庄园主政治势力的下降和黑人政治势力的上升导致美国的地方乃至国家精英的政治计算与行为的变化），改变了美国黑人群体的思想状况，这些因素加在一起促进了美国黑人运动的形成。但是，麦克亚当同时在他的书中提出了两个具有普适性的、分别解释社会运动发生和发展的模型。由于他的两个模型有很大的相似性，在本书中我将着重就其社会运动发生理论做一简单介绍。

麦克亚当的社会运动发生模型起始于宏大社会经济过程（broad socioeconomic processes）这么一个因素。在他的书中，宏大社会经济过程指的是像战争、工业化、城市化、大规模人口变迁以及国际政治变化等能导致重大社会变迁的因子。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与梯利不同，麦克亚当的理论更强调社会变化对社会运动产生和发展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的理论更接近于传统社会运动研究中的涂尔干传统（见第四章）。但是，麦克亚当强调，只有当社会变化影响了现存社会权力结构时，它才会对社会运动的发生和发展产生影响，或者说社会变化并不对社会运动具有直接作用，这与传统的涂尔干式理论是有所不同的。麦克亚当认为，就社会运动而言，社会变化可以导致以下两个现存社会权力结构的变化：政治机会的扩展和社会运动组织力量的增强。麦克亚当并没有给政治机会以一个明确的定义。但是与梯利一样，麦克亚当认为，社会运动群体在一个社会中处于边缘地位，他们被排除在一个国家的常规政治过程之外。因此，任何能改变现有政治秩序的社会变化对于社会运动群体来说都可以是一个政治机会。政治机会给一个群体发起一场社会运动提供了可能，但是如果一个群体十分缺乏资源的话，他们就不可能充分利用现存的政治机会。要把政治机会转化为社会运动，组织就成了关键。麦克亚当指出，一个社会运动的组织资源取决于以下因素：①社会运动组织强度，以及那些可能成为该社会运动基本群众的组织性程度；②社会运动组织内部是否存在能增加社会运动成员的凝聚力和认同感，以及能防止产生搭便车现象的各类激励性机制；③社会运动组织所控制的通讯网络的广度；④社会运动组织内是否存在被广为认同和尊重的领导成员和积极分子。

麦克亚当还在他的模型中引入了认知解放（cognitive liberation）这一因子。这是他的模型与梯利的资源模型之间的最大不同（梯利的资源模型不包括任何有关意识形态和话语层面上的因子）。麦克亚当强调，政治机会和社会运动组织力量的增强仅仅是社会运动发生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它们最多仅仅能够为社会运动的发生提供一个潜在的结构条件；要使一个社会运动从潜在可能变为真实，某一社会运动群体必须经历一个认知解放过程。有了认知解放后，原来在人们眼里合法的东西变得不合法了，合理的变得不合理了，原来认为不可能企及的目标突然变得可能实现了。麦克亚当强调，认知解放过程与政治机会的扩展和社会运动组织力量的增强这两个条件密不可分。一个政治机会使一个社会运动群体与其对手的权力力量对比能朝着有利的方向发展。当一个社会运动群体意识到这一权力力量对比的变化后，他们就有可能产生认知解放。此外，当一个社会群体有着很好的组织和社会网络基础的话，这样的社会群体就更有可能经历所谓的认知解放。麦克亚当认为，一个社会运动就是在政治机会、社会运动组织力量和认知解放三个因素的共同作用下造就的，他的模型因此可用图9-1来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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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1 麦克亚当关于社会运动产生的政治过程理论

梯利和麦克亚当的书一经出版就在美国社会学界产生很大影响。他们批判了传统的社会运动理论，吸取了资源动员理论中的合理成分，开辟了新的研究课题和领域，从而奠定了在美国至今仍然占统治地位的政治过程理论的基础。同时，从今天的角度看，他们的模型均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首先，梯利和麦克亚当的理论均对社会运动参与行为做了很强的理性选择假设。正如我们先前所讨论的，这是一个很有问题的假设。其次，梯利和麦克亚当的理论的核心之一，就是集体行动是社会上处于边缘地位的人们对现存政体的一个反抗。他们的这个思想有效地破除了传统的把社会运动看做病理性社会现象的观点，但这同时也带来了很大的问题。比如在现代西方社会，社会运动已不再是左派或处于社会下层的群体所持有的一种特殊政治手段，右派甚至是社会上层人士也开始运用社会运动来争取他们的利益，社会运动显然并不是左派和处于社会边缘的人群所拥有的专利。还有，他们的理论均建立在这样一个基础上：他们都想找出几个决定社会运动产生和发展的关键因素及这些因素之间的一个固定的逻辑联系，并以此为基础，构造一个对社会运动或革命研究均有指导性解释意义的模型。我在第二章中就阐述过，这种机械的对社会运动的理解方式是行不通的，因为影响社会运动和革命产生与发展的各个因素之间不可能存在某种非历史性的、一成不变的联系。在这个问题上，梯利的动员模型的问题要来得更大一些。他的理论从社会运动群体的利益这一因素开始，这就使人们想知道这些人的利益是由什么东西决定的；他的模型中的社会运动发展的阻碍和推动力量与政治机会或威胁在相当程度上是由国家以及国家的性质决定的，但是梯利的理论却没有一个明确的国家理论来支持；特别是，他的理论中一个社会运动群体所具有的力量（power）这一因子，其中包含的因素太多（包括国家的性质、社会运动群体的组织能力及其拥有的资源，等等）。此因子不但难以定义而且放在模型中左看右看不是在应在的地方。

相比之下，麦克亚当模型的问题要小一些。他的理论起始于重大社会变迁，这种社会变迁导致社会结构的变化（即政治机会的扩展和社会运动组织力量的增强）和人们思想的变化（认知解放），从而促进了社会运动的形成。我们可以看出，他模型中的因子基本概括了我在第二章中所指出的变化、结构及话语这三个决定社会运动和革命产生与发展的要素。问题是，这三个社会运动形成和发展的要素之间并没有像麦克亚当模型中所规定具有的固定逻辑关系。比如，虽然社会变化是社会运动形成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因子，许多导致社会运动产生的社会变化是国家结构性行为的结果。从逻辑关系上来说，这种社会变化发生在国家的结构性行为之后，并且，社会变化对社会造成影响的大小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个国家处理社会变化后所产生的社会矛盾的能力。还有，西方的环境保护话语不可谓不深入人心，但与欧洲相比，环境运动在美国始终不成规模，显然认知解放在逻辑上可以发生在其他导致社会运动产生的因子前面。这些都说明变化、结构及话语这三个决定社会运动和革命产生与发展的要素之间并不存在一个一成不变的固定关系。

政治机会结构理论

政治过程理论强调政治机会、社会运动的组织以及社会运动的意识形态和话语在社会运动产生和发展中的作用。因此在政治过程理论发展起来之后，美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社会运动研究主要集中在四个方向：政治机会结构 （political opportunity structure），社会运动动员结构 （mobilization structure），社会运动的话语、话语策略和意识形态，以及新闻、公众舆论和社会运动的关系。在本章的最后部分，我想对曾经在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在美国占有统治地位的政治机会结构理论做一简单介绍。在以后的三章里，我们将分别讨论美国社会运动研究所关心的其他三个问题。

政治机会作为一个通俗话语概念早已存在。在社会运动研究中，首先从这一概念出发来分析社会运动动态的是艾辛杰对于美国四十多个城市中的抗议活动的比较（Eisinger 1973）。在他的研究中，艾辛杰发现，抗议活动在这些城市中的发生频度与城市中民众对当地政体的影响力之间有一个曲线形关系：当一些城市的民众对当地政府的影响力很大或者很小时，抗议活动在这些城市发生的可能性就很小；而当一个城市的民众对当地政府的影响力处于中等状态时，抗议活动在这一城市发生的可能性就大大增加。随着政治过程理论的兴起，政治机会这一概念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越来越重要。在梯利和麦克亚当的政治过程理论中，政治机会仍仅仅是若干影响社会运动产生和发展的因素之一。但是到20世纪80年代的后期，特别是在泰罗的倡导下（Tarrow 1988，1996，1998），政治机会结构变成一个专门的理论。有些学者甚至强调，与政治机会的变化相比，人们心目中的相对愤恨感以及社会运动资源在社会上的变异均是比较缓慢的。这也就是说，政治机会的有无和多寡才是决定一个社会运动发生和发展的最根本因素（比如在其他条件相似的情况下，繁荣的经济会导致劳动力需求的增长和资本家让步余地的增大，这就是一个国家的工人一般在经济状况较好的时候更容易发起罢工的原因）。这些学者强调科学的目的就是要解释变异，而一个理论的好坏就在于它能解释的变异度的大小。就这样，政治机会被提到越来越高的地步，一个所谓的政治机会结构理论于是问世 （Costain and McFarland 1998；Gamson and Meyer 1996；Jenkins and Klandermans 1995；Kitschelt 1986；Kriesi 1996；Kriesi et al. 1995；McAdam et al. 1996；Meyer and Staggenborg 1996；Meyer and Tarrow 1998；Rucht 1990，1996；Tarrow 1992，1994，1996）。

随着政治机会结构理论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冠以研究政治机会结构的文章得以发表，人们对这一概念有着很大的泛用倾向，怎么定义政治机会结构于是就成了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泰罗对政治机会结构作了以下定义（Tarrow 1988）：政治机会结构指的是那些比较常规的、相对稳定的（但又不是永久不变的）、能改变人们社会运动参与度的政治环境。在此定义的基础上，泰罗进一步提出了导致政治机会结构变化的四个基本结构要素。①原来被政体排除在外的社会群体，由于某种原因对政体的影响力增大，这就为这一群体中的某些人发起社会运动创造了机会。这里的例子就是专制体制下国家所进行的改革开放，即使这种改革开放仅仅发生在经济层面，但为了保证经济改革的成功，该国的政府一般需要改变其执政方式，在政治上有所放松，并且在开放的环境下更注意其在外界的影响。这些改变会给各类集体性抗争行为提供政治机会。②旧的政治平衡被破坏。如美国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后，新教上—中产阶级（upper-middle class）和城市黑人群体逐渐从共和党的票仓转变为在共和党和民主党之间摇摆的群体，并在许多政治问题上向民主党的观点靠拢。到了1964年的总统选举时，这种社会转型导致民主党在美国总统和国会选举时的同时胜利。这种政治胜利给予美国自由主义中产阶级和城市黑人群体巨大的政治机会，从而促进了当时以公民权运动为核心的许多左派运动的发展（Jenkins 1987）。还比如在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国共合作和北伐破坏了旧的政治平衡，为左派势力提供了政治机会，造成中国农民和工人运动在当时的巨大发展。③政治精英的分裂。精英集团的分裂在社会运动特别是革命的产生中往往是一个关键性因素。许多革命的成功，包括苏联的垮台，在某种程度上都是精英集团内部的分裂所致。④社会上有势力的团体成了一个社会运动群体的同盟。比如在五四运动期间，国民党虽然没有对运动的发生做出过关键性贡献，但五四运动（特别是在上海）的胜利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国民党力量的支持（刘永明1990）。此外，一二·九运动得以在北京发展起来，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得到了国民党左派、东北军、爱国军阀和当时社会上其他精英团体的同情和支持（Zhao 2000）。

泰罗的这些对政治机会产生的结构性因素的讨论本身是很有意思的。毋庸置疑，以上泰罗所指出的这些政治变化肯定都会给社会政治运动以很大的促进，但政治机会结构作为一个理论来说却很有问题。在以上的讨论中，泰罗虽然想把促进政治机会产生的因素限制在国家层面所发生的结构性政治变化上，但从政治机会结构这一词汇的直观意义来说，任何一个能促进社会运动群体实现其利益的变化都可以被看做是政治机会，也就是说，政治机会这一概念有很大的包容性，这其实就是导致政治机会结构这一概念被滥用的源泉。正如甘姆森和迈耶所指出的（Gamson and Meyer 1996）：政治机会结构这一概念已经成了一块能把任何影响社会运动发生和发展的因素都吸入其中的大海绵，它看上去什么都能解释，但实际上却缺乏有效的解释力。鉴于此困境，甘姆森和迈耶在他们的文章中试图进一步探讨政治机会和社会运动策略的关系以及政治机会结构的定义问题。关于政治机会和社会运动策略的关系这一问题，甘姆森和迈耶想指出：①政治机会并不是完全结构化的，相当一部分政治机会不是先于社会运动而存在，而是社会运动积极分子在运动中通过策略选择而发展和创造出来的；②在一个社会运动中，如何定义和寻找机会往往是一个社会运动开展过程中最为关键的一步，同时也是社会运动成员内部斗争最厉害的一个环节（比如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道路上，走和平道路还是搞武装斗争，是搞以城市为中心还是以农村为中心的武装斗争等，都曾是中共党内斗争的焦点所在）；③促进社会运动的政治机会可以分为两类，第一为稳定的结构性机会，第二为不稳定的结构性机会。他们认为，不稳定的结构性机会是社会运动和策略互动的一个最为活跃的交接面（比如西安事变的发生就创造了一个不稳定的结构性机会。事变发生后，国民党、共产党以及驻扎在陕北的东北军都面对不同的策略选择并有着不同的后果。结果是国民党、共产党以及东北军均采取了妥协方案，从而为第二次国共合作奠定了基础）。

关于政治机会结构的定义问题，甘姆森和迈耶提出了一个对不同政治机会进行分类的方案。他们将各种类型的政治机会放入一个2×2的框架中，横轴对应的是稳定和变动的政治机会；纵轴对应的是文化型和制度型政治机会。有了这个分类框架后，甘姆森和迈耶就把不同性质的结构性因素塞入他们的这一分类系统中去。例如，对于甘姆森和迈耶来说，神话就属于一种文化型和稳定型的政治机会。比如说我们为一些历史上的社会运动（如五卅运动）修纪念碑，而纪念碑一旦落成就巩固了围绕这一运动而产生的许多历史性和神话性的叙述。这些叙述往往会为以后社会运动的产生提供一种结构性机会（甘姆森和迈耶的分类系统详见图9-2）。

甘姆森和迈耶对政治机会进行分类的优点在于，它指出了不同类型的文化和结构性资源在社会运动中的不同作用，但是他们的分类并没有改变这一理论所具有的包罗万象的特征。有意思的是，他们通过一个分类系统把几乎所有我们可以想象到的结构性和非结构性的社会因素转述成四类不同的政治机会结构。这就好像他们一方面抱怨政治机会结构理论是一块把什么因素都能吸入其中的大海绵，另一方面又把这块海绵做得比以前更大，然后把海绵剪成四块，以为这样做就改变了政治机会结构这一概念的包罗万象的性质。但是，甘姆森和迈耶的失败的努力并不是没有意义的。他们竭尽全力对政治机会结构这一概念进行了挽救，但却仍犯了他们所想避免的同样的错误。这正说明政治机会结构这一概念本身有着难以克服的问题。我个人认为政治机会结构理论的这个困境有三个来源。

第一，这一理论将社会结构这一概念完全主观化了。早期社会学家在一定程度上有将社会结构彻底客观化的倾向。但是我们知道，社会结构与自然环境结构是不同的，除去人类对自然环境的改造和破坏因素不计，自然环境的结构（例如地貌和气候）在很大程度上独立于人类的活动而存在。但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社会结构这一概念，仅仅是对社会行动者的一种相对稳定行为的一个抽象，这也就是说，社会结构是由社会行动者的共同行动构成的（但是他们对某一社会结构的持续所做的贡献大小大为不同）。这种对社会结构的理解方式强调社会行动者在社会结构建构中的主体性，而我们一般把与这种理解方式相应的社会学分析方法称为方法论个体主义。方法论个体主义本身并没有什么不对，但是沿着这一逻辑走向极端就会走向谬误，人们会越来越强调社会行动者在社会结构建构中的主体作用，忽视社会结构对社会行动者（特别是处于社会下层的人士）的客观约束力，最后把社会结构彻底主观化。这种倾向下的理论的一个隐含假定，就是社会行动者不但对自己的结构处境及其特点有着透彻的了解，而且对待社会结构有着一个工具理性的态度。因此，不同的社会结构对他们来说就成了不同的机会或者说工具。但事实上，社会结构既是主观也是客观的。社会结构不能独立于人类的活动而存在，但是同时，社会结构在一定条件下又会有相当的客观稳定性。无论一个人是否理解他所处社会的社会结构，社会结构都将对他的行为起着重要作用。正如在“文化大革命”时，我并不理解“文化大革命”，但是整个“文化大革命”时代的社会政治结构却对我的个人生活和行为有着根本性的影响。此外，无论一个儿童是否理解教育这一结构性社会现象的意义，他在一定年龄后一般都会被父母送入学校读书。总之，社会结构对人们来说并不仅仅是机会而且是约束，它既是主观的又是客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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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2 甘姆森和迈耶对政治机会的分类

第二，政治机会结构理论背后隐藏着的是研究者对社会行动者行为的理性人假定。但是只有在我们假定社会行动者是拥有充分信息和资源的理性人的情况下，社会结构才可能被看做是社会行动者所持有的机会或工具。但是社会行动者拥有的信息和资源往往有限，更为重要的是，社会结构对人的作用会停留在习惯和本能等潜意识层面上。

第三，我们一旦把社会结构及其变化看做是机会，不同的社会结构就成了不同层面上的机会。这样我们就无法提出检验政治机会结构理论的有效性的替代性假设。在社会学中，对任何一个结构性概念进行定义时我们都会遇到许多问题。比如国家这一概念，虽然我想谁也不会否认国家的存在，但具体怎么界定这一概念却是一个问题。比如在中国，中央政府、国务院和人大肯定属于国家范畴，但是我们的街道和乡一级政府呢？这些地方政府既属于国家范畴同时又受到社会的重大影响并与基层社会有着直接的联系，显然国家和社会这两个概念的界线在这儿就不怎么明朗。此外，我们在应用国家这一概念时，常常会说 “国家决定”、“国家行为”、“国家怎么怎么了”，但事实上，国家的行为总是由具体的人士和机构做出的。以上这些把具体问题抽象化（reification）的说法往往会误导我们把国家看做一个决策整体而忽视其内部高度分工和分化的现象。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学里很少有没有问题的概念。但是，我们同时也必须看到，在社会学中像国家这样的概念，不仅有着与这些概念相关联的一些特定机制，而且其内涵和外延多多少少是可以确定的。换句话说，国家这一概念再有问题，再模糊，我们还是能够通过定义在一定程度上把它与其他结构性因素加以区别（比如，阶级、种姓、人口、社区、家庭、性别和种族等概念都是非国家性结构概念）。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家理论是可以被证伪的，因为我们如果不同意对某一经验问题的一个以国家为中心视角的解释，我们尽可以指出这一问题的性质或发展是由阶级、人口、家庭、性别或其他结构性因素决定的。但是，政治机会结构这一概念所指向的不是某种特定的宏观结构机制，而是社会行动者的理性选择。这个把社会结构彻底主观化的倾向使我们可以把所有能引发运动的因素都界定为这种或那种政治机会。既然所有有利于社会运动产生和发展的结构性因素都可以被定义为“机会”，我们的研究范围就被局限在一个具体的社会现象到底是由什么层面上的政治机会所决定的这样一个问题上，至于政治机会结构这一理论本身则变得永远正确。换句话说，政治机会结构理论是不能被证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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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不仅是政治机会结构理论，而且任何把社会结构彻底主观化的理论（比如社会资本、文化资本、符号资本等各类资本理论）都存在相似的问题。如果这类理论范式的权威性得以确立，那么不同的社会结构因子都可以被界定为不同的政治机会结构或者是不同类型的资本，我们能证伪的，最多也只能是哪类政治机会或资本在对一个具体的经验事物产生影响，而不是这些理论本身。把这种机会理论和资本理论推到一个极端，不要说社会学，就连整个社会科学都会变为“机会学”或“资本学”。在西方，某些大学者在提出所谓资本理论和机会理论时，往往有某种价值观的驱动：他们相信理性的力量，并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就在于理性能战胜情感，并成为社会秩序的主导性力量。但是对于大多数平庸的学者来说，机会和资本这类名词就成了他们理论上缺乏想象力或思路不清的掩饰物。我经常碰到一些学者，当问他们在做什么工作时，他们会回答说是在做社会资本或文化资本等。但是当我进一步问下去时，我往往发觉他们对自己想研究的对象、问题、解释思路和理论新意都不是十分清楚，因为资本这一概念所指性极广，再加上目前这类概念正当红，所以他们借这一概念来提高自己工作的合法性和掩盖他们经验研究与分析的弱点。

必须指出，我这里所批判的主要是那些把“资本”作为“自变量”，并用以解释其他社会现象的做法。当前也有许多工作把经过定义后的社会资本或文化资本等概念作为一个理想的社会指标（或者说当作是“因变量”），并在此基础上想说明某一社会的社会资本或文化资本总量的变化及其原因。普特南的《独自打保龄球》一书就属于这一类工作 （Putnam 2000）。在这类工作中，所谓的社会资本或文化资本不过是作者想分析和解释的一个综合指标，它们本身并没有特殊的理论意义，这种对社会资本或文化资本等概念的用法不具有理论性，所以也就没有对错可言。但是，正如我在本书第四章中所指出的，进行这类“涂尔干式”工作的学者，虽然其论证往往十分粗糙且没什么理论可言，但他们所提出的社会问题有时却很重要。他们的工作往往具有警世以及创造新研究议题的作用，因而有时会在社会中得到较大的反响。在美国，亨廷顿、卡斯特及普特南都是进行这类工作的学者。

政治机会结构的经验研究

在美国，当一个理论在遭受批判走下坡路之后，大多数冠以这一理论的工作，有些甚至是很有意义的工作，也会被同时打入冷宫。这样使得实际上相似的工作在不同的理论框架下得以重复进行，被遗忘的理论几十年后被冠以不同的名目多次出笼。这种做法对于年轻学者获得教职和学术地位大有好处，但对一个学科的深入发展却是有害的。我这里想指出的是，虽然政治机会结构作为一个理论并不可取，政治机会在社会运动中的重要性却是无可置疑的。特别是，大量关于政治机会结构的经验研究，事实上都在做国家结构以及结构性行为对社会运动产生和发展的影响，其中有许多工作，特别是一些欧洲学者的工作，是相当出色的。在本章的最后部分，我将以柯理希的关于欧洲新社会运动组织发展的研究为例（Kriesi 1996；Kriesi et al. 1995），扼要讨论其在政治机会结构理论框架下所进行的一件颇具代表性的工作。

在他1996年的那一篇文章中，柯理希探讨了德国、法国、荷兰和瑞士这四个国家中新社会运动的发展。在研究中他发现，20世纪70年代在欧洲发展起来的新社会运动有朝着四个方向发展的倾向：商业化、退化、极端化和制度化。所谓商业化就是指社会运动组织转变成针对自己成员收费的服务型组织；制度化指的是在运动的发展过程中，社会运动组织在行为上越来越接近一般政党和利益集团；极端化指的是在运动的发展过程中，社会运动组织越来越倾向于采取激烈甚至是违法的抗争性行动；退化就是社会运动组织在运动中逐渐转变成俱乐部或自助型组织。他并且发现，在这四个国家中，新社会运动的组织发展有着以下规律：法国的社会运动组织有着较强的极端化倾向，瑞士的社会运动组织的制度化程度很高，而其余两个国家的社会运动组织的发展轨迹则介于二者之间。

柯理希文章的中心论点是，欧洲国家的新社会运动组织发展的不同轨迹，主要是由一个国家的政治机会结构决定的。为了展开他的论点，柯理希在文章中提出了内部结构化和外部结构化这两个概念。所谓内部结构化指的是社会运动本身的性质。他指出，具有工具性目的的社会运动（如环境运动和和平运动）比较容易被制度化。这类运动都有一个具体的、理性的利益型目标。由于利益是可以讨价还价的，这就使运动和政府之间达成妥协成为可能。与之相应，这些运动组织在发展过程中逐渐转变为政党或利益集团性组织。与之相比较，亚文化运动（如同性恋运动或女权运动）则容易有退化或商业化的倾向。亚文化运动的目标，主要是要求社会对其成员的认同感有一个全面的尊重和承认，但是由于这类组织只吸收那些有着相同认同感的成员，因此它们难以扩大。再加上这类运动的目标不是工具性的而是价值和情感性的，因此它们与主流社会和国家很难找到妥协点。而且作为一个边界分明的亚文化，政府和主流社会可以对此采取置之不理和敬而远之的做法，使其始终处于社会的边缘。其结果就是，亚文化运动组织就容易走向退化或商业化的道路。反文化运动（如欧洲的社区自治运动）则容易走向极端。与亚文化运动一样，这类组织在成员的要求上是非包容性的，因此组织规模一般较小。此外，这些社会运动的目标与一些具体的国家目标和法律有着直接的冲突，它们不但为国家所不容而且很难被国家忽视，因此它们往往会与国家发生冲突并在难以被制度化的情况下走向激进。

柯理希认为，相比于内部结构化，一个社会运动的外部结构化（即一个国家的政治机会结构）对于社会运动组织的发展有着更为重要的作用。他在文章中提出了三个影响社会运动组织发展的因子：国家力量的强弱，国家处理社会运动的主要策略，国家内部权力结构的整合以及国家和新社会运动的关系。柯理希依据国家力量的强弱和国家处理社会运动的主要策略（排斥性或采纳性策略）这两个因子，对他所研究的四个国家政府处理新社会运动的方式以及新社会运动的发展做了如下总结：当一个国家对来自社会上的挑战采取排斥性策略，并且是一个强国家时，这个国家就会对社会运动采取“选择性采纳”的策略。法国就是这样的国家。在法国，社会运动对于国家既没有正式也没有非正式的影响渠道。再加上法国国家力量强大，新社会运动对国家政策的直接影响很小，而政府却能在政治上忽视许多新社会运动的存在。但正是由于法国的强国家传统，某些政府在上台后会主动去采纳和解决一些新社会运动所提出的社会问题或议题（比如，每当左派政府上台后，法国政府往往会推行一些新社会运动所倡导的政策）。在这种政体下，新社会运动比较难以发展和难以被制度化，这就是为什么与其他三个国家相比，法国的新社会运动始终很弱并且保持着极端传统。

与法国的选择性采纳策略正好相反的是瑞士的“程序性整合”策略。瑞士是一个传统的弱国家。瑞士政府面对社会运动时缺乏镇压手段。瑞士的直接民主政体和联邦制也给社会运动提供了许多正式和非正式的影响政治过程的渠道。但是瑞士缺乏一个强国家所拥有的能用于贯彻一些重大社会政策的组织和制度。瑞士政府在面对社会运动时即使做出了重大妥协和政策让步，这种妥协的实质性效果也不大。从总体上来说，瑞士的弱国家传统鼓励了新社会运动的兴起，但是由于瑞士的直接民主政体和联邦制能有效地把社会运动吸收到民主化的程序政治中，瑞士的新社会运动一般会运用合法渠道和手段来争取它们的权益。这就是为什么瑞士的新社会运动规模较德国和荷兰的要小，并且其发展在三国之中有着较高的制度化倾向。

德国和荷兰是两个中间型例子。和法国政府一样，德国政府也倾向于对社会运动采取排斥性策略，但是德国政府相比于法国政府要弱一些。德国的联邦制政体给新社会运动提供了许多向政府施加影响的方法，德国的法律体系也是新社会运动可利用的一个资源。但是由于德国有着对反对势力的镇压传统，一个社会运动的诉求一旦超出政府的允许范围，它所面临的将是镇压。这种镇压传统有把社会运动引向极端化的倾向，而弱国家传统却能导致社会运动的制度化。在这两种力量的共同作用下，德国政府对新社会运动采取的是“正式采纳”的策略。相应地，德国新社会运动的制度化和极端化指标均居于法国和瑞士这两个国家之间。荷兰是另外一个中间例子。荷兰是一个非联邦制的强国家。面对这样一个国家，荷兰的新社会运动并没有很多能向政府施压的正式渠道。但是荷兰同时又是一个具有很大自由度的国家，国家对社会运动一般不采取镇压手段，新社会运动也有许多向政府施加影响的非正式渠道。荷兰国家对新社会运动采取的策略可称为“非正式性吸收”。荷兰的新社会运动规模居四国之首，但是它的社会运动的发展有着较高的制度化倾向。

柯理希在文章中还分析了国家权力结构以及左派政党与新社会运动的关系对整个运动发展的影响。这里他特别强调了一个国家内部左派力量之间的关系对运动的影响。比如，左派执政党一般支持新社会运动，这四个国家的新社会运动也主要从左派中吸收成员。但是如果把这四个国家做一比较，我们会发现，由于瑞士政党的左右界线不分明，因此它们的新社会运动也从右翼中吸收大量成员；而法国政党的左右界线分明，其结果是新社会运动成员全部来自左派；德国和荷兰的政治结构居于法国和瑞士两国之间，它们的新社会运动吸收右翼势力的能力也介于法国和瑞士之间。虽然这四个国家的新社会运动主要从左派中吸收成员，但是它们对左派政党的喜好程度却有很大不同。在这四个国家中，共产党是新社会运动的重要同盟，但是共产党有着较强的意识形态，因此它并不是新社会运动最喜欢的盟友。即使是在共产党力量十分强大的法国，也不例外。此外，新社会运动通常与在野而不是当朝的左派政党结盟。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在20世纪80年代的早期后就不再是执政党，它因此成为新社会运动的最主要同盟。在法国和瑞士，由于执政党一直是一些主要左派政党，新社会运动的主要同盟就成了绿党或者其他左派小党。

柯理希的具体分析要比我以上的总结复杂得多，我这里只能择要而述。我特别想指出的是，作者在文章中使用的主要概念，像国家力量的强弱、国家处理社会运动的主要策略、国家内部权力的整合，等等，全都属于国家和国家社会关系理论的范畴。柯理希实际上研究的是国家和国家社会关系与欧洲新社会运动组织形式发展之间的关联。他的工作分析严谨，推理清楚，本身还是很出色的，而政治机会结构理论在他的研究中仅仅是一顶可有可无的帽子。


问题思考


（1）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传统集体行动和社会运动理论遭到了哪些方面的批判？从今天的角度看，这些批判的得失是什么？

（2）为什么说在社会学中人们对旧有理论所进行的偏执的批判有时会在很大程度上推动理论和经验研究的发展？除了本章所给出的例子之外，你是否还能给出其他类似的例子？

（3）政治过程理论与资源动员理论有哪些异同？麦卡锡的政治过程理论与梯利的理论又有什么异同？

（4）什么是政治机会理论，它是在什么背景下发展起来的？这个理论的最大问题在什么地方？为什么我们许多人会喜欢这一类理论？这一理论所存在的问题是否说明政治机会在社会运动的兴起和发展过程中就不起重要作用，或者说在“政治机会理论”这一帽子下所做的大多数工作就毫无意义可言？


参考文献


刘永明，1990，《国民党人与五四运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Brown，Roger.1965. Social Psychology
 . New York：Free Press.

Costain，Anne N.，and Andrew S. McFarland，eds. 1998. Social Movements and American Political Institutions
 . Lanham，M.D.：Bowman and Littlefield.

Eisinger，Peter K. 1973. “The Conditions of Protest Behavior in American Citie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67：11～28.

Gamson，William A.，and Meyer David S. 1996. “Framing Political Opportunity.” Pp.275～290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on Social Movements
 ，edited by Doug McAdam，John D. McCarthy and Mayer N. Zald.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Goodwin，Jeff. 1997. “The Libidinal Constitution of a High-risk Social Movement：Affectual Ties and Solidarity in the Huk Rebell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2：53～69.

Goodwin，Jeff and James M. Jasper，eds. 2004. Rethinking Social Movements：Structure，Meaning，and Emotion
 . Lanham，M.D.：Rowman and Littlefield.

Gould，Roger V. 1991. “Multiple Networks and Mobilization in the Paris Commune，1871.”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6：716～729.

Gurr，Ted. 1970. Why Men Rebel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Halebsky，Sandor. 1976. Mass Society and Political Conflict：Toward a Reconstruction of Theory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Jasper，James M. 1997. The Art of Moral Protest：Culture，Biography and Creativity in Social Movements
 .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Jenkins，J. Craig，and Klandermans Bert，eds. 1995. The Politics of Social Protest
 . 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Kitschelt，Herbert. 1986. “Political Opportunity Structures and Political Protest：Anti Nuclear Movements in Four Democracies.”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16：57～85.

Klandermans，Bert and Dirk Oegema. 1987. “Potentials，Networks，Motivations and Barriers：Steps toward Participation in Social Movement.”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2：519～531.

Kornhauser，William. 1959. The Politics of Mass Society
 . New York：Free Press.

Kriesi，Hanspeter. 1996. “The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of New Social Movements in a Political Context.” Pp.152～184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on Social Movements
 ，edited by Doug McAdam，John D. McCarthy，and Mayer N. Zald.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Kriesi，Hanspeter，Ruud Koopmans，Jan Willem Duyvendak，and Macro G. Giugni. 1995. The Politics of New Social Movements in Western Europe：A Comparative Analysis
 . 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Marwell，Gerald，Pamela Oliver，and Ralph Prahl. 1988.“Social Networks and Collective Action：A Theory of the Critical Mass. III.”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4：502～534.

McAdam，Doug. 1982. Political Proces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Black Insurgency，1930-1970
 .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1986.“Recruitment to High-Risk Activism：The Case of Freedom Summer.”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2：64～90.

McAdam，Doug，John D. McCarthy，and Mayer N. Zald，eds. 1996.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on Social Movements
 .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McAdam，Doug，and Ronnelle Paulsen. 1993. “Specify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Ties and Activism.”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9：640～667.

McCarthy，John D. 1987. “Pro-life and Pro-choice Mobilization：Infrastructure Deficits and New Technologies.” Pp.49～66 in Social Movements in an Organizational Society
 ，edited by Mayer N. Zald and John D. McCarthy. New Brunswick，N.J.：Transaction.

McCarthy，John D.，and Mayer N. Zald. 1973. The Trend of Social Movements in America：Professionalization and Resource Mobilization
 . Morristown，N.J.：General Learning Corporation.

——. 1977. “Resource Mobilization and Social Movements：A Partial Theor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2：1212～1241.

Meyer，David，and Suzanne Staggenborg. 1996. “Movements，Countermovements，and the Structure of Political Opportunit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1：1628～1660.

Meyer，David S. and Sidney Tarrow. 1998. The Social Movement Society：Contentious Politics for a New Century
 . Lanham，M.D.：Rowman and Littlefield.

Oberschall，Anthony. 1973. Social Conflict and Social Movements
 . Englewood Cliffs，N.J.：Prentice-Hall.

Opp，Karl-Dieter，and Christiane Gern. 1993. “Dissident Groups，Personal Networks，and Spontaneous Cooperation：The East Germany Revolution of 1989.”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8：659～680.

Pinard，Maurice. 1975. The Rise of a Third Party：A Study in Crisis Politics
 . Montreal：McGill-Queen’s Press.

Putnam，Robert D. 2000. Bowling Alone：The Collapse and Revival of American Community
 . New York：Simon & Schuster.

Rucht，Dieter. 1990. “Campaigns，Skirmishes，and Battles：Anti-Nuclear Movements in the USA，France，and West Germany.” Industrial Crisis Quarterly
 4：193～222.

——. 1996. “The Impact of National Contexts on Social Movement Structure：A Crossmovement and Cross-national Comparison.” Pp.185～204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on Social Movements
 ，edited by Doug McAdam，John D. McCarthy，and Mayer N. Zald. Cambridge，U.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melser，Neil，J. 1962. Theory of Collective Behavior
 . New York：Free Press.

Snow，David A.，Louis A. Zurcher，and Sheldon Ekland-Olson. 1980. “Social Networks and Social Movements：A Microstructural Approach to Differential Recruitment.”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

Tarrow，Sidney. 1992. “Mentalities，Political Cultures，and Collective Action Frames：Constructing Meanings Through Action.” Pp.174～202 in Frontiers in Social Movement Theory
 ，edited by Aldon D. Morris，and Carol M. Mueller. 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

——. 1994. Power in Movement
 .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96. “States and Opportunities：The Political Structuring of Social Movements.” Pp.41～61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on Social Movements
 ，edited by Doug McAdam，John D. McCarthy And Mayer N. Zald.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98. Power in Movement
 （2nd
 ed.）.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Tilly，Charles. 1978. From Mobilization to Revolution
 . New York：Random House.

von Eschen，Donald，Jerome Kirk，and Maurice Pinard. 1971. “The Organizational Substructure of Disorderly Politics.” Social Forces
 49：529～544.

Walsh，Edward J.，and Rex H. Warland. 1983. “Social Movement Involvement in the Wake of a Nuclear Accident：Activists and Free Riders in the Three Mile Island Area.”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8：764～781.

Zhao，Dingxin.2000. “State-Society Relations and the Discourses and Activities during the 1989 Beijing Student Movement.”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5：1592～1632.




 [1]
 人们也许会说，强调政治机会结构的理论家也分析了客观社会结构在社会运动发展中的作用。然而，一旦我们将客观的社会结构定义为“机会”，我们就立即对其赋予了主观品质。这就是为什么泰罗（Tarrow 1994：85）不得不在下述意义上定义“政治机会结构”，即，它是能“通过影响人们对成败的期待，从而决定是否采取集体行动的动机”。


第十章 社会运动的话语和符号性行为方式

集体性抗争现象自古即有，但是我们今天称为社会运动和革命的集体性政治抗争却是伴随着资本主义和现代国家的兴起而产生的一种近现代现象。比如，中国有着几千年的强国家传统，与之相应的是中国所特有的频繁的农民起义现象。这些起义有时也创造一些诸如“开着大门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之类的话语。但是中国传统农民起义的话语十分初级简单，其目的也不是要改变任何现存社会的结构和价值。与传统的集体性抗争行为相比，现代社会运动和革命的一个最大不同就是它们有着鲜明的，同时也是较为复杂的以意识形态和话语为主导的政治目标。这些政治目标一旦实现，将会部分地，甚至是根本性地改变一个社会的权力结构、生产关系，以及人的价值观和认同感。现代社会运动的另一个特点是它有着一些如游行、示威、集体绝食、静坐、罢工、串联等传统社会没有的表达政治诉求的方式。在这些活动中，运动的参加者进行演讲，呼喊口号，举着标语和横幅；他们同时也不断做出各种符号性行为（包括一些特殊的着装），以鼓励同伴，维持激情，取得同情和动员大众。现代社会运动和革命的这些特点都决定了话语和符号性行为在其中的重要性。

在社会运动和革命的话语和符号性行为的研究中，学者们主要关心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第一，社会运动的话语和符号性行为是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下产生的。因此我们必须了解一个国家的文化在社会运动的话语和符号性行为产生过程中的作用，以及更为广义上的文化和社会行为的关系。第二，在社会运动中，运动积极分子用他们的理念制定和创造出种种策略性行为，但是同时，社会运动又是一个充满情感的过程。在社会运动中，我们往往会看到运动的参加者，通过大喊大叫、流泪、愤慨、写血书、自杀，甚至是自焚等方式来表达他们的情感并感染周围的人群。因此我们必须了解社会运动参加者的理性和情感在社会运动的发起和发展中的作用。本书的第三章对理性和情感在社会运动中的作用这一问题已经做了专门分析，因此本章将主要围绕以上第一个问题展开讨论。但是由于以上两个问题是紧密相连的，因此在讨论中我们还会涉及第二个问题。

在探讨一个国家的文化在社会运动的话语和符号性行为产生过程中的作用时，我们所面临的主要有三种理论。第一种理论对人的行为做了理性选择假设。在这种理论下，文化就是一个工具箱，人与文化的关系就是工具箱主人和箱中工具之间的关系，社会行动就是行动者在文化工具箱中找出理想工具并用于实践的过程。第二种理论把文化看做文本，并且认为社会行动者的行为是由文化文本中的内容决定的。第三种理论把文化看做一个由多重的甚至是相互冲突的文本组成的大杂烩。这一理论的重点不在于强调文化对社会行动者行为的影响，而在于指出某一类文本成为影响社会行动者行为的主导文本的结构条件，以及主导文化文本在历史中的变迁。在本章中，我将简要地对在这三种理论下围绕社会运动所产生的一些主要工作做出总结，并在此基础上试图提出一个具有普适性的文化和社会行动关系的理论，但是首先我将对文化这一概念做出简单的定义。

对于文化的定义至少已有一百多种（Brownstein 1995：313；Steinmetz 1999：4）。这些定义基本上可以分为两大类型。其一为广义定义。这里文化不仅包括所有存在于人类头脑和人与人之间关系中的信息，它还包括人类生活的任何层面，甚至包括像国家、阶级、民族等在传统意义上属于社会结构范畴的东西（Bourdieu 1990；Foucault 1977，1978；Meyer 1999；Polletta 2004；Sahlins 1976；Sewell 1985，1990；Williams 1983）。其二为狭义定义。在这种理解框架下，文化包括所有存在于我们头脑中以及人与人之间关系中的信息，但是我们称之为社会结构的那些范畴则被排除在文化的定义之外。比如，古德瑙夫就曾经指出，对于研究文化和人类行为关系的学者来说，他们所需要知道的就是文化存在于社会运动者的头脑中（Goodenough 1956）。吴斯诺把文化定义为“符号性和表达性的人类社会行为”（Wuthnow 1987：3）。司怀特认为，“文化就是社会礼仪、符号、故事和世界观的集合，它是人们指导其建构自己行为策略的工具包”（Swidler 1986）。

从本体论层面上来说，文化就是社会。不但那些传统意义上属于社会结构范畴的东西（比如一个社会中的政体形式或者阶级结构）是人类文化的体现，甚至像吃、睡眠、性生活等人的本能性行为也已经在人类社会中发展成为文化行为。但是这种广义的文化定义在理论和经验上均不好操作。一旦我们采用广义的文化定义，所有社会现象都成了文化现象，社会学研究就成了英国和西方的一些学者进行的所谓“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Smith 1998：8）。在这种情况下，文化研究可以采取两种方法，其一是把解读（而不是解释）作为研究的出发点和目标。如我在本书的引言中所指出的，这种研究传统强于批判弱于建构，其问题非常之多。其二是在文化这一总体概念下重新建立各类概念。但是，对文化进行广义性定义的作者们所提出的各种概念一般都是解读性概念。这些概念往往都是针对一些社会现象所提出的一些具有很大偏差的概括，在许多情况下，他们所提出的概念就像物理学中以太这个概念一样，根本就没有本体性意义。布迪厄就是创造这类概念的一个“天才”。比如在他几年前发表的一篇短短的文章中，他竟然创造出五种不同的“资本” 概念：暴力资本、经济资本、信息资本、符号资本和司法资本。可以想象，照这样下去，我们可以将资本概念不断延伸，直至将所有的结构概念统统转述成各类资本概念，并把整个社会科学改造成为一个资本学。但事实是，比起一些如网络、阶级、国家、民族、性别等结构性社会学概念来说，资本概念又显得包罗万象而很不容易定义，同时资本这一概念又具有很大的价值倾向（在这个概念中，人成了一个完全理性的动物，而社会结构对人的行为只有主观意义），作为解释框架其意义十分有限。出于以上原因，许多对经验现象敏感的学者一般会从韦伯和涂尔干传统出发，把文化定义为所有存在于我们头脑中以及人与人之间关系中的信息，但是把广义的我们称之为社会结构的那些范畴排除在文化的定义之外。本书也将遵循这一规范。

框架分析理论

框架分析是由戈夫曼提出的一个微观社会学概念（Goffman 1974）。美国的社会运动理论发展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变得越来越强调资源、政治机会、组织力量等非话语性因素在社会运动的发生和发展中的作用，但是任何参加或观察过社会运动的人士都会知道，宣传、动员、理论准备等因素在社会运动的发展中有着关键作用。为了弥补这一弱点，同时也是为了避免传统的社会运动分析对社会运动话语和意识形态的一种泛泛的宏观处理方法，斯诺和他的学生把戈夫曼的框架整合（frame alignment）概念运用于社会运动微观动员过程的分析（Snow el al. 1986）。

斯诺和他的学生首先把一系列和框架分析相关的概念做了定义。提出框架分析这一视角的学者认为，人们对事物的理解和分析大多是从脑中已有的一些既定模式出发的。他们把这种模式称为解读模式（schemata of interpretation）。在心理学中，相应于这一理论的最为著名的一句话就是“阅读是一个猜测过程”。这句话的含义就是读者在读一个文本或者是观察一种事物时，脑中往往已有了许多观念或者倾向性的认识，所谓阅读或观察就是读者用脑中的观念或认识来套文本中的观点或叙述。一个读者对书中的某一观点产生共鸣或叫好往往是因为这个观点①与该读者的观念相符，②符合该读者的价值观或审美倾向，③对该读者的原有观念做了有限修正。很少有读者能一下子接受一个对他来说是全新的观念。

框架分析中所谓框架（frame）这一概念，指的就是一种能帮助人们认知、理解和标记周围所发生事物的解读范式。但是，对于一个具体的社会运动来说，运动积极分子所提出的一些意识形态、价值观、社会改造主张并不一定就是他们所想动员的大众或想联合的其他组织所能直接接受的框架。这其中有许多原因。比如，一个社会运动的价值或主张有时会和一个国家的合法性基础或一个社会的主流价值产生直接冲突，如果该社会运动在运动初期马上就把它的价值或主张作为动员大众的框架，它就会遭受巨大的阻力甚至有被镇压的危险，而这种危险对于参加者动员来说会是一个很大的阻力。有时，一个社会运动所持有的意识形态或话语体系对于他们所想动员的个人或组织来说可能会太抽象、太遥远或不甚相干。也就是说，一个社会运动所持有的意识形态或话语体系有时会很难与运动动员对象的实际利益、兴趣或怨恨感联系起来。因此为了有效地动员群众，社会运动积极分子在大多数场合都需要把他们所持有的意识形态和话语体系进行改造，将其与动员对象的直接利益或情感联系起来，有时候一个运动的领导为了一些近期目标甚至会放弃他们对于一些教条的追求。斯诺和他的学生把社会运动中的这些过程称为框架整合。所谓框架整合可以是指把若干具有相近（但是不同）的意识形态、价值或目标的组织通过运动目标和策略的改造联合起来的过程，也可以是指一个通过运动目标和策略的转换从而把社会运动组织的意识形态、目标和价值与动员对象的利益及怨恨联系起来的过程。

斯诺和他的学生认为，社会运动的框架整合主要有以下四种类型：①框架搭桥（frame bridge）。所谓框架搭桥就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在结构上不相干，但在意识形态和价值认同上相近的框架之间的结合。对于具体的社会运动来说，这种框架搭桥既可以发生在不同的组织之间，也可以发生在一个组织中的许多个人之间。就中国来说，框架搭桥的一个典型例子就是“文化大革命”中的串联。“文化大革命”前中国普遍而有效的左倾教育使当时的年轻一代比较容易受到左倾思想的鼓动，而“文化大革命”初期北京学生到各地串联，煽风点火，把北京的“文化大革命”框架带到全国，从而大大推动了“文化大革命”的蔓延和深化。②框架扩大（frame amplification）。一个或多个组织和个人对某一意识形态、价值或目标有一定的认同和亲和力，但他们尚未参加为这些价值和目标的实现而斗争的社会运动。为了动员这些组织和个人加入这个社会运动，社会运动组织往往会通过强调和夸张那些价值和目标的重要性等手段来动员这些组织和个人，这就是框架扩大。美国的社区运动往往会在参加者动员时强调传统家庭价值的重要性。而美国的反堕胎运动在动员民众时往往会强调卵子一旦受精就是生命，而生命是上帝赋予的，因而有其神圣性。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动员军人为革命事业献身时往往会用三忆三查、忆苦思甜等方法来强调革命对于穷人的意义。所谓的框架扩大指的就是社会运动组织所进行的这类宣传鼓动活动。③框架延伸（frame extension）。框架延伸指的是一个社会运动组织为了动员更多的参加者或获得更多的盟友把其组织的意识形态、话语或目标进行一定的修改或改造，以能动员或联合那些原本与他们的利益和观点均有一定不同的组织或个人来支持或加入这一运动。在中国革命中，共产党胜利的一个重要法宝就是统一战线。抗日战争时，中国共产党为了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与国民党建立了合作关系，并在解放区内实行比较温和的减租减息政策，从而团结了爱国地主和地方绅士。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对于共产党来说就是一个框架的延伸，它是抗战时共产党在敌后得以立足并且发展壮大的一个关键因素。④框架转换（frame transformation）。当一个社会运动组织所运用的框架不能成功地动员运动参加者，或者当一个社会运动的发展受到严重阻碍时，为了把一个社会运动推向成功，运动积极分子往往会修正甚至是抛弃他们所持有的话语，并进而提出新的目标或框架。这就是所谓的框架转换。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过程中的策略从和平道路转换到武装斗争，从以城市为中心的斗争转换到农村包围城市，都是框架转换的例子。

除了这四种类型外，我认为框架整合还可以有第五种类型，这里我且把它称为框架借用。如果一个群体有很强的怨恨感或被剥夺感，但是却找不到一种与他们的怨恨感或被剥夺感相符的意识形态或理论武器，这个群体就有可能会去借用一种与他们的怨恨感或被剥夺感不相符甚至是截然相反的意识形态或话语来作为他们所发起运动的话语框架。在第一次工业革命时，英国的许多工人原来都是传统的手工业者，这些手工业者失去了他们在传统社会中的地位和生活方式，他们渴望的是前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生活方式，而不是什么后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但是他们却用新兴的马克思主义作为进行反抗的思想武器。这里马克思理论对于他们来说就是一个“借来的话语”（Calhoun 1983）。

框架分析中的另外一个重要概念是“主框架”。所谓主框架，就是在一定时空内发生的许多社会运动的共同主题。它往往是某一地区乃至整个世界在一个时代中处于上峰的意识形态或社会潮流。社会中社会运动的主框架一旦形成，为了降低动员成本和加大影响，许多社会运动组织在动员运动参加者时往往会套用这个主框架的话语乃至与其他组织建立一种“统一战线”，有些社会运动甚至会把主框架作为自己运动的“借来话语”。主框架这一概念告诉我们为什么革命和反抗浪潮在世界上总是一波一波地到来。“二战”后，全世界革命和社会运动的主框架就是毛泽东所总结的“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的独立运动。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社会运动的主框架是围绕公民权运动的一整套话语体系。在这种话语体系下，美国产生了新左派运动、黑人解放运动、反越战运动、女权运动、环境运动、和平运动，以及同性恋运动等一系列社会运动。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世界上社会运动的主框架是民主化。在这种浪潮中，许多国家的政权在社会运动和革命中被推翻，世界从此走向美国一家独霸的局面。

斯诺和他学生的文章认为，社会运动中的框架整合是一个以社会运动领导者的活动为核心的策略性行为，并因此而把框架整合过程称作策略性框架（strategic framing）。他们这种对于社会运动话语形成过程的理性化理解与当时正处于巅峰状态的政治过程理论相吻合，但是框架整合理论同时又指出了微观层面上社会运动动员和话语在社会运动中的重要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们的工作填补了政治过程理论中的一个盲点。因此，他们的文章一经发表马上带来巨大的反响。从那以后，“框架化”（framing）这个概念已被运用于描述和分析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运动修辞策略、集体行动的符号意义以及政府、媒体对运动的反应等众多领域（Benford 1993；Gamson and Wolfsfeld 1993；McCarthy，Smith and Zald 1996；Ryan 1991；Snow and Benford 1988，1992；Tarrow 1998；Zald 1996）。

但是以上所列的这类工作也有许多弱点。首先，在他们的分析框架下，文化就成了司怀特所说的一种“工具箱”（Swilder 1986），社会运动的话语性活动就是社会运动领导者和积极分子在工具箱中寻找合适工具的过程，而运动领导者之所以选择某一话语性策略就是因为这一策略的有效性。但是我们知道，文化有时会作为习惯和本能在人行为的潜意识层面上发挥作用。此外，虽然许多运动参加者的行为背后都有一定程度上的理性支持，但很少有社会运动，特别是一个长时期大规模的运动，其发展轨迹是由社会运动参加者的理性策略决定的，历史的轨迹往往是一些非企及性结果的组合。第二，框架分析者把社会运动的话语看做社会运动组织领导者的策略性行为。但是许多社会运动，特别是在一些社会中层组织发育不良的威权国家中发生的社会运动，往往带有很大的自发性。在这些自发性很大的社会运动中，决定一个社会运动话语特征的往往不是社会运动领导人的策略，而是运动中的许多个体性行动。这些个体性行动在运动中处于相互竞争状态，而在竞争中胜出的话语策略则构成一个社会运动的特征。最后，由于斯诺和他的学生把社会运动的话语看做社会运动组织领导者的策略性行为，在对具体社会运动的分析中，他们往往会把社会运动的发展描述成一个运动领导者的理性策略过程。在这种分析和叙事模式下，人们就忽略了社会运动话语框架化过程中一个可能更为重要的环节，即一个社会运动所要发动的对象头脑中已具有的一些结构性解读模式在社会运动话语形成过程中的作用。事实上，绝大多数以框架分析为核心的经验研究都把他们的注意力放在社会运动领导层的活动上，从而忽略了对这些社会运动领导所想要动员的百姓们的解读习惯以及这些解读习惯背后的结构性机制的研究。诚如一个在框架分析领域中颇有影响的学者在评价自己领域中的研究时所说的那样（Benford 1997：421，412），大部分对社会运动框架化的研究要么热衷于理论性的概念思辨，要么热衷于讲述一个在社会运动框架化这一视角下构成的个案故事（例如Evans 1997；Hank 1995；Ryan 1991；Snow et al. 1986；Snow and Benford 1988，1992；Williams and Williams 1995；以及Zuo and Benford 1995）。在他们的笔下，“社会运动的动员过程就像是运动积极分子在摁一个一个的修辞按钮”；他们的推理也“倾向于根据成功的动员过程去逆推运动积极分子提供的一系列框架，并在两者之间建立因果联系”。可以说，进行框架化过程研究的学者很少关注社会中客观存在的、普遍的“解读图式”及其对框架化过程的影响，也很少有人将大众的解释模式与特殊的社会结构联系起来。因此，虽然框架整合这一概念十分重要，就其后续工作来看，斯诺和他的学生所提出的一套概念仅仅是社会运动话语性策略的一个分类系统。

文本决定论

文本决定论并不是一个统一的理论，而是具有多种研究视角的潮流。但是与上一节中所介绍的框架分析理论相比，从文本角度来研究社会运动话语的作者一般都认为，当社会行动者相信某一话语或意识形态，或者是继承了某一文化时，社会行动者就会寻求他（们）的行为和这些话语之间的一致性。在这种场合下，这些社会运动者决定是否做某件事情的准则不是策略性的输赢而是情感性的对错。他们决定依据某一文本行事，是因为他们对于这一文本有着很深的感情，或者是因为他们相信他们的行为有着正义性，即使他们这样做会给他们的利益甚至是他们所参加的社会运动的实际效果带来损害（Ellingson 1995；Hunt 1984；Jacobs 1996；Sewell 1985；Steinberg 1994）。持有文本决定论的学者一般都强调情感和文化在社会运动话语形成过程中的关键作用，这是一个与框架分析理论截然相反的分析意识形态和话语在社会运动中作用的视角。

文本决定论学者在分析社会运动的话语、意识形态和文化对社会运动的产生与发展的影响时通常采取两种分析方法。其一是对一个社会运动的话语或话语式行为做出解读，从中找出这些话语或话语式行为与该社会所存在的某种文化或意识形态的关系，然后就反过来论断这一社会运动的话语或话语式行为是这些文化或意识形态决定的。比如，瓦瑟斯特朗以及瓦瑟斯特朗和艾胥理可在对中国20世纪以来的学生运动做了研究后提出，中国现代的学生运动其本质是一个“政治剧场”，而中国传统文化则为这一 “政治剧场”提供了脚本 （Wasserstrom 1991；Wasserstrom and Elizabeth 1992）。白鲁勋在分析中国现代政治时也十分强调中国现代政治和传统政治的一致性，以及中国的传统政治文化与共产党体制下官僚文化的高度相似性（Pye 1981）。他们这种研究的好处在于强调了传统文化和政治对现代人行为方式的影响，但是持有这种视角的学者在研究时所得出的结论却往往会流于牵强。我们并不否认中国的传统文化在中国现代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问题是，在中国“政治剧场”的剧目中存在许多种十分不同的脚本。比如就现代中国的干部来说，如果说意识形态化和廉洁是20世纪50年代干部的主要特征的话，派性政治和阴谋则是“文化大革命”时崛起的干部的行为特征，而改革、机会主义和腐败则构成今天干部生活的一个主要现象。意识形态化和廉洁、派性政治和阴谋以及改革、机会主义和腐败作为不同的脚本在中国文化中都可以找到自己的渊源，我们作为一个学者的真正任务，是指出什么样的文化脚本在什么样的场合下会被社会行动者采纳并成为一个时代的优势脚本，而不是仅仅流于指出文化文本对人们行为的影响。由于这些学者刻意地想指出文化或者是传统文化对于人们行为的影响，因此他们在做学问时往往会就所研究对象专门寻找出一些与某些文化文本有紧密联系的行为方式，然后再用那些文化文本来解释研究对象的行为方式。这种从部分结果出发来寻找这些结果背后动因的做法又被叫做“对因变量进行取样”（sampling dependent variable），这是逻辑推理中的一个大忌。从广义来说，人们的行为只能是某种文化的再现。因此对一个具体的行为方式我们因此总是能做出文化文本决定论式的解读，这种文化解释因此就成了逻辑上的同义反复。

文本决定论学者认为，当一个人相信某一话语或意识形态，或者是继承了某一文化时，这个人在行事时就会追求他的行为和这些话语或文化之间的一致性。基于这一原则，许多学者分析了一些社会运动或革命背后的文化、意识形态或话语，以及这些文化、意识形态或话语的语义逻辑，并从这里出发来解释社会运动或革命中人们行为的特征，直至一个社会运动或革命的兴起和发展。比如，在对美国蚌壳反核联盟（clamshell allians）这一社会运动的研究中，岛倪强调，蚌壳反核联盟的意识形态特征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运动的策略选择并最后导致整个运动的失败（Downey 1986）。蚌壳反核联盟的意识形态要素为：反对强权、国家控制和任何形式的核技术。这种价值取向使该组织在运动中采取了人人平等的组织形式、公意决策法和非暴力策略（因为暴力本身就意味等级、强权和独裁。暴力型策略需要一个内部有森严等级的组织来推行和贯彻。蚌壳反核联盟采取非等级组织形式和非暴力策略的目的就是要向世人宣称是体制而不是他们在延续暴力和强权）。岛倪在研究中发现，这个运动在开始时是成功的。它的成功主要来自政府的处理有误。在1977年，当得知有一个核电站将在新汉普舍州开工时，该组织的1414名成员集体占领了工地。他们的行动遭到镇压，政府把这一千多名人士全部拘捕并且还设了很高的保释金。但是政府没想到，这些被捕人士不但全体拒绝被保释，并且在监禁中继续进行抗争。这个事件因此得到媒体和社会的巨大关注。在舆论的压力下，美国政府不得不在两星期后释放所有被捕人士。这整个过程及其结局使该蚌壳反核联盟在美国名声大震。这次行动的成功虽然大大促进了运动的发展，但是组织成员的增加使得蚌壳反核联盟所坚持的平等原则和公意决策法越来越难以推行。在它们的这种组织原则下，一个组织的决议只有在全体成员都同意的情况下才能被通过，因此该组织成员在开会上花费越来越多的时间，而他们之间取得一致意见的可能性却变得越来越小。此次行动的成功也促使美国政府改变了他们处理反核运动的对策。一旦有新的核工程开工，政府尽量事先派出武装人员去阻止反核成员占领工程所在地。如果不能在蚌壳反核联盟占领核工地之前就派出武装人员，政府也会避免去拘捕反核运动的成员（因为拘捕容易引起事态扩大和媒体的关注，结果往往使政府下不了台）。相反，政府仅仅向核工地派出警察来驱散反核组织成员。面对警察的行动，反核运动成员因为不能进行武力反抗而很容易被驱散（因为暴力反抗违反他们运动的宗旨）。由于反核运动成员采取了和平主义的对策，警察的整个驱散过程一般进行得很平和，媒体和社会舆论因此很少有可能关注这一事件，他们行动的意义因此也就大打折扣（媒体更会报道一些非常规性的 “人咬狗式的事件”，而在西方社会中，政治舆论一般是由媒体报道构造的，见第十二章）。特别是，在阻止蚌壳反核联盟去占领核工地的同时，政府还主动给予他们合法游行的权利。政府的这一策略也把反核成员放到一个困境。他们如果拒绝政府给予的游行权利而强行占领核工地的话，如前所述，因为政府有了准备，他们不但不能成功地占领核工地，在大众的眼里他们行动的合法性也就大打折扣；但是如果他们接受政府的提议去进行游行的话，那么这样的游行往往会因为得不到媒体和大众的关注而效果有限（见第十二章对美国的媒体、公众舆论和社会运动的关系的讨论），这种失败反过来就会导致运动内部的分裂。更为重要的是，面对政府的不同政策，蚌壳反核联盟需要经过讨论才能产生对策，但是由于他们实行的是公意决策法，面对哪怕是一个很小的问题，该组织成员也要讨论数天才会有结论。事实上，面对政府的策略，蚌壳反核联盟经常会因为不能做出有时效性的对策而丧失良机，这更引起许多组织成员的不满。这种种情况都导致蚌壳反核联盟运动的没落。

西方对法国革命的研究中有所谓第三代研究者，他们之所以被称为第三代研究者，主要是因为他们把法国革命研究的重点从早先的历史和结构视角转移到文化视角。在这一代学者中，林菡特、傅勒和瑟威尔是其中的佼佼者 （Hunt 1984；Furet 1981；Sewell 1985，1990）。这些作者的工作虽然有很大的不同，但是与其他学者比起来，他们都强调以下两点：①法国革命是一个由话语和符号推动的历史事件，并且法国革命的一个主要方面就是符号和神话制造过程；②意识形态和文化在法国革命的兴起和发展过程中都起有关键作用。比如瑟威尔在1985年写了一篇现在已成为经典的文章（Sewell 1985）。此文源于对斯考契波《国家与社会革命》一书的批判（Skocpol 1979）。斯考契波认为，意识形态和领袖人物在革命中所起的作用极其有限，即使意识形态和领袖人物在革命中起了一定作用，他们本身也是时代的必然产物，因此她强调“革命是到来的，而不是造就的”。对于斯考契波的这种观点，瑟威尔进行了驳斥。瑟威尔通过大量例子指出，法国革命起源和发展的每一步都与革命的意识形态和话语联系紧密，并且法国革命本身就是一个话语过程。比如他指出，法国革命源起于法国传统意识形态的解体。在路易十四之前，法国国王和贵族有着一个传统的契约关系。在这种关系下，国王与贵族之间均承认对方的种种传统权力，但在路易十四之后，法国开始建立官僚制国家并进行中央集权，许多原来属于贵族的权力归于国家。整个中央集权过程需要贵族的合作，而在这个过程中，贵族的特权和权力却遭到很大的削弱，这种改革因此导致统治精英之间的分裂，为革命的产生做了意识形态上的准备。瑟威尔承认，导致法国革命爆发的直接原因并不是意识形态，而是国家财政的崩溃。面对财政危机，路易十六不得不重开已停了近150年的国会，意图在增加税收问题上取得法国的贵族和神职人员的合作。但是国王要求提高税收，贵族就趁机向国王要权，由此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于是神职人员、中产阶级乃至普通百姓纷纷向国家要权，一个追求权利、平等和自由的浪潮应运而生，并最终导致革命。但是法国革命的发展却与意识形态有着直接的关系。法国革命后的政治不断走向极端并最终导致雅各宾时代的大恐怖。对于这一现象，传统的理论往往把此归于欧洲各国贵族势力对法国革命政权的压力或者是革命集团内部的权力争斗，但瑟威尔借用傅勒的观点，把法国革命的发展解读为一个话语过程。他们认为，大恐怖的话语基础是罗素的民族意志（general will of a nation）这一概念。我们说，“一娘生九子连娘十条心”，连一个家庭都难以形成一种统一意志，不要说是一个国家和民族。但是，一旦人们相信了民族意志这个概念后，他们就有了对于统一意志的追求。由于一个社会不可能有意识形态上的统一，人们就只能把不同的意见和声音统统标记为贵族阴谋。法国革命的进程就是在民族意志和贵族阴谋两个话语的互动中逐渐走向极端并最终导致大恐怖这一悲剧。瑟威尔的文章还强调，法国革命的参加者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按照革命意识形态行事的。比如，法国革命的各个派别再极端也没有人提出要废除私有制，这是因为废除私有制这一话语尚未出现在历史舞台上；此外，法国革命的参加者都大力在法国推动科学以及科学治理国家的世界观，他们由此发展出一套至今已在世界上被广为运用的公制度量衡系统，这些都是法国启蒙运动话语体系的产物。

岛倪和瑟威尔所代表的这类工作，其着重点是话语与社会行动之间的逻辑关系，以及不同话语之间的互动及其对社会行动的影响。这类工作背后的一个基本假设是，当一个人相信某一话语或意识形态，或者是继承了某一文化时，这个人在行事时就会追求他的行为和这些话语或文化之间的一致性。持有以上这一方法的学者在分析社会时往往会把意识形态、话语或文化看做一个较为稳定的结构，从而忽视了社会运动积极分子对意识形态、话语或文化的创造作用，这不可不说是一个弱点（Skocpol 1979）。但是，这种分析框架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其他文化分析方法的那种从部分结果出发去寻找结果动因的逻辑谬误，因此有其合理性和较为广泛的运用前景。

在分析中国“文化大革命”运动的起源和发展时，学者们一般会把“文化大革命”归结为国际政治、国内发展和党内斗争种种因素的综合产物，但是如果采用瑟威尔和傅勒的分析方法，我们就可以说，“文化大革命”起源于毛泽东的继续革命学说。其逻辑是：革命的对象总是当权者。由此在共产党执政的情况下，一旦我们相信了毛泽东的继续革命学说，其逻辑结论只能是“走资派就在党内”。正是由于“继续革命”学说和“走资派就在党内”这两个话语的互动，导致“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并塑就了“文化大革命”以打倒老干部为主轴的发展形态。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士肯定会对这种对“文化大革命”的起源和发展的解释嗤之以鼻。但是我想再过100年，当所有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统统过世，研究“文化大革命”成了一个纯粹的学术问题，并且容易（同时也是较为正确）的解释方式及其组合均已穷尽时，我想我以上所做的这种解释不但会兴起，而且可能还会成为在一定时空内占有统治地位的理论。如果不信我的预言的话，瑟威尔和傅勒对法国革命中大恐怖起源的解释就是例子。当然，我这里绝非想取笑瑟威尔和傅勒这两个伟大学者。法国革命与“文化大革命”不同，他们的分析方法可能更适用于解释法国大恐怖的起源而不是“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但是如果大多数读者对我以上对“文化大革命”起源的分析方法嗤之以鼻的话，我想他们这样做也是有道理的。从学理上说，读者对我的分析方法的不满，最大的原因可能就是在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毛泽东的继续革命理论并不是社会上存在的唯一话语。那时在哲学上有杨献珍的合二为一论，在文艺批评中有所谓的写中间人物论，在执政理念中有以刘少奇为首的务实派，这些与毛泽东的继续革命理论都有很大的差异。如果想从毛泽东的继续革命理论这一话语的内在逻辑来解释“文化大革命”的起源，我们首先必须解释为什么这一理论在当时的中国会成为一个占有统治地位的主导话语。一旦我们问了这样的问题，我们的视角则必须回到毛泽东在中共党内的特殊地位，以及“文化大革命”前的国际政治、国内发展及由此而产生的党内斗争，等等。如同司怀特所言（Swidler 1986：277）：“任何具体的文化都包含多元的，甚至是相互冲突的符号、礼仪、故事和行为准则。圣经的读者如果想为自己的任何行为做出辩解的话，他总是可以在其中找到相应的段落。一个社会的文化并不是一个能把社会行动引向特定方向的统一的系统。”从话语到话语的分析方法的一个通病，就是任何时代的话语总量总是要比一个时代的主导性话语大得多，由此我们必须解释为什么在那么多话语中，某一话语会成为一个社会的主导话语。同样，从文化到文化的分析方法所必须面对的问题，也是任何一个社会运动都不可能表现出一个社会的全部文化，由此在指明某些文化因子在社会运动中的作用时，我们必须首先要指出，为什么是这一些而不是同一社会中的其他文化因子成了这一社会运动发展的主导力量。这就把我们引向本章的核心问题：文化或话语在社会运动和革命中的作用，或者说我们应当怎么研究文化或话语在社会运动和革命中的作用，乃至文化或话语对社会运动者行为的普遍作用。但在全面探讨这一问题之前，我们先看看梯利是怎么分析文化和集体行动形式之间的关系的。

集体行动形式库

梯利（Tilly 1978，1986，1995）在他的早期工作中提出了集体行动形式库 （repertoire of collective action） 这一概念。梯利（Tilly 1995：41）将集体行动形式库定义为：“一个群体为争取共同利益在一起行动时所可能采用的方法。”梯利认为，一个社会中的集体行动形式库有着很大的稳定性，它的稳定性来自人们一般都会依据他们所熟悉的常规办事，集体行动形式的创造和革新因此并不常见。即使发生了创造和革新，这些创造和革新也只是在原有的集体行动形式基础上所做的一些有限的改变。因此，虽然集体行动形式库的内容会有变化，但这些变化一般是渐进和缓慢的。如斯町曲康所指出的，梯利的集体行动形式库这一概念抓住了“一个群体所共享的技术和文化特征” （Stinchcombe 1987），它概括了文化的认知性和关系性这两个重要特征。

梯利通过对法国近六百年来的集体行动发展史的分析，阐述了集体行动形式库的变化及这些变化背后的动因。他指出，法国的集体行动形式库在这600年中的变化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法国集体行动的主导形式是竞争性集体行动（competitive collective action）。所谓竞争性集体行动即集体行动的参加者为竞争有限的资源（如粮食和女人等）而进行的抗争。在法国，其形式包括恶作剧式的狂欢、葬礼抗议和抢粮等。法国集体行动形式库发展的第二阶段的主导形式是反应型集体行动（reactive collective action）。在15、16世纪之后，民族国家在欧洲逐渐兴起，原来属于地方贵族的权力逐渐集中到国家手中，传统的生产方式也有了很大的改变，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民的生活方式并因此造成许多社会动荡。与此相应，法国那时的集体行动往往表现为对资本主义和官僚制国家形成过程的反抗，人们的抗争方式也从早期的狂欢、葬礼抗议和抢粮等转到砸机器、抗捐抗税、怠工和叛乱等所谓的反应型集体行动上。在本阶段的后期，随着工业革命的兴起，罢工这一现代意义的抗议方式也登上了历史舞台。法国集体行动形式库发展的第三阶段起始于19世纪，它的主要特征是主动型集体行动（proactive collective action） 的出现。在19世纪，特别是在第二次工业革命后，法国民众已经把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作为事实加以接受，同时，大工业城市的出现又使法国社会下层的生活方式发生了根本改变，怎么在既成事实的资本主义经济和现代民族国家这一框架下获取更大的利益于是就成了广大社会下层的关心点。与此同时，传统的抗争方式被逐渐淘汰，而罢工、静坐、示威、游行、请愿等新型的主动性集体抗争方式则被广泛采用。

可以看出，梯利是在欧洲近代大历史的框架下考察法国集体行动形式变化这一问题的。在梯利的分析框架下，集体行动形式库有着相当的稳定性，人们总是按照他们熟悉的方式来行事，但是他们也会在原有集体行动形式库的周边进行改良甚至创造，这就为集体行动形式库内容的改变提供了基础。梯利认为，集体行动形式库内容的变化取决于以下五个结构性因素：第一是有效性。如果一个抗议方式长期无效的话，它就会被逐渐淘汰。比如砸机器、破坏工具等曾经是欧洲早期工厂内普遍存在的抗议方式，但这种方法既无法抵制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也改变不了工人的工作环境和经济待遇，因此它就逐渐被罢工、示威等更为有效的抗议形式取代。第二是组织能力和组织形式。在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兴起之初，社会下层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主要建立在传统村落组织的基础上。这种以传统村落为基础的组织缺乏广泛的跨村落的横向联系，因此它们很难有效地组织起跨行业跨地区的政治行动，这成了早期欧洲社会运动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欧洲许多大规模的抗争活动都是随着现代意义上的公民社会组织的发展涌现出来的。第三是国家处理集体行动的方式。在欧洲，这方面变化的一个总体趋势是国家政治的逐渐民主化。民主化进程给社会下层的抗争活动提供了一定的合法空间，但是它同时也避免了社会矛盾的加剧和大规模革命性社会运动的发生。许多社会运动的目标也因此从阻止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和推翻资本主义演化到如何在资本主义经济的框架下获取更大的利益，主动性集体行动应运而生。第四是一个群体在某一空间中的常规活动规律。在欧洲，罢工和游行等集体行动方式之所以发展起来，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现代大工业城市的建立和大规模工人住宅区的形成。第五是集体行动知识的扩展和经验的积累。比如在20世纪60年代，恐怖活动作为一种集体性政治行为仅仅在数个国家得以盛行，但是时至今日，恐怖活动已经成了许多国家不得不面对的一个严重问题。在中国，串联作为一种现代集体行动方式起始于五四运动时期（那时北京学生向全国发电报并派学生南下上海等地发动民众），但是在“文化大革命”时和在今天的中国，串联已经成了任何大规模集体行动的一个必有的环节。早期的创造通过扩展和经验积累成了以后集体行动中的常规。

梯利从社会结构角度分析了集体行动形式库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在法国历史中的形成和演变。在他的分析中，文化不仅仅是影响人们行为的一个主要因素，它本身也在人们的社会实践中得到发展。梯利通过历史发展中所产生的一系列结构条件，探讨了文化对人们的影响和文化的发展。在他的分析中，集体行动形式库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既有很大的稳定性，又有一定的可变性；它影响集体行动的方式，同时又在一定的结构条件下得以改变。梯利的这种处理方法避免了许多其他文化分析方法的弱点，为以后的工作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样板。但是梯利的工作没有涉及文化对人的行为影响的微观社会学机制，他也没有回答诸如“为什么一些文化因子在某些社会运动中的作用要比在其他社会运动中来得重要” 这一类问题。同时他的分析也没有涉及如下现象，即任何一个集体行动所采用的运动和话语形式都不可能穷尽一个社会的全部文化内涵，因此我们必须解释，为什么一个特定的集体行动或社会运动采用了一个社会文化中的一部分而不是另一部分。以下，我将围绕这些问题展开讨论。

文化对社会行动者行为的影响机制

在刻画文化和社会行为关系的各类概念中，梯利（Tilly 1978，1986，1995）的集体行动形式库这一概念同时抓住了文化的认知性和关系性这两个重要特征。但是梯利把集体行动形式库定义为一定时空内一个群体所熟悉和能运用的抗争方式的总和。梯利所指的抗争方式仅仅限于狂欢、葬礼抗议、抢粮、砸机器、抗捐抗税、怠工、叛乱、罢工、静坐、示威、游行和恐怖活动等有形的反抗活动，许多其他的抗争形式，特别是那些话语和符号层面上的东西，则被排除在外。为了能更好地把集体行动形式库这一概念运用到文化分析中，我这里把梯利的这一概念推广为文化资源库 （cultural repertoire）。这个文化资源库不仅仅包括梯利的集体行动形式库中的内容，而且包括在一定时空内一个群体发起抗争所能利用的文字性和符号性资源。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社会运动的发动和参加者所面对的文化资源库中所具有的并不是一个统一的脚本，而是许多相互关联，或不甚相干，甚至是互相矛盾的符号、意识形态、价值观和传统的组合。这个文化资源库主要存在于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中而不是人的头脑中，但是作为任何一个在社会中能与他人正常交往的个体，他的头脑中肯定存有文化资源库中的许多脚本。社会行动者能以多种形式来运用这一文化资源库中的信息：他们可能会仅仅依据自己所熟悉的行为方式来行事，也可能会创造性地运用甚至是修改文化资源库中的脚本。

在研究社会权力对人的行为的作用时，史蒂文·卢科斯提出，社会权力将体现在以下三个层面的社会关系上（Lucas 1974）。其一为在争议性决策的场合下某一方能够占据上风；其二为在发生有争议性决策时某一方能通过制定对自己有利的价值、信念、礼仪和决策程序而使自己占上风；其三为社会中的一方不但能够制定有利于自己的价值、信念和礼仪，并且能够使其他社会行动者相信和服从这些信条和礼仪，从而避免争议性决策场合的产生。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虽然权力和文化的定义有所不同，但它们对人的行为的影响却有很大的相似之处。与权力一样，文化不但能影响甚至是改变社会行动者的环境，而且还能使社会行动者做出在他人看来是不会做的事情。如果以上关于文化和权力之间的类比是合理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认为，和权力对社会行动者的作用一样，文化对社会行动者的作用也是发生在三个（理想状态）层面上（或者说是通过三个机制来完成的）：利益和策略层面、价值和意识形态层面，以及习惯和本能层面。

在利益和策略层面上，文化资源库对社会行动者的作用就如司怀特所说的“工具包”（tool-kit）（Swidler 1986），人们在这个工具包中选择有利的策略以构建自己的行动。为了更有效地达到目的，人们也能在此工具包的基础上对现有文化“工具”进行改造。文化和社会行动者之间关系的这一机制是文化变迁的动力。斯诺和他的学生所论述的策略框架的形成过程，其背后体现的就是这一机制。文化和社会行动者行为关系的第二个层面是价值和意识形态。在这一机制下，决定一个人行为的不再是输赢得失而是对错。这里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当人们相信某些文化文本或者意识形态时，他们往往就会依照这些文化文本或意识形态办事，即使这些行事方法会给他们的利益带来一定的损害。因此在这个层面上，文化是作为“剧本” 和“文本” （scripts and texts）对社会行动者的行为产生影响的（Hunt 1984；Geertz 1973，1983）。我们在前一节中谈到的岛倪对美国蚌壳反核联盟失败过程的研究，以及林菡特、傅勒和瑟威尔等人对文化文本在法国革命中的作用的研究，所刻画的正是这一机制的作用。文化对社会行动者行为的影响还可以发生在本能、习惯和习以为常的行事方式中。这第三个层面与第二个层面有一个本质的不同，在第二个机制下，人们之所以按照某种方式行事，是因为他们相信一些特殊的文化文本和意识形态。在这种场合下，社会行动者清楚地知道他们是在做什么以及为何而做。但是在第三个机制下，一些文本和意识形态已经在社会行动者的头脑中被彻底地内化了，这些文本和意识形态成了社会行动者的习惯和惯式。在面对情况时，他们能不假思索地依照内化的文本做出几乎是本能性的反应。目前西方学者对文化文本和集体行动之间关系（或者广义地说文化和社会行为之间的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这里所阐述的第一和第二个机制上，但我想指出的是，许多早期关于情感和非理性因素在集体行动发展中的作用的工作，所强调的其实是第三个机制 （如 Blumer 1946，1969；Killian 1984；Turner and Killian 1987）。社会心理学和微观社会学的研究告诉我们，本能性和习惯性的行为往往是在无意识或下意识的情况下做出的，但是一个社会的文化却对这类行为有着很深的影响，这就是为什么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生活的人们往往会对同样的事物做出断然不同的本能性和习惯性反应。

社会结构、文化和集体行动

社会行动者会灵活运用策略，会依据自己的信念办事，也会做出本能性和习惯性反应。我们在上一节中指出，文化在这三种理想场合下对社会行动者行为的作用有着完全不同的机制：文化在第一种场合下是“工具包”，第二种场合下是文本，第三种场合下则表现为本能和习惯。在上一节中，我把这三类行为方式作为理想状态来定义并从理论角度来讨论这一问题，在这个层面上，我想我的观点是比较容易被接受的。但是一旦运用这些原理来分析一个具体社会行动背后的机制的话，我们马上就会遇到困难。即使是一个十分简单的社会行动也往往会是以上所阐述的三种理想场合共同作用的结果。同时，即使是面对一个最为简单的社会行动，我们也同时能从多个角度来解读它背后的机制（第八章中对剧院失火观众逃窜的分析就是这样一个例子）。人类行为的复杂性（即像剧院失火观众逃窜那样的简单行为，其背后都会有理性认知和本能反应两个因子的同时作用），使我们很难把以上三个社会机制直接运用于对具体社会行为的解释中。有幸的是，虽然不可能通过宏观方法来确证任何具体社会行动的形成因子，我们却能分析这三个因子在不同社会结构中对社会行动的相对重要性。下文，我将试图围绕社会运动的组织能力和国家性质这两个问题，提出几个在不同社会结构下文化对社会行动影响的作用机制的命题，并加以简要说明。以下的命题之前均需冠以“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 这一条件，因为雷同，在行文中我把这一条件省略了。我们从最为基本的一个命题开始。

命题1：社会运动组织在一个运动中所起的作用越大，该社会运动的参加者就越有可能把文化形式库当作一个工具包，并为了达到预期的效果而对文化进行创造性运用。

一个社会运动的形式不可能超出一个社会的文化，但是社会运动的参加者是否能主动地运用不同的文化因子（并在既有文化下进行创造），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运动发起者的组织能力。一个社会运动组织得越好，该社会运动就越有可能主动地去运用各种文化因子，甚至是在原有文化因子的基础上进行创造以获取理想效果。西方研究社会运动的专家一般都会强调理性选择在社会运动策略形成中的作用，这主要就是因为现代西方的绝大多数社会运动背后均有强大的组织支持。这就是为什么斯诺和他的学生在文章中把他们社会运动中的框架整合定义为一个以社会运动领导者的活动为核心的策略性行为（Snow et al. 1986）。麦克亚当 （McAdam 1994：38）因此说：“框架整合过程可以被看做是一个运用文化的过程，或者说是一个社会运动的领导通过发掘主流社会（或者是一个特殊的亚文化）中被广为认同的不满，以此来激励社会运动发展的过程。” 从这一命题的逻辑出发，我们能得出以下三个推论。

推论1a：一个社会运动的组织性越差，其参加者就越有可能依据既有文化文本中的一些固定方式行事。

推论1b：与社会运动相比，骚乱的参加者虽然可能有很强的无拘无束感，但是骚乱参加者的行为却更会受到一些特定文化文本的约束。

推论1c：当一个社会运动的组织性极差，自发行为在运动中就会占有统治地位，该社会运动参加者的行事方式往往会基于他们自己长期养成的习惯和本能。

此处第一个推论可以看做是第一个命题的逻辑推广；第二个推论之所以成立，是因为骚乱是一种无组织或组织力量极其微弱的集体行动，也就是说，第二个推论仅仅是第一个推论的另一种表达方式；第三个推论可以看做是第一个推论逻辑发展到极端的一个场合。以上三个推论的一个基本共同逻辑是，一旦一个社会运动的组织性很差，自发性行为就会在该运动中占有统治地位，该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将缺乏正常的策略性决策所需要的时间和信息，运动参加者的行为又很容易被情绪左右。在这种情况下，社会运动积极分子往往就会依据他们最为熟悉的方式行事，甚至是依据他们的本能来行事。这就是为什么在运动参加者头脑中的文化惯式，甚至是一些属于下意识层面的文化沉积，会左右一些组织性较差的社会运动的发展。社会心理学家发现，当一个人处于自发的感情用事的状态时，他就会自然而然地以自己最熟悉的方式行事，也会下意识地遵循在其心中已经根深蒂固的行为法则（Kitayama and Markus 1994；Trandis 1989）。我的逻辑推理显然与社会心理学的基本研究结果相一致。虽然美国的主流社会运动专家长期以来一直忽视了自发行为和情绪在社会运动中的作用，但他们从其他角度有时也会得出相似的结论。比如梯利就曾经指出，组织性较强的社会运动其策略往往可以有较大的灵活性，相反，一个社会运动的组织性越差，该运动中的成员就越可能依照他们所熟悉的方式行事（Tilly 1978：155）。这就是为什么在中国和许多其他威权国家中，由于社会中层组织发育不良，社会运动往往会以自发性较强的形式发展起来。这些社会运动的发展动态往往会与骚乱接近，传统文化行为因此会在这类运动的发展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Zhao 2000，2001）。

裴宜理在她的一篇文章中分析了“情感工作” 在中国共产党早期动员群众中的重要性 （Perry 2002）。她所说的情感工作，指的是像忆苦思甜、三忆三查等中国共产党用于唤起民众的阶级觉悟所采取的一系列政策和策略。和斯诺与他的学生所提出的框架分析方法一样，裴宜理文中所指出的中国共产党革命中的“情感工作”，都是在一个强有力的组织下得以推行的。但是当一个社会运动的组织环节较为薄弱时，裴宜理所说的那种 “情感工作” 和斯诺与他的学生所描述的那种框架分析过程就变得不太可能。社会中层组织发育不良的威权国家中所发生的社会运动将会带有很大的自发性。在这样的社会运动中，我们常常会在同一时空中看到若干起几乎同时发生的自发性行动，这些活动互相竞争以吸引旁观者。在这种场景下，整个运动的发展将不取决于舞台上的运动积极分子的话语和行动，而是取决于哪些话语或行动能打动观众。那些在竞争中胜出的话语和行为则构成一个社会运动的特征。那些话语和行为之所以能打动观众并在相互竞争中胜出，就是因为它们符合观众头脑中已具有的一些结构性解读模式，而观众对事物的解读习惯往往体现了一个社会中的文化沉积。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传统文化在自发性很强的社会运动中的重要性。因此我们有命题2。

命题2：当一个社会运动的组织性很差时，决定一个运动发展的往往不是运动积极分子的话语和行动，而是大众头脑中普遍存在的基于一种社会文化的一些基本解读模式。

上文曾经讲到，那三个连接社会行动和文化资源库之间关系的因子有着不同的作用层面：社会运动者在第一个因子下能够积极和创造性地运用文化资源，在第二个因子下能依据他们的信念行事，而在第三个因子下却只能通过本能和习惯来表达一种文化信息。换一句话来说，从第一个因子到第三个因子，文化对社会行动者行为的影响体现得越来越深层。司怀特就曾经说过：“文化的作用层次越深（深入到个体的心态，深入而成为个体的习惯，深入而成为人们内心世界中的下意识），它对社会行动者的影响也就越大。” （Swidler 1986：31）这个在第二个命题中已经隐含的观点可以用命题3来表述。

命题3：当一个社会运动的自发性很强时，该社会中占有统治地位的文化对该社会运动的发展就会起决定性作用；而当一个社会运动有着良好的组织时，该运动就能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传统文化的作用从而决定自己的发展策略。

这一命题点明了为什么研究非西方社会运动的学者往往会强调文化和情感在社会运动中的作用，而研究西方社会运动的学者却十分强调理性策略在社会运动发展中的作用。在西方，随着民主化进程的不断深入，社会运动组织越来越发达，大多数社会运动能通过合法的渠道展开，社会运动与国家的关系也越来越制度化。在这种情况下，策略的运用不但成为可能也同时变得越来越重要，与此相应，西方社会运动的研究也就往理性选择的方向发展起来。

司怀特在她的那一篇探讨文化和社会行动关系的经典文章中提出了稳定状态和变化状态（settled lives and unsettled lives）这两个概念（Swidler 1986）。她提出，当社会上许多人都被新的意识形态和行为方式鼓舞时，这就是所谓的变化状态，反之则是稳定状态。司怀特在文中强调，在稳定状态下，人们一般会循规蹈矩地按照主流文化行事，而在变化状态下，人们却会被新的意识形态和行为方式吸引，虽然他们的行为方式在事实上仍然处处受到原有文化的影响。需要指明的是，新型意识形态和行为方式的产生并不是导致社会进入变化状态的唯一因素（它们往往是其他社会变迁的结果），人口危机、工业化、城市化、全球化以及来自国家的改革都可以是产生社会状态变化的源泉。但是，司怀特文中对在变化状态和稳定状态下文化与人行为之间的关系的讨论还是能成立的。我们因此有命题4。命题4：在变化状态下，社会运动的参加者更可能会灵活运用现有文化甚至创造出新的文化因子，而在稳定状态下，社会运动参加者的行为依据往往是他们所熟悉的文化因子甚至是他们的本能性习惯。

对于在社会中层组织不发达的威权国家中所发生的社会运动来说，第四个命题所揭示的机制与第二个命题中的机制有着相反的作用。在较为压制的政治环境下，这些国家中所发生的社会运动大多数将处于薄弱的组织力量下，同时这类国家往往都是发展中国家，正在发生的现代化进程因此又把这些国家置于变化状态。在组织力量微弱的情况下，人们头脑中普遍存在的基于社会主流文化的一些基本解读模式，往往会成为运动参加者的行为准则；但是在变化状态下，社会运动的参加者却更有可能灵活地运用甚至创造出新的文化因子。这就是为什么极端和保守、理性和传统在同一个社会运动中的共存是在许多中层组织不发达的威权国家中可以常见的景观。

一个国家社会中层组织的发达与否，在很大程度上与这一国家的性质有关。如果我们把理想状态的民主国家和极权国家作为两类不同政体的话，极权国家的一个共同特征就是独立于国家之外的社会中层组织的极其薄弱。这样的国家靠着其强有力的国家机器往往能阻止社会运动的发生，但同时这种国家行为也可能会使社会矛盾加剧。我们在第五章中就已经讨论过，在这样的国家中一旦发生社会运动，它往往会具有较大的规模。同时，当一个大规模的社会运动发生在这样一个国家时，它还会是一些严重的政治危机的副产物，这样的社会运动往往具有很强的自发性和较弱的组织力量。相反，由于有着发达的独立于国家力量之外的社会中层组织，民主国家中所产生的社会运动往往有很好的组织性。这样我们就可以把本节中的命题1推广为命题5。

命题5：在一个民主国家中，社会运动的参加者更有可能把文化资源库当作工具包，以对文化文本进行创造性运用。

这个命题可以说是理解在社会中层组织不发达的威权国家中和民主国家中社会运动的不同性质的一个关键。依据这个命题，我们还能把以上其他命题加以类比推广。比如，在其他条件相等的情况下，在威权国家中发生的社会运动的话语和运动形式往往会紧密体现传统文化文本，或者说，一个社会的传统文化将会对一个在威权国家中发生的社会运动产生重大影响（命题3）。推动在威权国家中所发生的社会运动动态的往往是在社会上被广为接受的“解读模式”，而不是运动领导的企图和策略（命题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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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以上讨论中所提出的民主政体和极权政体均属于理想状态。在真实世界中，民主国家往往会保留许多非民主的特性，而专制体制更是多种多样。除极权国家外，在这个世界上还可以见到有一定经济和政治多样性的后极权国家，有广泛的经济和社会多样性以及一定政治多样性的威权国家，以及以个人统治为基础具有很大的任意性权力却对社会缺乏有效控制力的寡头国家 （Linz and Stepan 1996）。与此相应，在现实世界中，文化对社会运动发展的影响绝对不会像以上那些命题中的逻辑一样来得绝对。只要一个威权国家中发生的社会运动能以较好的形式组织起来，那么这个运动就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脱离该国家传统文化的束缚，从而形成理性的发展策略。

比如，在1935～1936年的“一二·九”运动中，有个名叫郭清的同学在狱中被殴打致死。北京的学生对此义愤填膺。他们不顾北京地方当局禁止，不但在北大设置灵堂集会抗议，并且冲破在外待命的大批军警抬起郭清的棺材出校游行，整个行动方式与传统文化中的葬礼抗议没什么区别，这充分体现了传统文化在当时中国学生头脑中的根深蒂固性。这场示威遭到警方的无情镇压。在六七百名最终成功走上街头参与游行的学生中，有一百多人被警察打伤，五十三名被捕，包括七名重要的学生领袖。但是“一二·九”运动毕竟没有以上述这种传统形式发展下去。这是因为，虽然中共北京地下党曾在20世纪30年代初遭到很大的破坏，在“一二·九”运动前夕，北京地下党已经有了一定的恢复，因此发起“一二·九”运动并在其中起有重要作用的学生要么是左派，要么是中共地下党员（见《一二·九运动回忆录》1982；《一二·九运动》1987；Israel 1987），这就使中共掌握了一些大城市（尤其是北京和天津）学生运动的领导权。中共领导人基于民族主义而支持“一二·九”运动，但是他们另一方面又希望通过该学生运动重新赢得在城市的政治影响力，并和国民党及其他政治势力结成抗日统一战线，因此中共对过激行动没有什么兴趣。这就使得当时刚刚开始在天津负责中共北方局工作的刘少奇马上把学生的整个抗议行动斥为“极端左倾”的机会主义行为。刘少奇并且借机重组了中共北京市委，撤销了当时那些与中共中央政策的意见不一人员的职务。他还专门写信给学生，要求他们不要再采取过激行为，要复课并尊敬师长和父母（刘少奇1987）。刘还提出“支持宋主席领导抗日”“支持29军对日作战” 等口号，与国民党人士进行频繁接触，以争取他们的同情。在刘的努力下，北京学生不再采取过激行动，以宋哲元为首的北平当局的态度也有所缓和。在中共的领导下，“一二·九”运动脱离了传统文化的影响并改变了方向。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的大地上出现了一些以新兴城市中产阶级为主的各类集体行动；业主运动、环境运动和社会福利运动就是其中的一些例子。与20世纪80年代在中国发生的各类政治风波有所不同，90年代的城市社会运动的目标不是要直接挑战国家政权，而是要改善自己的生活或解决国内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些具体问题。同时与以前的社会运动不同，许多这类运动还有比较稳定的经济来源、较好的组织能力，懂得怎么利用新闻和法律作为武器，有一套以成功为目标的策略，并且经常会取得不同程度的成功。总之，从这些社会运动的活动形式来看，它们更像是在现代西方所发生的社会运动，而不是80年代中国所发生的那些政治风波（Zhao 2005）。以上的两个例子都说明，文化对社会行为的影响绝不可能是那种简单的决定论式的。

在现实世界里，我们经常能看到这样一种现象：一个威权国家中所发生的社会运动，即使该运动的目标是实现民主社会，其运作方式往往与该威权政府有着很大的相似性。这是由两个原因导致的。第一是被动的文化影响，只要一个威权国家还能通过宣传和其他社会化形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百姓，威权文化就会在社会上成为常规和习以为常的习惯。第二是一个主动的学习过程，如果一个威权国家有着很强的镇压能力，为了更有效地进行斗争，许多社会运动会被迫走向地下或半地下，并同时建立一个内部等级分明纪律严明的强有力组织以防止来自国家方面的破坏。这种组织即使是在为一个“伟大” 理想而奋斗，它从组织结构和策略行为上往往是重袭和延续了那威权国家得以维持的专制文化。这就是为什么中共早期的领导人，如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等均有一定的民主自由倾向，但是1927年蒋介石的白色恐怖迫使中国共产党走向地下，进行武装抗争并建立等级和纪律森严的列宁主义组织。早期的知识分子型的共产党人边缘化了，取而代之的是深谙中国文化的以毛泽东为首的新型领导。毛泽东的卓越领导把中国革命引向胜利，但他同时也在党内延续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为发生“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悲剧埋下了伏笔。这就有了命题6。

命题6：在一个具有较强镇压力量的威权国家中，一个社会运动即使有着很好的组织力量，该社会运动往往会在组织原则和行动策略上重袭和延续那威权国家的政治文化。

需要指出的是，以上这些命题仅仅是研究文化和社会行动之间关系的第一步，它们远远没有穷尽社会结构、文化和社会行动之间的关系。但是与传统的文化研究不同，在以上的命题中，文化既不是一个解释其他文化现象的“自变量”，也不是一个受到社会结构因素调节的“中间变量”，它是人类行为的全部基质，是人的行事方法的一个资源库。由于任何社会行动者都不可能在一次行动中表现出文化资源库中的全部内容，这就有了取舍。作为社会学家，我们的任务并不是简单地指出文化在社会行动中的重要性（因为任何社会行为只能是文化行为），我们的任务也不是仅仅去指出一个具体的社会行动表现了文化资源库中的哪一部分，我们的关键应该是去指出，为什么在一个具体场合下，社会行动者表现出了文化资源库中的某些成分，而不是其他成分。在本章中我指出，人类通过三种理想状态场合来运用和体现文化：文化可以是社会行动者进行策略建构的工具，可以是社会行动者的行事准则，也可以表现为社会行动者的本能和习惯。其中第一种场合往往是文化变化的动力和源泉，而后两种场合则是文化稳定性的基础。本章的一个关键信息是：这三种因子在一个具体社会行动中的相对重要性，以及哪一部分文化因子在一个具体的社会行动中得以表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个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以及该社会行动本身的性质。梯利对法国集体行动形式库变迁的研究，以及我在上文所试图建立的一系列命题，则为这方面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出发点（Zhao，2010）。


问题思考


（1）研究文化对社会行为影响的社会学理论主要有哪几个学派，其中每个学派的特点是什么？

（2）什么是框架分析理论？这个理论在哪些方面弥补了传统的政治过程理论的缺陷？在运用该理论进行具体的经验研究时，我们又会遇到哪些困难？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些困难？

（3）西方的人类学家、文化历史学家和后现代主义者有一句名言：“历史就是文本”（history is a text），从历史发展和经验研究的角度来看，这句话的意义在哪里？它的根本问题又在什么地方？

（4）什么是社会运动形式库？法国社会的社会运动形式库在近500年中发生了什么变化？这些变化的动力和意义又在什么地方？

（5）文化对社会行为的作用机制是什么？在具体的社会行动中，文化是怎么通过这些机制向人的行为方式施加影响的？

（6）在本章中，我试图就文化、社会政治结构和集体行动方式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提出一些命题，但是我同时又明确指出，这些命题远远没有穷尽文化与社会行动之间的所有关系。基于此，你是否能在本章的基础上，试图提出一些在不同社会结构下文化与社会行动之间不同关系的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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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在威权国家中采用以传统文化为基础的抗争方式也有它的现实好处。这是因为威权国家在政治上往往比较专制，社会运动比较容易被镇压，这就会迫使社会运动的参加者采用许多以传统文化为背景的抗争方式。这种抗争方式有着文化上的合法性，能在社会上得到更广泛的同情，并使政府一下子难以找到镇压的借口。在社会学里许多学者把此类现象称为“安全空间” （见Evans and Boyte 1992；Gurr 1986；Lichbach 1995；Opp and Roehl 1990 和Scott 1985）。


第十一章 社会运动的动员结构

社会运动和革命的产生需要有一些共同条件，但这些条件本身既不是社会运动也不是革命，只有在大量群众加入社会运动和革命行列后，社会运动和革命才从条件转化为现实。那么，在一个社会具备产生某些社会运动或革命的条件后，大众是在什么样的场合下或者说是通过什么机制被动员或卷入一场社会运动或革命的呢？什么样的社会结构和运动组织结构更有利于社会运动和革命的动员呢？有关社会运动动员结构的研究就是想回答这些问题。虽然社会运动动员结构这一概念是新近才出现的 （McCarthy 1996；Tarrow 1994），这方面的研究却由来已久。比如在《大众社会政治》一书中（见第五章），康豪瑟就提出了独立于国家力量的社会中层组织，能为大众提供交往和讨论的平台从而增加民众的现实感，能够导致大众利益和认同感的多样化，能够作为大众和政治精英之间的一个缓冲力量从而使大众不直接受精英的操纵，精英则不受民粹主义的干扰。因此，发达的中层组织降低了一个社会中发生巨大规模社会运动和革命的可能性 （Kornhauser 1959）。虽然康豪瑟所探讨的是社会运动和革命产生的宏观条件，他提出的命题却直接涉及组织在社会运动动员中的作用这一关键问题。在美国，正是在对康豪瑟理论批判的基础上产生了一系列针对社会运动动员过程所做的中观和微观研究，从而开辟了社会运动动员结构这么一个研究方向。在社会运动动员结构的研究中，西方学者关心的主要有两个问题。第一是探讨组织/网络和围绕人的居住与活动形态而产生的空间环境这两个因素在社会运动动员中的作用，第二是探讨社会运动动员的不同形式，即所谓的内在社会运动动员结构和外在社会运动动员结构在运动动员中的意义，及其在西方社会运动发展历史中所占据的地位。本章将主要围绕第一个问题展开讨论，但在最后一节中，我想针对第二个问题做一个简要总结。

在关于社会运动动员结构的第一个问题的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有三个视角，其中第一个视角下的代表性工作是斯诺和他的同事在1980年所发表的一篇文章（Snow，Zurcher and Ekland-Olson 1980）。在这篇文章中，斯诺等人通过抽样调查和其他经验资料明确指明组织和网络是社会运动动员的关键。第二个视角中的经典工作当数顾尔德对1848年法兰西内战和1871年巴黎公社的动员过程的研究（Gould 1991，1993，1995）。他的研究显示，阶级意识曾经是法兰西内战时巴黎群众被动员起来的基础，但是1848年后，法国政府对巴黎市区的大规模改造打破了原来自然形成的市民集聚区，因此在巴黎公社时，基于邻里关系的认同感成了动员巴黎群众的基础。他的工作清楚地表明，社会人员的空间分布方式往往会是特定的组织和社会网络形成的基础。在顾尔德的工作中，社会运动参与者的动员最终还是通过组织和社会网络来实现的。但是在许多威权国家中，独立于国家控制之外的社会中层组织发育不良，如果组织和网络真是社会运动动员的唯一关键的话，那么这些社会中的社会运动就没有发展起来的可能。而事实上，我们经常在这样的国家中观察到社会运动。对此，笔者通过研究得出这样的结论：威权国家虽然有能力限制独立于国家之外的社会组织的形成，但它绝无可能打破同一居住和活动空间下的人际交往和相互接触。事实上，威权国家的许多政策往往会把相似的人群集中在同一空间之下，这种特殊的生态环境不但会促进组织和网络的形成，还会通过相似人群的频繁接触跨越这种社会中组织和网络力量的薄弱，直接把同情运动的旁观者吸收到运动中来（Zhao 1998，2001）。笔者的这些工作以及其他一些学者的工作构成社会运动动员结构研究的第三个视角。在本章中，我将围绕这三个方面的研究做出更为详尽的描述和评价。

组织、网络和社会运动动员

在美国，组织和社会人际关系网络与社会运动动员关系的研究是在批判以康豪瑟为代表的大众社会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康豪瑟认为，一个良性的社会应该是一个三层结构：政治精英—中层组织—民众。但是如果社会变化削弱了社会中层组织的力量使得精英和民众面对面接触的话，就会形成很容易产生大规模社会运动和革命的大众社会。由于康豪瑟强调大规模社会运动和革命的产生是由于一个正常社会的崩溃导致的，以他为代表的这类理论又被称为“崩溃理论” （breakdown theory）。崩溃理论在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一直遭到批判。如第五章所述，批评者强调，社会中层联系在西方社会的现代化过程中并没有像康豪瑟所说的那样在消失，共产主义国家也并不是像康豪瑟所描述的极权社会。批评者还强调，康豪瑟的理论具有很大的保守性，它使人觉得人们之所以参加一个社会运动或革命主要是因为缺乏信息，而正确的信息总会告诉人们这些社会运动或革命是没有必要的。但是批判者们所做的最为重要的工作，是从经验上验证了中层组织和人际关系网络在社会运动的动员中到底起有什么作用。这方面较早的工作当数冯纳卿等人所写的一篇理论文章，他们指出，并不是所有的社会组织都对其成员参加社会运动起抑制作用。如果一个组织有着与社会主流不同的价值观，这样的组织还会促进其成员对于各类社会运动的参与（von Eschen，Kirk and Pinard 1971）。在冯纳卿等人的工作之后，皮纳德更在他对加拿大魁北克省的信贷党运动的研究中发现，信贷党运动影响较大的地区都是魁北克省传统社区组织比较发达的地区，并且这些传统社区组织在信贷党的动员过程中起有关键作用（Pinard 1975：181～219）。由于冯纳卿和皮纳德等人的工作都强调建立在组织和网络关系上的人与人之间的凝聚力才是人们加入一个社会运动的关键，他们的理论在当时的文献中又被称为“凝聚力理论”。

我在第五章和第九章中已论述，冯纳卿和皮纳德的观点与康豪瑟的理论看上去针锋相对，实际上并不矛盾，因为他们和康豪瑟想说的是两码事。康豪瑟从宏观角度出发说明，社会中层组织越发达就越不容易产生大规模的社会运动，而冯纳卿和皮纳德等人关注的则是一些中小规模社会运动的微观动员过程。但冯纳卿和皮纳德等人的早期工作却为以后的对组织和社会网络在社会运动动员中的作用的研究开辟了一条道路。这里值得一提的工作是尤森以及斯诺等人几乎同时在《美国社会学评论》上发表的两篇文章（Useem 1980；Snow，Zurcher and Ekland-Olson 1980）。美国中小学在传统上都严格地依居住地就近招生，这种状态造成美国城市的各个社区在文化和其他方面的高度分割状态。为打破这一现象，美国最高法院在1974年颁布法规规定，波士顿的每个学校必须招收一定数量的外社区学生并为他们的就读提供校车便利，这就是所谓的“校车法”（busing law）。这个校车法给学校和家长都带来了诸多不便，许多人因此起来反对，于是就形成了一个所谓的反校车法运动。尤森想探讨社区中的人际网络和组织与这些人加入该抗议运动的关系，他在抽样问卷中问了人们对校车法的态度以及他们是否参加抗议活动，同时他还问了包括问卷对象对自己社区的感情以及是否经常与邻居、同事、亲戚和家庭成员交流政治观点等问题。尤森发现，他的研究对象是否参加反校车法抗议首先与他们对校车法的态度有关。他们对校车法越反感，加入反校车法抗议行列的可能性也就越大。但他的研究同时指出，参加反校车法运动的人往往是一些对自己的社区感情较深，经常参加社区各类政治活动并且还经常与亲戚、朋友和邻里谈论各类政治问题的人。因此尤森认为，他的这一结果支持了凝聚力理论。

与尤森的文章不同，斯诺等人的文章涉及微观社会结构和社会运动动员之间的许多问题。比如他们花了不少精力讨论公共空间和社会运动动员的关系，以及什么性质的社会运动更会在公共空间中去动员它的参加者。但是由于文章中的这些讨论既没有充分展开，其结论也不十分清晰，这篇文章对后继工作的最大影响，是它第一次直接测量了一个人在参加一个社会运动前已有的社会关系对该人参加这个社会运动的影响。比如，尤森在他的问卷中问了被采访者对自己街区的感情以及与包括亲戚在内的社区成员的关系问题，他把这些变量与抗议运动的参与做回归，从而得出组织和网络将增进社会运动动员的结论。但是，尤森这样做可能会导致两个问题：①他只是从人们对自己所在社区的感情来测量他们参加各类社会运动的可能性，这与直接测量一个人在社会运动前已有的社会网络是有差距的；②反校车法抗议发生在1974年，但尤森的问卷调查则是在1977年进行的，这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即其中有些人对社区的感情可能是在他们加入反校车法抗议后逐渐增加的。也就是说，人们对自己所在街区的感情是参加运动后产生的结果而不是参加运动的动因。斯诺等人的文章则没有尤森文章的这些弱点。通过自己的直接访谈和许多其他现存资料，他们清楚地显示了大多数人的第一次运动经历往往是通过朋友或者亲戚介绍的（在他们所列的九个社会运动的资料中，有五个运动的朋友和亲戚介绍这两项指标的百分比之和超过90%）。正因为如此，斯诺等人的这篇文章获得了比其他文章更大的影响，成为当时一个里程碑式的工作。

斯诺等人的这篇文章还为后人指出了一个新的研究方向：直接测量一个人是通过什么样的关系而第一次加入某一社会运动是一件比较容易做到且容易定量的事情，因此类似的工作便应运而生（如Fernandez and McAdam 1988；McAdam 1986，1988；McAdam and Paulsen 1993；Marwell，Oliver and Ralph 1988；Opp and Gern 1993）。斯诺等人的这篇文章所建立起来的一套研究方法统治了美国的微观社会运动动员研究达十年之久。沿着斯诺等人的研究思路所发展起来的文章越做越精细，人们在研究中也运用了更为复杂的统计方法，定义了不同形式的社会关系网络，并试图确证哪类社会关系对社会运动动员的意义更大；加入种种控制变量以确证社会关系网络在不同结构条件下的不同作用。但他们的总体思路是大体一致的，即他们在问卷中都问了被访谈者在一个社会运动动员未发生之前与多少运动积极分子相识，然后他们就把相识数目作为关键自变量与被采访者对运动的参加与否做回归分析。这种看似直截了当的研究方法却有不少问题。通过提出和解决这些问题，顾尔德把社会运动动员结构的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高度（Gould 1991，1993，1995）。在下一节里，我将专门讨论顾尔德的工作。

顾尔德对社会运动动员结构的研究

顾尔德是美国社会学界被广为认可的一位天才，1990年，27岁的他在哈佛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后马上被聘到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执教，我1996年到芝大后与顾尔德结为朋友，此时顾尔德已是美国社会学界的一位明星。不幸的是，顾尔德在2002年查出患有血癌并于2003年去世，他的英年早逝是社会学的一大损失，我在这儿专设一节介绍他的工作，既是因为他的出色工作也是想要纪念我的这位朋友。

顾尔德对在斯诺等人的文章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套社会运动动员分析方法的批判刊登在1991年的《美国社会学评论》（Gould 1991）上。这篇文章探讨了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时社会网络对巴黎公社动员的作用。在文章开始时，顾尔德对在20世纪80年代盛行的关于社会运动动员的分析方法提出了以下两个批判：①以前对社会网络和社会运动加入之间关系的研究基本上是把一个人是否加入社会运动作为因变量，把这个人与运动积极分子已有的联系作为自变量，并考察这两者之间的统计关系。这种计量个体与运动积极分子之间网络数目的做法，错误地把社会运动的动员结构当作个体水平上的变量来处理，从而忽略了网络结构这一问题（比如A认为他是B的朋友不等于B也认为他是A的朋友；A对B的影响力取决于A与C的关系；等等）。②以前的一些研究，即使某些工作在一定程度上考虑了网络结构，它们的关心点也是单一性的网络。然而社会却是由许多正式组织和非正式的人际关系网相结合而形成的复合网络。顾尔德认为，只有在考虑了社会网络的结构和复合性这两个性质之后，我们才能对巴黎公社时期群众的动员过程有一个全面认识。

在顾尔德的文章中，所谓正式网络指的是巴黎公社时期组建的以营为单位的各个国民自卫队。当时国民自卫队的士兵主要有两个来源，其一为从20个巴黎社区中招募而来的（许多来自同一社区互为邻居的人士经常被招募到同一国民自卫队中），其二为自愿报名参加的。以社区为基础的招募方式就使得国民自卫队内部以及国民自卫队之间产生了许多以邻里关系为基础的非正式网络。顾尔德的研究有两个重要发现：①以邻里关系为基础的非正式网络增进了国民自卫队战士的凝聚力和与之相应的战斗力；②以国民自卫队为基础的正式网络和以街区邻里关系为基础的非正式网络相结合，就构成了一个网络结构，这个网络结构的形式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各个国民自卫队战斗力的差异（比如，当第五区的居民有许多到第十三区所驻军团去当兵时，如果十三区的国民自卫队战士进行着勇敢的抵抗，那么第五区的战士也会勇敢地投入战斗。但是因为十三区所驻军团的战士大多数毕竟还是从本区招募的，所以在同样的情况下，如果是第五区的战士在进行着激烈抵抗的话，第十三区的国民自卫队战士不一定会勇敢地投入抵抗）。顾尔德的第一个论点的证据是：在梯也尔的凡尔赛军对巴黎发起最后总攻的八天时间中，第二天就有将近一半（45.2%）以志愿者为核心的国民自卫队战士投降了，而同一天在以社区为基础组成的国民自卫队中投降人士的比例仅仅是26.4%。他对第二个论点（也就是该文章的核心）的论述比较复杂，但他的论证过程显示了一种高超的学术艺术，我将对此进行较为详细的描述，以供学习和欣赏。

为证明他文章中的核心观点，顾尔德设计了一个回归方程：


y
 =ρWy
 +Xβ
 +e


顾尔德为这个回归方程选择了两个不同的因变量（y
 ）：第一是巴黎每个街区内国民自卫队营的士兵数量（因为满员的部队一般有较强的战斗力），第二是每个街区内国民自卫队战士的死亡率（死人越多说明战斗越激烈）。这个回归方程的Xβ
 +e
 部分就相当于一般回归方程的右边项，X
 是自变量矩阵，β
 是回归系数矩阵，e
 是没有被回归方程解释的部分（误差项）。与一般回归不同的是，X
 在这个回归中成了控制变量（在这儿不一一介绍为什么顾尔德引进了这些变量），而顾尔德真正感兴趣的是回归方程中的自回归项ρWy
 。在自回归项中，ρ
 是自回归系数，W
 是一个20×20的矩阵，这个矩阵中的每一个数字量（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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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值是由i区的居民在j区国民自卫队军团当兵的人数除以i区的居民在其他区的军团当兵的总人数而得出，而所有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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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值是零。显然，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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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数目越大，i
 区的居民对j
 区发生的一切就越关心（也就是说他们与j
 区的联系就越紧密），而j
 区的居民（只要他们区的人在i
 区当兵的人数不多的话）却不一定会对i
 区的形势给予特别的关心。图11-1所显示的就是巴黎的20个区以及i区的居民在其他区当兵的总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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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1 巴黎20个区以及某一区的居民在其他区当兵的人数

回归分析的结果可以用表11-1来表示。表11-1中空间模型与网络模型的区别是W
 矩阵的构成法。在空间模型中，如果i
 和j
 这两个区在地域上相连时，w
 
ij

 就等于1，否则w
 
ij

 就等于0。顾尔德引进空间模型是想检验影响一个军团战斗力的是不同社区之间的网络关系还是驻扎在邻近社区军团的相互影响。表11-1中的许多结果值得讨论，但对于我们来说，表11-1中一个最为重要的结果就是，无论是用每个社区国民自卫队营的士兵数量还是用每个社区内国民自卫队战士的死亡率作为因变量，只要 W
 是网络矩阵，该方程的自回归项总是呈显著状态；但是当我们把回归分析中的网络矩阵改换成空间矩阵后，自回归项的显著性就消失了。这就是说，影响一个军团战斗力的是不同社区之间的网络关系而不是居住在邻近街区军团的相互影响。

表11-1 决定巴黎公社期间国民自卫队战斗力（用自卫队营的大小和死亡率来表示）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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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说过，网络关系是向量关系。比如说，如果许多十三区的战士是从第五区招募而来，假如十三区的国民自卫队战士进行着勇敢的抵抗，那么第五区的战士将有较大的可能也会勇敢地投入战斗。但在同样的情况下，如果是第五区的战士在进行着激烈抵抗，第十三区的国民自卫队军团战士却不一定会勇敢地投入抵抗。如果这一推断是正确的话（或者说表11-1网络模型中的自回归项的显著性的确是来自网络关系的话），那么一旦把网络模型的W
 矩阵进行转置（即把W
 矩阵中所有对称项的位置进行交换，相当于把一个向量的方向进行180°的改变），新模型中自回归项的显著性应该马上会消失。顾尔德的回归分析结果果然符合这一推论，无论是把每个街区国民自卫队营的士兵数量还是把每个街区内国民自卫队战士的死亡率作为因变量，一旦引入W
 矩阵的转置矩阵后，模型中的自回归项系数马上失去它原有的显著性。由此，顾尔德进一步证明了他文章中的观点。

顾尔德的工作有着一些弱点，比如他发现，巴黎以志愿者为核心的国民自卫队的战斗力远不如以社区为基础组成的国民自卫队。但是，这可能并不是由社会网络关系造成的。比如说，如果以社区为基础的国民自卫队组建得较早，武器较优，且又训练有素的话，它的战争力就会大大增加。此外，顾尔德的工作显示，以志愿者为核心的国民自卫队，在发起巴黎最后总攻的八天时间中的第二天，就有近一半被梯也尔的凡尔赛军捕获。通过这一事实，他论证道，以志愿者为核心组成的国民自卫队，其战斗力不如以社区为基础组成的国民自卫队。但是导致这一结果的真正原因，也许是因为凡尔赛军的进攻是从西南方向（即巴黎的左岸）发起的，而由志愿者组成的国民自卫队大多数也布防在西南方向。对于这些问题的讨论并不见得会影响顾尔德工作的最终结论，但一旦这些问题没有交代清楚，人们就可能对他的研究结果提出质疑。

顾尔德的工作显示了社会网络与社会运动动员和凝聚力的形成的关系，远比早期学者的想象要来得复杂。同时，他发现巴黎公社的战士大多数是以社区为核心动员起来的，而且巴黎居民对自己社区身份的认同对他们的政治行为有着重要影响 （Gould 1995）。传统的和改良型的马克思主义观点都认为，1871年的巴黎公社是1848年法兰西内战以来阶级斗争的继续（如Castells 1983；Harvey 1985）。但是顾尔德却认为，工人阶级意识的确在1848年法兰西内战的动员中起有很大作用，但是到了1871年时，巴黎群众的动员基础已不是阶级意识，而是社区意识。他把此现象归因于巴黎在1852～1870年进行的大规模城市改造活动〔该城市改造计划由郝思曼（Haussmann）主持，因此又通常被称为郝思曼计划〕。郝思曼的城市改造计划有很多目的，其中之一就是因为老巴黎贫民窟多，街道细小弯曲，这种地形给法国军队在镇压经常发生的城市暴动时带来了不便。在研究中顾尔德发觉，郝思曼计划导致大量的市民移居，打乱了原有的城市住宅布局，促进了巴黎市民认同感的变化。这就是为什么在法兰西内战时，动员巴黎市民起来斗争的基础是阶级意识，而到巴黎公社时，动员巴黎市民起来参加斗争的基础成了新的社区意识。这里，顾尔德的研究涉及以前社会运动专家不曾深入涉及的一个问题：人群的空间分布、居住及其活动形式，以及人对某一空间赋予的意义，在社会网络形成和社会运动动员中的作用。

空间环境和社会运动动员

人的分布和居住形式以及他们对某一空间赋予的意义将会对人们的行为产生重要影响。关于这个问题，许多人做过阐述和研究。齐美尔就曾经指出：如果围绕某个静止的建筑物形成一组特定的社会关系，那么前者将在人们的互动中充当至关重要的、具有社会意义的枢纽（Spykman 1964：ch.4）。齐美尔所讲的这个原理在城市学、人文地理学、小团体生态学和环境心理学的研究中得到广泛应用（Zhao 1998）。比如，我们知道，房屋的空间设计，以及房屋间的布局既能促进也能阻碍在这个空间内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和通讯。一般来说，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人们居住得越紧凑，他们之间的被动接触和主动交往就会越频繁 （Case 1981；Michelson 1976；Whyte 1956），但是居住密度太高的房子（特别是高层建筑）也会阻碍居民之间的交往 （McCarthy and Saegert 1978；Mitchell 1971）。在同一居住环境下，人们不但更容易与近邻交朋友，甚至连小到信箱和楼梯的设置、住房的房门朝向以及住房在整个公寓中的位置，等等，都会对一个群体中个体的空间活动形式、信息和谣言的传播方式以及网络和组织的形成起有关键作用（Festinger，Schachter and Back 1950）。街区房子的设计和空间布局同样也会给予社会行动以不同的机会，这就是一个地区的犯罪率与那里的房屋设计形式有着很大关系的原因（Newman 1973；Taylor 1987）。

在社会运动研究中，许多学者都提到过人的居住和工作环境以及与之相应的活动形态（以下简称空间环境）对集体行动的产生和社会运动动员的影响。比如，19世纪的西欧正处于新生市民社会与传统社区共存时期，虽然当时的大多数社会运动都是由正式组织发起的，然而这些正式组织同时又相当依赖于地方社区所处的自然环境以增强其动员潜力（Gould 1995；Mann 1993：ch.15；Tilly 1976；Bezucha 1974；Aminzade 1993）。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曾提到，工厂中工人的大量集中将提高无产阶级的政治能力（Marx 1985）。美国的一些南方城市之所以容易发生大规模暴动，其原因之一就是这些城市的黑人街区人口拥挤，居民因气候温暖时常在街上生活，因此一有突发性事件居民们能迅速聚集起来（Feagin and Hahm 1973；Fogelson 1971）。空间环境对社会运动动员的重要性同时也显示在国家的对策上。比如，墨西哥大学是墨西哥唯一的一所大学。该大学数十万学生原来集中在市区的一个校区，这些学生的政治斗争构成了墨西哥的一支重要政治力量。为打破这种局面，墨西哥政府把该大学拆成几十个学院，每个学院相隔甚远，从此墨西哥学生很难发起大规模学运。由于大学生所处的独特的学习和生活环境，校园生态环境对社会运动动员的影响一直就受到一定的关注。许多20世纪60年代美国学生运动的观察家都曾经从多种角度描述了美国某些大学的校园环境是如何促进学生运动发展的（Berk 1974；Heirich 1971；Lofland 1970）。不仅是美国，研究其他国家学生运动的学者也都注意到了这个现象。比如，尼古拉斯二世曾经为莫斯科的学生建造了提供廉价伙食的食堂，但这些食堂却成了学生交换信息、进行串联和举行集会的中心（Kassow 1989）。周策纵也注意到，民国初期中国校园拥挤的生活环境曾促进当时学生运动的组织与发展（Chow 1967）。

然而，虽然许多学者提到这些现象，但直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很少有人对人的居住形式及活动形态和社会运动动员的关系做过系统的研究。比如，梯利和他的学生对1758～1834年伦敦在工业化过程中所发生的市民在经济活动、行政活动以及居住形式上的重新组合做了精辟的分析。他们强调这些过程对伦敦工人的集体行动产生过重大影响并设想应该怎么研究这一问题，但他们的文章和工作却仅仅停留在研究设想阶段（Tilly and Schweitzer 1982）。即使顾尔德的工作也不例外，在他的研究中，巴黎各个社区居民的认同感是他们得以被动员起来的关键，他并且强调了社区认同感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巴黎在郝思曼计划下的社区重组。可能由于资料的限制，顾尔德并没有详细讨论为什么巴黎新的布局会促进这种社区认同感的形成。特别是，在顾尔德的工作中，一个社区的空间布局之所以重要，只是因为它能促进形成一个社区中居民之间的各类社会网络。作为资源动员理论一部分的所谓“凝聚力理论”的一个核心论点是，只有当人群的空间分布形式和其同质性增强了该群体凝聚力的时候，它才对社会运动的动员有意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顾尔德的工作只是指出了社会网络形成背后的空间基础，它与传统的强调社会网络在社会运动动员中的关键作用的研究并没有根本性的冲突。

但事实却比这要来得复杂。比如，见过中国大学学生闹事的人肯定会目睹过如下这类现象：这些学生闹事起始规模一般很小，往往是数十至数百人集中在学校里的一个学生常去光顾或者是容易经过的空间（比如北大的三角地、人大的第三学生食堂和清华的第十学生食堂），其中一部分学生去那里是为了表示对某些特定事件的不满，大多数同学可能仅仅是因为正好碰上想看看热闹，但如果当时种种时机变得成熟的话，有的学生就有可能会站出来发起游行。游行队伍的起始规模也都不大，一般不会超过数百人。这时有些比较活跃的学生就会带着队伍沿着宿舍区、教学楼和图书馆来回游行，并一路大声喧哗以吸引里面的学生。出于对该游行的支持，但更可能是为了看热闹，越来越多的学生从宿舍、教学楼和图书馆里跑了出来，于是游行队伍的规模从几百壮大到几千，学生们也随着人群的增大和不断的口号声而变得群情激奋，于是他们就走出了校园。

如果用网络和相应的集体认同感来解释以上这种动员过程的话，这种解释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成立呢？如果采用网络框架来解释，那么最可能的解释应该是这样的。在游行形成前该大学中存在两种类型的网络：一种是以运动积极分子为基础的学生运动网；另一种是在结构上类似的、以宿舍和班级为基础的朋友网。这两种关系网的内部联系都很强。在每个以宿舍为单位的关系网中，有一些学生可能很早就对某些事情有所不满。因此一旦看到外面的游行队伍，他们马上就会劝说甚至强制室友加入。在这里，校园环境的重要性主要表现为它将社会运动的网络与以宿舍为单位的朋友网络连接了起来。如果我们一心想把这种运动动员形式想象为一个网络过程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说，中国校园的特殊生态环境促进了运动积极分子网络与大学宿舍网络相连接的“结构洞”或者弱关系的形成（Burt 1992；Granovetter 1973）。这种解释并非完全没有道理，即使是像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复旦大学这样的巨型学校，我们仍可以说每个学生或是通过朋友关系，或是通过其他结构关系相连而同处于一个关系网之中。但这种解释存在两个问题。首先，我们不能够把在一个地方大喊大叫的信息传递方式看做社会网络的结果。“社会网络” 一般被界定为由线（社会关系）连接起来的一系列点（社会行动者）。这些线指的是那些相对稳定的、在研究之前就较为确定的社会关系，而社会网络内的信息和物资的交流也可以被看做专属于此网络的成员才有资格享受的特权。比如，半夜打雷同时惊醒了比邻而居的许多人，我们不能说这些人是通过社会关系网而得知打雷的。但是，一个人如果并没有被雷声惊醒，直到第二天有朋友告诉他后他才知道半夜时曾打过雷，那么这个人就是通过社会关系网获取这一信息的。显然，在外面喊叫的学生是把所有留在宿舍里的人，而不是某个特殊的人群作为目标的。换句话说，就像打雷一样，关于游行的消息并不是通过既有的关系网络传播的，而是通过自然而然的直接接触传播的。这样的信息传递既漫散又没有特殊性。如果我们认为这也是一种以网络关系为基础的传播方式的话，那么网络分析就失去了应有的效力和意义。

以上的例子告诉我们，中国的校园空间是通过两个方面对学生的行为产生作用的，它一方面促进了学生之间各类朋友网络关系的建立，另一方面增加了学生之间发生被动性接触的可能。这两个因素相互联系，但又绝不相同。至此，我们就可以把本章所讨论的社会运动动员结构归纳为三种不同的类型（图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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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2 社会运动动员的不同机制

比如，我在对北京20世纪80年代学潮的研究中发现，北京校园有着如下的特殊空间环境：80年代时期，北京拥有67所高校，因为这些学校大部分集中在海淀区，各大学之间的学生交流很频繁。北京高校学生又大多数都在校园内，校园被分割为学生生活区、教学区、娱乐区、商业区等。在学生宿舍区内，每间宿舍通常住有6～8名本科生，每个宿舍楼里住有好几百名学生，而一片宿舍区则往往住有万人上下。一旦学潮兴起，这种校园环境为学生动员至少提供了以下五种不同的便利：①这种环境在学潮开始前方便了不满情绪的传播，在学潮开始以后又保证了谣言和小道消息的迅速扩散；②它增强了以宿舍为基础的学生网络，这些学生相互影响，在一些场合下有的学生甚至对其他同学动用了强制手段，这保证了北京校园内学生运动的高参与率；③它在校园内造就了许多特殊活动场所，大多数学生每天都会经过或是流连于此，这些场所在学潮时往往成为学生动员活动的中心地带；④高校的集中分布便利了不同学校学生之间的相互模仿和较劲，这也会促进学潮的发展；⑤校园环境也有助于许多特殊的集群行动策略的形成，比如说它决定了学生们将会把大字报和标语贴在什么地方，在什么时间发起游行，以及学潮形成后的基本动员策略（如通过大叫大喊和在宿舍、教学楼与图书馆之间转悠来吸引学生，以及通过各校联络的方法来迅速扩大学潮规模）。以上这些现象有些能归因于学生之间的网络关系，有些则直接是由北京特殊的校园环境造成的 （Zhao 1998，2001）。

国家和社会运动动员结构

上面我们讨论了三种不同的社会运动动员结构，并且还以在中国发生的学潮的动员方式为例，说明空间环境在运动动员过程中的重要性。其实这种现象并不局限于中国，比如，我们一般会把1970年波兰工人在格但斯克（Gdansk）和格代尼亚（Gdynia）发起的罢工归因于波兰团结工会或者是波兰宗教势力的影响。但喇巴在他的研究中发现，格但斯克和格代尼亚罢工其实是由少数人发起的。这些人辗转于工厂之间，四处游说以吸引追随者。他们还驾驶着播音车在工人上班时到各个码头巡游以吸引更多的人。而那些诸如工人防卫委员会或教会之类的正式组织，则从未介入该运动的初期动员（Laba 1991）。喇巴的工作展示了这两个城市码头的生态环境在工人动员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其实这类以空间环境为基础的社会运动动员是许多在威权国家中发生的社会运动的共性。

为什么在某些威权国家中发生的社会运动会有这样的运动动员结构呢？对此，笔者的观点是，社会运动动员结构首先是受国家社会关系制约的；同时，它又与社会运动的类型密切相关（比如由于学生生活的特性，任何学生运动的动员方式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学生当时所处的学习和生活环境）。在此，我将把本章前半部分已讨论的社会运动的三种动员结构作为理想类型，从而把它们在不同的国家社会关系和社会运动形式下的重要性做一简单探讨。现代西方社会中的大部分社会运动的动员主要是通过正式组织和运动积极分子的社会网络实现的。在这些社会里，社团组织和社会网络高度发达，由于有效的组织和网络较少受地域限制，或者说，这样的社团组织和社会网络的结构往往能克服地域的限制以达到一个更为有效的社会运动动员，因此由人群聚居而形成的空间环境就不太可能成为运动动员的主要因素。现代西方的许多社会运动，尤其是一些新社会运动，其动员过程都近似于这个理想类型。

不过即使在西方，相当一部分社会运动的动员过程也都是正式组织、以生活和工作环境为基础的人际关系网络，以及人群的生存和居住环境共同作用的产物。因此，空间环境在不同社会运动的动员过程中有着不同的作用。在美国，由于大学生所具有的独特的学习和生活方式，校园空间环境对社会运动动员的影响在以往的研究中已经受到一定程度的关注。除了学生运动，空间环境对社会运动动员的作用也表现在许多西方早期的社会运动动员中。如前所述，19世纪的西欧正处于新生市民社会与传统社区（traditional communities）共存的时期，大部分社会运动，如英国的宪章运动和法国的巴黎公社，都是由正式组织发起的。然而，这些正式组织同时又相当依赖于地方社区所处的空间环境以增强其动员潜力。此外，当代西方国家的一些集群行动，比如美国的社区运动或城市暴动，其发起和动员都深受人的居住和活动环境的影响。

在那些中间组织欠发达、独立于国家的组织受到严重限制的威权国家中，人的居住和活动环境以及以人的居住和活动环境为基础的网络关系就成了社会运动发起者唯一可利用的动员手段。这是因为，一个政权可以通过政治力量来削弱各类社会中层组织，但是它却难以打破以空间环境为基础的人际交往。事实上，许多威权政体在集权化过程中往往会改变社会上人群的空间分布，并在无意间促进以空间环境为基础的人际交往，这些就成了威权政体中社会运动动员的重要基础。

但这种发生在威权政体中的社会运动却有着巨大的破坏性，这种破坏性正是来自于以空间环境为背景的社会运动动员的无组织性。我们在第五章中已经讨论过，有组织的社会运动，特别是那些由内部等级森严的组织所领导的运动，往往会产生许多问题。但是如果一个社会运动有着很大的自发性的话，它又会产生许多其他问题。比如，一个自发性很强的社会运动的话语和策略往往会比较僵硬，该运动会受传统文化很大的影响并比较容易为大众情绪所左右（第十章）。本书第十章还举例说明了发生在北京的“一二·九”运动，其之所以能脱离传统文化的影响并改变运动初期的方向，就是因为共产党北方局在运动发生的若干月后已掌握了它的领导权。就威权政体的当政者来说，他们平常往往会因为种种原因去阻止独立于国家之外的中层组织的发展，但是当一个社会运动形成规模后，就他们的利益来说，他们却希望其对手是可以对话和寻求妥协的。但是，如果一个政权面对的是一个组织性很差的社会运动，运动的领导层在内部将会十分分化。他们不但缺少现实政治经验，缺乏互相之间的信任，并且在运动的一般参与者面前因为没有长期树立的威信而不能真正左右局面。在这种情况下，有效对话和妥协的可能性就变得很渺茫。这就是为什么在社会中层组织很微弱的国家中发生的大规模社会运动往往会和国家进入一个零和博弈状态：要么是运动被镇压，要么是国家政权在该运动发展中被推翻。这两种结局对于社会发展来说都将是悲剧。镇压会使一个社会运动极端化甚至造成整个社会的分化和对立，而政权的推翻将会造成权力真空。从无数的历史教训来看，在这种场合下，任何理想主义者都会成为匆匆过客，填补这一权力真空的往往是那些机会主义政客，而所谓的民主、平等、解放和自由等理想最多也仅仅是落于口号。

组织和空间环境的关系

上一节中，在讨论国家性质以及国家社会关系对一个国家中社会运动动员结构的影响时，我提出了这么一个观点：如果一个国家中大多数社会运动的动员结构都是以空间环境为基础，那么这个国家中社会中层组织的发育必然不良；如果一个国家有着健全的独立于国家的社会中层组织，因为组织和社会运动积极分子网络往往能更为有效地进行动员活动，以人群集居而形成的空间环境就不太可能成为运动动员的主要因素。简而言之，因为一个组织能运用它的资源来更有效地进行社会运动动员，组织性较好的社会运动的动员方式将较少可能以空间环境为基础。但是，这一观点在上一节中并没有得到验证，它只是停留在假设上。在本节中，我将通过一个经验研究对这一观点进行实证（Zhao 2008）。首先需要说明的是，任何社会学的实证工作都是非常困难的，当我们想要弄清楚两个变量之间的关系以及这两个变量对第三个变量的影响时，这一现象将更为显著。这是因为社会现象不能像自然现象那样加以控制，这类关系一般很难通过实证加以确立。但是幸运的是，1999年美国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之后，北京学生的反美示威游行为我验证这一论点提供了契机。

在1999年北京时间5月8日凌晨，一架由美国直接飞往欧洲的B-2轰炸机向中国驻南使馆发射了五枚导弹，其中三枚击中目标，三名中国记者因此丧身，许多使馆人员受伤，使馆大楼也严重受损。数小时后，该消息在国内传开，校园里随即出现了各式反美标语和小字报，中国政府在权衡利弊后决定同意让学生去示威抗议。当日下午，北京学生开始到美国使馆去示威。这项抗议活动整整持续了四天。国外的一些报道与我听到的传说都强调了这次示威游行是由政府发起和控制的。但是我的调查显示，大学校方在此次游行中的确做了很多工作，但校方介入游行的目的显然不是为了扩大事态。在整个反美游行期间，由校方成功控制的游行一般来说很少喊过激的口号与做过激的事情。我的研究还显示，各校校方对学生示威的管理手法和控制能力非常不同。在我重点调查的三所学校中，大学A学生的游行基本上是由校学生会出面组织的，而在大学B发生的11次反美游行中，仅五次是由学生会出面组织的，其他六次则属自发。大学C学生的动员方式介于这两个学校之间，大学C的示威活动往往起始于自发。但在那些天，大学C的学生会干部日夜在办公室值班，一旦校园里发生自发的抗议游行并有走出校门的可能，他们马上就会赶到抗议地点。这些学生会干部或者设法阻止这一游行或者就带着横幅标语和扩音器，通过走在前面喊口号的方法试图把整个游行控制在一定范围内（Zhao 2002a，2002b）。有意思的是，这三个学校学生会组织在示威游行中不同的参与度直接导致三个学校反美抗议活动的动员结构的不同。在大学A，所有的游行都是由校学生会组织的，与此相应，它们游行活动的动员结构与现代西方的有良好组织基础的社会运动动员结构没有什么区别。具体是，大学A的学生去参加游行一般是因为他们收到了来自本班或本系的学生会干部的通知。他们会被告知什么时候在某食堂门口集合，等等。这些学生去后就上了那些事先已经准备好的大巴，然后被直接送到美国使馆前去示威抗议。在极端的情况下，比如在1999年5月8日下午，大学A的学生会想组织第一批人到使馆游行，但是急切下又很难找人，学生会干部于是就把正在参加国庆50周年游行排练的学生召集起来，坐车直接去了美国使馆。与大学A的游行不同，由大学B和大学C学生发起的示威游行往往有着较大的自发性，相应地，它们的运动动员结构与大学A的截然不同，而与20世纪80年代学潮时的那种以大学生的居住与活动环境为基础的学生动员方式如出一辙。以5月8日晚上在大学B发生的一次游行为例（大学C学生的游行方式也极其相似）：晚上八点左右大学B的某一中心地带周围围着不少看大字报或议论纷纷的学生。这时一个学生站了出来提议到美国使馆去示威，若干个学生随即响应，他们走到该中心地带附近的一片空地开始叫喊学生。不多时，他们周围围观的学生人数增至三四百人，这些学生于是离开该中心地带先向南到博士生楼，然后往西去了本科生宿舍区。在走出宿舍区后，这些学生向北走向留学生楼。在留学生楼外闹了一阵后，学生们往东去了大学图书馆、各教学楼，并最后到了学校的电教中心。他们每到一个新的地方就会在那儿大叫大闹地呼喊口号以吸引学生，于是游行队伍越拉越长。当学生们离开电教中心往南走出学校南门时，整个游行队伍已有数千人。这个例子清楚地表明，当一个社会运动能依靠很好的组织资源去进行动员时，以人群集居而形成的空间环境就不太可能成为运动动员的主要因素。或者说，社团组织和社会网络往往能克服地域限制以达到一个更为有效的社会运动动员。

人们可能会提出，造成这三所学校反美游行动员结构不同的有着许多其他因素。我想说明的是，大学A、B和C除了校园大小有别外，其空间布局并没有根本性的差别（比如各校都有对动员学生很有利的相对集中的学生宿舍区和教学区）。特别是，在以前发生的一些学潮中，这三所学校学潮的动员结构都是以空间环境为基础的。因此，除了这三所学校学生会组织在反美游行中所起的作用不同这一点外，我很难想象还有什么其他原因能造成大学A示威活动的动员结构与其他两所学校的动员结构的根本性差别。

人们可能会强调，中国大学的学生会并不是什么社会运动组织，这三所大学的学生会对学生的不同控制能力的背后也有着许多不同原因。这些都是事实。但问题是，在笔者所研究的城市中，各大学的学生会在这次事件中的确动用了它的资源和人员组织了若干次游行，因此针对这个事件来说，这些学生会所起的作用与社会运动组织是相同的。此外，我也知道这三所大学的学生会在动员学生时所呈现的不同能力的背后有着许多原因。比如，大学A的学生主体是比较守纪律的工科生，而大学B和C则有大量较为散漫的文科生；大学A学生的工作出路要比其他两所学校好一些，它们的学生因此较少关心政治，也不会为了做一些出格的事情而影响自己的毕业；大学A的学生会干部比起其他大学的学生会干部来说，毕业后在仕途上晋升的机会要大得多，因此他们工作起来当然会卖力很多。但是这些不同都不会影响我们的结论。虽然这三所大学的学生会对学生的不同控制能力是由许多原因造成的，我们的关心点并不是为什么这些学生会有不同的组织能力，而是在不同组织力量下反美游行的动员结构。除非有人能证明那些导致各校学生会组织能力不同的因素会直接影响反美运动的动员结构，而我在上面所介绍的组织能力、空间环境和运动动员结构之间的关系却只是虚假因果关系（spurious causation）的话，以上的分析就应该能成立。

如果以上的论断是正确的，我们不仅搞清楚了组织和空间环境这两个因素与社会运动动员结构的关系，而且还从另一个角度搞清楚了这么一个问题：在美国早期的社会运动理论中，在西方早期的社会运动和革命的研究中，以及在对非西方社会运动的研究中，学者们都或多或少提及甚至是强调空间环境在社会运动和革命动员过程中的重要性。但是自20世纪60年代后发展起来的资源动员理论和政治过程理论却都强调了组织和社会网络在社会运动动员中的作用，而在一段时间内几乎忽视了空间环境在社会运动动员过程中的重要性。这说明西方社会的民主化过程并不是一挥而就的，有些国家的政体（包括美国）虽然可以被称为民主制，但是它们的政府却对许多组织进行着限制和迫害。同样，西方的公民社会也有着一个发育过程，“二战”前的欧洲和20世纪60年代前的美国的社会中层组织，特别是社会运动组织，远不如今天的西方社会来得发达。所谓的资源动员理论和政治过程理论正是在西方的社会运动变得越来越组织化和制度化的情况下得以兴起的。或者说，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来看，那些强调组织和网络在社会运动动员中作用的理论的兴起本身就是西方社会变迁的反映。

梯利对空间环境和社会运动动员的分析

笔者在《美国社会学杂志》上发表了第一篇有关空间环境和社会运动动员之间关系的系统研究论文之后（Zhao 1998），一大批强调地域和空间环境在社会运动动员中重要性的文章和书籍接踵而来（如Gieryn 2000；Martin and Miller 2003；Miller 2000；Polletta 1999；Sewell 2001；Tilly 2000；Wolford 2003）。苏威尔在笔者和他自己工作的基础上，比较了空间环境在中国学生运动和法国革命中对大众动员所起的作用（Sewell 2001）。梯利从理论角度区分了三种不同的空间概念［泛空间（bare space）、情境空间（textured space ）和地域（place）］（Tilly 2000）。此外，美国一本关于社会运动研究的专门杂志《动员》，还就地域、空间环境与社会运动动员之间的关系进行了专题讨论（Mobilization
 2003）。在这一节中，我将对梯利的理论分析做一简要介绍，并指出对社会运动动员做空间分析应该避免的一些误区。

通过对以前文献的分析，梯利总结了人们在分析空间和社会行为的关系的时候对空间这一概念的用法包括三个层面：泛空间、情境空间和地域。如果人们把地点和时间/距离（时距）作为非空间因素的代名词，并用以分析这些非空间因素对社会行为的影响的时候，他们所用的就是泛空间这一概念；如果人们用地点和时距来解释社会行动的话，他们所用的就是情境空间这一概念；最后，如果人们在地点和时距之外还给一个空间赋予特殊的意义，并用地点、时距和空间意义来解释社会行动的话，那么他们所用的就是地域这一概念。梯利认为，虽然这三种分析方法都有着自己的意义，但是作为社会学家来说，我们应当把空间环境与社会运动动员之间关系研究的重点放在第二个和第三个层面上。梯利的这个说法是有真知灼见的，对空间概念在第一个层面上的这种用法（即泛空间）绝不能提倡，因为在那些学者的工作中，空间或者是一种比喻性说法或者是其他机制的代名词。比如哈维的《后现代状况》中的一个最为主要的观点，就是资本主义社会加快了时间，压缩了空间（Harvey 1989）。在他的提法中，所谓的时间加快，实际上指的是资本主义经济下日益增长的经济效率、生活节奏、物质消耗和环境破坏（比如当代世界一天所消耗的不可再生能源可能会大大超过整个前工业社会时代人类所消耗的不可再生能源的总和），而所谓的空间压缩指的就是资本主义社会下的通讯、运输和资本流动速度的增长（现在坐飞机一天几乎能绕地球一圈，空间在这个意义上当然是压缩了）。哈维的这种提法并没有什么错，却也没有什么真正的新意，这种提法其实只是将我们大家早就知道的一些常识用时间/空间语言转述一下而已。因为任何社会现象都是在一定的时空下展开的，这种比喻性的转述可以在许多场合下被运用。因此人们在第一次听到哈维的这种提法后也许会觉得有点意思，但是由于许多地理学家在把运用和推广这种时空比喻当作他们的主要任务，在反复接触这类书籍和文章后我们肯定会感到空洞和无聊。比喻毕竟仅仅是比喻，资本主义的性质毕竟不是由时空决定的，虽然资本主义有着与其他社会不同的时空意义。

在泛空间体系下的另一类工作，则把时空作为其他机制的代名词。比如，地理学家米勒在2000年写了一本题为《地理和社会运动》的书（Miller 2000）。在此书中，米勒比较了大波士顿地区的三个城镇的反核运动的发展。该书分析了不同的教育程度、阶级结构、政治机会、经济背景等原因如何使这三个城镇的反核运动形成了各自不同的发展轨迹〔在米勒的笔下，这就成了“三个地区不同的地域性质导致不同地域制约（place-dependent）的运动策略的形成”〕。其次他还想说明，这三个城市的反核运动都是在本市范围内组织起来的，但是它们所反对的却是国家的军事政策。作为缺乏互相联合的地方性运动，它们在强大的国家对策下往往显得无能为力（在米勒的笔下，这就成了这三个城市和国家的不同“地理规模”导致这三个城市的反核运动在不同程度上的失败）。米勒的分析和观点并不是不能接受的，但这种原本属于传统的社会学分析方法到了米勒的笔下就成了时空问题，按照米勒的这种做法，所有做比较研究的社会学家都将成为地理学家（因为比较研究的不同案例总是在不同时空下发生的）。比如，如果把摩尔书中的观点做一个如地理学家式的扭曲的话（Moore 1966），甚至连摩尔这样的经典历史社会学家都能被看做一个地理学家：摩尔认为，英国、法国、俄国、日本和中国等世界上主要大国的现代化进程不是同一的而是受地域制约的。更具体地说，它们现代化进程的结局（从专制到民主）是由各个地域特殊性的 （place-specific） 生产关系以及与此相应的在不同地域下各主要阶级的社会—空间（social-spatial）关系决定的。当然，我这里这样总结摩尔的观点只是给地理学家开个玩笑而已。摩尔绝不是什么地理学家，地理学家米勒的工作中也很少有真正的地理。

我认为，通过强调对第二个和第三个层面上的空间与社会行动关系的研究，梯利是想回避对在泛空间层面上的工作的批判，而他的这种回避可能是出于策略考虑。目前绝大多数关于空间环境和社会行动关系的工作都是由人文地理学家在做，而大量人文地理学家对空间这一概念的用法基本上都落在梯利所说的泛空间这一范围。梯利显然不想在刚刚开始提倡空间环境和社会行动关系的研究时就把大多数自认为正在研究这一关系的人都给开罪了。相反，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的劳门教授在20年前担任芝大副校长时的所作所为就可能显得不通人情。劳门认为，地理学作为一门没有自己理论根基和没落的学科根本就不应该在芝大社会科学学院存在，他因此断然取消了芝大的地理学系，此后，芝大地理学系的一些教授对劳门理所当然地恨之入骨。但是话又说回来，芝大之所以能保持在世界上的学术领先地位，可能就是因为时常有类似举措。

梯利文章中所指的第二个层面上的空间（即情境空间）我这里就不再赘述，因为他所指出的研究方向在很大程度上与顾尔德对巴黎公社群众动员的研究和笔者对北京校园空间环境与学生闹事的动员形态的研究是一致的。在结束这一节的讨论前，我想就梯利提出的第三个层面（即地域）上的空间研究再介绍几句。梯利认为，如果在情境空间的基础上我们还能够对一个空间在社会中的意义和社会行动的关系展开讨论的话，那么我们的研究也就从情境空间层面上升到地域层面上了。我个人认为，对于一个具体的经验型课题来说，是否需要把研究上升到这一层面应当完全依研究的对象和问题的性质来定，但是空间的赋予性意义和社会行动的关系本身却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现代的分裂主义运动和种种令人发指的种族清洗事件，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不同的社会群体给同一空间赋予了彻底相互排斥的意义。北京的许多示威游行往往集中在天安门广场，这是因为自五四运动以来，天安门广场逐渐被神圣化为革命的象征 （Hershkovitz 1993）。一场革命在夺取政权后往往会在一些城市的公共空间为重大革命事件和烈士人物树碑立传，这种做法也往往会带来意想不到的效果：当这个革命政权常规化了，新一代社会运动兴起后，这些公共空间以及它们已经被赋予的符号性意义，将被新近的社会运动夺取过去，于是成了反抗的象征。如果从体制稳定的角度来思考问题的话，我们可以说，上海市政府把上海的人民广场改造成一个绿地花园的做法是有利于稳定的。但是同时，上海市政府又在原人民广场附近为五卅运动新造了一座蔚为壮观的五卅运动纪念碑，他们在做此事时可能就没有想到空间的政治意义所具有的转换性。

内在动员结构和外在动员结构

在社会运动动员结构的研究中，人们关心的另外一个问题是社会运动组织的形式、运动组织与其成员的关系，以及与之相应的社会运动动员的形式。这里的社会运动动员形式就是所谓的内在动员结构和外在动员结构（Tarrow 1998：ch.8）。内在动员结构指的是，在一场社会运动动员没有开始前，该社会运动就已经有了一个内部结构、等级和功能分明的组织，该社会运动动员的相当一部分是在组织内部进行的。外在动员结构指的是主要在运动积极分子之外的人士中进行动员的一种运动动员方式。与内在动员结构组织相比，外在动员结构下的组织，其成员一般比较少，组织内部没有等级森严的结构和明确的功能分化，成员之间的关系也相对平等。

一个国家中的社会运动主要会采取哪一种动员形式则与该国家中的国家社会关系有着密切的联系。在19世纪的欧洲和美国，以及在当今的一些发展中国家，面对一个比较专制的国家和发育不良的公民社会，行之有效的社会运动组织形式往往是所谓的国中之国的形式。这种组织形式通过层次分明的从基层到中央的结构、上下等级严格的关系，把组织内部各个分支的成员自下而上地吸收到了一个严密的结构中。这种组织形式发展的顶峰就是列宁主义式的组织。在这种组织形式下，一场社会运动的动员过程基本上被内化了，运动始终在一小部分最高领导的控制下，组织成员必须严格遵守该组织的规章制度，社会成员一旦加入该组织就不能随意退出（除非被开除）。

这种组织形式的最大好处就是它运作的高效率和很强的自我保护能力，因此它往往盛行于较为专制的国家中。专制政治提高了发起社会运动的代价，只有这种国中之国的组织形式才能够保证一场运动在压制下得以生存；此外，伴随专制体制的往往是一个发育不良的公民社会和一个很强的依家庭、村落、邻里、同事和宗教关系而建立的人际关系网络，只有这种组织形式才能在这样的社会下建立广泛和跨地域的人际联系（这就是帮会在传统中国特别盛行的原因）。因此，从西方到东方，随着国家政体变得更为专制，该国家的社会运动组织也会越来越趋向于这种形态。比如国民党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地下组织，面对国民党的迫害，必须实行一种少数服从多数、地方服从中央的决策机制以保证组织的生命力，必须对“叛徒” 和“奸细” 进行严厉清算以保证党的组织不被敌人摧毁。当然，这些为对付专制政体所建立的组织制度、意识形态和政治文化一旦形成，也成了长期困扰中国共产党的左倾思潮的基础。再比如“二战”前，德国虽然已处于民主政体下，但那时德国的民主制并不成熟，德国的国家力量强大，其政治生活有民主而无自由，人们仍然可以因他们的言论而获罪。德国民主中的各个政党有着完全不同的价值观，其中有些政党公然声称，如果他们当政就将领导德国往完全不同的方向发展（这就是所谓的非忠于反对，处于非忠于反对下的民主社会一般要垮台）。当时德国的执政党（社会民主党）在组织内的专制程度虽然不能和俄国的列宁主义政党相比，但还是反映了德国的这种低水平民主政治的状况。正如米歇尔在《政党》那本书里所指出的（Michels 1962），社会民主党是在第二国际领导下的工人阶级政党，它的宗旨是为民主为社会主义而斗争，但它内部又有着相当严重的寡头化倾向。最后，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的美国，随着国家的民主化进程和社会下层组织能力的提高，许多社会运动组织采取了一种组织成员较少，组织内部没有森严等级和明确功能分化的外在动员结构式的组织。许多这类组织的核心成员并不多，组织内成员之间的关系也比较平等，它们在组织的决策过程中采用了全体认可决策法（Polletta 2002），因此避免了像米歇尔在《政党》里所指出的那种组织的寡头铁律现象。

以上所描述的内在动员结构和外在动员结构这两种社会运动动员形式有着各自的优缺点。内在动员结构的最大优点是能在强大政治压制的情况下进行反抗斗争，但它的代价也很大。这种国中之国的组织形式会形成少数专政、领导权力膨胀等现象。在这样的组织下，即使一个社会运动的目标是反对专制，追求民主和自由，这种组织形态却仍在延续他们正在反对的专制和强权。这样的社会运动或革命一旦取得成功（特别是取得一国的政权之后），也往往只会延续专制。换一句话说，如果一场社会运动仅仅是想推翻政权，那么这种内在动员结构式的组织形式是十分有效的，但是如果一场运动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民主社会的话，那么它就必须摆脱那种内在动员结构的组织模式，秘密活动和暴力是很难争取到真正民主的。

内在动员结构式的组织有很多弊端，但一场自发性很强的社会运动也同时存在许多问题，这是本书在许多章节中已陈述过的一个原理。在这两方面的压力下，同时随着国家民主化进程的深入和公民社会的发展，一种新的外在动员结构在西方发展起来。在西方，这种运动动员形态出现于20世纪初（Polletta 2002），但是直到20世纪60年代新社会运动兴起后，这种动员形态才得以逐渐普遍起来。除了内在动员结构的弊端和西方社会民主化进程的推进外，外在动员结构的兴起背后还有其他一些因素，其中最为主要的就是电子媒体的兴起和百姓受教育水平的提高。比如，报纸只能描述一场运动的目标，电视却能把一场运动的进程与政府的对应以图像的形式加以描述，这样的通讯手段就便利了一场社会运动的信息在没有严密组织的情况下的快速扩散。此外，百姓教育水平的普遍提高导致运动参与者水平的提高和一种追求平等的后现代文化的兴起，这些都在相当程度上削弱了内在动员结构式组织存在的基础。

西方新发展起来的外在动员结构有着以下几个特点：第一，这种动员结构下的组织和网络往往并不是专门为某场社会运动的动员而设的，它们有着各自不同的功能。这些组织和网络之间在平时只有很松散的联系，但是当出现了一个社会问题或者说某种机会到来的时候，这些组织和网络就会进行加盟，于是产生了一场社会运动。第二，在这种动员结构下的社会运动往往会有一些小规模的、由少数专业人才组成的组织从中协调。这样，较大规模社会运动就可能在没有一个永久性的大规模的社会运动组织的协调下得以形成。第三，他们有时候甚至会在一个组织内采取绝对民主制，组织内成员地位平等，权力分享，无中心领导并采用全票通过制的大民主形式。

外在动员结构作为一种社会运动动员形态有不少特点，与内在动员结构组织相比，这种动员结构的一个最大好处就是运动的目标与运动组织形式的一致性（比如，外在动员结构不会在为平等而奋斗的同时在组织内部延续一种特权文化）。在这种新的动员结构下，运动内部可以存在意识形态和策略的多样性，一种社会运动并不会因为各组织之间的意见不和而垮台。这种动员结构下的社会运动参加者往往更能感到自己和自己所处的小团体在运动中的作用，因此这种组织一旦决定做一件事情，它能获得较大的参与度。最后，在这种动员结构下，社会运动的目标不会轻易被一小部分运动领导出卖，国家也比较难以将其完全纳入制度轨道。也就是说，这种动员结构下的社会运动更容易保持它的社会运动状态。但是，这种组织形式也有许多弱点，比如它的决策速度慢、效率很低再加上对外完全公开，因此，这种组织形态很难在比较专制的政体下或者在意见分歧很大的社会中发展起来。外在动员结构的兴起是世界社会运动发展的趋势，还是在资本主义和自由主义发展的全盛期在西方社会出现的一种奢侈品？对此我们还需要做进一步的观察和分析。


问题思考


（1）传统的社会运动动员研究的特点是什么？顾尔德是从哪几个方面对传统的社会运动动员的研究展开批判的？

（2）人们居住和生活的空间环境对社会运动的动员会有什么影响？为什么这种影响并不能简化为社会组织和网络对社会运动动员的影响？就社会运动动员这一议题来说，空间环境与组织和网络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我们为什么说一个国家中社会运动动员的普遍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这一国家中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

（3）地理学家们所常用的一种“泛空间”分析方法的弊端在什么地方？我们应当提倡什么样的空间分析？

（4）什么是外在动员结构和内在动员结构？它们各自的特点是什么？为什么一个国家中社会运动动员结构的主流形态受制于这一国家中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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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新闻、大众舆论和社会运动

当前的世界信息爆炸，人们已经越来越依靠报纸、杂志、电台、电视和互联网来获取各种信息，了解在自己身边以外所发生的事物。特别是在西方社会，百姓一般对主流媒体的报道抱有很大的信任，媒体的报道在很大的程度上能定义公众舆论。只要一个事件不是发生在人们的周围，媒体的报道在大多数百姓的眼里就是事实。更有之，如果媒体对一个事件不予报道的话，那么这一事件对于广大百姓来说就等于没有发生。在这种环境下，一场没有被报道的社会运动就如同一场没有发生过的社会运动。因为这个原因，西方的社会运动组织十分重视获取媒体的报道，哪怕是负面报道。新闻报道能使社会运动组织者感到自己和自己正在做的工作的重要性。同时，媒体报道还可以是社会运动传播其思想、主张和认同感的一个最为有效的渠道，是社会运动动员大众和寻求同盟的有力武器，是取得社会同情和关注以及从舆论上击败对手的法宝。由于媒体和公众舆论对西方社会运动的发生和发展起有关键作用，这就引来大量关于媒体、公众舆论和社会运动这三者之间关系的研究。本章就是要简要地介绍一下西方学者在这方面所做的一些工作以及笔者的评价。

媒体对社会的影响主要发生在两个相互依存的层面：不同的传媒形式会给社会带来不同的影响，传媒中的不同内容也会给社会带来不同影响。与此相应，关于媒体、公众舆论和社会运动之间关系的研究也可以被分成两大块。其一就是顺着麦克卢汉（M.McLuhan）所提出的“传媒方式本身就是信息”（Media is the message） 这一思想所做的一些工作，其二则研究新闻的社会性质、新闻的内容、大众对新闻的看法等因素在社会运动的产生和发展中所起的作用。本章的分析也从这两个角度出发。

传媒方式就是信息

最早系统提出“传媒方式本身就是信息” 这一思想的是加拿大著名传媒学者麦克卢汉（McLuhan 1964）。这一口号的基本原理很简单。比如，讲话的声音能传得较远，但却音过即逝，在时间上留不下来；写在纸上的东西在空间上没有任何扩展性（你必须看到才知道上面写的是什么），但它却能被保存下来让后人看到。对于传媒学者来说，讲话和书写这两种传播特性说明了不同传媒方式本身就带有不同的信息。的确，人类发展的每一步都伴随着传播技术的进步。从口传到书写和印刷，再从书写和印刷到电子传播，每一次新传播方式的出现都给社会、文化和人的思维方式带来巨大的变化。就社会运动来说，比如新教运动的发生，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中国的活字印刷技术作为一种新型传媒方式传到欧洲。在1456年欧洲出现第一本活字印刷的圣经之前，欧洲大部分老百姓不识字，他们了解圣经教义的唯一渠道是他们所在教区中神父对圣经的解读。但是当活字印刷引进欧洲后，欧洲的图书印刷量大大增加，识字的人不断增多，一般民众也能直接读到圣经了，于是就产生了对圣经的独立于天主教会势力的不同解读，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新教运动的发展。我们可以从多个方面来理解法国革命的产生。如果从传媒的角度来看，法国革命的产生与公众舆论这一新生事物的出现有着很大的关系。随着印刷技术的提高，法国能读书识字的人越来越多。在这种情况下，随着大城市的涌现，报纸这一新生事物应运而生；随着报纸的出现，公众舆论也相应出现。但是面对公众舆论这一前所未有的事物，当时的法国国王既不知其厉害也不知道如何管理它。因此公众舆论游离于政府控制之外，为启蒙运动的深入发展，为法国革命的产生提供了思想上的准备（Censer and Popkin 1987；Eisenstein 1979）。

对于报纸来说，一个人必须在识字、能订阅到报纸并且对某新闻有兴趣的情况下才会去读该新闻。与报纸不同，对于收音机来说，一个收听者即使不识字，即使生活在不能订阅到报纸的偏僻村庄，只要他拥有收音机就能收听到各种节目，收音机因此比起报纸来说对社会有着更大的渗透力。这就是为什么20世纪二三十年代收音机在美国刚刚普及后，马上就成了社会运动的一个有力工具。这其中最为著名的例子就是美国高福灵教父（Father Coughlin） 的个人经历（见 Brinkley 1983；Tilly 2004：86～87）。高福灵教父在1926年第一次拿起电台话筒后，马上就成了一个备受欢迎的人物。20年代末他所主持的CBS星期天下午节目的听众有时会多达近40万。当他在该节目中攻击了美国汽车大王福特后，CBS在1931年中断了他的节目。此后，高福灵教父开办了他自己的电台，运用他所控制的电台来宣传种种保守主义和民粹主义主张。他同时还用电台的收益和各种捐款组织了若干个以反共、反犹太人和反资本主义的社会运动组织与工会组织。新兴的电台就这样成了社会运动的中坚。利用他所控制的电台，高福灵教父甚至具备干涉美国政治的能力，比如他组织了一个第三党，并在1936年与罗斯福进行总统竞选。直至美国直接介入“二战”后，美国政府以反间谍法为依据，对高福灵教父进行起诉并控制了他的邮件，该运动才走向下坡（因为高福灵教父所领导的运动财源主要来自捐款，控制邮件也就切断了他的财源）。

当电视在西方社会兴起后，它作为一种传播方式本身所具有的一些特殊性质也马上为社会变化和社会运动注入了新的因素。关于这个方面，最为经典的工作是麦若维兹的《地点失去了意义》这本书（Meyrowitz 1985）。麦若维兹认为，电视传媒与书籍、报刊和小说等书写传播方式有许多方面的不同，这些不同影响了当代社会的方方面面。关于女权运动在西方20世纪60年代后的兴起这一问题，学者们曾经从多个方面进行过解释，但是麦若维兹认为，女权运动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新兴电视传媒的性质决定的。他论证道：在书写文化下，不同类型的读者很容易被分割。比如人们在为小孩写书的时候用的是小孩语言，叙述的是被认为是小孩才能看的内容；在为妇女写书的时候用的也是妇女的语言和妇女关心的内容。在这种阅读文化下，许多妇女对以男性为对象的书籍和文章或者没有兴趣或者干脆就看不懂。这样，男性和女性即使有着相似的教育水平，他们所接受的信息也大相径庭。由于信息资源分配不公，女性在社会中就趋于保守和依赖，男女不平等在社会上因此就得以维持。但是电视属于一种以图像和口语为核心的传播方式，图像的直观性和话语的通俗性使电视节目很难搞得像文字作品一样深奥。这就是为什么与印刷品相比，电视节目更容易做得男女老少皆宜。电视节目性别倾向比较小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一个人在面对一篇自己不喜欢的文章时，他是很难把这篇文章看下去的，但是对于电视节目来说，只要在不反感的情况下我们往往会一直看下去。以上这些逻辑的结果是，在电视媒体兴起后，男女开始看相同或者说类似的作品和接受相似的文化了。这就大大降低了男性和男子文化在女性面前的神秘感，提高了女人的自信心，从而促进了女权运动的兴起。有人可能会说，当代电视里面充满了凶杀、暴力等刻画男性行为的节目，许多节目和商业广告的内容也是明显地或者是隐蔽地宣扬着男性文化和给我们灌输着男尊女卑的思想，这对现代妇女运动的兴起是没有好处的。但是，麦若维兹却有着完全不同的看法。麦若维兹认为，如果电视节目具有很强的男性文化和男尊女卑倾向的话，那也没关系。这是因为人总是会有意无意地向一个作品中被正面描述的人物和价值学习。如果一个电视节目中那些英雄人物是男性而那些正面价值是男性价值的话，女性在看了这些电视节目后就会接受男子的思想和行为方式，就会更加主动地去争取平等。运用相似的逻辑，麦若维兹还讨论了为什么在美国社会中父母和小孩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平等，为什么美国的政治家在百姓的心目中变得越来越失去往日的光环等问题，此不赘述。

互联网是这个世界继电视之后兴起的一种新型媒体，它的应用范围日益扩张，用户不断增多，成了电视以后改变人们生活的一种最为重要的传媒技术突破。与此相应，越来越多的分析互联网对未来社会影响的文章和书籍也随之出现（如 Chayko 2002；Crystal 2001；Gauntlett 2000）。此外，由于互联网一经出现马上就被运用于社会运动的动员，因此互联网对社会运动动员的影响也得到一定的关注（Ayres 1999；Deibert 2000；Yang 2003）。这里我首先想强调的是，互联网的应用范围还在不断扩展，它对社会的影响也尚未完全展现出来，任何结论性的总结可能都为时过早。在强调这一点之后，我还是想就互联网的性质以及互联网对社会运动的形成和发展过程的可能影响做一个试探性的探讨。让我先通过一个具体例子来看看互联网在社会运动中到底起有什么作用。

为了进一步加强世界经济的整合，西方七国集团准备通过谈判就多边投资问题达成一个协议。这七个国家中的许多社会组织反对这类协定的建立。这些组织认为，这样的协定会进一步加强跨国公司在这个世界上的权力，削弱一个国家的主权并给各国的环境、劳工权益和本土文化带来负面影响，因此它们联合起来发起一场反对多边投资协议的抗议运动（Deibert 2000）。在整个运动中，这些社会运动组织在以下三个方面运用了互联网：①它们建立了一个电子信箱名单，在任何一个地方发生的事情（从通知开会和游行到照会多边投资协议谈判的进展及各国的立场），其他地方的社会运动组织马上就会知道并采取相应行动。②该社会运动下的主要组织都拥有自己的网站和网页，它们运用这些网页来发表对多边投资协定的批判文章，表明它们的主张，通知抗议和演讲活动的时间和地点，动员网友参加这一运动，等等。各个网页在发表自己的文章和主张的同时，还把其他的相关网站和网页与之链接起来。因此，一个人一旦进入其中的一个网页，他就会了解整个运动的状况。③它们还利用互联网直接向各国政府官员和决策者施加压力。在这些组织的网站和网页里，它们公布了有关国家政府人员的电子信箱地址以及现成的各类请愿信件的内容，一个支持者只要用鼠标点击几下就可以发出一封请愿信。

以上这个例子的重要性在于：①在整个运动中，各个运动组织主要通过互联网来协调它们的行动，因此这是一次典型的以互联网为主导的社会运动；②七个国家的多边投资协定谈判最终并没有达成协议，因此至少从结果来看这次运动是成功的（当然它们没达成协议主要是因为各国在许多问题上不能达成共识）；③关于这次运动，几乎所有的新闻报道、研究这一事件的学者和运动积极分子，甚至连法国政府的一些官员，在进行有关回顾时都提到了互联网在运动中所起的关键作用。可以说，互联网的作用在这场社会运动中的确达到了充分发挥。通过对这一事件的考察，我们也许能窥测到互联网在今后世界的社会运动中的作用。但是，当仔细考察互联网在这一运动中的作用后，我有这样一个结论：互联网的出现的确大大加快了信息的传播和人与人或组织与组织之间的通讯和联系，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但是对于社会运动的形成和发展来说，即使从以上这个很成功的社会运动案例来看，它的重要性可能不会有许多学者所想象得那么大。

第一，在先前的讨论中我们谈到，报纸和电视之所以对社会运动如此重要，是因为它们有着与传统传播手段截然不同的一些性质（比如报纸造就了公共舆论，电视打破了人的视觉在时空上的限制）。但是比起传统传媒来说，互联网最大的一个特性是其综合性，而不是新颖性。在上面所举的那个反多边投资协定运动的例子中，互联网的电子邮箱取代了电话和电传的功能，而它的网站和网页则具有与报纸、电台和电视类似的功能。这也就是说，互联网所能做的这些事情传统媒体也都能做（虽然互联网比起电话和电传来说要高效得多，它的传播效率比起电台和电视来说还大大不如）。总体上来说，互联网的诞生对于社会运动动员来说更像是一个量的进步，而不是一个质的变化。第二，报纸、电台和电视传媒方式的诞生之所以会对社会产生如此根本性的影响，是因为那时候信息较少，所以这些媒体所载有的新信息在社会上本身就具有爆炸性效果。但是，现代社会在互联网诞生之前早已处于信息爆炸状态。这也就是说，报纸、电台和电视的产生不仅仅为我们带来了新的传媒方式而且还带来了新的信息，而互联网的出现则仅仅是进一步加大了信息爆炸的规模。第三，现代的互联网中各类信息应有尽有，多如牛毛。即使一个人整天在网上搜寻信息，所得到的也仅仅是沧海一粟。这就是说，互联网是一个虚拟社会，这个社会遵循着我在第五章中所讨论的发达公民社会的一般特性，即它是一个在兴趣和利益上高度分割的社会。因此，虽然越来越多的人已经上网，他们在网上干的绝不是同一件事。并且互联网越发达，它的信息量就越大，这个网上公民社会就会被分割得越支离破碎。在这样的社会中，互联网中的网站和网页虽然可以办得像报纸和电视一样，但它们的点击率一般不会很高。在西方社会中，互联网中的网站和网页能做的最多可能就是动员少数同人来参加一个规模不大的社会运动。

互联网有着一个与传统媒体截然不同的性质，这就是它有很强的多人互动性（电话的互动性比互联网还好，但是电话的互动一般在两人或若干人之间进行）。这就出现了所谓的虚拟空间、网上网络和网上社会运动。但问题是，网上的通讯往往话题很受限制并且质量不高（Daft and Lengel 1984；McCarty 1992），在网上建立的关系和与之相应的认同感也缺乏坚实的基础。诚如泰罗指出的，社会运动所必需的参与者之间的相互信任不可能在没有面对面接触的情况下产生（Tarrow 1998）。一个纯粹在虚拟空间中发动的网上社会运动效果往往十分有限。大多数社会运动，特别是那些大规模社会运动的动员离不开传统意义上的组织、社会网络和空间环境（见第十一章），而互联网在这样的动员中所起的可能只是一个辅助作用。

当然，以上讨论的仅仅是最为一般的情况，实际情况肯定要比这复杂得多。比如，在互联网出现之前，国际性社会运动的发展往往受到通讯条件的很大限制，因此，互联网对国际性社会运动的影响就要比对地区性社会运动的影响来得大。此外，我们以上讨论的主要是西方社会中互联网和社会运动之间的关系，如果一场社会运动是在公民社会发育不良、政治信息闭塞的威权国家中发生的话，互联网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将会大很多。但是，这个不同并不仅仅取决于互联网本身的性质，而取决于互联网中所载有的新闻内容在不同国家社会关系下的不同。新闻内容对社会运动产生和发展的影响，正是我们以下要着重分析的一个问题。

传媒内容才是信息

相信传媒方式本身就是信息的学者往往会陷入技术决定论的泥淖中。一种新兴的传媒方式对一个社会中社会运动的形式和特点肯定有很大影响，但它的影响大小离不开社会运动的参与者对这一新兴媒体的创造性运用；它的影响大小更取决于这一新兴媒体中所载的内容。媒体中的主流信息越是反体制反传统，这一媒体对社会运动的产生和发展的影响也就越大。

西方的媒体、公共舆论和社会运动

尽管西方学者们对于媒体的性质有着非常不同的认识，但大多数人都认为，西方的主流媒体和公共舆论是相对保守的。学者们普遍认为，媒体基本上是传统新闻源的一个传声筒 （Gans 1979）。如果一则新闻故事与政府有关，媒体报道往往代表了官方的意见（Sigal 1973）。这种现象在国际报道方面尤为普遍。在美国的媒体中，苏联击落韩国的一架客机是一次道德性事件，而美国击落伊朗的客机却只是一个技术问题（Entman 1991）。海湾战争期间，美国新闻大力强调美军在军事和技术上的优势，却忽略战争的其他方面（如伊拉克平民的伤亡）。因此有人说，美国新闻中的海湾战争有如一场“任天堂游戏机战争”（Kellner 1990）。在面对反对现存体制或者有较大改革诉求的社会运动时，西方的媒体都倾向于视而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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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即使当一个媒体对一场反对运动加以报道时，它也会有意无意地对该运动的目标和规模加以歪曲，并着重渲染运动中所出现的一些为主流价值所不能接受的口号和行为（Gitlin 1980；Molotch 1979）。与媒体一样，西方的公共舆论也有着很大的保守倾向。西方的公共舆论一般受媒体左右并由媒体建构，只有当媒体所报道的事件是一个人亲身经历或亲眼目睹时，这个人才会对该事件的形成和性质产生与媒体报道不一致的看法（Lang and Lang 1981；Pride 1995）。

关于美国媒体报道和社会运动关系的一个经典工作，是葛铁霖对美国新闻报道和20世纪60年代美国新左派运动的兴衰之间关系的研究（Gitlin 1980），我在此特做一介绍。葛铁霖曾经担任美国20世纪60年代新左派运动时最为著名的学生组织——为了民主社会的学生（Students for a Democratic Society，SDS）——的主席。20世纪60年代后期，葛铁霖对SDS的发展方向产生很大不满。在退出SDS的活动进入学者生涯后，葛铁霖写了一本名为《整个世界都在看》的书籍，分析美国主流媒体对新左派运动的报道是怎么“造就” 并破坏新左派运动的。

葛铁霖认为，在整个新左派运动中，新闻和新左派运动及公共舆论之间的关系经历了以下过程。首先，虽然SDS及其活动在美国校园里始终存在，美国主流媒体在1965年以前始终不予报道。1965年初，《纽约时报》发表了第一篇对SDS抱有一定同情的介绍性文章，新左派运动从此成了一个全国性的问题，美国民众也由此知道了该运动的存在。1965年4月17日，SDS在华盛顿组织了一场有近15000人参加的反越战示威。该游行因其规模之大而成了全国性新闻，但大多数报道在这一阶段却带有很大的歪曲性。它们在报道中注重的不是该游行的目的和运动的根本宗旨，而是嬉皮士学生的着装和发型、游行中出现的南越解放阵线的旗号和胡志明的画像、参加游行的各个组织之间的分歧和矛盾以及在游行中出现的一些激进口号和违法行为。此外，它们在报道中运用了大量的引号来贬低一些事件（如他们用“和平运动” 而不是简单的和平运动），过分夸大右派势力对该示威活动的反对力量，并且把这个运动的参加者与美国的极右组织和新法西斯组织相提并论，统称为“极端分子”。比如，《纽约时报》记者在追踪这一游行时给报社发回了五张不同角度和内容的相片，但是报社编辑却在其中选了一张从一个反游行队伍的方向拍过去的相片，并在该相片下加以如下说明与报道游行的文章一起发表：“学生们在白宫前面进行反越战游行，在学生前面的是一场针对学生游行而进行的反游行。”其实，那次游行的参加人数达15000人，而反游行队伍仅百来十人。这也就是说，照片中的游行队伍仅仅占了整个队伍的一个小角，但它却摄入了反游行队伍的全部。仅仅从这张相片来看，整个画面因为反游行队伍在前，游行队伍在后，反游行队伍的规模似乎反而超过了游行队伍的规模。

到了1965年下半年，新左派运动已愈演愈烈，而美国在越南战场上的前景却不被看好。这时，媒体对新左派运动带有同情心的报道已不断增多，但这类报道所强调的均是这场运动的反越战性质，而不是新左派运动所提出的一些更为关键的问题。但是，新闻的报道不但给这个学生运动提供了很大的合法性，并且还把学生们放到了历史舞台的中心，给了运动积极分子一个正在造就历史的感觉。于是为了维持媒体的关注，学生们也开始对新闻报道作出反应。他们开始故意强调这场运动的反越战性质，他们甚至组织一些专门来吸引新闻报道的行动。在这种新闻和新左派运动的互动中，该运动的反越战主题在新闻报道中变得越来越突出。由于反战主题在那时已得到越来越多美国百姓的认可，媒体的这种宣传导致大量学生在反越战的主题下加入SDS。SDS组织在短时间内得到成倍的扩展，但其领导层却逐渐被新加入进来的以反战为目标的运动积极分子占据，组织内部因此出现分裂。一部分SDS成员在边缘化后走了极端，有的成员甚至组织了像“气象员” （weathermen） 这样的热衷于城市暴动和城市游击战的组织。这一现象马上就被新闻抓住大肆宣传，结果是社会舆论和大部分学生与新左派运动迅速拉开距离，整个运动也在这种媒体和运动的特定互动关系中被摧毁。

葛铁霖的工作为我们描述了作为保守机构的媒体和社会运动的互动，以及这一互动对社会运动的影响。他告诉我们，在美国的传媒环境下，一场没有新闻报道的运动是没有意义的，但新闻报道却也不见得对社会运动的发展有好处。美国的媒体能起到这种作用，主要是因为西方的主流媒体对公共舆论有着建构性的定义作用。关于西方的媒体和公共舆论之间的建构性关系（constructionist view of the public opinion），学者们已从多个角度进行了探讨（Gamson 1990；Hall 1977；Lang and Lang 1981；Pride 1995）。我这里想讨论的是甘姆森和他的同事在《美国社会学杂志》上发表的一篇关于美国媒体对于核技术的报道方式和公众对于核技术的认识这两者之间关系的文章（Gamson and Modigliani 1989）。在该文章中，他们首先分析了三个相关的行动者以及他们的有关立场。行动者之一就是支持核技术的国家官员和各种反核运动的组织者。国家官员和反核运动组织在核技术问题上各自观点鲜明，但他们对媒体的影响却因势而变（比如在美国的三英里岛核电站事故和苏联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期间，反核运动对媒体的影响就会增大）。行动者之二是传媒。甘姆森和他的同事认为，媒体是社会上各种组织、个人和意识形态争夺对社会现实的定义和建构权的关键领地。这个领地本身不是中性的，媒体一般来说总是先接受来自政府方面的信息和观点，记者往往希望和政府官员有良好的关系。但媒体的这种性质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如果社会上的一些掌握着重要政治资源的人士也开始用某个社会运动的话语来批判政府，那么这个社会运动在社会上的地位就会大大提高，它们的活动也就有可能受到新闻的注意。行动者之三是公共舆论。对此，作者们假设，公共舆论是由新闻报道建构的。

他们的整篇文章就是要证明，美国公众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对核技术看法的巨大改变，其原因主要来自美国媒体对核技术评价的变化。他们发现，从50年代到80年代，美国媒体对核技术的报道方式经历了以下几个过程：第一，从50年代到70年代初期，媒体在报道核技术时主要用的是进步话语和双重作用话语。那时候的新闻报道都把核技术以及和平利用核能描写成科学技术的进步。在这种话语下，核技术只有在用来造核武器时才是坏的。在这一时期，媒体对于美国出现的核事故（比如费米实验室事故）基本上不报道。第二，70年代以后，美国媒体开始对反核运动进行了肤浅的、有时是中性的报道。媒体中开始谈论核技术的安全问题，但对核技术的正面报道仍在媒体中占有统治地位。第三，在美国的三英里岛核电站事故和苏联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发生后，美国反核运动的力量得到迅速增长，媒体中反对和平使用核能的声音越来越强。作者强调，随着新闻报道的变化，美国的公共舆论也发生了相应改变，因此，美国的公共舆论在和平利用核技术问题上的确是由媒体建构的。对于这个论点，作者提供了如下三个证据：①美国的公共舆论对核技术的认识有了很大的改变。20世纪80年代前，美国公众普遍认为和平利用核能是好的，但在80年代后，美国公众对核能和平应用的价值也产生了怀疑。此外，他们即使支持和平利用核能，也不会同意把核电站造在自己的后院。②作者在80年代时就美国公众对核能的看法做了若干次抽样调查，他们发现，美国大众对核能的观点和新闻报道有着紧密的关联。每当某一阶段的媒体报道中出现大量关于核能的负面报道时，公众对核能就变得反感。但一旦新闻不报道了，公众对核能的反感程度立刻明显降低。③在80年代所做的抽样调查中，他们还发现，年轻人往往会反对任何形式的核能利用，而老年人则认为核能的和平运用是应该的，而用于战争则是不好的。对于这一结果，作者们的解释是，老年人受到五六十年代美国传媒对核能的大量正面宣传的影响，而年轻人则受到70年代后美国媒体对核能的负面报道的影响。正是这些不同的新闻报道使他们对核能利用产生很不一样的看法。

通过以上论证，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西方的媒体是一个比较保守的机构 （institution）。因为社会运动往往是反对某些现存秩序的，所以当一个社会运动刚刚兴起时，它或者会遭到媒体的忽视，或者会引来负面的或歪曲性的报道。西方的公共舆论也是一个比较保守的机构，它的价值倾向一般由媒体来调控，并且在媒体没有报道一个事件时，西方的主流舆论一般会忽略这一事件的存在。这样的媒体和公共舆论环境给西方社会运动的发展带来了很不利的影响。但是，西方社会运动组织在面对这些阻碍时并不是完全无所事事。首先，新闻的特点之一在于新奇，所谓“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 说的正是这个道理。社会运动能形成一定的规模，能给社会的方方面面带来很大影响（大至引发政治危机和促使政府和公司改革，小至在游行和示威时造成交通堵塞），能表现出各种在平常看来是“不符常规” 的行为。这些都是新闻报道的理想题材。正因为这个原因，西方的许多社会运动发展出了不少新闻策略（media strategy）。我们可以看到，在和平游行和反战游行中，许多游行者往往会装成尸体在公共场所血淋淋地躺着；在环境运动示威中，许多人会在自己身上套着大大的树的模型（被称为“树人” ）或者是面临危机的动物的模型在街上引人注目地走着。这些行动都构成了电视机前的理想画面，而社会运动参加者之所以创造出这样的策略，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吸引媒体的注意力。新奇和激烈的行为更能受到媒体的注目，但是新奇和激烈的行为有时却可能得不到媒体和社会舆论的好评。为了平衡这两者之间的张力，西方的一些社会运动组织甚至在其内部进行了分工。他们专门有人去做各种激烈的行动，以吸引媒体的注意。一旦得到媒体的注意后，该运动的发言人就会衣冠楚楚地站在记者的话筒前，以向社会澄清事实的手段来陈述该运动的真正主张。西方的社会运动研究者以及社会运动积极分子甚至写了不少诸如《黄金时档社会运动》、《黄金时档女权运动》的书籍，专门探讨社会运动怎样才能吸引黄金时段新闻的注意（Dow 1996；Ryan 1991）。但是，社会运动组织的任何新闻策略都会遇到一个同样的问题：任何新颖的策略和举动在第一次出现时可能会成为新闻，但随后它就是常规了。要吸引媒体的注意力，一个社会运动组织就必须常出新招，这对任何一个社会运动来说都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更重要的是，在西方，无论社会运动组织采取什么样的媒体策略，它们也不可能改变西方媒体和公共舆论的保守性这一特点。一个运动在吸引主流媒体报道的同时怎样才能不被媒体的报道方式摧毁或改变性质，对于西方社会运动来说是一个十分重要同时也是难以解决的问题。

西方媒体和公共舆论保守性的比较性解释

虽然西方许多学者对西方媒体和公共舆论具有保守性这一点有着共识，但他们对于这种保守性的起源却有着不同的认识。在这一节中，我将对在这一问题上的主要理论做一个批判性的总结。为简要起见，我将把讨论的范围主要限制在西方媒体的保守性上（对于西方社会的公共舆论的保守性，我们也可以做出类似的分析）。对于西方媒体保守性这一问题，学者们一般从四个方面来解释。我首先对前三种理论做一简要总结，然后在对这些理论进行批判的基础上做出一个较为贴切的对西方媒体保守性的分析。

第一种理论从西方媒体机构及从业人员的阶级地位和性质来解释媒体的保守性。它的要义为，西方的主流媒体都是由具几十至几百亿美元资产的大财团控制的，西方主流媒体中的新闻记者的年收入也动辄在几十至几百万美元，他们与大多数政府官员一样出身社会的中上层，受的是社会中上层的教育，现在又具有社会中上层阶级的地位。他们与国家官员之间有着相似的背景和经济利益，因此他们所生产出来的新闻自然就代表了统治阶级的观点和利益。

第二种理论是一个功能主义的视角。持有这一观点的学者认为，西方媒体的保守性来源于新闻制作的性质。在现代社会，任何媒体均会面临社会新闻多而采访记者少这样一个困境。这种情况对于西方社会中的媒体更是如此，西方的媒体出于利润考虑往往会把工作人员队伍搞得很精简，这就更带来了体制性的人手不足（中国在媒体走向市场前往往会一个机构养着一大帮记者。许多名记者可以什么事情都不干，花几个月甚至一年时间写一篇报道。这在西方是不可能的）。在没有能力进行耗时调查的情况下，西方的媒体往往会怕新闻报道有误而被起诉，他们因此落笔谨慎，并在报道中大量依靠所谓“专家意见”（Soley 1992；Tuchman 1972）。此外，在人手不足的情况下，媒体就会把记者派到最可能产生新闻的如警察局、政府部门、议会等国家机器部门中去。一个政府机构里因此往往常驻有几十家新闻机构在那里等新闻。在这种情况下，谁能抢先拿到一些关键新闻往往取决于某一记者或某记者所代表的媒体与该部门政府官员的关系如何，记者因此会很怕跟有关政府官员搞僵关系。更因为，媒体的缺人手给了政府部门机会。西方政府部门往往雇有许多新闻人才，这些人在开新闻发布会前就已经为政府按新闻的形式把有关文章写好，许多媒体出于时间紧迫往往会稍加修改就加以发表，媒体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再造了主流社会和政府部门的观点，并因而导致其保守性 （Epstein 1973；Fishman 1980）。

西方有些学者强调西方媒体的保守性来自传媒和市场的关系，这构成第三种理论。西方政府有时也干涉媒体，比如19世纪的英国传媒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部关于国家如何干涉和反对激进新闻出版物的历史 （Cranfield 1978；Curran and Seaton 1985）。在越南战争期间，美国的约翰逊和尼克松总统都曾通过他们与那些富有的媒体财团老板之间的朋友关系来干涉媒体的日常工作，包括恐吓记者 （Gitlin 1980）。但是，比起西方社会的市场对传媒运作方式的影响来说，西方政府对传媒的直接干涉几乎算不了什么。市场经济下运作的媒体必须依循主流文化和大多数人的观点，否则就会受到来自公众的惩罚，造成阅读率、订购率以及广告收入上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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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为关键的是，广告收入的数量不仅仅取决于读者或订购者的数量，而且取决于他们的购买力。因为富人的购买力强，所以在面向富人的报纸和电视节目上所登广告的费用也昂贵。这样，卖给富人的报纸能获取较大的利润，从而能够进一步扩大订阅基础（Herman and Chomsky 1988）。基于上述原因，主流媒体的编辑经常公开鼓励他们的记者去写有利于扩大读者面，尤其是那些面向具有巨大购买力的读者的报道（Ryan 1991：121～122）。

媒体的巨大广告收入决定新闻必须依循主流观点，但广告的力量还不仅仅在此。科冉曾对英国的媒体发展史做了研究（Curran 1978）。在研究中他发现，19世纪英国的左派报纸非常多而且活跃，英国政府曾经通过行政和法律手段试图剿灭这些激进报纸，但都遭到失败。但是随着报纸广告收入的大规模提高，像《泰晤士报》这样的以娱乐为主的面向中产阶级的报纸开始出现。《泰晤士报》发行量极大，它的收入主要是来自广告，这就使报社能把报纸本身的价格定得极低（这种报纸因此称为便士报纸）。这就使那些发行量小，广告收入也少的左派报纸无法与之竞争。英国政府千方百计却仍然无法剿灭的激进报纸却被市场这一无形的手给压了下去。

市场对媒体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与市场机制本身的特征非常类似，即它具有很大的分散性和非人格性。没有人能够创造市场，但每个人、每个机构都必须遵循市场原则。所以，一些激进的媒体和激进的观念虽然常因受排挤和压制而处于边缘，但这并不会激起它们产生专门针对国家的不满。相比之下，在西方国家的早期，以及在今天的许多威权国家中，国家常常直接出面来干涉媒体，它们对媒体的控制尺度随着其政策的变化而变化，其不仅仅效果有限而且还经常招来反抗。

以上对媒体保守性的分析在很大程度上是有道理的，但这些理论均是在以西方社会为背景的基础上总结出来的。当我们把威权国家中媒体的性质，以及社会运动、媒体和公共舆论之间的关系纳入比较视角时，以上这些理论的局限性就显示出来了。比如在中国，媒体和公共舆论在政治层面上往往会与体制拉开一定距离。中国有不少新闻记者以打“擦边球” 为荣；当一个记者因为发表了某些文章而遭到政治压力时，他在同行中的威信就会大大增加；如果有记者因为文章而被撤职或得到更大惩罚的话，那他就往往会在大众的心目中一跃而成为英雄；当有社会运动和集体行动发生时，中国记者往往会试图突破禁区加以正面报道。中国的公共舆论也是一样，我们许多人热衷于在新闻的字里行间和小道消息里找新闻。当某一个地区发生一场集体行动时，在媒体不报道或进行较为客观报道的情况下，公众都会以谣言中的消息为准。只有当媒体对一场集体行动进行完全正面报道时，公共舆论才有可能会跟着媒体走。这就是说，中国的媒体在许多情况下并不能起到对公共舆论的所谓建构作用。

从中国媒体的行为来看，以上所总结的三种关于西方媒体保守性的理论就显得有问题了。如果从中国记者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来看，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媒体作为党的喉舌其最大“老板”，即使在媒体市场化之后的今天，仍然是政府。此外，中国主要媒体的编辑和记者大多数都是党员且有可观的收入。这样的一个精英集团应该在许多地方与执政者有着共同的利益。对西方媒体保守性所进行的功能主义分析有着更大的问题。中国的媒体（特别是在媒体市场化后）面对越来越复杂的社会也面临严重的人手短缺。同样，中国媒体的最主要新闻源也是政府部门。但是，中国媒体的表现却大不相同，显然新闻制作过程本身不足以导致西方媒体的保守性。相比之下，那些强调市场力量和西方媒体保守性之间关系的学者立论的说服力就要大许多。尽管如此，国家对媒体的直接控制不见得一定会引来记者的反抗，而市场经济也不见得一定能使一个媒体表现得顺从起来。在毛泽东时代，对当时绝大多数中国记者而言，他们的主要问题不是如何摆脱政府的控制，而是如何最好地配合体制。美国的媒体自然是处在市场经济下，但当美国军队在20世纪60年代无法赢得越南战争时，美国的媒体和舆论都逐渐站到了政府的对立面 （Gitlin 1980）。在当前中国，媒体的市场化程度已经很高，媒体的行为也比以前要复杂得多，但是中国媒体的非体制化性质从总体上来说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

有些研究中国媒体的学者认为，中国的媒体之所以容易偏离体制轨道，是因为与西方相比，中国的新闻报道面太狭窄，其内容与社会现实相距甚远 （Lee 1994a；Zhao and Shen 1993）。问题是，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媒体的报道面的确极其狭窄，其内容也与社会现实距离甚远，但这种报道却是在广大记者毫无良心负担的情况下产生的。而在20世纪80年代后，当新闻报道的范围有了很大的拓宽时，中国新闻从业人员才开始对已经放宽了的限制变得不耐烦起来。基于我自己长期阅读和收视美国与中国主流媒体的经历，我有这么一个感觉：美国宪法保障下的言论自由度的确比中国要大很多，但美国主流媒体的记者在编写新闻时会自觉地把自己限制在宪法空间中的一块较小的区域。相比而言，中国记者的言论空间要小许多，但他们中的某些人不但会把所有的空间用足，还要通过打“擦边球” 等手段不断扩大已有的空间。因此，中国新闻除了不可能有鼓吹推翻政府（美国事实上也很少有这样的新闻）和直接攻击政府最高领导的文章之外，它的负面报道的广度和深度往往会超过美国。美国新闻对安然公司垮台的报道基本上是限于发生什么事情、产生什么后果、谁被诉讼或者逮捕，等等。如果这样大的事情发生在中国，除非政府出面干涉，那些从中国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上来挖掘该公司腐败原因的文章肯定就会接踵而来。芝加哥地区2004年一个夜总会发生火灾后烧死了许多人。几天后，媒体揭露，这家夜总会长期以来一直处于无照营业状态，并且夜总会老板与芝加哥市长戴立是好友。芝加哥政治以腐败著称，我一直以为这件新闻将会给戴立王朝带来一定的冲击（戴立父子在芝加哥几十年来长期执政，因此人们把芝加哥市戏称为戴立王朝）。事实是，此后媒体对这一大火事件的报道突然停止，我们甚至不知道该事件最后是如何处置的。

相反于美国媒体的就事论事，中国记者几乎全是天生的社会学家——对于社会上出现的任何问题，他们有着很强的从社会结构和社会深层原因来分析的倾向。2005年5月，甘肃农民王斌余在宁夏因为遭到包工头欺凌而连杀四人（有报道说被杀死的四个人一家老小中甚至不包括那两个欺负了王斌余的包工头）。在他被判处死刑后，国内的多种媒体包括许多社会精英对他的行为表示了同情，强调他是一个淳朴、善良的农民，并从结构上鞭挞了中国社会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国内的网页上（甚至包括人民网）更是登了大量文章和帖子，对王斌余的杀人表示同情和理解并对社会进行鞭挞。这使我想起美国社会中大量谋杀事件也是出于社会底层百姓之手，他们其中肯定也有一些人有着种种报复的理由，但我从没见到美国的主流媒体记者和公共舆论在面对一个凶杀事件时会发表如此言论。有趣的是，在中国的新闻中，连一篇小小的豆腐干文章有时也会充满深意。比如，我随便在中国的一家主要官方报纸上找了一篇题为《用公车探视罪犯令人忧虑》的一则短短的消息（《人民日报》1989）。该报道指责了许多北京市民利用国家机关和政府的公车去监狱探访犯罪的亲属。文章结尾列出了该记者某一天在北京一家青少年监狱前记下的32个属于公车的牌照。这小小一则新闻不仅仅揭示了中国官僚腐败是一个系统现象，更使人联想到政府官员（那些由政府配备轿车的人）的子女的犯罪率比其他群体要高得多。这样的报道形式在美国媒体中是不可能见到的。

对于中美媒体新闻的这种差别，我们可以直观地归结于两国国情的差别。美国社会发展缓慢，而中国社会却处于一个经济发展十分迅速的转型期，中国目前的社会矛盾当然要比美国来得大。但美国在20世纪初经济发展的速度惊人，社会矛盾也十分突出，即使是在那个时候，我也没有见到美国的新闻和公共舆论与体制的距离有今天中国那么大。笔者认为，决定一个国家媒体和公共舆论基本行为的根本因素是这一国家中国家和社会的关系。更具体地说，以下两个在一定程度上相互关联的因素是决定一个国家中媒体和公共舆论性质的关键：一个国家中政体和政府的关系与政府合法性的基础，以及一个国家中是否存在能为精英阶层以及大多数社会成员所认同的核心价值体系（即葛兰西式的霸权性文化）。西方的媒体和公共舆论的行为之所以趋于保守，就是因为西方社会目前有着一个霸权性的，能为精英阶层和大多数中产阶级成员所认同的核心价值体系，有着以法律—选举为基础的政权合法性以及与政府处于分离的政体。

我在第五章和第六章的分析中就指出过，西方民主国家政体与政府分离，政府的合法性基础建立在民选上。在这样的政体中，来自社会的批判对于执政者来说虽然不中听，但由于他们执政的合法性来自选举，对政绩的批评绝不会使他们因此而下台。此外，如果社会对一个执政者的批评涉及严重违法问题，在证据确凿的情况下，这位执政者可能会被弹劾，但由于执政危机能通过政府换届和重新选举来缓解，这类政府危机一般不会转化为政体危机。在这种场合下，一个国家中的政治精英集团并不需要通过对媒体的精心管理来维持他们的权力和地位。但正是在宽松的媒体政策下，记者的专业和道德感得到维持，媒体的声音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多样化。多样化的媒体促进了公众对它的信任度（即有了一个建构性的公共舆论），公共舆论也会在多元化的媒体报道中趋向成熟。在当前中国和许多其他威权国家中，它们的政体和政府合一，政府的合法性往往建立在政绩表现（经济发展、道德表率和国家防御）的基础上。在这种场合下，政绩表现不良（如经济发展速度放慢、自然社会危机处理不当、出现重大腐败案件）很容易会转化成政府危机。同时由于在这些国家中，政体和政府尚处于合一的状态（即政府就是政体的体现和捍卫者），政府危机很容易转化为政体危机。在这种场合下，一个国家中的政治精英为了政治稳定往往需要对媒体加以管理。但这种管理会遭到记者的反抗，并使公众对媒体中的关键性政治新闻不予信任。

国家的合法性基础以及政体和政府的关系虽然十分重要，但它们也不是决定一个国家媒体行为的最为根本的因素。比如，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政府和政体也不分离，但那时候中国的媒体和公共舆论与体制的关系十分密切。19世纪时的英国有着与政体分离的政府和一定程度上的民主，但他们的政府却需要通过行政和法律手段来限制左派媒体。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德国也有着与政体分离的政府和民主政治，但他们的媒体和公共舆论都与体制有相当距离，并在德国民主的垮台和希特勒的上台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笔者认为，导致目前西方媒体和公共舆论保守性的最为根本的原因是，作为西方世俗社会意识形态基础的资本主义和西方民主在目前的世界上处于巅峰状态。它们在目前的西方是一个能为精英阶层和大多数中产阶级成员所认同的核心价值体系，或者是葛兰西笔下的霸权性文化（Gramsci 1971）。在这种霸权性文化下，西方主流社会的新闻记者和公共舆论即使在面对重大政府失误（比如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和最近美国政府在卡特里娜飓风面前表现出的无能）和重大社会问题（比如美国的黑人问题）时，他们的主流声音只能是建设性的批评和建议，而不可能是从美国体制和价值观的根本问题上找原因的煽情式批判。换一句话说，西方媒体这样做并不是如乔姆斯基所说的在“阴谋” 地“制造认同” （manufactured consent），它们是在毫无良心负担地制造认同。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即使是在进行新闻批评，它们与其批评的对象都对资本主义和西方民主有着基本的认同。

相比之下，虽然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社会在物质生活质量上有了以前想也不敢想的巨大进步，但我们却没有能建立一个相应的能为政治精英、知识精英和正处于上升中的中产阶级所共同认同的核心价值体系和共识。西方列强在19世纪用炮火轰开国门后，中国在形势逼迫下不得不走上改革和革命的道路。20世纪初中国废除科举制后，孔孟哲学作为中国核心价值观失去了制度依托（孔孟哲学与基督教不同，即使是在政教分离的今天，基督教在西方世界中仍然有着重大的影响。这是因为，基督教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力量，其背后有着教会和教堂的组织制度的支持。孔孟哲学在科举制被废除后以及宗族势力垮台后，就失去了制度性支持）。再加上五四之后对“孔家店”的长期讨伐，在今天的中国，孔孟文化最多在非政治性的家庭和社会关系的层面上有痕迹。20世纪的中国在一个不断激进的过程中最终选择了列宁主义。20世纪50年代后的几十年里，一个以列宁主义为核心的共产主义价值体系在中国占据统治地位，中国在19世纪开始出现的核心价值危机问题似乎得到解决。但是，列宁主义的中国虽然摆脱了帝国主义的欺凌，但却不能摆脱贫穷和落后。再加上一场“文化大革命” 把中国经济带到了崩溃的边缘，因此在毛泽东去世后，中国不得不走上改革开放的道路。中国的经济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功，但中国却没有能在这条致富的道路上同时树立起一种被广为接受的核心价值。这种现状加剧了如环境污染、贫富差距、犯罪上升、贪污腐败、道德沦丧等社会问题，加强了人们对社会问题的感受，导致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包括记者）在许多基本价值观上缺乏共识。中国媒体和公共舆论在面对王斌余杀人案时所发出的言论仅仅是这一现象的冰山一角。当然，在目前的中国，国家和媒体的关系并不是很坏。虽然国家精英和传媒从业人员之间缺乏一种意识形态性的价值认同，在繁荣的经济和市场化的媒体下，国家精英和媒体从业人员有着一个共同的基于经济利益的认同。因此在国家经济发展良好的今天，绝大多数记者基于他们的既得经济利益最多也就是打打“擦边球”。但这种基于利益的认同是很不牢固的，一旦经济出现问题，一旦政治出现变故，这些记者（包括在体制中的得益者）会毫无心理阻碍地站到体制的对面，为政治危机添砖加瓦。


问题思考


（1）“传媒本身就是信息”的核心思想是什么？在历史上，新传播形式的出现是怎么影响社会运动乃至整个社会的发展的？你是否能通过举一些书中没有的例子来对上述问题加以说明？

（2）你是怎么估价新兴的因特网对社会运动发展的影响的？

（3）在葛铁霖的笔下，美国的媒体是怎么制造与破坏了美国20世纪60年代的新社会运动的？从葛铁霖的叙述看，美国的媒体和公共舆论具有什么性质？为什么美国（或现代西方）的媒体和公共舆论会具有这些性质？为什么中国和一些其他威权国家的媒体与公共舆论不具有这些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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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有一些研究为我们描绘了一幅西方媒体报道社会运动的多元画面 （如Goldenberg 1975；Greenberg 1985；Szasz 1994）。然而，这些研究关注的仅是那些带有政治性质的利益集团式的社会运动。这类运动往往着眼于一些细枝末节的社会改良，得到一些富有资源的精英的组织或支持，对体制进行的是一种“忠诚反对”。


 [2]
 甘思（Gans 1979：ch.8）认为，在制作新闻的过程中，记者并不会感到太大的来自读者和广告商的压力。这种说法也许是正确的。但也有可能在甘思开始他的研究之前，作为他的研究对象的新闻集团和记者已经表现得非常顺从了，因此记者完全有可能在体制内工作而不会感到明显的压力。


第十三章 展望和总结

在本书的最后一章中，我们首先简要讨论一下西方社会的社会运动发展趋势。虽然我们不能说西方的今天就一定是中国的明天，但社会运动和革命本身就是西方的舶来品，再加上世界各国在现代化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有一定的相似性，它们所能诉求的解决方法也比较有限，它们的发展轨迹在一定程度上有借鉴之处。因此通过对当前西方社会中社会运动发展的了解，我们可以对中国社会运动的发展趋势（或者说是可能的或理想的走向）有所感受。其次，我将在本书中所发展起来的社会运动理论的指导下，对国内目前集体行动的现状和发展做一评价。最后，我将把贯穿于整本书中的一些中心思想和关键的方法论问题做一个总结，以作为本书的结束语。

西方社会运动的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西方社会，资本主义经济得到飞速发展，福利国家和民主制有了进一步的深入。同时期，斯大林去世，随后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的秘密报告在西方发表。这两个因素相结合导致西方各种传统左派运动的衰落和新社会运动的兴起。此外，除了法西斯运动外，西方社会的传统社会运动以左派运动为主，但是随着社会运动在西方不断被纳入制度轨道，社会运动作为一种争取利益的形式也得到越来越广泛的接受。在今天的西方，不但社会运动越来越多，而且左派、右派，甚至是社会上层人士也会运用社会运动手段来为他们争取更大的利益。这就导致社会运动社会在西方世界的形成。最后，随着世界各国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联系越来越紧密，许多社会问题、社会矛盾和利益跨越了国界。与此相应，全球性社会运动也作为一种新生事物应运而生。新社会运动的兴起，社会运动社会的出现，以及全球性社会运动的涌现是当代西方社会运动发展的一些重要趋势，我将在此做一简单介绍。

新社会运动

20世纪60年代的西方，随着新左派运动的发展，涌现了女权运动、环境运动、人权运动、和平运动、同性恋运动等一大批社会运动。与一些传统的社会运动相比，这些社会运动有着如下特点，因而被称为新社会运动。

第一，在传统社会运动中，人们之所以加入一个社会运动往往是因为某种物质需求。人们认为其物质生活的贫乏来自受剥削和受压迫的处境，而他们所参加的那个运动则能改变这种处境并进而改进他的物质生活质量。但在新社会运动中，一个人加入某个社会运动的主要动机往往是为了实现一些非物质性的价值，而不是因为经济和物质上的受剥削和受压迫。

第二，传统社会运动的背后往往有着一种诸如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原教旨主义等的宏大意识形态。这些意识形态既指出了社会问题的关键所在，又是社会运动成员之间凝聚力的基础。新社会运动的背后则没有这样的宏大意识形态。新社会运动想要改变的仅仅是社会上的某种主流价值观和行事方式（所以新社会运动又被称为“单议题运动”），其成员之间的凝聚基础往往是对一种共同身份的认同（比如，我们都是女权主义者、同性恋者，等等）。因此，新社会运动有时候又被称为认同感政治 （identity politics）。

第三，传统社会运动的对象一般是统治阶级以及使社会运动参加者处于被剥削和被压迫地位的经济和政治结构。这些社会运动的目的是要改善运动参加者的经济和政治地位，甚至是打破国家机器建立的新型国家政权。新社会运动虽然也面向国家，以寻求国家通过立法等手段来保障甚至是促进运动参加者所具有（或提倡）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但新社会运动并不追求打破国家机器和建立新政权。新社会运动的根本对象往往是公民社会本身。传统主流文化忽视了新社会运动所提倡的在环境、生态等问题上的价值观，传统主流文化同时也把诸如同性恋一类的行为看做一种病态的人生。新社会运动则是要提倡一些后现代的价值观，并要求社会真正容纳和接受他们的价值观，把他们（比如同性恋者）当作完全正常的公民社会成员。

第四，传统社会运动的组织形态是分层的。它们的组织内部等级严格，社会运动的决策主要由组织内的领导做出，领导对组织内部成员有着较大的控制力。在有的社会运动中，一个人在加入该社会运动后甚至不能随意退出。新社会运动的倡导者认为，传统社会运动虽然反对的是强权和专制，但它们的这种组织形态本身延续了传统文化的专制性。因此，许多新社会运动采取一种大民主性的、平等的组织形态（见第十一章）。这其中有几种情况。在有些场合下，新社会运动的核心是少数专业人才。这些专业人才由某些基金会赞助工资并全职进行着某一社会运动的工作，而这些社会运动的大多数成员则仅仅留于纸面（即成员除了填一个登记表外没有任何责任）。在更多的场合，新社会运动的核心成员是一个个小规模的朋友圈子和社会运动网络。要发起一场活动时，这些网络之间通过现代通讯手段迅速联络，以达成协调行动。在这种情况下，新社会运动的组织者在决策时采取的不是传统社会运动组织的少数服从多数原则，而是全体通过制。所谓领导在这样的组织内起的仅仅是一个召集人的功能。

西方学者对新社会运动的兴起有过很多解释。这些解释基本上都把新社会运动的出现归因于西方世界在“二战”以后的一些社会变迁。因此，从本书的角度来说，它们都是涂尔干式的理论（见第四章）。具体说，这种解释又可以分为左派和自由派两个谱系。对于左派来说，新社会运动象征着在传统认同基础（即工人阶级意识）日益削弱的情况下新型先进阶层（如学生）（Touraine 1971）和新的认同感（如学生、女性、同性恋者和环境保护者）的兴起。新社会运动是现代化或资本主义合法性危机的体现（Habermas 1975），是人们在新的社会条件下寻找自我认同的结果（Melucci 1989），是为控制和定义主流文化而进行的斗争（Touraine 1985）。对于自由主义者来说，新社会运动反映的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国家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型。在后工业社会中，人们的追求从温饱转向后工业社会价值（post-industrial values）。相应地，新型社会问题（如环境、生态、女权、人权和动物权）日益受到重视（Inglehart 1990）。因此，西方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许多新社会运动所反映的是现代化价值与后现代化价值之间的冲突（Cohen 1985）。

西方学者对于新社会运动的理解显然存在偏误。如同第二章中所言，西方社会虽然极其发达，但温饱问题仍然没有在全社会范围内得到解决。各类以生计利益出发的罢工和示威在目前的西方仍然十分普遍。只不过这类抗争行为大多已被纳入体制轨道。此外，在目前西方社会中，资本主义和现代化仍是主流价值。和马克思所推崇的工人阶级一样，曾被图海纳（Touraine）大为推崇的学生根本就担当不起带领整个社会走向后现代的重任。我也看不出目前社会上存在的任何社会组织或阶层有把人类社会带入他们所理解的后现代社会的能力和可能。在目前的西方，新社会运动一直处于政治的边缘。即使是在左派力量强大的西欧，作为新社会运动政治代表的绿党也始终不成气候。迄今为止，它们对资本主义主流价值的制约是有限的。更重要的是，新社会运动的兴起并不是西方社会运动史的唯一重要特征。在目前的西方，伴随各式新社会运动的是大量右翼社会运动的兴起和教会势力的增长。关于这一问题，我在下一节中还会谈到。

社会运动社会

社会运动社会的出现是20世纪70年代后西方社会运动发展的另一个重要特征（Meyer and Tarrow 1998）。今天的西方社会之所以被称为社会运动社会，主要是因为如下特征。第一，在20世纪70年代前，参加社会运动的人士大都是处于社会中下层的年轻男性成员，并且社会运动的主流是各类左派运动。但是在70年代后，大量的女性和中老年人加入了社会运动，右派和由教会势力介入的社会运动势力变得十分强大，社会上原来处于十分边缘的人士（如同性恋者）开始运用社会运动方式来为他们争取权益，甚至处于社会上层的精英有时也会打着西装领带走到街上去游行。因此，在70年代后的美国和西方社会，社会运动的总量在社会上不断增多，新兴的社会运动符号和策略在空间中的传播速度大大加快。西方世界因此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社会运动社会。

第二，在同时期，原本不合法或半合法的社会运动行为（如集会、游行、罢工等）都被合法化了。与其相应，采用暴力手段的社会运动在西方社会不断减少。这类运动（如恐怖主义活动）一经出现，就马上会受到政府的严厉制裁，其同情者也越来越少。社会运动的参与者与当权者在一些最基本的价值观上达成共识。警察甚至开始办训练班，对如何进行游行、如何避免在游行中与警察冲突等问题进行培训。传统意义上的社会运动组织开始同时用游说、政党政治等手段在体制内争取利益，而社会上的其他人士，甚至包括上层人士，也开始用社会运动手段来向政府施加压力。社会运动已经成为当代政治和社会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同时社会运动和常规政治的界限却变得越来越模糊。西方社会的社会运动就其频率来说不断增高，但它们变得越来越常规化和制度化，与传统的利益集团政治走得很近。

社会运动社会在西方的出现有几个来源。它首先来自西方社会中国家和社会关系的改变。法治下的西方社会在压制激进社会运动的同时给予其他社会运动一个合法渠道（见第七章）。随着西方国家民主化进程的深入，国家给社会运动提供的合法空间也逐渐加大。这些都迫使西方国家的社会运动通过合法渠道发展。这些在合法渠道下发展的社会运动在与国家反复打交道的过程中越来越熟悉和遵守主流社会的行为常规，它们与国家的交往形式也逐渐固定下来。这就使得西方社会运动在“二战”后逐渐变得常规化和制度化。随着社会运动的制度化，加入一个社会运动不再是一种男性青年才敢涉及的危险行当。其结果是老人、女性以及其他社会人群都逐渐加入社会运动的行列。

社会运动社会的形成同时也是一个经验积累的过程。随着社会运动在西方社会的发展，作为一种政治诉求方式，它的特点和有效性逐渐被社会上各个阶层领会和掌握。于是许多并不是处于社会边缘的群体也开始运用社会运动来推进他们的利益。

现代社会通讯手段的发展和社会运动组织技术的提高也促进了社会运动社会的到来。传统的社会运动组织往往有等级分明的结构和权力集中的核心领导者。但是，促进了社会运动社会发展的是一种所谓的外在式动员结构（见第十一章）。在这种外在动员结构下，我们见到的不是数个等级分明的社会运动组织，而是众多小型的、互相没有隶属关系的社会运动组织和网络。这些组织和网络的核心成员人数不多，他们其中有些人是一些社会运动组织的专职人员。这些组织和网络在平时仅仅有着松散的联系，但是一旦社会上出现某些问题，一些有着相似利益的组织和网络就成了一种社会运动过渡性团队（transitory team）。每一个团队都通过自己的网络来动员运动参加者，不同团队之间又通过现代通讯手段迅速进行联系和协调。一个具有一定规模的社会运动在很短时间内马上能发动起来，但运动过后这些组织又各自归位，并不会形成一个内部结构和等级森严的社会运动组织。大量过渡性团队的存在以及它们有效的组织和通讯能力，也是社会运动社会得以产生的原因。

全球性社会运动

“二战”以后，世界的政治和经济联系不断加强。20世纪80年代后，包括中国在内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采取了市场化的经济发展道路，再加上东欧前共产党国家的相继垮台和冷战结束，这个世界的整合速度得到进一步加快。在这一背景下，全球化就成了一个挂在人们嘴边的热门词汇。当前世界的全球化表现在许多方面，大至像联合国、北约、欧盟等跨国政府组织的兴起，小到跨国性贩毒及其他种种犯罪集团的形成。但是，这场全球化浪潮的核心则是世界经济的一体化。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性金融组织在新自由主义思想的指导下，通过经济和其他手段大力促进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自由化过程，而总部坐落在少数几个世界级城市的跨国公司则在经济自由化的过程中对各个国家人民的生活产生了越来越直接的影响。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有些影响至少从短时期和局部来看是负面的：发达国家失去了许多劳动密集型甚至是部分技术性工作；在开放过程中的非市场国家，它们的企业在全球化市场的压力下大量倒闭；发展中国家的劳工则为了生存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进行着工作。经济全球化还给许多国家带来了严重的贫富差距和环境污染，以及诸如贩毒、非法移民和洗钱等国际性犯罪活动。这些社会问题必然带来抵制和反抗。受到全球化经济影响的人士和团体，需要在全球化的潮流中掌握自己的命运和国家的发展方向，并且能使全球化朝着对自己群体有利的方向发展，于是就有了全球性社会运动的兴起 （见della Porta and Tarrow 2004；Guidry，Kennedy and Zald 2000；Keck and Sikkink 1998；Smith and Bandy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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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性社会运动并不见得是新社会运动，许多全球性社会运动的目标仅仅限于获得更好的劳动和经济状况。全球性社会运动也不见得是单议题社会运动，不少全球性社会运动有着若干个议题 （Bandy and Smith 2004：6）。全球性社会运动并且不一定是左派运动。在全球化过程中，不发达地区的劳工大量进入发达国家，而发达国家的大量工厂迁入了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中下层人士的生活因此受到很大影响。与此相应就有了种族主义和其他右派运动在西方国家的抬头。但是，比起传统社会运动来说，全球性社会运动有着如下共同点：它们所针对的都是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产生的种种经济、社会和政治问题；它们运动的对象都不是国家和国内统治阶级，而是国际组织、跨国集团和其他的国家和人民。

全球性社会运动与传统社会运动有着很多不同。因此，研究者们所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传统社会运动理论在多大程度上能指导全球性社会运动的研究。我个人认为，从最广义的角度来说，全球性社会运动产生的背景并没有逃出本书所总结的研究社会运动的三大视角：变迁、结构和话语。变迁，全球性社会运动起源于全球化带来的社会变化，得益于现代通讯技术的进步。结构，全球化过程产生了一系列触发全球性社会运动产生的结构条件。这包括民族国家力量的下降、国际经济和政治组织势力的抬头，以及全球性公民社会和社会运动网络的迅速扩张。话语，全球性社会运动抨击经济全球化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而把全球性社会运动称为“草根型全球化” （globalization from below）。它们还提出了要发展“全球性公民社会” 、“全球性管理” 和“全球性社会公正”等口号 （见della Porta and Tarrow 2004；Bandy and Smith 2004）。但问题是，我更感兴趣的不是研究全球性社会运动是否能从这三个视角出发，而是对于全球性社会运动来说，这三个因素对其产生和发展的影响是否有着特定的组合方式。更具体地说，本书的理论核心——国家社会关系理论——是否还能用来分析一个具体的全球性社会运动的起源和发展？

对于传统社会运动来说，国家社会关系之所以重要，主要是因为现代社会运动就是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的产物，民族国家始终是社会运动的一个主要目标，并且一个社会运动的发展动态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的性质和国家处理该社会运动的方式（见第六、七章）。但是，全球性社会运动的目标并不是运动发起者所在的民族国家，而是国际组织、跨国集团和其他国家与人民。此外，大多数学者均认为，现代民族国家的权力在全球化过程中有了很大的削弱。这样，国家社会关系理论是否仍然能够指导全球性社会运动的研究就成了一个问题。对于这样的问题，我们很难在书尾的一个小小篇幅里给予完整回答。特别是，全球性社会运动在当前尚属于早期发展阶段，它们与各自所在国政府以及它们所反对的政治势力的关系也都在磨合中，许多因素尚未确定。但是，如果迫使我做出回答的话，我认为最有可能的情况就是，虽然全球性社会运动针对的不是本国政府，该运动组织与其所在国的互动形式，以及该运动的发展很可能仍在很大程度上会受到所在国国家社会关系的制约。

当全球性社会运动在某一个国家发生时，国家社会关系对该全球性社会运动发展动态的影响程度（或者说这一理论的重要程度），首先将取决于这一民族国家在全球化中扮演的角色。假如一个国家在全球化面前无所事事并且表现得非常超脱的话，那么该全球性运动与本国政府的关系就非常小，国家社会关系对在这样的国家中的全球性社会运动的影响也肯定不大。但是，如果民族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起有关键作用，那么一个全球性运动想要改变全球化的进程或者消除其某些负面影响的话，该运动势必会把它的矛头或者指向国家，或者会为了达到它们的目的而寻求国家帮助。国家社会关系在这样的全球性社会运动的发展中就会起有关键作用。其次，随着全球化的进程，民族国家的功能以及权力肯定会有所改变甚至削弱。但是，这里面的关键是这种改变是否会使民族国家丧失其特有的自主性（state autonomy）。如果全球化会使民族国家逐渐丧失其自主性的话，那么随着全球化程度的提高，国家对全球化的控制力将越来越小。与之相应，国家社会关系对在这样的国家中发生的全球性运动的影响也会有限。

但是，从目前来看，大多数民族国家在全球化过程中并不具有超脱的立场。在大多数民族国家中，国家不但是本国全球化进程的助产婆，一个国家是否能解决全球化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同时获取全球化带来的好处，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一个国家对全球化过程的调控能力（Weiss 1998）。此外，虽然民族国家在某些方面的权力在全球化进程中有所改变甚至削弱，但对于大多数国家来说，这一削弱是国家的主动行为而不是一个失控过程。现代民族国家有着一个最为关键的（也就是国际组织及跨国公司所不具有的）自主性来源：它是一个以地域为核心的政治组织。对地域的保护使民族国家拥有其他组织所不具有的强大的强制性组织（如军队和警察）。在民主制国家中，地域范围内的民选给予国家行为以一种国际组织及跨国公司所不具有的合法性。民族国家可以通过其特有的自主性和特有的合法性基础与国际组织及跨国公司抗衡。地域性同时给所谓的“国家利益” 提供了合法性。在此名目下，国家可以对全球化过程进行种种干涉（比如不允许在本国注册的跨国公司把某些产品卖给一些国家，不允许某些国家的公司来收购本国的某些公司，等等）。民族国家甚至可以利用全球性社会运动来干涉其他国家的政治。西方国家中的某些人权组织就是因为它们的工作与国家利益接近而获得政府的资助。作为一个地域性政治组织，民族国家还可以创造、强化和利用民族主义这一当今世界最为强大的认同感，这也是其他政治组织所不具有的条件。以上的讨论表明，民族国家的关键自主性源泉在全球化过程中并没有受到损伤。既然国家在全球化过程中有着很大的主动性和自主性，全球性社会运动就会要求国家运用它的权力来推行它们的理想和利益并阻止某些全球化趋势的发展。国家社会关系因此就会在全球性社会运动的发展中起有关键作用。

西方学者分析了全球性社会运动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一些共同问题：各国的文化和政治条件的不同，各国之间因距离遥远而导致交通不便，等等（Young 1992）。但他们遗忘的（同时也最重要的）是，虽然经济全球化在不断深化，各国人民的民族认同感却没有因此而减弱。因此，许多全球性社会运动遇到了传统工人运动所曾经面临过的一个问题：它们虽然面对的是全球性的问题，但却不能摆脱本国利益的束缚（第七章）。比如，我们曾经做过一个中俄环境运动的比较研究。在研究中我们发现，中俄两国之间的边境贸易给俄国带来了很多环境问题，但两国的环境组织所关心的都仅仅是自己国内所发生的环境问题，这就使在俄国边境一侧所发生的环境问题很难得到真正解决。我认为，只要人们的基本认同感不能与他们所在的地域和国家产生分离（decoupling），一个强势的全球性认同感就很难形成。在这种情况下，全球性社会运动就会是一个弱社会运动。相对于来势凶猛的自上而下的全球化浪潮，这种草根型全球化只会处于一个从属地位。但是，虽然全球性社会运动不可能阻挡全球化的进程，但有了这样的反抗运动，我们得到的也许将会是一个更可被接受的全球化。就像早期西方的工人阶级运动一样，它虽然没能阻止资本主义的兴起，但却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资本主义的性质。

中国集体行动的现状和未来

中国近年来集体行动的数量和规模都有很大的发展。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于建嵘教授所提供的统计资料显示，2004年在中国发生的集体性抗争事件已达7.4万起，有些事件的规模甚至达到几千至几万人。中国一些学者因此指出，中国已经处在一个突发事件高发期；不少学者甚至更明确地发出如下警告：“人均GDP1000美元是道槛”，“人均GDP1000～3000美元是社会转型的关键期” 等等（见王志平 2005）。我们应当如何理解这些观点？中国目前是否正处于大家所说的一种“发展危险期”？中国目前正在兴起的集体性抗争事件将会有怎样的发展趋势？这些可能都是我们大家所关心的问题。在这一节里，我将以本书的理论和分析方法为背景来简要地讨论一下这些问题。

首先需要指出，“人均GDP1000美元是道槛” 这一命题中的1000美元这一数字并不具有什么绝对的意义。正如王志平（2005）所指出的，由于汇率变动、实际购买力和地区经济差异等因素，1000美元在不同社会、不同国家和不同场合下有着完全不同的经济学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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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如果不把所谓“人均GDP1000美元是道槛” 这一命题中1000美元这一数字绝对化的话，这一命题的背后至少隐含如下两个机制。首先，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一个国家的经济就必须从劳动密集型模式转换为资本密集型模式。如果这一经济转型不能成功，一个国家的经济就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早期所取得的发展成果也不可能得到巩固。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人均GDP1000美元是道槛”。其次，一个国家的经济在积累到一定阶段后，该国的经济将会面临一个高速发展期。在这段高速发展期内，该国的社会也会经历深刻变化：第一，传统的生活方式、制度和价值观被打破而新的生活方式、制度和价值观未能及时建立。第二，经济的迅速发展带来了利益的不断重组，这种利益重组往往同时又带有很大的不规范、不公正和偶然性。在这种情况下，既得利益者没有安全感，而失意者则有失落和不公正感，整个社会充满浮躁。第三，在迅速发展的经济下，百姓对生活的欲望也会大大提高，他们对生活的要求会从温饱转移到对各种价值的追求。同时由于他们的受教育水平、组织手段和通讯能力也在经济发展中有了很大提高，他们采取集体行动来获取利益和表达情绪的能力也将大大提高。提出“人均GDP1000美元是道槛” 这一命题的学者显然认为这些变化将会给中国带来一个 “发展阵痛期” 或者是“突发事件高发期”。如果一个国家不能顺利度过这一时期的话，该国的发展成果也不可能得到巩固。

以上第一个机制的背后主要是经济学问题，而第二个机制则直接指明经济发展和集体行动乃至一个社会政治稳定的关系，这与本书的主题直接相关。本书曾经指出，持有涂尔干视角的学者往往会强调社会变迁这一因素在社会运动的产生和发展中的作用（见第二、四章）。可以看出，持有“人均GDP1000美元是道槛” 这一观点的学者采用的正是本书中所总结的涂尔干视角。但本书同时也指出，社会变迁并不是影响和决定社会运动产生和发展的唯一宏观结构条件，除了社会变迁外，一个国家中集体行动的发展形式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中是否存在一个可供社会运动组织和参加者利用的话语体系，以及社会上的其他结构性因素是否有利于该社会运动的发生和发展。如果我们从变迁、结构和话语这三个方面同时考察中国目前集体性事件的现状和可能发展趋势的话，其前景就会变得更加复杂。

当前的中国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国家：中国目前不少地方腐败严重，同时德治又是中国政府的一个主要合法性基础，因此腐败在中国不仅仅是法律而且是政治问题；中国目前不少地方官员在自身或地方利益的驱动下在政策上向投资者和既得利益者倾斜，由此形成国有资产流失、丧失土地的农民得不到适当补偿、城市居民利益被侵蚀等社会问题；“文革”时代的左倾文化和平等观念离我们尚为时不远，民粹主义和造反精神在中国大有土壤。以上这些都是国内目前许多集体性抗争事件背后的一些重要的结构性因素。但是，虽然中国目前社会问题众多，由于其他一些结构性原因的存在，中国社会在短期内绝没有爆发大规模社会运动或革命的结构性条件。中国经济发展的势头仍在，大多数百姓的总体生活水平仍在提高，在目前，中国大多数百姓的怨恨基本上来自格尔所说的相对剥夺感而不是绝对剥夺感 （第四章）。虽然这种相对剥夺感的潜在后果绝不能轻视，但它与绝对剥夺感还是有很大不同的。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后的一些社会变化也很不利于大规模革命性社会运动的形成。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中国社会整齐划一，国家主要依靠行政手段来推行政策，一个错误政策（如青年学生上山下乡）往往会影响整整一代人。90年代后，社会不断变得复杂，市场机制逐渐开始主导人们的经济生活，大多数百姓的经济状况更取决于地方政府或所在公司的经济表现而不是国家政策；与之相应，中国百姓在当前的大多数不满都集中在特定的地方政府以及工厂或公司的老板和领导人身上。90年代前，中国社会中存在的种种不满往往都是直接冲着国家的，而在90年代以来出现的一些集体行动中，中央政府一般担当的是调停人角色，政府对一些集体性事件的妥善处理只会加强其政权的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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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虽然中国每天都发生着大量的集体行动，但这些集体行动的背后都没有大型话语和意识形态的支持。在缺乏大型话语和意识形态支持的背景下，只要政府在各类集体行动前表现得不要太糟糕的话，这些集体行动就只会停留在经济和利益层面。中国目前所发生的集体行动之所以得不到大型话语和意识形态的支持，其背后有许多原因。首先，像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这样以强大的教会组织作为制度基础的宗教，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不具有统治地位，宗教性意识形态较难成为大型集体行动背后的支持性话语。其次，就中国目前所发生的各类集体行动的性质来看，这些集体行动更需要的是一种左倾的追求社会平等的大型话语或意识形态。但在这个新自由主义盛行的时代，传统左派力量已十分微弱，新左派知识分子又只会解构而不会建构，世界和中国的左派话语早已变得支离破碎。在近期的中国，“文革”离我们尚为时不远，中国知识分子对左倾灾难尚记忆犹新，左派话语更难在短时间内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主流话语。更重要的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和专业人才在总体上是20世纪90年代后兴起的新一轮改革的受益者。这就使中国知识分子和专业人才与政府之间在利益层面上形成了一个事实上的结盟。这种以利益为基础的结盟并不牢固，但只要中国经济保持向上的势头，这种结盟关系还将会继续保持下去。在目前，中国的主流知识分子虽然会为社会公正而呼吁，但很少有人会为社会下层的抗争制造出大型意识形态。我甚至看不到在近期内中国会有产生这类大型话语和意识形态的可能性（但是，中国政府却不能因此而掉以轻心。这是因为，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势头不可能永远保持下去，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也不可能会永远保持盈余。一旦经济出现问题后，各类社会矛盾就可能会出现整合，知识阶层与政府在目前的实质联盟就可能会破裂，大型反抗话语和意识形态也可能会由此形成。“GDP1000美元” 到底是否是一道槛，最终还得看中国政府是否能在目前的经济势头下成功地处理好目前正在兴起的集体行动。历史给予中国政府的时间并不多）。

由于不存在大型的反抗话语和意识形态，由于目前中国社会的社会矛盾有着很大的地方化倾向，从政府角度来说，中国出现的种种集体行动至少在现阶段来说是很容易对付的。特别是中国经济在目前仍然保持着发展势头，中国政府的财政也有着较大的盈余，在这种情况下，面对当前最为普遍的各类以经济利益为诉求目标的集体行动，中国政府无非需要支出一些“安定团结费” 而已。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说人均GDP1000美元是一道槛的话，这道槛对于目前的中国政府来说是不难跨过的。其实，由于有着以上的这些有利条件，中国政府目前面对的其实可能并不是一道槛，而是一个很大的历史性机会。要理解这一观点，我们需要从亨廷顿的理论谈起。亨廷顿的《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的一个核心思想就是：社会变迁本身并不会导致大规模社会运动和革命的产生，只有当一个社会中的社会变化不能被及时制度化时，社会变迁才会成为大规模社会运动甚至革命的温床（见第二、四章）。针对中国目前的问题来说，亨廷顿的理论可以解读为：“GDP1000美元” 在中国是否会成为一道槛还取决于中国政府对社会变化的制度化能力。换一句话说，政府对目前正在兴起的集体行动的制度化能力才是决定中国发展的关键。

从本书所介绍的种种理论来看，以上的这一论点并无新意。比如，本书的第八章讨论了西方各国工人阶级形成这一问题。我们可以从很多方面来理解这一章的内容。从这里所讨论的议题来说，这一章的观点可以总结如下：在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西方各国均经历了一个工人运动的高发期，但是由于西方各国的政府在对待工人运动这一问题上采取了不同的策略，这就导致西方各国工人运动的不同发展方向。其中有些国家的工人运动被迅速制度化，有些国家的工人运动制度化的进程艰巨并且缓慢，而在有的国家中由于政府缺乏对工人运动的制度化能力而使工人运动激化并进而导致革命，西方各国早期工人运动的发展直至今日仍然对西方政治有重要影响。

借鉴西方的经验，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在目前这一阶段的发展不仅仅对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它同时还将决定中国今后集体行动的总体性质和走向，而决定中国集体行动总体性质和走向的最为重要的因子，就是中国政府在目前这一所谓“集体性事件多发期” 中所展现的对各类集体行动的制度化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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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理论和方法论要点

本书介绍了社会运动和革命研究中的一些经典工作，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笔者的一些观点。此外，本书还涉及了许多社会学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在此，我将对贯穿于书中的重要观点和方法论问题做一简要总结。

变迁、结构、话语——社会运动研究的基本视角

研究社会运动和革命的学者在理论建构时，往往希望找到几个决定社会运动产生和发展的充分必要条件及这些条件之间的一个固定的逻辑关系（见第二章）。本书强调，这种对社会运动的理解虽然十分明了，却是不可取的，因为影响社会运动产生与发展的因素之间不存在一种非历史性的、一成不变的联系。但是，说社会运动研究中不可能有普适性的理论，并不等于说我们的研究就失去了一些有规律可循的切入点。笔者提出，影响和决定社会运动产生与发展的宏观结构因素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变迁、结构、话语。本书的第三、第四章讨论了社会变化对社会运动和革命产生与发展的影响，第五至第十章从宏观和微观角度分析了一个国家的社会与政治结构对社会运动与革命的影响，第十一和十二章则探讨了伴随社会运动和革命出现的意识形态、话语和公共舆论在社会运动或革命中的作用。

本书还强调，虽然变迁、结构、话语这三个影响社会运动的宏观结构因素之间没有一成不变的关系，对于大多数社会运动来说，特别是对于那些大规模的社会运动或者是革命来说，这三大视角的核心和有机连接点是国家社会关系。现代的社会运动和革命就是一个日益强大的国家和组织起来的社会之间相互碰撞的产物。一个国家中一旦发生集体性抗争事件，它的发展走向也取决于该国家中国家和社会的关系。一般来说，在一个比较专制、社会组织力量比较弱的国家中，人们为自己权益而进行的抗争往往会以破坏性较大的初级集体行动和革命形式表现出来；在一个有民主法治和中层组织发达的国家中，人民对权益的集体性诉求主要将集中在社会运动这一形式上。这就是为什么在现代西方国家中制度化和半制度化的社会运动层出不穷，骚乱性和破坏性较大的集体行动很少，而革命变得几乎不可能。

国家社会关系和西方集体抗争行为的制度化

近代西方社会的发展中出现了权力集中的民族国家和以社会化生产为目的的资本主义经济。这些变化从根本上改变了西方国家民众的生活，导致集体性抗争事件的剧增，在18世纪后期开始出现的社会运动和革命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这些社会变化的反映（见第六章）。社会运动和革命之所以在18世纪后期开始出现，还主要得益于其他两个条件：其一为城市贫民和无产阶级的兴起，其二为对民族国家和资本主义呈批判姿态的各种大型意识形态的出现。无产阶级和城市贫民为反抗运动提供人力资源，而新型的大型意识形态则为反抗者提供了整合其利益和认同感的基础。

西方现代化过程中兴起的社会运动和革命给西方社会的统治者带来了相当的压力。但是社会运动和革命同时促进了西方各国的改革与民主化进程，而这种改革与民主化反过来又改变了西方社会的集体性抗争事件的形态和性质。西方社会中的种种集体性抗争事件就在这样一个互动中不断改变其性质，并且逐渐被部分地或者是全部地纳入制度轨道。

西方现代社会学理论把集体行动、社会运动和革命看做不同性质的事物，并发展出了不同的理论。从国家社会关系这一视角出发，集体行动、社会运动和革命这三者之间并没有根本性的差别。虽然集体行动自古即有，近代的集体行动的主流是处于社会下层，且缺乏组织和反抗话语的社会群体面对现代国家和（或者）资本主义制度所做出的一种反抗性反应。社会运动和革命互相之间更是接近。它们都是社会群体对现代国家形成和（或者）资本主义制度发展的反应，它们的背后均有一定的组织和意识形态的支撑，它们的目的都在于改变社会和自己的生活。唯一不同的是它们对社会改造的诉求不同，社会运动追求的是社会改良和对社会运动成员有利的局部社会改变；革命的目的则是夺取国家政权和改变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结构。集体行动、社会运动和革命的相似之处还在于这三者之间是能相互转化的。比如，许多革命性运动（如欧洲早期的共产主义运动）在发展过程中逐渐转化为改良型的社会运动，而有些社会运动却在一定条件下被激化为革命。在一个国家中，革命性社会运动转化为改良型社会运动的可能性取决于这一国家对社会运动制度化的能力。在一个对社会运动有着很强制度化能力的国家中，不但革命运动会转化为改良型的社会运动，改良型的社会运动也会逐渐发展成制度化的利益集团政治；而在一个对社会运动制度化能力很弱的国家中，改良型的社会运动却会在与国家的互动中走向激进甚至革命道路。

在西方社会中，国家对社会运动制度化的能力取决于许多因素，其中一个主要因素就是一个国家的民主化程度。一般来说，民主化会给社会运动以机会从而使一个国家中的社会运动在一定时间内大大增多，民主进程中爆发出来的社会矛盾甚至会加剧社会分化，从而导致专制和革命（如“二战”前德国的例子）。但是，如果一个国家的民主体制能稳固下来的话，那么该国家中的社会运动就会逐渐走向制度化，甚至演化为利益集团政治。西方国家的社会运动发展史基本上就是一部无组织的集体行动和革命运动被边缘化、社会运动被制度化的历史。因此，对于今天的西方学者来说，骚乱性的集体行动是它们社会中的边缘现象，革命则是历史现象或非西方国家现象，只有制度化和半制度化了的社会运动才构成西方社会集体抗争活动的主轴。这就是为什么西方的社会运动理论强调集体行动、社会运动和革命的不同，为这些原本相似的现象构造了不同的分析框架，并把主要精力放在对社会运动的研究上。但是作为中国学者，我们可能无法接受这种研究视角。

现代中国正处于一个社会发展的关键期。她的经济发展一日千里，同时社会问题也接踵而来。目前，中国社会的政治精英和社会其他层面之间缺乏在根本价值观上的共识。从农村到城市，社会上各类属于初级集体行动的事件层出不穷。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正在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国家来说，产生这些现象并不奇怪。西方大多数国家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阶段也都有过类似甚至是更为严重的现象。问题是，西方有些国家比较容易地走出了这个现代化的阵痛期，而其他一些国家却曾陷入反复的政治动荡。西方国家之间出现这种差别，背后有许多原因。从本书的角度来说，其中的一个很大原因就是不同的国家性质（以及国家和社会关系）会导致国家对社会中出现的集体性抗争行为制度化能力的不同。我在本书中把集体行动、社会运动和革命放在同一个框架下来进行考察，并强调了它们之间的互相可转变性。这有着很强的现实目的：我希望那些制度化或半制度化的社会运动能发展成为中国集体抗争方式的主流，从而降低发生破坏性较大的集体行动和革命的可能。

本书的核心之一就是想说明这样一个事实：一个国家的整个集体性抗争方式的发展，以及一个国家中某一具体的集体性抗争事件的动态，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社会关系以及以此关系为基础的国家对集体性抗争事件的制度化能力。在整本书中，特别是第五至第七章及第九至第十二章，我试图从各个角度反复阐明这一观点。国家社会关系理论因此是本书的核心。

国家社会关系理论与政治过程理论

20世纪70年代末在美国兴起的政治过程理论至今仍是西方社会运动研究中占有统治地位的理论。政治过程理论认为，社会运动不是社会病理现象，而是一种与常规政治有所不同的“对抗政治”。政治过程理论还开发出了一整套包括政治机会、动员结构、框架分析、新闻—社会运动互动等新的研究视角。这里面有许多可取之处。本书所强调的国家社会关系理论与政治过程理论的根本出发点是相同的：与政治过程理论一样，国家社会关系理论认为，社会运动是一种对抗性政治，而不是社会病理现象。

与传统的政治过程理论不同的是：①国家社会关系理论关心的不仅仅是社会运动，而且还包括集体行动和革命。在国家社会关系理论中，集体行动、社会运动和革命是冲突政治的不同表现形式，并且在不同国家社会关系下可以相互转换。②政治过程理论强调的更是运动所能掌握的资源数量、政治机会等结构性因素以及运动参与者的意图在社会运动兴起和发展中的重要性。而国家社会关系理论则认为，社会运动的发展及其结果（比如从彻底失败到成功革命）不仅取决于结构因素和行动者的意图，而且取决于国家与运动行动者之间在结构限制下的同时又是路径依赖的一个互动过程。③政治过程理论对于运动参与者的动机基本上有一个理性假设。基于这种假设，政治过程理论过分强调了运动参与者的利益和兴趣。它在经验上忽视了运动参加者的其他动机和情感在社会运动中的作用，在理论上忽视了宏观社会结构与运动参加者的微观行动动机之间的联系（micro-macro linkage），从而把西方早期的一些集群形成微观机制研究的精华（如布鲁默和特纳的工作）抛弃无遗。本书中的国家社会关系理论则正是要弥补这一重大缺陷（特别见第三和第十一章）。④政治过程理论在进行经验分析的时候有很大的中层理论化和机械科学化倾向。它们强调社会机制在社会行动中的重要性（这是对的），但是它们却忽视了即使是一个比较简单的社会现象，其背后也有着众多的不同层次和重要性不一的社会机制的作用（见第八章）。因此，他们的分析方法重科学，轻科学艺术，并往往缺乏真正的历史感（梯利的一些经验工作除外）。在这种倾向下，国家政治结构和结构性行为就减约成了政治机会（见第九章），文化和社会运动的话语减约成了社会运动组织者的框架策略（见第十一章），社会运动动员仅限于组织和网络过程（见第十章），对新闻在社会运动中作用的分析则限于具体的关于新闻性质的研究（见第十二章）。在这样的分析中，一个社会运动往往会被拆成一个一个角度来看。某个角度中的“被解释因子”往往成了另一个角度中的“解释因子”。因此，一旦把社会运动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它们之间就会出现循环推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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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种做学问方法下产出的作品缺乏美感和经验上的深度，并往往会被对某一具体社会运动有直观感觉，但在社会学上是外行的人士所不齿。在本书中，笔者把以上这些不同的社会运动分析视角放在统一的国家社会理论下进行考察，就是为了避免政治过程理论的这一弱点（见第二章以及第九至第十二章）。

国家社会关系框架下的理论和经验切入点

20世纪80年代后，国家社会关系这一概念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运用（如，Alford and Friedland 1985；Anderson 1986；Entelis and Naylor 1992；Evans 1995；Geertz 1991；Gellner 1988；Migdal，Kohli and Shue 1994；Rosenbaum 1992；Zhao and Hall 1994）。但是，尽管许多研究都提到这一概念，他们对这个概念的用法一般都比较粗放。在许多作品中，国家社会关系与其说是一个分析框架，不如说是一个松散的叙事手法或包罗万象的袋子。即使是在国家社会关系理论运用得比较深入的经济发展研究领域，学者们也仅仅限于创造诸如“有限自主”（bounded-autonomy） （Zhao and Hall 1994）、“嵌入性自主”（embedded autonomy） （Evans 1995） 或“社会中的国家” （state in society） （Migdal 1994） 之类的概念，以其来把握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国家社会关系。这些概念虽然都很重要，但却很难用于分析国家社会之间具有路径依赖性的结构性互动过程。可是对于研究大规模社会运动的动态轨迹来说，理解国家社会之间的具有路径依赖性的结构性互动过程，却是具有决定意义的一环。

本书在分析国家社会关系和社会运动起源与发展时，是从以下三个相互联系但却不可通约的维度入手的：国家的性质、社会的性质、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联系。本书的各个章节对国家社会关系这三个维度和社会运动起源与发展的关系做了深入的分析。如果把这三个维度割裂开来看的话，那么，关于国家的性质对社会运动形成和动态的影响，读者可参阅第二、第三章和第九章后半部分，第六、第七及第十至第十二章。关于社会性质对社会运动的形成和动态的影响，读者可参阅第二章和第三章后半部分，第四、第五、第八和第十一章，以及第十和第十二章的部分。关于国家社会之间的关联特性（特别是国家的合法性基础）和社会运动的形成和动态关系的讨论，读者可参阅第二章，第六、第七章部分以及第十和第十二章。

把国家社会关系分解为三个维度增加了这个概念的分析意义，但是为了不使国家社会关系理论沦为像斯梅尔塞的加值理论（第二、第三章）和梯利的动员理论（第二、第九章）一样的死板公式，本书并不对国家的性质、社会的性质以及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联做出统一和先验的定义。这种既有分析视角又不硬性规定各视角之间关系的做法，与曼恩对四个社会权力关系的处理有些相似（见第七章）。因此，在解释一个具体社会运动的起因和发展前，我们必须对该运动背后的国家性质、社会的性质，以及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联，做出经验性的测量和定义。这种处理方法使国家社会关系理论既具科学性又有艺术性，它是笔者做社会学研究时所建立的一个旨趣。

我们不可能也不需要对国家的性质、社会的性质，以及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联系做出统一的先验定义，但这并不是说对于国家社会关系，我们除了将它划分为三个相互关联的维度外再也不能进一步深入确定了。对于解释社会运动和革命的起源、转换与发展来说，我们最为关心的国家性质就是一个国家政体的性质。民主、极权、后极权、威权、寡头、君主立宪，等等，不同政体下的政府处理社会运动的方式、策略和对策略的贯彻能力有所不同。对于同样的处理方法，在不同政体下的精英和百姓对它们的感受和反应也有所不同。即使是在大类型相似的政体下（比如在总统制民主和议会制民主之间，在不同性质的威权国家之间），一个国家处理运动的方式和策略以及从精英到百姓对这些方式和策略的感受与反应也会有很大的不同。本书的大多数章节探讨了这类问题。

关于社会的性质，我们最为关心的是独立于国家之外的社会中层组织的发达程度和多样性。社会的性质与国家的性质有着很大的关联，但它又不是完全由国家性质决定的。在不同的民主社会或者不同的威权社会中，独立于国家之外的社会中层组织的发达程度和多样性可以有很大差别。本书的第五、第十及第十一章对社会中层组织在社会运动和革命中所起的作用有专门论述。

国家社会之间的联系可以从经济、政治和价值观三个不同层面来分析。本书十分关注的是一个国家中政府的合法性基础和社会运动的兴起及动态的关系，因此这里将对国家合法性这一问题做一简单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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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韦伯认为，习惯、情感和理性计算是人类服从行为的三个基础。相应地，他提出了权威关系的三个理想类型：传统型、克里斯玛型和法理型（Weber 1978：28；Bendix 1962：290～297）。韦伯的分类富有启发性。但是，如果拿韦伯的模式来分析国家权力的话，就会产生两个问题。首先，如科林斯所言（Collins 1995：1565～1566），韦伯的分类方法是静态的，而权威关系是动态的和互动性的。人们对国家合法性的感受将影响他们如何与国家互动，相应地，这些互动将进一步塑造他们对国家合法性的判断。其次，韦伯的理想类型将人们对国家合法性的感受中的情绪因素和认知因素割裂开了。而在现实情境中，人们，尤其是统治阶级的成员，对国家合法性的感受总是混合着情感和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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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弥补这些弱点，本书对国家合法性定义的根据是国家权力合理化的方式，而不是人类服从行为的理想类型。这些合理化方式包括：普遍接受的精英选拔程序、国家提供的服务，以及国家对未来所做的承诺。相应地，我们可以把国家合法性界定为三种类型：法律选举型、绩效型和意识形态型。如果说，在一个国家中，法律成了包括国家精英在内的所有社会集团行为的约束性原则，并且，国家领导人是通过常规性的普选渠道而产生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说，这一国家立基于法律选举型合法性。当一个国家统治的正当性是基于一个宏大的构想，并且这个国家正在为实现该理想而努力，那么我们就说这个国家的统治是基于意识形态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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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一个国家统治的正当性来源于政府的经济表现、道德表现和国防能力时，我们就说这个国家的统治基于绩效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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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个社会运动的动态来说，国家合法性有着关键的重要性。一个国家的合法性基础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当权者在面对社会运动时将采取什么处理方式，以及社会运动参与者对政府的策略将做出什么反应（反之亦然）。第六章的前言中，我分析了三四个加拿大警察是如何在仅仅用手势表示不行的情况下就阻止了一场冲击大使馆的事件。我还讲到相似事件如果发生在中国，不要说警察举手示意，就是大量警察来临，示威者也不见得会服气。如果警察开始驱赶抓人，群众可能不但不会觉得警察这样做是在依法维护公共秩序，反而会觉得警察是在“滥法”施暴而会变得更加激愤。在中国，由于政府的执政合法性主要来源于绩效，因此如果在一个社会运动跨越法律界限后，政府实行镇压的话，运动参与者和大众很容易会从道德角度出发来否定政府镇压的合理性，并会做出激烈的反应。但加拿大政府的合法性基础来自法律和选举，因此对跨越法律界限行为的镇压将会得到精英阶层和大众的认同。两个国家的政府的合法性基础不同，同样的警察行为因此在不同国家中将会产生不同的效果。我在第七章中分析了为什么美国政府对于工人阶级运动的血腥镇压成功地阻止了该国工人运动的发展，而俄国政府的镇压却导致革命。这其中讲的也是一个类似的道理。

国家合法性基础也将对社会运动参加者的行为产生影响。在“文化大革命”中，造反者在他们的行动中一般会用“革命” 行动、“毛泽东思想” 和左倾话语，而不会用下跪、递状书和中国传统的道德语言。但在今天的中国，传统行为和话语在集体性抗争中处处可见。这并不是中国人突然变得传统了，而是国家的合法性基础变了。“文化大革命”时，中国国家的合法性基础是以“毛泽东思想” 为核心的意识形态。因此，像下跪和递状书这种行为以及种种传统的道德语言，不但不能够打动大众，反而会招来反感甚至更大的麻烦。但在今天，中国国家的合法性基础是绩效，而道德表现是绩效的一个重要层面。在这种情况下，传统的道德行为和道德语言不但能够打动大众，而且也在根本上对当权者进行了挑战。本书对国家合法性基础和社会运动动态的分析还见于第十和第十二章。

社会学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

本书在介绍各种社会运动和革命理论的同时，还批判了西方社会学和社会科学研究中存在的一些误区，提出了我个人的一些看法。这里大量涉及社会学研究中的一些基本的认识论和方法论问题，因此本书不仅仅是一本关于社会运动和革命理论的教材。由于不想偏离本书的主题过远，我不准备对散及各章中的有关社会学方法论的讨论做一详细总结。以下，我谨列出本书中涉及的一些主要的认识论和方法论问题，以及它们所在的章节，以供有兴趣的读者查阅。

（1）解读和解释作为理解社会现象的基本方法，它们各自具有的问题，以及为什么社会学研究的重心要放在解释而不是解读上（见第一章）。

（2）社会科学解释方法和自然科学解释方法的区别，以及社会科学的四种基本解释方法（见第一章）。

（3）形式理论在社会学分析中的特点和局限（见第八章）。

（4）社会学概念的本体性问题（见第九章中对政治过程理论和各类“资本”理论的批判）。

（5）社会学分类体系的本体性问题（除第九章中对社会学概念的本体性问题的讨论外，还见第八章中对优劣形式模型鉴别的讨论）。

（6）比较历史学方法的逻辑基础（见第五至第七章，特别是第六章中对斯考契波革命理论的批判）。

（7）社会机制的作用和以社会机制为核心的解释方法在经验研究中的局限（见第二章中对西方社会运动和革命研究发展方向的讨论和第八章中关于形式理论的局限性的讨论）。

（8）文化、情感和认同感是社会学中十分时髦同时又是被广为滥用的概念。读者如对这些概念以及背后的方法论问题感兴趣的话，可以参阅第三章中关于情感在社会运动中作用的讨论，第七章中对于认同感和社会运动关系的讨论，以及第十一章中关于文化、情感、社会行动和社会结构关系的讨论。


问题思考


（1）现代西方社会运动的发展出现了哪些新趋势？这些趋势背后的社会变化是什么？

（2）比起传统的社会运动来说，西方在20世纪60年代后兴起的新社会运动有哪些特点？你是怎么理解西方新社会运动的？

（3）什么是全球性社会运动？与传统社会运动相比，全球性社会运动的特色是什么？传统的社会运动理论又在什么程度上能用于解释和理解全球性社会运动？

（4）为什么西方社会学家一般把集体行动、社会运动和革命当作三类不同现象，并分别提出了不同的理论和分析方法，而在本书中，我们却把这三类集体性抗争现象放在一个统一的框架下加以考察？

（5）本书所提倡的国家社会关系理论与美国社会学的主流社会运动理论——政治过程理论——有哪些主要区别？你是怎么看待这一问题的？

（6）本书所提倡的社会学研究的方法论特点是什么？你从中得到了什么启发？你在哪些方面对本书中的方法论旨趣有所异议？是否能通过一些经验性的例子来说明你受到的启发和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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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第十二章中所提及的反多边投资协议抗议运动就是一个典型的全球性社会运动（见Deibert 2000）。


 [2]
 但是作者并没有对“人均GDP1000美元是道槛” 这一命题的实质性含义提出质疑。


 [3]
 比如，几年前，长沙市政府动用警力镇压骚乱，造成一人死亡，上百人受伤。当地百姓非常愤怒。中央政府立即批评了这次镇压，并将该市市委书记撤职（《世界杂志》1999a）。类似的国家行为通常能消除民众的不满。


 [4]
 关于怎么处理目前中国正在兴起的集体行动这一问题的详细讨论已超出了本书的范围（虽然本书中许多章节的分析实际上已对这一问题做了不同角度的解答）。我这里仅想指出的是，中国政府面对正在上升的种种集体行动有着一系列的对策，其中两个最为常用的是：直接用钱解决问题以及加强上访制度。这两个对策在处理集体性事件中都有着一定的功效，但是我看不出中国正在发展中的集体行动如何能在这两个对策下被逐渐纳入制度的轨道。简单的给抗议群众发放“安定团结费”会鼓励民粹主义，而在一个正在不断复杂化的社会中用加强上访制度来解决集体行动问题将有更多的后遗症：对上访问题的过多解决会鼓励民粹主义；中央给予信访部门过多的权力将使信访部门成为太上皇而使地方政府和法律失去权威；当大量的上访问题得不到解决时（有许多上访问题在任何情况下也不可能和不应当由国家去解决），百姓又会对中央失望从而使原本属于经济和法律范畴的问题政治化。再加上中国社会已变得越来越复杂，上访机构即使再加强也不可能应付这一局面。在中国文化下，上访永远有着自己的功效，但它在解决社会矛盾中的重要性需要在法制不断加强的同时逐渐减弱到它应有的程度，而不是加强。


 [5]
 例如，在McAdam，McCarthy and Zald（1996）书中各位作者所做的分析中，政治机会和资源动员成为框架建构过程的一部分，而资源动员结构又受到框架建构和政治机会的双重限制。


 [6]
 对国家合法性问题有更大兴趣的读者还可以查阅Zhao （2000，2001）以及其中的相关文献。


 [7]
 比如，在中国历史上，皇帝以“天子”形象而得以合法化。然而，一旦天子无法提供基本的服务，王朝就会遭到挑战和颠覆。同样的情况也会发生在克里斯玛领袖身上。人们这么做，既是出于感情，也是出于一些具体利益上的期望。


 [8]
 法律选举合法性和意识形态合法性之间有很多类似之处，这是因为就目前的西方式民主来说，法律选举合法性通常以民主自由作为其意识形态基础。但是，它们在两个方面是不同的。首先，民主只是承诺一个选举领导人的程序，它并不承诺一个乌托邦式的未来。最重要的是，我所定义的法律选举合法性强调的是程序，而不是意识形态。尽管法律选举合法性可以由民主信条证成，但最终说来，从根本上给予国家合法性的不是国家所遵循的价值体系，而是人们所共同接受的领导人选举程序。在此需要强调的是，稳定性是法律选举合法性的一个重要特征。由于选举成了一个政府的合法性基础，所以在这样的社会中，政府统治并不需要一个宏大意识形态的支持，政策失误和丑闻可以导致政府更迭，但不会带来合法性危机。在这种体制下，精英冲突和选举变动使在野者仍然拥有许多政治机会。在野者的推动将使得社会逐渐开放，同时也巩固了民主制度（Rueschemeyer，Stephens and Stephens 1992）。因此，如果我们将西方选举型民主看做一种文化，那么这种文化的“霸权”具有很大的稳定性。


 [9]
 韦伯所说的克里斯玛合法性可以是以上任何一种国家合法性的补充，但它基本上属于一种具有极端倾向的意识形态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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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序

《清华社会学讲义》历经两年筹备，首批终于面世了。在我国社会学恢复、重建已二十余年，似乎臻至成熟，各种各样的社会学教材可谓品类繁多、汗牛充栋的今天，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为什么还要组织这样一套讲义并付诸出版，理应在这里先行交待一番。

大体上说，清华大学社会学系诸同仁筹办这套讲义，基于三点考虑。

第一，社会学必须有能力面对各种新的经济、组织、政治和文化现象。自20世纪末期以降，由高新科技的发展、经济结构的演变、社会—政治体制的改革而引发的巨大、深刻的变迁，使整个人类社会面对着一系列前所未闻的新问题。本系同仁认为：社会学这门学科，如果要在新世纪中生存下去，就必须有能力面对和处理这些新的问题，而要培育此种能力，就必须努力发展新的知识系统。本套讲义就是创新社会学知识系统的一个尝试。从列举的篇目中就可以看到：本套讲义的重点，是力求选取那些对研究新问题至为关切的社会学分支学科加以介绍，而不复拘泥于传统的知识体系和结构。

第二，社会学应当对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相关领域的知识加以融会贯通，努力实现跨学科知识交流与创新，或者说，努力变成“新社会学”。这里所谓“新社会学”有两层意思。一层意思是说：社会学本身的知识内容，必得吸取人文社会科学诸相关领域的知识，才能实现发展和创新；另一层意思是说：社会学这门学科，亦有能力跨入人文社会科学诸相关领域，成为其他学科基本建设的一个环节。例如，组织行为研究就是商学院的一门基础课程，而社会研究方法则是当代各门社会科学学科所普遍使用的调查研究方法之一。所以本套教材的又一个特点，就是在这个方面用力，力求展示出社会学知识与相关学科知识的交流与融合，力求变成“新社会学”。这也是当代社会学发展的一个国际性的潮流。

第三，社会学的教科书在学术上应当有一个高起点。在社会学的各类著作中，教科书承担着导引和教育下一代学科从业人员的任务，其质量的高低、选材的优劣，直接模塑下一代学人，因而关系到社会学学科的未来。就此意义而言，教科书对于学科和学术建设具有特别的重要性，撰写教科书必须慎之又慎，将就不得。基于此种考虑，本套教材主要邀请那些在海内外学有所成，常年从事教学工作，而对中国国情又不陌生的中国学者撰写；在内容上，尝试将社会学的前沿理论与中国社会的实际状况勾连起来，在两者之间架设一座桥梁；在形式上，则采取“讲义”形式，基本保留口语化特点，学理纵然艰深，但力求做到通俗易懂。

为确保出版质量，本套讲义选择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众所周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是近年来在出版、刊行社会学著作方面用力最多的一家出版社，本套讲义凭借此家出版社之力，无疑是获得成功的一大保障。

自2000年正式建系伊始，清华大学社会学系诸同仁即明确提出了本系学科和学术建设的宗旨：“面对中国社会的真问题，与西方社会学前沿理论开展有建设性的对话。”这两句话是本系同仁总结了国内社会学界的发展状况后提出来的。所谓“面对中国社会的真问题”，是说社会学的研究问题，不应来自依据经典大师的语录而对社会生活的直接剪裁，也不应来自权力机构的“长官意志”的提示，而应来自社会学学者作为一个掌握了社会学知识的社会行动者，在这个社会里积年累月的探索和体验，那些问题必定是靠近这个社会的实作逻辑的；所谓“与西方社会学前沿理论开展有建设性的对话”，是说社会学对于这些本土问题的研究，其所形成的概念和理论，不应仅仅囿于本土范围，而必须超越本土，尝试着与西方社会学的前沿理论对话，以期丰富甚至推动整个社会学学科的发展。由此可见，这个宗旨提出的是一个“一体两面”的任务。单独实践一面已很困难，要同时做到两面则可谓难上加难。本系同仁深知实践这一宗旨殊属不易，而将之作为长远的努力方向。希望本套教材的出版，向着此目标前进了一步，哪怕只是一小步。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诸同仁

二〇〇三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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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是2002年春季我在清华大学社会学系讲授的“组织社会学”课程的基础上整理而成的，基本上保留了讲课时口语化的表达形式。

我在准备这些授课材料和整理讲稿时常常羡慕讲授经济学课程的同行们。在经济学领域，同仁们对基本的理论体系和主题内容已有很高的认同程度，这为教学内容的选择和准备提供了许多便利，免去了授课者在选题择材上的困难。而在组织社会学这样一个“开发中”的学科中，编写一本学科介绍的书会面临许许多多的抉择。我在准备这门课的过程中，面对众多的研究思路、理论、观点和实证研究，常常不得不痛下决心，忍痛割爱，颇有顾此失彼、挂一漏万之感。不过，开发中的领域也有好处，它给学者更多的选择自由、更多的机会来体现作者的个性。这本书的内容可以说反映了我个人的研究兴趣、取向和理解，反映了我对组织社会学这个领域的看法和组合。因此，我想特别强调，这不是一本通常意义上的讲义或教科书。组织研究是一个跨学科的领域，在组织社会学文献中有着若干重要的理论派别以及它们所带动的一系列研究工作。对这一领域做一全面系统的介绍不是这一门课程和这本小书所能胜任的。

这也不是我讲授这门课的目的。这门课的听众主要是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的研究生。对于这些培养中的研究人才来说，学科的基本知识可以通过其他课程和阅读得到。在我看来，他们最为需要的是在研究层次上对这一领域中的研究思路、研究逻辑、研究方法等课题进行深入讨论。这正是这门课、这本书的主要目的。

当然，“个性化”的介绍往往带有学者本人的偏见；不过，讲授这门课时的听众主要是来自几所大学的研究生和高年级本科生，相信他们一定会在学术研究的上下求索中对这本书的内容和观点加以甄别选择，取己所需。

记得当年在斯坦福大学师从马奇（James March）时，在每周一次的讨论会上，这位大师常常思路独特，妙语连珠，令人大开眼界。有一次在讨论有关组织内部升迁规律时，我们提出了一个大家普遍接受的理论模式。马奇评论道：你们的这个模式可能是对的，不过这是我们都知道的；而我更偏爱怀特（Harrison White）提出的“机会链”（chains of opportunities）模式；他的模式可能是错的，但是更有想象力，更有意思。这番话耐人回味，说出了学术研究的最高境界：道前人所未道，行前人所未行。进一步说，在当代社会中，学术研究不是孤立的个人行动，而是在一个学术共同体中进行的。新的解释思路、新的研究贡献是相对于已有研究成果而言的。唯有了解前人所道所行，才能知道新的突破点在什么地方。我希望这本小书能够引起读者和研究工作者对组织社会学这一领域的兴趣，为这个领域中的学术发展起到一点推动作用。为了读者进一步深入阅读研究的便利，我在各讲后附有“进一步阅读的文献”。文中对重点学者的研究工作进行介绍时，给出中英文姓名，书末附有“中英文人名对照”，以便读者检索。

在此感谢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和伟伦基金的资助，他们使这一次讲学得以成行。社会学系主任李强教授和沈原副教授盛情邀请，从课程教学到生活食宿各种安排无微不至，使我有了一段充实愉快的经历，十分感谢。在授课期间，许多社会学同仁朋友如沈原、刘世定、张静、邱泽奇、王思斌、马戎、李路路、郝大海等以及清华、北大、人大的学生一起参与讨论。这本书里的许多内容反映了这些讨论的结果。同窗折晓叶大姐对这本书的写作提出了极有启发性的建议。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李彩霞女士和肖林同学对我提供了热情帮助。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的许多同学帮助整理讲课录音，为这本书的成稿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他们是：唐丽、成梅、陈振华、郑广怀、肖林、吴春、童根兴、张海辉。在此，谨表谢意。

最后，将这本书呈献给我的父母，以感谢养育之恩。

周雪光

二〇〇三年九月九日.


第一讲 导论：组织现象和组织社会学

■ 引子

■ 问题与现象：组织研究的课题

■ 组织社会学历史的简要回顾

■ 小结

■ 进一步阅读的文献

引子

本书是于2002年春季我在清华大学社会学系讲授“组织社会学”课程的基础上写就的。这门课和这本书的主要目的是有选择地介绍、评价西方（主要是美国）组织社会学的研究状况。在清华大学讲授这门课程时的听众大多是社会学研究生或高年级本科生，因此，我主要是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和层次来讨论组织社会学领域的研究活动、理论思路、分析方法、前沿研究课题和存在的问题。我的目的不仅仅是介绍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更重要的是通过这种介绍和评价把有兴趣的研究者尽快带入这一领域的研究活动中来，使之了解这一领域的研究动向，通常使用的逻辑、概念和分析工具以及学术研究的基本过程，达到“学以致用”的目的。

《纽约客》杂志的电影评论家戴维·丹毕（David Denby）在介绍古典文学名著的一本书中这样描述他重读古典名著时的大彻大悟：“我发现自己以前所拥有的是并非知识的信息、没有原则的主见和没有信念的直觉。”以我对美国社会学界的观察和学术经历来看，这段话用来描述社会学界的现状也是十分贴切。把丹毕的话换一个说法，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学术研究者或研究工作常常是拥有信息但没有知识，自以为是但没有原则，直觉丰富但缺乏属于自己的信念。也就是说，研究工作者使用很多概念词汇，但这些概念词汇并没有构成一个相互关联的有机体，所以我们拥有很多信息但却不是知识；研究者常常很有主见，对许多现象和课题都有看法、评论，但是这些看法却缺乏一个持之一贯的学术思路和分析基础；许多研究者分析社会现象的直觉极好，时有惊人之语，但这些观察往往没有建筑在一个坚实的理念基础上。这一状况的结果是：我们看不到一个学者在研究工作中的个性，看不到他的学术研究的理念和风格。我希望这门课程通过对不同理论流派的分析介绍能够帮助有兴趣的研究工作者找到自我，即找到自己喜欢的理论思路、解释逻辑，形成自己的研究风格。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在讲授这门课时我尝试使用一种“比较理论分析”的框架来组织和讨论有关的学术问题。所谓“比较理论分析”的框架，就是选择组织研究领域中几个重要的理论逻辑进行重点介绍、分析，并且特别注重这些理论逻辑之间相互关系的对比。我希望通过这种有意识的“比较分析”来加深学人们对这些理论逻辑脉络的了解和把握，更希望这种对比分析可以推动新的理论思路和研究方向的产生。在这一“比较理论分析”的横向比较分析框架中，我们还会考虑学术研究的来龙去脉，即从学术史的纵向角度来讨论学术研究的继承性、突破性和学术传统的传承问题。因此，我们讨论的角度包括了“横向”理论流派之间的比较和“纵向”理论流派内部演变发展的分析。

这本书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教科书。许多教科书的特点是面面俱到，具有系统性、完整性。这类书用作普及教育，效果颇佳，但是对于培养研究型人员或深入探索的学人来说常常是泛而不深，淡而无味，没有分析的力度，缺乏想象的空间。读者读了这类书后可能得到许多有关理论流派的词汇和概念，但对这些概念、分析工具背后的理论逻辑往往不甚明了；在把所读的东西加以应用时，常有不得要领、生搬硬套之感。在这门课和这本书里，我想探索一条“教学与研究”相结合的路子，从研究的层次进行教学，从教学中讨论研究工作。

具体说来，这门课程有两个主题：第一，我希望在这门课中选择几个理论流派，深入分析它们是如何提出问题、分析问题、研究问题的。然后通过比较理论分析，比较它们在分析研究中的长处和不足，了解其本身的前提假设、解释逻辑、解释问题的角度、能做到的和不能做到的工作。我希望这种比较分析可以帮助学生发展自己的理论品位，发展对不同解释逻辑的欣赏和偏爱。第二，在介绍这几个流派的基础上，深入分析几个主要的研究领域。其目的有二：一是介绍这些研究领域中的前沿问题和学术活动，二是通过这些研究活动对以上各种理论思路加以进一步的阐发和比较对照。围绕这两个主题，我们的课程和这本书分为以下两大部分。

第一部分是介绍几个基本的理论流派和思路，目的是搭起一个“比较理论分析”的研究框架。在这一部分中我们主要介绍四种理论：一是在“组织与市场”这个主题下介绍经济学的交易成本学派、信息经济学和博弈论对组织现象的研究；二是在“组织与制度”的主题下介绍组织社会学中的制度学派及其研究活动；三是在“组织与社会网络”的主题下介绍社会网络学派的基本思想和研究工作；四是在“组织与有限理性”的主题下介绍“有限理性”这一思路和分析概念对研究组织现象的意义。这里有必要说明一下选择介绍这些理论流派的考虑。

为什么要选择交易成本学派，或者更广义地讲，研究组织现象的学者为什么要关心经济学的研究成果？长期以来，社会科学学科之间的壁垒高筑，互不往来。在过去很长时间里，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市场关系和市场运作。其理论模型中的行为者（消费者或生产者）是没有任何社会性的虚拟人。这些理论研究的成果和社会学研究的对象相去甚远，交流借鉴的意义不大。但现在的格局定位已经有了很大变化。第一个大趋势是经济社会学在20世纪80年代的出现意味着社会学家走出了传统的研究课题，积极地研究经济问题。70年代中叶以来的另一大趋势是，交易成本学派的产生和博弈论的发展使得经济学家日益关注人际互动和社会规范（游戏规则）等传统的社会学课题，为经济学和社会学研究工作之间的互动架起了一座桥梁。最近十几年来，经济学最活跃的领域都和社会现象有关。美国经济学的主要杂志（例如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发表的文章时常与社会学的传统课题有关，也就是说，经济学家开始用经济学的手段、分析工具来研究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传统的社会学题目和概念在经济学分析中已经屡见不鲜了（参见Baron and Hannan，1994；Milgrom and Roberts，1992；Putterman and Kroszner，1996）。在许多方面，经济学研究与社会学研究是互补的关系。所以我希望介绍经济学中的这些新近发展，把经济学研究作为一个参考比较框架来看社会学的研究工作。

第二，我们要比较仔细地讲述一下组织社会学中制度学派的来龙去脉，特别是通过介绍制度学派来集中讨论一下学术研究的继承和发展问题以及各类研究工作之间的关联。我们从学术史的角度来了解一个学术流派的演变过程，介绍它是如何产生的，是怎样提出问题的，如何演化发展到了今天的地步。同时我们也要关心它发展过程中的问题、困境和导致一个理论流派停滞不前甚至衰亡的原因所在。此外，从学术史的角度介绍学术研究还可以帮助读者了解一项研究的背景、与其他研究工作之间的联系以及它的独特贡献。这些问题我们在有关“制度学派”的章节会进一步讨论。之所以选择“制度学派”进行学术史角度的讨论，是因为我的学术训练和研究工作大多是在这一理论流派的框架中进行的，因此对其学术脉络的把握比较有自信心。

第三，我们要介绍一下社会网络学派的研究工作。选择这一理论流派有以下几个考虑。一是因为这一流派在目前组织社会学研究中最为活跃，有着极大的发展潜力；二是因为社会网络学派注重微观基础的研究思路，弥补了制度学派的一个重要缺陷，为今后组织社会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方向。另外，社会网络学派分析的层次和研究对象与经济学非常相似，所以网络学派和经济学之间的对话有着非常好的基础。当然，我们也会对社会网络理论存在的问题和研究“盲区”加以讨论。

第四，我们在介绍这些主要理论流派之后要讨论一个研究思路：组织和有限理性的关系。有限理性是组织学里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可以说是组织社会学的一个永恒主题。它不仅是一个具体的研究领域，更重要的是它对认识组织现象、指导组织研究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是许多组织理论的基本前提。

这本书的第二部分是将这些流派的基本理论观点应用到几个具体的领域。我们在第一部分中搭好了比较理论分析的框架之后，在第二部分中将这些理论放进具体的领域中，看它们在研究具体问题时是怎样分析、解释问题的以及这些理论之间的关系和相互作用。在这一部分我们考虑以下几个领域：①组织内部的激励问题和组织管理等课题；②组织内部或组织之间的契约制度；③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中的声誉制度；④组织决策。最后，在本书的结束部分我们着重讨论一下组织的局限性和组织的变迁与改造问题。

在以上基础上，我想进一步说明这门课程以及这本书的内容特点和局限。第一，这本书的内容不是面面俱到地介绍组织社会学领域里的状况。组织社会学这门学科在近十年中处于大变动改组的阶段。在这一背景下，学者们在研究脉络上虽有大体的共识，但在具体问题上，学者对该领域排列组合的看法可以说是见智见仁，莫衷一是。我在这门课中所讲的也只是一家之言，不是对这一学科作完整的、系统的介绍。另外，虽然组织社会学是一门年轻的学科，但这一领域中仍然活跃的主要理论流派起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至今已有20余年的历史，其间积累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在一门课程中要对这些研究作一番系统、全面的介绍也是不实际的。因此，这本书反映了这门课程的特点，即有选择地介绍、评述这一领域中的某些重要研究思路和研究成果。

第二，组织研究是一个跨学科的领域，涉及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政治学、人类学等诸多学科的研究工作。因此我的介绍评价涉及其他一些学科（特别是经济学）的研究成果。这本书虽然冠以“组织社会学”的书名，但我采取了“拿来主义”的方针，不避掠人之美的嫌疑，讲课的内容借鉴吸收了许多其他学科的知识和研究成果，读者在以下各讲的具体讨论中可以清楚看到这种跨学科的知识交融和互动。

第三，组织学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它的应用性很强。如果一种组织理论或研究不能帮助我们分析、解释在日常生活中观察到的现象，那么我们有理由怀疑它的价值。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鉴别一种组织学理论的优劣，首先要看它能否真正解释现实的组织现象。从这一思路出发，以下各讲大多以“需要解释的组织现象”这一题目开始，然后围绕这些问题来讨论该讲中的理论思路和研究工作是否成功地解释了这些组织现象。

第四，这本书旨在对西方组织研究领域的工作予以介绍和评价，但是更多地加入了我个人的学术研究心得，并在这个基础上对涉及的问题加以讨论、评价。换句话说，这本书所涉及的内容、主题的详略取舍以及讨论、评价的观点看法在很大程度上受我个人学术偏好影响。社会学的学术研究大多是很“个性化”的活动，每个学者有着不同的学术背景、理论训练和研究经历，因此心得体会也会因人而异。在这个意义上，这本书可以说是我思考这一领域学术问题和理论思路的一部研究性著作。这种“个性化”角度的好处是读者可以从一个学术研究工作者的心得体会中对涉及的主题有一个更为独到的了解。但是，这种述评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学者本人研究水平的限制。这一点也希望读者有清醒的认识。

问题与现象：组织研究的课题

现代社会，也可以说任何社会，都是一个组织的社会。人们的生活不是各自孤立的行为，而是通过与其他人的交往互动实现的，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社会生活”。人们之间的交往互动是在“组织”的框架里进行的：一个农贸集市是一个组织，一个信贷市场是一个组织，幼儿园、学校、食堂、街道、公司、政府、居住小区等都是各种各样的组织。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学的研究就是对组织行为或组织制度的研究，或者说是在组织背景下研究人们的社会活动。离开这个大的“组织背景”，对人的行为的研究就成为心理学的课题。

什么是组织社会学呢？简而言之，组织学是研究、解释组织现象的一门学科，组织社会学就是从社会学角度研究、解释组织现象的一门学科。我们给出这个定义的目的不是回答问题，而是引出新的问题：什么是组织现象？什么是社会学的研究角度？

什么是组织现象？

我们先从一个例子说起。1977年有两篇组织社会学的经典文章在《美国社会学杂志》（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上发表，开创了组织社会学的两个重要流派。有趣的是，这两篇文章提出了两个迥然不同的问题。

一篇文章是斯坦福大学社会学系的迈耶（Meyer）和罗恩（Rowan）联名发表的，题为《制度化的组织：作为象征符号和礼仪的正式结构》。这篇文章开创了组织社会学的新制度学派。他们的文章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各种组织都有着如此相似的结构？例如大学和大学之间的比较，不管是研究型大学还是教学型大学，不管其规模大小地区何在，无论经济学院还是理工学院，它们的科层式正式组织结构都非常相似。不同的工业组织之间，不管其规模大小、做什么产品、提供什么服务，其正式组织结构也都非常相似。如果我们再来比较大学和工业组织也可以发现，大学和工业组织的结构也有许多相似之处，不同工业、不同领域中的正式组织大多采用了类似的科层化理性组织模式。显然，这些相似性无法从这些组织面临的技术条件、生产过程或市场条件等方面来解释。在这篇文章中，这两位作者从制度学派的角度解释了组织制度的“趋同性”现象。

有趣的是，在同一年他们的斯坦福大学同事汉南（Hannan）和弗里曼（Freeman）在另外一篇创建组织群体生态学学派的文章中提出了一个相反的问题：为什么组织有如此不同的结构形式和规模？例如：高科技企业一般规模都非常小，发展到一定程度就开始分化，这是为什么？又如，为什么饮食店大多不是非常大的组织规模，而其他一些工业组织规模却非常大？当然，这里的部分原因与生产的规模有关，经济学从这一角度作出了解释。但是，经济学的解释仍有令人困惑的地方。举例来说，我和妻子、女儿1998年在法国巴黎附近的小城市枫丹白露住了半年。我们立足未稳，殷勤的主人已经向我们介绍当地一家颇有名气的甜食店。我们去了几次，感觉的确不错。但是，这家甜食店有一个问题。它每天仅仅制作固定数量的甜食，卖完关门，所以经常在午后不久就打烊了，拒顾客于门外。附近的其他几家品质较差的甜食店因此生意不断。为什么这家甜食店保持现有规模，而不像它的美国同行那样扩大规模、兼并扩张、建立连锁店呢？规模效率显然不能解释这些同类组织间的差异。群体生态学研究的另一大问题是，为什么不同的领域、不同的组织有不同的生存率和死亡率？举例来说，斯坦福大学商学院的一位博士生的论文研究发现：美国在1900年存在的大学和最大的企业，经过一个世纪的沧桑之后，大多数的大学都生存下来，而大多数的大公司都死亡了。为什么这些不同的领域和组织类型会有如此显著不同的生存率和死亡率？“群体生态学”就是在群体层次上提出了一个理论框架对这类问题进行了分析、解释。

以上的例子说明，组织现象林林总总，有广阔的研究空间。而且，不同的研究角度可以让人看到大相径庭的问题。另外，很多社会学其他领域关注的社会现象实际上也是组织现象。社会分层是社会学的中心领域，而组织领域已经成为当今社会分层研究的重点。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社会分层主要的研究内容是代际流动。从“二战”以后到20世纪70年代末，这一研究的主流是用各种不同的研究手段去比较父辈和子辈之间的地位变化。但是从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对代际流动的研究很少了，更多地是研究组织在社会分层中的作用。以男女不平等现象为例：过去的研究发现，美国女性工人的工资相当于男性工人工资的75%左右。而我们对产生这一不平等状况的过程和机制茫然无知。但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研究将组织因素引进，有一个有趣的发现：如果对组织内部结构位置加以考虑，男女工资的差异大部分消失了。也就是说，正式组织的内部结构和过程是造成男女不平等的重要渠道，对解释社会分层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如果不考虑组织这个环节，就无法解释男女不平等的现象。很多资源的分配实际上是在组织中进行和完成的。组织在个人的生活机遇和社会的资源分配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国内很多学者在研究单位制度，这是对过去西方研究范围的一个非常大的突破。我在研究中国社会分层问题时发现一个现象，即父母对子女的影响只是在于帮助子女进入工作岗位，子女找到什么工作与父亲的社会地位（职业、教育程度）有统计上的显著关系，但进入工作岗位以后的提升、入党等生活机遇就与父亲地位无关了。也就是说，在进入工作岗位后一个人的生活机遇就被所在组织决定了。所以，不研究组织就很难深入研究社会不平等问题。

再如职业声望。职业声望是一个社会学研究的传统课题，但也与组织研究息息相关。这是因为组织和组织动员资源的能力是职业声望的重要渊源之一。如果没有各种各样的专业组织在孜孜不倦地追求自己的利益，就没法解释为什么有些职业声望很高，有些职业声望却很低。我们会在第八讲中讨论这个问题。

集体行为也是社会学的一个大研究课题。集体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组织行为，什么样的组织（有形的组织或无形的组织）在影响人们的行为方式呢？20世纪70年代之后提出的“资源动员理论”就是从组织学的角度解释组织形式如何组织、动员社会资源，促成集体行为的机制。所以，很多社会学研究课题的背后都是组织研究的问题，或者说我们可以从组织学的角度去提出问题、研究问题。

组织现象一方面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直观可触，但同时也扑朔迷离。例如，“组织”这个概念本身就不很清楚明了。什么是“组织”？组织的边界在哪里？举例来说。DHL公司是一家跨国邮件快递公司，总部在伦敦。几年前我的一位同事试图研究这个公司。当他与其伦敦总部联系要求访谈其高级经理时，对方的秘书告诉他，DHL已经把公司的公共关系职能移交给一个专门的公关公司来处理，这个公关公司会和这位学者进一步接洽有关访谈事项。这是组织外在化的例子。在这个例子中，对于公司很重要的公关职能已经被“外在化”，不再是这一组织内部的有机部分了。但也有恰恰相反的情况。例如，通用汽车公司（GM）内部有着自己的几百名律师。律师事务和汽车制造业本来是两个差别较大的行业。但是在这里，律师功能被通用汽车公司“内在化”了。

即便是制造同样产品的公司，它们的组织界限也可能是大相径庭的。如果我们观察一下丰田汽车公司和通用汽车公司的生产结构就会发现一个有趣的对比：通用汽车公司的几乎所有零件都是自己的子公司制造的，这是个非常典型的内在化例子。但是丰田汽车公司恰恰相反，它有个总公司，但大多零部件的制造（如轮胎、车身）等都是外在的，即这些零部件不是在丰田公司内部制造，而是由其关系网络制度下的外包厂家制造提供。这两个公司的结构可由图1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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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通用公司和丰田公司的组织结构

对于组织边界问题，不同的研究理论也莫衷一是。比如我们一般认为组织成员是指在组织内部工作的正式成员。但是，西方管理学中有个“利益涉及者”（stakeholder）理论，认为凡是和该组织发生关联，其利益受其组织影响的人都算是组织的成员。消费者购买其产品即成为该厂家的成员，为该公司提供原材料、资金的其他厂家或股东也是其组织一员。这一理论的基本观点是，该公司的行为涉及这些人或组织的利益。而一个人或组织只要在这个公司中有利益（stake），即成为“利益涉及者”，都应该被看做是该组织的一个部分，都应该被纳入组织研究之中。由此可见，组织和组织边界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组织研究的主题之一就是解释说明什么条件导致一个组织某种功能的外在化，又在什么情况下把它内在化，为什么生产同样产品的组织会有不同的组织结构等问题。

如果说组织边界不是很清楚，那么组织内在结构的差异就更大了，其中许多问题有待解释。例如，英特尔公司（Intel）明确规定所有职员，从公司总裁到一般雇员在很多待遇上都平等。公司中从高级经理到普通技术人员都在大厅中隔开的一间间隔间里办公；公司没有专门为高层管理人员提供特殊停车位，出公差时高级经理和一般员工一样乘坐经济舱，等等。在这样一种组织形式中，组织内部各部门之间的边界非常模糊，大家可以经常跨越边界来往。与此相反，有些组织等级森严。在花旗银行，虽然也是在大厅里围了很多隔间，但它有规定：普通职员的围子很低，大家都可以看到他在干什么；如果当了管理人员后，围子就高一些；级别越高，围子的高度也越高；如果是“副总裁”（VP）则更高，雇员要走进围子才能见到经理。这里的一个问题自然是：为什么这两家公司在物化结构上有这么大的差异？

另外，同一行业中的企业组织也可能有完全不同的结构。例如，最早的纺织业都是以家庭作坊的形式生产。而现在美国、英国的纺织业是集中在大工厂里。有人说这是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技术进步使得人们从手工生产过渡到大机器生产，从家庭作坊转变为大工业集约生产。但在经济已经非常发达的情况下，日本的纺织业大多还是手工生产（根据20世纪80年代的资料）：把原料发到各个家庭去制作，再统一收回来，就像传统的家庭作坊那样。为什么同样的工业、同样的产品会有如此不同的工业结构？这也是组织学和组织社会学需要解释的现象。

又如，组织的报酬形式也大相径庭。在美国大学中教师总是固定工资，而且有严格的制度限制其额外的收入。但有很多公司是计件工资，报酬与工作量直接挂钩。还有些公司是按比例提成，如在一些大商场中顾客有专门的人员来招待，顾客“属于”他们的生意，如果顾客买东西，他们可以从中提成。为什么会有如此不同的报酬形式呢？为什么（美国的）大学不可以搞计件或计量工资呢？这也是组织学需要研究、解释的问题。我们在第六讲会谈到这些问题。

组织研究还包括了与组织活动有关的方方面面。我们现在听到管理学院的专家们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国内的企业面对的竞争对手是一些国际名牌产品，而它们却没有时间建立自己的品牌，因此需要考虑品牌发展战略问题。创立产品品牌也是组织研究涉及的课题。什么是品牌产生的基础？如果创立品牌靠的只是产品质量的话，那么这就不该是个管理学研究的问题，而应该是工程学问题，是工艺流程、产品开发的问题，用不着管理学院的人去指手画脚告诉生产者应该怎么做。品牌之所以成为商学院的研究对象，成为组织研究的对象，说明其中有组织学和社会学的道理。产品的品牌有一部分无疑来源于生产过程，但是社会过程对品牌的创建也有不可忽略的作用。另外，什么市场条件下品牌才重要呢？我们可以看到并不是所有领域品牌都非常重要，在有些领域我们不需要知道什么品牌，而在另外一些领域品牌非常重要。这是为什么呢？我们将在第八讲中讨论这些问题。

组织间的经济交易关系也是组织学研究的问题。例如，在1963年，美国有个法学教授观察到这样一种现象：企业组织之间常常签订了有关商务交往的合同，但在签约以后这些合同却被放到一边不用，而是用其他非正式的社会关系方式来维持组织间的关系，这些非正式行为与合同的内容无关。为什么正式的、依法律制订的合同常常被束之高阁，而企业通过非正式的社会关系来维持合同关系？我们在第七讲讨论这些问题。

我们上面列举了林林总总、大大小小的各种组织现象，目的是要说明组织现象是在我们周围到处可以观察到，伸手可以触摸到的。我们列举这些例子，只是提出了问题，并没有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讨论或解释。我们在以下的各讲中会进一步讨论这些问题。希望以上的介绍给读者这样一个印象：组织现象比比皆是，组织研究刚刚起步，在这里，学界的英雄可以大有用武之地。

组织社会学中的经典问题

作为讨论组织现象的“热身”过程，我们下面简要介绍一下组织社会学中的经典问题。我们常常可以发现社会学有“寻祖现象”，即社会学当今的研究工作常常到古典社会学家韦伯、马克思这些大师那里寻找课题或思想源泉。这样做一是因为我们确实需要到这些大思想家那里去寻找灵感、寻找大问题，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我们这个学科的积累不是特别严谨，所以经常会“重新发明车轮”。

很多组织研究的起点是韦伯式的组织。韦伯提出了“理想类型”（ideal type）这一概念，即我们可以将同类现象或事物加以抽象，提出一个理想模式供分析讨论。组织是各种各样的，但我们可以抽象出它们的一些基本特点，提出一个理想类型。韦伯提出科层制组织（bureaucracy）有以下特点：第一，有非常严格的规章制度和等级制度；权力和职位相关联，并且是非人格化的（impersonal）；它是理性组织，通过规章制度来提高效率。第二，科层组织内的官员（official）是受过专业训练的，在组织里有自己的职业生涯，成为专业化的人员，其毕生职业生涯追求的就是在组织制度里不断获得晋升。在这一点上，中国传统的科举制度不同于韦伯式组织，中国文人进可以“学而优则仕”，退可以“采菊东篱下”，这不是韦伯意义上的职业化官员。第三，科层制组织一定是建立在理性—法理权威的基础上，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正式的、理性的组织。后来人们把韦伯描述的这种组织称为“韦伯式的理性组织”。韦伯是把这类现象归纳为“科层制组织”这种理想类型的第一人，因而被称为组织社会学的鼻祖。

科层制组织产生的原因是什么呢？科层制组织是个历史现象，家庭和自然村落是先于科层制的组织形式，而科层制是伴随资本主义的出现才盛行起来的。韦伯认为科层制正式组织的出现是因为它比其他形式的组织都更有效率。正式组织是资本主义的产物，这是因为资本主义经济要求高度的协调和严格按照时间效率办事。任何其他组织形式都不能满足资本主义大生产的这种需要，而科层制组织通过严格的规章制度、专门化训练的人员和管理满足了这种需要。从这个意义上说，科层制组织是市场竞争的结果。在这之前也有各种各样的组织形式，但它们都竞争不过用科层制形式组织起来的经济活动。韦伯认为，科层制组织产生的另一个原因是国家和国家之间的竞争。当年普鲁士军队十分强大，打了很多胜仗，重要的原因是它采纳了科层制形式从而比其对手更具有战斗力。一个国家政权采取科层制组织形式就更有能力去获取资源、动员资源。因此，科层制组织应运而生，并被广为采用。

人们通常理解科层制组织是一个历史现象，是历史进步的表现，也就是说我们已经告别了过去的家庭作坊等非正式组织。其实不然。我们现在看到的情况是各种各样组织的并存。很长一段时间里，组织社会学研究的对象都是正式组织即韦伯式组织，很多研究关注正式组织结构以及它们产生的原因。但是在20世纪90年代高科技飞速发展以来，很多高科技企业却是非正式的小型企业；人员也不很严格专业化，他们可以既是技术人员又是管理人员，既可以是正式成员，也可以是跨界兼职；这些组织也谈不上以法理权威为基础，常常是朋友通过合作关系一起创立公司。长期以来，商学院都是在为大公司培养管理人才，这类中小组织不在组织学的研究视野之内。但是，当这些高科技的小型企业在经济活动中产生重大影响时，人们才意识到在大学和商学院里学不到如何组建、管理这类企业的知识。所以韦伯式组织虽然是非常重要的组织现象，但这一概念已经不能涵括许多我们关心的组织现象。我们看到的很多正式组织有着非正式的、松散的组织结构。例如大学结构在某种意义上很像一个韦伯式组织，但另外一些方面也很像一个松散的非正式组织（例如一个系或办公室内部的人际关系）。韦伯提出了很重要的概念和现象，但我们现在应该超越韦伯式组织，研究新的组织现象和问题。

有趣的是，在对韦伯式组织的研究中，许多组织社会学的学者有一种反韦伯式组织的情结，他们的研究常常探究现实生活中的组织现象如何背离了韦伯式科层制组织的理想模式。例如韦伯说规章制度是组织最重要的环节，他归纳的科层制组织的九个特征中有六个和规章制度有关系，但是很多研究都说明：第一，组织常常有过多繁文缛节式的规章制度，不利于提高效率；第二，规章制度在实际运行中其行为有悖于韦伯提出的理想模式，表现出灵活性，使得组织有适应新的变化的能力；第三，这些规章制度常常不是组织内部理性选择的结果而是社会强加给它的。

德国的米歇尔斯（Robert Michels）所著的《政党论》 （Political Party
 ）一书是组织社会学的经典之作。他研究的是20世纪初欧洲国家劳工组织和社会主义党派，着眼于组织的局限性和弊端。他的基本观点是这样的：当时欧洲的这些劳工组织和社会主义党派需要组织起来才能达到它们的目的，也确实是为大众谋利益的群众性组织，组织开始建立时也有很民主的程序。但组织要达到既定目的必须有其内在的结构，刚开始时成员间是平行的关系，但当组织规模越来越大时就一定要分化，逐渐产生了等级制度。他的研究发现，在民主制度下，当组织的一般成员需要授权领导人去处理实施组织事务时，组织就会产生这种等级结构。劳工组织刚开始时建立了很多制度来保证所有成员的充分参与，但时间一长，组织不断分化，产生很多中间环节，最后的结果是产生了组织中的精英。而精英和大众的想法是不同的，他们追求的是个人利益。久而久之，组织被上层的精英垄断，最终导致组织的两极分化。米歇尔斯提出的很著名的一个概念是“目标替代”。韦伯认为科层制组织的重要特点是按照明确的目标进行组织设计。与韦伯相反，米歇尔斯认为实际上很多政治组织所谓的正式目标在组织演化过程中都被替代了。他有这样一段话：

组织意味着专制的倾向，无论政党、专业组织或其他类似的团体，在所有组织中贵族化的倾向都十分明显。组织内在机制在产生坚固结构的同时导致组织成员内部的深刻变化，使得领导者和被领导者之间的位置发生根本转换。组织的结果是在每个政党或专业团体内出现了少数领导人和被领导的大众之间的两极分化。（Michels，1968 ［1949］：70）

这说明组织可以通过提高效率来造福人们，但常常也会出现很多我们意想不到的弊端，这也是组织研究需要解决的问题。“目标替代”现象是20世纪60年代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题目。研究韦伯式组织的特点，特别是它的局限性、负功能以及其他的替代形式，都是组织研究的经典问题。

什么是社会学的角度？

组织社会学是从社会学角度去研究组织现象。那么，什么是社会学的角度呢？在主流经济学中，新古典经济学提供了一个统一的、经济学家都接受的理论逻辑框架。而社会学的特点是百家争鸣、学派林立，没有一个统一的、大家都共同接受的理论。例如，古典社会学理论中马克思的社会理论对后来的社会学特别是欧洲社会学的影响非常大，但他的社会理论是在哲学层次上提出的。到了新马克思主义时期，学者们对马克思理论的解释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所以尽管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很大，但在社会学界并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公认的分析问题的理论框架。韦伯为社会学理论和研究提出了大量的概念和研究课题。我们现在使用的很多社会学概念如科层制、合法性（legitimacy）都是韦伯提出的，他的历史比较分析方法有着独特的风格，但是韦伯也没有形成大家公认的研究方法。那些自称在韦伯理论框架中研究问题的学者之间的学术思想差异也是极大的。

在古典社会学中，涂尔干最明确地提出了一种社会学的研究方法。他提出，社会学的角度应该是从群体的层次来研究群体（社会）现象。例如自杀可能是个人现象，但某个人为什么会自杀，这是心理学家的问题；社会学家关心的问题是为什么某一类人（某种宗教背景、某个阶层）会比别人有更高的自杀率。要回答这一类问题，就一定要从群体的层次来解释群体现象。这是个非常明确的社会学角度，与经济学的个人理性研究角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涂尔干提出的角度对社会学家的思维方式影响非常大。在以下各讲中，我们会对这一研究思路作进一步的讨论。简言之，这一思路具有独特的社会学色彩，为制度学派所继承。但是它对制度演变的微观基础没有给予注意，后来受到批评的“过度社会化”思路也是渊源于此。

因为社会学中没有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我们在这门课里将涉及几个具体的社会学研究思路如制度学派、社会网络学派等。在这里，“什么是社会学的研究角度”是个悬念。但这里隐含的答案也很明显：没有一个统一的社会学研究框架；我们关注的是具体的理论以及它们的观点和角度。社会学领域中缺乏一个占统治地位的中心理论这种状况也有一个好处：它为在这一领域中从事研究活动的学者留下了一个非常大的想象和创造的空间，有新的研究领域和研究思路等待我们去开发。从这一点来讲，这是社会学的优势。

社会学研究中对因果“机制”问题的关注

理论研究的目的在于分析、解释问题。在这里，我们简要讨论一下社会学的理论分析和解释的一些特点。近年来，社会学研究者越来越多地强调要分析、解释社会现象背后的“因果机制”。这与传统社会学理论建构的方法论相比有了明显的变化。在很长时间里，社会学研究受自然科学研究方法的影响，着眼于规律、公理和相应的推演性逻辑体系。这种公理、逻辑性理论框架的任务是，提出具有普遍意义的因果规律（universal law）及其理论命题。在这一理论建构中，如果我们知道了一些初始条件和边界条件（类似于一个物体的状况和它的初始条件），便可以根据这一理论定理（类似于物理学中的牛顿定律）来推定因果规律导致的社会性后果，从而达到分析、解释社会现象的目的。例如，如果我们发现了“相对剥夺感”这一具有普遍意义的因果规律（这一理论认为，群体近邻间相对的不平等感，而不是世界上绝对的不平等状况，导致人们的不满和反抗），那么，我们就可以在一组边界条件下推断这一因果联系所导致的人们的心理状况和行为。这样一种理论建构的思路源于自然科学研究方法，是科学哲学想把自然科学的研究思路和方法用在社会科学里面去的一种尝试。我们现在仍然可以不时地看到这种学术训练的痕迹。有些理论研究可能在建构理论时首先讨论理论的前提假设，然后在一个内在的逻辑体系中进行推理，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些新的理论命题，并且从这些命题里推演出实证的假设。经济学的理论研究活动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例子。

但是这种理论建构在实际研究工作中应用的困难极大，对促进社会学理论发展的贡献并不明显。实际上，一些现在看来做得很好的研究，大多没有按照这个框架去做。这里一个主要原因是我们面对的社会现象十分复杂，这种理论建构的尝试、努力常常事倍功半、得不偿失。所以近年来社会学界也有一种反思，认为社会学的研究常常使用大的概念、宏观的社会过程解释问题，把问题越讲越泛，越讲越大，但是大而无当，缺乏分析的力度。因此有许多人呼吁我们应该回到默顿（Robert Merton）提出的中层理论。在这个背景下，社会学研究者越来越多地关注具体的“因果机制”，而不是大的理论框架。

什么叫机制呢？埃尔斯特（Elster）提出了一个说法，颇有启发意义。过去我们从定理、公理的角度去研究问题，如果我们知道这些公理和定理，当然很好，但是可能很多情况下我们不知道这些社会公理是什么。那么我们怎么办呢？如果说我们找不到公理，找不到定理的话，我们怎么去研究问题呢？是不是说如果我们找不到公理性关系，就只能对事物作简单的描述？埃尔斯特认为，即使我们找不到公理性规律，我们仍然可以对研究对象提出解释，也就是说，在公理和描述之间还可以有一个解释层次，这个层次就是对“机制”的关注。

机制是指两个事物间可能存在的因果关系。这种关系是“经常发生的、易于识别的因果关系”（Elster，1998）。但这种因果关系诱发的条件或者后果却是不明朗的。所以，这不是一种决定性的、必然的因果关系，但是我们知道这种关系会经常发生。埃尔斯特举了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个道理。比如一个命题是：父母酗酒通常造成他们的子女酗酒。这两者之间有一个因果机制，这可能是基因遗传的机制，也可能是模仿、学习的机制。但这种机制不是决定性的。我们不能说所有酗酒人的子女都会是酗酒的。所以说这种机制是经常发生的，经常观察到的，易于识别的一种关系，但这一关系不是必然的。这里所说的机制对事物间关系提供一个解释，比如说基因遗传理论对代际酗酒现象可以提供一个生物学上的解释，心理学和社会学也可以从模仿行为的角度有一个解释。我们可以解释为什么子女酗酒与他们的父母酗酒有关系，但我们并不能预测每个酗酒的父母，其子女都是酗酒的。我们可以看到，对“机制”的关注大大减轻了理论研究的困难。“因果机制”的概念成为一个比较容易把握的分析角度：我们是从具体可察的因果关系着眼去分析问题、解释问题，而不是去建一个庞大完整的逻辑体系，去寻找具有普遍意义的因果规律。

再举一个例子。如果把经济学的解释逻辑简单化一下，它讲的是一种效率机制。为什么人们会采纳不同的组织形式，为什么不同组织会有不同的激励设计？经济学家认为这是人们追求效率这种机制所致。进一步说，这是在信息不确定或不对称的条件下，人们因时因地服从效率机制来设计组织制度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不需要关心满足效率机制的前提是什么。我们在分析、解释这些现象时提出“效率机制”，这是大家都可以表述清楚的，为大家所理解明了的。因此，我们可以用这个机制来分析、解释我们观察到的社会现象、经济现象或组织现象。我们在以后的讨论中，更多地是在“机制”这一层次分析研究问题，而不是着眼于很大的理论框架。这并不是说公理性逻辑体系不好，而是说社会学研究通常难以达到这种层次的严谨性和逻辑性。勉为其难，不如顺其自然，在力所能及的层次上研究、解释问题。

要强调的是，我们在研究工作中应该注意区分因果关系和统计关系。通常社会学研究经过统计分析发现的事物间关系都是统计关系。举个例子来说，一个地方的农村越穷流动出去的农民工就越多这样一个实证命题，我们在统计上是可以验证的。我们只要去了解一下每个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然后测定一下它的外流的人口，就可以在统计上建立这个关系。但这个统计关系并没有解释为什么经济落后会导致更多的民工流出。在这一层次上，两者只是个统计关系，这只是描述，不是一个理论解释。社会学理论的任务是发现这两者之间统计关系背后的因果机制，从而解释在我们观察到的A与B背后有什么样的过程，有什么因果关系。

组织社会学历史的简要回顾

这里所说的“简要回顾”有两层意思：一是组织学是门非常年轻的学科，现在所说的组织社会学是从“二战”以后才开始的，所以它本身也只有一个简短的历史；二是我准备在这方面讲的内容也很简短，只是粗略地回顾一下所走过的路程。这门课中讲授的部分内容涉及学术史，但我们的目的是借学术史来讨论学术研究，而不是关心学术史本身。如果我们来看组织社会学发展历史的话，打个比喻来说，它就是一部未完成的交响曲。它有个序曲（20世纪初至20世纪三四十年代），有两个“黄金时期”（20世纪50至60年代和70年代末至90年代初），还有一个未结束的乐章，即20世纪90年代以来组织社会学面临的挑战。

序曲

组织研究的序曲始于20世纪初期，这一时期的主要学术活动是泰勒（Frederick Taylor）科学管理理论的提出和霍桑试验以后人际关系学派的产生。我把这段历史称为组织研究的“序曲”是出于以下几个原因：一是这些研究基本上是孤立的，所提出的理论还很幼稚；二是这段过程基本上没有社会学家参与，理论主要出自工程学和人文学科领域的研究，没有形成社会学本身的理论。现在来看这段历史，它留下的是一些有趣丰富但不成熟的想法。

泰勒科学管理理论的产生有其社会背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欧洲和美国的资本主义社会正处在工业化的过程中，生产过程趋于机械化、自动化。工业化初期人们所面对的是过去小生产组织形式在自然过程中形成的形形色色的管理方式。一个家庭企业在创业成功之后还是按照其家族管理方式来管理工厂。工厂越来越大，自动化程度越来越高，但这种管理方式没有变化，因而每个工厂都有一套自己的管理方式。换句话说，这个时期的组织管理模式中人治的成分很多，每个企业都总结出自己的经验并一代一代传递下去，形成了五花八门的管理模式。

泰勒对这种状况提出质疑。他的基本观点是：第一，既然每个企业都有自己的一套管理方式，这些方式中一定有最好的，那么为什么不能使之标准化、统一化呢？第二，人是自私的、懒惰的，如果不想办法去制约，他一定不会努力工作。制约的办法就是要标准化。这两个基本思想导致了他的“科学管理理论”，其中心思想是，通过严格程序把每个人的工作规范化，把工艺流程标准化，减少管理人员的主观成分，以达到提高效率的目的。卓别林的电影《摩登时代》所描写的就是那个时代的思维方式，即如何把工人变成机器、变成自动化程序的一个部分来制造产品。我们回过头来看管理思想发展的过程，这套理论实际上或明或暗地贯穿了管理学思想至今的历史。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霍桑试验以及随之产生的人际关系学派对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提出了抨击。霍桑实验的最初思路是按照泰勒的想法：把工艺流程设计得越理性就越能提高生产效率。该试验本来是研究生产条件如照明与生产率之间的关系，即假设良好的照明条件会有利于效率的提高。但在试验中一次偶然的停电经历中，研究人员却发现工人在停电缺乏照明条件时比没有停电时干得更为努力。这样就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生产条件不佳时生产率反而提高了呢？实际上这是因为试验组的人们在实验过程中得到了关注，出于荣誉感等心理因素而更为努力。这说明，设施、设备并不是生产效率的唯一决定因素。生产条件和人们的努力程度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因果关系。良好的人际关系和关怀也会提高工作效率，这是霍桑试验引出的人际关系学派的一个重要思想。它的意义在于，我们要研究组织现象不能只看物化的组织结构，如资源的分配、组织的正式等级制度；也要看其非正式的组织结构：谁与谁在一起、同事间的关系怎样。这对解释组织现象有非常大的影响。我们从近年来活跃的社会网络学派的研究（多是研究非正式的人际关系）隐约可以看到旧日人际关系学派的影子。

这一序曲的主题是人和机器的关系。在工业化的大背景下，工程学家和人文学家针锋相对。前者认为大工业就是要把程序严格化、标准化来提高工作效率；后者则认为应该关心人和人的关系，而不是把人看做机器的一部分。人和机器的关系这个主题始终贯穿在组织管理理论和组织研究领域，此起彼伏，延绵不绝。在一段时间内人们强调组织的严谨化、效率化，而另外一段时间人们又会呼吁组织的松散化，以调动人的主观能动性（Barley and Kunda，1992）。

两个黄金时期

组织学第一个黄金时期是在“二战”以后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二战”以后，韦伯的研究著作被大量引进美国社会学，尤其是韦伯对科层制的重要研究，得到了美国社会学家的极大注意。组织研究成为当时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热点，吸引了一大批优秀的研究人才。1965年马奇（James March）编辑的《组织研究手册》所反映的研究水平至今仍然给人以深刻印象。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组织研究领域中形成了两个大的流派。一个是哥伦比亚学派，在著名社会学家默顿周围聚积了一批优秀的组织学研究人才，包括布劳（Peter Blau）、古尔德纳（Alvin Gouldner）和塞尔兹尼克（Philip Selznick）等。他们在不同的科层制组织中做了一系列的个案研究。布劳的《科层制的动态研究》研究两个美国分管社会福利的政府机构，特别是科层制度在具体组织中的体现。古尔德纳研究了一家采矿公司中权力和规章制度的功能。当时的大的理论背景是功能主义社会学，默顿提出了“反功能”或“负功能”（dysfunction）的思想，即社会设施不仅可以维系社会整体的生存，也可能对其生存产生负面作用。这些研究着眼于科层制度在具体生活中的反功能是什么，注重科层制的弊病的研究。这些研究今天已经是组织研究领域的经典之作。在我看来，现在的很多研究工作都还没有超过那个时代的研究水平。

另外一个学派是在卡纳基-梅隆（Carnegie-Mellon）大学形成的卡纳基-梅隆学派，主要代表人物有最早提出“有限理性”概念，并因此获得诺贝尔奖的西蒙（Herbert Simon）、马奇（James March）和塞特（Richard Cyert）等人。这个学派从有限理性的角度去研究组织行为，出版了一系列重要著作。例如西蒙和马奇在1958年出版的《组织》（Organizations
 ）一书是组织研究的奠基之作。塞特和马奇在1963年发表的《厂商行为理论》（A Behavior Theory of the Firm
 ）从行为科学的角度来研究组织现象，是另外一本经典之作。该书所提出的问题至今还有着重要影响。一位组织学的重要学者费弗（Jeffrey Pfeffer）曾经这样评论道，至今我们研究的课题尚未超出这本书提出的问题。

此外，当时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本迪克斯（Reinhard Bendix）和斯廷奇克姆（Arthur Stinchcombe）等也是这一时期学术研究非常优秀的学者。法国社会学家克罗泽（Michel Crozier）研究法国的两个政府机构的经典之作《科层制现象》（The Bureaucratic Phenomenon
 ）在1964年被翻译成英文。上述这些人都成为社会学领域中的重要学者。这段时间确实是轰轰烈烈的组织学研究的阶段，是组织社会学非常辉煌的时代。

第二个黄金时代是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在这一时期，组织社会学的研究集中在“组织与环境之间的关系”这一主题上。这一时期也是组织社会学可以引为自豪的时代。第一，我们现在组织研究领域中所使用的许多重要的、现在成为主流的理论都是在这一时期提出的。例如，组织社会学中新制度学派（New Institutionalism）和群体生态学派（Population Ecology）都是在1977年提出的，后来发展出了两个非常完整的理论流派；资源依赖理论（Resource Dependence Theory）是1978年提出的；组织学习理论（组织决策过程理论）是1976年提出来的。这些至今仍然十分重要的理论学派几乎都是在这短短的几年中蜂拥而出的。过去也有人提出一些重要的思想观点，但常常后继无人，很快就销声匿迹了。但这个时期却不一样，确实形成了流派。所谓“流派”，第一要有一套相对独立完整的理论体系，第二要有不断持续的研究工作。我们上面说到的这些理论在20世纪70年代脱颖而出，经历了80年代的大发展阶段，至今很多组织研究都还是围绕这几个大的流派进行。所以这是个非常辉煌的时代。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上述这些学派都是在斯坦福大学任教的社会学系和商学院的学者们提出的。20世纪七八十年代在这里汇集了一批组织学研究的优秀人才，他们一边相互竞争，一边相互影响。记得我在1984年来到斯坦福大学社会学系读博士学位时，正是组织社会学研究的高潮期，各个流派的带头人的身边都聚集着许多学生，研究工作十分活跃。斯坦福大学当时成为组织社会学研究中心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事件史”统计分析（event history analysis）方法当时由图玛（Nancy Tuma）和汉南（Michael Hannan）在这里提出，这一研究方法极大地推动了组织社会学的研究活动。许多组织研究的思路都与历史过程息息相关。群体生态学从历史过程来研究群体现象，例如一个组织群体（高科技企业、工会、葡萄酒厂家）在历史过程中的出生率、死亡率，等等。制度学派的研究工作也大多从历史角度入手。他们关心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组织会变得越来越相似，这个“变”的过程是个非常重要的历史研究角度。过去因为没有研究历史演变过程的计量手段，有关的实证研究工作受到极大限制。事件史研究手段的出现为组织社会学的研究活动提供了有力的工具。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在斯坦福大学从事组织社会学研究的博士论文大多是组织研究与事件史分析模式相结合做出的。这是理论和方法相互促进的一个极好例子。当时斯坦福大学成为组织研究的中心可谓天时地利人和的结果。

第二个黄金时期产生的组织社会学理论和研究工作使得组织社会学不仅成为社会学的中心领域，而且走出了社会学，对其他学科（例如，商学院的组织研究、政治学、心理学）产生了影响。配鲁（Charles Perrow）在1986年的《复杂组织》（Complex Organizations
 ）一书第三版的序言中这样写道（1986：VII）：

根据我的观察，在过去的25年间，组织分析在深度、广度、自我批评和深刻性上都有了长足的进步。在20世纪60年代，这一领域中的重要课题大多来自其他更为成熟的领域。今天，我以为这一趋势已经颠倒过来了：我们更多地在向心理学、社会心理学、政治学，甚至经济学输出而不是引进想法、资料和课题……25年前，如果我们做断言说，所有的重要社会过程都起源于正式组织，或者正式组织在其中起到了重要的中介作用，组织研究必须是社会科学的核心，人们一定以为我们是荒谬无知。但今天这一断言的前半部分已被广泛接受，我以为这一断言的后半部分在20年后也会被广泛接受。

我同意配鲁的看法，组织社会学不仅仅是社会学的一个分支，而且是社会学的核心领域。它所涉及的组织制度、组织的动员能力在社会生活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一领域中的研究活动为其他领域提供了重要的解释角度、研究课题和分析工具。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挑战和发展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社会网络学派及其研究活动成为组织研究一个十分活跃的领域和盛极一时的研究趋势。人们所说的经济社会学就是以社会网络分析为核心的社会学研究。经济社会学成为显学可以追溯到1985年格兰诺维特（Mark Granovetter）写的《经济行动与社会结构：内嵌性问题》（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一文的发表。但这一领域的长足发展是在20世纪90年代。博特（Ronald Burt）的《结构洞》（Structural Holes
 ）在1992年的出版，在社会学以外尤其是在商学院的研究领域引起很大影响，推动了这一领域的研究活动。

经济社会学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是对过去的组织社会学的挑战。在20世纪70年代末的理论繁荣以后的20年来（从7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社会网络学派的兴起），组织社会学进入了一个资料积累的阶段。有关组织现象的重复性研究很多，但进展缓慢，在思路上没有什么大的突破性发展。我们来回顾一下20世纪90年代初期组织社会学的状况和它存在的问题。第一，组织社会学当时的研究主题是组织和社会环境的关系，很少有人关注其他的组织现象；第二，组织社会学家趋于从宏观的角度去研究组织和环境的关系，如群体生态、社会制度领域的研究把组织作为一个分析单位，组织里面的人和内部活动都消失了，忽略了组织的微观基础；第三，社会学研究受到资料的限制，对经济组织的研究困难重重。许多组织社会学家只研究非营利组织，很少涉足经济组织，这一方面是因为经济组织尤其是中小型企业的资料很难得到；另一方面是由于当时的习惯思想的影响，认为经济组织是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与社会学没有关系。当时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政治组织或大学。另外，组织研究的很多文章是关于美国500家大企业问题的研究，这是因为大公司在股票市场上市，因而依照法律规定很多资料必须公开。由于这些特点，第一个黄金时期提出的很多组织内部问题到第二个时期就已经被研究者完全撇开不谈了。

社会网络学派的出现恰恰有针对性地弥补了第二阶段研究所出现的空白领域，回答了宏观研究未能解释的问题。第一，它是从微观的角度去研究组织现象，在很大程度上是研究组织内部关系，如找工作、组织内部的升迁问题，即组织内部关系网问题。即使组织之间的问题也不再是一个宏观的问题而变成一个组织策略性选择合作伙伴的微观问题。第二，很多社会网络分析研究的是经济组织，特别是中小企业。因此，社会网络分析确实弥补了过去组织学研究的很多不足。当然，社会网络研究本身也存在局限性，我们在第四讲会讨论这些问题。

小结

我们上面谈到，在社会学的诸多学科中，组织社会学应该说是核心领域之一。与其他领域相比，组织社会学的研究活动有以下突出的特点：第一，和其他社会学领域相比，组织社会学的理论性特别强。比如说在社会分层领域中虽然人才济济，研究活动持续不断，但长期以来没有大的理论进展；而组织社会学则有脉络分明、发展有序的各种理论流派。第二，组织研究是一个跨学科的领域，涉及经济学、政治学、心理学、人类学等学科。所以我们的研究不能拘束在一个很小的圈子里，而应该有包容的态度，去了解其他学科是怎么研究这些问题的，以便举一反三，思考社会学研究应该坚持哪些方法、思路，或者哪些方面应该改进。第三，组织研究是应用性很强的学科，我们必须关心提出的理论能否解释具体的现实问题。目前组织社会学正处在新的变动时期，人们对过去的理论框架开始提出新的问题和怀疑，不同方向的研究日渐增多。这也为学人们的研究活动和大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契机。

我希望这门课、这本书从学术研究的思路上，从研究问题的角度和思维方式上和大家一起探讨组织社会学的研究状况。从这一目的出发，我们关心的不是理论的宏大性而是解释逻辑的严谨性。我们在讨论中注重的不是具体的观点而是提出这些观点的逻辑和前提假设；不是研究的结论而是得出这些结论的过程是什么；不是这些研究多么彻底地解释了某种现象而是这个解释比已有的解释前进了多少。简言之，我们是从从事学术研究的角度、从分析的角度来讨论组织社会学领域中的研究工作，而不是做教科书式的面面俱到的描述和介绍。

进一步阅读的文献

组织社会学的经典著作

组织社会学的经典著作中，韦伯（Weber，1946）的论述颇为重要。米歇尔斯（Michels，1949）提出了组织研究中“组织局限性”这一永恒的主题。

哥伦比亚学派的研究工作反映在默顿的一系列文章和他学生的著作中。默顿的有关文章大多收集在他1952年的著述中（Merton，1952）。在哥伦比亚学派的其他研究中，布劳（Blau，1955）、古尔德纳（Gouldner，1954）和塞尔兹尼克（Selznick，1949）最具影响力。

卡纳基-梅隆学派的代表作集中在西蒙（Simon，1957［1945］）、马奇和西蒙（March and Simon，1958）、塞特和马奇（Cyert and March，1963）等三本著作中。在第一本著作中，西蒙首次集中提出并阐发了他的“有限理性”思想。马奇和西蒙的合著总结阐述了组织分析的一系列概念和命题。塞特和马奇的合著从行为学派的角度提出了研究组织行为的一系列课题，包括组织的搜寻活动、组织的注意力分配、组织规章制度等。在当今的研究文献中，我们可以发现这些课题时常出现，至今持续不衰，仍然激发着新的研究工作。

此外，克罗泽（Crozier，1964）对法国科层制度的深入分析和详尽描述，充分说明了科层制组织的“反功能”，是行为学派研究的典范。另外，多尔顿（Dalton，1959）和巴纳德（Barnard，1938）的作品也是这一领域的经典之作。本迪克斯（Bendix，1956）对不同文化社会背景下的工作的组织过程和权力关系做了深入研究，开创了组织研究领域里“比较分析”的先河。他的研究工作受韦伯的宏观比较历史分析方法的影响十分明显。这些研究工作均是组织研究早期的经典之作。马奇的作品（March，1965）反映了这一领域中当时的丰富研究成果。

组织社会学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主要著述

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的组织社会学研究成果大多出现在社会学和组织学的学术刊物上，特别是《美国社会学评论》（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美国社会学杂志》（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行政科学季刊》（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我们在下面介绍具体理论流派时会进一步提出有关文献。

组织社会学的教科书为数不多，但作者往往是这一领域中的重要学者，因此，这些教科书的水平颇佳。其中，斯科特的作品（Scott，2003）属于“文献介绍”类，对组织研究特别是组织社会学领域的介绍、评价最为详尽和最具权威性，尤其包括了本书没有涉及的其他理论流派。另外，霍尔（Hall，1991）对这一领域也有系统的介绍。配鲁（Perrow，1986）则具有很强的分析力度，属于有选择性的专题评论，而不是教科书式的系统性介绍。

以商学院教学为对象的组织学教科书林林总总，大同小异，许多已经翻译成中文出版。这些教科书对组织分析的概念、维度、理论模式有系统的介绍，在结合实际案例方面尤为出色。我在讲授这门课时假设读者已经具有这些组织分析的基本知识，对基本的概念和分析工具不一一涉及。如果读者对组织分析的知识了解不多，建议选择一本这一领域中的教科书与本书一并阅读，可收相得益彰的效果。

其他有关文献

经济学中研究组织现象的分支是“工业组织”（Industrial Organization）这一领域。在近20年来，这一领域受博弈论研究的推动有了重大进展。迪罗（Tirole，1988）是反映了这些新近研究成果的、面向研究生层次的最为权威的教科书。另外非技术性教科书（主要供经济学专业大学生教学使用）颇多，这里不一一列举。因为经济学在“工业组织”这一领域的研究工作近一二十年来进展迅速，唯有新近版本的教科书才反映了这些新的研究成果。


参考书目


Barley，S.R. and G.Kunda. 1992. “Design and Devotion：Surges of Rational and Normative Ideologies of Control in Managerial Discourse.”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37：363-399.

Barnard，Chester I. 1938. The Function of the Executive.
 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Baron，James and Michael Hannan. 1994. “The Impact of Economics on Contemporary Sociology.”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32：1111-1146.

Bendix，R. 1956. Work and Authority in Industry：Ideologies of Management in the Course of Industrialization
 . New York：Wiley and Sons.

Blau，Peter. 1955. The Dynamics of Bureaucrac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rozier，Michel. 1964. The Bureaucratic Phenomen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yert，Richard and James March. 1963. A Behavioral Theory of the Firm.
 Prentice-Hall.

Dalton，Melville. 1959. Men Who Manage
 . New York：John Wiley.

DiMaggio，Paul. 1994. “Culture and Economy.” Pp. 27-57 in Handbook of Economic Sociology
 ，edited by N. J. Smelser and R. Swedberg.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Elster，Jon. 1998. “A Plea for Mechanisms.” Pp. 45-73 in Social Mechanisms
 ， edited by P. Hedstrom and R. Swedberg.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Gouldner，Alvin W. 1954. Patterns of Industrial Bureaucracy.
 Free Press.

Hall，Richard H. 1991. Organizations：Structures，Processes and Outcomes.
 Englewood Cliffs，N.J.：Prentice Hall.

March，James and Herbert Simon. 1958. Organizations.
 John Wiley.

March，James G. 1965. Handbook of Organizations.
 Chicago：Rand McNaily.

Merton，Robert King. 1952. Reader in Bureaucracy.
 Glencoe，Ill：Free Press.

Michels，Robert. 1968［1949］. Political Parties.
 New York：Free Press.

Milgrom，Paul and John Roberts. 1992. Economics，Organization and Management.
 Prentice Hall.

Perrow，Charles. 1986. Complex Organizations：A Critical Essay.
 New York：Random House.

Perrow，Charles. 2003. Complex Organizations：A Critical Essay
 . McGraw Hall.

Putterman，Louis and Randall S. Kroszner. 1996. The Economic Nature of the Firm：A Reader.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cott，W. Richard. 1998. Organizations：Rational，Natural，and Open Systems.
 Prentice Hall.

Scott，W. Richard. 2003. Organizations：Rational，Natural，and Open Systems（5th ed.）
 . Upper Saddle River，N.J.：Prentice Hall.

Selznick，Philip. 1949. TVA and the Grass Roots：A Study in the Sociology of Formal Organization.
 Berkeley，C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Simon，Herbert A. 1957［1945］. Administrative Behavior.
 New York：Free Press.

Smelser，Neil J. and Richard Swedberg. 1994. “The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 on the Economy.” Pp. 3-26 in Handbook of Economic Sociology
 ， edited by N. J. Smelser and R. Swedberg.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Stinchcombe，Arthur. 1959. “Bureaucratic and Craft Administration of Production：A Comparative Study.”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4：168-187.

Stinchcombe，Arthur. 1965. “Social Structure and Organizations.” Pp. 142-193 in Handbook of Organizations
 ， edited by J. March. Chicago：Rand McNally.

Tirole，Jean. 1988. The Theory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Cambridge，Massachusetts：MIT Press.

Tirole，Jean. 1988. The Theory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MIT Press.

Weber，Max. 1946（trans.）. From Max Weber：Essays in Sociology.
 Edited by Hans H. Gerth and C. Wright Mills.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第二讲 组织与市场：一个交易成本经济学的研究角度

■ 需要解释的组织现象

■ 新古典经济学中的组织

■ 交易成本学派的基本思想

■ 经济学关于组织研究的新近动向

■ 进一步阅读的文献

现在我们开始这门课的第一个工程：搭建一个“比较理论分析”的框架。我们要在以下的几讲中讨论几个各有特色的理论思路，为以后比较它们的研究取向、解释逻辑和相互关系打下基础。在这一讲中，我们对近年来经济学有关组织现象的研究工作做一个简要的回顾和评论：第一，我们着重介绍交易成本学派关于组织与市场关系的基本思路和研究工作；第二，我们介绍一下近年来经济学家在信息经济学、博弈论等领域中的工作对研究组织现象的意义。这一讲的目的是建立一个与组织社会学相比较的经济学理论框架。通过介绍经济学的研究思路，我们可以在比较理论分析中加深了解社会学的研究角度以及组织社会学提出的问题。在这些讨论中，我们可以看到经济学家近年来的研究活动已经越来越接近组织社会学的传统课题。

对于不熟悉经济学的读者来说，我们以下所要介绍的问题、术语和思维逻辑可能是陌生的。但是，了解经济学的基本思路对组织研究大有益处。我们在以后的讨论中可以看到经济学和社会学在组织现象的研究中有许多的关联和可以互补的方面。

需要解释的组织现象

我们说过，组织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它的应用性。组织研究面对的是现实问题，组织研究应该有助于我们认识和解释日常生活中的组织现象。所以，我们在以下各讲中大多以“需要解释的组织现象”这一题目开始，引出有关的组织现象和问题作为我们讨论的起点。

经济学家有一个特点，喜欢用一些经典例子来引出有关经济学理论问题的讨论。例如，经济学家多年来不厌其烦地讲鲁滨孙的故事以说明自然经济与市场经济（交换）之间的区别。自博弈论兴起以来，“囚徒博弈”的故事也在经济学家的嘴边反复出现。下面我们也首先从经济学中的一个经典例子谈起，这是一个实际生活中的例子。

在20世纪初期，通用汽车公司和费舍汽车外壳制造公司（Fisher Body）是美国汽车制造市场上的交易合作伙伴。这两家公司在1919年签订了一个为期十年的协定，规定在这十年的合同期内通用汽车公司购入费舍公司制造的全部汽车外壳。这一合同交易有着值得认真分析的经济学问题。制定和实施这样一个合约有许多的困难，其中之一是经济学家提出的“要挟”或“敲竹杠”问题。例如，费舍公司按约为通用汽车公司制造汽车外壳，需要投入很多的资源，甚至可能涉及很多特别工艺、专用性设备，以满足通用公司对汽车外壳的特殊要求。如果将这些专用性设备改做他用，其收益就会大打折扣。因此，费舍公司不敢轻易改变与通用公司的交易关系。然而，这一依赖关系就赋予了通用公司讨价还价的优势。通用公司可以通过“压价”来提高自己的收益。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通用汽车公司也遇到类似的困难。如果它对费舍公司提供的产品的依赖性增加，费舍公司也可以要挟通用公司，在合同执行过程中要求提价。还有许多诸如此类的问题，都必须在合同签订或执行时解决。如此这般，这一看似简单的交易活动隐藏着深刻的不稳定性和困难而可能无法成交。

这样一个合同执行的结果是什么呢？结果是通用公司在1926年把费舍公司兼并了，这是因为在制定了这个合同关系后，双方都发现这个合同关系问题重重，无法执行。这种兼并的意义是从组织间市场关系到组织内部科层制关系的转化。这个例子提出一个更为一般的问题：在什么条件下我们使用市场，在什么条件下我们使用组织来达到我们的目的呢？我们在上一讲中讲过这个例子：通用汽车公司的汽车组装的部件，包括轮胎、车身、发动机，各种各样的器件大多是自己的下属子公司制造的。也就是说，通用汽车公司把很多的器件制造活动放在组织内部完成。但是，丰田公司的汽车配件制造大多在公司之外，通过“网络合同”的形式由其他小公司制造提供，这意味着丰田公司的汽车制造更多依赖了非正式组织的形式（关系网络）来完成。这个例子说明，即便是同一个行业或同样的生产活动，人们仍然面临采用正式组织还是采用市场形式（或其他组织形式）的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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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举一例。我们知道，戴尔（DELL）公司和IBM公司都是制造电脑的。1999年9月，戴尔公司和IBM公司签订了一个合约，规定戴尔公司雇用IBM公司为它的电脑提供售后服务。在此之前，戴尔的售后服务主要是它自己提供的。但是它现在做了这样一个战略决定，要集中精力在电脑开发生产上，而把售后服务“外在化”，推到市场上去了。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因为戴尔公司和IBM在电脑销售上同时有着竞争的关系。戴尔公司这一决定的利弊得失应该如何加以分析、解释呢？

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有类似的例子。例如，近年来中国教育界出现了大学合并的潮流。大学合并是一个组织间关系（甚至没有关系）转变为组织内部关系的过程。对于组织分析来说，这一现象提出了一系列问题：这种由市场到组织的转变的代价是什么？这种组织内在化的优势是什么？我们应该如何分析、解释这一现象？

上面的例子是关于组织和组织之间关系的问题，关于市场化与内部化之间的抉择问题。我们还可以提出更为一般的问题：为什么组织内部有不同的结构？举个简单的例子来讲，有些组织的内在结构中有着非常松散、疏远的人际关系，即雇员之间的关系或经理和雇员之间的距离很远；除了正式的权力关系外，他们之间没有什么其他的非正式往来关系。但在另外一些组织里，人际关系可能比较融洽，人们不仅在工作中相互联系，而且在工作之余也多有社交活动。我们可以称这一类型为“亲密型”的关系。为什么组织内部会有不同的雇佣关系呢？我们上面谈到的这些现象在新古典经济学中不是研究关注的对象，直到近年来交易成本学派和新近的经济学研究才开始注意和解释这些问题。

新古典经济学中的组织

要了解经济学在组织研究中的新近贡献，我们首先看一看新古典经济学中的组织研究。我们知道，新古典经济学的核心是关于市场运作的理论。在这一框架下，它实际上把组织（公司）看做是一个“黑盒子”而不予关注。新古典经济学中的基本思想是：在消费者和生产者相互作用的市场过程中，双方的行为通过价格加以协调。人们只要在理性选择的原则下追求自己私利的最大化，市场运行就可以达到帕雷托效率，即实现资源最优化配置。福利经济学的两大定律从逻辑上证明了这一思想。阿罗（Kenneth Arrow）是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一个重要的奠基人，他在谈到新古典经济学在解释现实经济现象的局限性时，特意指出了新古典经济学关于市场的理论是建筑在“一组非常特定的假设”之上的。这些假设包括了充分的、对称的信息和人们行为的理性选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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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新古典经济学中的供求关系

例如，在供求关系中，人们的市场活动可以用生产函数和消费函数的相互作用加以描述分析，如图2所示。消费函数（D）反映了消费者的活动倾向：当价格（P）升高时，人们减少消费（Q），而当价格降低时人们增加消费量。供给函数（S）描述了生产商的活动：当价格越高的时候，厂家的供应点就越高，反之亦然。在这种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到消费者和厂家的活动可以通过市场价格加以协调，而不需要有对方具体生产（消费）活动的进一步信息。因此，新古典经济学中的市场关系是一种典型的“非社会性”的关系，即完全排除了社会性关系。

在这个框架里，新古典经济学对组织是怎样描述的呢？我们知道，它用消费函数来描述消费者的行为，用供给函数来描述厂家的市场行为，而价格产生在供和求之间的均衡点。在充分竞争市场理论模式中，企业只是被动地对价格做出反应（price taker）。它是在价格一定的情况下，对产量做出理性决定以达到利润最大化。企业关心的是上面所说的生产函数以及可变资本和固定资本的投入问题。因此，传统的经济学教科书中讨论比较多的是资本和劳动率之间的替代组合问题、不同资本和劳动力组合情况下的等生产量线等。在这种描述中，我们看不到有个性的人，看不到有个性的组织，因为在同样市场条件下每一个人、每一个厂家、每一个组织的反应是一样的。在经济学的分析中，高度抽象化以后的厂家组织或消费者成为没有任何社会性的、只关注于个人利益就可以完成市场或生产活动的行动者。

解释逻辑：效率机制

经济学是怎么解释组织行为的呢？如果用生产函数来描述工业组织的活动的话，我们怎么解释一个企业关于产出多少的决定，或者要在什么领域进行投资的决定呢？决定企业决策和行为的机制是什么呢？我们可以把经济学的基本解释逻辑概括为效率机制。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决定消费者行为和组织行为的一个基本因果机制是效率机制。在生产领域里这一机制的意义是成本的最小化或产出的最大化（这两种表述在数学推理上是同一个道理）。

那么，效率机制是什么呢？经济学家的基本假设是，无论消费者还是组织，他们的行为都为追逐私利的动力所驱使。而达到这一目的的最佳途径就是提高效率，即用最少的投入获得最大的产出（或者在投入不变的情况下得到最大的产出，或者在产出一定的情况下使用最少的投入，这些表述讲的都是同一个道理）。效率实际上是测量分配资源有效性的一个标准。如果某种资源分配方案是自愿参与的各方都愿意接受而没有人愿意改变的话（即总体利益最大化），那么这种方案就是最有（帕雷托）效率的。因为经济学关心的是效率机制如何影响厂家的决定，所以微观经济学里有关“生产”的部分主要是关于生产成本的概念和讨论，比如总成本、平均成本、边际成本，等等。这些概念可以用来分析在什么样的情况下，组织应该增加或者减少产出。一个重要的经济学定理是，在充分竞争的市场条件下，厂家的产品供给应满足“边际的成本应该等于产品价格”这一最优化条件。

经济学家对于效率的概念通常在“应该怎样做”这个意义上使用。但是我们也可以使用“效率”机制来研究、解释实际生活中的组织现象。两位经济学家米尔格罗姆和罗伯兹（Paul Milgrom and John Roberts）在1992年出版的《经济学、组织和管理》一书中提出从经济学角度来研究组织现象，用效率机制作为实证的原则来分析、解释组织的各种行为。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提出了效率概念作为实证分析工具的一些特点。

第一，效率只是相对于那些参与决定的人而言。例如，如果现在只有两个人来考虑我们这个企业的利润最大化，只要这两个人能达成协议，能够实现他们两人之间利益的帕雷托最优，那么这就是经济学意义的有效率的方案，即效率只限于参加决策人的利益而言。如果其他人没有参与决策的过程，这个决定的效率可能没有反映他们的利益（这一点与经济学分析中的福利经济学分析、社会最优化［first best］概念不同）。

第二，效率因不同约束条件而变化。今天达成一个有效率的方案，如果明天有关这一方案的约束条件变化了，原来的方案可能就没有效率了。所以，一个方案是否有效率不是一成不变的。

第三，效率机制并不总是我们决定采纳什么样的方案的唯一标准。这是因为：首先，资源的分配可能有道德标准，而不总是为效率机制所左右。其次，资源的分配可能有很多有效率的方案。如何在这些方案中选择其一，经济学分析没有答案。

在了解了新古典经济学对组织的描述以后，我们回到组织发生学的一个基本问题上：我们为什么需要组织？从经济学意义上，组织是资本和劳动力的一种组合形式。那么，为什么我们不通过市场来实现这种组合，为什么一定要在正式组织结构中实现呢？

哈佛商学院的企业史专家钱德勒（Alfred Chandler）对这个问题提出了他的回答。他的两本很有影响的书都与这一问题有关：《有形的手》和《规模与范围》。他提出的两个立论也是经济学普遍接受的观点。第一，组织这一形式可以提高规模效率。经济学中的一个问题是规模报酬的递增（递减或不变）问题。当我们把投入的生产要素翻番时，如果我们的产出超过一番，这种情形就是规模报酬递增现象。通俗地讲，这是一个产出经过组织过程而大于投入的现象，如图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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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钱德勒思想图示

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呢？按照钱德勒的说法，这是因为有个规模效益问题，组织可以把很多资源更有效地组织起来，通过有效率的组织管理来达到提高效率的目的。在这一环节中，组织管理起到了“有形的手”这一重要作用。

第二，组织可以提高“范围经济”的效率。例如，一个罐头中间商购进大批量的某种食品，然后把它分装成小罐头发送给零售商。当这一中间商只包装一种罐头的时候，他需要一种机器包装分配。但如果他同时包装其他类型的罐头，他的机器就可能得到更为充分的利用，他积累的包装经验也可以用在新的包装工艺上。范围经济的意义就在于此——人们可以通过扩展生产服务的范围来提高效率。简言之，钱德勒的观点是，组织，特别是大型企业组织，可以通过内部的管理和生产组合产生更高的规模效率和范围效率。所以正式组织是提高规模效率或范围效率的一个重要手段。

钱德勒的观点代表了交易成本学派之前主流经济学的基本看法。为什么在一定的投入情况下会有更多的产出，或者说把投入转换成产出的机制是什么呢？钱德勒强调组织的中间环节（throughput）。钱德勒认为，在投入和产出之间起到重要作用的中间环节就是组织与管理。亚当·斯密讲市场是无形的手，通过价格协调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活动。但钱德勒认为，在现代资本主义大工业时期，“有形的手”起到了不可忽略的作用。这里有形的手就是组织管理。组织和管理产生了各种效益，包括规模效益和范围效益等。据此钱德勒提出了“管理资本主义”这一提法，强调管理在资本主义大生产中的重要作用。

讨论

钱德勒的回答似乎可以解释一些组织发生学的现象。但他的解释在另外一些问题上并不令人满意。第一，从这种模式出发，在同样的工艺条件、同样的市场条件下，所有的组织都在追求利益最大化、规模效率和范围效率的最大化，那么它们组织的结构和战略也应该十分类似。但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观察到的组织却不是这样的。比如说，做电脑的公司面对的市场都是一样的，但它们的内部组织可能非常不同。我们上面谈到通用汽车公司和丰田汽车公司内部结构的差异，也是钱德勒的理论不能解释的。

第二，一个更大的问题是，钱德勒的理论还是没有解释“我们为什么需要组织”这个问题。在充分市场的理想条件下，我们可以通过“思维试验”来说明，我们不需要正式组织也可以实现生产活动的最优化。举个例子来讲，假设没有交易成本的话，一个雇主每天到劳动力市场、管理人员市场、机械市场、资本市场等，去雇佣所需要的人和机器设备从事生产活动，也可以达到同样的规模效率和范围效率。

这正是科斯（Ronald Coase）提出的一个看似简单但意义深刻的问题：如果市场可以有效率地协调生产活动，我们为什么需要组织？如果我们从钱德勒的逻辑出发，只关心组织内部的生产活动，从生产成本的角度去考虑组织和市场关系的话，答案是正式企业组织是没有必要的；或者说我们需要的组织只是一个简单基本的技术组合。除此之外，我们不需要关心组织活动的其他方面。这正是长期以来经济学家对组织的基本看法：我们不需要关心组织，我们需要关心的是生产函数、技术函数、生产扩展线等技术条件。在这个框架里，没有社会人，没有组织结构，没有任何和社会有关系的问题。

我们为什么需要组织？交易成本学派从组织发生学角度上提出这个问题，这也是这一理论流派的核心问题，即在什么条件下市场与组织之间可以相互转换。下面我们讨论交易成本学派的基本思想。

交易成本学派的基本思想

科斯最早提出了有关交易成本的基本思想。但这一思想很长时间里被经济学家忽视。按科斯的说法，他写的两篇经典文章的引用率非常高，但得其真髓加以应用者却是寥若晨星。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两位经济学家阿尔钦和登姆塞茨也很早注意到类似的问题，发表了一系列有关的文章。这一领域中的另一个重要贡献者是威廉姆森（Oliver E. Williamson）。他在1975年发表了《市场与等级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新制度主义经济学的兴起。他在1985年发表的《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一书，提出了他的“交易成本学派”的基本理论框架。在1995年他出版了一个论文集，把那几年发表的论文收集在一起。

我们从事组织社会学研究的学者为什么要关心经济学提出的问题以及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呢？我们可以根据交易成本学派的研究工作来回答这个问题。

第一，经济学特别是交易成本学派最近25年来的许多研究成果与人们关心的组织现象、与组织社会学的研究课题有着密切关系。最近威廉姆森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同事们出版了一本书（Carroll and Teece，1999）纪念和庆祝威廉姆森《市场与等级制度》一书发表25周年。这本书中有几章总结了这25年以来威廉姆森的工作对经济学、组织学、管理学等领域的重要影响。其中一章介绍了25年以来在交易成本学派框架下的实证研究工作，列举了上百篇已发表的论文，可谓硕果累累。这些研究工作和社会学的传统课题互惠交融。

第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威廉姆森本人很积极地参与和社会学家的对话，一起讨论问题，一起在合编的著作中写文章。例如，他的文章出现在管理学的《行政科学季刊》和《经济社会学手册》中。他在自己的研究工作中对格兰诺维特等社会学家的工作也十分关注（参见Williamson，1994）。这种情况，在经济学中是不多见的。威廉姆森的博士论文在卡耐基-梅隆大学完成，受过西蒙等人的卡耐基-梅隆学派的影响。他的很多想法接近组织学中的行为科学和组织社会学的思路。我们在下面的讨论中可以看出，他对人们行为的假设与组织社会学的传统非常接近。

威廉姆森的理论框架

与新古典经济学传统相比，威廉姆森提出了不同的问题。在他看来，如果我们对人们的行为提出一些现实性的基本假设，就会发现有很多问题是市场框架不能解决的。从这里出发，他提出了组织发生学的问题和组织本身的重要性。下面我们先介绍一下他的基本概念和前提假设。

在1975年的《市场和等级制度》一书中，威廉姆森提出了一系列中心概念，作为他建构交易成本理论的基础。其中第一个是“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这一概念。威廉姆森在读研究生的时候，师从西蒙。西蒙提出的有限理性思想对他影响很大。有限理性是西蒙在20世纪50年代就提出来的，即人们信息加工的能力是有限的，人们试图按理性行事，但达到理性选择的能力是有限的。这一思想与经济学长期坚持的“充分理性”的假设大相径庭，对分析研究经济现象和组织现象有着重要意义。我们在第五讲中会集中讨论这一思路和研究状况。

第二个概念是不确定性（uncertainty）和复杂性。很多经济活动错综复杂，难以预料。在这种情况下，市场交易会产生很多困难。我们可以考虑一下通用汽车公司与费舍公司签订的购进汽车外壳的十年合同所面临的许多困难。通用汽车公司如何预测经济周期以及经济周期对其产品需求量的影响呢？显而易见，这里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我们可以考虑一个更为简单的例子。假设我要和雨伞的出租店签订一个合同，在下雨时租用雨伞。这里就涉及许多不确定因素。我需要知道下雨的概率，需要知道在什么地方能够拿到雨伞；如果雨伞损坏，应该怎样赔偿等。如此一来，一个很简单的经济交易，就成为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了。

第三个概念是人们行为的投机性倾向（opportunism）。这是经济学理性模式的一个逻辑结果：人们追求利益最大化。如果这一目标要求他策略性地使用信息（如欺骗顾客、隐瞒信息）和机会（如“骗了就跑”），他就会采取这种投机行为。

第四个概念是“小数现象”（small numbers）。在新古典经济学里，市场活动是个大数现象，即有很多人参与经济活动，在竞争中协调各自的行为。如果一家商店价格偏高，消费者就会到另外一家去买。市场中通过很多人参与经济交易活动，产生竞争价格，达到供给均衡状态。所以，市场大数现象就是充分竞争市场。但许多经济活动的形式是“小数现象”。以通用汽车公司和费舍公司关系为例。通用汽车公司在寻找合作伙伴时可能是一种市场关系，它可以在许多汽车外壳制造公司之间比较选择。但一旦通用公司和费舍公司达成协议之后，这两个公司之间就不是市场关系了，而是一种双边关系，是一种相互依赖的关系。费舍公司要依赖通用公司，它投入很多为通用汽车生产的专用设备；如果转而寻找其他合作伙伴，它的损失就非常大；反过来讲，通用汽车公司对费舍公司也有依赖。这样，这两个公司之间不再是市场关系，而是双边关系，只有两个或者很少数目的公司参与这种交易。这就是一个小数现象，已经不能通过市场机制加以治理。

这四个基本概念是威廉姆森在1975年的《市场和等级制度》一书中讨论交易成本学派思想时提出的基本行为假定。威廉姆森指出，如果我们单独看这些问题的时候，这些概念描述的现象都不会成为市场活动的障碍。举例来说，虽然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但在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条件下这并不是问题。经济学家哈耶克很早就提出一个有名的论断，在市场协调机制下，个人或厂家只需要关心自己的私利，只需要关心个人效用最大化，而不需要关心除此之外的其他信息。这些行为通过对市场价格的反应加以协调，达到均衡。市场协调的效率并不需要每个人都具有充分理性。

如果仅仅存在市场条件的不确定性或复杂性，这也不一定是问题。在不确定性、复杂性的条件下，如果我们具有充分理性，有足够的信息，我们可以通过制度安排，把不确定性、复杂性问题考虑进去。实际上计划经济的很多做法正是从这样一个思路出发的。经济学家对不确定性问题有很多研究，发展了一系列分析工具（包括概率论）将不确定性引入经济学的模式。

如果仅仅有行为投机性，也不会产生市场失败。我们知道，经济学最基本的假设是：人是自私的。投机行为只不过是利益最大化驱使下行为的另外一种描述而已。最后，小数现象本身也不是一个问题。第一，如果我们有充分的理性，可以估计到小数现象会产生怎样的后果的话，我们可以制定规则来解决小数现象带来的问题。第二，如果人们不投机的话，以诚相待，童叟无欺，那么这个小数现象也不会产生问题。

只有这些现象相互结合时才会产生市场失败的问题。威廉姆森的基本思想如图4所示。我们可以把这四个概念分为两组。有限理性和不确定性相结合，或者投机性和小数现象相结合时，才会导致信息阻滞问题，导致市场失败。在这些条件下，市场在解决这些问题时不如其他形式（例如等级组织形式）更有效率。因此，市场和组织之间不是一个孰优孰劣的问题，它们的优势和弱点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换言之，市场和组织是两种不同的经济形式，供人们选择使用。例如，一个企业是自己制造某种部件，还是从市场上购买？它的行为决定受到效率机制的影响。这里的效率要考虑到交易成本。我们不仅要考虑生产成本，更重要的是要考虑交易成本，或交易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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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威廉姆森思想图示

我们举一个例子说明威廉姆森的思想。投机行为为什么容易在一次性博弈（一次性的买卖）时产生呢？这是因为一次性博弈后双方不再交易，不再承担这次交易的任何后果。但如果双方的交易是在一个组织之内进行，这就是重复博弈的情形。如果人们在组织中采取投机行为，其行为后果就会有持续的影响。因此，组织可以更为有效地解决投机行为。另外，与市场相比，组织内部可以更好地解决有限理性和不确定性带来的问题。通用汽车公司和费舍公司之间的供货合同要考虑到许多因素：例如期限如何确定、成本怎么计算、价格怎么设定等。虽然这是十年的合同，但通用汽车公司的生产量需要随着市场而随时变化，这对合同的制订造成极大困难。如果两家公司通过市场做交易的话，这个合同会非常复杂，有着很高的不确定性，每次变化都需要重新讨价还价的谈判。但是如果两家公司合并，供货关系变成组织内部的协调问题，就比较容易解决这一系列问题，供求关系的调整通过行政命令就可以解决。所以威廉姆森提出，在这些条件下组织比市场更有效率。威廉姆森在1971年的一篇文章中就提出了这些基本思想。他在讨论垂直一体化这种现象时提出组织在很多条件下可以比市场更有效率地解决某一类问题，例如组织可以更好地克服投机行为和因小数现象而产生的交易困难。

威廉姆森的一个重要贡献是唤起了人们对市场和等级制度这两种组织制度之间关联转化的注意。科斯很早就提出了这个思想，即市场和组织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当通过组织实现某种交易成本过高时，人们就会离开组织，通过市场来达到目的，用市场形式来完成这种交易；反之，当市场交易成本过高时，人们会离开市场，把这种交易活动内在化，即变成组织内部的一个问题。市场和组织之间的选择随交易成本而变化，这就是交易成本学派的一个基本思想。具体说来，追逐交易成本最小化的效率规律决定了对经济活动的不同组织形式和行为的选择。不同的交易成本可以导致不同组织之间的合同关系，不同的交易成本可以导致不同的组织内部结构，不同的交易成本可以导致市场和组织之间，甚至不同组织之间的选择。因此，威廉姆森认为，组织间的关系、组织内部的结构过程、经济活动形式的选择，总而言之，组织内部或组织间的种种差异都可以从交易成本的高低、形式、特点来加以解释。

交易成本学派研究的课题和其组织分析的基本任务着眼于研究具体的交易成本，通过比较研究不同的组织形式和不同的治理结构（governance structure），来解释交易成本如何导致某种具体的组织行为、组织战略或组织形式。这一思路促成商学院中“战略决策”这一领域的出现。我们可以从这一角度重新认识为什么通用汽车公司和费舍公司最后采取了合并这一策略。这与双方合同的交易成本有重要关系：由于公司间合同的交易成本大于组织内部化的交易成本，合同的双方或其中一方有激励来采取这一策略。我们也可以从同样的角度来解释戴尔公司和IBM的合同关系。戴尔把售后服务推向市场，转给竞争对手IBM公司这一战略举措可以降低其自身经营售后服务的各种成本，集中发展自己的优势产品。

威廉姆森在1985年出版的《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一书中提出了一个成熟的交易成本理论的分析框架。他提出，交易成本的研究课题可以归纳成一个合同问题。下面我们讨论一下这一框架。首先，我们考虑一下合同关系和市场关系的不同之处。第一，市场是一个大数现象，而合同是双边关系，是一个小数现象。在签约之前各家公司之间可能是一种市场性的关系，但在签约之后合同双方变成一种非市场性的关系，至少不完全是市场关系。

第二，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如果我们在市场进行直接交易的话，即即时市场，双方的经济往来关系在一笔交易中发生，双方的关系随着交易的终止而结束。但合同双方通常有明显的信息不对称性。举个例子来讲，通用汽车公司和费舍公司签订十年合同，假设费舍公司在合同十年内发现一种新的技术可以大幅度降低成本。这就产生了经济学概念上的“租”，那么应该怎样分配随之而来的利益呢？费舍公司可能认为，因为我的公司提高了生产率，所以这“租”应该都归我拥有。如果在市场条件下，这种分配方案是很容易解决的。通用公司可以说，如果你不与我分享这个利润，我就去找其他厂家合作。所以，双方的利益分配可以通过市场机制解决。但是在合同框架下双方有信息不对称的特点。当费舍公司降低成本时，它可以不告诉通用公司。它甚至可能夸大它的成本，要求通用公司提高价格购买它的产品。因此，通用汽车公司要在制订合同时考虑这种情形，从而增加交易成本。

市场和合同的另一个区别是，市场关系是一种非人格化的经济关系。交易双方无须知道对方的身份。他们之间的关系随着即时买卖关系的结束而结束。但合同关系通常是长期的、持续的。在合同执行的过程中常常会产生经济关系之外的社会关系。

最近这几年来，在经济学上，合同这个概念被广泛应用，任何关系都可以描述为合同关系。组织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合同关系，签过正式合约的是正式的合约关系，没有签合约的也可能是一种隐性合约关系。如果我每天去一家企业采购原材料，尽管并没有签订正式合约，但这里已经有一个隐性的合同，双方都有共同的期待。这就可以在合同这个框架内研究双边关系问题。再比如说，组织内部管理者和雇员之间的关系也是一种合同关系。一个教师到清华工作以后，清华就不能随便把他开除了。大家到了工作岗位总是有一个期待，如果自己做得好就会得到报酬或提升。这就是一个隐性的合同。即时市场交易中我买你卖，买完结束，也是种合同关系，因为如果产品质量不好的话，我还可以回来找商家退赔。这意味着在市场运行背后有法律制度。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关系也可以从合约的角度去研究双方之间的承诺和应对行为。在这个合同的研究框架里，所谓交易成本就是涉及和执行合同的成本。

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的工具：几个重要的分析概念

我们在分析组织现象时通常把组织作为分析单位，讨论组织特点、结构，考虑组织怎样运行。但在交易成本学派看来，不是组织在决定这些特点，而是一项具体交易在决定这些特点。因此，一项交易是交易成本学派的基本分析单位。在这一框架中，组织不是基本的分析单位，个人也不是，因为组织或个人的决策因不同交易的成本而异。同样，制度也不是基本的分析单位，同一制度下可能有许多交易方式。即使是同样的一个组织，在不同的交易中，其交易的形式、特点也应该是不一样的，因此交易本身是分析的单位。我们要从交易成本理论角度来研究问题，需要建立一系列有关的分析概念和工具。

交易成本的种类

交易成本可以分为两大类：协调成本和激励成本。任何经济交往活动都需要协调。不同的经济活动、不同的协调方式有着不同的协调成本。例如，简单即时的市场交易的协调成本很低，而一个长期双边合同的协调成本很高。市场上寻找合作伙伴的搜寻成本可能很高，而在组织内部或稳定双边关系中进行交易的成本则可能较低。任何一种经济活动，不管是组织内或组织间的交易，都有一个协调成本问题。我们上一讲谈到通用汽车公司在公司内部长期雇佣数百个律师。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这里的协调成本。在一个汽车制造厂家中同时又有一个大的部门，即律师办公室或者类似的机构。生产部门和法律部门之间协调是需要成本的。通用公司由此产生的内部协调成本与它雇用一家外部的律师事务所产生的协调成本是不一样的。我们想想看，大学合并以后就出现一个协调成本的问题。在中国，一所医学院和一所综合型大学本来没什么关系，它们的性质不一样，并没有什么组织间交往，不需要协调。但一旦两个组织合并在一起，就出现了新的协调成本。所以，协调成本是个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

第二类交易成本是激励成本。经济交易常常是公司之间的双边往来关系，所以出现了信息的不对称、不完备等许多问题。假使交易双方的承诺是可靠的话，很多交易上的问题就不存在了。但因为双方都有投机行为的倾向，承诺是不可靠的，我们需要通过激励来使对方恪守诺言，也就是说要给对方一定的利益，使他们愿意按照我们的意图去行为。这就出现了激励成本。

信息的不完备和不对称导致激励成本。这里的道理是，由于信息的不对称性，合同各方可以利用隐蔽信息或隐蔽行为来牟取私利。由于合同的不完备性，人们的承诺也有着不完全性（imperfect commitment）。在这种条件下，组织必须花费“激励成本”使个人利益和组织目标一致。由于这些交易成本的存在，经济交易不可能达到最优，而只能达到次优。为了使激励有的放矢，组织必须花费昂贵成本来收集信息。例如，清华大学今年要雇一个教师，特别是刚刚博士毕业的青年教师，我们怎么去估计、预测这个人将来会不会成长为我们所期待的著名学者、学术带头人呢？我们需要花很大力气去分析各类申请，这是非常昂贵的成本。合同前选择合作伙伴需要收集信息；合同中为了克服要挟问题，还需要监督成本和制定契约的成本。

激励成本和协调成本有时是互为转化的。例如，通用汽车公司和费舍公司之间的合约，有着很高的协调成本，如果一方要降低对产品的需求量，需要花费时间讨论调整，而且执行本身也需要协调成本。但是，这种合同关系的激励成本不高。这是因为双方的利益通过市场机制来达到，无需对方特有的激励。但是，一旦通用汽车公司兼并费舍公司后，情况就变化了。兼并后两家公司同在一个科层制框架下，行政命令就可以决定生产量的调节变化，因此协调成本可以大大降低。但是，通用公司需要花费更大的激励成本来使原费舍公司的雇员的行为与通用公司的目标一致。同样的，通用汽车公司中雇用大量律师，这一方面降低了公司与外在律师事务所之间的协调成本，但同时又提高了公司内部生产部门与法律部门的协调成本。近年来，中国大学合并成风，从这个角度来看，这种合并后的协调成本和激励成本可能急剧上升。

测量交易成本的角度

我们刚才说交易本身是分析单位，因为交易不同而成本不一样，所以经济形式会不一样，那么我们怎样测量这些成本？经济学家围绕这个问题提出很多角度。在威廉姆森那里，他的理论的核心是资产的专用性问题。有些产品是标准产品，面对许许多多的客户。例如，一家公司生产标准型号的水泥。如果一个客户不买，它可以卖给其他顾客。但假设我的产品是专门为一家客户定做，需要为此进行专门的投资，需要购入新的设备，甚至需要雇用新的专业人员来生产这些产品，在这种条件下就产生了资产的专用性。这里的交易成本是非常大的。如果这家客户毁约不买我的产品，我的损失很难弥补。有些机器是为某种专门的用途而设计的，而有些机器有多种用途，可以调制成加工多种部件的设备。购入专门性机器的专用性成本非常高。知识的专用性也有同样的特点。一名员工进入一家公司以后，可能学的是只有在这家公司才有用的知识，例如特殊的计算机程序、特殊的报表结构。当他离开这家公司时，这些知识都没有用途了。这也是一个资产专用性的问题，是一种与个人和公司之间交易有关的成本费用。这些不同的交易成本应该在合同中体现出来。威廉姆森一个重要的思想是，因为有了资产的专用性，双方产生了依赖性，合同把双方捆绑在一起，因此合同双方不再是市场关系。在这种条件下，小数现象和投机行为成为突出的问题，对方要挟的危害性大大增加，交易关系变得非常脆弱。因此，交易成本的一个重要测量角度是产品的专用性。

其他测量交易成本的角度包括交易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即测量交易内容的品质表现的困难程度有多大。比如说一个大学教授的质量就很难确定，因为涉及很多方面。另外要考虑的因素有交易之间的连接性，一笔交易与另外一笔交易是否相互关联，如果相互关联，它们的交易代价就会相应增加。

威廉姆森的一个理论框架

威廉姆森在《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一书中集中讨论有限理性、投机行为和资产专用性这三个问题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将上述观点做了以下的归纳（Williamson，1985：31），见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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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图5中，“+”表示该问题存在，而“0”表示该问题不存在。这三种问题的不同结合导致了四种情形。在第一种情形中，如果存在投机行为和资产专用性问题，但理性是充分的，那么人们可以通过“计划设计”来解决这些问题。充分理性意味着我们可以预测问题，并知道如何解决这些问题。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可以通过计划，来考虑到所有问题，设计一个制度来解决这些问题。

第二种情形是，理性是有限的，资产专用性是存在的，但是没有投机行为。那么，人们可以依赖“承诺”来解决存在的问题。这是因为，虽然人们理性有限，而且存在资产专用性，即可能产生要挟问题，但是人们没有投机行为，因此承诺是可以信赖的。所以合同建立在承诺上就可以放心实施。

第三种情形是，理性是有限的，也有投机行为，但没有资产专用性问题。在这一情形下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即时市场，可以通过市场竞争来解决存在的问题。这正是新古典经济学研究的市场模式。在新古典经济学模式中，资产的专用性不是作为一个中心问题来研究的。

第四种情形是，在这三种问题都存在的情况下，威廉姆森提出要通过制度治理结构来解决存在的一系列问题。这就是交易成本学派要研究的问题了。我们用威廉姆森的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个思路。假设有一笔交易，这个交易可以有以下几种情形：第一，交易是通过价格来实现的；第二，这个交易可能有风险，也可能没有风险；第三，这个交易可能有防范措施，也可能没有防范措施。这个交易因为这些条件的变化，它的成本是不一样的。因此，这项交易的价格也会随之不同。参见图6，我们考虑一下这个交易的三种可能性。第一种可能性，A，没有风险。如果没有风险当然不需要什么防范措施，所以我们假设这个价格是P1
 。下面，我们考虑“有风险”的情况，即K＞0。当K＞0时，我们面临两种可能性，一是没有防范措施（S=0），二是有防范措施（S＞0）。在这两种情况下，如果P*
 表示有风险但没有防范措施情形下的价格，[image: ]
 代表有风险且有防范措施情况下的价格，那么，这三种价格，P1
 ，P*
 ，[image: ]
 ，应该有什么不同呢？P1
 应该最低，因为这种情形没有风险、不需要防范措施，因此交易成本最低。其次，[image: ]
 ，这是因为如果交易有风险但是没有防范措施，其交易成本（风险成本）大于有防范措施的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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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交易成本与价格关系

简言之，交易通过价格（P，P*
 ，[image: ]
 ）实现，而价格反映交易成本。交易可能有风险（K—风险，即交易本身的特点）和相应的防范措施（S—防范措施，即制度特点）。在A 点的交易没有风险，无需防范，价格为P1
 。在B点的交易有风险（[image: ]
 ）但没有防范措施，价格为 P*
 ＞ P1
 。在C点的交易有风险，亦有防范措施，价格为[image: ]
 。这个例子说明了交易成本学派的基本思想：①经济活动的形式为交易成本所决定；②制度（防范措施）对交易成本大小有着重要作用；③不同合同因交易风险和制度不同而不同。威廉姆森（2002）进一步提出“通过合同/私有秩序/统制”的角度来看待组织，将这一思路在更高的层次上加以扩展了。

小结

我们回头来看看“需要解释的组织现象”中的几个例子：为什么通用汽车公司和费舍公司合并为一？为什么戴尔和IBM这两个竞争对手要签订售后服务的合约？交易成本学派为我们分析、解释这些问题提出了一个思路。我们可以考虑不同的组织形式产生的不同交易成本。如果一个组织决定把一项业务放到组织内部（例如，大学决定自己提供后勤服务，而不是包租给市场上的服务公司），某些协调成本会相应增加，因为新的业务活动需要协调才能产生效率。但是这样做可能会降低其他成本，例如了解合同对方的信息成本、调整合同计划的成本，等等。另一方面，如果把这项业务放在市场上呢？我们可能降低了组织内部的协调成本，因为市场买卖关系需要的协调成本较低。但是，我们可能因此增加很多其他成本，例如，制订合同的成本、采取防范措施的成本，等等。交易成本学派的解释逻辑提出，交易成本的大小决定了我们采取哪种组织形式。我们在解释一个组织的具体行为时，需要分析具体的问题，考虑具体的交易成本。从这个意义上说，交易成本学派是一个非常具体实际的研究思路，有着丰富的实证意义。在威廉姆森的《市场与等级制度》一书出版25周年纪念的时候，舍兰斯基等（Shelanski and Klein，1999）在一篇回顾评论交易成本学派实证研究的文章中，引用了上百篇已发表的在这一学派框架中的实证研究文章，这在以理论研究为主流的经济学领域是颇为引人注目的。他们这样评论道：“交易成本经济学起初是对企业规模范围的一种解释，但现在它被用于研究广泛的经济现象，从垂直或平行合并、公司内部转让价格到公司财务、销售学、工作组织、长期商务关系、经营分店权、政府管制、跨国公司、公司城以及其他各种正式或非正式的合同关系。”（同上：89～90）

下面我简单做一个小结。威廉姆森的解释逻辑是什么呢？如果我们从一个抽象的角度来讲，他的解释逻辑与主流经济学是一样的，都是从效率的机制去解释经济行为和交易：为什么一个厂家会采取这样一种而不是另外一种经济形式，这是由效率机制决定的。新古典经济学关注的是生产成本最小化，而交易成本学派关心的是交易成本最小化。所以在这个程度上两者的解释逻辑是一样的，威廉姆森没有走出新古典经济学这个大的思路。但是交易成本学派提出了一系列新的问题、新的研究方向，为新古典经济学做了一个重要的补充。新古典经济学研究的是市场问题，而交易成本经济学研究的是市场与组织之间的相互转化问题、组织间双边关系、组织内部关系，等等。所以交易成本学派把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扩大了很多。在以往的经济学研究中，组织问题、组织内部关系、组织的双边关系不是中心问题，但在交易成本学派的框架里它们成为研究的主题，现在也成为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课题了。

当然威廉姆森的理论也受到了许多批评。他的理论框架的局限性我们以后还会做进一步讨论。这里我简单提一下经济学界的批评。波斯纳（Richard Posner，法律经济学的创始人）的批评最为不客气。他认为威廉姆森提出的问题都是以前经济学讲过的东西，威廉姆森没有新贡献。另外比较普遍的批评是说他的理论不严谨。例如，威廉姆森（Williamson，1975）有这样一段话：“集权是否有优势因一个团队中各成员间的相互依赖程度而异。几乎可以十分肯定地说，在一个工作关联紧密的团队中这种优势尤为突出。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道理。”马萨查克（Marschak，1987）评论道：“对于从事正式理论的经济学家来说，这根本不是显而易见的。我们需要给出五六个定义以后才会明白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在以上的讨论中，希望大家能够关注这些问题：第一，交易成本学派的解释逻辑是什么；第二，交易成本学派比新古典经济学在研究组织现象上前进了多少；第三，交易成本学派是怎样提出并研究问题的。

经济学关于组织研究的新近动向

在这一节中，我们介绍经济学近年来在组织研究领域中一些引人注目的发展。20世纪70年代以来经济学研究有三个动向引起经济学在组织研究领域的重要进展。一个进展是我们上面谈到的交易成本学派的出现。这一学派在思路上提出很多新的问题，把经济学的注意力从市场引到组织现象，发展起市场制度和组织制度之间以及各种组织制度之间的比较分析。第二个重要变化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信息经济学的出现。信息经济学对新古典经济学范式提出很多新的问题。信息经济学的重要代表人物斯蒂格勒兹（Stiglitz，1987）对新古典经济学的几个基本定理（如供需均衡定理）都提出了质疑。信息经济学提出的问题推动了经济学对信息不对称和不确定条件下经济活动的研究。第三个重要发展是博弈论的出现。博弈论的中心问题是研究个人（或组织）间互动的过程和模式。博弈论框架中的行动者不再是没有个性身份的理性人，而是有着历史、个性的社会人。这一框架为研究具体的社会互动（例如经理和雇员之间关系、企业间关系）提供了经济分析工具。近年来许多传统的经济学课题都在博弈论的框架下得到重新解说，在微观经济学和工业经济学这两个领域尤为突出。经济学的这些发展推动了经济学家对组织现象（组织间关系、组织内部关系）的关注。在这一研究过程中，经济学家引进了许多社会学的传统概念和机制，为经济学和社会学的对话打下了基础。

“旧车市场”的例子

我们通过几个具体的研究工作来讨论这些经济学研究方向对组织研究的影响。第一个例子是1970年阿克罗夫（G.Akerlof）对“旧车市场”现象的分析。这篇文章是开创信息经济学的经典之作。新古典经济学是关于市场运作的经济理论，在此基础上推论出的福利经济学两大定理的基本结论是，在特定的一组条件下，市场比任何其他经济形式的资源配置都更为有效率。但是阿克罗夫以“旧车市场”为例指出了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市场运行的脆弱性，提出了“市场失败”的一个道理。

我们来看看一个“旧车市场”是怎样运作的。假定市场上有两类旧车，一类是高质量旧车，卖6000元，另一类是低质量旧车，卖2000元，两类车在市场上各占一半。我们假定只有一个买主和一个卖主。我们考虑以下三种情形。

在第一种情形下，假定市场有充分信息，即双方都知道每辆车的质量。这是充分竞争性市场的基本条件。在这种情况下交易很简单，就是按质论价，价值6000元的车卖6000元，价值2000元的车卖2000元。

在第二种情形下，假定信息不充分但对称分布，即买主和卖主都不知道每辆车质量的信息，但知道优劣车类型的概率分布，即上面所说的两类旧车的质量的概率分布和每类车的平均价格。这就出现了经济学所讲的“不确定性”（uncertainty）问题。在这种情况下还能不能交易？回答是肯定的。我们可以按照概率计算出每辆车的期待价值，即期待价值（EV）=6000×1/2+2000×1/2=4000。如果买卖双方按照期待价值（4000元）来成交，那么在总体上经济交换的结果与第一种情形是一样的。所以不充分的信息是可以在新古典经济学的框架中通过引进概率统计的手段来解决的。

在第三种情形下，我们假定买卖双方的信息是不对称的，即买卖双方中有一方拥有“私人信息”，他知道的信息比对方多。“旧车市场”的特点是，卖主使用过这辆旧车，知道它的质量信息，但是买主不知道这一信息，只知道优劣车类型和它们的概率分布。在这一条件下，市场运行就出现问题了。我们考虑以下三种情况：第一，如果卖主出价6000元，买主根据概率计算的期待价格是4000元，在没有进一步信息的条件下，他会拒绝出价6000元，所以不能成交。第二，如果卖主出价4000元，根据经济学关于自私人的假设，买主推断卖主肯定不会把6000元的车按4000元卖给自己，所以他卖的只能是价值2000元的车。这样也不会成交。第三，只有当卖主出价2000元，买主才会觉得货真价实，不会上当受骗才会成交。但这种情况意味着高质量（价值6000元）的车就会无人问津。按照经济学的道理，商品要交给给予它价值最大的人使用。如果高质量的车以4000元的平均价格都卖不了，卖主就会决定自己使用。这样，高质量的产品会退出市场。阿克罗夫这一研究的结论是，信息不对称的结果是高质量产品的市场不存在，或者高质量产品的供给低于需求。在这里，不充分信息或不完备信息不会导致这样的问题，而信息不对称性是问题关键所在。我们可以从这一角度分析许多组织现象。组织在解决信息不对称产生的问题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这是经济学家关注组织现象的原因之一，这也是组织研究的社会学家应该关心经济学家研究的原因所在。

一个合同的理论框架

现在我们提出一个讨论信息问题的框架，即一个有关合同（Contract）的理论框架问题。这个框架是阿罗在1985年提出的。他建议把由于不对称信息产生的问题分为两类，一种是合同前的信息问题，一种是合同后的信息问题。我们可以把这一思路用图7的框架来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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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阿罗的不对称信息思路框架

这个框架把人们的经济活动和由于信息而产生的问题按合同的阶段分成两大类。在合同前，经济活动的主要内容是选择合作的伙伴。这一阶段主要由市场机制决定。在这一阶段产生的信息问题主要是“隐蔽信息”问题，即合同双方隐蔽各自私有信息以及“逆向选择”问题。在签订合同后，双方的关系主要是组织内部的协调关系，受到组织内部机制的制约。这一阶段的信息问题是“隐蔽行为”问题，可以用“道德风险”这一概念来表述。这就是信息经济学的基本框架。下面我具体谈一下“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这两大类问题。

逆向选择

什么是“逆向选择”？这个概念是指在合约的双方中一方拥有私有信息来达到自己的私利，而对合约另一方的利益带来不利影响。这种由信息不对称而引起的投机行为所产生的问题即合同前的逆向选择问题。我们举几个例子说明。我们刚才讲的“旧车市场”是很典型的逆向选择的问题。卖主拥有关于旧车质量的私有信息，他可以利用私有信息采取损害买主利益的行为，例如把低质量的车说成是高质量的车。为什么说是“逆向选择”呢？因为这种做法会导致高质量的车退出市场，本来双方有利可图、可以成交的交易，由于信息的不对称性而不能实现。另外一个很典型的逆向选择例子是劳动力市场上的求职问题。比如一个大学录取教师。如果北大的研究生留在北大本系，清华的研究生留在清华本系，这里的不对称信息问题不太严重。因为在校期间系里的老师对学生已经很了解。但当这些研究生毕业要到其他学校求职，申请过程中的信息问题就十分严重了。因为学生了解自己的信息比所申请的学校要多得多。这里就出现了利用“私有信息”达到自己目的的可能性。而对方也知道信息不对称性的问题，因此对研究生自己提供的信息持怀疑态度。

上面我们谈到的戴尔公司和IBM的合约也有同样的问题。戴尔公司知道它过去实施售后服务的成本是多少，知道自己公司为提高质量所做的努力，这些是戴尔单方面的信息。但是IBM也有自己的私有信息，它知道自己的服务网络、自己的售后服务的成本和技术能力。双方都力图利用自己的私有信息来达成对自己有利的合同，而对对方提出的条件或信息表示怀疑。这样，本来对双方都有利可图的交易，可能由于这种信息的不对称性而无法达成。我们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经济学家过去告诉我们，这个问题可以通过市场解决。戴尔公司在考虑选择哪家公司来承担售后服务的时候，可以看看市场上现在提供此类服务的企业的业绩和价格条件等。但是，不对称信息的根本特点就在于它不能通过市场得到所需要的信息。市场信息是共享的，是公开的，你能拿到，别人也能拿到，所以一定是对称的信息。但是在“小数现象”（即只有几个公司可供选择，或者已经建立双边关系）的条件下，一家公司可以隐瞒自己的私有信息（例如自己的技术力量薄弱），而市场不能提供对称的信息。那么，我们应该如何解决这类问题呢？

组织对策 很多的合同设计、组织设计都是和解决这些问题有关的。举例来讲，清华大学要雇用一个教员，我们怎样在合同框架内解决信息不对称的困难呢？一种做法是在合同中设置一个试用期，给雇员一段时间表现他的能力和业绩，以便了解他可能隐瞒的信息。实际上，美国大学制度中在提升终身教授前的制度安排（tenure track）和期限（通常六年），让助理教授充分表现自己的学术能力，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这一问题。另外一种解决方式是组织内部和组织间关系的“关系合同模式”（relational contract）。在以往古典模式的合同中，合同双方对交易过程的各种情况都规定清楚，例如购货合同会将尺寸、规格、数量、价格都规定好。但是，这种完全性的合同是很难做到的。而关系合同则不同，它对交易的具体细节并不一一规定清楚，而是双方先搭个“治理”的框架，把权力关系规定清楚。也就是说，一旦合同出现问题，双方通过这个规定的权力结构来解决。例如，我们的雇员合同大多是这样的关系合同。当我们签约时，合同上并没有把我们应该做的事情一一规定清楚。但是，一旦我们进入组织，我们的工作可能随着自己的表现和组织的需要而不断调整。在关系合同中，一旦隐蔽信息被发现，合同双方可以随之对双方关系加以调整。假如一个不称职的教员被大学录用，当我们发现他的问题后可以通过关系合同规定的权力加以处理（调换工作、解聘等）。

第二种做法是隐性合同，即社会规范、专业化准则等不成文的但众所周知的制度。举例来说，IBM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很长时间里采取了终身制的隐性合同。只要雇员进入IBM就会被终身雇用。这一制度虽没有明确地写在合同里，却长期如此实行，成为一种被广为接受的社会期待。这就是隐性制度。许多组织制度都是建筑在隐性合同之上的。美国大学雇用教师时的合同很简单，通常只有开始工作的时间和开始的工资额等基本条件。但是，大学和教师之间的许多关系，包括上面谈到的种种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是一个简单的合同所无法解决的。在这里，隐性合同就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实际上，一个大学教授的行为准则、基本工作环境、权利和责任以及晋升标准在整个教育界都有着众所周知的标准。一个教授或大学的行为都受到这些规范的约束。例如终身教授的评比过程和标准在不同学校中大同小异。如果一所大学违反了这些基本规则，违反了这些隐性合同，就会遇到很大麻烦。另外，企业文化也是隐性合同。企业文化就是社会规范、行为准则，约束了组织成员的行为。所以，隐性合同从另外一个角度解决了组织和个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人们可以通过组织设计或组织制度来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当我们进入组织后，人们之间的互动关系由即时市场的关系变成重复博弈的关系，很多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就可以解决。我们看到，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形下旧车市场之所以能够存在，是因为车行这一组织制度可以有效地克服或缓和这些问题。例如，稳定的旧车专卖公司有着它过去表现的市场记录，受到信誉制度的约束。如果它欺骗了顾客，广而传之，它今后的市场交易就会受到影响。因此，在重复博弈的制度结构下，许多在即时市场上难以进行的交易活动就可以存在下去了。我们经常看到路边的小商小贩的交易活动。这里的危险是，这种交易情形下的信息不对称性会导致小商小贩的投机行为。你买了他的东西，如果质量不好去找他，他已经逃之夭夭。但是，如果给他们在市场设立一个固定摊位，他的行为就会不一样了。他知道下次还要在这里卖东西，一次性欺骗会把顾客赶跑，造成更大的损失。这样，组织设计把一个即时市场变成一个重复市场，大大缓解了逆向选择产生的许多问题。

道德风险

“道德风险”这一概念涉及的是合同签订以后产生的问题。所谓道德风险是指在合同签订以后，合同的一方拥有私有信息，其行为又不能被另一方在不付出代价的情况下观测到。在这种情形下，他可以采取投机行为损害对方而获得私利。举例来说，我们的汽车如果有保险的话，我们开车可能就不那么小心了，反正出了事故有保险公司负责赔偿。而保险公司不能观察到你的隐蔽行为而加以惩罚。戴尔公司和IBM签订的售后服务合同也有类似的问题。在合同执行过程中，IBM很有可能会发明一种新技术来降低售后服务的成本。例如IBM可以直接通过互联网进入顾客的电脑里去诊断、处理一些故障，并不需要派人上门服务，这就大大降低了成本。但是由此产生的利润应该怎么分配呢？在市场条件下，这个利润应该是双方分享的。但IBM的这一行为可以是隐蔽的，戴尔公司可能无法知道。同样地，戴尔可能有着类似的隐蔽行为：因为已经签订售后服务的合同，戴尔公司可能放松电脑生产过程中的质量管理，增加售后服务的成本。这些问题在充分市场的条件下是不会出现的，充分市场上企业间的竞争可以有效地约束这些投机行为；在充分理性的条件下也不会出现，因为人们可以预测到这些问题而采取相应的措施。但是，双边合同意味着这种组织间关系已经不再是充分市场关系，而有限理性和隐蔽行为意味着组织面临着道德风险的问题。实际上，道德风险问题是个信息问题，是在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产生的问题。这一领域中的许多研究是围绕经济学提出的委托—代理模式展开的。如果我们简单地概括一下这个领域研究的状况，可以用这样一句话来表述：所有的问题都是合同的问题，所有的合同问题都是委托—代理问题，所有的委托—代理问题都是激励的问题。

什么是委托—代理问题呢？先看组织内部，比如一家股份公司的权力结构，如图8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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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股份公司的权力结构

这是一个典型的公司组织结构。在这里，股东和董事会之间是委托—代理关系，即股东委托董事会来代理自己的利益。而董事会和高级经理之间、高级经理和中层管理人员之间、中层管理人员和雇员之间也都是委托—代理关系。按照经济学的思路来讲，许多领域中的关系都可以从委托—代理这一模式来分析。老师和学生之间是一种委托—代理关系，组织之间也是委托—代理关系，戴尔公司和IBM的售后服务合同关系中，戴尔是委托方，IBM是代理方。企业内部的雇佣关系也是委托—代理关系。委托—代理关系中最大的问题是信息不对称问题和由此引起的隐蔽行为的问题。委托方一旦将事务委托给代理方，他对代理方的很多行为是不能观察的。在2002年宣布破产的美国安然公司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许许多多的股东买了安然公司的股票，委托董事会或者高级经理代为管理经营。但是，安然公司的高级经理层为了自己的利益在财务报告上做了很多手脚。因为信息不对称，股东不可能知道经营者的实际表现。在公司倒闭之前不久，这家公司的经理层还在宣扬公司业绩多么好，鼓励大家购买公司股票。但是公司突然宣布倒闭，许多雇员一夜间就失业了，股票成为废纸。这是很典型的委托—代理导致的失误。

几年以前，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家普伦德加斯特（Canice Prendergast）从委托—代理的角度对组织中产生“应声虫”（yes man）这类人的现象提出了一个解释。我们假设这样一个情形：一个雇员在他的经理领导下寻找一个最佳的设计方案。这是一个典型的委托—代理模式。在选择方案的过程中，雇员知道的信息要多于经理，因为他是专门在这个领域中做研究工作的。但是这个雇员既知道哪个方案最好，同时也知道经理的偏好。如果雇员认为最佳的方案与经理偏爱的方案不同，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形呢？如果信息对称，雇员是可以说服经理采取最佳方案的。但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他通常没有办法在较短的时间内向经理证明自己提出的方案是最好的，这是因为一个方案的实施需要一段时间（例如超过一年），而经理对雇员的评估却是短期内就付诸实施的（例如每年一次）。如果雇员选择的方案与经理偏爱的方案不一致，雇员坚持自己所认定的最佳方案，又不能证明这个方案更好，就面临被经理误认为没有能力或动机不良的风险。在这个时候，雇员们考虑到个人利益，就会按照经理的意图和偏好来提出选择。这就会产生雇员的隐蔽行为，“应声虫”现象由此而生，即揣摩上司的意图行事，经理怎么说，他就怎么做。

组织对策 从这个角度来看，产生道德风险的根源是信息问题。但是，如果仅仅是信息不对称，而大家都诚实无欺、共享信息的话，这也不是问题。道德风险的另外一个重要的假设在于，人是自私的，即委托人和代理人的利益是不一样的。所以道德风险的渊源在于信息不对称和利益不同。组织设计要解决这个问题，一种途径是增强“监督”的力度来解决隐蔽行为。如果我们把容易产生隐蔽行为的领域测量得非常严谨，那么隐蔽行为的范围就会缩小，“隐蔽行为”被抓获的机会就会提高，隐蔽行为的成本就会大大增加。所以很多组织都花费相当多的人力物力去做员工业绩的测量工作。例如，生产指标、上下班制度、工作考核以及各种纪检机构等都是监督成本。监督要解决的问题就是隐蔽行为导致道德风险的问题。生活中有些看起来不太合理的做法都可以从这里加以解释。比如许多大学衡量教师学术水平的标准是发表论文数量，这一做法无疑诱导了粗制滥造的行为。但是，量化指标的好处在于非常清楚，一是一，二是二，计算起来很容易，便于降低监督成本。如果要一个组织来评价这些论文的质量，成本是很高的。

克服道德风险的另一个机制是组织设计的激励机制。许多信息经济学的研究都在这个领域做文章，已经发展出了一整套理论框架；我们会在第六讲中进一步讨论这个课题。例如，激励机制［激励合同（incentive contract）］应该考虑效用结构和信息结构，同时考虑个人加入合同的激励和进入合同后的激励兼容性问题。“加入合同的激励”是指要给对方足够的激励才能使个人愿意加入到一个具体合同里面来，愿意与你达成合同。换句话说，合同应该使双方都有利可图。在合同双方委托人与代理人的关系中，代理人拥有更多的信息，可能会产生隐蔽行为，而委托人又不能直接观察到或者要花费一定的代价才能观察到这些隐蔽行为。因此，激励兼容性是指代理人得到一定的激励使得他愿意将私有信息与大家分享，或者不采取隐蔽行为，使得委托人与代理人的利益和目标一致。很多公司采取员工持股的做法就是使得雇员的利益和公司的利益一致。

我们总结一下以上讨论的主要思想。第一，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需要花费一定的成本，例如相应的激励成本。在不对称信息条件下，市场机制不能无代价地克服由此带来的问题。这样人们不可能达到完全竞争市场上的最优化。在这个框架里讨论问题的经济学模式从传统的“最优”模式变为次优模式（second best）。第二，我们可以看到，以上讲的信息的问题归根到底是组织的问题，是一个合同设计的问题，这是经济学近年来对组织现象和组织领域感兴趣的原因。第三，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也谈激励的问题，但常常只是从一个很窄的角度讲个人的积极性问题。在我们以上的讨论中，激励问题不是一个简单的团队精神的问题，而是一个普遍的、举足轻重的组织现象和组织问题。经济学对组织和信息不对称问题的关注大大拓宽了经济学的领域，涉及日常生活和社会学领域中的许多课题。

社会习俗的建立：一个博弈论角度的讨论

下面我们讨论一下英国经济学家萨格登（Sugden）关于共生秩序产生渊源的一篇文章。我选择这篇文章一方面是它浅显易懂，我们可以了解经济学家是怎样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模式化问题的。第二，这篇文章涉及博弈论的问题，使用了博弈论一个简单的模型。博弈论是经济学发展的第三个大的动向，我们可以借此机会作一介绍。第三，这篇文章还提出了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这就是社会学家非常关心的社会规则的渊源问题，这和我们以后要讨论的制度问题有很大关系。

我们首先把问题定义清楚。萨格登是用一个故事提出他的问题的。这个故事的背景是，在一条河的水面上常有漂木游过。居住在附近的人们会下河捞起这些漂木拿回家去。这里的问题是，人们怎样界定这些漂木的所有权？这些规则是怎么建立起来的？在这个故事里，所有权的规则是这样的：只要你先到，占了一块岸地，把漂木捞上来后堆在一起，在上面放两块石头，这些漂木就是你的了，别人不能占有。但是如果你打捞的漂木在两个涨潮之间还不拿走，那么你就失去了所有权，任何人都可以取走这些漂木。这是一个很简明了的规则，即“先来后到”（first-on）规则。这个规则是怎么建立起来的呢？大家知道，我们日常生活中有很多规则，它们都是制度的一部分，或者是制度的初级形态。一种解释是说制度是设计出来的，人们通过设计制度来解决日常生活中出现的需要协调的诸多问题。但是，哈耶克很早就提出了“共生秩序”（spontaneous order）的观点，即制度作为一种约定俗成的规则不是设计出来的，而是大家在同时进行经济交易时不约而同产生的规则。从这个观点看，市场制度本身就是自发产生的。过去古典经济学没有关心这个问题，只是把它当做一个前提条件来研究市场运作。现在制度经济学和制度社会学关心的问题是这些制度是怎么产生的。如果说制度（至少有些制度）不是设计的，那么它是怎么共生的，是怎样在大家同时行为的情况下产生的？我们来看看萨格登是怎么解决问题的。他的做法是按照经济学的基本思路首先把这个问题模式化，在这个模式化的框架里寻找“最佳解”，从最佳解中发现制度产生的渊源机制。他用了博弈论中一个“胆小鬼”博弈模型（The game of chicken）（见表1）。

表1 “胆小鬼”博弈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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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弈论模式化有三个基本要素：第一，参与者是什么人；第二，参与者面临或拥有的策略的集合是什么，即有哪些可以选择的策略；第三，进行这些选择后的收益（payoff）。“胆小鬼”模型的基本结构是关于两人的互动。这个模式描述的情形是两个青少年在同一车道里对开赛车，看谁最后害怕了，扭转方向盘躲开对方。如果双方一直对着开的话，双方都得撞死。如果一个人在中途变了方向，他就是胆小鬼，而不改变方向的一方就是英雄。在这个博弈中，有两个参与者（A，B）。每个人有两个选择，一个是冲（方向不变），一个是让（扭转方向盘）。我们下面考虑他们的收益，按照惯例，括号里的第一个数字代表A的收益，第二个数字代表B的收益。如果两个人都选择冲，两人都会撞死，是两败俱伤，收益是最低的，记为（-1，-1）。如果两个人都选择让，两个人就都是胆小鬼，但收益不是最低的，至少没有撞死，所以收益记为（0.5，0.5）。如果A选择冲，B选择让，那么A就是英雄，而B是胆小鬼，收益记为（1，0）。反之，如果B 选择冲，而A选择让，那么得分情况计为（0，1）。从这三个要素入手，我们已经把这个博弈描述出来了。下面我们关心的是信息结构。在这个博弈中，信息是对称的，即双方都知道上表中的策略选择和相应的收益分配。博弈论中另一个重要因素是时间顺序。在这个博弈中没有时间先后，两个人是同时出发采取行动的。

这个博弈模式把我们关心的问题描述出来了，把一个双方互动的问题加以模式化。我们现在考虑这一模式的解是什么，然后再考虑它对解释共生秩序的意义。依照“纳什均衡”（Nash equilibrium）的概念，我们可以通过“严格排除劣战略”方法找到两个解：①如果A选择让，B的最佳选择是冲；②如果A选择冲，B的最佳选择是让。这两个解都是“纳什均衡点”。在考虑“混合策略”时，我们还可以找到第三个解。这种情况比较复杂，我们在这里不考虑。

这两个解告诉我们：第一，在解决漂木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有不止一个的最佳方案，我们在两者间应怎么选择其一呢？第二，因为这两个解都是最优化的，我们在其中选择这个解或那个解时不需要理性，不需要人为地去设计。我们首先考虑一下表1左上角的（让，让）策略。这两个人有没有可能都选择“让”的策略呢？如果这两个人可以事先交流的话，这个选择是可能的。但这两个人不能事先交流，这个博弈模式把这个可能性排除了。这是因为，如果A知道B要选择让，那么A当然也可以选择让，但他最好的策略是选择冲，这样得利更多，反之亦然；所以（让，让）是一个不稳定的选择。我们再来看A让B冲和A冲B让这两个解，这里的道理很简单。第一，如果一个人冲，另一个人让，双方都有最佳好处。也就是说，两个人只要选择不同的策略就会双方都有好处，就是一个可取的策略。至于谁选择什么策略，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两个人不要都采取同一种策略。所以有两个均衡点。现在的问题是，在多个均衡点的可能性下，我们应该怎么选择呢？什么机制能让他们做出一个合理的选择呢？第一，我们考虑一下在市场条件下能不能解决这一选择。在市场中，人是没有任何面目、没有任何个性的虚拟人，在这种情况下双方很难在这两个均衡点之间选择：我无法知道对方是让还是冲。如果这两个人可以相互猜测对方的行为，那么他们之间就需要某种信号。在这里，一个人的身份（identity）可以作为信号，用来判断对方可能采取的策略。其实在实际生活中，解决这个博弈很简单，孩子们从小在一起玩，大家都知道谁胆大，谁胆小，因此在这个博弈中也会采取相应的策略，胆大的一方采取“冲”策略，而胆小的一方采取“让”的策略。身份本身可以给参加博弈的两个人提供信号，知道对方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如果我们事先知道这个人的身份（即我们的对手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们就知道什么是最佳的策略。囚犯博弈也是一个类似的情形。如果这个博弈中的两个人提前知道对方不会出卖自己，那么他们也不会出卖另一方。那就是一个双赢的结果。但在没有信号的情况下，双方无法信任对方，只能采取“无知”条件下的最佳策略，结果是两败俱伤。

萨格登在这里提出的基本观点是，这个博弈的解不在于这个博弈内部本身，而是在这个博弈之外有某种因素在起作用，这就是我们讲的“身份”的信号作用。我们的身份帮助我们做出了选择。这个博弈的意义在于：①有效率的、实用的规则可能不是唯一的，而是有多个；②这不是一个理性选择的过程，因为这两个方案都一样得好，理性选择在这里不起作用；③人们的选择过程可能运用非经济的、社会的机制，“身份”就是社会机制。

推而广之，如果说一个社会可能有各种各样的习俗或制度产生的话，为什么只有一些制度被我们使用并保存下来了，而其他制度被自然而然地淘汰了？这些保存或者淘汰的机制是什么呢？这是萨格登在这篇文章中要回答的问题。第一，他认为这些保存或者淘汰的机制在很多情况下和理性没有关系。第二，他提出了“类比”机制。也就是说，如果某种制度能够在自然或日常生活中找到令人信服的“类比”，那么这种制度就有很大可能得到采纳。回到上面说的漂木所有权的例子上，“先来后到”的规则在日常生活中有许多的“类比”，因此这个规则比其他规则（力气大者强占）更为容易得到采纳。值得一提的是萨格登是经济学家，但他在这里讲的是一个社会学道理，而且他讲的这个道理在很大程度上和人类学家玛丽·道格拉斯讲的社会制度是一个道理。他们两个人都提出了“类比”的机制在人们选择中的重要性，而且这两位学者都是从哲学家休谟那里得到这一基本思路的。我们在下一讲讨论制度学派时会对玛丽·道格拉斯的思路做进一步的介绍。

小结

我们把经济学对组织研究的贡献和最近的演变做一个小结。我们首先看一看两位学者对经济学研究的批评。赫希曼（Albert O. Hirschman）是一位非常重要的思想家，他虽然是个经济学家，但在新古典经济学的主流之外。他的著述不多，但都很有分量。他在早年提出的有关发展经济学的理论至今仍有非常大的影响，也颇有争议。赫希曼（Hirschman，1992）提出，经济学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简练化，把很多现象都变成非常简单的问题来讨论。但他提出，我们不妨把问题看得复杂点，重新考虑一下这些问题的意义。他提出从三个角度去把问题复杂化：第一，经济学假设人们的偏好或爱好是不变的。那么，我们设想一下，人们是否有能力去反思，去发展新的爱好。比如人们有追求财富的爱好，但是到了一定阶段后，就会有其他的追求。人们这种反思的能力和动物追求功利的冲动是不一样的。经济学把人假设为非常功利性的，只追求某种偏好。我们如果把这个问题复杂化一点，设想人们可以反思，那么经济学的传统分析模式就会出现很多难以自圆其说的问题。

第二，经济学假设人们的行为是追求私利的。我们以上的讨论也是在这个框架中进行的，即人们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会利用这些信息追求自己的私利。这个说法不是没有道理，但人类所有的行为并非都是工具性行为，都会追求私利。赫希曼写过一部书Shifting Involvement
 ，他在书中提出人们有两种不同的行为：人们有时候会追求私利，但有时候会志愿参加一些公益活动或其他集体活动。在这个意义上讲，人们的行为不总是私利的或工具性的。这也是经济学的假设把问题太简单化的一个方面。

第三，很多社会产品不是商品。商品的特点是越用越少，越少越贵。经济学的一个前提是资源是稀有的，而且越用越少。但赫希曼提出，实际上有很多产品或者社会现象不具商品这种特性。比如信任可以说是个产品，是个社会现象。可是信任这个社会现象有一个特点恰恰和一般商品是不一样的：你使用信任越多，你得到的信任就越多。这与经济学的许多解释是不一样的。爱心（Love）也有同样的特点：人们付出的爱心越多，得到的回报也会越多。

赫希曼的基本思想是，经济学的研究思路和模式化简化了许多问题，由此人们可以很深入地讨论这些问题，也可以深入把握某种基本的关联。但这里的潜在危险是，这个简化的过程也可能取消了很多很有趣的问题，使得我们对一些更为重要的问题视而不见。我们需要认真考虑经济学研究在多大程度上解决了哪些问题，在多大程度上忽略了哪些问题。

另外一个学者是政治学家埃尔斯特（Jon Elster），他现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是个非常有思想的学者。他谙熟经济学，认为经济学有很多可借鉴之处，但他对经济学也提出了许多批评。他在《社会凝聚力》一书中讨论了为什么许多问题靠经济机制无法解决，而需要通过社会规范来解决。他认为经济学的基本前提是人们追求私利，而社会学强调的恰恰是社会规范对人的约束。经济学是让人往前看，行为受未来利益所驱使。而社会学要求人们往后看，强调过去产生的社会规范约束人们的行为。所以这两个思路提出了分析问题的不同角度，从而可能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下面这个例子说明了这种情形（见图9）。

[image: ]


图9 扩展型博弈

这个例子在博弈论中是一个扩展型博弈（Extended Game），这种表达形式有利于表述时间序列的先后。我们在“胆小鬼”博弈中使用的表达形式称为“标准型”（Normal Game）。我们说过，博弈模式化有三个要素：第一是参与者。在这个博弈中有两个参与者：I和II。博弈论的第二个要素是每个参与者面临的选择。在第一步，第一个参与者有两个选择。如果他选择了左方的（2，2），就没有任何延伸了，这个博弈到这里就结束了。双方各得益2。他也可以选择右方，那么下一步是第二个参与者做选择。第二个参与者面临的是这样两个选择（3，1）或（0，0）。博弈的第三个要素是每个选择得到的收益。我们在图9中的括号中给出了每个选择的收益。所以图9已经给出了这个博弈的三个基本要素。在这个博弈中信息是充分的，即双方都知道这些选择和收益。这个博弈是有时间序列的。第一步是第一个参与者先做个选择，第二步是第二个参与者做个选择，然后这个博弈就结束了。问题在于，第一个参与者会做什么样的选择？如果I选择左方，双方各得2，博弈结束。如果I选择右方，他让第二个参与者来做选择。这时，II面临两个选择：左方（3，1）意味着I获益为3，II获益为1；右方选择（0，0）意味着双方获益均为0。I在决定他在第一步的选择时对II的下一步选择有一个理性的预期：如果II面临这两个选择，那么II会选择左方的（3，1），因为这一选择比选择右方的（0，0）的获益更大。而II的这一选择使得I的获益为3，超过了I在第一步选择左方的策略。因此，I根据理性选择会选择右方的策略。

但埃尔斯特提出一个问题。他认为这个博弈假设II是非常理性的。但是，我们假设社会规范约束人们的行为，而社会规范认为大家应该平等。在这一情形下II如果有社会正义感的话就会认为I不选择左方是不道德的，因此会产生反抗心态：“你想多得，你剥削我，那我和你拼个鱼死网破、两败俱伤。”这样，II就会采纳右方的（0，0）策略。而I在第一步选择时就意识到了这一社会规范对II行为的影响，从而选择左方的（2，2）策略。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博弈中，我们把对人们行为的假设稍微改变一下，引入社会规范的作用，就会出现一种完全不同的结果。埃尔斯特用这个例子说明，如果我们考虑了社会规则，很多博弈都会有很多不同的解，经济学解释逻辑的局限性也明显地暴露出来了。

我们简单总结一下经济学在组织研究上近年来的发展演变。第一，经济学近年的发展确实涉及组织现象的许多基本问题。威廉姆森的交易成本学派把组织发生学问题作为中心问题来研究，并做了非常明确、直接的回答。组织之间的关系也是组织研究的非常大的课题，过去经济学很少关心这个问题，现在它成为交易成本学派和合同学派在研究组织关系上的一个中心问题。委托—代理里面的激励是一个广阔的研究领域，而激励的一个重要内容是组织内部的员工之间的关系，因此经济学现在关心的很多问题和研究，与社会学和组织社会学研究的问题十分接近。

第二，经济学中的博弈论和交易成本的研究向社会学靠近了一大步。大家知道，过去新古典经济学没有分析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工具。均衡市场理论中基本是没有社会人的。存在于均衡理论中的是抽象化的、没有任何个性的人，和厂家之间通过价格相互作用，调节他们的供需关系。但是现在，博弈论关心的是非常具体的人，这个人会怎么想？这个人和另外一个人会怎么互动？所以，博弈论的出现给经济学分析社会现象和社会关系提供了一个非常有力的手段。一位经济学家对我这样说，过去你们社会学家研究的很多现象和我们没关系，现在不同了，我们有了博弈论，有了一大堆可以分析社会现象的工具了（tool kit）。我们现在是拿着工具在找问题，在经济学里找完了，现在又找社会学的问题。事实也的确是这样，经济学近年来发表的很多文章讲的是和社会学研究有关的问题。比如现在讨论的市场化问题、双边问题、多边问题和代理问题，实际上都是一些人际关系问题或者社会关系问题。经济学研究同时也引进了很多社会机制，如信任、社会规范、文化，等等。比如声誉这个问题，如果现在我们查一查任何一个标准的经济学教科书就会发现，声誉这个词已经是经济学分析中的一个常用词了。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经济学和社会学现在确实越走越近了。将来它们怎么互动值得密切关注。更重要的是，经济学提出了一个独特的思路，为我们认识、理解、批评社会学的各种研究思路提供了一个比较框架。因此，我们在以下各讲中会花一些气力来讨论、比较经济学和社会学在组织研究活动中的不同思路和研究成果。

进一步阅读的文献

在这一讲中，我已经引述了经济学许多有关的研究，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根据这些文献进一步阅读、了解经济学在这些领域中的进展和贡献。此外，贝克的著作（Becker，1976）力主用经济学方法研究社会现象，提出了最为强烈的陈述。霍德格森（Hodgson，1994）从广义上对经济学中的制度学派，特别是以进化论为基础的制度学派加以总结介绍。霍尔姆斯特隆姆等（Holmstrom and Tirole，1989）对经济学在工业组织领域直至20世纪80年代中叶的新近研究做了一个总结。哈特的作品（Hart，1995）是经济学中产权学派的代表作。

交易成本学派的研究代表作是威廉姆森的作品（Williamson，1975，1985）。他1995年的文集（Williamson，1995）收集了他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的文章。卡罗尔等（Carroll and Teece，1999）对威廉姆森的贡献做了多方面的总结。信息经济学的研究工作可以从三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诺贝尔奖报告中得到反映（参见《美国经济学评论》，2002年6月号）。如果有兴趣对经济学和社会学研究风格加以比较，可以参见斯威德博格的作品（Swedberg，1990），这本书收集了有影响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对这两个领域的比较评论。斯恩博格还收集了一系列经济学家谈论自己研究风格和学术传统的文章，对了解经济学家的思维方式和思考问题的角度很有帮助（Szenberg，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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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通用汽车公司和费舍公司关系案例的经典研究来自Klein，Crawford，and Alchian（1978）。近年来，学者们对这一案例有了不同的解释，认为两家公司之间并不是“要挟”关系。详见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April，2000）的一组文章。


第三讲 组织与制度：一个制度学派的理论框架

■ 关于社会学理论研究的开场白

■ 需要解释的组织现象

■ 组织社会学中制度学派的基本思路

■ 制度学派的实证研究和演变

■ 小结：有待解决的问题

在这一讲中，我从组织与制度的关系角度讨论一下新制度主义学派的思路。我们还是在搭建一个比较理论研究的框架，新制度学派是我们要介绍的几个大的理论框架和思路之一。在介绍制度学派的时候，我还有另外一个任务，就是从纵的学术史的角度来讨论一下新制度学派的发展脉络。所谓学术史的角度，就是分析、研究这个流派的发展演变的过程，它是怎样开始的，是如何一步步演变过来的，在这个过程中做了哪些研究，这些研究有什么样的贡献，它们解决了什么问题，遗留了什么问题。在介绍制度学派之前，我想有一个比较长的开场白，谈一谈为什么要从学术史的角度讨论制度学派的研究工作。

关于社会学理论研究的开场白

为什么要从史的角度去介绍一个理论流派呢？这是针对我们目前学术研究的状况考虑的。在我看来，我们学术研究中一个很普遍的问题是，研究者常常不知道自己的研究定位在什么地方。一个学者要决定做什么样的研究，收集什么样的资料，写什么样的文章，向什么样的学术杂志投稿，这一系列问题都和自己学术研究的定位有关。我们在做研究时要清楚自己要解决的是什么问题，要达到的是什么学术目标。比如说我做一个研究，首先要清楚自己研究的目的和希望做的贡献是什么。这要求我们清楚地把握自己的研究与前人的研究工作、已有的文献之间的关系。我们需要知道以前的研究提出了什么问题，解决了什么问题，遗留了什么问题，自己的研究和前人的学术问题是什么关系。从史的角度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把握各个研究在学术发展过程中的位置和贡献。从这个角度去看学术文献，我们特别强调各项研究之间的关系，不同的研究在学术长河中扮演的不同角色。我之所以选择“制度学派”来讨论这些问题，是因为我对这一学派的来龙去脉有更多的了解，有自己在这一领域中长期从事学术活动的体会和观察。

学术研究训练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了解不同研究扮演的不同角色和贡献。这涉及一个研究者的学术眼光，有了这种眼光和判断力才能驾驭研究工作，进行有目的的研究。另外，这也与学术欣赏有关。一个流派的发展有赖于各种不同的贡献。我们只有在了解到这些不同研究的特点、贡献时才能欣赏它们。如果大家带着听京剧的心情去听歌剧，肯定会很失望。反之亦然，喜欢古典音乐而去听民歌，也会失望而回。每个研究有自己的贡献、自己的风格。如果说你带着寻找理论观点的心境去读一篇以实证研究为主的文章一定会很失望，因为它的主要贡献在于实证资料的积累和验证。如果我们不了解这种背景和研究之间的关系，那么也不会了解它的分量如何。在这个意义上，学术史的角度给我们一个了解、鉴别不同研究的视野。

那么，有哪些不同类型的研究呢？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大致提出以下类型。

一种是开创性的理论研究。通常这种研究提出了一个崭新的问题，或者一个新的研究角度，或者一个新的解释逻辑。在抽象的层次来看，交易成本学派和新古典经济学派的思路是一样的，他们解释的逻辑是一致的。但是交易成本学派提出了从交易成本这样一个崭新的角度去研究解释经济现象。在新古典经济学的框架里，市场活动被假设为没有交易成本。科斯及后来的威廉姆森则提出一个崭新的问题：如果市场交易是有成本的，它对经济运行和市场活动带来的后果是什么？开创性研究通常因为提出了新的思路和新的问题，因而带动一系列的研究活动，形成了一个理论学派。很多人在同样一个框架里做研究，不断提出和解决问题，推动知识的积累、修正。这样，这个流派就不断持续下去。所以这种开创性研究通常会对后人的研究工作产生持续的影响。

另外一些研究的主要贡献是在研究方法上，诸如研究设计或研究的操作化、变量的测量等。在研究同一个问题时，有些研究工作提出新的方法或者新的测量角度，由此可能会打开新的研究空间，使得我们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去研究同样的问题，或者研究新的问题。如果我们回顾一下美国社会学界有关社会分层研究几次大的发展，大多都是它在方法上的突破，才引起一系列实际研究活动的发展。举例来说，布劳和邓肯（Blau and Duncan，1967）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地位获得的模式”（status attainment model）是对过去描述性研究的一个大突破，影响了一代社会学家。这个模式之所以能够变得非常盛行，是因为邓肯利用回归分析模式对代际流动进行途径分析，可以用来解释直接的代际流动和间接的代际流动之间的关系。正是因为有了方法上的突破才使理论模式建立在一个可以分析的基础上。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社会流动表（mobility table）的出现又在社会分层领域引起了一个新的突破。以往研究者将父亲和儿子之间的代际流动的关联通过教育和职业来描述，但是社会流动表的分析把这一关系转变为结构性的分析，引起了一个大的研究趋向的转变。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到20世纪80年代，这段时间的社会分层研究大多数是在流动表的分析框架里进行的。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研究时间序列的统计模式（如事件史分析）出现了，这些方法的出现把新的变量和新的研究角度引入了主流的研究。因此，这一领域里的研究课题、研究手段和收集资料的方式都随之变化了。

还有一类研究是对原有理论的进一步阐发、发展和完善。最早提出的开创性研究理论可能比较粗糙，可操作性差，以后的研究工作对其理论逻辑做了进一步的阐发，在操作性上加以推进，推动这一思路的研究继续发展下去。在这一类研究中，有的研究完善了原来比较粗略的理论逻辑，有的界定了理论的边界条件，有的研究推进了新的研究方法，还有的研究推进概念的操作化、变量的测量等研究设计。

再有一种学术研究活动致力于不同流派之间的对比和融合。例如，有些学术工作不只是从制度学派一个角度去研究问题，而是比较制度学派和另一个学派之间的关系以及对具体课题的不同解释。有些研究推动了两个学派的相互结合，提出了新的理论解释。例如，新制度学派和群体生态组织学在后来的研究工作中有很多的结合，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一些组织现象，这也是一种贡献。我们以后谈及的比较理论研究的许多问题都要从这个角度去考虑。

此外，大量的研究工作做的是资料积累和实证研究这一类贡献。当一种基本理论提出来以后，理论框架搭起来了，许多学者都在这个框架里从事实证研究活动。他们在理论上、研究问题上可能没有新的创意，方法上也没有创新，他们的主要贡献是用这一理论思路去解释越来越多的问题，并应用到其他领域中去，从而拓宽了一个理论逻辑的研究领域。例如，过去的制度主义研究工作大多数在所谓非营利领域（如大学、政府机构），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到90年代，很多商学院的学者开始从这个角度来研究企业组织制度，把研究的空间大大地扩展了，这是很大的一个突破。这些实证研究有着自己的贡献：它们积累了实证研究资料，扩展了理论解释的空间和应用的范围，帮助我们了解这个理论到底能解释多少问题。

一个理论流派通常是按时间序列发展起来的。起初的开创性研究引起了进一步的阐述、讨论、完善和争论。在理论框架建构起来后，大家都接受了，觉得很有意思，于是许多人加入这一研究领域或理论流派从事具体研究。当然，也有许多研究发表一篇文章以后就消失了，因为这个研究和其他学术活动没有太大联系，发表后没有引起注意。

一个理论流派在积累了大量实证研究以后长时期没有新的突破，它就面临着危机和衰落。一个好的理论也可能衰落，而且一个理论之所以衰退可能恰恰因为它过去的成功。记得我在读博士时听到老师讲这个话很吃惊，但是自己走过一段学术历程后感到这个说法很有道理。为什么呢？第一，好的理论吸引了好多人去做研究，可能把这个理论框架里可以解决的问题都解决了。如果这个领域中没有新的问题的话，这个理论就不再具有吸引力了，人们就要离开这个领域了。第二，一个好的理论可能会吸引很多人做各种各样的研究，学术活动十分活跃。久而久之研究就会出现千篇一律的重复劳动，贡献不大。到一定程度以后大家就觉得厌倦，希冀另择门户有所创新。这是一个很正常的学术规律。社会学中各种流派多多少少都经过了这样一个过程。

所以从史的角度来讨论不同的研究工作，就是将这些研究工作在这个流派和研究文献中定位。我们关心的问题是，这个研究做了哪些工作？它比以前的研究进步在什么地方？它的贡献在什么地方？下面我简单回顾一下组织社会学里新制度学派的发展过程，来说明上面讨论的问题。

新制度学派这个词在20世纪80年代十分盛行，而且在不同的学科（如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里有着制度学派的不同版本。组织社会学中的新制度学派是迈耶和罗恩于1977年在《美国社会学杂志》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创立的。这篇文章是所谓的开创性文章、开创性研究。迪玛奇奥和鲍威尔于1983年在《美国社会学评论》上发表的一篇文章是这一学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推进。这两篇文章可以说是这个领域的经典文章。在20世纪80年代，这个理论有了一个大的发展，其中托尔博特和朱克（Tolbert and Zucker）在1983年发表的文章在研究方法上有重要的贡献。随后很多人参与进来做研究，他们的工作一方面积累了大量的实证资料，一方面把制度学派的研究推广到其他的领域（如犯罪学、职业社会学），另一方面又与其他的组织理论建立了种种交融关系。制度学派的发展演变正是各种研究工作互为补充、互相促进的一个过程。下面，我们具体讨论制度学派的基本思路和研究工作。

需要解释的组织现象

首先，制度学派试图解释的一个中心问题是：在现代社会中为什么各种组织越来越相似？我们观察不同企业、不同学校、不同社会福利机构，就会发现它们的内部结构很相似，都采取科层制的等级结构和功能性的组织形式。这一观察与经济学中效率思路相悖。效率规则告诉我们，每一个组织的内部结构应该随其目标、任务、技术和环境条件不同而异，而不应该出现组织的趋同现象。所以，组织的趋同性是一个需要解释的组织现象。

其次，为什么组织或企业花费很大的资源去做一些和它的效率生产没有关系的活动呢？举个例子来讲，美国的大学校长的活动大多与学校内部运作没有关系。校长的一项很重要的工作是筹钱，尤其是私立大学的校长。此外，校长还常常参加各种公益活动，比如公益设施的剪彩、社区活动等。这是为什么呢？美国很多大公司花很多很多的钱去做公益活动。例如，美国最大的公司，通用电器公司，鼓励他们的员工参加当地的公益活动，而且公司还为员工参加这些活动提供资源。这里的问题是，通用电器公司是制造电器产品的，它的组织目标和这些公益活动有什么关系呢？为什么组织会花如此多的资源去做和其组织目标没有关系的事情？

我们再看一看实际生活中的例子。《每周文摘》里摘发了一篇文章说，上级工会每年都花费成千上万的钱跑到一个地方选两户贫困职工家庭扶贫，每户扶助500元，而且还要叫当地政府出钱。这篇文章评论道，这是形式主义，应当戒除。如果你真这么关心扶贫的话，你应该把花费在机票、差旅上的几千到上万块的钱交给当地政府去扶贫。这种跑来跑去、兴师动众的做法实际上是浪费资源，没有真正的帮助。按照每户500元的标准，如此耗费的资源可以帮助20户贫困家庭。但是工会组织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我们能不能对这个组织现象给出一个令人满意的解释呢？

最后，我们经常发现组织中这样一个特点：组织常常花很大力气制定一个制度，但是制定完以后就束之高阁，放到一边了，大家都不遵守。为什么组织的很多结构对它的实际运行没有发生作用？这在大公司尤为突出，高科技企业也是非常典型的例子。这些公司可以有很严格的规章制度，甚至等级制度，但在实际生活中，我们看到员工之间的关系和这些制度的规定相去甚远。为什么组织制度和组织的实际运行会有如此分离的现象呢？制度学派的许多研究是围绕上述问题进行的，并提出了有趣的答案。

组织社会学中制度学派的基本思路

学术背景

从学术史的角度来讨论制度学派，我们首先介绍一下新制度学派的背景。一个理论流派的学术背景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它的来龙去脉，了解它对已往研究工作的推进和新的贡献。

组织社会学中的制度学派的两个学术背景值得注意。一个背景是早期制度学派的研究工作，另一个背景是在新制度学派出现之前组织研究领域中的理论框架和研究状态。早期制度学派的代表人是塞尔兹尼克（Philip Selznick）。他的成名作《TVA与基层结构》（TVA and Grassroots
 ）是关于田纳西水利大坝工程和管理机构的研究，发表在1949年。田纳西水电工程建在20世纪30年代，据说是美国唯一一个有点社会主义嫌疑的工程。国会在当时通过法律建立这一工程时的想法是非常民主化的一个思路。这一工程的目的是要提供便利、制造肥料、控制水灾、利用水道等。但是在这些具体目标之外还有很多其他的考虑，例如保护生态、植树造林、帮助贫困的农民开发他们的娱乐场所。所以当时很多想法是很好的，非常开放的，希望当地居民都参与其中，一起来建设这一“集体”工程。

塞尔兹尼克的研究是关于理性组织实际运作中的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默顿为首的哥伦比亚学派在研究中特别重视组织的负功能，就是组织里面与理性运作相悖的问题。所以在这一阶段的很多研究都在关注组织的实际运作中和韦伯式组织模式不一致的地方。这也是塞尔兹尼克当时做研究的一个出发点。当时的学术背景是，组织研究建筑在韦伯式理性组织的理论模式之上。在理性组织的模式中，组织有严格的组织目标，按理性的设计运作。田纳西水利工程是美国国会通过法案建立的有明确目标的理性组织。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期待这一工程会按照这些既定目标加以组织设计和实施。

但是，塞尔兹尼克的研究恰恰发现了组织运作过程中的非理性活动。他的研究发现，这一工程表面看来是一个大众参与的工程，但在实际运作中产生了一个强大的利益集团，地方势力和全国性的利益组织都参与进来，例如美国农业部，农场联合会，当地的政界、工商界头目都卷入这一过程。这些利益集团实际上控制了整个工程，他们派自己的人把持各个大的部门，占据各个大的工程部门，控制了很多政策的制订。结果是很多项目的实施与当时设计的目标背道而驰。这一项目的初衷是帮助穷人，但其执行的结果是富人从中得到了利益和服务。

这个研究的意义是什么呢？在韦伯式的理性组织模式中，组织只是一个技术的组合体，是为了完成某种任务而建立的一个技术体系。这也是新古典经济学的观点。但是塞尔兹尼克的研究提出，组织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它受到所处环境的影响。在这个意义上，组织（organization）即一个制度化的组织（institution）。换言之，所谓的制度化组织是处于社会环境、历史影响之中的一个有机体。组织的发展演变是一个自然的过程，是在和周围的环境不断相互作用下不断变化、不断适应周围社会环境的自然产物，而不是人为设计的结果。

在随后的《行政管理的领袖角色》（Leadership in Administration
 ）一书中，塞尔兹尼克进一步阐发了这些思想。例如，我们可以从文字上研究美国宪法，去理解美国宪法是怎么回事，但是如果我们不了解美国的政党制度，不了解美国的利益集团是怎么运作的话，就不会了解美国宪法实际上是怎么运作的。他把制度化（institutionalization）定义为“超过了组织的具体任务或者技术需要的价值判断渗入组织内部的过程”。也就是说，当一个组织本身不断受到外在的价值观念、观念制度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超越了组织内部的技术需要时，那么我们观察到的就是一个制度化的过程。塞尔兹尼克的结论是，在研究组织时，我们要走出理性模式，要超越所谓的效率，要超越组织本身，因为组织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效率机器，而是受外在环境影响的。这是早期制度学派的基本思想。大家可以看到，这些思想远远脱离了经济学家的研究思路，反映了社会学研究的基本取向。

第二个背景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管理学科的研究状况。当时盛行的一个理论是“权变理论”（Contingency Theory）。在组织研究经历了第一个黄金时期后（即20世纪50～60年代行为科学学派的研究），组织学研究走出了韦伯式的理性组织的框架。走出这个框架以后大家关心的问题是：如果组织不是理性设计的，那么组织结构和它的环境条件、技术、目标之间是什么关系？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现了一个集大成者就是权变理论。这个理论的基本思路是：组织的最佳结构取决于一个组织的具体的环境条件、技术、目标和规模，等等。我们如果按照这个逻辑来推理，那么每个组织的环境条件是不一样的，它的技术、规模和目标也可能不一样，所以它的组织形式也应该是不一样的。组织的结构因环境、技术、目标的条件不同而变；如果环境条件变了，组织结构也应该相应变化。在这个框架里的研究工作主要是搜集不同组织在技术、规模、环境特点、组织目标等等方面的实证资料，从中建立统计关系，进而发现因果关系。以上就是新制度学派出现前夕的两个学术背景。

迈耶新制度主义的基本思想

迈耶（John Meyer）的新制度主义理论就是在这个背景下提出的。我们先从他的观察开始。迈耶的主要研究兴趣是教育社会学。美国的教育制度有许多特点，例如教育是每个州政府的责任，联邦政府没有管理教育的行政权力。有趣的是，教育机构虽然是分权的，但实际上各地教育体制的结构却非常相似，反映了制度趋同性的现象。这是为什么？迈耶的另外一个观察是，联邦政府给各地学区很多资源，比如说学生的午餐是联邦政府出钱供给的。联邦政府在提供财政支持的同时提出各种制度化的要求，而各个学区接受政府财政支持的条件是它们的行为必须符合联邦政府制订的所有法律，例如必须提出完整的财务报告，不能有种族歧视、性别歧视等。所以，联邦政府通过提供财政支持“利诱”各个学区接受其整套规章制度，导致组织趋同性现象，使得各个组织（学区）在适应同一制度环境时表现出相同的行为。迈耶在研究趋同性时也有另外一个发现：组织制定的很多规章制度和它的组织内部运作毫无关系。这是因为这些制度的目的是要满足联邦政府的要求，而不是为组织内部运作所设立的。因此，这些制度一旦设立，立即束之高阁，与组织内部运作过程分离。

我们怎样解释这个趋同现象呢？大家想想看，当时盛行的权变理论框架是不能解释这一现象的。权变理论的基本思路是，每个企业组织因为环境不同、技术不同、规模不同而异。迈耶提出的问题是一个正好相反的现象，即为什么不同的组织会有类似的内部制度和机构？因此，新制度学派提出新的问题，引进一个新的思路，受到大家关注。它不是在原来的框架里做文章，它的问题较之以前的学术研究是一个断裂，一个突破。在当时的学术背景下，新制度学派确实为组织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角度，一个全新的理论。

迈耶的基本出发点是这样的：我们必须从组织和环境的关系上认识这些现象。这个道理很简单，任何一个组织必须适应环境才能生存。一个研究的贡献和那个特定的历史条件有关。我们可以看看那个时期经济学关心的是什么问题：经济学研究关心的是企业内部成本最小化的问题，关注的是技术函数问题，如市场条件、需求曲线、技术扩展曲线，等等。当时的组织学研究什么问题呢？组织学也关心环境，但关注的是技术环境，即一个企业对资源的依赖程度有多大，与其他企业的市场关系是什么样的。在这样的背景下，迈耶提出：第一，我们必须从组织环境的角度去研究、认识各种各样的组织行为，去解释各种各样的组织现象。这是他的一个最基本的出发点。第二，如果我们要关注环境的话，不能只考虑技术环境，必须要考虑它的制度环境（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即一个组织所处的法律制度、文化期待、社会规范、观念制度等为人们所“广为接受”（taken-for-granted）的社会事实。

制度学派提出，组织面对两种不同的环境：技术环境和制度环境。这两种环境对组织的要求是不一样的。技术环境要求组织有效率，即按最大化原则组织生产。例如，银行（环境）贷款给一个企业，它就要求这个企业有高效率的生产和经营能力，有偿还贷款的能力。消费者（环境）购买物品希望“价廉物美”，这也要求生产厂家的生产过程有效率。这一点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可以观察到的，也是经济学基本理论和管理理论经常谈及的。

但是，组织不仅仅是技术需要的产物，而且是制度环境的产物。各种组织同时生存在制度环境中，是制度化的组织。组织的制度化过程即组织或个人不断接受和采纳外界公认或赞许的形式、做法或“社会事实”的过程。如果组织或个人的行为有悖于这些社会事实就会出现“合法性”的危机，会引起社会公愤，对组织的今后发展造成极大困难。

技术环境与制度环境对组织的要求常常是相互矛盾的。制度环境要求组织服从“合法性”机制，采用那些在制度环境下“广为接受”的组织形式和做法，而不管这些形式和做法对组织内部运作是否有效率。例如，企业在内部结构上采纳科层制常常不是因为特定技术条件、工艺流程，而是因为科层制是一个被广为接受的组织形式。许多大企业积极参与社会公益活动，尽管这些活动耗费财力精力且与其内部生产活动无关，其目的不是提高效率，而是提高企业的社会地位和社会认可，从而为经营发展创造一个有利的制度环境。

组织正是在不同环境条件的多重压力下活动的。追求对技术环境的适应常常导致对制度环境的忽视；而对制度环境的适应又常常与组织内部生产过程争夺资源。这两者之间的矛盾冲突和组织的相应对策导致了林林总总的组织现象。过去的研究（例如“权变理论”、经济学理论）只注意到技术环境对组织的影响，对制度环境的影响没有予以注意，结果是我们对许多的组织现象无法提出令人满意的解释。

我们日常生活中的许多例子都说明制度环境对组织或个人活动的影响。在中国经济转型时期商业界曾经出现这样一种有趣的现象：有些人代表规模很小的公司，甚至是一个人的“皮包公司”，但他们总为自己冠以“总经理”等职务。这些看来滑稽可笑甚至有些欺骗成分的行为可以从以上的讨论加以解释。任何一家正式的公司都有一个科层等级制度，而“总经理”位居中心。试想一下，如果你作为公司代表和另外一家公司的代表打交道时，对方说他们公司没有正式制度、没有总经理这一职位，你会如何感想呢？这些经营者是通过这些“广为接受”的组织形式和职位来适应制度环境，以便取得合法性。“名片经理”的行为恰恰表明这些做法在适应我们所处的观念和制度环境。在改革初期，许多私有企业都打着“集体企业”的旗号。这里面有许多原因。其中之一是因为在当时私有企业的合法性没有得到社会承认；而以“集体企业”形式进行市场活动可以更好地适应当时的制度环境，得到政府保护，获得其他企业的信任，从而为企业发展提供有利条件。所以，这些表面看起来荒唐的企业行为可以从制度学派的角度加以解释。

合法性机制

制度主义理论强调“合法性”（legitimacy）机制的重要性。这里的“合法性”不仅仅是指法律制度的作用，而且包括了文化制度、观念制度、社会期待等制度环境对组织行为的影响。合法性机制的基本思想是：社会的法律制度、文化期待、观念制度成为被人们广为接受的社会事实，具有强大的约束力量，规范着人们的行为。例如，我们社会中存在着对医生的职业道德的强烈社会期待。医生违反职业道德的行为一旦公布于众，特别容易引起公愤。同样地，人们对师生关系也有社会期待。如果一方违反了这些期待也会引起轩然大波。我们对企业行为也有社会期待。这些社会期待的观念制度制约、影响了组织的行为。例如，前一段时间有传言说，北京的麦当劳把用过的油卖给其他商家。如果消息属实，这种行为违背了我们对麦当劳快餐店的社会期待，会对麦当劳快餐店的声誉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麦当劳的经理马上出面澄清谣言，以麦当劳的管理章程和制度说明这一报道纯属子虚乌有。

制度环境的影响在市场经济的美国社会也有着同样重要的作用。《纽约时报》（2002年11月23日）报道，美国制作GRE、SAT的教育测验服务公司（ETS）在2001年为它的15位高级管理人员发放36.6万美金的奖金。这一做法和数字在工业界不足为怪。但是，《纽约时报》用“商界文化和巨额报酬进入非营利的测验行业”的标题将之作为一个事件报道出来。这是因为非营利行业的组织行为有着独特的制度逻辑，如通常这一行业的报酬与大学、研究机构十分相似。而ETS的做法却与这一逻辑和社会期待相悖。文章指出，“奖金在学术和基金会的圈子里不是没有过，但通常是非常有限的，占基本工资的百分之五到十”。批评者指出：“这些钱直接来自与这些ETS签订合同的各州的参加测试的人们或者他们的父母以及赋税人，即那些没有其他选择只能参加这些测验的人们。这些家庭的SAT和AP的报名费直接变成奖金，想到这点真是令人痛心。”更有税务法律的律师指出，如果非营利组织看起来在把它大部分的收入盈利通过奖金的形式分红，这可能是“不合适的”（improper）。

《纽约时报》在2001年12月30日的工业栏中报道了另外一件事情：

圣诞节前夕，麻州有两个公司都在申请破产，但却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故事。MALDEN MILLS的总经理菲厄斯特恩（Aaron M. Feuerstein）六年前在圣诞节前夕工厂遭遇火灾后仍然为工人发薪，重建工厂而成为全国性的英雄。自从公司宣布破产后，他得到了人们的关心支持，有数千名顾客写信鼓励他。今年的圣诞节前夕，在该公司700名工人参加的呼吁消费者购买该厂产品的大会上，他受到了全场起立的热烈欢迎。麻州的美国参议员约翰克里（Johnkerry）也参加了大会。而同在麻州的POLAROLD公司试图为自己的上层经理谋私利，而且在申请破产前免去600名退休职工的医疗保险。为此，该公司声名狼藉。麻州的代理州长、地方官员和以前的职工对之都提出了公开、严厉的批评。

现在，我们可以给出一个定义：合法性机制是指那些诱使或迫使组织采纳具有合法性的组织结构和行为的观念力量。合法性机制可以在多种层面发生作用。例如，一个社会的文化观念、法律制度可以塑造社会事实，对社会的所有成员产生影响。如此，我们可能观察到一个完全社会化的环境。在另一个层次上，合法性机制可能在某一个行业或领域中发生作用。不同领域的合法性机制不同，因此不同行业领域的行为和结构也每每不同。例如教育界、医学界都有着师生之间、医患之间关系的严格规范，但在商界，人际关系的维系则有着不同的规则。不同的群体也可能有自己的行为规范、社会期待，例如中产阶层的行为常常为相应的文化观念所塑造。合法性机制不仅约束组织的行为，而且可以帮助组织提高社会地位，得到社会承认，从而促进组织间的资源交往。反之，如果一个企业违反合法性的社会期待，例如安达信审计公司帮助客户做假账，就会被视为“不理性的”、不符合规范的，其他组织就会离它而去，不愿与之合作。这种“合法性”机制的作用在更为广泛的社会现象中也可以观察到。例如，詹姆斯·斯科特（James Scott，1976）笔下的马来西亚村庄中有着一种“邻里互助、穷富扶持”的观念制度，对当地富户邻里相助有着强烈的社会期待，成为“道德经济”的制度力量。

从“制度环境”到理性神话

制度环境的一个重要内容是文化观念，这些文化观念常常不是以人为凿刻的形式出现，而是形成一种被神化的东西，使大家不得不接受。迈耶把这一现象称为理性神话（rationalized myth）。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举例来说，假设我们要新办一所大学，在组织设计时我们首先想到的是一个科层制的结构：校长、教务长、分系、分科等。我们不会采用甚至都不会想到古时私塾的组织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说，科层制度成为我们思考组织建构的一个基本框架，成为一个理性神话，一个人们自然接受的社会事实。

制度环境是如何走向理性神话的呢？迈耶讲了这么几个原因。第一，社会关系越来越密集，人们逐渐把一个具体领域的问题和逻辑延伸为一个大的、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和逻辑。举个例子来讲，人人平等是一个司法的概念，现在人们开始把这一逻辑延伸到了动物世界。这是一种从小的领域逐渐扩大，扩大到最后变成一个神话的过程，这种神话具有强大的观念力量。例如，美国加州伯克利最近修改了有关人与自己养的宠物（如狗、猫）之间关系的法律表述。按照原来的法律规定，人是狗的主人。例如，狗如果咬人了，狗的主人要受到惩罚等。但是，现在要重新界定人与动物之间的关系了。狗和人是平等的，人怎么能成为狗的主人呢？所以，新的法律规定，过去有关狗的主人的称谓现在要改称为狗的庇护人，以反映人与狗之间的平等关系。因此，由于社会关系相互作用的密度越来越大，一个小的领域开始演化，愈演愈烈，在演化过程中一些观念制度被神化了。第二，组织环境和组织程度越来越复杂。传统社会中的组织很小，比如一个家庭作坊，它的环境就是一个小村庄、一个小部落。现在一个大型组织是全国性的，甚至是跨国公司。这种资源的集中使得制造神话更为容易。例如，花旗银行在全世界一百多个地区都有办事机构，经常在内部推出新的产品。大家想一想这个效果是什么？它在全世界这么多地方同时推广这个产品，一下子就全球化了。当一个社会的组织程度越来越高时，就特别容易产生一个很大的、很神秘的东西，因为它已经超越了个人所能驾驭的能力范围。另外，组织所面对的法律环境、文化环境和其他的观念制度也具有很高的组织程度，有利于这种理性神话的制造。

制度环境对组织的影响以及组织的对策

制度环境对组织的影响是怎样的呢？组织又是如何采取对策的呢？首先，合法性机制使得组织不得不接受制度环境里建构起来的具有合法性的形式和做法。因此，制度化的过程就是这样一个不断采纳制度环境强加于组织之上的形式和做法的过程。这对组织产生什么影响呢？第一是组织之间的趋同现象，即为了与制度环境认同，各个组织都采用了类似的结构和做法。因为组织所处的大环境是一样的，所以它们的做法都非常相似。第二是组织之间的相互模仿学习，这些模仿行为减轻了组织的动荡，因为它扎根在制度环境里，得到了合法性，不容易受环境的冲击。这样，即便这些组织效率不高，它们也可能生存下去。合法性本身提高了组织的生存能力。

我们在上面谈到，制度环境和技术环境对组织的要求常常是不一致的。技术环境要求效率，制度环境常常要求组织耗费资源去满足合法性。组织为了满足这些相互冲突的环境要求，常常建构起不同的组织结构来加以对付。组织中的一些结构、规章制度和做法可能是适应制度环境的产物，而其他部分可能是适应技术环境的产物。所以组织制度内部可能有很多的不一致甚至冲突，这是因为所处环境的不一致性造成的，不一定是因为组织内部的决策者的问题。比如，我所在的大学花费很大资源来建一个辅助科学研究的办公室，但其工作与教授的科研工作关系不大，主要是应付提供研究经费的基金会、政府部门的各种要求。如果从内部效率角度来说，这个部门的建立是浪费资源。但制度环境有这样的要求，大学不得不发展这种结构做出应对。

如果合法性压力和效率是矛盾的，要取得合法性的资源可能和取得效率的资源之间是冲突的，那么，组织的对策是什么呢？迈耶认为，组织的一个重要对策就是要把内部运作和组织结构分离开来（loose coupling）。一个组织采纳了很多的规章制度但并不实施，这可能是因为这些规章制度是为了应付制度环境的，和它内部的运作没有任何关系，所以人们有意识地将这种正式结构与组织内部的日常运作分离开来。组织的正式结构变成了象征性的东西，对组织内部的运作没有实质上的意义。组织内部可能采用非正式的职业规范的组织结构来约束成员的行为。也就是说，组织不是依靠硬性的组织结构而是靠这种非正式的职业规范来约束人们的行为。换言之，正式结构是适应制度环境的产物，是做给别人看的，而非正式的行为规范是组织运作的实际机制。

合法性机制的进一步探讨

合法性机制是新制度主义理论最为重要的机制，也是社会学理论中的核心概念之一。所以我们进一步讨论一下这一机制和它的意义。我们这里说的“合法性”在英文中是Legitimacy，韦伯首先提出了这个概念。大家知道，任何一个组织、一个群体、一个社团、一个村落或部落的内部都有一个权威（authority）。韦伯关心的问题是这一权威是怎样产生的。一种观点认为权威是强迫性的，当一个国王、部落首领或其他群体领袖有军队、有统治工具的时候，他可以强迫大家接受他的指令或意愿，所谓“成王败寇”。但是韦伯提出合法性这个概念，认为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并不单单是一个“强迫”的机制，这中间还存在另外一个机制，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合法性或公义性。他提出三种合法性机制：第一种是个人或领袖的魅力，即人们因为领袖的个人魅力而追随其后。第二种是传统，即人们接受领袖的权威是因为传统使然。例如，过去农村家族中长老者有着权威地位，这常常是建筑在传统的基础上。第三种是建筑在法律理性之上的，是对理性制度（例如政治制度、法律制度）之上的权威的认同和承认。以美国总统选举为例，对于选举的结果，共和党和民主党两派总有人不满，因为选举结果总是有一党派上台而另一党派在野。但选举结束以后，大家却都承认选举结果，承认并服从新的权威。这就是建筑在法律理性这一合法性机制之上的权威。

制度学派使用合法性的概念主要是强调在社会认可的基础上建立的一种权威关系。我们上面给制度学派的合法性下了一个定义，即合法性机制是诱使或迫使组织采纳在外部环境中具有合法性的组织结构或做法这样一种制度力量。也就是说，各种组织受制度环境制约，追求社会承认，采纳合乎情理的结构或行为，我们称这种因果关系为合法性的机制或合乎情理的逻辑。组织生存在制度环境里，它必须得到社会的承认，为大家所接受。在这种因果关系下产生的行为和做法是受到社会承认的逻辑或合乎情理的逻辑制约的。这一逻辑下产生的组织行为与效率机制下的组织行为是不同的。

从这个角度来看，合法性机制对组织行为的影响可以从两个层次讨论：一是强意义，一是弱意义。所谓强意义是说组织行为、组织形式都是制度塑造的，组织或个人本身没有自主选择性。迈耶大多是在这个意义上讨论合法性机制的。我以为人类学家玛丽·道格拉斯（Mary Douglas）在她的《制度是怎样思维的》一书中对这个强意义上的合法性机制做了一个非常精辟的阐述。下面我介绍一下道格拉斯的这一思路。

我们从道格拉斯的故事开始：设想这样一种情况，假设有五个人出去旅游，陷入了一个被堵死的山洞中。外面的人了解他们的处境并在设法打通山洞营救他们。但打通山洞需要五天，而这被困的五个人所带的食物和水只够维持三天。这样他们就面临一个困境：如果他们按正常情况吃光食物和水，他们全部都要死亡。还有一个出路，那就是他们可以吃人，杀死一个人或有一个人自愿贡献出来，让大家吃掉，牺牲一个人来保全其他四个人。道格拉斯提出的问题是这五个人会做出什么样的决定呢？我们思考一下就会发现，如果我们不了解这些人的思维方式、文化观念，我们就无法回答这一问题。在这本书中，道格拉斯的基本观点是，人们不能在真空中思维，而是制度通过人在思维。所以我们必须理解制度是怎样通过人来思维的。她讲了两大主题，其中一大主线是通过人类学和功能主义学派视角来讲制度是怎样思维的，另一条线索是对经济学的批评，她认为经济学的很多分析都是有问题的。

大家知道，社会学里有一个功能主义理论学派，最早来自人类学，由马林诺夫斯基提出。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帕森斯和默顿将功能主义理论引入社会学，并做了许多推进和修正。在20世纪60年代，有人曾经宣称美国社会学界的学者人人都追随功能主义理论。也就是说，在20世纪60年代前期社会学曾一度有过一个统一的理论体系——功能主义理论体系。后来功能主义理论受到了很多批评，随后的社会学研究大多走出了功能主义的理论框架。道格拉斯在这本书里重新从功能主义角度来分析制度如何影响人的行为，或从广义上讲，制度不仅影响了人的行为，而且影响了组织的思维和行为。

经济学家奥尔森（Mancur Olson）写过一本著名的书，名为《集体行动的逻辑》。他提出，集体行动有一个深刻的困难。集体行动的结果通常是公众利益，如果一个人不用付出，而别人把集体行为付诸实现的话，他也可以享用同样的利益，这就叫做“搭便车”。例如，生态保护的集体行动导致空气质量提高，但没有参与这个活动的人也可以得到这个成果。所以大家没有激励去参加集体行动，搭便车的现象非常普遍。奥尔森认为，按照经济学的观点推广开来的话，我们不应该观察到任何集体行为，因为每个人参加集体行为的边际成本大于边际收益——一个人不参与也可以分享其成果。按照这个推论去分析的话，大家都不会参与集体行为。奥尔森提出只有小群体的形式可以解决搭便车的行为。为什么呢？第一，在小群体里面，人们可以观察到成员的不同贡献，在取得成果以后，可以按其贡献分配。这里有一个激励。第二，小群体可以有一个监督机制，我们容易知道一个人的表现、贡献如何。而在大的群体行动中，没有监督机制或监督成本太高，何人参加与否都不知道。所以奥尔森认为，小群体容易克服搭便车这种投机行为。但是，道格拉斯不同意这样的观点。她从人类学对小群体的研究提出，在小群体里面照样有搭便车的现象，照样有集体行为不能实现的现象。所以，她认为奥尔森的观点在事实上是站不住脚的。

道格拉斯认为，小群体之所以更容易成功，是因为有一个共享的思维或共享的观念。从人类学家的研究看，小群体里（比如说一个部落里）通常有对鬼神的敬畏，对某种宗教力量的敬畏。当部落与部落之间相互进行交往时，有时也有搭便车情形出现，但他们通常通过各种各样的宗教仪式来唤醒大家对共同敬畏的力量的崇拜。他们通过这种方式来加强他们之间的共同观念，即我们所说的共享观念或共享思维，从而减弱或杜绝搭便车这种投机行为。涂尔干在《社会分工论》里对此有一个相当详细的阐述。社会学关心的问题是社会是怎样产生、怎样存在下去的。社会是由人组成的，我们的第一个问题是人和人之间为什么能和谐相处？为什么能够作为一个社会存在并运行下去？涂尔干解释说，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人们有共享思维。因为大家思维相同，所以大家都知道应该遵守的基本规则。这和博弈论讲的“共享知识”（common knowledge）有些类似。博弈论里的“共享知识”，讲的是博弈双方你知道我知道这件事该怎么办，我也知道你知道我知道这件事该怎样办，即人们都有共同的规则。比如说家长制，幼者知道怎样听从家长的话，家长知道应该怎样做出权威的行为。所以，一个社会中的人们之间的关系可以加以维系，从而保证了社会的正常运行。涂尔干认为，在传统社会里，社会规则是通过共享观念去维持的。但在现代社会里，因为社会群体有了极大的分化，共享观念也随之瓦解了。他认为，现代社会是通过社会分化以后，各群体在利益上的相互依赖而联系在一起的，这是涂尔干关于社会分工论的一个主题。社会的发展过程是从共享观念到社会分工的过渡。

道格拉斯批评涂尔干没有坚持自己的观点。道格拉斯认为，在现代社会中，共享观念、共享思维仍然存在，仍然约束我们的行为。道格拉斯的第一个任务是用功能主义的逻辑解释为什么在现代社会里还有共享观念、共享思维这个问题。功能主义逻辑的一个基本思想是，在一定社会条件下，人们追求个人利益的行为会产生一种潜在的功能，导致有利于群体整合的观念、制度的产生和延续（这是我的表述和解释，道格拉斯不愿意提及诸如个人利益这样的微观机制）。因此，我们可以把功能主义的逻辑应用在解释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共享思维、共享观念的问题上。我们以道格拉斯的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个逻辑。在原始部落中，一个家族划分财产，首先要确定每个人是不是这个家族里的人。怎样确定呢？有一种制度规定要求其成员必须对上面的祖宗五代记忆清楚，这样才能证明他是家族里的人，他才可以参与财产分割。从这种意义上讲，通过记忆祖先划分家产的制度促进了群体的整合：人们通过记忆祖先的活动产生了一个有关自己家族的共同观念、共享思维。所以，制度导致了人们的行为，而追求个人利益的行为又诱发了社会整合功能的产生。在这里，群体整合不是人们有意识去做的，他们的目的是通过记忆祖先从而可以参加财产分割。目的是功利性的，但这样做在无意间产生了一种潜在的功能，促进了群体的整合。这就是功能主义的逻辑。我们可以用图10来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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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群体整合的功能主义逻辑

现在我们就从这个角度来看合法性的机制是怎样产生的。道格拉斯指出，制度实际上是一种约定俗成的规则，用来协调人们之间的关系和行为。因为制度是约定俗成的，所以它是脆弱的。我们可以重新考虑一下在上一讲中讨论过的萨格登文章中人们怎样分配漂木的例子。我们观察到了一个“先来后到”的规则，即先到达的人可以先占领一块水域，捡来的漂木都归他。但这个规则是脆弱的。我们可以想象，如果有一个人力气比别人都大，他来晚了却可以凭借气力以强凌弱，抢夺先来的人收集的漂木。如果有人这样做，这个“先到先得”的规则是无法建立起来的。此外，我们也可以想象到这样一个情景。尽管一个人先到了，捞取了许多漂木，但是后来的人建议，有血缘关系的人们共同分享（大家可以考虑一下，一些企业中分配奖金的情形与此有许多相像之处）。如此，这个“先来后到”的规则也是无法维持下去的。事实上，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因为个人私利而绕过许多规则。在这个意义上，任何规则、任何制度都是非常脆弱的，很难建立起来。规则一旦建立起来，人人都要遵守。但如果制度只是约定俗成的，如果有人不同意或者采取搭便车对策，那么这些投机行为很容易削弱以至推翻这些约定俗成的规则。如此这般，我们可以想象，任何一种制度都是很难建立起来的。

那么，为什么我们还能观察到稳定的制度呢？制度得以存在的一个重要条件是它要建立在合法性基础之上。什么是合法性的基础呢？就是说它一定是超越了个人的私利，为大家所承认并接受的，是合乎情理和社会期待的。如果规则建立在功利性的基础上，或者出于实用性，如果只是因为这个规则对大家都有好处我们才接受，那么这种基础上建立的规则永远是不稳定的。这是因为，利益的变化总是要比一个稳定制度的变化要快得多。我们根据现在的利益做了一个规则，明天我们的利益变了，那么这个规则就要重新改变。当制度是建立在功利性的基础上时，这个制度一定是多变的、不稳定的，很难成为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制度。

道格拉斯提出，制度不能建立在功利性或实用性的基础之上。恰恰相反，制度必须建立在人们都能接受的基本的理念规范之上，而这种理念规范常常是隐含在自然或超自然世界中。建立在自然规则或超自然世界中的规则才能稳定，大家才都能接受，因为这样的规则超越了我们个人的利益。如果我们追溯制度的根源的话，它的答案不在于其功利性或实用性，而可以追溯到斗转星移的自然规律或芸芸众生行为生活的自然法则之上。建筑在功利性基础之上的规则是脆弱的、不稳定的，只有通过某种方式把它自然化，把它变成天经地义的道理，它才能获得稳定性。传统部落里的祭神，是借助宗教的方式把规则变成天然的、超自然的，超越了我们本身的东西，因此这种规则才能稳定存在。这是道格拉斯的基本思想。

下面的一个问题是，一种观念或一种制度是怎样自然化或超自然化的呢？道格拉斯认为，观念和制度的稳定性的根源在于：将社会范畴的分类自然化。要把观念、制度稳定化的话，根源在于要把社会范畴的分类的机制自然化，使其成为一种很自然的东西，大家毋庸置疑都接受的东西。换言之，这种稳定化来源于社会范畴分类的自然化。而这种自然化的一个机制就是类比。我们需要一种类比以便将那些关键的社会关系、正式结构蕴涵在自然或超自然的世界中，关键在于使那些人为精心策划的社会建构隐而不显。如果一个领袖从赤裸裸的私利出发提倡一种制度，大家都不会服从。所以他要精心设计一种制度来把它神圣化，把它建筑在“替天行道”之上，这样，这一制度变成了一种自然化或超自然化的关系。人为精心设计的社会建构就被自然化、超自然化了。当制度落脚在自然的合法性之上，它也就建构在理性的基础之上了。经过这种自然化的过程以后，它就成为宇宙规律的一部分，就自然而然地转变成为讨论或争辩其他问题的基础。也就是说，我们曾经讨论、争辩的问题已经不再是问题，而成为大家共同接受的一个前提或基础，用来讨论和争辩其他问题了。

道格拉斯认为，社会上许多约定俗成的规则太过于直观明了，因此不断受到挑战。她举了一个很有趣的例子，比如说，男女平等问题。在传统社会里，女人要持家、生育，而男人外出劳动，不同的劳动分工成为男女不平等的基础。但是，现代社会很快就重新定义了男女之间的关系，因为女人不但持家、生育，还可以工作，这样男女之间不平等的基础就受到了挑战。但是，如果把男女之间的关系变成一种自然的关系，是因天然的生理基础造成的，经过这种“自然化”过程以后，男女之间不平等的基础就被神圣化。社会上约定俗成的规则需要一个自然化的过程为其笼罩上一层合法性的神圣。这种自然的力量的效应恰恰在于它存在于人们的意识之外，是无意识的，是不能意识到的，一旦人们意识到这种自然化的人为痕迹之后，所谓自然化的神圣魅力也就荡然无存了。制度为什么能够稳定地存在下去呢？关键在于合法性的机制通过大家“广为接受”的观念（宗教的、神圣的东西）把它建筑在自然的基础之上，从而使它获得了稳定生存的基础。

道格拉斯在这本书里讨论了实现自然化的三种具体机制。第一种机制是制度赋予人们身份，塑造人的思维习惯。就是说，很多社会角色都自然化了。她举了男女之间的社会分工、国王和民众之间的分工，这些例子说明，传统社会里的分工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再比如说，当我们自以为是一流大学的人时，这个角色定位就约束了我们的行为。当把我们放在这个角色中时，我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的定位都开始变化。当社会塑造一个等级制度，把人放进去之后，人们就按照这个等级制度的思维方式去思维行事了。

第二种机制是制度塑造了社会群体的记忆和遗忘功能。我们刚才讲的五代祖先的记忆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它要求人们记住五代祖先的家族结构关联，而对其他的社会关联可以遗忘。所以制度的记忆功能塑造了人们的思维习惯，塑造了人们获得信息和资源的渠道。例如在组织里通常有些领域非常公开，邀人参观，但也有些角落却遮遮掩掩，不让外人知道。组织的这些做法实际上在塑造一种记忆——吸引人们注意某些方面，也在塑造一种遗忘——不让人们注意其他角落。我们可以看一看电视广告和互联网上公司的网页，就知道每个组织是怎样塑造公司形象，塑造人们记忆的。我的博士论文研究一个美国大学的规章制度的演变。在美国，大学是一个十分公开的组织。但我在研究中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在大学里面有一个专门处理违纪事件的办公室，有点类似中国单位中的“纪委”。当人们受到性别歧视、种族歧视等不公正待遇时，他可以到这个部门来申诉，然后由这个部门来调查处理。有趣的是这个部门和这个领域是高度封闭的。有规章制度明确规定，一旦你到这个部门去申诉，事件立即进入一个全封闭的审理过程，你不能和他人谈论，处理意见也不能告诉他人。这个部门、这些规章制度实际上起到了把组织不想让别人知道的丑事封闭起来的作用。制度的这种机制塑造了群体的记忆和遗忘功能。

第三种机制，是制度对事物加以分门别类，将其放进不同的范畴。举个例子来讲，在中国文化里我们把人进行分类，在过去以地域来分类的做法十分普遍，比如北方人、南方人、东北人，等等，这种分类就是一种制度。这种分类制度带给我们很多信息或偏见，影响我们怎样去思维，怎样去待人处事。现代社会逐渐从地域转向以职业来对人进行分类。新的分类方式随之影响了人类的思维，也影响到人们待人处世方式的变化。再如，大学的分类，综合型大学、专科型学院等等也造成了一个等级制度和相应的行为方式。分类标准一旦出现，就诱使许许多多的组织和人们去模仿相应的行为。制度的思维方式影响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

我们可以对道格拉斯的思路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制度塑造了人们的思维。正如道格拉斯所说：“制度化的社区塑造了人们的好奇心，安排了公众的记忆，大胆地在不确定之上设置了确定性。制度在划分它的边界的同时也影响到所有低层次的思维方式，因此，人们通过社区的归属来寻找自己的身份，加以分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制度通过它所制约的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来进行思维。制度是怎样思维的呢？道格拉斯就通过上面的分析给出了答案。

我们回头看看山洞里的五个人是怎样思维的。首先我们要知道他们是在什么样的文化范围内思维的。他们普遍接受的规则是什么？如果他们生活在个人主义氛围很浓的社会里，他们可能会选择抽签的方法；如果是生活在一个比较民主的氛围内，则可能会选择投票的形式；如果他们来自等级制社会，那可能老人就要优先保留下来，因为这些制度中老人为尊。就是说，一种文化的思维习惯、一种制度的思维习惯限制了人们的思维习惯，限制了人们的行为。如果我们不了解这五个人共享的观念制度是什么，我们是没法回答这个问题的。而一旦我们知道了这个制度是什么，我们也就知道了这些人如何行为的答案了。

在我看来，道格拉斯的观点也有一些问题。她极力否认有个人利益这样的微观层面，认为个人利益完全被制度控制。她的基本逻辑是，人是不重要的，只是像行尸走肉那样执行制度给他的指令，制度通过人的行为而得以延续。这是一个非常极端的观点，这也是后来她受到很多攻击的原因。但是，我对学术争论的基本看法是，一个理论好不好，不在于别人怎样去批判它，而在于是否能够提出更好的理论来替代它。在我们还没有找到一种比道格拉斯的理论更好的理论之前，我们应该给予它充分的尊重。

道格拉斯的观点是一个强意义上的合法性概念，即认为制度制约了人，制度影响了组织行为，使组织不得不采取许多外界环境认可的合法性机制。在这幅图画里，人是没有什么主观能动性的，只是制度的载体而已。

迪玛奇奥和鲍威尔关于组织趋同性的思想

下面我们从弱的意义上来讨论合法性。弱意义上的合法性是指这样一种情形：制度通过影响资源分配或激励方式来影响人的行为。在这里，制度不是一开始就塑造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而是通过激励的机制来影响组织或个人的行为选择。这种影响不是决定性的，而是概率意义上的。在这个层面来讲制度，是强调制度具有激励机制，可以通过影响资源分配和利益产生激励，鼓励人们去采纳那些社会上认可的做法。比如说，一家具有合法性的企业更容易提高知名度，更容易和其他企业相互交往，更容易获得资源，更能得到政府的支持和承认，这就诱使企业采纳那些具有合法性的行为。这不是因为企业的固有思维方式所决定，而是因为企业意识到如果这样做，对企业本身有好处而做出的选择。如果大家都认同一种合法性形式，而某家企业的行为与这一形式相悖，那这家企业就很难得到其他企业的认同和合作。例如，在2002年美国一家大公司安然公司倒闭了，其原因之一是它在财务账目上做了许多手脚欺骗股东。安达信是它的财务审核会计事务所，负有重要责任。在安然公司倒闭后，许多公司都中止了与安达信的合同。安达信在别的公司和领域中做得非常出色，有关安然公司的问题可能只是这家事务所中一个部门的问题，但是整个事务所的生存却受到了严重威胁。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作为一家大公司，它的做法违背了该行业的基本职业规范，有悖于社会上承认的基本法则。因此，不管是哪个具体部门的原因，这家公司都会信誉扫地，导致其他公司离它而去，不愿意再和它进行业务往来。所以，制度环境中的合法性机制产生一种激励，迫使或诱使企业去接受和采纳社会上认可的做法和形式。

我认为迪玛奇奥和鲍威尔（DiMaggio and Powell，1983）在1983年发表的文章是从弱意义上去讨论合法性机制的。我们现在来看看这篇文章的基本观点。我把背景简单介绍一下。1977年迈耶和罗恩那篇文章出来以后，在当时沿着他们的思路所做的研究主要是出自斯坦福大学迈耶的学生之手，但对其他学科尚未形成太大的影响。新制度学派的发展得益于迪玛奇奥和鲍威尔这篇文章的推动。在20世纪80～90年代，许多研究都是在迪玛奇奥和鲍威尔设立的框架内完成的。它对商学院学生的影响尤其大。那么这篇文章是怎么写出来的呢？鲍威尔给我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当时迪玛奇奥和鲍威尔俩人刚刚毕业，都在耶鲁大学做助理教授。迪玛奇奥是一个文化社会学家，他去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做关于博物馆的社会学研究；而鲍威尔的博士论文做的是关于出版社怎样做出出版决定的研究，他当时也在纽约继续从事这项研究。有一天他俩在纽约市内一起吃午饭时，鲍威尔提到去出版社的时候遇到一群咨询公司的人正在那里推销新的管理经验和组织模式，而迪玛奇奥说在去博物馆的时候看到另外一些咨询公司的人也在推销类似的东西。他们发现这是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为什么不同的组织会同时采纳类似的管理经验和组织模式呢？这正是我们上面提到的组织趋同性现象。他们决定写文章来讨论这个问题。几天之后，初稿完成，而且第一轮就被《美国社会学评论》有条件地接受了，这在竞争激烈的投稿过程中是非常难得的。鲍威尔说，这是他用最短时间写出来的文章了。下面我们讨论一下这篇文章的内容。

迪玛奇奥和鲍威尔关心的问题与迈耶和罗恩那篇文章关心的内容是一样的，即为什么组织具有趋同性。他们的基本理论思路是，趋同现象起源于组织面临的制度化环境。那么是什么动力驱使组织趋同，在组织行为和形式上越来越相似呢？他们指出，在历史上，组织的产生与理性的选择、效率机制关系非常大。从韦伯的理论来看，理性化组织在市场竞争中比其他组织更有效率。韦伯观察到，普鲁士军队能打胜仗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军队里采用了科层制的等级制度，这种理性化组织形式使它比其他军队更有效率，更有战斗力。

但是，迪玛奇奥和鲍威尔认为，在当代社会里制度趋同化的驱动力已经变了，不再是韦伯讲的那个意义上的驱动力了。现在的驱动力是什么呢？他们提出其中之一是国家制度，另一个就是专业组织。为什么在一个强大的国家范围内会产生组织的趋同呢？为什么一个专业化的组织、机构会导致其他组织趋同呢？迪玛奇奥和鲍威尔认为有三个机制导致了制度的趋同性或者说组织形式、组织行为的趋同性。

第一个机制是强迫性机制（coercive）。例如，组织必须遵守政府制定的法律、法令，不然就会受到惩罚。法律制度具有强迫性。简单来讲，就是没什么好商量的，你就得接受，你不接受就无法生存。美国的法律规定，凡是在股票市场上市的公司，财务都要公开，所以很多上市的大公司的财务状况都很容易查到。虽然没有哪家公司愿意公开自己的资料，但是有法律规定，不公开不行。再例如，企业组织之间常常会有大的结盟，有一定的行为规范。其他企业如果不接受，就不能生存下去。这就强迫它们要接受这些规范，如果遵守这些规范就会有许多便利或利益。在学术界也是如此。我是一个学者，要发表文章就必须遵守有关的学术制度，比如论文的标准、格式、术语之类，如果我违反了这些规则，就不可能发表学术论文。

第二个机制是模仿机制（mimetic），即各个组织模仿同领域中成功组织的行为和做法。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模仿机制呢？模仿的一个重要条件是环境的不确定性。当环境不确定、各个企业不知道怎样做才是最佳方案的时候，模仿那些已经成功的企业的做法，可以减少不确定性。也就是说，不确定性诱导了模仿的行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命题。这里还有一个背景值得注意。在新制度学派提出之前，许多研究基本上都是围绕组织行为的非理性因素这样一个主题展开的，我在第一讲中讲到过这个问题。这些研究指出，组织里面有很多基本问题都是含糊不清的。例如，组织的目标常常是不清楚的。理性模式告诉我们组织要有明确的目标，才能据此进行组织设计。但什么是组织的目标，我们常常并不清楚。例如，大学的目标是什么呢？是教学、研究、生产知识？这些提法本身就含糊不清，什么是知识，什么是研究，什么是好的教学或不好的教学？我们如果仔细观察一下身边的组织可能会发现，作为衡量组织表现或业绩的组织目标可能都是非常模糊的。我们可以再考虑一下组织中的“技术”是不是清楚呢？例如大学的技术是什么？大学是一个组织，而组织需要技术。大学的技术是什么：实验室、仪器这些硬件设备等，但最为重要的是老师的知识。老师的知识又是怎样测定的呢？什么是好的知识，这本身又是一个模糊的东西。我们还可以看到，组织的结构也是模糊的。如果我们到一家公司去看它的公司结构图，可以看到一个十分清晰的权力结构，通常是总经理居最高位置，下面是几个副总、各个部门经理等。但当我们去观察组织的实际运行是怎样的时候，常常会发现它的实际运行和它的正式结构是不一样的。

所以，在新制度学派出现以前，组织社会学的很多研究已经把理性组织的神话戳了一个大窟窿。韦伯式的理性组织，是一种所谓的理想类型（ideal type），在实际生活中很难找到。因为有了这么多的模糊性，我们关心的是企业或是其他组织在这样一种不确定的、模糊的状态下会怎样行为？在这个背景下，上面所说的模仿机制成为解释组织行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机制。迪玛奇奥和鲍威尔提出，模仿的趋同机制有两种：一种是竞争性模仿，另外一种是制度性模仿。所谓竞争性的模仿是指一个领域中的组织模仿自己的竞争对手，是在竞争的压力下产生的模仿。我们在市场上常常可以看到这种竞争性模仿的例子。例如，一家公司推出一种新的产品后，其他的竞争对手很快推出类似的产品或服务。制度化模仿则接近于迈耶和罗恩提出的观点，即因为有一个合法化的机制，大家都承认社会中的某些组织形式或做法是好的，是合情合理的。因此，如果一家企业不采纳这些制度化的形式或做法的话，就会受到很多压力。

第三个机制是社会规范机制（normative）。社会规范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回到道格拉斯的思路上，即社会规范产生一种共享观念或共享的思维方式。举个例子，在美国大学中，教师们的教学有很大的自主性。没有人告诉你用什么教材、讲什么专题、哪个问题应该讲多长时间。这些方面都是由教师自己决定的。在这样一个分权的组织制度中，我们可能会想象各个大学之间同一系科的教学内容和过程会十分不同。其实不然。总的来说，大学教学井然有序，各个大学之间同一系科的教程也差异不大。这是为什么呢？这一趋同现象不是组织的硬性结构的结果，例如系主任或者教研室严格管理，而是任教老师在读研究生的时候受到潜移默化的训练。例如，研究生担任助教的一个潜功能就是训练他们接受当老师的基本规范。我在斯坦福大学读研究生期间当助教时有一件记忆深刻的事。我第一次当助教的任课教授是研究现代化问题的专家英格尔斯。在我第一次进行课堂监考时，他告诉我说，你进教室把试卷发下去，回答完学生的问题之后，要马上离开教室。原因是斯坦福有一个制度，要求充分信任学生。教师监考是对学生不信任，因此是违反规定的。所以我们是通过这些经历逐渐地学习到了教师的行为规范。当我们走向工作岗位时，这些规范已经成为自己专业化规范的一个有机部分了。因此，尽管没有人告诉你应该如何做，但你在接受专业化训练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地接受了这些基本的行为规范。一个制度可以这样有效地约束人的行为，其力量之强大由此可见一斑。实际上我们回头去看看许多专业化的过程都是这样的。这些专业化训练的时间非常长，一是用来学技术，但更重要地是学习基本的行为规范。当完成这个过程之后，你已经潜移默化地成为一个制度化了的专业化人才。正因如此，专业化程度高的组织在组织结构和人才管理上通常有着惊人的相似性（例如，医院、法律事务所、学校、研究机构）。社会规范机制对人们或组织的趋同性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以上就是迪玛奇奥和鲍威尔提出的三种机制。这三种机制导致和促进了组织之间的趋同性。

下面，我们来讨论这篇文章提出的一些基本命题，看看他们是从哪个角度来分析问题的。我从他们的文章里选择了几个例子。他们提出的一个命题是：组织间的依赖关系导致组织的趋同。也就是说，组织间的依赖程度越高，这两个组织之间的类似程度就越高。这里的机制是什么呢？道理很简单，当组织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密的时候，尤其是当资源集中在某个组织的时候，不同的组织都必须和这个组织打交道。因此，组织之间的联系、人员之间的交往、信息的交换就越来越多。这个时候各个组织接受信息的渠道就越来越窄，受这个组织的影响越来越大。这些现象和资源依赖的渠道和方式有关。他们强调的主要是一种观念上的演变，是一种制度的模仿、制度的学习。不同组织之间的结构越相似，资源的交换就更容易。例如，一家正式的大公司和一个个体户很难交往。比如说订合同吧，个体户可能会说我不用订合同，我没有订合同的习惯。大公司的代表提出找对方的销售部门接洽，对方回答说我们没有销售部门，老总一个人都管了。所以当组织之间的结构不接轨的时候，资源交换就会产生许多难以协调的困难。而组织结构越相似，组织之间就越容易对话，资源也越容易交换。

他们提出的另外一个命题是，组织目标越模糊不清就越能导致组织间的趋同。例如，大学和企业比较，大学的目标是很不清楚的，而企业的目标却很明确，那就是要赚钱。按照这个推论，大学比起企业来是更容易趋同的，而企业之间的趋同程度就会相对低一些。这里的机制是什么呢？他们提出这样几个原因。第一，如果组织目标不清晰，它很难为自己的生存找到合理的说法。例如，一所大学都不清楚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它怎样争取社会资源呢？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它就需要利用合法性机制，把象征性的东西做得非常好，符合所有的公共道德，做得到社会承认的事情，以便得到制度环境的认同。这个过程也就导致它要接受社会承认或认可的制度。所以大学、政府部门对制度环境的变化非常敏感。例如，美国大学是最早引入性别歧视、种族歧视等行为的申诉机制的。这并不一定意味着大学在这一领域做得有多好。大学更容易首先引进这些象征性的制度，是因为大学更需要得到社会认同，对制度环境的变化更为敏感。第二个原因是当组织目标不清楚的时候，组织内部的矛盾就会非常多。这个时候组织就越来越依赖外部制度的介入来避免内部矛盾的激化。

我们从以上两个命题的讨论可以看到，迪玛奇奥和鲍威尔在考虑这些机制时强调了人们行为的功利性基础。为什么组织会采纳这些做法呢？这是因为这样做符合自己的利益，提高了组织生存能力。这里的一个基本机制是利益基础上的有意识的选择，而不是说像迈耶或道格拉斯提出的强意义上的说法，即制度已经限制了你的思维，这些做法成为无意识的选择。所以我们讲，迪玛奇奥和鲍威尔是在一个弱的意义上讨论制度的影响。

下面我们做一个简单的小结。首先，新制度学派强调制度化的组织。韦伯式组织、经济学意义上的组织，都是理性的组织。但是塞尔兹尼克提出，组织经过制度化过程之后就变成了制度化的组织。那么这种制度化的组织有什么特点呢？新制度学派的角度是从制度环境的影响来认识组织行为和组织现象。这与以前的理论模式有很大不同。经济学里的组织是理性选择的结果，是人和人之间为了各自或共同的利益，经过博弈产生一种组织形式。因此，个人选择是组织产生的基础。而制度化组织是基于对外界制度环境的反应而产生的组织形式和做法。其次，制度化组织的结构和它的实际运作常常是相分离的。这是迈耶的一个重要观点。因为组织要应付制度环境对它的各种各样的压力，所以组织会派生出许多貌似有用而没有实际作用的东西，即与组织内部、技术核心没有直接关系的形式和做法，以应付制度环境的压力。因此组织的制度化结构和它的实际运行可能是相分离的。

在以上对交易成本经济学和制度学派的讨论中，我们指出了两个重要机制：效率机制和合法性机制。经济学的理论模式大多是强调效率机制，而制度化的组织则是合法性机制的产物。这两种机制对实际生活中的组织行为提出了各种预测。在有些地方它们的预测是一样的，在有些地方预测是不一样的，这就为我们的实证研究提供了一个基础。我们提出“比较理论分析”，这种比较就是根据各种理论提出的不同机制，进一步考虑它们在一个实际问题或领域中的实证意义，在这一基础上提出可以验证对比的实证命题，并通过实证研究进行验证。下面我们讨论制度学派的实证研究工作。在这之前我们总结一下制度学派的理论进步。

新制度主义与早期的制度主义思想的基本思路是一致的，但具体观点和着眼点有着不同。我们可以比较一下迈耶的思路和早期的塞尔兹尼克的思想。迈耶更强调宏观制度环境的重要性，特别是自上而下的制度化过程，而塞尔兹尼克讲的是当地的制度环境对组织的影响。另外，迈耶、迪玛奇奥和鲍威尔的研究工作提出了一系列理论概念、命题和研究思路，例如制度环境、制度化组织、结构和行为的分离、理性神话等，这些概念在迈耶之后都被大家广泛接受。正因为这样，这些新的研究工作带动起了一系列研究，带动起了一个学派的发展。

我们也可以比较一下迈耶和罗恩（Meyer and Rowen，1977）与迪玛奇奥和鲍威尔（DiMaggio and Powell，1983）。这两篇文章有很多相同的地方，他们研究的是同样的现象，都是试图解释制度的趋同性，他们讲的机制也基本是一样的，从广义上讲都是合法性机制，而且都与效率机制做了对比。那么，迪玛奇奥和鲍威尔比迈耶的研究进步在什么地方呢？迈耶强调一个大的制度环境的重要性，这个制度环境影响了人们和组织的行为模式。他强调的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制度化过程。而迪玛奇奥和鲍威尔强调的更多是组织和组织之间的网络关系、组织之间的相互依赖性甚至组织内部的运行机制。他们讲得更多的是组织场（organizational field）的层次，他们这样的分析层次更为具体，看得见摸得着；而且他们提出的几个机制（强迫机制、模仿机制、社会规范机制）都是大家日常谈论的东西，是人们伸手即可触及的机制，很容易理解，很容易接受，而不像迈耶笔下的观念制度那样有种神秘的力量。迈耶的文章许多人读不懂，认为太抽象，迪玛奇奥和鲍威尔的文章很容易被人接受。我们可以把迪玛奇奥和鲍威尔的理论看成是一个中层理论，讲的是具体的、可以操作的东西，提出了一些可操作、可测量的概念，比如说模仿这个中心概念是可以测量的，学者们可以拿来应用以分析问题，因此他们的分析力度就比迈耶提出的概念要强，推动了理论在实证研究中的应用。另外一个进步是，迪玛奇奥和鲍威尔在他们的文章中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可以验证的实证命题。正因如此，迪玛奇奥和鲍威尔的这篇文章一出来，就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对制度学派的兴起和推广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我认为迈耶的观点更具有想象力和深度，在理论逻辑上更为彻底，因此对我更有吸引力。

制度学派的实证研究和演变

下面我们讨论制度学派的实证研究和演变。在这里，我们只选择几篇有特点的文章加以评论，希望以点带面，说明学术研究工作的不同特点和贡献。

托尔博特和朱克（1983）的研究

我们首先讨论托尔博特和朱克（Tolbert and Zucker，1983）1983年在《行政科学季刊》发表的一篇文章。托尔博特和朱克的研究课题是解释美国的各个市政府采纳公务员制度这一现象。美国各个城市从19世纪末期到20世纪30年代，经过一个逐步的演变过程，基本采用了公务员制度。这是一个新的组织形式（公务员制度）制度化的过程。她们要研究的问题是，为什么各个城市采纳这个制度有早有晚，是什么机制使得有些城市很早就采纳了这个制度，而另外一些城市却很晚才采纳？

托尔博特和朱克的研究反映了组织社会学和一般社会学研究中的普遍特点，即这些研究通常提出一个理论比较的框架。例如托尔博特和朱克在文章中提出了两个相互竞争的理论逻辑，提供了一个可以比较的研究分析框架。这两个解释逻辑中，一个是理性选择，另一个是合法性机制。在提出这个理论比较框架后，下一步要做的工作就是如何把它们量化。在实证研究中，一个基本的但是困难的环节是把这些概念和机制操作化，加以测量，然后找到相应的资料做研究。许多研究的弱点恰恰是在理论概念的操作化和测量上。

让我们看看托尔博特和朱克是怎么做的。在这篇文章中，理性选择最基本的思想是：市政府是否采纳公务员制度的决定是按照理性选择来进行的。我们上面讲过，理性选择强调的是差异性问题，即每个组织面临的环境不一样，面临的问题不一样，它要追求效率，要达到效益最大化的话，就要采取适合它目标的组织模式。如何测量理性选择的决定呢？或者说，理性选择受什么因素影响呢？这两位作者是从“城市特点”这一角度入手的。她们认为，从理性选择的角度看，是否采用公务员制度应该与每个城市自身的特点有密切关系。这其中的解释逻辑是什么呢？在她们看来，理性选择是指每一个城市按照自身的情况来决定什么是最佳方案，以实现利益的最大化。如果每个城市所处的条件、所遇到的情况不同，那么采纳公务员制度的过程也应该相应不同。因此，从理性角度来看，每个城市是否采纳、何时采纳公务员制度应该是由其城市本身的特点来决定的。这是一个竞争模仿和理性选择的过程。

那么，具体来讲城市特点中有哪些方面对采纳公务员制度有影响呢？一是与每个城市中的政治冲突有关。解决政治冲突问题必须采用理性的手段，公务员制度为之提供了一种选择的模式。二是和市政府本身的角色有关。在美国，每个市政府扮演的角色是非常不同的。有些市政府独霸一方，积极干预城市诸领域的发展，而其他一些市政府形同虚设，不起什么作用。三是城市的结构，包括人口结构、不同群体的成分、移民问题、教育水平，等等。除了这些因素外，还要有一些控制变量，比如：城市的年龄和历史，这些控制因素并非研究的问题，但它们却可能影响到是否采纳公务员制度的决定。我们可以看到，在实证研究中，研究设计的一个重要任务是把所研究的理论问题的逻辑体系和实证资料结合起来。

制度化机制或合法性机制会提出什么样的解释呢？托尔博特和朱克提出，制度学派的一个基本思路是：一个制度被“广为接受”（taken for granted）、成为社会事实后就会转化为一种重要的制度力量，迫使其他组织采纳接受。具体来说，从历史演变的过程来看，当越来越多的市政府采纳公务员制度时，这一制度就成为“广为接受”的理性组织形式，形成一种观念制度的力量。所以合法性机制和一个广为接受的社会事实的出现有关系。

让我们看看托尔博特和朱克对于合法性机制的指标是怎样测量的。她们提出一个测量指标，即用已经采纳公务员制度的城市的比例来测量这一制度被“广为接受”的程度。也就是说，在不同的时间点上，在美国的400个城市中有多少城市已经采纳了公务员制度，依此来测定公务员制度在当时被接受的程度。这一思路提出了一个时间演变过程的研究角度：采纳比例随时间而变化，因此这是一个动态的研究。在历史演变的后期，采纳的比例越来越大，迫使其他市政府采纳这一形式的制度环境压力也随之越来越大，而城市特点不再起到重要作用。

在这一研究设计下，她们研究了1885～1934年美国城市中采纳公务员制度的过程。她们的研究发现，在最初采纳公务员制度的城市中，上面讨论的诸种城市特点有非常显著的作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以后的时期中城市特点就不再有显著作用了。她们由此得出的推论是：在后期，公务员制度已经作为一种社会事实被人们接受了。这说明在早期阶段，理性选择机制在发生作用，但随着大家越来越多地接受这个制度，到了后一阶段接受这个制度的行为已经与城市的特点没有关系，大家都在“模仿”其他城市的做法。因此不同阶段出现了机制的转化，从理性选择机制转变为合法性机制。换言之，采纳公务员的制度在前期是受理性选择机制影响，而在后期则为合法化机制所支配。这是托尔博特和朱克的一个思路。

对于学术研究工作者来说，我们关心的问题最初可能只是一个想法、一个思路，但一旦动手做研究时，我们所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如何将这些思路、想法转换为可以分析、可以测量的问题，如何把经验材料和自己的想法结合在一起。这对于一个学者将来在学术生涯上能走多远是至关重要的。我们在学术界常常看到“眼高手低”的问题，大多是因为这个环节的学术训练不足。我们在阅读一篇文献时，应该注意的不仅仅是前面的理论和后面的结论，更重要的是这个研究中的具体操作问题，即研究设计、具体分析和解释等。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研究，是研究功底的重要训练。我的一个观察是，当人们没有进入真正的研究状态时，他们在阅读文献时只是看前言后语，寻找大的观点说法。而一旦进入研究状态，他们的着眼点就转移到文献中有关研究设计、实际操作的问题了。“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大概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当大家做博士、硕士论文的时候，关心的就是这些具体研究操作的问题了。

这篇文章在制度学派里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从历史的角度，我们关心的主要问题是，它的主要贡献是什么？它的重要性不在于它的理论贡献，而在于实证研究的贡献。它的贡献不是理论思路的突破而是具体实证研究思路的突破。以前的文献中已经提出了理性选择和合法性这两种机制，所以他们的理论考虑没有很大的创新（不过，他们提出的不同阶段上有着不同机制作用这一观点还是颇为新颖的）。他们的主要贡献在于实证研究思路上。我们考虑一下，制度学派研究的是制度趋同现象。制度趋同现象是指组织内部结构、组织行为的相似性。这种相似性或雷同性是很难研究的。社会科学中最基本的理论模型和相应的统计分析模式都是解释差异的模型。举个例子来讲，回归分析解释的是因变量和自变量之间的关系，例如，在一个收入函数的模式中，收入的高低随着教育程度的高低而变化，可能与人们的性别有关系。在这种模式中，我们是以一个变量的变化来解释另外一个变量的变化。这是统计模式的基本思想。但是，组织的趋同性意味着组织之间没有差异。如果因变量本身没有变化，我们的这些分析工具就没有用武之地。从这一角度来看，制度学派的理论即使是很好的思路，在实际研究中也难以操作。而托尔博特和朱克这篇文章就提出了一个如何从制度学派角度进行实证研究的思路。

托尔博特和朱克的第一个贡献是在研究趋同性的角度和方法方面有突破。过去的研究大多是静态的描述分析（例如迪玛奇奥和鲍威尔的两个命题就是从静态角度提出的）。而她们提出，我们可以从过程上去研究制度趋同性的演变，我们关心的问题不是趋同性的结果，而是从过程的角度来分析哪些因素导致了趋同性变化的速度和方向。她们是从历史演变的角度去研究趋同现象的，研究新制度观念传播、渗透的过程。这样，她们在“趋同性过程”的研究中提出了新的问题、新的着眼点。第二个贡献是她们的研究方法。她们在研究中使用了事件史分析法。在当时，这种分析方法还极少有人在组织研究中使用。第三，她们不仅在制度学派的框架里做文章，还把制度学派提出的合法性机制和经济学的理性选择机制进行了比较，在比较不同机制的解释能力的框架中做研究。因此，托尔博特和朱克开创了一个新的研究角度，即从制度采纳的历史演变过程来研究趋同性现象。

当然，这个研究也不是没有问题。现在看来，她们的研究没有直接测量合法性机制，统计模式也过于简单，在实证研究的设计上有着明显的不足，在资料质量和统计分析手段上也比较粗糙。但她们的研究给制度学派的实证研究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角度，带动了随后制度学派的大量实证研究。

大家可能注意到，迪玛奇奥和鲍威尔的文章在1983年已经提出从不同的组织依赖程度来研究组织采纳制度的课题。托尔博特和朱克的文章也是在同一年发表的。但她们的文章在1981年就已经写好了。从时间上讲，她们的研究思路可能比迪玛奇奥和鲍威尔提出得更早。

哈恩的研究

下面，我们讨论一下哈恩（Shin-Kap Han）在1994年的一项研究。哈恩是社会网络学家博特的学生，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博士。这篇研究很有特点。第一，这篇文章研究了一个有趣的经济现象；第二，这篇文章结合了制度学派和社会网络的研究方法。

哈恩的文章研究的是财务审核公司（CPA）规模的两极分化问题。在美国，按照法律规定，所有上市公司的账目都必须公开。但是，任何一家理性的公司都会对公众只提供对自己有利的数字。因此，就必须引入监督的机制。于是就出现了很多财务审核公司，比如安达信公司。所有上市公司必须接受这些财务审核公司的审核，来证明其账目是完全透明、没有做假的。在股票市场上，每家公司的财务信息都会注明是被哪一家财务审核公司审核过的。哈恩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在财务审核这个领域中，公司的规模呈两极分化的趋势：在一端是几家非常大的公司，如五大会计师事务所；而在另一端是许许多多的小型公司，中等规模的审核公司非常少。

这是为什么呢？换句话说，一个行业中公司企业的规模受哪些因素影响？我们首先考虑到客户规模分布的特点可能是一个重要因素，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市场因素。如果客户公司的规模呈两极分化，那么审核公司规模的两极分化就可能有了一个简单明了的解释。可事实并非如此，客户公司的规模均有大中小之分。为什么与之对应的审核公司的规模却在大公司和小公司之间两极分化呢？在实证资料上，我们看到大多数中等规模的公司不去找中等规模的审核公司，而是雇用大型的审核公司。我们怎样解释这个现象？

哈恩提出两个理论角度来解释这个现象。一个是经济学角度，认为公司规模与客户、市场有关；另一个是“合法性机制”的作用。这种比较分析的风格与托尔博特和朱克的比较理论框架相似，也是社会学研究的一个特点。……迪玛奇奥和鲍威尔认为制度环境对组织的影响通过三个机制发生作用：强制机制、模仿机制和社会规范机制。为什么组织间会出现模仿行为呢？以前的研究发现，这一现象在很大程度上是不确定性因素导致的。在不确定的状况下，企业的目标并不明确，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没有一个是非对错的明确标准。在对环境、技术、自身组织结构等一系列内外因素都不清楚的情况下，如何实现利益的最大化呢？如何衡量是否成功呢？在这种情况下，模仿成功企业行为的做法为人们提供了一个降低不确定性、降低风险的理想模式。

模仿行为与合法性之间到底有什么联系呢？不确定性导致了组织之间的模仿，这在财务审核行业十分明显。对于外人来讲，企业所提供的众多数据是否真实是不得而知的。所以，股东在了解公司业绩时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因素。股东在选择投资的对象时应该相信谁呢？当然不会是上市公司自己的表白，后者出于私利只会把自己的业绩说得很好。这就需要有一个机制对它进行独立审核。审核公司，尤其是规模很大的审核公司，实际上就起到了这样一种作用：降低股东在选择上市公司时的不确定性。

从经济学的角度讲，雇用一个规模大的财务审核公司可以提供更好的业务服务，但所花费的成本大大高于雇用一个规模小的财务审核公司。而从合法性机制的角度讲，规模大的财务审核公司更为公众所知，其信誉通常明显高于规模小的财务审核公司。因此，为了获得股东的信赖，上市公司应该尽量找规模大的财务审核公司为自己评估。这两种机制存在的可能性，为人们提供了比较的研究框架。

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哈恩提出了六个假设。这六个假设之间的关系不尽相同，有些是相互竞争的，有些是互补的。

1.绝对规模的假设。

即审核公司规模与其客户企业的规模有关。这一命题的基本思路是规模与成本正相关的经济学逻辑。规模越大的公司越倾向于选择规模大的审核公司。按这一逻辑，规模中等的上市公司应该选择中等规模的审核公司，而规模小的上市公司应该选择小规模的审核公司。

2.财务审核公司的专业化特点。也就是说，不同的审核公司，它们各自的业务对象不同。例如，有些公司专门做制造业企业的审核，有些公司的审核对象却是服务业。如果是这样，审核公司与客户的专业化程度应该有显著的关系。因此就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在不同的领域内，有不同的权威性的审核公司。在制造业领域，人们可能承认某一家审核公司的权威；而在银行业，人们却信赖另外一家审核公司。

3.“标准化”环境问题。迈耶提出了制度学派的一个基本命题，即组织是受环境影响的，同样的环境会导致同样的组织行为。哈恩则是要研究如果在一个标准化的环境中，即在其他条件都一样的情况下，是否会产生同样的组织行为。比如，所有的化工企业面临的大环境是一样的，按照该假设的逻辑，所有的化工企业应该雇用同样的审核公司。

4.合法性机制。哈恩是这样解释的：企业的合法性与企业规模是成正比的，大的企业地位较为稳固，合法性程度高，因而不会太在乎别人对它怎么看；小的企业则完全不同，由于其规模小，合法性程度很低，最不容易被股东接受和承认，所以有很强的模仿性。也就是说，地位越低的企业越可能发生模仿行为；地位越高的企业越不可能模仿。

5.成本问题。雇用不同的审核公司的成本是不一样的。大的公司有很强的支付能力；中等的公司按道理应该雇用中等的审核公司；小的公司则应该雇用小的审核公司。这是一个经济学的逻辑。

6.合法性机制与成本的综合。大的企业选择大的审核公司，小的企业选择小的审核公司，这是可以用经济学的规律来解释的。但为什么中等规模的公司不去找中等规模的审核公司，而是去找大型的审核公司？哈恩认为可以从两方面解释：首先，从成本上讲，中等规模的企业可以支付得起大型审核公司的要价；另外，中等规模的企业特别具有一种趋上的心态和动力，非常想发展成为大的企业。这就需要向外界发出很多信号，以此来表明自己的业绩，进而获得人们的认可。在某种程度上讲，雇用大型审核公司可以增加它的合法性。合法性可以提高资源的交换能力，提高公司的地位。所以，按照哈恩的假设，正是这些中等规模的企业的行为决定了审计行业两极分化的趋势。

下一步，就是怎样把这些想法和资料结合在一起，也就是研究设计和实证研究的过程。第一个问题就是怎样去测量模仿的程度。哈恩提出的模型如图11。

[image: ]


图11 哈恩模型：模仿程度与公司地位

y=a+bx描述了公司地位和模仿程度的关系。其中：y代表模仿的程度，x代表企业、公司的地位。

我认为，这个模型的建立是哈恩对制度学派的一个贡献。过去人们在讨论制度化过程时，仅仅从制度环境怎样影响组织行为的角度出发来研究。哈恩在这篇文章中提出了一个新的角度，并对这一现象成功地加以测量和解释。他认为，制度环境对每家企业并非都是一样的，企业地位的不同可能导致它选择的制度环境是不一样的。这样，制度环境可能是分化的，企业会根据自己在不同制度环境中的定位来选择各自“合乎情理”的行为方式。当对自己进行定位后，企业就会开始模仿同类企业的很多做法。也就是说，不同的定位，导致的行为是完全不一样的。所谓制度环境对企业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企业对自身地位的认同，这一中介环节使企业产生不同的行为。

那么，怎样测量这些相关概念（例如，组织在一个领域中的地位、模仿程度）呢？这篇文章在这方面提出了一个非常简单的模式，其中只用了两个变量。对模仿程度的测量使用了社会网络的测量方法，按照其地位进行区分。他提出这样的问题：如果地位最高的客户公司选了某一家审核公司，那么其他的公司会不会也选这家审核公司？选择审核公司的行为成为测量模仿程度的指标。按照他的假设，同类的公司之间应该相互模仿，而不同类型的公司的选择就有所不同。这一步的测量工作非常关键，它关系到文章是否具有说服力。

这里有一个问题：他的研究是没有时间序列的。因此，我们不能排除另外一种可能性：某些公司在雇用审核公司时完全是出于独立的决定。对于这种情况，哈恩做了一个假设，即如果一家地位低的公司和一家地位高的公司选择了同一家审核公司的话，我们假设地位低的公司的行为是对地位高的公司的模仿。这种假设是否有道理还值得商榷。要真正解决这里的疑问，需要引入时间序列，看这两家公司在不同的时间里，谁先选择了这家审核公司。

公司的地位又是怎样测定的呢？哈恩是按照在每一个行业中企业的规模来测定的。因为竞争是在同行业中同类企业之间进行的，我们需要以每个行业内部的规模序列加以测定。

在刚才提到的“模仿程度与公司地位”的模型中（y＝a+bx，其中：y代表模仿的程度，x代表企业、公司的地位），所有问题都和截距、斜率有关。上面提出的第三个假设是“标准化”环境会使得所有公司采取同样的行为。这一命题的实证含义是，企业行为没有差异，与之对应的是，这一统计模式中的斜率应该为0。原因在于：此时组织行为只与外部环境有关，而与企业的地位没有任何关系（如图12-1）。合法性机制的实证含义是，地位低的公司要模仿地位高的公司，与之对应的斜率就应该为负数（b＜0），即模仿程度与公司地位成反比关系（如图12-2）。如果从成本角度出发，对应的斜率应该为正数（b＞0）（如图12-3）。最后，如果把合法性机制和成本共同考虑，对应的斜率无法确定，原因在于此时模仿程度与公司地位不一定表现为线性的函数关系，不同地位的公司所对应的曲线完全是不一样的。此时，二者之间可能是二次函数、三次函数或其他较为复杂的函数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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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哈恩模型的图示

以上就是哈恩对此模型的具体展开。哈恩的这篇文章有很大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在此之前，制度学派研究的主要对象集中在政府等非营利性的组织部门，而这篇文章把研究的范围拓展到了更为广泛的经济领域。这是一种大胆的创新，是一个大的贡献，拓展了制度学派研究的领域空间。第二，哈恩提出的理论模式把竞争与合法性结合在一起，证明了两者之间并非完全是冲突、替代的关系，也可以是互补的关系。第三，他使用了社会网络的研究方法，突破了以前组织研究一直采纳的托尔博特和朱克的研究模式，采用了新的研究视角。第四，他的研究分析是非常精细的，证明的过程非常清晰，也很有意思，反映了作者很好的训练功底。该模型实际上解释的是中等规模的企业为什么会模仿大型的企业，用哈恩的话说就是：“从实证材料中把它验证出来了。”

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这篇文章起到了一个“桥梁”的作用，把制度学派的研究思路和社会网络研究思路结合起来了。因此它起到了连接制度学派与其他研究思路和新的研究课题的作用。

但这篇文章也有些问题。这是一篇非常技术化的文章，研究技术运用得非常精细。但另一方面，很多有重要理论意义的问题都埋没在巧妙的技术中了。文章中的理论和研究问题还应该提得更大、更清楚一些。这是令人遗憾的地方。

另外，这个统计模式非常简单，没有许多的控制变量。这可能是由于资料局限所致。在我看来，由于资料限制引起的问题是最值得宽容的。因为收集资料的工作相当艰巨，很难收集全面。哈恩在做这项研究时，找到了两万多个企业的资料，难度相当大。可能大家会问，这项研究为什么不从组织结构等其他方面入手进行？例如，如果我们可以研究公司在选择审核公司时的决策考虑，岂不是直接验证“合法性机制”的作用了吗？但是许多研究思路可谓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如果全面铺开，所花费的人力、物力还有时间成本都是非常巨大的！当然，在做研究时，和理论框架关系非常密切的资料是必须有的。哈恩在有些方面做得很简单，很大程度上也是受资料的影响。比如说，波多尼（Podolny，1993）同样是研究关系网络中的地位，测量地位的方法要精细得多。但那项研究仅仅是研究投资银行一个行业。而哈恩的研究则包括许多不同行业的企业，取得全面可靠的材料是非常困难的。我们在评价一个研究的贡献时应该考虑这些背景限制条件。

另外几项研究

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制度学派的研究经历了一个经验资料积累的阶段，在这一阶段出现了大量使用制度学派逻辑的实证研究。这些研究深化了这一思路的理论论述、研究方法、分析手段等方面，并大大拓宽了制度学派的应用领域。在这一节里，我们介绍几项颇有特点的研究工作。

保罗·赫希（Paul Hirsch）是一位很有特色的学者。他发表的文章并不多，但每一篇都做得非常认真，提出了独到的观点或问题。他是做定性研究的，个案研究做得非常仔细。他于1986年在《美国社会学杂志》发表的一篇文章，其课题是解释一种新兴的制度或商业行为是怎样被人们接受的。他研究的具体问题是：美国大公司之间的“敌意兼并”这一形式如何被制度化、被广为接受的过程。我选择这篇文章的另一个考虑是：这是一篇从文化角度用定性方法进行的研究。虽然社会学界的许多研究工作以统计分析方法为主，但在我看来，不同的方法只是为研究目的服务，而不应该左右我们的研究活动。在同一理论框架中，不同方法均可建树，相得益彰。在这里我们简要介绍一下这项研究工作。

在美国，大公司之间的兼并行为在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内是非常少的。即便发生兼并行为，也是一种所谓友好兼并（friendly merger），即双方都表示愿意接受的兼并，而并非一家强行吃掉另一家。20世纪60年代后，兼并现象在美国的公司中开始大量出现，而且兼并的方式有了明显变化：兼并方的公司通过在股票市场上收购被兼并公司的股票，一旦取得绝对股权，就吃掉对方，通常把被收购公司的管理层解雇。这种方式通常被称为敌意兼并（hostile takeover）。赫希要研究的问题是：敌意兼并是怎样从起初的一种美国商业界不能接受的行为，演变成为一种合法化的、被广为接受的社会事实。他在很长的时间内收集了大量关于兼并的资料，包括：报刊报道、公司经理的访谈、国会听证以及媒体对兼并事件的评价，等等。

在以往的研究中，人们大多从结构的变化上理解兼并或解释制度变迁过程。赫希所要揭示的是：“敌意兼并”这一制度的建立除了源于经济结构的变化之外，还与商业界文化上的变化息息相关。“敌意兼并”的制度化演变中的一个重要过程是社会认知的变化，即人们对这种现象在话语等一系列文化现象中逐渐接受了。这实际上和制度学派中所讲的大的制度环境的演变是同一个道理。过去，制度环境是被作为一种已经存在的东西来解释制度是如何发生作用的。赫希要解释的问题是制度环境本身是怎样变化的。最初出现的一种商业行为、一种不被人们接受的东西是怎样通过一系列的变化（就像话语的变化）重新构造，最终变成为大家所接受的事实和原则。例如，敌意兼并行为刚刚出现时，媒体报道使用的话语都是充满敌意的有关一方强加于另一方的描述，如：“大鱼吃小鱼”等很恶劣的语言。渐渐地，这些话语开始变化，其表述把这一形式描述为充满双边互利的关系。所以，赫希通过个案资料的分析，研究了制度演变的过程。这一研究与制度学派的中心问题有密切关系，而且是以前制度学派研究所忽略的问题。以前的研究把制度当做已经存在的“原因”来解释组织行为；而赫希则注意到制度本身也是变化的，试图给出一个解释。

豪斯查尔德和曼纳（Haunschild and Miner，1997）的研究也对模仿行为的研究工作做了重要的推进。过去对组织间模仿机制的研究大多比较笼统、粗略。豪斯查尔德和曼纳则对模仿机制进行了分类，对模仿行为内部的机制做了进一步的研究。他们的研究着眼点是：为什么公司在兼并时会雇用投资银行提供咨询。他们认为这是一种模仿行为，但其内在机制可能每每不同。

他们认为，模仿机制也可以分为三种不同的形式：第一种是按频率来模仿；第二种是按特征来模仿；第三种是按照效益、成果来模仿。“频率”机制是指公司的模仿行为受到以前其他组织采纳过这样行为的“频率”的影响。采用这种做法的组织越多，越说明这一行为是一个被“广为接受”的社会事实。例如，如果其他公司在兼并时都请投资银行提供咨询服务，如果你不采取同样的做法，就会引起其他公司或股票投资人的疑问。另外一种模仿是按照雇用“投资银行”的公司的类别特征，即不同组织在模仿选择上考虑的并不是以前有多少公司这样做了（频率），而是关心与我的公司类似的公司是如何做的。假设我是一家大公司，如果其他大公司都雇用了投资银行，那么其他大公司的这一“特征”对我的影响更大，我就得雇用投资银行。按这一逻辑，如果我是一家小公司，那么大公司的行为特征可能对我就没有这样的影响。这一思路与哈恩所讲的地位、身份的逻辑是一样的。第三种是按效益的模仿，如果雇用投资银行的成本很高，从效益上讲这种模仿就不会发生。这是一个经济学的逻辑。

他们在这里提出不同于迪玛奇奥和鲍威尔的观点：模仿也不一定都是合法性机制导致的，有些模仿和竞争效益有关。这个效益的角度实际上是从经济学思路考虑问题。这篇文章提出的基本思路以前在文献中都出现过，但是作者能够很完整地把这些想法在一个研究中系统地提出，而且在实证研究中加以验证，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我个人认为，这篇文章把制度学派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这主要反映在（组织间）模仿的概念定义的进一步丰富、精细以及操作化。另外，他们把组织学中组织学习的机制与制度学派的研究结合在了一起。

一个理论流派演变的另外一种趋势是向其他领域延伸和扩展。当一个理论流派成功地解释了某个领域中的问题，引起大家的注意后，越来越多的学者试图用这些思路去解释其他领域的现象，从而扩展了理论解释的空间和适用范围。合法性机制起初主要被用来研究、解释政府、大学等非营利性组织。现在这一思路已经扩展到营利组织和组织之外的领域。举例而言，斯特朗（Strang，1994）用合法性机制解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为什么有很多第三世界国家走向独立，为什么会出现殖民地的崩溃过程。我过去的一项研究（Zhou，1993b）从制度化的角度解释职业领域中的专业化过程，将组织研究领域的理论逻辑应用在职业社会学的领域中。另外，也有人研究国家之间的趋同性和教育制度的趋同性，发现很多第三世界国家的小学、中学的课程设置都和发达国家十分相似。

理论流派演变的另外一种趋势是与其他流派的对比或结合。举个简单的例子，群体生态学研究发现，不同组织的出生率和死亡率是不同的。在研究出生率时，人们发现组织的出生率在一开始呈上升趋势，随着时间的推移，有逐渐变为下降的趋势。许多组织都有这样的特点。怎样解释这一现象呢？群体生态学主要的研究角度是研究竞争、环境和资源配置与组织群体之间的关系。但它不能解释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由低而高、由高而低的非线性关系。后来，汉南和弗里曼（Hannan and Freeman，1989）就把群体生态学中的竞争机制和制度学派中的合法性机制结合起来，对这一现象提出了一个有趣的解释。我的一项研究（Zhou，1993a）则是把组织学习理论和制度主义理论结合起来，解释组织规章制度的演变过程。

一个应用：从制度学派的观点看“送温暖”现象

我们在上面介绍了制度学派的基本思路和发展演变状况。这些研究工作大多是在美国社会学和组织研究领域中进行的。那么，这些理论思路是否可以帮助我们研究中国社会中的组织现象呢？在这里，我们讨论一个日常生活中的例子。

《每周文摘》（2002年2月1日）摘录“新华网”题为《“送温暖”切忌形式主义》一文的报道并评论了这样一件事。

一位县领导告诉记者，三年来，每到春节前夕，上级工会总是派出三四人组成的送温暖小分队，由数千公里外长途跋涉而来，在本县选择两户困难职工家庭，每户扶助500元，而两户共计1000元的“温暖”还得由地方掏腰包——“我请客、你出钱”。

从经济角度讲，三四人来回机票就要花去七八千元，再加上出差补贴以及吃、住等开销总数过万元。这笔钱如果用于帮扶贫困职工，按每户500元计，可以扶助20多户，比之现在的区区两户，要实惠许多。另外，送温暖工程经过十年的发展，已逐步经常化、制度化、社会化，上级组织大可以把任务、经费交给基层委托办理，没有必要千里迢迢赶来，“亲手”送上温暖。

我们应该怎样解释这一现象呢？我们在这一讲中提出的制度主义的解释逻辑是否可以帮助我们分析、理解这一现象呢？下面，我们总结一下讨论中的几种意见。

首先，如果从狭义的效率机制的角度来看这一现象，这的确是形式主义、浪费资源。这也是这篇文章的观点。正如这篇文章的作者提出的，将同样的资源直接用于扶贫，可以使更多的贫困家庭得到资助，报道中的这种做法恰恰与效率机制相悖。意识到这一点，我们不仅对这一现象提出了批评，而且我们也清楚地意识到我们批评的理论逻辑（效率机制）是什么。

但是，这一批评远远不能令人满意。如果这种做法是低效率的，那么它为什么仍然存在？为什么我们不能通过组织设计克服这一问题？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必须首先解释清楚这一现象出现的渊源何在。

我们从合法性机制角度可以对这一现象提出新的解释。为什么上级工会组织要“大张旗鼓”地宣传这种低效率的做法呢？从合法性的角度来看，这种做法是有道理的。任何一个组织都必须取得合法性，适应制度环境才能得以生存，这是制度学派理论的一个基本命题。在公众眼中，政府必须关心弱者。工会机构的主要职责是代表政府关心工人利益。在现阶段，尤其要关心弱势群体的利益。但是，从工会组织的角度来看，怎样让公众知道它在尽职尽责地工作呢？在这里我们看到，工会机构的目标不仅仅是要让贫困家庭得到资助，而且还要让上级部门和其他群体得知它的工作业绩，从而得到合法性。从这个角度来看，这种有悖效率机制的做法恰恰是合法性机制的产物，有利于应付制度环境的压力。

我们看到，从一个不同的理论角度来分析同一个现象，我们可能给出一个不同的解释，可能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这一现象产生的根源，从而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基础。更为重要的是，我们清楚地意识到我们提出的解释逻辑是什么。

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讨论这个现象。有一种观点是，效率机制也可以解释这一现象。从交易成本学派的角度来看，效率机制并不是看政府花了多少钱，而是看它效用最大化的目标是什么。对于政治家来说，是否“送温暖”是一个选择。他之所以选择送温暖一定是因为这会给他带来某种收益。所以，不能简单地说“送温暖”这一举措是没有效益的。这是经济学中所谓的“效益对谁而言”的问题。效益一定是对决策者而言的，它很可能只对当事者有效。例如，工会部门的领导可能因此沽名钓誉，得以晋升，对于他们来说此举就是高效率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公众认为没有效益的行为，在决策者看来却可能是有价值的。效率机制的意义实际上是在这一层面：假定行动者有自己的目标，他认为如此行为对他来说是合算的。但问题在于，工会部门为什么选择这种手段而不是其他手段？这才是合法性机制发生作用的地方：政府部门为什么采用关心弱者的方式，而不是采用炫耀权力或武力的方法获得社会承认？这是因为合法性机制在起作用，导致了特定的行为方式。在这里，合法性机制与效益机制可能并不矛盾，而是互补的关系。我们分析到了这一点，也就可以进一步考虑组织设计上的对策了。

这一现象也可以从“信息不对称”的组织困难来做进一步分析。在一个高度集权的行政结构中，组织内部信息传递链条十分漫长。每当上级下达一个命令，要把所有的信息完整无误地传递到基层单位是很困难的。这里有着组织机构失灵、执行过程偏差的各种问题。每个单位和个人在得到信息以后，总是按照自己的利益对信息进行重新解释。所以，从组织上层到下层，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问题。这在组织内部是很难解决的，必须借助外部的力量，比如舆论的监督等。就扶贫而言，如果公众都知道政府机构极力倡导扶贫活动，那么政府上层的意图就会很直接地被基层领会，公众就会参与监督过程，从而减少信息传递失误、被人利用的问题。如果这种“大张旗鼓”的做法传递出了上级部门“扶贫”的明确意图，从而带动了各级政府部门相应的“扶贫”活动和资源，那么上级工会部门的这些貌似“劳民伤财”的做法实际上可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符合效率机制。

上述不同的思路、不同的解释可以说是不同的“猜想”。在目前的阶段，我们并不知道哪一个猜想是符合现实的。所以，我们下面的问题是：应该怎样设计实证研究来比较这些不同的理论命题和实证假设呢？这些正是学术研究需要解决的问题。记得我在读研究生时听到导师这样的说法：理论想法是廉价的，唾手可得，而要把这些想法付诸实证研究却是难上加难。有兴趣的读者不妨动手尝试一下。

小结

新制度主义的基本出发点是：任何一个组织都必须适应环境而生存，我们必须从组织和环境的关系上去认识组织现象。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经济学研究的是企业内部降低生产成本的问题，即成本最小化的问题。在经济学看来，环境是一个技术函数。当时的组织学研究的基本是一个统计关系，即组织结构和技术环境的关系。每个企业，每个组织，因为面临的环境不同，按照“权变理论”的逻辑，它们的行为、形式和对策也应该每每不同。但是，迈耶却提出一个完全相反的命题，认为每个组织其实是十分相似的。新制度主义还提出，环境应是一个广义的概念，不仅包括技术环境，也包括制度环境。面对新的问题，就需要有新的理论去解释。新制度主义的主要贡献是提出了合法性机制来认识、解释组织现象，尤其是趋同现象。这也就是当时新制度学派一被提出就受到大家关注的原因。新制度学派是对以前理论的突破，跳出了原有的框架，提出了一个全新的理论角度。

我们在这一讲中从学术史的角度讲了制度学派的演变。因为时间有限，我们讲得非常粗略，很多演变过程都没有谈及。从迈耶最早提出这个观点，到后来许多学者非常精细地测量这种机制，这一领域的研究不仅越来越严谨，而且能够解释的问题也越来越丰富。我们对它的前提假设和适用范围都有了更清楚的认识，这是学术研究的一个进步。比如说，有些现象可以用效率机制解释，而有些则需要通过合法性机制解释。这就把原先笼统的制度环境在研究中进一步分析化了。

从学术史的角度看，每种研究的贡献是不一样的。理论性的研究贡献的是一些大的想法和思路，这些想法往往具有突破性。比如迈耶提出的趋同性问题就是对前人研究的差异性问题着眼点的突破。另外一种研究，比如迪玛奇奥和鲍威尔的文章，能把很多抽象的理论变为中层理论，便于理解和应用。在这种研究中，最初的想法和思路在研究的过程中得到进一步严密化和延伸。还有一种贡献体现在研究手段和角度上。在研究中采用新的角度往往会对问题有新的解释，比如托尔博特和朱克的研究，在当时的条件下，提出了一个新的实证研究的角度。更多的研究是应用性的，就是用这个基本的思路去解释一个具体的问题。这些研究起到一种资料积累的作用。

制度学派的贡献在于：和效率机制相比，它从完全不同的角度解释了为什么组织行为会发生趋同现象。制度学派提出：研究组织现象，不能从组织内部去解释，而要从外部环境的角度去解释。应该走出理性，不能用理性的框架解释问题。所以，制度学派的前提假设和效率机制有很大的差异。制度学派在后期的发展中，和很多领域有了交融，共同解释一个问题。在思路上，也开始和其他理论结合。应该说，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后期这段时间，制度学派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对于制度学派实证研究上的演变，这里我们就不多讲了。

制度学派也存在一些问题。首先，制度学派发展到今天，虽然做研究的人很多，但现在的研究大多是在原有的框架内进行的，很难有所突破。一个理论流派如果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创新和突破，没有新的研究课题和方向，那么这个理论就会失去吸引力。另外一个问题是，制度主义理论缺乏微观基础。它强调制度变化引起组织的变化，但为什么制度本身会变化？是什么因素推动制度变化？制度学派恰恰就是缺乏这样一个微观的基础来提供深入解释。这个问题正好与下一讲的社会网络理论有关，我们会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

进一步阅读的文献

因为这一讲中强调一个学术流派的来龙去脉，因此在下面的参考文献目录中给出了更多的书目，以便交待学术研究的传承演变关系。我在这一讲开始讨论各种学术研究工作之间的关系的想法，瓦格纳和博格（Wagner and Berger，1985）有进一步的论述，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阅。

制度学派的奠基之作除了上面提到的文献外，博格和拉赫曼（Berger and Luckmann，1967）合作的是一部强调制度决定论的著作。希尔斯（Shils，1965）也是制度研究的早期倡导者。鲍威尔和迪玛奇奥（Powell and DiMaggio，1991）收集了这一领域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的主要作品。与此同时，制度学派的思路也推动了大量的实证研究工作，例如，达宾和苏顿（Dobbin and Sutton，1998）、达宾等（Dobbin，Sutton，Meyer，and Scott，1993）、埃德尔曼（Edelman，1990）、弗利格斯坦（Fligsetin，1990）、苏顿和达宾（Sutton and Dobbin，1996）等。此外，斯特朗和迈耶（Strang and Meyer，1994）对制度传播做了进一步讨论。迪玛奇奥（DiMaggio，1988）和斯迪奇克姆（Stinchcombe，1997）对制度学派缺乏微观基础提出了批评。

制度学派与其他学派互相交融影响的研究也很多。以下只是几个例子：卡罗尔和汉南（Carol and Hannan，1989），帕尔默、杰宁斯和周（Palmer，Jennings and Zhou，1988），维斯特菲尔、古拉蒂和沙泰尔（Westphal，Gulati，and Shortell，1997），周（Zhou，1993a）。从比较理论研究的角度，我们应该提及一些从其他理论逻辑和其他机制解释“模仿现象”的研究。例如在经济学中，参见本纳基（Banerjee，1992）、肯利斯克（Conlisk，1980）、沙夫斯坦和斯泰姆（Scharfstein and Steim，1990）。在生物学中，则有玻义德和理查德森（Boyd and Richardson，1993）从生态进化角度讨论了群体模仿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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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讲 组织与社会关系网络

■ 需要解释的组织现象

■ 科尔曼的问题

■ 社会网络学派的回答：两个思路

■ 从“内嵌性”到“结构洞”：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进展

■ 制度的微观基础：制度学派框架内的一个尝试

■ 比较理论分析：三种机制之间的关系

■ 进一步阅读的文献

需要解释的组织现象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不难发现，许多人的能力差别不大，但他们的生活机遇却大相径庭：有些人可以找到好的工作，而另外一些人却找不到好工作；在工作单位，同样能力的人中，有些人可以很快得到晋升，而另外有些人却按部就班。造成这些个体差异的原因是什么？社会学家的一些研究表明，这些生活机遇与人们的社会关系网络有着密切关系。日常生活中的很多现象都和“关系”有关。即使在市场条件下，关系也起着重要作用。例如，美国的劳动力市场是很规范的，但花旗银行鼓励它的员工介绍他们熟悉的人到花旗银行工作，如果被介绍的人能够在花旗银行工作半年或更久，那么介绍人还会得到一笔奖金。这种鼓励使用“关系”的做法与我们以前描述的韦伯式组织的非人格化的形象差别很大。

在组织间关系上，社会网络也起着重要作用。我们考虑一下银行贷款业务。银行给厂家或企业家提供贷款的风险极大，为此金融机构设计了许多客观评价指标来选择客户。但是一些研究发现，贷款人获得贷款的可能性与他们和银行人员的熟悉程度有很大关系。在美国，金融市场是个比较规范的市场环境，但恰恰在这里社会网络关系有着明显的作用。这个现象引起了组织研究学者们的很大兴趣，很多研究都是以金融界为背景的。再比如，一家公司寻找合作伙伴建立长期的经济往来，应该用什么标准来寻找合作对象？经济学的逻辑认为，应该用不同公司以往在市场上的表现来衡量选择。但在很多情况下我们发现，公司并不是在市场上系统地搜寻合作伙伴，而通常是使用社会网络中的过去交往过的伙伴。

这些都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迅猛发展的社会网络理论所关心的社会现象和组织现象。我们这一讲讨论社会学中社会网络学派的理论思路。和以前一样，我们关心的是它的解释逻辑，着重强调因果机制，以及它对不同问题和课题的关注和忽略。另外，我们还会从比较的角度对制度学派的思路特别是它的微观基础做进一步的讨论。在这一讲的结束部分，我们将交易成本学派、制度学派和社会网络理论这三个思路做一个比较。

科尔曼的问题

让我们首先从科尔曼（Coleman，1990）的巨著《社会理论的基础》第一章中提出的问题开始。科尔曼是社会学中受经济学影响最大的学者之一，与经济学研究的对话最为频繁。和经济学的研究思路相同，科尔曼特别强调解释社会现象的微观基础。他在《社会理论的基础》的开始之处就对韦伯的经典之作《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提出了批评。我们知道，韦伯的基本思想是，加尔文教的教义导致了资本主义精神，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兴起。但是，科尔曼认为韦伯的解释缺乏微观基础：加尔文教义与资本主义精神都是宏观层次的现象，这种用宏观现象解释宏观现象的逻辑忽略了微观层次上人们的行为，对加尔文教义究竟是怎样促成资本主义精神没有提出令人满意的解释。科尔曼力主从人的行为的微观层次上寻找解释答案。他认为宏观解释有两个问题。

第一，在宏观层次上，不同宗教教义的个案很少，我们很难从数量有限的个案上寻找到规律。例如，如果说加尔文教导致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生，人们可能认为这是由于偶然的原因引起的。让我们假设，这是因为具有反叛精神的逃亡者起到了关键作用，那么我们通过历史研究就可以解释这一因果过程。社会科学关心的是规律性的东西。如果我们用一个具体、偶然的历史因素就可以解释某一个现象的话，就不需要社会科学的解释了。因此，科尔曼认为韦伯的这种通过个案研究来说明规律性的做法，在方法论上有问题。

第二，即使有足够的个案来说明某种宗教的形态导致了资本主义精神产生，我们观察到的也仅仅是统计上的关系，仍然需要解释这些统计关系背后的因果关系。科尔曼受经济学影响，认为应该有微观基础上的解释，即必须从个人行动的层次寻找解释。他提出的解释是这样的：新教教义影响到个人的价值观，个人价值观又影响到个人的经济行为，这些个人层次的经济行为导致了资本主义精神的产生（如图13所示）。

[image: ]


图13 科尔曼的解释逻辑：探讨宏观现象的微观基础

科尔曼认为有三个解释的环节：第一个环节是从宏观到微观的环节，比如说新教教义的宗教形态怎么影响人的价值观。第二个是从微观到微观的环节，个人的价值观念如何影响了他们的经济行为。第三个环节就是古典经济学讲的从微观到宏观的解释，个人的经济行为如何形成了宏观层次上的市场经济制度。有些理论可能涉及这三个环节，有些理论可能只涉及其中一个环节。关于这一思路的进一步讨论，参见海特斯罗姆和斯维德博格编辑的著作（Hedstrom and Swedberg，1998）。

科尔曼为我们提出一个很好的问题，那就是我们是否需要一个微观的角度去解释问题？现在我们看看社会关系网络学派是如何回答这个问题的。

社会网络学派的回答：两个思路

社会网络理论从社会网络关系或人际关系的网络结构出发来分析解释社会现象，提供了一个结构主义的微观基础。在20世纪70年代，社会网络学派一度十分活跃，在组织间关系和社会关系网络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有趣的结构主义的课题和研究方向。但是，这些研究在理论上没有大的突破，很快陷入研究手段的技术细节的发展中，成为一个小学术圈子内部的学术活动，与社会学的主流研究缺少对话，招致很多批评。格兰诺维特在1985年提出“内嵌性”理论，重新将社会网络理论的思路引入了社会学主流的研究。经济学家威廉姆森首先注意到他的工作，并且和他对话。科尔曼（Coleman，1990）提出的社会资本概念也推动了人们对社会网络研究的关注。20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网络理论在组织学领域的发展得到博特《结构洞》 一书的大力推动，成为经济社会学的核心理论。

齐美尔的基本思路

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Simmel）是社会网络理论的鼻祖。他的思想被介绍到美国为期较晚，但是他的思路十分独特，具有极强的结构主义思维逻辑，对社会学中的结构主义理论影响极大。

齐美尔的基本思想是个人和群体的两重性。当一个人加入一个群体的时候，受到群体的约束，建立起了个人和群体的基本关系，这就是所谓的社会网络关系。因此，研究个人时不能从单个孤立的人出发，而应该从他所处的社会网络角度入手。这个思路与我们现在所讲的关系网络思想是一致的。但齐美尔的另一个思路是我们现在的研究没有注意的，即当个人进入网络时，他不仅仅是这个网络中的一个点，而且将其他网络关系带入现在的网络。我们现在所讲的网络，将个人视为一个点，点与点之间的联系是社会关系，这是我们现在对网络的一般描述。但对齐美尔来说，一个人同时参与了很多其他群体，身上带有很多其他群体的印记。因此，当一个人加入一个群体的时候又把他所隶属的其他群体的关系带到这个刚刚参加的群体中来。这样就产生个人和群体的关系的两重性。比如，今天到这个教室听课的人，加入了我们这个教学群体，受到了这个关系网络的约束。但是每个人又带着原来群体的印记，大家来自清华、北大、人大，同时与自己原来的群体保持关系，将这种原有的关系带到这个群体中来。布雷格（Ronald Breiger）写了一系列文章来把齐美尔的思想量化。他提出齐美尔的双重性思想可以表示为空间的两个平面相交，平面表示为群体关系。相交直线就是所谓的关系双重性。因此，一个人和另一个人建立的关系不是点与点之间的关系，也不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是网络之间的关系。在这个意义上，个人和关系是不可分解的，一个人是带着其他群体的关系印迹来和其他人发生关系的，所以个人和群体之间的关系具有双重性。这是齐美尔的第一个想法。

如果我们照这个思路一直往下走，接下来的问题是，如果一个人具有很多群体的参与性，那么我们关心的就不仅仅是他在这个网上的点所代表的意义，而且需要了解他参加了多少群体，参加了其他群体的什么层面。也就是说，我们需要从这个成员的其他群体特征来说明这个网是怎样定义的。例如，当我们考虑到我们上课的这个班时，可以把它看做一个网络。大家来到这里，形成一个新的网络。但这个网络的结构与其他班级的网络结构是不一样的，因为在座的你们同时是其他群体的成员，你们来自清华、北大、人大等，你们带来了你们所参与的其他群体的特征。我们这个群体因为你们带来了其他群体的关联，便显示了与其他网络不同的特征。

我们下面关心的问题是，进入网络中的每个人的归属感是什么。在这里，我们会接触到齐美尔的另一个思想，这就是自由和约束之间的关系。社会网络理论的一个基本思想是，人们行为受到网络的约束。人是生活在社会关系中的人，他的很多行为受到关系网络的影响，这是约束。人们进入群体，意味着个人受到的约束越来越多。但当一个人主动参加很多群体的时候，实际上是在表现自己的个性。假设我喜欢玩电子游戏，参加了电子游戏的网络；我喜欢自然，所以我参加了自然之友的网络。当我加入社会学学会时，我表达了自己在专业上的归属感。当我参加各种网络越多的时候，我就在越充分地表达我的个性。当人们参加群体越多时，他们的个性越得到充分表述，因为每个人参加群体的特点不一样。这样，我们看到了自由和约束之间的辩证关系。一方面，我越来越多地受到各种网络的影响和约束，但另一方面，我的个性也得到了越来越充分的表达。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自由和约束这两者也具有双重性，是一个互相转化的过程。齐美尔认为人的自由一定体现在具体的社会关系上；如果一个人不参加任何群体，那么他是没有任何个性的。自由体现在某种具体的社会关系上。当你自愿加入各种各样的社会群体的时候，你就扩大了自己的自由，因为群体成员的归属感表达个人的意愿。所以我们说，束缚本身成为自由的一个条件。正如齐美尔（Simmel，1955：141）所说：“在这里，主观和客观有一个互惠的关系，当一个人与社会组织发生关系时为这个组织所制约。主观的认同构成了客观的群体，但是由于参与的模式与别人不一样，他就重新获得了个性。因此多重的组织参与创造了新的主观成分。”

举个齐美尔的例子来说，中世纪丹麦的行会与王室讨价还价达成一个协议，凡是行会内部出现的问题由行会自身负责，行会可以审判或审理。王室将这种权力让渡给了行会。结果是，作为行会中的成员，如果任何人违反了某个程序、纪律、规则，就会在行会内部受到审判。比如行会中的成员违反了竞争规则，只能在行会内部解决，而不能舍弃行规而采用国家的法律。齐美尔用这个例子来说明，在使用行规时，行会成员实际上失去了一部分自由，即他不能用国家的其他法律来解决他跟其他人的纠纷，而只能通过行会内部的规则来解决。如果将行会看做一个关系网络的话，这个成员现在已经被关系网络限制了。但从另一个方面来讲，正因为有了行会的规则，行会的成员才取得了一定的独立性，这种独立性指国王和其他势力不能干预行会的内部事务，国王不能修改行会规则。在很长时间内，人们就用这种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来解释欧洲国家专业化程度之所以特别高的历史渊源。在现代社会中，许多专业化团体仍然保留这些特点。例如美国的社会学学会在学术群体内部制定自己的规则，制裁违反学会规则的学术问题。各个学术团体独立运作，对专业化过程起到了推动作用。

博特（Burt，1992）将这个思想进一步发挥，把网络和个人的双重性问题加以模式化。他提出，如果说自由是个人特性发展的话，那么这个概念的含义不是说缺乏与他人关系，不是指与他人毫无关系，而是指与他人有独特、具体的关系，这才是自由的定义。也就是说，自由不是与他人没有关系，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而是指你有一个与其他人不一样的社会关系，这样你的个性才和他人不同，才表现出了你的自由、你的个性。

我们可以比较一下齐美尔和涂尔干的不同思路。我们在第一讲和第三讲中简要地提及了涂尔干的思想。涂尔干从共享观念的角度来解释人和群体的关系，认为人们对文化价值的认同产生了群体。与此相反，齐美尔认为人们之间的具体社会关系塑造了社会群体，因为人们所处的社会关系每每不同，他们的群体感也不尽相同。所以，希尔斯这样说过，人们传统的表述是把人看成范畴内的一员，比如我们属于工人、农民、教师、学生等，而不是把人看做网络中的一个结。在前一讲讨论的制度学派倾向于把个人看做是群体中的一员，是范畴中的一点。但从关系网络观点来看，这种论断不能解释其中的个人。个人是很多关系之间的一个结，我们需要解释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网络的结构。

从社会网络理论角度来看，我们的研究任务就是要通过具体的社会关系结构来认识人的社会行为。首先，人们的关系网络所涉及的是有名有姓的人。在关系网络研究中对具体社会关系的描述一般是一个矩阵式的图形。网络中每一个具体的人占有一行或一列，有着自己的特征，并且一定是有名有姓的，比如网络中的张三和李四的关系是不一样的，所以这种表述一定要把人加以标志化（identity）。而在制度学派中，我们对制度中的个人并没有表示出特别的关心。制度学派的思路关心的是环境对组织的影响，而某一个具体组织或个人和整个理论并没有特别大的关系。但关系网络一定是和具体的人有关系，讲的是具体人之间的关系。通过具体的关系网络去研究人的行为时，首先要涉及人们所处的社会结构或网络结构；其次要描绘个人在网络中的地位，他在网络中的位置是怎样的；最后是网络中不同位置之间的相互作用。这三个方面通常是从社会网络角度研究问题所关注的基本要素。

如果我们从个人和群体的双重性角度去研究问题，我们需要关心的问题是，个人在现在群体中的网络关系与个人带入的其他群体之间的关系。这个角度是很有意义的。例如，在西方国家，许多政府官员离开政府要职后到私有企业任职，这样他就将他在政界的关系网络带入了商界，反之亦然。所以，从这个角度研究问题可能会有新意。芝加哥大学的政治学教授帕吉特（John Padget）研究意大利的佛罗伦萨是怎样成为资本主义经济的诞生地的。他从关系网络角度解释为什么突然间在佛罗伦萨出现一个崭新的资本主义经济形式。他研究的就是人和群体的两重性问题。在欧洲从中世纪向资本主义过渡的时期，纺织业在佛罗伦萨的建立几乎是一夜之间就完成的。当时在其他许多地方都有纺织业，但都是手工作坊性质。而在这里，第一代创业者中的许多人是大家族的成员，家族是一个网络，而另外一些人在银行工作，属于银行家这个职业。这样，家族这个网络和银行家这个职业网络充分结合，有利于各种资源的动员和使用，因此产生了一个非常大的制度创新的空间，使得一个新的经济制度可以在这里脱颖而出。

从这个思路研究社会网络，人们花费许多气力发展描述网络的技术手段。这一领域的研究已经非常技术化了。网络研究的一个优势就在于很多问题是可以测量的。但它的困难在于，当研究非常技术化后，能够理解和使用这种技术和操作方法的人就越来越少了，研究者成了一个很小的群体，只能在自己内部进行对话。所以20世纪70年代末网络研究逐渐脱离了社会学主流。20世纪80年代这个流派的回归实际上是因为其研究的具体现实问题引起了大家的关注。

从齐美尔思路发展的研究基本上把结构作为一个客观存在，研究结构对行为的影响，是从结构、网络角度去解释行为和关系。例如，布劳的后期研究工作就是从这个角度提出社会群体特征（social demographics）如何影响了人际关系交往的模式。这个思路的研究工作对网络的功利性、人的主观能动性，即人们有意识地建构网络来达到私利等问题并没有表现出太大的兴趣。

怀特（Harrison C.White）是当代社会网络理论的创始人之一，在20世纪70年代十分活跃，培养出了一大批学生。怀特（White，1981）从社会网络角度解释市场的渊源，认为市场是关系密切的企业通过相互观察彼此行为而产生的社会结构，且通过这种重复关系而自我再生。与经济学不同，怀特认为，市场供给是生产厂家之间互动关系的结果，与消费者行为关系不大。怀特在1992年发表了《身份与控制》（Identity and Control
 ）一书，为从社会网络角度研究社会现象提出了一个宏大的理论框架。布雷格、帕吉特等是从这一条思路发展下来的。

社会网络功利性的思路

社会网络学派的另一条思路特别强调个人利用社会网络争取社会资源以获得地位的意义。这一思路的主要代表人物是科尔曼。他从理性选择的角度出发，认为人可以通过理性选择而建立社会关系。从这一角度看，人是关系网络的中心，我们可以从个人出发来研究他们如何利用、发展和得利于这个关系网络。科尔曼在1988年写的有关“社会资本”的一篇文章在这方面有很大的影响。从生物学角度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群体为什么能够发展起来，是因为它有一些与众不同的特点。举个例子来讲，某一个家族，具有某些特定的结构，可以利用某一种资源，比如说和王室有某些特定的协议，由此得到一些保护，在其他和它竞争的家族衰退的同时得到发展。从这个角度来讲，是个人利用了网络，网络给他提供了条件。

林南（Nan Lin）是这个研究传统的一个重要倡导者。林南长期研究社会资源对人们地位获得的重要性。他提出的社会资本理论（Lin，2001）就是从这一角度研究、解释个人如何利用社会关系网络获得社会资源和社会地位。他的实证研究工作涉及了中国社会的劳动力市场、工作升迁等。边燕杰（Yanjie Bian）的研究工作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林南的理论思路，以中国社会为背景，对社会网络在寻职、升迁、企业发展的作用等方面做了一系列研究。林南和边燕杰的许多研究工作已经介绍到国内社会学界，我就不赘述了。这一传统的另外一个重要倡导者是博特。他在1992年发表的《结构洞》一书在组织研究领域中引起了很大影响，极大地推动了这个领域的研究活动。我们在下面会介绍。

以上是社会关系网络中的两个思路。现在的许多研究都是按照第二种思路去做的，大家比较熟悉，所以我更多地介绍了一下第一种思路。我的粗略印象是，在美国社会学领域，从第一种思路进行研究的比较多。这可能是因为这一思路更技术化，有利于收集分析资料。而组织研究中，特别是商学院学者的研究中，持第二种思路的人较多。今天，这两种思路的发展基本上是平行共进的。

从“内嵌性”到“结构洞”：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发展

社会网络学派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有了一个大的发展，格兰诺维特（Granovetter，1985）促成了这一学派的再次兴起，而博特（Burt，1992）则使这一研究思路扩展到组织领域。我们下面讨论一下他们的经典作品和这个领域里的实证研究工作。

格兰诺维特的“内嵌性理论”

格兰诺维特是怀特的学生。格兰诺维特发表的文章不多，但每一篇都很有分量，引起很大影响。社会网络研究通常技术性很强，但他的文章与众不同，常常有很强的理论性。他的博士毕业论文《寻职》（Getting a Job
 ）提出了劳动力市场上弱关系的强度这个很有新意的思路，在社会网络研究中是一个里程碑。过去的社会网络研究关注的是强关系，他提出的这一概念引起了人们对弱关系的大量研究。许多研究，包括林南和边燕杰的研究工作，多多少少与格兰诺维特提出的问题有关。

在1985年的这篇文章中，格兰诺维特提出了“内嵌性”这一概念，强调社会网络结构对人们行为的制约作用。我们现在回头来看这篇文章时可以发现，这里面的许多思想在怀特的文章中已经提出了，但怀特的文章很少人能看懂。可以说，格兰诺维特是将这个问题从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角度讲述出来，而且和经济学有一个对话。那个时候大家对制度学派有一些厌倦了，他恰逢其时地提出了这个观点，引起了大家对社会网络研究逻辑的兴趣。

我们看一看格兰诺维特提倡的研究角度是什么，他所关心的问题是什么，他在文章中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格兰诺维特的讨论起点是对“低度社会化”和“过度社会化”两种理论倾向的批评。低度社会化的思路主要是指经济学特别是威廉姆森的交易成本学派的研究逻辑。经济学家眼中的个人拥有自己的偏好，通过价格信号的指导在预算约束的条件下做出选择，实现效益最大化。在这一思路中，个人可谓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没有任何社会关系、社会身份和特点，与厂家和消费者的生活经历没有任何关系。与此相反，过度社会化的思路认为人们只是按照自己所扮演的社会角色来行为的。在这里，人们没有主观能动性，其行为完全被所处的社会环境、社会期待和人们扮演的社会角色决定。从这一思路出发，我们也不需要研究个人行为，只要知道他所扮演的社会角色就可以知道他的行为了。制度学派解释组织趋同时注意的是相同制度导致不同组织或个人做同样的事情；在这里，个体差异已经被忽略了，不是重要的解释因素。从这个角度来讲，低度社会化和过度社会化殊途同归，都取消了个体差异的问题。格兰诺维特认为这两种取向都有问题，他提出，我们应该有一个另外的解释逻辑，即从人们所处的具体的社会关系角度来解释人们的经济行为。换句话说，人们的行为因其所处的社会关系网络不同而异。社会网络千变万化，因此我们也应该观察到每每不同的社会行为。这是格兰诺维特的基本思路。

格兰诺维特这篇文章的一个重要内容是与威廉姆森对话。经济学家认为，人是自私的，人们为了自己利益的最大化可以做很多损人利己的事情。格兰诺维特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人们如此自私投机，为什么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并没有观察到那么多的不信任现象和投机行为呢？举个例子来讲，我们去商店购物，在通常情况下我们假设卖方不会欺骗我们。经济学家的解释是，这里的原因是激励机制：如果商家欺骗别人的话，一旦名声败坏，会损失更大，因此这些声誉制度鼓励商家诚信销售。从制度学派角度来解释这个现象，我们可以提出：社会化的过程和制度的约束使得这些商家的行为符合社会期待。但是，格兰诺维特认为上述两种解释都不令人满意，主张应该从社会关系的角度来解释。举一个例子，比如一家电影院失火，大家都往出口处跑，谁也不会顾及谁；但是如果一个家庭失火了，我们可以想象会出现很有组织的撤离行为。同是失火，为什么在这两种情形下人们的行为迥然不同呢？

第一，所谓理性人的角度在这里的解释能力有限。失火对于个人来说，后果是一样的，如果有激励的话，至少不是那么简单直接的激励。第二，一般的道德规范在这里也发生了问题。如果这些道德规范已经内化，那么它们在所有地方都可以发生作用，为什么在电影院和家里导致了不同的行为呢？格兰诺维特提出，影响人们行为的因素是具体的社会关系。经济活动是嵌入在具体的社会关系之中的，只有在具体的社会关系中，我们才能理解具体的经济活动、它们的内容和形式。如果我们不了解社会关系，就无法解释人们的行为。

那么，什么样的机制导致了不同网络中的人的不同行为？为什么不同网络给人不同的约束呢？经济学家提出的理性人概念后面蕴涵着一种解释的逻辑：行为的利益最大化及其效率机制。制度理论后面也有一种逻辑：合法性逻辑及其对人的行为约束。那么，关系网络后面的逻辑是什么呢？一种可能性是，网络关系对人们行为的约束不同，从而导致不同的行为。网络关系的强弱、重复性会影响人的行为，网络的位置、结构的不同会导致不同的内化过程，从而使人们在不同的情境下产生不同的行为。因此，关系网络的不同结构及其个人所处网络中的不同位置都会使人产生不同的行为。这里可能有一种功利性的机制，也可能有一种自觉或不自觉的社会化过程。经济学也可以采用网络来解释人们的行为，比如在一个家庭里有秩序的撤离，这里有血缘关系基础上的激励机制。

另外一种解释是网络可能限制一个人的信息。例如，两个人在同一个网络中，但他们的网络位置不同，所处的关系联结也不同，他们的信息流通就会不同，所受到的影响也相应不同。这样，不同的网络或不同的网络地位为两个人提供了不同的信息，对他们的思维判断产生了不同的限制和影响。从结构角度去讲，网络限制一个人的信息，而信息决定了人的思考和行为。尽管我是一个理性人，但由于网络对我的限制和对别人的限制不同，所以我的思维和行为也就会和别人不一样。

这些电影院、家庭失火场景下人们行为的现象非常有意思，诱发我们想到很多东西。我们也可以从不同的解释逻辑来解释这个现象。比如从制度学派的解释逻辑，我们也可以讨论在这两个不同场景下人们行为的“合乎情理”的逻辑可能是不同的。结构的产生过程就是一个人们相互作用的过程，这个过程可能导致社会期待的内在化，也就是说，在这两种不同情形下，人们扮演不同的角色，有着不同的社会规范，因此他们的行为是不同的。我们上面提到信息的作用，也是尝试从信息这个角度提出一个解释。从格兰诺维特角度来看的话，每个人所处的关系不一样，他的行为也不一样。这是他最有价值的思想。如果我们仅仅从规则的角度来讨论这个问题，就绕过了他所讲的思路，就不是格兰诺维特的问题了。我们可以从关系网络学派的思路追寻下去，看一看能不能在它的理论框架中有一个自圆其说的解释。在我看来，这种理论上的刨根问底是理论进步的一个重要动力。

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因素（机制）使得我们可以说，一定的结构会导致一定的行为？在社会网络理论框架中考虑问题，我们要问，为什么某一个网络结构会产生这种行为？社会学一个最基本的思想是人在结构中的地位影响人的行为。一个人是社会人，社会人一方面是文化上定义的人，另一方面是从结构上定义的人。但为什么在同样结构上的社会人一定会有同样的行为呢？这并不是一个不言而喻的道理。我们可以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在18～19世纪欧洲向资本主义过渡的过程中，在德国和法国都出现过一个中产阶级的知识分子阶层，按网络学派的角度来看，他们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是相同的——结构位置的相似性。但这两个国家的中产阶级的行为是完全不同的。法国的中产阶级和上层、王室打成一片，他们自己认为他们就是王室的服侍人。而在德国，中产阶级很早就被排挤出来，他们的行为往往跟王室作对。所以，虽然他们的结构位置相同，但他们的行为是不一样的。所以，所谓结构导致人们的行为这个命题不是一个毋庸置疑的道理，而是一个需要解释的问题。

格兰诺维特试图从关系网络角度提出一个解释。他提出了很好的问题，但他提出的解释不尽如人意。如果我们进一步地问下去，他的解释就还原为功利性的解释。例如，格兰诺维特（Granovetter，1985：490）在解释为什么从有过交往、彼此相识的人那里可以得到更好的信息时这样说：

①这一信息是廉价的；②我们相信自己的信息——这种信息更为丰富详尽和准确；③交往过的人为了从将来的交往中获利而会守信；④持续的经济关系常常渗透了社会成分，产生了强大的信任和拒绝投机行为的社会期待，超越了纯粹的经济动机。

威廉姆森（Williamson，1994）评论道，除了第四点以外，其他三点都是交易成本学派提出过的，也就是说前三点都是经济学派可以接受的观点。第四点是说，很长时间的经济关系会诱发社会关系，从而约束人们的行为。与经济学不同，在这里，我比威廉姆森更为苛刻一点。在我看来，格兰诺维特这个解释还是很单薄的、经不起推敲的，因为仔细想来，我们可以从其他的理论逻辑来解释这些问题。我们回头来看上面这四点，第一、二点与经济学逻辑的关系很明显，第三点提出为了在将来的交往中获利而守信用，说实话，从博弈逻辑上讲，这一命题并不总是成立的。这个问题在经济学中不是一个不言而喻的问题，而是一个有很大疑问的问题。第四点有些类似于制度学派的话语，强调了社会期待的作用。所以，在我看来，格兰诺维特提出了很好的问题，但还没有在社会网络理论的框架里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或者说，他给出了好几个答案，其中有些答案与其他的理论逻辑十分接近。

格兰诺维特的文章主要是理论阐述。这个思路提出后开拓了一个很大的研究空间，提出了一系列的研究课题。在实证研究中，这一研究思路提出了一系列的操作性问题，需要研究者进一步解决，如何使概念操作化，变成可以测量的东西。例如，我们要定义什么是信任，什么是投机行为，什么是低度社会化，等等。

博特的“结构洞理论”

1992年，博特在他的《结构洞》一书中提出了“结构洞理论”，对组织研究领域特别是商学界有很大的影响。他的研究取向属于社会网络理论的第二个思路，即从理性人出发，特别强调关系网络的功利性和工具性。博特的中心命题是：如果一个人能够成功地运用网络的话，他的生活机遇就会大大改善。有些人能够找到很好的工作，能够在公司里晋升更快，这跟一个人运用网络有关。对第二个思路的研究工作而言，博特是一个杰出的代表。但他对网络功利性的刻意强调，也令许多社会学同仁侧目而视。

《结构洞》这本书从理论概念（第一章），到模式化（第二章），到实证研究（其余各章）一条线走下来，是一个非常好的研究范例。博特从如何提出理论概念、如何操作化、如何用概念化的模式来研究具体的问题、如何测量等一系列问题，一步步交待得十分清楚。他在书中提出一个很大的理论，然后把它模式化；在开始时从抽象的层次上讨论问题，但是在做实证研究的时候又将问题变得非常具体可测。

博特的基本思路是，社会网络是一种社会资本。在这里引入资本的概念很有意思，资本蕴含着投资和回报，因而我们要关心的问题是人们如何去利用网络，有意投资于网络从而得到回报。这是他的基本思想，与经济学的思路相一致。在他来看，网络是工具性的，可以传递信息。他提出了网络的重要功能：①有网络的人得到的信息和没网络的人得到的信息差异是很大的。②传递信息的时间性、内容的丰富性也与网络有关。比如美国大学各个学科招聘人的时候，公开的招聘广告上说不限研究方向、不限研究领域，实际上可能早就内定好需要哪类人了。结果是，有网络的人就能够了解到更清楚的信息，知道如何去面对招聘。③网络还具有推荐的作用，网络中的关系伙伴可以帮你说话。

另外，网络可以帮助你控制局势，提高讨价还价的地位。这就不是信息的问题了，而是竞争优势的问题。如果和别人打交道时，对方有很强的关系网络，而你自己是孤身一人，那么，你的地位决定了你很难和他讨价还价（如图14）。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通过有意识地建构关系网络，人们可以提高自己讨价还价的地位。这些情形在我们日常生活中都是可以观察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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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 网络密度的优势

既然关系网络是一种投资，网络的建构需要效率，那么我们需要考虑怎样的投资可以更有效率。这是博特所提出的结构洞的基本思路。从效率角度，他讲了两个概念：①效率。如果说一个人的网络具有重复性，这样他所得到的信息就会雷同。假设我认识北大社会学系的一个教师和我认识那里的十个教师相比，我得到的有关北大社会学系的信息是十分接近的。重复性的信息源导致了效率低下。②绩效。这个概念讲的是，个人不需要把所有关系都建立起来，而只要建立某些主信息源以打通各个异质信息群体。这样就可以节省资源，通过主信息源来维持和管理次信息源。这样得到的信息就更多。从这个思想来讲，我们就是要有效率地建立网络和信息资源。这样我们就来到了博特的中心概念：结构洞。

所谓结构洞就是讲处于这一位置的人没有重复的信息源，这是最为有效率的网络结构。与结构洞密切相关的一个概念是所谓的结构自主性。也就是说，在一个网络中，一个人的位置越自主就越独立，效率最好，得到的信息越多，也最能调动资源。这是博特的一个基本思想：不重复的信息源有效率。一个人的网络越多越好，这是一个大前提；与此同时，不重复的网络多多益善，更有效率。

下面我们要关心的问题是关系的强度。比如有人研究国与国之间的贸易，可以用贸易量来衡量其强度。另外我们还可以考虑信息源之间的关系。如果你的信息源本身有很多的关系，而你个人茕茕孑立，没有什么网络关系，这个时候你讨价还价的能力、控制能力会大打折扣。结构洞越多，说明非重复性的信息源越多。你对手的结构洞越多，你的优势会越少。对方和他人之间的关系越强，则你本人的自主权越低。因此，我们所关心的不仅是个人的网络，还有各自的关系网络。博特在提出了这些概念以后，在第二章中有很多操作化的说明。怎样去测量结构洞，或者怎样测量地位的自主性，在实际研究中，是非常重要的问题。

博特在第四章中研究关系网络对组织内部晋升的作用。比如在一家公司中经理的提升速度是一个“绩效”指标，而所谓结构洞是指经理之间关系的网络结构特点，即组织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里面碰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结构洞的测量问题，博特讲的是自主性的测量问题，包括了本人的结构洞和其他人的结构洞。由于没有很多资料，他就做了很多假设把很多问题给省略简化了。第二个问题是指升迁的速度，我们应该怎样测量人们升迁的快慢呢？他想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升迁速度和本人的自主性的关系，也就是把他人和自己的结构洞联系在了一起。如何测量这些关系，如何寻找到实证资料，这些都是非常重要也非常困难的问题。当我们自己设计研究的时候，即使设计得再好，如果不能从公司得到资料也就无从研究。应该说这一环节是最富有挑战性的，我认为博特的工作很有特色，有很好的资料处理方法。这里不能详细介绍，请读者阅读原文。

我们可以注意一下博特的思路，他的思路和格兰诺维特以及齐美尔的思路有很大的不同。格兰诺维特着眼于网络结构对人的自主性的限制和对人们行为的塑造，更多地强调从网络地位到个人行为这一因果关系。博特以个人为出发点，将网络作为一种工具性机制来研究，更多地强调从个人行为到网络关系到回报这一因果关系。博特强调关系网络的功利性对从事经济活动研究和组织研究领域的学者，尤其是商学院的学者，有着极大的吸引力。网络研究在商学院推广并且形成一个潮流，是和博特的研究思路分不开的。

社会网络学派的实证研究

20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网络研究是组织研究中最为活跃的一个领域。怀特是网络研究的重要创始人之一，他在1981年发表的文章题目是《市场是从哪里来的？》（Where Do Markets Come From？），从关系网络的角度去解释市场的起源。他提出，市场的产生实际上是厂家作为一个群体，相互观望、相互模仿，不断再生产他们之间的网络结构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产生了我们所熟悉的市场。怀特的解释认为，厂家并不关心所谓的消费者是谁，消费者关心的是什么。这和经济学有很大的区别。经济学讲的是生产和供给之间的平衡产生价格。但怀特认为，市场的活动实际上是厂家之间相互模仿，相互观看同行是怎么定价的，产出是多少，在维持他们之间这种所谓的网络关系的过程中把市场不断地重新生产出来。因此，网络关系导致了市场的产生。

此外，当时在芝加哥大学商学院的社会学家贝克（Wayne Baker）在20世纪80年代和20世纪90年代发表了一系列从社会网络角度研究市场行为的文章，用社会网络理论解释期货市场中人们的行为和广告公司与客户公司的长期合同关系。古拉蒂（Ranjay Gulati）的一系列研究探讨了组织间战略结盟这一合作形式。另外，波多尼（Podolny）的一系列研究提出了关系网络地位与市场竞争优势之间的关系。我们在第六讲中会进一步讨论。

下面，我们集中讨论一下乌泽（Uzzi，1999）的一篇文章。我选这篇文章的原因是：乌泽是格兰诺维特的学生，在西北大学的商学院任教，是做网络研究非常有特色的一个人。他一直在试图将格兰诺维特的思想实证化，其研究工作质量很高。

这篇文章研究了金融领域的一个重要现象，即社会网络在银行对中型企业提供贷款的行为中的意义。用社会网络理论解释金融领域中的现象是一个有意义的尝试。在所有的经济领域中，用金融领域的资料来做组织研究的相当多，包括经济学家中研究与社会关系相关的课题，比如信任等。在我看来，其原因一是这个领域的资料丰富，很多都是定量化的，而且许多资料公开化，比较容易收集；二是金融市场是一个高度不确定性市场，诱发很多不同的解释。从网络学派的角度来看，还有第三个原因：金融公司、投资银行数目不多，适合网络研究数量限制的特点。

乌泽要解释的问题是，在许许多多的中型企业中，哪些企业更可能得到银行的贷款，以及得到贷款的代价（利息）高低的原因。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金融资本在企业运行中是一项极为重要的资本。在美国，很多企业的金融资本都是从银行中贷款，而不是自己筹资得到的。如何能从银行中得到这种资本对企业来说至关重要。为什么乌泽只关注中型企业呢？一个原因是，很大的企业拥有雄厚资本，对银行无所需求。它们与银行的关系和中小企业与银行的关系是不一样的。很小的企业（比如夫妻店之类）不用银行贷款，常常只是把银行作为储蓄设施。而中型企业对银行提供的资金有着更多的依赖和市场关系。银行审批贷款具有非常严格的程序，申请必须具有抵押条件等。在激烈竞争的情况下，银行可以将它的风险降到最低。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网络还有没有作用？我们过去讲，因为信息不完备有风险，所以需要社会网络关系。但我们可以想象，银行通过一些正式的手段（如企业作为抵押）可以将风险降到最低，这个时候他们还需不需要社会网络呢？从这个角度来讲，乌泽提出的问题很有意思。他提出两种不同的理论解释逻辑。

1.经济学的理论逻辑。经济学解释什么人能够拿到贷款、贷款的成本大小的逻辑很简单，那就是有赖于企业的成效、偿还能力和抵押。但这种解释也有些问题。我们回到信息不对称性问题：企业可以说谎，可以许诺其项目拥有很大的收益来欺骗银行。偿还能力的评估实际上是一个信息问题。

2.网络理论。我们经常看到的一个事实是：如果一家企业在银行中有熟人关系，就更有可能得到贷款，而且贷款的利息较低。为什么呢？乌泽提出，①有了关系网络，信息更为丰富，网络可以在交流过程中提高合作程度，创造更多价值。②网络可以降低防范投机行为的成本。合同中的防范条约也是一种成本。如果银行熟悉某一顾客的可靠性，就不需要花很多精力去调查或建立防范机制。③网络可以提供私有信息，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从而可以促使生意成交。

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基本思路在格兰诺维特和博特那里都已经提出。在理论上，乌泽并没有太大的突破，他的贡献是用这些理论思路来解释一个重要的经济现象。乌泽的基本命题是：这些企业能否得到金融资本以及得到金融资本的价格与企业和银行的嵌入性关系有关，即银行与企业的交易能不能实现、花费的成本有多大，是与它们之间有没有社会关系相联系的。

在这个基础上，乌泽提出了一系列的实证假设。第一个实证命题是，如果一家企业和银行间有社会网络关系，企业得到贷款的可能性就高，贷款的价格也会降低。这个假设是很直观的。

乌泽又提出，网络同样具有局限性。如果一家企业只和一家银行做交易，这意味着完全依赖于这家银行，没有别的选择。假设有两家银行，企业与银行的关系可以有两种：一种是“疏远型”，即与银行保持一定的距离（arms-length）；另一种是“亲密型”，即有一系列业务往来。乌泽的观点是，这两种关系的有机结合才是最佳方案。完全嵌入就等于失去了自主性，完全依赖银行了，没有很大的选择性，同时这种网络也限制了信息来往。完全疏远也是不好的，会增加办事的难度。而两种关系的结合是最好的，也最具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可以得到更好的价格。因此，他的另外一个实证假设是，网络的互补性（即亲密型和疏远型关系的搭配）更有利于得到低成本的贷款。

这篇文章的主要内容是对这些实证假设的验证，其中包括统计分析和个案研究。这是他的研究风格，即理论、个案、统计分析的“三角结合”。在统计资料上无法解释的问题在个案研究中可以得到一些解释。这篇文章在理论上并没有很大的创意，但在操作上有贡献，特别是在如何测量嵌入性这一概念上，他提出了以下几个维度：①关系强度——交往时间；②关系维度——交易范围和业务项目数；③网络的互补性等等。他的基本假设在其实证资料的统计分析中都得到了支持。

小结

上面我们把网络理论研究的内容非常粗略地介绍了一下。在这些讨论中，我关心的主要是理论思路问题，它是怎么想问题的，是怎么去研究问题的，而对技术性操作的具体内容讲得不多。这一方面是因为课时有限，不能仔细介绍，另外是因为我自己不是在这个框架里做研究的，进一步的技术性内容需要请这个领域中的专家来讲授。现在我想集中讨论一下社会网络理论和研究思路的贡献及存在的问题。因为现在这个研究领域十分活跃，有许多研究学者和研究工作，所以对这一思路有一个清晰的认识有助于这一领域的研究活动。

我们先来看看它的贡献。与我们讨论过的理论流派相比，社会网络研究有哪些特点呢？在哪些地方推进了以前的理论，解决了以前其他理论没有解决的问题？

我认为，社会网络这个流派的基本思路就是从结构来讨论问题，从社会结构或网络结构来讨论、研究社会行为，这点非常符合社会学最基本的思想。大家想想看，和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相比较而言，社会学最基本的特点是从社会结构上解释社会行为。心理学关心的是个人的心理机制和经验如何归纳、处理信息。经济学对人的理性做了一些假设，讨论人们在理性选择的框架里是怎样行为的。而社会网络学派提出，社会结构（或者说网络结构）和个人在结构中的位置可以解释社会行为。我认为这个思想是社会学最基本的思想之一。涂尔干很早就提出，社会学要从群体层次来解释社会现象。社会网络理论进一步提出，社会群体是有结构的，所以我们要从社会结构和结构地位上来解释人的行为。因为社会网络理论是从结构上解释问题的，它的一些基本命题非常精炼。比如，社会网络理论提出，处于同样结构地位的人，他的行为应该是一样的，这就是结构同构性的基本思想（structural equivalence）。这个命题颇有些类似于经济学的一些命题，非常精炼，表述得非常完整。至于这个命题能否成立，那是一个实证问题。社会网络理论的很多思想都有类似的特点，可以表述得非常严谨。和其他社会学流派相比，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优势。

第二，社会网络理论为解释个体行为提供了一个微观基础。这个微观基础与经济学的微观基础不同，有着自己的独特之处。经济学的微观基础是关于在一组假设前提下，人应该怎样去追求利益最大化，它关心的是个人问题。制度学派关心的是在一个制度环境条件下，人们是怎么行为的，它关心的是相同的制度环境对不同的人或组织的影响。而网络学派所关心的问题与这两个思路不同，它独辟蹊径。从网络学派的角度去看，一个人为什么会这样或那样行为，其原因在于人们所处的独特社会关系网络以及他们在关系网络中的位置。因为网络结构和网络中的地位因人而异，所以人们的行为也是不一样的。但这个微观基础或许也可以称为一个中层理论，它不是在个人的层次上也不是在制度的层面寻找答案，而是在同样的制度条件下解释个人的差异，解释的立脚点在于网络的结构。这和我们已经谈到的两个理论有非常明显的不同，它所关心的问题和解决的问题也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以为它的第二个优势就是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解释角度。

第三，它的很多概念、很多命题可操作性非常强。所谓可操作性是指在研究中可以对一个概念做一个比较准确的描述、测量和分析。网络学派在技术上对网络结构做出了许多的定量分析，比如怎么去描述一个网络，网络里面中心在什么地方，网络的集中程度、分散程度，网络之间的联系，等等。对网络地位也有一整套的测量工具和标准。应该说这是网络学派非常强的优势。

所以，在制度学派盛行一时之后的20世纪90年代，社会网络研究的兴起恰恰针对着制度学派没有解决和不能解决的问题，填补了制度学派研究遗留下来的很大一块空白，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制度学派关心趋同性问题，而网络学派强调差异性问题。制度学派的很多观念难以测量，比如趋同性、制度环境这些概念在研究中的测量非常粗糙，难以统一；但是在网络学派的研究中，不同的研究对一个人的网络地位可以用同样的标准去测量，这是一个大的进步。在制度学派里没有人的位置，而在关系网络里人应该说是一个中心，特别是上面讨论过的网络研究的第二个思路，它的中心问题正是人们怎么去利用、建立网络以达到自己的目的。

因为网络学派的这些优势，它的再度兴起不仅推动了自己领域的研究，也对社会学主流的研究工作产生了重要影响，引起了大家对经济社会学和网络研究方法的兴趣。正是因为它很热门，下面我想多谈一谈它存在的问题。目的是为在这个领域做研究的学者提出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推动这个领域的进一步发展。我从两个大的方面讨论这些问题。

理论上存在的若干问题

第一，我们面临一个根本的问题是，网络研究有没有一个理论？社会网络是不是一个独特的机制？这些网络究竟是制约了人们的自主性，还是服务于人们的自主性？这并不是说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或是或否的答案，人们可以有不同的理论取向。我们关心的是因果关系问题：网络背后是什么机制在起作用？比如说，当我们说结构决定行为的时候，我们似乎表述了一个因果关系。但是我们要再问一下，结构是怎样影响到人们行为的呢？是不是有一个可以比较明确描述的机制在起作用？就这一点来讲，我觉得网络理论有待深入。目前的许多研究停留在对结构的描述上，对于这些结构后面是什么机制没有一个清楚的回答。这个领域中研究工作描述性很强，但是理论解释的深度不能令人满意。我们在讨论威廉姆森对格兰诺维特的批评时已经提到这一点，这里就不赘述了。而博特更是直截了当地承认功利性机制，这就提出了效率机制与网络机制到底有什么区别的疑问。

第二，网络学派研究者讲了很多社会网络的好处：它可以提供信息，可以约束投机行为，等等。但他们对网络的代价讲得不太多。我在读经济学研究时的一个感受是，经济学的成本代价的概念根本没有进入社会学的理论思维。我想，如果社会学家在讨论问题时把这个思路引进来，比如我们在讨论一个社会功能时考虑一下它的代价的话，就会提出很多有趣的问题。制度学派也有这个问题，比如说制度趋同性，大家说模仿可以提高制度的认同，可以提高你的社会认同，所以你有合法性优势，大家愿意跟你交流。但是，有些制度认同的行为是无代价、很少代价的，我们喊个口号就行了，而更多的制度认同是需要很多代价的。要采取全面质量管理这么一个合法性形式，在不同企业里它的代价是不一样的。对不同企业来说，这个信号一定是代价不一样才可以有意义。如果这个代价对所有人来讲都是一样的，那么它就没有区别不同类型的人的意义了。我们下面会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

从这个意义上，我们来考虑一下网络的代价。建立一个网络要花很长的时间，要花很多的精力、物力。格兰诺维特讲的弱关系网络，我觉得特别有意思。他在《寻职》这本书中提出弱关系对寻找劳动力市场机会起了重要的作用。他的研究发现很多人是通过弱的关系找到工作的。所谓“弱关系”是指偶然发生的、没有精心培育的社会关系。例如，你去参加一个派对活动，在那里有人无意间告诉你，“我们单位正在招工，正好有适合你的工作位置”，所以你得到了一个十分有用的信息，帮助你找到了工作。他的结论是，弱关系对传递非重复性信息起到更重要的作用。这和博特的结构洞的思路是一样的。但问题是，弱关系是可遇不可求的。大家想想看，你要参加多少个派对才能碰到那么一次非常有效的信息呢？参加这么多的派对的时间精力的代价是什么呢？我认为，如果没有把网络代价考虑进去，对网络的功利性和效率性的解释就不是完整的。

这个代价问题在博特的讨论里是最清楚的。他提出，应该建立所谓结构洞的网络。结构洞即信息源是不重复的，所以是真正有用的而不是重复信息的网络。但他讲的代价是不同网络之间对比的代价。而我所关心的问题是，网络和其他的经济交往形式之间是不是可以比较？举个例子，我在美国给研究生班上课时讨论这个问题，有个中国学生举了个例子我觉得很有道理。他说，很多中国学生刚到美国的时候，大家都是私人之间借书。所以你认识不认识其他人非常重要。谁的朋友多、关系网好，谁就最有效率——可以很快地借到所需要的书。但后来有人提了一句说：“哎，你干吗不到图书馆借呢？这些书都在图书馆里，你用不着通过私人关系去借。”后来大家很快就学会了到图书馆去借，不需要通过私人关系了。在这里，我们将网络的效率和另外一种形式的效率加以比较。如果我们在研究网络代价时，不考虑其他经济往来形式的代价的话，问题就只是问了一半。网络是投资，如果不考虑投入，只考虑它的回报的话，这个问题是不完整的。

第三个问题是网络的局限性。网络有许多好处，其中之一是可以传递信息。但是当人们过分地依靠网络的时候，网络就限制了人们可以得到的信息。如果我什么事都通过熟人去办的话，我的信息可能就更多地受熟人网络的约束。一些网络研究学者也开始注意这个问题了。波多尼和裴济（Podolny and Page，1998）以很大的篇幅来讲网络的局限性问题。乌泽也在很早就讨论过这个问题，说网络可能是一个陷阱。但总的来说，人们还没有认真看待这个问题。

有人问网络理论将来会不会成为社会学的基本理论，也就是说可以像经济学有一个新古典理论一样，社会学有一个网络理论作为基本理论框架。我觉得社会网络理论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非常独特的社会学理论，但我看不出它能解决其他理论流派提出的问题，看不出它可以成为社会学理论上的一个普遍理论。

研究设计上存在的问题

从研究设计来说，网络研究的一个弱点是它与其他的理论之间缺乏对话。制度学派的许多研究工作有一个特点，在研究中通常是和其他的思路、流派做比较。例如，托尔博特和朱克的研究就是在与理性选择学派进行比较中，来讨论为什么制度学派的机制能够解释经济学的机制所不能解释的问题。但网络学派的研究基本上是自己和自己对话，和其他学派的对话比较少。

例如，社会网络理论的一个基本思想是，一个人拥有关系的规模和在网络中的地位对他的收益有正面影响。但是，我们也可以提出一个与之相对的观点，即一个人在组织里的正式地位同时决定了他的网络地位和收益。我们想想看，什么样的人最有网络呢？有资源的人最有网络，因为有资源的人可以建立更多网络和别人交换。有资源的人也可以受到别人更多的注意，建立更多网络。同时，有资源的人通常有很多收益。那么，一个组织中什么样的人拥有资源呢？很明显，组织中的领导者拥有资源，有权力地位就有资源。这意味着，虽然我们观察到网络关系与收益的正相关，但两者可能同时被第三个因素即正式组织地位以及相应的资源决定（如图15所示）。我一直期待着有人做这么一个研究：把同样的网络描述出来以后，然后把实际上的正式地位和人为有意建造的网络同时放在一个实证模式中进行比较分析，看一看哪一组因素的解释能力更大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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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 正式组织地位、网络、收益关系的一个猜想

与理论比较有关的问题是方法论上的有关因变量的选择问题（selection on the dependent variable），即在样本选择上不能客观反映我们需要解释的现象的变异程度。例如，我们要研究住房情况，如果只是在大型企业中抽样，这样得到的样本不能反映住房分布状况。因为大型企业通常有较好的住房条件。格兰诺维特提出，弱关系可以提供不重复信息，有利于帮助找工作。但是，如果我们在研究中只选择那些通过弱关系找到工作的个案，而不考虑那些通过弱关系没有找到工作的样本，那么这个研究方法就有问题了，因为我们只是选择了需要解释的现象的一个片面。同样地，我们在收集找工作的信息时，通常把注意力放在哪些“关系”帮助人们找到了工作，而不注意哪些关系没有帮助人们找到工作。这样，只有那些帮助找工作成功的关系才进入我们的样本。乌泽的研究也有类似的问题，他研究的企业只是那些有信贷关系的中等企业，而大型公司和小型公司通常不在银行贷款，所以他的研究在选择因变量上不尽如人意。这个问题通常是由于收集资料的困难造成的，而不是研究者有意识设计的。例如，收集网络资料非常困难，所以大家的注意力一开始就放在那些存在于网络关系之上的信息和问题，把很多其他问题忽略不计了。现在还没有一套成熟的技术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社会网络研究的另外一个困难是技术上的问题。网络研究的基本思想是把一个完整的网络描述出来，看每个人在网络中的地位如何影响他的行为。但是，一个网络也许有几百人、几千人，要把如此规模的网络描述出来在技术上是困难的。到目前为止，对一个完整网络的研究只能限制在很小范围内进行，通常是一个小规模的团组。在大范围里收集网络资料，通常使用“自我—中心”（ego-centric）资料收集方法，即向被访者询问有关找工作的网络是什么，认识什么样的人，是否找到工作，等等。这种收集资料的方法面对的是被访者的开放性网络。我们无法将这些人的不同网络以及他们在其中的位置加以比较。这些小网络基础上的研究之间是不是有可比性，如何把研究的成果推广到普遍意义上，都是有待解决的问题。

有关社会关系网络研究的讨论到此告一段落，在这一讲的以下部分，我们讨论一些有关微观基础和比较研究的问题。

制度的微观基础：制度学派框架内的一个尝试

我们在这一讲的开始提出了科尔曼的问题：解释社会现象时必须落脚在微观基础上。我们特别指出，制度主义理论的框架对这个问题没有提出令人满意的答案，它主要是在宏观层次上解释这个问题。例如，制度学派在解释组织趋同现象时强调的因果机制是宏观制度环境（强迫机制、模仿机制）对组织的影响。在制度学派研究中我们很少看到对个人自主行为的讨论。对制度学派的批评较多的是：如果制度环境至关重要，那么制度环境是从哪里来的？制度学派对这个问题避而不谈。在这一方面，社会网络理论强调社会网络结构和个人所处的网络联系，对研究人们行为的微观基础尤为具有优势。

现在，我尝试在制度学派理论框架里提出一个思路来解决微观基础问题。我们说在制度学派理论的框架中解决这一问题，就意味着我们接受这一理论的基本前提假设和因果机制，在这个基础上讨论合法性机制在微观层次的运作。当然，我们可以从制度学派的逻辑之外提出很多有关微观基础的思路，例如，社会网络理论、利益政治理论都是从微观角度来解释社会现象的。经济学家认为，人是自私的，制度是自下而上建立的。从这个角度来找到制度的微观基础并不难，但是，这些答案来得容易，在文献中已经提出，我们不必拾人牙慧，重复劳动。我们关心的是，这个微观基础问题能否在制度学派的逻辑内部解决？在我看来，这是制度主义理论目前最富挑战性的问题，是理论研究的一个空白。我做两个尝试：①从道格拉斯的思路延伸下去，为共享观念的存在和延续找到一个微观基础；②从经济学的信号理论角度为组织趋同性现象找到一个微观基础。

共享观念的微观基础

制度学派在最强的意义上有迈耶和道格拉斯提出的观点，即所谓制度就是共享观念、共享思维。那么，我们要问，为什么人们会有共享观念？以前，在制度学派的框架内人们没有对这个问题做出解释，而是把它作为前提假设或解释变量。它的产生不是制度理论所关心的问题。有些人例如迪玛奇奥和鲍威尔提出，网络关系强度（或一个领域的集中程度）和它的制度环境与组织之间的影响大小成正比。这个命题是一个比较微观的思路，因为它涉及了具体的行为者，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到了组织间网络关系上。但是这些思路还很笼统，没有作为一个完整的理论逻辑提出。而且这个命题里还有很多东西需要推敲。比如，社会关系网络是因人而异的，不同组织的社会网络是不同的，那么他们又是如何有共享观念的？这似乎已经离开了制度学派的框架了。

道格拉斯在强的意义上提出共享观念的道理，认为制度决定人的思维。我们在讨论道格拉斯思想时也指出，道格拉斯的基本命题是功能主义的，即在一定制度条件下，人们追求私利的动机产生了一种潜在的功能，起到了整合群体强化共享观念的意义。在这个意义上，道格拉斯的思路与弱的意义上的解释逻辑是一致的，即人们从追逐私利的动机出发，选择具有合法性的制度行为。

我们首先问这样一个问题：假设某种共享思维已经存在，为什么它可以持续下去呢？我们不难看到，人们追求私利，只希望采用那些有利于自己利益的规则和行为，而将不利于自己的规则弃之不用；因此，人们的不同利益和行为总是在削弱共享规则。但是，为什么共享观念的规则会被不断强化？道格拉斯的解释是，人们是无意中（这一点在功能主义理论框架内是非常重要的）把观念神圣化了。比如宗教、上帝、天道，正是这些超自然的力量，或者人们对这些超自然力量的敬畏，维持着共享思维的存在。但是在多元分化的现代社会中，这个回答颇为勉强。美国社会异质性很强，有着非常分散甚至相互冲突的群体，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个社会中也有一种内聚力，有着强有力的共享观念。这是为什么？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注意到现代社会运作过程的特点。在封建社会里，君主是不需要任何理由来为自己分配资源的做法辩护的，因为家长制的存在意味着他们的决定就是天意。但是，现代西方社会的运作有两个基本特点：第一，在民主制度下，利益集团是公开活动的，比如医生集团、护士集团、工会集团各自为自己的利益而忙碌运作；第二，利益集团在通过政治渠道争取自己的利益时所面对的不仅仅是某一个政客，而且需要争取更多的听众。政府在分配资源的时候要对选民负责，而选民有各种各样的利益集团。政府要讨论立法涉及工人利益的时候就需要对工会和商业集团开放，而且其他利益集团和公众也以不同形式参与其中。这意味着如果某个利益集团赤裸裸提出私利要求，大家就会很容易看穿其目的而进行抵制。比如“9·11事件”之后，美国政府为航空公司提供了巨额资助。许多人质问，为什么航空公司可以得到这笔补偿资金，而其他行业却没有？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和航空公司提出的理由一定要超越小集团的利益，要能公开化，说服公众。在美国，关于各种利益分配的争论可以说充斥公共舆论空间，从未间断。这意味着利益集团必须从共享的观念里找到象征性的词语，要从公众话语中用大家都能接受的观念把这些要求合法化。例如医生利益集团在要求减少政府干预时，不是说此举意在保护自己的私利和权力，而是说政府干预会削弱医生的职业独立性，从而限制了医生为病人服务的能力。这种说法把社会大众的利益（为病人服务）与医生集团的利益捆绑在一起，以便得到公众的支持。这是一个互动的过程。在制度运作的过程中，一方面要借用象征性词语来掩盖私利动机，另一方面又通过这些公共场合的讨论把这些理念渗透到公众话语之中。所以利益集团要通过共享观念来达到它的目的，为它的功利性目标获得合法的舆论外衣，这一过程同时强化了人们共享的观念基础。这一思路可以用图16说明：制度一方面强化过去的意识，另一方面它本身也是一个不断演变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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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6 制度作为强化共享观念和自身演变的过程

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争论会不会引起共享观念的分裂？这是一个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这种可能性是有的。例如，政客们打着各种旗号追逐私利，一旦被大众识破，就可能导致大众在政治上的看破红尘、愤世嫉俗。但是，我的观察是，这些争论通常在某个具体层次上是对立的，但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双方使用的基本原则是相同的，因此争论可能导致具体看法上的分歧，但在这些更高原则上的共识反而强化了。下面举几个例子来说明。

美国的堕胎运动

在美国，堕胎是个很有争议的社会话题，不同利益集团各执一端，观点鲜明对立。反对堕胎的利益集团大多和宗教组织有关系，他们认为生命是神圣的，人们无权决定生命的存亡。而支持堕胎的大多是女权主义组织。我们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他们的争论就会发现，争论双方都在力图为自己的观点披上神圣的外衣。反对堕胎者认为要保护最基本的人权，即使是尚未出生的胎儿的人权也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应该受到保护。例如，他们十分强调，一旦受孕，生命就开始了。因为一旦我们承认生命的开始，那么这些胎儿就应该享有基本人权。这些观念建筑在涉及最基本的人的权利的共识基础上，是大家都可以接受的。反过来，女权组织提出，女人有选择的自由，而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权利也是基本人权之一。因此，剥夺妇女堕胎的权利就是剥夺妇女的基本人权。政府在立法的时候需要公众舆论的支持，但许多公众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是游移不定的。因此，双方力图通过借用有关人权的共享观念争取听众。这个过程的结果是什么呢？一方面双方争夺利益，针锋相对；而另一方面，他们在话语炒作时使用的基本原则——人权的崇高地位却是共同的。这些争论无论谁胜谁负，基本的人权观念在公共话语体系中都得到强化。人们的冲突只是在于具体的人权落实在谁的身上——胎儿还是育龄妇女。我们可以想象，这些共享观念通过这些争论而不断地得到强化，一旦新的事件出现，就可以成为动员公众舆论的基础。

美国总统大选

我们也可以用这个逻辑来解释2000年布什和戈尔之间的美国总统大选之争。这次大选因为计票问题而引起双方的激烈争辩。同样地，我们观察到争论的双方都披上合法化的外衣，用公众舆论中可以引起共鸣的话语来争取听众，而不是赤裸裸地说：“我要当总统。”布什一方提出，我们要捍卫民主规则，民主就是遵守程序。我们已经依照程序数了票，布什已经得了多数票，大家都应该接受这样的结果。而戈尔一方则提出，民主是参与，民主意味着每一票都要算，大家投了票就要数清楚。我们都清楚，这场争辩实质上是利益之争，但是双方都用大的原则性的话语来争取听众。在这个过程中，尽管各方利益相争，打得不可开交，但是，在公共话语体系中所不断重复强化的是大家共享的那些基本原则：民主程序的重要性，民主参与的重要性。在利益之争的结果时过境迁后，这些大的原则话语、共享观念得到强化，成为制度条件，影响了今后人们的思维和行为。最后最高法院做出判决：布什应该当总统。尽管这个判决很有争议，但它提供了一个“前例”，成为今后解决此类问题的法律基础，成为共享观念的一部分。

黑人贝多芬事件

这是20世纪80年代发生在斯坦福大学的一个事件。在一个学生宿舍里，有个黑人学生根据一个考据认为贝多芬是个黑人，把贝多芬的图像涂成黑人肤色。个别白人学生很不满意，在墙上写了一些种族侮辱性的话。于是在校园里发生了一场种族冲突的轩然大波。当时斯坦福大学没有相应的规章制度来约束和惩罚这种侮辱话语，因而这些话语没有违反法律。因此，这些白人学生没有受到任何处罚。人们争论的中心问题是，学校应不应该建立规章制度以限制人们使用种族歧视的语言？学校内部分成了两派。一派认为，人人平等是基本人权，而人人平等就不应该容忍种族歧视。大学作为一个思想最为先进的场所，不应该容忍种族歧视，应该对种族歧视语言加以限制。与此相反的观点则提出言论自由的重要性。他们认为，我们应该谴责这种做法，但是我们不能限制人们的言论自由，这是宪法保护的权利。这个争论非常激烈，持续了一两年的时间，许多媒介都有报道，很多全国性的团体都参与进来，比如少数民族学生联合会、一些律师组织等。争论的结果是，斯坦福大学建立了所谓惩治持种族歧视语言或行为做法的规章制度。

有趣的是，这个规章制度自建立以后从未被使用过。对于这个奇怪的现象，我在做博士论文时询问了学校这一领域的管理人员。她对我讲了两点。

首先，很少有人使用这个规章制度指控其他人。这个校园大争论是在很大的原则性问题上进行的，争论的过程实际上是对校园里所有人有关这些基本原则和微妙之处的教育过程，是个社会化的过程。这个过程让大家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大家知道了公众的舆论是什么，经过这么几年的争论后实际上大家都在原则上达成了共识：这种行为对不对，应不应该谴责。所以这个规章制度实际上就是在争论完成之后做一个标记，意味着争论已经结束，观念制度在讨论过程中已经建立起来了。

其次，因为这个争论十分激烈，学校的方方面面都知道这个问题非常棘手，小心翼翼，不轻易使用这个制度。如果有人使用种族歧视语言的话，到底是应该保护他的言论自由，还是保护人人平等的权利？这种问题实际上是很有争议的。在这种背景下建立的规章制度实际上是告诉大家这是一个雷区，不要轻易进去。在这个意义上，这个过程使得大家都知道了什么事情应该做，什么事情应该躲避，人们在这些问题上达成了共识。

我们上面讨论的基本思路是：民主参与的制度影响了制度资源分配的渠道和合法性的基础，宏观层次上的制度影响了行为和利益集团的运作。这一制度诱使追逐私利的个人和利益集团追求、发展和利用符号资源（如公众话语、媒介等），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个人的功利性目标。因此，这个过程本身就产生潜在的功能，虽然它的目的不是产生共享的思维，而是达到自己的私利，但这些争论在不断地用大同小异的观念去影响大众、去影响公众舆论的时候，它的潜在功能恰恰是加强、发展、延续了共享的思维。

当然，这个思路只是一个“猜想”，尚有待实证研究的检验。我们考虑一下这一思路的实证意义是什么。涂尔干认为共享思维是工业化社会之前产生的，那个时候社会成员的同质性较高，人们的生活劳作方式十分相近，思维方式也相差不大。在工业化社会里共享思维无法存在，因为不同群体的分化极大，人们的社会联系靠社会分工和互相依赖来产生。但我们提出的理论突破了涂尔干的想法。我们的观点恰恰相反，即在一定的制度条件下，群体异质性越大的社会越可能产生共享的观念，因为人们只有通过共享的观念才能说服其他人，来达到自己的要求。这样，我们在制度学派的框架里为共享观念的存在和延续提出了一个微观基础。为什么说这是在制度学派的框架里呢？我们的前提假设是，人们的行为受到制度环境的约束。堕胎争论的一方不能强迫另一方接受他们的立场；斯坦福校园的争论也不能由简单的行政命令来解决，而必须通过制度环境中的合法性逻辑来仲裁。但是，我们引进了微观层次上的利益政治为共享观念的持续提供了动力。按照这个逻辑，我们可以提出三个实证假设。

第一，一个决策的过程越封闭，决策者的同质性越高（即他们的群体归属相同），社会规范的秩序——共享的观念——越不容易出现；反之亦然。

第二，在民主参与的制度下，国家控制的能力越强，越需要象征性的符号来为其行为提供合法性。这个时候社会规范和共享性的观念越容易出现。相反的，象征性资源越分散，制度环境的力量也会越弱。

第三，内部群体差异越大，符号资源就越发达，观念力量也就越大。如果一个社会有很多的民族矛盾、种族矛盾，就需要有许多的理论来整合这些矛盾。所以从功能主义的观点来看，人们共享的观念就会越强（例如，加拿大国内有英语、法语地域之分，人们需要在更高的共享观念基础上才能整合在一起）。

组织趋同性的微观基础

以上讨论的微观基础是从利益集团的运作机制着眼的。下面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尝试解决制度学派的微观机制问题。我们回到比较严格的制度学派框架问题内，在与经济学结合的地方做一个尝试。有人问，经济学和制度学派能否在同一个层次上讨论问题？我认为是可以的。制度学派关心的是组织趋同性问题，因为在同一个领域中，各个组织面临着相同的制度环境。用通常的术语来说，制度环境成为广为接受、不容置疑的社会事实。如果是一个广为接受的事实，人们的思维行为没有差异，那么我们是很难研究这个现象的。正因如此，我们关注的是趋同的过程，即这些差异逐渐消失的过程以及合法性机制在这个过程中的作用。我们考虑一个例子：全面质量管理制度的制度化过程。我们可以考虑这样几个情形：①在这一制度刚刚出现时，只有少数厂家采取这种形式，这一制度还没有被广为接受，没有受合法性机制的影响。在这时，一个组织采纳这个制度对它的合法性没有太大帮助，因此它们的行为不能从这一角度加以解释，我们需要另寻其他解释逻辑。②在制度化过程的后期，这一制度成为一个社会事实而被大家都接受的情形下，如果一个组织仍不采纳这一制度，它可能会引起人们对其合法性的质疑。但是，在这个阶段，这个组织采纳这一制度对它也不会有特别的利益，因为这已是大家都接受的制度，就像一个组织采纳科层制这一司空见惯的形式并不能取得与众不同的优势一样。因此，合法性机制也无法解释这些组织的生存可能性。

从这个角度看，制度学派对合法性机制在制度化过程中的作用的解释有着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在开始阶段，合法性机制不起作用，因此趋同现象不能从所谓合法性去解释；在最后阶段，组织趋同没有什么额外的好处，合法性机制的解释也缺乏力度。那么中间阶段呢？这是个逐渐接受的过程，是合法性机制逐渐增强的过程。那么，为什么组织采纳新的制度形式的决定有先后之分呢？我们需要找到一个微观基础来解释组织间采纳行为的时间问题，即为什么有的组织先采纳，有的组织后采纳某一制度形式。

定义清楚了我们面临的课题，下面我要借用经济学上的信号理论来讨论这一微观基础。我首先介绍一下经济学的信号理论，然后讨论它在组织趋同性过程中的意义。

从制度学派的思路来看，一个组织决定采纳某种制度（例如全面质量管理制度）是发出一个信号。信号是拥有私有信息的一方采取主动行为，通过某种行为或方式让对方知道这些私有信息，这就是信号的概念。所谓私有信息就是一方知道而对方不知道的信息。信号通常是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形下出现的。在以前讨论时，我们强调了在信息不对称情况下隐瞒信息的做法。但在另外一些条件下，拥有信息的一方愿意让对方知道自己的信息，因为这样做对自己有利，这就需要发出信号来传递这一私有信息。

经济学家斯宾塞（Spence，1974）首先提出信号理论。我们举一个例子说明。假设在招工时，雇主面对着两类工人，一类是高能力的工人，一类是低能力的工人。他们的分布是，高能力工人占30%，低能力工人占70%。雇主愿意为高能力的工人支付50元，为低能力的工人支付20元。如果雇主知道这些工人属于哪一类，就可以按类支付报酬。如果雇主无法分辨一个工人属于哪一类怎么办？在无法分辨类别的情形下，雇主的最佳方案是按照概率分布给每一个人支付平均工资29元（50×0.30+20×0.70=29）。这时，高能力的工人不愿意接受这个平均工资，有激励愿意发出信号告诉雇主自己是属于高能力一类，应该为他支付50元。这个例子说明了信号理论的一个基本道理：在信息不对称的时候，一些情形会产生一种激励，使得拥有信息的一方愿意发出信号，提供有关信息，以便得到更好的报酬。当你申请工作时，有些信息你可能力图回避不让对方知道，但另外一些信息你却想方设法让别人知道。如果你想让别人知道自己的私有信息，就需要发出信号，否则对方无法知道你的情况。信号机制的例子在日常生活中俯拾皆是。例如，我们在申请考研究生时面临信息不对称情况，我们知道自己的能力和水平，但是做录取决定的人员对我们的能力不得而知。这样，我们需要发出信号来让对方知道有关我们能力的私有信息。考上大学就发出了一个信号，说明我的能力比没有考上大学的人要强。考上什么样的大学、在校学习成绩、是否参加各种社会工作等都可以看做是一个人能力的信号。

个人和组织的许多行为都与发出信号解决信息不对称困难有关。因此，信号理论可以解释许多有趣的现象。我们可以观察到这样一种现象：在大学里，年轻教师工作最为认真，总是在办公室里工作。在公司里，工作最晚回家最迟的大多是上任不久的经理们。在律师事务所里，刚刚加入的年轻律师总是长时间地在办公室里工作。这是为什么？从信号理论角度，我们可以给出一个解释。许多专业性工作很难判断业绩如何。例如，我们很难判断一个经理的工作业绩如何，因为他的部门的业绩可能与所处的环境关系很大，而不是他的工作努力所能左右的。一位教师或一位律师的工作成绩也很难评价。在这些情况下，我们面临着信息不对称的困难，即在评判专业人员工作时，上级部门比这些专业人员知道的信息少得多。因此后者有激励发出信号，让上司了解他们的业绩能力。我们很难判断一个经理的业绩，但我们可以比较容易地判断他是否努力了。例如，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人在办公室里工作的时间有多长。而工作时间实际上就是发出一个信号告诉同事，我是多么认真，多么努力。因此，很长的工作时间、繁忙的工作任务、详细的教学大纲、积极参加各种活动，都是在发出有关自己能力、责任心、努力程度的信号。

几年前，我在花旗银行做研究时，听到了这样一件有趣的事情。当时，花旗银行的职员都在下班时间几个小时后才离开单位，但有一位女职员到点就下班回家。她的部门经理告诉我，这位职员的工作效率非常高，在工作时间里完成的工作量比那些晚走的人还要多。但是其他人看到她按时下班，认为她的工作不努力，工作态度不好。后来在讨论她的晋升问题时，其他部门的经理就提出，这个人工作态度不好，不应该提升。她的部门经理据理力争，她才得以提升。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人们的行为常常在无意中发出有关他们某些特质的信号，影响其他人的判断。久而久之，人们工作的时间越来越长，实际上却是在浪费资源。大家可能会问：为什么资深的教授、律师、经理可以不采用这些做法发出信号呢？一方面这是因为他们在过去的职业生涯中已经建立了业绩成就，解决了信息不对称问题；另一方面，这些人身居高位，已经不受这些评判机制的约束了，他们可能需要用其他形式发出信号。

需要注意的是，信号只是有关某种无法直接观察到的特质的信息，而不是这个特质本身。例如，一家公司在录用新人时会特别注意该人是否有大学文凭，这是因为“上大学”是一个人能力的信号。但是，大学文凭并不等于能力。如果这家公司可以准确把握这个人的能力，那么它就不需要“上大学”这个信号了。在这个意义上，人们为解决信息不对称困难而发出信号的努力常常造成了资源浪费。我还听到过这样一个故事，很说明同样道理。在部队里，战士们要争当积极分子，也需要发出信号来让上级知道自己的品质和努力。但是，在军营中工作生活单调，一天到晚都忙碌于训练，很难有发出信号的空间或方式。于是，有的战士通过早起打扫厕所来发出争当积极分子的信号。不料，其他战士纷纷仿效之，起得更早去打扫厕所，如此竞争，愈起愈早，以致常常在晚上八九点钟时厕所已经洗涤干净。

既然信号影响人们的判断，那么进一步的问题是，在什么情况下信号是有效的？例如，很多人都愿意向领导表白自己的能力和努力程度。这个信号有没有作用呢？作用是不大的，因为这个信号太廉价，没有将不同类型的人区分开来的功能，因为谁都会说自己好。我在一个大学参加本科生录取工作时发现，许多申请者在申请材料里提供了许多的其他信息，例如参加钢琴比赛的名次、参加体育比赛的名次，等等。这些信息实际上是噪音（noise），一个人会不会弹钢琴和他的大学学习没有关系。所以我们在录取工作中从来不考虑这些因素。发出信号是解决信息不对称的有效手段，但信号一定要有可信性。我们要发出有效的信号就需要满足一些基本条件，以便把信号和噪音区分开来。

斯宾塞的信息理论提出，如果信号是有效的，它需要满足两个条件。第一，信号的成本对不同类型的人一定是不一样的。具体说来，信号的成本必须与个人能力成反比。对于高能力的人来说，采取这一信号的成本很低，因此可以获利，而低能力的人采取这一信号成本很高，得不偿失。这是一个自我选择的约束条件。斯宾塞以教育为例说明这一条件。我们都知道“上大学”是一个关于人们能力的信号。但是，如果人人都可以上大学，那么这个信号就失去了它区别不同类型人（高能力、低能力）的功能。“上大学”这个信号要有效，就必须满足这样一个条件：它将不同能力的人区别开来。如果“上大学”的成本与人的不同能力是成反比的，就满足了我们上面提出的第一个条件。高能力的人可以轻松自如地完成大学学习的任务，从中得到乐趣，顺利地拿到毕业证书，因此，上大学这件事情对他来说成本很低。但对低能力的人来讲，上大学是个很痛苦的过程，而且可能无法完成学业拿到证书，因此成本很高。公司产品实行“三包”做法也是一个有效信号的例子。生产高质量产品的厂家都实行“三包”，对他们来说实行“三包”代价是非常小的，因为他们的产品质量好。但一个生产低劣产品的厂商实行“三包”的代价却很高。所以，是否实行产品“三包”政策是区分高质量产品与低质量产品的有效信号。如果这个信号是高质量厂家和低质量厂家都可以采纳的，那么它就没有满足这一个自我约束的条件。

信号有效性的第二个约束条件是，高能力的人愿意选择这种方式。换句话说，如果一个人不选择这种信号，就意味着这个人能力不高。这个条件与数学上的唯一解有点类似。如果一个信号是可用可不用的，那么这个信号就会失去有效性。例如，上大学是个表明自己能力的信号，但是，如果一个人不用上大学也能表明自己的能力，那么，上大学对于证明自己的能力没有多大作用，上大学作为一个“高能力”的信号的有效性就大打折扣。因此，这第二个条件是，高能力的这类人必须愿意采取这个信号，自愿地使用这个信号。

现在我们从信号理论角度讨论组织趋同性现象。我们可以把组织采纳某一种广为接受的制度看做是向外界发出一个信号，这个信号表明这个组织的合法性或对合法性的追求，是将自己这方面的私有信息告诉外界。我们可以从这一角度对制度化的微观基础做一个解释。过去经济学认为有关产品效率的信息大家都知道，不需要发出信号。但是，在实际生活中，高品质常常是无法直接观察到的，需要信号传递信息。上大学就是发出一个信号，这个信号可能与大学本身的培养过程没有直接关系。也就是说，进了名牌学校并不一定意味着大家都是高质量的学生。但是外界只能笼统地知道大学与学生能力之间的关系。在这个意义上，信号是和生产过程相分离的，与生产过程中的效率机制没有直接关系。但只要大家都承认这个信号，它就起到了信号的作用。

托尔博特和朱克认为组织之所以采纳某种形式在一开始是基于理性选择，即这样做对它有好处，例如公务员制度是有效率的，所以得以采用。随着时间推移，这一制度被越来越多的组织采纳，具有了制度的力量，成为合法性的基础。根据这种逻辑，后一个阶段就是趋同性问题。但前一阶段不是趋同性，是理性选择采取一种新的制度形式，是一种效率机制。

在我看来，如果我们要在制度学派的理论框架中解释组织趋同性现象，一个更为严格的做法是用合法性机制来解释采纳某种组织形式的整个过程。我们这样设想，信号和具体制度功能是没有关系的，信号要完成的任务是：①让外界知道我的私有信息；②表明我的组织和别人不同。如果我发出信号只是表明我的组织和其他组织是一样的，那么我不是在经济学的“信号”理论的意义上使用这一机制了。从信号有效性的两个自我约束条件来看，我们提出以下两个组织趋同条件。第一，发出信号的成本和企业的地位、差异性（操作化为企业规模）有关系；第二，好的企业愿意采纳这一信号，因为它们对制度环境的压力更为敏感。

我们来讨论一下在微观的过程中这两个条件的意义是什么。在早期阶段，组织之所以采取这些形式不是因为理性而选择这些有效率的形式，而是因为要通过这个信号来表明自己的类型和身份。不发出信号就意味着和其他企业是一样的，无法实现产品分化。以“产品三包”为例。“三包”的目的是产品质量。但是，产品的质量在生产过程中已经解决了。实行“三包”只是一个与生产过程无关的信号，一个传递给顾客的有关产品质量的信号。但是，这个信号是有代价的，对于不同企业来说，这个代价是不同的。因此，不是每一家企业都这么愿意采取这一做法。再比如全面质量管理，对于高质量的产品生产者来说这只是一个信号，通过它来告诉大家我的产品是高质量的。但是，信号是有代价的，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全面质量管理的成本对于一家小的企业或产品质量低下的企业来讲是无法承受的。有高质量产品的企业愿意采纳这些形式就是要发出信号，这些做法和效率是没有任何关系的。我们可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解释为什么某一类企业在早期阶段愿意采纳这一制度。

我们这个解释与托尔博特和朱克的解释是不同的。她们的解释是，在早期阶段一些组织采纳这些制度是基于理性选择，是因为这些制度对它们更有效率。而我提出的这个解释是，在一开始这些采纳的做法就是发出信号，与具体的组织内部生产过程、效率机制没有关系。我的这个解释比托尔博特和朱克的解释更为彻底，自始至终都是合法性机制在起作用。但正因如此，我的这个逻辑能够解释的范围可能更窄一些，不能解释托尔博特和朱克提出的先理性选择后合法性机制的过程。但是，我的贡献是指出她们所观察到的现象也可能是合法性机制在自始至终地起作用，而她们的解释逻辑没有考虑到我提出的这种情形。

如果我们把刚才提出的思路操作化，怎样在实证研究中验证这一命题呢？一个可能性是，发出信号的代价和一个企业的规模、该企业在同类产品行业中的地位有关系。企业的规模越大，地位越高，它承担风险的能力越强，“三包”制度作为信号可能有用也可能没有用，如果消费者不理会，采纳这种制度就会是一种资源浪费。所以企业采纳一个新的制度需要能够承担风险。一家企业采纳制度的可能性和它的规模成正比。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IBM发展了一种微机技术，但在市场上无人反应，因而彻底失败了。但是，当时许多其他中小企业都在追随IBM，而不是直接与IBM竞争。它们看到IBM失败后，都静观IBM的下一步行动。这样，IBM的失败并没有对它们的生存造成多大威胁。我们的这个解释提出，最先采纳某种制度形式的企业并不是因为这一制度特别有效率，而是因为这些企业可以承担失败的风险或创新的代价。另外，每一个企业对环境的感觉压力是不一样的，大的企业资源丰富，对制度环境更为敏感，中小企业可能心有余而力不足。因此，大的企业组织更可能首先采纳新的制度形式。这与第二个自我约束条件相吻合了。

我们现在将各种因素一并加以考虑，建立一个可以进行实证分析的统计模型。我们集中考虑制度趋同性和企业规模、所采纳的比例以及符号资源之间的关系。在上面，我们从信号机制角度提出了一个命题，即企业规模与采纳新制度的速度成正相关。在上一讲中，我们还提出合法性机制与采纳速度成正相关。如果我们用托尔博特和朱克的方法把这些命题操作化，用不同组织采纳某种制度的比例作为合法性机制强度的指标，假设λ为采纳的速度，N为采纳的比例，S为企业的规模，那么，我们可以首先建立一个简单的统计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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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以前的讨论考虑到合法性机制对采纳速度的影响可能是非线性的。在制度化过程刚刚开始的时候，组织对其他人的采纳行为反应特别快，后来就慢慢地减缓了（如图17）。比如一种新式服装刚刚出现的时候，很多人都去模仿采纳，而到后来这种服装则无人问津了。制度的采纳也可能有类似的“追逐时尚”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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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7 制度化过程的一个例子

如果考虑这些采纳比例与采纳速度的非线性关系，我们可以进一步扩展这个模式，加入采纳比例的二次项（N2
 ），使得采纳比例对采纳速度可以有非线性的影响。这样，我们将这一非线性关系体现在模式中（注意，我们下面的这个模型尚没有考虑多重非线性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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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考虑另外一个因素。我认为，信号有效性与宏观层次上符号资源的分布是有关的。如果符号资源很容易得到的话，那么人们的行为的差异性就会很大；反之亦然。如果喊口号就能代表你的能力的话，就会有很多人去喊口号了，而这种口号对他们的实际行为没有什么约束力量。例如，白酒行业如果有许多的评比机构，各有不同标准，这就意味着符号资源的高度分散。假设每个评比都是发出一个信号，那么我们可以想象，在一个符号资源高度分散的领域，信号的有效性会大打折扣。与此相反，如果一个领域内符号资源高度集中，只有一个评比机构，那么评比的名次排列的信号作用就会十分有效。所以，符号资源的分布会影响到企业的行为。如果我们考虑符号资源的分布状况，我们可以进一步扩展以上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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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式中，R代表一个领域中符号资源的集中程度。我们现在考虑一下这个模式的意义。在这个模式中，β
 1
 代表企业规模程度对采纳新制度的速度的影响。β
 1
 ＞0意味着企业的规模越大，那么趋同性的速度越快。这是信号的第一个约束条件。β
 2
 表示合法性机制对采纳新制度的（可能是非线性的）影响强度。β
 3
 表示每个企业和制度环境关系的紧密程度。制度环境对企业的影响在每个领域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在研究中要考虑因不同领域内制度环境差异性所产生的非线性关系。β
 4
 测量符号资源的集中程度对采纳速度的影响。如果β
 4
 ＞0，意味着集中程度越高，采纳速度越快。

在上面的讨论中，我们从理论命题到统计模式对这一过程做了一个粗略描述。实际上很多人的实证研究都发现了这些统计关系，但没有明确地意识到或者提出这一微观基础。我从信号理论的角度做一个微观的解释，提出企业发信号的能力和企业的特点、地位在群体中的分布，和它对制度环境的敏感度有关系，这样就把微观基础和制度学派的最基本的思想结合在一起了，这可能为解决宏观和微观上的关系和效率、合法性的问题提出一个思路。

以上的想法还很粗糙，是我在近年来断断续续想到的但是还没有机会静下心来做的事情，没有写出文字来，在这里通过讲座形式讲出来也是一个进一步思考的过程。从事学术研究的过程就是如此，我们的学术交流不仅包括要了解别人已经做过的事情，还要知道他们正在做甚至正在思考的事情。我在这里提出的很多问题没有答案，仅仅是尝试，目的是让大家看到一种正在进行时的研究活动。

采纳与持续

那么，制度学派是否应该解释为什么某种制度而不是另外一种制度被采纳？我认为这不是一项重要的任务。道格拉斯认为制度的产生是一个偶然的过程，好比博弈论中多重纳什均衡状况，人可能在无意中选择了其中一个。真正需要理论解释的是，为什么制度会不断地持续下去。例如，选定八点钟上课这个制度可能是偶然的。但是，要一直遵守这个制度准时上课是很难的，因为有很多因素阻挠这个制度的持续：教师可能不愿在这个钟点上课，学生不愿在这个钟点选课。但为什么这个制度延续下去了？我们需要解释使得这一制度延续、延伸、演变的过程和机制。换言之，我们不需要丰富的理论就可以解释一个制度为什么会出现，但我们需要有力的理论才能对制度的持续性做出令人满意的解释。

比较理论分析：三种机制之间的关系

我们在前几讲中讨论了三种机制：效率机制、合法性机制、社会网络机制。我们现在对这三种机制和它们背后的解释逻辑作一个比较。

不同经济形式和三种机制

在日常生活中，人们有着各种各样的社会经济交往方式，这些方式背后有着不同的机制。在图18中，我们看到“即时市场”和“等级制度”（正式组织）是各种经济活动形式的两个极端。“重复购买”指顾客和商家或企业间重复的经济往来，但这种关系只是建筑在经验期待之上，不受合同、法律约束。所以，这种形式更为接近即时市场。“一般合同”建立了稳定的经济交易，离开了即时市场。而与一般合同相比，“战略同盟”和“关系合同”建筑在更为稳定长期的合作基础上，因此更为接近于正式组织的框架。“合资企业”虽然涉及两个企业，但这两个企业已经在一个正式组织结构中运作了。

在这些经济的形式或社会交往的形式中，影响它们的机制是什么？经济学中的效率机制提出，个人和组织的行为为追求利益最大化所驱动。合法性的机制是建立在一个社会承认的逻辑上的，组织关心的不是效率问题，而是如何得到社会承认取得合法性，以便生存。关系网络的机制认为组织或个人所处的具体社会关系网络影响他们的行为。这三种机制提出了三种不同的因果关系，三种不同的解释逻辑。那么，这三种机制在解释各种不同的经济活动形式时有什么关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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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8 经济活动的各种表现形式

我们先来看看这三种机制是否可以帮助我们观察、解释正式组织和等级制度。在等级制度里，效率机制起作用吗？经济学认为，一个企业的组织设计在很大程度上受效率机制的制约。所谓效率机制就是用最小的代价生产出同样的产品来，这就涉及组织设计的问题。从经济学角度看，等级制度本身也是效率机制支配下的产物。此外，我们为什么要在组织内部晋升中任人唯贤？为什么要对工艺流程如此设计？为什么高科技企业组织通常是平台式的组织结构，而制造业公司通常具有严格的工艺流程设计？效率机制对这些现象和形式可能比其他逻辑有着更为令人信服的解释。

那么合法性的机制在等级制度里面、在组织里面有没有体现呢？现在很多组织采取理性的制度，但组织的很多行为和效率的关系并不密切，而是为了取得合法性。我们在讨论合法性机制时举了一些例子。比如，全面质量管理的组织方式在很短时间里就在美国铺开了。大家都认为，日本公司的成功跟全面质量管理有关系。刚开始有些企业在模仿，然后在几年期间，许许多多的公司都采纳了这种制度形式。但每个企业面临不同的技术和环境，为什么突然都接受同一种制度形式呢？我们不能从效率的角度把这个问题解释清楚；而合法性的机制在这里起到了很大作用。网络结构在等级组织中是显而易见的，我们在博特讨论的组织内部晋升问题上已经看到这样的例子；在组织之间也有很多网络关系。

同样地，我们在即时市场这样的经济活动形式中，也可以发现这三种机制的存在和作用。市场中效率机制的作用在经济学中已经讲了许多，我们就不赘述了。社会网络在市场活动中的作用也在日常生活中司空见惯，我们也不多谈了。合法性在市场上有体现吗？组织录用人才是市场行为。有很多研究提出，录用人才在很多情况下是通过信号起作用的。信号就是社会公认的一些标准。一位同事给我讲过这样一个故事。她是从韦斯利学院（Wesley College）毕业的，这是美国一所非常好的私立大学，主要是培养本科生的。她曾经在一家公司的人力资源部工作。有一次她跟随她的上司去几所大学录取雇员。令她吃惊的是，她的上司在尚未启程时就告诉她，这次录取雇员分三个工资档次：一类是MIT毕业的，一类是哈佛毕业的，一类是韦斯利学院毕业的。也就是说，在没有看到具体的应聘人员之前，他们的工资级别已经被确定了。这位同事自己是韦斯利毕业的，为此十分不平。她把资料收集起来，专门为此做了一项研究。大家想想看，这位上司的标准是怎么建立的呢？这个标准不是建立在个人能力上，而是通过社会上大家都承认的规范，即什么是好学生，在哪里能有好学生，是在这种社会承认的逻辑上建立的标准。这是劳动力市场上合法性机制发生作用的有关例子。

那么在产品市场上合法性机制是否有作用呢？在20世纪80年代IBM非常盛行的时候，它的机器非常昂贵，而且条件很苛刻。但美国大公司负责采购电脑的人员中有着这样一种基本期待，一定要购买IBM的机器。这是为什么呢？这些采购人员说，大家都知道IBM是好机器，如果我买其他牌子的机器，我可以给公司省钱，但一旦机器出了问题，别人会说这个采购员肯定不称职，不买好的机器。我给公司节约钱的时候大家不会在意，但出了问题就会是因为我没有选择好。如果我选了IBM出了问题，别人都说，他已经做了最大努力了。所以采购人员的行为受到社会大的环境、舆论的影响。后来IBM经历了巨大的挫折，也是因为许多顾客不经选择地都去买IBM的产品，使得IBM养成一个自大心态——不管我做的好不好，你都得买我的东西，因此不求创新进取，从而在20世纪90年代出了很多问题。

我们的一个初步结论是，这三种机制可以在等级制度中和市场上或者两者之间的各种经济活动形式中并存共生。当然，它们的相对作用会因具体现象不同而异。在我们已经讨论的三种机制之外，等级制度本身也是一种机制，诱发特定的行为方式。这是大家都已广为接受的思路，我们在这里就不讨论了。

机制间的关系

如果说多种机制可能并存共生，下一个问题是这些机制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呢？我们可以考虑一种情形：一条生产线上的两个车间，A车间和B车间之间的关系本来是行政协作关系：A车间给B车间供货。如果双方关系出现问题，双方可以通过上级部门解决。这种组织内部关系是一种等级制度。但是，如果车间B获准引入竞争机制，即它的货源也可以从市场上采购。也就是说，如果车间A提供的货物价格太高或质量不佳，车间B可以到市场上去购买，这样，车间A就面临完全不同的压力，它不能通过行政渠道或政治机制（游说）来解决与B车间的问题，而需要降低成本，提高效率。这样，这两个车间之间的关系就由不同的机制所制约了。我们的问题是哪些机制在什么样的特定条件下起什么样的作用？

我们可以把各种机制之间的关系粗略地分为三类。一类是共存平行的关系。也就是说，各种机制可能同时存在，各自发生作用，互不影响。例如，在一家公司里，有些领域是按照效率机制组织起来的（例如，生产线），而另外的领域是按非正式的职业规范组织起来的（例如，科研机构）；各个领域各行其是，互不来往。我们看到，在市场上很多企业家既使用网络关系也计算成本，同时也考虑采取什么样的制度取得合法性。

另外一类是共存互补的关系。互补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两者是相互加强的，当我们观察到A 的时候，我们也观察到B，这两者互相强化。例如，一家公司加强社会关系网络可能会促进合法性机制的运行，因为许多制度影响是通过社会关系网络来传播的。

第三类是互相竞争、互相替代的关系。也就是说，当我们观察A 的时候，B可能被削弱，作用下降了。举例来说，等级制度里面都有一个正式结构，有一个权威的机制，这与非正式的网络结构常常相互矛盾。做网络研究的人在收集网络资料时经常会问这样一些问题：你和谁一起吃午饭，你有了问题请教谁，等等。这些社会交往反映的是组织实际运行中的人际关系。我们都知道任何正式组织都有一个组织结构图，如果按照这个组织结构来行事的话，我们有了问题应该去找在组织结构里有正式地位的人来处理，但社会网络研究却发现这些网络关系往往建立起一种非正式的结构，削弱正式组织结构的功能和作用。这是组织中经常出现的问题。如果非正式网络结构与正式结构分离的话，网络结构越强，就越削弱正式结构的权威基础。

第二个例子是正式结构和市场机制之间的矛盾。人们在研究组织内部协作关系时常常听到这样一句话：“我情愿和其他厂家打交道，也不愿意和自己企业内部的一个部门打交道。”原因是，在组织内部，一个部门经理对其他部门没有任何约束。但是，如果和其他公司的人打交道，这个部门经理就会有很大的权威，因为这是市场关系，可以讨价还价，如果你的表现不能满足我的要求，我可以另请高明。但是，与组织内部的人打交道是个组织内部机制问题，有许多约束是无法摆脱的。威廉姆森提出，从市场走向组织内化可以解决很多市场上解决不了的问题，例如信任问题。但反过来讲，也有很多问题通过组织内部的机制解决不如通过市场解决更容易一些。在这个意义上，这两个机制是互相竞争的。

以上几个例子是组织内部发生的矛盾。从市场上来看，这些矛盾也同样存在。比如，一个市场越规范，社会网络的作用就越小。我在做组织间合同关系研究的时候发现有一个特点，在制造业或在产品信息比较明确的领域里，社会关系相对不那么重要，但是社会网络关系在那些信息特别不明确的领域（如证券业、金融业、咨询业）的作用则尤为突出。在这些领域里，人们没有明确的标准来判断企业表现或者产品，这时网络关系就特别重要。这也可以看做是一个替代的关系，当市场规范化、信息明确化时，具有传递信息功能的网络就不那么重要了；反之则相反。所以，社会网络和效率机制在这个意义上是一个互相替代的关系。

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如果这些机制都是并存的，那么我们能不能在研究设计中去研究它们、分析测量它们的作用呢？举个例子来讲，如果要研究企业间合同关系，我们怎样才能发现这个合同关系背后的不同机制呢？社会网络、合法性机制或者效率机制在哪些方面起作用呢？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呢？仅仅承认这些机制的存在在理论上没有什么意义，有意义的是我们可以用某种机制把这个问题讲清楚，可以把这些机制发生作用的条件讲清楚。我们进一步的问题是：我们是否可以把这些不同的机制通过理论和实证分析一一分离出来加以解释呢？我们在以后讨论具体研究领域的各讲中会做一些尝试。

可能有人要问，我们为什么要花费气力来分解不同机制呢？换言之，我们的研究工作为什么需要理论指导？第一，在我看来，理论是一份菜谱，或一幅路线图。它起的作用是引导我们在研究过程中的注意力。举个例子来讲，大家都知道组织研究是一门非常现实的学科，学者们常常进入一个具体的企业做研究或提供咨询。当你被请去研究一个问题的时候，你的注意力在什么地方呢？我在上课时常常问学生这样一个问题：“假设有一家公司近年来的业绩不佳，请你前往咨询。如果你是一个交易成本理论的学者、制度主义理论的学者，或者社会网络研究的学者，你的问题会有什么不同？你收集资料的角度会有哪些不同？”我们可以想一想，威廉姆森关注的问题、迈耶关注的问题和博特关注的问题是不一样的，这是因为他们看事情的角度是不一样的，他们看重的因果关系是不一样的。我们在了解这些理论的时候，要清楚它们的逻辑是什么，前提假设是什么，基本假设的因果关系是什么，理论的边界在什么地方。这样的理论训练可以提高我们的分析能力。理论给我们提供了一套概念和分析工具以及因果解释的逻辑。比如说交易成本在经济交往中的各种形式林林总总，如激励成本、协调成本，我们从交易成本的角度思考问题，就会关注怎么样测量这些成本，怎样建立这些成本和组织行为之间的关系。

第二，理论最重要的是要做解释工作，它从某个角度去解释问题。大家可以看到一种理论总是强调某一种因果关系。所以，我们着眼在某种机制上，把这个因果关系放大化。我们了解、比较不同的机制，实际上是问我们自己，在什么条件下、用哪些机制可以更有效地解释这个问题？在什么条件下这个机制不适用，它的边界在什么地方？理论的功能就像舞台上的灯光一样，它照亮了舞台的某个点、某个部分，把你的注意力吸引过去，但它同时又把其他地方掩盖了、忽略了。所以理论不仅提供分析工具，而且还塑造学者的注意力，让你只注意某些问题，忘却其他很多东西。我们比较不同的理论框架，是要回答以下问题：为什么一个理论是这样提出问题的，而另一个理论从另外一个角度提出问题？为什么这个角度让我们注意到了这些问题，而另外一个角度让我们想到其他问题？任何理论都是一种对现实的简化，比较研究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它的边界，知道它简化了什么东西，强调了什么东西，忽略了什么东西，这对我们将来形成自己的风格、自己的研究角度是很重要的。我在这里介绍各种思路流派，希望大家了解各个理论流派的不同价值取向、不同的解释思路，在比较理论的框架里寻找自己的研究思路。

大家看格兰诺维特的研究风格。格兰诺维特师从怀特做社会关系网络的研究。他在做博士论文时关心的是强网络关系。但他无意中发现，现实提出的是原先理论中没有注意到的问题，即弱关系问题。格兰诺维特的问题提得很巧妙。很多研究就是这样，学者们在刚开始时带有一种成见、想法去做研究，他想的问题可能是这个领域中很一般的问题，是已有的框架内的问题，但在研究中突然发现新的问题或疑点了，原来的理论框架无法解释。这就刺激他去想这些新问题，试图提出新的思路来解释这些问题。

在我看来，在理论思路这个层次上没有对错之分，甚至没有好坏之分。社会网络的思路有没有道理？当然有道理。合法性机制、效率机制也都在经济活动中起着不可忽略的作用。在这个层次上争论不同思路的优劣，加以褒贬没有太大意义。我们要在一个具体的环境中讨论、比较不同理论的解释能力和进行实证研究。举个例子来讲，我们都认为社会网络很重要，那么在某个领域里（如合同关系、建立信誉问题）社会网络是否有作用，是什么样的作用，它通过怎样的形式发生作用？这些问题应该是我们分析、研究的着眼点。

因此，我们要搭一个比较理论分析框架，把不同的解释逻辑放在一个具体问题上加以比较。我们以前提到过，社会学研究的一个特点是比较研究，即我们的实证研究通常是对两个或更多的理论假设的验证，而不是像经济学那样只关注一个效率机制。但是，我对社会学研究的批评是，大多数研究的比较分析只是在走过场，是形式主义。比如说我是从制度学派角度研究问题的，在研究中也会把效率机制拿来做一个对比。乌泽在研究社会网络是怎样帮助得到贷款时，也考虑了经济学关注的效率机制。但是，大多数研究关心的主要是自己的研究框架里的那些事情，其他的理论思路基本上是做一个陪衬或铺垫。我们把几个理论思路放在一个比较的框架里，目的是让它们直接对话。在很多问题上直接对话，我们就会发现这些理论思路并不是清晰明了的。人们在合法性机制框架中做了许多研究解释，但如果我们追问一下就会发现许多解释实际上讲的是效率机制；反之亦然，效率机制的许多说法仔细推敲又可能与合法性机制如出一辙。在以上各讲中，我们分开讲了不同的理论思路。在以下各讲讨论具体的问题时（比如合同怎样建立、信誉制度等问题），我们会讨论不同理论思路在具体问题上的解释。

小结

在以上的各讲中，我们介绍并讨论了经济学中的交易成本学派、社会学中的制度学派和社会网络理论三种不同的理论解释逻辑，以及相应的效率机制、合法性机制和社会网络机制。至此，我们完成了这门课程的第一个任务：搭起了一个比较理论研究的框架。在这个小结中，我们对这三种思路做一个比较。我们首先在表2中从几个方面将它们的各自特点加以对比。

表2 效率机制、合法性机制、社会网络机制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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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这三种机制的分析单位有着明显的不同。在交易成本经济学中，它的基本分析单位是交易。在一般经济学中，个人（或组织）通常是分析单位。合法性机制解释的是在一个领域中制度环境如何影响了组织行为和形式，制度环境的特点是对处于整个制度范围内的所有组织都有影响。所以，制度学派通常关心的是为什么某一类组织（如大学、中小企业等）会这样做或那样做。社会网络理论的分析单位是个人所处的网络结构以及他在这个结构中的位置。

从因果关系的机制来说，经济学强调的是个人追求效率的动机和行为。制度学派恰恰认为个人的主观能动性是有限的，尤其是比较强的意义上的制度学派可以说对独立人的概念都提出怀疑了。大家在阅读制度学派的文献时可能会注意到，这些文章中被动语态比较多，而主语比较少。我们即便从弱的意义上讨论合法性机制——人们有意识地利用合法性机制达到私利，这种主观追求还是道格拉斯所说的，是制度思维制约下的人的行为，是制度塑造了人的行为。社会网络理论则认为，一个人或组织所处的网络结构限制和塑造了其行为，这是其核心的因果关系。

正因为上面的不同，这三种思路的研究有着不同的分析着眼点。效率机制的着眼点是个人或组织的利益关系如何导致各种做法，它强调各种各样的利益关系，双边关系也好，内部关系也好，雇佣关系也好，都是利益关系。而制度学派通常讲的是整个制度对组织的影响，强调制度环境、文化观念、行为规范对组织的制约。因此，效率机制强调组织之间的差异、人和人之间的差异，为什么组织运用的是这种战略而不是另一种战略。而制度学派讲得更多的是为什么组织有着趋同性。社会关系网络研究则着重强调网络结构和人们在这个结构中的地位。

从另外一个角度，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三种思路分别强调了不同的研究层次：效率机制着眼于个人层次，网络机制着眼于中间层次，而制度学派着眼于宏观层次。一般说来，这个说法有一定道理。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到，这些思路要解释的组织现象常常是跨越这些层次的。例如，效率机制不仅解释个人行为，也被用来解释制度是如何产生的。同样地，制度学派不仅用制度来解释宏观的组织趋同现象，也用其来解释组织层次的策略选择。

在下面的各讲中，我们要从具体的组织现象和研究领域中探讨这些不同的思路和解释逻辑的应用，从而进一步了解它们的基本命题和局限性。

进一步阅读的文献

齐美尔是社会网络理论和社会学结构主义思路的鼻祖。他的有关理论至为重要（Simmel，1955）。怀特是当今社会学中社会网络理论的创始人，他的主要思想可参见他1992年的著作（White，1992）。格兰诺维特和博特是社会网络研究的重要代表，他们的贡献上文中已经讨论。林南是从社会资本角度研究社会网络的重要代表（参见Lin，1982，2001）。

在实证研究中，维尼·贝克（Wayne Baker）和马克·密兹鲁奇（Mark Mizruchi）是较早用社会网络理论研究经济现象的学者（参见Baker，1984，1990；Mizruchi，1996；Mizruchi and Brewster-Stearns，2001）。乌泽在组织学领域中的一系列研究工作有其深度和新意。波多尼是一个优秀的社会网络学家，我们在以下的各讲中还会讨论他的研究工作。从迪玛奇奥和鲍威尔的工作可以看出，他们对社会网络研究有着深厚的兴趣。古拉蒂（Gulati）从社会网络理论角度研究组织间的战略结盟问题。边燕杰（Bian Yanjie）是从社会网络理论角度最为系统地研究中国社会网络现象的学者。布兰达奇和埃克里斯（Brandach and Eccles，1989）的论文比较了不同机制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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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讲 有限理性与组织研究

■ 需要解释的组织现象

■ 有限理性概念的历史回顾

■ 有限理性的研究工作

■ 有限理性与其他组织理论的关系

■ 从“有限理性”到“组织的局限性”

■ 进一步阅读的文献

需要解释的组织现象

在这一讲中，我们集中讨论“有限理性”这一思路在组织研究中的意义和应用。“有限理性”是组织研究中很早提出的、至今仍具有深刻理论意义的核心概念。有限理性不仅是一个重要的组织研究领域，而且更是一个意义深远的研究思路。因此，我们在这一讲中讨论“有限理性”的同时，也对前面各讲中提出的三种理论流派加以综合比较，对我们以上各讲讨论的内容在一个更广阔的背景下加以总结。

我们先来看几个例子。第一个例子。如果大家到书店里有关组织管理的专柜看一看，会发现这方面的书籍很多。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各式各样的管理理论呢？在其他社会科学领域，例如经济学、政治学或社会学的许多研究课题都与社会现实问题或组织现象密切相关，但唯有组织管理这一领域中形形色色的理论层出不穷，而且以极快的速度更新替换，而其他领域中研究成果的问世常常经过缓慢的过程。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现象。

第二个例子。规章制度是一个正式组织正常运行的软件。但不同组织规章制度化的程度大相径庭。在什么样的条件下一个组织会建立起规章制度呢：是在一个很稳定的还是在一个非常不稳定的环境条件下，组织更可能致力于内部运作的规章制度呢？对此学者们有不同的看法。一种意见是：“如果外部环境很稳定，企业致力于内部运作的话，人们的行为就会十分规范，那么规章制度对稳定环境的作用就下降，可能被弃而不用了。”另一种意见是：“只有在一个稳定的环境中，有规范的行为才能经过沉淀而成为规章制度。在一个不稳定的环境里，人们的行为每天都可能在持续变化来应对不同的情况，这样就很难产生稳定的规章制度。”

这些例子与我们要论述的“有限理性”概念有着密切关系，我们会在下面进一步地讨论。我以前讲过，20世纪40年代泰勒科学管理方法被替代以后，组织研究的主题之一是对韦伯式理性组织的批评，或者将韦伯式理性组织的模式与现实生活中的实际组织加以比较。在这个大的潮流中，有限理性这一思路一直贯穿在组织研究的各种活动之中。在我们这门课中，“有限理性”也是一个潜在的主线。在已经讲过的诸多课题中，我们已经反复地涉及了这个主题。例如我们指出，新古典经济学把很多东西给假设掉了。在充分信息、充分竞争的假设下，市场可以作为最好的手段来解决问题。但是当我们考虑到交易成本时，组织则成为应对市场失败的一种重要形式，因为组织对克服有限理性的困境可能更为有效。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形下，交易中的一方可以试图策略性地使用信息来谋求私利，而另一方意识到这种投机行为的可能性而拒绝合作，从而使得一些本来可以双方互利的经济交易无法实现。经济学家认为可以通过设计合同来找到好的激励机制解决这个问题。但在很多条件下，所谓最好的激励机制是无法设计的；否则的话，我们的组织也不会有这么多问题了。换句话说，如果我们有充分理性的话，我们应该可以通过设计合同（包括雇佣合同、企业和企业之间的合同）解决我们现在看到的许多问题，但我们之所以还面对许多问题，不仅是因为合同没有设计好，而且是因为我们能够认识问题的理性、能够解决问题的理性是有限的。制度学派的基本思路刻意强调这一观点，认为在实际生活中人的主观能动性是很有限的。社会网络学派讨论结构地位决定人的行为，讲的也是这样的道理。大家知道，研究组织现象和组织行为有着各种各样的理论流派：理性选择学派、交易成本学派、社会网络学派、制度学派、种群生态学派，等等。这些林林总总的学派可能有着不同的解释逻辑、不同的关注焦点、不同的分析单位层次，但是，它们可以在“有限理性”的思路上找到一个共同的基础。在这一讲中，我主要是从学术思想的角度讨论一下“有限理性”的研究活动及其在组织研究中的意义。在第九讲中，我们会进一步讨论“有限理性”思路在组织决策领域中的应用。

有限理性概念的历史回顾

“有限理性”概念的含义十分直观明了。赫伯特·西蒙（H.Simon）在20世纪50年代首创的这个概念，是针对盛行至今的经济学理论中充分理性模式这一前提假设而提出的。有限理性的基本思想是：人们信息加工的能力是有限的，因此，人们无法按照充分理性的模式去行为，即人们没有能力同时考虑所面临的所有选择，无法总是在决策中实现效率最大化。人们试图按照理性去行动，但由于理性本身是有限的，人们只能在有限理性的范围内行为。现在看来，这些想法简单直观，并非什么“微言大义”。但是，我们下面可以看到，这些看似简单的思想有着强大影响力，西蒙为此在1976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确当之无愧。在具体讨论这一概念的内容和意义前，我们首先对这一概念产生的背景和演变过程作一个简单的交待。

20世纪50年代以来，社会科学领域中主流的决策理论均是以理性选择为基本分析框架的。这一思路集中体现在统计理论和经济学理论中，至今盛行不衰。例如，在新古典经济学中，人们的决策行为通常被抽象化为按最大化原则实现个人目标的理性选择过程。这种“最大化”原则要求人们同时考虑所有面临的选择，按照“最大化”的决策规则从中选出最佳方案。

在这一背景下，西蒙在观察组织决策的实际过程时发现，人们在从事决策时的行为常常与这一理性选择模式相悖，表现出“非理性”的行为。西蒙（Simon，1957）提出了上面所说的“有限理性”这一概念来解释这些实际运行中的行为。可以说，有限理性这一概念提出了与主流经济学和组织设计思路相反的一种理念。

有限理性概念建筑在对组织实际运行过程的观察描述之上。这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兴起的行为科学不谋而合，两者的结合促进了这一阶段组织决策过程研究的高潮。行为科学在组织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出发点是注重分析、解释实际生活中的组织现象，而不是像经济学家那样从理论逻辑上推论组织应该如何设计运作。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西蒙和卡耐基-梅隆（Carnegie-Mellon）学院（现为卡耐基-梅隆大学）另外两个重要的学者詹姆斯·马奇（James March）和理查德·塞特（Richard Cyert）一起发展、丰富了有限理性的理论框架，并在这一框架中对组织现象进行了一系列的重要研究。这些研究对后续至今的组织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们的研究思路和学术思想被称为“卡耐基-梅隆”学派。这些研究集中反映在马奇和西蒙合著的《组织》（Organizations
 ，1958）以及塞特和马奇合著的《厂商的行为理论》（A Behavioral Theory of the Firm
 ，1963）之中。

20世纪七八十年代是组织社会学集中注意“组织与环境”关系的时代，有限理性作为讨论个人或组织行为的研究思路被束之高阁了。但是，有限理性作为组织行为的基本前提已经被广泛接受。而且正是在这一时期，心理学和经济学的研究工作为有限理性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重要基础。20世纪七八十年代出现的行为心理学派的特奥斯基（Amos Tversky）和卡恩曼（Daniel Kahneman）等对“不确定条件下个人决策行为”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他们在心理试验基础上发现，个人决策过程中常常采纳“经验估算”（heuristics），而与理性模式的要求相去甚远，表现出系统的偏差。这些研究对经济学理性模式的基本前提提出了一系列挑战，导致了“行为经济学”在20世纪90年代的兴起。近年来，有限理性的概念在主流经济学的模式化活动中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注意（参见Rubinstein，1998；Gigerenzer and Selten，2001）。

下面我们讨论有关“有限理性”现象的研究工作以及这一思路在组织研究中的意义。

有限理性的研究工作

有限理性的心理学基础

西蒙提出“有限理性”的起点是建筑在这样一个观察上的，即人的心理设施对信息加工的能力是有限的，因此，经济学的理性决策模式的基本前提在实际生活中是不能满足的。从这一角度出发，我们可以对个人的许多“非理性”行为加以解释。例如，经济学的理性决策模式要求人们对面临的各种选择同时加以比较，按最大化原则确定最有利于实现其目标的某个选择。但是，西蒙在研究中发现，在实际生活中，人们的决策过程与理性模式有着明显的不同。第一，人们的决策过程通常并不是考虑所有的选择，而是只考虑其中的部分选择。第二，人们对不同选择之间的考虑不是像理性模式所说的那样同时加以比较评判，而是按循序成对的方式进行的，即人们在某一个选择与下一个选择之间加以比较，两者之间择一。如果两者均不满意，则保留两者之中较好者再与下一个方案比较，如此双双重复比较下去，而不是对所有选择同时加以比较。第三，人们进行选择依照的不是“最大化”原则，而是“满意”原则，即一旦在循序成对比较中找到“满意”的目标，搜寻过程即告结束。也就是说，人们在决策过程中不是追求实现“最大化”的选择，而是寻找到“令人满意”的选择为止。这就是著名的决策过程的“满意原则”。西蒙从有限理性这一角度加以解释：由于理性是有限的，人们无法同时加工处理所面临的各种各样的选择，而循序选择可以节约信息。

西蒙关于“有限理性”的基本思想是大家都能接受的。有一位经济学家这样说过：我们（经济学家）都知道有限理性的重要性，可是我们的经济学分析工具不能把它模式化，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在理论分析中考虑这个因素。但是，经济学家试图通过“约束条件下的最大化”（maximization under constraints）的思路绕过这一问题。例如，经济学家通常把最大化准则表述为“在A，B，C 的约束条件下，对以上选择求最大化”。从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可以把心理机制的有限性看做是一个约束条件。这样，经济学研究把有限理性回归为“信息”问题，可以通过对信息的获取使得人们的认识“逐步深入、不断上升”，从而解决这一问题。

但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心理学的一个重要领域——“不确定条件下个人决策行为”的研究工作对经济学的理性模式提出了更为深刻的挑战。这些研究成果收集在卡恩曼、斯罗维克（Paul Slovic）和特奥斯基（1982）编辑的论文集中（参见Hogarth，1980）（大家知道，卡恩曼在2002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就是基于这一研究贡献。而他的长期合作者特奥斯基几年前已经去世而无缘诺贝尔奖）。这些研究的基本思想是：人们的许多决策活动是在不确定条件下进行的。这里说的“不确定性”主要是指因为信息缺乏而导致的决策判断上的困难。由于不确定性，人们面临的选择是以概率分布的形式出现的。例如，我们在考虑一个投资项目的前景时，其回报估计不是一个具体的参数而是不同的可能结果的概率分布。按照理性决策的思路，人们在不确定条件下的决策应该遵循概率论（先验概率）的基本原则去行动。我们在第二讲中讨论过，人们在“旧车市场”上可能并不知道具体某辆车的质量，但是他们可以通过这类车质量的概率分布做出理性抉择。心理学家发现，在不确定条件下，人们的决策行为常常不是按照“理性模式”进行，而是建立在以往实践探索之上而产生的“经验估计”的各种原则。这些经验原则有利于人们处理复杂信息，但是常常导致与“理性模式”相悖的系统偏差。这些“经验估计”的基本机制包括：代表性（Representativeness）、联想性（Availability）、取舍性（Adjustment），等等。我们下面做一简单介绍。

以“代表性”机制为例。人们的许多判断是关于A、B两个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心理学的研究发现人们的这些判断常常是建基于A、B在多大程度上是相似的，即有代表性。例如，一项心理试验设计这样的情形：假设一组人由律师和工程师组成，其中40%是律师，60%是工程师，然后让试验对象根据有关该组一个成员的一段描述来判断该人的职业。从概率理论上说，如果在这个样本中大多数人是工程师而不是律师，正确的判断应该考虑到这一先验概率条件。但是实验发现，人们常常会忽略在试验场景中工程师和律师比率的先验概率（基本比率）。如果这段描述中的人具有很强的社交能力、能说会道，实验对象就常常判断他是一个律师而不是一个工程师。这是因为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律师的行为更为符合这种经验描述。这种“经验估计”常常导致决策的系统偏差。许多因素虽然与代表性无关，但在正确地计算概率时需要加以考虑，如果人们只注意代表性而忽略这些因素就会导致错误判断。“代表性”的机制使得人们只注意到事物之间的相似性，而对先验概率置之不顾，从而导致系统偏差。

“联想性”机制是指人们在判断某类现象出现的频率或概率时，不是按照概率理论的要求而是按照心理上联想到这类现象的容易程度来判断。例如，如果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听到小型企业成功的例子而极少听到大企业成功的信息，当我们判断企业规模与企业成功的因果关系时，就更容易联想到小型企业成功的例子。这种联想的容易程度使得我们做出判断，认为小企业更容易成功。这种联想并非没有道理。但是，联想的容易程度往往取决于其他许多因素。例如，人们对某项事物的熟悉程度、某一方面的显著性都会影响人们的判断。心理实验发现，人们对图片或图像比文字媒介报道更容易回忆联想。我们不难想象，匆忙制作的电视新闻报道可能比经过严谨研究后发表的文章更易于引发人们联想，从而对人们的判断产生更大的影响。因此，联想性机制也可能导致决策的系统偏差。

“取舍性”是指在许多情形下，人们并不是对资料进行系统分析做出结论，而是从初步的数据中推断最终的结论。这些最初的数据可能是从一些已有的公式或部分的计算得来的。但这种计算常常是不充分的，不同的最初数据会导致不同的结论。例如，有两组试验要求试验对象估算下列数字相乘的结果：

8×7×6×5×4×3×2×1

1×2×3×4×5×6×7×8

当人们在快速求解时，常常只是计算几个数据然后加以推断，因此不同的初始数据得到不同的结论。心理实验发现，当人们按从小到大顺序估算时，其答案的平均值是512。而从大到小顺序估算时，其答案平均值为2250。而正确答案是40320。人们常常从随机过程中“取舍”某一环节从而加以推断因果关系。而这种“取舍性”机制基础上的经验估计常常导致系统偏差！

心理学家通过一系列心理学试验证明人们在决策过程中的行为与理性模式的要求相去甚远。而且这些“经验原则”与在“有限理性”框架下组织研究的发现十分吻合。经济学在讨论人的行为理性、个人偏好的时候，有以下几个假设：第一个假设是一致性，就是说人们的理性选择行为是一致的；第二个假设是人们可以对各种偏好排序（rank order）；第三个假设是可传递性：如果一个人觉得A比B好，又觉得B比C好的话，那么他一定认为A比C好。特奥斯基和卡恩曼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做了一系列试验，发现这些前提假设都难以成立。他们的很多文章发表在经济学杂志上，对经济学家的震动很大。他们的研究推动了行为心理学和行为经济学领域的兴起和发展。这些心理学研究为有限理性思想提供了坚实的微观基础。《新闻周刊》几年前对此有一个专题报道。文中这样写道（1995年4月10日，第41～42页）：

这些观点许多年以来一直处在边缘地带。但是，现在普林斯顿大学讲授它们，华盛顿研究它们，从东海岸到西海岸的投资课程中传授着它们。商界也日益关注这些观点了。Merck医药公司用行为心理学来管理它的退休金计划，并以此设计它的销售合同。在Prudential保险公司的年会上，以前通常是充满了各种数据，但是这次却请来了哈佛大学的心理学家。

这些研究大多是在个人层次上研究有限理性问题，考虑的问题主要是个人的心理机制和不确定条件之间的关系。那么，在信息技术大突破、大发展的今天，西蒙的有关人们信息加工能力局限性的有限理性概念是否过时了呢？信息技术的发展是否克服了人们心理信息加工能力的局限性？今天人们可以通过互联网来购买汽车，顾客可以对价格、款式、质量等等指标提出具体的要求，而且可以走出传统的地域限制。毋庸置疑，信息技术的发展对克服由于信息不足产生的问题有着重要作用。但是，有限理性所指出的困境更为深刻复杂。下面我们要引入组织和组织背景下的人际互动做进一步的讨论，并由此在讨论中引进新的变量：利益、注意力、组织学习、组织结构与地位（身份）以及组织内部的动态过程。

有限理性的组织基础

人们通常认为，组织设计有助于克服“有限理性”的困境。的确，在一个组织中，人们可以通过组织的资源配置和结构系统地收集、加工和分析信息。组织也可以通过“重叠结构”来加强其可靠性（reliability）。例如，当一家公司在研究开发某一产品时可以建立互相独立的研发团队攻关同一课题，从而大大提高其成功的概率。假设每一个团队研发成功的概率为P=0.5。那么，至少有一个团队成功的概率P= 1-（1-P）n
 。我们可以看到，当两个团队分别开发时，至少有一个团队成功的概率是0.75，如果三个团队分别开发，那么这一概率则提高为0.875。的确，正式组织是现代社会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社会活动的一种普遍形式，是人们有效率地追求各种目标的工具。但是，组织这一形式和背景同时也引进了许多新的因素和问题，使得组织的局限性更为恶化。我们以下的讨论着重强调有限理性的组织基础。

有限理性的政治学基础

组织与个人之间的一个最大区别是：前者有着不同的个人或群体相互作用，而这些个人或群体通常有着不同的利益、目标和观念。因此，有限理性和组织决策过程的行为理论诱发了政治学的诸多研究。与心理学研究不同，政治学的研究更多地强调了组织背景的重要性。早在1962年，马奇就提出了“工业组织是政治联合体”这一观点。传统的决策模式认为，工业组织是一个理性的组织，它有着明确的目标，进行理性选择，采取理性的行为。但马奇提出，任何组织实际上都是由不同的利益集团组合而成，因此，组织内部的决策过程是一个各种利益集团之间讨价还价、相互影响、相互妥协的过程，而不是一个理想的理性选择的过程。例如，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IBM面临“微机与大型计算机”之间的选择时，已有的围绕“大型计算机”销售和维修建立起来的利益集团在决策过程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导致IBM做出了忽略微机、集中资源发展大型计算机的错误决定。在有限理性的研究中引进“利益”这一变量有着重要意义，我们可以提出以下的一系列命题。

第一，利益的考虑意味着信息的使用是策略性的，而不是中立的。在理想模式中，信息通常被假设为中立的，多多益善。但是，在政治过程中，信息的不对称性导致人们策略地使用信息，而且信息常常伴随着许多“噪音”。因此，信息量的增加并不一定会提高组织决策的质量。

第二，组织的目标并不一定是连贯一致的。如果组织行为是以政治联合体为基础的，那么我们可以预料组织目标和方向也会随政治联合体的演变而变化。例如，公司领导阶层的变迁常常导致组织重大决策方向的变化。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政治联合体基础的变化。

第三，组织目标和组织决策常常只是松散关联的。我们常常观察到，一个组织对自己的目标的表述常常是十分理性的，但组织实际运行过程常常与这些理性目标背道而驰。从组织的政治过程来看，这是容易理解的。组织目标的表述通常是由上层经理做出的。但是，他们只是众多利益集团之一。组织的运行过程是一个政治过程，有许多其他群体参与进来，反映了各种利益冲突和妥协，因此常常表现出多变性和不一致性。因此，决策研究需要注意到实际的运行过程。

第四，组织政治过程的一个重要意义是：决策的执行过程是组织决策过程的继续。组织决策的实施人员有着自己的利益、是非观点，他们在组织决策的执行过程中把自己的意志、解释强加于组织决策之上。因此，在执行过程中，我们常常可以观察到“组织目标替代”这一现象，即组织决策的起始目标在执行过程中被其他的目标（尤其是决策执行者自己的目标）替代。因此，组织运行中的实施过程是组织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美国背景的研究参见：Pressman and Wildavsky，1973；Lipsky，1980；Wilson，1989）。我们下面举几个国内的例子说明。

在参加一次农村研究座谈会时，我听到了这样一个故事。在一个村庄，一个农民家庭因为“计划外”怀孕，被村干部罚款4000元。后来这一家庭因为意外事故中止怀孕，未能生育。这个家庭向村干部索还罚款，但是村干部已经花掉了罚款。于是村干部对这个家庭说：“你们还是再生一个吧。”我们可以看到，计划生育的目标在实际运行中被其他目标替代，其结果反而是鼓励“计划外生育”，与原来的目标背道而驰。另外一个故事。在许多城市里有清理流动人口的小分队。他们的任务是把政策规定的没有正式职业的流动人口清出市区。但是，这些政策执行者为了得到罚款，把目标对准那些出得起罚款的外地人（通常在该城市有正当业务），罚款后即放走，而对那些按政策应该清出但无力付罚款的外地人则视而不见。可见政策的制订和其执行过程大相径庭。其实这种现象在各级政府部门、工业组织中都是司空见惯的。

在研究中引入政治冲突、政治利益的变量大大地扩展了“有限理性”的理论框架。人们不仅在心理认知上有局限性，而且在政治利益上相互冲突，使得理性选择难以实现。这些观察和命题是对组织决策过程的贴切描述，对理性选择的模式提出了深刻的怀疑和批评，引出了新的研究课题和值得注意的因素：①政治过程是一个在资源基础上讨价还价的过程，因此我们在研究组织运作过程时应该考虑人们可以带到谈判桌上的资源。例如，一家公司里的“创收”部门有着更多的资源；人们拥有的人际关系也可能成为影响政治过程的重要因素。②组织内部的政治运作受组织结构的影响，这在一个集权性组织结构或一个分权性结构中是不同的。③组织决策过程中的政治冲突与环境的多维性密切相关，利益集团的力量对比常常为组织环境所决定。例如，IBM的微机分部最终在公司中占领了主导地位，这主要取决于微机后来在计算机市场上的支配地位。

在组织研究中引入政治过程同时也改变了传统的理论研究框架。在传统的组织决策模式中，决策者面对的是被动而不变的决策环境（面临的选择、选择的后果等），在这一基础上进行决策。但是，组织的政治过程意味着组织运行是一个双方或多方“策略互动”的博弈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即便采取“合作”策略有利于互动双方的最大化目标，在信息不对称或其他条件下，双方也可能选择并非最佳的做法，导致两败俱伤的结果，囚徒博弈就是这样一个例子。

对理性模式的批评为“官僚制度决策模式”提供了基础。组织学中的行为学派带动了政治学中一大批研究活动。这些研究集中分析讨论了组织决策过程的种种非理性因素，例如古巴导弹危机中美国外交政策的制定过程（Allison，1971）和其他的美国外交及国内政策制定过程的研究。威尔逊（Wilson，1989）对这一领域的研究做了详尽的归纳和总结。

注意力分配

在《厂商的行为理论》一书中，塞特和马奇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即在组织决策过程中，时间和注意力都是重要的稀缺资源。这一命题是有限理性思路的一个自然延伸。与人们面临的复杂环境相比，导致人们加工信息能力局限性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人们的注意力是有限的。我们在每天的日常生活中都在验证着这一命题。每个学生在处理各种课程的时间分配上，每个老师在科研、教学、家庭、社会工作的时间分配上都面临着注意力分配的困难。每个经理和领导干部的经历更是如此。这一命题看起来简单直观，但其蕴含的意义却十分深刻。时间和注意力的短缺使得人们无法对所有的选择同时加以考虑，这是有限理性的一个重要条件。而组织结构对注意力的分配制约、对组织决策过程都有着重要的影响。这一点我们在第九讲中还会进一步讨论。

根据这一命题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提出这样一个观点，即注意力的分配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决策活动。其实，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常常可以观察到这样的现象：当一个组织把注意力集中在某一个领域时，这一领域中的决策活动就会十分活跃。而当组织的注意力从某一领域转移到其他领域中时，这一领域的决策活动就会减少。人们通常认为领导干部的秘书角色十分重要。这一重要性的一个道理就是秘书在分配领导者的注意力时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秘书的职责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领导者在何时何地注意到什么问题，从而影响到决策的过程和结果。

从这个角度来看，注意力分配的概念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研究课题：一个组织是怎样分配注意力的呢？在很多情况下，组织决策并不是戏剧性的，而是受制于十分普通、具体的组织规章制度。从这个角度看来，组织结构的意义不仅仅在于进行权力分配，更重要的是在分配注意力这一问题上扮演了重要角色。例如，信息收集、加工部门的设置和它们在决策过程中的参与方式以及时间性都可以通过影响决策者的注意力来影响决策过程和结果。

我在研究大学规章制度时也发现了类似的情况。斯坦福大学在制定规章制度时常常有“浪潮般起伏”的特点。我的研究发现这种现象与其决策过程的注意力分配有密切关系。大学中有关教学方面的规章制度是通过教员议会制定的。而在教员议会的组织结构中，每个委员会提交决策议案的时间是间隔安排的（例如每学年的某个时段），因此，制度规定的议案提交表决的时段成为组织决策的高峰期。但是，在另外一些领域（例如“举报程序”），大学有意地设置严格的封闭式程序，减少注意力，结果是这些领域无人问津，也谈不上决策活动了。在公司中建立一个“质量监督部门”，其功能就是保持对某一问题领域的持续注意力，从而导致这个领域的不断改进。由此看来，组织对注意力的分配与组织的发展有着重要关系。

另外，我们需要对一些与注意力分配有关的因素进行深入研究。例如，决策者如何区分“成功”和“失败”的界限成为一个重要课题，因为人们对“失败”的定义诱发了组织注意力转向“问题”领域。另外，组织的“闲置”资源（slack）对组织注意力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一个组织内部的闲置资源越多，它的注意力可能越分散，从而鼓励不同方向上的探索。从注意力分配这个角度，我们可以对组织运作机制进行深入的研究。例如，科恩和马奇（Cohen and March，1974）对100位美国大学校长一天的日程安排加以分析，从他们的注意力分配来研究组织领导角色的含义和问题。

注意力分配的另外一个意义在于：组织决策与人们的承诺、执着（commitment）有重要关系。有一个有趣的研究故事（March and Olsen，1979）是讲美国的一个学区提出了A、B、C三个改革方案，由学生家长组成的全体会议讨论决定。起初，A方案得到大多数人的拥护。许多人认为A方案已成定论。但是，经过几个月的讨论决策过程，最后投票的结果是选择了起初只有少数人主张的C方案。有趣的是，这个方案是一直不被看好的，而且参加决策的人并没有在这个过程中转变立场。那么，为什么这么一个方案会被最终采纳？研究者追踪这个决策过程发现，这是一个注意力的问题。在长达数月的决策过程中，会议频繁，许多参与者中途退出。最开始大多数人认同A方案，他们认为这种方案肯定会被采用，因此这些人没有积极参与随后的讨论过程，对方案的选择过程没有投入很多注意力。而主张C方案的人虽然是少数派，但是他们希望这种方案得到实施，因此坚持不懈，积极参加方案选择的讨论，投入了很多注意力。他们中多为中产阶级家庭的主妇，许多人不需要正式工作，有充分的精力投入这个决策过程。经过几个月的旷日持久的讨论，到了最后的表决时，支持A方案的人中只有一小部分仍然参与这个过程，而支持C方案的人则大多坚持了下来，因此占了大多数，取得了胜利。这个故事揭示了注意力在决策过程中的微妙但却举足轻重的作用。组织决策过程的质量、方向和结果是和日常工作的注意力分配息息相关的。组织决策人员的变化不仅意味着决策者利益结构的变化，而且意味着人们注意力结构的不同（经验不同）。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从以往经验限制注意力分配方向的角度解释路径依赖这一现象。同时，我们在下面也可以注意到组织结构在分配注意力上的重要性。

组织规章制度和有限理性

正式组织的鲜明特点之一是它的规章制度，特别是日常运行程序（standard operating procedures）的作用。组织规章制度与我们上面讨论的各种组织机制有着密切的关系：第一，组织规章制度决定了注意力分配——不同的决策程序和过程影响了注意力的分配和决策的频率；第二，规章制度决定了利益分配——什么人参加决策的过程；第三，规章制度决定了信息——不同的部门结构导致不同的信息加工、解释的过程和结果。所以，从“有限理性”角度来看，组织规章制度的研究有着重要意义，其重要任务之一是解释规章制度在组织中是怎样产生的，并回答这样一个问题：规章制度是否可以帮助我们克服有限理性的局限性？

我们考虑一下在这一讲开始时提出的问题：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我们可以预测一个组织会建立起自己的规章制度呢？是在一个很稳定的条件下或内部运作条件下呢，还是在一个非常不稳定的条件下？

按照韦伯的思路，规章制度产生于一个稳定的环境。韦伯提出，组织是一个高效率的机构，规章制度可以保证一个组织的可测性并可以提高效率。组织高效率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人们可以对一个不断重复的过程通过规章制度加以程序化。计算机的操作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计算机的操作程序按部就班。如果没有这个操作程序，人们会在各种摸索中耗费许多资源。在很长时间里人们大多接受这一命题，即在一个重复性的稳定组织结构中更容易产生规章制度。

与此相反的一种观点认为，不确定的环境条件更会导致规章制度的产生。经济学家海纳（Ronald Heiner）在1983年的一篇文章中探讨了可预测性行为（predictable behavior）的渊源。可预测性行为指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有程序的、按部就班的、可预测的行为。在组织层面上来说，就是有严格规章制度约束的组织行为。海纳的基本思想是这样的：当一个组织有充分的信息，具有完全确定性时，它应该不受任何约束地、随时随地追求最大化目标。也就是说，一旦有新的信息，它就应该相应地调整自己的行为，因为它可以预测知道这个信息的意义和未来的状况（确定性）。但是不确定性条件意味着人们无法把握将来会发生什么事。在这种情形下，行为的灵活性、对信息做出反应并不能提高一个行为者的效益。这样，这一思路与有限理性联系起来了，有限理性的基本思想就是人们不能知道到底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所以才产生不确定性。如果人们有充分的能力可以预测一切情况的话，就没有不确定性了。因此，可预测行为（以及组织规章制度）恰恰是在不确定条件下才产生出来的。

我们可以举个例子来进一步说明这一思路。经济学家詹森（Michael Jensen，1968）做了这样一项研究。他比较股票公司经常买进卖出的经纪人和不经常交易的经纪人之间的效益（股票回报）。按照直观理解，我们通常认为经常从事买进卖出交易的经纪人在不断地追求最大化目标，对市场的变化反应迅速，因此他们的效益应该更好。但是，研究的结果表明，经常交易的经纪人的平均收益并不因为他们追求最大化的行为而更好。也就是说，随时随地追求最大化的行为并不一定是最佳的。几年前，另一位经济学家（Malkiel，1995）用最新资料重新研究了这一问题，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

回到我们起初的问题上：规章制度是怎样产生的呢？如果我们认为规章制度是组织理性化的结果，是组织理性设计或者是对过去经验的总结的结果，那么规章制度与理性模式吻合一致，可以用来达到理想模式的目标。但是，从有限理性的角度，我们可以提出质疑：如果人们的理性是有限的，我们怎样才能保证理性设计会产生与此匹配的规章制度呢？组织过去的经验是不是一定适用于未来的环境条件和组织演变呢？

规章制度的制订和使用并不总是一个理性的过程。组织社会学在其早期对组织规章制度的产生渊源做了大量的研究。例如，古尔德纳（Gouldner）和克罗泽（Crozier）的研究发现，组织规章制度常常被用来替代管理人员与工人面对面的冲突。另一方面，工人为了减少管理人员决策的主观性，为了保护自己，也极力推动清晰明朗的规章制度的建立（Perrow，1986）。因此规章制度常常是政治冲突的结果，而不是达到组织目标的理性设计。因而，规章制度的制定常常是为了①避免经理层与工人之间的面对面的冲突；②转移注意力，用来避免或延缓政治冲突；③政治斗争胜利的战利品，一旦政治斗争结束就被束之高阁；④有时规章制度是政治冲突雷区的标志，人们会小心翼翼地避开它们。因此，规章制度并不总是理性选择的结果，或者是组织演变经验的积累总结。我们也不能在规章制度的功能上寄托太多的理性希望。

当然，许多的组织规章制度是组织学习的结果，是对组织成功或失败经历的总结。例如，失火事故导致了有关防火规则的建立；学生考试作弊的事故诱发了有关管理制度的产生。但是我们将要在下面讨论，这种总结可能是迷信性学习的结果。另外，此时此地的成功经验可能不适合彼时彼地的场景。许多从成功经验中总结出来的规章制度可能成为束缚组织适应的桎梏。

因此，规章制度是组织设计中的重要一环，也是一把双刃剑。可预测性是组织走向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有助于组织与外界建立持久的交换关系。为此，组织通过规章制度来保证它的稳定性、持续性、可测性。但是，组织制度一旦建立就会制约信息的收集，即制约对外在环境新信息的反应。因此，在组织制度和适应能力之间有着一个深刻的矛盾。我们在第十讲会进一步讨论这一问题。

有限理性与组织学习

如果理性是有限的，那么组织是怎样行为的呢？组织是否可以通过不断学习、不断适应来克服有限理性的局限呢？具体说来，如果组织无法全面、共时地比较面临的选择，不能预测未来的话，那么它至少可以不断学习，不断地纠正自己的错误，不断地适应新的环境变化。现在许多的组织管理理论强调适应型组织（adaptive organization）或者学习型组织（learning organization），就是从这一立论出发提出对策的。但是，从有限理性的角度来看，组织学习同样是一个令人深思、值得深入分析的现象和过程。

我们考虑这样一个试验（见Lave and March，1975）。我们把一只名叫“大卫”的老鼠放在一个T形迷宫的入口，观察它的行为。我们的前提假设是：第一，“大卫”的理性是有限的；第二，人们（包括大卫）的活动是受学习机制影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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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 大卫的学习试验（1）

试验的规则是这样的（如图19），我们在迷宫的右端放上食物，然后让大卫进入迷宫。当大卫走到三岔路口的时候，它面临一个选择：“我应该向左转还是向右转”？它第一次可能向左转，结果是它什么都没得到就出来了。半个小时以后我们再把它放入迷宫进口，它向前行走，来到交叉口处又要做一个选择。这时它在想：“我上次是向左转，没有什么有趣的事情发生，这次我向右转试试。”结果它得到食物了。隔半个小时我们再把它放进去。如果我们重复20次这种试验，结果是什么呢？结果是，它越来越多地向右转了。

从大卫的角度来看，它操纵了世界，它喜欢食物，而且知道做一个什么样的选择就可以得到它想得到的食物，这是通过学习而做出的理性选择。但是从我们的角度来看，大卫不过是学会了怎样去适应这个世界。在刚开始的时候，它的行为是随机的，可以向左转也可以向右转，但在适应过程中，它知道有些行为可以带来乐趣，有些行为毫无意义，所以这个学习过程不断地改变它的行为。也就是说，它的行为受到了客观环境的影响，当“环境”在右端设置一些奖励的时候，它的行为就会随之发生变化。学习的过程正是人的行为逐渐得到改变的过程。这是心理学中一个典型的“强化学习”（reenforcement-learning）模式。不同的环境条件导致了不同的学习结果，诱导了不同的行为方式。

我们回到大卫这个例子上设想其他几种情况。

第一种情形是一个“冷酷的世界”：不管大卫向左转还是向右转都没有食物（见图20-1）。如果我们重复20次如此实验，大卫的行为是怎样的呢？它会在左右两个方向不断变动。每一次左转不成功会提高它下一次右转的概率，反之亦然。许多不成功的企业家、经营者都有类似的“病急乱投医”的盲目行为特点。这与他们屡屡失败不得要领的经历有着直接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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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0 大卫的学习试验（2）

第二种情形是一个“温暖的世界”——无论大卫向左转还是向右转都能找到食物（见图20-2）。假设我们把一群老鼠放进迷宫，重复进行这种试验。我们发现老鼠中有的向左转找到了食物，有的向右转找到了食物，结果是我们会看到有一群老鼠永远向左转，而有一群老鼠永远向右转，而每一只老鼠都以为自己发现了世界的真谛。

再设想一个“迷茫的世界”的情形。如果这个世界是不确定的，有时左边有食物，有时右边有食物，同样放进一群老鼠进行重复试验，结果会怎样呢？这些老鼠在重复试验后仍然没有被客观环境诱导出有规律的行为方式。它们的行为会盲目不定、不知所措。如果我们把20只“温暖世界”的老鼠、20只“冷酷世界”的老鼠和20只“迷茫世界”的老鼠一起放进T形迷宫，我们会观察到什么样的行为模式呢？不难想象，这些老鼠的行为都受到它们以前经历的影响而各自不同：有些老鼠总是向左转，有些总是向右转，而另外有些不断地变化方向。

著名的心理学家斯金纳（B.F.Skinner）曾经做过一个实验，他养了一群鸽子，随机地向鸽笼里投放食物。过了一段时间，鸽笼里的鸽子们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姿势。有的鸽子总是把左边的翅膀伸出来，有的鸽子只用一条腿站立，有的鸽子总爱歪着脖子。为什么呢？原来，这些姿势与鸽子们的学习-适应过程有关。当外界在投放食物的时候，鸽子们就在总结：我当时正在做什么就得到食物了。有的想，我上次一伸左边的翅膀的时候，食物就掉下来了。有的想，我上次单腿独立时食物就掉下来了。于是，鸽子们各自得出了自己的经验教训。

这个例子可以帮助我们回答在这一讲开始时提出的一个问题：为什么有各种各样的组织管理理论？我们到书店看一看，会发现管理专柜尤为丰富，各种各样关于管理模式的书琳琅满目。在美国，许多大公司的总经理在退休的时候都会写一本书，总结他的管理经验。这些管理经验常常大相径庭，有的说他的成功经验是大权在握，建立科层制；有的说成功的秘诀在于分权，要建立平台式的组织结构。有的说生产过程最为关键；有的则认为销售服务是成功之本。这些说法仿佛都有些道理。为什么呢？一种解释说，这些成功的经营者们可能生活在不同的世界里，他们的公司位于不同的产业领域，需要不同的管理方式。这些大相径庭的管理经验是对不同生产、服务领域的不同总结。

但更为有趣的是另外一种可能性，即他们的成功跟他们的努力是没有关系的，是当时经济发展的大环境造就了这批所谓成功的人。在经济增长期这个大的背景下，许许多多的公司无论经营方式如何都有可能成功发展。也就是说，成功并不一定是经理们努力的结果，而是因为经济发展期使得每个人成功的概率都相应地提高了。当这些经理非常理性地在总结他们为什么成功的时候，常常不自觉地把自己的管理特点的作用夸大了。于是成功的经理们就开出各种各样的菜单给后人们看。我们经常看到这样一种情形：在所谓经济发展期，我们会发现无数成功的经营者。但一到经济衰落期呢，这些成功的经营者都消遁不见了。这与我们上面谈到的大卫的情形十分相似。其实，个人的成功与客观世界是怎样分配、奖励资源有着密切关系的。

这些例子有一个深刻的道理，即组织学习固然是一件好事，学习型组织也是一种值得提倡的组织形式，但是我们必须同时清醒地意识到，学习的过程中有很多陷阱，学习型组织并不总是一个成功的组织。我们简要地提出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建筑在学习机制上的组织通常不是遵循最大化原则来行为，因为它不可能知道它所面对的所有选择。它遵循的标准常常是满意原则，也就是说，一个组织在满意现在的行为时，它不会采取新的措施，去改变自己的行为。组织在什么情况下开始搜寻新的答案呢？只有当它不满意它现在的行为的时候才可能去做这样的寻求。而且当它搜寻新的答案的时候，并不是像经济学所说的那样应该看到它所面对的所有选择。从组织学习和组织适应的角度来看，一个组织不可能知道它所面临的所有选择，更不可能知道每一个选择将来的回报是什么。理性是有限的，所以组织不断地拿一个选择和下一个选择做比较，当它一旦达到它满意的程度了，它就放弃了搜寻活动。我们设想一下，一个企业要寻找合作伙伴，它会怎样做呢？经济学告诉我们，这个公司应该了解所有潜在的合作伙伴，然后选出最佳方案和最佳的合作伙伴。但实际上我们观察到的情形不是这样，公司常常是习惯地回到它们以前的合作伙伴那里，而不是寻找新的机会。我们从大卫的行为中就可以看到这些行为特点。

第二，在以上讨论中，我们从理性选择过渡到了有限理性，组织行为实际上是一个“边干边学”（learning by doing）的过程，而不是所谓的理性选择过程。这样的组织不是向前看，而是向后看，从它过去的经历来解释今天、预测未来。“边干边学”向我们提出了一系列的研究课题。首先我们要关心企业过去发生了什么事件，历史变成了研究组织行为的一个重要角度和因素。其次，我们还要看它怎样去解释这些历史。组织研究发现这样一种情形：一个组织中发生很大的事件后，每个当事人都有不同的解释、不同的认识。这意味着，一个组织的历史对它将来的行为产生非常大的影响，但历史并不是客观变动的，人们通过解释而赋予它新的意义，从而指导人们的组织行为。我们上面对这些因素的考虑与传统的理性模式关心的问题[image: ]
 然不同。

例如，最近《纽约时报》（2002年10月18日）有一篇文章批评英特尔公司的发展战略。在前几年高科技行业受到经济衰退冲击时，许多企业都减少支出，以便避免损失。但是英特尔却做出了“继续大幅度地在发展规模上投资”的决策，以期在经济重新发展时期有一个大的起飞。从2000年到2001年经济衰退的低谷期，英特尔公司的资本投资从67亿美元（2000年）增加到75亿美元。理由是，“英特尔从1968年建立以来经历过许多的经济衰退。每一次英特尔都通过在技术上继续投资从而保证了持续的成功”。经济学中有一个理论模式就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投资扩大再生产规模的行为可能本身是不经济的，但是它可以作为威胁的手段，防止其他公司进入该领域，从而达到次优（second best）条件下的最大化目标。但是，持续的经济衰退导致了生产规模的过剩，影响了利润回报。现在英特尔的经营者也不得不公开承认这一决定是错误的。正是过去成功的历史导致了今天错误的决定。值得指出的是，这一决定本身并没有对错之分，环境使然也。如果美国经济像以前那样迅速恢复，那么英特尔的战略今天则可能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成功案例。

第三，组织研究领域中一个重要观点指出，任何组织在其适应性和适应能力之间都有着深刻的矛盾。适应性指一个组织在此时此地对环境的适应；而适应能力指它对未来环境变化不断适应的能力。组织此时此地的适应性通常是组织过去学习的结果，通过组织结构来加以保存。但是组织结构的稳定性制约了组织的探索方向。在环境变化时，对过去环境的适应成为适应新环境的桎梏。马奇（March，1991）把这一现象称为“探索和效率”两种发展策略之间的矛盾。一个组织的适应性越强，它的“效率”就越高，但在新的方向上“探索”的代价也相应地提高了。导致这一矛盾的另外一个机制是“能力的陷阱”，即人们在提高适应性、提高效率的过程中，逐渐加强了人们从事目前做法的能力和自信心，使得走出已有结构的困难大大增加。例如，人们通过学习可以对某个软件运用自如、得心应手。这样的过程同时也强化了他们的行为习惯和信心。结果常常是当这些软件过时了，人们还固执地使用着它们。人们原有的知识越多，其适应未来环境变化的能力就越有困难。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常常说那些受到专业化训练的人有着“经过专门训练的无能”（trained incompetence）。

以上我们讨论的许多例子都属于“迷信型学习”（superstitious learning）。所谓迷信性学习是指这样的情形：人们在学习过程中总结了经验，自以为认识到了事物间的因果关系。但是，这些经验表明的只是一些表面上的、似是而非的关系，结果是得出了错误的判断和认识。举个例子来讲，在训练飞行员的时候，有一个飞行教官总结了这样一条经验，即严格管理、加大惩罚的方法效果好。为什么呢？他的观察是，当飞行员飞行表现好的时候你表扬他，他下次飞行的表现就会差一点；当飞行不好的时候你批评他，他下次飞行表现一定就会好一点。这样总结下来的经验是，表扬的效果不如批评的效果好，所以要严格管理和要求。但是这有没有道理呢？这里面有一个道理，但不是他讲的道理。这里的道理是一个回归现象，即事物在多次重复过程中通常趋于平均线。举个例子来说，如果一个孩子的父母身材很高的话，那么这个孩子长得很可能不如他的父母高；反之，如果一个孩子的父母身材不高的话，那么孩子的身高通常会超过自己的父母。从这一思路看，当飞行员这次飞行表现好的话，下次的表现可能就不如这次，即飞行员的行为向其行为的平均线回归，这与飞行教官的表扬与否没有关系。但飞行教官的学习是把一个没有关系的或者有其他关系的因果关系总结成他的经验教训，这就是我们讲的迷信型学习。我们上面介绍的行为心理学在这个领域研究的许多发现都属于这类情形。

第四，因为有限理性的局限性，人们常常依赖社会角色和社会规范来协调各自或之间的行为。因此，有限理性是社会机制发生作用的一个重要基础。在一个充分理性的世界中，人们可以用“计算性理性”（calculative rationality）来指导其行为，社会机制的作用就会受到大大的限制。但正因为人们的理性有限，人们的行为常常有赖于已经建立的规范和期待，以便减少盲目追求最大化导致的失误。

总结以上讨论，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基本结论：组织学习是一把双刃剑。在许多情形下，组织学习帮助我们提高对环境的适应性，从而提高了一个组织的效率和成功的概率。但是，组织学习并不能成为摆脱有限理性的途径。许多学习机制有可能引导我们走向学习本身产生的陷阱，而有限理性的角度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组织学习的这些潜在问题。

有限理性与其他组织理论的关系

我们可以从不同层次来讨论“有限理性”的理论意义。在具体理论层次，有限理性是一个组织理论，它对人的行为提出了“有限理性”的假设，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可以验证的命题：例如组织决策的“满意”原则、组织注意力分配与决策过程的关系等。在这个意义上，有限理性理论与其他理论一样可以指导实证研究，并在这些研究中得到验证和发展。在这个层面尤其值得指出的是，有限理性的基本思想建筑在对个人行为的观察之上，同时又涉及组织层次的群体关系，这一思路为解释微观个体现象与宏观组织现象之间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的连接桥梁。

从一个更为抽象的理论层次来看，“有限理性”是一个认识组织现象的重要前提，是一个认识论的角度。与理性模式相比，接受有限理性这一基本前提的组织研究会提出不同的研究课题，关注不同的组织问题，寻找不同的组织机制。在这个意义上，有限理性的基本思想是许多已有组织理论的基本前提假设，对这些理论研究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组织研究是从对韦伯理性组织的怀疑和批评中发展起来的。在这个大的潮流中，有限理性一直贯穿在组织研究的大思路之中，是组织研究中的潜在主线。下面，我们讨论一下有限理性的思路与组织研究领域中重要理论流派的关系，特别是前者对各种组织理论的影响。

有限理性与威廉姆森的交易成本学派

有限理性与经济学中的交易成本学派有着密切关系。正如威廉姆森明确承认的那样：有限理性概念是其交易成本理论的重要前提假设之一（Williamson，1975，1985）。新古典经济学中的充分理性假设把很多与有限理性有关的研究课题都取消了。在充分信息、充分竞争情况下，市场活动是没有交易成本的。即使人们引进信息不对称性这一条件，在充分理性的前提下，人们仍然可以通过设计“远见性合同”来找到好的激励机制，诱导合同双方采取适当的行为。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有充分理性的话，应该可以通过设计合同（例如雇用合同、企业和企业之间的合同）来解决现在看到的组织内部或组织间关系的许多问题。之所以还有许多问题没有解决，不仅仅是因为合同没有设计好，而且是因为我们解决问题的理性、认识问题的理性是有限的。

在20世纪90年代，经济学里形成了一个很大的“行为经济学”流派（Behavioral Economics），从人的行为角度去研究经济行为。他们关心的问题是在理性有限的情况下，人是如何行为的，与理性模式的预测有哪些区别。例如，经济学家泰勒（Richard Thailer）在一系列的文章中讨论所谓的“反常现象”（anomaly），即在实际生活中有许多经济现象具有以下特点：①与经济学理论不符；②有限理性提供了一个可能的解释；③经济学家没有提出一个更好的解释。这些研究收集在泰勒的著作中（Thailer，1992）。此外，有限理性在博弈论中也占有不可忽略的地位（参见Gigerenzer and Selten，2001）。

有限理性与制度学派

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制度学派在组织研究中盛行一时，我们在第三讲中已经介绍过。组织研究中的制度学派（Meyer and Rowan，1977；DiMaggio and Powell，1983）提出我们观察到的许多组织行为都是组织对制度环境的反应。组织制度化的过程就是组织不断采纳制度环境所认可的组织形式和行为的过程。由于这种制度环境的影响，我们常常可以观察到在同一制度环境下组织的结构和行为的趋同性。

制度学派的这些基本命题是以“有限理性”为前提的。例如，迪玛奇奥和鲍威尔（DiMaggio and Powell，1983）提出模仿是组织趋同性的一个重要机制，即在不确定条件下，组织无法确切预测未来环境变化，只能通过模仿成功的组织模式或行为模式来降低不确定性。很明显，如果我们假设充分理性的话，各个组织会按其自身条件采取相应对策，而不是简单趋同。在有限理性条件下，这些趋同行为不是非理性的，而是有限理性下的合理行为，即可以从理性角度加以解释、可以期待的行为。

我们可以提出这样一个命题：注意力短缺与象征性模仿有着密切关系。在一个组织同时面对多重复杂、相互冲突的环境压力时，种种决定迫在眉睫，决策者的注意力有限，对未来环境不甚了了，这时，模仿其他成功模式就成为一个合理的行为了。在这里，有限理性的制约与制度学派关心的趋同行为有机地结合起来了。

社会网络学派——网络的局限性

20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网络理论和社会资本研究成为组织研究的热点。这一理论流派的一个重要分支（Burt，1990；Lin，2001）强调社会关系网络的“工具性”作用，即人们通过有意识地建造、维持关系网络，提高竞争优势。从这个意义上，这一社会关系网络理论有意无意地强调了理性的重要性。

但是，从有限理性角度，我们可以提出一系列的问题：如果人们在有限理性条件下建立社会关系网络，那么这一网络是否有局限性呢？例如，企业依靠已有关系网络从事市场交易活动可能导致对其他市场机会视而不见。近年来，社会网络研究者也越来越多地认识到了这一问题（Podolny and Page，1998；Uzzi，1997）。

从“有限理性”到“组织的局限性”

我们可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一个组织研究者接受“理性模式”或“有限理性”模式，他在研究一个组织现象时会关注哪些问题呢？在有限理性背景下我们观察到的是一个学习型组织，而不是一个理性的组织。有限理性的思路和理性选择思路描述出了两个不同的组织模式，提出了不同的组织机制和研究课题（见表3）。

表3 理性组织与学习（适应）型组织的对比

[image: ]


那么在一个具体的模式里，理性组织、理性人是什么意思呢？当我们假设一个人是有理性的，一个人或一个组织是理性的，是可以进行理性选择的，就意味着他们可以预测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所以他们是向前看的。比如我们分析市场，市场将来会怎样，我们应该怎样做。一个政府要预测社会发展，它是要向前看，看前面发展目标是什么。但是，一旦我们做一个不同的假设，即人们不能预测未来，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事，这时候相应的组织行为就会发生很大的变化：是向后看，看它过去发生什么事。所以大家常说，预测明年预算的最好指标是前一年的预算，它是以前一年的预算为基础的。行为有持续性、渐进性，所以组织不是向前看，而是向后看。

按照经济学的一种说法，组织的出现本身就是效率机制的产物，这也意味着组织是克服有限理性的一种方式。但是，组织本身又有其特点，在许多情况下组织的运行甚至强化了有限理性的副作用。例如，组织的“满意原则”导致组织只有在出现问题而无法按已有常规进行下去时才启动“寻求”新答案的机制。再者，正像阿罗所观察的那样，由于节约信息成本的需要，组织往往在自己最为熟悉的邻近地域寻找答案。正因如此，组织常常在它最需要变革时反而强化了它的固有结构。在我们考虑组织手段和组织设计时，应该清醒地意识到组织的局限性。

在一个理性的时代讨论有限理性是不合时宜的。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如果人们的行为如此愚蠢，我们为什么还能把人送上月球？的确，科学的发展正是一个理性不断延伸扩展的过程。但是盲目相信理性常常导致主观意志的膨胀，这正是组织失败的通病之一。我们在这里刻意强调有限理性与组织的局限性也是对盛行的理性崇拜的一种平衡。

至此，我们完成了第一个任务：搭起一个比较理论研究的框架。我们在以上各讲中讨论了三种不同的理论解释逻辑——交易成本经济学、制度学派和社会网络学派；随后我们又讨论了有限理性这一理论思路提出的一系列问题。在以下各讲中，我们应用这些理论逻辑来研究组织学中的一些重要课题，以便进一步加深对这些理论逻辑的认识。

进一步阅读的文献

自“有限理性”概念产生以来的半个世纪里，经济学家曾经多次试图将这一概念引入分析框架。20世纪70年代，拉德纳尔（Roy Radner）、罗茨查尔德（Michael Rothschild）等对“有限理性”、“满意原则”以及它们的行为意义的模式化做了一系列尝试。20世纪80年代，尼尔森（Nelson）、温特（Winter）等也做了努力，但是这些工作最终都没有产生“规模效益”，始终徘徊在主流经济学之外。近年来博弈论对有限理性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鲁宾斯坦（Rubinstein，1998）从博弈论和经济学分析的角度试图对有限理性概念加以模式化；该书的最后一章谈到了西蒙对这一尝试的批评。另外，吉格尔伦泽和塞尔登（Gigerenzer and Selten，2001）也在有限理性的框架里提出了一系列有关问题和对策。泰勒（Thaler，1992）从行为经济学角度，在观察现实生活的基础上提出了对理想模式的一系列质疑。

康利斯克（Conlisk，1996）介绍了经济学家在“有限理性”这一框架下的研究工作及这一概念在经济学中的研究意义。卡恩曼、斯罗维克和特奥斯基（Kahneman，Slovic and Tversky，1982）收集了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初期心理学家有关“不确定条件下个人决策及其偏差”的重要研究成果。维克是一个十分有想象力的组织心理学家，他从心理学角度对有限理性和组织行为做了一系列极有特色的研究，尤其值得一读的是他1979年的著作（Weick，1979）。

这一讲里有关组织学习的例子取自拉夫和马奇（Lave and March，1975）。马奇是有限理性思路以及卡耐基-梅隆学派的重要贡献者，其1988年的著作汇集了作者学术生涯的主要论文（March，1988）。该书的“引言”从作者学术生涯的角度对组织决策研究做了精彩的总结。马奇等人的另一部著作（March，Schulz，and Zhou，2000）是从组织学习理论角度研究组织规章制度演变的专著。周（Zhou，1993，1996）从组织学习理论角度研究组织规章制度现象。威尔逊（Wilson，1989）从组织学角度对公共组织、政府组织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做了详尽的介绍和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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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讲 组织中的激励问题

■ 需要解释的组织现象

■ 经济学的激励研究

■ 社会学中的雇佣问题和激励问题

■ 几个实证研究的分析

■ 小结

■ 进一步阅读的文献

我们在前面的几讲中搭起了一个“比较理论研究”的框架。从现在开始，我们转向第二个课题：讨论这些理论思路在具体领域中的应用。因此在这一部分我们是按研究领域，分专题进行讨论。我希望达到两个目的：第一，希望通过研究具体的问题来帮助我们了解不同的理论逻辑是怎么解释问题的。通过比较理论分析来了解不同理论的前提假设、它们在研究同样问题时的不同解释逻辑，可以使我们对这些理论有更深入的认识。第二，希望通过介绍这些具体领域让大家了解一下现在组织管理方面的前沿研究活动是什么，大家关心什么问题，做了哪些工作。

需要解释的组织现象

因为一个偶然的原因，几年前美国佛罗里达州的一家公司请我去研究一下他们公司的雇佣关系问题。这家公司属于机械制造业，主要制造热动力的轴承等机械设备，是美国该行业中第二大公司，大约有500名员工。这家公司很有些名气，是哈佛商学院的教学个案之一，在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都有连续的研究案例。在我去访问这家公司时，哈佛大学商学院还有人正在那里做新的个案研究。

这家公司之所以特别有意思，是因为该公司创始人波伯的独特经历和管理思想。波伯在20世纪70年代离开一家生产同类产品的公司，建立了自己的这家公司。他在原来公司里担任专门管工艺技术方面的副总经理。但是，常常使他痛心疾首的是，他留不住好的人才。他花费了很多心血培养一些人才，但是他们最终都离开公司了。他开始问这个问题：为什么一个组织无法留住好的人才呢？他的观察是，组织内部设计的等级制度是问题所在。一旦我们把内部结构划分成等级制度，这些组织制度就会诱使科技人员关心自己在这个等级制度中的晋升问题，而不是自己的技术职责。等级制度使人们产生了自我期待；如果与他人比较，自己的现实经历与这种期待不符，这就成为他们离开公司的动因。所以他得出一个结论，公司里面设置严格的等级制度对技术创新、生产管理非常不利。他决心自己创办一家公司，内部不设置任何等级制度：没有经理，没有监工；任何雇员一进公司就是一名普通成员；人们按工作需要组成各个小组，设小组长协调工作，但并不行使经理的管理权力。他就是带着这个信念建立了上面说的这家热动力机械公司的。他在建立公司之前拟订了一个五年计划，有着具体的生产目标和发展规模的蓝图。我现在提出的问题是：大家认为他会遇到哪些困难？他会不会成功？

按照哈佛商学院个案研究的记载，这家公司发展得非常成功。前五年的发展基本上按照创立人的预计目标逐一实现。最为重要的一点是，在没有等级制度的情形下，大家的积极性非常高，生产运行非常顺利，这是它为什么引起哈佛商学院注意的主要原因。这是20世纪70年代的事情。当然，这个发展不是一帆风顺的，之后也陆陆续续出现了一些问题。例如，近年来公司出现了很多员工（主要是蓝领工人）离去的情况。我被请到这家公司做研究的原因主要是分析、解释这些问题。

这个例子提出了一些有趣的问题：为什么不同的组织有不同的等级制度？有些组织中等级森严，人们逐级向上爬。晋升成为人们职业生涯中竭尽全力争取的目标。许多政府机构都有这种特点。在许多大公司里，人们的待遇、地位与级别密切相关。级别带来了自主权、单独的办公室和其他特权。但是，现在的很多高科技企业中的组织结构却非常平台化，例如我们以前讲过的英特尔公司，所有的研发和高级管理人员都在一个平台上工作，没有特权，没有办公室墙壁的隔阂。为什么不同组织有不同的结构呢？这是我们需要解释的问题。

这个领域中另外一个有趣的组织现象是：在不同企业里，甚至在同一企业中，报酬形式可能是大相径庭的。举例来说，在上面所说的这家热动力机械公司中，科技人员拿的是固定工资，即所谓年薪。而生产车间里机械车床操作工人以基本工资为主，另外有奖金，每个月或每个季度评定一次。还有一些工作，例如配件加工后需要打磨抛光，从事这些工作的工人拿的是计件工资。如果我们比较一下不同国家的同类组织员工的报酬形式，也会提出许多问题。例如，美国的大学教授拿固定的工资，而且有严格的规定，限制教授每年在固定工资之外的收入（例如，有偿咨询、办公司）。我们需要认识这些不同的报酬制度，以便在组织设计时择善而从。

另外的一个例子。电视上曾经介绍一个武警部队指导员，对战士非常关心。有些老兵要退伍了，他考虑到他们到了地方可能不适应，应该在走之前学点技术。于是，这位指导员找了当地一些公司为他们提供电脑培训。他对采访他的记者说，如果我不去关心战士，战士怎么能够信任我们？我们怎么能要求战士去执行各种任务呢？战士们说，指导员真是关心我，比我妈还好，为这种指导员我们什么都愿意干。一种制度、一个军队和一家企业都会面对类似的情形。这段故事提出了一系列问题：这种制度的基础是什么？我们应该怎样评价这种制度？

当我在清华讲课提出这些问题时，引出了两种迥然不同的看法。一种意见认为，这个指导员的做法是把一个团队的整合建筑在“人治”的感情纽带上，建立一种人际关系的信任，而不是一个理性的、稳定的组织机构。“因为他像我妈一样，所以我要为他工作。”但是任何公司和部队中的人员都要流动，这个指导员晋升了或者离开部队了，下面的兵是不是还有同样的斗志呢？韦伯提出过三种权威：个人魅力型、传统型和理性法制型。这个指导员的做法建立了一种典型的“个人魅力型”权威。韦伯指出，这种权威的最大困难是不稳定性，一旦有魅力的个人不在了，这个群体就会遇到组织领袖的继承危机。而理性法制基础上的组织有着稳定一贯的结构，不为人员变动而变化。在许多情况下，组织需要标准化，也就是说，每个人都是可以替换的，所谓“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只有这样，一个组织才能稳定存在。

但另外一种意见是，部队与企业不一样，部队打仗是需要生命作为代价的，所以感情联系十分重要。在战争年代，常常是那些官兵关系密切、情同手足的团队的战斗力特别强。即便在现代化战争中，部队中的一个团队有着感情内聚力，相互依赖、生死与共，才能打硬仗。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位指导员的管理模式值得他人效仿。我想这也是电视报道的意图。

这两种说法都有道理，可能这两种形式并不是互相矛盾的，而是能在不同层次上互补。重要的是，我们需要对这些组织现象加以研究，才能提出有理有据的评价。前一段时间我在听有关人大和政协两会的新闻，发现“两会”期间大家讨论的很多问题都和激励课题有关。举个简单的例子，前段时间有报道说，有个煤矿发生重大责任事故，死了很多人。当地的县长、县委书记封锁消息，不让上面知道。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做呢？这和激励是不是有关系？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这个消息一旦让上面得知，县长、书记都必须被撤职。如果监督机制不强，隐瞒成功的可能性很大的话，他们就有足够的激励来隐瞒问题。因此，严厉的惩处条例反而为隐瞒行为提供了激励。这些现象是需要研究，加以仔细琢磨的。

我们上面谈到的组织等级制度和组织内部的报酬形式都对人们在组织中的行为产生影响，这类问题都与组织激励这一课题有关。经济学家拉齐尔（Edward Lazear）这样说过，经济学的核心就是激励问题。所谓“激励”，就是使用物质的或精神上的报酬来促使雇员采取与组织目标一致的行为。在充分竞争的市场条件下，市场竞争为人们追逐私利的行为提供了动力，而不需要其他的激励。从经济学家注意到不对称信息现象后，委托—代理问题变成人们关注的焦点。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拥有更多信息的一方可以策略地使用信息损害对方利益，达到私利。例如，如果雇员拥有更多信息，他就可以欺骗上司、搭便车，损害公司利益。因此，经济学家提出，组织需要花费超出市场价格的成本来提供“激励”，使得雇员不但愿意到公司里来工作，而且愿意按照组织的目标来竭尽全力。组织内部结构与管理激励是我们这一讲要讨论的问题。

管理模型的选择：“亲密型”干群关系还是“疏远型”干群关系？

我们首先介绍一个经济学有关经理—雇员关系管理方式的理论模式，按照我们的习惯说法，就是干群关系问题。我们已经提到过这种现象：有些组织里面有非常亲密型的干群关系，前面讲的武警指导员的故事就是这样一个例子。但有些组织却保持一种经理和雇员之间公事公办、不苟言笑的疏远型关系。我们应该如何评价这些不同的管理方式呢？

经济学家吉本斯（Gibbons，1999）提出了一个理论模式，试图对这一现象给予解释。吉本斯主要是从博弈论角度研究经济现象，特别是组织内部关系。在20世纪90年代初我在康奈尔大学工作时，他当时正在那里的商学院任教（现在MIT任教），经常到社会学系来参加讲座报告。那时经济学家很少参加社会学系的学术活动，我们都觉得很奇怪。现在回头看来，他当时的行为表明了经济学里一个大的趋势，即经济学研究关心并涉足社会学领域的问题。

吉本斯提出的理论模式是从一个组织学家的观察开始的。法国社会学家克罗泽的经典之作《科层制现象》中对法国公司组织中的等级制度有着详尽的描述。在那里，规章制度十分严格，日常工作中的每件小事都要严格地按照规章制度按部就班地执行。经理十分刻板，什么事都循规蹈矩。这是一个极端的疏远型关系的例子。有些人会说，这是科层制的弊端之一，应该在组织设计上改进。但是，经济学家常常这样提问题：这个现象之所以存在一定有道理，我们应该试图解释这个现象存在的原因。吉本斯在这个研究中提出一个经济学的逻辑来解释这个现象。我们下面把这个研究思路的来龙去脉交待清楚，希望帮助大家了解经济学研究的逻辑是什么，是怎样把问题抽象出来的，是怎样分析问题的。

我们从一个虚拟例子说起。假设一位大学商学院的院长，他如何处理与教师之间的关系呢？他可以每个星期拿出固定时间和一些教师一起吃午饭并交谈。这种一起吃午饭的形式可以加强干群关系、交流情况、了解信息。我们把它称为“亲密型”的管理方式。另外一种形式就是这位院长高高在上，与员工保持距离，尽量不与他们接触。很明显，这是一种“疏远型”的管理方式。作为组织研究学者，我们要回答这个问题：哪种方式更好？或者说在哪些条件下，哪种管理方式更好？

我们不难看到，这两种方式各有利弊。“亲密型”方式可以帮助学院院长了解到更多的信息，使得决策更有针对性。但是，教师们也会希望通过影响院长来达到对自己有利的决策，因此他们的信息有着很多的噪音。这个例子具有普遍意义。一家大公司的总部也面临类似的问题。总部经理需要考虑怎样把资源分配到各个部门；而各个部门的经理也希望影响总部，以便得到更多的资源。

我们可以用两人博弈的模式来分析这一互动关系。在这个博弈中有两个参与者，一方是（我们姑且称为）总部经理（或院长），另一方是部门经理（或教师）。他们共同关心的是资源分配问题。我们用θ来代表最佳资源分配方案，用x来代表总部实际的资源分配方案。在总部经理看来，他的最理想的方案是实现这个最佳资源分配的方案，即

X＝θ　　　　　　（1）

我们关心的是，这两人之间的博弈怎样达到这个分配。我们需要把这两人之间的博弈关系模式化。我们以前说过，建立一个博弈模型需要几个要素。第一，参与者是什么人；第二，参与者面临或拥有的策略的集合是什么，即有哪些可以选择的策略；第三，进行这些选择后的收益（payoff）。在这里，我们还要考虑①双方的信息结构，即这两个人之间谁知道什么信息；②双方博弈行动的先后顺序，因为这个博弈有时间性，不是同时发生的。下面，我们分别来看看这些要素。首先，我们可以用下面这个公式来表达总部经理的信息结构。

S＝θ+L+ε　　　　　　（2）

在上面公式中，S代表总部经理与部门经理共进午餐（体察民情）得到的信息。但是，这些信息不可避免地带有噪音。部门经理为了达到有利于自己的资源分配而游说，不仅会提供有助于最佳分配方案的信息（θ），而且会有意选择有利于自己部门的信息，后者可以说是“游说成本”，用L代表。另外，在这些信息里面还有一些随机的噪音，用ε代表。在这里，我们要做一些假设。我们假设不知道最佳的资源分配θ是什么。如果我们知道最佳方案的话，不用去体察民情就可以做出正确决定了。我们假设，随机噪音是正态分布：ε～N（0，VZ
 ）。公式（2）说明一个道理，总部经理不能直接观察到真实的信息θ，而只能观察到带有噪音的信息S。如果我们假设没有追逐私利的噪音和随机噪音，那么S＝θ。但是这种假设是不现实的，对理论研究来说，是取消了需要研究的问题，而不是帮助我们简化问题。

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博弈双方的效用结构是什么。吉本斯采用了下面的公式来表达总部的效用结构UH
 。

UH
 ＝-（X-θ）2
 -L　　　　　　（3）

在这个公式里，总部的效用受两个因素影响：第一是X与θ之间的关系。如果X=θ，这意味着实际分配方案就是最佳方案；第二是游说成本L。游说活动对总部来说是一件不好的事情，总部希望得到准确的信息，但不希望各个部门为自己利益去游说，所以L与UH
 是负相关。如果资源分配方案是最佳方案（X=θ），而且没有游说活动（L=0），那么，总部取得最大效用。在对公式标准化后，在X＝θ，L=0时，UH
 =0为最佳方案。

我们再来看看部门经理的效用函数。部门经理希望得到的资源越多越好，而且游说成本越低越好。我们用C（L）=1/2L2
 来代表游说成本。因此，他的效用函数可以表达如下：

Ud
 ＝X-C（L）　　　　　　（4）

在这个公式里，部门效用与实际分配的资源（X）成正比，而与游说成本成反比。也就是说，游说一定是有成本的。例如，部门经理在和总部经理会面之前，他得花费时间准备游说的内容以便影响总部，他的代价就是不能集中精力从事管理工作。

下面我们看博弈的时间顺序。第一步，总部先有一个分配方案；第二步，部门经理根据总部的激励方式来决定采取什么样的游说方案；第三步，当总部看到分部的行为后，按照他的分配方案来分配资源。按照以上时间顺序，在第一步，总部公布分配资源的规则是下面的公式：

X=d+bs　　　　　　（5）

这个公式提出的规则是这样的：实际分配方案（X）与总部得到的信息是一个线性关系。在这个线性方程中，b和d是两个参数，d是这个线性方程的截距，b是斜率。斜率b表达总部对接受的信号（S）的敏感度。如果斜率很大的话，这意味着总部的资源分配方案对这些信号非常敏感，意味着总部和下面部门的关系越紧密。如果斜率为0，意味着信号（S）没有任何作用；总部只用一个截距（d）来决定其分配方案；这种情形就是院长从来不和别人去吃饭，总部从来不和下面商量就做决定。

在建立了这个博弈模型后，我们要对这个博弈求解，找出最佳方案。按照博弈论的思路，我们需要进行逆向推理。也就是说，我们首先考虑部门经理的最佳效用函数是怎样实现的，然后考虑总部在预计到部门经理的行为后，如何设置资源分配的规则。这有些像下棋，我走这步之前首先考虑到如果我选择这一步的话，你下一步会有什么反应，然后再决定我这一步应该怎么走。

分部经理要最大化，他面临的最大化问题是什么呢？这与公式中的X有关，他希望得到更多的X，同时降低他的游说成本，如果我们把公式（2）和（5）代入公式（4）可得，

Ud=（d+bs）-C（L）=d+bL+b（θ+ε）-C（L）　　　　　　（6）

我们求满足期待效用E（Ud
 ）最大化的（游说）条件，对公式（6）求关于L的偏导，即max［E（d+bs）-C（L）］=d+bL+bE（θ+ε）C（L）。这一最大化的结果是：L*
 =b。

这个结果表明，如果总部对带有噪音的信号（s）给予更多的分量（b），那么，部门经理就相应增加游说投入。

我们现在考虑总部经理的最大化条件，即在部门经理选择L*
 =b的条件下，总部如何选择d和b来实现效用最大化。也就是说，如果下面的部门采取这样的对策的话，总部应该有什么样的方案。总部需要决定如何设置d和b这两个参数，选择b和d的标准是能够最大化总部的利润。我们已知总部的效用函数为UH
 ＝-（X-θ）2
 -L，将公式（2）（4）代入，对d，b求偏导，

max［-E（d+bs+θ）2
 -L*
 ］=-E［d+b（θ+b-ε）-θ］2
 -b

我们关心的实质问题是：总部需不需要关心下面部门的意见，即总部对下面部门的信号的敏感度需要多大，这体现在b的大小上（在这里，d是固定截距，对我们来讲理论意义不大）。b值的大小有赖于总部对最佳资源分配方案的不确定性和信息S的噪音程度。最佳方案的不确定性反映在最佳方案θ的方差V上，而信息S的噪音程度反映在ε的方差V
ε

 。上述公式推导的结果是：

如果V＞1/2，那么b*
 =（V-0.5）/（V+V
ε

 ）　　　　　　（7a）

如果V1/2，那么b*
 =0 　　　　　　（7b）

这个结果很容易理解。对下属部门的最佳信息敏感度应该怎样决定呢？当V小于或等于1/2的时候，即如果总部对最佳方案的不确定性很小，那么总部就不应该关注来自下属的信号。当V大于1/2的时候，这说明总部对最佳方案的不确定性很高，那么总部需要对部门经理的信号给予一定注意。而重视程度（体现在b的大小）是由上面的公式（7a）决定的。

我们回头看一看吉本斯提出的这个理论模式和他要说明的道理，这些想法是很直观的。当总部经理考虑一个资源分配的决定，如果他知道最佳方案是什么（即不确定性很低），那么他应该对下面的游说信号一概拒绝。这里的道理是，部门经理发出信号时是有成本的，游说成本浪费了公司的资源。所以，总部不应该鼓励下面的游说。不鼓励的办法就是在部门经理和总部经理之间保持距离。当然，这已经是个次优的解决方法了，因为这里我们必须考虑到游说成本，在这个基础上实现最大化。

这个例子有着实际意义。经济学在很长时期里对政治因素不予考虑，而假设经济组织像一个理性人一样活动，它面对的是生产函数、技术函数和市场的需求函数，一直在做实现产出最大化的决定等。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经济学家们把政治因素（游说、目标冲突）引入组织内部分析上，考虑什么组织结构可以降低政治游说的成本。从这个角度来看，游说活动是有成本的，对生产率、对部门间关系都有影响。这在经济学上是个进步。

吉本斯的目的是要说明一个道理：组织现象是非常错综复杂的，但并不是神秘莫测的（messy but not mysterious）。我们可以通过对组织现象进行系统分析，通过模式化，进而提出令人满意的解释。我们应该怎样评价吉本斯的这个理论模式呢？他研究的特点是什么？首先，如果我们从贡献新的知识这个层次来看，这个研究的贡献是不大的。它讲的组织现象和得出的结论都是我们所熟知的，而且在经济学中已有更为详尽的模式。但是，我们可以从这种研究思路中看到经济学研究的一些特点。经济学的研究通常是在严格的假设下，建立一个特定场景下的模式，可以通过逻辑推论得出结论。吉本斯的这个模式把前提假设交待得很清楚，我们可以知道他做了哪些假设；据此，我们可以进一步考虑这些前提假设的修正、改变对研究结果的影响。有人会认为，这些结论如此直观，我们不需要模式化也可以得出。但是，模式化的好处是，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前提假设是什么，逻辑推理的过程是什么，约束条件是什么，比如V=1/2这个关系是作者假设而来的。

吉本斯是从信息这个角度讨论问题的，即上下级交流的信息是否有价值，相应的成本是什么。他将其他因素简化略去，不予考虑。例如，上下级接触交流的另外一个作用是激励、产生认同感。但是这个因素在他的理论模式中没有涉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介入问题的时候，只是关涉某一个角度。因此，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经济学研究中的前提假设。如果把这些假设改动一下，他的结论就有可能不再成立。

经济学的激励研究

为什么需要“激励”？

长期以来经济学把组织内部运作看成一个黑盒子，不予重视。有关组织内部的各种问题，例如人员录用、晋升、退休、辞退、奖金、工作流动、团队设计、游说活动等过去是社会学家、心理学家研究的问题。但是，在近几十年来，这一状况颇有改观。经济学家拉齐尔长期以来从事人事经济学研究这一领域的工作，把组织内部的许多问题用经济学理论模式化，变成经济学可以做的东西。他的一本教科书（Lazear，1998）总结了这个领域的工作。这本书主要是给商学院授课用的，浅显易懂，已经翻译成中文。

拉齐尔提出这样一个观点：经济学的核心问题是激励问题。这个说法有些夸大激励的作用，但也有一定道理。我们在第二讲中说过，经济学的许多研究课题可以从合同框架中讨论；合同关系的中心问题是委托—代理关系；而委托—代理的最大问题是信息不对称问题，即通常代理人知道的东西比委托人要多，所以他可以做手脚来谋取私利。例如，在总部经理和分部经理之间，分部经理更为了解自己部门的情况，总是力图影响总部以得到更多的资源。我们在第二讲中讨论过，由于信息不对称，委托人很难控制代理人。比如，在大学里，行政部门也可能力图制约教师的教学活动和教学质量。但是，行政部门不了解具体学科的内容（信息不对称），很难达到目的。因此，组织目标与组织成员的行为之间需要通过激励加以连接。

激励是什么意思呢？激励是委托方给予代理方一定的物资上或精神上的利益，使得后者按照前者的目标而采取行动。换言之，就是通过激励机制使得委托—代理两者之间的目标一致。举个例子，一家公司资方和雇员之间有着委托—代理问题。假设工作是辛苦的、有成本的，那么雇员在一定工作报酬条件下付出越少越好。而资方的利益最大化要求雇员尽心尽力。因此，雇员的利益与资方的利益并不一致。但是，如果公司让雇员成为公司股票的持有者，雇员的利益与资方的利益挂钩，那么两者的利益就一致了。在美国的上市公司中，通常的一个做法是，总经理报酬的很大部分是公司股票的形式。这样，经理关心的利益和股东关心的利益就一致了。激励能够使代理人的行为和委托人的行为一致，这是经济学激励理论的基本思想。但是，不恰当的激励也会产生新的问题。美国安然公司（Enron）与安达信会计公司的问题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安达信公司属于审计行业，但是发展出咨询业务，成为安然公司的客户。这种既是审计机构又是咨询公司的角色使得这两公司的利益结合在一起，激励导致审计公司放弃中立原则，帮助安然公司隐瞒财务状况（参见New Yorker
 ，April 22 & 29，2002：64～72）。

激励设计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呢？第一，我们要提供足够的激励让对方进入公司或建立合同关系。比如，我们要吸引人才，就要提出一些待遇使得他愿意从原来的工作岗位换到我们公司来。如果我们要与一家公司建立经济交易关系，我们也需要提供激励使得对方愿意建立这种合同关系。

第二个是有关利益兼容的问题，即通过激励机制设计使得组织成员愿意为组织目标尽心尽力。雇佣了人才，并不意味着对方会竭尽全力地为公司服务。例如，清华大学雇佣了一位教师，学校不能期待这位教师的利益总是与学校的利益一致。而且在委托—代理之间有着信息不对称性，这意味着我们无法知道对方的努力程度。我们知道，很多工作的结果或表现是不能直接观察到的。如果我们知道一个人做什么事以及他的努力程度的话，激励就没有必要了。如果经理知道雇员的努力程度是什么样的，那么就按照努力程度给予报酬就行了。所谓的激励问题是，在信息不完备、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委托方无法观察到代理方的努力程度，只能通过给予激励来促使对方努力。这里的问题我们可以用下面的公式说明：

Z=E+ε

在这里，Z是我们观察到的工作成果，E是努力程度，ε是人们无法控制的随机发生的事情。例如，我们可以观察到一个车行一天卖出了几辆车（Z）。这些成果一方面是推销员努力程度的结果（E），但同时也受到其他随机因素的影响（ε），诸如大的经济环境的变化。在经济衰退期间，无论推销员如何努力都难以有很好的业绩。这里的困难是，委托方只能观察到实际结果，而无法把努力程度和随机事件的影响区分开来。如果制度设计不恰当，结果往往是公司不是在激励员工的努力程度，而是在给随机事件激励，因此毫无意义。举例来说，因为经济条件好，对汽车的需求很高，不管我努力不努力都能卖出很多车。如果经理以销售量来给我激励，这是无的放矢。而且，这样做还可能给了错误的激励，鼓励我不必努力，因为我不必努力也可以得到激励。另外一个我们熟悉的例子是学术论文的数量与质量问题。通常，我们无法确定一篇论文的水平如何，也无法确定写一篇文章付出的努力如何。所以，学术评定常常按发表的论文数量为主要依据。这样，我们是在鼓励片面追求数量、粗制滥造的行为。因此，在努力程度和随机事件影响无法区分的情况下如何给予激励，是组织激励研究的一个中心问题。

激励与风险的平衡问题

因为每个人对待风险的态度是不一样的，激励设计中另外一个必须考虑的因素是风险问题。这是经济学里面比较大的一个课题，我们可以看看他们的讨论和分析。比如说，麦当劳的总部和分店就存在委托—代理的问题。总部和分店的利益是不一致的，分店有分店的利益。一个分店可能不听总部的指令，我行我素；利用总店名牌旗号的无形资产，降低成本，降低质量，从而赚到超额利润，总部却承担损失。在特许经营中这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那么这里有什么对策呢？我们考虑三个激励方案。

第一种方案是总店付给分店经理固定工资，而分店的收入利润全部属于总店。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方式没有任何激励。努力是有成本的，需要花费代价。这个分店经理会想，既然你给我固定工资，我努力不努力，都得拿同样报酬，为什么花力气给你做得很好呢？因此，分店经理是不会竭尽全力的。

第二种方案是总店与分店按利润分成。就是说，总店把经营管理权力交给分店，然后按照收入或利润的一定比例提成（例如，50%或30%）。我们看到的许多国有企业的承包制都是这种形式。这种方式比固定工资的激励要强，会影响到分店经理的行为。

第三种方案是总店把分店卖给分店经理。出卖的意义是什么？出卖和租赁的道理差不多，相当于分店交纳定额的租金，而总部有一份稳定的收益（出卖分店的收入存入银行的利息或者是租金）。但是，卖出后的分店的全部责任就都在分店经理那里了，因为这时的分店已经是分店经理自己的店了。这种方式的激励最强。这个分店经理会竭尽全力办店，因为他得到所有的报酬或承担全部后果。

但这里有一个问题：分店经理愿不愿意买下这个店呢？买下这个店，他就要承担所有的风险，如果这个店亏本了，他要承担全部责任。所以这里面不仅有个激励问题，还得有一个风险承担问题。对于有些人来说，承担这些风险是值得的。而对于另外一些人来说，这样的风险足以使他们望而却步。如果我们比较一下这三种方案，固定工资没有激励也没有风险；利润分成有一定激励和一定风险；而出卖有最大的激励同时也有最大的风险。不同的组织设计，不仅要考虑代理人的激励问题还要考虑他的风险态度。在许多情形下，收益分成的第二种方式是一种比较好的选择，既提高了激励程度，又降低了经营风险。

经济学的一个模型：激励原则

米尔格罗姆和罗伯兹（Milgrom and Roberts，1992）在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里总结了经济学激励研究提出的一系列原则。在这个理论框架里，我们需要考虑的因素包括：①在什么条件下我们应该提供或减弱激励强度？②激励与风险态度的关系；③多重目标下的激励；④激励与信息的关系等。有关这些讨论的技术细节请读者阅读米尔格罗姆和罗伯兹1992年的书。我们在这里只是讨论这些激励的基本原则和它们的应用意义。

有效信息的原则

第一个原则是“有效信息的原则”。它的基本思想是这样的：委托方在设计合同给予代理方激励的时候，应该选择那些有效信息的指标，这些指标产生误差的可能性越小越好。这个道理很直观：我们只使用真正测量代理方表现的指标（即有效信息），而不采用那些有着许多噪音的信息。举例来讲，你是总店经理，把这个分店租给了代理方。如果分店恰恰是在商业区，人来人往，熙熙攘攘，很容易得到顾客，那么这个分店的销售规模与分店经理的努力与否关系不大。在这个条件下，如果你对分店经理奖励的指标是销售额，这就不是有效信息，因为销售额不能准确反映他的努力程度。

我们进一步考虑一下如何在激励设计中使用信息的问题。假设我们拥有有关客观环境的两个信息，X是我们在上面公式中提出的随机因素，是经理不能控制的客观环境，与个人努力无关，但和业绩有关；而Y是有关客观环境的另一个信息，例如这个行业的平均销售量是多少，是额外信息，那么应该在什么情况下使用额外信息Y呢？

第一，如果X和Y不相关，这两个信息没有什么直接关系的话，那么不应该使用Y。因为使用Y的主要目的是对X有更精确的测量。如果使用一个指标不能使你对客观环境的影响有更精确的把握（与X本身没有什么关系），这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第二，假设X和Y是正相关。正相关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举个例子来讲。比如我是车行里的销售员，X是一个客观因素，比如这个车行的知名度，这个不是我能控制的；假设Y是经济增长期，在这个时期，买车人很多，因此更多的人要到知名度高的公司买车，所以这两个因素是正相关的。当你要使用这个新的信息（Y）来决定激励方案的时候，应该怎么去做？答案是：车行应该降低对我的报酬。这是为什么呢？这个正相关的意义是，我的业绩受到Y因素的正面影响，而不是我努力的结果。如果这两个信息是负相关，那么我们可以用同一个道理来推论。

再举一个大家都熟悉的例子。我们在设计考试制度时，有两种方案，一种是按照“绝对表现”打分，即我们首先有一个标准答案，然后按照这个标准来区分优良中差。另一种是按照“相对表现”打分，即按照我们看到的学生考试卷子的相对水平区分优良中差。哪个方案提供的激励更好？“相对表现”方案的一个重要优势是它可以帮助我们控制环境因素，将学生的“表现”突出出来提供激励。假如在考试中按照绝对表现没有“优”的成绩，其中有可能是教师教学有问题，有可能考试题目太难、太偏等。这些环境都与学生的努力程度无关。因此，如果我们采用“绝对表现”来打分就提供了错误的激励。我们有关工作评比、制订工作指标的考虑都是同样的道理。比如在经济不景气期间，卖车的销售员无论如何努力也达不到往年的水平。在这种情况下，用相对的标准更容易测量员工的努力程度，更容易解决有效信息的问题。

我们考虑另外一个相关的问题：在什么情况下，我们应该使用一种指标或者多种指标来测量员工的表现？如果一个指标就可以准确测量员工的表现，那就没有必要浪费资源使用其他指标。但是，如果一项指标不能反映这个员工的表现，那么使用多项指标便可以提供恰当的激励。例如学生在一门课上的成绩通常取决于好几项指标（期中考试、期末考试、小组活动等）。如果一门课的成绩只依赖于一次期末考试，偶然因素的影响可能会很大，诸如考试那天气温太热或太凉等。但当我们使用多种考核指标的时候，客观环境的影响就越来越小了，平均化了，这样就分散了风险。所以这个道理和我们实际生活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

不过使用多项指标也有问题，尤其是当这些指标不一致时，这就为主观解释打开了大门。我们可以对比一下中国和美国的大学录取标准。国内的大学录取严格地按照统考成绩这一项指标（近年来略有灵活，如保送）。在美国，大学录取考虑多种因素：统考成绩（SAT）、平时成绩（GPA）、课外活动、教师推荐信等。一般说来，多项指标对测量一个学生的能力更全面准确。但是，在这些指标之间进行评估可能十分困难（试想一下对不同学校的平时成绩进行比较），而且主观因素会起到很大作用。因此，依赖统考成绩作为唯一指标可能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激励措施。

激励强度的原则

我们要考虑的第二个原则是在什么条件下应该提高或减弱激励的强度。我们可以想象一下现实生活中各种各样的组织报酬有着不同的激励强度。在我们上面说过的总店与分店之间关系上，固定工资报酬形式的激励强度最弱，而拥有分店所有权的激励最强。为什么不同的组织会采取不同的形式呢？有什么原则来指导我们采纳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呢？在这里，我们要考虑四个因素。

第一，员工的努力和产出有什么样的关系。如果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很弱，即他的努力和产出关系不大，那么不应该有很高的激励强度。举个例子来讲，在一条生产流水线中各项工作有着密切的关联，如果你只对其中的一个环节给予很大的激励，而其他环节没有变化，这个环节的多余产出只能堆积在那里，对整个产品的产出没有贡献。很多生产厂家设有修理部门，车间的机器有问题时，他们才来修理。因此，对修理部门提高激励强度而不考虑他们的工作与生产车间的关系是没有意义的。

第二，测量表现的准确程度。如果我们可以对某项工作的表现进行十分准确的测量，那么就应该提高激励强度；反之，如果测量不准确，提高激励强度会导致错误的行为。举个例子来讲，大学教授从事研究，发表学术文章是工作成果的一个重要部分。但是，学术文章质量有高有低，有时在短期内很难判断。如果大学教授的晋升机制强调发表文章的篇数，而对其质量无法测量，那么加大激励的强度只能诱使学术研究人员粗制滥造，以量取胜。

在美国大学中，为了鼓励教师认真上课，在学期结束时要让学生对其上课的教学质量做出书面评价。学生的评价成为教师业绩考核的一项重要内容。但是，教学质量是一项很难测量的工作。学生上的非常痛苦的课可能恰恰是非常有收获的课，因为课程的内容很难，学生得花费力气，所以学得很痛苦，学生不满意，对这门课的评价可能就不高。而一些课程听得很有趣，学生就会认为是好课。现在美国教育界有一个词edutainment，是由education（教育）和entertainment（娱乐）两个词合成的，即上课变成一项娱乐活动。教师花大的气力让课堂变得越来越有趣味性，对学生的要求百般依顺，但是却忽略了教学的实质内容。上课教学不再是主要内容，而娱乐是主要目的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测量不精确导致的。

第三，个人承受风险的能力。我们的生活周围经常可以看到做错了事被罚款的事情。听说有的电视台的制度是，如果播音员在播音时说错一个字要扣若干元钱。但是，每个人承担风险的能力是不一样的。我们在设计激励的强度时应该考虑这个问题。如果激励的强度超过了人们承受风险的能力，例如，如果我们规定新闻媒介上的股市评论员要赔偿因为提供了错误的信息而带来的损失的话，那么就无法吸引到适合这类工作但有风险规避倾向的人。

第四，个人或工作性质对激励的反应程度。不同个人、不同工作对激励的敏感程度是不同的。举例来说。一个办公室的收发人员，他的工作就是收收发发，打打电话，工作例行化。所以，即便是给这个人或这个工作提高激励强度，他的反应程度也是有限的，所以提高激励强度没有什么意义。

监督强度的原则

我们要解决委托—代理关系中组织目标与员工目标的不一致问题，监督与激励是我们可以采用的两种机制，它们之间有着互补关系。例如，“高薪养廉”是促使政府官员廉洁奉公的激励机制，而纪检机构对贿赂行为的查处是监督机制的体现。但是，监督对激励也有着直接影响。我们说过，一个人的业绩通常是个人努力和环境中随机事件影响的共同结果。监督机制实际上是减少随机因素的影响。我们观察（监督）得越仔细，就越了解随机变量的作用，也就可以更好地区分随机变量和个人努力之间的关系。这样，我们可以更为准确地对个人努力进行激励，而不是对随机因素进行激励。但是，监督是有成本的，如果每个人后面都有一个警察在监督的话，犯罪率当然会大大降低，但是监督成本也会不堪负担。所以我们需要了解设计监督强度的原则。

这里的关键所在是工作表现的测量问题。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要增加监督强度，那么我们首先要把表现好坏的标准定义清楚。例如，学校要提高教学质量，试图增加监督强度，那么我们首先要花很大力气对教学质量进行测量。花旗银行以前试图推行一个“平衡评估卡”制度，即通过设计一套指标系统让大家不仅仅关注利润，而且重视其他方面的组织目标，例如顾客关系、团队合作等。但是，该制度在实行中出现了许多问题。在过去，雇员只有一个明确的、可以准确测量的指标：利润率。但在新的制度下，许多指标的测定是不严格的，需要上司的主观评价。上司要评价你的团队合作精神怎么样，能否关心企业长远利益等。当评估越来越依赖主观评价的时候，我们就越来越需要花费很大力气和上司经理搞好关系。这样，提高监督强度反而起到了适得其反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我们不难理解，如果我们只是一味地增加监督强度（加强纪检力量），而不在测量违法乱纪的行为标准上花费气力，其结果常常是事倍功半，甚至适得其反。

平衡激励的原则

组织成员通常从事几项工作。大学教授不仅要教学，还要做研究；一位经理可能同时在管理两三个攻关项目；一个镇长要管公粮收购、社会治安、计划生育，等等。我们还常常听到上级部门这样的要求：这件事或那件事需要单位第一把手亲自抓。这意味着，单位第一把手需要同时注意许许多多的事情。这里我们面临一个司空见惯的组织问题：人们通常不可能对所有事情给予同样的注意力，常常会顾此失彼。

我们提出的“平衡激励的原则”是：如果我们要求员工对几件事情给予同样的注意力，那么在这几件事情上的激励强度必须是一样的。否则，我们不应该期待人们按照我们的要求分配注意力。举个例子，美国大学中教授的工作包括教学与研究两项内容。在许多研究型大学，教授的大部分时间花费在研究工作上。在很长时间里，学生抱怨老师上课不认真，学校行政部门反复强调教学质量，但是收效甚微。这是为什么？我们只要看一看学校的激励分配机制就可以解释这一状况。在研究型大学里，评估教授的基本标准不是看教课质量，而是研究成果。所以，在青年教师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教书不好可能会伤害你（评不上终身教职），但是教书很好不会帮助你。”这样的激励制度当然诱使教授在研究工作上给予更多的注意力。那么，为什么学校只是口头强调教学质量，但不改变激励分配的制度呢？从学校角度来说，一所学校的名望高低不是取决于教学水平，而是取决于教授们的研究水平和知名度。因此，这种激励制度对于学校来说也是合情合理的。可见，如果在多重任务情形下，要想使员工给予各项工作平衡的精力，那么组织一定要对这些工作提供平衡的激励。

讨论

下面我们讨论、评价一下经济学的有关激励研究的思路和观点。我们上面讲了许多这类原则和背后的道理，在这里，我们集中讨论一下对这些研究的批评。

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提出批评。一个角度是经济学家自己提出的批评。贝克尔等人（Baker，Jensen and Murphy，1988）对经济学有关激励问题的研究做了一个述评，总结了经济学关于组织设计、报酬安排的各种基本观点，这些观点是有着实际指导意义的。但是，他们的文章指出，如果我们观察一下实际生活就会发现，大多数公司企业的具体做法与经济学的教诲并不吻合，有些方面的差别非常大。比如经济学常讲的一句话是，“你要让人家给你做事情，就要给钱”，经济学的模式大多是从金钱的角度来讲的。但在很多情况下，组织采取的措施不是金钱而是其他方面的激励。另外，经济学理论提出组织内部设立严格的等级制度，目的是做一个晋升梯子以提供激励。但是，我们看到，很多公司都在降低等级制度，今天的高科技公司基本上是平台结构，和经济学预测的情形差别很大。

经济学告诫说，你一定要给人们足够的刺激，他才能真正为你努力。比如说通用电气公司总裁的努力足以给股东带来几十亿、几百亿美元的利益。所以，股东需要给他相应的回报，他才会愿意如此尽力。所以美国CEO的工资数目非常大，常常是天文数字。但反过来看日本，日本公司的产出效益与美国同类公司相比毫不逊色，但是这些公司总裁的报酬要少得多。我们面临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为什么在日本没有这种激励而在美国需要这种激励呢？经济学模式没法回答这个问题。

我们考虑一下社会学家从另一个角度提出的批评。社会学家拜伦（Baron，1988）把社会学研究和经济学研究所共同关心的问题做了比较，对经济学的很多假设提出批评。拜伦的研究工作一直关心组织内部的分配、男女不平等、等级制度建立等问题，在这个领域中做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他在这篇文章里对经济学做了很多批评，第一，经济学通常假设人们厌倦工作，员工的行为原则是能少干就少干，所以你要给他激励、给他金钱。但是，社会学的许多研究发现，这个假设并不总是成立的。人们常常在工作中得到愉快，有成就感，常常在没有很多金钱激励的时候也尽力工作。这与经济学家的假设大相径庭。第二，人们在寻职时关心的不仅仅是工资高低，而且很注重工作的人文环境、同事之间关系，等等。也就是说，人们所追求的不是绝对意义上的报酬，而更关心工作环境中的社会关系问题。第三，人们有很多行为不是仅仅对狭义上的激励强度做出反应。人们通常是与周围的人相比较，与公司里面的同事相比较，与自己团队里面的同事相比较。周围人的工作态度、他们之间的团队精神和报酬待遇对自己的影响更为重要。拜伦的文章还提出很多其他的课题，比如习俗、社会期待、社会公正、制度环境和组织内部市场的重要性等问题。

社会学中的雇佣问题和激励问题

我们以前说过，不同的解释逻辑可以对同一现象提出不同的解释。经济学家从激励角度对组织内部的等级制度提出了一种解释，即等级制度下的晋升过程和评估对人们的行为提供激励。但是，拜伦从社会学角度提出的解释则有所不同。拜伦认为，组织内部市场和等级制度的产生与社会群体机制有关。任何一种组织群体内部都需要保持一种和谐，比如我们都属于同一个小组，大家的想法行为都差不多。如果领导想在企业里面提拔一些人，或者培养一些积极分子，这些积极分子就会在这个组织里面造成很大的紧张。因为在一个和谐的小组里突然出现一个“积极分子”，和其他人不一样，就会在原来同质性很高的群体中增大异质性，造成一种紧张状态。比如说提升妇女，一旦一个女干部出现，其他人可能会很不习惯。拜伦提出，组织中之所以出现许多不同的范畴是为了解决组织内部的紧张状态。当一个小组出现这样的紧张状态后，即一个人表现太好或太坏，我们不能把他再放在原来这个团体里面，否则就会出现许多矛盾。所以，组织出现许多叠床架屋的机构，大多是为了解决群体内部的矛盾而分化出来的。例如，一个大学系科的教研室突然出现一个有着突出成就的人，如果他仍然在原来的教研室里，就可能造成许多紧张。这个时候让他自成一组，再成立一个教研室，就解决了许多矛盾。也就是说，社会冲突导致了组织分化。这种解释与经济学解释迥然不同，很耐人回味。

我们现在讨论一下社会学在组织内部结构和管理上有哪些研究活动。社会学关心组织内部运作这一领域由来已久。最早的人际关系学派就与社会学的取向十分接近，这是组织理论研究一直持续不断的关注焦点之一。社会学关心的问题主要是如何通过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来解决组织激励问题、团队合作问题以及员工的积极性问题。在商学院中有一个系科为“组织行为”，这一领域中的主要研究工作是社会学家、心理学家做的。

组织行为领域关心的是组织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组织内部怎样解决激励问题。我们以前讲过，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组织社会学有非常大的变化。在组织和环境之间关系的领域中社会学有很多理论和研究。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社会学对组织内部问题的关注是不够的，有许多空白。

在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的时间里，社会学有关组织内部运作的主要研究工作是社会分层问题。许多研究集中于劳动力市场（labor market）和组织内部劳动力市场（internal labor market），从分层角度研究组织内部分配问题、升迁问题和职业流动问题、男女不平等问题与组织内部运作的关系、社会地位与工作职业的密切关系，等等。在市场经济中，经济不平等的主要表现是收入不平等，而收入不平等主要是在组织里面发生的。因此，这些研究导致了组织研究和社会分层研究的结合。在20世纪80年代有个非常大的研究趋势，对组织内部的劳动力市场做了很多研究，出现了一系列的研究思路、理论框架和实证研究。

但是，这个趋势在社会学研究里没有持续下去，至少没有形成我们希望看到的大的进展。在我看来，这里的主要原因是我们没法得到组织内部运作的资料。可以说，实证资料的匮乏限制了学者的想象力和研究空间。大家可以看到，社会学的很多研究对象都是公共领域的组织（例如政府或者非营利部门如大学），因为这些部门按照法律规定很多资料都是公开的。有一个制度学派的社会学家起初想研究大公司中高级经理层和政治精英的流动课题，但是后来因为得不到资料，只能放弃这种研究，转向研究组织和环境之间关系的问题。20世纪80年代这个非常好的趋势因为资料的限制，最后可以说是不了了之。

这里有一个有趣的现象：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经济学和社会学同时都有一大批学者研究劳动力市场和组织内部劳动力市场，各自提出了自己的理论框架。索伦森和卡莱伯格（Sorensen and Kalleberg，1981）所做的研究是社会学在这一领域的一个代表。他们的文章提出了一个理论框架，力图和经济学家对话。他们的基本想法是，过去社会学的研究关注个人层次或人和社会分层的关系，我们现在应该考虑人在组织中的关系。一个社会的人和社会分层的结构位置之间有个匹配过程（matching process），即一个社会结构中的人是如何与一个组织结构中的位置结合在一起的。这个过程与组织内部的等级制度相互关联。在讨论一个人在社会分层中的位置时，我们应该考虑他在组织中的位置是什么，他与组织中的位置之间的（相互）匹配过程是什么。

他们提出，组织有两种模式：开放性模式和封闭性模式。开放性指的是人来人往、自由流动的一种组织形式；封闭性是指组织内部形成了垄断，对人员流动形成了严格限制。例如，在美国社会中工会组织在汽车制造业中势力很大，迫使资方必须雇佣工会会员；而且工人工资提升的规则根据工会和资本家达成的协议执行。可见，这样的组织不是一个开放性的组织。这和经济学中的组织是不同的。竞争市场中的组织不是封闭的，而是自由流动的。组织中究竟采纳开放型还是封闭型的制度取决于劳资双方讨价还价的力量。

在这个基础上，他们提出了两个研究课题：①对工作内容的控制：工作的自主性；②对工作机会（是否可以得到工作）的控制。在考虑人和组织的匹配过程时，我们需要注意工作的自主权和自主性问题。组织内部结构对人的机遇影响是非常大的。很多大的公司在组织内部设立了快道（fast track）和慢道。新员工一进入时就被分配到不同的道中。在快道里人们升迁很快，而慢道中的成员无人注意。为什么很多人都去读MBA呢？因为MBA毕业的人进入公司大多是在快道里。我认识一位朋友是科技大学毕业的，他在生物学博士毕业后找不到工作，又读了计算机硕士，很快找到工作。但现在他又决定要去读MBA，因为他在公司里总是进入不了升迁的快道。组织内部结构和人事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把人们的生活机遇早就规定好了。如果人们开始没有进入快道，那么对他们后来的影响非常大。

每个组织内部的结构是不一样的，人们之间的权威关系也不尽相同。组织社会学家很早就注意到这样一种现象：等级制度和专业化程度这两者间有着互相替代的关系。当专业化程度非常高时，即科技人员数量非常大时，等级制度就不需要了，或者说不应该存在了。这在统计上的关系是非常明显的。当一个组织内部有很多科研人员时，不管它是什么样的组织，通常其等级制度是非常松散的。大学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大学的等级制度相对于公司要弱得多。大学里的老师有相当大的自主性，而在公司里是不太可能的。在公司里科研人员比较集中的地方如研发部门，等级制度就比较松散。工作自主性意味着同样两个大学毕业生进入不同的组织就可能面临完全不同的权威关系。所以工作自主性是研究人们社会地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角度。

在这里，我们看到两种不同的控制：对工作的控制和对得到工作机会（access）的控制。在美国，前者通常和行会、工会有关系；但是雇佣与否、进不进人、进多少人，这些通常是由雇主来决定的。在此基础上，索伦森和卡莱伯格提出了两种模式（见图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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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 雇佣关系的两个模式

在“雇主占有工作”模式中，雇主有权决定人员雇用、激励机制等。而在“雇员占有工作”的模式中，工人或工会有权决定何时离开、退休，如何测量工作表现，工作的性质等。前者是经济学的模式。新古典经济学关心劳动力的供求关系；雇主根据可变资本的边际成本，可以决定在什么条件下、以什么价格雇佣人。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经济学的激励模式关心的是个人问题，从资方角度看就是如何加大激励强度让工人的目标和资方一致。以个人为分析单位或行为的前提，这是经济学至今为止突出的特点。“雇主占有工作”模式的前提是雇主可以决定要不要雇佣人、雇佣什么样的人、何时可以解雇人。

但是这两位学者指出，在实际生活中很难看到可以随意解雇工人的现象。例如，汽车工业中企业要解雇工人非常困难。通常有很多变通的办法。如美国几年前经济衰退，很多公司通过退休减员后不再进新人的办法来缩小规模。这就说明，在这种条件下，工人可以“占有”工作。工人背后的组织有很大的力量来改变雇主和工人之间的关系，这在很大程度是因为集体行为（工会）的力量。这是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解释问题。美国大学教师背后也有非常强大的利益集团来保护教师的终身制。因为有了这些利益集团的政治运作，人与组织间的关系就不再是经济学模式中的简单雇佣关系，而必须从社会学的角度去重新解释。这里的基本思想是，在研究组织内部关系时不能像经济学家那样把事情看得那么简单，而要考虑很多社会学关心的因素。例如，是谁在规定大学教师的工作性质？在很大程度上，大学的工作性质是由大学教师规定的。大学教师要游说、告诉管理者其工作性质如何，不应该用行政手段来解决学术问题等。通过这一系列活动，教师们走上了专业化道路，有了工作的自主权，自我规定了自己工作的性质。

这个研究的意义在于，这两位学者认真地想和经济学对话，把人在组织中的地位与经济学的模式做比较。社会学家认为人在组织中的地位不是他自己决定的，也不是由资本家来决定，而是通过一些集体的行动如行会、工会（甚至小的团体）等，在与雇主、经理讨价还价的过程中形成的。因此不研究群体的现象，就很难解释个人和组织内部的位置是怎样匹配在一起的。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思路。但可惜的是，这篇文章带动起一批研究活动，但没有形成一个研究流派。可以说，20世纪70～80年代间社会学对组织内部关系、工业领域关系的研究轰轰烈烈，但只是昙花一现，后继无人。这是为什么？

我们做一个有趣的对比来说明这个问题。社会学家罗森鲍姆（Rosenbaum，1979）提出了一个“淘汰制”晋升制度的理论模式（the tournament model of promotion）。我们看到，在许多组织中，晋升有这样一种情形：当一个位置空缺后，通常人们在下一级经理中“择优录用”一人，其他人就被“淘汰”。如果将来上一级位置出现空缺，只有已经升至下一级的经理才有可能被考虑。这就像是体育比赛中的“淘汰制度”：竞争者必须在一轮比赛中获胜才能进入下一轮，一旦失败就要退出以后各轮的竞争。

他在这个理论模式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的实证假设：①组织内部有着稳定的职业生涯制度，而不是一个随机过程；②人们的晋升机遇有着路径依赖；③早期成功对后期发展有重要意义；④但是，晋升必须持续地进行，一旦中断，晋升的机遇就会发生重要变化。他使用这一模式研究了一家大公司的晋升资料。这个研究发表在《行政科学季刊》上，而且有专著出版。这个理论模式简单明了，而且与人们日常生活中的观察十分吻合。但是，这个研究发表后无人问津，可以说现在在组织研究中已经没有声息了。

与此相比，两年后，芝加哥大学的两位经济学家拉泽尔和罗森（Lazear and Rosen，1981）发表文章，提出了同一个名称的理论模式，从经济学角度讨论“淘汰制”晋升现象的意义。这个模式描述的晋升现象是一样的，但它的命运却好得多。这个模式研究成为经济学研究的一个经典，被广泛引用和应用。有很多文章围绕这个思想进行讨论，有的是继承，有的是发展。据不完全统计，到2003年6月，罗森鲍姆的文章被引用了111次；而拉泽尔和罗森的文章被引用了399次。当然，这两篇文章发表在不同的领域中，领域规模不同，不能简单对比引用数据。但这两篇文章的影响力的差别却是明显的。这是为什么呢？我在一篇题为《方法·思想·社会科学研究》的文章中讨论了这类现象（《读书》2001年7月号），有兴趣的读者可以一阅。

几个实证研究的分析

一个实证研究

经济学和社会学在研究组织内部时都关心两大问题：组织内部工资的分配和晋升。组织内部的事情很多，如权威关系、团队等，为什么大家特别关心这两个问题呢？一方面是因为这是组织内部地位的重要指标；另一方面，这两个问题比较容易操作化，比较容易找到资料。下面，我们讨论一下波多尼和拜伦（Podolny and Baron，1997）的文章。这个研究是和博特结构洞观点的对话。

我们先回顾一下博特的结构洞理论的基本观点：①结构洞具有竞争优势，因为它提供了不重复的信息。②在你和其他人打交道时，如果对方有很强的关系网络，你就很难和他讨价还价。所以对方的网络连接越少越好。也就是说，当你在一个网络结构中越自主，就越具有和别人讨价还价的优势，并能得到更多的信息。这对于晋升等很有好处。你的关系网络越分散，你不重复的信息源就越多，得到的资源也就越多，即更有效率。

波多尼和拜伦提出，博特的结构洞思想在一定条件下是有道理的，但在另外的条件下是不对的。结构洞模式忽略了其他的一些因素。博特关心的是人们在市场上相互打交道的场景。在这种互相讨价还价的条件下，谁能得到比别人更多的信息、更好的机会，谁就具有竞争的优势。博特从这个角度来考虑，特别强调结构地位的自主性、更多的信息和更好的讨价还价地位，即人们在网络中的地位。

但是，波多尼和拜伦提出，组织内部不同于市场：非正式社会关系是组织内部重要的社会资本。社会网络建立的小群体通常有着极高的重复关系密度，缺少结构洞。但这些网络有助于建立一个人的身份、社会期待，从而增大其晋升机会。

他们在对博特批评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理论框架。他们认为不仅要注意网络的形式，而且要关心网络的内容是什么。他们提出两种网络关系。一种是建立在组织内地位之上的关系。你不当系主任就不会和其他系的很多人发生关系；你不当教授、不阅读博士论文就不会和博士生发生关系。这些是组织内部地位之间的关系。因为有了地位才有了关系，这种关系随着地位的变化就自然地变化了。当你从科长升到处长时，你面临的关系就和当科长时不一样了。第二种关系是人际关系，这是博特原来意义上的关系。他以个人为分析单位来讨论问题，人们间互相竞争，建立各种各样的关系以便取得竞争优势。

从网络的内容来说，他们认为，博特的观点是有道理的。网络可以提供信息、资源，有其存在的价值。但网络另外起的作用是提供我们的归属感。从这个角度，他们认为可以把网络分为四种不同的类型（如图22所示）。一个是工作建议（Advice）型。因为工作的原因接触很多人，得到很多解决工作问题的建议。第二种网络可以得到策略性信息和资源为自己的利益服务，这是博特强调的网络类型。还有一种网络英文是“buy-in”，指那些对你的升迁最有帮助、对你的影响最大、对你将来的发展最有影响的关系。我把它称为“圈内关系”（这个翻译不十分准确，但找不到更为贴切的翻译）。它关心的问题不是资源问题，而是关系的对方：你不是从他那里得到什么资源，而是当你和他们建立了这种网络关系以后，大家就产生了相互认同，产生了共同的期待和赞赏。这个类型的网络是重复性的网络，因为只有重复性的网络才能建立起非常强的认同感。第四种网络是社会支持，他们认为社会支持也很重要，但不是他们讨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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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 网络类型

他们的研究课题是：晋升的机遇与这四种不同类型网络之间的关系。我们首先考虑一下网络是怎么测量的——这是很重要的一步，在社会网络研究中已经形成了一些基本的操作化做法。

1.网络的规模（见图23），指自我（ego）与周围多少人有网络关系，通常是计数测量（count）。

2.网络的密度，指其他人（alter）之间的网络关系。

3.网络的持久性，指一个网络关系建立以来的时间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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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3 关系示意图

按照博特的观点，网络的规模与晋升正相关，即网络越多，信息越多，越有利于晋升。他认为，网络的密度与晋升负相关。因为当你周围的人际网络非常紧密时（形成小团体），你很难和他们讨价还价，这对你的晋升是不利的。

波多尼和拜伦的看法不同。他们认为，在一定条件下，网络的密度和晋升也是正相关关系，即在“圈内关系”这种网络中，两者成正相关。这是因为，这个小团体对人们的晋升机遇有着重要影响。你与他们之间关系越强时，意味着形成一种非常强的社会期待、社会认同，因此可以提高你的晋升机会。这和博特的结构洞观点不同，结构洞的思路没有考虑这些问题。

他们在实证研究中验证了这个命题。他们发现，在策略性信息网络里，博特的观点是正确的。但在圈内关系的网络里，结果恰恰相反。他人（alter）之间的网络越密，对一个人的晋升越有帮助。应该说，这个研究中的统计分析结果不是特别清楚明朗。但他们提出的思想非常重要，这是一个更接近社会学的思想：一个相互作用、紧密相连的团体对一个人的社会地位是有影响的。我们在这里就不详细介绍他们的实证工作了。

我们说过，制度学派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对组织内部是不太关心的，更多地研究组织之间的关系、组织与环境的关系。但制度学派在这个领域也有一些研究，比如，公司里人力资源政策是怎么建立起来的。按经济学家的说法，这是每个公司按照自己和市场之间的关系、公司需要的人才、在劳动力市场上的供需关系上建立起来的。但很多研究发现，公司在制定这些政策时通常是比较模仿其他组织，而并不计算自己的成本和需要。从制度学派的角度来看，这是合法性机制导致的制度趋同现象。例如，美国很多公司内部都有一个部门专门处理员工的违纪事件。员工如果有任何的抱怨，受到不平等待遇，都可以通过这个部门处理。它有一套程序，只要你找它（申诉），整个程序就开始启动了，然后一步一步走下去。如果我们看一下这个制度的发生过程就会发现，它们在20世纪70年代末几乎是同时在不同组织中出现的。但在我们的想象中，每个公司是千差百异的，不可能在内部同时产生这样的需要。这里的缘故是法律环境的作用。因为当时有几个大的法律案例，公司因为没有这一制度而在法庭上败诉。于是，许多公司纷纷建立这个制度。很多公司制度不是内部自发产生的，而是对社会环境、制度环境的反应。

再举个例子，美国大学里讨论助理教授晋升终身教授的决定。过去的做法是，教授们在一起讨论一下做出决定即可。这些讨论可以没有任何记录，没有任何正式文件。在20世纪70年代末就有人打官司，质问为什么他不能晋升终身教授？法庭要学校拿出证据说明为什么该人没有资格提升教授。学校的回答是，我们没有正式记录；这些标准十分微妙、难以表述，只可意会不能言传。但是，法庭认为这个评选的程序不合理，不能成立。学校败诉后迅速建立了现在实行的审核终身制的规章制度，包括一定要有严格记录的评语、找哪些人来评审、校外评语的重要性等。这个过程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制度环境压力的反应，而不是由于组织内部需要而自发产生的。

一个例子：气象台责任制的困惑

我在清华大学讲课期间，每天早晨边跑步边收听收音机广播。有一件事情令我困惑。在新闻广播天气预报信息时，播音员特意说明：“今天早晨的气象预报是北京气象台××号气象员为您发布的。”这种“责任承包制”现象十分普遍。我们在饭店餐桌上有时看到端上的菜盘边会有一个已经浸满油腻的小纸条，上面写着：“这盘菜是××号厨师为您准备的。”我们这一讲讨论的主题是“组织中的激励问题”，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从这个角度解释这个现象呢？

一种解释是，这样做是给气象员一个激励，使他承担工作的责任。但是，这个解释有许多问题。如果是激励的话，我们为什么不直接“提名道姓”呢？如果一个人的真实姓名与他的工作直接联结起来，这样的激励不是强度更大吗？电影演员的作品就是如此。

有人说，气象预报有很大的风险，报道的错误可能导致农业损失、交通事故等。因此，如果直报姓名可能风险过大，气象员承受不了。所以，气象台给他激励，但有一定的限度。

我认为，这种解释不能自圆其说。我们考虑一下，第一，如果要给气象员激励，不需要让全国听众都知道他的工作代号也可以设计出许多其他形式。如果预报错误，气象台可以有会议批评、处分、扣发奖金、直到辞退等等各种各样不同强度的激励，为什么非要让全国听众都知道呢？第二，我们都知道，气象预报并不是某个气象员力所能及的。它涉及一个庞大的测量、分析、评估过程。把这些工作的结果最后都放在某某号气象员的身上有失公允（在这里，我们可以考虑一下上面讨论的人们的风险态度这一因素）。第三，作为一个听众，我的感觉是什么呢？一个偌大的正式组织——北京气象台——告诉听众说，今天的气象预测是某某气象员的责任。在我看来，这里的言下之意就是说，这个气象预报是个人行为，预报错误只是这个人的错误，与北京气象台没有关系。气象台作为一个正式组织都不敢承担责任，那么听众为什么要信任这家气象台呢？这种做法是从对气象台的制度信任退化到对某个气象员的个人信任。如果这个解释属实，那么这种激励设计是十分蹩脚的。

另外一种可能性是，这种“个人责任制”的做法另有原因，需要从另外一个逻辑来解释。我从制度学派有关“组织趋同”现象研究的逻辑给出一个解释。在全国纷纷实行“生产责任制”的大趋势下，气象台也要有所表示，以取得合法性。它通过“个人责任制”这个做法发出信号给全国人民：我们管理有方，非常认真，你看我们的激励制度清清楚楚，责任落实到个人头上。但是，在实际操作上，这个责任制和组织内部的激励是没有任何关系的，也不应该有关系，因为气象预报非个人所为。我们的这个解释似乎更可以自圆其说。我们在上面提出了两种不同的解释，可以通过实证研究加以验证。

小结

在这一讲中，我们介绍了经济学和社会学在组织内部过程这个领域中的研究活动。我们可以看到，经济学的研究集中在“激励”这个课题上。他们关于组织结构、人员录用、团队设计等一系列问题的研究，都是围绕这个主题进行的。社会学在这个领域中的研究比较广泛，涉及许多主题和角度。社会学的基本取向是从社会结构地位对人们生活机遇的影响这个角度来讨论这些问题。在这个“小结”中，我们回到在本讲开始提出的“需要解释的组织现象”，来回顾一下我们讨论的内容对重新认识这些现象的启发和作用。

为什么不同组织甚至同一个组织内有不同的报酬形式，如计件工资、固定工资、提成等？具体说来，在什么条件下会有计件工资呢？上面讨论的有关激励的一系列原则对回答这个问题颇有启发。正如激励强度的原则所说，计件工资的一个基本前提是我们能准确测量其产出。如果我们不能准确测量产品或表现，计件工资就没有意义了。同样的原则可以解释大学教授拿固定工资而不拿计件工资。如果我们能够对教授“生产”的每件产品的质量有准确把握，即可以准确知道每篇学术论文的分量、教学质量等，那么，我们也可以同样使用计件工资。但是，如果我们做不到这一点又采取类似于计件工资这样的激励的话，结果就会诱导出一种我们不想看到的行为，导致学术研究急功近利、学术论文粗制滥造。

我们可以回头看一看终身制的问题。在美国只有两种职业是有终身制的：法官和教师。终身制意味着只要你不做大的错事，你就不会被解雇。为什么大学里不仅不实行计件工资以强化激励，反而还会用终身制来保护教授呢？美国州立大学的教职工属于公务人员，工资出自州政府预算。美国经济一不景气，就有人提出，纳税人白养这些大学教授，整天不干活；应该实行合同制，每五年审核一下他们的工作表现。但是，采取终身制的原因在于，教师的劳动成果不仅很难量化，而且很难时间化。一个学者今天发表的文章的价值可能过了十年才被大家发现，这是其一；其二，有些研究工作几天就可以完成，如有些生物学实验，做完以后就可以写论文发表了，但有些实验要做好几个月、半年，甚至更长时间。如果实行计件工资，人们就不会愿意从事那些耗时或者具有风险的研究工作。终身雇用的制度可以让学者安心做他想做的研究，完全拥有工作的自主性，充分发挥一个人的创造精神。它主要的目的就是要保护学者的创造性，使学者不至于受计件工资的驱使而忙碌。这个道理从经济学的逻辑可以解释。

但是，我们也可以从社会学角度解释这个现象。这是一个利益政治过程的产物。美国大学教师终身制的产生与在斯坦福大学发生的一个事件有关系。在20世纪初，斯坦福大学有个罗斯（Edward Ross）教授，他是一位经济学家，同时也是社会学家。他直言不讳，对美国当时的铁路建设和金本位制提出了严厉批评。他对铁路建设的批评触怒了斯坦福大学创始人的遗孀。斯坦福大学的创始人是参议员斯坦福，他是一个铁路大王，整个美国西部的铁路就是他建造、垄断的。他的遗孀是斯坦福大学的董事长。她对罗斯的谴责十分恼火，半夜跑到校长家，勒令校长解雇这位教授。1900年罗斯被解雇这一事件在斯坦福和学术界引起非常大的震动。当时美国经济学会派调查组来调查，结论是这个解雇是没有任何道理的。有七位教授为了抗议此事而离开了斯坦福大学。其中有位教授到霍普金斯大学后发起建立大学教授的组织来保护自己的利益，成立了现在的AAUP（American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Professors，美国高校教授联合会）。他们成立联合会的目标之一是推动在全国的大学里建立终身制。在这之前美国所有的学校都没有终身制，只有不成文的习惯做法。AAUP在1925年和美国大学联合会（大学行政机构的组织）达成协议，正式建立了终身制。这个过程不是一个激励问题，也不是冠冕堂皇地要保护什么学术自由，而是利益之争，是一个雇员们（类似于工会）怎样团结起来保护自己的利益，达到自己的目的的过程，是一个社会活动、政治活动过程，是政治斗争的结果。

美国佛罗里达州的热动力机械公司的例子提出了另外的一系列问题。其中之一是什么样的管理方式最好：亲密型还是疏远型？吉本斯的模式在考虑了游说成本后得出结论说，在一定条件下，疏远型的关系对组织会更有好处。如果我们要保持非常亲密的干群关系，就会导致游说成本：如果员工有机会和院长吃饭，就不会好好工作而会琢磨怎么影响院长了。在有游说成本，而且决策的确定性比较高的情况下，疏远型关系更有效率。在我们讨论武警中队指导员的例子时大家提出，如果从激励的角度来考虑，吉本斯的结论可能不能成立。他只考虑游说成本但没有考虑激励的正面效应。例如，密切的干群关系有助于提高教师的工作积极性，从而提高效率。所以任何模式一定有它自己的条件，它只是从某一个角度考虑问题。如果换个角度来考虑，结论可能就不同了。一个理论模式的意义在超过它的前提条件之外就不成立了。

热动力机械公司所采用的平台化结构和密切型关系创造了一个和谐的工作环境，所以吸引了很多人，提高了人们的积极性。很多工人说，他们很喜欢这家公司。有个女工告诉我，她以前在另外一家公司挣钱比这里多，在那家公司里她干得很好，评上了先进，别的工人很忌妒，就把重活往她身上推，而经理视而不见。结果她一个人干了很多男工都不愿干的事。在现在的公司里没有等级制度，也就没有竞争，基本上是个和谐的环境，工作很愉快。总的来说，这家公司里工人的劳动积极性很高。有一次公司出了事故，有些产品没有经过冷却环节就出厂了。公司决定把已经卖出的机器从世界各地（14个国家）召回，在48小时之内进行冷却处理后马上送回。工人都自觉地加班加点，如期完成任务。

但是，这家公司实行“亲密型”干群关系也有它的问题。一个问题是缺乏创新和向上发展的激励。从经济学角度来看，这个担心是有道理的：等级制度本身是激励，做得好就可以得到提升。如果没有这种激励，我们有没有更为有效的激励机制取而代之呢？另外一个可能性是容易形成小团体。组织中的正式结构起到协调功能和解决冲突的功能。如果没有这种正式结构，员工中就有可能形成小团体来替代等级制的功能。还有一种可能性是这种非正式的结构不利于组织生产过程和扩大生产规模。

我在研究过程中发现，这些问题都有所体现。在一个平面结构里，激励主要是通过人和人之间的相互作用产生的，上下班不需要打卡，自己记时间，没有正式的考勤。在一个比较小的规模下，人和人之间相互监督形成一个压力。当规模越来越大的时候，企业中人和人的交往变少、变淡薄的时候，就会出现很多问题。几年以前我去这家公司做研究时，它遇到的问题是企业留不住工人。很多人招工进来后很快就离开了。这里面有个激励不当的问题。当这个创始人刚开始建厂的时候，他和一批老工人和科技人员一起来创业。他是个很好的企业家，关心职工的福利，花很大的代价给工人设立退休金，医疗保险也非常好；还给年轻人提供进一步学习（读中专、上大学）的机会，公司为工人支付学费。大家都觉得这家公司很好。但为什么留不住工人呢？公司给的工资不高，这是很大一个原因。刚刚进厂的年轻工人刚结婚，要抚养孩子，他关心的是到手的现钱。他现在没有什么疾病，对将来的退休金、医疗保险的优厚待遇不太关心。所以一旦发现另外的工作收入更高就会离开。这说明，公司有关职工待遇的激励对这一类工人来说没有吸引力。我们回想这家公司发展的历程就不难理解这个问题的渊源。公司创始人刚开始起家的时候，许多相处很多年的人和他一起创业。他们当时都是中年人，关心将来的退休、医疗保险，所以在制度设计上特别重视这一方面的待遇。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进来了，这个制度原来的激励对这些后来者就失去了适应性。所以，各种结构有得有失，需要具体分析。

在这家公司里，小团体问题也的确存在。因为没有管理和分配的正式规章制度，人们长期建立的非正式地位就具有很大影响，可以据此得到资源。例如，有一类工作是手工磨光机械加工出来的部件。这类工作是计件工资。有些老工人长期在那里工作，与周围的人建立了很好的关系网络，变得非常霸道。他们把那些容易打磨的部件都霸占下来，所以打磨很快，然后指责新来的人偷懒、不好好干。很多年轻人在那里待得很不愉快，被这些老工人排挤走了。而且，平面化结构的考核、监督的成本非常大。由于没有固定职位提供激励、期待，个人的行为就容易失去规范。

最后，我们讨论一下经济学和社会学之间的对话。不同学科在具体的问题上聚焦对话是很难做到的。在大的领域里大家研究的问题是一样的，但在讨论具体事情时不同学科关心的问题还是很不同的。经济学的理论模式做了很多假设才能得出非常有趣的结论。在读这些文章时一定要搞清它的假设是什么，为什么做这样的假设。假设的目的是为了把问题简单化。如果你关心的问题和他的假设不符合，那么他的结论可能对你来说并没有什么意义。再者，经济学做了很多假设之后，它所研究的问题与现实的关系有多大，这本身也是个问题。例如，究竟亲密型的雇员关系好还是疏远型关系好？如果从信息、游说成本的角度来看，在大多数条件下（如确定的环境条件），保持一个疏远型的关系是有好处的，这是从吉本斯的理论模式中可以推出来的。但是在其他的条件下，如果考虑激励的作用，那么亲密型关系可能更好。所以我们一定要把理论都看做是一定条件下的逻辑体系。

我们以前指出过学术流派中这样一个特点：主流经济学只有一个基本模式，一个基本的解释逻辑；而社会学研究有着不同流派、不同逻辑之间的争论和实证研究。由于缺乏一个公认的理论框架和比较统一的分析工具，社会学的学术研究活动密集，发表的文章很多，但是极少形成持续性的研究积累，很难把理论思路发展下去。比较理论研究是社会学的一个特点。比如在讨论组织制度的趋同性现象时，我们通常注意到不同理论观点的不同解释。但学者们在对比这些不同理论观点时常常只是机械地列举排列，而不是深入探讨它们之间的联系。因此社会学虽然一直在做比较理论的研究工作，但这些研究之间没有很多对话，很多研究之间没有实质性关联。组织社会学在这个领域中还刚刚起步，还没有形成系统的研究工作。

进一步阅读的文献

在这一讲里，我们讨论了组织内部的结构和管理问题，包括激励问题、组织内部结构设置问题。这个领域是非常大的，仅仅在经济学范围内就有很多研究方向。经济学对组织内部关系的研究大多是最近一二十年出现的，但是发展非常快，有许多新的研究成果。社会学在这个领域里的研究活动已经有很长时间，涉及的面比较宽广，但是深度不够，积累性不强。

在经济学中，近年来有关激励的研究大量出现。激励问题已经是博弈论和委托—代理模式的一般性问题。拉封特和马尔蒂莫特的著作（Laffont and Martimort，2002）对有关激励课题的研究进行了技术性很强的系统讨论。普伦德加斯特（Prendergast，1999）对这一领域的新近研究进行了述评。拉齐尔的书（Lazear，1995，1998）是人事经济学领域的权威著作。米勒（Miller，1992）介绍了这一领域中的一系列课题，提供了许多实例，很具可读性。

在社会学领域，有关组织内部雇员关系的研究很多。我们在这里只举几个例子。拜伦和汉南（Baron and Hannan，1999）、波多尼和拜伦（Podolny and Baron，1997）研究高科技组织中创业者的重要性。彼德森（Petersen，1992）研究了不同的报酬形式与社会不平等问题。罗森鲍姆（Rosenbaum，1979）、斯皮勒曼和彼德森（Spilerman and Petersen，1999）研究了组织内部的升迁问题。拜伦和菲弗（Baron and Pfeffer，1994）对组织内部雇员关系的社会学研究做了总结，提出了一系列的理论命题和实证假设。值得一提的是，社会学的大多数研究注重于大样本统计资料的分析，而对组织内部微妙背景和过程的关注不够。在这个方面，肯特尔（Kanter，1977）对一家公司中人际关系的个案研究，尤其是对男女不同角色的研究，是十分出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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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讲 契约制度研究

■ 需要解释的组织现象

■ 经济学中的合同框架

■ 社会网络与合同关系

■ 文化制度和契约关系：日本纺织业的启示

■ 转型社会中的企业间合同关系：一个比较研究

■ 进一步阅读的文献

需要解释的组织现象

1963年，威斯康星州立大学的法学教授斯图尔德·麦考利（Stewart Macaulay）在《美国社会学评论》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工商界的非商务性关系——一个初步的研究》。这个研究的中心课题是美国公司企业之间的合同关系。麦考利对9家公司和法律事务所中的68位企业家或工作人员进行了访谈，询问他们是如何在实际生活中维持公司间合同关系的。他的研究发现这样一个现象：公司花费很大气力去签署公司间的交易合同，但这些合同在签订完结之后就被束之高阁，不再理会了。在实际生活中人们是通过非正式的社会关系来维持这些合同关系的。他引用一个采购员的话说：“如果发生什么事的话，你就在电话中和对方商量解决的办法。如果你还想和对方继续做生意的话，就不要纠缠具体的合同里的条款问题。一个人的行为必须合情合理。如果你想在工商界混下去的话，就不能动不动就去找律师。”麦考利描述的情形和第四讲中谈到的乌泽研究的银行贷款关系一样，企业之间关系是通过非正式的社会交往、经常走动、互相熟悉了解来维持的，而不是按照正式的经济合同关系办事。这篇文章在当时发表后似乎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但近年来在经济学、经济社会学和组织研究中被广泛引用，成为一个热门话题。

麦考利的研究提出了两个问题：①如果法律上的契约这么昂贵（雇佣律师、法律手续），为什么签订了又不用了呢？这么昂贵的东西只是一个摆设吗？②如果工商业的关系是通过社会关系来维持的，那么这种社会关系的基础是什么？一种解释是这种社会关系是工具性的，即合同双方根据经济目的来建立社会关系，例如我和我的合同伙伴经常一起吃饭、交朋友，但我的目的不是因为我们之间的私人关系，而是为了维持我们的经济合同关系。另外一个解释是格兰诺维特的说法，双方在长期经济交往中建立了社会关系，这种往来成为朋友间的社会交往。

第二个例子。在美国大学里，雇佣教授的正式合同非常简单，在很多情况下甚至都很难说有针对某个人所签订的正式合同。例如，当一所大学雇佣一个教授时，常常只是学院院长的一封公函，承诺当年的工资额、研究经费等基本条件，但对其他事项（例如，将来的工资待遇、各种福利等）毫不提及。为什么在一个法律健全的社会里，在这些领域却没有正式的、详尽的合同？

还有一个现象也很耐人寻味。在美国的大公司或机构里，雇佣关系通常是不对称的。这是指这样一种情形：个人辞职离开公司非常容易，而公司解雇员工非常困难。例如，如果我想离开现在的大学，写封辞职信就可以了，公司也是一样。学校、公司对你的辞职很少有什么限制。当然，惯例是你提前一段时间通知公司。与此相反的是，学校或公司要解雇一个雇员是非常困难的，有许多规章制度的约束和正式的程序过程。当然，因为经济周期（萧条）的原因而不是针对个人的大幅度裁员不在此列。为什么这种劳动力合同是不对称的？很多经济关系包括组织内部关系或组织之间关系都可以从契约、合同的角度去研究。这是第二大类需要解释的问题。

第三个例子。在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企业和企业之间的交易关系有哪些特点呢？过去企业基本上是受政府部门垂直领导，或者说企业间直接关系都是行政关系，通过行政命令把资源从一家企业调拨到另外一家企业，它们之间通常没有什么正式的经济交易关系。在改革时代，企业之间正在建立一种平面双向的合同关系。我们的问题是，企业之间合同关系背后的机制是什么？这些合同的形式特点和我们以上讨论的经济学机制、制度学派机制、网络结构有什么关系？

我们可以从契约的角度去研究许多社会现象。当一个人进入工作单位后，他对这个单位是有期待的。这种期待实际上是一种隐性合同。过去的国有企业对职工的生老病死、福利待遇要负责任。这些待遇可能没有明文写出，但这个期待是双方都默认执行的。我们在进入一家公司或机构时也有一种期待：如果我干得好，那么公司应该给我物质或精神上的奖励。学生和教师之间也是个合同关系，双方在这里也有期待。学生对教师有期待，教师应该做什么事情；教师对学生也有期待，学生应该怎样行事。广义地讲，在一个国家里，政府和公民之间也有一个隐性合同。在福利制度方面，国家应该对公民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呢？美国的社会福利制度非常薄弱，但北欧国家的福利设施十分庞大，这说明国家和社会之间的隐性合同在不同社会政治背景下是不一样的。

在研究文献中，学者使用不同的词语如合同、合约、契约来泛指两方在经济交往中达成的正式的或非正式的协议或期待。在以下的讨论中，我在使用这些概念时不做严格区分。合同的问题在近几年来得到经济学界的极大关注。威廉姆森在1985年提出的交易成本理论框架就是个合同的框架。在这之后，经济学出现了一个“合同理论”（或“不完备合同理论”，又称产权理论）集中讨论（不完全）合同问题。社会学学者们在这个领域中也做了一系列研究工作，但是尚没有形成系统的研究活动。我们在这一讲中讨论一下这些研究工作，特别是不同机制在合同关系中的作用。

经济学中的合同框架

什么是合同？我们给出一个非常宽泛的定义：任何两个经济实体的双边关系，甚至多边关系，都可以称为合同关系。比如组织之间的关系、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之间的关系、两个企业之间的关系、大公司总部与分部的关系、雇主和工人的关系、部门之间的关系都可以从合同角度去研究。这些合同可以是正式的，具有法律效力的；也可能是非正式的，建筑在社会期待之上的。我们在这里关心的合同关系主要是经济往来的关系。所以，我们首先从经济学角度去看一看合同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交易成本的思路

在过去，研究组织的人不关心市场，研究市场的人不关心组织。威廉姆森在1975年出版的书《市场和等级制度》把这两者放在一起来考虑。执行合同导致的投资专门化是非常重要的交易成本。因为有交易成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有完备的合同，即我们不可能把所有问题都写在合同上，这时双方就被拴在一起了。“要挟”、“投资不足”、信息不对称性等一系列问题出现了，这是交易成本学派关心的问题。

经济学有关合同的许多讨论围绕如何解决信息不对称性这一问题。例如，信息经济学中的一个理论模式分析土地所有者和佃农之间的关系。在政治学上，我们可以讨论土地所有者和佃农之间的利益问题、阶级斗争问题。但是，经济学这个模式关心的是土地所有者和佃农之间的风险分配问题。为什么要讲风险分配呢？这里涉及土地所有者和佃农之间有着委托—代理关系中信息不对称问题，因此我们需要关心激励问题，即怎样让代理方与委托方的目标一致，这是合同关系的中心所在。我们知道，产出（收成）不仅仅取决于佃农的努力，而且取决于其他的随机条件，例如，雨水、气温、虫害，等等。这个问题与我们在第六讲中谈到的总店与分店的激励强度是同样的问题，即：结果=努力+随机事件。如果产出很大程度上和外界条件有关系，而我们仅仅根据结果来制定激励，那么实际上就是给随机事件提供激励，不能达到激励工作努力程度的目标。土地所有者出租土地可以有各种形式，如产出提成（类似计件工资）、支付固定工资雇佣佃农种地，还有一种是把土地卖给自耕农。不同的合同关系提供了不同的激励强度。

交易成本学派关心的问题更多的是与投资专用性有关的交易成本。因为有了投资专用性，合同的中心内容就是如何防范违约带来的风险。这首先是一个法律问题。所以，威廉姆森从法律研究中寻找解决问题的思路。威廉姆森指出，契约的法律经过了三个不同的阶段或不同的形式：最早是所谓“古典契约”，它关心的是法律条款是如何具体规定的，应该怎么执行，执行以后如果出了问题，应该由谁来承担什么责任。也就是说，这时它关心的只是合同具体条文的执行问题以及应该如何解释法律条款等问题。这是充分竞争市场中的关系：这里没有合同中的具体人，甲方乙方并不重要。在充分竞争市场里，我们关心的问题是怎样执行这个合同，因为合同双方之间没有非市场的依赖关系，合同背后是何许人并不重要，每个人都是可以替代的。第二个阶段是“新古典契约”，它强调合同双方有着依赖的关系，因此法律判决上不仅要考虑契约本身的内容，还要考虑契约当事人之间的依赖关系。这已经不是充分竞争市场背景下的合同关系了。一旦签订合同以后，甲方乙方就不再是市场关系，而是产生了依赖关系，我们就需要考虑投资的专门化问题。第三个阶段是“关系契约”（relational contract）。在关系合同中，合同的内容不像过去那样规定得很详尽，而是搭了一个治理（governance）的框架，一个有关如何解决合同中出现问题的权威结构。因此，合同双方的关系在执行过程中根据新的情况随时调整。在这里，双方不仅有依赖关系，而且有组织之间的渗透关系。也就是说，合同制度在历史上也经历了一个不断演变的过程。交易成本的存在使得很多经济关系逐渐从市场走向组织，我们看到关系契约就已经很接近组织建构了。

如果我们把交易成本的基本思想延伸到合同问题上，那么合同形式和交易成本是什么关系？第一，合同的形式、内容和执行过程都因交易成本而异，这是交易成本理论的一个基本命题。交易成本理论最基本的思想是追求交易成本最小化。合同是经济关系，经济关系一定因交易成本不同而不同；因此，如果一个合同和另外的合同交易成本是不一样的，那么合同形式也应该是不一样的。第二，研究的分析单位是合同而不是组织。同一个组织和不同的人签订的合同都应该是不一样的。如果交易成本相同，那么合同形式都一样；如果交易成本不同，则应该在合同中反映出来。第三，合同双方是独立的法人，否则签订了合同也不能执行。例如前些年的国有企业，它不是独立的法人，无法执行合同，不能承担责任。因此，合同关系与产权关系有着重要关联。

在交易成本理论的框架中出现了大量的实证研究。其中，MIT的经济学教授乔斯克（Paul Joskow）关于电力公司和煤矿之间合同的研究是这一领域中的经典之作。在美国，公司间合同是商业机密，研究者很难得到有关资料。大多数研究都是通过个案方式收集资料的，而乔斯克的研究是对这一领域中大量合同的统计分析。他是怎么得到这些资料的呢？原来，电力和煤矿行业有垄断倾向，按照美国反垄断法的规定，这一领域里的所有合同必须全部公开，以便其他机构予以监督。

从交易成本理论的角度来看，我们的问题是：煤矿和电力公司之间的合同关系有哪些交易成本呢？这些合同应该有哪些特点呢？我们不难看到，这一交易往来的一个重要特点正是资产专用性问题。具体说来，是生产地点的专用性（site specificity）。电力公司要使用煤矿原料，有着昂贵的运输成本（交易成本的一部分），所以在设厂时要尽可能靠近煤矿，因而产生了场所专用性的问题。还有另外一种情况。有些项目在一开始建煤矿时就开始设计建电厂，这两者是配套发展起来的，称为坑口电厂（mine-mouth），电厂和煤矿从一开始就互相依赖。一旦电厂在一个煤矿旁建设，就对该煤矿产生依赖。这时，投资的专门性就可能导致煤矿要挟提价。另外，在乔斯克研究的案例中还有设备的专用性问题。火力发电的设备就不能水力发电，而且各个地方煤的属性不同，所以处理煤的专用设备也是不一样的。

我们考虑一下，电厂和煤矿之间的合同有什么特点，可能出现什么问题。首先，生产规模因市场需要变化而变化，电力的市场环境可能随时间而变化。也就是说，需求本身有不确定性。更重要的是，因为有可能产生投资后的要挟问题，这就会对事前的投资决定产生影响。我们先从煤矿的角度来看。电力公司承诺要购入一定吨位的煤，但可以事后毁约，以此来要挟煤矿，压低煤的价格。从煤矿的角度来说，当它越来越依靠某个客户的时候，它的风险就越来越大了。假设发电厂需要煤矿日产500吨煤，煤矿按照日产500吨来设计产出。但如果电厂违约，不需要那么多吨位的煤，煤矿的设备就过剩了。这是交易上的问题，是依赖程度的风险，与内部运作没有什么关系。面对这种情况，煤矿就不会按照最大效率去投资，而是投资不足，以降低要挟可能造成的损失。电厂也面临同样的问题，煤矿可能以毁约来要挟，要求煤炭提价。因此，电厂也会采取类似对策，投资不足，不能达到效率生产。另外，合同执行过程中也有信息不对称性问题。举例来说，如果煤矿发明新的技术可以大规模地降低成本，这个得利怎么分享呢？煤矿有激励来隐瞒信息，以便将得利全部占有。电厂也预计到这种可能性而不愿建立合约。这些都是煤矿—电厂合同中可能出现的问题。

面对如此多的交易成本的风险，煤矿—电厂的合同的制订就需要精心设计，以便减少这些成本。那么，这份合同应该有哪些特点呢？乔斯克的文章集中分析了合同期限长短的规定，即在什么条件下，双方会签订长期合同；在什么条件下，合同期限会较短。按照交易成本理论的解释逻辑，当交易双方的依赖程度越大，资本专用性越高时，合同的风险也就越大，交易成本也就越高。因此，签约的时间期限就会越长以便降低风险和交易成本。具体说来，①在坑口电厂的情况下，合同就会签得很长；②煤矿出产的煤品质不同，需要专门的设备投资来处理的条件下，合同就会签得很长；③需求量非常大，意味着双方的依赖性很强，因此合同就会签得很长。针对这三个实证研究假设，乔斯克对这些合同的经验资料进行了统计分析，分析的结果与这些实证假设是吻合的。

以上交易成本的这个思路可以总结为一句话，就是合同的内容、形式和执行过程因交易成本而异；当交易成本变化的时候，上述合同的三个方面都会相应发生变化。当然，还有一个解决办法是煤矿和电厂实现一体化，合二为一。这是威廉姆森最初有关垂直兼并的思想，即在市场交易成本昂贵的情况下，组织间的市场交易就可能转为在组织内部进行。在实际生活中，煤矿和电厂常常是为同一个所有者拥有。

合同理论的观点

威廉姆森在《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1985）一书中提出了比较完整的合同理论框架，但这个理论框架很快就被其他的理论思路突破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合同理论（contract theory）成为经济学领域的一个重要流派。这一理论又称不完备合同理论（incomplete contract theory）或产权理论，是受交易成本学派的启发而提出的，但自成一体，并对交易成本学派的理论框架提出了许多批评。与威廉姆森的研究工作不同，合同理论一开始就出现在经济学的主流研究中。哈特（Oliver Hart）是这一理论的重要创始人之一。他在《企业、合同与财务结构》一书中（中译本，上海三联）对这一理论做了总结概括。我们下面根据这本书的前两章内容，介绍一下这一理论的基本思路。

合同理论的基本思想可以归结如下：第一，从交易成本的角度来看，我们很难用一个合同把任何一笔经济交易完整地描述出来，因此合同都是不完备的。例如威廉姆森笔下的下雨租伞的例子，这是一个很简单的经济交易，但这里涉及很多其他因素。雨伞坏了、坏到什么程度、谁来修理、谁来负责赔偿，等等，是无法全部写入合同的。另外，什么时间使用雨伞、雨下得大不大、下雨的可能性有多大，这些不确定因素都对所付的租金产生影响。如果我们能够把所有这些因素都考虑进去，建立一个完备的合同，那么，所有的可能性都可以用这个合同来制约了。但问题在于我们无法建立这样一个完备的合同，任何一个合同都无法包容所有的可能性，不能包容所有可能性的合同就是不完备合同。

第二，“权力”在这种不完备合同中是非常重要的。“权力”指资产的剩余所有权。比如，租车公司把一辆出租车的每天若干个小时租给司机，在合同之外，所有一切都由公司负责。在出租的时间之内，车归这个司机使用；但在这段时间之外，车就是公司的。所以，出租时间以外对这辆车的决定权，就是资产的剩余所有权。因为合同是不完备的，很多可能性不能在合同中反映出来，所以谁拥有资产的剩余所有权，谁就有权决定合同规定以外出现的问题以及怎样去解决合同中出现的问题。

我们可以从哈特对其他经济学流派的批评来看合同理论的特点。他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批评是，新古典经济学不讲“权力”，其经济活动通过价格（市场）来协调，权力的分配对它而言是不重要的。博弈论也讲权力、讲资源，但是在博弈论中所讲的权力不是同一个意义上的权力。博弈论的权力实际上是市场力量（market power），是影响市场价格的能力。委托—代理理论考虑到了信息不对称问题，强调的是信息问题，但也没有权力这个概念，没有强调合同的交易成本问题。因为没有交易成本问题，它也就没有事后权力分割的问题。

哈特认为交易成本理论提出了很好的问题。他把交易成本学派提出的合同不完备性作为他的理论起点。为什么合同是不完备的呢？威廉姆森讲了三种原因：①预测未来的困难。如果我们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当然我们可以把它们写进合同。但困难在于，我们可能无法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②即使我们可以知道所有未来的情况，我们能不能用语言把它表述出来呢？不能表达清楚准确的东西是不能写进合同的，是无法执行的。③能表述出来的问题可否准确测量、被法庭接受？因为合同的背后是法律制度，执行中产生的问题最终要在法庭上解决。所以经济学家用了两个不同的概念，一个是“可观察的”（observable），另一个是在法律意义上“可测定的”（verifiable）。在美国，如果一个学校决定不给予一个人终身教授的职位，它必须能够提供可测量的证据，以便一旦对方诉诸法庭时可以立于不败之地。作为经理，如果你知道一个人能力不够或者没有努力工作，但没有办法把这些问题记录、描述出来，那么这就是不能测定的，不能作为证据拿到法庭上去。

威廉姆森提出，不完备合同面临三个问题：第一，由于存在事后（缔约以后）讨价还价的可能性，合同本身就成为一纸空文。因为总有意外情况出现，讨价还价难以避免，人们就不会对合同内容的制订认真对待。第二，由于信息不对称性，缔约的双方总有一方知道的信息多一些，所以存在投机行为。第三，专用性投资的危险性。如果合同是完备的，我们可以把专用性投资可能产生的危险性考虑在内，纳入合同。但因为合同是不完备的，所以我们无法预防这些问题。

哈特认为威廉姆森提出了很好的问题，但没有提出如何解决问题，没有涉及权力问题。在这本书的第二章中，哈特提出了他的基本观点。他从语言表述开始（理论要解决什么问题），然后把这些想法模式化，最后推演了理论模式的很多实证意义。

哈特提出，我们可以从不完备合同和权力的分配这两个角度解释很多经济现象，比如为什么会有不同的组织边界。我们在第一讲谈到，有些组织如通用汽车公司将许多零部件生产内化，而有些组织的许多功能是外在化的，比如DHL的公关部门就是外在化的。哈特认为，经济活动的内化和外化都可以用这些角度来解释。归根到底，解决问题一定要涉及产权。因此，合同理论的核心是产权理论。

哈特的基本思想是这样的：在不完全合同条件下，权力是解决合同中出现的问题的最终立足点，谁具有所有权，谁最后负责解决问题。比如在上面谈到的租车情形下，租车的司机想在车里装一个激光唱机，谁有决定权？这时候需要对原有租车的合同进行修改，因为原来的合同没有涉及这个问题。如果没有所有权的规定，那么双方就只好或通过投硬币看运气，或大打出手来解决问题。如果有所有权，解决办法就很简单：谁拥有所有权，谁就可以决定安装或不安装以及在什么条件下可以安装。因为有了资产剩余所有权，我们就可以解决合同中没有涉及的问题。又比如费舍汽车外壳公司也遇到同样的问题。通用汽车公司需要费舍公司提供汽车外壳，但是无法预料将来的市场是什么样的状况，可能合同规定为1000辆，但是在经济衰退的情况下，只需要800辆就足够了。这时怎样解决争论的问题呢？我们可以想象，两家公司的每次交易都要在提供的数量、款式和价格上讨价还价。但如果通用汽车公司把费舍买下来，通用汽车公司拥有了对费舍的资产剩余的所有权，这时候解决问题就容易多了，可以用行政命令随时调节生产量。过去经济学理论中的“产权”概念强调的是对收入剩余的占有，而现在的“产权”概念指的是资产的剩余使用权，这是合同理论一个非常重要的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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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4 哈特理论的模式化

下面，我们看一看哈特是怎样把这些思想模式化的。模式化的第一步就是简化。我们假设有两家公司（M1，M2），有两种资产（A1，A2）。在生产程序中，M2是上游程序，它生产的产品向M1提供中间产品。M1根据M2提供的中间产品制造出最终产品，投放市场。现在有以下几种所有权的可能性，如图24所示。

第一种情况是，M2拥有A2，M1拥有A1，M2生产的产品提供给M1，M1再加工成新产品投放市场；第二种情况是，M2同时拥有A1和A2，直接生产产品投放市场，第三种情况是，M1同时拥有A1和A2。

现在的问题是，在什么样的条件下，什么样的机制导致人们采取不同的所有制形式呢？哈特的基本思想是经济学的效率机制，即最后的盈余要获得最大化。假设M2同时拥有A1和A2这两部分资产可以比其他形式的产出更大的话，它就可以跟M1讨价还价，把M1的资产买下来。

产权理论的一个重要命题是：在不完备合同条件下，合同一方（或双方）的“关系专用性”的投资会低于效率水平上的投资。在签订合同的时候，两个经济主体有各自的经济利益。在充分竞争的市场中，每个个人按照自己的私利去行为，实现效率最大化。但在不完全市场条件下，合同是双边问题，不是充分市场上的竞争机制。我们上面说过，因为合同双方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双方的专门化关系的投资都可能低于效率投资，双方都不可能在双边关系中达到在市场中的效率投资的最优水平。通用汽车公司和费舍公司之间合同关系就存在这个问题。当时的合约规定，费舍的生产设备由通用汽车公司提供。因为通用公司的实力雄厚，它要承担更多的风险。在这种情况下，费舍公司愿意竭尽全力去投资吗？不会的。在专门化的关系中，费舍公司投资后的利益不是它自己单独占有的，而是和通用汽车分享。这个分享的激励不足以让费舍公司竭尽全力投资。也就是说，如果费舍公司作为一个完整的所有者的话，它的投资要大于它在与通用汽车公司这个专门性合同关系中的投资。

另外一个例子。在高科技公司火热的20世纪90年代，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兼并了一家当时效益非常好的软件公司。不料，这家公司在被兼并以后就开始亏损，最后负债累累。几年以后，AT&T不得不把它低价卖掉，造成了自身的极大损失。从以上讨论我们可以猜测一下问题可能出在什么地方。在合并之前，这两家公司是分别独立的，只是市场上的供求关系，受到市场竞争的压力，所以双方都十分努力地追求利益最大化。但是当它们合并以后，这家软件公司只是在组织内部为AT&T提供产品。这时这家软件公司所得的利益就不能由自己完全占有，而要和AT&T总部分享。因此，这家软件公司就失去以前竞争的激励，在专门化投资上就会越来越少，导致效益下降。大学中的师生关系也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如果你是系里一名普通的学生，这时候一个老师要你做某个研究项目的事情，这里的激励就有问题。我们假设帮助老师做事是个专门性的投资。如果学生帮老师做了以后对自己的将来没什么用处，他会有动力为老师好好工作吗？假设你的投资（如时间）是100%，但自己的回收只是一小部分，另一部分由老师得到，这样，你的动力就不如完全为自己工作的情形那么大。但是，如果这个老师把你收为他的学生的话，这里的“产权”关系改变了。在你作为他的学生这个合同中，导师要和你分享其他的合作成果，要帮你寻找资源和机会。这样，事后盈余的分割问题的性质就改变了，你的激励就大大提高了。

合同理论的基本思想是，公司间合并的收益使得收购公司进行关系专用性投资的激励增加；这是因为它获得了更多的剩余控制权，所以它可以得到这种投资所创造的事后盈余的更大部分。另一方面，合并的成本是被收购公司进行关系专用性投资的激励减少，因为它只拥有较少的剩余控制权，它只能得到由它自己创造的事后盈余增量的较少部分。如果我们回到哈特提出的上述三种模式，选择合并的方案的原则就是哪一个方案可以提供最大的事后盈余。

根据这一思路，哈特提出了一系列的实证假设。具体而言，第一，有重要投资决策的一方应该拥有所有权。例如，在通用汽车公司和费舍公司之间，前者应该拥有所有权；在合资企业中，投资大的一方应该拥有所有权。第二，高度互补的资产应该放在一个统一的所有权之下。电力公司和煤矿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第三，独立的资产应该单独所有。

科斯在他的经典之作《社会成本问题》一文中提出这样一个基本观点：在没有交易成本的前提下，在双方经济往来中，甚至在双方有争议的情况下，只要界定好双方的所有权，他们就可以通过讨价还价达到最优效率的分配方案。哈特的合同理论向前推进了一大步，提出了具体的产权形式和一个完整的理论框架。许多经济学家认为这一理论走出了交易成本理论和新古典经济学。但是，有些经济学家提出哈特的不完备合同理论中的问题都可以在新古典的框架中解决。另外，有些经济学家在研究中发现，不完备合同理论中的许多实证假设都没有经过严格的实证检验；与此相反，威廉姆森的一些基本命题都在实证研究中得到验证。

组织内部的契约关系

在讨论了有关合同关系的基本经济学思路后，我们可以进一步看看有关的具体领域。经济学家从合同关系的角度研究了组织内部的雇佣关系（参见Parsons，1986）。从合同的角度看组织内部关系，一方面我们看到许多劳工关系是建筑在正式合约之上，受到法律保护。但更重要的是，雇佣关系是一种典型的委托—代理关系。因此，我们上面讨论的不完备合同问题和激励问题在组织内部同样存在。我们在第六讲中讨论过这些问题，这里就不赘述了。

在这里，我想特别强调的是隐性合同这一类情形，这和社会学的思路十分接近。隐性合同或非正式合同是双方的一种理解（understanding），不是用文字写出来的。举例来说，大家知道所有企业工资的增长曲线一般都是开始比较低，然后随着工龄增长。但从一个人对企业的贡献来讲，通常是前期贡献大，后期相对较小。为什么老工人的工资高呢？经济学家认为，这里有一个隐性合同存在。在企业刚雇佣你的时候采用了鼓励你在企业长期待下去的激励，你的工龄越长，给你的激励越高。这样，虽然你的起点工资低，但你有一个预期，工作时间越长，将来的工资越高，所以这里存在一个隐性合同。否则工人为什么会选择工资起点低的工作呢？对喜欢跳槽的人来说，他们宁愿选择那些一开始是高工资起点，但后来的工龄工资增长很慢的工作，这是因为他们经常换工作，所以工龄工资增长快慢对他们影响不大。另一种情况是效率工资，即人们得到的工资远高于劳动力边际成本，例如现在很多外资企业给的工资很高，而这些公司本来不用花那么多钱也可以吸引到这些人去工作的。效率工资的目的是提高激励强度，即给你的工资远高于边际成本，但有一个隐性合同的期待：你要竭尽全力地工作。否则，一旦被解雇，你的损失就会非常大。隐性合同虽然没有写在文字中，但同样具有约束作用。一旦一方违反这些期待，就会导致劳工纠纷或工人的消极抵抗。

我们在这一讲开始时提到雇佣合同的不对称性：员工辞职容易，而企业开除员工困难。现在，我们可以从经济学角度加以分析。这个合同形式反映了双方风险态度的不同。经济学有关风险分配的一个基本原则是，风险分配应该与合同各方承担风险的取向成正比，即哪一方能够承担更大的风险，他就应该承担相应比重的风险。大企业和一个工人之间签订合同，双方对风险的态度是不一样的。在合同设计上要将这些风险取向考虑进去。工人通常是风险规避性的，一旦劳资关系出了问题（如失业），他的生活着落会受到很大影响。但是，大企业通常是风险中性的，因为企业的拥有人（股东）可以把风险分散化。因此，企业所有者应该承担最大的风险，而工人应该承担小的风险。这种风险分配反映在上述的雇佣合同中：资方承担最大的风险（不能任意解雇工人），而工人承担的风险微小（可以随时辞退工作）。

企业间合同：一些实证命题

英国经济学家莱昂斯（Lyons，1996）做了一件有益的工作。他把经济学理论中对企业间合同的讨论整理了一番，推论出了一系列实证命题；然后他把有关这些命题的实证研究工作结合起来进行对比；他的文章涉及了“理论—实证命题—实证资料”这三个环节。他把经济学关于合同的很多讨论归结为两个理论思路：一个是信息经济学的思路，关心的是风险与信息问题：例如环境不确定性与风险分配问题、对对方努力程度的监督，等等；另一个是交易成本学派和不完全合同理论的思路，关心的问题是专门化的投资和合同的执行。

莱昂斯从这两个理论思路出发，阐述了这些理论的假设，提出了一系列实证命题，然后指出已有的研究工作中哪些命题已经得到证实，哪些尚没有实证研究。例如，在考虑合同环境的不确定性（复杂性）时，他根据效率机制提出这样两个命题：①在充分竞争市场上，有关标准化产品的交易的合同通常是非正式的，这是因为在标准化产品情形下，不存在专业化投资，交易风险很低，无需正式合同的保障；②因为制订合同是有成本的，合同的内容应该是尽量简单的，而不会无谓地复杂化。另外，他从风险分配、对努力的激励、对专门性投资的保护和非法律性的执行机制（Enforcement）方面提出了一系列的实证命题，并讨论了实证研究对这些命题的检验。这篇文章的最大好处是把经济学中关于企业间合同的基本思路和基本理论与可以验证的实证命题结合起来，给人一个简要明了的综述评价。如果读者有兴趣了解经济学在这个领域中的主要实证假设和实证研究状况，这篇文章可以提供一个脉络索引。

我在读了这篇文章后的感慨是希望我们组织社会学的研究在不久的将来，通过理论思路的严谨化和实证研究的积累，也可以提出类似的理论逻辑明确、实证意义清晰的命题和建筑在理论基础上的研究成果。

社会网络与合同关系

社会网络理论的研究工作没有在合同关系的框架中进行，但是它的许多研究都与人际或组织间的双边关系有关。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讨论一下社会网络理论的基本思路对研究双边关系的意义。我们先看几个例子。博特认为网络对企业内部的升迁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他的“结构洞”思路提出，人们不重复的信息源越多，就越容易得到升迁。与博特的“结构洞”思路不同，波多尼和拜伦的研究（见第六讲）认为在一定的条件下，人们的网络关系密度越强越容易得到升迁，这是因为企业内部存在着影响升迁的核心团体，他们本身形成内部的认同，关系越密切，社会期待就越强。如果一个雇员与这些核心团体有密切的、重复性的网络关系，就越容易得到升迁。内部升迁实际上是雇佣关系合同的一个组成部分。雇员一旦进入公司，就与公司建立了一个隐性合同。而网络机制可以使得雇员更快升迁。因此我们可以把网络机制看做影响合同执行的重要因素。乌泽从关系网络的角度解释了贷款的获得和贷款利息的高低，贷款实际上就是一个经济合同问题。

如果说交易成本学派认为合同的形式、内容和执行过程因交易成本而异的话，那么社会网络学派认为每个人所处的社会网络和网络中的地位差异也会导致合同的形式、内容和执行过程的差异。反过来讲，如果这些和个人的社会网络无关，那么就说明网络理论对合同没有任何解释能力。

如果把这些例子抽象出来考虑，关系网络起作用的机制是什么呢？①网络关联提供信息、资源和竞争优势；②网络关联提供群体认同和群体归属感，增强竞争优势。博特认为网络关系是信息问题。例如银行信贷员得到了有关借贷者的信息，就可以做出贷款的决定了。同时，在关系网络中也存在着期待。就贷款而言，银行和借贷者建立网络关系以后就产生了信任，促成了贷款的决定。我们怎样分析社会网络关系呢？首先，从网络的形式来看，网络本身的结构会影响到合同的关系；每个企业在网络中的地位也是不一样的，这也影响到它与其他企业的合同关系。其次，就网络内容而言，网络关系的属性，比如朋友关系、同事关系和经济利益关系，都可能会影响合同的形式。

社会网络理论的思路和交易成本学派或者经济学的思路的关系是什么呢？比如，在网络结构中的地位与合同的形式、内容之间的关系，是否由经济主体的不同经济利益造成的呢？如果按照社会网络的思想，在同样的网络和同样的结构位置的前提下，其合同应该是一致的，这和经济学的思路是不是同一个逻辑呢？在网络学派中，存在两个不同的思路。第一个思路认为网络是功利性的，另外一个认为网络具有内嵌性。在我看来，网络功利性的思路与经济学的效率机制是一致的。在这里，效率机制是基本的因果关系，社会网络是实现效率机制的一种手段或工具。也就是说，如果有比网络更为有效率的组织形式，那么组织就会择优而取。但是，社会网络的内嵌性观点认为，网络结构是一个客观存在，制约人们的选择和取向。因为有了社会关系从而改变了经济关系，经济关系随社会关系的不同而变化，经济合同内嵌在社会关系中。因此，网络基础上的行为与市场基础上的行为并不总是一致的。

我们简单提及几个从社会网络理论角度研究组织间关系的工作。有一项研究（Gulati and Gargiulo，1999）从社会网络的角度研究了企业间战略结盟的现象。作者们提出组织间的相互依赖（互补性）和网络的内嵌性导致了战略结盟的出现。他们的实证研究集中于三个产业（新材料、工业自动化、自动化产品）在九年期间的战略结盟状况。他们用一系列指标来测量社会网络：①关系内嵌性（双方有直接往来）；②结构内嵌性（双方有共同合作者）；③地位内嵌性（网络结构地位的相同性）。他们的研究发现：以前的战略同盟关系影响现在战略结盟的伙伴选择；而新的战略伙伴又影响了已有的关系网络。因此这是一个内在演变过程。他们发现以下因素影响新的战略伙伴的建立：组织间的互补性、以前的合作关系、共同的第三者合作关系以及在结盟关系网络中的结构地位相同性。

另外一项研究（Sorensen and Stuart，2001）分析了风险投资和高科技公司之间的关系。这项研究的思路是：网络地位决定了投资公司和高科技企业之间的关系。研究的结果发现，风险投资主要在一个区域内部或附近地带进行。就是说，投资取向受到关系网络、信息网络制约。但是，在一个领域的关系网络中占有战略位置的风险投资公司更可能在空间遥远的公司投资。这意味着，网络地位有助于克服市场边界的约束。

我们可以看到，社会网络研究的这些工作虽然没有直接讨论合同关系，但是它们着眼于组织间双边关系的特点，有利于我们认识实际运行中的合同关系。

文化制度和契约关系：日本纺织业的启示

合同关系和制度环境有什么关系呢？英国社会学家多尔（Dore，1983）通过对日本纺织业的社会学分析，提出了一系列有关文化制度影响经济交易形式的观点。多尔的观察是这样的。在纺织工业发展过程中，起初的生产组织形式是家庭作坊。随着大工业的出现，许多国家（如英美）不再采用这种方式，而是实行工业化的集约生产，在日本也是如此。但是20世纪80年代后，日本的纺织业（编织业）又从集约化生产退回到家庭作坊的组织形式去了，即生产活动由许多小型家庭作坊进行，通过收购者加以协调。在日本为什么会重新起用这种家庭作坊的组织形式？

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个转变是从组织机制转化为市场机制，但这里也有着社会网络关系和制度环境的因素。例如，从社会网络关系来看，收购者和家庭作坊之间存在稳定的关系，这种社会关系的内嵌性影响了经济运作方式的差异。多尔特别强调这是文化上的差异，不是个体之间的差异。在日本文化里，企业间大多实行关系合同，保持长期关系，类似于“大家庭”内的关系，合同内容不断地、非正式地加以修正。不平等地位企业间的关系合同有着道义上的承诺，在经济好坏时期的得益或损失应该分享。在遭遇损失时，弱地位一方受到负面影响更大，但是强地位一方不应该利用地位逼人太甚。在平等地位企业间则保持着稳定的、互为制约的关系网络。

在这个基础上，多尔提出了一个文化价值观念的解释。多尔认为在日本的文化中存在着一种社会期待，使得人们很少有投机行为。合作伙伴对对方有着相当的责任感，而不是对社会的责任感和泛化的承诺。因此个人之间、企业之间关系的交易成本非常低。这和经典社会学思想不同。涂尔干提出，人们之间的问题冲突需要通过宏观社会制度（法律）解决。但是在日本，合同中的问题通常通过双方之间相互的协调解决。这样的交易方式可能损失了新古典经济学意义上的资源配置效率，但可能在其他领域中提高效率。例如，合同双方的默契合作可以导致生产过程各个环节的紧密配合（例如，Just-in-time的供货制度），提高在资源分配领域之外的其他领域中的X—效率。在这个意义上，表面看来是稳定的社会网络机制决定了企业间的合同关系，但从更深层来说，这种企业间双边关系是由一个社会的制度环境和文化观念制度所塑造的。

转型社会中的企业间合同关系：一个比较研究

在这一节里，我们讨论一个有关中国社会里企业间合同关系的具体研究。这是我和清华大学的李强教授和中山大学的蔡禾教授在几年前一起设计的一个研究项目。后来，我的学生赵伟参加了资料分析和论文写作。在这个研究中，我们从社会网络学派、制度学派和交易成本学派的比较理论研究角度来分析这些不同机制在企业间关系上的作用。这个研究在2003年发表在《美国社会学评论》上。

研究背景

我们在阅读经济学近年来的研究工作时不难发现，许多研究涉及了传统的社会学课题，我们在下一讲中谈到的声誉制度就是一例。我们上面讨论过，合同是一个典型的市场经济现象，合同问题是经济学的一个热门话题。但是麦考利的研究表明，合同的执行在很大程度上不是一个法律问题，而是一个社会关系问题，是非正式的社会网络连接问题。他的这个见解非常独到，可惜在麦考利的研究之后无人问津这个领域。在这里，我们也想“越俎代庖”，涉猎经济学的研究领域和研究课题。

我们的这个研究是想继续麦考利的研究思路，进一步看看企业间合同关系的制订和执行中的特点是什么，并尝试从比较理论的角度提出一些解释。在2000年的一段时间内，蔡禾和李强两位教授恰好先后在杜克大学访问。我们对有关的研究课题、研究设计、资料收集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此后，我们在北京和广州两个城市进行了抽样调查。不少人大、清华和中山大学的学生参与了资料收集工作。

那么，这个研究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当时有两个粗略的想法。第一，我们意识到合同问题在经济学界讨论得热热闹闹，而且麦考利以前的研究工作告诉我们，合同执行过程中有社会因素，因此，我们试图从社会学角度参与讨论这一现象。我们想看一看社会学的解释逻辑对一个典型的经济现象有多大的解释能力。这是我们从已有文献里得到的启发。当然，我们是想通过一个比较理论分析的角度来进行这项研究。

第二，我们想通过这个项目来研究中国在改革期间企业间关系演变的状况，为认识中国的改革道路做一些贡献。在中国转型社会中，合同行为是个很有意义的新型经济制度。改革前，企业间资源流通主要是通过国家权力机构的行政调配，可以说在计划经济的时代，中国经济领域中没有经济合同这个概念和制度。在这种背景下，企业和企业之间的关系较少起作用，它们主要是通过政府的行政调配命令联结在一起。在改革过程中，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弱化了，而企业之间的关系加强了。经济合同应当成为一种企业间关系的重要经济制度（见图25所示）。我们的问题是：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制度，企业间合同在中国转型社会中有哪些特点？我们应该如何解释这些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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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5 中国转型社会中政府与企业关系的演变

一个比较理论的框架

经济合同是企业间有关产品或服务交易的跨越时间的规定。在即时市场上，人们的买卖关系是比较简单的，双方的交易关系随着买卖交易的结束而终结。合同关系与之不同，它涉及有关未来经济行为的预期。合同中的交易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分离会产生许多问题：专门性投资问题、要挟问题、信息不对称问题，等等。

合同关系是一个十分适合“比较理论分析”的课题。合同是一种司空见惯的经济现象，一种有着普遍意义的经济制度。我们知道，任何一个合同都是关于一笔经济往来活动的协议。可以说，如果没有经济交易，两个企业之间是不会发生合同关系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企业间合同是最为典型的经济关系。同时，我们从麦考利的研究和我们的日常生活观察中知道，合同本身也是一种制度现象，需要制度环境来保障，而且在合同的制定和执行中渗透了社会关系。因此，我们可以从比较理论研究角度来解释、分析企业间合同这一现象。我们这项研究的一个理论任务是比较我们讨论过的三种机制——交易成本、合法性和社会网络关系——对企业间合同关系的作用。

在讨论具体的理论问题之前，我们首先考虑一下经济合同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组织形式。按照威廉姆森的看法，交易行为可以分为市场和等级制度两大类型。那么合同是接近市场还是等级制度的组织形式？我们研究的企业间合同主要是产品或服务的交易，通常是短期的，在几个月到几年之间。因此，我们研究的这种经济形式更为接近市场活动。

那么，这种经济交易形式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我们用图26说明。在合同签订前会遇到的主要是寻求合作伙伴的问题。一家公司可以通过市场机制（即按照其他公司以往的市场表现）来搜寻合作伙伴。在这里，公司面临着对方可能隐瞒信息的所谓逆向选择问题。也就是说，每家公司都想把自己的能力、条件说得更好一些，以便得到订单。在签订合同后是执行合同的问题。就是说双方是否认认真真地执行了合同规定的条款。比如我要的产品需要有很多年的时间才能供货，在这个过程中对方是否忠实履行合同规定？另外，如果我的产品采用了新的技术而由此产生了利润，这些新的利润应该如何分享；等等。在这里，企业间关系发生了一个大的变化。合同后的关系就是稳定的双边关系，而不再是市场关系了。这种关系比较接近于稳定的组织，关系变得密切，具有专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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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6 经济合同及其面临的问题

大家可以注意到，我们上面提出的问题大多是从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中出发的，许多问题是我们在第二讲中讨论过的。为什么我们没有从社会网络关系或制度环境的角度提出研究问题呢？这是因为这两个理论流派对合同现象没有形成一整套的理论逻辑和研究课题。这就是理论的力量。它像舞台上的灯光，将某些问题突出放大，吸引我们的注意力。当我们通过不同的理论逻辑思维时，我们就注意到了不同的问题，或者对同一问题有了不同角度的看法。当然我们一旦聚焦在合同现象上，我们可以进一步考虑社会网络理论和制度主义理论对解释这一现象的命题和实证意义。下面，我们从这三个解释逻辑角度来讨论企业间关系问题，考虑一下交易成本学派、社会网络学派、制度学派研究企业间关系的有关基本命题是什么。

我们可以首先把这三种机制的基本思路表述如下。从交易成本学派的角度来看，企业间关系为交易成本所决定。因此，具体的交易是基本分析单位。具体说来，合同的内容、形式和执行过程应该和该项交易的特点相关。例如，一项交易的合同形式和内容在没有风险和有风险的情形下是不同的。即使在同一个组织背景下，或者同一合作伙伴的情况下，不同交易的合同的形式和做法也应该是不同的。

从社会网络学派的思路来看，合同的内容和形式与企业在社会网络中的位置有关系。社会关系不一定是因为合同建立起来的。我们可以考虑这样的可能性：不是由于合同而建立起关系，而是因为关系从而建立起合同。因此，合同的形式和内容可能因为不同的网络关系基础而不同。另外，社会网络可以提供更为可靠的信息，可以维系稳定的双边关系，从而减少合同中交易的风险。因此，具体的合同形式、内容和执行过程应该与企业的网络关系相关。

从制度学派的角度看，合同问题的一个重要维度是企业和环境之间的关系。环境对企业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合法性机制起作用，表现在法律制度、社会规范和社会共享价值观念对企业行为的压力，迫使企业不得不接受某种广为接受的形式或做法，或模仿其他成功的组织。从这个逻辑出发，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的命题：在相同的环境里，企业的行为会表现出趋同性；而不同的制度环境会导致不同的组织行为。比如公有制企业、私有企业、外资企业所面临的制度环境可能是不一样的，所以可能会有不同的企业行为。

现在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三个理论逻辑之间的关系。一种是平行的关系，即三种机制都在起作用，它们之间互相独立；另一种可能性是互补关系，例如网络可能会降低交易成本，因此社会网络关系和效率机制之间有着互为因果的关系或互补关系；还有一种可能是相互竞争的，即一种机制的增强导致了另外一种机制的削弱。举例来说，一些可以降低交易成本的行为可能是违法的行为，它们符合交易成本逻辑但是触犯法律，违反合法性机制。我们也可以想象相反的情形。在我们考虑的企业间合同问题上，这些机制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呢？由于在这个领域没有很多的研究活动，我们无法根据已有文献提出猜测，只有在下面讨论具体的问题时，这些关系才能明朗化。

实证假设

在这项研究中，我们集中于三个实证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一家公司是如何选择合作伙伴的？我们在上面讨论过，这是合同关系中一个基本的现实问题，也是一个重要的理论课题。第二个问题是，合同的内容和形式是什么样的？这是威廉姆森思路的中心问题，即不同的交易成本会导致不同的合同内容和形式，例如风险大的交易应该有防范措施以降低交易成本。具体说来，我们的问题是：合同中是否有关于交易的规格、质量、交货时间、防范措施的具体规定，这些内容是通过正式的还是非正式的方式规定下来的。第三个问题是合同执行问题，即双方在签约后是如何执行这一合同的，是如何维持双边关系的。当然，在此之外，我们还可以提出许多其他问题，但是我们的这项研究集中分析这三个问题。

下面，我们讨论这些不同的理论解释逻辑在这三个问题上的意义和实证命题。我们首先看一看合作伙伴的问题。一家公司在考虑购买一项产品或雇佣一项服务时，它必须选择一家提供产品或服务的公司，建立一个合同关系。一家公司如何搜寻合同伙伴的行为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角度，来了解、分析一个组织的搜寻活动背后的机制是什么。另外，寻找合作伙伴的不同方式和方向也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在中国转型过程中，在不同企业组织中信息分布的特点。

由于对方可能隐瞒信息或有其他投机行为，我们可以想象企业会调动各种资源来寻找可以胜任且可以信赖的合同伙伴。在中国企业的背景下，我们考虑两个因素：第一，不同的搜寻方式有着不同的成本代价。例如，市场信息是公开的、廉价的，但同时可能有效性不大，因为所有人都可以得到同样的信息。通过社会网络得到的信息可能是很有价值的，但是通常成本昂贵。因此，不同公司在选择这些渠道时必须考虑成本问题。第二，不同类型的企业有着不同的信息渠道、不同的关系地位，因此它们使用不同渠道的成本也是不同的。例如，国有公司可能与政府部门关系密切，比较容易在经济交易中借助政府力量。而私有企业可能在以往的经济活动中已经建立了自己的关系网络，使得它们在利用这些关系搜寻新的合同伙伴时成本低廉。因此，企业的不同产权类型可能反映了不同的制度渠道和成本代价。在这里，制度学派和交易成本学派的思路与下面的这个实证假设都是一致的：

H1a.企业寻找合作伙伴的方式因产权制度而异。国有企业更可能使用制度化的渠道（如政府支持或公开信息渠道）寻找合同伙伴，而私有企业更可能使用特殊渠道（例如，社会网络）寻找合同伙伴。

交易成本学派在这个问题上还可以提出更进一步的观点。由于每一个合同的收益和风险不一样，所以企业在寻找合同伙伴时的投资也不一样。如果是一个风险比较大的合同，那就需要花费大的气力寻找可靠的合作伙伴。所以交易成本学派的观点是：

H1b.如果合同中的交易风险越大，依赖性越强，那么就越可能使用特殊性搜寻渠道（即社会网络关系）。

下面，我们讨论第二个问题：合同的内容和形式。首先，一个合同可以是十分详细、包罗万象的，对这项交易的方方面面加以规定；但也可能十分简单，许多方面都没有规定。其次，一个合同可能是正式的、有文字记载，甚至经过公证的，但也可能是非正式的口头协议。是什么机制决定了这些合同的内容详略、正式与否呢？交易成本学派的观点直截了当：这些合同的内容和形式因交易成本而异。具体说来：

H2a.合同的详略和风险关系成正比。交易的风险越大，依赖性越强，合同的形式就应该越详尽、越正式。

但是，社会网络理论指出，合同的最大问题是信息问题。借助社会网络关系建立的合同关系可以得到有关合同伙伴的可靠信息，有利于维持稳定的双边关系，因此可以降低交易风险和成本。在这里，社会网络理论的解释逻辑与效率机制是一样的，社会网络起到了降低交易成本的作用。因此，我们可以提出下面的实证假设：

H2b.通过社会关系网络建立的合同比通过公开市场建立的合同关系更为简略，更为非正式。

制度学派的思路认为，合同是一种制度形式。合同的形式内容受到制度环境的制约。根据制度趋同性的思路来看，在相同的大的制度环境内部，合同的规定应该是相同的；而在不同的制度环境中，合同应该是不同的。在中国社会里，政府是制度环境的主要源泉。企业在考虑采取什么样的合同形式时需要考虑合法性机制的作用。如果企业违背了合法性基础上的做法就会碰到困难。例如，如果政府规定国有企业必须使用正式合同，而这些企业没有使用正式合同，那么它们就会在合法性上受到质疑。那些对政府管制敏感的企业，它们的合同形式应该是相似的；反之亦然。这个逻辑可能有两种不同的实证意义：其一，不同类型的企业有着不同的制度环境，它们的合同形式也可能不同；其二，如果不同类型的企业都处在同一个大的制度环境中，那么它们的行为也应该十分相似。我们从制度学派角度可以提出下面的两个实证假设：

H2c.与制度环境有密切关系的企业（如国有企业）比关系松散的企业（如私有企业）更可能采纳详尽的、正式的合同形式。

H2d.因为转型过程中国家权力的重要作用，所有的企业都面临类似的制度环境，都可能采纳正式的合同形式。

我们现在讨论第三个问题，即签约后双方是如何维持合同关系的。具体说来，我们考虑双方的社会交往活动在执行过程中会有哪些特点。从交易成本学派的解释逻辑，我们可以推论出一个明确的回答：社会交往是一项经济交易的投资。社会交往活动是有成本的，陪同客户、交往客户需要资源和时间。因此，缔约以后的社会交往强度和这个交易面临的风险成正比。合同中的交易风险越大，社会交往活动就越频繁。

H3a.社会交往活动的强度与交易风险成正比。

网络学派的解释逻辑是不同的。格兰诺维特曾经提出，人们的经济关系可以转化为社会关系，而社会关系也可以转化为经济关系。我们可以想象，合同双方可能在事前就已经有了良好的社会关系。合同往来给了他们进一步加强这种关系的机会。因此，我们提出：

H3b.如果合同是通过社会网络建立起来的，那么缔约后社会交往强度大于通过其他渠道缔约的合同。

制度学派会认为，不同的所有制关系影响到企业对社会交往关系的投资。一个普遍的看法是，国有企业对经理和员工激励不足，导致人们对工作的责任心不足。因此，一种可能性是负责合同关系的经理不太关心社会交往活动。与此相反，私营企业通常有很强的激励，愿意花费很大的力气去处理社会交往的问题。因此：

H3c.缔约后社会交往的强度因产权类型而异。具体说来，私有企业中的社会交往活动更为频繁。

我们这个研究的目的不在于提出创新性理论，这个领域中已经有了许多关于企业合同的理论思路，但是，很少有人在这个领域中做过实证的研究。我们主要是研究这些理论思路对解释合同关系的实证意义。我们的目的是，从比较理论分析中发现不同理论的解释力度和适用条件。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可能发展出新的理论观点，提出新的研究课题。

研究设计

我们提出了理论问题，讨论了不同理论解释逻辑对这些问题的实证假设，那么我们下一步工作就是在实证基础上对这些研究假设进行验证。我们要根据我们的研究目的提出一个研究设计。

我们首先考虑一下我们应该做个案研究还是做统计研究。个案研究的好处在于可以把合同中很多具体因素考虑进来，进行深入和细致的分析。它的缺陷是，每一个合同都有特殊性。我们想从中提炼出普遍性的因果关系比较困难。而统计分析有利于发现不同现象间的统计关联，进而可以帮助我们检验理论或提出新的问题。当然，最理想的做法是两者的结合，在问卷之前先做个案，然后设计问卷。我们在收集问卷资料之前曾经进行了个案访谈，加深我们对有关问题的了解。但是，我们以下的分析主要建立在统计分析之上。我们的实证分析使用了我们于2000年前后在北京、广州两个城市收集的六百余家公司的八百余份合同资料。我在这里就不多谈资料收集情况。有兴趣的读者可以阅读我们文章中有关的说明。

我们在上面讨论理论思路和实证假设时提出了一系列的概念，例如正式合同、非正式合同、交易的风险、依赖程度、社会交往的强度，等等。我们在研究设计中必须将这些概念操作化，将它们变成可以测量的变量指标，这样才能收集资料和进行统计分析。我们下面介绍这些概念操作化后的变量。

因变量

我们在上面提出，要研究企业间合同的三个方面，这些是我们需要解释的变量，又称因变量。

1.搜寻合同伙伴的途径。我们在问卷中询问被访者，在达成这个合同关系时，他们公司使用了那些渠道？我们给被访者一系列的渠道选择：①市场信息（例如广告、行业资料、市场表现）；②关系网络；③同行推荐；④自己闯；⑤政府引线。公司在寻找合同伙伴时可能使用了不止一个渠道。我们进一步询问，在这些渠道里面，哪一个渠道起的作用是最大的。我们的分析的因变量就是对这个问题的回答。

2.合同的内容以及正式或非正式性。我们询问所签合同是否包括以下内容：①数量规定；②价格规定；③质量规定；④规格规定；⑤交货日期；⑥防范措施。如果有这些内容，我们询问这些内容是非正式的（没有此项规定或口头协议），还是正式的（书面的）。

3.社会交往强度。我们询问了合同双方在缔约后是否有以下的各种社会交往活动：一起吃饭、帮助办理私事、有病探望、聚会、一起娱乐、节日互访、一起开行业会议，等等。如果有该项活动，我们进一步询问这一活动的频率：没有、偶尔、经常、固定。我们将这些指标综合成为一个综合变量，用来反映社会交往的强度。

解释变量

我们现在考虑用来解释因变量的解释变量或自变量。我们有三组变量分别测量制度环境、关系网络和交易成本。

1.我们用企业的产权类型来测量它们面临的制度环境。我们基本的想法是这样的：每一个不同的所有制形式的企业所面临的制度环境是不一样的。例如，私有企业和国有企业面临的技术环境（市场环境）可能是一样的，但它们面临的制度环境可能是很不一样的，它们对政府管理的反映程度也是非常不一样的。中国大的改革环境是一样的，但国有企业、私有企业、外资企业的微观制度环境又是不一样的。制度学派关心的事情是什么样的行为是最好的；什么样的行为可以适应社会承认。我们划分了以下产权类型：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外资企业（含港、澳、台）、股份联营、私有企业。

2.关系网络的测量。我们询问了一系列有关合同双方的社会网络关系。例如，在签订合同之前与对方有没有任何往来？如果有往来，时间有多长？合同是否通过网络渠道而建立的？

3.交易成本的测量。交易成本最重要的问题是专门化投资的程度。有专门化的投资就产生了交易的风险。如果一项产品是给任何人都可以的，那么它的风险是最低的；而专门性风险的违约的代价是非常大的。所以我们在问卷里有很大一部分是问专门性投资的问题。我们用以下指标间接地测量交易风险：①公司同类产品的合同伙伴有几个；②合同的长短；③此项合同的交易额占公司同类产品总额的比例。在我看来，我们在这个部分的测量最为准确，这是因为经济学家对这个问题已经做了很好的界定和实证研究中的应用，为我们的实证研究工作提供了参考框架。

除此之外，我们还包括了一些控制变量，如公司所在行业、合同类别（如买卖、租赁、提供服务等）。我在这里不再讨论统计模式的问题。

研究发现

在这里我把主要的研究发现总结一下，有兴趣的读者可以阅读原文了解进一步的细节。

1.寻找合同伙伴的途径。不同的理论逻辑提出不同的寻找合同伙伴的渠道方式。在我们的分析中发现，利用个人关系（社会网络关系）途径的高达36%，而政府引线只占6%，说明关系网络在寻找合作伙伴上的重要性，而政府的角色并不重要。我们的另外一个发现是，交易成本变量对于寻找合同伙伴的途径没有显著影响：合同长短、合同额比例大小和合作伙伴的多少与选择合同伙伴的渠道没有什么关系。但是，不同产权的企业使用的搜寻渠道有着明显不同：私有企业最为可能使用社会关系最少使用政府引线，也就是说，社会关系对它特别重要。另外，外资企业寻找伙伴时的行为和国有企业是一样的，两者之间没有显著的区别。这意味着，外资企业和国有企业面临同样的制度环境。我们的基本结论是：①社会网络在搜寻合同伙伴过程中有着重要作用；②寻找合同伙伴的渠道与企业产权类型有着显著关系，这表明社会网络和制度学派的解释逻辑有一定的解释力。

2.合同内容的详略和形式。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有以下发现。第一，绝大多数的企业都倾向于使用正式合同。也就是说，不同所有制形式对合同内容（正式/非正式）几乎没有影响。唯一的例外是私有企业。它更倾向于使用非正式合同。这个结果说明什么呢？我们的解释是，这说明所有类型的企业（除私有企业外）都处在同一个大的制度环境中，因此它们采纳合同的详略和方式都有制度趋同现象。在中国社会，中央政府推行合同法和法律环境对企业合同有着普遍影响。第二，社会网络也有作用。例如，通过网络关系建立的合同倾向于非正式形式；合同前有网络关系的企业所签订的合约更倾向于采纳非正式的形式。但网络关系的实际作用程度并不是很大，对于合同详略和形式的解释能力有限，可以说在统计意义上作用显著，但在实际意义上作用微小。第三，我们发现交易成本变量对于合同的形式没有太大的作用。交易成本理论说，合同的内容和方式因交易成本而异，我们的实证研究不能证实这一基本命题。

3.缔约后社会交往强度。和以上的分析一样，我们来看社会网络、交易成本和制度环境对缔约后人们如何维持合同关系的影响。具体说来，人们如何从事缔约后的社会交往活动呢？在这里，我们发现：①企业的产权类型对于合同伙伴之间的社会交往强度没有显著影响。②如果合同双方在合同前有过往来，他们在缔约后的往来强度高于以前没有往来的伙伴。这与格兰诺维特提出的商业关系和社会关系互相转化、互相强化的观点是吻合的。③我们最为重要的发现是，交易成本变量与社会交往强度有着显著关系，而且和交易学派的预测完全一致。举例来说，合同额在总产出中的比重越大，社会交往的强度越高；合同的时间越长，社会交往的强度越高；同一种产品的合作伙伴越多，社会交往的强度越小。在我看来，这是文章中最有趣的发现。这说明人们在社会交往中的“投资”与合同的交易成本成正比。也就是说，合同伙伴间的社会交往是功利性的，目的是降低交易成本，降低交易风险，而不是因为社会关系交往而交往。

讨论

上面，我们比较详细地介绍了一项比较理论研究。那么，这项研究的意义和贡献是什么呢？第一，这种研究在已有的文献中没有人做过。麦考利的研究只是对公司业务人员的访谈；经济学家做的有关合同研究大多是个案研究，或者使用很小的样本。我们直接对合同内容进行分析，而且使用如此大的样本，这是前所未有的。从这个意义上，我们的研究填补了文献上的一项空白。

第二，在这个研究中，我们采用了“比较理论研究”的框架，对三种理论解释逻辑检验对比，并在同样的实证问题上对它们的实证假设加以检验。可以说，我们的研究设计让这些理论观点直接聚焦对话。以前的研究大多是公说公的理，婆说婆的理。经济学家只关心交易成本问题，社会网络研究学者只关注社会网络关系。我们研究中的不同理论思路比较研究是有创新性的。研究发现也十分有趣，说明了这些理论的互补性。没有一个理论是万能的，我们需要通过比较研究来发现理论的边界，发现不同理论的适用条件。我们以前说过，各类理论并没有对错之分，问题在于它是在什么条件下起作用的，在什么条件之下不起作用。

第三，我认为，我们的研究在变量的测量上有一些新的尝试和突破。我们对“社会交往活动强度”这一变量的测量和我们对交易成本不同角度的测量是以前研究所没有做过的，为我们研究这些具体问题提供了必要的工具。

当在一本学术杂志上读到一篇论文，我们常常只看到文章内的逻辑、表述和漂亮的图表。但是，一篇文章从开始做研究设计、收集资料、分析资料，到写作、修改、投稿、审稿、再修改，直到发表，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其中许许多多小的决定都对这个最后成品有影响。因此，下面我想简单地谈几句文章之外的话。

我在第三讲谈到每一项研究都需要有自己的定位，即这个研究对已有研究成果的贡献，做到有的放矢。但是，这并不是说我们一开始就清楚我们的具体目标。我们这些合作者在开始讨论这些问题时的目标只是几个大致的想法：与经济学的研究思路对话，了解中国转型社会的经济制度。具体的研究课题是在我们讨论问卷设计和资料分析时才进一步考虑到的。也就是说，具体研究课题的发掘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一蹴而就的结果。

研究过程本身也是由许多做法所组成的。例如，我们对这三个分析课题的选择是根据我们关心的问题和我们已有的资料决定的。我们选择了这三个问题后进行资料分析，发现了一些有趣的结果，所以最初选择的课题一直保留下来了。但这可以说是一个偶然的结果。通常在研究过程中，我们可能会在分析、研究中发现某些课题无法研究下去（例如资料不可靠、没有合适的统计手段、统计结果没有意思等）而改选其他研究课题。我们在刚开始这项具体分析时当然有一些关于研究贡献的希望，但是并不清楚这项研究的发现是否会十分有意思，会有多大的贡献。在一个新的领域缺乏已有文献作为比较的基础，这种不确定性尤其突出。我们在做了具体分析研究后才认定我们的研究工作有着重要贡献，值得向社会学领域中最好的杂志投稿。

读者通常看不到的一个方面是作者与审稿人在审稿过程中的互动。这个过程是十分重要的，常常对文章的内容（有时甚至是基本思路、分析方法）有着重要影响。在我们经历的审稿过程中，有一个审稿人提出，我们强调了制度趋同性现象，但中国社会的另外一个制度因素是不同类型的企业处在不同的制度条件下，与政府权力有着不同关系。他（她）还指出在改革之前中国企业之间已经有了频繁的平面交往，这也是制度条件之一。我们在修改过程中把这些意见结合进我们的论文中了。我们的这篇文章的审稿过程有三个来回，从投稿到最后被正式接受，历时17个月。

读者也许不甚清楚的另外一个方面是文章仍然存在的问题。最后发表的文章是经过反复修改后的成品，初稿中的许多问题都得到解决或纠正。但是，一篇文章即使已经发表了，也会有许多的问题和不足。例如，我们的这项研究中，样本不是随机抽样得到的，我们对制度环境的测定比较粗糙，我们没有考虑合同另外一方的信息，等等。这些问题有待于今后的研究加以改进。

进一步阅读的文献

经济学有关合约方面的文献已经被大量地介绍到国内学术界。例如，上海三联书店和上海人民出版社的“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中的《企业制度与市场组织》和《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收集了产权学派和交易成本学派的一些经典之作。易宪容（1998）介绍了西方经济学在合约领域中的研究工作。哈特等（Hart and Holmstrom，1987）对合同理论的经济学研究做了综述讨论。马斯顿（Masten，1996）收集了从交易成本角度研究企业间合同的实证研究。

合同关系的许多讨论与法律文献有关［参见戈登伯格（Goldberg，1980）和马克尼尔（Macneil，1978）的作品］。社会学在这个领域中的研究工作大多不是在合同关系的框架中进行的。汉密尔顿和比加尔特（Hamilton and Biggart，1988）讨论了东亚社会中企业的不同组织方式。斯廷奇克姆（Stinchcombe，1990）从宏观角度讨论了社会制度对合同关系的影响。20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学家做了一系列有关高科技企业间合同的研究。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进一步阅读周、赵、李、蔡（Zhou，Zhao，Li and Cai，2003）引用的研究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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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讲 声誉制度的比较研究

■ 需要解释的组织现象

■ 经济学的解释逻辑：声誉=信息

■ 一个社会网络理论的解释逻辑：地位=信息

■ 声誉：一个制度学派的解释

■ 几个研究课题

■ 小结

■ 进一步阅读的文献

需要解释的组织现象

我们在经济活动中经常可以观察到声誉（reputation）现象。我们在购物时注意到产品商家的品牌；我们在寻找工作时注意到不同公司的声誉；学生在选择导师、学校时也注意到他们的名望；等等，而许多企业花费巨额广告费来塑造自己的形象。这些与品牌、信誉、名望和形象有关的现象，我们在这里统称为声誉现象。我们仔细观察一下就会发现，经济领域里许多活动都与声誉现象有关，人们的许多活动都可以从声誉现象的角度加以解释。

为什么我们在市场上观察到“声誉现象”？为什么在社会生活、经济生活中会出现声誉现象？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在新古典经济学中，市场价格协调人们的行为；因此，在市场交易中不需要任何市场之外的制度设施。充分竞争的市场是不需要任何“非经济”的因素的，由此也没有声誉产生的空间。

许多声誉现象并不是直观明了的，需要认真研究才能解释。不同的社会领域有着不同的声誉分布，有着不同的声誉稳定性。例如，大学领域的声誉制度有一个广为接受的中心等级制度，即所有的大学都按类似的标准加以评定。但是，在音乐界，不同的音乐流派（古典音乐、民间音乐、通俗音乐等）有着明显不同的标准，形成了多元中心的格局。我们也可以注意到，大学和职业的声誉等级结构有着明显的稳定性，多年不变；而流行乐队的声誉则变化极快。我们怎么解释这些不同的声誉分布和稳定性呢？

韦伯这样说过：“如果人们的活动受到他人行为的影响并且受到行动者主观意义的影响，那么这些行为就是社会行为。”而一个人或一个组织的声誉恰恰是在不同群体和个人相互作用的过程和共同承认的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因此，声誉制度是一种社会现象，是一种社会制度。它与韦伯提出的“地位”（status）、“社会名誉”（social honor）的概念十分接近。虽然声誉现象是一个普遍的、重要的社会现象，但在近20年来社会学对这一现象却极少关注。例如，我们在《经济社会学手册》反映这一领域研究成果的综述论文中找不到有关这一现象的讨论和阐述。与此相反的是，经济学在近年来对声誉现象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这些研究发现声誉制度对市场的运作、对中世纪长距离贸易的维持、对社区社会生活以及政治过程都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今天，“声誉”已经成为一般经济学教材的一个基本分析概念（参见Varian，1994；Tirole，1988）。

在这一讲中，我们要讨论、研究声誉现象的三种不同理论逻辑和研究课题。我们关心的主要问题是：社会学和经济学在这一课题研究上的解释逻辑是什么？在这一基础上我提出一个制度学派的理论思路对这一现象加以解释。我们首先来看看经济学和社会网络学派关于这一现象的研究思路。

经济学的解释逻辑：声誉=信息

阿克罗夫的问题

我们回到第二讲中讨论过的阿克罗夫的“旧车市场”问题。在新古典经济学假设中，理性是无限的，信息是完备的，市场竞争是充分的。在这些条件下，竞争和价格等市场机制可以协调经济活动和交易，达到效率经济，而不需要任何其他的非经济机制。但是，我们在旧车市场上看到的是信息不对称性，即旧车的卖主比买者更了解这辆车的质量。这个例子有着更为广泛的意义。日常生活中的许多商品是“经验商品”，顾客只有在使用后才能知道它们的质量。例如，一瓶罐头在没有打开前我们不知道它的质量，我们在没有尝试一家饭店的饭菜前也不知道它的质量，我们在看一部电影之前不知道我们对它的满意程度。同样地，银行审查贷款申请，在没有和具体贷款者打交道前也不了解对方的项目情况和信用状况。类似情况在企业间双边关系中也同样存在。这些情形都有着一个共同的特点，即信息的不对称性。

信息不对称的条件诱发了投机行为。例如，高质量产品的制造成本昂贵，但它们的质量在顾客购买时常常无法直接观察到。因此，低劣产品的生产厂家有激励采取“打一枪就走”的策略：提供质量低劣的产品但假冒高质量产品以骗取高价，然后逃之夭夭。而顾客也预计到这一状况而拒绝购买高价产品。如此这般，高质量的产品就会无人问津，只能退出市场。这正是我们在第二讲中讨论的阿克罗夫的旧车市场困境。值得强调的是，价格和竞争等市场机制无法解决信息不对称性带来的这些问题。

在这里，组织制度和组织策略对解决这些问题起到了重要作用。在旧车市场上，我们看到一个稳定的旧车买卖公司可以有效地解决信息不对称的困难，因为稳定存在的公司可以利用过去行为的声誉向顾客表明自己产品的可信度，而且可以对卖出的产品实行“三包”等制度措施。这样，信息不对称性带来的投机行为问题可以得到缓解。因此，声誉成为解决信息不对称性问题的一个有效手段。这是经济学关于声誉研究的基本思路。

达斯古波塔的模式

经济学家达斯古波塔（Dasgupta，1988）以旧车市场为例对“声誉”现象建立了一个经济学的模型，从功利性角度解释“信任”的产生。在他看来，信任是一种商品，也就是说，人们只有在有利可图的情况下才会提供这种产品，而顾客必须付出代价才能购买到这一产品。我们给予对方“信任”意味着我们接受对方的承诺，而不加防范；但是，承诺必须有利益的保证，只有受利益驱使的行为才值得信任。在这个意义上，经济学家认为，任何没有建筑在实际利益之上的道德约束都是脆弱的。在国内经济学家中，张维迎（2001）将这一思路表达得最为明确。达斯古波塔从这个角度以旧车市场为例讨论了声誉产生的原因。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模型的基本想法，以便了解经济学关于这一现象的解释逻辑。

假设这是旧车车行的一个博弈。这个博弈中有两位成员：一位车行的推销员和一位顾客。推销员面临两个选择：诚实或欺骗；顾客面临两个选择：买或不买。在这个博弈中的信息结构是：推销员比顾客更为了解旧车的质量；而双方都知道这一点（共享知识）。我们还假设，推销员追求私利，有投机倾向。

我们首先假设这是一个一次性的博弈。在这一情形下，推销员与顾客只有一次交往的机会。随着这笔交易的结束，双方不再往来。这意味着，推销员可以欺骗对方但不会有任何不良后果。在这种情况下，推销员的最佳策略是能骗则骗。而顾客也知道这一点并对对方不信任，从而拒绝与该车行打交道。结果是，一项对双方都可能有益的交易却不能成交。这正是典型的“囚徒博弈”及其后果。

我们再考虑一下一个重复博弈的情形：假设推销员可以和顾客重复交易。如果此次交易成功，双方可以继续交往下去。如果推销员这次采用“欺骗”的投机行为，那么顾客从此就会拒绝任何交易。而且这个顾客可以把他的经历告诉其他顾客，从而影响其他顾客前来采购的可能性。在这种情形下，我们可以想象推销员在重复交易中得到的利益大于一次性投机的利益。因此，推销员有激励采纳“诚实”的策略对待顾客。而顾客也知道这一点并愿意进行交易。于是，该车行和推销员在利益基础上有激励建立“老幼无欺”的声誉，而双方的信任也正是建立在这个互利的基础上。我们在研究企业间合同时，询问企业经理的一个问题是，你怎样防范对方违约？通常的回答是，这项交易对他们有利可图，违约对他们没有好处：与这里的道理如出一辙。

这个研究的基本思路是：推销员对声誉（诚实）的投资取决于这一投资的回报高低。而顾客对推销员的“信任度”也取决于后者的利益是否有足够的激励来采纳“诚实”策略。从组织学研究的角度来看，克服投机行为、维系声望制度的一个重要机制是通过组织制度变“一次性博弈”为“重复博弈”。有的学者提出了这样一个观察：许多的社会设施起着变“一次性博弈”为“重复博弈”的功能，其实，我们周围的正式组织都有这样的功能。例如，集贸市场上设置固定摊位就是一例。这篇文章的数学模型和技术性细节浅显易懂，主要是在一组假设前提条件下，建立模型求出一次性交易和重复交易的收益差异，以便在两个选择之间加以比较。读者有兴趣的话，不妨找原文一读。克雷普斯（Kreps，1990）也提出了一个类似的思路。

几项重要的研究工作

在过去的20多年里，经济学对声誉现象从产品市场、资本市场到实验场景做了大量研究。下面，我们简要地介绍一下这个领域中的几个研究。克莱因和莱弗勒（Klein and Leffler，1981）从信号理论的角度提出了一个理论模式。我们在第四讲中已经讨论过，信号理论是经济学家斯宾塞在20世纪70年代（Spence，1974）提出的。其基本思想是，在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拥有信息的一方有时愿意通过某种方式发出信号以表明自己的能力。例如，求职者常常利用种种形式（言行举止、学历、经历）来提供有关自己能力的信号。而生产高质量产品的公司也必须采取类似的信号表明自己产品的质量。克莱因和莱弗勒的基本命题是，在不同质量产品并存的市场上，高质量产品的厂家需要一种信号以帮助顾客区别不同类型的产品。我们前面已经谈到这种信号有效性的两个基本条件。这里的基本思路是，对于不同质量产品的厂家来说，采用这种信号的成本必须是不同的，与其产品质量高低成反比。否则，如果每个厂家都可以采纳同样的信号，这个信号就不能帮助我们区分不同质量的产品了。产品“三包”的政策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不同质量的产品实行“三包”的成本是不一样的。高质量的产品极少有质量问题，所以产品“三包”的成本低；而产品质量低劣的厂家实行“三包”的成本很大，得不偿失，因而无法实行这一政策。在这里，产品质量和“三包”信号的成本成反比，从而使得高质量产品的公司愿意采用这一信号，而低质量产品的公司拒绝采用。正因如此，“三包”政策可以帮助顾客区分不同质量的产品。

根据这个道理，克莱因和莱弗勒进一步提出，高质量产品的厂家可以采取的一种有效信号是沉淀投资，即无法挽回的投资（nonsalvageable cost）。例如，精美包装、奢侈服务、高额广告费用这些做法代价昂贵，这些无法挽回的投资提高了“卖不出去”的成本。如果低质量产品试图模仿高质量产品来牟取高价，一旦被识破，其成本代价会十分昂贵而且无法挽回，是得不偿失。例如在奢侈品商店里，铺设红地毯，实行个性化服务等各种很好的额外服务，也是一种不可逆转的投资。商家花大力气经营这种气氛，其目的是要发出一个“高质量产品”的信号。如果顾客不满意这种产品，那么商家对于这些服务的投资将会浪费；因此低质量产品的厂家就不会采用这种信号。这样，这些做法就可以成为有效区分不同质量产品的信号。我们看到许多种类的酒都有精美的包装，茅台酒还有很复杂的防伪装置。市场上有各种不同品牌的矿泉水，有些品牌的包装十分讲究。“农夫山泉”矿泉水，瓶子的质量做得非常好，有成本不菲的防伪装置。为什么这些厂家要花这么大的功夫来做这些与产品质量本身无关的事情呢？一种解释认为，这是一种用来提高卖不出去的成本的手段。这些信号的成本很高，如果别的厂家要模仿这种产品，一旦被别人识破而不能销售，它的这种成本就变成了沉淀成本而不可逆转。因此，这一举措发出一个信号，说明自己的产品是高质量产品，不怕货比货，不怕顾客试了之后不买这种产品。

因为有了这些常常与产品本身无关的沉淀投资，我们可以预期高质量产品的价格高于其边际成本。克莱因和莱弗勒认为，这种高额利润可以解释为对“声誉”投资的回报。另外的一种解释是，高质量的产品开始不为人知，所以厂家采取低价出售的策略让顾客了解其质量。在产品的品牌建立起来后，厂家以高于边际成本的价格来弥补以前低价出售的损失（Shapiro，1983）。

关于信号这个思路我们还可以举一些例子。有一些大公司（如IBM）建立超出其需要的生产设施，即建立的生产规模大于实际需要的生产规模（overcapacity），因此长期开工不足，可能只开工70%，因为市场不需要100%的产品规模。一种解释是，这是决策失误造成的浪费。但另外一种解释是这种投资的目的就是要给别人一个信号，产家有决心在这个领域中垄断经营。它要发出一个信号告诉其他厂商，如果它们试图进入这个领域跟它竞争的话，它将会开足马力生产，达到充分竞争市场的规模，使得对方无利可图。

讲到这里，我想起不久前的一段经历。我在王府井一家商店里发现有很多用景泰蓝制作的小虫小鸟等工艺品，造型非常漂亮，然而包装的盒子却很简陋。我问售货员，为什么不能把包装盒子做得精美一些？回答是：工艺品本身的质量好坏才重要，外表包装不重要。大家想一下，顾客大多是工艺品外行，不可能真正了解景泰蓝的质量如何。换句话说，作为艺术品或工艺品的景泰蓝，它的价值是很难直接测量的。顾客如何知道一件工艺品的价值呢，当很多的景泰蓝摆在一起的时候，顾客如何去挑选呢？他需要一个信号帮助他分辨产品的质量好坏，而包装在很大程度上是这样一个信号。在日常生活中当我们买礼品送人时，之所以总是选择那些包装精美的礼品，正是因为这种包装发出了礼品贵重（质量高）的信号。

经济史学家格雷弗（Greif，1989）的研究在这一方面很有意义。格雷弗长期从事中世纪伊斯兰文化的群体和犹太教群体的贸易活动的比较研究。在1989年的这项研究中，他试图解释在中世纪南欧与地中海地区长距离贸易中厂家雇佣他人从事长距离销售的做法。在中世纪末资本主义刚刚兴起的时候，商人主要集中在欧洲南部，他们的很多货物要运送到很远的地方去卖，我们称为长距离贸易。在长距离贸易中，厂商需要找代理人来运输、买卖，代理人可以从中分成。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在中世纪，不像我们现在拥有传真、移动电话等很多通讯技术，可以随时了解对方所做的事情，当时只能通过写信来传递信息。当时的情况是，一个人出去可能几个月、半年，甚至更长时间杳无音信。路途中还会有各种不确定的因素如强盗、战争等。这种贸易有着很多困难，什么样的机制才使得这种长距离贸易维持下去呢？这是一个委托—代理关系，其中信息是不对称的。第一，销售商的表现因为长距离贸易的困难而无法测量；第二，销售人员对价格、市场状况比厂家有着更多的信息，因此有激励采取投机行为。在货物买卖执行的过程中，厂商对代理人的表现格外难以把握。在这个具体的情境下，代理人是否尽力，是否会卷款而逃，或者代理人是否会不承认收到货物等，厂商都无从得知。另一个困难是，这种合同几乎不可能在法律上得到保障，因为没有人可以提供让法庭可以接受的确凿证据来证明一笔生意的失败是代理商失职所致，还是因为路盗抢劫或战争、天灾等原因。

格雷弗的研究提出，当时有两个机制解决了这些困难：一个是声誉机制，另一个是多边惩罚机制。当时的厂商通过行会进行信息流通。行会可以增加信息的流量，通过各种途径使代理人的行为表现显示在大家的视野中。对采取投机行为的代理人来说，这是一个有力的制约。他的思路是，在长距离贸易中，委托—代理关系出现问题，然而又没有一个正式的制度比如法律来解决这些问题，正式制度在那种历史条件下也不可能产生，于是非正式的制度就应运而生了。格雷弗应用了经济学中效率机制的一个基本思想：如果有“效率”的收益，在没有相应正式制度的情况下（没有正式的法律制度），如果某种组织制度可以改进交易、提高效率，那么这种制度就会应运而生来实现这种经济效益。他提出的这种制度又称为“私立的法律制度”（private order），即由私立团体之间达成协议共同维护而形成的一种秩序，与由一个更高的公共权威（如政府、法律）建立的秩序的渊源、基础不同，但功能是一样的。举个例子来讲，在过去，政府一统到底，什么事情（包括社区建设）都是由政府来承担。我们可以想象，如果政府退出社区，社区就会发生诸如犯罪、卫生等各种各样的问题。按照这个思路，如果需要有某种制度来解决这些问题，让大家都得益，而政府退出不做这些事情了，那么就一定会有相应的（私立）制度应运而生来承担这些功能，这就是效率机制在发生作用。

具体而言，首先，在长距离贸易中，人们不可能依靠匿名的市场关系来解决这些困难，人们需要走出即时市场，建立一种身份（identity）。所谓身份，就是双方不仅仅是你买我卖的即时市场关系，而且还能够知道对方是何许人也，就像人们在一个社区中相处一样。这样，如果有人采取投机行为，人们就会知道是何人所为。其次，他们建立委托人群体的“统一战线”（行会制度），相互之间建立非常紧密的关系，形成了一个信息流通迅速的网络。在这些制度条件下，声誉成为一个有效的制约机制。如果一个销售商有欺骗行为，他的劣迹就会被广为告之，其他的厂家便都不与其合作。这样就产生了一种多边惩罚的效果。也就是说，代理人如果得罪了其中一个人，就会得罪整个群体，这对于一个代理人来讲代价是非常大的。

这种情形与达斯古波塔的解释逻辑如出一辙，反映了经济学的基本思路。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两种机制：第一是建立在利益基础上的信任和声誉的经济机制；第二是建筑在社会身份、宗教和社会群体基础上的社会机制。从这个意义上，声誉制度实际上是一种组织制度。这一思路在另外一项研究中也被进一步模式化了（Greif，Milgrom and Weingast，1994）。

我们现在可以概括一下经济学关于声誉的基本思路：在信息不对称、逆向选择、道德风险和不完全合同这一系列问题面前，市场和价格的机制无法正常运行，必须由其他机制取而代之。这里的中心问题是信息以及获得信息的代价。交易成本学派认为，信息的不对称性导致了合同的不完备性，从而诱发了“要挟”问题。在这种情形下，声誉成为解决信息问题的重要手段。声誉作为个人或企业的过去行为的印证，为与其交往的其他人或企业提供了重要信息，从而保障了未来双方合作的可能性。因此，声誉是解决信息不完备性和不对称性的一个重要机制。经济学家把声誉看做是一种资本“商品”，对其投资可以在未来得到回报。正是对这种“回报”的预期导致了人们对声誉的投资和维系。在旧车市场上，买卖旧车的公司如果有“老幼无欺”的声誉，人们就更愿意与它打交道，使它得以扩大市场，长远获利。因此，这一公司有激励对声誉进行投资，甚至放弃可以得到短期利益的投机行为。经济学的解释思路提出了声誉产生的微观基础，即人们追求私利的行为在一定条件下导致了声誉现象的产生。

讨论

经济学对声誉现象的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许多研究在一些领域中，对于某些现象的解释确有精彩之笔。但是，这些研究也有许多值得存疑的地方，对我们在这一讲开始时提出的问题并没有做出完全令人满意的回答。

第一，经济学研究把“声誉”放入传统的研究框架中，将其简化为“商品”，从经济利益的狭窄动机来解释声誉的产生。经济学把“声誉”变成一维性商品：高低（产品质量）、好坏（行为诚实、欺骗）、合作与投机。这样的模式化使得人们在考虑声誉投资的决定时可以简单明了。但是从社会学的角度看，这一角度忽略了声誉现象的重要社会基础。在实际生活中，声誉常常是多维度的，并不仅仅是客观信息，而是来源于各个社会群体中个人相互作用的社会评估过程。例如，中国的香烟等级制度（精品烟、软中华等）并不单单是个人或卷烟厂追求自身利益的结果，而是与中国社会的等级制度和人际交往方式有着密切关系。在法国大歌剧院观看演出的价值与社会中“文化品位”的分布有着密切关系。因此社会学的思路是解释声誉现象的一个重要角度。

第二，经济学认为声誉的产生在于对声誉投资的回报。但是，有关声誉投资的行为常常产生在信息匮乏的情形中，也就是说，这时人们恰恰无法确切知道声誉投资的回报的可能性。在这一情形下，人们如何知道“声誉”未来的成本或收益呢？例如，在低劣产品充斥的啤酒市场，我们怎么知道生产高质量啤酒（对声誉投资）将来一定会有回报呢？记得我在北京一家生产陶瓷用品的公司访谈时，他们告诉我这样一个故事。几年前他们与国外一家著名公司合作，引入一种名牌产品，质量很高，当然成本也比同类产品更高。但是，由于市场上低劣产品充斥且价格低廉，他们的名牌产品无法找到市场，不得不考虑下马。由此可见，对声誉的投资并不总是可以得到预期回报的。经济学的研究有以新的不现实的一组假设（声誉投资的回报）代替原来的一组不现实假设（信息对称性）之嫌。

第三，对声誉的投资还有其他的一些代价，经济学的理论模式尚未给予认真考虑。经济学家注意到了“不可逆转”的投资，超过竞争市场上的边际成本的代价，等等。但是，保持声誉需要稳定的行为和稳定的组织结构，这意味着组织对变化多端的环境的适应有着约束，行为者必须为此放弃其他潜在的机会。这种行为的稳定性与新古典经济学关于理性人不断追求最大化的前提假设的结合是很别扭的。以IBM的终身雇佣制为例。在20世纪90年代IBM的大危机前夕，两位著名经济学家把这一终身雇佣制视为是对其公司声誉的投资（Holmstrom and Tirole，1989：76-77）。但是，正是这一制度导致了知识的陈旧落后，失去了竞争性，使得IBM陷入了严重危机。福特汽车公司的“T”型车（T-Model）也是一个类似的例子。由此可见，单靠行为或产品的品质、特征并不能保障其成功。在环境不确定的条件下，这些特点恰恰具有极大的危险性。因此，经济学对声誉投资的解释并不总是经得起推敲的。这意味着，我们仍然需要考虑其他的解释逻辑。

一个社会网络理论的解释逻辑：地位＝信息

问题的提出

投资银行是美国金融界的龙头老大，其作用举足轻重。投资银行的一项重要业务是帮助公司筹措资金和在股票市场上市。这些业务活动的主要内容之一是投资银行对上市公司的能力进行评估鉴定。一旦这些公司的上市条件具备，这些投资银行便牵头拉其他银行伙伴入伙，为各自顾客认购上市公司的股票（原始股）。美国投资银行业的一个鲜明特点是有着一个十分稳定、众所周知的声誉等级制度。例如，在公司上市或发行新股票时，一家大的投资银行会率领其他银行伙伴认购其股票。这些活动按惯例刊登在行业杂志上，称为“墓碑”广告（tombstone advertisement）。这些广告上各个银行的排列是按照严格的等级制度实行的，类似于墓碑上的长幼座次序列，故得其名。这些银行的座次序列正是银行声誉等级制度的体现。那么，这一等级制度是怎样建立起来的呢？它的意义是什么呢？社会学家波多尼（Joel Podolny）在1993年的一篇论文中研究了这一现象。他的解释逻辑中引入了社会网络地位这一社会机制来解释银行业的声誉制度的产生。

社会关系网络的解释逻辑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在金融业的交易中充满了各种信息上的问题和困难。例如，许多上市公司并没有成型的产品和生产规模。对于一般投资者来说，他们很难知道这些上市公司的潜力。这里既有高度的信息不对称性（上市公司掌握的有关自己公司业务的信息比投资者更多），也有未来行为的不确定性（公司未来发展状况不得而知）。解决这一困难的手段之一是我们上面讨论的信号机制：投资者需要某种可以依赖的信号来帮助他们分辨不同上市公司的质量；而上市公司也需要某种信号来提供有关他们公司高质量产品的信息。

波多尼提出，一家公司在各个公司间社会关系网络中的地位正是这样的一个重要信号。一家公司与其他什么样的公司打交道常常是衡量该公司地位和重要性的标志。例如，一家高科技公司的产品被微软公司采用，这说明该公司的产品是高质量的。一家公司的产品配件如果使用了其他高地位公司的产品（例如计算机中使用了微软公司软件和英特尔公司的驱动器），那么顾客也可以据此推测该产品的质量。同样地，一家高地位的投资银行在评估标准、审核能力和实践经验上有着良好的声誉，如果它给上市公司或项目的状况和潜在前景给予肯定好评，这就提供了“高质量产品”的信号，解决了上市公司和投资者之间信息不对称的困难。因此，一家上市公司的股票一旦有这些大投资银行的赞助，投资者便趋之若鹜。

波多尼的理论是建立在社会网络理论的解释逻辑之上的。这一基本思路是，在一个社会或行业中常常有大家公认的稳定的社会等级制度，不同的公司通过与高地位的公司建立关系来发出信号表明自己产品的质量。由于一家公司致力于高质量产品的行为常常是无法直接观察到的，这些与其他高地位公司相关联的做法间接地发出了有关产品质量的信号。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常常可以观察到类似的现象。许多公司在做广告时刻意强调自己的产品出口到世界各地，或自己的产品采用了某某有名厂家发明的新技术。这些做法都是通过与其他社会公认的等级制度建立联系以便发出“高质量”产品的信号。而这些追求地位、发出信号的做法又强化了社会网络结构和等级地位的稳定性和重要性。在市场竞争中，一家公司的社会网络地位反映了同一领域中人们公认的等级制度，有重要的信号功能。

因此，社会关系网络以及人们在这一网络中的地位成为市场竞争的一个优势。第一，一个组织的网络地位提高了它的知名度，从而降低了广告费用。例如，名牌大学无需大力投资宣传而学生、学者来源充足。第二，一个组织的高地位使得大家愿意与之发生关系，促进了它与其他组织的资源交往，从而提高了它的竞争优势。而这种地位基础上的竞争优势又强化了一个行业中（例如银行业）稳定的等级制度。

波多尼在这篇文章中做了一个实证研究来检验这一命题：网络地位可以提高公司的市场竞争优势。他分析了不同投资银行在提供金融服务方面（underwriting security）的收费差价，即上市公司卖给投资银行的价格与上市后价格的差异。根据上述理论，不同的社会网络地位为不同组织（投资银行）提供了不同的竞争优势。如果这一命题成立的话，我们应该观察到这样的实证现象：收费差价与银行的网络地位成正比，即高地位的银行可以从同样的服务中得到更大的利润。波多尼根据“墓碑”广告中各个投资银行的排名顺序计算出了投资银行之间的等级制度和各个银行的地位次序，然后用统计分析方法检验了银行的地位次序和收费差价之间的关系。这一分析验证的结果与波多尼的实证命题是一致的。此后，波多尼还将这一思路应用在研究解释社会网络地位对其他行业领域（葡萄酒制造业、运输业）中不同组织的竞争优势的影响上。

讨论

波多尼的研究提出了一个新的思路，从社会网络地位的机制来解释声誉的产生和作用。这个思路从社会学的结构主义角度提出了结构整体与社会认知之间的关系，在我看来有重要理论贡献。我们可以看到，波多尼的研究接近经济学的逻辑思路：网络地位有利于克服信息的不对称性，但是组织间的竞争最终取决于效率机制。波多尼的思路与林南、边燕杰等学者的关系网络研究有所不同。前者强调已有社会地位对人们认知的影响，而后者更多地强调个人利用社会网络获得资源的活动。前者着眼于结构地位，后者着眼于人们利用网络的微观活动。这是社会网络研究的两个不同研究思路和方向。波多尼的研究思路要求研究者在“整个网络结构”的层次研究问题。在很多情况下，资料的局限性使得这种研究难以进行。

这一思路的局限性也值得注意。首先，结构地位与声誉制度的关系并不总是唯一的。在不同的领域中同样结构地位的组织和个人，他们的声誉可能大相径庭。而且，一个企业或个人的结构地位可能没有明显变化，但是它的声誉可能发生很大变化。只要我们回顾一下政治动荡中的党派要人在民众中的声誉的变化，就可以很容易得到这种反例。

其次，许多组织的声誉不是通过“关系网络”得到的。例如，我们知道北大、清华的声誉，我们知道微软、IBM、海尔、长虹等公司的声誉，但可能对它们的关系网络一无所知。我们也不是从社会网络关系中知道各种法国葡萄酒的声誉。我们前面谈到，声誉现象在有些领域盛行，而在另一些领域则没有什么影响。这些现象都无法从稳定的地位结构加以解释。也就是说，我们必须寻找独立于结构地位之外的影响声誉的社会机制。

如果我们进一步想一下，就会发现波多尼的理论建立在这样一个前提假设上，即关系网络是建立在人们对组织间“社会地位”的一致认识之上的。也就是说，人们对网络地位有着认同。当我们看到一台计算机使用了英特尔驱动器，我们知道它的质量一定好；如果我们听说一个学生考上了北大、清华，就可以推断他是一个优秀的学生。这意味着，我们有着“共享知识”。如果我们脱离了这些共享知识，我们对同一个信息就不会有共同的看法，那么这些结构地位对于声誉的产生就没有作用。社会关系网络的讨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思考的角度：社会认知机制对声誉这一社会制度的影响。在现代社会中，权力通常是通过法律制度和资源建立起来的，但是声誉则必须通过他人的认同才能得到确立。这种认同是通过人际的社会认知过程和机制实现的。经济学家利本斯坦（Harvey Leibenstein）做过这样的观察。

在我多次访问日本各所大学时，常常在传统的日本饭店宴会或酒会上受到主人的殷勤接待。这种放松的气氛使我感到这是一个好机会来问这样一个问题：“接待我的主人，作为X大学的经济学家，您是愿意在自己所在的大学里得到尊重，还是愿意在日本经济学学术界受到尊重但是在自己的大学里没有相应的尊敬？”在我看来，毫无疑问，在美国或欧洲的学者会选择后者。但是，在日本经济学家中，前者总是人们的第一选择。

这意味着，即使是同样的领域或结构地位，如果它们所处的制度环境不同，它们追求声誉的行为和随之产生的等级制度也会大相径庭。因此，制度环境塑造了社会承认的逻辑，这是解释声誉现象的一个重要角度。

声誉：一个制度学派的解释

在这一节里，我尝试从制度学派的解释逻辑提出一个理论框架，对声誉这一社会制度提出一个解释，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些理论命题，并讨论它们的实证意义。我们在第三讲中讨论过，组织学中的新制度主义学派强调社会文化、社会观念和制度设施对组织发展的影响。在这里，我着重讨论这些制度设施在“人际间”（intersubjective）的评估过程中，在声誉建立和变化过程中的重要性。这一解释逻辑主要是针对经济学中的“理性人”为中心的理论模式而提出的。

第一，我以已有的社会结构和制度设施作为讨论的出发点。我十分赞赏政治学家斯科特（Scott，1976：166）关于农民社会的看法：“农民诞生于社会和文化之中。这个社会和文化给予他道德价值的源泉、一组具体的社会关系、一种对他人行为的期待模式以及这一文化中其他人过去如何实现自我目标的认识。”我们可以把这一观点推而广之，不仅农民社会而且社会中的任何一个群体都生存在这样一个稳定的社会关系和社会期待之中。经济学常常以毫无社会关系的“经济人”作为研究的起点，这虽然是一种有益的理论游戏，但它恰恰省略了最为重要的、无时无地不在的社会关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在以下的讨论中特别强调稳定的社会结构和机制。

第二，我认为人际间的评估过程是认识声誉这一社会制度的关键所在。对声誉的解释必须从结构和制度两方面入手。声誉的理论模式必须解释主观与客观、分化与同化之间的关系。

我的基本观点是：声誉的产生、延续和分布与特定的社会承认的逻辑密切相关。根据这一逻辑，我们可以提出有关声誉与社会空间的结构和组织方式之间关系的一系列命题，从而指导实证研究。下面的讨论分这样几个部分：①制度学派理论解释声誉现象的基本思路和命题；②这些理论命题的实证意义；③讨论几个具体研究和研究设想。

社会承认的逻辑：一个制度学派的理论框架

在追溯欧洲大陆风俗民情从中世纪到资本主义的演变过程时，埃利亚斯（Elias，［1939］ 1978：9）援引了以下一段话来描述18世纪欧洲“礼仪”的产生。

毫无疑问，礼仪一词源于宫廷和宫廷生活。公爵们的宫廷是一所大戏台，人人都想在其上发财致富。欲达到这一目的，人们必须得到公爵和他的宫廷要人的青睐。为此，人们使尽浑身解数对这些要人投其所好曲意逢迎。而达到此效果的上策则是让对方确信，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会竭尽全力为他们效劳。然而常常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我们并非总能如此尽力，也许我们并不想如此尽力。礼仪成为我们尽力的替代品。通过礼仪，通过我们的公开表演，我们给对方以我们随时准备效力的慰藉。这种做法使得我们赢得了对方的信任，由此公爵对我们的宠爱也无形中生长起来。结果是，他更热心地施益于我们。礼仪的这一功能如此普遍，以至于拥有它的人们有着特有的优势。

如果我们把以上描述中的“礼仪”一词换为“声誉”，将“宫廷”换为“市场”，将“公爵”换为“消费者”，那么，这一描述与经济学模式中的“声誉”形象十分接近。有意思的是，埃利亚斯用这幅图画从社会学理论上来阐述风土人情和人际关系如何随着社会结构和社会机制的变化而演变。正是宫廷社会的结构和运作诱导了礼仪这一社会制度的产生以及相应的行为方式。我也是从这一角度讨论声誉制度的产生和演变。

让我们首先注意声誉的一个基本特点，也可以说是一个明显的悖论，即声誉作为一种社会制度是建筑在稳定的社会地位差异之上的；与此同时，声誉只有跨越这些社会群体的界限，为不同群体的成员所认可才有意义。这个悖论是很直观的。首先，声誉是一个等级制度。如果产品都是高品质，人人都诚实，那么也就没有必要产生“高质量”、“诚实”的声誉了。声誉必须建筑在产品或人们行为的差异之上。其次，这种差异必须是人们共同承认的；也就是说，人们必须共享这些评价产品行为的标准。声誉之所以有意义，正是因为人们对于其行为或品质无法加以确定无疑的评估，而必须得到与声誉持有者有社会距离的其他群体成员的承认。如果我有关于某一医生医疗能力的直接信息（经验或知识），那么我对他的评价与他的声誉没有关系。如果高品质只为购买者所承认，如果作家的作品只为其读者所认可，如果法官只是受到出席法庭的人们的尊敬，那么这种小群体内部的互动过程与我们所关心的、作为社会制度之一的声誉制度是很不相同的。正是这种社会距离和直接信息的不完备性才出现了声誉产生的空间，使其成为联系“观众”评估者和声誉持有者的纽带。因此，声誉制度不仅仅是个人行为的问题，而且是社会空间结构的问题；声誉制度不仅仅是客观质量的问题，而且是主观评价的问题。

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声誉制度的建立有两个互为依赖的过程：第一，这是一个地位分化的过程（“我的产品和你的产品不一样”）；第二，这同时也是一个同化的过程，即人们必须接受、认可统一的标准。声誉制度必须有一个共同的基础才能得以建立。它必须跨越社会的等级边界，为不同的社会群体所认可、接受。这就是我讨论声誉制度的出发点。

如果声誉建筑在不能直接观察到的行为或特征之上，那么是什么社会机制和过程造就和维持了声誉呢？为什么我们观察到一个社会空间中不同成员间的声誉差异呢？首先，我们承认人们的行为或产品差异是声誉产生的前提。当我们说某件产品比另一件产品质量更高时，我们可以在某些维度加以比较；当我们说这个人比另一个人诚实时，我们也可以将他们有关的行为特征加以比较。也就是说，声誉有着特定的行为特点。在这一方面，经济学和社会学的文献有着类似的看法。社会学家古德（Willimam Goode，1978：7）提出，声誉是“超乎寻常”的行为或特征。而希尔斯提出了一个更为广义的看法。他认为，“敬意”（Deference）是对行为者的特征，或者他所扮演的角色的特征，或者人际社会关系的特征的一种反应（Shils，1968：276）。

但是，所谓的“品质”高低要得到社会承认，必须建立在一个“意义”的社会系统中（meaning system），并经过社会解释的过程。抽象地说，不同种族群体如白人、黑人、黄种人只是一些平行并列的群体范畴。但是在种族主义的社会里，种族间关系变成了一个等级制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制度学派的理论逻辑给了我们一个独特的角度来认识社会制度设施与声誉现象的关系。

从制度学派的角度来看，声誉现象和声誉等级制度建筑在社会承认的逻辑之上。社会承认逻辑的中心思想是：如果人们要获得社会威望和社会地位，他们的行为表现必须超越狭隘基础上的个人私利，必须使得一个特定环境中的人们看来是合乎情理的、可以接受的，甚至是值得称颂的。社会承认逻辑的基础是“合法性”机制。与私利或习俗不同，合法性机制提供了社会行为的一个明确基础，建筑在“对合法秩序的信念之上”（韦伯语）。合法性机制产生了强大的社会期待的观念力量，对人们行为产生约束。在宏观上，合法性机制导致了制度设施层出不穷，迫使各个组织不断地接受制度环境的约束，走向趋同化。在微观上，合法性机制诱使人们采纳那些“合乎情理”的社会角色和行为，以便得到社会承认，促进组织发展。

一方面，社会承认的逻辑建立了区分不同行为的标准，提供了声誉等级制度产生的基础。当听到某个公司或商场欺骗顾客，我们都会愤愤不平。这并不是因为我们个人利益受损，而是这种行为违反了我们共同接受的规范。同样地，当我们听到有关医生不负责任、草菅人命时会特别愤慨，这也是因为这种做法违背了我们接受的社会期待。这些期待和标准成为区分不同行为品质的基础。在这个意义上，合法性机制与效率机制有着重要的区别。在许多情形下，效率不是社会承认的基础。效率导致价格低下，吸引顾客扩大市场，从而实现效率的价值，为某一个企业或组织带来了利润。但效率并不需要得到组织外人们的赞许，不需要通过人们的主观评价而发生作用。同样地，追逐个人利益可能为社会接受，但不会得到他人的好评。但是，声誉则不同，它必须通过“社会承认”在“合乎情理”的基础上发生作用。例如，微软公司在美国政府的反垄断法庭上的辩护不是说它的做法为其股东带来了多少利益（效率机制），而是说他们的做法是为了创新，为顾客提供必要的服务。这是因为前面的说法只涉及一小部分人的私利，而后一种表达符合“合情合理”的社会承认逻辑，可以为广大消费者所接受，是人们分辨行为好坏、声誉高低的基础之一。

另一方面，追求社会承认的行为使得我们必须正视并受制于社会价值观念制度及其意义秩序，这正是“同化”、“融合”的基础。人类学家安德森（Anderson）在《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ies
 ）一书中提出了类似的观察：在现代社会里，由于通讯交流技术的传播，人们常常生活在一个“想象的共同体”里。我们对数千里外的灾难、战事揪心焦急，一掬同情之泪；这意味着我们在用同一个价值体系来判断、评价整个世界。社会等级制度一旦被认可，不同阶层的人便共享同样的价值判断。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在《有闲阶级论》中对美国社会中的中产阶级对上层阶级的认同和向往的精彩论述就是这样的例子。

社会承认的逻辑在什么条件下发挥作用？我们回到在第三讲中讨论过的道格拉斯的一个观察：社会制度（例如习俗、约定俗成的规则）是十分脆弱的，它们随时都会受到个人私利驱使的行为、群体间冲突和不平等结构地位的冲击。在第三讲中，我们讨论了萨格登（Sugden）笔下的“先来后到”规则。这一规则看似合情合理，但是我们不难想象，强悍蛮横者可以坚持霸占先来者的漂木堆，而年长者也可以以自己的地位而要求占有这些漂木。这些私利基础上的行为都可能削弱甚至瓦解“先来后到”这一制度。基于此，道格拉斯提出，“这一稳定化的基础是社会范畴的自然化（naturalization）。社会需要一种类比，使得那些关键社会关系的正式结构建立在自然世界里，或者建立在超自然的世界或永恒之中，以便人为精心策划的痕迹隐而不显”。因此，合法性机制的社会价值基础与“自然”和“理性”密切相关。

社会学家希尔斯早年提出的社会“中心”制度（Institutional center）正是这样的一种社会观念制度。社会中心制度是社会人为制造的理性和自然，它体现了稳定的、共享的价值观念，成为人际共识和社会判断的基础。在这个意义上，组织和个人的合法性在于其行为是建筑在理性和自然的基础上，社会中心制度控制了人们通往自然和理性的途径，因此具有自然或超自然的神秘力量，令人敬仰。一些领域或做法更为接近这一中心制度，因此被笼罩上一层神圣的光环，得到很高的声誉地位。因此，社会中心制度观念安排了不同组织、行为与理性和自然的距离和亲疏关系。在不同的职业中，那些最为接近中心制度的职业，那些最为符合中心观念制度中社会承认逻辑的职业就具有更高的声誉。例如，我们需要通过医生、法官、牧师才能认识我们的生命、灵魂和正义。声誉等级制度正是建立在社会观念制度之上的。

我们可以把以上讨论的基本思路明确地表述如下：声誉是社会承认逻辑的产物，如果行为、产品或制度是在理性自然的基础上得到承认，它们的合法性越强，它们越容易得到社会承认，就越可能得到更高的声誉。一个社会空间越接近社会中心制度，其存在越具有合法性和合理性。在这个理论框架中，合法性（legitimacy）和合乎情理（appropriateness）是导致社会承认、敬意和声誉的基本因果机制。而具体的影响方式是社会中心制度和社会组织对理性与自然的塑造和控制。我们可以进一步指出这一过程的微观基础：个人或组织追求合法性和合乎情理以便得到社会认可，这些行为是声誉制度观念的微观动力，也导致了社会中心制度对权势者的反制约。

我们还需要进一步讨论声誉制度建立和变化的动态因素。任何制度化的过程都是一个不断进行而永无终止的过程。社会成员不断更替，社会冲突不断出现；这些变化每时每刻都在削弱这一中心制度。也就是说，这个融合的过程随时都可能受到挑战和冲击。我们经常可以观察到，一个社会中会出现多元的制度观念，即在中心制度之外出现与之竞争、抗衡的非官方的观念制度，而不同的制度观念会导致不同的声誉制度。在组织中，在正式权力基础上通常有一个声誉等级制度（例如，官方评选的劳模），但是，在非正式的群体中可能有一个与官方相悖的声誉等级制度。在个体层次上，人们和组织也面临着“产品模仿”还是“产品区分”的策略抉择。前者可以说是一个融合的过程，而后者却是另辟蹊径，脱离已有的评判制度，从而可能建立新的声誉等级制度。

我们这些想法可以用图27表示。在图的左侧，我们看到一个“官方”的社会等级制度：社会中心制度控制着不同领域、不同群体通往自然与理性的途径。在这一基础上，不同领域或群体根据它们接近社会中心制度和自然与理性的距离而构成了一个声誉的等级制度。但是，我们在图的右侧提出了另外一种可能性，即社会群体间的竞争和冲突可能会导致与官方社会中心制度相竞争的社会观念制度。这些观念制度提供了声誉的不同基础，导致了不同的声誉等级制度。在大学领域中，研究型大学和教学型学院的区分提供了两种不同的等级制度和评比标准基础。在产品市场上，对不同产品的区分（例如葡萄酒中的诸多种类）导致了不同的声誉等级序列。我们的声誉理论应当对这些现象加以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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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7 社会声誉制度的建构机制示意图

实证意义

我们现在讨论上述理论思路的理论命题，并提出实证假设。我们的讨论集中在以下两大脉络上：①合法性的基础和声誉分布之间的关系；②社会组织方式和声誉分布之间的关系。合法性机制发生作用的重要条件是社会制度、社会组织以及符号资源的中介作用。这些制度设施塑造了社会空间的内部结构、社会群体之间的关系，塑造了我们接近理性和自然的过程。这些因素是我们下面讨论要特别注意的方面。

合法性的基础与声誉等级制度的分布

根据社会承认的逻辑，声誉是建筑在合乎情理和合法性的基础之上的。我们也指出，建筑在自然或理性基础上的要求更容易被认为是合乎情理的、具有合法性的。但是，不同领域、不同组织、不同个人接近自然、理性的途径和距离是不同的。因此，我们可以观察到不同领域中的不同声誉等级制度和个人在这一等级制度中的不同结构地位。在一个领域中，通往自然、理性的途径的限制越多，合法性基础越狭窄，就意味着人们越可能在同一个基础上，按同样的标准评价衡量行为表现，也就越可能建立一个统一的声誉市场、一个稳定的声誉制度。因此，我们的第一个中心命题可以这样表述。



理论命题1

 （合法性的基础和声誉市场的关系）：声誉的分布和有效性取决于一个社会领域中合法性基础的开放程度。合法性基础越狭窄，通向理性、自然的门槛越高，限制性越强，这就意味着人们提出合乎情理的主张从而得到社会承认越困难。那么，统一的声誉市场越容易产生，声誉制度也越稳定。

这个理论命题还十分抽象，比如什么是合法性基础、如何测定合法性基础的“狭窄”与否等等都不清楚。所以，下面我们需要具体讨论一下它的实证意义。也就是说，我们从逻辑上进一步提出与这一命题一致、可以在具体研究中加以检验的实证假设。这些实证假设是理论命题的具体体现或逻辑结果，同时又是可以在实证研究中直接加以检验的。我们之所以称它们为“实证假设”，是因为它们只是从逻辑上导出的实证关系，还没有得到实证检验。

在实证研究中，我们面临的主要困难是如何测量不同领域中“合法性基础的开放程度”。如果这个开放程度可以测量，那么我们就可以比较不同领域中合法性基础之宽泛或狭窄与声誉现象的关系。在这里，我提出一个初步的尝试：我们用一个领域中人们参与评价、衡量一种产品质量（或表现）的程度作为这一领域开放程度的测量。在这里，我借用了市场上顾客的一个特点：市场上的顾客既是消费者，同时也是评判者。当他参与市场活动时，他就有机会来表达他的评判标准，他的消费行为就是他个人评判的结果。假设每人评判的标准各有不同，那么市场活动参与的人越多，意味着评价的基础越广泛，通往自然、理性的途径越开放，结果是越容易产生多元的等级制度，而很难产生一个统一的声誉市场和统一稳定的声誉等级制度；反之亦然。根据这一逻辑，我们可以从上面的理论命题中提出下面的实证假设。

H1.在一个社会领域中，如果参与评价一种产品或行为的人或机构越少，这一产品或行为的声誉越容易产生，越稳定。

这一实证假设的意义可以从以下的例子说明。如果我们对比一下大学的等级制度和流行歌曲金榜，我们不难发现前者稳定，而后者变动不居。这里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参与大学评定的人员、结构、标准相对稳定；而流行歌曲排名是由无数的听众参与评定的。前者的评选标准稳定，而后者口味多变。我们可以将这一观察推广开来：凡是由“大众”参与评比的活动，其排名等次每每变动不居；而凡是由“专家”主持评比的活动，其等级座次相对稳定。这里的机制体现在以上的命题中。

但是，我们还需要对这一命题做进一步的限定。我们不难注意到，有一些领域或活动即使有许多顾客或公众参与，但其声誉制度依旧稳定。例如，参观故宫、卢浮宫的人每天比肩接踵，但故宫、卢浮宫依然美名远扬，经久不衰。我们人人就医看病、上学读书，而医生、教授职业令人尊敬，十分稳定。这是为什么？我们稍加思考就可以发现，当我们参观故宫或求医时，我们不是作为评判者，而是作为欣赏者或求助者出现的，有一整套的理论和规范指导我们欣赏和理解他们的行为或产品。这说明人们参与的方式是问题的关键。当一种产品或做法被高度“理论化”，必须使用加工过的信息来判断时，我们恰恰是按照社会制度来思维。这时，我们的行为正是在强化这一基础。因此，我们可以提出以下的实证假设。

H2.有关产品或领域的信息的加工过程越长，评价鉴赏口味越需要人为后天学习才能获得，那么这一产品或领域的声誉越容易产生，越稳定。

这一实证假设的一个逻辑推理是，在专业知识充斥或专业人员占主导地位的领域中通常有着稳定的声誉等级制度。在这一点上，如果我们比较一下餐饮业和葡萄酒业的等级制度就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餐饮业有着多重平行的等级制度，例如，粤菜、川菜、法国菜、日本菜。如果一定要把这些菜系放在一个等级制度中进行评比的话，我们可以想象每个人的口味不一，评判标准各异，其评比座次等级必然会大相径庭，很不稳定。但是，人们在评比葡萄酒时大多使用同一个标准框架，因此通常有同一个等级制度出现。这是因为我们的饮食口味从很小就在不同家庭、文化中培养成形，形成了不同的评判标准；而我们对葡萄酒的品尝通常是长大后在社交场合培养的，也就是说，是在一个制度化、社会化的过程中产生的，因此更容易同一化，更容易接近社会的中心制度。女文豪沃尔夫（Woolf，1925：231）曾经这样观察道：

同一时刻在同一饭桌的两位批评家可以对同一部作品提出完全相反的意见……但是这两位批评家同时对MILTON和KEATS有着完全相同的评价。他们表现出了精细的感受，而且毋庸置疑表现出了实实在在的兴奋。他们只是在讨论当代作家的作品时才不可避免地发生冲突。引起争议的这本书……才发表了两个月，这就是原因所在，这就是他们为什么会有分歧。

我们上面讨论过，当越多的人或机构参与评价过程，他们将不同标准、不同观念带入评价过程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了。按照同一个逻辑，我们可以预测，声誉制度与评价者或评价基础的多元化有负相关的关系。我们可以提出以下的实证假设：

H3.一个领域中的评价机构或标准越多、差异性越大，统一声誉市场就越难产生，声誉越不稳定。

这意味着，如果一个领域所面对的顾客（评价机构）的同质性越高，就越容易建立稳定的等级制度。一个产品或领域越独立于其领域之外的权威或环境，其声誉制度越稳定。这一实证假设的直接意义是，如果一个领域越缺乏独立性，其他的评价机构或标准越容易参与评比的过程，那么它就越难建立稳定的等级制度。例如，在历史上，医生职业享有很高的独立自主性。但在当代社会里，国家政权对医学界的干预管制越来越多。我们可以推论，国家政权对医学界的干预会相应削弱医学界的声誉制度。

声誉有赖于社会承认。而社会承认与这一领域的显著程度有密切关系。如果人们对一个领域、组织或产品一无所知，那么他们就不可能给予承认或者产生敬意。在这个意义上，一个领域中从业人员的规模（或开放程度）可以提高该行业的显著性。例如，我们都知道医生这一职业是因为我们人人都与他们打交道。但是，我们可能对“钳工”职业不甚明了，对他们的声誉也无从谈起。如果一个领域中人员过少或封闭性强，它的显著程度和声誉必然受到负面影响。从另一方面来说，如果人们可以毫无限制地进入该领域，那么这一领域就会缺乏等级制度的稳定性（参见实证假设1）。因此，声誉制度与该领域的参与人数有着非线性关系。具体说来：

H4.声誉制度的有效性与该领域中的参与性有着非线性关系。起初的参与程度有助于声誉制度的有效性，但过分的参与程度会减弱声誉制度的有效性。

社会领域内部的组织程度与声誉的分布

下面我们讨论影响声誉制度的第二个方面：一个领域内部的组织能力和整合程度。我们不难看出，一个社会空间内的组织程度和组织能力可以强化对社会中心制度的维护，可以强化对通往理性、自然的渠道的控制。一个领域的组织程度越高，就越可能限制人们通往自然、理性的途径，限制人们评判合乎情理的基础，从而造就一个统一的声誉市场。我们对社会领域的组织程度的关注也使得我们引入利益集团的活动和政治过程，从而为声誉制度提供一个微观基础。但我们要强调的是，这种政治活动一定需要隐去“人为”的痕迹，不能建筑在赤裸裸的权力基础上。这是制度学派的解释逻辑区别于利益政治理论的一个重要分水岭。我们首先提出第二个命题：



理论命题2

 （组织能力与声誉分布）：不同领域中声誉的分布和有效性与领域内部的组织能力有着正相关的关系。

下面，我们讨论这一命题的实证意义。我们首先考虑一下“符号资源”的意义。在这里，符号资源指与塑造文化观念、社会意识有关的社会设施，例如，教育设施、知识分子、文化设施等。我们说过，将不同的社会群体加以“同化”，使其接受社会中心制度是建立统一稳定的声誉制度的一个重要过程。而符号资源在这一同化过程中起到了不可忽略的作用。它可以影响人们的认知，界定群体边界，塑造相同的或不同的评估标准，建立“想象的共同体”。

一个领域中的组织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同时也取决于）对符号资源的控制。值得指出的是，符号资源的分布与社会地位分布并不总是一致的。同样的社会地位可能因符号资源不同而有着不同的同化过程和程度。例如，在欧洲从中世纪向资本主义过渡时，法国的中产阶级认同贵族阶级，而德国的中产阶级被排斥在贵族圈子之外，因此他们建立了独立于当政贵族的自己的观念制度。同样地，符号资源和权力资源的分配过程亦不相同。权力资源的分配与正式制度有密切关系，而符号资源的分配建筑在社会合法性基础上，与“符号生产”的机构、组织（知识分子、大学、专业化组织）有密切关系。我们提出以下的实证假设：

H5.符号资源的集中化导致合法性基础的狭窄化，从而有助于声誉制度的产生和稳定。

我们举几个例子来加以说明。在市场上，一个成熟产品的市场与一个新兴产品的市场相比，前者比后者更容易建立稳定统一的声誉制度。成熟产品的市场意味着人们对产品质量的评判标准有着统一的观念。换句话说，符号资源被高度集中了。同样地，一个内部共识性高的领域容易建立一个统一的声誉市场。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对经济学和社会学加以比较。经济学有着一个广为接受的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因此其符号资源高度垄断，非主流的学术研究难以进入。而在社会学中，学术派别林立，符号资源分布广泛。我们可以想见在经济学中有着一个统一稳定的声誉市场，而在社会学界存在着多中心的观念制度和声誉制度。与此相反，社会群体高度分化会影响到符号资源的分化，促成不同的声誉市场，例如我们看到的不同文化中的音乐流派、歌舞流派、时尚流派。

社会冲突程度是测量符号资源分布状况的一个间接指标。社会冲突常常有赖于各种资源的动员和启动，而符号资源在其中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在统一声誉市场基础上，声誉是弱者的武器，人们通过“说坏话”作为“抵抗”的手段（Scott，1985）。当我们观察到大规模社会冲突时，通常这也意味着符号资源高度分散在冲突各方，人们评判声誉的基础也随之分化不一。据此我们提出以下的实证假设：

H6.社会冲突越激烈，符号资源越会用于加强群体间的边界。因此，多元分离的声誉市场越容易产生。

以上我们着眼于一个领域内部的组织程度。但是，一个领域所处环境的组织程度对其声誉制度也有着直接关系。例如，化妆品市场声誉制度的稳定性和有效性不仅取决于厂家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组织程度，还取决于参与评判的评判者的组织程度。如果评判者是毫无组织的顾客大众，那么我们可以预料这一领域难以出现一个稳定统一的声誉市场。但是，如果评判者是高度组织起来的评论家队伍，那么就极可能出现一个稳定统一的声誉市场。推广说来，在任何一个领域（如电影、话剧、时装、小说），如果有一个高度组织起来的评论队伍，我们可以预测这个领域中更可能出现一个稳定统一的声誉市场和等级制度。

H7.需求方的组织程度越高，声誉制度越容易产生。需求方的变异程度越大，声誉市场越多元，声誉制度越没有效力。

小结

在以上的讨论中，我从制度学派的解释逻辑提出了一个新的理论框架。与从个人行为、结构地位出发的效率机制或社会网络机制不同，我提出的这一解释逻辑强调合法性因果机制，从社会制度、组织方式角度解释声誉制度的产生、分布及其稳定性。这一理论框架可以对本讲一开始提出的“需要解释的组织现象”给出回答。为什么不同的领域有着不同的声誉分布和稳定性？从社会承认的逻辑来看，这取决于不同领域的合法性基础和通往自然、理性的途径的控制程度。例如，大学等级制度的评比标准有着专业化的基础，外人无从评判；但我们人人都参与流行音乐的评判（这正是流行音乐的定义）。从这个角度，我们不难解释为什么前者的声誉具有稳定性，而后者则时常变化。

我们提出的理论模式的目的是解释一些有趣的但其他逻辑难以解释的声誉现象。那么，这个理论模式对人们追求声誉有没有实际指导意义呢？我们提出以下三点。

第一，如果声誉对你十分重要，那么你需要精心选择你的领域。你在什么领域中（位置上）常常比你表现得如何更为重要。在有些领域中声誉制度十分重要，例如，在文化界声誉现象十分突出；而在另一些领域中，声誉可有可无，例如农产品市场。在这个意义上，声誉和行为产品的质量是有联系的，但不一定总是因果关系。

第二，扩大“听众”，减少“评论家”。如果你要自己的产品得到好的声誉，应该采取产品分化策略，建立一个同质的顾客群，这是声誉有效性的一个前提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例如，我在旅游时经常看到这样的广告，“我们的宾馆高中低规格兼备，欢迎选用”。其实，如果实地查看一下就会发现它们只是提供低档次的住宿。但是，当人们试图扩大顾客群时也意味着他们在扩大可以评价产品的“评论家队伍”。如果我们迫使所有的人都去看张艺谋的电影，那么顾客群分化极大，众口难调，他的声誉就可能受到负面影响。当然，这种影响的方向和强度与顾客群体的分化程度有很大关系。

第三，“理论”的重要性。理论促进“同化”（建构自然和理性），同时又起着“分化”的作用（提高信息加工的代价）。杜甫诗云：“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深得建立声誉的真谛。文章本是天然之物，而唯有那些有着神奇之手的人才能偶尔得到。这样一来，既把声誉建立在自然之上，设置了通往自然的门槛，又为自己开了通行证。又例如，在葡萄酒的品赏领域，有着一整套有关葡萄与气候、雨水相互作用与酿酒质量关系的“理论”。因此，酿造葡萄酒的葡萄年份是一个重要信号。而中国生产的葡萄酒常常不标葡萄出产年份，在无知中放弃了产品声誉的“自然”基础。

几个研究课题

在以上的讨论中，我们已经列举了一系列声誉现象。这些课题和领域有着广阔的研究空间。下面我们简略地讨论社会上常见的两种声誉现象，提出一些理论设想和相应的实证假设。我们的目的是通过这些例子进一步说明不同理论逻辑在解释声誉现象上的应用。因为篇幅关系，我们在这里不是系统讨论，而是希望引起大家的兴趣和进一步探讨。

职业声望的重新解释

在当代社会中，一个十分重要的社会现象是各种职业间的声望等级制度。大家通常认为医生的职业地位很高，教师尤其是大学教授的地位也很高，蓝领工人的种种职业地位低下。在大家的心目中明显存在着一个职业间声望等级制度。在美国社会学中，从20世纪60年代初到70年代曾经一度掀起了研究职业声望的热潮。林南和谢文（Lin and Xie，1988）研究了中国社会的职业声望分布。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研究大多是从功能主义的解释逻辑来解释职业声望这一现象的。这一研究的集大成者是特雷曼（Treiman，1977）。我们知道，功能主义理论有关社会分层的基本思想是，社会等级制度建筑在不同工作对社会生存功能的贡献之上。也就是说，如果一种职业与其他职业相比对社会生存功能更为重要，它的社会地位就会更高，获得的资源就会越多。特雷曼（Treiman，1977：5-6）正是持这样的观点：“社会分工导致了权力的不同，而权力导致特权，权力和特权导致声望。因此，在全世界应该有一个统一的职业声望等级制度。”特雷曼分析了不同社会的职业声望资料，发现这些实证资料与他的理论命题是一致的。

职业声望是一个重要的社会声誉现象，是人与人相互作用的结果。正像其他的声誉现象一样，职业声望也必须经过一个“意义系统”的解释才能产生意义。例如，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军人、司机职业尤为受到人们的青睐，这与当时特定的“意义”系统有关。因此，如果我们上面提出的社会承认的解释逻辑有解释能力的话，这一逻辑应该可以解释职业声望制度。我们下面从制度学派的思路，提出一个理论解释和相应的研究设想。

从制度学派的思路来看，职业声望的产生必须符合社会承认的逻辑，这样才能得到人们的敬意，从而得到相应的社会地位。职业声望的评价是一个人际相互作用产生的制度现象，不仅仅是职业本身的吸引力，而且渊源于社会评价。按照我们以上讨论的思路，这一等级制度的产生必须是一个地位分化和群体同化的双重过程。

地位分化的过程指不同职业可以在同一基础上比较其行为表现是否符合合乎情理的社会期待。这意味着不同职业必须有着共同的比较基础，而且这一基础必须与社会承认的逻辑相符。从功能主义理论来看，这一基础是“权力”。但是，社会学思想中的一个重要观点是：声誉与人们的经济地位有关但又有重要区别。韦伯（Weber，1946：180）这样说过：

一般说来，“单纯经济的”权力，特别是“赤裸裸的”金钱权力，决不能成为社会名誉公认的基础。

权力也不是社会名誉的唯一基础。其实，社会名誉，或者声望，甚至可以成为政治或经济权力的基础，而且它的确常常是这样的基础。从制度主义理论来看，这一基础是能够使得一个职业“自然化”的机制。在这里，我们可以进一步提出，科学、知识正是这一机制的突出表现。不同职业的特点表现出了它们与“自然”、“理性”有着不同距离和关系。而且，权力关系常常导致社会冲突，使得“自然化”的过程难以顺利进行。因此，我们提出以下的实证假设：

H1.功能主义逻辑认为：一种职业的声望与其权力地位成正比。而制度主义逻辑认为，一种职业的声望与它的科学、知识基础成正比；相比之下，权力对声望的影响不是那么重要。具体说来，一种职业的“科学”、“知识”的特征越强，其声望越高。而一种职业越卷入人际互动，或者在权力关系上占强势，它越容易经历社会冲突，它的合法性越可能受到挑战，其声望越可能受到负面影响。

第二个过程是不同群体接受社会中心制度的同化过程。我们以前说过，制度化的过程永远是持续不断的，而且这一过程常常会被社会冲突、利益政治削弱或打断。因此，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群体“融合”入中心制度的程度是不同的，我们应该可以观察到不同群体对社会中心制度的认同上的差异。我们也应该观察到不同群体对职业声望的评判有着系统差别。在这一点上，它与功能主义理论有着明显不同。从功能主义理论逻辑来看，一种职业的声望取决于它的社会功能，是一个客观存在，与人们的群体意识是没有关系的。因此：

H2.制度主义理论的逻辑认为，与社会中心群体相比，社会边缘群体（如黑人、妇女、蓝领工人、低教育程度群体）对职业声望的评估有着系统的差异；这种差异在对待与权力地位有关的职业的评价上尤为突出。与此相反，功能主义理论认为，这些差异都是随机的、暂时的。

我们以前也指出一个领域中的组织程度越高，越易于控制符号资源，越易于建立合法性基础，影响人们的认知取向。因此，我们提出以下实证假设：

H3.一种职业的组织力量越强，其声望越高。

上面这个假设虽然从制度主义理论的逻辑推出，但是其他理论逻辑也可能有同样的实证含义。例如，功能主义理论的逻辑指出，一种职业的社会功能越重要，其资源越多；因此，该职业的组织能力亦可能越强。由此可见，这个假设的验证不能成为检验这两个理论的解释能力的关键性检验（critical test）。

我们从理论逻辑中提炼出了理论命题和实证假设以后就可以开始设计具体的实证研究了。我在以上讨论的基础上分析了1989年美国GSS社会调查有关职业声望评价的资料，这些分析结果在很大程度上支持了上述制度主义理论提出的实证假设（参见Zhou，2005）。

“导师崇拜”现象的思考

尊重师长是中国文化中的一个传统。在今天的学术界，“导师崇拜”现象尤为突出，我们不时看到或听到各种庆祝或纪念某位著名学者的活动。在报刊、回忆录或杂记中我们也不时读到有关导师治学和做人高风亮节的故事。如此这般，我们可以感到在不同的教师间存在着一个声望等级制度。而且，这种“师承”关系远远超越了学术界。在文艺界，师生称谓司空见惯；在工作车间，师徒关系也以此为模本。从比较的角度来看这一现象更为有意思。在美国学术界，学术长者一旦学术活动不活跃，没有新鲜思路，很快就会被人忘却。而在中国社会则恰恰相反，学术资格愈老愈得到尊重。这是一个有趣的社会现象，我们应该如何解释呢？当然，我们可以从中国文化传统的角度来解释这一现象。但是，为什么许多文化现象都衰落了，而这一现象却愈演愈烈呢？下面，我们从制度学派的解释逻辑做一个尝试。

教师之声望首先来源于学生弟子的崇拜，各种庆祝纪念活动也大多是学生弟子组织起来的。所以，我们的解释以此为起点。我们不难想象出若干可以自圆其说的解释。例如，这与师生密切接触的培养过程有关。另外，学生的敬畏态度也可能与导师对其学术生涯有决定性影响密切相关。这些解释有着不同的逻辑。明确地从一种理论逻辑来解释这一现象有若干好处。它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这一解释的逻辑联系，又有利于我们检验实证假设的正确与否。我们关心的不仅是对这一现象提出一个令人满意的解释，而且可以对已有的知识体系做出贡献。

下面我们从制度主义理论角度提出一个解释。我们选择这一角度意味着我们已经做了一系列决定：我们要强调哪些因果机制，注意哪些变量关系，忽略哪些方面的关系。例如，文化传统可能对解释这一现象颇有意义，但这不是制度主义解释逻辑的关键所在。利益政治也是其中一个重要机制，但这也不是制度主义理论关心的问题。我们上面讨论的制度主义理论强调人们或组织的行为受到社会承认的逻辑的支配，因而表现出与文化传统、利益政治机制所不同的规律特点。我们首先讨论这一现象的微观基础，然后讨论制度设施如何影响了人们的行为方式，从而诱发了“导师崇拜”现象。

我们的基本思路是这样的：导师崇拜现象是人们（无意间）通过崇敬导师的行为发出信号所导致的结果。而选择“导师崇拜”这一信号是社会承认的逻辑与制度设施相互作用的结果。我们首先注意到，学术界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性：许多学科的成就难以准确测量。在学术规则、学术制度不健全的情况下，这种不确定性尤为突出。在这种情形下，人们需要通过某种信号来传递有关自己学术能力的信息。而这种信号必须建筑在社会承认的逻辑之上，为大家所接受、所公认。“名师出高徒”这一文化设施恰恰能承担中国社会、学术界十分有效的“类比”功能，为其弟子学生的学术能力提供了一个易于识别、广为接受的信号。于是，学生有意无意间特别强调“师承”关系，并通过神话导师的各种活动来传递有关自己学术水平的信号，促成和维系了导师的声望地位，从而产生了“导师崇拜”现象。换言之，人们追求私利的行为借助了社会承认的逻辑，又强化了这一逻辑。我们以上的解释逻辑可以用图28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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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8 导师崇拜的逻辑

在宏观层次上，我们观察到“尊重师长”这一制度逻辑导致了“导师崇拜”这一现象。如果只是从宏观层次上解释这一现象，人们通常会说，中国文化传统使然。但是，这种解释有着明显的漏洞。第一，中国文化传统中，一些方面衰落了，另外一些方面发扬光大了。我们需要解释这些兴衰的机制是什么。第二，宏观层次上的解释即便可以自圆其说，但如果缺乏微观基础，从抽象到抽象，实证研究尤为困难，因此不能令人满意。我们上面这个解释模型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建立了宏观与微观之间的关系，即“制度逻辑→学生尊师”这一关系。在这里，学生的行为受到社会承认的逻辑支配，在已有的社会文化设施中择其有益者而用之。也就是说，宏观的制度逻辑促成了微观上学生尊师的行为，诱发了各种庆祝纪念活动。而这些微观层次上的活动又反映在宏观层次上，制造了“名人现象”。

这一微观基础虽然可以从追求私利的逻辑解释，但这种追求可能是有意识的（理性选择的解释），也可能是无意识的（功能主义的解释），在这两者之间究竟是哪一个因素对应我们提出的制度学派的解释逻辑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社会承认的逻辑在解释这一现象时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角度和独特的因果机制。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在一个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如果没有“尊师”的历史文化设施和相应的社会承认逻辑，追求个人利益的行为（寻找信号）就不能从文化传统中得到答案，人们就会遵从不同的行动逻辑，寻找不同的标准作为信号，从而导致不同的行为。例如，人们可能转而积极推动学科制度化的进程，以解决信息不对称性困难。从这一角度，我们可以推动有关各种不同文化背景下学术制度演变史的个案研究，对这一命题作进一步的验证。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制度学派的解释逻辑可以完全解释这一现象。这一解释逻辑甚至可能不是各种解释中最为直观、最有说服力的。但是，我们仍然应该鼓励这种不同理论导向的研究活动。第一，这种理论角度是其他解释逻辑所不能替代的，对于知识的积累、增长来说，一个新的角度和研究方法比重复研究更为有贡献；第二，许多看来没有关联的理论活动，甚至可能在当时的实证研究中未能成立，但在一定时间后可能对认识、研究这一现象有着重要的推动。最为重要的是，不同的理论之间的争论和在实证基础上的比较研究工作对于理论发展和知识增长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正因为有不同解释的可能性，所以我们需要提出具体的实证假设来对其背后的理论命题加以检验。我们下面简略地提出几个从社会承认的逻辑推理出的实证假设，并与其他的解释逻辑做一比较。

首先，我们上面的讨论强调了“尊师”的信号作用。这意味着“尊师”活动与对这种信号功能的需求有着密切关系。如果一个领域中不需要“导师”的信号，我们可以预测，这类活动就会大大减少（这类活动仍然可能出现，例如师生的家庭般关系导致了为“父母”祝寿的类比。但这种情形已经不是我们的理论逻辑可以解释的）。我们由此可以提出下面的实证假设：

H1.一个学科的研究成果的评判标准越客观，尊师现象越微弱；反之则越多。具体说来，社会科学或人文学科中的尊师活动会比自然科学领域更为频繁、更具规模，而在一个有完整学术制度、独立评判标准的学科中，其尊师活动会相对较少。

我们注意到，这一实证假设与其他的解释逻辑不同。第一，不同学科在同一文化背景下的差异是不能用文化背景来解释的，因此，“文化使然”论的实证意义与以上假设相悖；第二，权力理论的实证含义也与这一实证假设相悖。自然科学中实验资源更为重要，按照权力理论的逻辑，这些领域里的尊师现象应该更为盛行。

对信号的需求，取决于一个学科内部的“共享观念”的程度。如果一个学科有着高度的整合认同，大家对信号的接收、解释都会明白无误。但是，在一个缺乏整合性、派别林立的领域，人们需要更为独特强大的信号。据此，我们提出以下的实证假设：

H2.一个学科中内部冲突越强，山头派别（不同的学术标准）越多，那么，这一学科中的尊师现象越为活跃；反之，一个学科的制度化（学术评估体系）越健全，尊师现象越弱。

以上的这些讨论是从我对国内学术界的观察，特别是与美国学术界的对比中产生的一些感想和猜测。把这些想法从制度主义理论的角度整理出来，并不是因为这些想法本身有多大的解释能力，也许这些解释经不起推敲和实证检验。我是希望据此说明，一种理论思路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思考问题、认识问题的独特角度。这正是理论的力量。

小结

在这一讲中，我们讨论比较了有关声誉制度的三种理论逻辑。现在，我们可以做一个小结。这三种解释逻辑的比较如图29所示。经济学的解释逻辑强调，声誉的基础是组织或个人的过去表现（如产品品质、服务质量），因此，声誉取决于组织内部的自我努力（图29-1）。社会网络理论强调有关组织或个人在网络结构中的地位作为声誉制度的基础。在这个意义上，它是从组织间的网络关系中研究声誉现象（图29-2）。制度学派的理论强调组织或个人的行为必须建筑在社会承认的基础之上，因此他们的行为必须为更为广泛的社会群体所接受（图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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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9 声誉制度的三种解释逻辑

那么，我们应该怎样看待这三种解释逻辑和它们之间的关系呢？从一个抽象的层次上看，这些解释逻辑从不同的角度、不同层次强调不同的因果机制，它们之间是互补的关系，并不是孰是孰非的关系。在这一讲中，我们比较多地讨论了制度学派的思路，这是我的研究取向和对文献熟悉程度所致，并不是说其他思路没有解释能力。我们不难想象，在不同的情形下，这三种逻辑各有独特的优势。例如，在解释美国投资银行间的等级制度时，我看不出制度学派的解释逻辑有什么直接的关系。我在读经济学有关声誉的研究时（例如关于使用奢侈服务作为“沉淀投资”、发出高质量信号的分析），对其独到的见解也时常深以为然。我们上面也讨论过，这三种解释逻辑是互相关联的。市场竞争是社会网络理论的前提假设，而统一的声望市场则是经济理论和社会网络理论的前提假设。作为一个练习，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这个前提不存在，经济学和社会网络理论的解释逻辑是否仍然行之有效。同样地，制度主义理论认为市场竞争也是制度化过程的一种重要机制，组织利用合法性机制来追逐私利正是制度化过程的微观基础。现有的研究已经提出，许多的制度化设施是通过社会网络传播的；因此，社会网络也是制度化过程的一种重要机制。

但是，一旦一个具体的研究情形得到确定，一个现象的边界定义清楚，那么不同的理论逻辑强调不同的因果机制、不同的理论命题，因而有着不同的实证假设。我们可以通过实证研究来检验这些实证假设是否与实际资料相吻合，检验这些理论逻辑是否可以解释我们观察到的现实状况。在这个意义上，这些理论逻辑推演出的有关这一现象的具体理论可以有对有错，解释能力有强有弱。人们可以在这些基础上对不同的理论取向加以评定取舍。

进一步阅读的文献

近20年来，经济学中出现了大量有关声誉的研究，例如，声誉如何在同一社区群体中克服“投机行为”的角色；声誉有助于在借贷市场上克服投机行为（Diamond，1989）；声誉机制也可以解释、说明投资银行处理上市公司的种种表现（Chemmanur and Fulghieri，1994），等等。经济学对声誉的研究在迪罗的著作中（Tirole，1988，特别是第二、九章）有系统介绍。克莱恩（Klein，1997）收集了经济学有关声誉的一些研究成果。另外，弗朗克的作品（Frank，1985）是一部以声誉地位为专题的经济学专著，从进化论的角度讨论了经济学对声誉现象的解释。

社会学在这一领域的研究比较分散。古德的书（Goode，1978）是研究社会声望制度的专著。另外，社会学研究职业声望、社会地位的文献可以属于这一研究领域，例如特雷曼（Treiman，1977）对职业声望制度的研究和布迪厄（Bourdieu，1984）对法国文化品位的形成和特点的研究，以及莱伯森（Lieberson，2000）对父母为子女命名的习俗演变的研究。在经济社会学中，波多尼集中研究这一现象。另外，朱克（Zucker，1986）讨论了信任的三个基础，尤其是“制度信任”基础，颇有意义。周（Zhou，2001）从制度学派的解释逻辑提出了一个理论，其主要内容已经在这一讲里做了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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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讲 有限理性与组织决策

■ 需要解释的组织现象

■ 讨论的起点：组织决策的理性选择模式

■ 有限理性与组织决策

■ 组织研究中的“垃圾箱决策理论”

■ 小结

■ 进一步阅读的文献

在这一讲中，我们回到“有限理性”这个主题上，集中讨论一下“有限理性”这一思路在组织决策研究这一领域的应用。我们在第五讲中介绍了有限理性的思路、有关有限理性的研究以及这一思路对组织研究的意义。这一讲通过介绍、讨论一个具体的组织研究领域达到以下目的：①深入了解有限理性的意义；②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组织现象和组织运作的机制；③了解组织决策领域的一些研究动态。下面，我们按惯例首先讨论“需要解释的组织现象”，然后我们介绍一下组织决策研究的基本脉络。在此基础上，集中讨论有限理性思路下组织决策的研究课题和理论模式。

需要解释的组织现象

在这一讲讨论组织决策的诸多问题时，我们会集中分析三个具体例子。我首先把这三个例子的背景和基本情形大致介绍一下。

第一个例子是1986年美国“挑战者”号航天飞机爆炸事故。爆炸事故的主要原因是航天飞机发射当天气温低下，发射器上的O型橡胶圈无法按设计要求在发射时迅速膨胀弥合部件间缝隙。结果是燃料油从部件连接处缝隙中渗出，导致燃烧爆炸。在挑战号航天飞机失事后的调查过程中，总统调查委员会发现了美国宇航总署（NASA）组织中一系列的问题。可以说，这一事故的原因主要不是技术上的失误，而是组织上的失败。大家知道，美国的NASA作为协调制造卫星、航天飞机的机构有着组织结构严密精细、协调有序的声誉。我们的问题是：一个严密设计的组织为什么会导致如此重大的事故？总统调查委员会成员之一的物理学家范曼（Richard Feynman）的调查报告（Feynman，1988）是一篇精彩的组织分析。我们以下有关这一案例的讨论主要是根据他的报告做出的。

第二个例子。我从自身经历谈一下大学录取新生工作的决策过程。我博士毕业后执教于美国一所大学，并作为教师代表参加了该大学两个年度的新生录取工作。从每年二三月份起大约用两个月的时间，我与该校新生录取办公室的一位工作人员组成一组，一起阅读申请资料，做出录取决定。我们的会议每周一次，每次2～3小时。这是一个典型的“按部就班”、在规章制度基础上的组织决策过程。我们将要讨论各种因素是如何参与这一看似简单的决策过程的。

第三个例子。1987年5月28日，一位19岁的德国青年驾驶着一架单引擎的小飞机穿过了400英里的苏联防空系统，降落在莫斯科红场。以下是根据录音整理的苏联防空部队将领们当时讨论决定的片断（《新闻周刊》1992年7月6日，第48页），以供我们进一步讨论使用。我们不难看出这是典型的紧急状况，是在巨大时间压力下的决策过程。

人物：少将VR，中将YB，少将NG，少将VS，少将AG

VR：也许我们应该派一架直升机上去查看一下？

YB：但是我们的直升机没有携带武器……也许不管怎么样我们都应该派直升机上去？目标有多远？

VR：大约120公里。

YB：大概一个小时。直升机需要先做好准备。

NG：我觉得那是一群鸟。一群小鸟。

VR：不对。如果飞行员看到了……

NG：他们看不到任何东西，这些飞行员呀，他们总是说他们看到了许多东西。

VR：但是，飞行员坚持他的说法，说有一架飞机在某个空域出现了。

NG：你有没有意识到，如果这是一架飞机的话，上面会给我们这些人找无穷多的麻烦。他们会说：“如果你们发现了飞机，那么给我找到它。”

YB：这是一片云层，或者是一群鸟，这些可能性更大。

VR：如果是一片云层当然就好了。但是，如果真是一架飞机怎么办？它会因为燃料不足迫降在什么地方。那么上面就会怪罪下来：“你们怎么做的？为什么这样做，为什么不那样做？”

NG：他们为什么怪罪我们…… 就算是它降落了，但是我们一直跟踪着它，我们派飞机升空了。

VR：柯莱米将军正在指挥中心考虑应该怎么做。

NG：他当然应该考虑了。

YB：我们也应该考虑。

NG：不对。他应该先考虑，飞行员首先向他报告的。

VS：这有什么区别？我们应该是保卫莫斯科的第一道防线。

YB：（对中将AG说）我们需要做一个决定。我们必须向上报告。是什么呢——一群鸟、一片云层，还是目标？

AG：我现在还不能向上报告。

YB：但是我们必须做一个决定。

AG：我不能做决定。我们的雷达不能确定这到底是什么。我怀疑这不是云层，它的移动速度那么快。

（一段沉默）

AG：古柯夫将军（自己）报告……我们的结论是这是一片云层。

YB：但是，亚里山达·伊万诺维奇，你简直是自相矛盾！两分钟以前你说这不可能是云层。

AG：你做了决定，我们需要来处理。

YB：（迟疑地）想想看北方地区是什么天气——鹅会飞很长时间吗？

AG：好，列宁格勒方面已经决定，这是一群鸟。

YB：你瞧，你刚刚说是云层。云层怎么会在多云的天空里这么突出？很值得怀疑。

AG：我们应该和列宁格勒方面的决定保持一致，表示我们的团结。（笑）但有一件事我还是纳闷：鸟在春天向北方飞，但这却是从北方飞来的。

YB：我还是认为我们的结论是：这是一群鹅。所以，亚里山达·伊万诺维奇，这是一群鸟。

AG：是，长官。这是我们的决定。是。

讨论的起点：组织决策的理性选择模式

充分信息下利益最大化的一个决策模式

20世纪50年代以来，社会科学领域中主流的决策理论均是以理性选择为基本分析框架的。这一思路集中体现在至今占主导地位的统计理论和经济学理论中。例如，在新古典经济学中，人们的决策行为通常被抽象化为按最大化原则实现个人目标的理性选择过程。这一决策模式通常包括以下四个要素或假设。

1.人们知道自己的目标（效用函数）；

2.人们知道面对的选择；

3.人们知道这些选择的后果；

4.人们知道并遵守（最大化）决策的规则以进行选择。

举例来说，当在座的同学们准备继续攻读博士学位而考虑申请学校时，这一决策行为就可以从这一理性模式加以分析。第一，你需要知道你要追求的目标是什么；第二，你需要知道面临的可能去的学校是哪些；第三，你需要知道去这些学校，读完学位后的结果是什么；第四，在这个基础上，你可以按照最大化的规则做出理性选择。与此相应，学校的招生决策也遵循同样的逻辑，即校方根据自己要达到的目标、所面临的选择（学生源）、选择的后果而做出实现目标最大化的决定。

这个理论模式有两个假设。第一个假设是决策者占有“充分信息”，即人们知道面临的各种选择和这些选择的后果。第二个假设是决策者有“充分理性”，即人们不仅有能力来收集、加工这些信息，而且有能力做出理性的决断。

这一模式的进一步演变

随着社会科学研究的深入发展和新问题的提出，这一决策模型也不断发展，越来越精细复杂。有趣的是，这些变化主要体现在逐渐放宽有关“充分信息”的假设，但“充分理性”这一假设几乎没有什么变化。

不完备信息：信息不确定性

首先，研究工作者引入了“不确定性”条件，放松了“充分信息”的假设。这一模式发展出了概率基础上的决策理论。在决策理论中，不确定性指由于信息不完备导致的抉择困难。例如，一家公司在投资、人才录用、组织设计等决定上不断面临各种可能性，通常不可能找出一个唯一的最佳选择。统计学家和经济学家在概率论基础上发展出一整套的（统计学）理论模式来解决这一困境。“不确定条件下的最大化”的决策模式就是一例。例如在我们第三讲中讲到的“旧车市场”，我们可能不知道每辆车的质量，但如果我们知道这类车质量的概率分布，我们也可以在这一基础上做出理性选择。也就是说，即使我们不能知道这些选择出现的确定性，或者不能确定这些选择的后果，而只是知道这些选择或后果出现的概率分布，我们仍然可以按照概率统计的规则来进行理性决策。从这个意义上说，人们在不确定条件下的决策活动有了理性模式的指导。许多组织决策情形是在不确定条件下的决策，这种概率基础上的决策模式已经渗入我们的日常生活。公司的市场分析常常使用类似的语言：新产品成功的概率是多少，市场未来走向的概率分布是什么，等等。在这些理论模式的演变过程中，充分理性这一假设并没有实质性的变化，只是人们据以决策的信息从“确定性”的知识转变为“概率性”的知识。

另外，这些不确定条件下的决策模式也进一步考虑了其他因素。例如，追求多重目标条件下的决策；时间因素在决策中的作用；先验概率在决策过程中的作用；等等。另外，因为每个人对风险的承受能力是不同的，在建立理论模型的同时也需要考虑人们的风险态度，例如人们的风险中立或风险规避的取向。近几十年来决策理论在这些领域有了长足的进展。

不对称信息

博弈论在最近20年来的研究引进了“信息的不对称性”这一假设。过去的决策理论是关于个人面对客观环境条件的决策问题。在这一模式中，信息是中立的，多多益善。而在博弈论中，多人之间的对弈意味着信息是策略的，而不是中立的。因此，信息量的增加并不意味着信息质量的提高。更为重要的是，决策参与过程中各方的信息是不对称的。信息的不对称性引出了组织管理的一系列课题：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形下人们可以通过策略地使用信息来达到私有利益。经济学中的委托—代理模式关心的就是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委托—代理双方如何进行互动决策的问题。不对称信息的引进是理性决策理论的一个重大发展。以前的理论模式把决策环境看做是被动不变的，不会因为人们的行为而做出反应。但是，在博弈论的框架中，一个人决策必须考虑到另外一方的利益、信息和反应。这一理论思路的一个重要意义在于：决策选择可能不存在唯一的、最佳的选择（我们在第二讲中谈到了这个问题）；而且人们理性选择的结果可能并不是他们所希望的结果，囚徒博弈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因此，引进了信息不对称性对组织决策提出了一系列新的问题，也使得决策理论模式更为接近现实生活。

评论

理性选择的决策模式是一个“理想型”的理论模式，它教导人们“应该”如何理性地做出决策。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一理论模式是无可非议的。但是，因为理性模式有关人们决策行为的前提假设不现实，这一模式与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的实际决策行为常常相去甚远。因此，它在解释和指导人们决策行为时有着明显的局限性。我们可以看出，在上述的理性模式的演变过程中，有关“充分信息”的假设被大大放松了，但是“充分理性”的假设则维持未变。尽管经济学家们现在常常使用“有限理性”这个概念来讨论决策行为，但他们所谓的“有限理性”大多是指人们在不充分信息、非对称信息情况下无法达到“最优”（first best）选择的状况。在这些信息条件下，人们的行为仍然被假定是遵守理性选择逻辑的。

这里的问题在于，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决策行为常常与理性模式的说教相去甚远。如我们在第五讲中提到，行为心理学的大量实验发现，在不确定条件下，人们在决策行为中使用的经验估计与理性模式大相径庭。组织行为学的一系列研究也发现，组织行为也常常不尽如人意，与理性模式相悖。这些观察意味着，在描述、解释组织决策行为这一领域中我们仍有很大的余地来发展新的理论模式，提出新的解释逻辑。我们下面讨论、介绍这一方面的研究成果。

“有限理性”与组织决策

我们在第五讲中提出，有限理性强调人们信息加工的心理设施的局限性，以及组织过程中各种因素的相互影响，因此人们常常不能按照理性模式去行为。有限理性的思路在组织研究中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课题：人们心理素质加工信息能力的局限性；人们在不确定条件下经验估计的系统偏差；不同利益导致的信息的策略性、不对称性；组织学习、组织适应的危险。

引子：从个人决策到组织决策

与个人决策过程相比，组织决策有几个鲜明特点：第一，它是一个多人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第二，它是在一个稳定的组织结构、组织制度中运行的。这意味着我们需要引进新的变量来考虑、讨论组织决策过程。让我们首先看一看新生录取过程的例子。上面我说过，若干年前，我曾经作为教师代表参加了一所大学的新生录取工作。这个决策的过程可以简单地描述如下：在大约两个月时间，我每周一次与学校招生办的代表工作半天，我们的任务是审阅新生的申请材料，做出“录取”或“不录取”的决定。下面是我观察到的一些情形。

1.在许多情形下，多重信息是模糊的、不一致的。例如，一个高中生的在校成绩（GPA）可能很好，但是他的大学统考（SAT）成绩平平，或者他的推荐信一般。也就是说，决策依据的各种信息并不总是一致的。许多决定是在这种多重的、不一致的信息中做出的。这就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人们在模糊、不一致的信息面前是如何进行判断和行为的？

2.即使是同一种信息，人们的解释也可能迥然不同。例如，一个申请者的高中三年成绩先低后高。有时我们把它解释为“这个学生很聪明。可能刚进入高中时一时迷茫，成绩不佳。但是一旦迷途知返，立刻成绩斐然”。经过如此解释，我们就会录取该生。但是，有时面对类似的信息，我们也会解释为：“该生表现不稳定。平时不好好学习，到高中后阶段临时抱佛脚，才把成绩突击上去。”经过如此解释，该生就不能被录取。在录取过程中我也时常听到我的搭档评论道：“这个学校课程的难度比那个学校要大得多，所以这个学生的‘A’比那个学校学生的‘A’更难得。”因此，即使是同样的高中成绩，它们的分量也每每不同。

3.在许多情形下，决策者使用自己过去的经验加以判断。记得有一次在讨论一个学生的申请材料时，招生办的那位同事（她同时也是在校学生的生活顾问）用十分肯定的口吻评论道：“我经常与这类学生打交道。这个学生不可能在我们这个学校生存下去。”但是，作为刚刚开始工作的我却看不出该生的申请材料与其他申请者有什么明显不同。记得当时我望着窗外漫天的鹅毛大雪，对她使用的“生存”（survival）这个词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当然，结果是我们没有录取该生。

4.新的信息常常会起到重要的作用。例如，招生办的同事常常到各地高中去访问，因此认识高中的老师。于是这些熟识老师写的推荐信有了格外的分量。

5.“私有利益”起着重要作用。在申请的审理过程中，我碰到了为数不多的申请学生表示对社会学专业有兴趣。在美国中学里，学生很少有机会了解到什么是社会学。因此，在申请过程中，极少有人表示对社会学专业有兴趣。我作为社会学系的教师当然对这些申请者有着格外的关注。在这些申请材料满足基本条件的前提下，我力主录取了他们。

6.时间压力在决策过程中也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例如，在起初的几个星期里，我们对每一份申请材料都给予充分的注意，常常花一段时间讨论不同信息的意义，达成共识。但到后期当发出录取决定的期限逼近时，我们的决策速度也不由自主地加快了。每一份申请材料常常在极短的时间里拍板决定，无暇仔细讨论。记得有几次我一来到录取办公室，我的搭档就会对我说：“我们上一轮的录取率太高，现在要严格把关。”也就是说，我们给予每份申请材料的注意力和审核标准随着时间进程、时间压力而变化。

我们可以从上面的例子里归纳出一系列的组织决策机制来。第一，组织的规章制度在这里起到了很大作用。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上面描述的决策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是规章制度基础上的决策过程：这些规章制度决定了哪些人可以参加决策过程，在什么阶段参加决策过程，什么样的信息可以进入决策过程，决策过程的注意力分配和进程，等等。随着这些规章制度的变化，决策的过程和结果也会出现相应的变化。

第二，在组织决策过程中，“解释”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不一致的信息需要解释，同一信息也可能有不同解释。经验在“解释”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过去和类似新生打过交道的经验决定了对某一类信息的解释）。不同的角色也导致了“解释”的不同。这意味着我们不仅要关心信息的质量，而且需要关心解释者的质量。

第三，利益在这里也起到了重要作用。作为社会学出身的我给予有兴趣于社会学专业的申请者特别的注意和偏爱。其实在新生录取工作中，参与决策的我们两个人都没有直接的利益联系或利益冲突。但是在其他分配资源或影响不同利益的组织决策过程中，部门利益、派别利益的分量可以想见会更为重要。

第四，上面谈到的在这个录取工作中先从容后紧迫的特点提出了时间动态、注意力分配的微妙而又重要的作用。我们在参加许多会议讨论问题时常常都有这样的经历。这是组织决策过程中的一个普遍现象。

由此可见，组织决策涉及多重平行的过程。组织决策是一个组织运行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已有规章制度的约束；组织决策又是一个政治过程，是一个各种利益派别相互冲突、相互妥协的过程；它同时又是一个“解释”的过程，决策的许多信息依据都需要经过人们的解释才能产生影响，不同的解释常常会达到不同的结果。我们下面讨论一下这些不同的过程和机制对组织决策的影响。

组织决策模式1：规章制度基础上的决策

“组织决策”这个题目使我们常常联想到那些“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的激动紧张的戏剧性场面。但是，大多数组织决策是在日常生活中进行的，建筑在组织规章制度之上。例如，大学里的许多决定，如招生、课程安排、考试、实习等，都是按部就班地遵循已经建立起来的规章制度办理。公司里的许多决定也是这样进行的。产品定价常常遵循成本加上一定比例的利润的公式；甚至公司的研发投资决定也大多是在上一年的基础上按一定比例递增（或递减）。

我们在第五讲中已经谈到，正式组织的鲜明特点之一是它的规章制度，特别是维持组织内部日常运行的程序规则（standard operating procedures）。组织规章制度与我们上面讨论的各种组织环节有着密切的关系。第一，组织规章制度决定了注意力的分配，从而影响了决策的频率；第二，规章制度决定了什么人参与决策的过程，从而影响了决策中利益分配的结构和基础；第三，规章制度决定了信息收集、加工和解释的组织结构，从而影响了决策过程的走向。在我们上面说的新生录取工作中，规章制度规定了收集什么样的信息（申请材料的要求、中学访问等）、什么人参加录取工作、决策的时间期限，等等。这些都是我们所说的正式规章制度。在许多情形下，诸多的规章制度常常在我们进入决策过程之前就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决策的结果。组织研究的一个重要任务是解释规章制度在组织中是怎样产生的，并回答这个问题：规章制度是否可以帮助我们克服有限理性的局限？决策过程中规章制度的重要性意味着人们并不总是随时随地追求最大化目标的，而是通过规章制度来简化决策过程，表现出持续稳定的组织行为。

我们这里所说的组织规章制度不仅指正式制度，而且包括非正式的社会规则和行为规范。组织内部的许多行为是依赖这些非正式的规则维持的。例如，在美国的大学制度中，当新的助理教授走上讲台时，并没有人告诉他这门课应该上什么内容、使用什么教材或者他应该如何行为。但是，这些年轻教师的行为（例如课堂上的表现、授课内容、与学生的关系等）却大同小异，颇为规范。原因是他在研究生学习阶段就受到了耳濡目染的专业化训练。当走上工作岗位时，他已经具有了相应的社会期待和行为规范。组织社会学的一个重要研究发现就是组织中的科层制程度与其专业化人员的比例成反比（Hall，1968）。这是因为在专业化人员集中的部门，专业化过程形成的行为准则、社会规范的作用也尤为强大，不需要科层制度对人们的行为加以约束。因此，组织规章制度包括了正式制度和非正式规范这样两个部分。

在这一基础上，马奇（March，1994）提出了一个“合乎情理的逻辑”的决策模式。其中心思想是，在很多情形下人们的决策过程是受“合乎情理的逻辑”所支配的。这里说的“合乎情理的逻辑”就是人们普遍接受的行为规范的制约。马奇提出，从这个角度来看，人们在决策过程中面对三个问题：

1.这是什么样的情形？

2.我在扮演什么角色？

3.在这样的情形下我的角色应该如何行为？

例如，我在现实生活中有着不同的角色：教师、朋友、丈夫、家长，等等。这些不同的角色告诉我不同的行为方式。当我走上讲台时，授课这一情形规定了我在扮演一个教师的角色。那么，我的举止言行也会按“教师”这一角色来实行。也就是说，我有意或无意中在按照对上面的这三个问题的回答而采取相应的行为，或者说我是在按“合乎情理的逻辑”行事。为什么这一逻辑对人们的行为有约束力呢？我们想象一下我违反这一逻辑的后果是什么？假设我不按时上课，上课不认真，那么学生、其他教师和领导就会对我有意见，学生可能会不来上课或向有关部门抱怨，学校的领导就会采取措施迫使我改进。大家可以想一想，在我们大学里可能没有关于教师授课行为规范的正式规章制度，但与此有关的“合乎情理的逻辑”是人人皆知的，它对人们的行为产生了重要的约束作用。许多个人或组织决策是在这一基础上做出的。

在这个模式中，人们的行为不是像理想模式规定的那样追求最大化目标，而是受到“合乎情理的逻辑”的制约。例如，心理学中有关“社会范畴”（social categorization）的实验（Tajfel，Flament，Billig and Bundy，1971）很说明问题。在这一实验中，实验对象被任意分为两组，各组内部没有任何互动或内部结构，也没有任何共同目标。但是，人们的行为却“自然而然”地按自己所属群体的成员角色去行为，维护自己群体的利益而排斥另一群体的利益。这一实验结果在以后的长期重复实验中得到验证。这意味着人们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是按照他们扮演的角色行事的。这里的“社会角色”也是规章制度的一种体现。在这个意义上，这一决策过程与制度学派的思路不谋而合。

但是，“合乎情理的逻辑”并不能保证决策的正确。而且，各种并存的规章制度、社会角色之间也存在着许多矛盾。我们回到“挑战者”号航天飞机的例子上。范曼在他的调查过程中发现这样一件事情。在NASA文件中这样记录着：航天飞机失事的概率为十万分之一。我们知道，这种估算对组织行为有重要意义。如果人们估算的失败概率很小，就无需对可能出现的问题、防范措施给予很多的注意力。范曼认为这个“十万分之一”的概率令人难以置信。这意味着，假设航天飞机每天飞行一趟，300年不会出问题。当他试图对这一估算的依据刨根问底时，却发现这一魔术般的数字居然毫无根据可依。有趣的是这样一次经历。在一次调查会上，范曼让在座的三位工程师和一位经理在一张纸上写下各自对航天飞机失事概率的估计。三位工程师分别使用了不同的表达方式，但他们的估算大致一致，在两百分之一到三百分之一之间。但是，那位同时也是工程师出身的经理却表示，这种失败概率是无法计算的，这取决于过去的经验、生产过程中的质量控制和工程判断。当范曼坚持要求他给出一个具体回答时，他给出了与官方口吻一致的“十万分之一”的回答。为什么工程师与管理人员的回答会大相径庭呢？为什么一个工程师一旦成为经理或扮演经理这样一个角色时他的判断就会有如此大的不同呢？我们上面讲的道理提出了一个有趣的解释：工程师的角色和经理的角色有着不同的行为规范，一旦人们扮演了不同的角色，他们的行为也受到不同的制约，促使他们得出不同的结论。

我们简要地总结一下以上讨论的内容。首先，规章制度在许多决策过程中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微小的（参与）规则变化可能会引起重要的后果。例如，有关退休年龄或提干年龄限制的规定表面看来中立公允，但是对科层制结构中的人们的行为会产生不同的深刻影响。其次，规章制度并不总是理性的产物。规章制度内部也充满了矛盾，不同的角色常常会导致非常不同的判断。因此，规章制度下的组织决策并不总能克服有限理性的困难。分析、认识组织规章制度是我们认识组织决策的一个重要角度。

组织决策模型2：组织决策的政治过程

我们在第五讲中讨论了组织运作的政治过程以及它与有限理性思路的关系。现在我们从组织决策这一背景讨论政治过程的意义。我们首先回顾一下在第五讲中谈到的有关论点。第一，决策中的政治过程意味着组织决策是一个不同利益集团讨价还价、相互冲突、相互妥协的过程。通过这一过程，决策是否能够达到理性目标尚是一个未知数。第二，不同的组织结构、权力结构对组织决策有着重要影响。第三，在组织过程中，信息不是中立的，而是被各方策略地使用。第四，各种利益集团以不同的形式，在不同的阶段参与组织决策。

我们以上讨论引入的政治过程有重要意义：①因为不同的利益集团参与组织决策过程，组织目标常常是不一致的、不稳定的。这些目标随着利益集团以及它们之间关系的变化而变化。②因为决策信息的策略性，我们不得不从更为复杂的背景下考虑信息的收集、加工、解释以及质量。③组织决策常常是相互冲突的利益妥协的结果。这些原因使得理性模式的可行性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决策过程不单单是一个“协调”的过程，而且是一个更为复杂微妙的相互冲突、相互妥协、讨价还价的政治过程。因此，从政治过程的角度来看，我们必须在一个更为广阔的背景下讨论组织决策过程。例如组织研究的一个重要观察是，执行过程是决策过程的继续。这意味着政策执行者虽然被排斥在决策过程之外，但他们可以在执行过程中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其上。如果不考虑执行过程中的问题，组织决策也不可能达到其期望的结果。

关于组织运行的政治过程的例子可以说俯拾皆是。我们从这一讲一开始提出的三个个案说起。首先，我们上面描述的大学招生的过程可以说是一个相对非政治化的过程，这是因为参与决策的两个人都没有直接的利益冲突——我们都希望录取最优秀的学生，我们都认同录取的基本标准。其次，这一过程的规章制度明确可依，大多数信息也明确无疑（例如，统考成绩、高中成绩、各种奖励等）。尽管如此，政治利益的作用仍然隐约可见。我坚持录取对社会学有兴趣的申请者就反映了决策者自身的利益。同样地，申请者在提供信息时也竭力提供有利于自己的信息，在最大程度上反映申请人的利益。这些因素在一定程度上都影响了录取决定。在苏联防空指挥部的决策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尽管决策的目标可以说十分明确，而且其过程十分简短，但这些将领们关心的不仅仅是保卫莫斯科的问题，还有他们各自的利益、责任和后果。这些政治因素也影响了决策的方向和进展。

在航天飞机“挑战号”发射前的决策会议上，制造O型橡胶圈的公司代表提出发射前夜的气温低于规定的温度，要求推迟发射。这时，NASA的一位经理公然对这位工程师说：“你应该戴上经理的帽子想问题”（Put on your management hat）。这种威胁压力迫使那位工程师代表不再坚持自己的意见。更为重要的是，按照决策规则，决策中的不同意见应该如实报告给上一级决策机构，以便上级在决策时加以考虑。但是，这些意见分歧根本就没有向上传递。这里的重大失误不是技术上的问题，也不是规章制度上的漏洞，而是政治过程对组织决策理性模式的致命扭曲。

政治过程对组织决策的影响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都可以感觉到的。因此人们常常有一种误解，认为对这些问题我们已有深入了解，无需作为学术课题加以研究。但我们看到，这些政治因素的规律、方式以及相应对策的研究是一个空白。例如，“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一现象是组织决策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纽约时报》（2003年5月22日）报道过这样一则消息：最近美国许多州的教育厅修改考试及格的标准，以便不至于失去联邦政府的教育经费。例如，得克萨斯州教育厅在考试时发现许多学生不能达到及格水平，便修改及格标准，从36题24对为及格改为20对为及格。这是因为联邦法律规定，如果一个州的学生考试成绩达不到一定水平就会失去联邦政府给予的教育经费。为了不失去这些经费，州政府的教育机构便修改这些标准。在这里，我们看到联邦政府试图通过奖惩方式来激励各州提高教育质量的做法适得其反，反而诱使各州不得不放松标准。这种例子在组织行为中可谓司空见惯。

在英文文献中，政治学和组织领域对这一课题已有了大量的研究。但是，中国的组织研究领域中尚没有见到有关这一课题的系统持续的研究工作。另如，各级部门的上报统计数字中的水分是世人皆知的。这些现象与政治因素密切相关，但却很难见到从组织决策角度进行的深入的研究。我们从直观上对这些问题都可以品头论足、颇有见地，但是感性经验不能代替系统资料，直观评论不能代替科学解释。许多看似有理的观点，如果我们提出几个问题就会发现它们或是没有事实依据或是逻辑上不能自圆其说。在这个领域中我们的研究还刚刚起步。

经济学（特别是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的新近发展提出了这样一个令人憧憬的目标：人们可以通过组织设计来预防、解决上述问题。例如，拍卖过程中竞争者常常隐瞒自己的偏好以期达到私利。但这样做的结果是导致交易的低效率。经济学的研究提出，人们可以设计出一种制度，激励竞争者在拍卖过程中提供真实信息，从而避免这一问题。我们在第六讲中介绍的委托代理模式以及激励机制都是这一领域中的新发展。但是，近年来美国的安然、环球电信等大公司管理层暴露出的一系列问题，说明这一模式提出的组织设计在复杂多变的现实生活中是多么苍白无力。

组织决策模式3：组织决策的解释过程

在理性模式中，信息是中立的、明白无误的，因此增加信息有助于提高决策的质量。但是，在有限理性的模式里，信息不是中立的。它不仅仅是策略性的，受政治利益的支配，而且在决策过程中的各种信息常常是不一致的，其意义常常是模糊不清的，需要加以解释。

比如，在我们上面谈到的新生录取过程的例子中，申请材料中的各项信息（统考成绩、高中成绩、推荐信等）常常是不一致的。我们需要理解、解释这些指标意味着什么。甚至同一个信息也可能有着不同的解释。在苏联防空指挥部里，将领们也面临着同样的解释任务：突然出现的不明飞行物，是云层、鸟群还是飞机？我们在多大程度上相信飞行员的报告，或者鸟群飞行方向的季节性？

即便“挑战者”号的发射决定也并不像表面上看上去那样不明智。我们上面谈到，发射前夜的温度低下（O型橡胶圈的设计规定温度在华氏53度以上，而当时的气温只有29度），因此在发射准备会上橡胶圈制造公司的工程师不同意发射。他的理由是，橡胶圈可能因为温度低下而不能按设计在发射过程中膨胀，导致漏油和事故。但是，坚持发射决定的经理指出，在过去发射时也发生过类似漏油的问题，与气温无关；过去发射时也有过气温低于规定的情况，但没有导致任何事故。也就是说，气温与事故的关系并不是明白无误的，人们可以赋予不同解释。

上面的解释机制为我们研究组织决策提出了新的分析角度。如果解释机制在决策过程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我们就需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什么因素影响了人们的解释活动？我们下面简要地提出一些有关的机制。

第一，人们根据自己过去的经历、经验来解释信息。例如，当招生办的同事说，这位申请人无法在我们的环境里生存下去，她的依据是她过去接触这类新生得到的经验。但是，对于不谙美国大学生生活的我来说，这种经验无从追寻。当苏联防空指挥部的将军们对飞行员的报告表示怀疑时，他们是根据以前发生的经验做出解释：“这些飞行员啊，他们总是说他们看到了许多东西。”同样地，当“挑战者”号发射准备会上那位经理坚持低气温不会造成事故时，他也是对以前发生过的类似经历加以解释。过去成功的经验教训也可能导致错误的解释和决定。我们在第五讲中谈到的英特尔在最近经济衰退期的投资决定也是解释历史导致的错误决策。同样，一次经济衰退对许多企业来说是困境，但对另外一些企业来说也可以被解释为一个机遇。因此，我们可以归纳出这样一个结论：不同的经历可能导致不同的解释。


第二，人们根据自己的角色、身份来解释信息。什么是风险？道格拉斯和怀尔德斯基（Douglas and Wildavsky，1982：6）指出，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有着不同的解释。“关于风险的认知是一个社会过程。……指导行为的不同的社会准则影响了人们有关风险的各种判断：人们应该畏惧什么样的危险，应该冒什么样的风险，什么样的人应该冒这样的风险。”我们上面谈到的工程师和管理人员估算航天飞机的失事概率的例子就很说明这个道理。不同的角色对同一信息可能有着不同的解释，一方面是因为他们的认知受到其地位、看世界的角度不同的影响，另一方面，人们关心的问题、利益也因角色而异。


第三，不同的利益也会导致对同一信息的不同解释。我们在讨论政治过程时已经谈到这一问题，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组织决策受信息的影响，而信息常常需要通过解释才能产生意义。认识到组织决策取决于解释、取决于对过去经验的总结只是第一步，只是帮助我们更好地进一步提出问题：人们是如何解释历史、解释过去经验的。在这个领域中，我们的研究还刚刚起步。

组织决策模式4：决策过程启动的两个机制

在这里，我们简单讨论一下两种启动决策过程的机制以及它们对决策过程的影响。

问题导向的决策过程

从有限理性的观点来看，组织决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满意原则”的机制调节的。也就是说，组织只有在经历到或觉察到“不满意”的状态时才会启动组织决策过程去解决问题，寻找解决方案。这意味着许多组织决策是由“问题”诱发的，类似于“救火”式决策过程（Radner and Rothschild，1975）。这一类组织决策可以描述为“问题导向的决策过程”。

从这个角度来看组织决策，我们需要研究的课题是：“满意度”是如何确定的？组织如何区分“成功”、“失败”这两种状态？如果组织处于自我“满意”的状态，组织就会依赖已有的规章制度维系日常的组织决策活动，产生稳定的、可预测的组织行为。当“不满意”状态出现时，组织启动搜寻机制，寻找新的解决方案。当旧的技术无法满足新产品的生产需要、旧的规章制度无法解决新的问题、已有的部门无法处理新的问题的时候，人们就会启动组织决策过程寻找新的答案。因此，“满意度”的设置决定了决策过程的启动。而组织决策是一个非连续的过程。

有限理性的满意原则还告诉我们组织决策的特点和何时结束。例如在上面谈到的招生过程中，我们的行为与满意原则十分吻合：我们只是在一个小的范围内选择，将申请人一对一地加以比较，一旦申请者符合我们的“满意”原则，决定也随之产生，组织搜寻也告结束。在“挑战者”号失事前，漏油现象已有发生而且多次记录，但是因为这些问题的端倪没有导致“不满意”的状态，所以没有引起有关部门的注意。

问题导向的决策模式只是描述了一个过程。我们需要进一步回答以下问题：人们从哪里寻找答案呢？我们上面谈到的许多机制可能在这一过程中出现。例如，人们可能通过解释历史来寻找答案。但是，这里的困难我们已经反复说过。IBM 在20世纪80年代决定在大型计算机领域加强投资的决定就是一例。人们也可能从其他组织的行为中寻找答案，在制度环境中寻找答案。在这里，制度学派提出的合法性机制和组织的模仿行为为我们提供了分析角度。在这种情形下，采纳新的组织形式并不是一个理想模式的结果。

我们以前谈到的组织内部的注意力分配、组织决策过程的负荷都对决策发生重要影响。从“注意力是一种稀缺资源”这一命题出发，我们可以提出这样一个观点：注意力导致组织决策。这是因为注意力帮助我们发现问题，帮助我们寻找解决办法。增强注意力提高了发现问题的可能性，从而提高了决策的概率。我们常常观察到，周期性注意力会导致周期性决策（例如四年一度的人大与决策频率）；而另一方面，缺乏注意力则可以降低决策概率。例如，一个组织中门可罗雀的部门角落常常因无人关注而长年累月地墨守成规、毫无变化。

时间压力是影响组织决策方向和质量的一个重要因素。如果有充足的时间，我们可以对每一个招生过程中的申请材料进行认真讨论。但是，处理每一份申请材料的时间只有十几分钟，许多时候我们需要依赖自己的直觉。如果有充足的时间，苏联防空指挥部也不会犯下荒谬的错误。但是，从飞机发现可疑目标到最后结论，决策的时间大概只有几十分钟。

另外，组织决策常常是在我们的信息、解释模糊不清的情形下做出的。在苏联防空故事中，雷达、飞行员的观察都不能提供准确信息。在“挑战者”号出事故前，人们对漏油的严重性也没有明确的认识。因此，问题导向的决策过程的启动并不意味着理想模式开始运作了。

答案导向的组织决策

如果说问题导向的决策过程被棘手的问题制约，那么另外一个决策的启动机制——答案导向的组织决策——则提出了另外一系列有趣的问题。这里所说的“答案导向的决策”是指组织得到一种新的手段、技术或认识角度后便有意识地使用它们来寻找问题、解决问题。这种情形犹如人们买到了一把电动螺丝刀后会情不自禁地在室内各个角落寻找松动的螺丝钉试一试一样。类似的情形在组织中也司空见惯。例如，当大学内部组建学院的组织形式出现后，许多大学都把这种组织形式看做解决棘手问题的一个手段，甚至在没有问题的领域也加以实施。当MBA的神话盛行时，各种公司把雇用MBA作为解决各种尚未分明的问题的钥匙。当全面质量管理成为一种“答案”时，许多公司趋之若鹜，加以采纳。一个组织成立了一个专门的质量管理部门，这个部门就是一个“答案”部门，它拿着“答案”（质量控制手段）到处寻找问题（质量问题）。这种先有答案再寻找问题的过程正是“答案导向”决策所描述的情形。

答案导向的决策过程与问题导向的过程有着重要的区别。如果说后者是“救火式”动态过程，前者则可以说是“未雨绸缪”式的组织行为。例如，在中国进入WTO后有许多关于各行各业如何应对的宣传介绍，诸如采纳ISO2000国际通用标准有助于与国际接轨、提高出口竞争力和吸引外来投资，等等。许多公司纷纷效仿，对其产品生产过程和质量加以改进或包装。如果没有这些“答案”在先的话，组织也不可能有相应的决策。另外，每当一家大公司更换高层领导，常常导致大幅度的内部变化。其原因之一是因为每一个领导头目都有着自己的一套答案付诸实施。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观察到，在一家公司各部门参与的决策过程中，不同的部门例如生产车间、销售科、科研处对公司今后发展方向可能有着不同的看法，这些不同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它们各自部门不同的利益、不同的方向、不同的答案。这些决策有着与问题导向过程不同的特点，它们为已有答案所驱动。

答案导向过程的机制有诸多渊源。第一，如同我们以上的例子所说，它与制度环境有着密切关系。制度学派提出的“模仿机制”可以说是一个重要的“答案”渊源，即组织会“盲目地”采纳许多制度环境中建构起来的“答案”。高层领导的过去经验也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例如，格斯纳（Louis Gerstner）在20世纪90年代初就任IBM总裁后，致力推行计算机的售后服务。这在很大程度上与他的以往经验有关。格斯纳曾任美国快递（American Express）总裁，其主要业务活动是为顾客提供服务，因此他在“顾客服务”这一领域中已经有了一整套的“答案”，可以带到IBM加以实施。另外，组织内部的注意力分配和多余资源的配置都会对这一过程产生影响。但是，答案导向的过程并不总是理性地预见问题。这些“答案”常常为某些部门的利益驱使，寻找问题的过程是一个政治过程。

问题导向过程与答案导向过程是两个相互平行、相互独立的过程，受着不同机制的影响。前者可能由生产过程的具体问题诱发，而后者可能是与生产过程毫无关联的制度环境的产物。当然，这两种过程同时受到组织内部机制的作用。例如，注意力分配、组织的闲置资源对两者有着影响。我们在以下对组织决策的动态过程的讨论中会进一步分析这些问题。

小结：模糊性概念与组织决策

以上的讨论提出了一个中心问题：人们的决策行为以及组织决策的过程和质量都与理性模式的说教相去甚远。为什么理想模式如此难以应用呢？在这里，我们引入“模糊性”（Ambiguity）这一概念来加以阐述。

模糊性与不确定性

不确定性指信息缺乏导致的困难，这种不确定性可以通过增加信息或处理资料的科学手段来解决。例如，在一家公司选择合作伙伴时，开始可能因为信息不足而无法决定，通过进一步收集信息最终可以得出确定的结论。但是，心理学对于不确定条件下决策过程的研究，发现人们并不总是遵守理性决策模式的要求而行为，增加信息常常并不能提高决策的质量。马奇提出了“模糊性”这一概念来强调指出，决策过程中的信息问题超越了不确定条件这一困难。具体说来，模糊性指同样信息条件下人们会有不同的解释和理解，而这些不同的解释不因信息的增加而改变。下面，我们简要地提出这种模糊性的四个不同方面。

1.目标的模糊性。明确的组织目标是理性决策的一个基本前提。在组织决策过程中，常常有多重目标并存、相互竞争。例如，在“挑战者”号的发射决定过程中，按时发射完成预期任务与发射安全是两个同时存在的目标。在苏联防空指挥部里，“保卫莫斯科”和推卸政治责任也是同时并存的两个目标。这些目标对不同利益的组织成员来说有着不同的意义，导致他们解释组织目标、执行组织决策的不同行为。在大学中，教学和研究是一对组织目标，但它们之间又有着竞争关系。在教学中分配更多的时间精力会相对减少研究工作上的投入；反之亦然。因此，不同的角色（学校管理人员、教师，甚至不同学术生涯阶段的教师）都会对这两个目标的分量做出不同的判断，从而导致他们不同的目标行为。

我们以上讨论的组织政治过程也对这一前提假设提出了质疑。如果组织是一个政治联合体，那么，组织目标常常是政治妥协的结果；因此，这些目标随着政治势力对比的变化而变化，而且因每个人的自身利益不同而有着不同的解释。因此，组织目标在利益冲突的条件下具有很大的模糊性，而且这种模糊性不会因信息质量、数量的提高而改进。

2.历史事件的模糊性。上面我们提出，由于理性的局限性，人们通过对过去经历的认识来制定决策，而不是向前看。但是，人们对过去经历的解释也并不总是明晰一致的。组织研究发现，人们对组织内部以往事件的解释、评判因其角色、经历、时间长短不同而异。因此，历史事件并不是一个明朗无疑的决策尺度。

3.理解、解释的模糊性。如果说，任何信息加工都必须通过人的理解、解释来进行的话，那么，这些理解、解释本身也因个人的经历、地位、利益、思维习惯不同而异。同样地，这种模糊性也不能因为信息质量、数量的增加而改进。

4.组织过程的模糊性。我们上面说到，规章制度为组织决策过程提供了稳定的基础。但是组织决策过程又是变动不居的。尽管参与决策的人可能是同样的，但是每个人对不同决策的注意力不同，他们关心的问题也可能因时间而不同。因此人们参与决策的模式是不确定的和变化的。同样地，利益集团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妥协也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因此，组织过程并不是一个清楚简单的因素。

我们上面的讨论着重强调了理性模式的有限性。但是，我们所说的政治过程模式、组织过程模式等也只是许多组织决策过程中的一部分。如果我们只是分别考虑这些过程，就可能把复杂的组织决策过程简单化，与现实世界相去甚远。我们需要一个模式来考虑多重的过程，这些因素（利益、信息、参与）可能是同时的、并行的；它们到达组织决策过程的时间是互相独立的；决策过程是建筑在有限理性基础上的，有着很大的模糊性。下面介绍的“垃圾箱”决策理论正是这样一个理论模式。

组织研究中的“垃圾箱决策理论”

垃圾箱的比喻

我们先从“垃圾箱”的比喻谈起。我们想象一下，一个垃圾箱的内容是怎样决定的呢？它取决于许多过程和因素：参与的人（向垃圾箱投入垃圾的人）是变动不居的，每人参与的时间也是变动不居的。如果当时垃圾箱附近有着不同的活动，那么这些活动也会对垃圾箱的内容有着重要影响。另外，时间性也在这里起到了重要作用。如果我们在不同的时间取走垃圾箱，它的内容也会每每不同。

马奇和他的合作者（March and Olsen，1979）提出的“垃圾箱决策理论”用“垃圾箱”来形容组织决策过程的以下特点：①决策的投入常常是由许多的人员、过程来实现的，正如一个垃圾箱的“内容”是由许多的行人和街道动态过程决定的；②这些人员、过程常常是互相独立的，为不同的机制所推动、制约；③决策的结果与决策的时间性有很大关系，正如一个垃圾箱的内容与人们在什么时间取走这只垃圾箱有密切关系。我们下面来具体讨论一下这一理论模式的基本思路和意义。

理论模式

首先，我们可以注意到垃圾箱理论模式对组织决策过程的描述与其他理论模式有鲜明的不同。这一模式特别强调决策中多重、互相独立的过程。我们特别考虑以下四个因素：

1.问题流程：不同的问题在决策过程中出现、逗留、消失的流动过程；

2.答案流程：不同的解决方案在决策过程中出现、逗留、消失的流动过程；

3.参与流程：不同的人员参与决策过程的方式和阶段；

4.决策机会：各种决策机会在决策过程中的分布状况。

这些过程、机制可能是互相独立的。第一，问题与解决方案可能互相独立，为不同的机制所决定，我们在讨论“问题引导的决策过程”和“答案引导的决策过程”时已经谈及这一点；第二，由于组织注意力有限，组织内部可能同时面临不同的议程、流动的参与者；第三，在许多决策情形下，各种利益相互作用，目标、技术模糊，难以决策；第四，许多决策都面临极大的时间压力。

从一个动态过程来看，问题、答案、参与者和决策机遇之间的相互吻合很可能是不确定的。我们假设以下的情形：问题、答案、参与者和决策机会各有三个选择，分别以字母A、B、C代表。字母相同的选择如果能够吻合，则意味着恰当的问题，时逢合适的参与者，在恰当的决策机会中，找到了恰当的解决方案。但是，因为这些过程是互相独立的，这四者之间的相互吻合并非必然的结果，有可能出现错误搭配的情形。例如图30右方所示，在一个特定的决策情形下（如第一列），A问题、C解决方案、B参与者和A决策机会搭配在一起。由此可见，垃圾箱决策理论特别强调多重过程相互作用导致的决策结果的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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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0 “垃圾箱决策理论”

让我们重新考虑一下上面谈到的几个例子。首先，在我们谈到的招生过程中，虽然参与者是固定的，但是，每份申请材料提出的问题和我们可能给予的答案并不总是吻合的。记得有若干次，我刚刚来到录取工作的地点，我的同伴就告诉我，在前面的审查过程中，录取率偏高，现在需要“严格把关”。于是，同样的问题（类似的申请材料）便遇到了不同的答案。另外，在录取工作的后期，当时间压力日益增强时，决策机会也有着与以前不同的动态变化，使得各项因素之间的吻合出现了不同的动态过程。也就是说，即使是同一份申请材料在不同的决策机会中也会导致不同的结果。在苏联防空指挥部的决策过程中，我们也可以看到类似的问题。“派直升机升空”是一个解决方案，但是，由于时间压力（直升机没有武器、需要时间准备），这个正确的方案没有与正确的决策机会相吻合。在“挑战者”号的发射准备会上，我们也可以想象如果有不同的参与者，NASA的另外一个管理人员也许不会强求工程人员为发射开绿灯，而如果O型橡胶圈制造厂家的另一位在场的工程师坚持己见，不同意发射，那么这个决策过程的结果就会迥然不同了。

因此，从“垃圾箱决策模式”角度来看，要解释一个决策过程及其结果，我们必须从动态过程中认识这些不同过程之间的相互作用。错综复杂的决策过程并不意味着这一过程不可分析。“垃圾箱决策理论”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到这些过程的基本特点和因素。从这一理论角度来看，以下因素尤为重要：

1.各种过程相互作用的时间性。

2.决策的负荷，注意力的竞争性。

3.决策的结构。

下面，我们集中讨论一下决策的结构。马奇提出了两个结构的重要性：①参与的结构；②决策的结构。参与结构是指人们参与决策的规章制度。例如，信息收集加工的规则决定了收集加工信息的部门人员怎样以及在什么阶段参加决策过程。议事日程的制订决定了某个问题是否与某个解决方案搭配在一起。决策结构决定了决策参与者与决策机会的关系。我们可以考虑以下三种情形，如表4所示。在表4中，“1”代表“参与”，“0”代表“不参与”。在“开放型结构”中，每个成员都有机会参与所有的决策过程。在专业化结构中，每个成员只参与与自己专业有关的决策课题。在“等级结构”中，人们参与决策过程和机会与其等级地位成正比。因此，不同的参与结构和决策结构会对“垃圾箱过程”的互动和结果产生重要影响，犹如垃圾箱上的盖子的不同使用可以调节垃圾箱产生的内容和结果（见表4）。

表4 决策结构与参与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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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可以想象，“垃圾箱”理论模式描述的组织决策过程十分复杂，难以预料。因此，马奇和他的合作者们通过计算机模拟来考察这一过程的基本特点。他们的研究发现，在“垃圾箱”决策过程中，有三种决策的结果。

第一，问题得到解决（resolution）。这是指恰当的问题，时逢合适的参与者，在恰当的决策机会中，找到了恰当的解决方案。毋庸置疑，这是最为理想的组织决策结果。

第二，“忽略问题的决策”（oversight）。这是指以下的情形：在问题还不明朗的情形下，解决方案已经做出，这与原来的问题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也就是说，决定已经在发现问题之前做出。在组织研究中，此种例子比比皆是。制度学派提出的“模仿行为”就是如此。许多公司在不了解自己组织内部的问题时就决定采纳制度环境中的理性化模式，例如全面质量管理模式。美国经济衰退时期的裁员措施也有类似情况：许多公司在不了解自己公司、行业情况之前就决定采取“裁员”的对策。

第三，“与问题无关的决策”（flight）。有时问题和解决方案互动，但无法决策。后来问题转移到其他方案上了，原来的方案可以得到采纳。这时的决策没有解决问题，而是在问题离开了舞台以后决策。我在研究斯坦福大学规章制度时常常发现这样的例子。当一个问题出现引起众多关注时，组织的对策是成立一个调查委员会对该问题加以调查研究，提出解决方案。这一调查研究过程常常持续两三年之久。最后当解决方案提出时，原来的问题已经消失不见了。

马奇和他的同事的研究指出，在垃圾箱决策过程中，第一种结果并不常见，第二、三种结果则屡屡出现。这意味着组织决策常常受到这些复杂过程的影响而偏离理性模式规定的轨迹。研究组织决策必须注意到这些多重独立平行的过程的影响。

一个例子：苏联防空决策过程

让我们回到苏联防空指挥部的决策现场，用我们以上讨论过的思路对这一过程做一个系统的分析。我们首先注意到，这一决策过程具有“垃圾箱过程”的许多特点：第一，决策过程面临巨大的时间压力；第二，各种平行、独立的过程同时进入决策场所；第三，决策者面临技术的模糊性、目标的模糊性和历史的模糊性。下面，我们按时间顺序把各种因素、过程列出来并加以说明。

1.发现不明飞行物

·选择：派直升机——排除这个选择——失去决策机会。

2.第一个决定：鸟群

·不确定性：飞行员看到飞机。

·理解：上司知道的政治后果——解释飞行员的能力。

3.第二个决定：鸟或云层

·理解：误判的政治后果——角色、规则（我们一直跟踪——谁的责任？）

4.决策机会：怎样报告？

·决策背景：不确定性——雷达技术模糊性。

5.第三个决定：云层

6.新的解决方案出现：列宁格勒方面的判断

·“你做了决定，我们来具体处理”——问题没有澄清之前就做了决定（oversight）

7.第四个决定：是鸟群

在这一决策过程中，我们看到多个参与者（防空指挥官们、莫斯科的政治官员，等等）；多个解决方案（直升机、雷达、列宁格勒、常识）；多重问题（对不明飞行物的判断、政治责任）；多重决策机会（见上面的分析）。同样地，我们也看到诸多的因素参与到决策过程中来：信息的模糊性、目标的模糊性（个人责任、保卫莫斯科）、技术的模糊性（雷达、飞行员的能力、直升机）、组织文化的作用（各位将军扮演的角色、与列宁格勒认同）、时间性、决策期限。我们所观察到的首先是一个组织的过程，它涉及参与者、权力关系、列宁格勒方面、技术条件；它也是一个寻找角色身份、理解、解释的过程——对过去经验、信息的解释过程，对决策场景、责任的理解过程；它又是一个政治过程（谁负责任？）；它同时还是一个模糊条件下的决策过程，是一个理性化、自圆其说的过程。

小结

我们在这个小结里总结一下垃圾箱决策过程的基本特点和如何分析、治理这类过程。我们以上的讨论强调了这些因素：第一，决策结果与决策负荷有密切关系。当一个决策过程中有着多重议程、多重利益需要注意力时，所有因素、过程的恰当吻合就十分困难。第二，与此有关的是时间性十分重要：如果有足够的时间，人们是可以找到好的解决方案的。但是，许多的决策过程，如同我们在这一讲开始提出的三个例子一样，是在时间压力下进行的。第三，决策结构（什么人在什么时间参加了什么问题的决策过程）起到了重要作用。

我们应该怎样分析垃圾箱决策过程呢？第一，我们需要分辨不同的过程，考虑这些过程的相互搭配的调理机制；第二，我们要对期限、时间性、议事日程、信息加工、注意力和决策过程的负荷等问题给予高度重视。垃圾箱理论模式的一个重要贡献是特别强调了决策过程中一系列通常不为人注意的因素和机制。

那么，如何治理垃圾箱过程呢？像一篇研究论文所给的一个形象的比喻，我们如何给垃圾箱盖上盖子呢？这里涉及许多课题，我们只是简要地提出几个方面。第一，注意力分配起到了微妙但举足轻重的作用。我们说过，垃圾箱决策模式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多重独立的过程同时运行，使得决策的动态难以把握。但是，如果我们成功地调动注意力就可能有意识地把这些过程调动在一起，达到预期的目标。举一个例子来说。在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时，斯坦福大学像许多大学一样面临财政危机。但是一个组织有着自己的惯性，各系、各部门都想扩大自己的规模。这正是垃圾箱模式描述的多重并行的过程在发生作用，每个部门都有着自己的问题、答案和决策机遇。当时，斯坦福大学教务处的一位年轻官员建议，通过财政赤字来制造“危机”。财政赤字的意义直观明了，各个部门可以很快得到信号。在“危机”的借口下，校方突破惯例，不允许系所扩大，减员后不予补充。由于注意力的控制动员，组织可以在短时间里使得不同的过程相互关联起来，达到特定的决策目标。第二，组织结构的设计也起到重要作用。例如，一个集权型的组织内部各个过程之间就会紧密相连。但是，这些结构因素常常是暂时的。一个集权的组织在实际运行中常常处于一种失控状态，这是因为多重过程在顽强地表现自己的生命力。第三，在决策过程中插入期限是诱发决策结果的一个重要手段，不同的期限常常导致不同的结果。

进一步阅读的文献

组织决策有着数量庞大的研究文献。许多研究是从个人层次上探寻决策的理想模式，但是，这些研究常常被应用到组织决策中来。统计学中莱法（Raiffa，1968）的著作是不确定条件下决策的入门读物。行为心理学中有关个人决策的研究成果主要收集在卡恩曼等的著作中（Kahneman，Slovic，and Tversky，1982）。霍加茨（Hogarth，1980）对此做了系统的介绍。

在政治学中，阿利森（Allison，1971）关于古巴导弹危机期间的美国政府的决策过程是这一领域中的经典之作。在这本书中，阿利森将理想模式、官僚政治模式和组织过程模式做了系统的比较。但这本书发表的年代较早，无法反映最新的研究成果。另外，乔治（George，1980）也从类似的角度研究了美国外交政策领域。

普里斯曼和怀尔德斯基的作品（Pressman and Wildavsky，1973）是关于组织决策执行过程的诸多研究中的经典之作。里普斯基（Lipsky，1980）集中研究了公共机构中的政策执行中个人因素导致的种种问题。有关航天飞机“挑战者”号的材料主要取材于范曼（Feynman，1989）的调查报告。

马奇是从有限理性角度研究组织决策过程的重要代表。他的重要研究成果收集在1988年的著述中（March，1988）。马奇1994年的著述（March，1994）是他在斯坦福大学商学院讲授“组织决策”课程的基础上写就的。夏皮罗（Shapiro，1997）收集了从这一角度研究组织决策的新近成果。周（Zhou，1997）集中讨论了规章制度与组织决策之间的关系。

“垃圾箱决策模式”是科恩、马奇和奥尔森（Cohen，March，Olsen，1972）首次提出的。马奇等的著作（March and Olsen，1979）收集了有关这一理论模式的一系列研究成果。其他应用这一模式的研究包括帕德加特（Padgett，1980）、列维特和纳斯（Levitt and Nass，1989）以及麦茨阿斯和斯加尔塞利塔等的文章（Mezias and Scarselletta，1994），宾多尔等（Bendor，Moe，and Shotts，2001）以及奥尔森的回复（Olsen，2001）提供了新近的有关“垃圾箱”理论的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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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讲 组织的局限性和可持续发展

■ 组织的可持续发展：问题的提出

■ 效率与适应：组织生存能力的一个悖论

■ 企业的战略对策

■ 可持续性发展的对策：一个宏观的角度

■ 结束的话：组织的局限性

只要环顾一下我们的周围，就不难发现我们无时无刻不是生活在组织之中。更有甚者，组织已经成为我们思维习惯中一个随手拈来的答案，成为我们解决问题、应对危机的驾轻就熟的途径。例如，在市场上出现产品质量问题后，我们转向正式组织寻找解决办法：国家质量管理局进行质量检查评比。在煤矿事故频频发生的情况下，我们在组织中找到答案：各级组织，从政府到工厂车间进行安全措施大检查。在建立“世界一流大学”的大潮中，我们观察到的也是组织上的对策：大学合并、组建学院，等等。

另一方面，我们面临的种种问题也与这些组织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人曾经讲过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在一次公司经理的会议上，总经理提出了公司的发展战略方案。这时，有人提出，我们先匿名表决一下，看看大家认为这个方案是否会成功。人们各自按面前的按钮，其表决结果立即在大屏幕上显示出来。结果是，大多数人的投票是“这个方案不可能成功”。但是，令人惊奇的是，随后这个会议继续进行，人们聚精会神地讨论方案的实施，似乎刚才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纽约时报》2002年7月14日）。这个故事发生在美国，但是我们不难想象在任何地方的组织中都可能发生类似的事情。一个组织有如此大的力量把其成员塑造成这样按部就班行事的角色，不能不令人感叹。组织中的利益集团常常扼杀组织创新和变迁，导致组织失败；社会中的利益集团组织为保护其既得利益而延缓社会进步和发展，这些都是组织研究中公认的事实。中国在改革过程中遇到的种种困难也大多与组织的稳定结构和历史依赖性有密切关系。正所谓成也组织，败也组织。

我们这门课的主题是组织研究，特别是从社会学角度分析、研究组织现象。在最后一讲中，我们集中讨论一下组织的局限性和组织的改造和变迁问题。

组织的可持续发展：问题的提出

下面，我想套用“可持续发展”这个热门话题来讨论一下与企业组织发展战略和对策有关的一些组织学问题。现在我们经常谈论资源的可持续发展问题、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问题，那么，可持续发展到底是一个什么问题呢？归根到底，“可持续发展”的核心问题是“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之间的平衡问题。也就是说，人们不惜任何代价、盲目追求高速发展的短期利益，常常导致未来长期发展的重重困难和重大代价。“可持续发展”这个说法就是唤起人们对这个问题的注意。

企业组织也面临同样的“可持续发展”问题。美国斯坦福大学商学院的一个博士生在她的博士论文中对20世纪初美国存在的大公司和大学的生存率做了一个比较研究。她发现，经过百年沧桑，到了20世纪末，这些大工业组织所剩无几，但是这些大学大多成功地度过了它们的百年经历，并且有了长足的发展。换句话说，与大学相比，企业组织面临着更为严峻的“可持续发展”的困难。这是为什么呢？企业组织应该如何 “对症下药”，采取对策呢？

我想就这个话题讨论三个问题：第一，我想以企业组织的兴衰历史为出发点，讨论一下企业组织追求效率和长期适应能力这两者之间的深刻矛盾；第二，我们在认识这一深刻矛盾的基础上讨论企业组织的应对战略；第三，我想把这些思路和基本观点延伸下去，在更为宏观的层次上讨论一下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对策这样一个战略问题。

在讨论效率和适应能力这一矛盾之前，我们首先考虑一下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意义是什么。首先需要说明的是，并不是所有的企业都应该持续发展的。那些低效率，落后于经济、社会发展的组织形式和生产方式的被淘汰、被替代是一个正常的自然现象。但是，企业组织，或广义上的任何组织也是一种资源。组织内部积蓄了技术、工艺、管理等信息，组织结构延续了它在试错过程中得到的学习经验。我们可以举两个例子加以说明。

第一个例子。大家知道，高科技公司的主要资产是人力资本。微软公司除去在公司里的科技人员，它的固定资产寥寥无几。它的软件如果在一段时间里不能升级，很快就会被其他公司的新产品替代。但是，近年来在美国高科技公司之间的兼并，常常导致这样的情形：被兼并公司的大多数雇员离开了合并以后的公司。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如果公司的基本资产是人力资本，而兼并后这些资产都流失了，这种兼并岂不是得不偿失了吗？其实不然。这是因为这种兼并的目的不是人力资本，而是被兼并企业创下的产品品牌。而产品的品牌是和某个企业组织联系在一起的。人力资本可能流失了，但是产品品牌却因为这个组织的存在而延续下去了。所以，企业组织为保存信息和经验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形式。

例如，美国的电器制造业有一家颇有名气的公司（Memorex），在20世纪80年代发展不利，濒于破产。这时，另外一家公司把这家公司收购了。当时许多人认为这个兼并得不偿失。但是，这家大公司另有想法。打造一个品牌很不容易，常常需要若干年的辛苦创业。但是如果收购这家公司，就可以使用这家公司已经创下的品牌来招徕顾客。这样算来，这个兼并是非常有价值的。

第二个例子。现在中国社会随着住房条件的改善，很多家庭都分到了或购买了新房。各家各户都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和物力进行室内装修。我们常常听到一种说法：等到室内装修完成了，每个人都成 “装修专家”了。可是，每个家庭有几次这种装修的机会呢？这种需要大量投入（积累经验）但只有一次性结果的做法，实际上是一种资源浪费。但是，如果有从事“装修设计”的专业公司持续地经营这类工作，室内装修的经验就可以通过这种组织的形式保存下来。

这就是组织——企业组织或其他组织——的一个重要优点：组织可以比个人更为有效地保留、积蓄经验教训、工业技术。在一家企业中，雇员来来往往，老总们有时也像走马灯似地更换。但是，这个组织往往照常运转，具有持续性。这是因为组织有种种方式可以把以前的经验教训在组织结构、组织规章制度中保存下来。所以，人走组织在，组织可以超越个人而存在。我在花旗银行台湾分行做研究时发现，花旗银行采取许多政策鼓励一些部门中（如市场部）的高级员工离开银行。这是为什么呢？一方面是因为高级员工的工资很高，对银行来说，成本很高；另外，高级员工离去为下级员工的晋升空出位置，有利于激励下级员工的积极性。但是，难道花旗银行不担心这些离去的人员会把技术产品或客户带走吗？有关人员告诉我，花旗银行通过组织设计采取了一系列防范措施：①它们不断推出新的产品，有着创新的优势；②它们在制度上也有防范。在接待客户时，通常是市场部人员两人一组参与寻找客户。一旦有业务需求，技术部门就会参与进来提供服务。因此，具体个人的离去对这些业务活动影响不大。可见，组织可以通过设计解决许许多多的困难，保持或发展竞争优势。

所以，企业和其他类型的组织本身就是一种资源，它们可以保存经验、积累经验。总结它们的“可持续发展”是一个重要的组织研究课题，有着现实意义。

效率与适应：组织生存能力的一个悖论

上面我们谈到，与大学相比，企业的生命力更为脆弱。这是为什么呢？有人说，这是因为市场竞争的残酷性，有人说这是因为经营者管理不善。这些说法都有道理，但也都经不起推敲。一个世纪以来大学面临的竞争环境也是一波三折，不能说不严峻。只要看看清华大学里的那些历史建筑所代表的过去的知识体系和学科领域，就知道大学的环境在过去的100年里发生了十分深刻的变化。我们也不能说大学的管理人才比大公司的管理人才更为高明。所以，我们要解决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问题，首先需要解释为什么企业组织的生命力如此脆弱。

我从 “组织与环境”的关系这一角度来解释这一现象。这里所说的 “环境”泛指企业组织生存发展所依赖的市场环境或社会环境。在过去的20多年里，组织研究特别是组织社会学的研究在这一领域中进行了持续深入的工作，有了长足的进步，提出了一系列的重要观点和命题。所以，今天我们可以比较有信心地讨论这一领域里的一些基本问题。

我们不妨直截了当地提出这样一个基本观点：企业或其他组织都面临“追求效率和追求长期适应能力”这两者之间的一个深刻矛盾，我们可以把它简称为“效率与适应能力”之间的一个组织悖论。具体说来，一家企业必须提高效率才能适应此时此地的环境，才能生存和发展；但是它的效率越高、对此时此地环境的适应越好，它对未来环境变化的适应能力就越差，它的长期适应能力也就越差。也就是说，此时此地的短期效率和对未来环境的长期适应能力之间有着一个深刻的矛盾。在进一步分析这一矛盾之前，让我们先回顾美国企业史上的几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美国经历了一次经济衰退，汽车业的需求萎靡不振。这时福特汽车公司却一枝独秀。它出产的“T”型轿车取得了令人难以置信的高效率，是其他公司所无法竞争的。这时福特公司又宣布再降价 25%，而它的主要竞争对手通用汽车公司的轿车远远不能达到如此高效率，无法与福特公司在价格上竞争。从1920年的夏季到秋季，通用汽车公司的销售量下降了75%。到了1921年，福特公司的“T”型轿车占领了55%的轿车市场。一时间，福特公司大有征服整个汽车世界的势头。

在这个背景下，通用汽车公司采取新的战略对策，经过生产结构重组，致力于生产不同消费群体需要的汽车。通用汽车公司的这一战略适应了市场环境的变化，使得它成功地走出了困境。1927～1937年，福特公司损失了200万美元，而通用公司获利超过20亿美元。到了1940年，通用公司的市场占有率达到45%，而福特公司的占有率下降到16%。这个例子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一个十分成功的产品会突然走下坡路呢？它对企业发展战略的意义是什么呢？

第二个例子。在20世纪80年代，IBM 在电子业拥有无可争辩的领导地位。当时，IBM在大型计算机和个人电脑产业都处在领先地位，至今我们还说“IBM兼容机”，这是对IBM电脑当时的领先地位和制作标准的承认。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IBM在大型计算机和微电脑产业之间选择了集中力量发展大型计算机的错误决定。说来有趣的是，这一决定正是追求高效率的结果。当时，IBM在大型计算机领域中占有霸主地位，而且利润十分丰厚。而这时个人电脑产业刚刚起步，利润微薄。按照高效率分配资源的原则做出的这个选择导致了IBM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的严重衰退和危机，甚至一度到了考虑拆散拍卖的地步。

第三个例子。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两位教授皮奥里和萨贝尔（Piore and Sabel，1984）在20世纪80年代写了一本十分重要的书，题为《第二个工业分水岭》。在这本书里，他们以汽车业为着眼点讨论了工业国家不同的发展战略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这些领域兴衰的影响。他们的一个基本观点是这样的：在19世纪产生了第一个工业的分水岭。当时，大批量生产（mass production）的技术出现了。一些国家（美国、英国）选择了这种“大批量生产”的技术，而另外一些国家（德国、日本）选择了（或保存了）以手工技术（craft technology）为主的生产方式。大批量生产的技术使用机械和自动化技术的流水线工艺制造大量的标准产品，以达到规模效益。这种技术的特点是使用专一化的机械，只需要半熟练的操作工人。而手工技术的特点是高度依赖熟练工人长期积累的技术，使用多用途的机器。

问题是，哪种生产技术有利于工业发展呢？我们的回答是：不一定，这取决于特定的环境条件。在20世纪20年代上半期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工业化国家进入了一个经济繁荣期，消费者对汽车等耐用品的需求急剧增长。而且消费群体的分化性不大，也就是说，各个阶层的需求十分类似。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时，人们能买一辆家用汽车就不错了，对型号、款式没有太多的追求。大批量生产的技术特别适应了这种市场环境，因为它可以大规模高效率地生产出标准产品满足需求。福特公司的“T”型轿车就是这样一个例子。这两位教授认为，两次世界大战前后美国经济的繁荣与增长与美国在19世纪选择了这种大批量生产的工业技术是分不开的。不同国家在工业的第一个分水岭所做的选择影响了这些国家以后长时期的发展趋势和竞争优势。

但是，一旦环境条件发生变化，这种生产技术就成为“可持续发展”的桎梏。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工业化国家的生活富裕，消费者的口味日益分化，不再满足大批量生产技术所制造的标准产品（例如车体形状、颜色）。而大批量生产的技术很难生产出非标准化的产品。这在1973年的石油危机后表现尤为突出。石油危机后，节油小型车成为人们选购的热门货。但是，美国的大批量生产技术生产的是舒适型的大型轿车。这种生产使用的是专用性机器，工人没有熟练技术，因此生产工艺转型的反应慢、成本大、过程长。与此相反的是日本、德国采用的手工技术。这种技术使用多用途机器，所以这些机器很容易加以重新组装调整，用于新产品的开发生产。工人的熟练技术可以不断地改善、调整新的工艺过程，对开发生产新产品有很大的灵活性。因此，手工技术特别适应不断变化的消费者需求。这样，在石油危机后，日本和德国的汽车突然在美国市场上占据了主导地位，而美国汽车工业长时期在低谷徘徊。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汽车工业的转型才得以完成，重新具有了竞争能力。目前，在发达国家中，这种按顾客需要制造产品的趋势有增无减。例如，前几年有报道说，丰田汽车公司可以按顾客提出的规格来生产汽车。近年来，福特公司也提出顾客可以通过互联网提出各种规格预定汽车。这种生产形式要求在组织形式上、信息结构上、产品设计上具有不同于“大批量生产”的组织形态。

我们举了这些例子，是要说明企业所面临的“追求效率和长期适应能力”之间的深刻矛盾。福特公司、IBM、美国的汽车工业曾经具有极高的效率和竞争能力。但是，它们都暴露出了缺乏对未来环境变化的适应能力这一严重弱点。这些例子还说明了另外一个道理：企业的可持续发展面临的困难不是哪个组织或哪个经营者所遇到的特殊问题，而是各式各类组织都面临的一个普遍问题。而且，企业今天的成功和发展常常可能为今后的危机和衰落埋下种子。

如果我们要提出应对战略，我们必须首先理解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困难是什么。首先，我们知道，企业或任何组织必须适应环境才能生存发展。这里的道理显而易见：没有一个组织可以独立生存。它必须与外界交换资源：企业必须得到原材料、技术、资金和人力的资源，必须输出自己的产品或服务；大学必须引进教学研究人才，要有学生来源，必须输出社会和市场需要的人才。因此，任何企业组织都必须适应所处的社会环境、市场环境。在资源稀缺的条件下，这意味着企业必须要提高效率和竞争能力，比其他的组织做得更好，如此才能得到资源，保证生存发展。企业追求效率可以说是对此时此地的环境条件的适应。

那么，企业是怎样提高效率、适应环境的呢？企业组织的效率和适应是通过组织的结构化、稳定化来实现的。这里所说的组织结构化指的是组织内部的规章制度、企业文化和正式结构。这些组织制度对企业的稳定发展有着重要作用：它们可以保存组织学习的经验教训，为组织内部协调和组织之间的关系，为组织的信誉提供一个稳定的基础。企业的稳定性是一种重要资本。企业结构的稳定性促进了生产分工的精细化，提高了效率。信贷机构愿意贷款给那些具有稳定结构的企业，人才愿意流动到这样的企业。反之，如果一家企业的领导阶层不断更换，规章制度变动不居，它就很难以稳定可信的企业形象出现，它也很难和“环境”建立稳定互利的交换关系。因此，组织的效率是建筑在稳定的组织结构基础上的。所以我们常常观察到，成功的企业特别强调健全规章制度、建立稳定的组织结构，强调提高效率、提高竞争能力。

既然如此，强调“效率”有什么不好呢？经济学家十分推崇效率，我们不妨以经济学之矛来攻经济学之盾。正如经济学家常说的那样，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效率不是没有代价的。这种代价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对未来环境的“长期适应能力”的削弱。

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认识这种“长期适应能力”的困难。第一，稳定的组织结构意味着稳定的信息收集和加工渠道。高效率的组织过程大多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结构，分工明确、各司其职、一环套一环。一些商学院的教科书上甚至鼓励这种做法。成功的企业通常利用企业文化来强化这种组织关系。企业文化是指企业内部成员在日常生活中建立的规则和行为规范，使得员工的行为规范化。那么，组织的稳定化、信息的程序化、行为的规范化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一个生产过程可以把外界的干扰降低到最低程度，通过分工精细、协调有序的工艺提高生产效率。

应该说，这种做法在一定条件下是有道理的。管理井井有条的企业大多有一整套的规章制度来协调它的各个部门。例如，不少企业周一有各个部门经理的碰头会，交流信息、协调工作。这样做可以大大提高效率，比各部门经理们平时毫无联系，在出现某种情况时才手忙脚乱地找其他部门协调更为节约时间精力。但是，这种制度化的一个结果是公司在这一环节上的信息基本上被这一结构圈住了。固定的参加人员、固定的讨论课题常常排斥新的信息、新的问题。

这样做的一个直接后果是，企业对外部市场环境的敏感度下降，重组生产过程的成本大大提高。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汽车业正是面临这样一种困境。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大批量生产的成功使得美国的各大汽车公司采纳了专一化的机械设备、工艺流程、与之配套的人力资本（半熟练工人）以及标准化操作的生产流水线。这样，一旦环境条件变化，这些汽车公司就遇到了一系列的困难：首先是旧的信息加工渠道不适于收集加工有关新环境的信息。设计某类汽车的工程师对其他类型汽车的技术信息不甚明了。其次是适应新的环境的代价昂贵，需要固定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大换血。所以，美国汽车业的转型花费了近20年的艰难历程。从这一角度来看，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组织现象是：当企业的效率越高时，这通常意味着它的适应范围越窄，适应能力越弱。

第二，我们再从信息经济学的角度考虑一下。经济学家阿罗（Kenneth Arrow）曾经以信息经济学的原理指出这样一种现象，我把它称为“近邻效应”。“近邻效应”描述的是这样一种情况：人们总是愿意在自己熟悉领域的近邻区域寻找答案。例如，一个学哲学的学生如果想选修其他系科的课程，他通常会选择一门和他原来的领域接近的文科课程，而不会去选修自然科学或数学的课程。一家企业的主要产品在化工领域，那么它在开拓新产品时大多选择在化工领域或者和化工有关的领域。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途径依赖”现象。阿罗从信息经济学的角度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解释。信息这种资源有一个特点是其他资源所没有的，这就是它与原占有者的不可分割性。也就是说，信息一旦被人占有，是不能被剥夺、抹去的。假设我有一项发明，我可以把这项发明转让给另一家公司，但是，这项发明的知识技术在我的脑子里，是无法抹去的。同样，一家公司有了一种工艺流程的技术，有了处理某类问题的经验，这些信息通过组织结构、企业文化保存下来。信息的这个特点意味着，人们已有的信息会长时间地影响人们的思维习惯。因为获得信息是有成本代价的，所以理性的个人、企业都试图降低获得信息的成本。在已有信息的近邻区域获得新信息的成本比到一个崭新领域中得到信息的代价要低得多。一个哲学系学生去修一门历史课程比修一门数学课程成本要低得多。一家化工企业得到与化工领域相关的信息比得到机械制造领域的信息的成本要低得多。例如，当福特汽车公司的“T”型轿车十分成功，积累了大量经验时，它收集加工有关其他车型制造工艺的机会成本就增加了。阿罗提出的“近邻效应”的重要意义在于：人们对效率的理性追求恰恰可能导致适应范围、适应能力的萎缩。

第三，这一矛盾的另外一个渊源是，稳定的组织结构常常产生稳定的利益集团。例如，在IBM考虑主机和PC机的发展战略时，受到了围绕主机销售、服务而形成的利益集团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中期，IBM的主机在各大企业中广泛应用。而且IBM只是把主机“租佃”给企业，它们的售后服务、安装、软件、维修都是IBM一手操办。这样，IBM中有关主机销售和服务的部门有很高的利润和好处。而微机面对的是个人用户，没有什么售后服务的油水可言。而且，主机部门在IBM由来已久、势力庞大，是一个占优势地位的利益集团。所以，在决定IBM的发展方向时，主机部门的利益集团左右IBM做出集中精力发展主机市场的重大战略失误。美国汽车业的转型也受到了这一行业中工会这一利益集团的牵制影响，因为引入新的技术和工艺流程就会导致不同的雇员结构，从而对工会本身的利益产生威胁。

那位写了著名的《集体行动的逻辑》的经济学家奥尔森（Olson，1982）提出了一个理论来解释为什么大国会衰落，讲的也是组织学的这个道理。在稳定的国家中，各种利益团体就会逐渐积累起来。在经济繁荣发展时，这些利益集团建立起了“分配利益”的统一战线，通过建立繁杂的程序和机制来保护既得利益。这些行为促进了政府法令的复杂化、国家的作用和信息传播渠道的复杂化，因此常常减慢一个社会采用新技术、适应环境变化重新分配资源的能力，降低经济发展速度，从而改变了社会进化的方向。简而言之，利益集团在“分配利益”上的组织形式有减慢技术进步、降低社会长期适应能力的倾向，导致一个国家的衰亡。

我们现在把已经提出的问题作一个小结。短期效率和长期适应能力两者之间有一个深刻的矛盾：此时此地的适应性越强，对未来环境变化的适应能力就越弱。这是组织现象的一个悖论。我们在上面讨论了这一矛盾产生的组织内部机制（组织的结构化、信息成本的最小化和组织结构上的利益集团）。这是企业可持续发展面临的基本困境。

企业的战略对策

接踵而来的问题是：企业的对策是什么呢？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我们要考虑企业环境的特点。如果企业的环境长期稳定不变，那么高效率的组织结构是最有竞争能力和生命力的，我们以上的讨论可以说是没有意义的。如果消费者群体没有分化，福特公司的“T”型轿车就会一直具有竞争力。如果个人电脑的技术没有20世纪80年代的大突破，IBM的战略也无可指责。如果没有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美国汽车工业也可能不会经历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巨大冲击和深刻危机。

但是，环境总是在变化的。那么，下面的一个问题是，我们能不能正确预测未来的环境变化呢？如果我们可以预测环境的变化，那么我们可以因时因地制定对应战略。

不幸的是，组织研究多年来的一个基本发现是组织设计、组织行为受到有限理性的制约。换言之，我们认识环境、预测环境变化的理性是有限的。举个例子来说，计算机工业未来的发展不仅是这一领域自身的技术进步问题，而且与材料科学、生物学都有密切的联系。如果说，那些优秀的企业家在短期的战略决策上有过出色的表现，我们也可以毫不客气地说，这种错综复杂的技术进步和停滞现象以及长远发展的趋势远远超过了我们那些“老总”，甚至庞大的研究机构所能理解、预测的范围。这就是我们组织研究通常所说的“不确定性”。我们对未来市场、社会变化不能有一个“确定”的把握，这应该是我们组织设计的一个基本出发点。

在有限理性和未来环境变化的不确定性条件下，企业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就是企业对未来环境变化的长期适应能力的问题。我们应该怎样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呢？

有人提出我们要建立“学习型组织”，就是说组织可以在自己发展的过程中通过“试错”、通过“边干边学”来不断地提高自己。这当然是一个很好的想法。但是，我们在研究组织现象时发现，人们的学习过程并不是一个不断改进、不断提高的过程。学习本身常常是一把双刃剑，它在带来许多好处的同时也可能带来问题。我们在第五讲中讨论有限理性时谈及这个问题。在这里，我们重新强调这些观察。

（1）学习可能产生自信心的陷阱，使得人们不愿改变。成功的学习常常可以提高人们的自信心。成功的学习导致了人们与此时此地环境的更好的适应。这样做的结果是人们对自己的行为更为固执，对与此相反的信息拒绝接受，或者改变自己行为的代价变得更大了。

比如说，如果一个工人使用某种工具十分熟练，我们可以说他的学习很成功。但这样做的结果是他越来越不愿意尝试其他工具，因为成本太高。这个道理我们在企业不愿放弃已有的工艺流程、机关干部不愿改行等现象中都可以看到。前年，我所在系的一位老教授去世。在纪念他的会上，有人讲了这样一件趣事。在他去世前几天，他还在使用一种20年以前出现，现在早已失传的文字软件（Word Star）。在计算机普及的今天，我们还时常听到有些人仍然在使用老式打字机的故事。这正是因为他们陷入了对过去环境的适应，不能自拔。

（2）学习可能是一种“迷信型学习”。也就是说，你以为学到了做企业或管理的真谛，但实际上你所谓的学习经验不是真的。我们在第五讲中谈到了形形色色的管理理论就是这样的例子。为什么在经济衰退期那些成功者都消失了呢？他们的成功是因为在经济增长期，人们容易获得成功。我们在第六讲中谈到了美国佛罗里达州的一家热动力机械公司。这家公司的创始人根据自己的经历，采取一系列措施鼓励员工的积极性，如提供丰厚的退休金等。但是，时过境迁，这些激励对于新入厂的年轻员工来说是无的放矢。年轻工人持家育子，需要现金，而不是未来的退休金。过去的成功经验成为今天导致组织困境的渊源。

让我们回到企业与大学的比较这个问题上。对美国教育制度的许多研究都发现，大学这一组织结构有一些非常有趣的特点。在20世纪70年代末，几位组织学著名学者几乎同时提出了“松散连接”（loose coupling）组织结构这一理论模式。这一理论模式描述了这样一种组织现象：一个组织内部结构关联松散，各个部门相对独立，每个部门单位可以自我调节以适应环境变化。大学组织是这种结构的典型代表。大学内部的各系科之间相互独立，各自适应自己独特的环境，例如历史系的建构适应历史学科的大环境，而生物系则有自己的组织安排以适应生物研究领域的特点。这种组织结构的优势是什么呢？

第一，它可以适应不同的环境。一个大学诸多系科面临各种各样的环境。一家企业或其他组织可能也面对各种各样的环境，“松散连接”组织结构允许组织在不同的环境方向上加以适应。

第二，这种组织结构允许组织在不同方向上进行实验，例如有的系科可能是集权式的，有些可能是分权式的；有些可能注重内部管理，有些强调对外部环境的利用。如果一项实验有误，受到的损害只是局部的。如果实验成功，则可以通过信息的传播和组织内部的学习加以推广。

企业内部的科研机构也可以从这个角度来分析。在斯坦福大学任教的日本经济学家青木曾经给我讲了这样一个例子。他曾在20世纪70年代“文化大革命”期间访问中国。他的观察是，那时中国和日本企业的许多结构和做法都十分相似。但有一个重要的区别：日本的大企业中都有一个地位重要的研究开发机构，而中国的企业只是一个生产单位，没有研究开发的功能。从我们提出的角度来看，研究开发就是提高企业长期适应能力的一个组织措施。研究开发的着眼点不是现有产品的效率，而是改进现有产品、开发新产品以适应未来环境的变化。

如果是这样一个宗旨，那么这个研究开发机构与这个企业的其他部门应该是一种什么关系呢？有的企业家主张研究开发应该为此时此地的生产过程服务。但是，从我们刚刚讨论过的角度来看，如果这家企业关心的是可持续发展的问题，那么这家研究开发机构应该与其他部门（包括企业决策部门）保持一个“松散连接”的结构。只有在这种“若即若离”的组织关系中，研究开发才能走出“此时此地”，面向那不确定的未来。

目前笔记本计算机市场上有一种折叠式的键盘，解决了键盘面积和便于携带之间的矛盾。这项发明是IBM的一位研究人员提出的。有一天在工作期间，他开始心猿意马，胡思乱想起来。他在想象他女儿玩魔方时的情形。魔方的结构使得他联想到了折叠式键盘的设计结构。他立即掏出笔来勾画草图。经过几个夜晚的奋战，他提出了一个完整的设计。IBM得到他的报告后很快决定采纳，投入生产。这个故事讲的道理是一定的“松散结构”有利于创新、有利于发展长期适应的能力。

当然，这种“松散连接”的组织结构本身也是有代价的。它的代价就是在一定程度上牺牲效率。松散的结构不利于有效率地使用资源。科研开发的资源可能不会为此时此地的产出提供服务，科研的许多尝试可能都是失败的，浪费了资源。这就是我们上面说的“效率和适应能力”之间的矛盾。任何一个企业家都面临着在这两者之间寻求一个平衡点的问题。随着每家企业所处环境和企业家本人的短期和长期利益的着眼点的不同，这些选择也是不同的。

可持续性发展的对策：一个宏观的角度

我们上面谈到的组织内在的机制——组织的结构化、信息成本的最小化和现有利益集团的影响等——限制了企业或其他形式的组织的适应能力，因为它们必须在此时此地的竞争中生存下来，而“效率”在这里是至关重要的。这个原因要求企业尤其是小企业投入很大的成本去提高可持续发展的能力也是不现实的。因此，一些企业的消亡、破产是不可避免的。

那么，我们以上讨论的思路有什么战略意义吗？下面我想谈一谈第三个问题，即我们以上讨论的宏观意义。从宏观的角度来看，一个企业集团、一个区域、一个社会也面临着可持续发展的问题。我们上面讨论的效率和适应能力的矛盾在宏观层次上同样存在。因此，刚才提出的“松散关联”的组织结构这一观点也可以用来讨论一个大的企业集团、一个地区、一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问题。这里的基本思路是这样的：在一个大的组织结构（例如企业集团、地方政府、国家经济发展战略）中采用“松散关联”的组织结构，从而鼓励小的组织在不同方向上的探索，可以提高在宏观上、整体上的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邓小平提出，我们的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我认为这是一句十分精辟的话，是对中国改革过程的实实在在的总结。中国过去20多年走过的道路是前人没有走过的，今后要走的道路也是与其他人走过的道路不同的。这条改革道路充满了不确定性，需要我们一步步地探索，这就是我理解的“摸着石头过河”的意思。

那么，下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应该如何设计过河的方案呢？有些人说，我们应该认识规律、摸清河底情况，然后根据了解到的实际情况设计过河方案。这就好比我们研究、了解一个具体的现实问题，然后再提出一个方案。一旦找到了过河的最佳方案，我们就可以通过工程设计、集中所有的人力物力来实现这一方案。

这是解决问题的一个思路。但是，在很多情况下，这个思路并不现实。第一，在许多情形下，组织决策面对巨大的时间压力，无法详尽研究、从容设计；第二，许多问题困境是无法在一个方案中解决的；第三，我们自以为找到了解决方案，但我们对现实的认识和这个方案的设计可能是错误的。在这种情况下，设计出一个唯一的“过河”方案意味着，我们规定全国人民在过河时都去摸同一块石头。一旦摸得不对，大家一起翻倒在河里。这是一条集中风险、集中压力的途径。

不确定的环境需要有不同的战略对策。从我们上面讨论的道理来看，如果我们面对不确定性、不知道河床情况，就应该鼓励大家从多方面、多角度进行探索。这样，一些人可能探索失败了，但这种失败只涉及一部分人，与大局无碍；而且我们可以从他们的失败里总结教训。如果一些人的探索成功了，我们可以学习推广他们的成功经验。这里的道理很直观：如果我们承认我们的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那么我们的方案设计也应该反映出这一认识。如果我们面临的是不确定性，但我们的对策还是过去在“稳定环境”（计划经济）中形成的传统思维，那么我们设计的方案就可能有荒诞的后果了。

前一段时间，有一位做政策研究的学者在我任教的大学做访问学者。我们经常在一起讨论中国改革中的组织变迁问题。他是做农村研究的，了解许多农村的现状和问题。他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例如农村乡镇政权的建设问题、农民的苛捐杂税问题、干部腐败问题，等等。他和我讨论如何找到解决这些问题的思路、途径、方法。但是，美国的企业组织、美国的农村和中国的国情相去甚远。即便是情形类似，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解决方法也是大相径庭的。

我提出的问题是：我们为什么舍近求远去寻找答案？我们为什么不能看看中国农村不同地区、不同村庄在这些问题上的不同做法和不同效果？我的想法是：这些问题涉及方方面面，光靠学者拍脑瓜是很难找到答案的。但是，不同的农村地域、村庄面临这些问题，他们一定也在本能地寻找解决办法。如果有这么多农民和村庄在摸索，找到答案的可能性就大大提高了。与其我们学者在这里苦苦思索，还不如在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中寻找答案。如果我们观察到了一些地区间、组织间的不同，我们就可以深入地研究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些不同，从中总结经验。当然，这里的重要前提是，我们允许和鼓励人们在不同方向、不同途径上的探索。

我们可以用这样一个理论模式来阐述这一思路。心理学家、哲学家坎贝尔（Donald Campbell）在20世纪60年代就提出了在生物、心理、文化、组织和社会发展不同层次上的事物演变都经过了这样三个阶段：变异、选择、保存。举个例子来说。我看到一个研究自行车发展过程的报告。在自行车发明的初期，有各式各样、稀奇古怪的模型和样品并存，人们不断地尝试、修正、改进。这就是“变异”的阶段。这些变异的形形色色的品种经过市场加以竞争选择，这就是第二阶段：选择阶段。在第三阶段，只有那些适合人们需要的、实用的式样被保存下来了。

我们从组织研究的角度来讨论一下这一理论模式的意义。变异这一现象是指在已有的组织形式以外突然出现与主流形式不同的新的形式。变异通常是没有设计的、偶然出现的，甚至是反主流的组织形式。其实，我们今天看到的许多组织形式可能是在过去的某个时期无意中变异出来的，而不是理性选择的结果。例如，在高科技工业诞生的初期，高科技企业是非常不正式的，人们常常在车库里、厨房餐桌上工作。这与大工业化产生的科层制组织形式相比，是一个变异，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倒退”。IBM和微软公司在20世纪80年代初次合作时，微软还只是一家由一伙年轻人组成的崭露头角的小公司。IBM自以为是一家现代化企业，有着严格的规章制度和组织结构。而微软公司的结构松散，工作人员常常开会时迟到早退，毫无上下级观念；在工作紧张时昼夜不分地工作，而一旦闲下来就四处游玩或蒙头大睡。在IBM的员工看来，微软的人就像美国西部的牛仔，与现代化大工业的方式格格不入。但正是这种松散平行的组织结构适应了高科技企业信息畅通的需要，今天已经成为这一行业中的基本组织形式。同样地，日本和西德汽车业采用的“手工业”技术并不是“理性”选择的结果，而是当时这两个社会中手工业的利益集团势力庞大影响了技术手段的选择。与当时盛行的大批量生产的技术相比，这也是一个“变异”。因此，在“变异”阶段产生的各种不同的组织形式在市场竞争过程中被加以选择。

变异的一个重要功能是在不同方向上的实验。因为变异不是有意设计的，所以变异可能产生了在理性设计中不会出现的一些独特的组织形式。因为环境变化的不确定性，这些变异的不确定性恰恰可能产生适应未来环境变化的组织形式。因此，变异的程度越大，就意味着在不同方向上的实验越充分，组织对环境的不确定性的适应能力越强。因此，坎贝尔把这一阶段称为“盲目变异”阶段。

我们从选择新技术的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最近风靡市场的“高精度”电视（HDTV）是电视技术的一个重大突破，对以前的电视播放技术和企业公司是一个严重威胁。日本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开始研究这一技术，由政府参与组织协作，采用了集中开发的战略，并在很早就采纳了一个标准。欧洲的开发虽然起步较晚，但也采取了类似的战略。在美国，由于现有各家广播公司利益集团的影响，迟迟没有采取标准化，结果是有了一个较长时间的市场竞争和“变异”阶段。

那么，这几种战略的优劣如何呢？我们现在回头看这段历史可以这样总结一下。日本的集中开发和及早标准化意味着“变异”阶段的短暂和“选择”阶段的强化。其优点是减少重复发展造成的资源浪费。但这里的危险是，由于变异过程的缩短，更好的技术和产品未能得到发掘和发展。事实上，美国工业界和联邦政府管理机构（FCC）在“高精度”电视技术上的拖延和迟缓无意间延长了“变异”的阶段，为发展更好的技术和标准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有关这段历史的情况，参见Farrell and Shapiro，1992）。

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考虑一下目前大企业合并中的一些潜在危险。一种观点是，大企业合并可以在对付国外资本的市场挑战中有竞争优势，这不无道理。但是，垄断企业难以创新、缺少变异，这是一个普遍现象；而且，在高科技发展的今天，中小企业常常是变异的动力。它们应该在战略对策中扮演什么角色呢？另外，企业之间的关系网络纽带，或者什么样的组织间关系可以促成企业间合作产生活力呢？我们在政策研究讨论中很难看到对这些问题的关注。

但是，如果变异过程过长，变异程度过分，也会浪费许多资源。因此必须对下一阶段即选择阶段予以重视。选择阶段对产生变异的各种组织制度结构加以去劣存优，保存有适应性的组织结构，淘汰无益的变异形式。没有这些变异产生的不同组织形式和做法，就很难从中选择出最具优势的形式加以保存。直截了当地说，宏观组织的适应能力就是以低层次组织变异和经过选择被淘汰牺牲为代价的。这一阶段是整个进化过程最为核心的环节，是战略对策最有用武之地的环节，也是政策研究需要认真考虑的课题。选择阶段的一项重要任务是建立起合理的选择机制。例如，市场上的价格、质量指标是许多产品和企业相互竞争的选择机制。在学术界，建立恰当的学术评估系统是对不同的学术活动和成果（变异）加以选择、去劣存优的选择机制之一。

我们可以看到，在变异和选择之间有着微妙的关系。变异过分导致资源浪费、良莠并存；选择过早则限制了在不同方向上的实验，从而限制了组织发展的适应能力。假设市场上有各种文字处理软件，如果过早地确定了文字处理的标准化，就限制了变异的程度，可能导致 “途径依赖”。这样，更好的技术可能没有机会出现，无法得到选择保存，使得将来的文字处理方法受到极大的限制。但是，如果变异过程过长，优秀产品已经出现，但是市场竞争不激烈（选择机制不是十分有效），劣质产品（变异的结果）仍然存在，这样就会造成资源浪费。

变异和选择这两个阶段也可能并行存在。例如，高科技行业中有许许多多的中小企业，它们是科技创新的主要动力。它们的行为是不断地变异，在不同方向上探索。互联网的许多功能都是它们首先创造的：网上购物、网上聊天、网上电话，等等。微软公司自己也从事创新研究，但它同时也注意这些中小企业的变异产品。一旦发现好的产品，微软便把这家公司买下来，把它变成自己的产品。这样，中小公司行为产生的变异阶段和大公司行为产生的选择阶段就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了。在20世纪80年代，IBM也有类似的行为。

保存这个阶段是指经过变异和选择以后达到的暂时的稳定平衡，具有优势的组织形式被保存下来了。

我们可以总结一下上面讨论的基本思想：①如果我们确实知道要走的方向和途径，那么我们就应该竭尽全力，按照这条最佳的道路走下去。②但是，如果我们不知道前面的道路如何走下去，例如我们来到一个三岔路口，不知选择哪条路；或者来到河边，要摸着石头过河，那么，我们需要采取不同的组织设计，鼓励不同方向上的摸索。③我们在组织研究中常常发现的悲剧是，人们常常身处第二种情形，但自以为是第一种情形，认为他们已经知道何处是最佳路线，因而集中力量向一个错误的方向走下去，而且不能容忍其他方向上的探索。许多企业组织的失败都与这一情形有关。

我们刚才的讨论说明，不仅企业必须面对效率和适应能力之间的矛盾，其他类型的组织，甚至宏观上的区域、社会也都必须面对这一矛盾。我们以上讨论的战略对策在这些不同的层次上也都有着意义。

结束的话：组织的局限性

我在第一讲中说过，组织社会学长期以来的一个潜在主题是组织的局限性以及对韦伯式组织的批评；米歇尔斯有关“组织意味着专制的倾向”的警告已经为大家普遍接受。经济学家阿罗在1974年出版了一本题为《组织的局限性》的著作，是他在1970～1971年度的费尔斯公共政策分析讲座的演讲稿基础上写就的。这一著作从经济学的角度阐述了市场失败导致组织产生的原因，特别是从信息经济学的角度讨论了在不确定条件下信息对组织进化和组织决策的影响以及由此引起的组织的一系列特点和局限性。由于作者对市场经济和组织现象的长期研究和缜密思考，我们不难发现这本篇幅不长的著作提出了许多令人深思、极有启发意义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我想以对这本书的评论作为这门课、这本书的结束语。

市场与组织是现代社会中的两种基本协调方式。市场以价格信号来协调人们的自愿的交换活动；而组织则以科层结构和行政命令来协调组织成员间的活动。纵观现代社会的各种形态，我们不难发现这样一个有趣现象：市场与组织有着许多迥然不同甚至相互对立的特点，例如自愿与服从、平等关系与等级结构、价格调节与计划控制等等的对立。但在现实生活中，这两种形式又是并存互补的，而且可以互相转化。那么，什么条件决定了这些转化及其方向呢？这是阿罗试图解释的第一个问题。

新古典经济学是以市场作为其理论的基本出发点的。在经济学假定的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下，市场通过竞争机制可以达到资源优化分配和使用。我们知道，劳动分工和生产协作可以使用生产效率实现。但从纯理论角度来看，生产协作可以使用市场机制，以合同方式逐日实现。这一形式受到市场机制的支配，具有效率。如此推论，正式组织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然而我们今天却看到企业公司、政府、军队这些具有稳定结构的组织林林总总，与市场并存。这是为什么呢？阿罗在第一、二章中提出了市场失败导致组织产生的命题。在阿罗看来，市场的失败是由于市场内在的两个困难造成的。第一，市场有外部效应（externality）问题，即许多具有经济价值、对市场发生影响的东西不能标价进入市场，例如空气污染、人们之间的信任等。由于这些外部效应的存在，市场运行产生困难，使得许多活动不能通过市场来加以协调。第二，更为重要的是市场上的不确定性的存在。20世纪60年代以来，经济学家们意识到了不确定性是制约人们市场活动的一个重要因素。在市场信息不完备、竞争不充分的情况下，人们对产品质量、投资前景、交易的潜在后果等一系列变量无法预测。这种不确定性就会对人们的市场行为、决策方向产生深刻的影响。由此使投机行为增加，理性受到限制，市场交换关系因之变得脆弱，交易成本则相应大大提高。按照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如果存在比这种情形下的市场更有效率的社会协调方式的话，市场就会被这种形式取而代之。

在阿罗看来，正式组织如企业公司正是这样一种协调方式。组织的重要特点是组织成员合作关系的稳定性。这种长期合同关系把市场内在化了。由于人们之间的交换是在组织内部的稳定结构中进行，这有助于克服信息不完备性引起的投机行为和交易成本的增加。在不确定的条件下，组织还为分担风险提供了有利的场所。于是，组织作为市场失败的替代物应运而生了。

阿罗的这一基本思想是新古典经济学理论逻辑在不确定条件下的修正和延伸。值得指出的是，组织与市场之间的转化是双向的。按照同一逻辑，如果组织运转出现了严重的低效率而逊色于市场，它也会被市场替代。这一著作和阿罗的其他相关研究以及西蒙的有限理性模式，成为20世纪70年代以来兴起的新制度学派的重要理论基础之一。

为了更好地了解阿罗的重要观点，我们有必要对阿罗的理论前提假设和出发点加以讨论。阿罗的理论基础是新古典经济学的优化理论，即关于经济活动如何在资源分配、生产协调上达到高效率、低成本的优化分配的理论。在完全竞争的条件下，市场是实现这一优化分配的最佳形式。在研究组织现象时，这一理论则假设组织的演变也是为实现这一优化目标的动力所驱使。

而且，阿罗对组织现象的分析是基于一种自然经济，即亚当·斯密所说的“无形的手”——市场竞争充分发挥作用的理论假设之上的。从这一角度看，组织是由市场上的合同形式实现的。而且，在组织外部，市场还以它特有的优势向组织施加强大的压力。但是，我们熟悉的许多组织形式并不是这种自然经济的产儿，而是由特有的社会、政治因素所铸造的。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阿罗对组织分析，特别是他提出的克服组织局限性的办法的适用性。

即使我们接受了阿罗在理论上做的前提假设，现存的组织也同时受到经济因素之外的诸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组织不仅为经济机制所制约，而且还受到法律、观念、政治、社会等多维复杂因素的渗透和引导。这些因素是经济学理论框架所无法容纳的，也是现有经济分析工具所无法充分研究的。事实上，阿罗在对组织现象进行分析时，也常常跳出经济学的框架，引入其他的非经济因素。

首先，组织作为一种稳定的等级结构，必然涉及影响人际关系的心理和政治因素。心理学家、经济学家西蒙早在20世纪50年代研究组织行为时就提出了有限理性理论。他指出，人们进行信息加工的心理设施有着很大的局限性。因此，经济学中关于理性人的基本假设必须为有限理性假设所替代。组织学家马奇在20世纪60年代就明确提出了组织是一个政治利益的联合体，其决策过程是各种政治力量相互冲突、相互妥协的结果。而且，组织决策还受到信息局限、时间精力、过去经验以及执行过程中偏差的影响，其结果必然是偏离经济学的最优化目标的。

其次，阿罗在这本书中曾多次提及观念、道德规范这些“无形的组织”在协调人们经济活动中的重要作用。的确，正如制度学派的重要代表诺思（Douglass North）指出的那样，各种经济活动的存在并不是市场运行的结果，它们首先为特有的社会制度、经济制度所决定。日常的市场交换本身也是为一整套的法律制度、金融制度、行为规则和可以预期的社会期待等观念制度所支撑。而且这些制度通常是通过国家机器来实现的。就组织而言，任何组织的建立和发展都需要一定的资源分配和使用途径，这在很大程度上规定了组织的形式与生存环境。不仅如此，组织学中的制度学派还进一步提出，社会的观念制度通过道德标准、文化传统等因素对人们的行为方式、组织方式进行塑造。西方的组织形式正是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理性化产物。同样的组织形式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下有着不同的表现，而在同样的市场条件下，组织形式也可能大相径庭，这是我们都熟悉的事实。

以上的讨论表明，组织不仅是一个经济实体，而且首先是一个社会实体。因此，对组织的经济学研究必须为其他学科对组织的研究所补充，这样才能加深我们对组织现象的认识。

我以为，阿罗阐述的信息对组织决策和组织演变的影响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思想。我们可以这样来归纳这一思想：信息是组织决策的重要依据，而收集信息和建立信息渠道都是有成本的。因此，按照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组织倾向于依赖过去已有的信息渠道，并为过去的经验所制约。这一看法对组织的发展轨迹和命运有着深刻的意义。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阿罗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这些想法时，他所依赖的理论基础是不确定条件下的组织行为倾向和潜在危险。在30年后的今天，组织研究领域已经引入了一系列的有关课题，例如信息不对称性、政治利益、决策中的心理偏差等，大大丰富了我们对这些组织现象和组织行为的认识。如果说阿罗提出这些观点在当时十分新颖，那么在今天，这些观点已经为大家广泛接受，而且我们对组织局限性的认识已经大为深化了。

我们不难发现，阿罗笔下的组织是一个不断进化、努力适应新的环境条件的生命体。的确，组织的基本特点正如韦伯所指出的那样，一旦组织存在，它就有内在的生命力，力图维持其生存与发展。因此，组织在低效益的情况下为市场替代的过程并不像经济学教科书所暗示的那样顺理成章、自然而然。而且，正如阿罗上述思想所表明的那样，组织有着内在的生存逻辑。

第一，组织必然表现出历史的依赖性，即对过去经验、历史轨迹的依赖性。当经验在组织内部得以保存，信息渠道已经建立起来时，利用这些已有的资源或者在这些已有资源基础上开发新的资源，比在全新的领域中开拓更有效率。而这些已有的信息渠道和经验必然成为组织结构的一个部分，从而制约了组织摄取新信息的方向和能力。这样，组织的发展轨迹便表现出历史的持续性。

第二，避免创新、保持稳定是组织的内在机制。信息渠道一经建立必然走向结构化。这使得组织意欲创新就不得不付出极大的代价。而且，组织内部结构同时也是各种利益的分配方案。一旦组织结构变化，就会导致利益的再分配，这必然遭到既得利益集团的顽强抵抗。因此，组织的稳定性有着深刻的政治学意义。事实上，组织的稳定性在很大程度上也维持了社会的稳定。在市场经济中，组织创新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市场竞争的淘汰威胁和资本的内在冲动力。在市场机制不发达的条件下，组织的稳定性就更为突出。

然而，这里潜伏着一个巨大的危险。一旦环境条件发生变化，现存的组织制度就会无力以昂贵的代价来换取组织内部的变革以适应新的环境。这时，组织就出现了危机。组织作为一个稳定结构，拥有一定资源，必然倾向于遏制环境条件的变化，以保持自己的优势。特别是当组织在社会结构中占有重要地位时，这种阻碍作用就更为明显了。而且，组织为了维持原有的优势，极可能在力图改变客观条件以利于自身生存的同时，强化其内在的控制机制。正是针对类似的情况，阿罗告诫我们：

我以为正是这样一种思维方式导致了历史上的巨大灾难。这种对过去目标的信奉使得我们恰恰在后来的经历表明这一信奉应该改变的时候，反而强化了最初的承诺。

这一点值得我们生活在各种组织中并试图通过各种组织为社会造福的人们深思。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赫希曼（Hirschman，1970）提出的两种修复组织衰落的机制很有启发作用。赫希曼（Hirschman，1970）提出了这样一个命题：任何组织，无论是国家、公司还是大学，都面临衰落的危险。经济学家认为，竞争压力会迫使组织不断进取，否则就会被淘汰。但是，竞争压力并不是永恒不变的，对每个组织也并不是一样的。无论组织的设计如何完善，它都无法考虑到所有的随机事件的影响。这些无法预料的事件会逐渐削弱组织运行的基础，瓦解组织内部的结构与过程，导致组织的衰退。因此，组织可持续发展必须有自我修复、自我改造的机制。

赫希曼提出了两种修复机制：退出与抗议。所谓“退出”就是指人们离开组织的行为。例如，消费者不满一家公司的产品质量，离开这个产品转而购买其他公司的产品；员工不满公司的政策或做法而辞职离去；一个地区的民众也可以因为不满意当地政府的做法而迁移到其他地区。在这个意义上，退出类似于“用脚投票”的市场竞争机制。

“退出”之所以是一种修复机制，是因为退出的行为向组织管理层发出了组织出现问题的信号。这样，组织可以通过采取相应对策解决这些问题，从而修复组织正常运作过程。在这个意义上，“退出”是一个有益的信号，组织应该加以鼓励，认真观察。但是，退出的代价可能是很大的：第一，员工的退出导致专有技术、专用性训练的浪费；第二，退出的程度大小十分关键。例如，一家公司产品的质量下降不能太大，如果太大的话，顾客就会全部离开，公司只能关门倒闭。但是，如果产品质量下降不大，那么顾客可能没有反应，无法启动修复机制。

在这一背景下，“抗议”成为一种尤其重要的修复机制。“抗议”泛指人们关于组织存在问题的抱怨或抗议。例如，公司中的员工对组织的一些做法不满可以提意见或抱怨。顾客对公司的产品质量下降不满也可以组织起来向公司提出抗议，保护自己的权益。在这个意义上，“抗议”是一种政治机制。人们试图改进公司的状况，而不是弃之而去。

“退出”和“抗议”这两种修复机制的原理是一样的：它们的行为都对组织的管理层发出信号。例如，产品质量下降导致顾客退出，使得公司利润下降，这就给公司管理层一个信号，迫使他们采取措施，提高产品质量，从而制止组织衰落。同样地，“抗议”直接向管理层指出组织存在的问题，迫使其改进。

赫希曼指出，这两种修复机制之间有着微妙的关系：①如果一个组织的 “退出”大门敞开，那么就会减弱“抗议”的机制。如果顾客可以很容易找到替代产品，那么一旦产品质量下降，他们就会转向其他替代产品。但是，如果产品难以替代，即“退出”可能性很小，那么人们使用“抗议”机制的可能性就大大提高。②只有在“退出”机制存在的条件下，“抗议”机制才能有效。这是因为如果产品无可替代，顾客无法退出的话，对于组织管理层来说，顾客的抗议也就无法产生很大压力。具有垄断市场的公司只此一家，别无分店，因此可以无视顾客抱怨的压力。

赫希曼提出的这两种修复机制是十分直观的，但是这些看来简单的概念、想法对我们思考组织现象和组织设计有着重要的启示。如果我们在组织设计中有意识地引入退出和抗议的机制的话，可以为克服组织局限性和组织衰落找到一些途径。我们上面的介绍是十分笼统的，有兴趣的读者请进一步阅读原文。

这样，我们回到了这一讲开始时提出的问题：企业和所有组织都面临可持续发展的挑战，都面临不断自我修复、不断变迁的挑战。这一问题的根本所在是“效率和适应能力”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内在矛盾。组织在追求效率的同时付出了降低对未来环境变化的适应能力的代价。企业组织在市场竞争中对“效率”的追求尤为迫切，正因如此，它们的长期适应能力尤为欠缺。而松散关联的制度使得大学组织与此时此地的环境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从而对未来环境变化有着更好的适应能力。这一观点解释了为什么企业的死亡率高，面临的可持续发展问题更为严峻的现象。

从事组织研究的学者因为工作性质特别关注组织内在机制可能产生的弊病和危险性。正因为这样，我们才大声呼唤，希望大家能够正视组织的局限性，充分认识“效率和适应”之间的深刻矛盾。在我们追求效率时必须清醒地意识到这些做法可能产生的弊端。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是悲观主义者。组织可持续发展的问题是有对策的。鼓励低层次组织在不同方向上的实验、允许变异阶段的充分实现、容忍甚至扶植组织内部的有条件的松散结构，这些都是提高组织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对策。这些选择是有代价的。这一选择付出的代价是暂时的效率损失和低层次上组织的自生自灭，而换取的是宏观层次上组织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增强。如何在这两者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是每一个企业家、战略家和政治家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都必须面临的抉择。而对组织现象的深入研究和把握正是这些战略决策的基础和前提，这正是组织研究、组织社会学这一领域存在的现实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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